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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导读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就中国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做出了郑重承诺。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了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当前各方都在积极领会、研究和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方面的工作，中金公司发布的《碳中和经济学》研究面广、信息量大，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相信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工作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存在争议、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碳峰值数据需谨慎估算


  中金公司通过研究总量目标，希望把碳达峰的数值以及今后10年的碳达峰路径表述得更清楚，这是很重要的。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还存在缺失。比如，为实现碳达峰，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需要比2005年减少65%以上，那么大家必然要问，2005年的碳排放量到底是多少？又如，2030年我国森林蓄积量要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那么大家也需要知道，2005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年平均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但这些数据并不清晰，也没有主管部门或者权威单位公布过。一种可能性是，我国过去的基础工作做得不够扎实，存在数据缺失、数据不一致以及数据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我国气候变化的政策态度转变之前，数据模糊一点，方便在数据上打“太极拳”，政策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中金公司花了很大力气测算，得出了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净值的初步结果。为什么没有主管部门或权威单位直接给出这一目标？是因为没有2005年的准确数据。中金公司是根据2017年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数据，以及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推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费心劳神地去测算这个数据？因为无论是今后碳减排的规划、路径的选择还是激励机制的设计（特别是定价问题），都和碳达峰的数值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就这个数据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涉及数据口径问题。中金公司提出了2005年碳基准的测算方法。这个基准的口径需要明确，究竟是指毛排放的总量还是净排放的总量，是只包含碳排放还是也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此外还涉及尚未公布的2020年碳排放总量数据，以及今后10年的减排力度和轨迹。如何用统一口径对其进行推算尚存在挑战。


  其次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可比性问题。2030年目标明确了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65%以上等任务，这就需要明确2005—2020年可比GDP到底增长了多少。虽然用GDP平减指数或者增长率来计算可比GDP在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在数据使用上还需略加小心。比如，增长率的年初数据（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最终核实数以及普查后的修正数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会很大，特别是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比较明显。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GDP在使用上和可比性上没有显著意义的可争议之处。此外，估算今后10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需要假设，而分别对不同增速进行假设就可能出现一个结果的估算区间。这些都是我们计算总量目标时需要注意的。


  除了技术细节之外，这件事在逻辑上也存在可疑之处。如前所述，根据有关部门公开的数据推算得到2005年碳排放总量，进而可以推算出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事实上，在核实以往可比GDP的基础上，2005年的排放强度、2017年的排放强度、2017年比2005年下降了46%这三个数据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知道其中两个就必然知道第三个。之所以没有人正式确认2005年的数据，可能有其他原因，或者没打算告诉你。当然你也必然会问为什么。


  碳市场与价格形成


  中金公司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碳达峰与碳中和需要大量的投资，我们也的确需要通过碳市场来引导投资，为碳减排、碳达峰和最后实现碳中和进行努力。碳市场对投资的激励作用实际上有两层。第一层，碳市场能够鼓励即期增产/节约，争取通过在当期现有能力下的增产/节约来改进碳平衡。第二层，受短期内减排技术参数相对刚性所限，当期增产/节约的潜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还必须依靠引导跨期投资来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如果碳市场能够在这方面给出投资信号，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就可以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这一层激励作用至关重要，碳达峰与碳中和将更多依靠正确、有效的投资来实现。


  中金公司提出，到2060年我国绿色投资需求总额是139万亿元，可以相信，这是以2020年人民币价值计算的。对于这个数据，各个机构测算的结果不太一样。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3月公布的报告中指出，2050年之前，全球规划中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必须增加30%至131万亿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3和当前汇率简单估算，仅中国就需要大约283万亿元的投资。这么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只凭号召就能实现，要引导好、激励好这么多的投资，碳市场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碳市场也有受到质疑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碳价格存在波动和不稳定。中金公司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把碳配额的价格和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两种概念进行对比，然后各取所长，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应用，这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要看到，未来的碳价格之所以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未来技术发展以及未来技术的性价比存在不确定性，给相关的投资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且很多投资是中长期的，因此这些投资的核算和未来的回报也存在不确定性。第二，为照顾到当前经济增长和未来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过渡性安排，会对部分碳排放权实行减让，不纳入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或碳税税基，也包括免费配额和低价配额等。此外，在减排进度上可能前松后紧，也可能前紧后松，当然最好是实现动态优化安排。由于动态安排的减排量有波动，所以进入碳市场的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影响碳价格。第三，政府财力以及政府对某些行动给予补贴的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补贴后会影响价格的形成。因此，在寻求未来减排路径的同时，要正视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碳价格的影响。


  中金公司认为统一碳价可能存在问题，并指出需要差别碳价。当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中，在大气层中并不能分出温室气体是哪个行业排放的，每一吨二氧化碳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一样的，消化或者减少每一吨二氧化碳所需要的综合代价（而不是边际代价）也应当是一样的。至于各个行业的绿色溢价可能不一样，政策安排也可能不一样，是指即期的边际效应不同。应对这种差别，在行业方面有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产生的差别待遇会给各个行业带来不同的激励机制。


  抓好重点并优化结构


  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过程中，要注意考虑各行业的差别，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碳减排中最大的“西瓜”是电力行业，其碳排放占比从世界平均看是41%，中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高，大概是52%。中金公司明确提出未来要扩大电气化，例如用电来替代直接的化石能源，同时将发电转化为绿色电力或者零碳电力。因此，未来发电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还将大幅提高，中金公司预测，到2060年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将达70%。虽然各行业对于碳减排都要有所行动，但是由于排放量不一样，自然对碳配额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别。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此外，还要通过对年均发电小时及电网接纳能力的数据分析，把装机容量变为年度发电量供给。在这里不同发电设备的年均发电小时数就变得非常关键。对非电力专长的经济学者，我给出一组轮廓性的概念（为方便记忆，数据为近似值），光电年发电小时数大约是1500小时，风电是2500小时，水电是3500小时，煤电或者火电主力是4500~6500小时，核电是7500小时。可以看出，不同发电来源的年均发电小时数差别是很大的，而且中国的实际数据还略小于这组，目前中国光电的年均发电小时数还不到1300小时，光照弱的地区连1000小时都到不了；风电实际上也只有2100小时左右；火电可以高达6000~7000小时，但目前中国火电年均发电小时数实际上还没到4500小时，只有4200小时。因此，从装机容量到发电电量，再到在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这中间有折算关系。目前一部分分析人士对电力行业减排转型的看法过分乐观，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中的技术难度。电力行业要全面涵盖电源、电网以及输配电等，要注意装机容量和发电小时的关系，以及间歇式发电和调峰、储能的关系。


  再谈谈新增装机容量所需的投资资金量，即多大的投资才能达到所需的装机容量，这里主要包含装机成本，如何将其摊入供电运行成本，与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度有关，为此电网性能（包括线损）、储能、调峰、输配电投资成本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如果只看装机成本的数字，很容易受到鼓舞，因为风电、光电装机成本已降到比较低了，比火电和核电还要低。核电是最贵的，但核电投产后一年可发电7000多小时。目前，煤电的投资回报率仍然极具竞争力，但如果要求大幅减排，可能需要CCS（碳捕捉与封存）设备及投资，投资成本将显著上升。此外，CCS运行成本也很高，会使厂用电大幅上升20%左右。当然，CCS在技术上还不成熟，有待发展，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并加以支持。这些都要放入对电力行业未来投资量的测算里，只算新型电源的装机成本显然是不够的。然后要考虑的是，未来靠什么回收电力方面的新投资？仅靠供电收入本身的回报是不够的，必须靠碳市场（或者碳税）来补充，才能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从而吸引足够的资金。这些判断应与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一致，不应产生误导。


  类似地，还有森林蓄积量的碳吸收的能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缺少基准数据和参数。比如，2005年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到底是多少？每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到底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按照中国具体的情况，到2030年要增加60亿立方米的森林蓄积量，还需要树木品种、地理分布、树龄分布等参数，才能测算出每年大概需要新种多少树、路径演进如何、在碳达峰时大概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


  此外，从行业结构来看，要注意行业划分上的区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过去习惯用生产法分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中国第二产业的碳排放特别多，在电力行业中的占比接近70%，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种划分方法与国际上是有差别的，导致不太好进行国际比较。欧美的碳排放第一大行业是电力，第二是交通运输，第三是建材（含建筑钢材）与保温。如果在电力、交通运输和居住行业下大功夫，就可以解决80%以上的碳减排问题。这种划分方法强调了人类居住的耗能和碳排放，人类居住需要建筑、城镇化、一部分基础设施及保温（供暖及制冷），这一目的之中的各项活动占了相当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此要特别重视。如果把与居住有关的相当一部分碳排放放在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里，就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导。


  CGE模型的使用


  中金公司的一个贡献是，强调了使用CGE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政策进行分析与论证。CGE模型可以做两件更重要的事情。第一，CGE模型略加改造即可处理有配额的一般均衡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的任务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分解给各省区市、各个部门，而没有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同时由于激励机制不够，可能使任务最后完成不了或者出现虚报。而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模型主要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在有配额限制的情况下，整个机制怎么工作的问题，尤其是可以论证如何防止过于依赖行政手段。


  第二，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过程中，出于对GDP、通货膨胀、人民生活质量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可能会设计过渡性安排，包括配额释放的速度、是否全价配额等，这些都可以有不同安排。如何对这些不同安排进行论证选优？可以利用跨期的CGE模型来进行系统模拟。CGE模型可以有配额，其配额还可以有不同的设计，这样就可以论证路径，从而进行多方面政策分析，帮助找到最优的路径安排。


  重视绿色治理


  最后讲一下，国际上很重视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中强调绿色治理，绿色治理也需要体现国际共识和国际行动。当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还有争议，一些具体问题仍待解决：一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对碳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远远不到位；二是存在跨境碳排放问题，这就会涉及贸易的跨境调节税，还有跨境飞机、跨境船舶等在国际领域内的碳排放问题。现状是，应对跨境碳排放予以调控，这相对较易达成共识。但所收税费应进谁的口袋则争议巨大，大家都想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这就表现出国际共识不够，影响国际行动，也使得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真正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宗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参考模板，大胆设计，大力推动。


  要做好绿色治理，就必须要夯实数字基础，搭建可计量、可核算、可定价、可评估、可激励等的绿色治理制度和体系。这是促使各个部门都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还不够，很多问题尚在初步讨论之中。对此，可适时借鉴和采用MRV（Measurement、Reporting、Verification，即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体系的一些做法，这也是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前言


  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引发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使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欧盟27国决定在2030年前加大减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1年1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碳中和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将带来怎样的发展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为此，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碳中和经济学》，就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通常的市场研究相比，碳中和研究要面对两个挑战：一是涉及面广，跨经济、社会、科学多方面；二是公共政策是关键，但又是难以借鉴过往经验的新领域。中金公司的4个总量团队和20余个行业研究团队协同，借力外部合作，包括全球有奖征文等，共同完成了本书。


  《碳中和经济学》报告发布后，在国内外产业界、学术界、政策部门引发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这既让我们深受鼓舞，也让我们认识到碳中和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单纯的金融甚至经济领域，成为涉及各行业、各领域的系统性新约束。在与各界进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决定把《碳中和经济学》报告改编成一本兼具大众可读性和学术严谨性的专著，以期助力更大范围内的碳中和讨论。在报告发布后的几个月里，国内外都有些新变化。本书的前言将结合这些新形势重点讨论七个问题。


  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全球气候变暖。大多数科学家认同过去一个世纪的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行为有关。尤其是过去50年，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上升，从海洋生态的毁坏到日益增大的水供应压力，从极端天气（洪水、干旱、飓风）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高1.5~4.8摄氏度。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


  此外，碳减排在短期需要付出成本，可能导致经济受损。碳排放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其中化石能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减少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方式从使用传统能源转化为使用可再生能源、核能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现在的问题是，清洁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同时需要建设配套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些成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早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研究大多采用成本-收益分析，即比较碳减排的长远收益与短期成本，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但给气候变化的长远影响予以货币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低估控制措施的收益，导致政策力度不够。


  首先，经济分析往往只能捕捉到有市场交易的经济活动或者可以货币化的经济影响，而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冲击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分析或者难以货币化，比如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生态失衡等。其次，成本是当下的，收益则是长远的，人们以及公共政策部门往往更注重短期的成本和经济压力，而忽视后代人的利益。


  随着气候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渐成共识，讨论的重点不再是是否应该采取控制措施，而是确定目标后，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有效达到目标。研究的重点从成本-收益分析转变成了成本-有效性分析，即给定政策目标，根据不同落实措施的成本，分析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


  就中国的目标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在什么水平，一般在达到峰值前10年调整压力较小，峰值后30年降到零排放的压力较大，反之亦然。研究文献一般是依据中国政府宣布的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目标，即2030年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结合2005年的碳排放量基数推算峰值目标的。我们认为不宜将峰值目标设定为某一精确数值，而更适宜设定为一个区间。


  过于刚性的碳排放目标约束虽然有助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近期快速攀升的PPI（生产价格指数）反映出，这样的风险苗头可能已经出现。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难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都集中在短期进行消化。尤其是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当下，应该谨慎实施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因此，将峰值目标设定为区间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


  按照这样一个区间思路，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2030年净排放峰值水平在99亿~108亿吨。即便按照下限算，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峰值仍显著高于欧盟（41亿吨）、美国（61亿吨），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比它们短，这意味着中国碳达峰后的调整压力大。此外，如果按区间上限算，较高的峰值似乎意味着前10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中国在2030年是7.4吨，美国总量峰值时人均碳排放量为19.6吨，欧盟为9.9吨，这意味着中国在碳达峰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较小，未来10年的调整压力大。现实中，只有将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才能看到较全面的图景，总体来看，中国在碳达峰前和碳达峰后的调整压力都很大。


  纠正外部性：碳价格的能与不能


  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或者说和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人口老龄化促进了机器替代人的创新，为什么气候问题没有促进减排的创新？一个关键因素是所谓负外部性：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体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自由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不符合社会利益，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


  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金融风险、土壤污染。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接种新冠疫苗不仅能保护自己，而且能限制病毒的传播，后者具有全球性的正外部性。每个国家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达到70%~80%，就可能达到全球的群体免疫，如果只顾自己，单个国家即使达到100%的人群接种，也难以保证根除疫情，因为其他国家的病毒传播可能导致病毒变异，使疫苗失效。


  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那就是后者的影响体现在当下，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却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私人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尤其小，自由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很有限，纠正负外部性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如何纠正负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一个关键因素是碳价格，它衡量的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付费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转化为使用者成本，促使经济主体降低能耗，同时从化石能源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转换。相关的政策讨论和执行涉及两个因素——碳价的水平和具体落实形式，两者相互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理论上讲，碳价水平的确立应该基于碳的社会成本，需要把碳排放的长远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成本。但对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贴现率反映的是社会在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之间的选择，容易产生争议。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这表明为了避免50年后气候变化带来的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在2006年主持撰写了一份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报告，该报告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经典之作。这份报告使用的贴现率，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教授使用的贴现率低，也就是赋予了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权重。按照斯特恩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诺德豪斯的估算是每吨37美元。奥巴马政府的估算是每吨42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低于10美元。这些都显示了估算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


  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以弥补碳的市场价格的缺失，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在政策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由交易双方形成价格（cap and trade）。两者有各自的优劣势。碳税的优势是透明，价格可预期，有利于经济主体的长期规划，但劣势是与减排目标的关系不直接、不稳定，也就是减排量的可预期性差。碳税可以使用现有的征收机制，征收成本较低，但引进新税种会引发社会接受度的问题。


  碳交易涉及碳排放量许可设定和建立新的交易机制，量的可预期性比碳税情形高，但价格的可预期性低。碳的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等。在经济衰退时，碳排放需求下降，碳价也会随之下降；反之，经济繁荣时，需求增加会导致价格上升。碳交易的问题是，因为供给缺少弹性，需求端所有冲击的影响都落在价格上，所以价格波动容易过大，会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营规划产生较大的冲击。


  碳税和碳交易作为纠正外部性的工具，都有其价值，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难点是确定碳税的水平和排放配额分配，太松难以起到约束和激励作用，太紧则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太大，根本的问题还是如前所述，赋予每一吨排放的碳以货币价格，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碳中和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已经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如何有效、低成本地实现目标。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框架下，如何确定碳价呢？经济主体的决策取决于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比较。使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成本相等的碳价，被称为转换价格或者平价，国际能源署（IEA）就是使用转换价格而不是传统的碳价概念来描述碳中和的路径的。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提出绿色溢价的指标，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


  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具体来讲，绿色溢价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三个优势。


  第一，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如果说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范围内的干预，那么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以以碳税和碳交易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比如公共部门可以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增加投入，加快制定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


  第二，绿色溢价衡量的是现状，而估算碳价涉及对长远不确定因素的评估。估算碳价是由远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而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在长远的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确定的情形下，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碳价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估算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我们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将估算不同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自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研究。


  我们估算了碳排放量较大的几个行业的绿色溢价，当前场景下非乘用车交通运输以及建材行业（水泥、玻璃等）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也有3%~17%的绿色溢价比例。这说明仅依靠市场价格提供的利益驱动机制，绿色转型的动力有所欠缺，而这几个行业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


  我们用8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作为权重，估算当前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比例为35%，其平价（即绿色溢价为零）隐含的碳价为377元/吨。这个水平在国际研究文献估算范围（37~266美元/吨）之内，但如上所述，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8个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


  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载体，即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和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则其所要求的幅度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就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将对经济产生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能给发展带来新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绿色溢价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清洁能源的价格下跌，绿色溢价下降，经济主体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减少，化石能源的价格下降，反过来会提升绿色溢价。由此清洁能源价格从现在的水平下降到化石能源价格当前水平之下，并不一定符合碳中和的要求，我们需要动态地看绿色溢价的变化及其含义。总之，公共政策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为化石能源价格、碳价格设立一个下限。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衡量碳排放社会成本的碳价和衡量私人部门利益驱动的绿色溢价两者应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两位教授获得，前者因其对气候变化经济研究的贡献，后者因其对技术进步研究的贡献。诺贝尔奖在同一年颁给这两个领域似乎有偶然性，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是关键，而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研发投入和失败的风险由个体承担，成果则可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导致私人部门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福利要求的水平。


  碳排放和技术进步都有外部性，前者是负外部性，后者是正外部性，都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和扶持。中国的绿色溢价在过去几年显著下降，最大的贡献来自电力行业。但有些行业的绿色溢价仍在高位，而且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显著降低其使用成本，需要重大的创新和技术突破。比如制造业的非电力排放部分包括水泥、化工，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通过高成本的碳捕捉来减排。


  从发电环节看，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值。清洁能源的应用有制造业属性，包括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随着使用人数或产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项目的可行性增加，这是制造业的规模效应。中国在早期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扶持，促进了其起步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其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相辅相成，商业可行性不再需要政策补贴，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例子。


  创新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技术，还有社会治理方面。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路径依赖等，绿色溢价和碳减排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碳价在促进能源转换方面的门槛值可能比较高，短期内对经济的影响大，而技术进步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行政性干预以及社会治理方面的改革有助于在需求端促进节能减排，包括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食品浪费，可以把部分土地腾出来做修复、增加碳汇，或者生产生物能源。


  在一些领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需要一个学习过程，规模效应需要时间，并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规则和监管能比货币化价格引导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比如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改进城市规划，改善土地管理，建设新基础设施，包括充电桩和更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等。数字经济发展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大数据应用扩大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比如提升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可预期性，提高需求侧管理效率以促进电力供需更好地匹配。


  绿色金融是与非


  金融如何促进碳减排、碳中和？这涉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说是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形下，金融在一些方面可以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比如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说是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在以上两方面都可能有所体现。前者的情形是，绿色溢价已经降到零以下，实体主体有经济动力使用绿色能源，金融为相关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后者的情形是，金融本身助力降低绿色溢价。对绿色项目融资数据的统计往往涵盖这两方面，但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更重要。


  具体来讲，金融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的可获得性，创造新的交易市场。一个直接干预的方式是提供优惠融资，比如贷款利率补贴、指定贷款领域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项目早期融资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他方式包括通过金融工具平衡投资者对绿色项目和棕色项目的风险认知，以及通过创新市场交易来增加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


  在现阶段，为有效减少碳排放，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我们的估算显示，碳排放占比超过40%的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只有17%，这还是考虑到相关资产整个生命周期的固定成本的分摊，按可变成本计算的绿色溢价已经是负值，也就是用清洁能源的可变成本比化石能源低。鉴于经济的可行性高和碳排放占比大，现阶段重点支持的领域应该是电力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电气化转型。


  基于这些项目的回报和风险可预期性较高，信贷和债券等固定收益工具应该是主要的支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前述的绿色金融的第一种方式。但有些低碳技术的应用要求较高的初始投入，第二种方式可以通过降低初始投入的资金成本或者提高其资金的可获得性来降低绿色溢价，促进私人部门经济主体的参与。绿色能源实际上是制造业的重要基础，对制造业大国而言，其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尤其突出，所以绿色金融也会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绿色溢价高的行业，比如航空、建材、化工等，主要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比如需要碳捕捉来抵消碳排放。对这些行业而言，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瓶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更需要资金投入。从资金支持的角度来看，基础性研究的公共投入包括财政和开发性金融，另外，有效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融资促进高回报、高风险的创新，也有助于加速资源再配置的使用。


  对照现实，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融资量快速增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ESG原则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ESG投资回报平均来讲并不比传统的不受限制的投资回报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这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做好事和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和一般的直观感觉似乎不同。对此有三个可能的解释，代表了不同的政策含义。


  第一，金融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碳排放外部性在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得到纠正，所以回报率没有差别。这样的解释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完整的。


  第二，绿色标准不清晰，绿色金融支持的不都是绿色产业。评估一个企业的非财务表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社会伦理问题，需要选择一组衡量企业环境和社会表现的指标，并设立一套基准情形的参照标准。目前看，这是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短板。比如ESG由什么构成，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信企业发布的ESG数据，这些方面并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因此，当务之急是改进绿色标准的认定和衡量体系，这是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


  第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绿色项目未来发展的正面认知，降低了对风险溢价补偿的要求。这是因为金融工具一般是用于建立新资产的投资，是做加法。但这不代表存量资产不重要，金融也有路径依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与传统能源相联系的资产可能受到侵蚀，其对应的负债是金融机构的资产。


  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不仅涉及对绿色经济的支持，而且关乎金融稳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及时充分披露棕色项目资产的风险，对相关的资产设定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覆盖率，从而鼓励金融机构减少对高碳排放相关投资的支持，促进绿色项目投资。此外，建立有关棕色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处置机制，有利于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维护金融稳定。


  国际合作与竞争新格局


  气候问题具有全球外部性，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应对，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关键。理论上讲，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碳价，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实行成本低的领域先减排，总体的减排效率是最高的。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力度较大，因为收入较低的消费者负担碳消费的能力较低，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来弥补。


  但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很难得到平衡。对低收入国家来说，碳减排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大，而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难以实现，在短期降低贫困比减缓气候问题更重要。工业革命以来，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如果低收入国家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路径，那么它们对资源尤其是能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围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看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两个方面的价格差异有重要含义。首先，收入水平差异使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价格弹性系数较大，即同一水平的碳价带来的减排量较高，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碳价应该比发达国家低。但碳价的差别也容易导致高排放的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带来碳泄漏问题。作为应对，一些发达国家在讨论对进口商品征收边境调节税，但对于税费设置在多高水平是合理的这一问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其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比发达国家高。较高的贴现率意味着改善未来气候的正面影响的折现值较低。对新兴市场而言，由于资金使用在其他领域有较高的回报率，所以需要在碳减排和其他投资之间进行平衡。同时，较高的利率意味着金融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需要资金从高收入国家流向低收入国家。这是国际层面的绿色金融问题，纠正市场失灵需要双边和多边合作，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降低有关投资项目的风险，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必将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建立一个比《巴黎协定》约束力更强的机制是一个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需要在新形势下改进治理机制。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也需要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中国在化石能源上处于劣势，但作为制造业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有潜在竞争优势。国际的同伴压力将逐渐使每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趋同，碳减排是大势所趋，这对中国来说不仅是挑战，也有先行优势。


  滞胀还是发展新机遇：反思现实市场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其背后是相对价格变化的驱动。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的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会对经济产生供给冲击。


  具体而言，碳价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这有点类似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滞胀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CGE模型估算显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中国在2060年难以实现碳中和。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碳价上升是一个利益驱动力量，由此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同时将带来物价上升。我们的行业研究显示，如果在现阶段把绿色溢价降到零，将给建材、化工等制造业带来很大的成本上升压力。


  就结构影响来讲，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可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禀赋，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讲，转型必然带有区域特征，化石能源生产大省和地区将受到较大冲击，而一般来说，这些省和地区的经济相对欠发达。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将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对中高收入人群大。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发挥作用。


  从深层次来讲，碳中和给经济活动施加了虽然影响各个层面，但自由市场难以定价的单一数量限制，这是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个硬约束下，如何在纠正市场机制缺失的同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如何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利益，没有先例可循。这个过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如何呈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根本可能在于对社会主流思维的冲击。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三种情形：第一，碳中和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或者成功来得太迟，全球气候变化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害；第二，碳中和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主要靠增加能源使用成本来实现，全球经济在长时间内面临滞胀的压力；第三，公共政策包括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和社会治理创新，碳中和带来新发展格局，人类享受更高水平、更健康的生活。


  这三种情形都意味着对在过去40年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而言，用外部性来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否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的单一数量指标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将怎样演变？对于这些问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的差距。


  我们需要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差，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动在自然的限制中发生，他们也强调社会伦理与人文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应对气候变化提示我们，经济研究需要重新审视自然的角色，在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自然资本（水、空气、森林、生物多样性、海洋等），而自然资本没有自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发挥作用。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对公平的重视将有所增加。


  走向碳中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本书是我们认知这个问题的努力，偏差和错漏难免，我们将紧跟形势发展，及时更新分析和评估。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总论篇


  第一章　绿色溢价致中和


  摘要


  如何应对碳排放这样一种罕见的超时空外部性，对于全球而言都是一件难事。对中国而言，这种困难尤为严重，主要体现为既有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新增的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协调难度更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经济增长目标的硬约束。近些年，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长周期下降，增长的约束虽然有所弱化，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的第一要务。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有望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有望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1]


  当前，我们正在给未来的40年增加一条新约束。作为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大国，我国给出的碳中和时间表也非常明确：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美国均确定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意味着它们各自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中国设置这样一个“30达峰，60中和”的时间表，就意味着要在未来40年实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尤其是将面临比欧盟、美国陡峭得多的中和斜率。


  在两个40年的硬约束碰撞之际，如何求得一个交集？我们尝试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总量方面，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设定2030年的峰值目标。我们认为，为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将达峰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较为适宜，以避免过于刚性的供给约束。结构方面，我们在绿色溢价的框架下，以八大高碳排放行业为重点分析对象，提出了“碳定价+技术进步”的初步思路，并通过CGE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佐证这一思路能够兼顾经济增长与碳中和两个目标的约束。最后，通过探讨绿色溢价为负值的含义，对社会治理进行分析，最终提出“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的公式。[2]


  总量寻峰：净碳排放峰值99亿~108亿吨


  看待中国的碳排放问题，有历史和未来两个视角。如表1.1所示，在2019年的当年碳排放量上，中国虽然超过了其他经济体，但欧盟、美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早，累计碳排放量[3]也更大。而且从人均碳排放量看，中国是7.1吨，仍不足美国16.1吨的一半（见表1.2）。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对于各国协调应对碳中和目标时区分“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非常重要。然而，从着眼未来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探讨如何实现中国自己既定的“30达峰，60中和”目标。


  尤其是从碳排放强度来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这一指标虽然在主要经济体中下降最快，但由于产业结构与欧美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的碳排放强度目前仍约是欧盟的5倍、美国的3倍。如果将未来10年的碳达峰之路理解为抓住“缓冲期”以实现累计排放、人均排放向美国对标，那么后面30年我国的碳中和之路将会有巨大的压力。


  
  表1.1　年排放量与累计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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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1.2　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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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更重要的是，欧美达到碳排放峰值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并非事前设定的排放约束，对我们峰值设定的借鉴意义可能有限。我们认为，一方面，“30达峰”目标的制定并不意味着未来十年可以自由排放，在碳中和已然成为新约束的背景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现在开始改变思路、立刻行动；另一方面，基于对如下三个因素的考虑，峰值目标不宜设定为某一精确数值，更适宜设定为一个区间，以避免供给约束过于刚性。


  第一，碳排放数据统计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难以精确量化。限于当前的技术手段，目前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都是用各类排放活动水平乘以相应排放因子加总得到的估计值，其测算结果具有内在不确定性。为统一各国测算口径，IPCC制定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为各国编制排放清单提供了基础技术规范与适用于全球的基础排放因子数据。


  然而，IPCC也强调并鼓励各国使用符合本国国情的测算方法和本地化的参数。由于各类排放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的测算难度大，不同机构对本地化参数的理解也不一致，即便是《自然》等权威科学期刊中的文献，对同一国家碳排放的测算也存在10%~20%的差别。鉴于碳排放测算的这种内在不确定性，追求过于精确的达峰目标可能并不符合科学规律。


  第二，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2030年净碳排放峰值水平在99亿~108亿吨。聚焦未来，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碳排放峰值。一是现在到2030年的GDP增长路径。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假设GDP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翻番，并且GDP增速由2019年[4]的6%匀速下降，就可以得出2020—2030年GDP复合增速为5%。二是2030年相比于当下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目前的权威说法是，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近些年来，有关部门每年都会公布当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的下降幅度，比如2019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8.1%。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碳排放强度下降18%的目标，假设“十五五”规划亦提出18%的下降目标，那么未来10年碳排放强度将会年均下降3.9%，最终结果是2030年碳排放强度可以实现较2005年下降66.5%。


  基于上述未来GDP增长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路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首先需要解决基础的碳排放数据问题。现有的碳排放量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以及BP（英国石油公司）和生态环境部的数据库。由于生态环境部的数据不够连续，所以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和BP的时间连续的数据更适合用于研究（见图1.1）。2005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生态环境部统计的碳排放量（未计入碳汇）分别为54亿吨、61亿吨、59.8亿吨；2014年，三个数据库统计的碳排放量分别为94.4亿吨、92.4亿吨、102.8亿吨[5]；2017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统计的碳排放量分别为93.4亿吨、93.0亿吨。可见，近些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和BP的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考虑到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包含29个行业的碳排放数据，便于进行结构分析和CGE模型模拟，因此我们最终使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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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不同数据库的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生态环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为了规避由不同数据库早期碳排数据之间差异较大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选取2017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碳排放量（93.4亿吨）作为测算基准。此外，基于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两种情形分别测算2030年的峰值：第一，基于2017年和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分别下降46%（官方统计）和65%以上（官方目标）；第二，基于达峰前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3.9%，即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6.5%。在这两种情形下，2030年碳排放量将分别达到117亿吨和108亿吨。考虑到2030年预计有9.1亿吨农林碳汇，[6]2030年净碳排放预计会达到99亿~108亿吨。另外，虽然我们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作为基准数据库，但为了评估测算不确定性的严重程度，我们用2019年的BP数据和2014年的官方数据，采取同样的逻辑进行了测算，具体测算数值见表1.3。


  
  表1.3　2030年达峰值区间（净排放）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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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BP，生态环境部，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关于测算不确定性的讨论如下。由于我们是基于碳排放强度对2030年的碳排放峰值进行测算的，所以可能在三个方面产生不确定性：对于GDP未来增速的假设、碳排放历史数据的质量，以及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本身的理解。


  首先，GDP增速假设主要依据的是“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其不确定性在于对未来15年GDP增速由2019年匀速下降的假设。


  其次，早期碳排放的历史数据质量不够高，关于中国2005年的碳排放数据存在很多争议。我们注意到了两个现象：一是如前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BP数据和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数据趋于一致、分歧减少；二是2017年官方公布的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实现了46%的下降，而且2017年关于较新的碳排放数据的争议较少。因此，我们放弃了分歧较大的2005年数据，改用质量更高的2017年数据作为测算基准，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早期数据质量不高形成的误差风险。


  最后，学者对峰值的测算通常明确指扣减碳汇后的净排放。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与BP统计的是不扣减碳汇的毛排放。对于如何理解“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中的碳排放强度，似乎并没有权威说法。我们的测算方法是，从毛排放角度去理解这一目标，以峰值上限的测算为例，在117亿吨的毛排放之后，再扣减2030年的碳汇，得到了108亿吨净排放的峰值，此数值大致位于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测算的峰值数据之间。如果从净排放的角度去理解上述目标，需要先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机构测算的历史碳汇数据，将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的毛排放数据处理成净排放再去计算，所得结果是2030年净排放的峰值大约是109亿吨，与基于毛排放的上限测算的数据相差不大。经过与中金公用事业组的讨论，我们倾向于从毛排放的角度去理解碳排放强度下降65%以上的目标，即2030年的净排放峰值上限约为108亿吨。


  第三，滞胀风险隐现，峰值目标设定为区间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第一要务。与此同时，“30达峰，60中和”时间表的推出，意味着我们正在给未来40年增加一条新约束。在碳中和技术没有完全成熟之前，两个约束之间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过于刚性的排放目标约束固然有助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


  事实上，这样一个风险苗头可能已经出现。例如，2021年3月、4月PPI快速上行的背后，有一部分疫后需求复苏的原因，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环境约束强化下的供给弹性下降，这和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过于依赖关停限产等刚性较强的行政政策有关。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难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这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都集中在短期消化。


  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当下，应该谨慎对待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通过加大低碳、零碳产能投资推动高碳产能置换，严格控制新增高碳产能投资等。从中长期视角看，统筹兼顾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将碳达峰的峰值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避免过于刚性的供给约束。


  综上，即便按照108亿吨的峰值上限，与202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7]也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年碳排放量仅有不到10%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GDP年化实际增速预计将达到5%，这凸显了未来10年中国碳达峰的难度。从国际比较来看，这样一个远高于欧美历史峰值的排放数据，意味着中国在碳达峰后实现碳中和的难度更大。欧盟早在1979年就实现了碳达峰，碳排放峰值约41亿吨，相应人均碳排放约9.9吨。美国在2005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峰值约61亿吨，相应人均碳排放约19.6吨。按照前述测算，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上限为108亿吨，对应人均碳排放约7.4吨。目前，欧盟[8]、美国[9]均将碳中和的目标时间定在了2050年，如果将达峰到中和定义为碳中和的下半场，就意味着欧盟碳中和的下半场长达71年，美国的下半场有45年，中国却只有30年。从总量的角度看，我们将面临比欧盟、美国陡峭得多的下半场斜率（见图1.2和图1.3）。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艰难的目标呢？下文将从结构视角探讨行业层面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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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各国碳达峰后的碳中和斜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横轴为0代表碳达峰时点，中国采用的是峰值上限。由于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并未明确说明各国的碳排放量是属于净排放还是毛排放，所以此处比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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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各国碳达峰后的人均碳中和斜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世界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中国采用的是峰值上限。由于Our World in Data数据库并未明确说明各国的碳排放量是属于净排放还是毛排放，所以此处比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结构路径：基于绿色溢价的探讨


  目标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探索如何实现碳中和，解决这一问题无外乎两种方式，即在需求侧节能减排甚至直接遏制需求（比如拉闸限电），以及在供给侧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碳捕捉等。然而，限制需求不仅与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约束相悖，而且拉闸限电、推动节能减排等需求侧管理也只能实现碳排放量（暂时）下降，难以达到碳中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促使供给侧使用零排放能源、采用零排放生产工艺。


  因此，实现碳中和，供给侧是核心抓手，关键是处理好八大重点行业的排放问题。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交通运输中的航空作为重点排放行业。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2000—2017年，全国碳排放量由30.03亿吨上升至93.39亿吨，这八大行业[10]的碳排放占比由80%升至约88%（见图1.4），比例提升主要由电力、钢铁行业贡献。如图1.5所示，八大行业中，2017年碳排放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电力（主要是火电，44%）、钢铁（18%）、建材（13%）、交通运输（含航空，8%）、化工（3%）、石化（2%）、有色（1%）、造纸（0.3%）。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对于碳排放行业结构的统计，主要是基于生产环节的排放，并没有将高耗能行业通过耗电产生的间接排放也算在各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中。因此，电力行业排放量占比近半，是因为工业、居民等全部用电部门的电力能耗碳排放都被统一计算在了电力行业中，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其他高排行业统计的碳排放，则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排放，例如，钢铁高炉炼钢因消耗铁矿石和焦炭产生的碳排放，水泥熟料煅烧阶段分解石灰石和燃煤烧窑等产生的碳排放。


  
    [image: ]

    图1.4　八大行业合计碳排放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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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八大行业各自碳排放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中金公司研究部。


  很明显，这样一个生产环节的直接排放与生产的技术工艺是高度相关的，由此我们也可以从改进生产技术的角度来思考碳达峰、碳中和之路。比如，发电可以从有排放的燃煤技术转向零排放的光伏发电，炼钢采用电炉钢的工艺可以大量减少碳排放，对于水泥熟料煅烧这种无法通过更改生产技术而降低的排放，则可以考虑通过增加碳捕捉与封存装置的方式来解决，有可能实现零排放。这样一个思路反映在经济层面，即绿色溢价。这个概念由比尔·盖茨提出，在本书中我们将绿色溢价定义为，与当前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相比，使用零碳技术的生产成本提升的比例。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碳中和的关键在于降低绿色溢价。一旦绿色溢价为零，就意味着碳中和的生产技术非常成熟，没有必要再使用化石能源等高碳技术了。


  不过，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存在巨大的差异，最高的建材行业与最低的有色行业之间差了近38倍。如何理解这种差异？需要将八大高排放行业划分为三大类：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和制造业（建材、化工、钢铁、造纸、石化、有色）。这三类行业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分开讨论。


  一是电力行业。从发电环节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目前水电和风电的成本低于火电，核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略高于火电，按照当前电力能源结构测算（火电66%、水电19%、风电6%、核电5%、光伏发电4%），清洁能源综合发电成本低于火电。但是消纳环节碳中和成本较高，估算下来2021年电力行业绿色溢价比例为17%。电网接纳新能源，需要在辅助服务市场增加电网灵活性资源调度，包括火电机组调节功率、抽水蓄能机组抽水、储能电站充电等方式。消纳成本会随着风力和光伏在发电结构中占比的上升而增加。目前火电调峰仍然是成本最低的电网调度消纳方式。在消纳环节出现新技术、大幅降低成本以前，火电不太可能退出电力系统。


  二是交通运输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包括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等不同运输方式，绿色溢价存在较大差别，中金相关行业组的测算表明，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总体绿色溢价比例为68%。在现有技术下，交通运输各个子行业需要采用不同手段实现零排放。假定乘用车、中轻卡和铁路用清洁电力，重卡、航空和航运用氢能满足，估计各子行业绿色溢价比例为：公路客运18%，公路货运127%，航空343%，航运319%，铁路-29%。由于氢能成本远高于清洁电力成本，所以重卡、航空、航运的绿色溢价比例远高于公路客运和轻卡。目前铁路电气化程度不断上升，绿色溢价比例已经为负。


  三是制造业。在现有技术下，制造业绿色溢价和生产技术有关，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业需要采用高成本的碳捕捉等技术实现零排放。中金相关行业组的测算表明，2021年高排放制造业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建材138%，化工53%，钢铁15%，造纸11%，石化7%，有色4%。


  对这三类行业的分析表明，经济层面的技术成熟度是决定绿色溢价的重要因素。以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电力行业为例，过去10年，得益于规模效应、材料替换和效率提升，非化石能源技术进步较大，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零碳排放的电力能源已经具备可行性，即使考虑电网消纳成本，清洁能源发电也有望实现比化石能源更低的成本。事实上，过去几年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持续下降，主要是因为电力行业的技术进步。


  对于建材、化工等制造业来说，当下绿色溢价偏高，主要是因为水泥等产品的生产工艺存在不可避免的碳排放，需要借助氢能、碳捕捉等技术实现碳中和目标，而这些技术尚不成熟，使用成本较高。交通运输行业当前存在较高的绿色溢价，是因为如果要实现零排放，重载领域如重卡、航空和航运需要用氢能替代现有燃油技术，未来绿色溢价下降也需要氢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是降低绿色溢价的重要方式。不过，这并非全部答案。从前述绿色溢价的计算方式可以看出，降低绿色溢价既可以通过发展技术以降低零碳技术生产成本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提升高碳技术生产成本的方式实现，这也是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较受推崇的碳中和方式。碳排放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负外部性的存在。从时间尺度来看，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进而产生严重后果，这一过程往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因此这种外部性对当下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是相对较小的。从空间尺度上看，碳排放进入全球的大气循环，任何一个地区的碳排放都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从后果来看，全球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其后果可能是人类无法承受的。因此，目前主流的认识框架是，要解决“碳排放”这种巨大的、超时空的外部性问题，就必须把这种外部性内部化。从绿色溢价的角度看，也就是提升现有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


  因此，对于思考碳中和之路而言，绿色溢价是一个更具有兼容性的分析框架，内含两条基本的碳中和道路：一是主流的碳定价做法，以提升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升零碳技术的经济成熟度，以降低零碳技术的生产成本。这两种方式哪种更有效？对于经济的总量与结构有什么含义？如何才能实现既定的碳中和目标？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的CGE模型分析中尝试解答。


  四种情形：CGE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


  CGE模型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宏观经济结构关系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建立的全景式经济系统数量模拟系统，通常用于研究总体经济的长期、确定性行为及其对于外部冲击的反应，现已成为气候经济、政策分析的标准工具。在模型中，任何一部分结构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个系统，导致商品、要素价格和数量发生变化，当外生冲击发生时，系统会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状态，从而全面展现冲击产生的影响。


  在约束条件下，生产者最小化成本，而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达到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的供需平衡，从而确定各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传统研究环境经济的CGE方法基础上，我们将内生气候友好技术纳入框架，因此本文中的CGE模型包含生产模块、能源模块、收支模块、贸易模块、碳税/碳交易模块、动态模块、能源模块、气候友好技术模块和闭合模块。


  在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模块是模型的重点。能源模块由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火电、新能源）这两部分组成。基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火电和新能源的能源结构，由模型内产生并随时间变化。能源与非能源要素构成中间投入，与由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增加值共同组成总产出。本质上，在模型中我们将化石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并通过碳税/碳交易的方式对其进行碳定价以纠正碳排放的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内核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提出的包含碳循环的古典增长模型有相似之处。在没有气候友好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由于碳成本的存在，企业会在多使用一单位化石能源所获得的收益和额外支付的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在总量上，经济最终会收敛到一条新的均衡增长路径。在这条新的均衡路径上，经济产出往往更低。新旧两个均衡产出之间的差距，可以理解为碳减排的社会成本。气候友好技术的引入，有助于降低碳减排的社会成本，进而优化均衡增长路径。气候友好技术由投资驱动，而该投资由企业投资和碳费（来自碳税/碳交易）再利用这两部分组成，其力度越大，越有助于降低企业由于碳成本带来的额外开支，进而最小化碳税/碳交易对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


  模型数据


  我们以2017年作为基准年，数据来源如下。第一，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AM），依据《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通过合并及拆分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火电及新能源电力等29个部门的能源投入产出表得到，SAM中的财税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第二，外生给定替代弹性，如生产函数中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对外贸易模块CES（常数替代弹性）函数中进口品与国内品的替代弹性等，数据参考GTAP（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数据库。第三，碳排放系数（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通过计算部门碳排放量和能源产品消耗量得到，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情景假设


  为量化分析前述两条路径在经济发展与碳中和两个维度上的不同效力，我们重点分析下述四种情形。


  第一，基准情形（BAU）：没有碳排放约束，经济增长速度参考中金宏观团队基于“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进行的预测。


  第二，碳税情形（M1）：对排放行业征收统一碳税，使碳排放尽可能实现“30达峰，60中和”；如能达峰，峰值尽可能接近108亿吨。


  第三，碳交易情形（M2）：对八大行业实施碳交易。依据行业绿色溢价制定免费配额：绿色溢价越高的行业免费配额越低，以强化其减排动机。在此情形下，使碳排放尽可能实现“30达峰，60中和”；如能达峰，峰值尽可能接近108亿吨。


  第四，“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M3）：实现“30达峰（108亿吨峰值），60中和”与保增长的双目标。


  情形一：基准情形


  在此情形下，没有碳排放约束，唯一目标是“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在这种情形下，2021—2030年，碳排放年均增长5.2%[11]。2030年碳排放158亿吨，扣除9亿吨碳汇后，净排放149亿吨。


  情形二：碳税情形


  理论上，只要不断提高碳税水平，是可能实现“30达峰，60中和”，并使峰值接近108亿吨目标的。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经济系统可能瘫痪，体现在CGE模型的计算中，即模型求解过程无法收敛到均衡路径，这意味着设置碳税水平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碳中和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约束。根据中金行业组测算的绿色溢价，我们推导出全社会的平价碳成本[12]约为377元/吨。国际上，从已征收碳税的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来看，碳税在80~800元/吨。另外，根据中金基础材料组的测算，考虑到行业的盈利需要，钢铁、水泥行业能够承受的最高碳税水平约为100元/吨，电解铝行业约为60元/吨。与此同时，我们在CGE模型计算中发现，当碳税高于150元/吨时，[13]模型无法收敛到均衡路径。综合考虑，我们将碳税设置在100元/吨。最后，我们将进行碳税的敏感性分析，试图寻找“极限碳税”以及碳税税率变化的时间路径。


  在此情形下，2030年净排放123亿吨，2060年高达334亿吨（见图1.6），虽然会较基准情形下降26亿吨和166亿吨，但无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相较于基准情形的GDP，2030年GDP损失0.6%，2060年损失0.9%。价格方面，碳税情形下的价格上升压力高于基准情形，并且上行压力集中在头几年。其中，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其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服务与金融服务业未来几年将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见图1.7）。征收碳税也将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具体来说，除了火电，其他电力产出较基准情形的产出在2030年均有2%以上的扩张，而煤炭、火电、天然气开采、建材均面临较大压力。其中，煤炭加工和采选的产出较基准情形下降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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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碳税下排放路径模拟与GDP损失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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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碳税情形下成本压力较大的行业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情形三：碳交易情形


  假定仅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在统一碳市场进行碳交易，并依据行业组测算的绿色溢价和《广东省2020年度碳排放配额分配实施方案》来决定免费配额比例。行业绿色溢价越高，越应该给其分配较低的免费额度，以给予相关行业更充分的负向激励，促使其转向零碳技术。具体来说，绿色溢价较低的行业，如有色、石化、造纸免费配额90%，钢铁、电力、化工、航空免费配额80%；绿色溢价最高的建材行业免费配额70%。[14]


  在此情形下，碳排放于2042年达峰，峰值为171亿吨，并于2060年回落至130亿吨（见图1.8）。虽然仍无法实现碳中和，但比起单纯开征碳税的情形，已有较大改善。GDP的表现也优于碳税情形，相较于基准情形，未来几十年GDP总量仅年均减少0.15%。与碳税情形类似，碳交易亦会带来通胀压力，并且集中在头几年。其中，火电、建材、生物质电、化工、钢铁、航空行业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见图1.9）。行业结构上，除了火电，其他电力行业2030年较基准情形均有明显扩张，而煤炭加工和采选的产出分别下降10%和5.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要素价格由要素市场供需双方力量共同决定，碳交易价格也不例外。绿色溢价隐含的平价碳成本，衡量的是排放部门转向零碳技术的相对成本。当碳交易价格接近该成本时，理论上可以实现有效减排。根据碳交易情形分析，假定2021年引入碳交易机制，则碳价会从31元/吨一路上涨至2060年的650元/吨。如前所述，绿色溢价隐含的整体平价碳成本为377元/吨。模拟结果表明，未来20年，碳交易价格会显著低于该平价碳成本，这可能是碳排放无法实现及时达峰的重要原因。当碳价接近甚至超过平价碳成本后，碳排放将显著降低。这意味着，提升碳价，特别是将其提升至平价碳成本附近时，能够有效降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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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碳交易下排放路径模拟与GDP损失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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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　碳交易情形下成本压力较明显的行业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情形四：“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


  如前所述，如果仅依靠碳定价这种解决外部性的主流方式，那么无论是碳税还是碳市场，均无法在GDP增长与碳中和之间求得平衡，或者说如果不放弃GDP约束，则难以仅通过碳定价的方式实现碳中和。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主流的碳定价思路转向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既要考虑通过碳定价的方式提升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也要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促使零碳技术生产成本下降。对于技术进步方面的分析，我们采用了“S形曲线”理论。弗里曼（Freeman）和洛桑（Louçã）从历史维度，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变革的长波（或康德拉季耶夫波动）理论。任何被广泛使用的技术，其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六个阶段——实验室发明、决定性示范、爆发式增长、持续高增长、增长放缓、技术成熟，整个过程也呈现为“S形曲线”，克勒（Köhler）提出这可能是由投资路径驱动的，这种描述技术变化的“S形曲线”被广泛接受。在该模型中，这条S形技术曲线以简化形式囊括了一切相关的气候友好技术：能效技术、减排技术、碳汇、碳捕捉与封存等。


  以占碳排放大头的电力行业为例，供给端采用清洁能源（如光伏）发电配合需求端提升电气化率是实现碳中和的最优技术路径。目前，虽然光伏发电技术已经成熟并成功产业化，但因为储能尚未达到平价，所以其电力消纳仍然面临挑战。从电力传输角度来看，建立分布式智能电网，改变电力结构，从集中式坚强电网走向智能电网，实现全面电气化的基础设施技术，是技术进步路径上有待突破的下一环节。最后从应用端来看，全面提高电气化率（电动车、电钢炉）乃是治本的解决方案。如图1.10所示，纵轴表示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应用程度或者渗透率，S1曲线描绘了电力行业碳中和的技术路径，目前的技术处在技术曲线由平缓逐渐进入陡峭的阶段。与这条技术路径形成对比的是以新一代核电技术、氢能、碳捕捉为代表的S2曲线，这些技术目前还在实验室发明阶段或者决定性示范阶段，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成功商业化之间尚有距离。将两条不同进度的技术曲线叠加在一起，得到了曲线S。它代表了与气候友好技术相关的一切技术路径，我们将其定义为SNCT曲线（气候友好技术曲线）。曲线越快进入陡峭阶段，表明该技术越快商业化；曲线越陡峭，表明该技术大规模应用的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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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0　气候友好技术进步曲线

  


  资料来源：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SNCT曲线衡量了随着气候友好技术的进步，经济系统碳排放系数的下降程度。这里我们用一条曲线来模拟气候友好技术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条曲线由五个外生参数（控制曲线形态以模拟技术生命周期、成长速度等）加一个内生变量（气候友好技术投资）来控制。假设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引发传统能源技术投资向气候友好技术投资转移，并且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气候友好技术的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条曲线以简化形式概括了从提高能源利用率到脱碳、减碳（诸如碳捕捉）等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因此，这条曲线可以减少碳排放系数，进而减少碳排放量。在此情景下，我们保持100元碳税与碳税情形一致、八大行业碳配额与碳交易情形一致。模拟发现，“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的组合有望实现保增长与碳中和的双目标，同时GDP与基准情形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2040年后，GDP甚至超过了基准情形，这说明技术进步抵消甚至超过了碳定价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冲击。碳排放于2030年达峰，峰值为109亿吨，随后逐年递减，向净零目标收敛（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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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下排放路径模拟与GDP损失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模拟结果还显示，可能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力量在初期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碳税、碳交易在初期仍会给经济带来成本上升压力，但相较于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其成本压力已有所缓解。（“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下成本压力较明显的行业见图1.12。）关于行业的结构性变化，应从两个维度去分析：一是行业产出相较于基准情形的变化，二是行业产出占比在该模型中随时间的变化。首先，光伏发电、水电、风电、核电等非火电类发电产出较基准情形于2030年均扩张3%以上，而煤炭加工和采选出现较大萎缩。其次，农林牧渔、公共服务和轻工业产出占比随时间下降明显，而装备制造业、房地产与租赁业、信息与金融服务业产出占比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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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下成本压力较明显的行业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与此同时，碳交易价格由2021年的10元/吨逐步上涨到2030年前的140元/吨。在气候友好技术尚未大规模渗透的情况下，逐年升高的碳价有助于及时碳达峰并将峰值控制在109亿吨左右。当绿色技术大规模铺开使用之后，碳价也随之下降。作为S形技术曲线的内生变量，投资是驱动技术进步的关键。根据模型测算，绿色技术研发投资占GDP比重将达到2%左右，并在最初几年逐年增加，以帮助技术研发跨越S形曲线的实验室发明阶段投入商用。在“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中，气候友好技术曲线模拟出了S形曲线的形态，SNCT值在2030年达到0.32，在2060年达到0.99（见图1.13），意味着其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020年的68%和1%，从而实现了老的经济增长与新的碳中和两大约束的兼顾。能源结构也逐年得到优化，2030年清洁能源占比达到44%，2060年高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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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下碳交易价格与气候友好技术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技术曲线的敏感性分析


  从对上述四种情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兼顾经济增长与碳中和至关重要。但技术创新不确定性较大，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乐观、悲观技术前景对经济总量和碳排放的影响。假设“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情形中的气候友好技术曲线为技术进步的基准前景，则悲观技术前景指的是技术发展不及预期或较难商业化的情形。直观上，该情形下的技术曲线较基准曲线更为平缓：停留在实验室发明阶段的时间较长，技术大规模应用的阻力较大或技术渗透率较低。现实中，对应超前且不确定性较大的技术，如氢能、碳捕捉等。乐观技术前景则相反。


  与直觉相符，悲观技术前景下的GDP将遭受较大的负面冲击（见图1.14），而且碳排放曲线显著抬高，推迟到2034年达峰且峰值高达134亿吨（见图1.15）。模拟出来的技术曲线也符合我们对于悲观技术前景下技术路径的演绎。技术进步不及预期，导致清洁能源占比较低，碳交易价格在碳中和的下半场显著高企。另外，相较于基准情形和乐观技术前景，悲观技术前景下的碳交易市场存续时间较长，即价格机制需要从价格和时间两个维度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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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不同技术前景下较基准情形的GDP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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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碳排放模拟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碳税的敏感性分析


  通过对碳税情形的模拟，可以发现能够实现模型收敛的碳税水平很难完成达峰任务。如前所述，只要肯付出经济增长的代价，并且碳税税率足够高，便可以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使碳排放曲线在某个时点掉头向下。碳税情形中2060年前未能达峰说明了两点：测算时间跨度不够，或者模型中使用的碳税税率太低。此处，我们设定2060年前要达峰[15]的目标，反推出需要多少碳税。经模拟估算，我们得到图1.16的碳价曲线。这条曲线大致遵循指数形式递增，从2021年的46元/吨到2030年的140元/吨，再激增到2060年的3300元/吨。在如此之高的碳税下，碳排放于2040年进入平台期并于2052年开始缓慢降低。经济增长也将承受巨大压力，GDP总量在最后10年相较基准情形将损失3%~5%（见图1.17）。这个模拟进一步印证，仅靠碳税无法完成“30达峰，60中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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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6　“极限碳税”税率及其碳排放路径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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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7　GDP较基准情形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经济系统模拟研究中心，中金公司研究部。


  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


  上述一般均衡分析表明，仅靠负外部性的内部化无法避免新、老两个40年约束的激烈碰撞，只有绿色溢价框架下的“碳定价+技术进步”才有可能兼顾经济增长与碳中和这两大目标。不过，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而意味着探索中国碳中和之路的开始。以技术为例，既然其对于碳中和如此重要，那么究竟有哪些碳中和技术值得期待？这些技术目前的发展阶段各是什么样的？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专门探讨碳中和技术问题。


  在碳定价方面，全国统一市场正在加速构建，八个高排放行业或将在“十四五”期间全部纳入全国统一碳市场。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市场，对不同行业施行统一碳价，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中国推进碳中和毋庸置疑的共识。但我们的分析表明，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在思考负外部性的内部化时，可能不宜按照主流做法计算社会成本的折现，而是应该从社会净成本的角度思考差别定价问题；绿色溢价的分析表明，仅根据排放占比来选择碳定价方式可能并不妥当；统一碳市场有可能加剧京津冀地区的污染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考后文有关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问题的论述。


  更重要的是，“碳定价+技术进步”只是降低绿色溢价的两个基本手段，并非这个框架下实现碳中和的全部路径。中金公用组估算，2030年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为-3.9%。负的绿色溢价比例意味着，从经济意义上讲，零碳技术已经完全优于高碳技术，但出于对高碳资产闲置产生的银行坏账、下岗工人等问题的担忧，行业生产技术并没有转向更具有经济性的零碳技术，而是“锁定”在了高经济成本的高碳技术上。要解决这些问题，无法单纯地靠“碳定价+技术进步”，还需要社会治理政策的介入。


  就社会治理而言，主要有价格型、命令型和宣传型三类政策。事实上，在“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的公式下，这三个工具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高度相关的。比如，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工艺离不开诸如财政补贴等公共政策的支持；碳税、碳市场拍卖则是这些资金的重要来源；碳定价本身就属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宣传型政策有助于提高全民碳中和意识，进而有助于降低碳定价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的摩擦成本。结合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可知，“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对碳中和之路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重视应对碳中和下的创新与公平问题。绿色溢价只衡量了零碳技术和高碳技术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异，并没有衡量社会为碳中和付出的全部成本。前述CGE模型的模拟测算表明，煤炭、建材、化工等行业将面临较大的规模萎缩压力，信息和金融服务、房地产与租赁等服务业规模占比或将扩大。这样一个结构变迁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或者说碳中和可能会造成高碳行业、从业者、区域，与低碳行业、从业者、区域之间的不公平发展问题，仅靠“碳定价+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无法解决此问题，而是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安排，能否处理好碳中和过程中的创新与公平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持续迈向碳中和。


  第二，应对绿色溢价下降趋势出现反复的风险。大规模零碳技术的使用可能造成高碳技术需求下降，例如清洁能源发电大量上马，影响火力发电的需求，进而降低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这可能会导致绿色溢价反弹。当然，如果化石能源需求持续萎缩，价格下降也会导致这个行业自发进入供给侧收缩状态，所以在大规模推广零碳技术的情况下，化石能源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压力都会出现。虽然难以精确判断哪个因素会占主导地位，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绿色溢价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下降趋势可能会出现反复，有可能降低社会的碳中和动力。因此，有必要在大规模使用零碳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的时候，通过命令型政策限制化石能源产能重新扩张。


  第三，重视绿色金融的作用。如前所述，2030年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估算值是负的。也就是说，即便在经历碳定价和技术进步之后，在经济上已经具有优势的清洁发电技术，也并没有在未来10年实现对火力发电的大量替代。当然，这可以归因于技术仍有待进步，或者碳价水平不够高，但这也暴露了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即如何通过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来促进具有经济效益的零碳产能尽快形成，以加速对现存高碳资产的替代，除了通过社会治理高碳路径锁定外，绿色金融也可能在这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绿色金融对碳中和的意义不仅在于成熟技术的加速推广方面，也体现在高度不确定的研发阶段。例如，氢能、碳捕捉等处于实验室发明阶段的碳中和技术，依旧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支持。碳中和技术的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是否需要不同形式的金融支持？绿色金融对碳中和而言还有哪些意义？整体的绿色投资规模将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绿色金融：厘清功能与空间》做重点探讨。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从一个封闭经济体的角度展开的思考。在强调国内、国外双循环互动的当下，去应对碳排放这样一个超时空的外部性问题，也应该有国际视角。事实上，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也就是说如果与欧盟存在贸易关系的经济体不能遵守欧盟的碳排放规定，那么欧盟可能会对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这可以看作诺德豪斯提议的国际“气候俱乐部”的落地探索，该决议将碳定价直接应用到了国际社会的治理层面。从国际层面看，“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有什么样的表现和含义？我们将在国际视角的分析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 详见2020年11月3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2] 本章作者：彭文生、谢超、张峻栋、刘鎏、李瑾。

  


  
    [3] 累计碳排放量根据1751年以来的数据计算。

  


  
    [4] 这里我们排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临时性冲击。

  


  
    [5] 官方数据对工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统计较为全面，因而其碳排放数据往往较大。

  


  
    [6]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详情请见《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7]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详情请见《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

  


  
    [8] 参见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strategies/2050_en。

  


  
    [9] 参见https://joebiden.com/climate-plan/。

  


  
    [10] 受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统计口径影响，航空使用交通运输（含航空）碳排放数据。

  


  
    [11] 除去高增长的2021年，年均增长4.8%。

  


  
    [12] 平价碳成本是指，根据绿色溢价测算的、需要排放者为碳排放额外付出的成本，以确保排放者生产成本与碳中和技术下的生产成本平价。

  


  
    [13] 这里假设碳税恒定，若碳税逐年递增，可突破150元/吨的限制。

  


  
    [14] 这里仅从经济模型模拟的角度来分析配额问题。实际当中，按照中金行业组的测算，70%的免费配额可能高于建材行业的承受能力。

  


  
    [15] 在仅有碳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碳中和的，所以退而求其次看能否碳达峰。

  


  第二章　平衡效率与公平：卡尔多改进？


  摘要


  第一章提出了分析碳中和的总体框架，第二章将聚焦实现碳中和的两个具体方面：创新与公平。我们认为，实现碳中和归根结底要靠创新（效率），但也要解决随之而来的公平问题。具体来看，高效地推行碳中和需要“三管齐下”：一是提高碳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二是加快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态创新，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三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鼓励低碳生活，力促全民形成环保共识。


  上述三点中，创新是关键。创新能帮助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和单位GDP的能耗强度。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创新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些通过创新占得先机的国家，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生态创新是通用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大。


  但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会面临多个阻碍。与一般创新不同，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面临的阻碍也更多。对此，需要在资金投入（绿色金融）和公共政策协同方面发力，激发企业创新意愿，破除抑制创新的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碳中和带来的公平问题具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国际上要协调一致，综合考虑各类公平性原则以及各国国情，避免国际套利。国内方面，减排会带来阶层之间、代与代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对此，需要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跨期调节上发挥更大作用，避免因为碳中和加剧居民收入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1]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与公共卫生和气候问题相关的突发性危机不再是遥远的挑战，由此带来的也不仅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过去10多年，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呈现下降趋势，而我国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问题确实比较紧迫（见图2.1、图2.2、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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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美国人均GDP与碳排放走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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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欧盟人均GDP与碳排放走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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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中国人均GDP与碳排放走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那么，如何实现碳中和？这个过程将给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对应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些是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碳中和的三个途径：创新最重要


  碳中和不能靠“零和博弈”


  为实现碳中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方法是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通过政策引导，降低高排放行业（通常是高耗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同时大力发展低排放行业（通常是服务业），这也是欧美国家的经历。但历史经验显示，高排放行业往往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逐步转移到其他没有类似政策干预且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最终，高排放行业生产的产品又会以进口的形式回流到本国，体现为本国的碳排放“贸易逆差”[2]扩大。例如，1990—2008年，美国进口商品中包含的碳排放量越来越高，碳排放“贸易逆差”也越来越大（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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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欧美发达国家碳排放“贸易逆差”，中国碳排放“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基于全球碳项目），中金公司研究部。


  从全球的角度看，通过向他国转移高排放行业是“零和博弈”，是“碳转移”而不是“碳中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因此，光靠调整产业结构是不行的，还要从问题的根源上寻找突破口。


  途径一：提高碳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碳排放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要解决负外部性，关键是引入碳定价，提高碳价。碳定价就是给碳排放制定一个价格（即碳价），目的是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与排放者的私人成本联系在一起。碳价没有规定谁应在何处，或者如何减少排放，而是向排放者提供了一个经济信号，允许他们自行决定是采取措施降低排放，还是继续排放并为其支付费用。碳价的作用机制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碳价约束下，企业开始将排放配额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这有助于将碳排放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外部成本内部化。另一方面，碳价能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大量研究发现，碳价信号越显著，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导作用就越强，越能激发企业开发和采用低碳技术的意愿。目前在碳定价方面经验比较丰富的是欧盟，欧盟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途径二：加快创新，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


  实现碳中和的另一个路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经营方式，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二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强度。这可以从以下公式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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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表示二氧化碳，E表示能耗，等式右边的第一项是单位能耗的碳排放，第二项是单位GDP的能耗。


  降低这两个强度都得依靠技术进步与生态创新。例如，开发新的减排技术和碳捕捉技术能降低单位能源的碳排放，使用清洁能源能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许多发达国家在推动低碳经济时，也会将重点放在推动环境技术进步、鼓励和促进创新方面。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创新不仅能解决碳排放问题，它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些通过创新占得先机的国家，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与一般的技术不同，生态创新是通用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巨大作用。通用技术的核心特点在于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往往可以作为投入品被下游行业采用，并可以在应用领域催生新的创新（见图2.5），与此同时，此类技术本身也具备极高的改进潜力。因此，当通用技术创新出现时，它往往会比一般技术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些学者认为，生态创新很有可能像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一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科技变革（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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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通用技术是干，带动其他创新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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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生态创新有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潜力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生态创新面临多个阻碍


  尽管创新有助于实现碳中和，但其技术进步比较缓慢，并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显示，一般的新技术从发明到应用会呈现S形曲线，也就是从慢到快，再到慢。生态创新似乎比一般技术发展的速度更慢。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将生态创新与互联网技术并称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技术方向”。但在过去30年，互联网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态创新总体上却进步缓慢。


  生态创新发展慢的一个原因是，它具有双重外部性。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在于污染排放的收益由企业获得，但成本由社会承担。创新问题的外部性在于企业研发出的新技术和产品容易被其他竞争者效仿，使后者获得研发的收益，但研发成本由开发者承担。生态创新既有环保的要素，也有创新的要素，因此具有双重外部性。在市场机制下，双重外部性最终导致对生态创新的投资不足，进而导致发展缓慢。波尔青（Polzin）对阻碍生态创新的因素做了深入讨论，具体来看，生态创新面临技术、制度、金融、经济、政治、转型等多重阻碍（见表2.1）。


  
  表2.1　资金支持生态创新各环节所面临的阻碍
[image: ]


  资料来源：Friedemann Polzin（2017），Mobilizing private finance for low-carbon innov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barriers and solutions,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中金公司研究部。


  与创新有关的政策建议


  如何消除上述障碍？第一，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在创新阶段的资金支持渠道不够畅通，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势在必行。第二，促进生态创新需要公共政策干预，更需要多个政策部门协同，形成合力。第三，从全球视角来看，破除政治障碍，需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构筑较为一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愿景，进而在政府间合作的框架下，系统性地推进生态创新政策。总之，为了加速生态创新，政府需要一系列工具和政策机制，包括政企合作的研发伙伴关系、目标驱动的公共投资、需求刺激、税制改革等，以此来打破阻碍生态创新的各类“锁定”和路径依赖。需要通过政策消除自由市场定价下传统能源的优势，实现外部性的内生化，以鼓励社会资源从传统技术向绿色经济转移。


  途径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鼓励全民减排


  创新对于实现碳中和非常重要，但如上所述，生态创新面临多个障碍，不会一蹴而就。因此，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在社会治理方面多下功夫（见图2.7）。比如，制定与低碳社会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标准，打造环境友好的金融体系，完善碳税和碳市场体系，鼓励低碳的生活习惯，提倡新的消费理念。这些手段有助于全社会形成环保共识，促进碳中和。例如，坚持垃圾分类、采取共享出行、在居家时节约用电等都能减少碳排放，而这些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技术，有的只需要排放者（主要是消费者）积极采取低碳的生活方式就能实现。因此，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培育公民的环保意识是推行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更详细地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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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创新之外，还要在社会治理方面下功夫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关注公平性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


  碳中和在国际上也存在负外部性，如果只是某国单方搞碳中和，那么将在短期内对该国某些行业带来负面冲击。单一国家的减排努力往往不能抵消其他国家不受限制的排放，反而容易造成本国相关产业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其他国家则享受国际套利。在国内层面，与碳中和相关的一个公平性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一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二是代际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阶层间分配：碳税具有“累退性”，对低收入者更为不利。由于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弹性较低，并且低收入群体消费化石燃料的直接和间接支出占比较高，所以当碳价提升化石燃料成本时，低收入群体负担的成本比例或将上升更多。碳税的“累退性”固然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篮子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碳税是间接税，容易被转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一个办法是减少使用碳税，更多依靠碳交易手段提高碳价。但碳交易本质上也是对生产环节施加约束，也会有“累退性”。另一个办法是增加税收返还，用征收来的碳税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例如，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机制。美国将碳配额拍卖所得收益中的15%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能源支出补贴，以缓解能源成本上升对其产生的经济压力。


  代际分配：碳中和成本多由当代人承担，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相对更受益。从实现碳中和的收益来看，下一代人从环境改善以及经济增长中的受益较当代人更多。但从成本来看，为实现碳中和而进行的投资更多由当代人完成。综合这两个效应来看，碳中和是“先苦后甜”，当代人的净收益要小于下一代人（见图2.8）。如何平衡两代人的收益与成本？这就需要发挥财政的跨周期转移支付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绿色公共债券”来为与碳中和相关的公共投资融资，而用于偿还债券利息和本金的资金则由当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分担。


  当代人与上一代人之间也存在代际公平问题。比如，当前环境受到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与上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相关。我们计算了碳排放最多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最终分配系数（指某产品生产单位最终产品量对另一产品的完全消耗量），发现系数最高的是住宅房屋建筑部门（见图2.9）。换句话说，最终“使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最多的是房地产行业，因此，从碳排放的角度看，拥有房产者具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对此，我们或许应该对持有“高碳资产”的人适当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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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碳中和，先苦后甜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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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电力、热力行业最终分配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投入产出表2018》，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纵轴为系数值。


  各行业与地区之间如何分摊成本


  碳中和还涉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与地区之间的成本分摊问题，涉及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的问题。从行业角度看，2017年八大行业碳排放占比接近90%，由高到低依次是电力（主要是火电，44.4%）、钢铁（18.1%）、建材（12.6%）、交通运输（含航空，7.8%）、化工（2.6%）、石化（1.5%）、有色（0.7%）、造纸（0.3%）。八大行业碳排放占比整体提升主要由电力和钢铁贡献，其余行业占比表现较稳定。那么，是不是就主要应该由这八大行业承担成本呢？很显然，这八大行业只是直接碳排放较多的行业，而这八大行业的产出主要被其他行业当作中间投入，没有这些行业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其他行业可能难以运行。因此，不应只由这八大行业承担成本。


  从地域角度来看，我国化石能源供给总体呈现“北多南少”的格局，供给较为集中。我国化石能源的产地主要集中于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其中煤炭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原油主要集中于陕西、黑龙江、天津等，天然气主要集中于河北、山西、山东等。历史经验显示，对化石能源的限制往往会带来就业问题。例如，受前期环保限产影响，我国采矿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自2013年峰值状态下的636万迅速减少至2019年的368万。虽然近两年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新旧行业间技术门槛不一，地区分布不匹配，所以往往难以实现平稳的就业转移。


  减排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的财政收入对采矿行业、电力行业的依赖度较高，说明它们更容易受到碳中和的影响（见图2.10）。对此，一方面，要发挥财政作用，将征收的部分碳价收入转移给这些省区市，防止其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影响民生和债务偿还，同时还可支持这些省区市的产业进行绿色转型，进行产业低碳/去碳化技术研发，促进碳减排；另一方面，要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在沿海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同时，可考虑逐步支持和引导部分产业向化石能源省区市转移，以防止这些省区市出现产业空心化、人口外流等现象。此外，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可能被低估。西南和东北地区经济较不发达，碳汇作为扶贫的重要抓手，既可以促进碳减排，又可以促进区域间收入分配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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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0　对采矿行业和电力行业的税收依赖度较高的省区市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18），中金公司研究部。


  
    [1] 本章作者：张文朗、刘政宁、邓巧锋。

  


  
    [2] 碳排放“贸易逆差”指的是一国进口商品中包含的碳排放量比出口更多。对应地，碳排放“贸易顺差”指的是一国出口商品中包含的碳排放量比进口更多。

  


  第三章　碳定价的能与不能


  摘要


  从推动碳中和的政策工具角度看，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是2021年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事实上，自2020年9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社会各界对于碳市场的关注热度就持续提升。有关部门在2020年9月表示，发电行业已经做好了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相关准备，“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把其他重点行业加快纳入进来，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七八个行业。[1]当全国统一碳市场即将迈入正式启动阶段时，关于碳中和政策工具的讨论也几乎到了言必称碳市场的程度，似乎碳市场是制定碳中和政策时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这样一个看似无须讨论的必然之举，可能隐含着几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问题。例如，把不同行业纳入同一个碳市场是否合适？碳排放权被投入不同的生产活动中，是否应该被要求面对相同的碳价？统一碳市场会不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溢出影响？碳市场之外，是否还有类似或者不同的碳中和政策工具值得选择？本章基于绿色溢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首先，适合纳入碳市场的主要是电力、钢铁两个行业，交通运输、化工、建材行业可能更适合碳税的碳定价机制；其次，统一碳价的思路并不可取，应采取差别碳价；最后，相比于理论上的碳的社会成本折现，绿色溢价下的平价碳成本可能更适合作为现实中制定碳价的参考依据。


  为阐述这些结论背后的逻辑依据，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碳中和相关的碳价概念进行区分，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二是剖析统一碳价思路背后存在的逻辑问题，基于社会净成本的概念提出差别碳价思路；三是从绿色溢价的角度，为差别碳价提供更现实的计算方法；四是基于绿色溢价，探讨适宜不同行业的碳定价机制，以及碳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问题；五是从社会治理角度探讨降低绿色溢价的可能性。[2]


  “一碳”究竟：是社会成本还是社会净成本？


  在理论、政策以及日常语境中，存在着多个相似但不同的碳价概念。这些概念在各自语境下的内涵是清晰的，当进行跨语境的探讨时，尤其是探讨碳定价问题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歧义。为此，世界银行曾经对这些不同的概念做出区分和界定。就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而言，主要需区分碳价和碳成本。其中，碳价是指由碳市场中的交易决定的碳价，以及碳税税率。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称的碳成本就是指“social cost of carbon”，也就是诺德豪斯等所称的碳的各期社会成本的折现值，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伊始便宣布测算碳成本。[3]


  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测算碳成本，奥巴马政府曾于2010年对碳成本进行测算，当时的结果折现到2020年约为26美元/吨，[4]2016年更新计算后的碳成本为42美元/吨（见图3.1）。2017年，上任不久的特朗普再次更新了碳成本计算，结果显示美国碳成本仅为不到7美元/吨。[5]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减排的美国决策者，都是通过测算碳成本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这反映了碳成本对于制定碳价的重要意义。由于碳定价又被看作最重要的碳中和政策工具，所以碳成本的测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整个碳中和政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然而，对于这个重要的基础性数据，不仅决策层没有一致的看法，学者之间的分歧也很大。例如，著名的气候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测算的碳成本大约是37美元/吨（2020年），[6]被诺德豪斯在碳成本测算方面重点讨论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方法对应的碳成本大约是266美元/吨。[7]我们基于绿色溢价测算的中国平价碳成本约为377元/吨（约58美元/吨）。为什么同样的碳排放，用不同方法测算后碳成本差异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从绿色溢价的角度去测算平价碳成本？这对于碳中和政策而言，有什么样的含义？


  要探索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外部性的讨论。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目前对于碳成本的主流测算方法都可以追溯到庇古的这一思想，即社会成本内部化。这个理论简单清晰，但技术层面的测算方法却异常复杂且分歧很大。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的重要分歧来自两人对贴现率的看法差异极大（见图3.2）；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分歧不仅在于贴现率，也包括覆盖的范围，前者着眼全球，后者只测算了美国的社会成本。


  即便是奥巴马政府的测算，也用了三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分别是DICE（气候变化综合评价）模型、PAGE（温室效应政策分析）模型和FUND（不确定性、谈判和分配框架）模型。其中，DICE模型是最基本的测算方法，在这个内生增长模型中，二氧化碳通过影响温度来影响整个社会产出，但没有考虑碳排放对经济不同组成部分影响的差异。PAGE模型和FUND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分别考虑了碳排放对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行业影响的结构性差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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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碳成本与碳价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中金研究院。


  注：平价碳成本为根据2021年绿色溢价测算的中国平价碳成本，EU ETS（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碳价为欧盟碳交易市场2020年现货交易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平均碳税为2020年世界银行计算的各国碳税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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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碳成本与贴现率

  


  资料来源：Nordhaus,Revisiting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中金研究院。


  注：DICE基础贴现率是诺德豪斯于2016年测算时使用的贴现率和相应的碳成本，斯特恩贴现率是根据《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报告》中的假设贴现率测算的碳社会成本。


  不过，这些看似严重的分歧背后，似乎都隐藏着这样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问题：不同行业的碳成本是否不一样？或者说，按照当前的主流测算方法，同一个经济体内部只有一个碳成本。由于碳成本是碳定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同一碳成本，统一碳定价”的思路，似乎已经对现实碳定价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截至2020年，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经覆盖了电力等14个行业，这些行业在同一个市场中面临同一个碳价。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将启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在当前主要覆盖了电力行业，未来还将覆盖钢铁、水泥等高排放行业，这似乎也意味着这些不同的行业纳入统一市场后将面临同一个碳价。[9]


  主流碳成本测算隐含的统一碳价思路是否合适？庇古最初的论述依然有借鉴意义，他认为，“估算转化为任何职业的任何资源量的边际增量时必须包括所有这些影响（其中一些是积极的，另一些则是消极的）”[10]。事实上，庇古讨论的并非社会成本，而是作为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之差的社会净成本。另一位对外部性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科斯，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也明确表示，“关键是要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制度，来纠正系统中某一部分的缺陷，并且不会对其他部分造成更大的伤害”[11]。可以看出，科斯思考外部性的角度依旧是社会净成本。


  由于存在社会成本和社会净成本的差异，所以似乎应该对统一碳价的定价思路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将这样一个基于社会净成本，而非社会成本角度的碳成本分析，拓展到更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对于社会收益不同的行业而言，应适用不同的碳价水平。那么，是否可以有这样一个推论：对于社会净成本不一样的行业而言，去计算一个同样的碳成本可能不太合适。随之而来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对于现实的碳定价而言，把社会净成本不同的行业纳入一个统一的碳市场，承受同一个交易内的碳价，或者说对社会净成本不同的行业制定同一个碳税税率，是否合适？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差别碳价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梳理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效率角度的争议，为什么石油、汽车等商品都是市场统一定价，而碳排放权这种商品要差别定价？二是公平角度的争议，认为差别定价有悖公平原则，可能会产生碳泄漏等套利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还是要从外部性角度思考。当我们讨论石油、汽车等一般商品的定价时，并不需要考察其外部性问题，这时市场是有效的，因此逻辑上自然可以用市场去统一定价。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定价本质是要解决一个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一个自由市场定价不充分或者说市场失灵的领域，可能不太适合比照不存在外部性的一般商品去理解其定价逻辑。更重要的是，从逻辑的角度讲，在思考外部性问题时，如果考察了一个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社会成本），那么有什么理由忽视其正外部性（社会收益）呢？当然，如果不去考虑外部性，也就不存在所谓社会收益问题，那就回到了单纯的一般商品定价，即可采用市场化统一定价方法。因此，一个存在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在不同行业、不同经济体内的社会净成本不同，可能要进行差别定价。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定价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或者说无论是采取行政还是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交易成本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定价效率。对于普通商品而言，市场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定价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商品不存在外部性，普通商品市场的形成更多是一个市场自发的结果，不以政府强制力为基础，所以市场定价的交易成本通常低于行政定价。但是，对于存在外部性的碳排放则不同，这个市场并不是因经济主体自发的逐利动机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市场建立的本身就是对过度自发逐利行为的某种纠正，而且这个市场的运行高度依赖于行政等政府强制性力量的干预，其结果就是在碳排放的定价中，碳市场的交易成本远高于碳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碳市场的定价效率是否高于碳税值得商榷。


  既然如此，我们简单地类比普通商品，进而过度强调通过碳市场为碳排放进行单一定价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无视碳定价源于外部性这个根本属性，简单类比不存在外部性的普通商品定价，还有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理论认识困境：既然一个经济体内部统一碳定价是合理的，那么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之间为什么不能统一碳定价？且不说实践层面，如果让发展中国家的碳价对齐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将会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仅从理论上看，作为一种全局性的外部性问题，虽然各国的社会成本是一致的，但对于拥有大量人口且亟待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民众生存环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碳排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收益通常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这意味着，虽然同一碳排放在不同国家的社会成本是一致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净成本应该是小于发达国家的。因此，从逻辑上看，要求发展中国家承受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碳价是不合理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什么叫公平？公平也存在两个观察角度：私人经济视角的公平与社会大众视角的公平。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碳定价视作对碳排放的惩罚措施，那么是否意味着对于不同经济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应该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举个例子，一个是比特币挖矿者通过燃煤发电支撑挖矿的能源消耗，另一个是大量民众在冬天通过燃煤来御寒，这两种行为都会产生碳排放，是否应将它们纳入统一碳市场中承受同样的碳价和惩罚？如果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同样一单位的碳排放，无论是御寒产生的还是比特币挖矿产生的，都对社会造成了同样的伤害，似乎应该适用同样的惩罚。如果惩罚不一致，从私人经济意义上讲，似乎确实是“不公平”的。然而，耗费大量碳排放权去“挖”一种本可以轻松印刷出来的“货币”，与挽救严寒威胁下的生命相比，造成的社会收益明显是不一样的，如果对这两种释放了同样二氧化碳的行为进行一视同仁的惩罚，从社会大众的层面讲，也是不公平的。


  此外，所谓碳泄漏等问题，看起来似乎是由差别碳价引起的不公平问题。但是，通过生产要素差别定价来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正是最常见的产业政策之一，比如区域税收优惠、不同行业的不同出口退税优惠，以及为了实现普惠金融的资金差别定价等扭曲性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实际上却有助于更广泛层面的社会公平。问题是，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如何实现最优的碳定价安排？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绿色溢价，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绿色溢价与碳定价机制的选择


  如前所述，在逻辑上应该按照社会净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去思考碳定价问题。不过，无论是社会成本还是社会净成本，本质上都是理论可行，但现实中计算难度很大，误差也可能很大的概念。除了贴现率之外，更大的争议在于如何定义社会成本，正如斯特恩所提出的：第一，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后果都是全球性的，排放同一当量的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经济伤害与地域无关；第二，温室气体可能在大气中滞留数百年，温室气体累积产生的影响会有滞后性；第三，温室气体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估算。[12]


  即便是对于贴现率和社会成本都做出种种假定后，测算难度依然很大。以美国奥巴马政府所做测算为例，三个模型不但模拟了5%、3%和2.5%三种贴现率的情境，而且每个模型初始设定中都存在一些随机参数，为缓解由此造成的测算结果不可信问题，每个模型重复计算了10000次。这一次，拜登准备花一年半的时间去更新碳成本的测算，[13]这既是主流框架对测算碳成本的重视的体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测算过程高度复杂、不确定性很大、投入成本比较高。


  基于社会成本去测算同一碳成本尚且如此困难，如果从社会净成本的角度去测算各行各业的差别碳成本，由此产生的内涵界定争议与不确定性，以及测算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要消耗的资源，可能比测算同一碳成本大得多。如果不考虑测算难度，仅考虑合理性，根据有关社会净成本的分析，确实应为不同行业测算不同的碳成本。因此，有必要在碳成本测算的主流方法外，换一个思路去思考更可行的差别碳成本测算，进而推动差别化碳定价。


  一个方法是依旧只采用碳市场作为单一的碳定价机制，但是需要对碳市场运行机制进行某些设定，以得出事实上的差别碳价。比如，对于社会净成本较小的行业予以更高的免费配额，或者将拍卖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社会净成本较小的行业。很明显，这些方式有助于实现事实上的差别碳价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扭曲了所谓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如果认可通过扭曲性机制设计来实现事实上的差别定价做法，那么基于不公平角度对于差别碳定价的思路质疑可能是不成立的。


  另一个方法是反思只使用碳市场的单一定价思路。在这方面，绿色溢价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绿色溢价本质上是一种平价碳成本，即需要排放者为碳排放付出额外成本，以确保排放者生产成本与碳中和技术下的生产成本平价，强调通过促进当前碳中和技术的发展来解决未来的碳排放问题。因此，基于现实的绿色溢价，似乎比基于理论的主流碳成本具有更优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绿色溢价可以体现出社会净成本角度下的差别碳成本和差别碳价的政策含义。接下来，将基于绿色溢价的框架，探讨如何实现碳定价的问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不同行业是否应该采取不同的定价机制？第二，不同行业是否应该有不同的定价水平？第三，如果需要制定差别碳价，那么各行业是否存在差别化的碳价参照基准？


  庇古与科斯：碳税与碳市场的相同与不同


  作为两种基本的碳定价机制，碳税和碳市场的理论渊源分别来自庇古与科斯，虽然两者都有从社会净成本角度对外部性问题的思考，但对如何实现社会净成本的内部化，两者看法并不一致。庇古的方法是庇古税，而科斯认为庇古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设想，因为很难确定合适的税率。科斯主张利用明晰产权的方式，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对外部性进行定价。实践中，2019年全球计划实施和实施中的碳交易机制有31个，碳税有30个，其中，实施碳税的代表性国家有北欧的芬兰、挪威等，[14]目前最大的碳市场是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较有代表性的碳交易机制还有美国的RGGI。我们将从减排效果、交易成本、公共收入使用三个维度分析两种机制的相同与不同，最终结合绿色溢价探讨两种定价机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各国/地区碳税税率水平见图3.3。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权期货价格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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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各国/地区碳税税率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注：数据截至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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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权期货价格

  


  资料来源：ECX EUA futures from ICE，中金研究院。


  注：数据截至2021年3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第二阶段为2008—2012年，第三阶段为2013—2020年，第四阶段为2021—2030年。


  相比于碳税，碳交易的减排效果更确定


  由于增加了碳排放的成本，所以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都是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但从机制运行的内在逻辑看，两者还是有一些内在差别的。碳税本质上是一个事先确定的固定碳价，因此，市场主体可以对减排技术的研发、投资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预期，这有利于促进创新，但将不确定性留给了能否有效降低排放量。因为只要增加一单位碳排放的收益，就能够覆盖碳税成本，那么企业就会持续增加碳排放。对1981—2007年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减排的实证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与不征收碳税的基准情形相比，此情况下的碳税会降低2.8%~5%的排放量。[15]与此同时，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这四个北欧国家施行碳税后的排放绝对量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或者下降的幅度明显小于加入碳市场之后的降幅（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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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芬兰、挪威碳排放量与人均GDP

  


  资料来源：欧洲环境署，中金研究院。


  与碳税的总量约束乏力相比，碳交易的总量控制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碳排放量的上限是提前设定的，所以即便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最终的碳排放也难以显著超越事先确定的上限。因此，碳市场与碳税的一大不同在于，碳市场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定的碳排放量下降路线。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见图3.6）和美国RGGI（见图3.7）的实践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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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设定的排放总量限额和实际排放量

  


  资料来源：欧洲环境署，中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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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美国RGGI设定的排放总量限额和实际排放量

  


  资料来源：RGGI配额跟踪系统，中金研究院。


  注：2020年美国RGGI从9个州扩为10个州，因此配额总量上升。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碳交易机制是完美的。事实上，与碳税相比，作为一种数量型碳定价机制，碳市场在增强了减排量的确定性的同时，代价是产生了碳价的不确定性。因为在纯粹的碳市场中，碳排放权供给是没有弹性的，一旦经济波动引发碳排放权需求的变化，需求侧冲击的吸纳方法将只能体现在碳价上。这也造成了碳市场下碳价的高度波动。高度波动的碳价意味着企业投资低碳技术的回报预期是不确定的，这会导致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一阶段部分资产收益率与标准差见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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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第一阶段部分资产收益率与标准差

  


  资料来源：Yuan Tian等（2016），中金研究院。


  注：EUA表示欧盟碳排放配额。


  相比于碳市场，碳税机制的交易成本较小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由于运行逻辑不一致，在以MRV体系衡量的交易成本方面，两种定价机制存在明显差距。如图3.9所示，碳市场交易成本通常高于碳税，因为开征碳税可借助于现有的征税体系，不需要构建起一套全新的专用MRV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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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企业为两种碳定价机制付出的MRV成本

  


  资料来源：Jessica Coria（2019），Transaction Costs of Upstream Versus Downstream Pricing of CO2 Emissions；中金研究院。


  注：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有五类：所有受到碳税制度MRV要求管制的企业，所有受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度MRV要求管制的企业，同时受到碳税制度MRV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度MRV要求管制的企业，只受到碳税制度MRV要求管制的企业，只受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度MRV要求管制的企业。该调查问卷中的成本包括三种：一是内部成本，主要是企业内部需要对MRV制度付出的管理和实际工作，以需要付出的全职工作的时间和货币两种形式进行计量；二是企业的外部成本，即履行按照MRV规定所订立的顾问服务合约付出的成本，以货币进行计量；三是资本成本，即为了碳排放相关的测量、监控、记录和数据储存而付出的成本。


  碳交易则不同，它并非自发形成的既有市场，而是一个依赖于法律等命令型政策作为制度基础建立起来的新的专用市场。与碳税的定价机制相比，作为一个人为创设的新市场，其若想有效运转，则需要比碳税参与者更多的市场主体通力合作，这会产生更多的协调、监督成本。一方面，在人为创设的市场中，其基础制度的有效运转不依赖于市场逐利本性，而是依赖于命令型政策的强制执行，这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比如碳配额分配问题，无论是免费分配制度，还是有偿分配制度，均需要足够的资源监督，否则很容易产生低效的分配。另一方面，在碳市场中，参与者不仅有政府、排放企业和作为基础设施的交易所，还有为了提升定价效率而引入的中介机构、大量机构投资者，交易的产品除了现货之外，还有期货、期权等，这意味着碳市场需要量身定制新的MRV体系，以增强对各参与主体的监督，更多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也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成本。


  碳定价收入分配：碳税可用于促进公平，碳交易更侧重于提高效率


  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都存在碳排放价格，再加上定价机制运行的交易成本，会造成微观上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和宏观上的碳泄漏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是，合理运用碳定价带来的公共收入。这个公共收入，在碳税的情况下体现为政府税收，在拍卖制度下体现为政府拍卖碳排放权的公共收入。理论上来讲，虽然这两种收入流进政府的渠道不同，但都可以用来解决碳定价带来的企业竞争力下降和碳泄漏问题。


  实践中，碳税和碳市场公共收入的使用方式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在收入使用方向的规定上，由于碳市场的拍卖收入并非像碳税那样直接纳入国家财政，所以78%的碳市场拍卖收入会以法律形式约束其使用方向，以避免财政纪律缺位下公共收入的不当使用。碳税使用却没有这么严格，大约只有43%的碳税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使用方式的，因为碳税进入政府财政系统，将受到已经存在的财政纪律约束，施加额外约束的必要性没有碳市场那么大。


  最终使用方向上也存在一些差别。碳税直接进入税收系统，在使用方向上更多体现出公共财政属性。欧盟2016年一半以上的碳税收入是用于减税、退税等方向的（见表3.1），还有一部分体现了追求公平的公共财政色彩，例如，挪威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免了其他部门的一些税收，并将碳税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养老基金等项目。[16]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规定，碳税收入可一次性退税补偿给低收入人群，这起到了转移支付的作用。[17]2019年美国国会提出《气候行动返现法案》，拟将碳费的70%通过退税方式返还给中低收入居民。[18]


  与碳税的公共财政属性不同，碳市场收入呈现了一定的专款专用色彩。也就是说，为减少碳排放而获得的拍卖收入，主要还是用在了促进减排方面。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碳市场拍卖收入中的86%存在明确的使用方向约束（78%是法律约束，8%是政治承诺），最大的支出项目是推广绿色出行，例如加拿大提升交通电气化水平，意大利补贴低碳出行，美国加州用于建设连接该州主要城市的高铁等；其次是用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开支，例如法国、意大利对学校等公益机构建筑物进行节能改造；支持可再生能源再利用的占比也较大，例如英国2016年的可再生热能激励计划总拨款的一半就来自拍卖收入。[19]


  
  表3.1　欧盟2016年碳定价收入的使用约束形式和支出结构
[image: ]


  资料来源：OECD,The use of revenues from carbon pricing；中金研究院。


  总之，碳税在使用方向上不仅局限于碳中和领域，它还具有一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属性，会有一部分用于支撑其他领域的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等，能够在促进公平方面发挥一些作用。碳市场拍卖收入则具有较强的“取之于碳，用之于碳”属性，支出主要集中在提升碳中和效率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碳市场中价格波动较大对于绿色投资、创新的激励不足问题。


  绿色溢价视角看定价：碳市场为主，碳税为辅


  目前的碳定价机制选择，似乎只是从碳排放占比这一个维度，强调通过碳市场的方式来约束高排放行业。这并不符合社会净成本视角的差别碳价要求。而且，综合减排效果、交易成本以及公共收入使用这三个方面看，碳税和碳市场两种机制各有优劣，并不存在一个绝对优于另一个的确切结论（见表3.2）。如果仅从提升减排量的确定性这个角度看，似乎碳交易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这也意味着有可能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背景下，也丧失了一个通过碳税促进公平的机会。


  
  表3.2　碳税和碳市场的优劣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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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通过碳市场来约束碳排放，意味着相关行业的碳价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绿色投资和研发的激励效应弱于碳税。对于实现碳中和而言，碳定价固然是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但技术进步可能更具决定性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通过单一的碳市场来实现碳定价的思路。在这方面，绿色溢价的测算依然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绿色溢价对于碳定价的意义，不只是提供社会净成本角度下的差别碳价参考，更重要的是可以衡量各个行业碳中和技术的成熟程度。如果某些行业的绿色溢价较高，则意味着其碳中和技术还不够成熟，也意味着这些行业更加迫切地需要关于技术创新的激励。这样就可以从绿色溢价、碳排放占比两个维度去思考如何选择碳定价机制的问题，以更好地利用两种定价机制的优点。


  具体而言，从选择碳定价机制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前文提到的八个行业分成四个部分：高排放、低溢价的电力和钢铁，高排放、高溢价的建材，低排放、高溢价的交通运输和化工，低排放、低溢价的有色、石化和造纸。高排放、低溢价的电力和钢铁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是17%和15.4%，这意味着从经济层面看，这两个行业的碳中和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程度不如高溢价的行业迫切，与此同时，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分别为44%和18%，合计占总排放量的62%（见图3.10）。因此，电力和钢铁行业比较适合采用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体排放量的下降，又不需要太担心不确定的碳价对于这两个行业的创新激励较弱。


  如图3.11所示，低排放、高溢价的交通运输和化工行业2021年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68%和53%，这说明从经济角度看，这两个行业的碳中和技术还非常不成熟，迫切需要推进相关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占比加起来只有10%，意味着即便对这两个行业施加总量约束，它们对总体减排的贡献也不如电力和钢铁行业明显，而且碳市场中高度波动的碳价可能导致对交通运输、化工行业的技术进步激励不足。因此，权衡利弊，对于低排放、高溢价的交通运输和化工行业，可能更适合采取碳税的定价机制。高排放、高溢价的建材行业的碳排放占比为12.6%，在八大行业中排第三，基本位于11%的行业平均水平附近，与此同时，它的绿色溢价比例高达138%，远高于第二位交通运输行业68%的绿色溢价比例。因此，相对而言，建材依旧是更需要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行业，也更适合采用碳税的定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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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0　碳定价机制的选择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碳排放占比为2017年的数据，绿色溢价比例为对2021年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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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1　行业绿色溢价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碳核算数据库，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至于有色、石化、造纸这三个行业，碳排放占比依次是0.68%、1.46%和0.26%，绿色溢价比例依次是3.7%、7.4%和10.9%。由于绿色溢价比例和碳排放占比都比较低，似乎看起来采取哪种定价机制都可以。不过，考虑到碳市场的交易成本远高于碳税，所以从降低减排企业不必要负担的角度看，碳税是更理想的选择。


  构建以“拍卖+期货”为核心的碳市场交易机制


  如前所述，电力、钢铁两个行业更适合采取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这两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合计占到了总碳排放量的62%，因此，碳市场虽然不适合作为唯一的定价机制，但确实是主要的碳定价机制。为应对价格不确定性较大、创新激励不足等问题，建议构建以“拍卖+期货”为核心的碳市场交易机制，即在配额分配环节推行以拍卖为主的机制，在配额交易环节引入期货等衍生品。


  配额分配环节：应逐步提升拍卖的有偿分配比例


  正如科斯定理所称，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市场机制中，初期的产权分配直接关系到最终的市场交易效率。因此，碳配额合理分配，是整个碳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理论上，主要有两种碳配额分配方式，即以祖父法和基准法构成的免费分配，还有以拍卖为主的有偿分配。2020年10月28日，在对《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进行意见征集时，对有偿分配的提法是“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在2020年12月31日正式发布的版本中，该提法改为“以免费分配为主，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仅从措辞上看，似乎在正式发布的版本中更多地强调以免费分配为主的方式。[20]


  与此同时，美国RGGI一直以拍卖作为主要的配额分配手段，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从第三阶段开始也主要采取拍卖的有偿分配方式。有偿分配有助于促进公平。如前所述，碳市场是一种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定价机制，如果没有拍卖所获得的公共收入，那么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将为支撑碳市场的运行承担较多的成本，这对公众而言并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拍卖有助于提升定价效率、促进创新。无论是采取祖父法还是基准法来分配配额，免费配额均意味着配额分配环节价格发现机制的缺失，全部价格的发现工作及波动性风险均由配额交易环节的参与者承担。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以免费分配为主的2009—2013年，常常因为免费分配环节价格信号缺失，出现免费配额发放过度的问题，导致碳价一度大幅下跌，影响了市场活跃度。


  为了缓解碳价高度波动造成的创新激励不足问题，除了通过拍卖收入直接支持绿色研发与投资外，还可基于拍卖建立价格稳定机制以抑制碳价过度波动。比如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如果拍卖最终形成的价格低于保留价格，则宣告本次流拍，下次再进行拍卖。[21]在美国RGGI中，通过CCR（成本控制储备）、ECR（排放控制储备）两种不同的机制设置了拍卖的价格上限和下限，当拍卖的价格超出触发价格后，监管机构会释放CCR配额，使拍卖价格成交在CCR的触发价格上，如果政策规定的CCR已经被全部释放，那么即使拍卖价格高于CCR的触发价格也不再释放；当拍卖价格低于ECR的触发价格时，监管机构会收回部分拍卖配额，使拍卖价格成交在ECR的触发价格上。[22]


  配额交易环节：应考虑引入期货等金融衍生品


  由于碳排放权的供给弹性较低，所以碳价波动性较大成为碳市场的主要问题，如何控制碳价过度波动也成为交易机制设计的核心问题之一。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防止过度投机的交易行为”。从此前的中国八个省市的试点来看，涨跌幅限制等现货交易价格管制是防止交易碳价过度波动的主要方式，只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推出了碳远期合约，但受限于中国碳市场整体成熟度，该碳衍生品交易并不活跃。


  事实上，现货市场的涨跌幅限制只是一种延迟真实价格信号释放的做法，并非真正有效的价格稳定机制，也并非帮助相关企业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做法。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来看，在2005年4月欧盟就推出了与EUA挂钩的碳期货产品，2006年10月推出了EUA期权产品，2008年3月和5月分别推出了与CER（核征减排量）挂钩的碳期货和期权产品，2019年，欧洲能源交易所中碳金融衍生品交易量达到4.26亿吨，其中EUA期货交易量为1.67亿吨，同期碳配额现货的交易量只有5000万吨。[23]


  事实上，碳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可能是碳排放企业更重要的价格风险对冲手段。因为碳配额是一种人为创设的排放权产品，并且存在比较集中的交割期限。对于生产企业而言，碳配额作为一种资产却无法直接融入生产，如果一直持有到期，则会存在经济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如果引入碳期货，就给了企业一个选择，可以卖出持有的碳配额现货，买入碳配额期货，这种操作既有利于对冲价格波动风险，也有助于将碳配额所占用的流动性释放出来，支撑企业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说，碳期货等以碳配额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相对碳配额现货具有更强的金融属性，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有利于提高整个碳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


  碳市场的能与不能：碳交易下的污染物区域转移[24]


  统一碳市场有助于降低排放外部性带来的扭曲，也可能带来一些“意外”问题。例如，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高度相关性意味着，统一碳市场可能会导致不同地区的环境质量发生非对称变化，并在以下两方面影响碳市场建立带来的正面效果。


  一方面，从全国角度看，对于同一个污染物而言，由于不同省份碳-污染物间弹性系数具有差异，即使两者相关性为正，全局的碳减排在现实中也有可能造成最终污染物排放量的上升，所以应当避免碳交易导致产能由碳-污染物弹性较低的省份向碳-污染物弹性较高的省份转移。


  另一方面，从省际角度看，当一个地区的碳排放量增加或减少时，该地区的大气污染物很可能同步变化。然而，二氧化碳的外部性影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它影响的是整个地球的气温变化，进而影响到全人类的福利；而大气污染物的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一个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影响的是该区域本身（尽管存在跨界污染，但其外部性也会随距离的增加而大大减弱）。因此，当某一省份通过排放权交易大量增加碳排放量时，跟随碳排放转移的大气污染物很可能会对该省的环境造成较大冲击。


  以二氧化硫为例。我们根据存在统一碳交易市场时各省区市的排放量变化以及碳和二氧化硫的相关系数，模拟出了各省区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在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为4.5%的情况下，并非所有地区都会在增加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二氧化硫排放，在中部的河南以及西部的四川与云南等地，因为拥有较低的边际减排成本，所以可以通过出售排放权，使其二氧化硫下降均超过一万吨。但是，在京津冀地区及沿海地区，可以普遍观察到二氧化硫排放的上升。在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为7.5%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的二氧化硫减排明显，但在京津冀地区和少数西部省份，二氧化硫排放量依旧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形下，目前环境污染更为严重的京津冀等北方地区，二氧化硫污染均会进一步加重，对于环境状况较好的南方，碳市场则有望进一步改善环境。


  以上结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碳排放转移可能带来“意外”的污染转移。碳市场是以市场的方式优化跨行业、跨区域的碳资源配置的，让减排成本高的少减排，让减排成本低的多减排，改善碳排放的扭曲。与碳市场对应的是潜在的污染物市场。在污染物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如果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高度相关，而污染物减排成本与二氧化碳减排成本不可能完全一致，则可能会造成污染物减排成本高的多减排，减排成本低的少减排，一定程度的污染物排放扭曲难以避免。因此，需评估污染物的减排成本，了解污染物与碳排放、污染物与污染物间减排成本的替代互补关系，用合适的方法协调好碳市场和潜在污染物市场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全国统一碳市场与环境政策可能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在全局层面，由于碳排放与不同污染物的关系存在异质性，所以全国统一碳市场下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减少，并不同样意味着全国的污染物水平会增加/减少。在地区层面，温室气体是全局性问题，而污染物排放是局部性问题。中央与地方可能会对这两类问题的管制政策具有不同的偏好与要求，由此产生不同的管制动机。鉴于污染物与碳排放高度相关，既有的地区环境政策可能以“交叉补贴”形式影响碳市场，使碳排放既受到碳市场的管制，又受到来自污染物监管的影响。这既再次印证了前述通过单一碳市场来实现排放权定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也意味着全国碳市场未必能够促进所有污染物的减排，更重要的是在地区结构上可能会加剧京津冀等北方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这可能会与许多现有的环保目标有不兼容的地方。因此，需要厘清各类环保政策与气候治理政策间的关系，避免许多重复性、抵触性的政策出现，这既会提高企业交易成本、政府行政成本，也会造成效率和福利损失。


  除了环境政策和统一碳市场存在的矛盾，这种问题也可能普遍存在于与碳排放相关的行业与政策中。例如，鉴于电力减排在碳减排中的关键地位，要实现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化改革协调推进，可能需要进行审慎的价格机制设计，并考虑额外具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因此，在通过碳市场推动碳减排的同时，也需要尽快联合分析各类相关市场的交互效应，评估各类监管内容的真实成本，避免对某个专一市场的监管造成事与愿违的外部性。


  社会治理：碳价之外降低绿色溢价的政策工具


  三类碳中和政策与两类碳排放


  从前述基于绿色溢价视角对于碳定价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从全新世时间序列数据看（见图3.12），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速度虽然因为工业革命而加快，但这样一种上升趋势事实上自六七千年前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对于数千年来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趋势而言，技术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加速器，但根源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本身。从这个角度去看碳中和之路，推动技术进步朝着清洁化的方向演进当然是重要的，但加强约束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治理工作也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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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2　全新世时期温度演化过程

  


  资料来源：Samantha Bova,Seasonal origin of the thermal maxima at the Holocene and the last interglacial,Nature，2021；中金研究院。


  为规范人类经济活动，可借鉴环保政策类型划分法，将碳中和政策工具划分为价格型政策、命令型政策以及宣传型政策三类。价格型政策，即碳定价，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碳中和政策。命令型政策，是指依赖于政府强制性行政命令或者法律法规推行的政策，主要内容既包括排放标准等制度规定，也包括对排放行为的日常性行政干预，常见的关停限产、汽车单双号限行都属于命令型政策。宣传型政策，则是通过信息公开、舆论宣传等方式来影响人类的排放行为，通常不具有强制性，也没有物质激励，更多通过提升社会减排意识来推动碳中和。


  从降低绿色溢价的角度看，这三类碳中和政策并不是严格分割的。以碳定价机制为例，无论是碳税还是碳市场，都少不了建立在命令型政策之上的MRV体系，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力量来推动相关制度的切实落实，并有效地震慑违规行为，那么碳定价的机制设计就会形同虚设。在绿色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对绿色项目的真实性和纯度的识别与确认，也都需要建立在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在一个没有养成为碳排放支付价格习惯的经济体中，如果想让整个社会尽快地接受碳定价机制，尽量减少碳定价机制运行中的摩擦，那么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碳中和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举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碳市场拍卖收入的16%被投入与碳中和相关的教育、培训等领域中。[25]因此，命令型政策、宣传型政策等社会治理政策也是助推绿色溢价下降的重要工具。


  此外，命令型政策和宣传型政策还有其独立的社会治理含义。在此，需要区分合理的碳排放和不合理的碳排放。合理的碳排放是指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碳排放，没有这些合理的碳排放，社会就会遭受比较严重的损失。比如，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节约能源活动，这导致日本夏季死亡率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节约能源减少了高温下的空调使用。[26]此时如果能够通过增加碳排放的方式，来提供充足的能源，进而降低人类死亡率，那么这样一种碳排放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于合理的碳排放行为，以价格型政策来约束更合适一些。


  不合理的碳排放，是指造成该排放的经济活动并非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其中，浪费是最典型的不合理的碳排放，既有餐饮等实体领域的浪费，也有比特币挖矿等金融领域的浪费（见图3.13）。金融领域的浪费行为回报较大，价格型政策可能不够有效；居民领域的浪费牵涉面较广，在社会碳中和意识普遍薄弱的情况下，强推价格型政策可能会加大社会摩擦。因此，对于这些不合理的碳排放，可能更适合采取命令型或宣传型的社会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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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3　比特币挖矿年化耗电量排在全球第27位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剑桥大学，中金研究院。


  注：经济体用电量为2018年数据，比特币用电量为截至2021年2月的年化数据。


  命令型政策可用于治理比特币挖矿等金融浪费


  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推行的行政成本较低，命令型政策是最早出现的环保政策类型，也是我国最常见的环保政策工具，例如汽车限购限行、为实现排放达标拉闸限电等。但是命令型政策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信息不对称导致命令型政策具有一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色彩，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为保护臭氧层禁用全氯氟烃，这刺激了含氢氯氟烃的使用，最终“意外”地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27]命令型政策通常具有决策过程不够开放、审批链条复杂、执法过程过于刚性等问题，这样一些政策被应用于合理的碳排放，有可能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或者机会成本。


  不过，这更多地反映出命令型政策存在决策机制问题，而不是说命令型政策本身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如果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征求各相关方的意见，更多地通过规则化的制度而不是自由裁量权比较大的行政方式落实命令型政策，那么效果可能会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虽然因刚性较强、弹性不足而备受诟病，但命令型政策对于应对不合理的碳排放活动而言，反而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比如，比特币挖矿问题。比特币的供给弹性可能不比黄金高，比特币的增加靠电脑“挖矿”实现，需要投入大量电力和人力等，“挖矿”的难度或者说投入的成本是递增的。


  假设比特币真的成为货币，越来越多的人靠“挖矿”而不是生产一般商品和服务去赚钱，那么这是不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呢？[28]事实上，比特币挖矿每年需要消耗约1300亿度电，按照中国每度电产生约0.529千克二氧化碳测算，这对应着6877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从货币创造的角度看，这6877万吨碳排放原本是不需要产生的。与此同时，比特币挖矿的利润空间非常可观，一般性的价格工具可能无法有效杜绝这种浪费行为。因此，对于比特币挖矿这类金融性的不合理的碳排放，可以考虑通过命令型政策禁止进行。


  命令型政策对于绿色溢价可持续降低也有重要意义。大规模使用零碳技术有可能造成高碳技术需求下降，比如清洁发电的大量上马有可能影响对火力发电的需求，这会降低化石能源价格和高碳技术生产成本，[29]有可能导致绿色溢价出现反弹，降低整个社会迈向碳中和的动力。因此，在大规模使用零碳技术具有经济可行性时，有必要通过行政性命令将高碳技术支撑下的生产界定为不合理的碳排放，并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其产能重新扩张。


  宣传型政策是治理实体浪费的必要之举


  在环保领域，近些年全球范围内越发强调宣传型政策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决策者越发认识到，无论是广义的环保，还是狭义的碳排放，都不是一个领域或者若干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问题，不仅涉及当代，也涉及未来人类的福利，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增强全民的环保和减排意识。就其手段的性质而言，宣传型政策的强制性和约束力明显低于命令型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宣传型政策没有效力。例如，研究表明PM10（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数据的自动公开，显著提升了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在线搜索量。[30]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保信息公开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提高了以民众健康为指标的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宣传型政策有助于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这意味着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促进全民效用函数逐步低碳化的演变，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对于价格型政策和命令型政策的接受程度，为推行价格型政策和命令型政策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宣传型政策一个重要的使用方向，可能是提升全民的反浪费意识。如果以固体废弃物作为资源浪费的衡量指标，[31]则2016年全球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高达20.1亿吨，而且几乎遍及世界各地，这样一个广泛的群体浪费基础，与比特币挖矿这个小众群体的浪费行为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口众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庞大，但由于人均GDP不高，所以当前人均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并不高。这些特征事实结合起来，一方面意味着，在当前阶段应对浪费行为采取治理政策，因为伴随着中国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未来15年人均GDP也有望翻一番，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固体废弃物的人均产生量和总产生量仍有可能出现较快增长（见图3.14）。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前阶段可能并不适宜主要通过强制性的命令型政策，或者激励性的价格型政策来治理居民浪费问题。以垃圾分类为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比较低，在治理居民浪费性的、不合理的碳排放行为初期，如果直接以命令型或者价格型政策来干预浪费，由于法难责众、居民环保意识尚待提升等，要么相关命令型或价格型政策恐流于形式，要么会加大社会治理的摩擦成本而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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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4　人均GDP与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因此，在当前阶段，可以考虑以提升居民低碳意识为主要目标的宣传型政策，作为垃圾分类等居民侧低碳治理的主要方式，待广大民众逐步提高减排意识之后，再考虑将相关宣传规则制度化、强制化或者价格化。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一个经济体在由中高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将出现两个重要的结构变化：一是厨余垃圾占比大幅下降，但仍是第一大废弃物来源；二是纸张和纸板占比翻倍，成为第二大废弃物来源（见图3.15）。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推进垃圾治理的过程中，应尽快加强厨余垃圾、纸张和纸板的分类收集宣传，逐步制度化或者价格化推进相关垃圾的制度性分类、收集与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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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5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固体废弃物构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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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严格来讲，产生固体废弃物不等于浪费资源，但通常而言这两个数据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来大致观察资源浪费情况。

  


  第四章　绿色金融：厘清功能与空间


  摘要


  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要解决由市场失灵导致的绿色投融资不足的问题。在市场完备有效的情形下，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绿色发展资源的情形下，绿色金融则需在一些方面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不仅要“服务”实体经济，还要“引导”实体经济，从而减少绿色投融资的成本，增加绿色资金的可获得性，甚至创造新的交易市场满足绿色投融资需求。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已初具规模，但是与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相比，仍存在绿色投融资匹配度不高、绿色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缺少强制性等短板。据估算，为了实现碳中和，至2060年中国需要139万亿元的投资，其中到2030年就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如何满足庞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而言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目标，中国应统一制定绿色金融的标准，健全绿色信息的披露机制，完善“外部性内生化”的政策激励，全面发展丰富多元的绿色金融市场，加强绿色投资理念的培育，将环境风险纳入监管政策考量，最终化40年的绿色挑战为千载难逢的绿色发展机遇。[1]


  绿色金融，是“服务”还是“引导”？


  国际上对“绿色金融”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金融活动”。在定义绿色金融时，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主要从金融活动的最终目标出发对绿色金融的概念进行阐释。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实体经济活动，那么相关的金融活动就是“绿色金融”。但该类定义或许并不能完全帮我们理解绿色金融的内涵。在深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两个问题。


  第一，绿色金融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当前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最终落到实体经济层面，就是实现碳中和。实现碳中和的核心，是如何处理碳排放这一超时空的外部性问题。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引入了绿色溢价这一概念，降低绿色溢价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手段。而无论是碳中和还是降低绿色溢价，都是实体经济的目标。然而，实体经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活动的协调支持。


  第二，怎么定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既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引导”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从服务这个角度来说，实体占主导地位，金融活动应该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在实体经济与金融的互动中，金融也可以占主导地位：金融本身是重要的资源跨时空配置手段，能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将以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服务型绿色金融，以及引导型绿色金融。两者均把降低绿色溢价作为核心目标，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渠道并不相同。


  服务型绿色金融：实体经济改革是降低绿色溢价的根本动力，其中金融部门起辅助作用。服务型绿色金融的核心是，按照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需求，提供合适的融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政策调整、技术进步还是社会机制的改变，都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的减碳行动将降低绿色溢价，提高高碳生产方式的相对成本或是低碳生产方式的相对收益，这种相对价格的改变将体现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低碳经济相关融资需求、价格的变化。金融部门则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部门所做的更多是辅助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间接推动绿色溢价的降低。


  引导型绿色金融：金融是降低绿色溢价的直接动力，它指引着实体经济的低碳转型。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品，资金的不同配置方式可以直接影响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如果金融部门可以有效地分辨提高碳排放与减少碳排放的融资活动，并能够针对性降低减排融资活动的成本，或是加征高碳融资活动的费用，那么即使实体经济不进行改革，也一样可以改变高碳与低碳经济的相对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绿色溢价。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部门的改革是降低绿色溢价的直接动力，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跟随金融部门变化。


  站在当前的时点，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双管齐下：服务型绿色金融要做，引导型绿色金融也不能缺席。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碳排放是一个较大的、超时空的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度可能远远超过处理其他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是通过建立碳市场、征收碳税等方式，还是通过技术进步、非市场化的管控措施，在执行中均存在较大的复杂性或者不确定性。因此，中国仍然需要考虑引导型绿色金融，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具，推动绿色溢价的下降。


  绿色金融在中国现状如何


  中国在构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初步成果。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系统探寻项目（UNEP Inquiry）联合成立了中国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提出了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14项建议。随后几年，《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向统计制度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形成了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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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中国绿色金融改革的重点政策

  


  资料来源：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一，绿色产业、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的分类标准初步形成。2019年3月，发改委出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该文件对绿色产业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划分。在该基础上，不同融资工具对“绿色”有自己的分类方法。绿色信贷在2013年颁布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中就已明确划定项目范围，是新兴市场中首批建立绿色贷款制度的尝试之一。绿色债券对绿色产业或项目的界定主要参考相关监管部门发布的指引或项目目录。发改委在2015年发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明确了绿色企业债募集资金须投向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类别。其余类型的绿色债券产业项目范围则主要参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


  第二，投融资工具的评价体系逐步建立。绿色信贷在目前绿色金融工具中的评估规则相对完善。2014年，银行机构绿色信贷的自评价体系建立完成，从定性上，考察绿色信贷业务开展程度；从定量上，将节能环保项目贷款、“两高一剩”贷款、二氧化碳减排量等列为核心指标。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频率，并引入人民银行作为外部评价者，将评价结果纳入宏观审慎考核。此外，ESG投资的评级标准也初步形成。2020年12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ESG评价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上市公司行业特点与信息质量，由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3个维度、14个主题、22个单元和100余个底层指标构成。


  第三，法律体系、监管规则的建设开始起步。法律上，生态文明在2018年被纳入宪法，绿色金融也间接获得法律地位。监管上，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监管绿色金融的发展；同时，分别针对不同工具采取不同监管手段，如发行绿色信贷的金融机构需按要求向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报送绿色贷款专项统计数据。信息披露上，近年来，我国政府监管机构已逐步明确上市公司需强制披露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境污染物、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等信息，科创板上市公司也需强制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当前，绿色金融在中国已有一定规模，但结构上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截至2020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内绿色融资规模在13万亿元左右，其中，我国本外币绿色信贷余额约12万亿元，境内贴标绿色债券余额达到8132亿元，而绿色股权市场规模仍较小，在PE/VC股权投资、绿色IPO（首次公开募股）和绿色企业再融资方面均处于起步阶段，2018—2019年我国绿色股权年均投资规模为424亿元[2]，远小于绿色信贷与债券的年均新增量5500亿元[3]。从增速上来看，近年来绿色融资增速有所放缓，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从2013年6月末的4.90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6月末的11.01万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2.3%。但近几年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速（2020年上半年末为3.9%）不及整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2020年上半年末为13%）。


  目前来看，中国绿色债券在定价方面并无特殊优势，而融资期限一般相对较短。从2020年以来的绿色债券发行成本来看，接近八成发行人的票面利率高于发行当日同期限同评级的中债估值收益率曲线，其中中低评级更为明显，AA+评级高于收益率曲线的比例超过九成。


  从期限上来看，1~3年的绿色债券占比43%，3~5年的占比37%，5~10年的占比11%，总体期限仍然较短。但无论是研发清洁技术、开发清洁能源，还是开展植树造林的碳补偿项目，都需要长期投入，而绿色债券无法满足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就绿色股权而言，由于缺乏长期资金，目前国内PE/VC基金的存续期多为5~7年[4]，而众多绿色技术企业需7~10年才能达到IPO门槛，这也导致国内股权投资机构难以青睐绿色技术企业。


  分行业看，中国绿色融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能源等行业。绿色贷款方面，按贷款用途划分，截至2019年末，绿色交通业、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业分别占比44%和24%。行业分布方面，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在绿色信贷中的比重分别为30%和29%，其他行业绿色信贷占比从2018年末的24%提升到了2020年第三季度末的41%，这表明绿色信贷的行业投放正逐渐多元化。债券融资方面，金融行业占比始终最高，近年来工业、公用事业等行业绿色债券占比有明显提升。2020年，来自金融、工业和公用事业的发行人占比分别为45%、30%和18%，其余行业占比均不足5%，仍多集中在融资资源相对丰富的重资产行业。


  实现“碳中和”，我们需要多少投资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重要的绿色发展目标，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背后蕴含着巨大的资金需求。评估其规模及结构，可以为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引导中国低碳转型提供抓手。我们自下而上地估算出，为实现碳中和，中国的总绿色投资需求约为139万亿元，其中2021—203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22万亿元，2031—206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117万亿元。[5]


  自下而上地估算中国绿色投资需求


  对金融机构而言，如何估算减碳投资规模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从绿色溢价视角来看，这就是一个如何用减碳技术设备生产代替传统高碳技术设备产能的问题。事实上，每个行业的潜在产能所采用的技术设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现行高碳技术设备、现行无碳技术设备、旧设备减碳技术升级和创新无碳技术设备（见图4.2）。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减少单纯依靠高碳技术设备的产能（意味着新增投资接近零），而增加另外三类技术设备的产能。根据碳减排路径下不同技术类别的到期产能变动需要以及投资产能比，可以估算出对应目标时间点上不同技术设备的投资需求，将其加总后就得到总的绿色投资需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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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绿色投资的基础估算方法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为了最大限度地估算中国绿色投资的需求规模，我们估算了中国碳排放最靠前的七个行业[6]的投资需求。按照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2017年这些行业总碳排放量占全国的85%以上，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固定资产投放行业。


  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特征


  每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相当于GDP的2%


  根据各大行业的投资需求，要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139万亿元[7]，平均每年中国绿色投资需求约占GDP总量的2%[8]。


  其中，2021—2030年，为达到碳达峰，中国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为2.2万亿元；2031—2060年，为实现碳中和，中国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为3.9万亿元；如果只以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为目标，则中国绿色投资年化需求约为3.5万亿元（见图4.3）。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协会（GFMA）估算，为实现全人类碳中和，全球绿色投资需求总量约为121.7万亿美元[9]，我们估算的中国绿色投资需求约占全球总需求的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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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减排目标下，中国所需要的绿色投资估计（2020年价格）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E代表预测值。


  电力行业投资需求最大


  分行业来看，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标，电力行业的绿色投资需求最大，总需求达到67.4万亿元，其次为交通运输行业和建筑行业，总需求分别为37.4万亿元和22.3万亿元（见图4.4）。电力行业的主要需求来自清洁发电的设备投入，如光伏装机投入需求16.2万亿元，风电投入需求14.3万亿元。对交通运输行业而言，由于中国未来将用电动汽车替代传统的燃油汽车，所以电动汽车的产量将大幅增加，致使新能源汽车投入与相应能源生产投入提高，同时航空、航运行业交通工具的低碳改造以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导致交通运输行业整体具有较高的投资需求。建筑行业则涉及地产中环保节能技术和低碳排放设备的使用。而钢铁和水泥行业绿色投资需求较小，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绿色投资需求的比重也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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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为达到碳中和目标所需要的绿色投资估计量（2020年价格）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减排壁垒高的行业存在投资需求后置可能


  当前，不同行业实施减排的技术难度并不相同，比如轻型交通中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市场应用已经较为成熟，而航空领域中使用氢能飞机，或者水泥行业中使用碳捕捉技术，在成本和可行性上仍然面临较多障碍。而减排壁垒的不同，有可能会降低行业提前进行减排投资的动机，并增加未来投资需求累积的风险。表4.1列出了不同行业2021—2030年和2031—2060年完成碳中和绿色投资的比例关系。从该表中可以看出，减排技术壁垒越高，2021—2030年所占投资比例越小，投资需求的后置行为越明显。这反映了部分行业希望碳达峰后，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投资壁垒的预期。但投资需求大范围后置，有可能扩大未来绿色投融资的缺口。


  
  表4.1　各行业不同投资来源所需具体绿色投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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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新目标带来新挑战，中国绿色金融还有哪些短板


  绿色投资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高


  投融资总量有缺口，2030年后有扩大可能


  从总量看，中国目前存在较大的绿色投融资缺口，而这种情况可能在2030年之后更加突出。以2017—2019年中国绿色投资供给与需求为例，尽管每年其缺口都在缩小，但即便在2019年仍有近0.6万亿元的缺口（见图4.5）。依照现有绿色投资的供给情形，据估算，2021—2030年累计绿色投融资缺口约5.4万亿元，年均0.54万亿元。而这种缺口有可能由于前文所述的投资需求后置而扩大，预计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2031年后绿色投融资缺口可能会迅速上升到每年1.3万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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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2017—2019年中国绿色投资供给与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中金研究院。


  绿色金融支持的行业过于集中


  在投融资结构方面，当前中国的绿色项目投融资存在行业过于集中的问题，或许会挤压部分行业的绿色投融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18—2019年，绿色信贷是中国最主要的绿色金融工具（占比超90%），而2018年和2019年均有超40%的绿色信贷投放至交通运输行业（见图4.6）。


  交通运输行业绿色项目集中化的现象致使绿色资金投放去处和需求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从绿色融资需求的角度来看，电力行业的需求量在几个行业中最高，而建筑行业的需求量仅次于交通运输行业。这表明，当前主要绿色融资工具覆盖的项目与具有较大融资需求的行业具有一定差异，绿色资金的投放并不能完全匹配全社会绿色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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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2018—2019年中国绿色信贷行业投向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金融工具单一，无法满足融资主体多样性需求


  除了绿色融资投向项目较为集中外，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工具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偏科”的问题。2018—2020年，中国绿色信贷在绿色融资总量中的占比约为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仅占7%和3%（见图4.7左侧）。[11]但依据我们估算的绿色投资需求的融资结构[12]（见图4.7右侧），即便中国的资本市场结构保持现状，碳中和对绿色股权和绿色债券的投资需求总占比也接近40%，跟现状明显不符。在当前以信贷为主导，其余金融工具发展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部分绿色投资需求存在被抑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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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　2018—2020年绿色融资信贷占比约90%，即便政策不变，未来绿色融资的需求结构也需较大调整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缺少统筹制定的绿色标准


  国内标准制定不够统一


  国内不同类金融产品之间的绿色标准统一性不足，部分绿色金融标准尚未与碳中和目标达成一致。例如，目前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标准存在差异。2020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和证监会起草了《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相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删除了“煤炭清洁利用”等与化石能源相关的项目。然而，在其他绿色金融标准，如针对绿色信贷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还未删除这一项目，导致国内绿色金融体系标准不统一，以及绿色金融标准中的部分绿色项目实质上并不符合碳中和目标下零碳排放的要求。


  即便是同一类金融产品之间，有时也会由于多重监管，存在标准不统一或缺少界定的问题。比如在绿色信贷方面，个别项目界定仍然存在分歧。例如核电被列入发改委《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和中国人民银行《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中，但是未被纳入银保监会《绿色融资专项统计制度》的绿色融资范畴。在绿色债券方面，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首次给出了绿色债券的定义，以及绿色债券的唯一界定标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然而该文件截至发稿仍未正式发布。在绿色股权方面，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还未形成明确的概念界定。


  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差距


  在绿色信贷方面，我国绿色信贷范围较局限。我国出于防范“洗绿”和“漂绿”的风险，将绿色信贷的范围局限在用作绿色产业发展、减少碳排放的贷款中，而许多国际绿色标准还额外纳入了推动高排放产业绿色化或者将环境风险因素纳入授信流程的贷款（见表4.2）。


  
  表4.2　我国绿色信贷统计标准与绿色贷款原则及赤道原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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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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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贷款市场协会，国际金融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在绿色债券方面，尽管国内绿色债券标准在定义、种类划分、自愿性质等多个方面与国际标准相近，但在绿色项目认定、募集资金使用、外部评估和存续期管理等方面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在绿色项目认定上，我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在气候变化适应和绿色服务等方面涉及较少，缺乏气候观测和预警系统、环境权益交易服务类项目，市场深度有所不足。在募集资金使用上，发改委允许企业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运营资金，而国际标准则要求，将发行绿色企业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绿色项目。在外部评估和存续期管理上，海外绿色债券在发行前将由专业的环境评估和第三方认证机构判断项目是否符合绿色标准，并详细说明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在绿色债券发行后，中介和组织还将进一步提供对资金用途和节能减排效益的监督报告与评估，有助于市场评价发行主体和债券所投资项目的环境表现，但我国的标准在这些方面还未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为了更好地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当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绿色标准，并对不同绿色金融产品涉及的标准进行统一，预计短期内将会发布。


  绿色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短板


  完善的绿色信息披露是绿色产品投放决策的核心，是防范“洗绿”等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基石。绿色信息披露包含两个维度，即企业自身的绿色信息披露，以及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等对所持资产绿色信息的披露。


  目前，我国存在绿色信息披露强制性不足，披露标准不统一，企业、金融机构与监管层的关系尚未厘清等问题。


  绿色信息披露强制性不足，标准不统一


  对上市公司而言，绿色信息披露主要存在标准不明确、范围较窄等问题。比如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具体实施分“三步走”。但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我国上市公司仍缺乏明确、统一的绿色信息披露指引。以沪深300成分股为例，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引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引、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南、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香港交易所ESG指引等，存在标准不统一、横向不可比、难以量化的问题，也为企业提供了数据操纵和选择性披露空间，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全面、可靠的绿色信息。此外，虽然我国自愿披露ESG信息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逐年提升，但关键指标的披露率仍远低于国际水平，并且只有部分环境指标（空气、水及固体污染物）在强制披露的范围内。[13]


  对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而言，标准不统一是绿色信息披露最大的问题。我国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机制较多，中国人民银行、沪深交易所及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先后公布了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相关标准，但不同类别的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标准有所差异。其中，金融债券披露要求较明确，需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新增绿色项目投放金额及数量、限制资金管理情况，并需按年度披露投放项目环境效益等。其他类别债券虽然也有强制性披露要求，但在披露内容等方面无明确标准，信息披露机制仍有待完善。


  除了上述两类公司，目前对其他非上市公司（除重点排污公司）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和有效监管，也缺乏能够对绿色企业进行认证，并量化评估绿色项目带来的环境效益的权威第三方机构。


  而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目前还没有实质的强制性绿色信息披露机制。尽管当前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已针对银行、保险、基金等绿色金融核心参与方提出了相关政策指导，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强化ESG信息披露，以及基金管理人提交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等，但整体来看，我国多数地区的银行、资管和PE/VC等股权投资机构仍缺乏强制性的绿色信息披露机制，未明确所持资产、资金投向比例、运作模式、发展目标等可量化的绿色考核指标，同时对于机构资金的实际投向、投资效益等也未实行有效的监管和考核。


  绿色信息披露未理顺企业、金融机构与监管层的关系


  绿色信息系统的建立需要企业、金融机构和各级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的紧密合作。然而，我国尚未厘清各部门关系与应承担的信息披露责任，未形成完善的绿色信息监察与共享网络。


  中国绿色信息系统的构建面临着激励缺失、责权不清的困境。企业、金融机构和监管层在绿色信息披露中扮演着相互影响的重要角色，一环的落后就可能导致整个信息系统的连锁失效。企业主动披露绿色信息的意识不足，为监管层的披露机制设计带来挑战，监管层披露要求的不统一给金融机构的绿色评估增加了难度，而金融机构因信息不充分，对绿色金融产品的投资积极性较低，不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此外，我国绿色信息网络中各方的关系和责任尚未厘清，如目前很多金融机构承担了本该由企业负责的信息披露审核环节，使其投资绿色项目的成本变得很高。如果未来企业和第三方能够分担这一成本，那么整个绿色信息和投资流程将运行得更为顺畅。


  企业、金融机构、监管层之间缺乏环境数据共享机制。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第三方机构和企业之间无法对所收集到的环境相关信息进行有效共享，同时我国环保部门也未与我国金融机构进行数据共享，这些现状不利于构建信息充分的绿色投资市场。部分机构往往以机密为由拒绝披露信息，但未来绿色发展方向明确，绿色信息终究要披露，早披露有利于早发现问题、早完善制度建设，能够减少环境和其他风险带来的损失。


  金融机构对绿色发展“引导”不足


  国内金融机构的“引导”行为有待加强


  实体企业的绿色转型离不开银行、保险、投行、资管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然而我国金融机构在投资活动中融入绿色投资理念的比例仍然较低。根据MSCI（明晟）发布的《2021年全球机构投资者调查》报告，来自加拿大、日本、欧洲的投资经理受访人，在资产管理过程中采用ESG框架的比例分别为75%、59%、56%。然而2019年，在中国的基金管理机构中，开展ESG投资实践的比例仅为16%。[14]


  此外，保险资金、养老金、社保基金等资金具有进行长期投资的导向，与部分绿色项目及绿色企业发展周期长的特点天然匹配，而我国长期资金在绿色投资领域的参与度同样明显不足。在海外成熟市场，长期资金，特别是养老金、保险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由于规模大、投资期限长、存在委外管理需求的特性，成为ESG投资领域的领跑者，其投资理念和对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要求，往往会对整个市场产生旗帜作用。而我国长期资金开展ESG投资则较为谨慎，根据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仅有两家养老金机构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中国保险和养老金机构在ESG投资意识方面刚刚进入起步阶段。


  金融机构缺少发挥“引导”作用的协调机制


  中国金融机构目前缺乏有引导作用的协调机制，有可能削弱金融机构引导企业绿色发展的能力。以商业银行为例，其往往可以通过两个措施来引导企业绿色转型：一是对于绿色企业或项目给予信贷支持；二是限制非绿色项目（例如高碳排放产业）的贷款，使其退出“两高一剩”领域。然而，目前银行引导企业绿色发展主要依赖银行的自愿性（比如加入赤道原则），这可能导致部分银行为了追逐短期经济利益，给其他银行拒绝提供贷款的高排放项目提供资金，阻碍其他银行引导企业的绿色发展。而统一的协调机制，有利于约束商业银行的行为，共同引导资金投向绿色环保项目。


  化挑战为机遇，中国绿色金融如何补短板


  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路线，对中国而言既是约束也是机会。中国绿色金融需要在服务和引导好实体经济绿色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于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短板、海外发展经验以及减碳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对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制定统一的中国绿色标准


  绿色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面临多头监管、规定不完善、与国际兼容性差的问题，这也意味着需要对未来的绿色金融标准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首先，促使绿色金融产品标准更加明确和系统。短期来看，政府相关部门或需首先建立各类金融产品的统一界定标准；中长期来看，应建立系统性的绿色金融体系框架，降低不同类别金融产品在核心绿色界定标准上的差异，促进各类金融产品均衡发展。其次，标准制定和项目认定应逐步与国际标准兼容。未来绿色信贷可考虑逐步引入国际沿用的可持续性发展相关贷款概念，政府相关部门亦可逐步建立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的绿色债券标准，提升绿色债券覆盖项目深度，建立在外部评估、信息披露、存续期管理等多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债券体系。最后，大力发展第三方认证机构，适当引入国际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第三方评估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专业第三方机构提供独立认证，可有效提高绿色企业声誉，提升企业和投资机构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视。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融资端和投资端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和信息搜寻成本。引入符合国际标准的第三方评估也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其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进一步助力降低绿色产业融资成本。


  建立有约束力的绿色信息披露机制


  基于我国绿色信息披露发展现状，按照行业属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针对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强制性绿色信息披露机制，构建明确、可量化、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第二，针对绿色债券发行企业，需打破监管壁垒，构建统一的信息披露体系。第三，针对非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绿色产品投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四，针对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等绿色金融市场参与者，建立绿色信息披露机制，量化评估绿色产品的环境效益。


  完善激励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全面发展


  绿色项目融资缺口较大的根源在于项目具有收益率低、周期长、风险大等特征。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政策激励（见表4.3）。一是负债成本端，扩大资金来源和降低负债成本，解决期限匹配和资产端定价问题。二是信用成本端，丰富相关绿色保险产品，由政府出资发起设立担保基金，降低相关银行信贷、信用债违约成本支出，以保险或担保基金的方式支撑信用融资类产品。三是税收成本端，给予绿色投资者税收优惠，提升投资积极性。四是资本成本端，降低绿色产品的资本占用。五是交易摩擦成本端，降低行政环节审批要求，扩大绿色项目退出可能性。


  
  表4.3　正外部性转化为阶段性商业激励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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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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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马俊，《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与案例研究》，2017年；中金公司研究部。


  加强社会绿色理念培养，金融机构“服务”和“引导”并重


  绿色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和资管机构、社会公众等其他主体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需要发挥引导资金进入绿色项目的作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绿色理念的培养。ESG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需要金融机构“引导”发力的领域。参考海外发展经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根据资金和机构的性质，分别通过采用行政监管强制要求和运用市场政策鼓励加入的方式，引导资金流向ESG领域，从而提升公众和资管机构的责任投资和长期投资意识，引导绿色金融体系逐渐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步入市场化运作阶段。其次，鼓励资管机构自愿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政府可通过相关政策鼓励资管机构自愿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或自主建立ESG投资体系，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如为纳入ESG原则的资管机构提供产品申报绿色通道、为机构的考核加分等。


  将环境风险纳入审慎监管政策考量


  在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还要处理好两类环境风险：一是极端气候变化冲击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二是在转型过程中，与传统能源相关的资产可能受到侵蚀，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稳定的风险。


  在管理环境风险的层面，金融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出台环境审慎监管政策，将系统性的环境风险纳入宏观监管框架。以巴西央行为例，其根据各私人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数量设置不同的准备金率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将环境风险因素纳入它们的治理框架，在计算资本需求时阐明对于环境风险的评估。这一举措将环境因素纳入宏观审慎考量指标中，通过提高对碳密集资产的要求内化了它们的转型风险。


  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资产评判标准中增加对环境因素的考量。例如，瑞士和挪威的央行目前已经将ESG指标作为资产投资和抵押的评估条件。挪威央行采用了ESG原则管理政府养老金，购入绿色债券作为自有投资，并明确表示不会购入涉及煤炭能源生产或导致严重环境破坏的公司的相关资产。瑞士央行在购入国外股权时，设置了道德考量标准。类似的原则也可以被运用在央行的抵押业务中，如央行要求抵押品不能对环境有较大危害，或根据环境风险设置差异化的抵押折扣率。


  监管部门需要建立棕色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处理机制，维护绿色转型的金融稳定。由于在绿色发展过程中要防范绿色转型风险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所以为了评估金融系统对环境风险的敞口大小以及绿色转型对其造成的影响，央行需要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金融机构面对冲击的耐受性。在绿色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碳排放资产估值可能面临贬值压力，这将给实体和金融系统带来冲击（转型风险）。上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央行有效推动绿色金融的信息透明化，让环境风险内化为金融风险，使投资者对其面临的投资风险有所了解，还可以据此调整审慎监管框架，将识别出的弱点环节纳入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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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篇


  第五章　绿色技术：从量变到质变


  摘要


  能源是工业的基础，化石能源塑造了目前各国的能源和工业体系，而在碳中和目标下，各国将需要大幅改变能源结构实现净零排放，这在本质上是一次对能源的革命。碳中和技术的主线是能源供给端的变革，没有能源零碳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性作为基础，消费侧的应用将无从谈起。而根据对电力、非电能源领域绿色溢价的测算，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实现碳中和仍然难度较大、成本过高，因此降本是未来能源技术发展的主旋律。在长时间维度下，不同能源技术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本章从降本潜力的角度分析不同技术的发展可能性，以碳中和时间目标和资源为约束去看技术路径的发展。最终碳中和技术将以成本下降为主要推动力，电力领域的“光伏发电+储能”于2028年实现较火电的平价（即绿色溢价=0）将是重要节点，在非电领域先以电气化率推动公路交通、建筑和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降低，然后通过氢能和碳捕捉分别实现在交通运输和工业领域最终的零碳排放改造。虽然用4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对中国而言是艰巨的任务，但是40年对于技术发展来说也是不短的时间，存在技术上的突变可能性。如果核能、碳捕捉技术出现核安全以及碳使用上的超预期突破，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技术发展路径。如果光电转换效率能突破目前预测的30%的路径，也将带来氢能成本的进一步下降。[1]


  技术突破与碳中和


  为什么需要技术突破


  在完成减排任务上，能源活动是大头。根据中金宏观组的碳排放统计，能源活动占我国碳排放总量（计入碳汇前）的90%。当前技术水平下，能源与工业领域的碳中和转型成本高，需要通过技术降本，才能收窄绿色溢价。根据我们与各行业组的测算汇总，2021年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为17%，非电能源供应的全行业绿色溢价比例约为175%。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目前清洁能源成本仍然较高，如果无技术进步，就需要社会承担巨大的转型成本。目前清洁电力仍有效率提升的空间，绿氢以及碳捕捉技术仍需要进一步提升成熟度和产业化应用程度，从而依托规模效应、材料替代、效率提升这三条核心技术路径降低成本。


  技术变化将带来成本的变化，根据风电光伏企业的销售数据，我们测算过去10年（2010—2020年）随着非化石能源的技术进步，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分别下降了34%和89%（见图5.1），相当于累计装机容量每上升一倍，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7%和13%，而相比之下应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成本震荡持稳，国内煤价由于供给减少而从2015年的低点反弹约45%。中国能源供应历来注重成本优势（我国2018年销售电价较全球发达国家低14%~64%），随着新能源成本的下降，我国目前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传统燃煤发电，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


  因此，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更需要各种碳减排和碳中和技术在未来40年完成从技术成熟到产业成熟的蜕变，帮助中国实现一条可行的碳中和路径。当前，各行各业的绿色溢价仍然较高，脱离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碳中和转型会因面临过高的社会成本而变得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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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过去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中的成本变化

  


  资料来源：BP,Solarzoom，风电公司、光伏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哪些是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碳中和的，哪些是技术无法改变的


  没有零碳排放的能源供应就难以实现碳中和，能源技术发展是碳中和的基础。除此之外，由于目前新经济主要依赖电力作为能源消费，所以如果在电能领域率先实现零碳排放，也将使我国摆脱碳排放对于电能消费的约束。虽然能源供应基础取决于技术，但是终端客户选择什么样的能源消费模式则需要政策的引导。除成本以外，能源消费还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能源技术平价并不等于企业自发向零碳技术转型。因此，在与个人消费相关的领域，包括交通、采暖等，不仅需要供给侧技术的进步，更需要政策对于需求侧的引导。


  碳中和的技术路径是什么，有哪些约束


  在2020—2060年的技术发展路径选择上，满足能源转型经济最优意味着技术选择从易到难。在技术成本之外，资源约束和应用场景也会影响需求侧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


  电力零碳排放先行，多能互补降低发电成本。在电源技术选择中以“光伏发电+储能”为主体，但是多元互补的智能电网技术同样重要，它能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整体成本更低，政策上应加大对电网储能技术的应用支持，加速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提升。非电领域的碳中和技术选择取决于各种能源使用场景。不同于电能，非电领域各个能源使用的场景差异较大，并且应用技术并不完全兼容，所以需要用不同能源技术对应不同领域。我们从成本下降路径的测算来看，氢能公路交通或将在2035年实现可接受的成本，工业领域更可能通过碳捕捉最终实现碳中和。


  碳中和技术路径的总结：形成以“光伏发电+储能”为主的电能供应，以及氢和碳捕捉共存的非电供应技术格局。首先通过多管齐下的节能减排技术完成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然后采用以光伏发电为主的多能互补模式达到电能零排放的目标，并在非电领域如公路铁路交通，以及建筑和部分工业领域，通过电能的清洁和成本优势推动电气化率提升，随后在无法电气化的领域，以氢能和生物质燃料实现重载交通、部分航空航运、部分化工行业的零碳排放，最后以碳捕捉实现余下大部分工业领域的零碳排放。


  碳中和技术路径的政策内涵：从目前推演的技术来看，虽然未来不排除技术突变的可能，但是氢能工业供热等领域并不能在现行技术路径下实现平价，因此部分行业的绿色溢价可能会一直为正，需要政策强力推动碳中和的实现。政策上，首先应结合非化石能源发展通过提升电气化率解决一部分非电能源的碳排放问题，然后以两个20年为周期推动氢能和碳捕捉技术的产业化与规模化，实现最终在各个领域应用零碳技术的经济性和可行性。实现能源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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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实现能源碳中和的技术路径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成本下降是技术发展的试金石


  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在能源技术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哪些差异？


  对于碳达峰这一目标，需要选取的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碳排放量的技术。而对于碳中和这一目标，其对技术的要求更为苛刻，我国自然森林具备一定的负碳吸收能力，但能源密度和总承载量相对较低，因此在“能源+工业”领域必须使用零碳技术，甚至是负碳技术，才能实现中国碳中和的最终目标。长时间维度上不仅要看目前的技术成本，更要看技术的潜在降本能力。


  技术降本的三种效应


  回溯能源技术的发展历史，技术的成本下降主要来自规模效应、材料替换、效率提升三个方面。尽管过去经历较多争议（且争议仍然存在），但光伏、电化学动力电池、氢能等能源技术都在高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能源技术因其制造业属性，区别于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会因需求增加而导致成本上升的资源属性，从而同时具备了在规模效应、材料迭代、效率提升三个维度降低成本的能力，在未来能源技术的选择中举足轻重。电力能源、非电力能源碳中和技术的多维度比较情况见图5.3。


  综上所述，节能减排类的技术或将更多作为未来10年碳达峰的助力，当前已基本具备了成本可行性和技术可得性。零碳技术中，清洁发电当前的使用成本排序是水电<风电<光伏发电<核电，电网灵活调度资源的使用成本排序是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但光伏发电和电化学储能同时具备规模降本、材料降本、效率降本三个成本下降路径，其成本下降速度有望优于其他电源选项。零碳的非电能源技术方面，氢能和碳捕捉在技术成熟度和当前成本方面各有千秋，均尚未达到商业化可用水平，但氢能具备规模降本、材料降本、效率降本三个成本下降路径，碳捕捉也具备规模降本、材料降本两个成本下降路径。在碳中和关键期，或有望凭借电解水路径中光伏发电成本的快速下降，实现制氢成本的快速下降，从而达成氢能在公路交通领域较传统能源的平价，实现技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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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电力能源、非电力能源碳中和技术的多维度比较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工具箱有哪些当前和未来的选项


  碳减排技术：主要包括降低能源消费，以及切换到更低排放的能源技术


  火电厂技术降低煤耗。火电厂可以通过增加全厂热效率到45%来降低煤耗从而减少碳排放，过去10年我国供电煤耗下降了27克/度电至306克/度电，以2019年4.6万亿度煤电发电量测算，相当于减少碳排放3.2亿吨（约为2019年全国碳排放量的3%）。参考我国目前最先进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火电厂已经达到265克/度电的供电煤耗水平，进一步降低火电厂煤耗41克/度电，有望减少碳排放4.7亿吨。


  煤改气技术。以农村采暖为代表的散煤使用，除了带来硫、氮等污染物排放，也使碳排放增加且分散。中金大宗商品组测算，如果以天然气替代每年约2亿吨的散煤取暖，那么可以减少碳排放2.3亿吨。


  工业节能技术。“十三五”期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5.6%，以此推算约减少碳排放2.4亿吨。参考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设定的目标，我们测算到2025年工业能耗可以实现再下降14%，以此推算约可减少碳排放2.2亿吨。


  家电节能技术。在保障家庭用户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居民用电量增长趋势难以扭转。但根据中金家电组的估算，通过推动家电能效标准提升，预计可以让居民用电量年均增长率下降2.4个百分点，对应2021年可节约用电量368亿千瓦时（减少3.2%），相当于减少碳排放3670万吨。


  人造肉技术减少畜牧业动物的碳排放。中金农业组测算，如果以人造肉全面替代畜牧业动物蛋白供应，可减少碳排放1300万吨。如果考虑大豆生长过程中光合作用带来的碳累积，则可能进一步带来负碳吸收效果。


  火电灵活性改造技术。火电灵活性改造虽然可能小幅增加火电厂本身的度电碳排放，但是能帮助电网消纳更多的零碳非化石能源，同时降低火电厂整体的利用小时水平，因此从整体系统层面来看，也具备碳减排的效果。


  碳中和技术：可以实现零碳和负碳排放的技术


  电力行业的零碳技术成本下降预测如下。关于零碳的电力技术的发展，目前电化学储能还在应用初期，学习曲线下成本优化空间最大；光伏发电受益于规模效应、材料替换、效率提升共振，有望在未来10年间再缩减一半成本；风电的利用效率已接近极限，未来10年通过材料国产化、捕风面积提升还有20%~30%的降本空间；核电的批量化、国产化生产有望带来超过10%的投资成本节省；水电受制于厂址资源的稀缺性，成本下降空间较小。电力碳中和技术成本下降预期及核心驱动力见表5.1。


  
  表5.1　电力碳中和技术成本下降预期及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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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2020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风光水核公司公告、高工产业研究院、艾意凯咨询的数据，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注：表中“+”表示成本下降速度，“+++”表示下降速度最快。


  光伏发电成本预测。到2030年，钙钛矿技术有望带动组件效率提升到35%，其中组件成本约为0.9元/瓦，BOS（平衡系统）成本可降至0.8元/瓦，综合作用下到2030年资本支出水平可降至1.6元/瓦。假设利用小时水平保持不变，到2030年，西部光伏发电成本有望降至0.15元/千瓦时，东部光伏发电成本亦有望降至0.20元/千瓦时。


  风力发电成本预测。到2030年，陆上风电成本或降至0.21元/千瓦时（基于利用小时提升至3500小时、造价降至5.8元/瓦的假设），海上风电或有望降至0.40元/千瓦时实现平价上网（基于利用小时提升至4000小时、造价降至12.5元/瓦的假设）。


  水力发电成本预测。水电是中国目前度电成本最低的电源之一，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云南、青海、甘肃、新疆的水电上网电价均在0.25元/千瓦时以下。目前国内水电设备成本已经趋于稳定，参考水电公司披露的资本开支，“十四五”时期往后投产的水电机组单瓦造价或将整体上行至10~15元/瓦，此外，上游水库通过区域联合调度可以提升全流域的利用小时，总体而言水电度电成本将保持平稳。


  核能发电成本预测。目前发展的三代核电成本高于0.35元/千瓦时（根据电力公司公告进行测算，国产化三代技术华龙一号的单位投资成本约为16.4元/瓦，基于60年运行周期和7500个年均利用小时）。未来降本主要由三代核电设备国产化、批量化生产、设计优化，以及控制建设周期带来，业内目标是，三代核电的投资成本优化至接近二代的12.3元/瓦水平。


  生物质发电成本预测。当前生物质发电成本较高，考虑300元/吨的秸秆成本、10元/瓦的投资成本以及7900小时的利用小时，成本仍有0.73元/千瓦时。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研究，生物质发电的设备降本空间不大，我国生物质的总体资源量受限于农林畜牧产出量、粮食安全要求以及运输半径（秸秆更低的能量密度带来运输费用更高的占比），所以成本或可保持平稳。


  抽水蓄能成本预测。若得到电网的充分调度，理论上我们测算抽水蓄能的成本可以做到低于0.2元/千瓦时（考虑到75%的循环效率、6元/瓦的投资成本，以及2500的放电小时数），有较好的经济性（当前实际调度中年利用小时往往不到1000，具备较大的改善空间）。与水电类似，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成本较难压降。


  电化学储能成本预测。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电化学储能成本已经实现了快速下降，但目前仍然在0.6~0.8元/千瓦时（基于0.7元/瓦时的电池系统成本、1.7元/瓦时的系统总成本，以及5000次循环）。到2030年系统成本或有望达到1元/瓦时。此外，电极材料选择以及运维技术的提升有望带动循环寿命增加至10000次以上，电化学储能的成本可以降至0.3~0.4元/千瓦时，具备大规模商用的条件。


  非电能源行业的零碳技术成本下降预测如下。关于零碳的非电技术的发展，电能替代是目前最经济可行的选项，并且未来将受益于清洁电力成本的下降；氢能受益于产业链规模化以及清洁电力电解水制氢，成本有约70%的下降空间；“化石燃料+碳捕捉”的成本下降空间在10%以内，这一技术路径的降本空间受制于化石燃料本身的使用成本；生物质合成燃料当前的技术较成熟，成本取决于作物原料，远期若有原材料成本更低的路线实现技术突破，则成本有约35%的下降空间。非电碳中和技术成本下降预期及核心驱动力见表5.2。


  
  表5.2　非电碳中和技术成本下降预期及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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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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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2020年成本的测算参考市场价格，电能替代取自电力碳中和技术成本，氢能成本来自中金电力电气设备组，碳捕捉成本来自中金化工组，其余测算来自中金公司研究部。


  电能替代成本预测。在我国2020年的电力供应结构下，绿电的终端供应成本（考虑清洁发电、清洁调峰以及输配电成本，到终端用电成本为0.58元/千瓦时）为1900元/吨标准煤当量，随着非化石能源电力成本的下降，到2060年终端用电成本有望降至0.41元/千瓦时，对应电能的成本降至1600元/吨标准煤当量。


  氢能替代成本预测。根据中金电力电气设备组的测算，未来，绿氢相比其他非电能源有更清晰的降本路线。首先，运氢、加氢端设备规模化和国产技术提升有约80%的降本空间，从44元/千克降至8元/千克。其次，制氢端受益于非化石能源未来不断的成本下降，有约60%的降本空间，从22元/千克降至9元/千克。到2060年合计成本有望降至不超过20元/千克，对应的用能成本为3900元/吨标准煤当量。


  生物质燃料乙醇成本预测。根据中金化工组的测算，由于中国自身粮食压力大而受到资源限制，所以此项成本优化空间可能有限。远期若原材料成本更低的技术路径（秸秆）实现产品品质提升，则原材料成本有望降至2000元/吨，同时实现加工成本（包括酶成本）降低至1500元/吨，则成本有约35%的下降空间至约4000元/吨，折合约4500元/吨标准煤当量。


  碳捕捉成本预测。根据中金化工组的测算，到2030年和2060年，碳捕捉的成本有望下降至306元/吨（其中捕捉成本为195元/吨）和262元/吨（其中捕捉成本为163元/吨）。碳捕捉的优势在于，它和目前的化石能源体系完全兼容；劣势在于，不管如何降本都会增加目前能源的使用成本，并且对于终端来说，最终能源使用成本也受限于化石能源成本。


  负碳技术介绍。生物质+碳捕捉：如果以绿色植物（秸秆等）作为燃料，并辅以碳捕捉技术，则有望净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也就是所谓负碳），若碳捕捉成本低于碳价，则这一技术将拥有正收益。


  “光伏发电+储能”、氢能和碳捕捉将成为碳中和技术的主线


  从技术工具箱中选取实现电力、非电碳中和的主线与辅线


  如何选取电力、非电碳中和的技术主线？应从能源的供给端，明确各类电力、非电碳中和技术发展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的可行性，为后续各行业从需求层面出发提供共同的基石。


  技术工具箱中大多数的电力、非电碳中和技术都已具备应用的雏形，远期的成本下降路径也具备一定的可预见性。技术主线选择、技术渗透拐点可以通过几个约束条件进行推演：一是平价的对标条件，即碳中和技术的成本应与哪一种传统能源进行对比、如何对比；二是应用场景，即碳中和技术与当前工艺、设备的兼容性等；三是资源约束，即碳中和技术所需要的原材料资源的可得性。


  总之，测算电力碳中和技术的平价将快于非电碳中和技术。平价是指碳中和技术较传统能源技术的绿色溢价降至零。如图5.4所示，我们测算技术平价的时间线为：2020年，在电力领域，水电、核电已较燃煤发电平价，是清洁零碳、多能互补的电源结构中稳定的基荷能源，在非电领域，单从能源供应的成本来看，我们测算电气化较“传统能源+碳捕捉”已经实现平价；“十四五”初期，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较零售电价的平价，电力消费侧自发开始清洁替代；“十五五”中期，集中式“光伏发电+储能”较燃煤标杆电价的平价，电力供给侧清洁转型势不可当；“十六五”末期，氢能较“柴油+碳捕捉”的平价，非电公路交通领域平稳清洁过渡。氢能在工业领域较“煤炭+碳捕捉”的平价可能较难看到。


  从政策切入时间的角度来看，除了发电侧清洁能源经由过去5~10年的补贴支持已经实现较燃煤标杆电价的平价，并且产业发展摆脱政策拐杖以外，储能、氢能当前都尚未平价，需要政策支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从而推动技术降本至预期的平价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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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电力、非电碳中和的主线技术的平价节点（平价指绿色溢价=0）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各行业组测算数据汇总分析。


  发电碳中和的技术主线推演


  发电侧平价的对标条件：风、光、水、核等主要电力碳中和技术均已实现较传统燃煤标杆电价的平价，未来成本优势有望进一步扩大。


  定义电力碳中和技术的平价节点，要看度电成本何时突破燃煤标杆电价。在发电端，以不同电源的度电成本比较为准则，将零碳电源与2020年电力结构中占主力的燃煤发电进行成本对比。前者成本低于0.37元/千瓦时（目前全国平均燃煤标杆电价，测算的假设基础为燃煤度电成本在未来保持稳定）时，其实现最基本的经济竞争力。


  结果显示，2020年主流零碳电源的度电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核电、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度电成本较燃煤发电分别低5%、17%、25%、34%，仅燃气发电、生物质发电成本较燃煤发电高143%、94%。到2060年，制造业属性将持续放大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优势，其中光伏发电成本40年内有望降至较火电低68%（见图5.5），成为最便宜的清洁电源，其次为风电（低47%）、水电（低34%）、核电（低18%），生物质发电、燃气发电由于原材料获取的资源限制，度电成本或高于燃煤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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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发电侧技术成本排序演变（与火电比较）

  


  资料来源：2020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风光水核公司公告，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注：燃气发电为低碳技术，较传统火电可降低50%的碳排放。


  电网消纳技术的平价对标条件：电化学储能度电成本较难追平抽水蓄能以及火电调峰，但技术的资源可得性倒逼其成为电力碳中和的主线技术。


  从发电到终端还有电网输电环节，电网消纳成本必不可少。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电及光伏发电，在出力的可调度性和可预测性上逊于其他能源。随着可再生能源在未来电力系统中渗透率的提升，若电力灵活性不足，不仅将带来电力系统平衡和安全方面的新挑战，还会使传统电网的模式在成本上难以适应未来电源，甚至导致负荷从可控到不可控的转变。因此，电力灵活性技术的成熟以及成本的下降，对于电力系统碳中和至关重要。


  电网消纳碳中和技术的平价节点：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的度电成本难以实现较火电调峰的平价。在电网消纳端，碳中和技术的平价节点为电化学、抽水蓄能的度电充电成本低于火电调峰（降负荷）的度电充电成本的节点，我们测算出后者的成本为0.14元/千瓦时，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的度电成本基于当前可见的技术路径较难突破这个水平。


  考虑应用场景和开发边界的约束，倒逼电化学储能成为电网消纳的主力碳中和技术。长期来看，根据火电机组的生命周期，2030年后的存量火电，尤其是经过灵活性改造、可以提升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能力的6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将进入退役高峰期，而留存在电力系统中的火电机组，更多是灵活性能力较弱的高参数、低排放的百万千瓦机组，以及以热定电、灵活调节空间有限的热电联供机组，火电可以提供的电网消纳能力开始减少。此外，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研究，全国经济技术可开发的抽水蓄能容量约为120吉瓦。我们测算随着风电、光伏发电的电力渗透率达到30%以上，电力系统的固有灵活性资源将不足以匹配可再生电力消纳的需求，会倒逼电化学储能成为电网消纳端碳中和的主力技术。


  综合考虑“电源+电网”消纳，“光伏发电+电化学”储能较燃煤标杆电价的平价将在2028年到来，2060年成本略高于水电、核电，但“光伏发电+储能”技术的应用灵活性、资源可得性使其更有能力担当电力碳中和的主力大任。


  定义电力碳中和技术的平价节点，要看“发电+电网”消纳合计的度电成本何时突破燃煤标杆电价。如图5.6所示，2020年光伏发电、风电的“发电+电网”消纳成本分别较火电高77%、69%（假设50%的储能配比），高于具备主动调节能力、不给电网造成消纳压力的核电和水电。“光伏发电+储能”的度电成本或有望在2028年前后追平火电的0.37元/千瓦时，此后火电进入自然退役高峰，有望实现“光伏发电+储能”替代火电的平稳过渡，避免出现成本反弹，并在2060年实现41%的成本节约。而核电、水电不带来电网消纳压力，在2060年度电成本较燃煤标杆低18%、34%，经济性与“光伏发电+储能”技术相当。


  
    [image: ]

    图5.6　“发电+电网”消纳技术度电成本的时间序列对比（考虑50%的储能配比）

  


  资料来源：2020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风光水核公司公告、高工产业研究院、艾意凯咨询的数据，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注：燃气发电为低碳技术，较传统火电可降低50%的碳排放。


  考虑应用场景和开发边界，光伏发电具备更为灵活的开发形式及最充沛的资源量（见图5.7），因此，尽管“光伏发电+储能”的成本较核电、水电并没有绝对的领先优势，但其更有望成为电力碳中和的主线技术，而水、核、风可以作为互补的辅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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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7　我国零碳电源的资源量潜力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局，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圆球大小表示资源量规模，光伏发电资源量规模大于其他能源，仅显示1/4球体示意。


  应用场景：“光伏发电+储能”可采用分布式开发，省去电网输配成本，平价对标条件比集中式更加宽松。


  开发边界：光伏发电技术可开发资源量远多于其他清洁能源形式，能够打开能源需求的天花板。


  非电碳中和技术的应用潜力评估


  单单碳捕捉不存在平价的概念。基于对技术降本的基准预期，与“传统能源+碳捕捉”对比，电能替代已基本平价，氢能在陆地交通领域的竞争力有望在2035年前后出现，生物质燃料及氢能在工业、航空领域的平价或较难实现。


  电气化。根据中金各行业组测算的数据，电力供应转换为标准煤的单位成本约为1900元/吨标准煤当量，已经低于天然气、“柴油+碳捕捉”的路线（2020年分别约为3600元/吨标准煤当量、6000元/吨标准煤当量），与“煤炭+碳捕捉”基本相当（2020年约为1700元/吨标准煤当量），后续受益于清洁电源的成本下降，成本将保持经济性。


  氢能。根据中金各行业组测算的数据，氢能在陆地交通领域有望在“十六五”末期实现较“柴油+碳捕捉”的平价（平价点约为5500元/吨标准煤当量）；氢能在工业领域较“煤炭+碳捕捉”（平价点为1200元/吨标准煤当量），以及航空领域较“航空煤油+碳捕捉”（平价点为2500元/吨标准煤当量）的成本平价在2060年内较难实现。


  生物质燃料乙醇。根据中金农业组测算的数据，生物质燃料乙醇的价格有望从2020年的近7000元/吨标准煤当量到2060年降至约4500元/吨标准煤当量，仍高于“航空煤油+碳捕捉”约2500元/吨标准煤当量，无法实现成本平价。


  从平价成本反推，如果能实现更高的光伏发电效率和更低的电能成本，则氢气终端价格将可能降至12.5元/千克、5.8元/千克（2060年基准预期为18.8元/千克），将实现航空和工业的平价，而这需要对应光伏电力成本降至0.02元甚至零成本每度（2060年基准预期为0.12元每度）。因此，要在终端实现航空和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用氢可能存在一定难度，除非制氢、存储、运输成本均得到突破，否则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终端应用碳捕捉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更高。


  等热值电气化、氢能、生物质燃料与传统能源的成本比较见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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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等热值电气化、氢能、生物质燃料与传统能源的成本比较

  


  资料来源：2020年成本的测算参考市场价格，碳捕捉成本来自中金化工组，氢能成本来自中金电力电气设备组，电能替代取自电力碳中和技术成本，其余测算来自中金公司研究部。


  除了能源技术供应端的降本，还涉及技术渗透的催化，在能源应用端这需要依靠应用场景和应用边界的突破。


  应用场景：电气化、氢能替代与当前主流工艺的不兼容问题。碳捕捉仅适用于固定生产装置。


  应用边界：生物质燃料制备的原材料获取局限性。


  政策建议：加强技术研发保护，支持新技术产业化


  第一，政策支持更清洁、更高效的能源形式，开放多种技术同台竞争，最后由市场决定主要技术方向。政策的制定需要给出技术前进的方向共性，在低碳清洁能源发展主线中，政策应点出具体要求，例如重点支持零排放，以及效率更高、具备“弯道超车”可能的先进技术，扩大我国顶层设计的制度优势。然而，从过去的经验看，需要允许多种技术路径同台竞争，留出竞争空间。市场始终是最终的裁判，通过技术进步、成本竞争，由终端用户做出选择。


  第二，技术从引进吸收到超越，需要专利保护。由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未得到高度重视，所以部分企业只能将研发中心放在海外，这不利于我国未来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发展。应该强化专利保护的政策，将研究成果及时申请专利，支持和保护在技术发展上不断投资的优秀企业，最终实现在能源技术上的整体“弯道超车”。


  第三，电力应重点推广非化石能源应用技术。重点推动储能和电网相关技术大规模应用。随着非化石能源占比不断提升，储能技术能否与之配合非常关键。一方面，储能技术和动力电池略有不同，该技术对于能量密度要求较低，而对循环次数要求更高，并且安全性尤为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能市场，则难以对其进行优化。另一方面，电网从过去的“电源可控，负荷不可控”到未来的“电源和负荷均不可控”的模式，不仅需要政策理顺成本，也需要技术应用来降低电网的备用冗余，进一步提升电网效率，优化供需匹配。政策端应该重点推广智能电网技术的试点，给出导向。


  第四，非电能源需要支持新技术产业化，在合适时间推出激励政策。非电能源成本较高，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刺激终端应用。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技术达到产业化以及应用成熟分别需要约20年的时间。当前非电领域，会形成氢能、碳捕捉和生物质多种技术并行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但与电力不同的是，氢能的应用并不能和目前的传统能源应用技术兼容，因此在政策方面应考虑同步支持相关的配套技术。


  光伏发电“领跑者”项目是可复制的成功案例，能帮助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推出试点项目，在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帮助技术渡过难关。光伏发电行业的技术发展，正是通过“领跑者”项目给高效产品、先进技术提供了舞台。与此同时，“领跑者”项目享受配套的利好政策，包括土地、接网等的便利，最大限度降低非技术成本，使项目本身能够专注于对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和发电效率提升的相关探索。


  那么政策支持应该何时介入？通过复盘海外案例和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初始阶段的补贴政策，建议当非电技术（氢能、碳捕捉）较传统能源的成本溢价下降至接近200%时，通过政策进行支持。


  回顾德国（2000年）和日本（2012年）分别提出的光伏发电度电补贴政策，可以看到补贴电价较标杆电价的溢价分别是163%和250%。另外，回顾中国对陆上风电（2009年）、光伏发电（2013年）和海上风电（2014年）明确度电补贴政策的时点，补贴电价较燃煤标杆电价的溢价分别在45%~68%、120%~254%和89%。可以看出，各国普遍在当初高成本的光伏发电成本溢价接近200%时，通过有效的补贴政策促使后续光伏发电成本劣势不断减少，最终实现光伏发电较传统电源平价甚至低价的情形。因此，当相关非电技术（氢能、碳捕捉）较传统能源的成本溢价接近200%时，就可以通过政策进行支持，推动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成本下降。


  潜在的超预期能源技术


  第一，若碳捕捉技术成功降本带来经济性，则对氢能技术开发的需求可能下滑。当前非电领域的碳中和技术主要为碳捕捉、氢能及生物质。碳捕捉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融合当前能源技术，仅需在尾端加上碳捕捉装置，帮助中和排放，在应用上较氢能更便捷；而劣势则在于对目前封存成本的控制，并且总体的零碳成本（传统能源+碳捕捉）受制于其中传统能源的成本。如果碳捕捉技术能在应用上找到新的突破口，那么其成本将会大幅下降，并且由于其兼容目前的能源和工业体系，所以将加速碳中和的到来。


  第二，若第四代核电技术升级能显著增强固有安全性，则其使用率有望大幅提振，或对电力结构产生影响。作为清洁、高效的基荷电源，核电的重要性、功能性不言而喻。然而，核电建设的“邻避效应”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安全运营是核电行业的第一要务，也是核电技术研发的重心和目标。如果核电可以在设计上实现固有安全性（事故条件下的自动停堆），那么它在应用上也将会有大的发展。长期来看，核能仍然是人类可以使用的能量密度最高的能源，而太阳本身也是核聚变反应，因此，如果能实现可控核聚变，就会引爆新一轮的能源技术革命。


  第三，光伏发电效率还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前文在光伏发电的成本预测中只考虑了目前技术路线可以到30%的钙钛矿技术，没有考虑未来“聚光+多结”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因此从转化效率来看，并不排除未来经过长期的技术进步，最终出现光电转换效率达到40%以上的光伏发电技术的可能性。如果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超预期，就能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和更多的能源使用。


  慢于预期的风险点


  第一，电网消纳技术可能慢于预期。在当前中国的电网架构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可能会对局部电网平衡造成冲击，这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瞬时出力的波动性、日间曲线的波动性以及季节间资源水平的波动性。近几年在风光可再生电力渗透率高的市场，如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州，都出现过极端气候下有关电力系统平衡安全的风险事件，对电网瞬时平衡能力提出了众多挑战。短期来看，为解决这一问题，增加和释放电网灵活性就成为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的关键。电力系统可以通过鼓励火电、抽水蓄能等电网灵活性资源的释放，加强区域、全国联网调度，但难点在于，需要电力系统对于灵活性需求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并设定及控制电价信号。


  第二，氢能技术应用发展可能慢于预期。氢能技术并不兼容目前的技术，若各行业从使用传统能源改为使用氢能，则对自身的技术进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例如在航空运输方面，各国加快研发氢能源飞机，解决难点，要实现氢气在航空发动机中的掺烧需要新的技术突破，同时氢气储存也对燃料箱的设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年9月，空中客车提出了三种零排放液氢燃料客机的概念，该公司预计将在2035年将其投入商业使用。若实际进度慢于预期或最终无法实现，都将给我国的碳中和进程带来一定的影响。


  
    [1] 本章作者：裘孝锋、陈彦、刘俊、王钟杨。

  


  第六章　绿色能源：破茧重生


  摘要


  我国近90%的碳排放由能源领域产生，本章将探讨能源领域的减排解法。能源减排的难点不仅在于其存量体量巨大，更在于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持续追赶发达国家，仍有进一步提升能源消费总量的需求。因此，能源消费增长的需求与碳减排压力的矛盾，是绿色能源的核心难点。我们将从绿色溢价的角度讨论电力能源和非电能源的减排解法，其中电力清洁化以及电能替代在当前已经具备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得性，而氢能等选项在不同用能领域仍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逐步实现经济可替代性。此外，考虑到用能习惯以及用能方式改造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变动和影响，需要对政策层面和社会层面予以引导及支持；对于尚未成熟的氢能等技术，应在绿色溢价收窄到恰当水平后推动其加速发展。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各行业组的测算，预计到2060年70%的能源将由清洁电力供应，约8%将由绿氢支撑，剩余约22%的能源消费将通过碳捕捉的方式实现碳中和。而实现这一变化，需要能源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共同努力。[1]


  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概况


  我国近90%的碳排放来自能源领域，发展绿色能源供应体系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为辅的能源供应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中国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018年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的1/4以上，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下达正是我国自主给出的国际承诺，也为我国融入国际社会实现双循环提供了支持。


  因此，能源行业加快“低碳、零碳”步伐，是我国完成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经济增长保持韧性，虽然单位GDP能耗逐步走低，但能源总需求或将继续上行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我国当前人均GDP水平仅为发达国家的1/6~1/3，我们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可观。中金宏观组预计，GDP增速到2030年、2040年、2050年和2060年将分别达到4.2%、3.0%、2.5%和2.0%。从人均角度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10276美元（见图6.1），较2010年的4628美元实现翻倍以上增长，达成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及人均GDP达10000美元的目标。面向未来，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方针下，我们预计人均GDP有望在2060年达到46559美元，达到当前日本、德国的水平。


  目前单位GDP能耗仍在较高水平，未来有望受益于结构变化、节能等措施而走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328千克标准煤/美元（见图6.2），仍高于发达国家的0.116~0.264千克标准煤/美元。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善，各行业加速单位能耗控制，预计我国单位GDP能耗有望在2060年下降至0.123千克标准煤/美元，较当前大幅回落约63%，低于美国和日本的能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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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人均GDP（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及地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国及地区政府网站，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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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单位GDP能耗（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及地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家统计局，各国及地区政府网站，中金公司研究部。


  即使考虑单位能耗走弱，预计经济增长仍将带动能源消费总量在2060年达到67.3亿吨标准煤，较当前上行38%（见图6.3）。我们预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在2025年、2035年、2060年分别达到57.6亿吨、63.6亿吨、67.3亿吨标准煤，总体保持连年同比增长。但随着单位GDP能耗较低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扩大，能源消费增速将呈现放缓走势，其中2021—202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3.3%，随后在2025—2035年增速放缓至1.0%，再到2035—2060年放缓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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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能源消费总量预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当前能源结构下减排压力艰巨，完成目标需顶层设计和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我国减排任务重、困难多。碳中和意味着我国能源体系必须向更清洁、更安全转型，同时要实现更经济的能源结构。综上来看，能源需求的增长和碳排放量的下降的约束，将使我国完成碳中和目标更具挑战性，在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指引的同时也将加速中国的能源转型，使我国经济最终受益。碳中和目标是在美丽中国概念下实现能源革命战略目标思想的更进一步，将使中国在2060年获得不仅更清洁，而且更经济和更安全的能源结构。中国能源结构情况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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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中国能源结构（2019—2060E）

  


  资料来源：BP Energy，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为四舍五入，因此个别合计数有误差。


  为实现能源碳中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在能源供给端推动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电能成为能源主体，加快提升电气化率，在非电能源领域加速推动氢能、碳捕捉等新技术的应用。根据各行业组对于未来用能形式的推演，预计到2060年70%的能源将由清洁电力供应，约8%将由绿氢支撑，剩余约22%的能源消费将通过碳捕捉的方式实现碳中和。而实现这一变化，需要能源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共同努力。其中供给端将主要依靠电力的清洁化以及非电的清洁化，需求侧则需要推动电力、氢能等新用能形式的落地。


  碳中和能源领域解法：先易后难，以更经济的方式推动转型


  能源行业能做什么？基于电力清洁化快于非电的实际，应提高电气化率以释放电力清洁化红利。


  能源转型是我国完成碳中和目标的基础。若以当前的能源结构、技术条件和成本，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难以承受全部内部化的碳中和成本，虽然化工行业可内部消化成本，但会导致其盈利能力显著下滑，仅一般制造业相对可承受碳中和成本。


  在能源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各种路径中，为什么电力清洁化优先，然后是非电清洁化？


  电力清洁化。清洁能源替代火电成为主力电源是降低电力碳排放的有效选择。预计电力行业在2030年前就将实现绿色溢价率先转负。当前时点，零碳的电力结构已经接近具备经济可行性。即使考虑电网成本，电力能源也有望在10年内实现负的绿色溢价。


  非电清洁化。加快提升电气化率以及节能减排、新技术（氢能、碳捕捉技术），技术突破和政策支持必不可少。非电选项如氢能、碳捕捉在短期内绿色溢价较高，仍不具备可行性。我们测算，我国电气化率最高可以提升至70%，仍有30%需要非电碳中和技术的支持。非电碳中和主要通过碳捕捉和氢能两种形式来完成，两个技术有不同应用场景。根据各行业组的分析汇总，我们测算到2060年碳捕捉的应用比例或将更高，主要用于大宗环节，而氢能的应用则更可能在交通运输、化工行业。我们测算2021年非电能源供应的全行业绿色溢价比例约为175%。假设化石能源的成本不变，随着碳捕捉和氢能成本的逐步下降，绿色溢价比例有望在2030年和2060年分别降至57%和14%，始终有正溢价。这意味着若要实现碳中和，就会增加全社会的非电用能成本。


  如表6.1所示，“电力清洁化+非电清洁化”是实现碳中和的最优解。


  
  表6.1　“电力清洁化+非电清洁化”是实现碳中和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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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电力：以成本下降推动电力向非化石能源为主体转型


  电力行业的碳中和绿色溢价计算


  电力行业的成本计算包括发电、消纳、输配三个环节，对比碳中和情形与基准情形，有三个关键变量：第一，发电侧，电力结构中不同能源形式（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的占比，以及各自的度电成本；第二，消纳侧，不同灵活性电源（火电调峰、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的占比，以及各自的度电成本；第三，发电与消纳的联动，随着发电侧风电、光伏发电渗透率的提升，对于消纳的需求（消纳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也会提升。因此，碳中和情形相比基准情形，不仅是电源成本的变化，更需要考虑电网消纳需求的增长。对于输配电环节，我们假设成本保持固定。基于这一准则，我们测算电力行业在2030年前就可实现绿色溢价转负（见图6.5）。


  2021年当前：碳中和情形较基准情形的度电成本，在发电环节有6%的正绿色溢价比例，在消纳环节有36倍的正绿色溢价，假设输配电成本不变，电力行业合计有17%的正绿色溢价。


  2030年预期：碳中和情形较基准情形的度电成本，在发电环节有17%的负绿色溢价比例，在消纳环节有约5倍的正绿色溢价，电力行业合计的绿色溢价比例转至-4%。


  中金电新组预计，自2051年起，我国有望实现火电全部退役，电力系统由零碳的水、核、风、光构成，实现电力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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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2021年和2030年电力行业绿色溢价比例

  


  资料来源：2021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风光水核公司公告、高工产业研究院、艾意凯咨询的数据，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发电环节：非化石能源的更低度电成本驱动电源结构的清洁化转型


  2021年，如图6.6左图所示，水电、风电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火电，而核电、光伏发电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还略高于火电，根据火电、水电、风电、核电、光伏发电在发电量中分别占比68%、16%、7%、5%、4%的电源结构，我们测算电力系统的综合度电成本为293元/兆瓦时。而在碳中和情形下，应用2060年的电源结构预期（零碳结构），我们测算度电绿电成本为311元/兆瓦时，碳中和情形下发电端的绿色溢价比例为6%。


  2030年，如图6.6中图所示，我们测算国内光伏发电、风电成本有望降至低于水电、核电，即清洁电源的成本全面低于火电，根据中金电新组预测的2030年电源结构（火电、光伏发电、风电、水电、核电在发电量中占比分别54%、14%、13%、12%、7%），电力系统的度电成本在257元/兆瓦时。而在碳中和情形下，应用2060年的电源结构预期（零碳结构），通过类似的计算方式得到度电绿电成本为213元/兆瓦时，由于风电、水电、核电、光伏发电成本全面低于火电，这一时间节点碳中和发电端的绿色溢价比例转至-17%。


  2060年，如图6.6右图所示，随着2030年往后清洁电力成本全面低于火电，以及火电机组的到期退役，中金电新组预计发电端的碳中和转型将自发实现，因此到2060年，电力系统将实现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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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度电成本构成拆分（电源成本排序指导电源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2021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风光水核公司公告的数据，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消纳环节：电力结构将保持多能互补，帮助实现消纳成本最优化


  新能源渗透率提升带来消纳压力，电网灵活性调度带来额外电网成本。通过复盘海外市场发展经验，我们注意到消纳成本（以度电发电摊销的辅助服务成本来近似）会随着“风电+光伏发电”在发电结构中的渗透率提升而增长，在不同的电力市场设计机制下，其比例可以达到10%~20%，构成电力系统显著增长的一部分成本，延后“发电+电网”消纳的绿色溢价降至零的时间点。电力结构保持多能互补，或有望帮助实现电网消纳成本最优化。度电消纳成本构成拆分见图6.7。


  火电灵活性调峰会带来最低的电网调度消纳成本，因此火电可能不会过快退出电力系统。


  通过智能电网调度实现多能互补（见图6.8），也是有效降低消纳需求和成本、减少“发电+电网”绿色溢价的重要手段。


  电化学储能若能在政策支持下实现技术突破，在成本端实现超预期下降，对消纳环节降本将是重大利好，能加速电力清洁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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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度电消纳成本构成拆分（消纳成本排序指导消纳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2021年度电成本的测算参考高工产业研究院、艾意凯咨询的数据，并对标国家能源局、各区域电网披露的电价水平；2030年度电成本为中金公司研究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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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风电、光伏发电日度互补性，多能互补降低储能需求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非电：电气化、氢能、碳捕捉多管齐下，完成能源转型


  我国电气化率最高提升至70%，仍有30%需要非电碳中和技术支持


  从各行业细分情况来看（见图6.9），电气化率的提升主要将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交通运输仓储（新能源车、铁路等）、生活消费（采暖）三方面。我们估算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非电能源消费占比约54%，但是在能源使用中，部分使用形式需要更高的能量密度、长期的储存以及燃烧释放热能的形式，无法用电取代。结合中金各行业组对于未来用能形式的预测，我们汇总得到2060年预计的电气化率最高将升至70%，仍将有30%的能源无法被电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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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9　主要能源应用领域的电气化率预期（2017与2060E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金公司研究部各行业组。


  非电领域：氢能和碳捕捉是可行的碳中和技术


  非电碳中和是迈向能源碳中和的最后一步。目前只有通过碳捕捉和氢能两种形式来完成，碳捕捉的应用比例或将更高，并且主要应用在大宗环节，而氢能的应用则可能在交通运输、化工领域。两个技术有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同步发展。


  工业上碳捕捉更为合适。对于部分工业（化工、金属与非金属冶炼、造纸等行业）需要通过燃烧能源的使用形式也难以被电能满足。碳捕捉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融合当前的能源技术，仅需在尾端加上碳捕捉装置，帮助中和排放，在应用上比氢能更便捷，不需要针对氢能应用新的工业生产技术。


  交通运输、化工领域用氢能或许更有优势。可以看到，在能源的利用领域还是有很多的能源需求无法用电来替代的，不仅仅是电力的成本问题，也是其利用能源的形式所致，比如长距离交通领域（航空和航运）的能源使用难以通过电能实现。而拥有高能量密度的氢能，可能是最可行的非化石能源替代解决方案。


  2060年氢能和碳捕捉或将分别达到22%和8%


  氢能


  基于几个重点排放行业的减排测算累加，在2060年碳中和中性及乐观情形下，我们汇总得到氢能消费量将分别达到1.1亿吨和1.3亿吨，折合5.4吨和6.5亿吨标准煤消费量，相当于贡献2060年能源消费总量的8%~10%。


  交通领域。氢燃料电池适合对占用空间要求不高、长续航的交通运输场景，例如公路、重卡和航空。这主要是因为氢能具有高质量能量密度和低体积能量密度的特点。同时其较快的充能速度有利于商业化应用。根据中金交通运输组的测算，乐观情形下氢能重卡有望全面转用氢能，而航空、航运业也有部分能源消费可转为氢能。


  化工领域。合成氨与甲醇工业是主要的氢能替代场景，其中合成氨工艺逐步从AEC（碱性电解水）过渡到PEM（质子交换膜电解水）以及最终的SOEC（固体氧化物电解水）路线，从而实现氢能对于化石原料、燃料的完全替代。而甲醇工艺也将经历类似的迭代历程。


  一般制造领域。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一般制造业各门类有望逐步提升集中度，减少企业数量。而随着企业数量的减少，集约化、先进生产工艺将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碳捕捉


  根据当前工艺路线预测角度，部分行业的化石原料、燃料无法用电能或氢能取代。因此，基于各行业组测算反推，可能需要保留约22%的化石能源消费，相当于13.4亿吨标准煤，等价于34亿吨碳排放。


  水泥。根据高长明等学者的预测，全国水泥工业的TSR（热量替代率）将在2030年达到25%，在2050年达到70%。但即便在工艺技术迭代假设下，单吨水泥在碳酸钙工艺环节仍将释放0.36吨碳，燃料阶段也仍有0.18吨碳排放。即使考虑凭借循环利用和整体基建开发减少推动水泥总产量，剩余二氧化碳仍将需要通过碳捕捉来抵消。


  钢铁。从潜在技术路线角度，如果用高炉直接还原铁，消除化石燃料使用存在一定可行性，但从工艺角度来说也有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中金大宗商品组仍然基于需要化石燃料，以及作为化石原料的重要还原剂的焦炭的情形进行碳中和测算。


  铝。由于氧化铝工艺无法避免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以需要通过碳捕捉来抵消。


  非电碳中和技术成本对比及绿色溢价测算


  如前所述，在碳中和场景下还有约30%的能源消费在形式上无法被电气化。非电能源消费中，约33%可以通过氢能替代实现零碳排放，其余将保留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形式，通过末端碳捕捉来中和。基于这些假设，对比碳中和情形和基准情形，我们测算2021年非电能源供应的全行业绿色溢价比例约为175%。假设化石能源的成本不变，随着碳捕捉和氢能成本的逐步下降，绿色溢价比例有望在2030年、2060年降至57%、14%，始终有正溢价。这意味着若要实现碳中和，全社会的非电用能成本将会增加。


  到2060年，氢能单位成本会由2021年估算的13000元/吨标准煤（煤炭、石油、天然气根据当前消费结构加权平均在2400元/吨标准煤），降至4000元/吨标准煤，但仍高于传统能源加权平均值，构成绿色溢价。


  到2060年，每吨碳的捕捉成本将由2021年估算的465元降至262元，由于碳捕捉加装在传统能源工艺末端，所以相较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基准情形，碳中和是一道额外的成本，永远构成绿色溢价。


  我们测算氢能较“柴油+碳捕捉”更能实现成本优势，“煤炭+碳捕捉”“天然气+碳捕捉”则较难实现（见图6.10），因此在使用柴油的场景中，更可能实现氢能替代。根据对海外经验和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初始阶段的补贴政策的复盘可知，当非电技术（氢能、碳捕捉）的成本溢价接近200%时，就需要通过政策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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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0　非电零碳能源的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各行业组测算数据汇总。


  政策建议：以电改加速非化石能源消纳，以产业化推动非电技术突破


  电力领域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应着力解决电力系统对新能源消纳的稳定性问题


  第一，完善能源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完善能源辅助服务市场是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政策路径，在电储能经济性尚且不足的情况下，完善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可能是更优解。可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完善能源辅助服务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合理的回报吸引电力系统存量的灵活性资源（主要是具备主动功率调节能力的火电、抽水蓄能、储能及需求侧响应）参与电网的调度，在可再生能源出力高的阶段降低灵活性资源的负荷，从而减少可再生电力的弃用。


  第二，启动现货市场交易体系。启动现货市场交易体系的同时还要做好机制配套。电力现货市场交易可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实时供求关系，平抑不必要的电力尖峰需求，拉升谷段的电力需求，同时将使得储能峰谷套利的商业模式走通，加速储能需求增长。但完善的现货市场体系的建立非一日之功，并且可能出现现货价格波动不可控的风险。总体而言，应当启动电力现货市场交易，引导灵活性资源的投资、运行决策以及需求侧行为，但同时也应做好相关机制的配套，避免极端情形下市场交易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推广储能示范项目。新能源发电侧配储能，提升网点的稳定性和可调度性，这是未来在“新能源+储能”平价后最佳的提升电网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的方法。现阶段，我们认为在新能源发电侧强配储能改革难度最小、起效最快，不需要建立市场机制，也不挑战电网的安全要求，但会降低投资回报率。在推广储能的政策支持上，可以推出储能示范项目，在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在项目开发建设中享受包括土地、接网等便利的利好政策。


  非电领域政策建议：着力于解决减碳、零碳过程中遇到的规模化配套困难问题，以及通过设立奖惩机制推动相关行业清洁化发展


  第一，推广煤改气、煤改电过程中要着重解决配套问题。推广减碳、零碳的过程中要注重配套。以煤改气、煤改电为例，在其推广过程中遇到了天然气气源供应保障度不高、配套资金补贴不到位和相关输送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的问题。在规划相关低碳、零碳技术的推广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可用性，也要考虑技术运用中产生的相关配套问题。


  第二，启动碳交易奖惩机制，给氢能、碳捕捉等技术产业化发展带来更高经济性。碳交易市场启动，通过对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倒逼企业进行非电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对于排放量较大的企业来说，支付额外的环境成本将加大生产经营压力，导致竞争力下降。碳交易的推行，让企业不得不重视碳排放不达标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也将给氢能、碳捕捉等零碳、负碳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带来经济补偿，提高经济性。


  
    [1] 本章作者：裘孝锋、陈彦、刘俊、王钟杨、曾韬。其他做出贡献者：刘佳妮、王嵩。

  


  第七章　绿色制造：高排放领域的减排之路


  摘要


  实现“绿色制造”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步。依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2017年钢铁、水泥、化工（包括石油化工与基础化工）、有色等高耗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合计占全国碳排放量的约36%。因此，降低高耗能制造业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制造”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步。本章围绕着钢铁、水泥、有色、化工、一般制造业这五个重点制造业领域，以不同时间节点绿色溢价的变化为线索，探讨了制造业走向碳中和的路径。


  减排难度取决于碳排放结构：制造过程中来源于非电的碳排放占比越高，当前绿色溢价越高。我们测算了各个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和绿色溢价，得出结论：行业生产过程中非电碳排放比例越高，减排难度越大。随着火电被绿色电力替代，行业来源于电力的碳排放有望大幅减少。如果行业非电碳排放占据主导，则需要进行行业自身技术路线的变更或碳捕捉，这意味着较高的绿色溢价。


  当前到碳达峰的10年或将是制造业减排面临挑战最大的10年。考虑到大部分高耗能行业的当前主要碳排放由非电环节贡献，当前到碳达峰的10年中，行业将同时面临技术难题和成本困局，直接排放（即不考虑电力碳排放）口径下，2019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化工、石油化工绿色溢价比例（即当前如实现零排放，行业成本的增加幅度）分别为21%、151%、4%、61%、8%，一般制造业考虑绿色溢价后盈利会收缩约3%。因此，在减少碳排放的前期阶段，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工具给予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帮助行业克服困难，完成技术改造，探索出一条合理情境下的减排之路。


  碳达峰到碳中和阶段，减排目标给行业带来的压力有望大幅减轻。从我们对可行技术和政策工具的梳理来看，制造业最终能够探索出一条合理且可负担的减排道路。2030—2060年，伴随着企业向低碳排放技术路径转型完成，以及部分高耗能行业供需总量的下滑，2060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化工、石油化工的绿色溢价比例（直接排放口径）分别为6.7%、67.5%、2.0%、-0.8%、-3.3%，均较当前大幅下降。[1]


  零排放的代价：如何从绿色溢价角度分析制造业的碳中和路径


  本章将围绕五个重点高耗能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有色、化工、一般制造业），以不同时间节点绿色溢价的变化为线索，探讨每个行业走向碳中和的路径，以及各行业对碳中和成本的负担能力。


  首先，当前技术条件下，重点制造业实现零排放需要额外支付的代价非常高昂，因而制造业的碳中和难以一蹴而就，引导行业进行碳减排，必须在行业自身和下游能负担的尺度内循序渐进。当下高耗能制造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与非电排放两部分，电力部分要实现零排放，通过将火电转化为风电、光伏发电等非碳化电力即可，产生的额外成本较低；而非电部分则难以通过碳捕捉以外的手段实现零排放，在当前时点实现零排放代价高昂。综合来看，除一般制造业外，重点制造业当下的绿色溢价水平普遍较高。我们测算，当前若要实现零排放，考虑“直接+间接”排放方式，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化工、石油化工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22%、156%、34%、66%、8%，一般制造业盈利将在2019年水平的基础上下降约3%；而在仅考虑非电直接排放的口径下，2019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化工、石油化工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21%、151%、4%、61%、8%，大部分行业在不向下游大幅加价传导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势必难以负担内部化的碳中和成本，其中绿色溢价最高、减排难度最大的水泥行业，甚至需要支付约3年的净利润来实现当前时点的零排放。因此，在当前时点实现制造业碳中和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利用公共政策工具引导企业进行自身产能、产量的限制及技术创新，在行业自身和下游能负担的尺度内，推动各个行业探索出一条合理的减排路径（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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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绿色制造思维导图：随着时间的推移，碳中和对行业造成的负担明显减轻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其次，我们讨论了各个行业能否利用现有的技术创新，以及可用的公共政策工具，探索出一条最优化的减排路径（即下文提到的合理情境）。整体来看，制造业前期碳达峰仍需借助限制供给等政策工具，而碳达峰后减碳技术成熟及行业产销量的自然下滑将成为重要的减排动力。第一，由于电解铝、一般制造业主要碳排放来源于电力，所以减排难度最低，初期通过限制产能天花板和适当的限产即可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随着火电比例逐步降低至零，到2060年电力碳排放有望接近碳中和。第二，钢铁行业能够将高排放的高炉产能转化为低排放的电弧炉（技术完全成熟，但受到原料限制，到2060年电弧炉占比或许能达到60%），以及进行高炉低排放技术改造（技术尚未成熟），前期碳达峰仍需对行业产能和产量实施一定限制，中后期可通过公共政策工具（如碳税、碳交易机制、试点补贴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减排，推动行业产能整体升级来实现大幅减排。第三，水泥和化工行业在目前的条件下缺乏大幅减少碳排放的成熟技术，对碳捕捉技术依赖度高，前期碳达峰主要依靠对企业产能、产量的限制，亦需要通过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来减排。


  为量化减排的成效，我们也绘制了合理情境下各个行业2020—2060年的碳排放轨迹，显示大部分行业均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并于2060年在碳捕捉（届时成本已大幅下降）的辅助下实现碳中和。整体来看，碳达峰时期除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减排外，对产能和产量的限制，以及伴随而来的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也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对行业的影响类似于供给侧改革。预计到2030年，依靠政策（以及行业自律）对产能、产量的限制，以及部分企业实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大部分行业均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2030—2060年，部分行业产销量增长停滞，甚至进入下滑通道，以及技术成熟后企业技术改造更大范围地推进，带动单吨产品碳排放量的降低，到2060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化工行业在不借助碳捕捉技术的前提下，碳排放量分别有望较2019年下滑79%、78%、90%、63%，随着未来碳捕捉成本的大幅下降，借助碳捕捉实现碳中和对这些行业来说变得可负担，这些行业均有望实现碳中和。而一般制造业有望在2060年实现不借助碳捕捉技术的完全碳中和。


  最后，我们计算了合理情境下各行业碳达峰（2030年）、碳中和（2060年）时期的绿色溢价，来观察实现碳中和对企业的负担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下降，并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对于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的行业（电解铝、一般制造业）和已有成熟路径大幅减少碳排放的行业（钢铁），我们观察到它们的绿色溢价大幅递减，到2060年这些行业的绿色溢价已达到企业可负担的低水平，或低至零；而尚未有成熟减排路径的行业（水泥、化工），绿色溢价届时也已大幅下降，企业通过适当提价传导成本压力，能够负担部分内部化的碳成本。


  综合来看，当前到碳达峰的10年或将是制造业减排面临挑战最大的10年，而后压力有望大幅减轻。前10年中，行业同时面临技术难题和成本困局，在当前条件下要实现碳中和，除一般制造业外的所有高耗能制造业均将面临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潜在的高额亏损的问题，因而在减少碳排放的前期阶段，需要循序渐进，通过公共政策工具（如碳交易机制、试点补贴、限产等手段）给予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帮助行业克服困难，完成能源的去碳化和非电环节的技术改造。到2030年后，各行业的绿色溢价将普遍迅速迎来大幅下降，2060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基础化工、石油化工的绿色溢价比例（直接排放口径）分别为6.7%、67.5%、2.0%、-0.8%、-3.3%，均较2019年大幅下降。因此，在技术革新和政策支持下，制造业最终能够探索出一条合理且可负担的减排道路。


  钢铁行业：已有成熟减排路径，静待电弧炉产能潜力逐步释放


  行业绿色溢价：当前时点钢铁行业实现零排放要付出多少代价


  钢铁行业为中国工业行业第一大碳排放行业，因而钢铁行业碳中和对于制造业碳中和至关重要。钢铁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领域，我们估算2019年中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达15.4亿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量），占工业碳排放量的47%，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8%左右，在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中位列第一，因此钢铁行业实现碳中和是制造业碳中和最重要的一环。


  高碳排放导致钢铁行业绿色溢价处于较高水平。我们测算，主要原料为铁矿石及焦炭的高炉炼钢，所炼每吨钢的碳排放量为1.68吨，其中非电能耗对应吨钢碳排放量为1.42吨，电耗对应吨钢碳排放量为0.26吨；主要原料为废钢的电炉炼钢，每吨钢的碳排放量为0.4吨。我们测算2019年钢铁行业如果要实现零排放，在计算电力能耗的情况下，其绿色溢价为695元/吨粗钢，较实现碳中和前成本增加22%；2019年钢铁行业的总绿色溢价是6900亿元，过去10年钢铁行业平均每年的利润总额为2230亿元，2019年钢铁行业的绿色溢价约相当于3年钢铁行业利润总额。


  钢铁行业难以完全内部化碳中和成本，当下实现碳中和难度较大。我们测算，如果在2019年推动钢铁行业碳中和，并且成本全部内部化，那么行业总成本将增加6900亿元，对应钢成本上升695元/吨。以典型的钢材产品螺纹钢为例，2018年是近10年钢铁行业利润水平最高的一年，我们测算2018年钢铁行业全年钢的毛利为近1050元/吨；而2015年行业底部阶段，测算行业全年的钢毛利仅为5元/吨，叠加钢铁行业作为供给相对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的中游加工行业，其向下游传导成本的能力较弱，钢铁行业难以完全内部化碳中和成本，在没有政府引导及鼓励的条件下，钢铁行业自身实现碳中和难度较大。


  钢铁行业减排之路：如何有效探索技术路径与应用政策工具


  一石可以二鸟，电炉冶炼是目前钢铁行业最成熟、最经济的碳减排技术路径。电炉冶炼可以显著降低钢铁冶炼环节中的碳排放量，并且具备单吨投资成本较高炉更低及投产周期更短的优点，积极发展电炉冶炼是行业走向绿色制造的必经之路。此外，目前我国铁矿对外依存度高达90%，发展电炉冶炼也有助于中国逐渐降低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对中国重要工业行业原料保供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认为电炉冶炼是目前钢铁行业最成熟、最经济的碳减排技术路径，碳中和背景下，电炉冶炼有望迎来加速发展，我们预测随着废钢资源的逐渐丰富，2060年，我国电炉钢产量占比将扩大至60%，逐渐接近欧美国家当前水平，届时中国铁矿石的需求量将下降70%，基本摆脱对进口原料的依赖。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绿色冶炼技术。目前钢铁行业有两种仍处于探索阶段的绿色冶炼技术。一是高炉氢能冶金，能够大幅降低高炉吨钢碳排放，但会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尚不具备大规模应用的基础。二是非氢直接还原铁，技术成熟且可明显降低高炉碳排放，但在国内推广受气源及设备限制。未来中国钢铁行业仍需不断探索新的碳减排技术路径，主要有三种可以探索的大方向：一是更多地应用清洁能源进行冶炼；二是分离高炉煤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之循环利用；三是回收利用高炉煤气中的一氧化碳。


  根据目前钢铁行业主要碳减排路径，我们建议对钢铁行业采取以碳交易为主的减排激励政策。钢铁行业的碳减排之路是一条需要用几十年去走的路，我们应当行稳致远，前期碳达峰仍需要对行业产能和产量实施一定的限制，中后期可能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工具（如碳税、碳交易机制、试点补贴机制）鼓励企业自主减排，推动行业产能的整体升级，实现大幅减排。我们认为长期来看，比起直接限制供给，更应当引入碳交易机制作为行业减排的激励政策。政策推动下，一方面，企业转电炉后生产成本有望下降，能够扩大自身成本优势，可有效增强钢企转型电炉冶炼的意愿；另一方面，碳交易获取的额外收入可以弥补碳排放成本上升的代价，由此将催生出较为可观的碳交易市场空间。


  绿色溢价的下降：钢铁行业能否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钢铁行业在电弧炉技术持续发展以及政策工具的约束促进下，有望于2030年前提前实现碳达峰，但由于废钢资源的制约，电弧炉难以完全替代高炉，2060年行业只有在可负担的碳捕捉的支持下才能够实现碳中和。钢铁行业未来碳排放量下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率逐渐接近75%，建筑用钢需求量将明显下滑，而钢铁产量一般由需求决定，因此我们预计，未来钢铁产量将逐渐下降，2030年国内钢铁产量将下滑至8.8亿吨附近，2060年将继续下滑至6.5亿吨附近（见图7.2）；另一方面，电炉钢随着废钢资源逐渐充裕稳步发展，我们预计2030年国内电炉钢占比将达到30%，2060年电炉钢占比将继续提升至60%左右。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测算2030年全行业碳排放量为9.6亿吨，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而2060年碳排放量有望进一步降低至3.2亿吨，较2019年下降79%，届时钢铁行业有望在碳捕捉技术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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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钢铁行业碳排放总量、钢铁产量以及高炉吨钢碳排放与电炉吨钢碳排放的对比

  


  资料来源：我的钢铁网；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行业“十三五”煤控中期评估与后期展望》；《2019能源数据》；北极星电力新闻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2060年钢铁行业有望完全内部化碳中和成本，行业实现零碳排可期。在计算电力能耗的情况下，我们估算钢铁行业2019年、2030年、2060年单吨绿色溢价分别为695元、270元、115元，主要为碳捕捉成本，预期绿色溢价成本占比分别为22%、11%、7%（见图7.3）。我们预计2060年行业整体碳排量放有望下降至3.2亿吨，若通过碳捕捉完成碳中和，行业整体绿色溢价将下降至744亿元。我们认为随着绿色溢价在钢铁生产成本中占比的持续下降，2060年钢铁行业有望完全内部化碳中和成本，行业实现零碳排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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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不同时点下钢铁行业龙头完全碳捕捉单吨绿色溢价（2019、2030E、2060E）

  


  资料来源：Global status of CCS 2019，European Zero Emission,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latform,The National Petroleum Council,GCCS,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水泥行业：碳中和难度高，需等待自然需求下滑及碳捕捉成本下降


  行业绿色溢价：当前时点水泥行业实现零排放要付出多少代价


  水泥行业是制造业中碳排放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据估算，2019年，中国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高达13.7亿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4%。单吨水泥的碳排放量约为0.6吨，拆分来看，预计单吨水泥中石灰石产生的二氧化碳为0.36吨，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为0.18吨，用电产生的二氧化碳为0.05吨。


  水泥行业除碳捕捉外暂未有成熟的减排路径，而依赖碳捕捉手段实现零排放代价高昂。水泥行业当前99%的生产线为干法熟料生产线，技术体系基本成熟。水泥制造过程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可通过外购非火电解决；而非电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如石灰石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则基本需要借助碳捕捉手段解决。综合来看，我们估算2019年水泥行业单吨碳捕捉成本为500元，而单吨水泥要在2019年实现零排放，付出的单吨绿色溢价高达278元；行业总体绿色溢价将高达6478亿元，是行业盈利高峰期（2019年）年利润的3倍以上。


  水泥行业难以承受全部内部化的碳中和成本。若在2019年推动水泥行业碳中和（即实现零排放），并且将成本全部内部化，那么行业总成本将增加约6500亿元，即使是处于行业成本曲线低端的某龙头企业，其水泥成本亦将从179元/吨大幅上升至456元/吨（相较原有成本增加约155%）。我们可以观察到，2019年水泥行业的盈利处于历史高位，行业利润总额约1867亿元（对应单吨水泥净利润约80元）；而在2015—2016年行业底部阶段，利润总额为300亿~500亿元，单吨净利润仅15~25元。因此，即使在水泥行业盈利高峰期，若无法通过提价向下游传导碳中和成本，水泥行业将完全无法承受此成本压力；若向下游传导，则地产、基建及农村的建设成本将显著增加。


  水泥行业减排之路：如何有效探索技术路径与应用政策工具


  从技术路径来看，水泥行业减少单位产品碳排放的方法非常有限。从目前我们与行业协会、水泥企业的交流来看，水泥行业难以大幅降低单位碳排放，仅存在边际削减碳排放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通过技术改造和替代燃料降低水泥煤耗、电耗。水泥行业通过余热发电和使用替代燃料（如高热值固废）能够使水泥的电耗下降1/3、煤耗下降超过10%。


  二是推动电能非碳化。水泥行业电力以火电为主，随着火电逐步被非碳能源或采用碳捕捉技术的燃煤电厂完全替代，水泥行业使用的电能有望逐步非碳化。


  三是使用低碳排放的替代原材料。适当使用脱硫石膏、电炉渣等低碳排放的替代原材料，能够边际降低石灰石分解带来的碳排放。


  要实现完全碳中和，水泥行业需依赖碳捕捉。我们预计以上三种技术有望逐步降低行业单耗，若2060年技术改造能够达到目前的理论极限，单吨水泥电耗有望下降22%、煤耗下降超过15%、原材料单位碳排放下降30%，但届时水泥单吨碳排放仍将高达0.4吨。因此，未来水泥行业实现碳中和的技术组合仍将是：技术改造降低单耗与碳捕捉。当前碳捕捉成本高昂（接近500元/吨碳），未来有望随着技术迭代逐步下降，但仍较昂贵。


  从政策引导来看，可在短期限制供给，长期采用碳税或碳交易引导。由于行业减排技术难度较高，并且碳捕捉在当前时点成本高昂、难以负担，前期水泥行业的碳达峰主要依靠对水泥企业的产能、产量限制，比如严控产能置换、强化错峰限产要求等。同时长期来看，行业亦需要通过碳交易、碳税等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促进减排。碳税与碳交易均是引导水泥行业积极减排的合宜政策，但与碳税相比，碳交易采用灵活的市场化机制，兼顾了水泥行业区域盈利差异大、不同时期盈利差异大的特点，也能使减排成效较好的企业获得出售碳指标的收入作为奖励。


  此外，通过试点补贴来鼓励企业创新，引导水泥企业在固废替代燃煤、余热发电、其他原材料替代石灰石等领域进行探索，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在碳交易机制与绿色补贴政策的推动下，我们认为积极探索减排方案、重视节能减排的企业有望获得出售碳指标的额外收益、试点补贴以及最终市场份额提升的奖励，而部分高成本、难以减排的企业会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格局也将进一步优化。


  绿色溢价的下降：水泥行业如何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水泥行业尚未有成熟的、完全不借助碳捕捉的碳中和路径，但绿色溢价会因碳捕捉技术的进步而逐渐下降。我们估算2030年、2060年水泥单吨绿色溢价分别为156元、106元，对应吨水泥制造成本分别上升91%、67%（见图7.4），并且绿色溢价主要来源于碳捕捉成本。而未来随着技术迭代，绿色溢价的下降也将主要来源于碳捕捉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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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不同时点下水泥行业单吨绿色溢价

  


  资料来源：海螺水泥，中国环境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水泥行业的碳减排路径，核心源于水泥需求量的下降，2030年前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在可负担的碳捕捉支持下能够实现碳中和。我们预计，随着城镇化率逐渐提升，水泥需求量将明显下滑，预计2030年国内水泥产量为19亿~20亿吨（见图7.5），到2060年，参照全球人均水泥消耗量测算，国内水泥需求量在7.6亿~7.7亿吨；2030年全行业碳排放量将减少至10.7亿吨，低于当前时点的碳排放量，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而2060年碳排放量将进一步降低至3.1亿吨，相对于2019年下降77%，但若无外部碳捕捉支持，则行业仍无法实现碳中和。我们估算2060年由于水泥生产总量的下降，若通过碳捕捉完成水泥行业碳中和，则行业整体绿色溢价为8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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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水泥行业总产量及单位水泥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数字水泥网，《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金公司研究部。


  电解铝行业：电力非碳化是行业碳中和的关键


  行业绿色溢价：当前时点电解铝行业实现零排放要付出多少代价


  电解铝是有色行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以基本金属（铜、铝、铅、锌）为范围测算，我们得出，2019年国内有色行业碳排放总量为4.21亿吨，其中铝、铜、锌、铅行业分别为3.63亿吨、0.11亿吨、0.31亿吨、0.16亿吨，铝行业占比高达86%，为有色行业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本节中我们也重点讨论电解铝的排放。铝行业内部，我们测算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主要电力能耗碳排放量为2.79亿吨。铝行业整体电力二氧化碳比例为80%，非电二氧化碳比例为20%。


  由于以非碳电力替代自备电厂发电的成本较为昂贵，电解铝行业绿色溢价当前较高，难以承受全部内部化的碳中和成本。将自备电厂的火电替换为清洁能源，对剩余非电碳排放进行碳捕捉可在当前时点实现电解铝行业的零排放。然而，当前时点清洁能源和碳捕捉技术的使用成本均较为昂贵，如切换为清洁能源，单吨电解铝的电力成本或较当前上升50%~60%。我们测算得到，在2019年实现电解铝零排放，绿色溢价约为3436元/吨电解铝，意味着单吨电解铝成本会上升26.9%，总绿色溢价为1220亿元，相当于行业2~3年的高点净利润和行业6~7年的平均净利润。


  电解铝行业减排之路：如何有效探索技术路径与应用政策工具


  电力非碳化是电解铝行业减排的关键，电力100%非碳化可降低行业80%的碳排放，剩余非电碳排放需要等待碳捕捉成本下降。电解铝的生产过程为“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首先，“铝土矿→氧化铝”环节基本对应非电碳排放，占单吨电解铝碳排放的20%，考虑到当前国际上90%的电解铝产能已经采用相对低碳排放的拜耳法[2]，工艺优化仅能边际降低单吨氧化铝生产的碳排放，此环节实现零排放仍需等待碳捕捉成本的下降，我们估算2019年单吨氧化铝碳捕捉成本为501元，但到2060年会下降至262元；其次，“氧化铝→电解铝”环节基本对应电力碳排放，占单吨电解铝碳排放的80%，可通过将自备电厂的火电替换为非碳电力来实现零排放，随着电力的非碳化进程推进，清洁电力成本将下降至低于火电，此环节有望自然实现碳中和。


  在行业碳减排的前期，由于绿色溢价较高，企业难以负担实现零排放的成本，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政策对供给端进行一定的限制。当前政策已通过设置产能天花板和在部分区域进行能耗限制，实现对行业碳排放总量的限制，这一过程对行业的影响可能类似于2016—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行业供需面保持中长期紧平衡，减弱行业的盈利周期性波动，并促进龙头企业健康发展。


  长期来看，随着技术成熟，非碳电力和碳捕捉成本下降，靠技术推动行业实现碳中和成为可能，需要政策引导企业通过降低吨铝电耗，将自备电厂提供的火电置换为清洁能源，以及主动采用碳捕捉等手段实现减排。最重要的手段可能是引入碳交易或碳税机制，以强化那些使用火电能源较少企业的成本优势，拥有水电资源或清洁能源自备电厂的电解铝企业以及再生铝企业的成本优势有望显著增加，而处于成本曲线高端，并非减排“优等生”的小企业可能面临淘汰。考虑到电解铝行业的盈利波动较大（近5年电解铝环节单吨盈利不到200元，但高点可突破2000元），并且区域盈利差异明显，我们认为，相较于统一定价的碳税，碳交易可能更有利于行业灵活安排生产，对盈利低谷期和处于盈利低洼区域的企业公平性更强。除碳交易以外，我们也建议未来通过试点优惠补贴的手段，鼓励条件合适的企业发展再生铝、建立绿电自备电厂，或以其他方式提高使用清洁能源的比例。


  绿色溢价的下降：电解铝行业如何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电解铝行业在技术路径支撑与政策工具约束的促进下，有望于2030年前提前实现碳达峰。中国铝业集团和山东魏桥创业集团2021年初联合发布《加快铝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联合倡议书》，倡议力争国内氧化铝、电解铝在“十四五”期间达到产能、产量峰值，铝行业产能天花板在4500万吨左右。考虑到供需增长均有望明显放缓，以及电力非碳化进程有望推动单吨电解铝碳排放边际下降，预计2030年前电解铝行业有望提前实现碳达峰，至2030年，我们估算电解铝行业碳排放总量约为2.58亿吨，较2019年下降28.9%。


  2060年，在可负担的碳捕捉支持下，电解铝行业能够实现碳中和目标。至2060年，我国电力有望实现全面非碳化，推动单吨电解铝碳排放较当前水平下降80%，完成电解铝行业碳中和最重要的一步。同时，碳捕捉技术的发展有望推动单吨氧化铝绿色溢价显著下降，从554元降至262元。我们测算2060年电解铝行业碳排放量约0.38亿吨，对应全行业绿色溢价仅48.9亿元，较易被行业内部化，因而届时行业较容易实现碳中和目标。


  随着非碳电力和碳捕捉成本下降，行业绿色溢价随时间明显下降，使行业逐渐易于承受碳中和的成本压力。假设考虑非碳电力转化成本，我们估算2030年、2060年电解铝行业单吨绿色溢价分别为1079元、262元（见图7.6），基本均来源于碳捕捉成本与使用绿电能源的成本，考虑绿色溢价后的吨电解铝成本分别将上升8.3%、2.0%，绿色溢价的下降也主要来源于碳捕捉成本和绿电能源成本的下降。至2060年，我们估算，由于电力碳中和的推进，整体碳排放也将下降（见图7.7），最后将只剩下一小部分非电碳排放。若通过碳捕捉完成碳中和，我们测算届时行业单吨绿色溢价仅为262元，对电解铝企业而言可负担程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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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不同时点下电解铝行业单吨绿色溢价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相关公司公告，《中国电解铝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解析，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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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7　2020—2060E铝行业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及吨铝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中国知网，碳排放交易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化工行业：当负碳成为可能


  行业绿色溢价：当前时点化工行业实现零排放要付出多少代价


  化工行业包括石油化工与基础化工，在该行业，煤炭与石脑油替代压力大，主要源于化学品合成能耗需求与固定碳排放。单独观察化工消费结构，化学品合成中石脑油及煤炭消费量较高，后者既是主要合成原料之一，也是主要能源来源之一。一般化学品制造过程中主要涉及两部分碳排放：一是能耗排放，包括设备运转需求的电力投入以及维持产品生产环境的蒸汽投入；二是反应碳排放，以合成氨（煤基）生产为例，在第一步煤制气过程中，理论上一分子碳与一分子水可形成一分子一氧化碳与一分子氢气，但是实际过程中碳转化效率不能达到100%，必有部分碳排放。由此可见，直接以天然气、煤或者石油作为燃料以及化学品生产过程中能耗排放的部分，可以通过其他清洁能源来替代，但是以天然气、煤或者石油作为原料生产化学品涉及反应原理的部分排放则难以替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化工品的需求仍将继续扩大。


  合成氨、甲醇等在化工行业排放占比高。我们按照《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方法，选取了化工行业中碳排放最多的子行业——合成氨、氯碱、煤化工等，结合相关国家标准进行估算，得到甲醇、合成氨、乙烯以及丙烯等子行业重要产品合计碳排放占比为61%（考虑电力间接排放）。


  化工行业绿色溢价水平差异化大，整体处于高位。从当下来看，我们认为将外购零碳电力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结合是化工行业技术成熟可行的做法。由于不同反应过程耗能及碳排放绝对量不同，同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及杂质含量不一致，碳捕捉成本差异巨大，为100~420元/吨，所以化工各子行业之间绿色溢价差异巨大。当然，碳源与封存地距离以及封存地资源禀赋也会造成运输与封存成本的差异。


  同时化工行业也难以精确计量全部子行业的绿色溢价，这里我们以基础化工中的合成氨、甲醇，以及石油化工中的乙烯作为行业均值来衡量行业情况，主要是由于这三种产品在化工行业中产能大（千万吨级别）、重要性高（均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化工品），并且碳排放量大（合计碳排放占比约53%）。测算结果表明，在三个子行业中，老工艺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结合的路径经济性更强。分别以合成氨与乙烯作为石油化工与基础化工的代表，2021年石油化工、基础化工的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56.9%、7.9%。若不考虑电力排放，石油化工、基础化工的绿色溢价比例为53.2%、7.4%。


  当下碳中和成本高昂，虽然化工行业可内部消化成本，但会使盈利能力显著下滑。由于化工各子行业碳中和成本上升程度差异较大，所以我们通过整体法粗略测算全行业成本。据测算，如果在2019年推动化工行业实现碳中和，并且成本全部内部化，那么行业总成本将增加2507.4亿元（采用碳捕捉与封存技术，考虑电力排放，以“碳捕捉成本×碳排放量”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化工行业利润总额约为6837.56亿元，因此行业盈利将下降36.7%，即使按照周期高点2017年的行业盈利来看，碳中和后行业盈利将下降24.4%。若采用新工艺替代，其技术不成熟、成本高，将导致当下碳中和没有内部消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化工行业可以承担完全碳捕捉与封存技术下的碳中和成本，但盈利下滑严重，向下传导则将导致终端基建、消费等行业成本大幅上升。同时，我们需要关注大规模封存带来的风险因素，有必要通过降本提升新技术可行性。


  化工行业减排之路：如何有效探索技术路径与应用政策工具


  化工行业减少碳排放的技术路径


  多技术手段并举，实现化工行业零碳甚至是负碳。化工行业由于覆盖面广，子行业众多，其碳中和路径也趋于多样化：第一，电力及能耗需求导致的碳排放可以通过外购零碳电力解决；第二，电石主要用于下游PVC（聚氯乙烯，需求占比达84%）等生产，在未来乙烯法或许会成为主流，相应电石产品需求大幅下降甚至为零，即可完成碳中和；第三，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是重要补充，固定碳排放，特别是煤化工大量碳排放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只能通过碳捕捉实现；第四，从原料角度考虑，生物质是非常优质的零碳替代原料；第五，甲醇、烯烃等产品可通过二氧化碳与氢气直接合成转化，实现过程负碳，全流程零碳；第六，节能减排，通过提高系统热效率或者反应效率等来提高单吨产品原料与能源使用效率。这里仅简单对后四种路径进行讨论。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对于中国由煤炭主导的能源体系来讲，在未来低碳排放目标的实现路径中，碳捕捉与封存具备技术上的可塑性、操作环节的灵活性、碳回收空间拓展的持续性，是构建中国兼具韧性和弹性的能源系统的关键。


  零碳生物质原料替代。生物质原料大多可再生，来源广泛，资源利用潜力大，中国生物质总储量折合标准煤为4.6亿吨（不同的研究数值差异较大）。


  以二氧化碳与氢气为核心的“碳一化工”合成路径。通过“绿氢+二氧化碳”合成甲醇/合成气，以碳一化工为核心，实现对当前技术的完全替代，如通过“电解水制氢气+二氧化碳”直接合成烯烃，不仅可以实现碳的零排放，还可以消耗大量二氧化碳，加速化工行业的碳中和进程。


  节能减排。通过技术改造，加强原料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实现反应碳排放与能源碳排放双减少。在化学品制备过程中，技术进步对产品节能减排的效用非常大，常用方法有：第一，新工艺研发，包括提升反应催化剂活性，降低反应环境严苛要求等；第二，引入变频生产设备等新设备；第三，加强热网络建设，提升热量回收利用效率等。


  化工行业减少碳排放的公共政策工具


  政策引导为主，体系建设为重，针对难点多维度提升减排能力。化工行业覆盖面广，子行业格局不同，并且技术路径复杂，因此以引导为主的政策方针更加适用。


  引导节能减排，通过引入碳税及碳交易机制，加强市场化运作，建立化工企业绿色责任考核体系，让企业与政府同时成为碳排放约束主体，引导企业加强新技术布局，实现自然的供给侧优胜劣汰，为先进企业发展提供更优良的竞争格局。


  引导技术革新，通过补贴零碳生物质技术、二氧化碳转化利用技术等，或者布局包括先进电解制氢技术等相关先进技术研发与锂电池材料等新材料创新项目投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项目初期盈利能力。


  加强化工品循环利用政策引导，采用补贴或者积分政策，鼓励运用如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等再生材料，将显著降低相关化学品的产量需求，减少碳排放。


  绿色溢价的下降：化工行业如何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化工行业技术路径多样，我们依旧以合成氨及乙烯行业为例，测算两种路径的碳中和绿色溢价。路径一：传统工艺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路径，主要依赖碳捕捉技术成本下降及零碳电力成本下降。路径二：以绿氢及二氧化碳为原料发展碳一化工技术路径（分为AEC、PEM、SOEC三种制氢方法）。当然，这两种路径均可以实现碳中和。


  如表7.1所示，路径二的绿色溢价下降更为明显，大约在2050年之前，路径二的成本高于路径一，但是在2060年二者的绿色溢价均为负，表明新技术成熟后有望于2050年代替传统技术。同时，我们认为碳捕捉技术下的碳中和仍非全循环下的碳中和技术，路径二值得相应的溢价，因此在此之前即可逐渐应用。


  
  表7.1　合成氨及乙烯行业成本拆分与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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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在合成氨行业，假设至2060年光伏发电的价格降至0.14元/千瓦时，则SOEC法制氢成本为6.81元/千克氢气，传统工艺考虑电力排放，若不考虑，则2021年、2030年、2060年的绿色溢价为979、582、427元/吨。在乙烯行业，传统工艺考虑电力排放，若不考虑，则2021年、2030年、2060年的绿色溢价为416、247、181元/吨。


  在此基础上，我们估算了化工行业的碳排放量：一是考虑产量增长（2030年之前增长基本为1%，2030年之后趋于不变，具体分行业假设有所不同）；二是考虑传统工艺技术进步，碳排放系数每年减少0.5%；三是考虑“绿氢+二氧化碳”新技术替代，2030年渗透率为5%，2060年渗透率为70%，每年递增；四是考虑生物质等零碳原料替代，在其他碳排放中设置2051年渗透率为1%，2056年渗透率为10%，每年递增；五是考虑碳捕捉，假设碳捕捉与封存每年必要投产产能，则碳捕捉与封存装置处理量按照当年投产产能利用率为60%、第二年为80%、第三年为100%计，最终在2030年碳达峰，在2060年实现-142万吨的排放（见图7.8）。


  
    [image: ]

    图7.8　未来40年化工行业碳排放量估算（考虑电力排放）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百川资讯，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假设化工行业以绿氢与二氧化碳为核心的碳一化工新技术渗透率2030年在甲醇等行业为5%，2060年为70%。假设甲醇碳消耗系数为1.375（碳消耗系数指1吨产品可吸收二氧化碳的量）。


  一般制造业：已越过碳达峰阶段，依托清洁能源替代实现碳中和


  行业绿色溢价：当前时点一般制造业实现零排放要付出多少代价


  一般制造业占我国整体碳排放量的比重仅约2%。但一般制造业涉及的下游行业较为广泛，部分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的通用性较强，并且相关通用工艺、设备所形成的能耗规模在工业全流程中仍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在一般制造业领域加强相关工艺、流程、设备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工艺创新，对于降低综合碳排放量具备有效推动作用。


  从总量来看，一般制造业碳排放量为2.1亿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占全国整体碳排放、制造业碳排放比重分别为2.2%、5.7%；从结构来看，一般制造业碳排放量中的电力与非电碳排放比例为7:3。一般制造业采用的原煤、焦炭、天然气、柴油、汽油、其他洗煤、其他气体、焦炉气的碳排放量为12800万吨、2300万吨、2200万吨、800万吨、600万吨、400万吨、400万吨、100万吨，前五大来源占比合计超过95%。其中，煤炭消耗主要对应电力需求，焦炭消耗主要对应冶金需求。因此，降低电力消耗和减少冶金铸造碳排放是降低一般制造业综合碳排放的重点方向。


  一般制造业实现碳中和主要依赖于清洁能源替代，当前阶段的绿色溢价为1106亿元。一般制造业电力消耗约占碳排放量的70%，因此清洁能源替代是一般制造业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我们基于以下关键假设测算绿色溢价：绿电（不含火电）成本较综合电力（含火电）成本高约11%；对于工业车辆油耗及冶金，电动化与氢能替代是两大主要路径；天然气作为重要的过渡能源，假设其碳中和成本为零。由此，我们测算一般制造业实现碳中和所对应的绿色溢价为1106亿元。


  从企业利润来看，碳中和成本对于一般制造业来说是相对可承受的。一般制造企业的主要成本来自原材料采购、设备开支、厂房建设、人工等，而能源成本占一般制造企业成本比重相对较低。根据前文的测算，若采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则一般制造业需要承担的碳中和成本为1106亿元，2019年中国一般制造业利润总额为3.34万亿元。由此，碳中和成本占企业利润总额约3%，占比相对有限。


  一般制造行业减排之路：如何有效探索技术路径与应用政策工具


  一般制造业减少碳排放的技术路径


  一般制造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能源消耗与冶金铸造。对于前者，减少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是节能（直接）或提高生产效率（间接）；对于后者，减少碳排放的方式主要是提高电动化比例和改进原有生产方式。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以降低单位产值能耗：通过提升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与工业软件渗透率，制造企业有望逐步强化生产效率，提升能源利用率。


  推广高效电机与变频技术：电机系统耗电量约占工业用电的75%。通过优化电磁及结构设计，采用新材料、新设备，改进制造工艺，使高效电机的损耗平均下降20%左右。此外，变频技术可帮助节电30%。


  改进铸造工艺、提高电炉比例：冶金铸造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是熔炼冲天炉，能耗占比53%。通过综合改进铸造生产流程，如电炉替代冲天炉、消失模铸造替代传统砂型铸造等，单位铸件成品能耗降幅可达63.6%。[3]推广绿色设计、回收再制造等：通过对产品的轻量化、模块化设计，可减少产品制造所耗用的原材料，降低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此外，设备再制造在大型工业设备领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一般制造业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简化补贴政策流程，强化评价标准和监管力度：补贴政策等有助于新技术推广，但需注重科学设计与监管落实。以能效补贴政策为例，在过去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补贴手续复杂、市场监管不严、评价标准不科学影响了符合标准的厂商的生产积极性。建议加强对政策的科学设计与有效落实，防止“寻租”行为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


  避免政策“一刀切”导致的不公平：中国一般制造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并且不同行业间差距较大。在统一的碳中和背景下，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具备更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改造设备，而盈利能力一般的行业则负担较重。建议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政策，避免“一刀切”的产业政策。


  绿色溢价的下降：一般制造业能否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


  一般制造业碳排放已于2010年达峰。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一般制造业碳排放峰值为2010年的3.9亿吨，此后碳排放量逐年减少，2017年较2010年降幅超过40%。


  依靠清洁能源替代，2060年以前一般制造业有望实现碳中和。电力消耗方面，随着绿电占比上升，一般制造业电力碳排放将逐渐下降；非电力消耗方面，通过电动化、氢能替代等，当前非电力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将减少。综合考虑绿电比重、车辆电动化率、冶金电炉占比、氢能使用率、宏观经济增长及节能技术进步，未来一般制造业碳排放量有望持续下降。随着绿电占比增加、设备电动化率提升，以及氢能替代化石能源，2060年以前一般制造业有望实现碳中和。


  根据测算，2019年、2030年、2060年一般制造业绿色溢价分别为1106亿元、241亿元、0元（见表7.2），主要源于电动化趋势加强，绿电与氢能成本下降（核心假设见表注）。


  
  表7.2　不同时点下一般制造业碳中和所需耗费的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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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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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主要假设包括，2019年、2030年、2060年绿电占比分别为31%、46%、100%，冶金电炉占比分别为12%、30%、60%，氢能使用比例分别为0%、3%、100%，车辆电动化率分别为2%、14%、100%，氢能价格分别为79.9、29.0、18.8元/千克，综合电价分别为0.50、0.46、0.41元/千瓦时，GDP增长中枢分别为6.0%、4.7%、2.0%。


  
    [1] 本章作者：陈彦、裘孝锋、孔令鑫、李可悦。其他做出贡献者：龚晴、赵启超。

  


  
    [2] 铝土矿制备氧化铝的主要工艺有拜耳法、烧结法和混联法，拜耳法较烧结法、混联法吨氧化铝碳排放量可减少约67%、49%。

  


  
    [3] 李元元等，《铸造行业的节能减排现状及对策分析》，2010年。

  


  第八章　绿色交通：清洁能源是治本，节能减排是辅助


  摘要


  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上行压力较大，目前绿色溢价偏高，如何解题？


  交通运输是社会发展的血脉，2018年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占社会总碳排放的比重达9.7%[1]，较1990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我们预测2060年交通运输周转量会翻倍，未来交通运输碳排放压力较大。另外，我们测算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为68%，对应零碳排放成本约2.7万亿元，脱碳成本高、难度大，如何解题？本章围绕绿色交通的中国“解法”展开，力争推演中国实现交通运输行业碳中和的技术路径与方法、可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需要采取的政策与措施。


  绿色交通=更清洁的能源+更高效的能耗。清洁能源是治本之法，节能减排是辅助之道。本章尝试描绘出中国交通运输行业未来的碳排放路径，中性假设下，我们预测交通运输行业会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峰值13.3亿吨，2060年碳排放约2.6亿吨，较2019年（11.6亿吨）下降77%。分子行业来看，我们认为乘用车实现碳中和的路径较为清晰，中国在锂电池领域的优势将有望带动中国乘用车行业实现绿色的弯道超车；公路货运则将更依赖氢燃料电池的发展；航空和航运实现碳中和难度更大，更加依赖技术进步；铁路是比较确定可以通过电气化脱碳的行业。


  我们也会在本章详细阐述作为治本之法的动力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未来可能的技术演变，对于技术变化而言，动力电池技术具备较强的确定性，而氢燃料电池技术存在超出或者低于我们预期的可能性。除了技术，交通运输的碳中和也需要政策驱动，本章也从行业维度（如车电分离模式创新）和技术维度（如氢燃料电池标准制定），分别给出助力碳中和的政策建议。


  在技术和政策的驱动下，我们测算2030年和2060年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均为2%，对应的零碳排放成本为897亿元和701亿元，较2021年下降约97%，这说明减排路径有一定的有效性。


  最后我们畅想了自动驾驶、超级高铁和超音速飞机可能带来的出行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技术日新月异、政策快马加鞭的时代，我们期待着真正“绿色交通”的到来。[2]


  绿色交通，全球进展如何


  实现《巴黎协定》1.5℃的全球温控目标，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减少碳排放，交通运输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行业，必须更加绿色化。但在具体讨论未来交通如何“变绿”之前，不妨分析过去及现状。本节将介绍：交通运输的碳排放从何而来？目前全球交通运输的碳排放量有多少？分行业、分国别的分布如何？借鉴欧美的经验，中国交通运输行业的碳排放可能会如何演绎？


  交通运输的碳排放从何而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的蒸汽机于19世纪初先后运用在水运和铁路上，成为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开端。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的内燃机催生了汽车（1885年）和飞机（1903年），加剧了交通运输的碳排放。其后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让运输和出行更加便捷（比如过去100年全球铁路里程增加了约60万公里，接近翻倍；全球通用航空飞机保有量从0到目前的约45万架），公路、航空、铁路和水运迎来全面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碳排放量的高速增长。


  世界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几何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8年世界总碳排放量为335亿吨，较1990年增长63%，其中交通运输碳排放量为82.6亿吨，占世界总碳排放量比重为24.6%（见图8.1），是仅次于电力的第二大碳排放行业（前三大行业中电力占比41.7%，工业占比18.4%），并且由于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增速快于总体（1990—2018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1%，总体为1.8%），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占整体比重较1990年提升了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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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世界交通运输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中金公司研究部。


  下文分运输方式和经济体来分析全球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量的变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分析从2008年开始。


  分运输方式来看：公路排放量最大，航空增速最快


  从存量上看，2018年全球交通运输碳排放量中，公路碳排放量为61亿吨，占比74.5%，航空和航运占比分别为11.7%和10.5%，铁路由于电气化程度高，占比仅1.1%。


  从增量上看，2008—2018年全球交通运输碳排放总体增量14亿吨，其中公路增量为11亿吨，占比78%；而航空增速最快，2008—2018年碳排放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4%，10年内增加约了2亿吨碳排放量，占增量的14%；全球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5.9%，是航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分经济体来看：美国排放量最大，中国排放增量最高


  从存量上看，2018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前三大经济体为美国、欧盟和中国，分别排放18.1亿吨、12.4亿吨、11.2亿吨，占比21.9%、15.0%、13.6%。


  从增量上看，中国增量最高，欧盟和美国碳排放量在下降。2008—2018年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增加5.8亿吨，占全球增量约41%。5.8亿吨增量中，88%（5.1亿吨）来自公路，原因是2008—2018年中国乘用车保有量同比增长557%，公路货运周转量同比增长177%。而欧盟和美国2018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分别较2008年减少约6800万吨和2.0亿吨，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是-0.2%和-1.1%。


  欧盟和美国交通运输碳达峰了吗？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其难言碳达峰。欧盟和美国的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在2007年分别达到了13亿吨和20亿吨的峰值后开始下行，但达峰后10年，欧盟和美国的碳排放量均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根据近期数据，欧盟和美国的碳排放量均已回到2007年高点的90%以上。我们认为欧盟和美国的交通运输能否实现碳达峰仍取决于未来新能源的渗透速度。


  欧盟和美国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首先，交通运输碳达峰的前提是公路的碳达峰。公路碳排放量分别占美国和欧盟碳排放量的86%和72%，欧盟和美国的交通运输阶段性碳达峰都以公路碳达峰为前提。


  其次，周转量趋势基本与碳排放趋同。欧盟和美国之所以碳达峰后先降后升，有部分原因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货运和客运周转量均呈现负增长，直到2013年周转量随经济复苏开始重新增长。周转量是影响交通运输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交通运输碳排放下行依赖能耗的改进，而新能源、新技术的运用会加速这一进程。我们发现，2007年后，欧盟和美国的各运输方式单位能耗普遍有加速下降的趋势（比如美国乘用车在2007年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单位能耗下降速度分别为0.6%和1.1%），我们认为这与新技术和新能源的应用有很大关系。


  从绿色溢价看中国交通运输碳中和的难度


  借鉴国外的经验，本节将聚焦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并引入前文提到的绿色溢价来具体分析中国交通运输的零碳排放成本。我们发现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的上行压力很大，同时绿色溢价偏高也说明交通运输行业碳中和难度较大。


  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上行压力较大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8年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9.7%（见图8.2），仍明显低于世界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24.6%，但是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在1990—2018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8.3%，明显高于世界交通运输碳排放量的增速（2.1%）及中国总碳排放量的增速（5.6%），交通运输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比重提升了5个百分点。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交通运输的需求仍会持续增长，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碳排放上行压力较大。虽然中国交通运输行业何时碳达峰尚未可知，但我们可以通过拆解碳排放结构，再具体分析各子行业碳排放的驱动要素来进行推演。


  从结构上看，2018年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中，公路、航空、航运、铁路分别占83.4%、9.8%、5.4%、1.3%（见图8.3）。结合欧盟和美国的经验，我们也会更加关注公路和航空两个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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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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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2018年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结构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为四舍五入，因此合计数有误差。


  我们将对公路的分析拆解为公路客运和公路货运。


  公路客运未来碳排放重点看乘用车保有量上行和新能源车逐步渗透的叠加影响。中国未来乘用车保有量增长空间仍然很大（根据万得资讯的数据，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约是美国和欧盟的1/6和1/5），同时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领先于世界，新能源车的渗透和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将会共同影响公路客运的碳排放量。


  公路货运未来碳排放重点看新能源商用车规模化时点及货运结构调整。首先，我们认为新能源商用车未来会沿着轻卡到中卡再到重卡逐步渗透，逐级减少碳排放。其次，中国货运会通过“公转铁”和“公转水”调整货运结构。最后，新能源化以前的节能减排（包括燃油效率提升、数字化应用）同样重要。


  航空是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量第二的子行业，并且其碳排放量增速较快，因此该子行业也值得关注。


  航空脱碳有难度，未来可能会用新能源替代航空燃油。未来航空运量会持续增长（根据万得资讯的数据，2018年中国人均飞行次数是美国的1/7，是欧盟的1/5），由于运距长、能耗高，目前并无成熟的零碳技术，航空脱碳难度较大。


  航运碳排放虽然占比不高，但脱碳难度大，铁路脱碳确定性最强。


  航运脱碳有挑战，虽然航运碳排放占比不大（2018年仅5.4%）、增速不高（过去1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但因吨位大、运距远，故而其脱碳也有挑战。


  铁路是比较确定可以通过电气化实现碳中和的行业，过去10年铁路电气化率提升了36%，达到目前的72%，我们认为未来铁路会通过全里程电气化来实现零碳排放。


  交通运输的高绿色溢价说明脱碳成本高、难度大，需“技术创新+公共政策”共同驱动


  如前文所述，绿色溢价比例指的是用新能源较用化石燃料的成本增加的比例，对应的零碳排放成本是为了实现零碳排放所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


  以乘用车为例，乘用车的绿色溢价是用清洁电力和用汽油的成本之差。我们测算2021年乘用车百公里电耗（清洁电力）成本比百公里油耗成本低60%，但同时考虑到目前纯电乘用车购置成本较燃油车更高，我们认为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比较更加合理。我们以规格相近、扭矩相似的两款车作为基准，测算出燃油车单位公里的全生命周期成本约为0.57元，而纯电乘用车为0.68元，我们测算乘用车行业目前能耗成本约为2.3万亿元，而全部电动化后成本约为2.7万亿元，绿色溢价比例为18%（见表8.1）。


  以航空为例，航空领域的绿色溢价是飞机用氢成本和用航空燃油成本之差，尽管我们认为全生命周期的测算更为合理，但新建氢能飞机或改造的成本都没有参考，因此我们只能以能源使用成本来测算。我们测算目前航空如果全部用氢的成本约为3167亿元，而总燃油成本约为715亿元，两者成本差为2452亿元，对应的绿色溢价比例为343%。


  综合交通运输各子行业，我们测算交通运输2021年零碳排放成本为2.7万亿元，对应绿色溢价比例为68%，碳中和成本高。2021年交通运输能耗成本约为3.9万亿元，假设重载领域用氢能满足，中轻卡、乘用车和铁路均用清洁电力，那么交通运输系统全部用新能源的总成本约为6.6万亿元，2021年交通运输的零碳排放成本即两者之差约2.7万亿元，对应的绿色溢价比例为68%。


  以上均说明交通运输行业碳中和的成本高、难度大，因此要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的碳中和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治理的共同作用。在下面几个小节中，我们将详细剖析交通运输未来碳排放的趋势，以及隐含的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支持。


  
  表8.1　2021年交通运输绿色溢价比例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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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公路货运和公路客运均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测算。


  绿色交通的中国“解法”


  上一节介绍了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的现状，并通过绿色溢价分析了该行业碳中和的难度。本节将着重探讨未来减排路径。我们先测算交通运输行业整体的碳排放，再看细分行业，但所用逻辑类似。首先，我们预测未来40年保有量/周转量的趋势，并基于保有量/周转量、新能源渗透假设、单位能耗假设来测算碳排放的规模，之后会详细介绍具体的脱碳及减排途径。


  行业整体碳排放测算：2030年碳达峰，中性假设下2060年碳排放量为2019年的23%，难以实现碳中和


  交通运输周转量测算：2060年将较2019年翻倍


  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周转量（吨公里）是比货运量、客运量更有效的指标。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总周转量为19.7万亿吨公里，至2060年，我们预计交通运输总周转量为38.7万亿吨公里，40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7%。（由于交通部的统计口径，并未将乘用车出行纳入公路客运周转量，但我们将其纳入了碳排放测算。）


  从各行业增速来看，我们预计未来40年，公路、航空、航运、铁路的周转量增速分别为0.6%、3.5%、1.8%、2.4%（见表8.2），公路增速慢源于客运中的高铁和航空分流以及货运的“公转铁”和“公转水”，航空增速最快，源于人均出行量的增加，铁路和航运作为低碳方式，也将得到相对高的增长。


  
  表8.2　2060年交通运输周转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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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性假设下，206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较2019年下降77%


  根据我们的估算，2019年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量为11.6亿吨，中性假设下，预计该行业2030年碳达峰，峰值13.3亿吨；到206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为2.6亿吨，较2019年下降77%。基于目前的技术，我们认为航空和航运难以在2060年前脱碳，因此在中性假设下交通运输难以实现碳中和。但是，技术进步总会超出想象，我们认为未来40年或许会出现技术突破，助力交通运输行业实现碳中和。


  整体而言，交通运输碳排放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周转量上行；二是各种交通方式的燃油效率提升；三是低碳或无碳能源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例如电动车、生物质航空燃料、液化天然气船舶等。


  我们的中性假设的前提是什么？主要的节点有哪些？（见图8.4和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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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2020—206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预测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竖虚线表示交通运输行业整体碳达峰的时间点。


  预计乘用车出行将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届时新能源乘用车保有量渗透率约为10%，而后新能源乘用车销售渗透率不断提升，新车销售渗透率于2045年达到100%，到2060年所有乘用车均为新能源汽车，实现碳中和。


  预计公路货运商用车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届时新能源货车保有量渗透率约为10%，预计到2050年中轻微卡保有量将100%电动化，到2060年燃料电池重卡保有量渗透率有望达到100%，公路货运实现碳中和。


  
  表8.3　交通运输行业碳中和的主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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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预计航空在2050年实现碳达峰，届时生物质燃油和氢能可以供能25%，之后生物质燃油和氢能会持续渗透，但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航空燃油，预计2060将实现年生物质供能30%，氢能供能15%，碳排放量为2.3亿吨，约是2019年碳排放量的2倍，届时航空碳排放量占交通运输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为89%。


  预计航运2040年碳达峰，届时新能源供能25%，之后液化天然气、氨和氢会逐步渗透，但也无法完全替代航运燃油，预计航运2060年碳排放量约为2900万吨，较2019年下降62%，届时占交通运输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为11%。


  预计铁路电气化比例到2060年提升至100%，实现碳中和。


  有什么可能超预期或低于预期？我们认为未来10~15年的技术路径和新能源应用具有更高的确定性，但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更长时间的技术发展。


  可能超预期的部分：第一，智能驾驶可能提前到来，届时汽车保有量可能会提前下降，乘用车可能早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第二，燃油效率的提升幅度可能会超预期，如果未来碳交易市场成熟，有可能倒逼企业加快节能减排，届时燃油效率的提升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第三，储氢技术近期有突破，未来氢能发展可能会超预期。[3]


  可能低于预期的部分：第一，公路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可能慢于预期，由于公路商用车以个体户为主，更多讲究经济效益，因此在新能源车完全平价之前，商用车的渗透率可能会慢于预期；第二，航空的生物质燃油发展可能低于预期，生产生物质燃油需要有完善的产业链，上游生物质原料的收集、转化都比较难，因此可能会低于预期。


  我们根据超预期和低于预期的部分，绘制了三种不同情景（乐观、中性和悲观）下的未来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图（见图8.5）。在乐观假设下，交通运输整体碳达峰会提前到2028年，峰值为12.7亿吨，并会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而在悲观假设下，交通运输整体会在2035年碳达峰，峰值为14.4亿吨，2060年碳排放量为6.1亿吨，较2019年仅下降48%。


  我们在下文对交通运输各子行业进行分析。首先介绍各子行业碳排放现状，并测算未来的保有量/周转量以及2060年碳排放量，之后详细解释各子行业如何进行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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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5　中国交通运输2020—2060年不同情景碳排放量预测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标记点表示碳达峰的时间点。


  乘用车碳排放量测算：保有量先升后降，2060年达到零碳排


  乘用车保有量


  乘用车保有量预计将经历先升后降，2060年保有量达到5.3亿辆，较2019年增长158%。


  我们认为乘用车保有量将经历三个阶段。


  阶段一：直至2030年，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人均GDP增长拉动我国乘用车千人保有量较快速增长。乘用车保有量从2019年的2.1亿辆提升至2030年的4.3亿辆，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6.9%。


  阶段二：2030—2045年，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人均GDP进入中低增速阶段，千人保有量增速趋缓。我们认为，远期千人保有量中枢可对标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韩国，于2045年达到500辆，仍低于美国超800辆的水平。届时乘用车保有量触顶，达到7.1亿辆，对应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3%。


  阶段三：我们认为智能驾驶和智慧交通会有效提升交通运营效率，从而降低社会对于汽车保有量的需求，带动汽车保有量下行。我们预计2060年乘用车保有量将降至5.3亿辆，2045—206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9%。


  新能源汽车销量预测：2025年新能源乘用车实现购置平价，新车渗透率在2045年达到100%


  基于对乘用车保有量的预测，新能源渗透率可以作为最重要的碳排放测算依据。由于电池生产环节规模效应加大，叠加锂电池材料成本降低，我们预计2025年三元电池组装车成本将较2020年下降35%，推动纯电动汽车较燃油车的购置平价，进一步拉动纯电动汽车渗透率提升。2020年新能源乘用车新车销售渗透率达到6.2%。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以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2.0》，我们预计新能源乘用车新车销售渗透率将在2025年达到20%，2035年达到50%，2045年达到100%。


  基于对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及燃油车节能化的判断，我们预计乘用车市场将于2028年实现碳达峰。此后，随着已保有的燃油车不断报废和淘汰，2060年燃油乘用车将全部报废完成，乘用车的碳排放量将降至零。


  乘用车节能减排：组合拳模式共同推进


  乘用车领域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主要是燃油车节能化和能源清洁化。下面我们将按照减排效果从低到高，对材料技术、混动技术、锂电池技术展开分析。


  轻量化材料技术降低车辆整备质量，2030年车身较2015年减重35%


  轻量化技术路径主要是推进铝合金、镁合金、碳纤维增强材料在汽车上的使用。根据欧洲汽车工业协会的研究，汽车质量每下降100千克，百公里油耗可下降0.4升，碳排放量大约可减少1千克。我们发现近年来欧洲和美国汽车单车用铝量正在稳步提升，2020年单车用铝量均超过180千克。而中国乘用车单车用铝量在2017年仅105千克/辆，与欧美相比存在明显提升空间，我们预计到2030年车身会较2015年轻35%。


  混动技术是汽车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完全替代燃油车前实现减排的最优方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预测2035年混合动力新车渗透率达到50%，届时混动车型将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实现燃油车全面节能化。在技术方案上，混合动力汽车在原有动力基础上引进发电机，构建“发动机+发电机”双驱动模式，帮助发动机实现不同工况下的高效率运作。


  自主品牌车企逐步建立混动技术储备，包括上汽、广汽、长城、吉利、比亚迪都发布了混动开发平台，主要研发路线集中于并联式和混联式结构（适用范围广），以更好地应对日益严格的油耗标准。


  锂电池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成为实现乘用车出行碳中和的重要方向


  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能和使用体验仍存在明显短板，如在低温环境下续航能力下降明显，高温易引发电池包热失控等，导致消费者在使用环节出现明显的里程焦虑和安全担忧。我们认为，电池企业和汽车企业在解决新能源汽车痛点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锂电池企业会通过优化电池材料体系、开发新型电池技术等方案解决锂电池技术瓶颈，一定程度上缓解里程焦虑，为2045年新能源汽车完全替代燃油车做好充分的技术准备。


  造车新势力逐步发力汽车智能化并创新商业模式，改善消费者用车体验，如特斯拉推广快充技术，超级充电桩V3最大充电功率可达250千瓦，可满足消费者对充电时长的要求。另外，智能电动车会加快消费者转型新能源汽车消费的节奏，如蔚来NIO Pilot（自动辅助驾驶系统）2.0平台相较于1.0平台，在硬件配置、算力算法方面有显著提升。


  商用车碳排放测算：“新能源渗透+数字化技术+货运结构调整”，2060年实现碳中和


  货运结构调整减少公路货运需求


  对比欧盟和美国的货运结构，我们发现欧盟的水运占比更高，美国则是铁路占比更高。从过去的发展来看，欧盟和美国对公路货运的依赖度在降低，而中国则在升高。


  2017年开始，中国环境保护部、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推动“公转铁”，2019年铁路货运量较2016年增加约10.6亿吨，初见成效。我们测算公路综合运输成本分别是铁路的2倍和水运的4倍，而公路的单位能耗则分别是铁路的4倍和水运的10倍，“公转铁”和“公转水”将会持续分流公路的货物，带动公路货运需求下行。


  商用车保有量：重卡、中轻微卡保有量分别于2030年、2045年触顶


  重卡：保有量先升后降，于2030年前后触顶。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公路物流运输近几年仍会带动重卡需求增长，但随着“公转铁”的加快叠加，车货匹配效率提升，会带来重卡保有量的需求下降。因此，我们推演重卡未来保有量会先升后降，2030年达到峰值1040万辆，2060年降至817万辆。


  中轻微卡：预计2045年保有量触顶。保有量由地区内道路运输需求和运输效率决定，我们预计中长期内城镇化率将推动中轻微卡保有量提升，保有量将于2045年触顶。之后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在商用车领域的普及，中轻微卡保有量开始下行。我们认为，客车保有量已经跨过前期高点，预计中枢将长期保持稳定。


  2060年新能源车型全面替代燃油车，实现商用车出行碳中和


  我们预计客车、中轻微卡、重卡的新能源车型渗透率分别于2030年、2050年、2060年达到100%，2060年会实现商用车出行碳中和。


  新能源客车受益于地方政府加大纯电动客车采购，预计于2030年实现对传统客车的替代。


  中轻微卡电动化的进程慢于客车，预计于2050年前后实现100%电动化。


  燃料电池重卡渗透率提升有赖于政策推动和燃料电池降本力度，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的指引，到2035年燃料电池商用车保有量将达到100万辆左右，届时渗透率将达到约8%。随着燃料电池发电效率和储氢技术的提升，我们预计氢燃料电池将在重卡领域大规模进行商用，并于2060年实现燃料电池重卡完全替代传统燃油重卡。


  减排路径一：氢燃料电池替代传统燃油


  氢燃料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清洁环保的特点，成为商用车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路线。尽管电池氢燃料技术方向明确，但是燃料电池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产业链的具体分析将在后文展开。


  减排路径二：动力单元技术+尾气后处理技术


  近10年来，我国内燃机排放标准经历了从国三标准到国六标准的变迁，每一次升级都伴随着更加严格的排放要求。以2021年7月实施的重卡燃油车国六排放标准为例，其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限值相较于国五标准降低了50%，颗粒物指标限值降低10倍。长期来看，内燃机排放标准将持续升级，未来10年内国七标准或将落地，预计各排放物的标准将更为严格。


  减排路径三：数字化技术提升公路货运效率


  数字化技术可以有效去中介化，解决车货匹配困难的问题。车货匹配平台可以运用大数据算法，基于司机的位置、习惯、路线等数据标签，减少司机找货的时间，主动为司机推送货源，持续提升匹配效率。根据搜狐网的新闻报道[4]，车货匹配平台福佑卡车平台的运力月均有效行驶里程可以较传统调度模式提升22%~57%。以2019年公路货运的数据为基准，我们测算出公路货运空驶率每降低1%，可以减少约730万吨碳排放（占当年公路货运碳排放的1.6%）。


  航空碳排放测算：航空碳排放预计到2060年较2019年翻倍，实现碳中和难度最大


  本节我们同样将先介绍航空碳排放现状，并测算2060年周转量及碳排放量，之后解释航空如何通过新能源燃料、运营优化及国际航空抵减机制来实现碳减排。


  过去10年，航空周转量带动碳排放高速增长


  航空2019年碳排放量约1.2亿吨（含国际），占交通运输碳排放量的约10%，过去1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1.5%，主要是由航空总周转量上行带来的（过去10年周转量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1.7%）。


  航空难以完全“脱碳”，中性假设下2060年航空碳排放量将翻倍


  航空客运和货运需求会持续上升：2019年我国航空人均飞行次数仅0.4次，明显低于欧盟的2.2次和美国的2.8次，我们预测航空客运量2060年将是2019年的3.7倍，航空货运量2060年将是2019年的3.2倍。


  针对航空难以“脱碳”的问题，新能源替代航空燃油和运营优化是两条有效的减排路径。航空业具有能耗高、运距长的属性，“脱碳”难度大，因此节能减排至关重要，未来航空业将主要通过两条路径进行减排：用新能源替代航空燃油，以及运营优化。


  我们预测到2060年航空碳排放量约2.3亿吨，约是2019年的两倍。我们的假设是：生物质燃料可以在2060年供能30%；氢能飞机在2040年进入市场，到2060年供能15%；单位油耗效率每年提升0.5%。


  哪些方面可能超预期和低于预期？超预期的部分：技术进步往往是超出预期的，因此氢能飞机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低于预期的部分：我们认为生物质燃油发展可能会低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生物质燃料的收集、运输、转化难以规模化。结合可能超预期和可能低于预期的部分，我们预测乐观情景下2060年航空能够实现碳中和；而悲观情景下碳排放为3.5亿吨，约是2019年碳排放的3倍（见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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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6　航空2020—2060年碳排放情景及假设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减排路径一：新能源替代传统航空燃油


  生物质燃油（生物质材料，如秸秆，经过一系列工艺加工成燃油）、氢能和电能是目前航空领域讨论的主流新能源，我们对各清洁能源进行对比分析后，更看好生物质燃油的应用。


  生物质燃油技术成熟度更高。生物质燃油国内外都有生产先例，（比如中石化制成的1号生物航煤，早在2013年就成功应用于东航的飞机[5]），而且将生物质燃油以一定比例混入现有航空燃油，用于现有发动机已经验证可行。


  氢燃料飞机可能要颠覆飞机机体架构。完成相同里程的飞行，储存氢燃料所需要的空间是传统燃油的4~8倍，因此氢能飞机的架构很可能需要较大的变动，而设计、测试及认证新的飞机形态通常需要10~20年的时间，近期氢能飞机难以实现。


  电池能量密度还需要6~8倍的突破才能保证电池的重量不会超过飞机最大起飞重量，技术上有难度。我们认为纯电飞机只能满足短距离的飞行。


  2060年新能源能给航空供能多少？


  中性假设下生物质燃油能为航空提供30%的能源需求。《中国2050：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零碳图景报告》表示，未来中国的生物质供能潜力为4亿~8.5亿吨标准煤，考虑到生物质产业链建立的难度，我们保守取区间下限即4亿吨标准煤来看，除去会用于发电、化工原料、建筑供暖等领域的生物质供能，我们在中性假设下认为2060年将有大约10%的生物质产能（4000万吨标准煤）供给航空燃油，占当年航空燃油需求的约30%。


  中性假设下氢能将供给15%的能源需求。我们认为氢能飞机尚待技术突破，大约要在2040年才能逐步进入市场，因此中性假设下氢能到2060年可以供能15%。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他新能源作为飞机燃油的可能性，例如太阳能煤油、核能等，但这些还处于探索初期，我们就不在此展开讨论了。在新能源替代燃油之前，运营优化带来的油耗节约（我们假设每年节约0.5%）对航空减排也很重要。


  减排路径二：优化运营能小幅减少碳排放


  运营优化主要包括优化飞行过程、航线、机队等。


  飞行过程优化，包括连续上升/下降的飞行方式。根据欧洲航空安全组织（EUROCONTROL）的研究，采用连续上升和连续下降的飞行方式可以减少约0.6%的碳排放。


  航线优化包括“截弯取直”。通过增加雷达引导直飞和开放临时航路，使区域内航班能够缩短航行距离，例如中国东方航空上海—伦敦航线通过“截弯取直”缩短了270公里航程。[6]


  除了运营优化措施，还有机体设计、发动机热效能提升等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中国更多是作为飞机购买方享受这部分的效能提升的（商用飞机的研发或有助国产飞机的能效提升）。总结看来，我们认为，优化运营每年能够带来小幅的减排。如果以上途径都无法完全实现航空业的“脱碳”，那么还有什么路径吗？


  CORSIA实现国际航空净碳排放零增长


  什么是CORSIA（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表示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机制，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推出的用于规范国际航班的碳减排机制，于2021年开始实行，参与的航空公司将为其超出2019年水平线的碳排放购买碳信用进行抵消，以实现净碳排放零增长（也就是说较2019年基准不增加碳排放）。


  目前中国未参与CORSIA，如果未来参与，我们认为航空业成本可能承压，但也会倒逼航空业降本增效。基于我们之前的周转量和新能源供能假设，我们测算2060年在碳抵消机制下，国际航空的成本是84亿~168亿元（基于碳价20~40欧元/吨）；如果能转嫁到消费者端，以飞行距离约4000公里的上海—新加坡的往返航班为例，票价提升2%~4%；面对高昂的成本，我们认为CORSIA有可能倒逼行业加快节能减排的步伐。


  航运碳排放测算：2060年碳排放为2019年的38%


  航运碳排放占比低，增速慢，单位能耗下降快


  我们测算航运（含国际）2019年碳排放量约为7470万吨，占交通运输行业整体碳排放量的5.4%，过去1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增速慢的部分原因是单位能耗下降快，2019年航运单位能耗较2009年下降31%）。


  中性假设下2060年碳排放量较2019年下降62%


  我们预测航运周转量到2060年仍会低速增长（复合年均增长率1.8%），新能源燃料替代传统燃油和提升船舶能效是两条减排路径。


  我们预测2060年航运碳排放量为2900万吨，比2019年减少62%，我们的假设是：第一，2060年100%内河航运都由电能来驱动；第二，沿海和远洋的供能多元化，液化天然气占比50%，氨能和氢能分别供给20%；第三，单位油耗年均下降1%。乐观情景下航运2060年能够达到碳中和，悲观情景下航运2060年碳排放量比2019年下降20%。


  减排路径一：清洁能源替代航运燃油


  航运的清洁能源主要是电力、氨、氢、液化天然气。我们看好电动船舶在内河航运上的运用是因为内河运距短（约400公里），船舶平均吨位小（约1500吨），电动/燃料电池船舶的技术可行性强。在沿海和远洋领域，液化天然气相对成熟，氨和氢还有待发展。


  液化天然气发展相对成熟。液化天然气的优点是无硫，碳排放量较传统燃油减少约20%，国际海事组织的限硫令（即船舶使用燃油的含硫量不得超过0.5%）可能倒逼行业采用液化天然气。


  氨和氢作为清洁能源仍需技术探索。首先，氨气用于生产化肥已经很成熟，但作为清洁能源还需要探索，例如需要专属的能源供给系统，并需要对发动机进行改造。其次，如前文所述，使用氢能更多需要解决的是氢能的体积密度、发动机改造等问题。


  我们不排除其他新能源作为航运燃油的替代品的可能性，比如甲醇等，但不在此一一展开。


  减排路径二：船舶能效提升


  船舶能效主要是针对新船的EEDI（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和针对现有船舶的SEEMP（Ship Energy Efficiency Management Plan，船舶能效管理计划），根据CE Delf（研究和咨询公司）的测算，船舶能效改进后，最多可以减少8%的碳排放。


  铁路碳排放测算：通过电气化脱碳，2060年实现零碳排


  过去10年，电气化率提升带来碳排放量下降


  我们测算铁路2019年的碳排放量为1384万吨，较2009年已经减半，过去10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7.2%。铁路电气化率过去10年提升了36%，铁路电气化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推手。


  未来铁路通过电气化来实现脱碳


  2019年铁路营业里程约14万公里，尚未电气化里程约4万公里。过去10年每年新建的铁路里程约5500公里，新建的铁路基本都是电气化的，每年额外电气化里程约1050公里。中性假设下，铁路每年额外有1000公里的电气化里程，那么在2060年刚好能完成全部铁路的电气化，实现零碳排放。


  行文至此，我们介绍了绿色交通完整的“中国解法”。不难发现，“绿色解法”中异常关键的一个路径便是新能源的运用。电能（动力电池）和氢能（燃料电池）的运用是公路、航空等行业实现碳减排的底层假设，下文将就这两个新能源的技术路径做详尽阐述。


  聚焦技术：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的技术应用推演


  如前文所述，中国交通领域要想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电能、氢能等新能源的驱动。而我们在前文的绿色溢价部分也提出了政策与技术是驱动碳减排的两大要素，因此本节将聚焦技术部分，主要关注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


  锂电池作为电动化的终端动力载体，已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我们认为2021—2025年电池技术将进一步降本提质，推动600~800公里电动乘用车普遍走向平价，2025—2030年新一代技术（如固态电池）初步落地，2030—2040年新一代技术实现产业化，并带动更多领域（如船舶、小型飞行器等）电动化。配合制造环节、回收环节碳足迹追踪，锂电池有望在所应用领域彻底实现零碳排放。


  氢燃料电池是道路交通重载领域应用清洁能源的中长期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的成本特性使其较锂电池更适用于重载中长途交通运输领域。我们认为2030—2040年，氢燃料电池系统成本与性能基本达到大规模商业化要求，氢能源环节规模化配套与平价将会在新能源发电的推动下加快发展；2040—2060年，氢燃料电池从系统到终端有望实现平价下的大规模商业化，推动道路交通重载领域零碳排放。


  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应用趋势如图8.7所示。


  锂电池带动乘用车与部分公共交通领域电动化


  如前文所述，乘用车领域最终实现零排放依赖于纯电动，我们预期2045年新能源新车销售渗透率将达到100%，此目标能否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锂电池技术的整体性能与技术路径的演化。


  从需求角度来看，与新能源车销售的增长同步，我们预期中国乘用车动力电池新增装机容量将于2045年达到顶峰。根据我们的测算，装机容量将由2020年的36亿瓦时增长至2045年的4140亿瓦时，未来2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1%。


  技术路径方面，动力电池技术演化与平价的达成具备较强的确定性。从技术路径角度来看，短期LFP（磷酸铁锂）与高镍三元路径将形成接力，推动由中低里程到中长里程新能源车的平价，带动整体市场需求进一步爆发。固态电解质电池、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等下一代电池有望在2030—2060年逐步商业化，进一步提升锂电综合性能，同时带动更多领域电动化。


  
    [image: ]

    图8.7　交通运输领域技术应用趋势

  


  资料来源：高工产业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NCM、LFP、NCA都是指电池材料，N、C、M分别指镍、钴、锰，N、C、A 分别指镍、钴、铝。CTP指无模组动力电池包技术。


  短周期维度（2021—2023年），平价初现：应对平价的需求，我们认为450公里以下同时价格区间在10万~15万元的新能源车将通过应用铁锂电池，在2021—2022年实现平价。


  中周期维度（2023—2030年），全面平价推动电动化持续提速：我们认为锂电技术与产业化能力的进步，将推动高镍正极体系锂电池加速发展，并带动锂电池进一步降本提质，于2024—2025年推动600公里左右车型实现油电平价，于2026—2030年推动800公里以上车型实现油电平价。


  长周期维度（2030年后），下一步技术逐步落地：我们认为下一代电池，包括固态及更下一代的锂硫、锂空气电池，将逐步迈向商业化的路径，推动更安全与更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的演变，带动更先进、更长里程（大于1000公里）的新能源车及其他领域（如小型飞行器等）的应用。


  氢燃料电池应用带动重载领域零排放


  燃料电池是一种把燃料所具有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化学装置。按燃料类型可分为氢燃料电池和甲烷、甲醇、乙醇燃料电池。氢燃料电池因具有副产物清洁、安全性高等优点，是最具商业化应用前景的燃料电池。氢能的体积能量密度与锂电池相似，质量能量密度显著优于锂电池，在交通领域更适合应用于长距离重载场景。


  目前氢燃料电池的系统成本和用氢成本均很高。从系统成本来看，国内燃料电池2019年售价约2万元/千瓦，要达到与重卡发动机平价，燃料电池系统的价格需要下降至300~500元/千瓦，我们认为氢燃料电池系统未来的路径如下。


  2020—2025年：产业链本土化基本完成。目前供应链整体对海外材料的依赖程度较大，补贴政策与市场趋势需求下，我们预期2025年前国产化核心材料供应链有望完成基本布局，供应国产化以及对海外先进技术的吸纳将会推动系统成本由2019年的2万元/千瓦下降至约2000元/千瓦，5年下降90%。


  2025—2040年：国产替代完成，主导材料进步与规模化，推动系统级平价。我们预期2035年产业链国产化规模的进一步推广和综合系统的技术进步有望带动系统成本下降至300~500元/千瓦，较2025年下降70%~80%，实现燃料电池系统本身与传统重卡柴油机平价。


  从氢能源成本环节来看，终端用氢成本中，制氢、运输、加氢成本分别占25%、19%、56%，这三个环节的降本将推动氢能源逐步与柴油平价。


  目前主要有天然气/煤气重整制氢与新能源发电制氢两大主流制氢路径，新能源电解水制氢是中长期路线。在能源富裕区域，“天然气/煤气重整制氢+碳捕捉”的氢成本已低于20元/千克，而目前的电价下，电解水制氢的成本高达40元/千克。但我们认为2025年之后，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持续提升，通过富裕部分的超低新能源电价（0.1~0.3元/千瓦时），可将电解水制氢的成本下降至10元/千克，2040年后可下降至5元/千克。同时规模效应对于成本的影响均较为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区域集中式大规模制氢将是中长期成本下降的主要路线。


  运输成本的下降依赖于技术、规模的提升。以高压气氢为例，目前国内以Ⅲ型瓶为主，而海外已经规模化应用Ⅳ型瓶（级别越高，单位体积内储存的氢气越多，同时制造工艺越复杂）。我们认为技术的进步与国内应用规模的提升，可使运输成本在2030年后较现有水平下降30%~50%。


  终端加氢具备较大的成本下降空间，规模化与国产化是主要推动力。目前国内建设一座加氢站（35兆帕）需要的资金为200万~250万美元，成本高昂，核心设备基本依赖进口，加氢站的折旧与运维成本占大部分。我们认为建设规模的提速，叠加设备的国产化，将推动加氢成本快速下降。我们预期终端的加氢成本将由目前的近40元/千克在2030年后逐步降至10元/千克以下。


  建言献策：政策助力交通运输“脱碳”


  上文阐述的是交通运输行业碳中和的可行性、路线和方法，是关于“如何做”的问题，下文会阐述“如何促进全社会去做”以及“如何做好”，将从行业和技术两个维度建言献策。


  行业政策建议（乘用车与商用车）：产业政策转向市场化、创新化


  新能源政策复盘：补贴边际效应减弱，双积分政策指引行业长期发展方向


  复盘国内和海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我们发现，短期补贴扶持叠加长期产业引导，是国内外政府部门参与新能源产业推广的两大重要手段。我们认为，中国的补贴政策将逐步走向尾声，补贴的边际效应将会减弱，双积分政策接棒补贴政策，指引行业长期发展方向。与国内双积分政策相对的是，欧盟用碳排放政策考核车企，考核结果不达标的车企将面临巨额罚款，由此倒逼车企进行电动化转型。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补贴退坡后，碳排放考核将成为行业发展托底政策。


  引导技术路线，增加新能源车的吸引力


  随着补贴政策逐步退坡，未来优质车型将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自然渗透率提升。基于此判断，我们认为政策的核心在于引导车企生产更多具备优质产品力的新能源车型。


  首先是对技术路线的引导，目前的“双积分”政策正在推动混动技术在燃油车当中的使用，同时要求车企不断提高纯电动车型占比。为了应对“双积分”政策，部分车企生产品质较低的新能源汽车，再低价卖给出租车运营公司，赚取积分。这种方式不利于培养C端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习惯。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细化“双积分”政策的计分标准，考核不同车型的续航里程、电池安全性、能量转换效率等综合指标，鼓励车企生产更优质的新能源汽车。


  其次在汽车相关税收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适度从中央向地方转移，鼓励地方政府与地方车企形成联动，不仅在购买环节引导新能源车型消费，更要在使用环节鼓励新能源车型的应用。


  鼓励创新，重点解决新能源汽车的痛点问题


  锂电池技术尚未成熟，新能源汽车在购置和使用环节仍然存在多个痛点问题，政策方向应该以解决痛点问题为主。


  我们认为，财政补贴可以从购车环节逐步转移至用车环节，特别是对充电桩、换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贴，提升消费者在使用环节的便利性。


  此外，政策导向应该为创新商业模式提供支持。例如，车电分离模式能够有效降低车辆初始购置成本，并且降低消费者对电池使用寿命的担忧，但需要政策辅助对车电产权归属进行定义。再如，换电站运营模式偏重资产，初始投资成本高，需借助产业资本和政府补贴的力量才能够得到大规模商业化。


  减少用车环节碳排放


  鼓励消费者形成更环保的驾驶习惯。很多不当的驾驶习惯，如高速飙车、随意并线等都会增加油耗，会带来更多的碳排放。因此，我们认为，运用驾驶员状态监控技术，进一步规范驾驶行为，将推动碳排放在用车环节的进一步减少。


  推动车辆网联化，减少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采用网联化技术之后，车辆可根据云端数据进行最优行程规划，提升出行效率。因此，我们认为加装路侧感应装置、信号接收装置，推动车路互感，将有效促进车辆网联化，进而减少碳排放。


  行业政策建议（航空）：关注生物质和氢能的发展


  新能源：对成熟的生物质燃油给予一定补贴，关注氢能的发展。


  给予一定的能源补贴政策，创造航空生物质燃油市场。目前航空的生物质燃料市场面临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核心是解决航空生物质燃料的成本鸿沟。因此，相关机构可以适当给予能源补贴，抹平生物质航空燃油与传统燃油的价差，创造市场，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关注氢能及其他新能源发展，探索与航空发动机的结合。中国商用飞机行业在飞机制造技术上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我们建议可以适当关注氢能带来其他技术路径的可能性。


  技术政策建议（锂电池）：全生命周期零排放需产业与政策协同促进


  锂电池碳排放，需要从全生命周期视角看待。从碳排放角度看，锂电池的应用带来了用车环节的零排放，但纵观产业链与生命周期，锂电池的制造与最终废弃锂电池的处置，均对碳排放有较大的影响。由此，我们认为锂电池需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视角。


  未来需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以推动动力电池产业链实现零碳排。目前各部委针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问题，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但众多法规细节缺乏明确的奖惩机制和监管手段，需进一步落实明确；在生产制造端也应出台更明确的政策以实现节能减排。我们建议的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


  建立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体系，追溯各环节碳足迹。在工信部建立的“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基础上，可通过政策进一步推动各级供应链追溯上级供应链碳足迹，并落实奖惩机制，倒逼产业链控制、减少碳排放。


  回收环节落实权责与实施主体，推动以4S店（汽车销售服务店）为核心渠道，以新能源车企及第三方机构为实施主体的回收网络建设。目前工信部已落实生产者延伸制度，明确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未来需进一步打通电池回收网络，明确仓储、物流、再加工等规范细节，探索可行的商业模式与利益分配方式。


  使用强制性政策、奖惩机制等措施推动新能源车企及用户积极参与动力电池回收。目前虽然建立了溯源与回收体系，但正规渠道回收率较低，未来政策可从车企端和用户端两方面推动。对于车企端，未来政策应进一步明确奖惩机制和监管手段，加强新能源车企回收动力电池的积极主动性。对于用户端，未来需加强动力电池溯源体系，同时使用奖励、补贴等政策促使用户积极参与动力电池回收。


  技术政策建议（燃料电池）：需政策推动产业化应用


  从产业现状来看，氢燃料电池的应用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同时中国本土企业较之海外企业从技术到规模均处于相对劣势。此外，能源配套环节需要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靠直接运营获得较好回报。由此，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应用和终端配套设施的补足，都需要政策来推动。


  2020年9月，根据《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氢燃料电池车应用进入为期4年的试点推广期。燃料电池汽车新政进入“十城千辆”阶段，试点推广期以构筑完整产业链为目标，聚焦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基础发展，定位实际场景应用，探索有效商业模式，以实现良性发展。


  根据欧洲燃料电池和氢能联合组织发布的《欧洲氢能路线图：欧洲能源转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在长周期的维度上，氢燃料电池的应用可借鉴以下政策工具。


  第一，推动氢能源基础设施与燃料电池系统标准的制定，完善产业链权责。目前产业缺乏相对标准，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环节，确定标准有助于规范加氢站的建设和投资，加快基础设施环节配套的落地。氢燃料电池系统层面也需进一步完善技术、生产、资质等标准，以推动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


  第二，长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保障中长期规模化应用落地与发展的确定性。


  第三，进一步明确并指引氢能源在特定交通场景中的应用路径与推广目标。


  第四，推动氢燃料电池系统应用的跨国合作，提升中国燃料电池产业链的供应覆盖面，加速产业规模化发展。


  从绿色溢价再看绿色交通推演的效果


  上文我们讲述了到206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的路径，并给出了与这条碳排放路径配套的技术路径和公共政策。但如何更加定量地衡量这条路径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我们再次从绿色溢价角度讨论。


  交通运输未来绿色溢价将明显下降，但难以在2060年实现零溢价


  我们在前文计算了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溢价比例为68%，对应2.7万亿元的零碳排放成本，说明交通运输行业当下实现脱碳的成本高、难度大。在基于前文描绘的碳排放路径下，我们希望再次测算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时交通运输的绿色溢价，来解释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2030年和2060年两个静态时点上，交通运输的零碳排放成本是多少？与当前时点进行动态比较，绿色溢价会如何变化？通过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来验证我们给出的技术和政策路径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2030年零碳排放成本预计为897亿元，对应绿色溢价比例为2%


  我们测算2030年交通运输绿色溢价比例为2%，对应零碳排放成本为897亿元（见表8.4），较2021年下降约2.6万亿元，公路货运和公路客运（含乘用车）将贡献65%（约1.7万亿元）和29%（约7500亿元）的减量。


  
  表8.4　2030年交通运输零碳排放成本为8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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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公路货运零碳排放成本将下降1.7万亿元，至2030年的2423亿元，其中重卡零碳排放成本将下降1.5万亿元，主要是用氢成本和氢能重卡购置成本下行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预计用氢成本将下降52%，氢能重卡购置成本将下降80%）；中轻卡零碳排放成本将下降约1800亿元，我们预计电动中轻卡购置成本将会下降38%，带动电动中轻卡全生命周期成本下行，2030年电动中轻卡单位成本较燃油车低17%（比2021年高7%）。


  纯电乘用车的购置平价推动公路客运（含乘用车）零碳排放成本下降约7500亿元，2030年公路客运（含乘用车）零碳排放成本为-3335亿元。如前文所述，我们预计纯电乘用车将于2025年实现与燃油车的购置平价，并且用电成本比用油成本低60%，基于此我们测算2030年纯电乘用车全生命周期单位成本比燃油车低10%（纯电乘用车0.47元/公里，燃油车0.53元/公里），进一步得出零碳排放成本约为-3335亿元。


  2060年绿色溢价比例预计仍为2%，但零碳排放成本下降至701亿元


  到2060年，我们测算交通运输绿色溢价比例仍为2%，对应的零碳排放成本为701亿元（见表8.5）。到2060年我们预计乘用车、商用车和铁路将全部新能源化，绿色溢价均为零；但航空和航运无法完全用新能源满足，我们预测到2060年用氢单位成本仍比用燃油高，基于此我们测算航空和航运2060年零碳排放成本为537亿元和164亿元，对应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18%和31%，因此交通运输总体零碳排放成本为701亿元，对应2%的绿色溢价比例。


  
  表8.5　2060年交通运输零碳排放成本为7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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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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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总之，交通运输绿色溢价比例将会从2021年的68%大幅下降至2030年和2060年的2%，对应的交通运输的零碳排放成本会由2021年的2.7万亿元下降至2030年和2060年的897亿元和701亿元，这说明我们给定的碳排放路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2060年无法实现零绿色溢价，也说明交通运输的相关技术仍有待发展，实际上交通运输绿色溢价的下行很大程度依赖锂电池和氢能技术的进步，锂电池技术路线相对比较确定，而氢能技术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政策在研发、应用、标准制定等方面助力推进。


  畅想未来：自动驾驶、超级高铁、超音速飞机的陆空联动


  前面几节更多立足于可见的科技讨论未来的可能性。既然现在距2060年还有近40年之遥，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仰望星空的畅想。本节我们将超脱现实，描绘一幅“脑洞大开”的交通图景，包括自动驾驶、超级高铁和超音速飞机。


  自动驾驶：改变的不仅仅是出行


  自动驾驶意味着“车-人-环境”达到高度融合，车辆可在任何复杂情况下自主驾驶。


  自动驾驶带来出行习惯的改变，使公路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我们认为，完全自动驾驶为公路出行带来的改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动驾驶时代，车辆成为家和办公室中间的第三空间。我们认为，未来车辆的内部空间将趋于个性化设计，满足乘客出行的舒适度要求。届时，车辆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第三空间，乘客可以在车内办公、休息、娱乐。


  二是部分航空和铁路出行需求被自动驾驶汽车出行方式替代，如北京到上海，乘客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出发，在车内舒适地睡一觉，第二天即可到达。


  三是自动驾驶可有效降低车辆闲置率，提升运输效率。我们认为，自动驾驶将推动乘用车共享化，降低车辆闲置率。对于商用车来说，自动驾驶货物运输能够解决安全隐患（如疲劳驾驶），运输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自动驾驶技术普及将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改变


  公路形态重构，多层次地下隧道得以应用。我们认为，自动驾驶时代将驱动多层次的地下道路的大规模应用，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可自由行驶在不同深度的隧道内，极大地提高公路运输效率。


  停车场建设需求降低，节约城市土地。我们认为，自动驾驶技术将带来出行领域的共享经济，闲置车辆不再需要占用停车位，城市中对停车场的建设需求将大规模降低，大幅节约城市土地。


  超级高铁能否成真


  超级高铁是埃隆·马斯克提出来的一种以“真空钢管运输”为理论核心的交通工具，具有超高速、低能耗、噪声小、污染小等特点。而超级高铁近期在美国和中国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维珍超级环路公司于2020年11月在美国完成了其超级高铁的首次载人测试，而2021年1月中国西南交通大学试验的高铁的运行速度超过了600公里/小时。[7]


  如果超级高铁能够实现，那么它将颠覆现有的交通运输体系和生活方式。


  一方面，超级高铁的理论时速已经超过航空，很可能挑战航空在远距离出行中的地位，因为无碳排放，超级高铁替代航空后将会助力交通运输体系达到碳中和。


  另一方面，超级高铁的出现很可能将重新定义城市的范围。例如，从上海出发，北京和深圳都在超级高铁的一小时行程范围内，届时北京、上海、深圳在概念上可能已经是一个城市。


  超级高铁的速度让人惊叹，而更快的超音速飞机的商用化或许近在眼前。


  超音速飞机商用化或许近在眼前


  超音速飞机是指飞行速度超过音速领域（大约1200公里/小时）的飞机。在飞行的百年历史中，民航一直在亚音速领域探索，人类旅行的阶跃或许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Boom Supersonic（航空初创公司）于2020年10月推出了首架XB-1超音速飞机演示样机，[8]并计划在2021年首飞，XB-1最高巡航速度将达到2335公里/小时。载客量仅为两人的XB-1显然还只是一架验证机，Boom Supersonic真正的王牌是载客量达55~75人的Overture机型，而Overture预计在2025年实现商业化。


  超音速飞机的能耗将成倍于目前的飞机，这是否会增加航空业的碳排放？我们认为答案是不见得。XB-1在设计、开发和测试阶段都充分考虑到了对环境的影响，例如XB-1在进行地面测试时，80%的燃油均是清洁燃油，如果未来清洁燃油在超音速飞机上验证可行，将会大大降低碳排放。未来超音速飞机会真实地缩短世界各地的距离，或许也将推动航空业的碳中和。


  
    [1] 各数据库关于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量的统计有差异，前文引用的是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较国际能源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的碳排放数据都更低，我们为进行国际对比，引用了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 本章作者：杨鑫、张文杰、曾韬、常菁、陈桢皓、邓学。

  


  
    [3] Balancing volumetric and gravimetric uptake in highly porous materials for clean energy，2020.

  


  
    [4] 参见https://www.sohu.com/a/354965965_168370。

  


  
    [5] 参见http://energy.people.com.cn/n1/2017/1124/c71661-29666187.html。

  


  
    [6] 参见http://www.caacnews.com.cn/1/6/201803/t20180312_1242843.html。

  


  
    [7] 参见https://www.163.com/dy/article/G0831MQ20511NEUN.html。

  


  
    [8] 参见https://boomsupersonic.com/xb-1。

  


  第九章　绿色生活：开启消费与社会治理新篇章


  摘要


  保护地球家园、让生活更美好是每个人的心愿。消费是碳排放的终端，无论是2030年前碳达峰还是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都离不开消费端亿万民众的共同努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着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


  与此同时，居民作为消费者，也将面对绿色消费所带来的各项成本增加和不便利。但这涉及人类健康、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几代人的改变和付出将带来世世代代更美好的生活，因此这种付出是高尚且值得的。


  在本章，我们强调了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变革与互相促进。企业的作为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升绿色消费的规模效益、品质及体验。而政府的作为，如绿色标准的健全、各项补贴的应用、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将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进行绿色消费，更顺畅地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


  让我们积极实践、贡献力量，一起迈向青山绿水，迈向健康生活，建设与共享碳中和的美好时代。[1]


  绿色生活来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40%，低碳生活意义大


  居民是工业生产的终端用户。居民生活碳排放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生活中的能源消耗造成的直接碳排放，另一方面是生活中进行的消费、购买的服务等造成的间接碳排放。依据碳足迹的概念，这一部分碳排放也包含消费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据此测算，我国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40%，相对应的发达国家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为60%~80%（见图9.1）。这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还有提升的可能性，因此，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需要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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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居民碳排放占比

  


  资料来源：Ivanova et al.，Mapp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EU regions，2017；Xiaoling Zhang et al.，How to Reduce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A Review of Experience and Policy Design Considerations，2017；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根据2017年的研究数据整理。


  居民、企业、政府三管齐下的社会综合治理


  如何降低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是碳中和的重要一环。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碳排放占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绿色生活的方式也越来越重要。这方面要依靠：居民自身的低碳消费习惯，企业从供应端的创新与努力，政府的倡导与配套政策。因此，绿色消费需要从居民生活方式、企业运营模式、政府政策引导三个层面来突破（见图9.2）。


  居民能为碳达峰做些什么？绿色生活方式的推广、绿色消费习惯的培养、消费行为的改善，以及低碳饮食、杜绝浪费、节能环保……都能够从消费端推动碳中和的实现。


  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居民还会面临一个新问题——消费成本的增加和消费过程的不便。如何才能让居民积极参与碳中和过程？如何轻松地解决上述新问题？这就需要企业的参与、政府的引导。消费企业能为碳达峰做些什么？产品创新、提效降耗、环保减排、回收利用、共享经济、ESG发展……企业的有效作为不仅能够从供应端推动碳中和的实现，而且能够实现绿色消费品闭环的规模经济，降低居民的实际购买成本。


  政策制定方面，家电能效体系与回收、节能产品补贴、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装综合治理、光盘行动与有机物再利用等政策制度的完善与实施，也将适当补偿居民的新增成本，鼓励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碳达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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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一张图看懂绿色生活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绿色生活方式：居民能为碳达峰做些什么


  研究表明，欧洲居民平均碳足迹中，出行占30%，家庭生活占22%，餐饮占17%，家具、生活用品占10%，服装占4%（见图9.3）。其中，吃住行是碳排放的大户。前文已对绿色出行部分进行了详细分析，下文将重点讨论绿色饮食和绿色家居两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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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2017年欧洲家庭碳排放来源占比

  


  资料来源：Ivanova et al.，Mapp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EU Regions，2017；中金公司研究部。


  绿色饮食


  素食产生的碳排放量在同等情况下远远小于肉食。主要原因是动物在成长过程中对食物的利用率较低，以及会排放甲烷类气体。即使在肉类食品中，不同类型的肉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不同，比如牛肉和羊肉等红肉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是相同质量的鸡肉、猪肉类食品的约4倍（见图9.4）。根据不同的饮食习惯，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一份均衡的饮食结构中肉类占饮食碳排放量的56.6%（见图9.5），是饮食碳排放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人摄入水稻类主食较多，肉类占饮食碳排放量的36.5%（见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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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中国每千克食物碳排放量测算

  


  资料来源：Xu et al.，A Comparative Study on Carbon Footprints Between Plant and Animal-based Foods in China，2016；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为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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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5　2018年美国各类食品对碳足迹的贡献

  


  资料来源：Center for Sustainable Systems,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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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6　2016年中国各类食品碳足迹的贡献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Xu et al.，A Comparative Study on Carbon Footprints Between Plant and Animal-based Foods in China，2016；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水产类碳足迹统计数据缺失。


  对于成年人来说，相较于正常的杂食食谱，纯素食和蛋奶素食的食谱所产生的人均碳足迹分别为杂食食谱的59%和65%[2]，并且能满足人体均衡营养中所要求的各种营养物质[3]。根据测算，在一定的膳食结构改善的条件下，仅饮食习惯这一项即可在2030年降低当年碳排放量6621万吨。


  在确保营养均衡、饮食健康的前提下，膳食结构的改善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宣传和引导，还要通过食品加工创新，将素食做出肉食的味道，淡化膳食结构改变带来的口味变化。其中，较为成熟的技术是人造肉技术。例如，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人造肉龙头品牌Beyond Meat成立于2009年，致力于通过植物直接制造出有肉类产品口感和味道的食物，产品囊括汉堡肉饼、牛肉、炸鸡、香肠等各类肉食的人造肉品类，渠道覆盖广泛。该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显示，公司市场份额同比增长6.14个百分点。


  多吃蔬菜，适量吃畜禽肉，少吃红肉，吃蛋奶素食或可减少碳排放量，并且有利于身体健康。相对于纯素食主义，蛋奶素食更容易做到营养均衡，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容易被接受。虽然存在争议，但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蛋奶素食对健康有益。例如，有研究表明，蛋奶素食和纯素食具有更低的肥胖风险和罹患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长期食用也能增加人类的预期寿命。同时，该研究还表明，相比于其他肉类，过量摄入红肉会显著增加患各类疾病的风险。[4]世界卫生组织也将红肉列入2A类致癌物，即在动物实验中有充足的致癌证据，但是缺乏会使人类罹患癌症的证据。


  杜绝浪费


  消费端食物浪费量巨大，宴请聚餐是“重灾区”。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主要餐饮浪费出现在消费端。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93克/餐，浪费率为11.7%；初步测算，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量就达到1700万~1800万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中国每年在餐饮上浪费的粮食高达4000万~5000万吨，相当于目前粮食生产量的6.0%~7.5%。其中，朋友聚餐、城乡婚宴酒席、出生宴等各类“事件性宴聚”浪费，以及商务宴请浪费等餐饮食物浪费尤为严重。根据《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平均每餐每人食物浪费量分别为107克、102克，明显高于其他形式（家庭聚会每餐每人食物浪费量为95克，无特定目的就餐食物浪费量为67克）。此外，从餐馆规模的角度来看，浪费量与餐馆规模成正比：大型餐馆浪费量较高，平均每餐每人132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93克；相比之下，小型餐馆及快餐店人均浪费量较少，分别为69克和38克。


  餐饮食物浪费的背后意味着，生产这些食物所用到的水、土地、能源以及大量的碳排放都被无端消耗与释放，减少餐饮浪费不仅可以降低农业养殖所产生的碳排放，还可以减少垃圾填埋场食品腐烂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除饮食方面的浪费外，居民在日用品、服装等消费品类的购买方面也应合理规划，践行节约原则，这些都能够为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碳达峰贡献力量。


  绿色家居


  小习惯减少碳排放。尽管家庭生活部分的碳足迹占居民碳足迹排放比例超过了20%，但家庭生活减排却没有“一招鲜”的解决方案。减少家庭生活的碳排放，要依靠科技、能源的进步，更重要的是通过平日一些小的绿色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地减少碳排放。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学者的测算，推行各种不同减少碳排放的绿色生活方式，总计可以减少家庭生活碳排放量超过15%（见图9.7）。这些好的方法和习惯，包括房屋节能改造、家电更新维护、晾干代替烘干、降低热水温度等。


  此外，积极参与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垃圾分类，也是绿色家居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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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7　绿色家庭减排：优秀习惯对居民减少碳排放定量预估

  


  资料来源：Thomas Dietz et al.，Household Actions Can Provide a Behavioral Wedge to Rapidly Reduce US Carbon Emissions，2009；中金公司研究部。


  支持环保


  展望未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的消费模式也将更加有利于碳中和的实现。


  减少外卖包装消费是支持环保的重要表现之一。目前，外卖包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白色污染问题亟待解决。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多使用耐用品，是消费者在减少白色污染方面可以做到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与在外就餐占比的提升促进了餐饮外卖市场蓬勃发展。根据艾瑞咨询调查的数据，2019年中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达6536亿元，同比增长39.3%，2015—2019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90%。外卖包装市场规模随之迅速扩张，我们测算，2019年餐饮外卖使用的一次性餐盒或超300亿个，使用的包装袋或超150亿个。


  塑料为外卖包装的主要材料。美团外卖的调研数据表明，外卖餐盒和包装袋中塑料材质占比均超过80%，其中聚丙烯和聚乙烯等普通塑料使用最为广泛。国内目前外卖包装废弃处置回收链路尚不完善，而普通塑料在填埋或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同时受制于技术成熟度、性能和成本，可降解材质外卖包装的规模化应用尚未成熟，外卖包装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亟待解决。


  此外，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例如购买电子书、节约纸张、少用一次性餐具和一次性纸杯等。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我们支持了环保，也保护了共同的未来。


  绿色经营模式：消费企业能为碳达峰做些什么


  在碳达峰过程中，企业可以在产品创新、提效降耗、环保减排、回收利用、共享经济、ESG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有效提升绿色消费的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与体验。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可降低家庭能源消费增长率。中国家庭消耗大量电能、天然气和少量散煤，以满足家电运行、烹饪、取暖需求。2019年，居民用电10250亿千瓦时，对应碳排放量7.05亿吨（2019年中国清洁能源发电量渗透率31%）；城市燃气用量1140亿立方米，对应碳排放量2.46亿吨；北方民用散煤用量0.6亿吨（主要用于取暖），对应碳排放量1.14亿吨。


  居民用电量存在刚性增长，要根本解决居民用电的碳排放问题，就要促使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清洁能源发电成为主流，尽量减少煤炭发电。要缓解居民用电量的增长，还可通过提高家电能效标准实现。这又可以分解为新生产的家电，特别是空调、中央空调的能效水平提升；促进家电以旧换新，淘汰能效水平较差的旧家电。存量家电中，家电机龄越长，平均能效标准越低，单台家电能耗越高。


  除空调能效外，还有很多家电产品不断在节能化方向推陈出新：变频技术可以提升空调、冰箱、洗衣机的能效水平，太阳能热水器可以缓解电网负担，冷凝燃气热水器的效率要高于普通产品，LED（发光二极管）灯替代节能灯、白炽灯，设计更加合理的取暖器替代设计不合理的取暖器。


  提效降耗


  生产环节的原材料损耗是影响碳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我们用家具行业利用柔性生产等智能制造技术持续提升木材利用率为例，展望提效减碳的空间。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近年来木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见图9.8），减少木材消耗、提升木材利用率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环。树木对二氧化碳具有很好的吸收作用，地球上一棵成年树一年可以吸收超过21.8千克的二氧化碳（见图9.9），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和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国木材消耗总量增长了173%，成为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和第一大木材进口国，在每年的木材消耗中，家居家装领域的占比持续走高，其中人造板占比最高，为32.99%，实木类家具产品占比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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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8　我国木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

  


  资料来源：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中国木材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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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9 一颗成年树木一年能吸收21.8kg二氧化碳

  


  资料来源：植树节基金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家居家装行业作为木材消耗大户，近年来为实现成本管控与低碳环保等目标，持续通过智能制造及柔性生产来提升木材利用率，目前部分头部定制家居企业的木材利用率已经提升到85%以上，极大地减少了木材消耗，有效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先进的柔性生产等智能制造技术，通过将微电子学、计算机和系统工程等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好地解决了机械制造高自动化与高柔性化之间的矛盾，能够充分满足家居产品的定制化需求。该生产技术借助大数据、信息化软件，将尺寸不一的各类柜体，通过自动组合、运算、排版，出具最佳切割方案，进而再通过柔性化设备进行生产，减少家具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浪费，提高木材利用率，减少树木砍伐。目前我国定制家居龙头如欧派、索菲亚等企业，均向柔性生产技术发力，实现了木材利用率的持续提升。


  环保减排


  生产环节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是碳中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以日化产业和纺织服务产业为例，探讨排污与碳中和的关系及解决方向。


  洗衣液生产环节碳排放量较大，企业积极行动


  我国洗衣液消耗量大且快速增长，减少洗衣液生产环节碳排放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一环。2019年，我国洗衣液市场规模约272亿元，以每500克约7.8元的单价进行测算，2019年我国共消耗洗衣液约174.4万吨。2019年我国洗衣液的渗透率约为44%，与日本、美国的79.5%、91.4%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预计我国洗衣液市场未来5年将以13.6%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并在2024年实现515亿元的市场规模，对应330.1万吨的洗衣液销量。


  据碳阻迹公司的数据，在洗衣液生产环节，1吨洗衣液将释放约0.67吨二氧化碳，我们估算2019年我国洗衣液生产共产生碳排放量116.8万吨，2024年将产生碳排放量221.2万吨。由此可见，随着洗衣液消耗量持续快速增长，采用绿色环保配方、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将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方式。


  在全球企业与消费者环保意识崛起的背景下，近年来全球日化巨头不断推出环保型洗衣液，与传统的以石油衍生品为原料相比，环保型洗衣液主要以纯天然植物性成分为主，能够有效降低生产与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汰渍作为全球知名的衣物护理品牌，推出了一款天然植物配方洗衣液Purclean，这款洗衣液中的植物性原料占比达到75%，在保持较好的清洁性能条件下，大量减少了石油衍生原料的使用。


  第七世代是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环保品牌之一，是雨林联盟与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伙伴，其推出的Free & Clear洗衣液中生物和植物基成分占比高达97%。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浓缩洗衣液的推广将有助于推动行业节能减排。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发布的《浓缩洗涤剂生命周期评估》表明，若我国全部消费者都使用浓缩洗衣液，那么能够在生产、运输中减少碳排放174.72万吨，节省电能耗用85.67亿度，并在消费者使用过程减少洗涤废水排放量242.11万吨。


  纺织服装龙头企业节能减排先行


  纺织生产过程中耗用的主要资源是水；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于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包括直接排放（天然气和煤等）和间接排放（电力和蒸汽）。在各生产流程中，面料生产是能源消耗的主要环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弃物为废水、废气、固废等，其中废水、废气主要产生于印染工序。


  纺织制衣龙头企业申洲国际凭借依序推进的环保改造使之对环境更为友好，通过努力促进水资源和各类能源利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降低生产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推行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确保最终消费产品的环保性。


  从排污角度看，公司重视污染物的全过程控制。在确定合作供货商时，会对原料环保性予以重视；各生产部门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力求提高工艺上的环保性；优化能源结构，逐步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适时更新旧设备，通过引进更加环保、低耗的先进设备以减少资源的消耗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在污染物的末端处理上，严格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确保合格排放。公司计划继续加大力度减少单位废水和废气的排放，预计2020年的单位废水排放量相比2015年减少约35%。


  从耗能角度看，目前申洲国际在宁波的工厂已全面使用天然气作为基础燃料，有效降低了对大气环境的不利影响。2019年天然气消耗总量为59241399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61.44%；同年生物质及煤的消耗总量为174770吨，较上年度下降了16.15%。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是居民、政府、企业都要参与进来的闭环，需要企业与政府政策措施的相互配合。本节分别从产品包装优化与回收、快递包装再利用等维度进行论证和阐述。产品包装层面，优化包装是促进回收利用的第一步，生产企业的积极参与是促进回收利用的要素。老旧产品回收方面，以回收与换新均能减少碳排放的家电行业为例，重点从消费企业角度进行分析。快递包装的再利用也需要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


  优化包装是促进回收利用的第一步


  降低塑料使用增长率是重要的减少碳排放的手段。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测算，如果塑料产量增长率从4%降至2%，那么塑料制品在2050年的预期碳排放量可以降低56%。[5]近年来新型可降解塑料产业发展迅速，如果能在消费品包装中广泛应用，则能够达到降低消费端带来的碳排放的效果。


  优化包装的另一个层面是减少过度包装。白酒行业一直以来面临过度包装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企业和消费者的理念逐渐转变，光瓶酒逐步取代盒装酒，玻璃瓶和仿陶瓷样式的玻璃喷釉酒瓶逐步取代传统陶瓷酒瓶成为白酒包装的新趋势。过去5年间，光瓶酒市场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0%，我们预计未来5年光瓶酒市场规模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可达15%。光瓶酒对盒装酒的替代有望促进白酒包装简约化，减少外包装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相比陶瓷瓶，玻璃瓶回收过程中碳排放较低，因为被回收的碎玻璃的熔化温度低于用原材料新制玻璃所需温度，并且易于重新造型。


  生产企业的积极参与是促进回收利用的要素


  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是减少碳排放最直接的手段之一（见表9.1）。回收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通常远小于重新制造和垃圾填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研究表明，根据材料的不同，每回收1吨垃圾可以减少最多达8.1吨的碳排放量。同时，根据材料的不同，即使对于塑料这个单一品类，分类回收也能显著提升垃圾回收效率，增加垃圾回收所减少的单位碳排放量可达50%~100%。[6]


  
  表9.1　部分废弃垃圾回收对减少碳排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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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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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Turner et al.，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s for Recycling of Source-segregated Waste Materials，2015；中金公司研究部。


  家电的加速更新有助于改善存量家电的能效水平，需要家电企业的积极推动，并配合国家政策的鼓励。旧家电中不仅包含有色金属、橡胶，部分还存在铅、汞等有毒有害物质，若处理不当会产生大量环境污染物质。我们估计，截至2020年末，中国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保有量中使用年限达到9年以上的产品分别占11%、21%、9%、20%，对应总量约为3.3亿台。老旧产品生产年份久远，采用当时较低的能耗标准，单台能耗会显著高于新品。


  软饮料企业积极作为，更多参与回收再利用过程，有望提高PET瓶循环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碳排放。我国软饮料瓶需求量大，经济效益有效驱动了高回收率。目前我国软饮料行业主要使用一次性PET包装，每年PET瓶消耗量大，根据化纤信息网的数据，2019年中国软饮料PET瓶总需求量为429万吨，2017—2019年保持稳健增长（见图9.10）。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数据，2019年中国PET瓶回收率超94%（见表9.2），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主要原因是PET瓶回收再加工用途广，具备较高的回收价值，而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以经济效益驱动的软饮料PET瓶回收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回收体系相对粗放、再利用技术和效率待提升，以及再生产品待提升等，未来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农夫山泉计划每年收集和回收100万桶不再使用的19升包装瓶，经回收企业再利用制造成塑料产品。此外，国际软饮料巨头近年来也开始重点提倡减碳行动，各企业均规划未来使用更多的再生PET生产制造饮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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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0　2017—2019年中国软饮料PET瓶需求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化纤信息网，华润材料招股书，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9.2　部分国家与地区PET饮料包装回收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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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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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日本PET瓶回收协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国内米面油包装主要为PET瓶、塑编袋，当前回收率较低。分产品看，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中国包装联合会、欧睿的数据，我们测算2019年国内食用油PET瓶回收率约为83%，低于欧洲的85%、日本的93%；2019年国内米面塑编袋回收率约为24%，而欧洲、日本这一回收率分别是42%、47%。米面油包装回收率较低的原因多样，包括多种塑料包装混杂不易分拣，包装中残余产品交叉污染使回收处理成本高，以及国内回收体系尚未完善等。企业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回收率的提升。


  快递包装再利用


  在快递包装上下功夫。在消费者感到快递越来越便利的同时，快递包装给城市清运以及环境保护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快递包装目前存在几个问题：回收率低（不足20%），二次包装和过度包装问题重，可降解塑料利用率低。


  解决方法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控制快递包装的使用量，目前的主要措施是“3R”“1D”。“3R”指的是包装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回收利用（Recycle），“1D”指的是可降解塑料（Degradable）。


  包装减量，指在确保包装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包装材料的体积和重量，节省资源消耗，如电商快件减少二次包装（到2025年要求100%不进行二次包装），采用智能包装算法提升包裹填充率等。


  重复使用，指对包装材料进行最大限度的再利用，从而减少一次性材料使用，例如循环快递箱和循环中转袋。邮政局统计，2019年投入使用200万个循环快递箱，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75%，预计到2025年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规模达1000万个。


  回收利用，指将废旧快递包装材料回收后进行再生产加工变为新的快递包装材料，例如瓦楞纸回收再造纸浆。


  可降解塑料，指利用可降解塑料替代一次性塑料，目前比较推崇的可降解材料是以植物淀粉为原料的淀粉基塑料和聚乳酸。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赛道作为近两三年的创业热点，新兴模式层出不穷。共享雨伞、共享玩具等渐渐销声匿迹，共享单车作为代表性项目热度也早已衰减，而曾经默默无闻的共享充电宝却已遍布大小商场。在共享这一经济形态背后，是租赁的生活方式和共享的生活理念。共享经济中，生产力与消费需求得到了更有效的匹配，因此更加节省资源，为低碳经济做出了贡献。


  以共享充电宝为例，它减少了消费者购买充电宝的需求，因此节省了生产过多充电宝产生的碳排放。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共有手机网民9.32亿人，如果没有共享充电宝，极端情况下人手保有一个充电宝，按照平均3年的换购周期来算，则年均充电宝消费量在3亿台左右。根据艾瑞的数据，2019年共享充电宝的用户规模达到近2.5亿人，交易规模近80亿元，则人均支出为32元，按照当年次均付费1~1.5元计算，则用户年均消费20~30次。参考行业数据，市场上每台共享充电宝每天被借出0.8次，则目前存量的共享充电宝数量在2000万~3000万台。


  除了共享充电宝外，还有许多其他共享经济因切实地以更高效的手段满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所以节省了不必要的生产环节，为减少碳排放做出了贡献。如共享出行、共享办公、共享自习室等。


  各种共享模式把原本分散化、个性化的需求集中起来，除了减少了无谓的生产量之外，还因规模效应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实现更为低碳、可能需要更大前期投入的生产模式，因此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如WeWork（共享办公企业）将办公地点首选在地铁站附近，鼓励员工低碳出行；对所有会议室空间实行智能系统预订制度，鼓励大家远程会议，减少非必要的碳排放；所有办公用品在尽量数字化的同时选用可再生材料等。未来随着更多共享需求的开发、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社会生产将向更低碳节能的方向演进。


  ESG发展


  ESG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见图9.11）。通过ESG绩效，能评估企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贡献。


  ESG可有效推动企业从单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到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ESG表现良好的公司能够更好地预期和管理目前以及未来的经济、环境、社会机会和风险，关注质量创新、生产力创新，重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降低运营成本，创造竞争优势以及长期价值。我国家电龙头积极推进生产环节节能减排，废物利用取得显著效果。美的集团、海尔智家在行业中更早地对ESG的要求予以重视，并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更好地披露了相关信息，获得海外投资者的赞许。海尔智家2017年、2018年、2019年单位产值能耗分别同比下降了13.22%、16.67%、6.77%。2018年、2019年分别减少碳排放44221吨、10503吨。2019年，海尔智慧能源中心覆盖了海尔智家所有产品主线，利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对全国所有工厂的水、电、气等主要能源消耗实施了集中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在能源转化、输配、消费等方面开展全过程信息化自动控制，自动精准地采集能源数据，完成了能耗数据的预测、分析，优化了能源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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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1 消费企业的ESG

  


  资料来源：必应图片，中金公司研究部。


  政策制定与社会治理：中外对比看未来方向


  家电：能效标准、节能补贴与回收制度有待完善


  中国现行家电能效入门级标准相比美国、欧洲、日本低20%左右（口径不完全可比）。


  美国对空调、冰箱、洗衣机采用能源部能效限值和能源之星制度，美国能源部主管的黄色能源指引标签为强制性能效标签，而由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主管的能源之星标签为自愿性能效标签。


  欧盟2011年发布的第626号指令，要求制冷量小于等于12千瓦的电驱动空调器需强制加贴能效标签，并要求在能效标签上标出年耗电量。欧盟对冰箱、洗衣机等也有《家用电冰箱、电冰柜及其组合的能源标签的委员会指令》《家用洗衣机能源标签的委员会指令》等相关指令，产品需按规定加贴能源标识。


  日本对于家用电器的能效标准要求主要体现为准强制的“领跑者”计划，包括强制性的电器零售商节能标签以及自愿性节能标签。


  对比日本、美国现行空调和冰箱的能效标准，发现发达国家代表性家电最低准入能效标准比我国高10%~30%（口径不完全可比）。


  节能补贴有利于推广高能效家电产品，助力实现碳中和。2009—2013年中国家用空调经历过两轮节能补贴政策刺激，以及两次能效标准提升。从历史经验看，节能补贴的推出有助于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顺利从低能效产品向高能效产品切换。2021年2月10日，《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绿色商场创建工作的通知》发布，呼吁“扩大节能家电及绿色产品销售，促进绿色消费”。我们认为，适度的节能补贴，有利于增强高能效产品在消费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改善家电产品的能效结构，助力我国早日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目标。


  此外，随着“碳足迹”概念的兴起，各国纷纷开发了碳足迹的评价标准，鼓励低碳产品的生产消费，以“碳标签”的形式把商品在生命周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用量化的指数进行标示，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例如，国际标准ISO/TS14067和英国标准PAS2050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两种碳足迹核算与认证标准。“碳标签”是自愿性的认证指标，可以帮助企业树立低碳环保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关注气候变化的消费者，使得产品在进入对环保要求高的国际市场时也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第一，环保要求方面，美国有联邦层面的《有毒物质控制法案》，此外各州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欧盟市场的产品需要满足WEEE（报废的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对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要求，如温度交换设备（包括空调、冰箱、冰柜等）和大型设备（包含洗衣机、洗碗机等）回收率要达到85%，再利用和再循环率要达到80%；需要满足RoHS（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对有害物质的控制要求；需要满足ErP（能源相关产品）指令对具体产品实施措施的生态设计要求。此外，还有自愿性的生态标签，如由欧盟生态标签委员会主管，适用于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真空吸尘器的“欧洲之花”生态标签，适用于冰箱、洗衣机、厨房器具的北欧“白天鹅”生态标签等。


  日本市场的空调、冰箱、洗衣机需要满足《特定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对废旧家电的回收要求，而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和微波炉还需要满足规定的有害物质控制要求。


  第二，在建立环保标准的同时，我国旧家电回收制度正在日益完善。


  2012年，我国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设立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对正规拆解处理旧家电企业进行补贴。但由于预算不足，基金至今仍存在较大缺口，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2020年5月，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 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鼓励家电生产企业自建回收网络、委托回收、联合回收以及“互联网+回收+创业单元”等新型回收模式，鼓励以旧换新活动等。


  2020年12月，供销合作总社、发改委发布《关于积极打造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产业链 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行动方案》，积极打造家电销售和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产业链，推动家电更新消费。


  家具：推动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


  欧美地区对于木制产品的砍伐、生产等产业链环节监管严格，并颁布了相关法规进行规范，推动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避免过度采伐和消耗。


  全球性的认证，如FSC（森林管理委员会，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发起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森林认证旨在规范林业生产产业链上各环节的良好运作，促使公众通过购买标准化的林产品来改善森林经营，推动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避免过度采伐和消耗。


  欧美地区也出台了相应法规，如美国的《雷斯法案修正案》、欧盟的《欧盟木材与木制品法规》均要求提供证明木材来源合法性的相关材料，对非法的木制产品交易有严厉的处罚。


  包装：海外经验与难点突破


  商品包装：综合治理势在必行


  我国各个部委也多次发文规范企业包装，包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第27号公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等。《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对包装成本、材质、设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多地也出台了地方性限制法规。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外卖平台及餐饮企业已采取环保减塑举措，助力可持续发展。在塑料包装使用方面，2020年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以及“到2025年，地级以上城市餐饮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下降30%”。在塑料包装回收领域，2020年7月厦门推出垃圾分类新规，将一次性塑料餐盒、塑料袋等从“其他垃圾”归类至“低值可回收物”，纳入回收系统。


  全球限塑政策趋于严格，在全球环保减排意识崛起的背景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对塑料包装制品的监管不断趋严，对塑料包装使用的限制不断升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可参照国际经验完善现有制度规章（如欧盟自2021年起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由纸、秸秆或可重复使用的硬塑料替代；英国2019年宣布征收各种塑料制品税费等），包括包装标准的制定、废弃回收链路的设计和监督机制的建立。


  日本的PET瓶、米面塑编袋回收率均高于我国的水平，借此推动了日本碳排放量的持续降低。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相关制度严格、回收体系全面细致、技术成熟（见图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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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2　日本的回收利用经验示意

  


  资料来源：日本PET瓶回收协会，日本环境省，金龙鱼投资者交流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注：F2P表示再造瓶直接回收技术，Bio-TCat表示热催化生物转化技术。


  严格的制度为包装回收利用奠定了基础。日本自上而下设立了多项制度，早在1970年和1995年便推出了《废弃物处理法》和《容器包装资源循环利用法》，并提出回收利用的“3R”政策框架，规定PET瓶生产商、使用PET瓶的食品厂商均需承担回收费用。


  全面细致的回收体系为回收利用的中坚力量。日本塑料制品回收体系已普及数十载，废塑料包装先由居民预先清洁，再由政府组织专人定时分类回收，或通过各收集点直接回收，最后由回收处理企业进行热回收、填埋处理，以及加工再利用。


  成熟的再利用技术为助力。日本废塑料再利用技术主要为机械处理、化学降解，废塑料回收量中的24%用于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再造瓶。日本借助F2P、Bio-Tcat等，令化学降解后的分子保持较高韧性和食品安全性，从而实现再利用。


  德国的押金返还制度，是高效回收再利用PET瓶的典范。目前国际回收利用PET瓶的主流方法为押金返还制度，目前已被西欧各国、加拿大、美国部分州等地采用。德国早在1991年就立法通过了押金返还制度，并于2003年开始实施，主要针对各类饮料包装，如PET瓶、铝制包装、玻璃等。我们认为德国回收体系有如下优势。


  第一，制度权责清晰，该制度明确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等提高循环经济效益的责任。


  第二，数字化监督管理，零售业协会与制造业协会组建的系统运营商监督维护系统，可采用数字化手段监控整体流程。


  第三，自动化水平高，回收系统中80%采用自动回收，20%采用人工回收。


  第四，规模化再利用、再加工过程具备规模效应。


  作为最早建立押金返还制度的国家之一，德国凭借该制度实现了PET高比例回收率，并且在再利用方面实现了从前端设计到后端回收的体系化，提升了再生PET瓶比例（见图9.13）。根据GVM（德国包装市场研究协会）公布的数据，2015年德国PET瓶回收率为97%，利用率为93.5%，并且其中约34.0%被再加工为PET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到10%）。


  
    [image: ]

    图9.13　德国押金返还制度回收PET瓶与其高效再利用体系

  


  资料来源：CM咨询公司，GVM,Forum PET，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均为2015年数据。利用率93.5%指剔除瓶盖与标签后的PET利用率。


  快递包装：难点与突破


  我国在政策上一直在稳步推进绿色快递包装，例如《快递暂行条例》《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等，但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在向绿色转型时仍然存在障碍。


  一方面，包装减量有标准但难执行。早在2018年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就发布了《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对快递包装减量提出要求。但标准中的孔隙率、容积率等指标很难用肉眼判定，而通过抽检来规范快递企业明显效率太低。


  另一方面，回收需要政府、生产商、物流商和公众共同合作。目前没有系统化的回收路径，回收主力军仍是老年居民、保洁人员及流动的拾荒者。快递企业近年来也逐步启动了回收行动，但整体回收效率不高。建立一个社会规模化的回收体系需多头并进，可参考德国和日本的经验。


  第一，两国都进行了立法。例如，德国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生利用法》，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日本实施了《能源保护和促进回收法》《包装再生利用法》，致力于回收体系的建设。


  第二，两国回收体系的基础是民众垃圾分类意识的建立。德国和日本都推行了严格的生活垃圾分类。


  第三，两国都明确了回收主体及责任主体。德国强制性较强，如包装材料的生产企业要到“德国二元体系”协会注册，交纳“绿点费”；日本自愿性较强，除建立大量的回收站点方便回收外，还大力提倡居民组团参加集体回收。


  我们建议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快递包装回收体系。


  首先，加强包装废弃物管理的法律法规。目前仅有的几部废弃物处理通则，法规法律层次低、处罚力度小。


  其次，提高公众回收意识。通过媒体传播、企业活动等形式逐步梳理包装回收理念，适时在主要城市推行垃圾分类。


  最后，健全回收体系。要明确主要回收途径（如校园、社区、办公区等），丰富回收渠道（如便利店、快递网点、社区物业等），配置回收基础设施（如专属的回收箱、利用现有快递柜等）。


  餐饮：提倡光盘行动与有机物再利用


  近年来我国加强教育宣传，餐饮企业采取措施助力减少餐桌上的浪费。目前国内对于餐饮浪费采取的措施主要为通过教育宣传降低浪费总量。如201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并通过宣传画、电子屏等方式向干部职工宣传“光盘行动”，倡导按需点餐、做饭的行动宗旨，并在中央的号召下得到了消费者和餐饮企业的积极响应。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各部门公务接待餐饮经费下降60%，餐厨垃圾下降30%以上。


  展望未来，法律管控与科技创新将有助于减少餐饮浪费造成的环境负荷。国外方面，除教育宣传外，对餐饮浪费的管控主要通过政策法律与食物废弃物回收利用实现。政策法律方面，法国于2016年推出《反食物浪费法》，规定超市捐赠即将过期的食物可获所捐食物价值60%的税收减免，餐厅销毁可食用未售出食物将面临罚款，罚款金额最高可达上一财年营业额的0.1%。回收利用方面，英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利用餐厨垃圾堆肥发酵。如美国Re-Nuble（农业技术公司）将剩饭剩菜等有机废弃物转化成有机肥料，用于发展无土栽培技术种植新的农作物。美国Ecovative Design（生物材料公司）则利用废弃蘑菇茎部细胞上的植物纤维以及其他废弃有机农作物，制造坚固、易降解的包装材料。


  定量测算：绿色生活方式意义重大


  为了更好地促进居民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改善，企业积极参与、政府引导推动对碳中和的积极影响，我们针对五个典型的方面（节约用电、光盘行动、低碳饮食、快递包装再循环、共享充电宝减少购买需求）进行了场景假设和减少碳排放的定量测算。模型测算结果显示，绿色生活方式的提倡与推广对碳中和有着积极的意义。


  测算一：节约用电与清洁能源的使用


  综合考虑家电能效标准提升、清洁能源占比提升，相比于基准情况（家电能效无提升、清洁能源占比无提升的情况），可有效控制居民用电导致的碳排放量增长。我们测算2030年居民用电导致的碳排放达8.1亿吨，相比基准情况下降4.94亿吨，其中家电能效提升贡献57%，清洁能源发电比例提升贡献43%。推动整体家电能效标准提升，2030年居民用电量相比基准情况减少21%。


  如需扭转居民用电碳排放增长趋势，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速度需要进一步加快。目前我们假设清洁能源占比从2020年的34%提升至2030年的46%。


  推动家电能效标准提升，居民用电量依然会稳健增长。我们测算，考虑家电能效标准提升，2020—2030年居民用电量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3%，相比于基准情况降低2.5个百分点；2030年居民用电量为15138亿千瓦时，相比于基准情况减少21%。


  测算二：杜绝浪费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量就达到1700万~1800万吨。


  我们假设：首先，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减少餐饮浪费，城市餐饮食物浪费量2016—2030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0%，与城市餐饮消费规模增速基本一致；其次，未来城市餐饮食物浪费结构与《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中的数据一致；最后，主要食物碳排放量参考研究报告《中国素食和肉食碳足迹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n Carbon Footprints Between Plant-and Animal-based Foods in China）。


  在推动减少城市食物浪费量的情况下，假设2030年浪费量减少一半，根据推算，将减少相对应浪费食物所产生的碳排放量2691万吨。


  测算三：饮食结构变化


  我们假设：10%的人口由杂食食谱转为蛋奶素食食谱，膳食结构改善参照研究报告《杂食、蛋奶素食和素食饮食对环境的影响》（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mnivorous,Ovo-lacto-vegetarian,and Vegan Diet）；其余人口用猪肉和鸡肉代替一半的牛羊肉摄入；剩余食品摄入结构不变，测算参考201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总供给数据；基于联合国人口预测的方案，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64亿；主要食物碳排放量参考研究报告《中国素食和肉食碳足迹的比较研究》。


  如果2030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按照我们假设的进行改善，根据推算，中国将在2030年减少相对应碳排放量6621万吨。


  测算四：快递包装回收利用


  我们预计快递业务量未来几年仍会保持高速增长，到2025年快递业务量预计将达到1644亿件（2018—202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18.3%），而快递包装耗材也会随着快递业务量的增长而增长，我们预计2025年快递包装的消耗量将达到2746万吨，占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的8%。


  快递包装基本是纸类或者塑料，一般都是通过焚烧和填埋处理这类包装的，因此会产生二氧化碳。在维持目前回收率（低于20%）、不适用循环快递箱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处置快递包装（基本是填埋和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从2018年的527万吨增长至2025年的1536万吨，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6.5%。


  但如果能够推动包装减量、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我们认为碳排放量会有明显的下降。


  我们假设到2025年：我国快递包装回收体系逐步健全，回收率提升至40%；二次包装减少与智能算法带来单件快递包装减量15%；循环使用快递箱突破1000万个，快递包装的碳排放量在1536万吨的基础上减少32.2%（对应约495万吨）至1041万吨，其中回收率提升带来的碳排放减少最为明显，占到总体减量的61%。


  测算五：共享充电宝减少了消费者购买需求


  未来随着共享充电宝的主要商业场景进一步下沉，以及用户规模的扩大和人均消费次数的提升，共享充电宝的存量将进一步扩大。共享充电宝在解决用户充电需求的同时，抑制了个人对充电宝的购买需求。我们在假设充电技术不出现突破性进步的基础上，对近5年节省的充电宝购买需求进行了测算。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户外活动减少，我们以2019年的情况为基础进行假设。基于共享充电宝的使用频率较高，并且一般充电500次后效率会明显降低，我们假设其更换周期为1.5年。


  结合预测数据，我们估算未来10年平均每年因共享充电宝节省的充电宝消费在1亿台左右。因无法获知生产每台充电宝具体的能耗数据，我们使用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数据，以每个充电宝的平均价格50元计算，单位GDP的碳排放（碳强度）以1.4吨/万元计算，则未来10年内每年平均减少约70万吨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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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绿色城市：通往低碳的规划与治理


  摘要


  “绿色城市”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的发展理念，尤其是针对大都市。从广义视角来看，“绿色”指代城市整体宜居性，其着眼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健康度（包括污染防治、碳排放、空气质量等）、城市开放空间体系设计（同时关注环境美学和城市活力）、社会资源公平性（包括住房供给、贫富差异等）、交通效率（绿色出行）、能源可持续性（利用是否高效、是否可再生）等多个方面。当前中国在迈向绿色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土地低效利用和住宅供需失衡导致的重复性建设，与职住资源分布失衡导致的长距离通勤是产生高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从城市交通、建造和维护技术手段的角度来看，公共交通设施新能源普及率不足，而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入不敷出的现状又亟待突破；建材生产、施工建设、后期运营的各个环节急需新工艺、新技法来降耗减排；水热供应设施老化、损耗率高，而资源回收尚处于起步阶段，行业末端较为依赖人力，营运效率有待提升。本章围绕碳中和，以构建绿色城市为目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与改善举措，并对优化制度设计、应用新工艺的碳减排效果予以定量测算。[1]


  中国打造绿色城市的主要问题和难点


  全球范围内在绿色城市建设上较为成功的城市有温哥华、墨尔本、多伦多、哥本哈根、鹿特丹等，它们在节能减排和整体环境营造上均取得了瞩目成绩。除了在城市发展理念上相对先行，以及政策与规划设计行之有效之外，这和产业结构相对绿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于一些产业活力更为突出的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新加坡而言，其在绿色城市建设上亦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当代城市重要的“软实力”。通过观察这些城市的相关规划举措，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包括都采用规划先行（通过广泛的社会沟通提前制定符合长期发展目标、具备长期执行效力、带有清晰量化指标的综合性城市规划），能够形成社会一致愿景与广泛行动力（在充分普及绿色城市的概念上），从宏观政策到具体规划法规上能够做到连续和有效贯通（即“多规合一”），具备完善的监测机制等。从相关规划关注的技术方面来看，主要包括绿色交通、市政设施、生态土地利用、建筑技术等。上述经验对于当前阶段中国城市的规划和治理也具有同等参考意义，一方面在于要应对“大城市病”和纠正粗放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于塑造更为绿色宜居的城市环境符合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诉求。


  目前中国迈向绿色城市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集中于空间结构和技术手段两个领域。当前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整体仍以“单中心”模式为主，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


  一是城市用地结构有待优化。目前的问题包括工业用地普遍存在低效使用、职住分离、住房供给结构仍不甚合理等状况。


  二是交通系统建设仍需改善。目前整体交通规划效率以及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密度和触达性仍有待提升。


  三是建筑技术和管理手段有待提升。目前高污染、高碳排、高能耗不仅体现在建材生产、施工建设环节，而且存在于建筑管理维护过程中，规划层面也缺乏在全生命周期对相关流程管理和标准的有效制定。


  四是城市运行和维护水平仍相对落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近年来虽然有所提升，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供水供热、资源回收、垃圾分类等方面。


  面对这些突出问题，如何实现空间方案、政策法规、技术利用、标准制定以及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有机融合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特别是在当前增量建设用地指标发放趋严的背景下，未来实现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既要看到理想方向，也要遵从客观实际，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


  结合当前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和未来环境治理目标，特别是执行的紧迫性和优先级，城市规划应在积极配合落实产业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同时，以“空间方案优化”和“管理水平提升”为两个主要抓手来促进绿色城市发展。为呼应上面提到的主要问题，下文中的讨论将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城市空间规划和制度设计：针对土地利用不集约、职住分离、住房供给不匹配等问题。第二，城市交通规划管理：针对出行方式低碳化、绿色化程度不足等问题。第三，城市建设管理：针对施工工艺能耗高、建筑材料不够环保、建筑综合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第四，城市维护管理：针对城市水暖气热等使用效率不高、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等问题。


  绿色城市的结构如图1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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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绿色城市的结构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城市空间规划：打造职住均衡、住房供需适配的集约型城市


  城市是碳排放的主体，形成高碳排放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由于居住地与工作地以及生活服务资源分布失衡，居民依赖于私家车实现远距离通勤；第二，合理住房制度的缺失形成了多层次的供需失衡，进一步导致住房资源闲置与无效供给；第三，土地资源利用不集约助长建成区的低密度扩张。本节从城市空间规划与制度设计视角，针对上述三条高碳排放路径分别探讨改善举措，为后续估算碳减排量的内容提供输入项。


  均衡布局就业与服务资源，改善远距离通勤


  打造多就业中心格局与构建15分钟生活圈。受困于早期粗放的规划设计，多数成熟型与崛起型城市饱受“单中心”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城市病困扰。由于就业资源与基础生活服务设施过度集中于功能核心区，城市边缘的居民为了工作和日常消费需要忍受潮汐式的远距离通勤，而通勤成本会提升核心区住房的区位价值，并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将部分群体驱离到城市外沿，进一步加剧了就业与生活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布失衡，不利于控制城市碳排放和提升交通资源利用率。针对就业资源与生活服务设施配置失当的现状，打造多就业中心格局与构建15分钟生活圈，是从缩短居民通勤距离这一路径来减少城市碳排放的重要策略。


  疏解核心区功能，促进“单核”向“多核”的演化。职住分离是居民长距离工作通勤的主要原因，而如何将瘀滞在主城区的产业资源公平有序地引导至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多中心网络格局，是改善职住空间分布失衡、缩短工作通勤距离的关键。为了打造多中心城市，规划设计应注意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有次序地推动多中心建设，壮大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虽然“多轴、多核”的多中心体系构建已被多数大城市纳入发展规划中，但无主次的、全面铺排式的建设导致规划执行效果欠佳。为了保证招商引资的扶持政策在空间上足够聚焦，需要根据交通区位、产业基础、与主城区的经济关联度等因素，有次序地逐步建设次中心，使优质的产业和资本更容易发生空间集聚，并在中短期内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此外，轨道交通网络是保障城市健康发展的动脉。为了强化主次中心的经济联系，需要将轨道网络进一步延伸至城市次中心与边缘区域，同时鼓励北京、上海等其他区域核心城市建立跨城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增强次中心与外界（如周边卫星城）的关联。


  另一方面，提高城市规划的颗粒度。为了避免陷入发展空间瓶颈，大中型城市应更加注重规划的精细程度，深挖有限土地资源的潜力。首先，在满足新区内工业、住宅、商服用地合理配比的同时，应以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的空间关联为准绳，将大面积的单一用地规划调整为混合使用，提高规划颗粒度。其次，注重存量建设用地的“填充式”开发，盘活中心区低效土地，通过老旧社区、厂房、商务楼宇改造与基础配套更新来保持核心城区的集聚能力。


  合理布局基础服务设施，构建15分钟生活圈。生活配套资源的缺失是居民远距离通勤的另一个原因。为了满足居民享受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应根据使用频率和重要性，以住宅为中心合理布局生活服务设施，使居民可以利用绿色通勤组合在15分钟内实现消费、娱乐、社交等日常活动，构建“自助型社区”。打造15分钟生活圈需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有层次地布局服务设施，构建“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组合。在生活圈内部，基于步行尺度下5分钟、10分钟与15分钟时间区间或400~500米、800~1000米和1500~1600米圈层方式，根据重要程度合理布局消费场所与公共服务设施，使居民在15分钟内可以利用“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的组合享受到优质服务，以此减少私家车出行，疏解重点路段拥堵。而在实际规划设计中需要为缺乏配套的居民区补建基础服务设施，应以设施为中心、以“级别越高、辐射群体越多”为原则来挑选合适的建设地点。


  第二，培育紧凑、多元的业态结构。“15分钟”的空间局限性要求TOD（以公开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生活圈具备紧凑的物业分布，这种紧凑既体现为距离的压缩和空间的高效利用，也反映为业态的多元化，涵盖居住、消费、医疗、娱乐、社交等多种场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此外，集中供应服务的同时还应关注不同工作性质、收入阶层群体间的需求异质性。


  以上述规划策略为调改路径，利用合理方法测算可以节省的城市通勤距离，该结果将作为后文“城市交通：推动工具新能源化、出行结构低碳化”小节碳减排量测算的输入项。由于职住通勤距离占居民总通勤的绝大比例，并且改善职住空间布局的同时也会提高生活服务设施配置的合理性，我们选取了36个中国主要城市以“职住平衡”为规划调整目标进行测算，发现全年可节省通勤距离约1153亿公里，考虑城市规划调整难度后为837亿公里。


  从规划角度看，城市就业者的通勤距离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距离，也就是不考虑就业差异与居民选址偏好，在既有职住布局条件下通过交换个体就业地，在理论上能够实现的最短通勤距离。基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数据，我们测算出这些城市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距离占总职住通勤距离的30%~60%（见图10.2）。二是根据区位及配套资源的偏好，居民通过市场机制选择工作地与居住地，与理论上距离最短的方案不一致导致的额外通勤距离。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距离是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职住布局来降低的，故而也是主要测算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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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对于36个主要大城市，2019年上半年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距离占总职住通勤距离的30%~60%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国际城市规划学者很早就指出，1~2英里（即1.6~3.2公里）是城市居民可以利用步行和骑行组合这种绿色出行方式所能实现的合理通勤距离。[2]尽管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城市已有很大变化，但该距离至今仍是较为理想的通勤距离。通过打造多中心城市结构、构建15分钟生活圈等方式，将职住分离程度逐步缩减至这一距离范围，可以计算出规划学意义上实现职住平衡时单个就业者节省的单程通勤距离。截至2019年末，中国城市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70%，基于该比例估算36个城市的通勤人口，并推算出全年主要城市通过改善职住分离状况可以节省通勤距离约1153亿公里。考虑到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规划的调整难度存在差异，根据人口规模和通勤半径（即覆盖90%通勤人口区域的长轴长度）将城市分为“超大”“特大”“大型”“中等”四类，并依据修改城市规划的难度分别设定了折损系数，在考虑城市规划调整难度的基础上重新计算的全年节省通勤距离约为837亿公里。


  合理设计住房制度，供需适配减排提效


  中国住房市场供给体系呈现出总量充足、结构失衡的特征。截至2019年末城镇住房存量约300亿平方米，套户比已达到海外成熟市场水平（约1.1套/户）。但从结构来看，住房供应与实际需求不甚匹配且有待调整。一是空间配置不均衡。参照常住人口分布，超高能级与高能级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量相对不足。二是不同收入群体间配置不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约15%城镇家庭存在住房困难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该比例超过25%，最低收入的20%城镇居民仅占有6%的住房资源。


  住房建设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改善住房市场的供需失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住房施工量，进而减少城市碳排放。针对住房市场供需失配情况，我们从住房供应体系、土地市场、财税制度三方面探讨制度设计的改善举措。


  供应体系：构建“市场、保障”并重的多层次住房体系


  近年来，中国住房供应体系已逐步从“重市场”向“市场、保障并重”的方向转型。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既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也对构建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减少无效住房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针对体系现存问题，可从以下三点继续改进。


  第一，关注夹心层的住房需求。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长期忽视了以应届毕业生、专业性人才为主的夹心层群体。构建人才住房和基本保障性住房并轨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以深圳为例，两者供应比重约为7:3），可以切实满足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其中基本保障针对户籍低收入家庭，人才保障针对符合规定学历、特定研究领域的专业技师或人才。


  第二，设计合理的投融资框架，激发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参与动力。公共资金回流困难、缺乏行之有效的退出机制是阻碍保障性住房扩大建设规模的重要原因。为了激发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参与动力，设计合理的投融资框架至关重要，比如前端让渡地价促进供应，后端通过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退出回收，同时在建设阶段辅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一步激励私人企业参与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并适当拓展政策性住房覆盖的群体范围来提升REITs底层资产收益率，增强退出机制的可行性。


  第三，城市间分配与城市内选址的合理性有待优化。根据2009—2019年土地出让情况，中低能级城市负担了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尤其是租赁型产品，这种城市间的分配方式与住房可支付能力及需求结构的异质性特征存在矛盾。为改善这一状况，应适当减少中低能级城市的租赁型保障房，并增加超高能级与高能级城市的公租房供给。此外，在城市交通便捷的区位建设保障房或增设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可以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需求，降低保障房空置率。同时，也要避免大规模、成片式建设，防止居住隔离引发的社会矛盾。


  土地市场：深化土地市场改革


  土地市场改革是构建多层次住房体系的前提和保障，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多数供给侧问题，如空间配置失当，都可以从土地市场中找到症结。要想做到对症施方，改善土地市场供给十分关键。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深化土地改革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完善全国层面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建设用地指标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东中西区域间的土地供给失当。目前省域内指标交易已趋于成熟，跨省节余指标流转也有了成功尝试。为确立完善的全国交易市场、实现因地制宜的指标配给，仍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一是下放交易主体，县市抓落实。将省市作为跨省调拨主体会导致交易规模过大、灵活性降低，较难实现准确的对口帮扶。省将权力下放给县市后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化监管系统来统筹监督。二是省内为主、跨省为辅。完全开放全国层面的指标交易可能有悖于集约化发展的初衷，在省内难以调配且交易具有紧迫性的前提下，应准许跨省域的指标流转。三是增强信息透明度与利益分配公平性，充分发挥公众、社会媒体的监督作用，通过提高居民参与度来减少利益侵害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无法直接入市，形成了地方城市政府独家供地的局面。只有推动城乡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责”，才能构建“同权”的多主体供应市场。首先，在设计城市规划时应以全域视角无差别对待两类用地（即“同地”），使集体用地能享受到城市的发展福利。其次，建立城乡统一的基准地价体系，使交易价格公开透明化，确立入市合法地位，以市场竞争促进“同价”的实现。最后，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避免集体用地权益人承担过量的社会责任（即“同责”）。只有基于上述“三同”，才可以保证两类用地的平等产权地位。


  财税制度：公平合理地增设个人住房房产税


  土地市场更深层次的改革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财税体制改革，公平合理增设房地产税对住房市场的供需两侧都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新设税源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改革过程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合理制定房产税可以抑制住房市场的投机行为，也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关于如何公平、合理、有效地落实个人住房房产税，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明确设税目的。作为一个税种，房产税首要注重长期稳定性，这与调控工具的灵活性和时效性的特征相背离。海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单纯依靠房产税难以实现平抑房价与抑制投机。相反，供给侧房产税凭借稳定、难藏匿、抗周期的特性，可以为政府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发达国家房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普遍在20%以上。综合来看，可以采用“房产税+空置税”的组合，借鉴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实践经验，征收时间累进制的惩罚性空置税，推动空置住房重新流入市场，抑制炒房等投机行为。


  二是采取“两步走”策略。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的产生均源于房产持有收益，构成了重复征收负担，但住宅用地使用年限为财税结构转型提供了契机：使用期届满后，建议实施国有土地永续使用改革而非续租70年，确立房产税的法理依据；使用期届满前，通过低税率、窄税基的方式广泛实施房产税，秉承公平合理、不损害正常住房需求、调控房产财富效应的原则，为后续全面落实积累经验。


  我们通过比较住房“供需匹配”模式与当前“大拆大建”模式，估算出在未来40年内可节省的建筑面积为212亿平方米，该数据可作为后文“城市建设：理念、技术、材料革新三轮驱动”小节碳减排量测算的输入项。


  首先，按照当前建设模式测算未来40年新开工：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以及我国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80%的目标估算城镇人口数量，再根据城镇化率与人均新开工面积的相关关系估算未来城镇人均新开工面积，两者相乘可得到2021—2060年累计新开工面积约为651亿平方米（见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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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当前与供需匹配建设模式下累计新开工面积测算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其次，按照供需匹配建设模式测算未来40年新开工：根据我们对中长期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总套数的估算，假设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升，可以计算出未来40年居民合理的住宅需求面积；住宅新开工面积占房屋新开工比重约为72%，可以反推出2021—2060年累计新开工面积为439亿平方米。


  两种模式结果相减得到合理设计住房制度节省的新开工面积。截至2060年累计节省约212亿平方米，占大拆大建模式下新开工面积的33%（见图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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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合理设计住房制度累计节省新开工面积及比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土地集约化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


  粗放式、低质量的土地利用导致了城市的高碳排放。在传统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下，提升城市经济总量依赖生产要素的支持。城镇化进程中，多数城市为了吸纳更多农村迁移人口选择低密度、“摊饼”式土地开发，建设了大量利用效率低下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了整体碳排放。截至2019年末，地级市建成区平均经济密度约为1200元/平方米，除东部重点城市群外，其他区域仍有显著的提升空间。针对快速崛起型和收缩型城市，促进产城融合、构建发展轴线，以及主动收缩规模、增强城市韧性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重要举措。


  促进产城融合、构建发展轴线


  中西部区域中心和重点城市群的卫星城承接了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转移的人口和产业，如何通过土地集约利用将人口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是这类城市的发展要务，应注重如下两方面。


  第一，以产兴城，产城融合。以区域交通枢纽为依托，在主城区边缘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或高新产业园，通过减免税收与土地成本来吸引优质产业，实现高质量城市扩张。以郑东新区为例，郑州市通过招商引资重点引入规模大、竞争力强、产业管理度高的龙头企业，在郑东新区形成了以高端商贸、金融为主，教育科研、总部经济为辅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建设成郑州市经济新增长极。对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新区，需要完善其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在主导产业逐渐成熟的同时提高服务业比重，有助于摆脱对城市中心区的依赖。


  第二，构建“中心城区—边缘集团—新城—跨境城市组团”的发展轴线。以核心区为出发点，依托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间隔式布局，构造“中心城区—边缘集团—新城—跨境城市组团”的辐射式发展轴线。其中，边缘集团的功能性取决于中心城区职住匹配情况：如果中心区职住失衡严重，边缘集团就要充分发挥“卧城”功能，最大限度地为中心区群体提供居住空间，避免职住分离进一步扩大；反之，边缘集团可形成围绕核心区的次就业中心，加大“主城—新城”间薄弱地带的经济密度。


  主动收缩规模、增强城市韧性


  2010—2019年，近80个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的人口密度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人口迁移与产业流失是规模收缩的主要原因。同样地，由于缺少产业与人口的支撑，收缩型城市对土地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为应对严峻形势，收缩型城市应从以下三方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第一，坚守老城区，推动产业转型。面对原有的单一传统产业衰败，应立足于经济密度相对较高的中心城区，积极发展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调整城市的发展方向。以甘肃省玉门市为例，随着油田资源的枯竭，该市挖掘地方民俗、培育本土文化，积极融入敦煌文化圈，向西部旅游小城转型，同时完善农村仓储配套建设，大力推动以枸杞、蜜瓜等为代表的绿色有机农业发展。


  第二，加强城市修复，增强城市韧性。随着人口流失、规模收缩，低密度建成区功能逐步荒废，亟待城市管理者加强生态修补与功能修复。具体来说，可以积极利用闲置土地搭建城市内绿色生态网络，适当收缩主城区、商业街区的规模，将多余用地转为公共服务设施，保持紧凑而有活力的中心区。这些举措均有助于提升城市应对外部影响的韧性，防止收缩加剧。


  第三，采取主动收缩策略。目前多数中国城市尚未出现严重的规模萎缩现象，但是城市规划设计依旧要具备足够的前瞻性。一些地理条件差、传统产业占比高、资源压力大的城市，应减少对传统产业的用地供应，合理有度地收储土地并及时实现价值转化，严格控制土地总规模，并注重建成区内低效土地的再次利用，积极推动主城区“工改工”“工改住”“商改住”项目的开展。


  城市交通：推动工具新能源化、出行结构低碳化


  本节主要关注城市出行领域的碳减排前景，包括公共交通新能源化、城市轨道优化推广、共享单车的城市治理方案、职住平衡节省通勤距离。我们判断，到2030年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将完成新能源化，城市轨道和共享单车等低碳出行方式将承载更多的客运量，而前文提到的城市职住平衡规划将节省更多通勤距离并减少碳排放量。


  城市出行方式包含轨道交通、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等。从客运量来看，2019年总客运量约为1656亿人次，其中公交车、出租车、城轨、网约车、共享单车分别占比21%、42%、14%、12%、10%。相较于2010年，出租车、公交车客运量占比呈下降趋势，而城轨、网约车、共享单车占比则分别增加9%、12%、10%，共同构成城市低碳出行新生力量。


  碳排放大户是出租车、公交车和网约车（由于绿色交通章节已将网约车纳入乘用车并进行了相关测算，所以此处不再重复计算）。我们估算2019年出租车和公交车这两种城市出行方式产生的碳排放量为3132万吨，其中公交车占比24%、出租车占比76%。我们预计城市出行的客运量仍会维持年化3%~4%的持续增长，因此该领域实现碳中和也并不容易。未来城市出行有望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碳中和：一是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逐步电动化；二是在尚未电动化前，客运结构会向城轨、共享单车等低碳方式倾斜来进行减排。在实际操作中，城轨存在投融资和盈利模式问题，而共享单车的问题则集中于运营管理方面，下文将一一分析。


  公车交、出租车和网约车2030年即完成新能源化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2019年发布的《中国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研究》报告提出了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其中出租车、网约车和公交车都处于传统燃油车退出的第一列队，从2020年开始将先从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开始退出，逐步扩展到传统汽车限购先行城市（如天津、杭州），再逐步扩展到全国。


  电动公交车保有量渗透率2019年已达59%，2025年有望达到100%。根据交通部的数据，2019年电动公交车保有量约41万辆，占目前整体公交车的59%，而2018年公交车销量中有90%均为电动公交车。未来的电动公交车渗透率有望持续上升，我们预计2025年将达到100%的电动化。


  出租车与网约车会在2030年前完成传统燃油车退出，实现新能源化。根据《中国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研究》报告，传统燃油的出租车与网约车会于2020—2030年逐步在各城市被纯电动汽车替代。


  出租车及网约车受政府主导，会率先实现传统燃油车退出。例如深圳市政府发布《2018年“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要求到2018年底，包括公交、出租、物流、网约、专用等领域都将完成各自不同的“电动化”目标。至2019年，深圳纯电出租车比例已达99%，而公交车已全部实现纯电动化。各地出台的政策也基本符合中国传统燃油车退出时间表的规划。我们预计2030年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这三种城市出行方式基本能够实现电动化，做到零碳排放。


  2030年前城市客运结构将更加低碳化


  我们判断2030年前城市出行方式将向城轨、共享单车及步行等低碳方式倾斜，其逻辑为：城市轨道融资和盈利方式将进一步成熟，承担更多客运任务；共享单车将由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管理，投放更精准，运营更高效；合理设计城市规划可以改善职住分离情况，这有助于缩短城市通勤距离，更多居民将实现“2.5公里”内“步行+骑行”式通勤。


  城市轨道将会承载更多的客运量从而减少碳排放，发展关键在于盈利和融资模式


  中国大城市地铁密度仍低于发达国家，城轨客运量占公共交通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按单位面积地铁长度来计算，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密度较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国外大城市尚有差距。上海、广州、北京的城轨密度仅为0.13、0.07、0.05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巴黎、纽约、伦敦的2.03、0.54、0.29公里/平方公里。此外，北上广等发展城轨多年的大城市，城轨占公共交通客运量比例仅为40%~50%，明显低于东京、巴黎等国外城市70%~80%的比例，全国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占比仅为14%，我们预计未来10年内城轨占比可达30%。


  城市轨道整体经营入不敷出，盈利模式仍需优化。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统计，2019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单位人公里运营成本为0.7元，运营收入为0.5元，平均运营收支比为72.7%，较2018年的78.0%有所降低。整体上看，城市轨道运营入不敷出仍是普遍情况，而地铁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主力也难以幸免。多元化经营不足、运营机制低效是亏损的主要原因。


  如何优化运营机制？可以参考香港地铁的经验。香港地区采取集约式开发的城市发展战略，地铁运营线路拥有相当高的客运强度。港铁客运强度接近每日2.3万人次/公里，比内地客运强度最高的广州（每日1.7万人次/公里）还高出约35%。经营战略上，港铁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开发商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沿线土地的开发权，以沿线物业收入反哺地铁运营。从表观数据看经营效率，2019年港铁的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约为210亿港元（见图10.5），EBITDA率为38%，远高于内地同业申通地铁的19%，其中港铁车站配套商务、物业开发、地铁物业租赁和管理业务贡献了29%、27%、20%的EBITDA，其中地铁物业的租赁和管理、开发成为最大的利润来源。借鉴港铁的开发和运营经验，“地铁+物业”TOD模式将大大提升城市轨道的运营效率，有助于改善内地多数城市轨道依赖政府补助、亏损严重的现状，对政府、公众、开发商和运营方而言是共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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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2019年港铁公司EBITDA构成

  


  资料来源：港铁公司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如何解决融资难题？未来，城市轨道REITs的推出将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实现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REITs的推出将弥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退出不够灵活的问题，实现“投资—运营—REITs—再投资”的良性内循环，打造可持续投融资体系。同时在运营模式上，城轨REITs需要满足规范完整的审核流程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城轨项目将受到监管、市场、社会公众更全面的政府监督，这将倒逼运营方提升效率和开展多元化业务，提升行业盈利水平。


  共享单车能很好地解决用户“最后一公里”出行痛点，关键在于共享单车和城市的整合规划


  共享单车针对“最后一公里”出行痛点，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市拥堵和空气污染，是一种绿色出行模式。共享单车在2015—2018年快速增长，用户规模从2015年的245万人增长至2018年的约2.4亿人。2018年共享单车行业出现大洗牌，逐渐告别烧钱补贴、恶性竞争的粗放式发展，开始聚焦效率和质量的比拼。2019年局面基本稳定，背靠庞大互联网平台的哈啰单车、美团单车、青桔单车合计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在实际运营管理中，停放无序、公车“私藏”、调度不均等问题，需要政府与企业协调管理以提升效率。


  政府可以与企业在招标、投放、骑行停放、运营等环节更紧密地合作，提升城市共享单车整合规划效率。首先，在投放环节，政府可以以招标形式与企业合作投放共享单车，综合考虑城区面积、热点区域等诸多因素，实现更加精细有序的投放，例如2019年广州发布40万辆共享单车配额招标，以招标方式确定共享单车运营商。其次，在运营环节，政府则可以与企业共建信息化平台，实现信息互通，例如杭州、深圳、成都均率先构建了全市共享单车监管平台，合理规划共享单车的分布。最后，在停放和治理环节，政府和企业可以引入信用体系，例如哈啰单车与芝麻信用积分的绑定，促进市民更规范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未来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管理、精细化的投放和运维，共享单车的周转率、空置率、停放都将获得优化，在让街景环境更加整洁的同时促进城市出行的低碳转型。


  职住平衡将缩短城市通勤距离，从而减少碳排放


  职住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缩短通勤距离，根据前文测算，如果36个主要城市均实现职住平衡，则全年可以节省通勤距离合计约为837亿公里。在此基础上，根据城市不同交通出行方式占比、能耗及碳排放量，进一步测算出职住平衡将减少292万吨的通勤碳排放（见表10.1）。


  
  表10.1　职住平衡下的碳排放减少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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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城市建设：理念、技术、材料革新三轮驱动


  本节主要讨论如下问题：当前建筑部门每年产生多少碳排放？过去政府针对建筑部门节能减排做出了哪些政策安排？未来通过城市规划、建材生产技术改造以及建筑设计、施工、运营等全过程的减降措施，到2060年建筑部门碳排放能够减少多少？


  建筑全过程碳排放占全国36%


  建筑全过程碳排放：2019年约45亿吨，预期到2060年减降近77%至11亿吨。


  中国建筑碳排放：2019年约45亿吨，“十三五”期间增速明显放缓。参考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的数据进行估算，2018年、2019年全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总量分别为43.0亿吨、45.2亿吨，中国建筑业建材生产碳排放占比明显高于全球水平。2008—2018年，中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累计增长76%，明显高于人口增长（累计增长5%），主要由大规模城市建设带动；其中“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5%、7.0%、1.9%，“十三五”期间碳排放增速明显放缓，体现出政策引导下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卓有成效。


  前景展望：预计2030年、2060年建筑全过程碳排放较2019年分别减少32%、77%。建筑全过程能耗和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运行三个阶段（见图10.6）。考虑到建筑部门较高的能耗和碳排放占比，不论是对于全球还是中国而言，建筑部门节能减排对于经济体整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都具有重要地位。从全球情况看，国际能源署预计，若要使建筑部门2050年实现碳中和，则2020—2030年建筑碳排放年均降幅需达6%。从中国情况看，通过对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节能减排，预计到2030年、2060年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有望降至31.1亿吨、10.5亿吨，分别较2019年减少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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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6　建筑全过程能耗和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运行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建材生产阶段的节能减排措施。一方面通过技术路线改造替换、技改等方式减少建材生产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可通过推广轻质隔墙材料等绿色建材来进行碳减排。


  建筑施工阶段的节能减排措施。一是减量，基于城市实际的需要和承载能力进行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减少不必要的新开工，同时提高建筑质量，延长建筑使用寿命，从而降低建筑新建和拆除规模；二是增效，既可以通过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来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建筑垃圾产生量，也可以通过提升工程机械的电气化率来进行碳减排。


  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减排措施。一方面推广先进的节能产品，如被动房、超低能耗建筑；另一方面需采取全过程综合节能方案，包括建筑设计、建材采用、建筑运营、能源系统和设备以及可再生能源系统等。


  建造碳排放：减量、增效并重，材料、施工并举


  建材生产、建筑施工过程中都有碳排放产生，其中建材为主导


  建造碳排放占建筑全过程碳排放的比例约为51%。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和中金的测算，2018年中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中，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量为20.9亿吨，占建筑全过程碳排放量的49%，建筑施工阶段碳排放量为1亿吨，占建筑全过程碳排放量的2%。从碳的形成路径上看，首先是建材生产碳排放，其次是建筑施工碳排放。


  建材生产碳排放：水泥、钢铁、铝材合计占比95%以上。建造过程中需要的主要材料包括水泥（碳排放占比61%）、钢铁（碳排放占比35%）、铝材（碳排放占比3%）等。其中，钢铁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其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轧钢等工序中的煤炭燃烧和电力消耗，水泥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其生产过程中的非电能耗、电力消耗、石灰石经化学反应成为水泥释放的二氧化碳，铝材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氧化铝生产、铝冶炼、铝材加工中的非电能耗和电力能耗，其中铝冶炼环节中的电解铝耗电占大部分。


  建筑施工碳排放：主要为施工机械设施的电力能源消耗。该阶段的碳排放，一方面是挖掘机、塔吊等工程机械的电耗或燃油消耗的直接排放；另一方面是当前建造过程中还存在比较大的资源浪费，例如目前建筑设计上仍存在较多的“错漏碰缺”，导致返工和材料浪费，此外，临时设施和周转材料的重复利用率较低，包括施工现场的临时办公用房、建筑模板等，也都造成了施工过程中碳排放的增加。


  碳排放的减降路径，主要可以分为减量策略和增效策略。减量策略：通过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更长的建筑使用寿命来减少新建建筑面积。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存在比较明显的“大拆大建”现象。未来应基于城市实际的需求和承载能力进行合理、科学的城市规划，减少不必要的新开工，同时加强建筑质量，提高建筑使用寿命。增效策略：通过更绿色的建材生产和施工过程来减少单位新建面积碳排放。在建材生产阶段，可以通过技术改造等方式降低建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在施工阶段，既可以通过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来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建筑垃圾产生量，也可以通过提升工程机械的电气化率来进行碳减排。


  减量策略：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更长的建筑使用寿命


  优化城市规划，避免“大拆大建”。一方面，基于城市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建筑新开工；另一方面，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有望降低非必要的建筑拆除量和频次，从而减少建筑拆除阶段的碳排放，并有效避免难回收建材的废弃。


  通过完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延长建筑物寿命。较短的建筑寿命将导致较高的周转次数，进而提高年平均新建建筑面积。目前，中国建筑设计标准规定的使用年限是50年，但考虑到城镇化初期房屋质量较差，平均安全使用年限一般不足50年，而英国平均建筑寿命可达132年，美国达到74年，相比之下中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使用可循环利用的建筑材料。钢结构建筑是可循环利用程度较高的建筑类型。区别于当前广泛建造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钢结构建筑布局灵活、抗震性能好，具有结构优势，并且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更少，具有环保优势，此外，钢结构建筑拆除后钢材回收利用率高。我们预计钢结构渗透率有望从当前的约10%提升至2060年的60%，通过降低净材料损耗，减少碳排放。


  增效策略一：减少建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水泥：通过技术改造，降低单位煤耗、电耗。我们测算2019年生产单吨水泥的碳排放量为0.59吨。未来通过技术路线改造替换提升生产效率，并使电能结构中的清洁能源比例提升，我们预计到2025年、2030年、2060年生产单吨水泥的碳排放量将分别降至0.57吨、0.55吨、0.40吨。


  钢材：通过高炉转电炉减少碳排放。我们测算2019年生产单吨钢铁的碳排放量为1.52吨。我们预测到2025年、2030年、2060年，生产单吨钢铁的碳排放量将分别降至1.33吨、1.10吨、0.50吨。


  铝材：电力结构优化带来的减排效果显著。我们估算2019年生产单吨铝材的碳排放量为7.37吨。我们认为，未来电力结构的优化对铝材生产碳减排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预测到2025年、2030年、2060年，生产单吨铝材的碳排放量有望分别降至6.91吨、5.80吨、1.76吨。


  新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轻质隔墙板的碳排放显著低于砖瓦。与传统水泥隔墙板相比，轻型隔墙板使用工业废料代替砖瓦，可有效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煤电消耗以及碳排放。我们测算，轻质隔墙板将使单位建筑面积减少碳排放53千克。


  增效策略二：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建筑工业化通过集中生产，降低了能耗和碳排放。区别于传统的手工作业，建筑工业化是指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建筑生产，通过在工厂集中实现标准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2019年装配式建筑的渗透率仍较低，仅为13.4%。在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下，我们预计建筑工业化生产方式有望逐步推进，可通过规模效应持续减少建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化）等手段优化设计，有望减少返工和废料产生的额外碳排放。由于设计方和施工方协调程度不高，当前实际建筑施工中返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材料浪费以及额外的碳排放。基于BIM等数字化手段，通过计算机模拟，可事先发现工程设计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从而避免施工环节的返工和浪费，以减少间接的建材生产的碳排放。


  挖掘机等施工机械的电气化有望减少碳排放。当前，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电气化程度较低，并且主要应用于微型、小型挖掘机和小型市政项目等。随着电池储能技术的突破，以及建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推广带来施工现场的整洁、洁净化，未来电动挖掘机等电气化工程机械的渗透率存在提升的可能性，从而能减少碳排放。


  建筑运行碳减排：被动房技术+全过程综合节能方案


  被动房、超低能耗建筑


  被动式技术，是通过提高建筑保温性能降低能耗，主要适用于寒冷地区的建筑节能。被动房是指采用各种节能技术构造最佳的建筑围护结构，大幅提高建筑保温隔热气密性能，使热传导损失和通风热损最小化，在最大限度降低主动式的化石燃料消耗的前提下，实现室内舒适的热湿环境和采暖环境，[3]对于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物节能减排是较为适合的技术方案。


  应用方面，“十三五”起进入示范推广阶段，有望在中国北方地区实现进一步推广。中国引进超低能耗建筑已有十余年历史，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标准，并于“十三五”期间在全国开展示范项目落地推广。


  建筑运营节能综合方案


  被动房或超低能耗建筑集中体现了多种建筑节能技术和理念，而中国建筑部门实现2060年能耗和碳排放减降目标需要全产业链的共同配合。减排思路总体包括两点：一是在保证居住品质的前提下，减少建筑物的能量消耗，包括优化建筑设计、推广绿色建材、应用智能管理系统等；二是在必需的能耗需求的约束下，减少单位能耗产生的碳排放，具体可通过采暖、制冷、生活热水、餐厨供热等各能源系统的优化来降低外部输入性能耗，以及推广太阳能、地热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建筑设计：应用“被动式”思想，提升建筑热工节能性能。近年来住建部颁布了多套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其中往往要求建筑设计单位应用“被动式”思维，对建筑体型系数、外墙和屋面传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建筑气密性、自然通风设计、遮阳设计、被动式太阳能利用等方面做出要求。


  建材采用：推广节能玻璃、保温材料等绿色建材应用。中金建材组分析，预期建筑环保节能标准的抬升主要利好三类建筑材料：一是建筑节能玻璃，使用中空玻璃或Low-E玻璃（低辐射玻璃）能够显著削减建筑能耗；二是建筑保温材料，涂保一体化等施工效率更高的新保温体系有望迎来蓬勃发展；三是轻质建筑材料，使用石膏板等轻质隔墙材料替代传统的水泥墙、砖墙，能同时减少水泥、建筑砖烧制过程中的碳排放和运输过程中的排放与能耗。


  建筑运营：借助智能节能系统，实现设备精细控制和优化运行。通过使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现建筑能源系统和设备的精细控制与优化运行；通过实行“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能源使用方式，实现建筑能耗的减降。


  能源设备和供能系统：优化供能方式以减少浪费，提升设备能效等级。建筑运行过程中，各种供暖、供热、通风设备形成了建筑的外部输入性能耗和碳排放。在建筑能耗需求既定的情况下，未来有望采用精准供热替代集体供热的方式减少浪费，并能通过提高设备能效标准以降低单位能耗产生的碳排放等方式减少运行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多种能源。根据住建部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可再生能源替代民用建筑常规能源消耗比重超过4%；根据国务院的发展目标[4]，到2020年该比例应提升至6%。具体应用形式包括太阳能光热（提供生活热水等）、太阳能光电（使建筑成为正能源单位），以及地热能、生物质能、空气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预计2019—2060年建筑运行碳排放累计减少79%至4.5亿吨


  我们预计到2030年、2060年中国建筑运行碳排放分别减少至14.9亿吨、4.5亿吨，较2019年分别累计减少31%、79%。建筑运行碳排放可拆分为人口、人均建筑面积、能耗强度（单位面积能耗）、能源效率（单位能耗碳排放）四项，其中未来能源效率的优化将是建筑运行碳排放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力（见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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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7　到2030年、2060年中国建筑全过程能耗和碳排放均有望明显减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发布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


  人口：我们预计2020年起人口增速将逐渐下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人口共14.0亿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进行人口假设，我们预计2020—2030年人口增速逐渐下行，并于2034年起开始小幅下滑。预期到2030年、2060年总人口分别为14.6亿、13.3亿。


  人均建筑面积：我们预计2020年后将持续下滑。我们测算出2019年全国人均建筑面积为49.0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建、城镇人均居建、农村人均居建面积分别为15.7平方米、36.8平方米、43.7平方米。参考发达国家数据，我们预计到2060年人均公建面积将降至13.3平方米，城镇人均居建、农村人均居建面积将逐渐降至31.3平方米、36.8平方米。


  能耗强度：节能改造、低能耗建筑比例提升带动平均能耗强度降低。我们测算出2019年全国平均建筑能耗强度为14.9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假设：一是近零能耗建筑、超低能耗建筑等面积占比持续扩大，到2060年近零能耗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在存量建筑中面积占比均达3%；二是通过全产业链节能方案，普通建筑的能耗强度也将有所下行。基于上述假设，可推算出2060年全国建筑平均能耗强度将降至12.9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能源效率：未来有望明显降低，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降低是主要驱动。我们测算出2019年全国建筑平均能源效率是2.1千克碳/千克标准煤，其一次能源占比中煤占76%（其中约50%为电力，30%转化为热力，20%作为化石燃料直接使用），而在各类能源类别中煤炭、焦炭属于碳排放系数最高的能源。假设到2060年，煤作为热力和化石燃料贡献的能源比重将明显降低（降至5%），而电力将成为替代能源，并且电力的一次能源构成中化石能源占比将降至10%，其余部分由可再生能源贡献。最终得出到2060年全国建筑运行平均能源效率降至0.6千克碳/千克标准煤，成为运行碳排放降低的最主要贡献。


  城市维护：降低市政运营能耗，提升资源回收效率


  本小节探讨城市维护方面的减碳方向及空间，指出重点方向在于提升城市维护运营效率和资源回收效率。节能减排、数字化管理是减少供水供暖等公用行业碳排放的关键，政策推动有望持续促进供水供暖碳排放减少，并给资源回收利用提供充足的增长空间。


  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要求日益提升，城市日常维护运行中的能源消耗日益增长。以供暖为例，根据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的测算，2018年北方城镇供暖能耗为2.12亿吨标准煤，产生碳排放量约5.5亿吨，大约是建筑运行碳排放的1/4。在碳中和的大方针下，提升城市维护管理效率，降低单位能耗是城市维护减碳的关键。可从以下两方面实现行业碳中和。


  一方面，提升城市维护运营效率。城市公用事业（比如供水供暖）需求较为刚性，伴随着城市建设而逐步发展。目前行业内部分基础设施赛道建设不足以及存量设施老化，导致行业整体运行效率较低，比如供水管网漏损率较高，集中供暖率较低等。未来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更新和完善增强行业供给效率，减少能耗需求。


  另一方面，提升资源回收效率。城市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对资源使用需求的快速提升，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符合绿色城市建设方针。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比于前端资源生产能源消耗更低，有助于减少城市碳排放。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起步较晚，当前的回收利用率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节能减排、科技赋能减少城市公用行业碳排放


  供水行业：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采用数字化管理


  城市供水需要多少能耗？供水行业伴随着城市同步发展，保障了日常生活和生产需要，对城市稳定运行来说不可或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经济活动持续活跃，人均供水量也逐步提升。城市供水在加压、调速等方面都需要消耗能源，从供水企业的角度来看，能源消耗的主要方式是电力。我们按照当前城镇供水总量（以供水企业生产量为口径）测算，2019年城镇供水的耗电总量为191.2亿度。


  供水减碳需要多管齐下。由于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初期供水管网建设质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当前供水行业的漏损率较高，根据住建部的数据，2019年城市供水漏损率为14%。供水行业可以通过提升水资源利用率、加强居民节水意识及运用数字化管理等方式节能降耗。


  降低供水漏损，提升供水效率。“十三五”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强调，对使用超过50年的和材质落后的供水管网实施更新改造，有助于强化供水管网的稳定性，降低供水漏损。此外，受益于智慧化城市的推进，水务行业数字化，带动了供水管网的监测水平提升，加强了对供水漏损点的精准定位，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漏损率。


  数字化技术赋能，智慧水务持续降低供水行业能耗。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科学技术，水务行业智慧化水平持续提升，有助于降低供水企业吨水电耗，从而减少碳排放。


  供热行业：短期看集中供暖增效，长期看能源结构转型


  中国集中供暖始于20世纪50年代，基本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当时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为城市居民安装集中供热系统，主要出于维持城市在冬季的正常生产生活的目的（如供水管线防冻、设施设备防止严寒损坏等）。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与集中供暖的界限重合度较高。（此线以北基本为全年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或等于5摄氏度的总天数大于或等于90天的地区，以南地区被认为冬季无持续性寒冷，城市生产生活暂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目前城镇集中供暖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农村进度则较慢。城镇集中供暖面积快速增长，城市、县城的集中供暖面积分别从21世纪初的11.0亿平方米、0.7亿平方米提升至2019年的92.5亿平方米、17.5亿平方米，2010年以来，城市、县城集中供暖面积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12%。根据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北方供暖需求约为211亿平方米，其中，城镇供暖面积141亿平方米，农村供暖面积70亿平方米。我们测算，截至2019年，北方城镇集中供暖覆盖率为78%，农村集中供暖覆盖率接近6%。


  集中供暖效率更高，当前煤炭依旧是主要热源。集中供暖主要采用集中热源，根据《我国供热行业2020年度发展状况报告》[5]，北方城镇供暖热源的45%来自燃煤热电联产，27%来自燃煤锅炉，燃气热电联产、燃气锅炉和燃气分户壁挂炉占比分别为3%、10%和7%。综合来看，集中供暖中合计约72%使用煤炭作为热源，20%使用燃气作为热源。集中供暖效率更高，根据《浅谈如何提高集中供热的热效率》的数据，热电联产综合热效率可以达到85%，大型锅炉热效率为80%~90%；而分散采暖的设备中，燃煤锅炉热效率为30%~50%，节能环保煤炉的热效率为55%~65%，燃气炉为75%~80%。集中供暖热效率的差异也决定了当前集中供暖方式有助于降低单位供暖的能耗。


  供暖行业如何减碳？短期提升供热效率，长期受益于能源结构转型。未来城市供暖减碳将需要全产业链多方面的协同合作，以及各项政策的综合实施。居民采暖减少碳排放可以从两条路径着手：一是在保障居民供暖的前提下减少对能量的需求，比如提高供暖效率、采用节能建材、智能建筑或类似系统等；二是改善能源结构，减少单位能耗的碳排放，比如采用非化石能源等。


  供水供暖碳排放减少空间充足


  碳中和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将是未来的长期政策指导方向。2021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强化供暖清洁化率等政策有望持续推进，带动供水供热行业碳排放量持续减少。


  首先是供水。“水十条”明确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于2020年控制在10%以内，我们认为管网治理应持续推进，随着老旧管网的改造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预测2030年供水管网漏损率或将下降至5%。随着节水型城市的建设，我们认为居民生活、工业生产中消耗的单位水或将减少，预计2030年相比2020年单位耗水量减少5%，并且往长远展望依旧有望持续减少。随着数字化科技的应用，供水效率有望提升，持续推动单位供水节能降耗，预计“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单位供水能耗均减少5%。


  其次是供暖。随着集中供暖设施的完善，我们预测集中供暖比例将由2020年的54%提升至2030年75%（考虑到农村地区）。同时我们认为随着清洁化采暖的持续推动，能源结构有望得到持续优化，我们预计2030年煤炭采暖的比重有望下滑至50%。


  推动资源回收利用，共筑低碳城市


  资源回收利用缓解资源需求


  我国资源需求持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动了我国对资源端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进一步带动了资源需求的增长。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0.8%，其中2000—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较快，基本维持在15%以上，近年增长趋势放缓，2011—2020年工业增加值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5.4%。此外，21世纪至今，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复合年均增长率达8.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1.1%，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人均消费数据略有下滑，但是整体依旧保持高增长。


  各类资源需求快速提升，资源回收再利用有助于城市减少碳排放。工业产值的持续发展叠加居民消费增长提升了资源需求，我国目前已成为资源消耗大国。2019年，我国钢铁、塑料和橡胶消费需求占全球比重大约为51%、15%和40%。在工业生产、居民消费品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将废弃的可用资源（比如钢铁、橡胶、塑料）经过重新加工之后再利用，有利于缓解我国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压力，同时可以降低生产能耗，有助于碳中和方针的整体推动。


  一是废钢回收。从国外钢铁行业发展经验来看，粗钢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短流程炼钢比重将越来越大。2018年，我国炼钢行业短流程比例大约为10%，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5%）。根据工信部《钢铁行业调整升级规划》，2030年我国废钢的应用比例需要提升至30%，未来提升空间充足。短流程炼钢一般采用电炉炼钢，和铁矿石相比，能够节能降耗约76%。


  二是废旧橡胶回收。发展废旧橡胶回收产业有利于橡胶生产行业节能降耗，从行业公司的研发技术看，我们预计废旧橡胶再生能耗有望减少30%；同时废旧橡胶对环境破坏较大，废旧橡胶回收利用亦有利于生态保护。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数据，我国2019年产生了1480万吨废旧轮胎，2011—2019年废旧轮胎产生量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5%，废旧轮胎资源充足。但2018年我国废旧轮胎回收量仅约512万吨，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率仅为35.3%（见图10.8）。


  三是废塑料回收。我国作为塑料生产和使用大国，应持续建设和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体系。目前我国废塑料回收率统计数据来源不一，根据英科环保招股说明书，2018年废塑料回收率为38%，而根据上海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的数据，2019年我国废塑料回收率约为30%。根据曼彻斯特大学2021年发表在《整体环境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与利用原油制造塑料相比，每吨废塑料化学回收可以减少2.3吨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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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8　我国再生胶与废旧轮胎回收量

  


  资料来源：商务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四是动力电池回收。围绕碳中和的发展趋势，未来新能源车将会代替传统汽车，锂电池需求增长或将持续爆发，同时对锂电池的原材料，比如镍、钴、锰、锂等金属的需求将会日益提升。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可将报废的锂电池拆解开，提取其中有价值的元素，循环再造锂电池，降低前端对原材料的需求，有助于城市减少碳排放。


  政策利好再生资源回收


  垃圾等废弃物中可回收利用成分较多。在生活和生产中，会产生大量废弃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垃圾产生量逐年提升。但是垃圾并不一定是无用物质，垃圾中可能有大量具有利用价值的成分。桑德集团2018年统计，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部分，比如纸类、塑料橡胶、玻璃、金属等，占比大约为21.00%（见图10.9）。


  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分类先行。垃圾分类的建设是资源回收的前端入口，此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发展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回收体系不完善，市场粗放式扩张，比较依赖人力以“走街串巷”的形式来回收再生资源，行业经营效率较低。建立垃圾分类体系，在源头对垃圾按照组分分离，有助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提升，规范行业发展。2019年末以来，我国陆续提出了“无废城市”“垃圾分类”等目标，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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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9　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组分占比较大

  


  资料来源：桑德集团，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时间为2018年。数据为四舍五入，因此合计数有误差。


  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推进。2019年6月11日，住建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垃圾分类的推进目标，其中明确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0年之后将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至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全部建成垃圾分类系统。2020年11月，住建部等12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力争再用5年左右，基本建立配套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预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垃圾分类效果显著，可回收垃圾回收量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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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绿色科技：接棒能效管理


  摘要


  数字经济是“十四五”发展的主旋律，云计算、AI（人工智能）、物联网新兴技术高速发展，支撑起政企上云、数字化转型的增量需求，带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站、数据中心等新基建产业蓬勃发展，能源供应是新基建发展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是满足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的有力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除资本与劳动力之外，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数据是全新的生产要素，因此与传统生产要素一样，数据的量质齐升将带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产出提升，为新技术的研发提供算力支持与创新之源。


  在新技术为社会数字化转型带来强劲驱动力的同时，电力也在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技术进步将带动算力增长，算力进步会反哺技术突破，从而为数字经济增长持续赋能，在数字与算力的浪潮中，数字化、智能化将为电力转算力的过程赋予更多节能优势，实现节能减排与数字经济的双重发展。


  在本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将以具体场景展开，分析在C端（消费者端）城市生活及B端（企业端）工业生产中，科技如何助力提效减排；在第三节，我们将讨论在AI和新技术赋能下，科技行业如何实现自身节能优化，从而实现碳中和目标；在第四节，我们简单概括了数字化管理中可能面临的多种挑战。[1]


  数字化助力城市生活提效减排


  数字经济下，5G、AI等新型技术的崛起将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不禁思考，数字生活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数字生活究竟如何实现碳中和？对于个体而言，智慧城市将使我们切身感受到，其与城市管理和数字技术的融合，经过数据管理优化后的城市运行，将为居民带来更加便捷与高效的生活体验。


  “智慧城市”的概念由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于2008年提出，之后在各国政府层面获得了广泛关注。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并非一个严格概念，而是将城市管理同数字化技术结合的一种思路。随着5G、云计算、物联网、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落地，科技生态环境日趋成熟，城市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得以实现，有助于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根据Markets and Markets（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2018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为3080亿美元，2023年将提升至7172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8.4%。


  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众多新型城市应用场景和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助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看到，智慧城市在环保、交通、工业、能源、城市治理等多个场景已经有丰富且具体的应用，例如环境监测、智能垃圾分类等智慧环保应用，车路协同、智慧停车、智能交通规划等智慧交通应用，黑灯工厂等智慧工业应用，大数据精准治理、无人化治理等城市治理应用。


  智慧城市在带来生活便捷与多样的同时，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各种生活场景的节能减排。智慧城市下的各种应用场景是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实现节能减排的？其最终能够实现多少碳排放量的减少？


  基于这些思考及前文的介绍，我们挑选车联网、智慧机场及智慧货运三个细分应用场景进行测算，通过对比引入科技带来的碳排放增量与科技赋能后的各场景碳排放减少量来计算实现的净碳排放减少量，以及用单位电力消耗对应的碳排放减少量来判断科技赋能的“性价比”。


  车路协同：提高车辆配置效率，降低燃油消耗


  车路协同能够基于传感探测、边缘计算、自动驾驶等技术，通过路测单元、车载终端获取和交互车路信息，对整体道路流量、交通事件、路况进行预判，实现车辆之间、车辆和基础设施之间的智能协同，达到加快路口通行速度、降低车辆燃油消耗、提高交通安全冗余度等目标。提效方面，智慧红绿灯可动态调整不同方向红绿灯的时间以提高通行率；基于早晚交通流量变化，潮汐车道可动态调整早晚高峰通行方向；依托车载摄像头、超声波雷达等设备，自动驾驶车辆可分析周边环境及行车状况，进行制动、转向、变道、调速等，降低交通拥堵风险，从而提升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安全性。降耗方面，基于SLAM（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汽车可以通过摄像头采集的机器视觉信息与激光雷达ToF（飞行时间）的测距功能，定位并绘制出位置环境的地图，解决路线规划不合理的问题，减少碳足迹；此外，基于V2X（车用无线通信技术），车辆可编队行驶，以减少阻力，并共享信号灯信息规划刹车时间，从而降低能耗。


  自动驾驶提效几何？根据密歇根大学的一项测算，相较于非自动驾驶车辆，搭载车间通信系统的自动驾驶车辆通过地图线路优化及刹车制动优化，节能效率可达到19%。同时我们假设自动驾驶的出现会降低自有汽车量约1%，基于上述两点假设，我们预测截至2024年，C端自动驾驶车辆每年碳排放减少量约为1.18亿吨。假设一辆自动驾驶测试车辆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10TB（太字节），以一台浪潮高端全闪存储HF18000G5服务器为参考，全年需要约2566万台服务器支撑算力，对应全年碳排放量0.82亿吨，因此全年净碳排放减少量为0.42亿吨，对应服务器每度电的用电增量带来1.51千克的碳排放减少量（见表11.1）。


  
  表11.1　截至2024年自动驾驶全年净碳排放减少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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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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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浪潮信息官网等，中金公司研究部。


  智慧机场：AI精准测算，减少滑行距离


  深圳智慧机场通过精准预测和管理，能让每架飞机少跑1~2分钟，减少耗油10~20升。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全年航班起降架次，我们预计全年合计起降约1025万架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36.31万吨（见表11.2）。截至2021年2月18日，全国机场数量达241个，我们基于机场面积预测全国机场数据中心占地面积，进而推测所需数据中心及机柜数量，按照引入AI及数字化精准管理的机场带来3%的数据增量的假设，得出数据中心耗电量增量相当于约23.86万吨碳排放，最终可实现全年净碳排放减少12.44万吨，相当于每度电的用电增量带来1.52千克碳排放减少量。


  
  表11.2　智慧机场净碳排放减少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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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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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官网等，中金公司研究部。


  智慧货运：成立互联网平台型货运公司有助于降低运送空载率


  我们预计当前货运行业车辆运输空载率达40%，因此，成立如滴滴出行模式的互联网平台型货运调度公司有助于降低空载率。截至2020年6月，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我国载货车保有量为2944万辆，假设这些车辆的空载率从40%降至20%，将减少全年无效行驶里程1472亿公里，对应碳排放减少量695.08亿千克。假设成立该互联网平台公司所需数据中心机柜数为100000个（相当于10个超大型数据中心园区），对应全年碳排放85.15亿千克，最终将实现全年净碳排放减少609.92亿千克，对应每度电的用电增量带来8.14千克碳排放减少量（见表11.3）。


  
  表11.3　货运汽车碳排放净减少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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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公安部官网等，中金公司研究部。


  工业互联网赋能企业生产，实现降本增效


  工业互联网随着5G的部署呈迅猛发展之势，截至2021年3月，我国在建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100个，多种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层出不穷，包括中国商飞、阳泉煤业、三一重工和厦门港等，5G显著地助力了工业领域的升级转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功能架构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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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工业互联网平台功能架构

  


  资料来源：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工业互联网平台白皮书》（2017）；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SaaS表示软件即服务，PaaS表示平台即服务，IaaS表示基础设施即服务。


  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节能减排？工业互联网以数据为核心，基于传感器收集的海量数据，结合软件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来实现工业自动化控制、智能化管理。在工业互联网赋能下，企业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同时有效减少了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实现节能增效。


  工业互联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工信部提出，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发挥我国既有基础和优势，统筹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全面部署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智能制造工程、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等，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充分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最根本的是要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监测和管理能耗数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碳中和将推动对下游软件应用层，诸如能源监控、预警等细分领域需求的增加，为下游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公司带来业务机会。如能源管控类SaaS企业可以将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能耗及影响能耗的相关指标，通过物联网技术采集到云端，通过分析、优化数据提供降低生产运维能耗的预警及解决方案；工业云平台企业能够基于云平台及其搭载的工业App（应用程序）为制造业企业赋能，实现控费增效。


  国家电网于2021年3月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将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包括加强“大云物移智链”等技术在能源电力领域的融合创新和应用，促进各类能源互通互济，源网荷储协调互动，支撑新能源发电、多元化储能、新型负荷大规模友好接入。加快信息采集、感知、处理、应用等环节的建设，推进各能源品种的数据共享和价值挖掘，到2025年，将初步建成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


  智能能源管理


  联元智能科技致力成为能源领域的工业互联网SaaS平台提供商。公司为工业、商业、数据中心、楼宇等多能耗等级的B端用户提供整体能效解决方案，能够在线监测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能源的精细化管理，帮助客户减少碳排放。如公司通过助力上海某领先热电企业开展智慧能源服务，使其实现年能源成本下降1500万元，年碳排放量下降4.42万吨。


  智能制造


  东方国信旗下的Cloudiip是国内领先的国产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支撑了炼铁大数据平台、锅炉云服务平台等多个工业应用子平台，同时搭载了大量实用工业App，通过以数字赋能企业来助力企业实现节能降耗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例如，炼铁云平台已应用高炉单座单年创效达2400万元，风电云平台每年可为企业节约30%的维修费用，锅炉云平台可降低单炉能耗15%。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电力、水务等场景带来精准的节能增效方案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处理海量数据成为可能。基于数据分析算法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对传感器集中收集的数据进行可视化监控，进而实现精准预测及决策优化。例如，电力、水务大数据平台的应用能够精确监控用电数据，从而实现用电、用水的精准管理。


  南方电网在广东省布局电力大数据应用，其提供的电力大数据平台能够通过实时监测工厂车间的用电水平、电量波动等数据，精确锁定高耗能设备。如公司通过协助某制造业企业进行用电数据诊断，成功锁定了目标车间电机使用的高耗能定频设备，在加装变频器后实现了年用电量下降50万千瓦时。2019年以来，南方电网利用大数据技术成功帮助一批高耗能企业完成节电改造。南方电网测算，在电力大数据平台的精确监控和指导下，企业用电成本能够降低10%~20%，实现节能增效。


  西安智慧水务平台在西安水务公司的部署应用，重点解决了传统的水处理信息化薄弱，生产和管理分离，故障处理滞后，计划、调度、决策片面化和人为化的桎梏，实现了生产数据、视频、管理、设备以及人、物的统一管控和调度。项目为企业带来了效益，包括节省人力成本3.6%，设备故障率降低15%，运行中断率降低20%，能耗降低20%等。


  科技行业如何降能增效？AI与多种技术共同助力节能


  我们在前两节讨论了科技是如何助力各种行业的不同应用场景实现节能减排的，并测算了净碳排放的减少量。科技行业属于高耗能行业，在为千行百业赋能以及助力减排的同时，科技行业如电信运营商及数据中心自身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节能减排的？我们通过案例可以看到AI已经广泛用于通信行业电能使用的优化，然后具体分析了5G基站和数据中心的降耗举措。


  AI节能技术如何帮助能耗大户减排


  AI算法可用于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的运维和管理，优化其电能使用。AI技术已经在故障预测分析、系统性能调优、内部服务等方面有所应用，可实时对数据中心环境进行控制，如通过控制冷却系统实时资源调配以降低能耗。比如在谷歌、万国数据、中兴通讯等企业中都能看到AI助力的身影。


  谷歌：2016年，谷歌联合DeepMind（深度思考）将AI系统部署于数据中心，通过控制IDC的服务器和制冷系统等部分组件来减少能耗，报告表明DeepMind的AI将谷歌公司的数据中心冷却费用减少了40%。


  万国数据：在国内率先采用AI数据中心布局，目前弱电和软件开发设计都要确保未来能够做到AI适用，实现基于AI算法进行控温，以及利用机器人进行自动巡检、故障自动应急等，大大降低了对运维人力的需求，并提高了灾难预警的敏捷性。


  中兴通讯：基于自研的AI Explorer（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开发的AI算法系统，能够通过从制冷系统、电力系统采集的数据在AI中台进行数据治理，基于AI算法学习优化运行策略，通过调控参数实现最高可达15%的节能效果。


  5G时代，AI技术能够提高基站的适应性来实现智慧节能。随着AI技术的不断成熟，基于AI的智能节能技术方案可以实现多制式网络的整体节能效果，使无线接入网具备较强的灵活性、扩展性及持续演进能力。AI系统能够基于历史数据构建学习模型，并通过不断产生的实时数据对模型进行修正，实现“智慧节能”的效果。中兴通讯提供的AI节能方案自2019年起已在国内多地运营商部署，累计应用规模超过10万个小区，经验证该方案可有效降低基站10%~15%的能耗，每千个站点可实现年节电150万~200万度。典型的功能如下。


  节能场景识别。在小区场景中，AI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基础覆盖小区和补热小区，支持与基站设备及OMC（操作维护中心）管理平台的接口，热点覆盖小区可根据业务量等指标变化进入节能模式，实现更灵活的节能效果。


  业务预测。基于AI算法、现网基站数据及训练业务负载模型，实现对网络业务负荷的精确预测。通过预测业务流量的潮汐情况，提前制定相应措施调控业务负载性能，从而提升用户体验。


  节能策略选择。基于业务预测结果，通过强化学习算法实现对节能策略的自动选择、调整、配置更新和自动执行功能，同时满足预设置的节能目标和KPI（关键绩效指标）目标。基于AI的节能策略选择模型如图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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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基于AI的节能策略选择模型

  


  资料来源：《基于AI的5G基站节能技术研究》，中金公司研究部。


  设备、站点、网络层多层发力，实现共建共享模式下5G基站节能降耗


  具体到通信运营商行业，5G时代的到来也带来了能耗的增量。5G网络建设耗能如何？按照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数据，目前运营商5G基站主设备样品空载功耗2.2~2.3千瓦，满载功耗3.7~3.9千瓦，我们按照2019年3.85千瓦预测，随着设备节能化迭代，预计5G基站平均功率到2025年将降至3.3千瓦左右，基站休眠等技术使得基站无须满负荷运转，同时伴随2G（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规格）、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逐渐退网，5G基站建设速度趋于温和增长，我们认为基站整体耗能将得到有效控制并趋于平缓，预计到2025年，5G基站全年耗电量将被控制在约793亿千瓦时（见表11.4）。


  
  表11.4　三大运营商基站耗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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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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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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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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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公告，中金公司研究部。


  从软硬件技术角度来看：通信基础设施架构升级是趋势


  基站设备层：提高AAU（有源天线单元）能效是解决能耗痛点的有效方式。基站设备中，射频功放能耗最高，因此从功放模块、数字中频、基带模块、收发机等对功耗影响较大的关键器件入手进行技术提升，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AAU设备的能效。例如，通过提升半导体工艺水平及更新换代来减少芯片面积，从而提高集成度和处理能力，这不仅能进一步降低基站设备功耗，还可大幅提高5G系统性能。


  站点层：基于软件功能及AI技术实现站点节能。通过引入AI技术，能够针对每个小区的不同时点进行精准分析及预测，实现精细化、定制化的节能策略，做到“一站一策、一时一策”，在保障用户体验的前提下通过精耕细作的方式充分挖掘节能潜力。


  网络层：多网协作节能技术实现降低现网能耗目标。5G部署后，未来将出现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TDD/FDD（时分双工/频分双工）与5GNR（全新空口设计的全球性5G标准）共存的状态。中国移动研究院表示，多网协作节能技术可以基于特征聚类和神经网络算法对5G设备级节能功能进行参数优化，实现设备级节能功能效果最大化，适用4G、5G有较多重叠覆盖的网络场景。中国移动研究院表示，业内已完成相关4G系统（微通信元系统）的开发，现网测试结果显示，4G网络每万小区年节电目前超过40万度，5G网络接入后总体节电效果将更加明显。5G基站节能技术推进计划如图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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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5G基站节能技术推进计划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数据中心：云计算实现算力集约化，模块化及制冷技术提升实现PUE降低


  再看数据中心的变迁，计算模式历经了从集中到分布，再重新走向集中的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大型主机是计算和存储资源集中存放的所在，也是企业的算力供应中心。彼时主机价格非常昂贵，主要面向企业用户，资源集中是主机时代突出的特点。1979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开启了个人计算机时代，计算模式由大型主机的集中模式走向个人计算的分散模式。而后互联网兴起，计算资源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便捷共享。在2000年后，运营上千台服务器的数据中心出现，计算模式由分散重回集中，算力走向集约化供应。


  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基础设施，发挥着将电力转换为算力的关键支撑作用。大型数据中心集中管理计算和存储资源（见图11.4）的实现，使得用户通过互联网分享资源的模式日益普及，“云计算”的概念逐渐发展（见图11.5）。数据中心位居IDC产业链中上游，向下游云应用厂商、互联网公司、政企客户提供服务器托管等基础设施服务。其能耗主要包括机器设备消耗的电力和温湿度控制设备消耗的电力，因而数据中心在数字经济时代承担着将电力转换为算力的关键作用。


  集约化算力将降低多少能耗？集约化算力可显著降低能源消耗，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命题。Pike Research（市场调研公司）预计，到2020年，采用云计算可以使全球数据中心的能源使用量减少38%。AWS（亚马逊云科技）认为，集约式的计算资源可以显著提升计算效率。微软测算，相较于分散的传统企业数据中心，Azure（微软基于云计算的操作系统）集约式数据中心通过改善IT（信息技术）运维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效率、可再生能力这四个方面，或可降低72%~98%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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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大型数据中心集中管理计算和存储资源

  


  资料来源：聚图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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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云计算概念示意

  


  资料来源：深信服社区，中金公司研究部。


  技术手段如何实现数据中心的降本增效？机电设备标准化、模块化是趋势。我们认为对机房系统架构的前瞻性把控是IDC运营核心的能力要素，涵盖对IT负荷能力、机电布局方式、密度上升后散热能力等方面的判断。


  一方面，IDC所提供的机电设备服务，核心是提供电力和制冷资源。运营中，IT和制冷是主要耗电环节，占比约85%。在制冷方面，可因地制宜，在北方干燥低温的环境中可选择间接蒸发自然冷却，通过空对空冷却减少排热用水；在南方潮湿燥热地区可尝试浸没式液冷技术，通过液体代替空气，把中央处理器、内存等IT发热器件产生的热量带走，具备高能效、高可靠性特点。供配电方面，分布式供能、高压直流供电、模块化UPS（不间断电源）等技术可有效降低电损、按需调用，也能帮助优化PUE水平。


  另一方面，借鉴云计算、IDC的底层逻辑共享经济，将机电资源池化、按需切割也是一种新思路。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是一种预工程化的方案式产品，在工厂内部完成数据中心所需基础设施单元的有机组合，到项目现场重新拼装即可投入使用。数据中心引入模块化设计，能实现业务快速部署，满足高密度机柜共享基础设施，节省机房空间和电费，优化PUE。模块化数据中心受到国家政策推动，工信部颁布的《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明确，要在绿色、模块化数据中心方面实现技术与产品的突破。秦淮数据从制冷设备到配电设备均实现了模块化定制，将整体建设时间缩短了30%~40%。美国的模块化设计成功的本质是满足了机房的灵活弹性部署，实现了同一机房内不同等级的灵活升降，不同单位功耗密度的机柜随时扩容，批发、零售客户和谐共处，模块化技术体现了对IT设备的技术掌控力和预判能力。然而，IT和网络设备的技术迭代周期远快于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合理地规划机房架构，使机电模块更具适用性和经济性以适配ICT（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变革才是核心，效率最优的设备模块化、标准化需要从整个系统架构出发。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具体优势如表11.5所示。


  
  表11.5　模块化数据中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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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台达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行业面临哪些挑战？当前节能技术仍存在痛点


  碳中和道路任重道远，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在保持对碳中和目标的不变追求的同时，也要认清逐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我们认为基于上述分析及展望，行业主要存在以下几点挑战。


  工业互联网的渗透率仍然较低。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3.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作为工业互联网应用的“主战场”，虽然已在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制造业领域逐步落地，但渗透率仅有2.76%，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我国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加速渗透。未来行业发展思考的重点是，工业互联网如何快速实现可复制、规模化？工业互联网在碳中和背景下进行科技创新及节能减排的新方向在何方？


  部分节能系统的应用停滞在数据收集层面。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节能平台包含边缘层（数据采集）、平台（工业PaaS）、应用（工业App）三大层级。其中边缘层作为数据的来源，属于节能平台的“生产资料”；工业PaaS作为App开发和迭代的平台，属于节能平台的“生产车间”；各种工业App则为具体发挥节能作用的“生产工人”。然而在现实应用中，部分企业在装载系统之后，仅仅停留在数据采集层面，未能实现数据赋能以达到真正节能的效果。我们认为未来行业应思考，如何快速实现数据赋能以缩短商用投资周期及拉长投资回报期？如何实现平台兼容与数据打通，将数据生产要素发挥到极致？


  AI系统开发和运行成本普遍较高，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需要权衡其节能效果和系统使用成本。随着AI技术的发展，AI系统算力不断提升，由此带来的系统开发、数据存储、算法更新的成本也在迅速上升，成为AI系统应用于节能领域的掣肘因素。与此同时，算力提升带来的巨大的能源消耗同样不容小觑，在高成本下权衡应用系统带来的节能优化与系统本身带来的耗能或将成为中小企业部署AI节能系统的重要方面。未来行业应当思考，如何实现AI开发与运行成本的节约化？如何快速训练AI使其广泛覆盖千行百业，为多种应用场景节能减排做好“智慧大脑”？


  5G节能技术可行性有待时间验证。根据中国移动研究院的测算，通过推动半导体材料、工艺、射频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2022年有望实现5纳米工艺，GaN功放应用比例将继续提升至90%，整体功耗相对2021年将降低8%，同时2022年有望实现现网规模部署，通过BBU（射频拉远模块）基带资源共享节省硬件板卡配置，进而实现功耗降低。我们认为上述技术的进步目前仅处于规划层面，技术落地与落地后的节能及商用效果依旧有待时间考证。未来我们需要考虑的除突破技术壁垒外，还有如何最优分配低频段资源实现基站广覆盖从而减少基站建设，以及如何最大化运营商基站共建共享率。


  碳中和道路上机遇与风险并存。“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我们需要认清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坚定对碳中和目标的不变追求。


  
    [1] 本章作者：钱凯、彭虎、赵丽萍、陈昊。

  


  展望篇


  第十二章　绿色投资：新趋势、新方向


  摘要


  本章将重点探讨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与资产及投资管理相关的几个话题，有如下结论。


  第一，与直观判断“投资中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可能降低投资预期回报”不同，我们认为，实现碳中和是将传统能源利用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短期可能带来成本上升，中期高度依赖技术的突破、规则的升级等。考虑到实现碳中和平衡了短期成本和长线潜在回报，并且技术革命带来的中长期回报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此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一定会降低投资潜在回报。同时，全球走向碳中和，使拥有不同资源禀赋、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市场主体面临差异化的机遇和风险，积极应对和研究是获取投资收益、规避风险的关键。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会对行业、产业结构及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中长期影响。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原则，将深刻影响生产和生活、能源、金融、科技、消费及地缘相对优势与格局等。我们建议关注如下几大问题及趋势：能源变“轻”、金融变“重”、商品“循环”、科技“助力”、消费“低碳”、区域“重塑”等。


  第三，我们基于中金行业和各研究领域的分析，梳理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潜在“赢家”和“输家”行业，并构建了“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CICC China Carbon Neutrality Investment Index,CCCNII）。碳中和市值加权和等权指数从2009年至今分别取得了17.2%和25.1%的年化收益率，跑赢了主要市场基准指数，最近3年超额收益显著。[1]


  从经济的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基于现有对地球及环境的认知，自发地通过自律、经济、法律、道义倡导等形式，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将此前生产生活活动中对生存环境和资源造成的负面“外部性”逐步“内部化”的过程，这也会为投资者带来一些需要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本章将重点探讨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与资产及投资管理相关的话题。


  第一，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如何影响投资者潜在收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定会降低投资收益吗？


  第二，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在中观行业和产业层面带来哪些趋势，如何影响产业结构？


  第三，在当前环境下，哪些行业和领域将从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中受益？哪些可能会受损？如何抓住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并规避相关风险？


  综合来看，有如下结论。


  一是遵循应对气候变化原则，不一定会降低投资回报。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把此前并未被置于投资决策中进行充分考虑的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外部性纳入投资框架，虽然尚不能说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必将增加投资回报，但至少可以说其不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表面上是给投资过程增加了额外的限制，可能会降低潜在预期投资回报率，但一方面，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平衡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投资者对基本面的额外信息，同时碳中和也将催生一场与能源使用相关的技术革命。综合来看，遵循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不一定会降低投资回报，投资者的积极研究与应对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会对行业、产业结构及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中长期影响。综合来看，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会给生产和生活、能源、金融、科技、消费及地缘相对优势与格局等方面，都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建议关注如下几大问题及趋势：能源变“轻”、金融变“重”、商品“循环”、科技“助力”、消费“低碳”、区域“重塑”等。


  三是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有潜在“赢家”和“输家”。我们基于对行业和各研究领域的分析，梳理了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各类行业中的潜在“赢家”和“输家”，并构建了“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碳中和市值加权和等权指数从2009年至今分别取得了17.2%和25.1%的年化收益率，跑赢了主要市场基准指数，最近3年超额收益显著。


  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如何影响潜在投资回报


  这看似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投资界和理论界对此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在这一节，我们将用两个部分来探讨这一问题。


  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投资组合构建实践及潜在问题


  为什么投资者要重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要重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前文分析涉及较多，这里我们集中探讨为什么投资者要重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


  总体上说，可以将投资者群体需要关注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原因总结为“财务类”（影响投资回报）和“非财务类”（遵守相关法律、行业自律规定等）。


  首先，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已经得到全球金融与投资界的高度重视。我们注意到，为了响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超过275家大型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了“机构投资者应对气候变化组织”（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IIGCC），并提出了一个与《巴黎协定》一致的、未来可能不断升级的“净零碳排放投资框架”（见图12.1），参与这一组织的机构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35万亿美元。[2]在全球投资分析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注册金融分析师机构，也于2020年发布了名为《投资过程中的气候变化分析》的白皮书，推动在投资分析中践行气候约定的原则。全球范围金融与投资界遵守应对气候变化的倡议，可能会对中国国内金融与投资界形成示范效应，先行者将具备“先发优势”。


  其次，中国自身的碳中和承诺也会加快各行各业，包括金融投资界制定和践行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各界对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出谋划策”“建言献策”的阶段，金融及投资界也不例外。在新的气候目标下，“十四五”规划及更长远的政策框架有望出台关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新目标、新举措。同时各个行业包括金融行业可能也会酝酿自上而下支持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规范。这势必也会影响投资者未来的投资行为。


  
    [image: ]

    图12.1　IIGCC组织倡导的净零碳排放投资框架（征求意见稿）

  


  资料来源：IIGCC，中金公司研究部。


  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目前在投资过程中遵守“气候公约”可能还处于一个较为表层的阶段。但随着中国严肃地承诺碳中和目标，中国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投资界可能也会引入类似的行业自律框架。另外，在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全球资产管理者在中国市场的参与度逐步加深，他们的行为也会影响中国市场的表现，中国投资者需要在投资管理中更加重视“低碳、零排放”的原则。


  最后，全球更大力度地引入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将改变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与收益条件。且不说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当于一次新的“能源革命”，全球各大经济体都承诺碳中和，并且中国全社会与更大的范围都严格地执行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可能无异于另一轮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的“供给侧改革”。这将会对几乎所有行业造成较大且持续的影响，不少行业和企业的投资价值会因此而受到较大影响。


  综合来看，对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履行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义务，还是捕捉绿色发展的机遇、规避碳中和带来的部分领域的风险，都需要重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对中国的资产管理人来说，遵循国际金融与投资界的“通行理念”——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已成为必然选择。在未来开拓国际市场、吸引国际资金的进程中，重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也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投资组合框架中如何体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投资者如何影响碳中和的实现？表面上看，实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是实体企业的事情，似乎与金融投资界关系不大。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全球金融与投资界均已积极推动在投资中践行《巴黎协定》所体现的精神和原则。投资者所遵循的金融与投资原则的改变将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投资者如何践行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目前在中国市场，碳排放相关监管规则和数据披露尚不完整，严格基于碳中和的量化投资组合构建尚不多见。但在海外已有一些基于企业碳排放数据构建投资组合，从而约束投资行为，进而对实体企业产生影响的探讨和实践。IIGCC在2019年5月发布了《遵守〈巴黎协定〉的投资倡议》，为资产出资人如何以符合遵守《巴黎协定》定义来构建投资组合准备了一个初步框架。该组织强调，这一框架也可以适用于资产管理者。


  欧盟及相关机构在碳中和投资框架方面的探索明显处于前列，目前IIGCC的成员多数来自欧洲，其设立的投资框架相对成熟，我们在分析中主要参考IIGCC的框架，虽然这一框架本身并不完善，并且仍可能处于快速迭代升级中。


  第一，两方面努力实现投资组合碳减排。根据IIGCC发布的净零碳排放投资框架的征求意见稿，“追求零碳排放的投资策略”应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力求投资组合的“低碳化”，以适应《巴黎协定》的目标，督促被投资企业实现“低碳化”；另一方面，增加对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投资，以达成气候目标。


  第二，这一初步的框架涵盖了四个主要资产类别——主权债券、上市股权、公司债以及不动产，未来还将根据《巴黎协定》，扩展至其他资产类别（如基础设施、私募股权等）。另外，众多资产管理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践行投资组合“低碳”或“零碳”的方案。


  第三，基于更完善的企业碳排放数据构建投资组合。如果可以获取单个企业碳排放数据，那么构建与碳中和路径一致的策略组合就更为直观。组合层面，可以基于组合持有的每一项资产的碳排放量，来估算整个组合的碳排放量。资产配置层面，投资者可以设定某个期限内投资于符合碳减排目标的资产所达到的比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两类比较关键的指标：一是碳排放密度，即单位收入对应的碳排放量或者单位投资金额对应的碳排放量；二是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在组合中的比例。


  投资中的潜在问题


  上述投资框架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基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的投资组合构建及管理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如下问题。


  一是获取完整、公开且持续的碳排放数据，对于以碳中和为原则构建投资组合而言十分重要，但获取这些数据即使在执行碳排放控制已经较为深入的欧洲都面临一定的障碍。碳排放数据披露的完整性、持续性以及全球标准的统一，可能需要全球政策制定者合作发力。


  二是组合的碳排放量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在估算组合碳排放的过程中，涉及三类碳排放的处理：企业运营中的碳排放（一类范围）；企业使用外购第三方提供的电力、热力等产生的碳排放（二类范围）；企业上下游价值链产生的碳排放，如上游企业生产零部件中产生的碳排放，或者下游消费者使用公司产品产生的碳排放等（三类范围）。对于资产配置来说，这几类碳排放划分可能会使组合碳排放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例如，一个资产管理人要同时投资一家发电厂以及这家发电厂的下游客户，计算组合的碳排放密度，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三是投资行为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较为间接，单向做多的投资者在投资中避开高碳排放标的，实际上降低了自身对标的企业的影响力。不得不承认，通过投资来约束企业的碳排放行为是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而且，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在仅能做多的情况下，选择回避高碳排放企业，实际上降低了投资者对企业的影响力。


  四是“做空”在实现组合“减排”中的作用。不持有企业的资产就无法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但如果引入做空机制可能会使情况有所改变。第一，“做空”可以作为投资者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对冲手段；第二，投资者可以利用“做空”来对高碳排放标的施加影响；第三，“做空”标的碳排放可以作为做多标的碳排放的“抵消”机制。不过，做空机制本身在不同市场中的完善程度不同，对碳减排可能充当的作用也会有较大差异。


  IIGCC倡导的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的投资组合目标设定见图12.2。IIGCC倡导的碳中和框架下的战略资产配置方法见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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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IIGCC倡导的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的投资组合目标设定

  


  资料来源：IIGCC，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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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IIGCC倡导的碳中和框架下的战略资产配置方法

  


  资料来源：IIGCC，中金公司研究部。


  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如何影响潜在投资回报


  近年来，随着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话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投资理论和实践界对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如何影响潜在投资收益这一话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探讨。特别是近年来受太阳能发电接近平价、电动车成本的快速下降，以及全球政策对电动车替代传统燃油车的趋势越发重视的影响，资本市场也掀起了对相关板块的投资热潮，进一步助推了对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获取投资回报之间关系的探讨。


  例如，MSCI在2020年4月的一篇公开研究文章中指出，从2009年底至2019年底，MSCI组建的ESG因子对表现最好的20只ESG基金的收益累计贡献了1.88个百分点。[3]另外，有一些研究，如来目巴迪亚（Badía）和莫列特（Mollet）的研究则显示，基于社会责任、碳中和的投资可能并未产生显著的投资收益差异。[4]


  我们的判断和分析如下。


  首先，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投资如果能够对投资收益产生明确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碳中和的“自我实现”。这就如同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如果一个行为策略能够给参与博弈的所有群体带来积极回报，那么可以判定，这件事大概率会在全社会内自发发生，并且无须太多政府的额外支持或法律约束。


  其次，从实际角度来看，这一关系并不明晰，其背后的原因来自几个方面。


  一方面，对全社会来说，抛弃当前技术相对“成熟”的化石能源而去追求碳中和，是人类社会的自我革命，是在将此前使用传统能源带来的外部性“内部化”。这一做法会在短期内增加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特别是对传统能源深度使用的企业及个人。


  另一方面，碳中和的实现本身也是一项人类“自我约束”下的技术创新和革命。技术创新和革命，从短中期来看，一定需要有投入，并且一定会有赢家和输家；从中长期来看，其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潜力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汽车行业在实现“低碳化”的过程中会涉及较多成本和提前投入，但在实现低碳化进程中取得的“电动化”成果，对汽车本身可能也是一项积极的革命。同时，纯粹从投资的角度看，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对于企业信息披露有着更高要求，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理解公司价值和潜在风险的“额外信息”。


  另外，碳中和的成本和收益能否合理公平地在社会不同群体或不同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设计，这也会影响潜在投资收益。对于一个国家和市场来说，遵循碳中和的原则对市场指数中长期具有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可能也取决于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环节、发展的阶段等。


  再次，如果给定最终要实现碳中和的方向，越早采取系统性应对措施对整个社会来说代价就会越小。实际上，部分有关气候变化的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正如201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环境与技术变革》一文所指出的。[5]这一结论比较直观，原因在于如果迟早要纠正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么越早在错误的道路上“止损”，代价越小。


  最后，虽然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能否给投资收益带来积极影响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但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自身引入的一项外生冲击和不确定性，与其他所有不确定性一样，积极的研究和准备能帮助投资者提高收益、规避风险。比如，最近几年全球投资新能源及电动车的投资者获得了较好的收益，如果未能对太阳能及电动车行业发展的阶段、行业动态等形成前瞻性的研究和布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综合来看，我们上述的分析所得的结论与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有关ESG投资的文章——《负责任投资：ESG的有效边界》——的结论一致。碳中和是全球投资者面临的全新话题，这不仅将影响投资操作的流程、组合的构建，也可能对潜在投资收益带来影响。积极地进行研究和应对，将使投资者能够在碳中和革命中把握先机、规避相关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如何在中观层面影响行业和产业结构


  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一次改变生产和生活中能源使用方式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与此前人类社会的其他几次工业革命类似，将对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并对现有的行业与产业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中金行业分析员的分析及现有文献的研究，以及我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解，总结出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行业和产业中观层面有如下主要趋势和问题值得关注。


  能源变“轻”


  人类生产和生活开始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一方面会促进节能减排、减少对这些传统偏“重”的能源的使用，另一方面会加大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太阳能、风能、水电等，驱动生产生活的能源方式会变得更“轻”。


  近10年来，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在全世界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世界能源结构趋向清洁、低碳和多元化也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中的数据，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9%逐渐提升至2019年的16%。从增量上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过去10年中年均增长达到13.7%，是全球唯一消费量以两位数增长的能源类别。同时，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研究预测，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提供全球近36%的能源供应。


  谈及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成绩单，就不得不提及中国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2018年下降1.5%；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上升了1.3个百分点。如果拉长时间轴再看，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74.2%降低至2019年底的68.6%（见图12.4）。同时，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相应从1990年的4.8%提升到了2019年的18.8%。推动能源清洁转型的是领先世界的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截至2019年，中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已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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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4　煤炭占中国国内能源生产总量比重降低，而水电、核电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显著提高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金融变“重”


  第四章已经探讨过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等。我们判断，应对气候变化、遵循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趋势，也会使金融行业变“重”。金融变“重”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金融分析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多了“可持续发展”维度，金融投资、定价、风险衡量等分析与监管的过程变“重”。不考虑碳中和的原则和约束，金融分析考虑的不确定性多数限于经济和财务回报方面，将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原则纳入，力求将资源与能源使用的外部性“内部化”，金融决策的过程、金融监管与制度设计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另一方面，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将使一些与传统能源相关及碳排放量较大的行业面临“过时”的风险，如石油、煤炭、原材料加工等，会使一些偏传统的行业的贷款、股权及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价值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坏账”“违约”等金融风险。


  对中国来说，这一问题尤其显著。中国金融机构发放给碳排放量偏大的重工业的中长期贷款存量为9.54万亿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见图12.5），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比例的86%。重化工行业目前碳中和转型的压力大、技术难度大、过程持久，额外附加碳中和的条件，可能会降低社会对这些行业的产品需求，使得银行业在这些领域的敞口面临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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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5　重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商品“循环”


  基础材料，如钢铁、有色、水泥等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整个社会碳排放的重要部分。对这些行业的现有资源进行再利用，是实现碳中和与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原材料生产和消费大国，在新的碳中和形势下，中国在这方面的任务相当紧迫。循环经济（Circle Economy）组织发布的《2021年度循环差异报告》表明，目前全球经济只有8.6%具备循环特征，通过循环经济，例如减少原材料的使用等手段，可以减少39%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与28%的原始资源消耗。


  向循环经济转型，并显著提高关键材料的回收利用率，在钢铁、水泥、肥料和塑料等领域尤为关键。随着中国人口总量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步接近尾声，支撑建筑业的初级钢铁和水泥生产总需求可能会出现下降。根据能源转型基金会的估算，来自回收废钢的钢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将从现在的不到10%上升到2050年的60%。[6]在水泥方面，尽管回收的潜力比较有限，但通过改进建筑设计和材料质量可以使总需求量在照常发展情景的基础上减少近50%。随着物理和化学回收技术的广泛发展，中国52%的塑料用量将可能来自回收塑料。由此可见，原材料的节约使用及循环利用对碳减排意义重大。


  以钢铁行业为例，由于钢铁生产严重依赖燃煤等化石能源，其碳排放量占中国能源消耗板块总排放量的18%（2017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因此减少该行业的碳排放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的预测显示，每利用1吨废钢铁，可以减少4.3吨原矿开采，每减少1吨原煤和1.7吨新水消耗，可减少1.6吨碳排放。同时，根据能源转型委员会的估算，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汽车和其他设备达到使用年限，废钢的供应预计将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废钢价格也很可能大幅下降。世界钢铁协会估算，到2050年，中国每年将有3亿~4亿吨的废钢供应，以节约原料、能源以及减少碳排放。


  科技“助力”


  实现碳中和的进程本身就是一场技术革命，在走向减排、低碳的过程中，再怎么强调科技及技术进步的作用也不为过。科技助力碳中和至少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技术进步对全面运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具有关键作用。以光伏产业为例，过去10年全球每年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从2010年的16吉瓦提升至2019年的105吉瓦，[7]这一快速发展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硅片、电池与其他光伏组件方面的创新，在大幅增加光伏面板使用功率的同时，也在不断缩减制造成本。如今多晶硅光伏组件的价格从每瓦约2美元降至每瓦0.2美元左右。光伏生产成本的降低也推动了光伏发电的平均成本下降。2010—2019年，全球光伏发电站平均发电成本从0.378美元/千瓦时下降至0.068美元/千瓦时，[8]使光伏发电更具吸引力。


  然而，由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具有间歇性、调峰能力不足等缺点，所以会出现“弃光弃风”的现象。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技术进步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储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在发电“供大于求”时存储无法及时消纳的电力并平抑电能输出的波动性。随着锂电池技术的进步以及成本的进一步降低，电化学储能系统大规模应用的经济价值也逐步体现。除了在供给侧存储电力之外，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有效解决了可再生电力跨区域远距离输送的难题，为大规模开发我国西北部优质可再生能源创造了条件。


  第二，技术进步是实现节能的重要手段。以建筑行业为例，根据《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的数据，全国建筑行业2018年运行阶段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1.7%，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21.9%。[9]解决建筑行业碳排放问题对实现碳中和愿景至关重要。其中，技术进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例如，通过建筑围护结构技术改善建筑物的热工性能，减少采暖、制冷等设备的能源使用。此外，太阳能光伏系统、地源热泵供暖等能源利用技术可有效地将太阳能与地热能转化为人们日常所需的热能与电能。最后，在建筑物中采用中水回用与雨水回收处理等环境环保技术，能够大幅度地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物对环境产生的负荷。


  消费“低碳”


  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是减少经济终端碳排放的关键手段。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而居民消费行为是碳排放的终端源头。中国消费规模正在持续快速扩张，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已超过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消费升级的转型期也是培育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窗口机遇期，一旦错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到大量废弃的模式将使相关转型成本更高。因此，中国将倡导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放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绿色消费已渗透在居民衣、食、用、住、行的各个方面。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以及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主流。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超七成消费者已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消费意识，约50%的消费者愿意为可持续发展产品支付约10%的溢价。在2019年的《中国公众绿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报告》中，绿色消费的概念在公众的日常消费理念中越来越普及，8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绿色消费行为。2020年发布的《家庭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行为调研报告》显示，54%的被访者在购买家电时会考虑节能和使用成本低、低碳环保这几大因素。公众的节能、低碳消费观念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绿色、简约生活方式的践行者。


  区域“重塑”


  实现碳中和，对所有的经济体及同一经济体内的不同地区也是一场考验，不同经济体只有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优劣势来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在碳中和革命中占得先机。直观上看，不同区域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制造业技术水平、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及其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其进行碳中和革命的效率。


  首先，越早实施碳中和转型，成本越低，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有理论研究表明，起步越早，碳中和转型的代价相对越小。[10]发达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结构中碳排放偏低的行业占比大，技术相对领先，实现碳中和、低碳的目标难度相对小，具有先发优势。


  其次，对传统能源收入依赖度高的经济体面临的中长期挑战大。这种“依赖”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资源型经济体，对原油及原材料收入依赖度高的经济体，在全球低碳减排的趋势下，原油和高碳排放的原材料加工行业需求面临中长期下降的趋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二是传统能源资源匮乏型经济体，如中国、日本等，对原油进口依赖度高，但碳中和的革命能提供降低对这些传统能源依赖的契机。


  最后，技术越先进、制造业越发达的经济体，越有望在碳中和转型中占优势。中国在新型能源如太阳能产业链等制造业中，经历过多年的积累和市场的培育，已经在全球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在此领域的领先优势，在未来碳中和转型大潮中，可能也会相对受益。


  基于中金行业分析的碳中和行业影响综述


  下面，我们基于前文对在碳中和主题下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梳理了可能将从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中受益和受损的行业及领域（见表12.1）。我们的分析基于几个维度：现有碳排放；政策支持力度以及监管压力；绿色溢价，即假设每个行业都使用现有最先进的清洁技术，由此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社会治理表示社会、环境治理意识，我们用企业是否发布社会企业责任报告以及披露数据的完整性作为衡量标准。


  
  表12.1　碳中和下的行业潜在受益与受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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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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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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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政策监管一栏，深灰色柱体代表行业整体在监管端承压，浅灰色柱体代表政策扶持力度；绿色溢价一栏，深灰色柱体代表脱碳或清洁技术的成本高于传统技术，浅灰色柱体代表绿色溢价为负数，即脱碳或清洁技术的成本低于传统技术。


  如何抓住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并规避相关风险


  在本节，我们分两部分来探讨如何抓住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投资机遇，并规避相关风险。


  一是基于中金宏观及行业对碳中和主题的分析，探讨如何梳理投资主线、规避相关风险。


  二是梳理现有碳中和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指数，并构建“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


  碳中和主题下的投资主线及风险


  碳中和主题下的投资机会及梳理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碳中和主题涉及的时间跨度长，高度依赖技术进步，谈及投资机会和风险都是基于当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可预测的判断，从长期来看可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碳中和涉及能源使用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很难有相互独立、覆盖全面的分类来概述碳中和相关的投资机会及风险。


  尽管如此，以目前对未来3~5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相关技术演进的判断，并综合中金宏观及行业分析员的分析，我们认为根据与碳中和主题直接和间接相关的程度，可以梳理出如下几条投资主线。


  第一，清洁能源：为加大清洁能源供应提供生产和服务支持的企业，包括风能、核能、太阳能、锂电池、氢能及水电等相对清洁的能源及储能服务商。


  第二，节能与减排：除了加大清洁能源的供应受益于碳中和趋势外，促进节能与减排的相关领域可能也会受益于碳中和趋势，包括智慧电网、智慧城市与交通、节能建筑、绿色消费、绿色包装、绿色金融、碳捕捉技术等。


  第三，碳中和趋势带来的间接变化：汽车电动化并结合5G应用等，催生了汽车智能化趋势；碳税及碳交易带来的相关服务支持；ESG投资带来的相关数据及配套服务等。


  同时，碳中和背景下应该规避的领域如下：第一，转型缓慢的传统能源企业及相关服务提供商，例如不积极应对碳中和趋势的石油、煤炭等领域及产业链上的部分企业；第二，目前碳排放占比较大的领域中绿色溢价高、不积极转型应对减排趋势的部分企业，包括制造业中的钢铁、有色、水泥等原材料生产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中传统燃油车制造商及其产业链。


  碳中和相关指数梳理


  碳中和相关指数


  目前MSCI、STOXX（斯托克）、S&P（标准普尔）、FTSE（富时）、中证指数公司等全球主要指数提供商均已发布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相关的系列指数，各指数在设计方案上存在一些差异，也有不同的编制细节（见表12.2至表12.5），但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编制方式。


  宽基指数：保留所有成分股，通过调整个股权重降低指数碳足迹。这类指数保留了所有基准指数成分股，在给定跟踪误差约束下，通过高配碳排放低的股票、低配碳排放高的股票来降低指数整体碳足迹。


  龙头指数：剔除碳排放高的行业或股票，优选碳排放低的代表性公司。这类指数主要选取了一些碳排放较低的龙头公司，指数成分股数量相对较少，代表性也更强，指数在上涨过程中亦表现出进攻性。


  主题指数：选取受益于低碳经济的相关环保产业股票。相关指数有“内地低碳”“中国低碳”等。不同于前两类指数主要关注上市公司的碳排放，这类指数主要选取受益于低碳经济的相关环保产业股票，指数编制方法更加类似于行业和主题指数。


  
  表12.2　MSCI低碳系列指数编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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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SCI，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12.3　STOXX低碳系列指数编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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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STOXX，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12.4　S&P低碳系列指数编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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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S&P，中金公司研究部。


  
  表12.5　FTSE低碳系列指数编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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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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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TSE，中金公司研究部。


  碳中和相关基金


  广义的碳中和基金是指投资组合符合低碳理念的产品，晨星对全球范围内的低碳产品进行的识别归类，主要基于两个指标：投资组合的碳风险得分和化石燃料参与度，如果基金过去12个月平均组合碳风险得分低于10，并且平均化石燃料参与度低于资产的7%，则该产品将被定义为Low Carbon Designation™（低碳标志™）基金，这类基金的规模和占比自2012年至今节节攀升。


  狭义的碳中和基金是指投资目标为降低碳足迹的产品，代表性基金为被动跟踪低碳系列基准的指数产品。目前，全球碳中和相关的指数ETF和开放式基金共有34只，合计规模约为190亿美元，其中规模较大的几个产品主要发行地为欧洲，由于碳中和理念近几年才开始兴起，因此相关产品的成立时间均较短，多数不足3年，MSCI和FTSE的低碳系列指数为主要业绩跟踪基准。


  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


  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是指从境内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中选出的在碳中和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组成样本股，以反映中国碳中和相关产业的整体表现（见图12.6）。


  该指数的样本空间是，在中国及以外地区上市交易且上市超过一定时间的证券，包括A股、H股、B股、红筹股、P股和海外上市公司等。


  选样方法


  一是对样本空间内的证券，剔除市值较小和成交额较低的个股。


  二是从基本面的角度，选取与碳中和主题相关的板块：从能源供给侧、能源需求侧及其他综合变化三个维度，综合从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绿色农业、绿色城市等主线中筛选相关上市公司证券作为待选样本。


  三是以中金行业分析员的判断作为主要依据，优选在每个领域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优质龙头公司作为最终股票池。


  指数构建


  每半年调整一次，纳入新上市股票，个股权重分别采用市值加权法和等权法，并限制单只个股权重上限10%。


  碳中和市值加权和等权指数从2009年至今分别取得17.2%和25.1%的年化收益率，跑赢主要市场基准指数，最近3年超额收益显著，部分来自于太阳能及电动车产业链的贡献。


  碳中和指数与主要指数的对比情况见图12.7。碳中和指数成分股的详细情况见图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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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6　中金中国碳中和指数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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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7　碳中和指数与主要指数（市值加权）对比

  


  资料来源：FactSet,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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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8　碳中和指数成分股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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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中国担当


  摘要


  气候问题具有超大时空尺度的外部性，需要全球协同应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层中留存的寿命周期长且影响范围广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外部性和跨代际外部性特征、作为全球公共物品产生的“搭便车”困境，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超越一个国家自身决策的时空视野，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跨国政府间谈判和协商也成为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现有技术体系和能源资源禀赋之下，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回顾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进程，可以发现，由气候问题出发，各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博弈，使构建“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当然，从更广义的范围上看，全球气候治理存在外溢效应，可与安全、贸易、投资、技术等国际合作领域相互影响和作用。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税，可能会给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高碳排行业将率先受到冲击。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对全球气候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美、欧共同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引领者，以及在“走出去”过程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气候合作等。[1]


  构建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国际气候合作的历程


  以国际气候谈判为主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大体可以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和“德班平台与《巴黎协定》”四个阶段。


  1990—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阶段。此阶段正式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明确了国际合作应遵循的原则（如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等），明确了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的责任等。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持乐观态度。


  1995—2004年《京都议定书》阶段。此阶段进一步细化落实了具体目标和机制，包括明确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减排5.2%的总体目标；建立了三种灵活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然而，由于美国拒绝签署，进程受到阻碍。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减排行动的诉求也更加强烈。


  2005—2010年“巴厘路线图”阶段。此阶段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主要大国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进程。该阶段取得积极进展，包括确立“双轨制”，明确发展中国家也须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初步确立“承诺+评审”的自下而上模式，达成相对灵活的2℃温控目标。但由于小国与大国的博弈，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最终未获得通过。2010年《坎昆协议》的法律约束力也不尽如人意。


  2011—2015年“德班平台与《巴黎协定》”阶段。从2011年德班平台进程启动，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通过，再到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模式和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包括明确全球尽早碳达峰，通过第一轮周期性评审增加向1.5℃努力的目标，建立绿色气候基金，提出国际碳市场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等。


  然而，“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的模式也存在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家自主贡献严重不足，按照现有计划，到21世纪末温度将至少升高3℃，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2]也有讨论提及《巴黎协定》缺乏有力的目标管理和奖惩机制，未来国际合作仍存在挑战。


  关于“公平与有效”治理模式的讨论


  如何基于气候问题的超大时空尺度的外部性特征衡量“气候公平”，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公平、有效的气候治理模式，是多年来国际合作各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何为气候公平


  气候公平是对全球气候合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重要的行动指南。气候公平不仅包括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平等地享有气候系统资源的权利，还包括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同时，在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各国享有同等的可持续发展权利。


  从过去到现在的代际范围内，对于“结果公平”的讨论指向“共区”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其含义既指出全球所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更强调根据不同国家在造成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及当下在发展和能力上的差异而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一原则概念清晰，但其中涉及的具体细节始终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比如关于历史责任，历史减排的追溯存在现实困难。再如，要求发达国家在率先实行深度减排的同时，也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用以补偿历史排放的责任，然而，在缺乏明确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实际效果也相对有限。


  同时，对于“共区”的不同理解，也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代内碳排放额度划分的探讨。《巴黎协定》并未制定各国减排贡献的分担规则，因此，各国展开大量研究以寻求全球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例如，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提出“紧缩与趋同”方案体现“祖父原则”；中国和巴西学者提出基于“人均累计公平”原则的方案，在考虑现实排放责任的同时，追溯历史排放责任；等等。


  何为有效的治理模式


  国际气候谈判的另一个焦点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之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阶段可以看作初步的“自上而下”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然而在缺乏超主权治理主体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收效并不理想。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和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创新思路，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主导采取“自下而上”达成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目标在于增强各国的执行力和积极性。“自下而上”模式也存在弊端，即各国“自主贡献”目标与全球整体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气候俱乐部或许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思路。


  根据经济学的俱乐部理论，俱乐部的成功运行往往依赖于统一规则，会员交纳“会费”入会，并从俱乐部中获得相对于非会员的排他性收益，该收益可能由俱乐部直接提供，或由会员集体行动创造。借鉴该理论，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提出了“气候俱乐部”机制的构想。在气候合作领域，成员国参与气候俱乐部的“会费”是碳减排行动及其带来的成本，气候资源是共同收益，而由于气候的超大时空非排他性，非成员国需要为“搭便车”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惩罚。


  诺德豪斯的气候俱乐部构想依赖于两条规则的执行：一是参与国协调一致的减排协议，二是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受到相应惩罚。[3]其中，减排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价格机制，即形成各国商定的国际碳排放目标价格。而对非参与国的惩罚，最简单有效的措施便是对从非参与国进口至俱乐部成员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基于此，诺德豪斯以联合的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模型验证了在存在统一关税惩罚机制的情形下，美国参与气候俱乐部是最优选择，综合减排成本、环境收益和贸易利得后，参与气候俱乐部能使美国获得最优的净损益。


  气候俱乐部以统一碳关税作为惩罚机制，最终目的是促进各国主动采取行动进行碳减排。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气候俱乐部的成功运行还需要克服诸多障碍。首先，形成全球统一的碳排放目标价格困难重重，统一碳关税以怎样的标准和方式来实施亦值得进一步讨论。其次，虽然惩罚机制能有效克服“搭便车”，但如前所述，国际气候合作还涉及公平问题。设计有效的援助和补偿机制，对激励发展中国家参与碳减排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贸易涉及的碳排放仅为总体碳排放的一部分，能否有效促进全球碳减排亦需实践验证。


  全球气候治理的外溢效应——国际贸易与气候金融


  国际贸易：隐含碳与碳边境调节税


  隐含碳是指隐含在进出口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一国的碳排放不仅取决于国内生产和消费，还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5年全球出口中的隐含碳规模接近90亿吨，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4（见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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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1　全球出口中的隐含碳占全球碳排放近1/4

  


  资料来源：OECD,Our World in Data，中金研究院。


  从全球贸易规模及流向上看，全球贸易中的隐含碳主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其中可能有三层含义，第一，通过进口方式，发达国家减少商品生产的国内排放，通过将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转嫁碳排放；第二，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碳排放规模；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限制，所以其相同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很可能会高于发达国家，最终可能带来全球碳排放的净增长。2005—2015年主要经济体贸易中的隐含碳趋势如图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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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2　2005—2015年主要经济体贸易中的隐含碳趋势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贸易隐含碳与公平原则


  关于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应该如何核算的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生产责任法”用以核算国家碳排放，即由生产和出口造成的碳排放包含在生产区域的碳排放账户里，而不考虑进口引入高碳排放产品的影响。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责任法对生产地的不公平凸显。


  另一种核算方法是“消费责任法”，即由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负责，这一方法对生产者相对公平，但也有局限，即缺乏对生产者的约束力和降低其积极减排的动力。鉴于此，众多学者提出了“碳排放责任共担”的方案，同时对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碳排放进行约束和控制，区分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以有效达成控制全球总体碳排放的目标。然而，在责任共担的方案中，如何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责任，建立合理、清晰、可操作的国际碳排放责任共担方案，也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贸易隐含碳与碳边境调节税


  碳边境调节税（即碳关税），指对国内没有征收碳税的出口商品征收特别的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希望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碳排放密集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


  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讨论和研究碳边境调节税，其主要出发点如下：一是减少全球碳泄漏，即减少企业将生产制造转移到没有严格减排政策的其他国家的行为；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通过碳关税措施使在碳减排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无法获得贸易优势，以保护在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中面临额外减排成本的欧盟企业。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关于CBAM的决议，欧盟委员宣布将于2021年6月底前公布CBAM的立法草案。[4]同时，美国对碳边境调节税也有一些讨论，包括2009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2014年的《美国碳费法案》等，均提及碳关税。


  然而，针对碳边境调节税，也存在很多争议。


  一是合法性。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是否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碳关税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有所冲突。但世界贸易组织也允许在例外情况下引入贸易限制条款，这可能为碳关税提供正当依据。当某类产品的国内税基与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挂钩时，参照国内产品标准征收关税是被允许的。


  二是公平性。考虑到全球贸易中碳的分布及贸易流向，碳边境调节税机制是否“借环保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而征收的碳关税是否被用于相应的气候合作？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三是有效性。碳边境调节税能否有效减少全球碳泄漏，并最终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也有待进一步评估。


  四是可行性。碳边境调节税如何计算？例如，如何计算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尤其是经由多个国家生产制造的产品？如何设定有效合理的碳价？等等。


  那么，如果推进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可能对全球贸易及产业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首先，碳边境调节税可能会改变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碳要素作为新的成本对生产端的影响可能更大，发达国家将获利更多，而相关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可能受损。当然，将隐含碳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也可能倒逼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进行调整，促进其更快向清洁、低碳的方向转型。


  其次，高碳排行业贸易格局将率先受到冲击。波士顿咨询公司从不同行业的碳强度和贸易强度入手，分析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对不同行业国际贸易的影响。[5]以钢铁行业为例，土耳其和美国生产钢铁的碳排放强度仅为中国和乌克兰的一半。在欧盟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的情形下，土耳其和美国的钢铁在欧盟进口中的竞争力将得到加强。


  最后，碳边境调节税可能造成国际市场相应产品价格上升、贸易条件恶化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等，也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负面冲击。世界银行和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协调气候变化与贸易政策》指出，一旦工业国家实行碳关税，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将削减1/5，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制造业出口额将削减8%。


  全球气候金融：现状与挑战


  全球气候金融现状


  “气候金融”的概念诞生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资金议题的谈判中。联合国将气候金融定义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联、能够减少碳排放、允许各国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投融资活动。[6]广义的气候金融包含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所有投融资活动。[7]


  近年来，全球气候金融快速发展。根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发布的报告，2019年全球气候融资规模达6080亿~6220亿美元（见图13.3），2013—2019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0.1%~10.5%。[8]


  融资的地域分布上，第一，亚太、西欧和北美是三大融资地域，分别占2018年全球气候融资规模的41%、19%和17%；第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快速增长，从2015—2016年平均2700亿美元增加至2017—2018年平均3560亿美元，同比增长32%；[9]第三，国内融资占主导，2017—2018年平均有4340亿美元的资金来自国内，占全部气候融资的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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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3　全球气候融资规模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CPI Updated View o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19，中金研究院。


  注：气候政策倡议组织的统计明确非重复计算的气候融资流，担保、保险、政府收入支持计划、财政刺激等可能存在重复计算或过度估计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范围。


  融资的来源上，第一，公共部门占比略高，2017—2018年公共部门资金平均占气候融资资金来源的52%，私营部门占比48%；第二，公共部门融资集中于国家层面，其中来自本国政府及国企（含国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占全球气候资金来源约37%；第三，私营部门融资集中于非金融类企业资金，占全球气候资金来源约27%。[11]全球气候金融来源、渠道、工具与用途见图13.4。


  融资的资金结构上，全球气候融资主要为债权类资金，2017—2018年平均占全部气候融资的66%，包括表内信贷、债券等，股权类资金占比29%，捐赠及其他占比5%（见图1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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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　全球气候金融来源、渠道、工具与用途

  


  资料来源：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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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5　全球气候金融的几个维度

  


  资料来源：CPI Updated View o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19，中金研究院。


  资金机制的安排上，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和传统金融市场体系。其中，《巴黎协定》提出“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路径”的长期目标，陆续建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的资金机制，包括绿色气候基金、特别气候变化基金、适应基金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的资金机制则分为双边、多边资金通道，以及地域性的私营部门气候资金等。


  当前全球气候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合作的持续发展，气候金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愈加突出。


  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巨大。国际机构从不同领域预测了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为应对气候变化，2020—2050年，全球能源部门的转型需要每年将供给侧投资增加到16000亿~38000亿美元（见图13.6）。[13]结合当前全球每年气候融资5000亿~6000亿美元的规模，我们粗略估算未来每年全球气候融资缺口在30000亿~40000亿美元，以当前的气候融资方式和手段，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目标的资金压力巨大。


  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规模和使用效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巴黎协定》的条款，2025年前发达国家应当考虑发展中国家需求，每年提供最低1000亿美元的集体筹资。然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2016—2018年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规模与该目标仍有一定差距（见图13.7）。[14]同时，在2016—2018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中，用于减缓（短期的节能减排）和适应（长期的能力建设）的资金占比分别为70%和21%，表明其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资金运作效率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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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6　全球气候融资缺口

  


  资料来源：CPI Updated View o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19，中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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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7　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结构

  


  资料来源：OECD，中金研究院。


  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市场化及创新金融工具发挥的作用有限。根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的统计，2017—2018年市场化基金、机构投资等气候融资规模合计仅170亿美元，占全球气候融资规模的约3%，私营部门、市场化机构及创新金融工具在全球气候融资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绿天鹅”事件可能给全球经济金融系统造成风险。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绿天鹅”指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可能引起的金融风险，如信用、流动性、市场风险等，当前国际社会对该新型风险的认识和评估均存在不足。


  全球气候金融发展的展望


  弥补全球气候融资缺口是当务之急。这既需要在国际多边机制下探索突破、扩大气候融资规模，也需要进一步创新气候融资工具、释放市场活力。


  充分发挥国际多边机构的作用，以公共部门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拥有广泛的成员，在全球气候融资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多边开发银行每投入1美元公共气候资金，就能够撬动2~5美元的私营资本投资。[15]近年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提供了大规模融资，并且保持扩大趋势。2019年全球七大多边开发银行[16]共提供464亿美元的气候融资，2011—2019年气候融资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为7.0%（见图13.8）。


  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气候投融资工具。气候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采取气候投融资试点项目的方式，探索信贷、债券、保险等气候投融资工具的机制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因地制宜发挥金融工具的投融资功能。


  完善全球气候金融规则，纳入气候风险评估，加强气候信息披露，提升金融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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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8　全球七大多边开发银行承诺气候融资规模

  


  资料来源：2019 Joint Report o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Climate Finance，中金研究院。


  建立和完善气候风险评估体系。国际清算银行在2020年1月发布的《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中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稳定》中呼吁，世界各国央行应警惕“绿天鹅”事件，在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时将气候变化纳入分析考量之中。


  加强气候信息披露。尽管国际组织及各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信息披露都有要求，但仍然存在各国对气候/绿色项目认证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要求程度不统一等问题。国际权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正在就是否牵头制定国际通用的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征求各方意见。若能从国际信息披露规则层面就气候信息强制披露形成一致意见，将有力引导和推动全球气候金融发展。


  全球气候合作的中国担当


  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欧美共同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引领者，以及在“走出去”过程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气候合作等。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合作


  中国是最早签署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0个缔约方之一，是全球气候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巴黎气候大会，中国进一步从重要参与者提升为关键引领者。中国对《巴黎协定》的重要贡献表现在推动谈判达成结果和促成协定快速生效等方面。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后于2016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发挥主场外交优势，促成了中美共同签署声明，为《巴黎协定》在当年11月实施做出了极大贡献。[17]


  然而，随着中国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发达国家很可能率先实现碳中和，使得百年内累计的温室气体排放低于中国。中国不仅需要承担国际社会要求的减排责任，还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再如，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也面临科学话语权不足的问题，以IPCC最新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为例，在气候变化科学、影响适应和减缓三个领域，被引用的中国文献占总引文数的比例仅为2.8%、1.7%和1.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声音”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


  中国与欧美共同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如前所述，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的过程中，中国加强与大国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共识达成，中美元首发表的四个联合声明，以及中国与欧盟、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达成的双边元首共识，对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欧气候合作持续稳定推进


  2005年，中欧双方就确定了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其后这一关系持续发展，2018年的《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确定了中欧双方在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碳排放交易、能源效率、气候相关技术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18]2020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双方重申坚定承诺落实《巴黎协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021年，中欧举行首次副总理级别的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2021年4月，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高度肯定了三国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19]


  中美两国的气候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进行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元化探索。2009年以来，两国共计签署了七项涉及气候变化合作的双边协议。以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等平台为载体，中美两国确立了联合研发、政策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合作形式，合作领域包括汽车减排、电力系统、碳捕捉利用和封存、建筑和工业能效、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等，中美气候合作取得积极进展。[20]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降温，中美气候合作也陷入停滞。


  拜登政府时期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展望


  截至目前，美国仍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室气体累计排放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是当前全球每年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1]《巴黎协定》要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离不开两国的合作。


  在国内发展上，中美均提出碳中和计划。为巩固美国在低碳科技和产业领域的优势，拜登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计划投资2万亿美元大力推动低碳产业发展。[22]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于2020年底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也在积极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在全球合作方面，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一天即宣布重回《巴黎协定》。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可能会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包括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在后续《巴黎协定》实施及多边与双边气候外交中，重塑大国博弈的格局。2021年4月22日，美国政府发起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如期举行，40多位国家领导人参会，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都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23]美国借此重塑了全球话语权和领导力。


  在气候领域，国际合作远比竞争重要，中美在气候领域不乏合作机会和潜力。2021年4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明将携手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并计划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可再生能源、绿色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等领域探讨合作。[24]作为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联合主席，中美亦将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投融资的发展。[25]中美气候合作既是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关键，也是中美两国重找共识、重建互信基础的重要抓手，值得期待。


  推进落实气候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中国积极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截至2021年6月，全球已有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占全球总量的22.0%，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30.8%（见图13.9），这与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关。


  
    [image: ]

    图13.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总量占全球近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UNCTAD，中金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政策文件，引导企业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取得积极成果。


  首先是绿色基础设施。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领域的投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占比，达到58.1%。[26]


  其次是绿色金融合作。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发起了“绿色金融网络”（NGFS），截至2019年4月底，NGFS的成员数量已达到36家，其中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摩洛哥等国的央行和监管机构。[27]此外，截至2019年4月，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起草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得到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26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认可和签署。[28]


  最后是绿色技术交流。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政府与42个国家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推动了“一带一路”绿色技术合作等的发展。[29]


  通过探索绿色项目建设，中国企业积攒宝贵经验并积极推广。例如，2019年底，由上海电力控股的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年均发电量占黑山年社会用电量的5%，每年可为黑山减少3000吨碳排放，将有力推动黑山实现能源发展战略，加快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目标落实。[30]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未来还应怎么做


  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是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举措，通过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可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31]


  展望未来，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需要结合东道国具体情况不断探索和创新。


  首先，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气候合作领域的参与度，敦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自主贡献度。


  其次，发挥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大绿色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大、周期长，而且短期经济效益较低，故而应充分发挥多边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引进绿色金融支持，以此撬动商业性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更多地参与绿色投资。


  再次，搭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交流平台，在绿色能源、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绿色制造等领域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在具体项目上，伴随可再生能源产业成本不断降低，产业“走出去”的条件趋于成熟，可结合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引导和鼓励新能源企业更多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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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席卷全球，对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公众健康、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深刻影响并将重塑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似，气候变化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的、紧迫的危机，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而气候变化是更为长期、深层次的挑战，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间，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不断增加，气候变化和日益频发的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危害到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阐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八大灾难性风险，并提出气候变化已经不是未来的挑战，而是眼前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人类已经站在了事关存亡的十字路口，并呼吁世界各国努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最为重大和紧迫的问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大危机，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越发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更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更加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当前和长远，未雨绸缪地应对全球性挑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转型和创新，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不能就气候谈气候，就发展谈发展，就环境谈环境，而要将气候行动与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就业、稳定、安全等问题作为一个大系统，实现协同发展，通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确保人类长期健康和安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通过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4月“世界地球日”提出绿色高质量复苏的倡议，号召世界各国确保气候行动处于经济复苏举措的核心。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中，欧盟2019年年底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承诺于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出台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食品、生态、环保等七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路线图，坚持绿色复苏。新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德国在提议的新冠肺炎疫情复苏计划中提出大力支持绿色增长，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三大优先事项之一。英国2020年实现了两个多月的“无煤发电”运行。美国众议院在2020年6月发布的《气候危机行动计划》报告中也提出要为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努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10年减少88%、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并从经济、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健康、投资等领域详细阐述了未来拟采取的措施，该计划得到了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赞赏和支持。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一直将其作为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从“十二五”时期起，以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这一系统性、约束性目标为抓手，促进低碳发展，2015年提出了碳排放2030年前后达峰并尽早达峰等自主贡献目标，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发展非化石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增加森林碳汇、建立运行碳市场、开展南南合作等各方面政策措施，推动全社会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与2005年相比，2019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8%，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同期，GDP增长超4倍，实现95%的贫困人口脱贫，第三产业占比从41.3%增长到53.9%，煤炭消费比重从72.4%下降到57.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从7.4%提高到15.3%，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72.9岁提高到77.3岁。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带动新的产业和市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保护环境，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发挥协同增效的综合效益。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低碳发展转型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产品能耗、物耗高，增值率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任务艰巨；二是煤炭消费占比较高，仍超过50%，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30%，能源结构优化任务艰巨；三是单位GDP的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2~3倍，建立绿色低碳的经济体系任务艰巨。


  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协同推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防治污染等工作任务，实现到2020年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放眼全球，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治理体系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是应对人类共同危机的根本途径。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绿色低碳转型，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


  因此，我们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十四五”“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继续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百分之百落实已经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要努力做得更好。站在当前的历史方位，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规划低碳发展的战略、路径和措施，如何根据《巴黎协定》的原则履行符合我国国情和能力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如何推动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


  2019年年初到2020年6月，针对以上课题，我作为创始院长的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的能源与动力工程系、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环境学院、建筑学院等24家研究机构合作，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专项基金和能源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项目研究。项目团队本着对国家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开展了扎实、全面、深入的研究，基于中国国情，针对实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美丽中国目标，以及实现《巴黎协定》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政策和能源等宏观发展趋势与需求，提出了中国到2050年的低碳发展战略、路径、技术和政策的建议。


  本书即是对该项目的梳理和总结，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制定和实施国家低碳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提供支撑，也为未来书写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大趋势中的“中国故事”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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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


  前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2015年，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该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到21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5℃以内；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巴黎协定》邀请各缔约方在2020年通报或更新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并不晚于2020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通报面向21世纪中叶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截至目前，各缔约方都在制定或已提交各自的中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全球已有121个国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114个国家提出将更新2030年自主贡献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基本方略和宏伟蓝图，同时也把气候变化列为全球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并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这一宏伟蓝图之下，需要尽快研究和制定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相契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战略。一方面，作为《巴黎协定》的签署国，中国政府需要制定并提交满足《巴黎协定》下2℃温升控制目标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更新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巴黎协定》所倡导的气候适宜型低碳发展路径也是我国顺应和引领世界能源变革和经济转型的潮流，打造经济、贸易、科技领域竞争优势，提升国际影响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24家研究机构，从2019年年初起，针对以上研究目标开展了“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项目研究。该项目聚焦于在实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全球温升控制2℃目标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到2050年我国低碳转型的发展路径，以及资金、技术和政策需求；在满足全球温升控制1.5℃目标下，研究论证我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并评价相应技术路径、成本、障碍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本书各章的研究得到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专项基金和能源基金会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第一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战略与路径


  本章运用国家信息中心已有的生产函数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进行预测。测算结果显示：


  （1）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5.5%左右，2021—2035年经济潜在增长率为5%左右，2036—205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为3.5%左右。预计在2030年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35年，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达到55万亿美元，到2050年，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达到11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8.5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GDP的55%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2）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中国工业发展迈向中高端，服务业处于主导地位。到2025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34%左右，第三产业占比有望达到59%左右；到2035年，中国将彻底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28%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将升至66.5%左右；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最发达的服务业强国行列，第三产业比重将突破70%。


  （3）社会发展更趋协调。从人口总量来看，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约为14.5亿），2050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3.95亿。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203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增长到3.09亿，中国社会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2050年，老龄人口将增至3.89亿，占比达到27.9%。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4.6%左右，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203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5%左右，进入城镇化推进的后期阶段；205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5%左右，总体完成城镇化的任务。


  2021—205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应在各方面建设取得扎实进展的基础上，明确新时期发展路径：一是消除发展隐患，尽最大可能规避发展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填平发展鸿沟，为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三是突破发展瓶颈，使发展的动力有充足的施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了战略部署，要求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每个阶段15年。


  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党原来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将提前15年实现。这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目前的良好基础和发展势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把握的。届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依法治国得到全面落实，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局面基本形成；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个阶段（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望那时的中国，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全面提升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到那时，中国作为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将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将做出更大贡献，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际经济环境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多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贸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增强，中美经贸摩擦仍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给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变数。中国既是全球供应链中心，又是世界重要的需求来源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变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经济平稳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当前全球正处于二战后第三次格局转换的大调整期，未来30年将是全球新一轮经济格局变革、政治版图塑造以及国际秩序重构全方位深入展开并逐步形成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时期，这既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际各种潜在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高发期。同时，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中国因素也正成为影响世界形势变化的重要内生变量，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势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为此，中国应积极把握和顺应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趋利避害，从而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2021—205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放缓至2.5%左右，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正在逐渐减弱，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由于受到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制，未来全球人口增长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据联合国推算，世界整体的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已在2013年达到顶峰，长期人口增长率将急剧下降，再加上劳动成本上升压力增强，最终将影响全球企业的生产率，从供给方面给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2）发展中国家面临转型。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步伐将加快。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但是2020—2050年，这一特征将发生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将从2014年的峰值34%下降到2030年的32%。储蓄率下降将迫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将提高。


  （3）技术进步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在传统生产要素产出效率下降的背景下，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与技术进步将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20—2050年，伴随受教育程度提高，主要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将得到改善。


  （4）区域经济增长重心转移。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步由欧洲、北美洲向亚洲地区转移，预计在21世纪中期，世界经济的重心将逐步由亚洲向非洲地区转移。


  （5）能源需求持续上升。国际能源署（IEA）《能源技术展望2014》认为，在过去几年里，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全球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在2011年增长到20%，在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达到65%，将实现能源系统脱碳。要实现2050年达到2℃情景的目标，需要44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抵消超过115万亿美元的燃料节约，从而实现71万亿美元的净节约。


  基于以上诸多因素，初步预计，2021—203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4%，2031—205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2.7%。


  未来30年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变化期。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变化格局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新的机遇，但也会面临并需要克服一些重大困难及挑战。一方面，全球经济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与条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技术、市场、资源、国际规则以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新需求；同时，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中国将借“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举措深度融合全球经济。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贸易投资合作需要克服诸多难题，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转型将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未知的风险和更趋复杂的问题；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将使“后美国世界”的主角博弈变得更加激烈……这些因素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脆弱性。总体来看，未来30年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叠加交织，对中国的影响将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且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


  中长期宏观经济预测


  本章在国家信息中心已有的中国中长期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和基于GEMPACK软件的大规模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基础上，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满足潜在增长能力、突破国际环境约束等条件为前提，开展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情景预测。


  本章采用生产函数测算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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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Yt为现实产出，Lt为劳动投入，Kt为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根据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可以将GDP增长分解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部分。基于对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趋势分析，可以预测2035年、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进而测算经济潜在增长率。


  将宏观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结果输入国家信息中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按照各种产品、要素的市场供需平衡原则，对未来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就业增长、收入水平开展平衡测算。这是个迭代计算的过程：首先，给出最终需求的初值；然后，测算满足最终需求的产业结构，生产过程产生的工资、资本回报、就业需求、资本需求会改变最终需求的初值以及相应产品、要素的价格，调整后的最终需求会计算出新的产业结构并开始迭代；最后，通过价格调整实现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需平衡。其中，在生产决策中，中间产品和要素投入取决于满足需求下的成本最小化原则；在投资决策中，投资需求总额取决于当前资本存量和对未来期望回报率的判断，而在投资品组合的决策中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在消费决策中，在消费预算总额的约束下，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选择各类消费品；此外，产品出口主要取决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和偏好程度，产品进口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需求、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相比的可替代程度以及价格优势。


  在各种情景的模拟中，首先，外生设定了人口、城镇化进程等；其次，设定了有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考虑了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推动作用；此外，各种情景下均假定社会保持基本稳定，没有重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动荡以及战乱等事件发生。设置方案包括基准方案、高方案、低方案三种。


  基准方案：综合考虑了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储蓄率下降导致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小幅减弱，而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稳步提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收入差距缩小，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高方案：在基准方案的基础上，资本依然发挥重要的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趋于最大化、效益趋于最优化，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更加体现公平、正义、合理，包括扩大人力资本投入、实质性推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优化改进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安全健康开放体系等在内的诸多因素，逐步成为支撑中国保持中高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驱动力，但在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成效一般。


  低方案：在基准方案的基础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为负，而人力资本增长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取得一定程度的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未取得进展，环境质量较之前有所改善。


  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居家隔离、取消各类公共活动、延长春节假期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力度和涉及范围均超过“非典”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国本土疫情的传播基本阻断，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当前，境外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为应对疫情的不利冲击，中国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六稳”工作，强化“六保”举措。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经济稳步回升，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2.5%~3.0%。


  从经济学意义来看，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内生变量）和外部因素（外生变量）两大部分，新型肺炎疫情属于影响经济运行的突发外部冲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较大，但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来看，中国经济虽受疫情冲击影响出现负增长，但中国具有完备的经济体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巨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空间较大，部分民生保障领域和新动能领域仍保持增长甚至较快增长，而且整体经济呈现出恢复势头，显示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同时，此次疫情防控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国内外冲击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态势，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阶段”战略目标。


  2021—205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1）2021—2035年：中国工业化趋于稳定，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经济处于中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中国的投资增速慢于“十三五”期间，但仍保持较高增速，劳动力数量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随着研发投入增加、人力资本增长以及通过改革增强市场活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加快。在这一时期，世界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中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也相应加快，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


  （2）2036—2050年：中国将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放慢并趋于稳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到2050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放慢之后，经济主要靠服务业和消费拉动，投资增速降低。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仍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以投资率和投资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劳动力数量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世界进入新一轮创新周期的高潮时期，新技术对经济各部门的渗透率提高，将推动中国及全球的经济增长加速。在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综合考虑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化规律，预计：2021—202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5.5%，资本积累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研发投入增加、人力资本增长以及通过改革增强市场活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逐步提高，而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依然为负，但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率较“十三五”期间有所收窄，主要受“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2026—203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5.0%，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4.5%；2036—205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3.5%，经济增长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拉动。


  预计在2030年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达到55万亿美元。2050年，中国名义GDP总量将达到11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将达到8.5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GDP的55%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梦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开创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国家引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技术人才等不同产业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后一段时期，大力规范、调整、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推进以“知识型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综合考虑2021—2035年、2036—2050年两个时段分产业的GDP实际增速和价格指数，可以得出基准方案现价条件下的产业结构：


  （1）2021—202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第二产业比重将降至34%左右，第三产业比重继续呈稳步上升趋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地位将进一步凸显，2025年第三产业比重将上升至59%左右。


  （2）2026—2035年，第三产业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在2030年前后将突破60%，三次产业结构由2020年的7.5:37.5:55.0调整为2035年的5.4:28.1:66.5。


  （3）2036—2050年，中国进入世界最发达的服务业强国行列，将成为全球高端服务业集聚中心，主导和引导全球价值链，经济控制力显著增强，第三产业比重在2050年前后将突破70%，三次产业结构由2035年的5.4:28.1:66.5调整为2050年的3.5:24.1:72.3左右。


  以上这些预测表明中国的服务业正在走向一个全新时代，在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无论是生活型服务业还是生产型服务业，它们的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原有增长模式，通过服务业的转型和发展再造“中国奇迹”。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应积极重视和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和支持重点产业的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确保中国在下一轮技术革命中处于引领地位。


  人口及社会发展趋势


  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论，受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放慢趋势。但是，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近年来先后实施的“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短期内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会出现小幅反弹。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约为14.12亿人，2030年前后将出现人口总量峰值（约为14.5亿），2050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13.95亿。


  总体来看，今后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根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考虑到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预计2021—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大致经历两个阶段：


  （1）加速老龄化阶段（2021—203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在此阶段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也是21世纪老年人口增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由1.86亿增长到3.09亿人，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标志着中国从主要抚养儿童的时代迈入主要扶养老人的时代。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口主要是“60后”，他们经历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时期，子女数量锐减，城市老年夫妇平均只有不到1个子女，农村老年夫妇平均也只有2个子女左右；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开放、生活方式现代化，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


  （2）缓速老龄化阶段（2036—2050年）。在此阶段，中国人口中度老龄化，中国总人口呈负增长，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长态势放缓，由3.09亿人增长到3.89亿人，占比达到27.9%，也就是说中国每3个人中就有1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一阶段增加的老年人口大多是“70后”，他们中很多人拥有巨大的老龄金融资产，将是老龄产业的直接消费者和间接消费者。在此阶段，中国老龄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


  采用经验曲线法、经济模型法和联合国城乡人口比增长率法对中国城镇化趋势进行预测，综合考虑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4%左右，根据城市型社会的阶段划分标准，届时中国将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到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4.6%左右；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8.5%，之后中国将进入城镇化缓慢推进的后期阶段；到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5%左右，总体完成城镇化的任务。


  新时期发展路径


  2021—205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应在各方面建设取得扎实进展的基础上，明确新时期发展路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消除发展隐患，尽最大可能规避发展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填平发展鸿沟，为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动力；三是突破发展瓶颈，使发展的动力有充足的施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消除发展隐患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重要战略机遇期将与风险高发期交汇。一方面，经过前期发展，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各种风险也将进一步凸显并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识别风险、化解风险从而消除发展隐患，将是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1.金融风险


  国际上存在国家财富缩水风险和国际资本流向逆转风险。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地位在中长期内不会改变，美元贬值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巨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任务艰巨。中国一直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最大目的地，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时刻防范国际资本流向突然逆转风险。


  国内的金融风险将集中在四大领域：


  （1）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信贷刺激后形成的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数量不清，虽然整体风险可控，但是存在流动性风险。


  （2）与房地产、城投债有关的投融资信用风险。房地产行业与金融存在天然联系，房地产市场波动，特别是房价回落将会明显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加速金融风险传导，使金融风险复杂化。


  （3）影子银行风险。影子银行体系日益活跃，发展速度过快与监管滞后并存，传统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易通过影子银行转嫁到普通金融服务购买者身上。


  （4）产能过剩引发的信用违约风险。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已成为不良贷款的重灾区，钢贸、光伏、船舶等产能过剩行业成为不良贷款增长的高发行业。


  2.财政风险


  （1）财政收入下降风险。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综合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房地产市场拐点的到来导致土地市场冷却，房地产投资减速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将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双重压力，使财政收入中低速增长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先行地方税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税收渠道狭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这些都将加剧财政风险。


  （2）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加大。当前，已有近20个省市的偿债率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财政收入增速递减、民生刚性支出的双重压力将加大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使财政支出可持续性受到制约。如果财政增收乏力现象进一步加剧，或将波及教育、社会保障和卫生等民生支出。一旦出现债务偿付危机，地方政府就需要在短期内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支付债务。


  3.房地产风险


  （1）楼市区域分化加剧。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成为首先暴露的风险点。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继续累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自住与投资需求不足，出现了严重过剩局面，部分城市价格出现连续下跌。


  （2）房地产风险的扩散效应。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波及传导效应就会使相关行业的经营风险上升并形成共振反应，同时带来负财富效应，冲击企业与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使经济受到较大冲击，银行信贷质量问题也将暴露。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风险将迅速演变成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将造成严重伤害。


  以上三种风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化解这三种风险，重在统筹协调、分类处理。


  填平发展鸿沟


  要克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消除发展动力的不平衡、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切身利益的矛盾。


  1.发展动力的不平衡


  在经济新常态下，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追赶态势进一步增强，使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扩大消费的作用日益凸显。更重要的是，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从实现小康到形成真正的大众消费需求需要一个过渡阶段。虽然扩大民间消费具有迫切性，但是发展动力不平衡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实现发展动力的平衡，关键是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之间找到“黄金平衡点”，重点是完善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切实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消费；优化消费环境，便利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引导消费；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创造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提升消费。


  2.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平衡


  经济增速快与民生改善慢、经济改革快与社会保障建设慢、硬件建设快与社会管理软实力没长进等矛盾都是经济社会与社会建设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也是后小康社会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难点所在。加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性、平衡性，处理二者的不平衡关键要做到：


  （1）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发展必须回应人民期待，必须让人民看得见、摸得着，没有民生改善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社会政策要托底。各项改革难免产生阶层阵痛，社会政策要起到托底的作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


  （3）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政策的支持重心要落到城乡社区，提升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3.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区域间人均生产总值差距过大，各区域人民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尚未合理有效发挥，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格局尚未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面看是经济差距大，本质上则是要素配置效率、要素创新能力的差距。缩小差距不能靠投资驱动，更不能靠行政指令，而是要形成一个要素自由流动、合理配置、积极创新的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同时，找准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和自身优势，利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形成竞争新优势，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的、大区域的协同发展。


  突破三大发展瓶颈


  当前，传统要素（劳动力、资本）的边际效应递减，新要素（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尚未形成。2020年以后，中国要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突破制约发展的三大瓶颈。


  1.要素瓶颈


  （1）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压力越来越大。能源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长期处于“硬约束、紧运行”的状态，单靠本国的能源资源已经没有可能，利用国际能源资源的代价越来越高。能源资源采购市场复杂化，运输安全保障程度降低。


  （2）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时代面临终结，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土地、原材料要素供应日趋紧张。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


  要突破要素瓶颈，关键是要实现要素升级。一方面要深化关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资本、土地、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关键要素进入有效供给领域；另一方面要创新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政策体系。针对制造业信息化，生物技术与医药，电子信息，农业新品种、现代农业重大技术，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新材料、新能源及应用，企业经营管理等领域的创新人才紧缺，通过人才入户、子女入学、人才安居、薪酬补贴等系列人才支持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等优惠政策，创造拴心留人的条件，让各类人才安心、安身、安家、安业。


  2.体制瓶颈


  （1）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理顺，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2）重点领域改革出现利益固化，现行机制体制不能满足探索性、攻坚式改革的要求。


  要突破体制瓶颈，核心要义在于充分调动市场经济各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1）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事务的干预，以利润为导向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以竞争为手段决定商品价格，以价格为杠杆调节供求关系。


  （2）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重视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体规划。


  （3）继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拓展产权保护制度的内涵，特别是加速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完善土地确权工作完成后的纠纷预防、调节、处理机制。


  3.生态瓶颈


  “生态赤字”正在逐年扩大，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根据国际经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即使是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排放污染物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破解生态瓶颈，关键是坚持绿色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第二章 中国不同区域低碳协同发展战略及实现路径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不同区域在能源资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资源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需要加强区域合作，通过西电东送、产业梯度转移等措施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中国不同区域实现协同低碳发展。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将逐步形成一些大的城市群、都市圈，如何实现这些区域的低碳发展，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布局及产业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章在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东北、西南及西北等五大区域的基础上，采用IPAT模型的随机形式（STIRPAT模型）预测了中国五大区域的碳排放梯次达峰情况，并通过预测各区域的节能减排、能替减排、去能减排潜力及森林碳汇潜力，分析了五大区域面向2050年建设近零碳城市的路径及潜力，同时以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为重点研究了五大区域的协调低碳发展问题。主要结论如下：


  （1）在政策情景下，东部、中部和西南可以在2025年前后达峰，东北在2030年前后达峰，西北在2035年前后达峰；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东部、中部和西南可以在2020年前后达峰，东北在2025年前后达峰，西北在2030年前后达峰。


  （2）西部在中国区域协调低碳发展中承担着产业转移及西电东送的双重功能，需要放大并强化其作用，将西北定位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及智能化重型产业基地，将西南水电丰富区域定位为高耗能信息产业基地及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峰基地。


  （3）分区域、分步走建设近零碳城市，在西部积极推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建设，在东、中部试点100%新能源城市建设，完善并积极采用“基于自然的近零碳城市解决方案”。


  （4）在人口向大都市、城市群转移的大背景下，打破传统的“融合式+集中式”城市及产业布局模式，降低近零碳城市的建设难度。


  五大区域重新划分


  五大区域的划分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区域差异性及分化较为明显，存在由省域汇集而成的区域集合，通常以东、中、西部进行区分。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南北分化态势。因此，重新划分区域并探讨区域协调路径，意义十分重大。


  党的十八大和随后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及倡议，涉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的地区发展格局，四大板块的地域分化和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进一步明确。但是，辽阔的西部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差异显著，以自然降水和人口密度为例，西北和西南迥异。从城市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来看，需要对西南部和西北部进行区分。因此，本章把地域界定为东部、中部、东北、西南及西北五大区域，具体参见表2-1。


  
  表2-1 中国五大区域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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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西藏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南，但气候等地理环境特征同西南其他各省级行政区有很大的差异，且大量相关数据不详，因此，本章在计算西南区域的碳排放达峰及森林碳汇时未包含西藏。


  五大区域的基本情况


  在五大区域中，常住人口最多的为东部和中部，这两个区域的人口长年占总人口60%以上，而东北和西北的常住人口最少。从历史数据来看，东部、中部和西北的常住人口逐年增长，东北和西南常住人口则呈现先稳步增加后基本保持不变的状态。参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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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五大区域人口数据统计

  


  每个区域的GDP均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GDP的总量增长较快。东部GDP占比最大，一直占全国的50%左右；中部的GDP占比由1950年的28%下降至1970年的22%，此后一直维持在20%左右；东北的GDP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只有1970年的一半；西南的GDP占比在1950年较高，达到20%，其他年份均为10%~15%；西北的GDP在1970—2017年占比维持在7%左右。参见图2-2。


  各个区域的城镇化率总体上保持上升趋势；2000年为拐点，此前上升较慢，此后上升较快，呈S形曲线。在2000年前，东北的城镇化率高于其他区域，而这一地位在2000年后被东部取代；西南的城市化率一直居于末位。参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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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五大区域GDP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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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五大区域城镇化率统计（1950—2017年）

  


  各区域碳排放达峰预测


  由于在经济、社会及自然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五大区域在碳排放达峰的时间方面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区域碳排放预测模型


  IPAT模型的随机形式即STIRPAT模型，标准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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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号两边取对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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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表示区域的碳排放量，P为区域人口，A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T为区域技术因素，a为模型系数，b、c、d分别为变量P、A、T的指数，U为模型误差项。


  对数处理后的开放STIRPAT模型如公式（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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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i、Ai、Ti、Ri、INi和REi分别为各区域碳排放量I的驱动因子；bi、ci、di、fi、gi和hi分别为变量lnPi、lnAi、lnTi、lnRi、lnINi和lnREi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各驱动因子与各区域碳排放量间的弹性关系，即弹性系数；i=1、2、3、4、5表示东部、中部、东北、西北和西南五大区域。


  根据式2.3，采用199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模型拟合。相关计算涉及五大区域的人口、人均GDP、城市化率、三产比重、非化石能源比重等，相关数据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6—2016年）》和各地区1996—2016年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汇总得到。


  由于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区域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另外，由于变量较多，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主要采用岭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各区域回归结果表明判定系数较高，变量显著性检验通过而且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东部回归模型的预测相对平均误差为2.8%，中部为0.14%，东北为0.08%，西南为0.05%，西北为0.07%，预测误差远小于5%，能够运用模型进行预测。


  情景设置


  针对区域的未来发展，模型共设定3种情景对五大区域碳排放峰值进行预测，时间跨度为2018—2050年。


  1.政策情景（延续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此情景以各区域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和碳减排目标的社会发展情况为基础，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利用和节能技术等因素的未来发展速率基于“十三五”实施节能减排及碳减排政策的水平设定。


  2.强化政策情景（自下而上）


  此情景在政策情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约束力度，对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利用和节能技术等目标的设定更加严格，寻求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情景（近零排放）


  与强化政策情景相比，此情景加大了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2030年后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速度加快，2040年前后达到6%~7%并持续增大。考虑到未来会有更先进技术突破（如氢能、大规模储能等），测算投资需求和减排成本的增加。


  在进行预测时，模型把人口、人均GDP、三产比重和城市化率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主要考虑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只对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进行了3种情景的设置，其余4个指标没有进行细分。


  1.各区域人口情景设置


  各区域人口情景的设置采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0—2011》中各地区的预测数据，对各地区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五大区域2020—2050年的人口数据，见表2-2。


  
  表2-2　各区域2020—2050年的人口 （单位：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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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由于人口的变化在研究内容和模型中不是主要的考量变量，因此本章没有根据目前各区域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预测，也没有设置不同的情景去分析各区域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而是直接采用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0—2011》中的预测数据进行分析。


  2.各区域GDP增长速度的情景设置


  依据各区域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及特征、各区域“十三五”发展规划、各区域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发达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的增速设置各区域GDP增长速度的情景，具体数值见表2-3。


  
  表2-3　各区域2020—2050年GDP年均增速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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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区域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情景设置


  各区域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情景设置主要参考全国30多个地区的“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具体数值见表2-4。根据表2-4中各区域2020—2050年单位GDP碳排放相比2005年的下降幅度，利用各区域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就可以求出各区域2020—205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强度。


  
  表2-4　各区域2020—2050年单位GDP碳排放相比2005年的下降幅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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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各区域非化石能源比重情景设置


  各区域非化石能源比重情景设置主要分为3种情况：一是根据区域自身非化石能源的发展情况，参考全国30多个地区的“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进行设置，属于政策情景；二是根据五大区域非化石能源尤其是风、光、水的发展潜力进行情景设置，属于强化政策情景；三是在五大区域非化石能源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考虑到五大区域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差异性，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情景设置，属于2℃情景。具体数值见表2-5。


  
  表2-5　各区域2020—205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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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区域城市化率情景设置


  根据由全国30多个地区的城镇化率汇总计算得出的五大区域城镇化率的发展情况，2017年东部为67%，超过全国近10个百分点，东北高出全国近5个百分点，而其他3个区域均低于全国水平。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东部的城镇化率应该会始终高于全国水平，东北的城市化率应该与全国水平接近，其余3个区域的城市化率会低于全国水平，具体数值见表2-6。


  
  表2-6　各区域2020—2050年城市化率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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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各区域三产比重情景设置


  各区域三产比重的情景设置参考了五大区域近年来的产业结构情况。具体数值见表2-7。


  
  表2-7　各区域2020—2050年三产比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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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碳排放达峰预测结果


  根据表2-2至表2-7情景设置的数值，利用各区域岭回归的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区域3种情景下的碳排放量，具体结果见图2-4。


  在政策情景下，东部、中部和西南可以在2025年前后达峰，东北在2030年前后达峰，而西北会更晚些，在2035年前后达峰。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东部、中部和西南由于减排力度加大，可以在2020年前后达峰，东北在2025年前后达峰，而西北能够在2030年前后达峰。2030年，五大区域的碳排放总量为104亿吨，与“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项目得出的全国达峰时碳排放量约为百亿吨的结论基本相符；2050年，各区域的碳排放量为46.8亿吨，为达峰时碳排放量的45%。


  在2℃情景下，随着减排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虽然各区域的达峰时间没有变化，但达峰时的碳排放得以进一步下降，达峰后各区域2050年的碳排放量为27.3亿吨，为达峰量97.5亿吨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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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三种情景下各区域2015—2050年碳排放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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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三种情景下各区域2015—2050年碳排放变化趋势（续）

  


  各区域近零碳建设及协调低碳发展


  减源路径：节能减排、能替减排及去能减排的潜力


  1.节能减排、能替减排及去能减排的边界问题


  节能是指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一切措施，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节能减排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实现。能替减排是指利用清洁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减少能源污染物的排放，是通过转变能源结构实现减排。去能减排也是当前我国推动能源领域减排工作的重要路径，是指通过“关停并转”等去产能手段实现减能减排。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不断推进，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要实现减排目标和经济发展，应进行减排的三轮驱动，即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综合节能减排、能替减排和去能减排三个方面，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能源结构和减少能源消费规模来减少能源污染物的排放。三者在减少能源污染物的排放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应该成为能源领域减排工作中三个并驾齐驱的车轮（见图2-5）。当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三者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动。


  2.节能减排与能替减排的碳减排潜力对比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中国的碳减排量呈快速增加态势。同时，中国目前是全球水力发电量、光伏发电量及风能发电量最大的国家，能替减排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为比较中国节能减排与能替减排的碳减排潜力，本章根据能源节约量和能源替代量分别计算并比较2010—2015年及2020年节能减排及能替减排的碳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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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节能减排、能替减排和去能减排三轮驱动

  


  假定节约的能源与被替代的能源均为煤炭，并以标准煤为单位进行计算。由于不同行业消费煤炭时的产污系数不同，且不同技术工艺的排污系数也不同，为简化计算，本章统一采用以下标准进行折算：节约1千克标准煤=减排2.493千克二氧化碳=减排0.68千克碳；1万千瓦时电力=1.229吨标准煤。


  表2-8给出了6个年份由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带来的碳减排量（以2010年单位GDP能耗及消费价格为基准）和由于使用水电、核电、风电而带来的碳减排量。未来，能源效率的提升将日益困难，节能减排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而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所占能源总消费的比重将快速上升[1]，能替减排的贡献将逐步赶上并超过节能减排。


  
  表2-8　中国节能减排与能替减排现状及潜力对比（以碳减排为例） （单位：万吨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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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计算节能减排碳减排量用到的2010—2016年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总量是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的目标计算得出的。


  3.去能减排的减排效益分析


  以“关停并转”为主要手段的去能减排见效更快，是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及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358号）提出，到2020年，粗钢产能净减少1亿~1.5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15%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发改能源〔2016〕2714号）提出，到2020年，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8亿吨/年左右；《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力争淘汰火电落后产能2000万千瓦以上。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能源局2019年4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号），2016—2018年，中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2018年，二氧化硫总量同比减排6.7%，较2015年下降18.9%，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下降15%的目标，其他污染物减排目标也有望提前完成。


  增汇路径：森林碳汇现状评估及预测


  1.五大区域的碳汇核算


  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规定在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中允许各国通过人工造林、森林及农田管理等人为活动产生的“碳汇”用于抵消本国承诺的碳减排指标后，全球碳源汇的分布特征、机理及其对碳减排的贡献等一系列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以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积极落实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政策，把恢复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森林碳汇在区域和全球的碳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中国森林生物量变化对于估算区域碳收支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森林管理政策有重要意义。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目标，而且制定了相应的植树造林和环境保护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整体森林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比2005年增加了5.74%，高于世界平均增速水平；森林蓄积量达到112.7亿立方米，比2005年增加了45.6亿立方米，对减排增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章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中关于各省森林资源的清查资料及卫星遥感数据等，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关于生态系统碳汇核算的方法，对中国五大区域2000—2015年森林的碳汇量及单位面积碳汇量进行了核算（见表2-9）。


  
  表2-9　中国五大区域碳汇核算
[image: ]


  碳汇核算结果显示，2000—2015年森林生态系统碳汇量累计增加了61.63亿吨，年均碳汇量达到4.1亿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正在逐渐修复。分区域碳汇结果显示，从西南、东部、西北、东北到中部的碳汇总量逐渐降低，且单位面积的碳汇量也是西南和东部最高，尤其是东部在国家减排政策的指引下，森林储蓄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单位面积的碳汇量由2000年的0.15千克提升到2015年的0.29千克；其次为东北，单位面积的碳汇量达到0.27千克；中部紧随其后，单位面积的碳汇量为0.22千克；而西北单位面积的碳汇量最低，虽然2000—2015年的年均碳汇量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单位面积的碳汇量仅为0.18千克，这主要是由西北的陕甘宁地区气候干燥，降水不足，大面积植树造林难以成活，森林覆盖率低导致的。


  2.情景模拟


  为进一步分析未来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对碳减排的贡献，本章设置了三种减排情景。①政策情景：以2015年为基准年，2015—2030年森林面积以每年1%的增速增加，2030年后以每年0.5%的增速增加。②强化政策情景：以2015年为基准年，2015—2030年森林面积以每年1.5%的增速增加，2030—2050年以每年0.5%的速度增加。③2℃情景：以2015年为基准年，2015—2030年森林面积以每年2%的增速增加，2030—2050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在这三种减排情景下，中国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和东北2020年、2030年以及2050年的碳汇变化情况预测结果如表2-10所示。


  
  表2-10　三种情景下2020—2050年五大区域碳汇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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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


  从表2-10中可以看出，随着人工造林和天然林保护力度的加强，以及水土保持和土地有效管理等事业的推进，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相比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五大区域的碳汇量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虽然到2050年三种情景下五大区域的总碳汇潜力将达到7.24亿~9.27亿吨，但是也仅相当于同期碳排放量预测值88亿~121亿吨的8%左右，碳减排仍面临着巨大的缺口，亟须结合相应的减排增汇措施（比如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占比、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实现全球的碳减排目标。


  区域协调低碳发展的路径


  区域协调低碳发展的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能源协调，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协调问题，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稳定性协调和统一负荷协调，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地域联动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互补，特别是西电东送；二是产业协调，主要是区域产业布局，重点是把一些能耗大的产业转移到西部，扩大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就地消纳能力；三是碳汇协调，主要是构建碳汇市场，重点是森林碳汇。


  1.能源协调与产业协调


  西部是中国太阳能、风能及水能资源的主要集中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由于风电、光电的间歇性和储能技术的不完备，需要与水电、生物质发电等进行互补，以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稳定性。其中，西南的水电同当地的生物质发电及西北部的风电、光电具有天然的互补性。


  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电力外销，主要是西电东送。中国各省份均重视发展能源产业，根据近几年的数据，除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上海、北京、重庆等少数省份及直辖市，大部分省份都能达到用电量与发电量的平衡，甚至是电力充裕，西电东送面临较严重的省际壁垒问题。二是就地消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等途径发展西北的本地产业，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就地消费。推动西北的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的发展，扩大能源就地消费规模，不仅是应对西北弃风弃光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过区域协调实现中国2030年碳排放达峰的重要路径。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有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西南有丰富的水电资源，但该区域以山区为主，发展第二产业所需要的土地资源严重不足，需要发展或承接占地面积小的产业。


  东部及中部经济相对发达，能耗总量大，但可再生能源资源不足，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主要是承接西电，同时需要把一些能耗大的产业转移到西部。


  东北的产业发展缓慢，可再生能源资源不足，但风能等本地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本地产业需要，主要是推动能源替代，减少弃风问题。


  2.碳汇协调


  为了协调区域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碳汇的作用，实现低碳甚至零碳发展，中国五大区域在碳汇协调方面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五大区域要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位置优势，比如西北、中部要扩大植被面积，东北、东南、西南要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地等碳汇管理。同时，将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纳入全国碳交易的配额管理体系，以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实现五大区域的多重效益减排。


  其次，五大区域相关部门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汇研究，包括森林、湿地、荒漠、城市绿地等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此外，还要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国家生态系统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体系。


  最后，在五大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背景和前提下，不断完善生态系统碳汇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制度，通过区域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碳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带动企业、组织、公众等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使森林植被恢复、保护和森林经营得到进一步加强，最大限度地发挥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协调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规划，中国非化石能源燃料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1%增加至2030年的20%，到2050年，2/3的能源将来自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政策建议


  1.分区域、分步走建设近零碳城市


  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少数可再生能源开发基础较好的城市应积极推动近零碳城市建设，其他城市应大力推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城市建设，并采取分步走战略。


  第一步：2020—2035年，建设一批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丰富的西部建设一批100%以风电、光电、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在中部建设一批100%可再生能源城镇（重视风能、光能、水能及生物质能的协调互补，且以小城镇、农村为主），在东部沿海建设一些100%可再生能源岛屿。


  第二步：2036—2050年，在国内建设一批近零碳城市。首先从社区、偏远地区的小城镇着手，建设一批近零碳社区及城镇，再逐步扩展到中等城市、大型城市。在东部和中部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推动建设一批各种类型的100%新能源城市。


  中国西部具有建设一些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的基础与条件，应在完善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标准的基础上，首先在西部积极推动100%可再生能源电力城市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政策与制度引导、完善市场结构、降低价格、创新技术、资金支持、规划引领、多渠道保障、争取公众支持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各区域的太阳能、风能资源相对不足，建设100%可再生能源城市面临的挑战较大，因此更适合建设一些范围更广的100%新能源城市。一般来说，要推动100%新能源城市的实现，需要重点关注能源效率优先、扩大可再生能源在热力和运输部门的应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公民参与并推动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教育培训市民和企业等方面的内容。对绝大多数城市来说，实现100%新能源城市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现时间的设定方面要注意可操作性，需要政府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一个长期规划，然后分步骤完成。


  2.实施绿色电力配额，防范盲目上马项目


  绿色电力配额制有利于推动各省积极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当前，中国实施绿色电力配额制的各项条件都趋于成熟，应尽快实施。理论上，由于中部及东部可再生能源资源不足，实施绿色电力配额制有利于打破西电东送的省际壁垒，倒逼中部及东部各省从西部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东部和中部开始大量出现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上马太阳能及风能项目的情况。例如，近年来，东部和中部的很多地方安装了大量的风力发电机组，但一些区域的风力资源严重不足，大量风力发电机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处于闲置状态。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绩工程，为完成绿色能源开发利用任务或增加当地GDP而开展工程建设，有意忽视投入产出比；二是套取国家补贴资金，这方面不仅有企业的参与，也涉及一些地方政府。


  针对这一问题，应从资源可开发潜力、盈利潜力等角度加大对相关工程的审核力度，严禁一些投入产出比低的项目上马。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政绩工程项目，也有利于推进西电东送工作，通过区域协调推进中国的低碳发展。


  3.强化西部区域双重功能，加快实现碳达峰


  在中国区域协调低碳发展过程中，西部承担着双重责任：一是承担着承接产业转移的责任，以利于东部、中部的去能减排；二是承担着西电东送的责任，以利于东部、中部的能替减排。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在哪种情景下，西北的碳达峰时间都相对滞后，原因在于，该区域属于产业发展的低梯度地区，需要承接产业转移。西南也属于产业发展的低梯度区域，但该区域以山地为主，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且水电丰富，碳达峰压力相对较小。


  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丰富，属于能源的高梯度区域，与其他第二产业的梯度转移相比是逆向的，西电东送有利于推动东部及中部的能源替代，减少碳排放。同时，加大西北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的规模，有利于减轻西电东送面临的省级壁垒压力。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建议把西北定位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及“一大两高三低”类型的智能化重型产业基地。“一大”是指占地面积大，比如光伏发电；“两高”是指高能耗及高危行业，比如冶金、化工等；“三低”是指低水耗、低产业链配套要求及对交通成本的低敏感性。“一大两高”是东部和中部的弱项，“三低”属于西北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在传统重工业（包括钢铁、冶金、机械、能源、化学、材料等工业）中，符合“一大两高三低”要求的产业基本都属于重型产业。


  把西北定位为智能化重型产业基地及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的主要依据：一是西北太阳能及风能资源丰富，有成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的基础条件，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具有市场竞争力后，适合发展高能耗类产业；二是西北矿产资源丰富，本身就适宜发展多种重型产业；三是“智能化”有利于应对西北人力资源不足及自然环境不适合人居的问题；四是西北土地资源丰富，东部及中部土地资源紧缺，这种基本态势决定了西北适合发展占地面积大及高危类产业；五是西北地广人稀、水资源缺乏及产业配套不足，决定了西北发展的产业要具有低水耗、低产业链配套要求及对交通成本低敏感性等特性。


  要把西北打造成智能化重型产业基地及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需要国家在产业布局、工业用地、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宏观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工业用地指标及生态环境保护指标方面，应给予充分松绑。西北很多所谓的林地没有几棵树，农用地也只是戈壁滩，不能用东部及中部的标准来要求西北。


  4.充分发挥西南区域水电优势


  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能耗增长迅速。随着智慧时代的来临，智慧产业中的大数据处理等一些能耗大的行业对能耗的需求将快速增加。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水电丰富区域多为山地，不适合发展占地大的产业。在云南、贵州等省的气候环境适合区域增加一些类似贵州大数据处理的基地，既能充分发挥这些区域水电资源丰富的优势，减少弃水问题，又能分散风险，保障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安全。


  西北风电及光电资源丰富，但大规模开发需要建设大量的火电以进行调峰。从理论上看，要避免这一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与西南进行合作，利用水电进行调峰。通过建立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联盟等机构或组织，推动整个西部的风、光、水互补。但由于面临省际壁垒问题，要推动西部各省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利用方面加强合作，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及制度安排。


  5.打破传统“融合式+集中式”的城市及产业布局模式


  在传统经济范式下，人与产业是融合在一起的，产业布局模式可被归纳为“融合式+集中式”。在该模式下，人与产业高度融合（产城融合），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摊大饼”布局，容易带来较大的交通压力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导致碳排放总量大且较为集中。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未来人口将向大都市、城市群等区域转移，自然环境较差区域及远离大都市区域的人口将越来越少。在大都市及城市群，如果沿用传统的产城融合及集中式产业布局模式，将加剧“大城市病”问题，使近零碳城市建设难度增大。


  智慧技术和智能经济范式推动分离式与分布式产业布局模式的出现及应用。分离式产业布局是指智能化程度高的产业（无人工厂等）与城市在地理空间上分离（产城分离），智能化程度高的企业对劳动力的集聚效应弱化，在空间布局上应逐步与城市人口集中区域分离。分布式布局的主要特点是多中心，以“点状”“线状”等形成多个卫星城的空间布局形态。对一座城市或一个区域来说，“分离式+分布式”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形成多中心的产业布局模式，能大幅度减少城区能源消费的集中度，并有利于发展分布式能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近零碳城市建设面临的碳排放压力。


  6.完善并积极采用“基于自然的近零碳城市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区域协调低碳发展及近零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应用，完善“基于自然的近零碳城市解决方案”。


  一是重视NbS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从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生态城市、公园城市到低碳城市，以及中国提出的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城市等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类城市，尽管城市建设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NbS在这些城市类型中也有大量的体现。


  通过城市森林、湿地及建筑物外挂植物（南方城市）等措施来固碳，以及通过被动房利用太阳能等森林城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都属于基于自然的低碳方案。同时，要重视五大区域间的差异性，在西部的一些区域及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水资源缺乏，植树造林应科学进行，盲目扩大林地规模不仅不可行，而且会破坏自然。


  二是重视发挥森林碳汇市场的作用，推动碳汇的区域协调。中国西南及东北森林覆盖率高，激活森林碳汇市场有利于通过区域协调更大地发挥森林碳汇的作用。首先，中国五大区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比如西北、中部主要是扩大植被面积，而东北、东南、西南要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地等碳汇管理。其次，将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纳入全国碳交易的配额管理体系，以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实现五大区域多重效益减排。


  三是基于自然的低碳能源方案。光电、风电及水电属于技术驱动型的基于自然的低碳能源方案，建设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属于典型的基于自然的低碳解决方案，也是建设近零碳城市的重要路径之一。


  第三章 中国国际贸易、产业转移与低碳发展


  本章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探讨了新时代下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低碳发展的意义、趋势、影响机制和政策措施。


  （1）系统梳理了与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相关的低碳发展理论、政策和研究成果，从全球、南北国家和国别三个层面收集整理了经济端和环境端数据，基于历史数据分析了国际贸易、产业转移以及碳排放水平的演变趋势，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翔实的背景资料。


  （2）对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碳排放变化趋势进行了总体定性判断，分别计算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碳排放水平，并基于计算数据分别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所产生碳排放水平的演变趋势，还计算并分析了受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影响的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即探讨外向型经济对于推动中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作用及变化趋势。


  （3）构建了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与碳排放水平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与碳排放的相互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影响因子数据矩阵，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因子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4）依据以上成果，从贸易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配套政策支持，包括法律体系、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市场机制、监管体制与国际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助力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背景分析


  在全球资源能源趋紧和气候变化的约束下，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再加上近几十年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从而成为世界碳转移和碳排放第一大国。碳排放问题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巨大压力。2015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开始积极推进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关于国家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碳排放的研究非常丰富，已经构成了环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但现有研究存在一些比较大的缺陷：一是研究数据老化，现有的所有研究数据均集中在2000—2010年，没有近10年的最新动态；二是缺乏系统阐述影响机制的理论构建。现有的研究观点认为，中国出口贸易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国巨大碳排放量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以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升到五位一体国家战略层面，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与碳排放水平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是否已经扭转？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希望本章的研究，能够为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在环境污染方面正名，探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提供推动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低碳发展的一系列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于碳排放水平的定性判断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碳排放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要素并参与资源配置，因而给以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国家竞争优势等因素为特点的传统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领域，碳规制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但并不影响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分工和投资流向的重要因素。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碳排放问题上立场不尽相同。欧盟是全球低碳经济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推动者，低碳已经成为欧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支柱。欧盟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低碳发展战略，同时通过启动一系列计划、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来落实低碳发展目标并承担减排责任。欧盟也是全球最早提出碳关税等碳相关环境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的地区，并以此保护欧盟相关产业竞争力。相对于欧盟，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较为消极，美国在低碳经济方面主要关注新能源开发和技术创新。日本则逐步形成了包括新能源开发、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生活方式转变在内的全方位低碳战略，并逐步完善了城市级碳排放交易机制，以推进温室气体减排。但与欧盟相比，日本在低碳经济层面并未过多涉及贸易和投资领域。


  当前，国内外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水平的影响，二是低碳经济引发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改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产生的影响。虽然在这两个方面均有大量学者从理论层面和实证角度进行详细阐述，但如前所述，由于研究数据老化和碎片化问题，该领域研究缺乏系统性、历史性的观察问题视角，这也为本章的研究提供了创新空间。


  关于碳排放水平的定量计算


  在分析中，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库中搜索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碳排放从1980年至今约40年时间跨度的相关数据，从全球、南北国家和国别三个层面进行宏观演变趋势的分析，从而为本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数据趋势背景。


  从全球层面来看，世界贸易数据、投资数据和碳排放数据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断崖式下跌。2017年全球贸易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0%），跨国直接投资约为1.5万亿美元，碳排放总量约为334亿吨。


  从南北国家层面来看，发达国家（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额一直高于发展中国家（非经合组织国家），但两者的差距在不断收窄。FDI流入量（外商直接投资）和FDI流出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也在不断收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迅猛增长，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国际资本流动悖论（卢卡斯悖论）。在碳排放总量方面，发展中国家在2004年反超发达国家。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强度，也就是单位GDP碳排放量方面，发达国家则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碳排放强度降幅非常明显。


  从国别层面来看，除欧盟外，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一度达到70%，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2017年下降到40%。中国的FDI流入量总体趋势是稳步上升的，FDI流出量在2007年后快速上升，这个趋势与发展中国家总体对外投资趋势相同，国际资本流动悖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之谜”。在碳排放总量方面，中国于2004年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2017年碳排放量约为92亿吨。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中国在2005年超过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目前与欧盟持平。在碳排放强度方面，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但自1995年后降幅非常明显，目前已经低于俄罗斯和印度。


  对碳排放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


  定性判断


  基于内、外两种因素的分析，可以对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碳排放水平变化趋势做一个总体的定性判断。内在因素的分析，即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自身的结构特征；外部因素的分析，即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碳排放最大的不确定性不仅来自技术的不确定性，更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做出定性判断：一是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即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的碳达峰和碳中和；二是实施碳规制对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即怎样实现碳规制对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调控作用，这个调控作用既包括限制作用也包括促进作用。


  在国际贸易方面，从内在因素（自身结构）来看，中国从1984年开始实现贸易盈余，且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服务贸易是逆差，服务贸易占比历年稳定在10%~15%），2018年总体顺差约为0.3万亿元。从行业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行业结构比例历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口行业中的第三产业近年来大幅增长。从外部因素（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来看，中美贸易战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极有可能将长期导致中国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基于此判断，中国国际贸易的碳排放总量可能已实现达峰，但要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以2017年为基年至少要下降75%。


  在产业转移方面，从内在因素（自身结构）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迅猛增长，甚至在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年的跨国投资是净流出状态。从投资结构来看，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近十几年出现了倒置。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2004年占总投资比重的25%上升至70%，而制造业则从70%下降至25%。而FDI流出量一直都集中在第三产业，占比为75%~80%。从外部因素（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来看，中美对抗、其他国家抵制都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影响，也会给中国自身的跨国投资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基于此判断，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碳排放总量可能已实现达峰，且在理论上也已接近实现碳中和。


  碳规制对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反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限制作用，就是利用碳排放标准来设立贸易和投资壁垒，在这方面欧盟是全球环境壁垒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二是促进作用，就是利用碳排放标准来控制制造业和投资回流，在这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签署双边、区域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包括碳排放标准）和劳工标准，迫使制造业和投资回流美国。


  定量计算


  我们具体测算了1990年至今跨度近25年的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碳排放水平。总体测算思路是先计算分行业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然后乘以分行业贸易值和FDI产出值，计算得到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并集就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引致的碳排放水平。对于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测算结果，均从总量、结构、强度、脱钩水平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国际贸易领域测算结果


  从国际贸易碳排放总量来看（图3-1），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波动较小，1992年约为0.8亿吨，2012年达到历史峰值（约2.5亿吨）；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变化较为剧烈：1992—2002年逐渐缓慢上升，2002—2007年则呈急剧上升趋势，并在2007年达到历史峰值（约28.2亿吨），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有关。受经济危机影响，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降至约22亿吨，其后数年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从占比来看，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小，基本维持在2%~4%区间内；隐含碳排放总量占比则较高且波动较大，1992年占比约14%，至2007年攀升至46%，几乎占据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半壁江山，之后占比回落到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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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中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总量及其占比

  


  从国际贸易碳排放结构来看（图3-2），在直接碳排放方面，出口贸易高碳行业集中在化学工业、纺织业及能源相关行业。具体来说，化学工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及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总计占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的60%~75%。其中，纺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及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他行业波动较大，这与出口贸易的结构变化有关。在隐含碳排放方面，出口贸易高碳行业逐步从纺织相关行业转向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图3-3）。20世纪90年代，纺织相关行业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水平在各行业中名列前茅。然而，到2015年，纺织相关行业隐含碳排放量虽较1992年有所上升，但占比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水平上升。近年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已经取代纺织相关行业成为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水平最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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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2　出口贸易主要直接碳排放行业的排放量及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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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3　出口贸易主要隐含碳排放行业的排放量及其占比

  


  从国际贸易碳排放强度来看，在直接碳排放强度层面，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强度一直远低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在隐含碳排放强度层面，在2007年前，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强度也一直低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图3-4）。这说明，在2007年前，中国出口贸易实际上对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差距在不断收缩，说明出口贸易对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收窄，在2007年后，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趋于接近，甚至一度超出，比如2015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0.91千克/美元）略高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0.82千克/美元）。这些数据表明，出口结构以及出口贸易附加带来的技术进步等已经滞后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的步伐，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同时，相对于中国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第二产业占比约90%的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依然较低，但二者的差距也在不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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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4　中国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强度、隐含碳排放强度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的比较

  


  从国际贸易碳排放脱钩水平来看，在碳排放总量层面（图3-5），2012—2015年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对出口额已经实现了绝对强脱钩，说明近几年出口贸易额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量（绝对值）的减少。此外，同期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对出口额虽仍处于相对强脱钩，但已经十分接近绝对弱脱钩（弹性系数为0.04）。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图3-6），脱钩更为显著：2012—2015年，出口直接碳排放强度对出口贸易额的弹性系数为-2.25%，为各时期最低值，表明中国直接碳排放强度对出口贸易额的绝对强脱钩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对出口额的脱钩弹性系数为-0.86，较2010—2012年的绝对弱脱钩程度进一步加深。


  综上所述，本章关于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的测算结果隐含着三个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国际贸易曾对促进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下降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近年来国际贸易对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作用不断收窄；三是鉴于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强度已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曲线基本拟合甚至出现反超，意味着中国已达到需要在国际贸易领域设立碳规制的临界点。至于具体如何在国际贸易领域设置碳规制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低碳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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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5　出口贸易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总量对出口额的脱钩弹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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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6　出口贸易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强度对出口额的脱钩弹性系数

  


  2.产业转移领域测算结果


  从产业转移碳排放总量来看（图3-7），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直接碳排放总量呈缓慢上升趋势：直接碳排放总量在1995年约为22亿吨，2012年达到历史峰值（约80亿吨），2015年略有下降。隐含碳排放总量则呈现前期相对平稳中期急剧攀升而后期又趋于平稳的趋势：1995年约为52亿吨，且2002年前增长相对缓慢；2002—2007年，隐含碳排放总量呈迅速上升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约353亿吨），相对于1995年增长了6倍，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加快有关，也与承接大量高碳和低端产业有关；2007年后，隐含碳排放总量基本保持平稳，没有较大波动。从占比来看，直接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变化相对缓和、先升后降，基本在8%~10%的区间浮动。而隐含碳排放总量占比则呈现先急剧上升而后下降再到趋于平稳的较为明显的变化趋势：1997—2007年，隐含碳排放总量占比从约15%急剧攀升至历史峰值（57%）；之后又急剧下降，至2010年后逐步趋于平稳并略有下降，2015年回落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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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总量及其占比

  


  从产业转移碳排放结构来看，在直接碳排放层面（图3-8），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4个行业的直接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其中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高居榜首，原因是该行业自身碳排放强度很高，但自2002年起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与FDI流入量的结构变化有关。从隐含碳排放角度来看（图3-9），前四位行业分别是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占总量的40%~60%。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制造业，在2005年达到24.03%，而后逐步下降；化学工业占比先降后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比都呈缓慢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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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8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直接碳排放量前四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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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9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隐含碳排放量前四位行业

  


  从产业转移碳排放强度来看，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量，是反映碳排放经济效率的重要指标。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产生的碳排放总量明显扩大，但从强度来看（图3-10），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低于（隐含碳排放强度）甚至一直远低于（直接碳排放强度）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换言之，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初期，显著促进了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在2007年前，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碳排放强度和隐含碳排放强度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差距相对明显，换言之，其对于促进总体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作用较大。而在2007年后，直接碳排放强度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差距逐步收窄，隐含碳排放强度也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变化曲线基本重合，甚至在2007年高于总体碳排放强度，这表明伴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国际产业转移对降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对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也在逐步收窄。


  
    [image: ]

    图3-10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强度与中国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从产业转移碳排放脱钩水平来看，在碳排放总量层面（图3-11），在2007年前，碳排放总量增长率长期快于FDI流入量增长率，脱钩系数大于1，呈“负脱钩”趋势。其中，隐含碳排放总量“负脱钩”趋势尤其明显，2005—2007年负脱钩系数高达5.2，即碳排放总量增长率是FDI流入量增长率的5倍之多；2007—2012年，无论是直接还是隐含碳排放总量都已实现“相对脱钩”，即碳排放总量虽然仍处于增长状态，但其增长率慢于FDI流入量增长率；在2012年后，碳排放总量与FDI流入量实现了“绝对脱钩”，即直接碳排放总量和隐含碳排放总量均实现负增长。在碳排放强度层面（图3-12），其脱钩趋势呈波动状态，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碳排放强度都与FDI流入量呈“脱钩”状态，且除2002—2007年隐含碳排放强度与FDI流入量“相对脱钩”，其他时段均为“绝对脱钩”，即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2010—2012年，碳排放强度对FDI流入量绝对脱钩程度最高，即碳排放强度的负增长率是FDI流入量增长率的3倍之多。总体而言，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FDI流入量的脱钩程度都在不断增强。原因之一是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积极吸纳国外先进技术；原因之二在于外商投资结构的优化，表现为跨国企业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领域投资不断加大。此外，碳排放水平脱钩也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环境保护领域顶层制度设计和监管不断完善有关。而中国如何在未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机遇，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实施低碳发展战略，以实际行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是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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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1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量与FDI流入量的脱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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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2　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和隐含的碳排放强度对FDI流入量的脱钩系数

  


  综上所述，本章关于中国（依托FDI流入量）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碳排放水平的测算结果，隐含着三个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曾对促进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下降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作用不断收窄；三是鉴于中国（依托FDI流入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碳排放强度已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曲线基本拟合甚至出现反超，意味着中国已达到需要在外商投资领域设立碳规制的临界点。至于具体如何在产业转移领域设置碳规制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低碳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碳排放并集，就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引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表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虽使中国付出了巨额碳排放的高昂代价，但不可因此否认其对中国跨越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贡献。从碳排放总量的角度来看，2007年至今外向型经济的直接碳排放量持续下降，但隐含碳排放量一直在50亿吨附近波动。换言之，目前中国已经遏制了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量持续升高的势头，但仍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附近呈胶着状态。从碳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了环境库兹捏次曲线拐点，其中外向型经济的直接碳排放强度显著低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表明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外资和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对中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碳排放影响机制的计量检验


  理论模型


  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作为国家间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交流方式，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深远，对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碳排放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以及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与碳排放的反制影响两个角度，探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影响机制，碳排放水平又可以通过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来表征。各影响层面和影响因子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影响各不相同。


  在宏观层面，即基于国际和总量视角，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总量效应和规模效应，碳排放对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反制影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国际规则制定；在中观层面，即基于国家和结构视角，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碳转移、产业结构升级、贸易结构升级和投资结构升级，碳排放对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反制影响因素包括国家间碳排放权分配和国家承担减排责任；在微观层面，即基于个体和技术视角，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技术进步、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等，碳排放对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反制影响因素包括碳相关技术壁垒、碳边境调节税、国家环保政策、碳相关技术标准以及公众舆论等。


  计量检验


  我们根据理论模型建立影响因子数据库，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并剔除典型自相关因子，最终选取GDP（宏观层面）、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中观层面）、研发投资占GDP比重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微观层面）为自变量，外向型经济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为因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由于计算数据受限于投入产出表公布年份的不连续性，因此，在研究中首先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对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缺漏年份数据进行填补，并基于此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分别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碳排放总量层面，模型结果显示，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和GDP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倒U形关系，即随着GDP的增加，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先升后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模型结果还显示，技术进步（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增加）对降低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有积极作用，但可能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RateEnvir）与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正相关。此外，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增加是导致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从总量来看，贸易结构升级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推动了中国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总量的增长。


  在碳排放强度层面，模型结果显示，GDP增长引致的规模效应对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此外，技术进步（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贸易结构升级（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上升）、环保投入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均显著推动了外向型经济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下降。


  政策建议


  虽然一国的政策制定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不可能仅从低碳发展角度出发，但如前所述，在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已达到需要将碳规制纳入战略布局的临界点。基于此，我们从国际贸易调整、产业转移调整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三方面提出了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1.在国际贸易调整层面


  从出口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应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构建绿色核算体系，调整区域出口结构，保障低碳战略实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培育绿色创新能力。从进口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应扩大进口贸易规模，缓解出口负环境效应，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提升国内资源配置。


  2.在产业转移调整层面


  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中国应调整外资引进策略，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引入减排技术，充分发挥外资溢出效应。从对外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中国应承担大国减排责任，实行绿色“走出去”战略，支持和培育跨国公司，促进资源全球配置，加快优势产业收购兼并，追求低碳安全和公平竞争。


  3.在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层面


  从健全法律体系角度来看，中国应完善能源立法体系，完善国际贸易领域法规政策，完善国际投资领域法规政策。从改革财税政策角度来看，中国应着力应对碳关税问题，降低低碳壁垒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改革税收政策体系，形成完整低碳发展财税链条，综合运用财政支出，扩大低碳资金政策支持范围。从推动低碳金融角度来看，中国应完善银行主导型低碳金融体系，健全市场主导型低碳金融价格机制和投融资渠道，提供低碳金融相应的制度支持。从强化市场机制角度来看，中国应健全碳排放交易市场，明确碳排放额度和价格机制，构建碳足迹与碳标签制度，加强森林碳汇和碳汇贸易发展，推行碳中和补偿措施。从完善监管体制角度来看，中国应建立碳排放统计与监督制度，落实减排目标责任制。从参与国际治理角度来看，中国应稳步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关注低碳领域贸易投资壁垒风险，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谈判与合作。


  结语


  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规模和结构是影响中国总体碳排放水平的重要因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技术的不确定性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全人类和中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设置碳规制政策，一方面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碳排放治理，担负起大国责任，为全人类和中国的低碳发展事业服务；另一方面，碳规制政策也是打入中国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领域的一枚楔子，可以对中国外向型经济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我们需要立足国家主权，真正用好“碳”这张牌，以维护中国的贸易安全、投资安全、产业安全乃至国家总体安全。


  第四章 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中长期战略与途径


  本章对中国能源系统的发展历史和能源结构进行了回顾，对未来发展趋势和要求进行了总结。基于对中国能源系统的低碳发展要求，设计了减排技术和政策力度依次递增的4个能源系统发展情景，并从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资源情况、主要技术的发展趋势、电力系统调度优化以及电力市场建设情况等方面对未来能源情景进行了刻画。基于终端能源消费和电力系统优化的模型工具，对能源情景的约束和目标进行了量化分析，评估了未来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路径，并从终端能源消费、电力生产和供热、各类一次能源供需等方面对未来能源系统的特征和结构进行了描述，提出了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强度以及碳排放等主要指标。


  本章的研究认为，在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通过目标引领、技术创新、机制建设，可以实现能源结构的显著调整，电气化和能效提升将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持续改善，而电力领域的清洁化将引领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调整，先进节能技术、高效终端用能设备、需求侧响应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中国终端能源消费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深度电气化将成为显著特征；发电结构将发生结构性逆转，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电力结构的主力。


  情景研究显示：在政策情景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后达峰；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坚持能源双控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积极推动电能替代，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5—2030年达峰后持续下降，但2050年仍然高达37.9亿吨；在2℃情景下，通过推广经技术验证具有可规模推广前景的现有技术、大幅提升电气化水平、规模发展氢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到80%以上、远期降低天然气消费等措施，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降低到25亿吨左右。如果需要实现1.5℃目标，则需要规模化应用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的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努力实现近零碳排放。


  建议中国坚持和加强既定政策措施，确保在2030年前、争取在2025年前后实现碳排放达峰。为实现2℃目标，必须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在工业、建筑、交通、发电等各领域采用世界领先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在2030年前达到世界一流的能效水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在2050年使人均碳排放量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考虑到1.5℃目标情景在技术成熟度、经济可承受能力、各领域能源转型实施路径等方面仍缺乏充分基础，中国必须与国际社会深入合作，以合作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早日形成技术成熟、经济可承受、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零碳能源系统方案，推动实现全社会净零碳排放。


  中国能源发展回顾与形势


  中国能源发展回顾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由2004年的23.0亿吨标准煤上升至2017年的44.9亿吨标准煤（见图4-1）。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占比为6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4-2）。中国长期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也导致了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如果不加快能源转型步伐，中国将难以支撑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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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2004—2017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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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2017年中国和全球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


  为了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确立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革命的重大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30年达到20%左右的目标，制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建设的政策举措，推动了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见表4-1）。200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仅为7.4%，2019年该比重已超过15.3%，为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表4-1　中国各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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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能源低碳发展的战略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


  能源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关键领域。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明确提出：在消费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结构优化互驱共进，使能源消费结构迈入更加绿色、高效的中高级形态，大幅提高城镇终端电气化水平；在供给侧推动非化石能源跨越式发展，优化能源供应结构，推动清洁能源成为能源增量主体，构建清洁低碳新体系；2020年后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依靠清洁能源满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达到50%，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努力（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之内”的目标。2019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发布的《全球能源转型：2050年路线图》显示，当今世界为实现《巴黎协定》所做出的减少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过去5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平均每年增加1.3%，全球能源系统需加速转型才能实现气候目标。到2050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需减少70%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能源低碳发展，落实《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在致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因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中长期战略与途径，为共同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情景设计


  能源系统分析方法


  情景分析是研究长期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通过建立能源中长期发展情景来反映未来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以及能源转型路径，并将其作为协助世界各国合作组织、政府部门、企业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手段和实施有效的能源转型行动的指南针。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建立了能源模型决策系统平台，基于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标准，结合技术经济评价、能源系统优化、政策措施及社会经济评价、能源外部性分析和系统理论等方法进行综合决策分析（见图4-3）。该模型工具主要由电力和区域供热优化模型（EDO）、终端能源需求分析模型（CREAM-Demand）以及能源发展经济社会评价模型（CREAM-CGE）三者构成。


  本章主要基于情景的趋势和倒逼分析，通过对未来经济社会人口的预测提出相应的能源需求，依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要求设计合理的能源结构，并通过模型分析等定量分析的方式确定未来的能源结构和发展路径。首先，基于宏观经济发展增速和环境约束，通过终端能源需求分析模型研究得到能源需求总量及分部门、品种需求量。其次，结合可再生能源资源及产业基础等约束，对电力系统发展路径和并网输电消纳进行模拟分析和优化，分析优化电力结构和布局的总体方案，重点提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布局方案。最后，通过模型研究结果，提出中国2050年能源低碳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和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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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能源系统分析模型框架

  


  自下而上的终端能源需求分析模型分析：利用现有的统计和预测数据，对人口，城镇化进程，工商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各部门中不同技术转换，能源产品生产以及终端用能特性进行分析，推演并预估能源消费终端中消耗的能源类型、消费方式、能源效率以及年活动水平等参数的变化趋势，同时根据发展需求设置不同情景，特别是电气化情景，依此分析预测2050年前的终端能源需求规模和结构（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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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自下而上的分部门能源消费分析框架

  


  电力和区域供热优化模型：电力系统顶层部署将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基于对2018—2050年总体能源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主要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经济性、资源条件、配套电网优化运行、环境影响等因素的分析，并参考中国现有规划政策和目标，通过EDO模型，对我国未来电源结构以及电力流向的发展目标和布局进行分析。研究利用EDO模型模拟目标年小时级电力系统运行情况，通过对2018—2050年电力生产、运输和使用方式的假设，分析不同情景下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路径，同时根据不同地区各情景下的电源组合和发展特点，研究相关电网、储能、需求响应等发展路径。此外，EDO模型还兼顾区域供热系统分析，研究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后系统总成本最低的发电和区域供热模式，分析了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接纳的方法，以实现全社会电力系统最低经济投入。EDO模型逻辑框架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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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EDO模型逻辑框架

  


  4种情景设计


  按照中国低碳项目研究的情景设计总体思路，统筹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两个大局，通过采用展望和倒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情景设计，在4种情景中依次增加力度递增的强化减排技术政策措施，探讨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中长期战略和途径（见表4-2）。“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分析了在现有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基础上，如何自下而上强化减排技术措施的情景和实施路径；“2℃情景”和“1.5℃情景”则进一步探究为履行《巴黎协定》义务、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限制在1.5℃的情景和更有力措施。


  
  表4-2　能源系统低碳转型情景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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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边界条件设定


  在瞄准2050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基础上，按照上述4种情景的内涵和递增减排技术措施，设定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碳约束）、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灵活电力系统和竞争性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情景边界条件。


  1.经济社会发展


  从目前到2035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服务业、城市群和中高收入群体，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2035年后，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到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约4万美元（见表4-3）。


  
  表4-3　2018—2050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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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的能源转型需要考虑能源资源条件、生态环境保护，也需要考虑碳排放国际承诺目标。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必须减少煤炭消费，油气将长期依靠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核电需要统筹考虑安全、生态保障和发展布局，未来需要大幅开发本土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资源。随着能源领域散煤治理、电厂和机动车排放标准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主要挑战和推动能源系统转型的主要动力。


  在清洁化、低碳化的趋势下，电力作为效率高、品质好的终端能源品种将发挥巨大作用。为了刻画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我们特别对不同情景下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总量约束进行了差异性的设置，见图4-6和表4-4。


  3.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


  从消费侧看，随着工业经济驱动力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的重工业将进入平台期和下降期，重工业产能产量会逐步降低，增长点将主要是“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生产型服务业以及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将呈现服务化、轻型化和高端化发展的势态，电炉钢、再生铝等循环技术产业水平大幅提高，交通部门也将全面发展新能源汽车，新增乘用车、货运汽车将更多采用纯电动汽车和氢燃料汽车（见表4-5）。到2030年，中国工业能效将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新能源汽车比例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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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碳排放相关约束设计

  


  
  表4-4　资源条件和碳排放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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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　典型高效低碳技术应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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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供给侧看，化石能源发电的成本受燃料价格变化、年运行小时数以及启停次数影响较大，在初始投资成本不变、燃料价格增加、运行小时数降低和启停次数增加的影响下，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随着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在总体消纳环境改善的情况下度电成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预计“十四五”期间，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均将低于煤电发电成本（见表4-6）。长期来看，风能和太阳能光伏与煤电等化石能源电源相比具有更优经济性（见图4-7）。可再生能源等新的技术进步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将助推电力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


  4.灵活电力系统和竞争性市场建设


  电力系统是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核心领域。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主要趋势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代替煤电发电，关键因素是在发电侧和负荷侧释放灵活资源，为此需要大幅降低火电发电计划电量，构建竞争性电力市场，并通过电力现货市场的价格信号激励资源的灵活性（见表4-7）。


  
  表4-6　发电技术投资的边界条件及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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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7　典型技术均化度电成本变化趋势

  


  
  表4-7　电力系统发展和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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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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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能源消费低碳化


  终端能源消费转型趋势


  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历程显示，能源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呈现增长趋势，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后达到能源消费峰值，能源消费强度也普遍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如今，中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各类行业技术正在加速向世界一流技术靠拢，能源使用效率渐渐提高。今后，中国应坚持能源需求侧与供应侧并重，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培育绿色清洁能源消费模式，积极调整终端能源消费结构。特别是，要融合绿色低碳工业、城镇和交通体系建设，在各个领域、环节推进生产技术工艺和用能技术升级，大力削减和替代煤炭与石油消费，积极有序地推广电能替代、可再生能源供热和燃料、天然气和绿色氢能等清洁低碳能源，不断提高电气化率和能源系统效率，形成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


  在本节中，我们重点分析预测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未来终端能源消费的低碳化路径。


  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的能源消费革命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随着落实新发展理念，新旧增长动力加快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先进节能技术、高效终端用能设备、需求侧响应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中国能源消费的粗放式增长将发生根本转变，终端能源消费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能源发展进入从总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的新阶段。


  在强化政策情景中，主要终端部门能源需求将于2030年前后达峰（约35.1亿吨标准煤），之后呈现下降趋势，2050年下降至31.6亿吨标准煤（见图4-8）。在2℃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终端能源消费进一步降低，分别约为34.4亿吨标准煤和30.5亿吨标准煤（见图4-9）。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间优化升级，未来能源需求的增长动力将从工业部门转移到建筑部门（包括住宅和商业建筑）和交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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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8　强化政策情景下的主要终端部门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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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9　2℃情景下的主要终端部门能源消费

  


  电力是终端部门消费增长最快的能源品种。到2050年，在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主要终端部门的电力消费将分别达到11.7万亿千瓦时和13.9万亿千瓦时（见表4-8）。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电力占主要终端部门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2018年的24%提高到2035年的35%，2050年达到46%。在2℃情景下，到2050年，电力占交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上升到39%，工业部门增加到51%，建筑部门增加到58%。


  
  表4-8　主要终端部门电力需求 （单位：太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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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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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为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提供了可行途径，扩大了电力产生的氢在长途运输（作为燃料）、化学品（作为原料）和钢铁（代替焦炭）中的使用。到2035年和2050年，氢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分别达到2.3%和4.5%，分别增加了1047太瓦时和1536太瓦时的用电量。供热系统与区域供热也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2050年区域供热满足了约50%的稳定供热需求。


  电力低碳转型路径分析


  电力需求发展趋势和结构


  电力是未来能源系统的核心，电气化是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特征趋势，未来电力需求将持续增长。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需求侧的能效；另一方面，通过非化石能源电力对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可以加速能源供应侧的低碳化发展。考虑到电力系统网损以及储能设施在充放电中的损耗，全社会用电量将高于终端电力需求。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从2018年到2050年，中国全社会电力消费预计增加近两倍，达到13.3万亿千瓦时；在2℃情景和1.5℃情景下，则为15.5万亿千瓦时（见图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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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0　全社会电力需求增长情况

  


  注：2℃情景和1.5℃情景下电力需求相同，曲线重叠。


  区域电力需求分布的变化主要受人口密度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影响。华北和华东的电力消费在近中期占全国的比重较高，但增速将首先趋缓。华中由于人口稠密且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因此电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到2040年前后，其电力需求将和华北、华东持平。西北电力需求也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由于人口较少，其电力需求在全国占比仍然较低。东北由于人口流失以及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和技术转型升级，电力需求增长较缓，到2050年在全国占比最低（见图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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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1　区域电力需求变化情况

  


  电力供应发展趋势和结构


  非化石能源发电是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受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成本下降和碳价提高的影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在“十四五”期间及2035年前后将大幅提升。表4-9给出了中国2018年、2025年和2050年的发电装机规模及结构。


  
  表4-9　中国2018年、2025年和2050年发电装机规模及结构 （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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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5年，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与2℃情景同）下，预计全国电力总装机分别为25.7亿千瓦、25.4亿千瓦和27.2亿千瓦，化石能源装机约12.6亿千瓦、11.5亿千瓦和11.7亿千瓦，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分别为12.3亿千瓦、13.2亿千瓦和14.8亿千瓦。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为12%，化石能源占比较2018年的60%下降15个百分点。在2℃情景下，化石能源装机占比降低17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为55%。


  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大幅提升。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与2℃情景同）下，预计全国电力总装机分别为41.2亿千瓦、53.9亿千瓦和68.2亿千瓦，化石能源装机分别为8.8亿千瓦、6.3亿千瓦和6.0亿千瓦，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分别为30.6亿千瓦、46.5亿千瓦和61.2亿千瓦。风电和光伏发电成为中国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二者发电装机均超过煤电装机。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为88%，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为86%。在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为91%，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为90%。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部发电量中的比重也显著提升。表4-10给出了不同情景下中国2018年、2025年和2050年的发电量及结构，图4-12为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的电力供应构成变化情况。


  到2025年，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预计全国电源总发电量为95739亿千瓦时。其中，火电发电量占比为60.3%，煤电仍为主要电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在“十四五”期间大幅提升到39.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4.2%。在2℃情景下，相较于强化政策情景，虽然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高，但化石能源发电量较低，煤电和天然气发电的角色由提供基荷电量向调节电源发生转变。届时，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42.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37.0%。


  到2035年，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可达到63.7%，2℃情景下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较强化政策情景下提升14.5个百分点。到2050年，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85.4%，风电和光伏发电逐渐替代煤电成为中国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在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91.5%。


  
  表4-10　中国2018年、2025年和2050年发电量及结构 （单位：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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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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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2　强化政策情景（实心）和2℃情景（虚线填充）下电力供应构成变化情况

  


  友好型电网发展趋势和结构


  未来电网发展将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能源战略的总体部署，依托先进的技术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建设成既适应电源布局又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可靠、绿色、高效、灵活的友好型电网，使电网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平台、优化配置能源资源的绿色平台和满足用户多元需求的服务平台。


  2020年前，电网发展以解决电网与电源不协调和完善配电网建设为重点任务，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实现超高压输电网紧密覆盖，跨省跨区特高压输电线路提供“西电东送、北电南送”服务，智能化关键技术和设备得到广泛应用，配电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适应性持续改善，适应各级电网发展需要的省级、区域、全国三级调度机制将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实现本地消纳的同时，中国西部、北部富余的风电、光电和西南富余的水电还可以利用与周边省市电网相连的多回输电通道，就近满足周边的电力需求和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的需要；西部、北部的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通过跨区域专用输电通道与东中部负荷中心直接相连，满足大规模风电、光电、水电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需要。


  预计到2030年，电网建设将重点解决电网经济高效问题。届时，不仅中国32个省市完成超高压输电网紧密覆盖，而且省间壁垒将被逐步打破，六大区域电网内部各省市也将实现灵活互通，各级电网发展合理；依托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电网跨省、跨区接力互济能力不断提高；配电网结构将得到进一步加强，积极服务可再生能源、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等多元化的接入需求，各环节基本实现智能化，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分级调度机制将进一步加强，以保障各类资源的就近优化利用。不仅各区域内的大型电源基地、分布式电源与负荷中心之间形成紧密的电网互联，具备无阻塞输送能力，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在省内与周边省市间接力式消纳平衡，能源资源在区域电网内得到充分地优化配置，而且在坚持灵活、高效的原则下，交直流特高压输电通道仍将是西部、北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跨区消纳的重要载体。


  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建成各级电网协调发展、跨省跨区电网灵活互通、配电网智能互动的现代友好型电网体系。输电网和配电网将协调发展，各类发电资源集中使用与分散利用并重；各类能源资源将就近使用与跨省、跨区利用相结合；可靠灵活的接力互济和完善的多级调度将保障可再生能源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平衡，在满足本地电力负荷需要的同时实现可再生能源跨省、跨区接力式消纳；依靠与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的深度融合，形成多种能源综合协同、绿色低碳、智慧互动的配电网供电模式。区域间壁垒将进一步被打破，西北、东北的富裕资源通过跨省、跨区通道接力输送到华北、华中和华东，南方地区大规模的水电和风电在满足本区域大型负荷中心需要的同时，还与华中和华东互济，华中将成为中国电力能源的中转站。


  电力系统灵活性发展趋势


  在供给侧灵活性资源中，水电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既能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提供清洁能源，又能提供可控、灵活的发电。因此，需要改变中国水电当前的运营和市场模式，使其从目前低价值的基荷能源转向高价值的灵活性资源。


  未来煤电将主要用来提供灵活性。热电联产和热泵是电力系统和集中供暖系统之间的重要衔接。随着热电解耦技术应用于热电联产，热泵为华中、华东提供了更多热能，热电联产的协调使灵活性资源可以从一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这种灵活性主要适用于季节性甚至是年度变化，将加强这两个系统的安全性。


  除了供应端电源的灵活运行，储能和需求响应也是提供系统灵活性的两种重要资源。随着储能技术成本的下降和市场改革的推进，储能在中长期电力系统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日常运行中，储能时段主要集中在白天，此时太阳能发电量超过当地的需求；而在下午和晚上，太阳能发电量减少，电力需求增加，此时需要释放能量。需求响应的获取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电力负荷，另一方面也需要采用适当的市场激励手段。尽管目前需求响应的实施有限，但预计其作用将随着市场手段的发展而增大，主要技术类型包括工业需求响应、电动汽车有序充电以及V2G（Vehicle to Grid，车网互动技术）等。图4-13所示为2℃情景下2050年冬季全国发电和用电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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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3　2℃情景下2050年冬季全国发电和用电曲线

  


  电力系统经济性发展趋势


  电力系统经济性呈初始投资成本增加，但总投资成本小幅降低的发展趋势。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规模化发展带来的成本下降，以及电力供应结构的调整，电力系统投资总量和投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化石能源占比的降低，初始投资成本占比大幅提升，成为投资的主体，而燃料投资成本总量和占比均大幅下降。为应对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系统成本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总体投资成本随着非化石能源占比的提升仍呈下降趋势。图4-14所示为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电力系统成本总量和构成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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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4　强化政策情景（左）和2℃情景（右）下电力系统成本总量和构成变化趋势

  


  供热低碳转型路径分析


  供热整体转型路径


  “十三五”期间，区域供热需求的增加带动了各类技术装机需求的发展，多种清洁供热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对燃烧散煤的替代。2020年后，随着潜在热需求的满足以及建筑节能技术的应用，区域供热的需求增长速度逐渐减缓，热源容量保持稳定。从长期来看，热泵技术的应用和具有灵活性的热电联产机组配合储热技术，将继续替代一部分燃煤供热的应用，生物质能供热量也将逐渐增加。到2035年，在2℃情景下，区域供热中煤炭供热锅炉的供热量占比将从2019年的88%减少到50%，而清洁能源供热（包括电供热和高效煤炭热电联产）占比将上升至44%（见图4-15）。


  热电协同将成为系统耦合的先行者和提供电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方式。随着清洁供暖的推进，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和热泵技术将成为供暖的重要方式。通过以上技术，可实现电力系统和热力系统的互联，借助不同的控制和协调机制，结合储能（热）装置，可实现更灵活的热力负荷和电力负荷的调节，互联的系统互为备用还可以提高整体的稳定性。应用热电协同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电力负荷不足时的弃风、弃光问题，也可以更好地协调季节性的风光发电波动以及热负荷的系统平衡，同时作为清洁供暖的技术手段之一，更加有效地解决分散热力用户的清洁供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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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5　2℃情景下区域供热的热源供热量变化情况

  


  分技术转型分析


  1.太阳能供热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到2020年，太阳能热水系统开始普及，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获得规模化推广，太阳能空调示范推广，使得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512GWth[1]（7.3亿平方米太阳能集热器面积）；到2030年，太阳能热水系统基本普及，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开始大规模应用，太阳能空调开始规模化推广，使得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746GWth；到2050年，太阳能热水系统全面普及，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实现大规模应用，太阳能空调开始规模化推广，使得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1241 GWth。


  在2℃情景下，太阳能热利用应用领域将从民用热水拓展到工业热水、建筑供暖和区域热力供应。到2020年，太阳能热水系统大面积普及，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开始规模化推广，太阳能空调小规模应用，使得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713 GWth（8亿平方米太阳能集热器面积）；到2030年，太阳能热水系统全面普及，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大规模应用，太阳能空调开始规模化推广，使得太阳能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1202 GWth；到2050年，太阳能热水、供暖和空调三联供系统得到规模化推广，太阳能供暖和工农业热利用实现规模化应用，使得中低温热利用装机容量达到2411 GWth。


  2.生物质供热


  生物质供热是绿色、低碳、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供热方式，主要包括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生物质锅炉供热，适合城镇民用清洁供暖以及替代中小型工业燃煤燃油锅炉。中国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等生物质资源丰富，每年约有4亿吨标准煤可供能源化利用，发展生物质能供热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未来生物质供热将保持平稳发展，在2℃情景下，2035年后，中国生物质供热将达到年均2亿吨标准煤左右的相对平稳阶段（见图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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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6　2020—2050年生物质供热变化趋势

  


  3.地热供热


  地热能利用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需要供暖且地热资源丰富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北部以及华中的部分省市。其中，东北地区以黑龙江北部、辽宁中南部、内蒙古东部为主，规划新增7000万平方米；华北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中南部和内蒙古中部为主，规划新增19000万平方米；西北地区以新疆西部、宁夏、甘肃中部、青海西宁为主，规划新增3000万平方米；华东北部地区以山东、江苏、安徽为主，规划新增6000万平方米；华中地区以河南为主，规划新增5000万平方米。到2035年，通过利用完备的地下水回灌技术措施和控制手段，将建立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技术、标准和装备体系，实现地热能的大规模发展，在2020年布局的基础上，在传统供暖区和中南部、西南部等地区实现地热供热的全面发展，总供热面积达到30亿平方米以上，利用地热能7500万吨标准煤以上，形成完善的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和产业体系。


  
    [1]GWth即Giga watt thermies，吉瓦兆卡，用来统计太阳热能。1×106平方米装设面积= 0.7GWth。

  


  一次能源需求及供给变化趋势与特征


  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


  1.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增幅将大幅下降


  在4种情景下，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57.9亿吨标准煤、50.8亿吨标准煤、50.0亿吨标准煤和49.7亿吨标准煤（见图4-17）。中国将先后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人民生活水平将继续提高，这些都需要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费总量来支撑。2020年前后中国将完成工业化，随后工业领域的部分能耗增长空间将会被城镇化带来的建筑和交通等消费领域的能耗增长所填补；到2030年后，城镇化进程也将跨越快速发展阶段，逐步趋于饱和，增速将有所回落。在2℃情景下，2020—205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以5年为单位由2.1%逐步下降到0.3%和0.2%，而2035年城镇化基本完成后，增速将回落至-1.5%、-0.3%和-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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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7　4种情景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变化（发电煤耗法）

  


  2.能源消费结构持续改善，非化石能源总量持续增长，化石能源结构逐步优化


  4种情景下的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均持续增长，其中2℃情景和1.5℃情景下的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增速更快，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难度不大。从非化石能源比重看，在4种情景下，到2020年，均实现15%的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对化石能源形成有效补充；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超过20%，分别达到25.0%、29.8%、39.7%和41.7%，成为主流能源之一；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进一步增加到45.4%、64.8%、75.6%和76.0%，成为主力能源。非化石能源发电是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在各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构成中，水电与核电所占比重一直在20%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2020年后发展加速，到2050年，4种情景下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非化石能源发电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60.8%、72.4%、77.4%和77.4%，成为主力非化石能源品种。


  3.天然气消费比重持续提升，煤炭消费比重持续下降


  在治理大气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下，天然气将逐步替代煤炭成为化石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随着工业部门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产量的下降，对煤炭等高碳能源的需求将出现峰值拐点。中国常规天然气有一定的资源基础，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雄厚，同时石油资源匮乏，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需加快发展天然气并替代煤炭，优化化石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和减排污染物的双重目标。


  主要化石能源品种消费量


  1.煤炭


  煤炭消费量达峰后将逐步下降。在不同情景下，由于面临的碳排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程度不同，煤炭消费总量达峰时间并不相同。在政策情景下，煤炭消费量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为28.6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约40.0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煤炭消费量达峰均提前至2020年，峰值消费量均为26.6亿吨标准煤，折合原煤约37.2亿吨（见图4-18）。


  煤炭消费未来仍主要集中在工业终端消费部门和火电部门。中国煤炭发电效率世界领先，加上天然气供应和价格存在短板，因此煤炭用于发电仍将占较高比重。工业部门的原料需求无法实现深度替代的燃料需求，工业领域在煤炭消费中的占比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居民用能将转向清洁、便捷的电力和天然气，建筑部门的煤炭消费占比逐步下降。通过末端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可有效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


  2.石油


  石油消费总量在短期内仍将增长。在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的驱动下，石油消费量在短期内仍将增长，并于2025年前后达峰，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在4种情景下，到202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均将达峰，峰值消费量均为6.8亿吨，对外依存度均为70.4%；到205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2.8亿吨、2.4亿吨、1.8亿吨和1.8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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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8　4种情景下煤炭消费量变化

  


  交通部门在石油消费中的占比逐步增长，工业部门的占比逐年下降。石油消费增长主要源于人们对机动车辆的使用要求，但随着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交通领域的石油消费也将呈现先升后降。工业部门的石油消费增长主要来自石油化工，从中长期来看，工业部门在石油消费中的占比会由于天然气的部分替代而降低，但仍将保持一定比重。


  3.天然气


  天然气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中国的常规天然气有一定的资源基础，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雄厚，加上对境外资源的利用，天然气消费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增长。在4种情景下，到204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峰值，分别为6817亿立方米、6817亿立方米、5451亿立方米、5448亿立方米；到2050年，天然气消费总量分别为5865亿立方米、5865亿立方米、4323亿立方米和4324亿立方米。


  建筑部门是天然气最大消费部门，工业部门消费占比次之。城镇家庭炊事热水、居民采暖天然气消费需求增长贡献最大；工业燃料和化工原料用于替代燃煤锅炉和石油使天然气需求保持增长，其中建筑部门天然气消费量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近40%，工业部门约占30%。发电用天然气消费会小幅增长。


  能源消费强度


  1.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在2030年趋于稳定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完成，中国未来人口总数相对于能源消费总量变化不大，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变化趋势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到2030年，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下，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分别达到4.18吨标准煤、4.12吨标准煤、3.81吨标准煤和3.73吨标准煤，此后趋于稳定（见表4-11）。生产领域技术效率的快速提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将引导中国形成节能低碳的生活消费方式，人均能源消费量将低于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表4-11　4种情景下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 （单位：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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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


  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综合能源产出效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主要驱动产业从高能耗强度的工业向低能耗强度的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能耗优化升级，以及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单位GDP能耗将逐渐达到当前发达国家水平。表4-12给出了2018—2050年以5年为单位4种情形下的单位GDP能耗。


  
  表4-12　4种情景下单位GDP能耗 （单位：吨标准煤/万元）
[image: ]


  碳排放情况


  1.碳排放量将在近期达峰


  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近中期仍将较快增长，中远期增速将下降并趋于稳定，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也将得到优化调整。中国已经提出了能源革命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人民对环境质量和能源使用的便捷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将使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的增长逐渐放缓。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和碳排放约束将影响排放峰值及其出现的时间，峰值出现的时间越晚，峰值水平将越高。如图4-19所示，在政策情景下，碳排放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水平约为109.6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碳排放总量将在2025年前后提前达到峰值，峰值水平分别为100.2亿吨、99.7亿吨、98.8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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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9　4种情景下碳排放总量变化曲线

  


  2.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将助力2℃温升控制目标实现


  如表4-13所示，在2℃情景下，2050年碳排放总量将降至25.5亿吨，人均碳排放量将降至1.9吨；在1.5℃情景下，进一步考虑CCUS技术应用，到2050年有望实现碳排放总量近零，人均碳排放量降至约0.1吨。


  
  表4-13　4种情景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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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建议


  中国正在推进能源低碳发展，必须大力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核心任务是减少煤炭消费、扩大天然气替代规模、安全发展核电、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持续提高电气化水平、高效利用氢能和热力。


  情景研究显示，在政策情景下，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后达峰。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通过坚持能源双控政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积极推动电能替代，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2030年达峰后持续下降，但到2050年仍然高达37.9亿吨。在2℃情景下，通过推广经技术验证具有可规模推广前景的现有技术、大幅提升电气化水平、规模发展氢能、提高非化石发电比重到80%以上、远期降低天然气消费等措施，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降低到25亿吨左右。如果需要实现1.5℃目标，则需要规模化应用低成本、高效率、高可靠的CCUS等技术，努力实现近零碳排放。


  建议坚持和加强强化政策措施，确保在2030年前、争取在2025年前后实现碳排放达峰。为实现温升控制2℃目标，必须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在工业、建筑、交通、发电等各领域采用世界领先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在2030年前达到世界一流的能效水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在2050年使人均排放量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考虑到1.5℃目标情景在技术成熟度、经济可承受能力、各领域能源转型实施路径等方面仍缺乏充分基础，中国必须与国际社会深入合作，以合作创新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早日形成技术成熟、经济可承受、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零碳能源系统方案，推动实现全社会净零碳排放。


  第五章 中国电源及电网优化构成及技术路线图


  电力部门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部门，需要在21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碳中和乃至负排放。本章基于自下而上的电力系统模型，重点分析2℃温升控制目标下电力行业到21世纪中叶的脱碳路径和相应投资需求。


  研究表明，保障非化石能源，尤其是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是实现电力部门深度脱碳的关键。在不同情景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均超过80%，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均超过60%，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为42.9%~62.8%，这也对系统平衡和电网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此外，需要大力发展增强运行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电网技术，2030年前可以依靠煤电灵活性改造进行调峰和电网互联互济来支撑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消纳；在2030年后，需要新建储能装置来保证消纳，尤其是在内蒙古、新疆、山东和西北地区。从不同技术路径的投资来看，在2℃情景下，不同技术路径的投资差别并不显著，投资最高路径（提前减排路径）和投资最低路径（高核电路径）的差别为2万亿元，占提前减排路径总投资的6%。考虑到这是33年的加总投资，这一差距并不大，因此从新增投资和成本来看，从“十四五”时期开始部署2℃情景减排行动是可以接受的。与其他几种技术路径相比，2030年后再部署深度脱碳的延后减排路径并无突出优势。最后，实现电力部门深度脱碳，还需要提前部署煤电机组有序退出、CCS技术和BECCS技术、电网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的目标。电力部门是中国低碳转型的关键部门，每年消耗全国约50%的煤炭，占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的40%左右，需要在21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碳中和乃至负排放。中国电力行业转型的核心和难点在于规模庞大的煤电机组。2018年中国煤电机组约占全球煤电装机容量的48%，机组技术水平高，在役机组平均服役时间短（仅为12年），包括上游煤炭行业在内的相关从业人数接近400万，煤电及煤炭相关产业占地方经济比重高。可以预见，中国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将对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本章将基于自下而上的、详细考虑时空精度和技术准确度的电力系统模型，针对不同政策和排放目标，定量分析电力行业到21世纪中叶的脱碳路径和相应投资需求。


  未来电力需求预测


  中国的电力行业转型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核心问题之一是2℃和1.5℃温升控制目标下的未来用电量需求。在已有研究中，各机构预测的2℃情景下2050年的用电量为11.7万亿~14.4万亿千瓦时，1.5℃情景下2050年的用电量为14.4万亿~15.2万亿千瓦时[1-9]。本章根据这些文献中的预测来设定未来电力需求，结合本章的情景设置，归纳各研究中3种情景（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或非常接近的情景下的电力需求，并对3种情景下不同时间节点的电力需求取各研究结果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假设时间节点之间各年增长率保持不变，计算出各年的电力需求值。各情景下关键时间节点的电力需求如表5-1所示。


  
  表5-1　未来电力需求预测 （单位：万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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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和边界条件设置


  情景设置


  本章共设置了4种情景，分别为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表5-2列出了4种主要情景的条件和边界。政策情景是基于当前电力行业实际发展情况的延伸，作为与其他情景比较的基础。强化政策情景是基于中国已经出台的能源和电力领域的中长期政策，进一步强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大减排力度的情景。2℃情景和1.5℃情景是与《巴黎协定》中全球碳减排目标相一致的减排情景，将电力行业碳排放预算作为约束性边界条件，进行未来碳排放轨迹模拟，并判定中国电力行业的技术路径和减排成本。为了探索不同减排行动时间和技术路径的可能性，除了基于给定边界优化计算得到的2℃情景（模型基于最小成本的输出结果），本章还设置了2℃情景（高水电路径）、2℃情景（高核电路径）、2℃情景（提前减排路径）和2℃情景（延后减排路径）。这4种路径相对于正常的2℃情景的碳预算约束设置了其他特殊的约束条件，具体如下：


  2℃情景（高水电路径）：假设水电技术进步可以解决或降低长江上游和西藏诸河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将水电可开发容量最高值设定为508吉瓦。


  2℃情景（高核电路径）：假设核电开发出现了重大技术突破，将每年新建的核电装机容量约束从10吉瓦提高到20吉瓦，2050年核电开发容量为445吉瓦。


  2℃情景（提前减排路径）：假设从“十四五”开始部署2℃情景下的深度减排行动，将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到55%，在2030年前设置更高的非化石能源开发力度。


  2℃情景（延后减排路径）：假设2030年前按照政策情景的减排路径，2030年后再加大减排力度，在2050年前实现碳预算约束。


  
  表5-2　4种主要情景的条件和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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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资源与技术边界条件


  在设置可再生能源资源与技术边界条件时，本章主要采用了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编撰的《可再生能源数据手册2017》中的资源量数据。全国水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可开发量分别限制在432吉瓦、3042吉瓦、209吉瓦、3148吉瓦内，并根据各区域可再生能源资源情况设置了区域层面的容量上限（见表5-3）。此外，为了充分讨论各种路径的可行性，本章增加了一个较高水电开发水平（508吉瓦）的情景。中国生物质能产业以农林剩余物、有机废弃物、能源作/植物作为三大原料来源，到2050年，资源可获得总量将达到近6亿吨标准煤（见表5-4）。2030年后，液体燃料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生物质发电将不再扩大规模，生物质发电所提供的能源将维持在1.06亿吨标准煤左右[10]。


  
  表5-3　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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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　中国各时期生物质资源及生物质发电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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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


  资料来源：秦世平，胡润青，2015.


  中国核电的发展前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情景下，根据对参与政策制定专家的访谈，我们将2020年的核电装机容量设定为53吉瓦。在4种情景下，每年新建的核电装机容量均设置在10吉瓦以内。考虑到未来核电发展可能出现大的突破，本章增加了一个高核电情景（445吉瓦）。CCS技术和BECCS技术是讨论较多的负排放技术，研究认为，这两项技术在2030年后发展成熟，可大规模投入使用。


  各类发电技术的成本预测


  发电技术的成本包括建设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和燃料成本（仅针对火电和核电机组）。选取合适的成本数据作为输入参数对于优化电力行业低碳发展路径至关重要。本章基于中国当前实际发电技术成本，综合各机构对未来成本发展趋势的预测，确定了模型研究中所使用的成本数据（见表5-5）。其中，发电技术的单位建设投资成本以2017年为基础年，参考各机构的预测结果，将各类发电技术的单位投资成本设定为在考察期内以固定增速变化[1,7,11]。运行维护成本也是发电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人员成本、消耗品成本、设备维修/更换成本、其他杂项成本等。一般来说，发电机组每年的运行维护成本会与其总投资成本呈一定比例关系，表5-5设定了不同发电技术的运行维护成本占比。


  
  表5-5　发电技术单位投资和运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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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火电机组和核电机组来说，燃料成本也是发电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设定了此类发电机组的燃料消耗率，考虑到技术进步，各类机组的燃料消耗率都会随时间逐渐下降，估计了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各类发电机组的燃料消耗率，并设定各类机组的燃料消耗率在各个时间段内都以线性规律变化，具体燃料成本数据见表5-6。


  
  表5-6　各类发电机组的燃料消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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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结果


  不同情景下电力部门碳排放轨迹


  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的设置中包含了中国已有的能源政策目标。政策情景是基于当前政策执行情况的延伸，包括实现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中“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的目标，2030年后基本上是政策趋势外推。强化政策情景加入了“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50%”的目标，并且加大了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5%。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下电力行业的碳排放达峰时间分别为2029年和2023年，碳排放峰值分别为44.1亿吨和41亿吨（见图5-1）。强化政策情景下，电力行业碳排放达峰时间提前，且峰值降低。需要指出的是，从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的碳排放轨迹来看，两种情景都无法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即现有政策中的电力及能源行业中长期目标与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尚未实现很好的衔接。


  图5-1中的1.5℃情景的设定也有明确的政策含义，该情景设定2030年前采纳强化政策情景的路径，在2030年后加强减排力度以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但是，1.5℃情景下2030年后的碳排放轨迹呈现非常陡峭的下降趋势，并且在2046年就已经接近零排放。这样陡峭的碳排放轨迹不仅意味着短期内产业、技术、市场、政策等将面临巨大挑战，还意味着2030年后煤电机组需要密集地退出，导致后期减排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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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不同情景和路径下电力部门的碳排放轨迹

  


  2℃情景下，探讨了5种不同的减排路径，包括考虑了减排时间的提前减排路径和延后减排路径、考虑了技术的高核电路径和高水电路径，以及模型在边界条件设定下根据最小化成本原则输出的2℃情景。延后减排路径在2030年前采取政策情景的排放轨迹，在2030年后加大减排力度，该路径下2030年后的减排轨迹是所有2℃情景中最为陡峭的，在2050年的碳排放水平也是最低的，这也意味着更低的化石能源机组发电空间，以及2030年后更高的减排压力。提前减排路径下，2030年前需要采取更强的减排力度，但是2030年后碳排放轨迹最平缓，2050年留存的碳排放空间也最大，前期更深的减排强度为2030年后留出了较为充足的减排空间。其余3种路径的碳排放轨迹非常接近。


  电力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结构


  从转型技术路径来看，不同的研究一致认为需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发电技术、增强运行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电网技术，具体的差异则体现在不同种类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发展水平上，目前的研究中2050年水电的最高开发水平达到630吉瓦[6]，核电最高达到540吉瓦，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光伏发电）最高达到5100吉瓦[5]。在本章的研究中，2℃情景高水电路径下2050年水电装机容量达到508吉瓦，2℃情景高核电路径下205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45吉瓦，1.5℃情景下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5400吉瓦。


  尽管现有研究中均认为煤电行业应该深度减排，但对于未来能够保留的煤电容量却存在着巨大分歧。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可以在较少经济代价下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气候目标，在2050—2055年淘汰传统煤电，届时的煤电装机容量可以接近于零[12]。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至2050年中国仍需保留400~700吉瓦煤电，承担基荷、调峰和供暖需求，但是需要对现有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和热电协同改造[4]。本章的研究中考虑了煤电CCS技术，在1.5℃情景下仍可保留265吉瓦煤电（含230吉瓦煤电CCS），在2℃情景下可保留129~226吉瓦煤电装机，这说明如果大规模保留煤电，需要以牺牲技术经济性为代价。


  随着电力在终端部门中更多地替代其他种类能源，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电力系统总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4465吉瓦、4617吉瓦、5686吉瓦和6666吉瓦（见图5-2）。在4种情景下，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占比逐渐增加。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的占比相应为80.9%、83.9%、93.1%和93%，虽然1.5℃情景下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占比低于2℃情景，但是其装机容量（6201吉瓦）显著高于2℃情景（5294吉瓦）；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2050年的占比分别为65%、67.8%、79.5%和81%。具体数据见表5-7~表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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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不同情景和路径下2050年电力装机结构

  


  
  表5-7　政策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容量 （单位：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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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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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8　强化政策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容量 （单位：吉瓦）
[image: ]


  
  表5-9　2℃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容量 （单位：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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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0　1.5℃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容量 （单位：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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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情景下共有5种路径，充分考虑了开始深度减排时间的差异和技术路径差异。从2050年的煤电装机占比来看，提前减排路径下煤电装机占比为4%，高核电路径下为2.4%，其余路径下较为接近，均为3.4%~3.5%。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来看，各路径下差异很小，提前减排路径下占比最低（92.5%），高核电路径下占比最高（93.9%）。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来看，高水电路径下占比最低（77.2%），2℃情景下占比最高（79.5%）。从CCS装机容量来看，高核电路径下最低（58吉瓦），提前减排路径下次之（75吉瓦），延后减排路径下最高（150吉瓦）。从储能需求来看，各路径较为接近，最低的是提前减排路径（1102吉瓦时），最高的是2℃情景（1198吉瓦时）。


  从发电量结构变化来看，新增电力需求主要由非化石能源电力满足。长期来看，非化石能源电力将进一步置换存量煤电，以实现低碳排放要求。政策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分别为43%和73%；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分别为50%和78%；2℃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分别为50%和91%；1.5℃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分别为56%和91%（具体数据见表5-11~表5-14）。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占比来看，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发电量占比分别达到42.9%、46.2%、59.8%和62.8%；2℃情景和1.5℃情景下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大幅升高，达到60%左右，这也对系统平衡和电网灵活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表5-11　政策情景下的发电量 （单位：拍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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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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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2　强化政策情景下的发电量 （单位：拍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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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3　2℃情景下的发电量 （单位：拍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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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4　1.5℃情景下的发电量 （单位：拍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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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情景2050年不同路径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来看，高核电路径下最高（93.1%），其余几种路径占比较为接近（89.9%~90.6%）。从对电网稳定和平衡影响最大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占比来看，5种路径下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很高，均位于56%~60%，最低的是高核电路径（56%），然后是高水电路径（57.3%），其余路径比较接近（58.8%~59.8%）（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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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不同情景和路径下2050年发电量结构

  


  各区域煤电机组逐年退役情况


  本章研究发现，若按照当前煤电建设情况，“十三五”结束时煤电装机容量接近11亿千瓦。如图5-4所示，除政策情景外，其余3种情景下的煤电机组发电量在2023年后就开始下降，2030年后所有情景下的煤电机组发电量均迅速下降。因此，除了不再新增煤电装机以避免造成浪费，还需要考虑实现现役煤电机组功能的转变，从承担基荷转为支撑调峰，充分利用存量煤电。2030年前电力需求增长基本由非煤电力满足，同时对煤电机组大力实施灵活性改造，以满足系统平衡需求。2030年后，随着更大力度的深度减排和可再生能源份额的增加，煤电的功能定位逐渐由基本负荷向调峰负荷转变，非化石能源发电逐渐替代存量煤电机组发电。在充分利用存量煤电机组的思路下，除了1.5℃情景，其他3种情景仍可实现较高的煤电机组利用水平（见图5-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5℃情景下从2034年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电CCS技术，煤电CCS机组的高利用小时使得煤电整体利用小时有所上升，2045年后随着煤电CCS机组总量不再增加以及传统煤电机组利用小时的进一步下降，煤电整体利用小时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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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4　各情景下煤电机组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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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5　各情景下煤电机组利用小时

  


  煤电机组装机容量在2020年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煤电总装机容量的下降主要通过现役煤电机组逐渐退役实现。在正常情况下，煤电机组是在达到使用寿命后按期退役。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对机组服役寿命影响不大，机组可以正常服役30年左右，不涉及煤电机组提前退役问题。[1]在2℃情景和1.5℃情景下，部分煤电机组需要在未达到使用寿命时提前退役。需要指出的是，本章中所说的提前退役是指发电厂不能按照当前语境下的方式和运行时长经济运行，但因为发电机组还可以用于提供辅助服务等有价值的用途，提前退役并不一定意味着关闭甚至拆除发电厂。在2℃情景下，少量机组提前退役，退役时的服役年限为22~29年。在1.5℃情景下，提前退役机组规模更大，而且退役机组的服役年限更短。从煤电机组退出规模来看，随着不同情景下减排力度的增加，煤电机组退出规模逐渐增加，而煤电机组大规模退出的时间也逐渐提前；同时，退役煤电机组的平均寿命也逐渐降低（见图5-6和图5-7）。因此，即使是在大规模使用煤电CCS技术和BECCS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寿命也过短，需要考虑可能引起的投资浪费问题。在2℃情景下，2018—2050年由于煤电机组提前退役导致的搁浅成本为1048亿元，1.5℃情景下为6551亿元，因此需要妥善应对煤电机组的有序退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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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6　不同情景下煤电机组退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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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7　不同情景下退役煤电机组平均寿命

  


  跨区域电力交换规模和储能设施需求


  随着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提高，电力系统需要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来满足逐时的电力调峰需求。煤电机组的角色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在装机容量减少的同时，从2030年开始逐渐由原来的提供基础负荷转为提供灵活性和满足调峰需求的机组。在2030年前，依靠火电灵活性改造进行调峰和电网互联互济支撑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消纳；在2030年后，随着碳减排加速以及可再生能源份额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可以提供部分灵活性的煤电装机逐渐下降，需要新建储能装置来保证消纳，尤其是在内蒙古、新疆、山东和西北地区。


  2030年前，要加强建设区域间输电通道，形成电网互联互济，为消纳可再生能源提供灵活性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2030年，跨区域电力交换功率总容量需要达到当前的2~3倍。2030年后，由于东中部地区剩余可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有限，出于持续深度减排的需求，需要继续大力开发西北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配套建设远距离输电通道，到2050年，跨区域电力交换功率总容量需要达到当前的3~7倍（见图5-8）。计算结果表明，2050年所需的跨区域输电通道总容量分别为771吉瓦（政策情景）、935吉瓦（强化政策情景）、1173吉瓦（2℃情景）和1362吉瓦（1.5℃情景）。2℃情景下不同路径的跨区域电力交换总容量有明显的差别：高核电路径下跨区域电力交换需求最低；提前减排路径下跨区域电力交换需求最高；延后减排路径下的跨区域电力交换需求呈现前低后高的趋势，但是其逐年需求变化与高水电情景是非常接近的。


  到2050年，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所需的储能装机容量分别达到587吉瓦时、682吉瓦时、1198吉瓦时和1417吉瓦时。与政策情景相比，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所需的储能装机容量规模分别是其2倍和2.4倍（见图5-9）。2℃情景下不同路径的储能需求却显示了和跨区域输电需求不同的趋势：延后减排路径下的储能需求最高，而提前减排路径下的储能需求却是最低的，高核能路径下的储能需求也较低。从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时间节点来看，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中储能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时间节点在2035年，1.5℃情景下该时间提前至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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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8　跨区域电力交换功率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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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9　储能容量需求

  


  不同情景和路径下的技术需求


  从4种情景下的减排技术来看，可再生能源、煤电CCS技术和BECCS技术在电力行业的深度减排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以政策情景为参考，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的碳排放下降主要归因于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见图5-10）。在2℃情景下，开始规模使用CCS技术和BECCS技术，2050年煤电CCS技术和BECCS技术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83吉瓦和33吉瓦，二氧化碳捕集量达到3.9亿吨和1.9亿吨。在1.5℃情景下，CCS技术和BECCS技术将发挥更大作用，2050年煤电CCS技术和BECCS技术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230吉瓦和53吉瓦，二氧化碳捕集量分别达到7.1亿吨和3.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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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0　不同技术的碳减排贡献

  


  表5-15展示了2℃情景下不同减排路径在两个时间段（2020—2030年，2030—2050年）的技术需求。从时间上来看，各路径下主要的装机增速规模差别发生在2020—2030年，这是由技术成本变化和设定深度减排的时间不同导致的。2030—2050年，各路径下都进入了深度减排阶段，减排关键技术（风电、太阳能发电、储能和跨区域输电）的年度发展规模接近并且都处于高水平。从具体的技术来看，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各路径下的装机规模都很高，但是由于技术路径和开始深度减排的时间不同，在各路径下2020—2030年的装机规模有较大差异。水电和核电的装机规模只在相应的高水电和高核电路径下较高。生物质发电由于受到成本和原料利用方式的限制，难以成为关键减排技术。从储能需求来看，2030年后各路径下都处于非常接近的高水平。区域输电需求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提前减排路径下和延后减排路径下，提前减排路径下区域输电需求一直处于高水平，而延后减排路径下区域输电需求呈现前低后高的特点。


  
  表5-15　2℃情景下不同减排路径的技术需求 （单位：吉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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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情景下的电力投资需求


  1.电力投资[2]


  随着碳减排力度的加大，电力部门的新增投资将大幅上升。与政策情景相比，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18—2050年电力行业新增投资（只包含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将分别增加12%、31%和90%（见图5-11）。从新增投资规模来看，在2℃情景与1.5℃情景下，2018—2050年分别达到34.93万亿元和50.79万亿元，年均新增投资规模分别为10585亿元和15391亿元，约为2018年电力工程建设完成投资（8094亿元）的1.3倍和1.9倍。考虑到2018年电力行业属于高投资水平，所以实现2℃情景与1.5℃情景，需要维持超过30年的高水平电力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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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1　不同情景下电力碳排放总量与总投资的关系

  


  在2℃情景下，不同路径的投资差别并不显著，投资最高路径（提前减排路径）和投资最低路径（高核电路径）的差别为2万亿元，占提前减排路径总投资的6%。提前减排路径下的总投资最高，为35.8万亿元；高水电路径下的总投资为34.8万亿元；延后减排路径下的总投资为34.5万亿元；高核电路径下的总投资最低，为33.8万亿元。该计算结果表明，通过不同路径实现2℃情景，总投资规模是比较接近的。此外，提前减排路径下的总投资比延后减排路径下高出1.3万亿元，考虑到这是33年的加总投资，这一差距并不大。因此，从新增投资上来看，提前部署2℃情景减排行动是可以接受的。


  从边际减排成本来看，随着减排力度的增加，边际减排成本呈显著增加趋势，1.5℃情景下的边际减排成本是2℃情景下的2.7倍。与2℃情景相比，1.5℃情景下行业累计碳排放量继续减少184亿吨，需新增加投资15.96万亿元，边际减排成本为862元/吨二氧化碳。2℃情景比强化政策情景行业累计碳排放量减少了155亿吨，需新增加投资5.02万亿元，减排成本为324元/吨二氧化碳。与政策情景相比，强化政策情景下的边际减排成本为272元/吨二氧化碳（见表5-16）。


  
  表5-16　电力行业累计排放量和总成本（2018—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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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新增建设投资均为当期值。


  从新增投资的构成来看，从政策情景到1.5℃情景，随着减排力度的增加，主要的投资增加领域为风电、光伏发电、电网建设、储能、煤电CCS和BECCS，1.5℃情景下这几类投资均显著增加（见图5-12a）。此外，随着减排力度的增加，煤电投资也逐渐减少。在2℃情景下，尽管不同路径下总投资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投资分布略有一些差别（见图5-12b）。在提前减排路径下，煤电的新增投资高于其他情景，煤电CCS和BECCS的投资水平是最低的，增加显著的是风电投资和电网传输投资。综合来看，在提前减排路径下，煤电的空间最大，对CCS技术的依赖也最低；但是需要增加电网传输投资。与其他几种路径相比，延后减排路径并无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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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2　不同情景和路径下的电力投资构成

  


  图5-13是2018—2050年电力投资的年度变化。从中可以看到，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下的年度投资呈增加趋势；1.5℃情景下的电力投资在2046年达到峰值，之后略有下降。从年度投资总量来看，政策情景下2050年投资额为2018年的14倍，强化政策情景下为15倍，2℃情景下为19倍，1.5℃情景下为24倍。此外，2℃情景下虽然各路径的总投资较为接近，但是年际投资有差别，其中差别较大的是提前减排路径和延后减排路径。提前减排路径下的年度投资呈现“前高后低”的特点，2023—2038年的年度投资水平高于其他路径，其余年份投资水平和其他路径较为接近。延后减排路径下的年度投资呈现“前低后高”的特点，2034年前的年度投资水平较低，2039年后显著高于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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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3　各情景下2018—2050年年度投资需求变化

  


  2.煤电搁浅成本


  在能源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煤电资产的搁浅成为各方都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章中把煤电资产搁浅成本定义为煤电在未达预期使用寿命提前退役时的固定资产残值。


  各情景下的煤电资产搁浅成本差异很大（见图5-14）。1.5℃情景下的煤电资产搁浅总成本达到6551亿元，政策情景下仅为11亿元，而强化政策情景下也只有26亿元。2℃情景下各路径的煤电资产搁浅成本差异较大，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提前减排路径和延后减排路径：提前减排路径下煤电资产搁浅成本最低，为373亿元；而延后减排路径下煤电资产搁浅成本最高，为1583亿元；高水电路径和高核电路径下的煤电资产搁浅成本很接近。


  图5-15展示了各情景和路径下的煤电资产搁浅成本的年际变化。总的来看，在1.5℃情景下，煤电资产搁浅成本集中于2031—2046年，尤其是在2032—2043年呈最高水平。在2℃情景下，提前减排路径下的煤电资产搁浅年际分布较为分散，其余路径下煤电资产搁浅高峰期出现在2042年后，而延后减排路径下的煤电资产高峰期延续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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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4　2018—2050年煤电搁浅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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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5　2018—2050年煤电资产搁浅成本年际变化

  


  综合来看，2℃情景下的延后减排路径虽然总投资较低，前期投资水平也较低，但是煤电资产搁浅成本高，且将投资压力和煤电资产搁浅压力集中于2040年之后，后期减排压力更大。而提前减排路径下的总投资较高（高出投资最低路径6%），但是煤电资产搁浅成本最低，且对CCS技术依赖水平低。从相关利益方的意愿来看，在提前减排路径下容易取得共识。从低碳技术布局来看，中国已具有相关技术基础，提前减排路径可以为这些技术提供更明朗的政策预期和市场，容易在国际中取得比较优势。从国内大气污染情况来看，提前减排路径对大气污染治理也具有更强的协同效益，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此外，考虑到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提前减排路径也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下的电网运行挑战与解决方案


  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下，由于具有强不确定性与波动性的风能和太阳能将从次要能源转变为主要能源，成为电力供应的主要支柱电源，电力系统的运行平衡机制以及统筹规划机制将出现质变，亟须解决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其一，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中国即将步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集群并网、高渗透率分散接入并重的高比例发展阶段，电力系统形态将发生巨大变化。在源端强波动性、随机性与荷端大量含源负荷的共同作用下，输配电网络的规划与运行特征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必须解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下应对源—荷强不确定性的电力系统灵活性稀缺和输配电网构建问题。其二，电力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并网、电能传输和负荷接入，使源—网—荷都将呈现高度电力电子化的趋势。电力电子装备具有低惯性、弱抗扰性和多时间尺度响应特性，导致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分析理论和优化运行方法将出现根本性变化。必须解决源—网—荷高度电力电子化条件下电力系统多时间尺度耦合的稳定机理与优化运行问题。


  图5-16总结了不同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阶段，电力系统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技术解决方案。在可再生能源低比例接入时（可再生发电量占比0~10%），电力系统可通过调整现有运行方式实现可再生能源消纳。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比例的提高，电力系统逐渐面临严峻的运行挑战。为此，我们将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情形分为中比例接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10%~30%）、高比例接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30%~50%）、极高比例接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50%~100%）分别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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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6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挑战与技术解决方案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挑战可以分为超短期的稳定/暂态方面的挑战、短期的运行环节的挑战，以及中长期的规划环节的挑战。具体来说，从暂态特性上看，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不高时，风电、光伏发电的间歇性容易引起并网点电压跌落至允许的电压下限，从而造成无法正常并网发电。此外，风电通过串补交流输电模式并入电网可以提高输电能力，但同时串联补偿电路中的补偿电容与风电机组轴系的定子电感之间形成次同步谐振回路，可能带来次同步振荡问题，引起风机脱网或设备损坏，危及风电机组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因此，在可再生能源接入比例不高时，需要关注电网的电压穿越和次同步振荡问题。


  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时，系统调频和继电保护问题将凸显。一方面，系统中的灵活调节电源（如燃煤发电、燃气发电）可能不足以应对风电、光伏发电所引起的波动性，从而导致电网频率脱离正常运行区间。另一方面，由于风电、光伏发电等间歇性电源的结构和控制方式的特殊性，它们具有与同步机电源不同的故障特征，将会引起系统的继电保护问题。以风电为例，无论是双馈风机还是直驱风机，在故障过程中为保护变流器安全提供短路电流的能力有限，而低电压穿越等故障暂态控制使得风电机组等效阻抗随时间变化，最终造成正序负序阻抗相差较大，并且在某些故障类型下表现出电流频率偏移特征。风电、光伏发电上述有别于同步发电机系统的故障特征，使得目前的继电保护原理可能存在适应性问题，即存在误动或拒动可能性。


  当实现极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并网时，系统中的火电等同步机组容量占比很小，惯量支撑不足，电力系统将变成低惯性或者无惯性系统，稳定性挑战十分严峻，稳定机理也将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通过电力电子变换装置接入电网；另一方面，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直流配电技术、负荷侧电力电子装置也在不断涌现。源—网—荷不同环节的电力电子元件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特性不一，导致电力系统的暂态特性难以用现有的经典理论解释与分析。


  从运行环节来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的提升，将带来注入备用充裕度、系统调峰、运行场景多样化、爬坡资源稀缺性等问题。以运行场景为例，在较少可再生能源并网时，由于负荷变化相对有规律，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相对固定。例如在做电力系统规划时，只需要选取不同季节的典型负荷曲线，而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中，由于在源端和荷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电力系统的“边界条件”将更加多样化，未来的电网结构形态需要具有更大的“可行域”以满足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尤其是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50%时，有可能导致可再生能源的瞬时出力大于负荷，配电网将会发生潮流反转，导致双向潮流甚至是极端潮流，可能产生严重的过电压问题。另外，发电量占比太高时，可再生能源电力过剩问题将变得显著。


  从规划环节来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不高时，间歇性电源对电力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灵活性资源稀缺和系统调峰能力不足，需要将爬坡和调峰能力等约束引入规划决策过程；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30%时，则需要关注输电线路阻塞、电力系统容量充裕度不足的问题；当达到极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时，配电网阻塞和季节性不平衡问题将十分突出。


  为了应对可再生能源并网带来的上述挑战，电力系统中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手段，这些技术手段带来的成本不一而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不高时，可以采取可再生能源出力精准预测、火电灵活性改造、灵活调度等成本相对较低的技术手段，重点解决电网中可能存在的爬坡能力不足、调峰备用等问题。同时，可辅以灵活性发电、抽水蓄能、区域间网络互联、弃风弃光、生物质发电等技术，这些技术需要付出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可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30%时，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对电网的规划、运行影响较大，使得运行方式变得比较复杂，因此可以采取基于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系统，借助成本较低的储气、储热、蓄冷等储能设备来平抑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当上述技术不能满足需求时，可进一步考虑需求侧响应和光热发电等新型技术，或者建设新型的电力储能装置，比如压缩空气储能、液流电池储能、超级电容储能等，这些技术目前仍处于示范阶段，离规模化应用还有差距，因此实施成本相对高昂。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50%时，系统惯性不足、季节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使得上述技术手段难以为继。鉴于此，一方面，可采取虚拟同步发电技术等措施增强系统的同步惯量，提高系统的稳定能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季节性储能（如季节性储热、蓄冷）等技术实现季节性的能量转移，或者可配备能源路由器或电转气装置等成本较高的设备，以解决季节性不平衡的问题。


  综上所述，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比例的提高，电力系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需要考虑多种技术组合，以较经济的方式应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入，促进电力低碳转型。


  
    [1]本章研究中设置煤电机组寿命为30年，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投资年度报告2018》中设置煤电机组寿命为40年。

  


  
    [2]本章讨论的电力投资中电网投资部分只包括跨区域电网投资，不包含配电网投资。

  


  政策建议


  1.电力行业应尽快采取深度减排行动


  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当前的政策实施力度（政策情景）以及实现全部现有能源和电力领域中长期政策目标并加强2030年前政策力度的情况下（强化政策情景），仍无法实现电力行业2℃情景下的深度脱碳和1.5℃情景下的零碳目标。若2030年后再采取深度减排行动，从行业碳排放轨迹可以看出，在2℃情景下从2038年开始年度减排量骤然增加，而在1.5℃情景下从2030年开始就需要实现碳排放的迅速下降，短期内这样大的排放量减幅对产业、技术、市场、政策都是巨大的挑战。因此，应该尽早制定并开展针对2℃温升控制目标的政策措施，并且尽早研究和理解1.5℃温升控制目标下的要求和可能的影响。


  综合来看，在2℃情景下，延后减排路径虽然总投资较低，前期投资水平也较低，但是煤电资产搁浅成本高，且将投资压力和煤电资产搁浅压力集中于2040年之后，后期的减排压力更大。而提前减排路径的总投资较高（高出投资最低路径6%），但是煤电资产搁浅成本最低，同时节省了大量的燃料费用和运行维护费用。除了本章研究中计算的煤电资产搁浅成本，提前减排行动也可以减少由大量煤电提前退役带来的煤电产业及上游煤矿产业失业问题等社会成本。此外，提前减排路径由于为远期碳排放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且远期对于CCS技术的需求有所降低，因此可以降低CCS技术发展不及预期或者二氧化碳埋存利用受限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相关利益方的意愿来看，由于为化石能源留出了较多的生存空间和转型时间，提前减排路径容易取得包括化石能源企业在内的共识。从低碳技术布局来看，中国已具有相关技术基础，提前减排路径可以为这些技术提供更明朗的政策预期和市场，从而在国际中取得比较优势。从国内大气污染情况来看，提前减排路径对大气污染治理也具有更强的协同效益，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此外，考虑到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提前减排路径也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加大核电和水电的开发力度，都可以降低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的总投资成本，但核电的发展需要考虑安全性问题和核电厂选址问题。考虑到剩余水电资源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和西藏诸河，都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且少数河流是国际河流，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国际政治因素和生态环境因素。


  2.严格控制新增煤电机组，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与速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各地扩内需、稳增长的措施中出现了一些停建缓建的煤电项目重新得到核准、煤炭消费预期反弹的现象，因此建议“十四五”时期要严格控制新增煤电项目，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未来绝大部分新增电力需求，在新基建中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解决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瓶颈和挑战。此外，从长远来看，煤电装机容量必然会减少，因此新上煤电机组应当非常慎重。除了原则上不再新增煤电装机以避免造成浪费，还需要考虑实现煤电功能和运行方式的转变，例如，通过提高灵活性调峰能力和提供辅助服务功能，适应和服务于可再生能源高比例接入的情形，充分利用存量煤电的价值。总之，煤电机组利用率大幅下降会导致前期投入的大量社会资源和投资无法收回，因此需要建立存量煤电机组容量成本回收机制，以妥善应对煤电机组转型问题。


  从远期来看，应建立措施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研究表明，中国电力行业脱碳依赖于非化石能源电力的发展，远期更加依赖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实现深度脱碳。尤其在1.5℃情景下，在充分考虑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已经接近其资源的经济可开发量上限。在2℃情景下，风电装机规模在2020—203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39吉瓦，2030—205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87吉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在2020—203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29吉瓦，2030—205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84吉瓦。在1.5℃情景下，风电装机规模在2020—203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96吉瓦，2030—205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81吉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在2020—203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41吉瓦，2030—2050年应维持每年不低于100吉瓦。


  3.积极发展储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强跨区域电力交换通道建设，继续推进电力市场改革


  随着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提高，电力系统需要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来满足逐时的电力调峰需求。在2030年前，依靠火电灵活性改造进行调峰和电网互联互济足够支撑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消纳；在2030年后，随着碳排放加速以及可再生能源份额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可以提供部分灵活性的煤电装机逐渐下降，需要新建储能机组来保证消纳，尤其是在内蒙古、新疆、山东和西北地区。2030年跨区域电力交换功率总容量需要达到当前的2~3倍，2050年跨区域电力交换功率总容量达到当前的3~7倍。此外，2℃情景和1.5℃情景下将大规模应用储能技术，到2050年，上述情景所需的储能装机容量规模分别是政策情景的2倍和2.4倍。


  因此，需要积极部署储能技术的研发、示范和应用，建立绿色融资手段，为大规模的跨区域电力交换通道建设提供资金。未来的电力行业深度脱碳从政策上取决于电力市场机制建设，需要继续推进电力市场改革，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


  4.部署电网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组合保障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


  相比于常规火电等灵活电源，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季节不平衡特性对电网运行的影响较大。随着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比例的增加，电网运行逐渐呈现电力电量平衡概率化、运行方式多样化、灵活性资源稀缺化、稳定机理复杂化等特征。电网运行的挑战加剧，需要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来保证电网的正常运行。


  当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低于50%时，电网的运行需要增加灵活性资源以平抑可再生能源分钟级到小时级的波动性以及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增加调峰调频以及备用容量，主要的技术手段包括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引入需求侧响应、建设综合能源系统、建设跨区输电、建设光热发电技术以及电储能。这些技术手段中的每一个单一手段都无法完全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需要通过合理的配置形成“合力”，技术的最优组合取决于电源电网结构以及各类型技术的成熟度和经济性。


  当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高于50%时（本章研究中2℃情景和1.5℃情景下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占比可高达56%~60%），电力系统消纳可再生能源将出现新的问题，主要包括同步转动惯量不足、频率稳定性问题凸显，可再生能源会在较多时段出现高于电力负荷的情况，可再生能源出力与负荷需求季节不平衡性凸显。电网的运行需要考虑加强系统同步旋转惯量、消纳部分时段多余可再生能源并缓解季节性不平衡性。前者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上引入虚拟同步技术，后者需要季节性储能技术。这两种技术目前尚处于研发或示范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和投资力度，通过技术、政策、市场等多种手段促进技术的成熟度和成本的降低，为规模化应用做好准备。


  5.研发和应用示范CCS技术，加强地质勘探


  研究结果表明，2℃情景和1.5℃情景均需要大规模使用CCS技术。CCS技术的引入增强了系统电源的灵活性，而且可以替代一部分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对保证未来电网的正常运行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当前CCS技术还处在应用示范阶段，尚未开展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应积极探明哪些地块可以作为大规模存储区域，为该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做好准备。


  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不使用CCS技术和BECCS技术，只使用可再生能源（极限可再生能源路径）的情况下，无法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即基于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判断，在没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的情况下，电力行业无法实现1.5℃零碳路径转型。因此，应该将CCS技术作为重大技术，积极开展研发和应用示范，为大规模应用做好准备。


  6.完善绿色投融资机制，支持电力行业深度脱碳


  随着碳减排力度的加大，电力部门的新增投资将大幅上升，年均新增投资规模也将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投融资机制，以绿色金融支持中国低碳转型。在2℃情景和1.5℃情景下，2018—2050年电力行业新增投资比政策情景分别增加31%和90%。1.5℃情景下每吨二氧化碳的平均减排成本是2℃情景下的2.67倍。在2℃情景与1.5℃情景下，年均新增投资规模分别为10585亿元和15391亿元，约为2018年电力工程建设完成投资（8094亿元）的1.3倍和1.9倍。


  系统消纳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也将逐步增加，在1.5℃情景下，各种电网技术手段的应用将使总成本大幅上升。当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较低时，通过火电灵活性改造、需求响应等成本较低的技术手段就能有效地消纳可再生能源；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进一步提高，跨区输电、电池储能、虚拟同步技术等成本高昂的技术就成为必要选择。特别是在1.5℃情景下，电网运行面临极大挑战，在发电侧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同时，需要大规模应用各类技术手段来保证电网的稳定可靠运行，例如跨区输电、储能技术、光热发电技术、虚拟同步技术等；此外，还需要考虑电网侧各类技术的配置及应用成本，对应的系统总成本将大幅上升。考虑到未来持续多年的高投资规模，完善绿色投融资机制对于电力行业深度脱碳至关重要。


  7.电力行业需深入研究1.5℃情景下零碳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电力行业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目标仍然存在许多技术、经济方面的挑战，社会代价较高，在政策上也需要做出艰难抉择。1.5℃情景下每吨二氧化碳的平均减排成本是2℃情景下的2.67倍。2018—2050年电力行业的年均新增投资规模为15391亿元，比2℃情景下高出45%，电力行业新增投资需要长期维持在很高的投资水平。在1.5℃情景下，各种电网技术手段的应用将使总成本大幅上升，目前还无法准确估算这部分的成本。此外，该情景下大量的煤电机组需要提前退役，将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投资浪费。


  在1.5℃情景下，最重大的技术挑战发生在电网侧。由于高比例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接入，电力系统的运行平衡机制以及统筹规划机制将出现质变，需要着力解决应对源—荷强不确定性的电力系统灵活性稀缺和输配电网构建问题，以及源—网—荷高度电力电子化条件下电力系统多时间尺度耦合的稳定机理与优化运行问题。这需要大规模应用各类技术手段保证电网的稳定可靠运行，而1.5℃情景也使很多尚在研发的技术规模应用的时间大幅提前。


  对电力行业而言，1.5℃情景也对各类政策的协调提出了严峻挑战，不仅要考虑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政策的协调，电力系统的源—网—荷在规划、运行、调度方面的协调，也要综合考虑供电和供热的协调，还需要协调多个领域内的政策，包括绿色金融、财税（碳定价）、科技（重大技术部署）、消费等。此外，该情景下也需要进行政策上的艰难抉择，例如煤电机组的大规模提前退役将引发煤电产业、煤电装备制造业、煤炭采掘业整个行业的生产和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1.5℃情景的研究，并提前做出重大技术研发部署。


  第六章 节能提效：潜力、路径和成本效益分析


  节能提效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无悔选择，是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负荷的重要支撑。中国中长期能源需求刚性增长压力大，如果延续传统发展模式，那么资源保障、生态环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都将难以承受。中国需要开拓以更高能效保障现代化和实现低碳发展目标的创新发展路径，这是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担当。


  研究表明，中国在重塑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研发推广先进节能技术装备产品、转变终端消费模式、推进能源供需系统一体化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节能潜力。经过政策努力，中国可以在到2050年能源需求少增或不增的情况下，实现新的“分两步走”战略目标。要实现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中国需长期保持较快的能效改善速度，从挖掘技术节能潜力，转变到合理引导需求、调整优化结构、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并重方向，整合推进终端部门节能提效和“再电气化”发展，整合推进能源技术变革与新材料、信息化、智能化等协同创新，推动先进技术与绿色消费理念、行为模式转变等深度融合。通过制定积极的、持续强化的节能约束性目标，完善现代化的节能治理体系，引导重构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模式，推动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引领全球能源效率革命和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的节能进展与挑战


  中国节能提效的成效进展


  中国的节能进展成效居于全球前列，对促进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05—2017年，中国累计节能量占全球总节能量的48.9%，是同时期全世界节能贡献最大的国家。2005—2018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5%支持GDP年均增长8.9%，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41.4%；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中国相当于减少能源消费21.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45亿吨，对从源头上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发挥了重要贡献作用。目前，中国已提前两年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碳强度降低上限目标，其中节能提效的贡献率达87%。


  节能提效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培育绿色增长动能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等，中国高耗能行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能效水平达到世界先进。目前，中国已处在全球能效技术开发创新的前沿，一些行业技术装备由主要依靠进口发展为世界领先水平，并且成为高附加值产品和先进技术装备出口国，自主能源科技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节能环保产业特别是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节能提效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2005—2018年，中国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426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1526万吨，减少粉尘555万吨。这也间接减少了能源开发、运输过程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从源头上遏制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节能提效不仅节约了生态环境末端治理的大量投资，而且通过培育壮大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为长期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中国节能提效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压力大，经济增长尚未摆脱资源能源型路径依赖，持续提升能效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人均能耗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不足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乡区域用能水平亦存在显著差距。传统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基础上，整体利用效率水平不高，节能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大量系统性能源浪费。如果延续传统发展模式，中国到2050年的能源消费量可能还要增长一倍，这从资源保障、生态环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角度看都难以承受。


  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中国有条件成为世界能源技术变革的创新高地，面临深化能源效率革命引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伴随人民群众对现代高效能源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超低能耗建筑、电动汽车、超高效家电等在中国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中国先进与落后产能大量并存，在节能技术创新、产业循环链接、能源供需一体化、智慧能源等领域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伴随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和体制优势，中国有望在全球能源消费革命和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长期节能潜力与目标分析


  研究思路与模型方法


  国内外理论和实践表明，节能提效潜力的实现既是发展阶段变迁、经济结构演变、技术创新进步等客观条件下产生的结果，也是社会目标导向、政策努力、体制机制变革、消费文化与模式等推动的结果。本章主要基于LEAP（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模型，采用情景分析、国家比较分析等方法，结合最佳实践案例研究、跨部门影响分析、成本经济性分析等，利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分析思路，综合考虑实现经济社会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任务要求、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因素，对中国能源需求及碳排放情景进行展望分析，重点剖析主要行业领域节能潜力空间，以及强化节能提效对实现长期低排放战略目标愿景的贡献。


  情景定义


  本研究主要考虑4个情景，分别是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


  政策情景主要从现有政策条件、现实发展趋势出发，描述在确保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目标的前提下，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导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的情景。


  强化政策情景主要从全面挖掘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社会可接受的节能提效潜力角度，围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任务，对强化节能和能源革命政策情景下中国能源和碳排放趋势进行展望分析。


  2℃情景主要从确保到21世纪末全球温升相比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发展目标的角度，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等原则，进一步强化国内政策努力，对中国能源和碳排放趋势进行展望分析。


  1.5℃情景在2℃情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减排努力，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接近零排放，结合各国减排责任分担等因素，对中国能源和碳排放趋势进行展望分析。


  节能提效对实现低碳发展目标的贡献


  中国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为实现强化政策和2℃情景目标，中国一次能源需求要在2030—2035年达到峰值。模型分析表明，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在2030—2035年出现峰值，峰值水平约为59.1亿吨标准煤，此后能源需求趋于饱和，到2050年缓慢降至57.5亿吨标准煤；在2℃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需求要在2030年达到峰值，峰值水平约为57.0亿吨标准煤，此后一次能源需求持续下降，到2050年降至约53.2亿吨标准煤；在1.5℃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需求要在2030年达到峰值，到2050年降至约48.1亿吨标准煤（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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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不同情景下中国能源需求发展展望

  


  为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中国要从挖掘技术节能潜力，转变到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和控制能耗总量并重方向。工业部门能源需求要在2025年前达峰，建筑、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也要尽早达峰。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工业能源需求要尽早达峰并持续降低，建筑、交通运输部门要在2035—2040年达到峰值。在2℃和1.5℃情景下，工业能源需求达峰后要实现显著下降，建筑、交通运输部门要在2030—2035年达到峰值，并且峰值水平要明显降低。图6-2给出了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能源需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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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2050年不同情景下重点领域能源需求展望

  


  要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中国需长期保持较快的能效改善速度，2015—2050年节能提效对实现减碳目标的贡献达78.7%~85.3%（见图6-3）。2010—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强度年均下降3.9%，是世界平均下降速度的2倍多。要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目标，中国需保持节能提效力度不放松。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中国需要确保持续当前能源强度下降趋势，2015—2050年能源强度降低约3.6%；在2℃和1.5℃情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强化节能提效力度，2015—2050年能源强度年均降低3.8%~4.1%。


  要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目标，需整合推进终端部门节能提效和“再电气化”发展。提高电气化率对终端部门节能提效有促进作用，并可以带来减碳放大效果。如图6-4所示，到2050年，在政策情景下，工业部门电气化率相比2015年将提高约9个百分点，建筑部门电气化率提高24个百分点，交通运输部门电气化率提高11个百分点；在2℃情景下，工业部门电气化率达到44%，建筑部门电气化率达到76%，交通运输部门电气化率达到33%；在1.5℃情景下，工业部门电气化率达到54%，建筑部门电气化率达到90%，交通运输部门电气化率达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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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不同情景下实现2050年低碳发展目标的贡献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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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2050年不同情景下终端部门电气化水平展望

  


  中国加快由技术“追赶者”向“引领者”转变，传统技术减排潜力相对收窄，合理引导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贡献不断上升。中国仍存在大量负成本、低成本节能降碳潜力，伴随技术进步、结构升级，今后的潜力可能更大。实践案例表明，在传统工业行业、现代制造业、低品位余热利用、超低能耗建筑、交通结构调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仍有大量负成本、低成本节能潜力。近期，中国节能潜力主要来自成熟节能技术推广、先进技术创新等方面，中长期在需求减量、系统结构优化、智能化发展等方面具有更大潜力。


  终端部门要实现深度减排目标，需要发展低碳或零碳工艺、技术和产品，推进能源技术变革与新材料、信息化、智能化等协同创新，推动先进技术与绿色消费理念、行为模式转变等深度融合。工业部门近中期的节能低碳技术发展要与污染物减排、节水等技术加强协同，而中长期的节能低碳技术发展要与材料技术、先进制造、信息化等融合创新。交通运输部门的深度减排需要整合推进交通强国建设与能源革命，加快交通运输网络、分布式能源网络、信息网络融合提升，系统挖掘高效化、电气化、智能化等潜力。建筑部门的减排潜力主要来自提高建筑本体性能、提升设备效率、合理控制建筑面积规模、利用清洁低碳能源等，重点是实现先进技术与合理消费模式相耦合。


  实现低碳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引导投资方向调整和加快社会发展转型。要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和持续大幅降低，不能仅靠降低高耗能产业规模，还需引导各行业领域加快优化投资方向和内容，由单项节能技术进步到生产方式、用能模式、工艺路线和产品质量系统重塑，在产业能效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地位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需引导社会发展理念、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探索以明显较低的人均能耗支撑实现现代化，以低碳能源为主支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创新道路。


  工业部门节能提效


  工业部门节能提效的潜力分析展望


  随着中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工业部门用能总量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中国正面临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挑战，也具备以节能低碳、信息技术、智能化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潜力。2014—2017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下降了150万吨标准煤，工业部门的煤炭和焦炭消费总量及占比出现“双下降”。从总体上来看，工业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工业用能已进入高位平台，基本不存在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伴随新兴工业行业用能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布局建设一批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项目，工业用能还将持续增长，工业用能形态、方式和结构将出现深刻变革。


  通过强化结构升级、需求减量、技术提升，工业部门终端能源需求将在2025年前达到峰值，并在中长期持续降低。如图6-5所示，在政策情景下，202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峰值为23.9亿吨标准煤，比2015年增加3.3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降至21.3亿吨标准煤，下降约11%；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2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峰值为23.3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降至17.7亿吨标准煤，下降约24%；在2℃情景下，202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峰值为23.2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降至15.1亿吨标准煤，下降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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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不同情景下工业部门终端能源需求展望

  


  节能提效对推动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尽早达峰、持续降低能耗及碳排放量等具有重要作用，并且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都有巨大的节能潜力。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通过节能提效，2035年与2015年相比可实现超过2亿吨标准煤节能量，其中高耗能行业节能占总节能量的75%；2050年比2035年可实现接近2.7亿吨标准煤节能量，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各占50%。同时，节能提效对于实现工业深度减碳意义重大。2035年，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节能提效将贡献近40%的碳减排潜力；2050年，从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节能提效将贡献24%的碳减排潜力。


  工业部门节能提效的具体路径


  为实现工业部门低碳发展目标，要从结构转型与需求减量、工艺革新与循环经济、技术进步与管理提升、电气化与用能结构调整等多方面挖掘节能减碳潜力。


  一是发展高质量现代制造业和服务型经济，优化工业部门内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挖掘结构节能潜力。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依赖。优化进出口贸易模式和商品结构，减少高载能、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由当前的“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降低出口商品携带的“隐含能源”。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及技术交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构建全球供应链。


  二是转变传统高碳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和使用寿命，研发低碳或零碳技术工艺或产品。杜绝大拆大建等浪费现象，提高材料强度和质量，从源头上减少高耗能产品需求。推进资源综合利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原生资源路线的工业产品产量。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对产业发展、产业链构建和生产力布局进行重新设计，对物质流、能源流进行系统优化。从“建链、补链、强链”入手，实施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提高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设循环经济网络体系，构建产业链共生、企业间耦合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三是普及先进节能技术和设备，持续挖掘工业部门节能减排潜力，提升工业智慧用能水平。以“技术可行、经济合理”为原则，推动节能减碳技术设备的普及。选择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建设一批复合型工厂，在生产主产品的同时，高值化利用工艺副产品。提升企业用能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挖掘智慧用能和“大数据”节能潜力。


  四是提高工业部门电气化水平，利用低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鼓励利用热泵技术满足工业低温热力需求，推进“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减少工业散煤利用。提升工业电气化水平，因地制宜利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替代煤炭。发挥绿色氢能作为低碳原料和绿色能源的“双重属性”，扩大氢能、生物质能在石化、化工、钢铁等工业行业的应用。


  工业部门节能提效的成本效益分析


  工业部门实现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所需的增量投资分别为3937亿元、22708亿元和45176亿元（不考虑结构升级和需求减量，见图6-6）。分路径来看，先进工艺应用和低碳能源替代是增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这两个路径也将创造大部分节能减排效果。节能提效的增量投资为负数，这一方面是由于能效提升潜力递减，难以在这一领域拉动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是由于需求减量途径大幅压缩了高耗能产品产能，尽管单位产能所需投资增加，但总投资仍然出现下降。


  从分行业投资情况来看，钢铁、水泥、化工和石化这4个高耗能行业是节能投资的主要来源。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四大高耗能行业增量投资占比分别为24.1%、7.6%、19.1%和22.1%；在2℃情景下，四大高耗能行业增量投资占比分别为39.2%、4.5%、19.4%和24.2%；在1.5℃情景下，四大高耗能行业增量投资占比分别为29.8%、5.3%、20.4%和22.6%。其中，钢铁行业主要增量投资来自以氢能炼钢技术为代表的先进工艺应用；水泥行业主要增量投资来自以CCUS技术为代表的低碳能源替代；化工行业主要增量投资来自以“绿氢替代灰氢”为主的低碳能源替代；石化行业主要增量投资来自轻烃制烯烃等先进工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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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分途径不同情景下增量投资情况

  


  建筑部门节能提效


  建筑部门节能提效的潜力分析展望


  中国建筑部门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大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2000—2017年，中国建筑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从2.0亿吨标准煤增长到6.3亿吨标准煤，增长了2倍多。2017年，建筑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重约为19.3%。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人均建筑能耗强度、单位面积建筑能耗强度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建筑规模将继续增长，建筑服务水平持续升级，建筑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将进一步攀升。从近中期来看，伴随建筑节能理念的发展和建筑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清洁取暖工作的深入推进，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将持续提高，建筑部门用能结构不断优化，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建筑部门能耗和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从中长期来看，伴随建筑能源服务日趋普及、建筑面积和用能需求逐步饱和，以及建筑能效水平持续提升和用能结构持续优化，建筑部门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有望达峰并有所下降。


  通过不断强化政策努力，建筑部门终端能源需求有望较早实现较低峰值，同时用能结构趋于无煤化、高电气化。如图6-7所示，在政策情景下，建筑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在2050年前没有峰值；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建筑部门终端能源需求在2040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约为9.4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降至8.1亿吨标准煤，下降约15%；在2℃情景下，建筑部门终端能源需求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峰值水平约为8.0亿吨，到2050年降至5.8亿吨标准煤，下降约28%。在各个情景下，建筑部门的用能结构都将持续优化。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2050年的煤炭消费占比将分别下降至4.3%、0.7%和0%，电气化率将分别提升至55.0%、65.8%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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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不同情景下建筑部门能源消费需求

  


  从近中期来看，节能提效对于抑制建筑部门能源需求过快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从中远期来看，节能提效有望实现建筑部门能源需求负增长。以强化政策情景为例，2015—2035年，建筑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呈持续较快增长趋势，其中，建筑面积增长带来的能耗增量为1.6亿吨标准煤，服务水平提升带来的能耗增量高达7.0亿吨标准煤；但通过节能提效，有望降低4.8亿吨标准煤的能源需求，由推广超低能耗建筑、普及高效用能系统和设备、优化终端用能结构、其他（如建筑工业化、智能化等）四类措施带来的节能量分别为1.2亿吨标准煤、1.3亿吨标准煤、1.8亿吨标准煤和0.5亿吨标准煤。2035—2050年，建筑面积增长和服务水平提升带来的能耗增量分别为0.7亿吨标准煤和1.5亿吨标准煤，但通过强化节能提效，有望降低3.6亿吨标准煤的能源需求，其中，由推广超低能耗建筑、普及高效用能系统和设备、优化终端用能结构、其他四类措施带来的节能量分别为1.2亿吨标准煤、1.5亿吨标准煤、0.6亿吨标准煤和0.3亿吨标准煤。


  建筑部门节能提效的具体路径


  推动建筑部门节能低碳发展，需要从引导建筑面积合理增长、推广超低能耗建筑、普及高效建筑用能设备和系统、优化建筑终端用能结构等方面挖掘节能降碳潜力。


  一是科学进行城乡规划，引导面积总量合理增长。合理设定人均建筑面积发展目标，尽早实施全国建筑面积总量控制，明确提出不同时期全国城镇建筑面积总量，力争2050年将全国建筑面积控制在860亿平方米以内，并在充分考虑地方实际的基础上，对不同省份提出差别化的建筑面积总量控制要求。推动发展紧凑型城市，积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合理配比不同功能建筑面积，开发融合居住、工作场所、生活服务场所、休闲娱乐场所于一体的综合社区。


  二是加强技术创新研发，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建筑。研究超低能耗建筑系统设计方法、施工和质量控制办法等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真空隔热板、双层Low-E（低辐射）玻璃、玻璃窗膜、可光控玻璃窗户、空气密封、光伏屋顶等先进围护结构部件或技术，研究开发高性能的绿色建材，推动优质建筑材料、高性能围护结构部件、高效用能设备等产业发展。普及一体化和被动式设计理念，出台一体化和被动式设计的技术指南，开发建筑能效综合评估工具，加强对超低能耗建筑施工人员的培训。


  三是持续提升标准，加快普及高效用能设备和系统。建立基于实际用能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制定更加细化可行的建筑能耗定额标准。抓紧出台国家层面的超低能耗建筑标准，以及配套的技术规范、施工工法等，并逐步强制推行。制修订各类建筑用能设备能效限额标准，扩大标准覆盖面。将标准更新纳入法制体系，明确更新周期，制定标准提升路线图、时间表。推行建筑用能设备能效“领跑者”制度，不断提高准入目标，促进设备能效提升。严格强制性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监管，加强对中、小城市实施情况的核查，逐步将农村地区纳入强制执行范围。


  四是依托市场化机制，推进电气化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完善峰谷电价、季节性电价、阶梯电价、调峰电价等电价政策，促进提升建筑用能电气化水平；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上网政策，鼓励就地发电并网，提高建筑光伏发电装机和可再生电源比重等；研究制定有利于推进工业余热供暖的热费结算机制等。加强农村电网、城镇天然气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建筑部门提高电气化水平、应用清洁能源创造条件。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及微网系统，鼓励可再生能源就地发电并网，开展主动式产能型建筑的试点、示范。


  建筑部门节能提效的成本效益分析


  与强化政策情景相比，建筑部门实现2℃情景的节能目标需要各类节能技术多投入约3.3万亿元。如果考虑建筑面积控制减少的房屋建造成本，则2℃情景可比强化政策情景减少约31万亿元资金投入。


  具体而言，建筑面积控制措施不增加任何技术或设备的应用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房屋建造、装修、维护以及室内设备购置等成本，粗略估算，仅房屋建筑成本即可节省约34万亿元，可以说是最经济的节能措施。同时，2℃情景下推广超低能耗建筑需比强化政策情景下多投入2.5万亿元，其中城镇居住建筑和农村居住建筑需分别多投入2.1万亿元和0.6万亿元，而公共建筑由于新建超低建筑面积大幅减少投入反而减少了0.2万亿元。这些增量投入中最大的部分来自改造超低能耗建筑，城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分别为1.6万亿元和1.7万亿元，合计3.3万亿元。此外，在2℃情景下，超高效设备和系统将实现80%的普及率，较强化政策情景下的普及率提高15个百分点，粗略估算需要增加投资约0.5万亿元；建筑部门终端用能结构也有进一步优化，主要考虑在能源价格变化的引导下，实现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在炊事、热水、采暖领域对其他能源品种的替代。由于替代技术和设备大多属于常规成熟类型，预计增量成本较少，粗略估计大约为0.3万亿元。


  在1.5℃情景下，建筑部门各类节能技术措施需要增加投资约33万亿元，是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增量投资的10倍。即便考虑建筑面积控制减少的房屋建造成本，仍需增加投资约31万亿元。具体而言，1.5℃情景下总建筑面积减少非常有限，节约的房屋建造成本约为1.8万亿元。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对实现1.5℃情景的贡献最为突出，同时增量成本也十分显著，约为31万亿元。在1.5℃情景下，超高效设备和系统普及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粗略估计需要增加投资约0.7万亿元；用能结构也较2℃情景有较多优化，粗略估计需要增加投资约1万亿元。


  交通运输部门节能提效


  交通运输部门节能提效的潜力分析展望


  中国交通运输部门的能耗和碳排放量一直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并且带来了能源安全、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挑战。2017年，中国交通运输部门能源消费为4.47亿吨标准煤，碳排放量为9.8亿吨二氧化碳，能耗和碳排放量占终端能耗的比重也逐年提升。近年来，通过运输结构优化、交通运输装备能效水平提升、燃料结构改善、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等领域的突破，交通运输部门能效水平不断提升。但总体来看，中国交通运输部门能耗占终端能耗的比重、人均交通用能、车辆保有量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巨大差距，货运强度偏高，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运输整体能源效率有待提升。


  通过不断强化政策努力，交通运输部门终端能源需求有望在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用能结构趋向去油化、电气化。在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没有出现峰值；在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在2035年达到峰值，强化政策情景下峰值水平为6.4亿吨标准煤，2℃情景下为5.8亿吨标准煤，随后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见图6-8）。交通运输部门用能的电气化趋势明显，石油占交通运输部门能源需求的比重不断下降。在政策情景下，电气化率从2015年的1%提升至2050年的6%，油品消费占终端能耗的比重从2015年的93%下降至2050年的76%。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电气化率提高更快，2050年会达到23%，油品消费占终端能耗的比重到2050年会下降到49%。在2℃情景下，电气化率到2050年为33%，油品消费占比到2050年会下降至27%，氢能会有较快的发展，占比到2050年将增长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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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8　不同情景下交通运输部门终端能源需求展望

  


  交通运输活动水平的增长会使能耗有大幅增加，节能降耗主要来自运输结构优化、燃料替代和交通工具效率改进。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15—2035年由中国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带来的节能降碳潜力较大，2035—2050年由燃料替代带来的节能减碳潜力较大。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需要在绿色协调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减少周转量、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相结合、运输结构优化、物流和车辆的优化管理、燃料替代和效率改进方面付出努力，2015—2035年的节能量为2.25亿吨标准煤。从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2035—2050年，通过铁路电气化、电动汽车、生物燃料、天然气替代等燃料替代，可以实现节能0.27亿吨标准煤，占全部节能量的30%，通过提高铁路、水运、公共交通占比等运输结构优化措施，可以实现节能0.29吨标准煤，占全部节能量的32%。


  交通运输部门节能提效的具体路径


  推动交通运输部门节能降碳，需要从降低周转量水平、运输结构转型优化、电气化和用能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燃油效率提升等方面挖掘节能减碳潜力。


  一是重构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减少不必要的交通运输需求。优化工业生产力布局，促进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减少货运周转量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增长与货物运输需求逐步脱钩。以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理念引领城市发展，引导各类型城市合理布局、协同发展，倡导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模式，坚持“公交优先”方针，积极发展在线办公、电子商务等，减少不必要的机动化出行需求。把充换电设施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交通转型与能源变革融合发展。


  二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建设以铁路和高铁为骨架的交通主干线。推进铁路系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建成完善的高铁和铁路的全国性网络，实现普通铁路的改造升级，使普通铁路有更多运力进行长途货运，释放铁路的运输潜力，提升运行效率。提高多式联运比重，构建铁路和水运长距离运输、公路短距离灵活机动运输的多式联运模式。


  三是加快普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促进交通燃料的多元化发展。加大电动汽车技术研发力度，在电池续航里程、使用寿命、可靠性、电网储能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完善补贴政策，加快普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出台基于车辆足迹的燃油经济性标准，鼓励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等替代油品，积极发展氢能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四是优化物流组织管理，形成高效智能的交通运输网络。构建基于大数据和信息化的物流平台，实现物流链和物联网的最优化、运输路程和空车回程路线的最小化，实现物流运输体系的最优化。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体系加快融合，推广ITS（智能交通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RFID（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提高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运行方式，支撑智慧城市和智慧中国发展。


  交通运输部门节能提效的成本效益分析


  挖掘交通运输部门节能提效潜力，需要调整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增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充换电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其中与节能减碳对应的投资难以准确界定。从具体节能途径措施来看，在“公转铁”方面，铁路货运总耗和单耗均远低于公路货运，未来随着油价上涨、铁路换装/接驳成本下降，铁路货运比价优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整体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在车辆燃油经济性提升方面，包括车身轻量化技术中碳纤维、铝、高强度钢、负荷材料等新材料的应用，发动机设计优化、车辆传动系统改进、智能启停、能量回收系统、空气动力学改进、摩擦阻力减少技术等，以重型货车燃油效率提升技术为例，在当前柴油价格下，多数技术是成本有效的，可在5年之内收回成本；在电动汽车方面，随着电池成本不断下降、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加上电动汽车保养费用更低等因素，预计“十四五”时期电动汽车综合成本经济性将超过传统燃油汽车；在氢能汽车方面，预计到2030年，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成本会降至目前的1/5，但仍会高于届时传统燃油车和电动汽车的成本。


  政策建议


  1.制定积极的持续强化节能约束性目标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明确提出中长期能源强度降低约束性目标，建议年均能源强度降低目标设定在3%~4%。根据节能降耗实际进展，推动分阶段进一步强化节能力度，确保与气候变化长期减排目标相一致。明确能源消费总量长期控制目标，重点是控制化石能源消耗，作为引导性目标进行分解落实，推动全社会树立“大节能”理念，依靠节能提效、增加低碳能源供给来满足合理需求。


  2.推动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把能源利用技术效率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尺和降低实体经济用能成本的主要途径，推动我国由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向能效领先国家跨越。以全球能效先进为标杆，全面推广能效领跑者行动，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电力等领域的能效赶超升级。转变发展绩效评价体系，把能源利用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纳入工业园区、城市、自贸区等发展绩效评价，以需求模式高效转变引领供给体系不断升级，减少大拆大建等系统性能源浪费，挖掘释放节能提效的经济“红利”。


  3.重构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模式


  打破区域、产业和企业边界，对交通、建筑、工厂、园区、城市等进行“一体化”设计或改造，促进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等与城市能源体系融合发展，从源头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和优化利用。加快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推动城乡空间和功能布局不断优化。以全面普及超低能耗建筑、公共交通、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体系为重点，推动城市能源环境服务普惠化、公平化、现代化。


  4.创新构建促进能源效率革命的治理体系


  明确节能提效全社会共同发展目标，统筹推进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与降低实体经济用能成本，把强化节能的提效法规、标准、政策落实作为弥补资源环境领域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完善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机制，把效率革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产业政策等各项规划政策，引导各级政府效率优先发展。在用能权、碳排放权、工业产能等交易体系中，把激励节能提效技术进步作为重要考量，催生并培育创新的节能技术、业态和商业模式。


  5.完善财税金融等经济激励政策


  加快推进化石能源财政补贴政策改革与现代财税制度建设，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能源补贴。制定科学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综合运用减免税、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等手段丰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财政资金激励方式，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给予必要且合理的扶持，在绿色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绿色产业基金等行业领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用等，构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公平市场体系。


  6.加强前沿关键节能技术研发示范


  加强对零碳建筑、电动汽车、可再生电力、高效设备产品、储能等的研发，提升全产业链自主创新水平和竞争力。加快发展智能电网，推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化技术加快发展，与各类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深度融合，构建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能源电力系统。推进能源技术变革与新材料、信息化、智能化等协同创新，把绿色低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绿色低碳国际竞争力。


  7.推动工业节能领先发展


  以全球领先水平为标杆，推动主要工业行业能效水平和技术竞争力不断提升。提升工业原材料质量性能，促进工业集约循环发展，实现钢铁、水泥等复合型工厂与城市发展融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先进制造业，促进传统产业能效水平、产业链价值大幅提升，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8.加快建筑用能方式转型


  全面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强化标准执行监管，尽早在新建建筑中全面普及。树立科学的城乡规划理念方法，强化城乡建设规划管理，引导新增建筑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完善电价形成机制、热费结算机制等，鼓励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分布式能源及微网系统。


  9.构建节能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以铁路为主的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为主体的城市布局基础。坚持节能汽车和电动汽车并重发展，不断提升技术效率水平，加强氢燃料汽车研发示范。推动电动汽车与电网、大数据等协同发展，构建智能低碳交通出行体系。


  10.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基础设施


  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鼓励重点区域和城市制定更积极的地方性法规。逐步提高各类产品的节能低碳标准，鼓励重点区域和城市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把绿色低碳基础设施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城乡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体系，健全城乡资源分类回收、循环利用基础设施。


  第七章 中长期减排技术：成本效益分析及发展路线图


  低碳战略需要在未来大规模应用若干关键减缓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环境等造成潜在影响，进而不利于低碳战略目标的实现。本章提出了技术成熟度、经济影响、局地环境影响、生态影响、人群健康影响和公众接受度6个维度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并对风电和光伏发电、CCS技术、生物质能、氢能和核能等国际比较公认的关键减缓技术进行了基于文献的综合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1）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有利于增强低碳技术发展路径规划的可操作性，促进协同实现碳减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2）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在中国的高比例发展会增加局部地区的生态风险，需要结合生态空间布局优化其发展路径。


  （3）负排放技术目前尚未成熟，难以达到低碳转型所需要的大规模应用的程度，且其大规模应用情景往往伴随着负面环境风险。


  （4）满足中国低碳发展战略所需的生物质发展规模将占用大量非边际土地和人为灌溉，需要关注由此带来的水—土地—粮食关联问题，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成本效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5）中国氢能市场潜力巨大，其环境效益具有较强的技术路径依赖特征，制氢技术的选择将显著影响氢能产业的环保性，中国氢能行业大规模发展的减排潜力取决于能否实现技术突破和快速降低成本。


  （6）核能技术是中国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核电发展仍需有力的政策支持。


  综合成本效益分析


  本章一方面对国内外中长期减排技术清单进行了梳理总结，发现无论是从中长期减排目标需求得到的技术战略需求，还是直接从技术发展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全球以及中国要实现气候减缓目标都必须依赖CCS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核能、终端的燃料转换等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指出了对关键技术展开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并以技术为核心，以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为出发点，提出了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6个主要评价维度，同时针对每个维度提出了定性或定量的衡量指标。


  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所需技术清单


  2015年，《巴黎协定》在2℃温升控制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1.5℃目标，使得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任务更加艰巨。要实现温升控制目标，减缓技术的开发与大规模应用至关重要。2015年，国际能源署在《能源技术展望2015》中列举出中国为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所需的技术（见图7-1），除终端用能效率提升和终端燃料转换外，可再生能源、CCS技术是重要的中长期减排技术[1]。


  本章研究进一步调研了一系列国内外研究报告，对中国及全球中长期减排技术做了列举分析（见图7-2），发现CCS技术、核能和氢能技术被公认为重要的中长期减排技术。此外，这些报告还展望了在建筑、交通、工业和储能等行业领域的诸多潜在的中长期减排技术。然而，已有研究和报告大都基于行业需求和技术经济分析来制定减排技术发展和部署路线图，对技术的环境生态影响等综合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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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中国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的核心技术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5[1]


  通过对上述报告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内外报告都关注新技术的研发以及降低已有减排技术的成本。相比之下，国内报告更侧重于技术细节和已有技术的改进推广，而国际报告则更关心一些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减排潜力（见图7-3）。总的来说，各研究报告识别出来的技术及技术类别，与由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温升目标反推出来的能够相对应，包括CCS、核能、生物质能、太阳辐射管理这样的负排放技术，以及在工业等传统领域提高能效的技术等。


  对关键技术开展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


  无论是从中长期减排目标反推出的技术战略需求，还是直接从技术发展出发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都十分相似，即全球以及中国要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都依赖于CCS技术、核能、可再生能源、终端的燃料转换等核心技术。事实上，中国在诸多行业也做了中长期规划，包括基于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去识别在经济上、技术成熟度上具有竞争力的一些中长期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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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国内外研究报告中关于中长期减排技术的举例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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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国内外研究报告中关于中长期减排技术的对比分析

  


  对新技术的需求或对已有技术的大规模部署应用，单从技术或传统技术经济的角度来看虽然可行，但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关注也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心的话题。IPCC报告[2]给出了从需求端、供给端和基于土地的减缓行为可能对17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除第13项应对气候变化外的影响，发现需求侧的减缓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多为正面影响，而供给侧的减缓则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增长与就业、生物多样性及社会接受程度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但很多的评估结果是空白的，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可能因地而异，或存在其他复杂的情况，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无法简单地用正面或负面进行评价。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对中长期减排的战略认识多是定性的判断，较多关注已有技术改进、系统优化、成本降低、普及推广，而较少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技术，较少进行定量分析技术的减排潜力，并且多是以技术经济成本评估为基础，而对它大规模应用之后的生态、环境、社会影响的评估缺乏由目标反推并且兼顾生态和社会影响的中长期技术战略和部署。


  为此，本章提出在结合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对中长期减排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此处的成本效益不同于传统技术经济中的财务分析（如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而是包括了社会成本（如导致失业、公众接受度降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等），同时效益则包括了促进就业、改善环境质量和健康效益等方面。希望通过本章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提高对减排技术在长时间尺度、大规模应用情况下的综合影响的认识。


  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六大方面


  本章以中长期减排技术为核心，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经济、环境、社会出发，提出了六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见图7-4）：经济层面包括基于传统技术经济成本的技术成熟度以及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即就业）；环境层面包括减排技术应用所在地的局地环境影响以及自然生态影响（如土地利用变化）；社会层面包括人群健康和公众接受度两个维度。在进行综合成本效益分析时，不同于传统技术经济中的财务分析（如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成本部分包括了生态破坏、局地环境污染、负面的健康影响以及经济社会成本（如导致失业和公众不愿接受）等，效益部分则包括了促进就业、改善局地环境质量和健康效益等方面。


  研究进一步对上述六个分析维度进行了定性描述，并提供了部分维度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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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中国中长期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成本与效益综合评估

  


  1.技术成熟度


  主要从传统技术经济角度考量技术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已经进入市场应用甚至大规模推广的技术，其成熟度主要基于其成本竞争力；对于尚未展开大规模应用的减缓技术，主要考察其所处发展阶段，比如不成熟的概念阶段和基础研究阶段，中试阶段、工业示范和商业应用阶段等。技术的传统经济成本可作为其成熟度的量化指标。


  2.就业影响


  指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净就业机会，即同时考虑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就业增加和对受到冲击的部门造成的就业损失。技术带来的净就业机会可作为其就业影响的量化指标。


  3.局地环境影响


  指技术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产生的影响，本章主要考察大气环境影响。一些技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能够替代传统的造成局地环境污染的技术，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另一些技术则可能带来新的局地环境污染。技术应用带来的局地环境污染排放的变化可作为其局地环境影响的量化指标。


  4.自然生态影响


  指技术对整体自然生态的影响，如大幅改变土地利用、威胁生物多样性等。自然生态影响的量化指标较为多元，如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变化、生物多样性等。


  5.人群健康影响


  技术的健康影响取决于其改变环境和生态质量的程度，以及人口密度和暴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进一步通过货币化方法对健康损害或收益进行价值评估，可以作为技术的人群健康影响的量化指标。


  6.公众接受度


  指公众对技术的了解程度、认可程度及接受程度。若公众对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可能造成在推行该技术过程中产生“邻避效益”，从而阻碍技术的推广应用。对公众进行的问卷调研结果可以作为技术的公众接受度的量化指标。


  本章主要针对风电和光伏发电、生物质能、CCS、氢能、核能等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并提供一些综合考量的评价结论，从而为中长期减排技术的综合评价提供参考。


  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本章以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中的光伏发电为例，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综合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技术成熟度、发电成本、就业等经济成本效益、局地环境影响及健康影响，并针对其自然生态影响进行重点分析。


  风电、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但仍存在技术障碍


  风能发电和光伏发电是相对较为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快速发展，总体规模迅速扩大，且成本大幅度下降。


  以目前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来看，2018年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已降至0.5~0.6元/千瓦时，略高于煤电与核电（见图7-5），风电、光伏发电大范围推广及无补贴平价上网将在近期实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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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5　各发电技术标杆上网电价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2019[3]


  如果进一步考虑学习曲线的效应，根据历史数据可以得出，随着装机容量的增长、时间的推移，成本会大幅度下降。通过学习曲线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装机容量每翻一倍，成本将下降20%，未来装机容量若大幅度上升，成本会进一步下降。若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成本与发电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到2025年前后光伏发电成本能够下降0.3~0.4元/千瓦时，与煤电的成本接近。


  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面临着并网稳定性等技术层面的障碍和跨区域输配电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例如，可再生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错位，无法就地消纳，需要大规模跨省或跨区域输电；输电线路建设成本高，建设周期长，电网公司建设投资外送通道意愿不足；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于电源建设；等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带来大量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


  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就业方面具有促进作用。蔡闻佳等研究发现，决策者需警惕“结构性失业”的发生，即新能源技术的推广会加剧当前劳动力需求市场的性别失衡，也会大大增加对高素质就业人群的需求，这与当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市场不相匹配（见图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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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6　电力行业减排10%情景下的结构性就业影响

  


  资料来源：CAI, et al., 2014[4]


  母亚乾等基于中国混合排放与就业研究（CHEER）模型，将就业影响进一步分解为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引致影响三部分[5]。总体而言，无论发电量扩张的幅度如何，引致效应都将对就业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且随着扩张幅度的加大，引致效应导致的就业损失也将明显增加（见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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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7　光伏发电和风电扩张的引致就业影响

  


  资料来源：MU, et al., 2018[5]


  以风电为例，无论是在投资建设阶段还是在运行维护阶段，受间接就业影响最大的行业都是服务业，约占间接就业影响的33.3%。这一比例远高于服务业在风电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图7-8所示为风电、光伏发电在不同阶段给不同部门带来的就业影响。


  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健康效益显著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考虑煤电带来的健康损失等外部性，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健康效益显著上升。有研究发现，风电和太阳能技术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能够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带来健康协同效益；风能和太阳能每多发1千瓦时电的健康效益为0.35~0.69元（见图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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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8　风电、光伏发电在不同阶段给不同部门带来的就业影响

  


  资料来源：MU, et al.,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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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9　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技术的健康效益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2019[3]；CAO, et al., 2019[6]


  蔡闻佳等通过中国省级电力优化模型及综合环境影响评估（见图7-10），发现中国电力部门实现碳强度目标可实现显著的健康协同效益：到2030年，电力部门二至六成的减排成本能够被健康效益抵消；到2050年，健康协同效益将增长到减排成本的3~9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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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0　中国省级电力优化模型及综合环境影响评估

  


  资料来源：CAI et, al.，2018[7]


  现有风电、光伏发电的空间布局对生态环境考虑不足


  传统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潜力评价缺乏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的综合考虑，对大规模应用的发展潜力采用线性外推的方式，往往导致过于乐观的估计。有研究运用DbD景观尺度的分析方法（见图7-11），对中国已有的集中式风能/光伏发电项目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性进行了评估，并对近中期生态友好的集中式风能/光伏发电发展空间布局进行了规划和建议[8]。


  对现有的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评估结果显示，现有集中式风能发电项目的建设基本遵循了生态保护的宗旨。71%的项目位于低风险发展区的范围之内，但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部分项目位于高风险开发区，甚至是发展规避区。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的风电项目在生态平衡方面表现较好，西北和东北地区表现较差。现有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也基本遵循了生态保护的宗旨。85%的项目位于低风险开发区范围之内，但西北的部分项目位于高风险开发区，甚至是发展规避区。总体来说，除了西北地区，其他地区的光伏项目在生态平衡方面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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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1　生态友好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布局项目的技术流程

  


  资料来源：大自然保护协会，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18[8]


  该研究在生态安全区域考虑了实现2030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目标的可行性（见图7-12）。从全国总目标量来看，203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在低风险发展区内可以实现，然而部分省份存在较大的目标缺口。开展综合成本效益评估后可以对适宜风电、光伏发展区域以及制定详细目标提供调整建议：一是省际调配，即对于缺口较大的地区，可以从邻近地区的低风险发展区调入风电/光伏电力；二是省内布局调整，即调整项目地理位置，避开生态高风险区，尽量在低风险发展区内进行规划。


  本章进一步探讨了2050年深度减排目标下风电、光伏发电的需求量与潜力的对比情况（见图7-13）。从全国总目标量来看，深度减排目标[9]下2050年的风电、光伏发电需求量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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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2　2030年高比例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目标与生态风险区容量潜力

  


  资料来源：大自然保护协会，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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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3　深度减排目标下各省2050年风电、光伏发电需求量与各类生态区容量潜力

  


  资料来源：大自然保护协会，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18[8]；TENG, et al., 2015[9]


  生物质能


  本章将生物质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成本效益分析，对其技术成熟度及发电成本、局地环境影响及健康影响进行整体评估；针对甜高粱这一能源作物对水资源和土地利用方面的生态影响进行重点分析；对中国未来生物质能源的资源潜力和减排潜力进行模拟评估；以煤电厂掺烧的生物质掺烧改造为例，评估发展生物质在不同机组中的分布。


  生物质发电目前经济成本较高


  本章首先考察生物质能的经济成本，在目前相对成熟的供电技术中，生物质能的发电成本最高，甚至高于核电。对各种生物质能源来讲，沼气发电上网成本最低，然后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物质直燃发电、生物柴油发电和生物乙醇发电，这三类生物质能源发电的单位成本均高于0.6元（见图7-14）。生物质能发电成本高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上述的投资规模效应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燃料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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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4　各发电技术标杆上网电价对比及生物质各项技术成本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2019[3]


  生物质利用对局地环境和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较大


  本章也考察了生物质能源的局地环境和健康影响。有研究认为，生物质能源在减少二氧化碳、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方面有显著作用。然而也有研究[10]指出，生物质直燃发电和与煤混燃发电，可能增加多种气态污染物和气溶胶排放，从而带来负面健康效益，例如在农村地区进行生物质直接燃烧会带来室内空气污染。但若进行大规模的沼气发电以代替燃煤发电，则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图7-15显示了农村家用沼气对室内空气质量和健康效益的影响。生物质能源对局地环境和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较大，具体的健康影响取决于相应的生物质的类型和利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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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5　农村家用沼气对室内空气质量和健康效益的影响

  


  资料来源：Gosens et al., 2013[10]


  生物质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受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因素制约


  生物质能源来源虽广泛，但能够用于作为替代能源减缓碳排放的比例较低，为满足中长期的减排目标，需要生物质能源的长时间大规模发展应用。然而，有研究指出生物质能源作物的种植可能对土地利用产生显著影响[11]，还有研究发现能源作物种植可能会影响森林覆盖率[12]；此外，生物质能源作物的大规模种植还受到自然生态条件的约束，其中土地利用[13]和水资源[14]对部分能源作物可利用能源潜力影响显著[15]。


  本章为研究其规模能否支撑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需求，结合已有文献[16]，通过能量流动图的方式，系统地对生物质能潜力进行了估算，并估算了能源作物在对土地利用、水资源两种生态因素影响的不同情景下的潜力。


  本章首先通过分别统计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不同生物质可利用量、生物质能源可利用技术潜力等数据，做出了中国“土地—生物质—生物质能源”能量流动图（见图7-16）。从生物质总量来看，可利用的农林剩余物、能源作物和垃圾的生物质中共有48.11艾焦[1]的生物质能源，其中一部分生物质按照生态需要归还土壤，以保持土壤的营养平衡，另一部分用于其他经济活动，再减去利用过程中的物理损耗，剩下的生物质能源通过技术转化利用，可以得到总计约3.01艾焦的可利用的生物质能源；因此，真正能够用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分析的作为能源替代的是生物质能源中很小的一部分。


  总体来说，除返土还田、其他经济用途和利用损失外，中国2015年可用作生物质能源的生物质能可提供约3.01艾焦（约1.03亿吨标煤）的能量，目前能够满足“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生物质能年利用量约5800万吨标准煤。然而，随着未来对生物质能源需求的增长，一方面存在潜在影响到生物质归还土壤比例的可能，进而对土壤碳库平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若加大能源作物种植力度，则可能影响土地利用或水资源利用。


  因此，本章以甜高粱这一能源作物为例，针对能源作物种植力度的加大，对土地利用或水资源的生态需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和水资源对能源作物（甜高粱）可利用能源潜力影响显著（见图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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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6　中国“土地—生物质—生物质能源”能量流动图

  


  资料来源：NIE，CHANG等，2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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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7　不同土地和水资源情景下能源作物（甜高粱）可利用能源潜力

  


  资料来源：NIE, CAI, et al., 2019[17]


  目前在国际能源署情景下对全球生物质能源的需求为200艾焦，其中生物燃料的需求为30艾焦。当前在严格的土地利用和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能源作物（甜高粱）供给潜力尚无法满足生物质能源的发展需求，为此不得不占用一些非边际土地、增加水资源压力。在对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后发现，若需要占用非边际土地，应优先在东北和西南的稀疏草原和稀疏森林，以及云南、重庆、四川的高坡度农田种植能源作物；而在水资源方面，应优先在云南、广西、广东等水资源丰富地区种植能源作物。


  中国未来生物质的资源及能源技术潜力预估


  本章通过自主搭建的HABEP模型，自下而上对2020—2100年中国高分辨率农林草业剩余物和能源作物的资源及能源技术潜力进行了预估。


  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2030年、2050年和2100年中国农林草剩余物总资源潜力分别为19.65亿~28.59亿吨、21.22亿~30.49亿吨、22.74亿~34.14亿吨和26.35亿~46.54亿吨；用于肥料化、原料化、基料化、饲料化等生态和其他经济用途并考虑利用过程中的物理损失后，可能源化的资源通过热电联产燃烧供热和供电可产生的2020年、2030年、2050年和2100年中国农林草剩余物总能源技术潜力分别为3.81~4.88艾焦、3.97~5.09艾焦、4.21~6.03艾焦和4.77~8.03艾焦[18]。不同情景下的结果如图7-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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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8　2020—2100年不同情景下中国的资源潜力评估

  


  资料来源：聂耀昱，2020[18]


  在空间分布格局方面，中国农业剩余物可能源化的资源潜力集中在河南、山东、江苏、河北、安徽、四川、吉林和黑龙江等省级行政区。气候变化对农业剩余物资源潜力时空变化的影响显著不均衡，其中水资源使纯雨养和全灌溉情景差异显著，温升使多熟制向北推移，降水和温度的时空分布不均使南北方的农业剩余物资源差异显著。中国林业剩余物可能源化利用潜力分布在广东、福建、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等省级行政区。林业剩余物呈现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和水平地带性：水平地带性体现在可能源化资源潜力从北向南在温度主导下、从西向东在水资源主导下不断增高；垂直地带性体现在同区域海拔高的林业剩余物可能源化的资源潜力显著高于海拔低的地方。中国草地剩余物可能源化利用资源潜力的空间分布集中在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级行政区，在南方省份也有零星分布。草地剩余物资源潜力时空变化呈现明显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在青藏高原区也体现着资源潜力变化的垂直地带性。草地剩余物和林业剩余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主要受降水影响，草地剩余物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林地剩余物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


  对能源作物而言，2100年纯雨养和全灌溉情景下中国甜高粱资源潜力分别为556万~870万吨和10354万~16231万吨；相应地，中国柳枝稷资源潜力分别为4062万~7937万吨和20593万~33559万吨。2100年纯雨养和全灌溉情景下中国甜高粱能源技术潜力分别为0.010~0.016艾焦和0.188~0.294艾焦；相应地，柳枝稷能源技术潜力分别为0.325~0.635艾焦和1.626~2.686艾焦。图7-19展示了具体情景下的能源技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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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9　2020—2100年中国甜高粱和柳枝稷的能源技术潜力

  


  资料来源：聂耀昱，2020[18]


  在空间格局方面，适宜甜高粱种植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零星分布在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区；适宜柳枝稷种植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和西藏等省区，零星分布在四川和陕西等省区；受温度和降水空间格局差异影响，甜高粱和柳枝稷的单产均呈现东部高西部低、南方高北方低的趋势；由于柳枝稷耐寒性高于甜高粱，青藏高原地区某些情景下甜高粱单产为0，柳枝稷单产高于0；降水对甜高粱和柳枝稷单产均有约束作用，且柳枝稷抗旱性强于甜高粱，导致纯雨养和全灌溉情景下柳枝稷资源潜力的差异幅度小于甜高粱；在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共同影响下，内蒙古西部和新疆东部等地的甜高粱和柳枝稷的土地种植适应性波动较小，适于规划能源作物的发展。


  综合上述模拟评估的结果，可以回答生物质能源对于中国中长期能源供给和碳减排的作用：在1.5℃情景下，2050年中国农林草和能源作物生物质资源折合2.91亿~5.01亿吨标准煤，可供给2050年一次能源总需求的5.29%~10.91%，可减排7.27亿~11.76亿吨二氧化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占2030年排放总量的4.72%~11.88%，占当年二氧化碳需要减排量的7.26%~19.94%；在2℃情景下，2050年中国农林草剩余物和能源作物资源潜力可供给本年度能源总消费的3.99%~7.42%，可减排7.62亿~13.13亿吨二氧化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占当年与能源相关排放量的12.59%~21.72%。


  燃煤电厂生物质掺烧改造的成本效益分布特征


  本章结合我国现有燃煤电厂数据库（10.07亿千瓦4688个机组）及全国可利用生物质（农业剩余物和林业剩余物）网格数据，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平台和全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核算了不同机组进行生物质掺烧改造（掺烧比例为25%）的全生命周期下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效益。不同机组由于生物质掺烧改造带来的额外平准化度电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nergy，LCOE）在15~80美元/兆瓦时范围内，其中东南沿海等地区存在着较多改造成本较大的机组，而经济性较好的机组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不同机组改造的碳减排收益的变化范围是230~405千克/兆瓦时，个体差异性变化幅度相较于成本较低。地区分布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二者结合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变化范围在38~330美元/吨。当碳价达到50美元/吨、60美元/吨和80美元/吨时，在现役机组中，分别有33%、82%和96%的装机容量在进行生物质掺烧改造中实现经济成本的不亏损。在该情况下，燃煤电厂可通过生物质改造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6.8亿吨、16.6亿吨和19.0亿吨。


  
    [1]1艾焦（EJ）=1×1018焦耳（J）。

  


  碳捕集与封存（CCS）


  本章选取CCS技术作为负排放技术的代表进行综合成本效益分析，主要包括技术成熟度、就业等经济成本效益、局地环境影响及其健康影响、公众接受度等方面。


  气候地球工程技术具有一定减排潜力，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及风险


  有研究[19]对已提出的地球工程技术（见图7-20）进行了综述，综述涵盖的技术分析发现：二氧化碳去除（CDR）技术中，BECCS到2050年可每年去除10吉吨二氧化碳，到2100年累积去除潜力可达700吉吨。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20]指出：为了达到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 ppm的目标，需要进行一系列能源技术变革，其中CCS技术在最低成本减排路径中贡献显著，在2050年整体减排量中占19%。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GCCSI）的报告[21]指出：CCS是唯一能够实现大型工业部门去碳化的减缓技术，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源汇匹配角度来看，中国适合二氧化碳捕集的大规模集中排放源为数众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且中国理论地质封存容量巨大，估算在万亿吨级规模[22]，为CCS部署提供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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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0　目前已提出的地球工程技术

  


  资料来源：LAWRENCE, et al., 2018[19]


  有研究[23]利用GCAM-China综合评估模型预测了不同社会经济情景下中国未来分省CCS技术部署的规模，结果表明，在减排目标和气候政策的约束下，不同社会经济情景对应的中国2050年CCS技术部署规模达到每年5.9亿~13.5亿吨二氧化碳，并且直到21世纪末，中国大多数省份存储资源将不再限制CCS技术的部署。


  CCS技术的投资运营成本和能耗成本目前较高，但未来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CCS技术与其他减排技术相比尚处于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已有多地部署了CCS设施，但与理想状况仍有较大差距（见图7-21）。根据GCCSI数据平台[24]中的中国CCS设施数据计算得出截至2020年中国已有CCS设施捕集能力总和为4.78兆吨/年。在亚洲开发银行2015年制定的CCS技术路线图[25]中，2020年CCS部署目标是捕集能力达到10兆吨/年。目前中国的CCS部署较为落后，距离路线图目标还有很大差距，CCS技术成熟度不足及投资运营成本高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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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1　中国CCS部署现状与亚洲开发银行路线图目标对比

  


  资料来源：GCCSI, 2019[24]；亚洲开发银行，2015[25]


  高成本和高商业风险成为制约CCS技术大规模商业化部署的主要障碍。以煤电CCS项目为例，CCS技术的成本主要包括采购维护成本和捕集过程中的能耗。在电厂加装CCS设备会造成大量的额外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从而使总发电成本增加[26]。在电厂运行的总成本方面，有研究[27]通过对煤电厂加装CCS设备进行经济分析，计算得到增加CCS装置使电厂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升高29%~32%（见图7-22），同时企业需要面对包括封存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等在内的商业风险。


  
    [image: ]

    图7-22　不同能源情景下有/无CCS装置超临界电厂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VIEBAHN, et al., 2015[27]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8]，中国目前典型的CCS项目的成本为120~900元/吨。在各类技术中，燃烧后捕集技术最为成熟，已进入工程示范阶段，主要应用于低浓度燃煤电厂。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工程二氧化碳捕集成本约为300元/吨，2019年投产的华润电力（海丰）有限公司碳捕集测试平台成本为500元/吨。富氧燃烧捕集仅华中科技大学在燃煤电厂开展了小试与中试，成本分别为900元/吨、780元/吨。


  总体而言，CCS技术的成熟度尚未达到商业应用水平，大规模推广仍面临成本高、能耗大、安全性和可靠性不足等挑战，但碳捕集技术代际更替及其电厂应用成本与能耗变化预期前景可观[22]（见图7-23）。预计2030年前，CCS技术虽在中国仍处于研发示范阶段，面临高成本、高能耗问题，但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其成本和能耗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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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3　碳捕集技术代际更替及其电厂应用成本与能耗变化预期前景

  


  资料来源：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2019[22]


  CCS技术可以拉动就业，促进整体经济增长


  CCS技术的发展将对就业等经济层面带来影响。GCCSI于2018年发布的CCS全球现状评估报告[21]中指出，CCS技术部署会在项目运行与管理、工程设计、金融、组件与设施生产等领域形成新的低碳岗位，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另有文献[29]研究结果表明，截至2050年，CCS对中国总增加值的贡献在电力部门中的占比超过20%，煤电CCS的就业贡献超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电力能源部门（见图7-24）。


  该研究进一步对不同CCS发展情景下的就业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CCS中等发展情景下，煤电CCS技术将带来显著的就业红利（见图7-25）。因此认为，CCS技术的推广在就业和经济方面能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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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4　电力部门直接与间接经济总增加值贡献对比

  


  资料来源：JIANG Y, et al., 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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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5　CCS中等发展情景下电力各部门可增加的直接与间接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JIANG Y, et al., 2019[29]


  CCS技术可能导致负面环境影响，且目前社会接受度较低


  本章选取电力部门CCS技术作为案例，考察CCS技术可能带来的局部环境影响。有研究[27]发现，与部分类型的发电技术结合的CCS技术等可能增加一系列环境污染（见图7-26）。此外，CCS技术与煤电等化石能源结合，虽然减少了碳排放，但有可能使煤电淘汰速率下降，导致现有化石能源的“锁定”效应，再加上CCS技术的电能消耗和水资源消耗，可能对局地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研究[30]对CCS技术在中国的社会接受度开展了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公众对CCS技术缺乏了解，对该技术的支持水平较低（见图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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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6　在PC和IGCC电厂加装CCS设施产生的环境影响

  


  资料来源：VIEBAHN, et al., 2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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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7　中国公众对CCS技术的接受度

  


  资料来源：YANG, et al., 2016[30]


  氢能


  本章对氢能进行了初步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主要涉及氢能的技术成熟度和就业等经济成本效益等方面，并指出了氢能巨大的市场潜力及发展需求。


  氢能技术较为成熟且具有就业红利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Hydrogen Council）发布的报告，未来氢能发展迅速，技术成熟后可带来可观的碳减排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直接推动就业。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31]，2050年氢能将占全球总能耗的近18%，每年可减排60亿吨二氧化碳，全球氢能和氢能技术市场预计每年创收超过2.5万亿美元，带来超过3000万人的直接就业。


  国际氢能委员会给出的氢能发展路线图（见图7-28）显示，2015—2050年，氢能为全球能源需求提供的能源从8艾焦增加至78艾焦；至2050年，交通、工业、建筑和氢能发电等将成为氢能快速发展的主要行业。


  
    [image: ]

    图7-28　氢能至2050年发展路线图

  


  资料来源：国际氢能委员会，2017[3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具有显著的减排潜力（见图7-29）。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到2050年，氢能发展的五大行业领域将具有6.0吉吨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其中交通部门减排最为显著，约为3.2吉吨，而汽车占交通部门减排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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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9　2050年氢能的碳减排潜力

  


  资料来源：国际氢能委员会，2017[31]


  中国氢能市场潜力大但仍需降低成本


  本章研究针对中国目前的氢能发展进行了专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表示，中国氢能市场潜力巨大，但目前清洁氢能发展落后于欧洲、美国和日本，亟待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氢能技术突破。


  在生产侧，中国每年的氢产能近2200万吨，占全球的34%，然而其中多为工业用氢，绿氢的制取和消纳仅占4%。有学者提出使用发电过程中的弃风、弃光、弃水制取绿氢，目前中国“三弃”电量高达1007亿千瓦时，若全部制取成氢，可达约180万吨，但这仅占全年氢需求的8%，仍无法满足对氢的需求。在消费侧，目前氢能以工业原料消费为主；同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市场，未来氢能在交通部门大规模应用的市场空间巨大[32]。


  当前采用不同方式制氢的成本差异较大，煤制氢是中国最成熟、最便宜的制氢方式，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成本则依赖于发电效率及成本，有大幅下降的空间。随着用氢规模的扩大及技术进步，预计未来终端用氢价格将从现在的35~50元/千克下降至25~40元/千克，这将使燃料电池乘用车百公里用能成本略低于燃油车[33]。如何将我国制氢、储氢、加氢等环节的关键核心设备进行“国产化”，成为降低成本的关键[34]。表7-1给出了各种制氢技术的成本比较。


  
  表7-1　各种制氢技术的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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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根据中国石化九江、茂名、南京、镇海等炼厂实际生产运行数据测算。


  ②根据中国2017年弃水、弃光、弃风、弃核发电成本估算。


  ③以2025年澳大利亚、挪威、美国、卡塔尔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计算。


  资料来源：高慧等，2019[35]


  因此，中国氢能发展虽然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但仍有待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技术突破。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氢能发展的关键在于5年内能否在有效需求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成本的快速降低。图7-30所示为中国目前氢能的来源及消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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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0　中国目前氢能来源及消耗

  


  资料来源：李佳蓉等，2020[36]


  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37]，2050年，氢能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约为10%，氢能需求量接近6000万吨，年经济产值超过10万亿元，全国加氢站达到10000座以上（见图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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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1　中国氢能发展现状及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氢能联盟.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R].2019[37]


  氢能的环保性依赖对制氢技术的选择


  世界能源理事会把伴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制得的氢称为“灰氢”，把将二氧化碳通过捕集、埋存、利用而避免了大量排放制得的氢称为“蓝氢”，把通过来源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取的氢称为“绿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中国的氢能产业发展应遵循“灰氢不可取，蓝氢可以用，废氢可回收，绿氢是方向”这一原则。


  从生命周期分析角度来看，不同制氢方式造成的环境生态影响显著不同，各类制氢技术生命周期温室气体释放当量及能耗如图7-32和图7-33所示。整体而言，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相关制氢技术节能环保性最佳，核能利用制氢次之，而传统能源制氢对环境的节能环保性最差。


  制氢产业的发展需同时兼顾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传统能源制氢技术成熟、产氢量大、成本把控较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制备氢气的主要途径。新型制氢技术尚未取得产业化推广的原因不仅在于技术上需要完善，还在于其成本尚未能把控在符合生产效益的水准。在成本问题得以控制，技术取得突破后，新型制氢技术将随着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快速发展很快投入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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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2　各类制氢技术生命周期温室气体释放当量

  


  资料来源：谢欣烁等，2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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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3　各类制氢技术生命周期能耗

  


  资料来源：凌文等，2019[32]


  氢能的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国际能源署在报告《氢的未来》（The Future of Hydrogen）[38]中指出：氢能技术目前尚未达到成熟，其价值链具有高度复杂性，且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配合氢能的储运。同时，氢能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需要高昂的前期基础设施投入。民众将如何对氢能的这些特征做出反应还尚不明确。


  有研究[40]对传统的蒸汽甲烷重整制氢技术和生物质气化制氢技术进行了生命周期可持续性评估，其中对技术的社会影响从童工、工资性别差异、健康支出三方面进行，评估结果如表7-2所示。


  
  表7-2　两种制氢技术的社会影响 （单位：中位风险小时数/千克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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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VALENTE等，2019[40]


  该研究的评估结果表明，氢能的全生命周期社会影响可能是负面的，未来需要对技术进行改进，以增加技术的可持续性。总体而言，氢能技术的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核能


  核能技术部分关注以核电为主的核能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结合技术现状探明核电发展的趋势，并从国际关系动态、公众态度等方面研究核电技术的发展需求。


  核电具有积极的减排作用和就业红利，中国核能增长潜力看好


  目前诸多国内外文献、报告对核电技术进行了综合评估，强调了核电技术重要的减排作用和可观的就业红利，以及在实现温升控制目标背景下核能的积极发展趋势。


  核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核电是当前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低碳电源[41]。据估计，自1980年以来，核电减少了60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通过对核能技术的全生命周期评估，有研究[42]指出得益于铀浓缩方面的技术进步，近年来核能的碳足迹显著下降（见图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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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4　发电技术二氧化碳排放全生命周期评价

  


  资料来源：VAN DER ZWAAN, 2013[42]


  除了积极的减排作用，核电技术也会带来可观的就业红利。经合组织核能署（NEA）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联合报告[43]聚焦核电对就业的影响，通过综合考虑可知，在信息互联的时代背景下，核电与各部门的联系逐渐深化，进而扩大其对就业的积极拉动作用。


  根据报告[44]，如果用核能取代天然气或煤炭发电，会对当前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有较大贡献，在全球范围内，核能占电力行业减排的平均值为13%，但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见图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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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5　国际能源署的2D情景下电力行业各类能源减排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2019[44]


  在符合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的大多数途径中，核电到2050年的份额都有所增加。根据MESSAGE模型，核能的大力发展可保障1.5℃温升控制目标的实现，核电可以充分弥补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并且可以满足2020—2100年全球40%的低碳电力需求[45]。


  根据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积极作用和核能发展实力，中国未来核电增长潜力被普遍看好。现阶段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发电中的重要一员，在中国能源系统转型中地位不断提高。2018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为2865.11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22%，比2017年上升了15.78%，在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中的占比达到15.83%。目前，中国有46台在运核反应堆机组，还有11台正在建设过程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定了中国到2020年实现58吉瓦在运行装机容量（净装机容量）和30吉瓦在建装机容量的目标[46]。同时，国家能源局设定到2030年使核电容量达到120~150吉瓦的目标，并计划到2030年在海外建造30座反应堆。


  2015年版核能技术路线图[1]显示（见图7-36），中国将引领核电装机容量的增长势头，在2℃情景下，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而到2050年可能将会是美国的两倍，达到250吉瓦核电装机容量；核电在中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从现在的4.2%上升到2035年的10%左右。有研究[47]指出，要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中国核电的大规模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到2050年核电占中国电力结构的比重达到28%。


  中国核电技术具有较强竞争力，但需降低投资成本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8年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共有450座在运核动力堆，总发电量达到了创纪录的396.4吉瓦。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2019年核技术评论，目前运行核电厂的30个成员国中，有11个正在积极建造更多的核电机组或扩大核电计划。图7-37所示为部分国家2018年年底在建核电净装机容量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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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6　国际能源署的2℃情景下全球各区域的核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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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7　部分国家2018年年底在建核电净装机容量与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2019[44]


  目前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为全球核电产业发展的技术主流。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主要核电国家或地区发展了第三代核电技术。经过30余年的努力，中国也已迈入核电大国行列，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第三代核电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外，中国也积极推进小型反应堆的研发和应用，第四代核能系统的研发与落地正在加紧布局，聚变堆技术创新取得一定成果。


  经济性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为了满足更高的安全标准和更长设计寿命的要求，第三代核电采用了更高性能的设备、材料和更高安全水平的系统设计，这意味着第三代核电较第二代机组建造成本明显增加。此外，设计层面的国产化偏低和管理经验不足也是当前第三代核电造价成本高昂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与第二代核电造价相比，第三代核电成本仍有较大下降空间，预期规模化建设的第三代核电项目上网电价将降至0.40元/千瓦时左右。


  公众接受度是影响核能全球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新建核电站数量的快速增加，地域政治和公众安全开始对核能产业发展提出挑战。在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以及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公众对核设施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反核抗议活动一度导致许多国家的后续核能项目陷入困境。因此，核能的公众接受度问题成了核能全球战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48]。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中国立即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加强核安全文化宣传和公众沟通工作，以增强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但是由于公众对核能安全、核废料安全及其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的关注，社会对核能的接受度仍然是复杂和不明确的；同时，在核设施选址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邻避效应。


  几项关于中国公众核能接受度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7-3），大部分公众对发展核能仍存在疑虑，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公众对核电产业更为敏感；对本地发展核电持支持态度的被调查者不足半数，相较于全国的核电发展政策，公众对附近的核电发展反对程度更加剧烈。


  
  表7-3　中国公众核能接受度的典型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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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任晓娜等，2018[49]


  关于公众对核能的风险认知和接受态度，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不情愿地接受（Reluctant Acceptance）”这一概念：当人们考虑到风险问题的时候，由于选择有限，他们会不情愿地接受核能[50]。有研究表明，制度与环境因素，以及公众个体因素、对核能知识的掌握、社会心理因素等均会对公众接受度产生影响[51]（见表7-4）。


  
  表7-4　核能公众接受性研究的知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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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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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韩自强等，2015[51]


  结论与建议


  各项关键技术的横向对比及优先序排列


  尽管各项技术的各方面效应评价可能有争议，但总体上我们可以进行如表7-5所示的分析。


  
  表7-5　各项关键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横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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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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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侧管理的成熟度具有一定的争议，有研究表明这个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但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求侧管理对环境、生态和人群健康有正面效益，提高能源效率从技术上来看是较为成熟的。总体而言，需要侧管理和能效提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积极效益，是未来低碳发展中重要的、需要着力推进的优先领域，但二者的潜力和规模具有不确定性，既取决于未来的技术发展和突破，也取决于政策部署情况。


  如前所述，风能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具有正面的就业和环境健康效益，技术成熟度和公众接受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再生能源可以作为中长期减排技术的优先领域，但其高比例的应用也会对生态友好的空间布局带来一些影响，例如将相关设施建设在高风险发展区可能会给当地带来生态破坏，因此需要考虑怎样避免这样的生态风险。


  生物质能总体上量相对较小，技术相对较为成熟，但由于生物质资源在中国分布不均，各个地区发展生物质能的成本和效益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生物质能的种类和应用方法较多，因此对环境和人群健康的影响不能确定，如沼气发电可能减少煤电的环境污染，但在室内焚烧生物质燃料可能会导致室内空气污染，进而影响人体健康。就生态影响而言，仅依赖边际土地和雨水灌溉，不考虑水和土地影响的能源作物种植无法满足中国生物质能减排的需求，生物质能源的快速发展将会利用更多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如果突破边际土地并进行大量人工灌溉，有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因此，从近期和远期发展来看，可以将生物质能发展与其他领域相结合，如交通、电气化等，尽量集中使用生物质能而不是分散使用，避免对健康造成影响。


  关于氢能与核能技术，本章研究主要采用专家咨询的形式。根据专家判断，氢能的环境效益具有较强的技术路径依赖特征，清洁的“绿氢”应成为产业发展和技术攻关的主要方向。目前中国的氢能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亟待政策支持和技术突破；核能则主要是其生态风险和公众接受度较低。


  以CCS技术为代表的负排放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实现低碳或零碳的转型，而是高比例地依赖于煤炭，那么CCS这类负排放技术往往会带来负面的环境影响。此外，这类技术还有在生态和商业上的风险、公众可接触度上的障碍。


  基于上述分析，图7-38给出了中长期减排技术的减排成本在考虑生态和健康影响后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提高能效能够带来各方面的收益，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由于具有较好的局地环境和人群健康效益，总体上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综合效益；生物质能、氢能和CCS则分别由于潜在的生态风险或环境影响，减排成本较高。然而，上述判断仅是当前的一个定性判断，随着电力行业的低碳化或零碳化，成本效益还会发生进一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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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8　中长期减排技术的减排成本在考虑生态和健康影响后发生的变化

  


  2050年战略性低碳技术发展的情景设想


  2050年战略性低碳技术发展将促进各行业变革，同时为实现深度减排提供技术支撑（见图7-39）。由于创新技术与能源系统的相互作用紧密，技术锁定、制度框架以及技术系统与能源系统同步发展等均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能源系统的低碳技术发展也将与整个行业的创新变革相辅相成。电源系统的低碳技术与能源系统的能源互联网、能源大数据以及能源与人工智能相关联，进一步与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等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


  就具体行业部门来看，战略性低碳技术将在交通、建筑以及工业数字化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麦肯锡公司对交通行业发展趋势与驱动力进行了分析（见图7-40），认为未来汽车领域将出现“四化”，其中低碳减排的监管要求能够促进电气化发展，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减少城市拥堵的需求则加快了共享汽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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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9　战略性低碳技术发展促进各行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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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0　交通行业发展趋势与驱动力分析

  


  资料来源：GAO P, et al., 2016[15]


  低碳技术促进了电气化的发展，带来了用能行为的变化，有利于整个社会建设自我实现的经济体系。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指出，建筑部门将成为终端用能电气化程度最高的部门，烹饪电气化带来了室内空气污染的减少[52]。在工业领域，各工业部门用能逐渐减少。


  BP集团在2018年的技术展望中，将数字化对能源行业的影响概括为“四个视域”，如图7-41所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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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1　BP集团概括数字化对能源行业影响的“四个视域”

  


  资料来源：BP, 2018[53]


  BP集团认为，第一视域已经与能源行业广泛交叉；第二视域上的技术已经部署于相邻行业；第三视域包含了正在形成中的创新技术；第四视域上的技术处于早期阶段，人们才刚刚意识到它们的潜力。也就是说，能源行业正在从当前的第一、第二视域，发展至2050年及之后的第三、第四视域。


  主要结论


  综合本章对风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CCS和氢能等技术的综合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传统的仅考虑技术成本和减排潜力的成本效益分析难以支撑中长期减排技术战略和部署方案的制定。综合考虑技术的就业、环境、生态、健康影响及公众可接受度等因素，可以改进技术的潜力、成本有效性和空间布局等评估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促进碳减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第二，需求侧管理和提高能效技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普遍具有积极影响，是未来低碳发展战略中需要着力促进的优先领域，但其潜力和规模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未来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可作为中国中长期减排技术的优先选项，但其高比例发展需要考虑生态友好的空间布局，避免潜在的生态风险。


  第四，仅依赖边际土地和雨水灌溉种植能源作物无法满足中国的深度减排需求。近期能源作物发展主要服务于交通行业，但因其可能带来占用土地资源、增加水资源压力等风险，可作为促进交通行业低碳甚至零碳化的过渡技术，最终还是要靠交通行业的电气化；远期能源作物发展应主要服务于电力行业的电力和热力供应，末端应加上CCS技术。燃煤机组生物质掺烧改造的成本效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应制定有针对性的生物质发展策略。


  第五，氢能技术预计能够提供2050年大比例的终端能源需求，同时氢能的环境效益具有较强的技术路径依赖特征，其减排潜力取决于制氢技术的选择，清洁的“绿氢”应成为产业发展和技术攻关的主要方向。从长期来看，中国氢能市场潜力巨大，氢能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有效需求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技术突破和成本的快速降低。


  第六，负排放技术（如CCS技术）目前还未成熟，且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实现低碳或零碳，负排放技术的发展往往会带来负面环境影响，加上其生态和商业风险、公众接受度等阻碍，因而应作为实现中长期减排的储备技术，加大研究力度。


  第七，核能在保障清洁、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具有积极的就业红利，是实现温升控制目标的电力系统深度脱碳的重要组成。中国核电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但面对供应链建设、经济性、核安全、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的挑战，中国的核电发展仍需有力的政策支持。


  发展路线建议


  第一，强化对减排技术成本—效益的多维度、系统性研究，识别不同技术在未来多种情景、不同约束下的空间分异规律。


  第二，加速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重视发挥各类市场对减排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持续地建设需求端管理和能效提升技术的创新体系，通过政策设计、科技研发、教育、宣传等综合性手段，推动公众意识提升、新产品/新技术使用、消费模式创新与需求结构优化。


  第四，保障绿色技术产业供应链的战略安全，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


  第五，探讨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来促进技术发展与技术扩散的方案。


  第六，构建针对战略性技术研发的多元投融资保障机制和针对储备性技术的风险分担机制。


  第七，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框架，推动世界各国的减排技术合作，打造技术创新“命运共同体”。


  第八章 工业部门：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战略


  工业部门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的重要贡献者。实现低碳发展对工业部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塑造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全社会低碳转型提供基础保障和坚实支撑。


  本章对2050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进行情景分析，设定了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4个情景，结合情景分析结果提出了以产业现代化为支撑提升能源生产力、以需求减量为支撑控制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以生产和组织方式变革为支撑实现能效倍增、以低碳能源替代为支撑推动能源结构升级等四大途径。结果显示，以政策情景为基准，到2050年2℃情景下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为18.1亿吨（仅计入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四大途径及CCUS技术对减排潜力的贡献度分别为22%、18%、19%、21%和20%；钢铁、石化化工、建材及有色金属四大高耗能行业对减排潜力的贡献度分别为36%、34%、17%和1%。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本章还提出了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三步走”战略，其中，2020—2025年的战略主题为“控产能、提质量、抓能效、促环保”，2025—2035年的战略主题为“优势重构、系统优化、产城融合”，2035—2050年的战略主题为“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低碳化”，并给出了不同时间段和关键时间节点上的里程碑指标。


  重大战略意义


  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已刻不容缓


  1.工业部门高消耗发展模式给资源、能源供应造成了巨大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水平式扩张特点明显。2000—2018年，工业部门增加值增长了4倍以上，而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3倍，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品产量也增长了3~6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原油、铝土矿甚至煤炭等大宗产品进口国和消耗国，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工业发展已背负过重的资源和能源“包袱”，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1]。


  2.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需从工业入手破解环境约束


  工业部门排放了全国70%~90%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排放的污水、废弃物中含有大量含汞、铅、砷等高危害、致病致畸环境污染物，这些都在进一步破坏中国本已非常脆弱的水体和土壤生态系统。工业部门既是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先决因素。未来工业部门应承担起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的主要责任，率先走上绿色低碳转型的道路[2]。


  3.传统产业市场需求触顶，需加快推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中国工业产品产能过大，产能过剩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2017年，工业产能平均利用率仅为75%左右，粗钢、水泥、焦炭、风机设备、造船的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0%，光伏与电解铝不足60%。城镇化企稳、消费升级等因素将导致全社会对传统工业产品的需求进一步下降，未来将加剧产能过剩问题。由此可见，过去一段时期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逐渐减弱，亟待开辟新动能。与工业低碳发展相关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正是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工业部门深度减碳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升发展质量。


  低碳发展与重塑工业竞争力相得益彰


  1.全球绿色转型已成共识，需树立工业低碳发展新样板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对产品品质要求的提升，能效、水效、污染物和碳排放水平已成为产业、企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绿色低碳产业和技术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进而也成为工业转型发展的目标。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应扮演先行者的角色，加速推进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实现高速度和高水平的兼得。中国的成功经验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考，这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2.推动工业部门低碳发展具有多重协同效益


  推动工业部门低碳发展和深度脱碳，除了二氧化碳排放本身得以控制，还具有更加深远的多重价值和协同效益。首先，将为工业实现由大到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提供强大驱动力。其次，将有助于建立全球领先的绿色、高效工业组织和生产体系。再次，将为其他部门和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环境友好型的原材料和产品。最后，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要率先达到峰值，将为全社会绿色发展留出空间、赢得时间。


  3.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为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赋能”


  新一轮产业变革给工业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智能化、精细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可以极大地节省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如此，新一轮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个性化、分众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私人定制”产品取代流水线大众产品，意味着终端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价值将得到本质性的提升，能源资源利用的广义经济效率也随之大幅提高。


  工业低碳转型需全方位创新和系统性变革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涉及理念转变、模式转型和路径创新，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的变革过程，必须坚持在发展中实现低碳，以低碳促发展。其总体思路是：第一，坚持把技术可支撑、经济可持续作为工业低碳发展的出发点；第二，坚持把提高质量、提升效益、重塑竞争力作为工业低碳发展的落脚点；第三，坚持把理念转变、科技引领、体制创新作为工业低碳发展的强大动力；第四，坚持把需求减量、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循环链接、能源替代等作为工业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五，坚持把循序渐进、目标倒逼、破旧立新作为工业低碳发展的实施策略。


  研究框架及方法


  工业部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减排途径识别


  Kaya恒等式是目前分析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主流分析方法，在解释全球历史排放变化原因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Kaya恒等式分析原理，本章将工业部门碳排放进行了恒等变换和驱动因素分解，如公式（8.1）所示：


  [image: ]


  经恒等变换后，工业部门碳排放驱动因素由五部分构成：


  （1）“VA”（Value-added），该因素为正向影响因素，即到2050年实现“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工业部门的经济产出还将出现倍数级增长，随着经济产出的增加，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工业部门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


  （2）“P/VA”（Product/Value-added），该因素的含义为工业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的深度调整。


  （3）“M/P”（Manufacture/Product），该因素的含义为生产的减量化，即在满足全社会物质消耗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合理手段减少国内生产规模。


  （4）“E/M”（Energy/Manufacture），该因素的含义为用能的集约化，即用更少的能源来支撑工业实际生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5）“GHG/E”（GHG/Energy），该因素的含义为能源的低碳化，即尽可能使用低碳能源或应用碳减排措施，降低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量。


  恒等变换公式的后四部分构成了工业部门低碳转型的四大途径（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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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工业部门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的四大途径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情景设定


  根据低碳发展情景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测算不同途径减碳潜力和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的需要，本章基于不同目标约束、不同模式选择、不同政策力度等假设条件，设置了4种情景来对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进行分析。


  政策情景：该情景为基准情景，基于中国政府于2015年提出的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等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行动目标，以满足上述目标对工业部门二氧化碳减排和低碳发展提出的要求为参照进行情景设定。这一情景结果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控排二氧化碳的最低要求。


  强化政策情景：该情景在政策情景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国内环境和低碳之路的要求，是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消费方式、强化技术进步、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做出重大努力的能源需求与碳排放情景。该情景在设想经济发展方式、能源结构优化、节能减排技术乃至生活方式引导方面均有重大改观，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达到较和谐的状态，属于主要依靠国内自身努力，以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全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减少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加积极贡献的情景。


  2℃情景：该情景在强化政策情景主要强调国内自主努力的基础上，考虑了全球一致减缓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瞄准到21世纪末全球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3]，根据多种公平分配方案下中国未来二氧化碳累计排放空间对工业部门二氧化碳减排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来设定相应情景参数，其基本原则是工业部门要充分支撑和保障我国能够实现较为主流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下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该情景下的结果顺应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潮流，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度也比较高，是我们应该积极追求的目标，较为适宜作为中国中长期低碳发展的政策目标，是本章研究分析的重点。


  1.5℃情景：该情景在2℃情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目标约束，确保到21世纪末地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接近零排放，碳排放成为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发展的最重要外部约束。该情景的减排潜力主要来自零碳氢能、CCS/CCUS等重大前沿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高碳能源将被可再生能源、氢能等无碳能源基本替代，大部分行业将实现近零排放。该情景下的结果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受限于各种客观、现实条件，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在本章中仅做简单讨论。


  LEAP模型建构


  基于对四种情景的设定，本章搭建了工业部门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LEAP模型，基本构架如图8-2所示。“工业”之下分为“制造业”“采掘业”“水处理”“电力、热力”四个子部门。“制造业”之下按照能源消费强度划分为“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前者主要包括黑色金属（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后者包括食品、医药、机械、交通设备制造等产业。在“高耗能行业”之下，按照该行业所生产的高耗能产品进行进一步延伸，对于每一种高耗能产品，按照生产工艺和原料路线对其进行进一步拆分。综上所述，工业部门LEAP模型实现了从产业到产品再到工艺路线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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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工业部门LEAP模型的基本构架

  


  LEAP模型界面如图8-3所示。左边部分为行业和部门分类。右上区域为参数设定区，活动水平、能源强度、成本等数据均在此区域输入。右下区域为结果的图形展示区，可将选定的参数数据以图形方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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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工业部门LEAP模型结构

  


  本章采用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型预测方法来分析主要高耗能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以及各领域对高耗能产品的物质消耗系数，并对各应用领域的发展趋势及物质消耗系数进行预测，汇总后得到对应的高耗能产品产量结果。例如，在预测未来水泥产量时，如图8-4所示，将水泥分为五个消费领域：城乡建筑、城市道路及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净出口，再分别根据交通、建筑等部门的反馈数据，建立主要高耗能产品与其他部门活动水平的链接，形成了部门间的交互影响，从而使主要高耗能产品产量的预测更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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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需求导向型预测方法（以水泥为例）

  


  参数设定及模型分析结果


  主要参数设定


  1.基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数据校核


  为使能源消费数据与能源消费行为相一致，本章对基年工业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校核和部门间重新调整，方法学如图8-5所示，采取“双向校核”方式：一方面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通过单位产品能耗和产量得出终端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根据行业和工艺特点，剔除部分非生产用能，例如钢铁、水泥行业的油品需求，得出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分品种能源消费量。双向校核之后获得了2015年用于工业实际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费数据，作为模型的基年数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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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5　终端能源需求的部门间校核方法学

  


  2.产业结构参数设定


  三次产业结构展望结果如图8-6所示。由于工业部门碳排放强度高于其他经济活动部门，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再到2℃情景，二氧化碳排放的约束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工业发展造成影响，增加值占比有所下降。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2050年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26.3%、23.3%和19.0%。在工业内部结构方面，碳排放约束会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造成明显影响，而高附加值产业则会得到较多发展空间。工业各行业2050年增加值占比如图8-7所示。在2℃情景下，医药、机械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占比会显著提升，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1.6%，比强化政策情景高出近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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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6　不同情景下三次产业结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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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7　不同情景下工业各行业2050年增加值比重展望

  


  3.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及产量设定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对三种情景下主要高耗能产品的产量进行了设定，如表8-1所示。同时，本章基于终端需求导向型高耗能产品产量预测方法，量化分析了减少不合理需求、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构建全球供应链扩大进口、提高材料质量和强度等4个减量化因素对不同情景下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和产量减量的影响和贡献，如图8-8~图8-11所示（以粗钢、水泥、乙烯、电解铝4种产品为例）。


  
  表8-1　三种情景下主要高耗能产品产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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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耗能产品工艺结构设定


  根据各工艺技术、经济性、能效、碳排放等特点，本章对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工艺结构进行了设定，如图8-12~图8-15所示。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能效和碳排放约束的强化，低碳、零碳工艺比重会明显提升。例如，钢铁行业氢能炼钢工艺的比重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仅为5%，而在2℃情景下则提升至30%，这意味着大量长流程炼钢将被氢能直接还原铁技术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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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8　不同因素对粗钢产量减量化的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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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9　不同因素对水泥产量减量化的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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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0　不同因素对乙烯产量减量化的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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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1　不同因素对电解铝产量减量化的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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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2　2050年各情景下粗钢生产工艺结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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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3　2050年各情景下乙烯生产工艺结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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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4　2050年各情景下合成氨生产工艺结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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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5　2050年各情景下纸和纸板生产工艺结构展望

  


  5.能源利用效率设定


  在不同情景下，主要高耗能产品能耗下降情况如图8-16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章计算的产品能耗降幅既包括节能技术改造带来的成效，也包括工艺结构调整形成的节能效果。具体而言，在政策情景下，由于技术自然进步，各高耗能产品的能耗将出现10%~20%的降幅；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促进能效的政策措施将推动具有成本效益的节能技术快速普及，各产品能耗比在政策情景下还可再降低15%左右；在2℃情景下，能耗下降主要得益于低碳、零碳工艺的大规模应用，降幅普遍在5%~10%，其中合成氨、乙烯、钢铁行业因为省去了原料制备工艺能耗（例如制氢），能耗降幅达15%~20%。


  模型分析结果


  1.工业部门终端能源需求总量


  根据上述4种情景设定的基本考虑，本章应用LEAP模型对工业部门中长期（到2050年）终端能源需求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8-17所示。其中，2℃情景和1.5℃情景下的终端能源需求是相同的。从趋势上来看，4种情景下的终端能源消费均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其中，政策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需求为21.3亿吨标准煤；强化政策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需求为17.7亿吨标准煤；2℃情景（1.5℃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需求为15.1亿吨标准煤，比政策情景减少6.2亿吨标准煤，相比2015年下降5.5亿吨标准煤，降幅达到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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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6　不同情景下主要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下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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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7　不同情景下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变化趋势

  


  注：终端电力消费按当量值折算标准煤，下同。


  2.终端能源需求结构


  不同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需求结构如图8-18所示。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约束的不断增强，从政策情景到1.5℃情景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政策情景下的煤炭焦炭消费比重为26.3%，而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下该比重分别为23.2%、11.3%和4%。政策情景下的终端电力消费比重为32.4%，而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下该比重分别为33.4%、44.4%和45.2%。可以看出，电气化率的提高对能源结构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政策情景下的氢能消费比重为2.3%，而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1.5℃情景下该比重分别为5.0%、11.9%和18.3%，分别比政策情景下提高2.7个百分点、9.6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氢能将成为推动工业部门深度脱碳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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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8　4种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比较

  


  3.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工业部门全口径二氧化碳排放来看（见图8-19），4种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在2020年前后达到峰值，其中政策情景下的峰值排放为47.8亿吨，比2015年（基年）增长5.7%；强化政策情景下的峰值排放为46.7亿吨，比政策情景下的峰值下降1.1亿吨，比2015年增长3.3%；2℃情景下的峰值排放为46.5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的峰值基础上进一步下降2000万吨，仅比2015年增长2.9%；1.5℃情景下的峰值年份及排放量与2℃情景下保持一致。在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后，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即进入持续下降通道。其中，政策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相比2015年下降14.5亿吨，降幅32.1%；强化政策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5.1亿吨，比政策情景下减少5.6亿吨，相比2015年下降20.1亿吨，降幅近45%；2℃目标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8亿吨，比政策情景下减少近20亿吨，相比2015年下降34.4亿吨，降幅达到76%；1.5℃目标情景下2050年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亿吨，在2℃情景基础上进一步减少4.8亿吨，相比2015年下降近40亿吨，降幅达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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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9　不同情景下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注：本章二氧化碳排放量未计入终端电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下同。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四大途径


  以产业现代化为支撑提升能源生产力


  1.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且服务业与工业发展关联度不高、互动和支撑能力不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结构将出现“服务化”发展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是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显著表现，也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而制约了工业部门综合竞争力和能源生产力的提升。未来应围绕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型产业，发挥其“黏合剂”作用，实现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现有工业企业提质增效，同时还能够支撑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升级[4]。


  2.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工业经济基础雄厚，但高端制造业发展滞后。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工业结构中，以精密仪器、交通设备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德国、日本、韩国所占比重几乎都在50%以上，而中国仅有37%；在以钢铁、建材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方面，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通常不超过10%，而中国接近20%。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类方法，中国中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比发达国家低近20个百分点。因此，应加快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发展重心从高耗能产业转移至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投入创造更多的经济产出[5]。


  3.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中国传统行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大幅提升的潜力空间。在规模庞大的传统行业中，企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高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非常普遍。同时，尽管近几年去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难以改变传统产业遍地开花、龙头企业缺失、产业集中度低的情况。在典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产业都陆续走上集约式发展道路，实现了增产不增能和增值不增产。面对中国传统产业盘子大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未来应引导传统产业集约发展，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优化生产力布局，发挥规模效益，另一方面要顺应消费升级潮流，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实现增长与物耗能耗双解耦。


  4.推广服务制造新模式


  服务型制造是在消费升级、产品个性化发展等趋势下，制造业向纵深发展、实现价值增值的新模式。目前，全球知名制造企业均已将服务型制造作为发展重点，其产值占比逐年提高，凝结在产品上的利润也随之提高。实践证明，服务型制造能够推动工业生产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拓展产品的价值链，提升商品的附加值。未来应围绕制造环节和产品，提供增值服务、创造更多价值，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服务型制造也会让工业生产与需求贴合更为紧密，减少产品滞销、积压造成的浪费，还能够通过在线监测、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进而产生直接的能源和环境效益[6]。


  以需求减量为支撑控制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


  1.抑制不合理需求，实现原材料需求减量化


  当前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浪费，据测算，每年拆除短命建筑将多消耗4000万~5000万吨钢材、2.2亿~2.6亿吨水泥。此外，城镇住宅空置率过高也是低效浪费的表现。因此，要运用一体化设计的理念指导城乡建设规划，明确不同发展时期全国城镇建筑面积和各类基础设施总量，并通过规划控制和引导新增建筑总量规模。通过杜绝大拆大建、削减不合理需求，可以在满足相同服务需求的条件下降低建设规模20%以上，钢铁、水泥、有色金属产品等高载能产品的生产需求将下降10%左右，对节约资源、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效果。


  2.优化出口模式，减少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导致大量隐含能源净出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产品出口国，快速扩张的出口规模推动近年来隐含能源净出口量大幅增加。据测算，隐含能源净出口量接近5亿吨标准煤[7]。然而，不论是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出口质量和效益的要求来看，还是从国内外环境资源条件对出口规模和结构的约束来看，中国当前的出口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应着力优化出口结构，推动国际贸易格局向低碳方向转型，一方面尽可能提高隐含能源强度低的行业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出口比重，另一方面出口附加价值高、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商品和服务，不断降低行业隐含能源强度。


  3.构建全球供应链，适度增加高载能产品的进口


  未来中国高耗能产品的生产成本将大幅上升，行业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在国际上，由于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以及不同地区能源资源价格比较优势的影响，许多高耗能产品（例如部分乙烯下游产品、烧碱等）的进口到岸价格仍然低于国内生产价格，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有必要利用好国际市场，通过进口高载能产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建设需求。未来可以积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进口环节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贸易战略，加大重要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产品的进口；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和初级产品生产基地[8]。


  4.提高材料强度，创新使用方式，推动原材料利用集约化


  中国幅员辽阔、发展迅速，全社会对于基础原材料产品需求较大是客观事实，然而大量低标准甚至低质量产品充斥市场，造成了原材料的粗放使用，放大了产品产量并造成大量能源浪费。未来应从提高材料强度和创新材料使用方式两个角度入手，推动原材料利用的集约化。具体而言，一方面应推广高强钢筋、高性能混凝土等产品，实践证明，高标号、高强度产品虽然单价稍高，但在满足同等需求条件下用量更少，具有明显的能源、环境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应创新材料使用方式，实现材料高效应用，例如推广钢结构建筑甚至3D打印建筑，达到缩短工期、提升工程质量、减少原材料消耗、提升建材回收率等效果。


  以生产和组织方式变革为支撑实现能效倍增


  1.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物联网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制造模式升级。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化控制技术、新材料技术的重大突破，大规模、批量化、流水线式的传统制造模式将逐渐被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模式所取代[9]。中国已开展智能制造试点，根据中国工程院的评估，智能化升级工厂的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都得到显著提升，同时运营成本和产品不良品率下降，产品研发周期缩短。未来中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融入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之中，提高工业机器人、精密数控机床等先进生产设备的应用，减少人为操作不当导致的能源浪费；通过大数据跟踪消费者需求，以柔性制造工艺生产定制化商品，提升产品价值，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


  2.建设复合型工厂与社会化企业


  未来工业节能提效应与循环经济发展协同推进，把企业放到整个产业体系和区域系统中，从更高视角研究如何优化物质流和能源流[10]。发达国家近几年在循环经济领域进行了很多尝试，探索出很多新机制和新模式，复合型工厂和社会化企业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例如，复合型钢铁厂可同时生产钢铁、甲醇、城市燃气、中低品位热力等多种产品，社会化水泥企业可协同处置城市垃圾、污水等。这种循环经济的新模式可提升资源、设备利用效率，实现更高层面上的系统节能[11]。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时期，应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以复合型工厂和社会化企业为突破口，优化工业企业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实现产城融合[12]。


  3.大数据能源精细化管理


  中国节能设备普及率已得到显著提升，但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节能效果不能充分展现。能源管理“短板”的存在，既有能源计量监测器具方面的原因，也有人员素质和数据分析能力不足的原因，而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不畅，是能源管理水平落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加强能源管理来挖掘节能潜力，不仅是节能的“富矿”，还是以较少投入获取较多节能效益的有效途径。实现精细化的能源管理，需要企业从人员、管理体系到先进工具等方面的全方位能力提升。未来应着力建设“三位一体”（管理人才、管理体系、管理中心）的企业能源管理格局，同时探索智慧节能和大数据节能新模式，深入挖掘管理节能潜力[13]。


  4.应用节能减碳新技术


  中国的工业能效已显著提升，但仍与先进水平存在差距。未来节能提效工作应从单点节能、多点节能、流程节能三个角度入手。单点节能是指在工业生产的某个工序或设备层面，通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应用节能设备，在单点上取得节能效果。多点节能是将工艺各环节统筹起来，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尤其是环节间的接续，来提高“多点”能源利用效率[14]。钢铁行业“一罐到底”“近净成形”技术、铜冶炼行业“一步炼铜”技术等，都是多点节能的典型代表技术。流程节能是将整个企业甚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视为一个整体，从最终产品出发，从全系统角度“自上而下”进行考虑，优化工艺路线、各生产单元配置和分工，实现能源的最优化利用，从而在整个“流程”上节约能源，例如炼化一体化、水泥熟料烧成系统优化、铝液直供、园区热力梯级利用等。


  以低碳能源替代为支撑推动能源结构升级


  1.压减工业部门煤炭消费


  当前，在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和焦炭占比接近50%。在中国能源向清洁、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工业部门应一马当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压减煤炭消费量[15]。具体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进规模小、工艺差、能效低、污染重的中小型工业锅炉、窑炉的清洁化改造和淘汰工作；二是控制高耗煤行业煤炭消费总量，针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结合不同部门行业特征、发展特点、技术水平等，提出各个部门煤炭消费总量目标和主要途径；三是稳妥有序地发展煤化工，基于提升能源安全战略保障能力对煤化工发展进行规划部署，考虑到国际油气市场供需格局总体宽松，煤制油、煤制气可以作为战略储备技术，但不宜大规模发展，同时要严格落实环保准入条件，推进多产业共生耦合以提高煤炭利用率。


  2.加快工业部门电气化进程


  电气化既是智能化、数字化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使工业用能更加清洁、低碳并减少环境破坏的有效途径。应加快推广电加热、自动化控制等先进生产技术工艺，加快工业企业电气化发展进程。同时，利用厂房屋顶、厂区空地等发展可再生能源，使企业由能源消费者变为能源产消者。此外，企业可通过应用蓄热式电锅炉、分时生产等设备和模式，为电力系统提供辅助服务，成为电网调峰、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重要领域。总之，未来中国电力将更多来自可再生能源，如果工业电气化进程与之相匹配，则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同时工业企业还能够成为协助调峰、生产和消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领域[16]。


  3.推进绿色氢能规模化应用


  氢能是近几年能源界的“新宠”，其发展对于工业部门深度脱碳至关重要[17]。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麦肯锡等多家研究机构都认为，绿色氢能可以在工业原料、高品位热源等“难以减排领域”弥补电气化的不足，进而实现工业的深度脱碳[18,19,20]。同时，工业部门大规模用氢也可迅速摊薄氢能发展成本、加速氢能社会建设。目前，全球已涌现出氢能炼钢、绿氢替代灰氢、天然气掺氢燃料等多种氢能在工业部门的应用技术和模式。中国在绿色氢能供应上具有数量和价格上的巨大优势，应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三点一线”氢能应用场景，即石化行业、化工行业、钢铁行业这三个具体的行业“点”，以及天然气掺氢燃料生产高品位热力这一条技术“线”。


  4.推广CCUS技术


  CCUS技术是一项有望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利用的新兴技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CCUS技术能够实现化石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近零排放，在各类减排技术中被认为未来将填补可再生能源技术减排的不足。国际能源署在《通过CCUS改造工业》中提出，在清洁技术情景（与《巴黎协定》路径一致）下，2060年工业部门的CCUS累计量将达到280亿吨，能源加工和转换部门的累计量为310亿吨，电力部门的累计量为560亿吨。CCUS技术将实现38%的化工行业减排、15%的水泥和钢铁行业减排。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已开展的CCUS项目累计二氧化碳封存量约为200万吨。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下降以及碳排放约束的加强，CCUS技术将有望在2℃情景和1.5℃情景下发挥重要作用[21]。


  碳减排效果和贡献度分析


  四大途径的减排贡献及优先排序


  为了明确工业部门低碳发展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需要对各途径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目标贡献度进行定量测算和优先排序。本章按照简便有效的原则，采用层次分解法进行量化分析，以期给出各途径在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目标贡献度方面的优先排序，为制定相关政策、指导行动实践提供参考和支撑。具体结果如图8-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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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0　四大途径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目标贡献度

  


  注：此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计入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以政策情景作为基准，2050年强化政策情景下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空间为4.8亿吨。其中，结构转型途径（产业结构升级与新业态培育）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1.6亿吨，对实现强化政策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33%；需求减量途径（需求减量与新材料应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1.1亿吨，对实现强化政策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23%；能效改进途径（生产方式变革与能效倍增）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1.5亿吨，对实现强化政策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32%；能源结构优化途径（用能形态革新与低碳能源替代）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0.6亿吨，对实现强化政策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12%。


  在强化政策情景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努力向2℃目标迈进，则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空间为13.3亿吨。其中，结构转型途径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2.2亿吨，对实现2℃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17%；需求减量途径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2.1亿吨，对实现2℃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16%，相比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的目标贡献度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能效改进途径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1.9亿吨，对实现2℃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14%，相比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的目标贡献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能源结构优化途径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3.3亿吨，对实现2℃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25%，相比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的目标贡献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是在强化政策情景基础上实现2℃情景目标的较为重要的一个途径。此外，CCUS技术应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3.8亿吨，对实现2℃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29%，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措施。


  如果要实现1.5℃情景下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则需要在2℃情景基础上进一步减排二氧化碳4.6亿吨，主要依靠两项措施：一是零碳氢能的更大规模应用（也属于能源结构优化范畴），产生的减排量为3.5亿吨，对实现1.5℃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76%；二是CCUS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部署，产生的减排量为1.1亿吨，对实现1.5℃情景目标的贡献度为24%。


  如果考察在政策情景基础上直接实现2℃情景目标，则四大途径及CCUS技术的目标贡献度分别为21.9%、17.9%、18.8%、21.4%和21.0%。可以看到，这四大途径及CCUS技术的贡献度基本相当，均保持在20%左右。这意味着要实现工业部门较大幅度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各途径必须全面推进、多点发力，同时要根据不同目标约束情况，重视减碳潜力较大、减碳成本较低、实施难度较小、目标贡献度大的重点途径和措施，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措施。


  主要耗能行业的减排潜力分析


  钢铁、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金属四大行业是当前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到工业部门总排放量的40%、28%、17%和2%（2015年），未来这些行业也是工业部门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贡献者。本章分析测算了四大重点行业在不同情景下的减排潜力及对实现相应减排目标的贡献（见图8-21）。以政策情景作为基准，2℃目标情景下各行业形成的总减排量为18.1亿吨，其中钢铁行业形成的减排量为6.5亿吨，贡献度为36%；石化化工行业形成的减排量为6.1亿吨，贡献度为34%；建材行业形成的减排量为3.1亿吨，贡献度为17%；有色金属行业形成的减排量为2000万吨，贡献度为1%；其他行业合计形成的减排量为2.2亿吨，贡献度为12%。值得注意的是，有色金属行业在此结果中减排量及贡献度相对较小，原因是本研究中终端电力消费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不计入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而有色金属行业用电比重较高，按此计算方法导致其减排量和贡献度被低估。如果考虑电力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则有色金属行业将是重点减排行业，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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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1　主要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目标贡献度

  


  注：此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计入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且不包括终端电力消费产生的间接排放。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目标与实施路线图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目标建议


  工业部门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设置的总体思路是，2030年前的目标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对工业部门提出的要求来确定，2030—2050年的目标按基本实现全球2℃温升控制目标对中国工业部门提出的要求来确定，同时考虑工业部门自身发展需要、全球碳排放空间对中国的配额分配、工业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减排任务分配、外部约束条件的发展变化及关键政策措施实施的可能性等诸多因素进行适当调整[22]。据此，提出工业部门中长期不同阶段的低碳发展目标（见图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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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2　工业部门低碳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2030年前，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达到峰值，其中终端能源消费量在2025年前后达峰，峰值水平控制在25亿吨标准煤以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前后达峰，峰值水平控制在40亿吨以下。到203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控制在24亿吨标准煤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34亿吨左右，煤炭消费总量（不包括发电和供热用煤，下同）控制在14亿吨以下，电气化率提高到28%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45%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5年下降55%左右。


  2050年，工业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5亿吨标准煤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8亿吨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亿吨以下，电气化率提高到45%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8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5年下降90%左右。


  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三步走”战略


  1.2020—2025年：控产能、提质量、抓能效、促环保


  在这一阶段，工业占GDP的比重持续回落，服务型制造模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工业提质增效提供支撑。规模效应、技术改进和管理水平提高将大幅提高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工业部门增加值率明显提升。循环型工业生产体系初步确立，废旧钢材、铝材、纸等废弃物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开展智能制造试点项目，以试点形式开展智能制造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应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控制技术。高耗能行业为这一阶段的战略重点，其发展态势为：主要高耗能产品产量陆续达到峰值并进入平台期；企业兼并重组进程加速，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企业规模化、装备高端化、产品多元化将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产品综合能效得到进一步提高[23]。


  2.2025—2035年：优势重构、系统优化、产城融合


  在这一阶段，工业部门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的主题是“优势重构、系统优化、产城融合”。优势重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高附加值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成为工业发展新动能。届时，中国将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出口产品价值含量更高，并实现进出口的零能源负债。系统优化表现在工业企业通过优化工艺路线、能源梯级利用、区域物质循环、“单点、多点、流程”并重挖掘节能潜力，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4]。产城融合表现在工业企业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链接”全面建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循环型社会体系基本建成。


  3.2035—2050年，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低碳化


  在这一阶段，工业部门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的主题是全面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低碳化。基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新一代工业交互生产方式将在各行业、各企业得以确立，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0%以上，工业机器人全面普及，信息物理系统得到广泛应用，大规模量身定制和柔性生产方式成为主导。工业发展质量和对社会进步的支撑作用本质性提高，医药、机械制造等四大高附加值产业在工业增加值结构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6倍以上，工业增加值率提升至40%以上[25]。废弃物综合回收再利用体系将覆盖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生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电力、天然气、氢能的大规模应用将使工业终端能源消费日趋清洁化、低碳化。


  实施路线图与里程碑


  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是能源和排放的问题，更涉及工业部门增长动能转换、生产方式革新、用能形态升级、竞争力重塑等重大议题，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来制定不同的战略任务、路线图及里程碑，从而更好地指引、评价战略实施效果。在工业转型升级与低碳发展“三步走”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时间段和关键时间节点上的里程碑如图8-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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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3　工业部门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实施路线图及里程碑

  


  第九章 建筑部门：低碳转型战略及路径研究


  中国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与排放是全社会能源消费与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节能减排及能源消费变革工作的重点。要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问题，不仅需要建筑部门节约用能，也需要建筑部门在电气化以及柔性用能方面有新的突破。本章基于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模型（CBEM）对中国建筑规模、能耗及排放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未来建筑部门中长期发展路径，在分析能源转型对建筑部门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以及1.5℃情景。本章得到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对建筑规模进行合理规划，控制总量规模，减少过量建设，同时以“修缮”代替“大拆大建”。


  （2）引导适宜的建筑形式和系统设计，营造与室外和谐的室内环境，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调节性。


  （3）维持居民绿色的生活方式，倡导“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建筑用能模式，追求适度的建筑服务水平和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节能技术，使建筑能耗不出现大幅增长。


  （4）彻底改变建筑用能模式和用能系统形式，全面实现建筑用能电气化，发展“光储直柔”模式的建筑用电系统，充分利用建筑表面的光电资源，实现建筑部门的柔性用电。


  （5）充分利用余热和可再生电力实现北方地区的清洁采暖，加大力度开发生物质能源，实现建筑部门化石燃料的全面替代。


  背景分析


  研究背景


  1.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问题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量不断增长，随之产生了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未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低碳发展的重要约束。


  第一，中国能源依存度不断走高，未来能源发展需要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作为出发点之一。中国2018年能源对外依存度约为21%，其中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和43%，天然气净进口量在2018年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国际贸易总量的近15%。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中国国产石油天然气在今后10年内很难出现大幅度增长，面对目前的世界形势，中国应当重视能源安全问题[1]。


  第二，碳减排是中国未来能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碳排放量飞速增长，至2006年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在《巴黎协定》框架下，中国做出了到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并且争取尽早达到峰值的减排承诺。在2℃以及1.5℃的温升控制目标下，到20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要从目前的100亿吨降低到35亿吨乃至零排放，这是中国碳减排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2,3,4]。


  第三，中国未来能源发展还须考虑大气质量和老百姓对蓝天的需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因细颗粒物造成的长时间持续的“雾霾”天已经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全面治理雾霾，还百姓以蓝天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人士到普通百姓的共同要求和愿望。研究表明，目前70%以上的雾霾污染源都来自化石能源的使用。因此，简单靠煤改气已经不能根治雾霾，只有大规模改变能源结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


  为了减小能源对外依存，破解雾霾问题，实现低碳发展，需要中国开展能源供给与消费侧革命，从碳基的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低碳能源供给结构。新的供给结构也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需要尽可能降低用能需求，减轻发展低碳能源的压力；其次，需要实现能源消费侧用电替代化石燃料，增大终端用能中电的比例；最后，需要从负载侧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刚性连接问题，变刚性为柔性。以上是本章开展建筑部门低碳发展转型路径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2.中国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情况


  中国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是全社会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节能减排与能源消费变革工作的重点。


  过去2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建筑规模的迅速增长也带动了中国建筑部门用能与碳排放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消耗了大量建材，这些建材的生产、运输等过程产生了大量的能耗与碳排放，在全社会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建筑面积也导致更多的建筑运行用能，加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使得采暖、空调、生活热水、家用电器等终端用能需求和产生的碳排放也不断上升。中国建筑运行用能约占全社会总用能的20%，由建筑建造导致的原材料开采、建材生产、运输以及现场施工的能耗也占全社会总能耗的20%以上。


  目前，中国仍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类消费领域[5]不断转移，建筑用能作为类消费领域用能的主要部分，其重要性也将不断增加。同时，当前国内国际正处于能源供需格局变化的关键节点，在能源供给结构变革的大背景下，建筑部门能源消费的发展也应与之相适应。


  因此，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下，需要对中国建筑用能与碳排放的现状进行全面认识和分析，建立建筑部门的宏观用能模型，对不同路径下建筑部门用能和碳排放的未来发展进行核算，并结合对中国能源转型的判断，提出中国建筑部门低碳发展转型战略及政策建议。


  研究边界与研究方法


  1.与建筑部门相关的能耗及排放


  本章中提到的与建筑部门相关的用能主要包含建筑建造用能和建筑运行用能两大部分。其中，建筑建造阶段的能耗主要产生于建筑建造需求所导致的原材料开采、建材生产、运输以及现场施工；建筑运行用能和排放指的是在住宅、办公建筑、学校、商场、宾馆、交通枢纽、文体娱乐设施等建筑内，为居住者或使用者提供采暖、通风、空调、照明、炊事、生活热水，以及其他为了实现建筑的各项服务功能所产生的能耗。实际上，与建筑建造相关的能耗和排放主要来源于建材生产阶段，属于工业部门用能。但由于建材的消费驱动力来源于建筑部门，不同的建设规模会造成不同的建材需求，进而对其工业生产能耗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除了建筑运行，本章也对与建筑建造相关的用能进行了讨论。


  从二氧化碳排放的角度来看，与上述过程相关的碳排放可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两部分。建筑运行阶段的直接碳排放指建筑在运行过程中直接燃烧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主要包括在建筑末端使用锅炉满足北方城镇采暖需求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城镇住宅、农村住宅使用天然气或燃煤满足采暖、炊事、生活热水需求所产生的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的间接碳排放主要包括建筑用电，以及北方城镇消耗的由热电联产产生的热力所导致的碳排放。在计算与建筑运行相关的间接碳排放时，电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由电力供应结构决定，热电联产热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按照火用分摊的方法由电厂所生产的电力和热力共同分摊电力与热力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建筑建造阶段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则全部为间接碳排放。


  此外，本章涉及的能源消耗包括电力、热力和化石能源消耗。由于这些能源具有完全不同的品位，而且它们之间的转换并非按照能量数量一比一进行，所以不应该把它们直接相加。因此，在提到能源数量时，尽可能分别列出电力、热力和化石能源消耗量。在必须将其合一时，采用发电煤耗法合为标准煤，具体计算方法是：


  （1）化石能源：按照其低位热值直接计算。


  （2）电力：无论风电、光电、水电、还是化石能源电力，一律按照300克标准煤/千瓦时折算。


  （3）热力：按照热力的来源回溯到其转换过程，得到转换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对于热电联产热源，则按照火用分摊的方法，由所生产的电力和热力共同分摊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燃煤量。


  在本章中，在分析建筑部门的碳排放现状时，对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进行了区分。在进行情景分析时，由于电力相关间接碳排放与电力部门转型路径相关，因此对建筑部门的碳排放仅考虑了建筑部门的直接碳排放，以及由于热电联产供热所分摊的间接碳排放。


  2.建筑能耗的分类


  本章所关注的建筑运行能耗指的是民用建筑的运行能源消耗，包括住宅、办公建筑、学校、商场、宾馆、交通枢纽、文体娱乐设施等非工业建筑。基于对中国民用建筑运行能耗的长期研究，考虑到中国南北地区冬季采暖方式的差别、城乡建筑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以及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人员活动及用能设备的差别，本章将中国的建筑用能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是北方城镇供暖用能，指的是采取集中供暖方式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冬季供暖能耗，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中供暖和分散采暖。地域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全部城镇地区，以及四川的一部分。西藏、川西、贵州部分地区等，因冬季寒冷，也需要供暖，但由于当地的能源状况与北方地区完全不同，其问题和特点也很不相同，需要单独考虑。将北方城镇供暖部分用能单独计算的原因是，北方城镇地区的供暖多为集中供暖，包括大量的城市级别热网与小区级别热网。与其他建筑用能以楼栋或者以户为单位不同，这部分供暖用能在很大程度上与供暖系统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方式有关，并且其实际用能数值也是按照供暖系统来统一统计核算的，所以把这部分建筑用能作为单独一类，与其他建筑用能区别对待。目前的供暖系统按热源系统形式及规模分类，可分为大中规模的热电联产、小规模热电联产、区域燃煤锅炉、区域燃气锅炉、小区燃煤锅炉、小区燃气锅炉、热泵集中供暖等集中供暖方式，以及户式燃气炉、户式燃煤炉、空调分散采暖和直接电加热等分散采暖方式，使用的能源种类主要包括燃煤、燃气和电力。本章考察一次能源消耗，也就是包含热源处的一次能源消耗或电力的消耗，以及服务于供热系统的各类设备（风机、水泵）的电力消耗。这些能耗又可以划分为热源的转换损失、管网的热损失和输配能耗，以及最终建筑的得热量。


  二是城镇住宅用能（不包括北方城镇供暖用能），指的是除北方地区的供暖能耗外，城镇住宅所消耗的能源。在终端用能途径上，包括家用电器、空调、照明、炊事、生活热水，以及夏热冬冷地区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冬季供暖能耗。城镇住宅使用的主要商品能源种类是电力、燃煤、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城市煤气等。夏热冬冷地区的冬季供暖绝大部分为分散形式，热源方式包括空气源热泵、直接电加热等针对建筑空间的供暖方式，以及炭火盆、电热毯、电手炉等各种形式的局部加热方式，这些能耗都归入此类。


  三是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不包括北方地区供暖用能）。这里的商业及公共建筑指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科教文卫建筑、通信建筑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既包括城镇地区的公共建筑，也包含农村地区的公共建筑。2014年前《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在公共建筑分项中仅考虑了城镇地区的公共建筑，而未考虑农村地区的公共建筑，农村公共建筑从用能特点、节能理念和技术途径各方面与城镇公共建筑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因此从2015年起将农村公共建筑也计入公共建筑用能一项，统称为公共建筑用能。除了北方地区的供暖能耗，建筑内由于各种活动而产生的能耗，包括空调、照明、插座、电梯、炊事、各种服务设施，以及夏热冬冷地区城镇公共建筑的冬季供暖能耗也计入商业及公共建筑用能。公共建筑使用的商品能源种类是电力、燃气、燃油和燃煤等。


  四是农村住宅用能，指农村家庭生活所消耗的能源，包括炊事、供暖、降温、照明、热水、家电等。农村住宅使用的主要能源种类是电力、燃煤、液化石油气、燃气和生物质能（秸秆、薪柴）等。其中的生物质能部分能耗未被纳入国家能源宏观统计，却是农村住宅用能的重要部分，本章将其单独列出。


  本章考察建筑运行的一次能耗。对于建筑使用的电力，本章根据全国平均火力供电煤耗系数转化一次能耗。对于建筑运行导致的对于热电联产方式的集中供热热源，根据《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2016》[6]的标准，根据输出的电力和热量的火用分摊输入的燃料。


  3.中国建筑能耗与排放分析模型


  基于对建筑用能与排放的长期深入研究，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积累了大量建筑用能数据，对建筑部门用能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建立了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模型。该模型主要由中国建筑建造能耗及排放模块（CBCM），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及排放模块（CBEM）以及中国建筑规模模块（CBSM）三部分组成，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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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模型

  


  中国建筑规模模块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及相关研究，估算中国各类民用建筑逐年的新建、拆除以及实有面积情况。中国建筑建造能耗及排放模块基于实际调研和各类文献中所获得的建筑建造用能强度数据以及中国建筑规模模型输出的建筑建造规模数据，得到中国建造领域的用能以及碳排放情况。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及排放模块基于从实际调研中得到的大量建筑运行用能信息数据和各类建筑实有规模数据，得到中国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与排放情况。


  其中，建筑运行用能强度基于两种途径获得：一是基于实测调研的大量建筑用能强度数据，在对中国建筑运行用能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给出不同地区、不同种类建筑、不同用能终端以及不同家庭类型等维度下的建筑用能与排放强度，并进一步自下而上地得到中国建筑运行的宏观能耗与排放情况，这一途径基于实测用能强度数据，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建筑运行部门的用能情况；二是以技术与用能行为为出发点，在更加深入细致的层面描述中国建筑运行用能情况，这种途径有助于深入研究技术进步以及行为模式的变化对建筑运行能耗的影响，并进一步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两种途径相互校核，在宏观层面实现了对中国建筑运行能耗的准确描述，在微观层面阐述了技术与行为等各类影响因素对中国建筑运行能耗的影响。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采集了大量的建筑用能与排放数据，并建立了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建筑建造信息数据库、DeST典型建筑模型库、中国典型气象数据库、建筑技术及实践案例数据库、建筑节能政策数据库、建筑用能信息数据库等各类子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上述中国建筑部门低排放发展战略模型的基础。其中，建筑用能信息数据库是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数据库的核心，该数据库包含了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自“十二五”至今通过问卷调研、长期监测、专题现场测试、收费第三方数据等方式所收集的超过130000份样本数据，为中国建筑低碳发展分析模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建筑运行部门的能耗及排放


  中国建筑规模发展状况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37.7%增长到2017年的58.5%（见图9-2），这也带动了中国建筑规模的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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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2　中国逐年城乡人口变化[7]

  


  如图9-3所示，2017年，中国民用建筑总面积为593亿平方米，相比2001年增长近1倍，其中城镇住宅建筑面积为238亿平方米，农村住宅建筑面积为231亿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为123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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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中国建筑面积[8,9]

  


  建筑运行部门的能耗及排放


  1.能源消耗


  2017年，中国建筑运行按照发电煤耗折算的总商品能耗约为9.6亿吨标准煤，其中电力消耗1.5万亿千瓦时，化石能源消耗约5亿吨标准煤，见图9-4。2017年，建筑能耗占全国总能源消耗的20%，若计入生物质能源消耗，则总能耗高达10.5亿吨标准煤。在商品能源消耗中，建筑运行的电力消耗占全国总电力消耗的比重超过20%。


  从2001年到2017年的近20年间，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增长迅速，从不足4亿吨标准煤增长到近10亿吨标准煤。与总能耗增长相比，电力消耗增长速度更快，从不足0.5万亿千瓦时增长到超过1.5万亿千瓦时，增幅超过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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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4　中国建筑运行能耗及运行电耗[8,9]

  


  本章将建筑运行能耗分为四大类，分别是：北方城镇供暖用能、城镇住宅用能（不包括北方地区的供暖）、公共建筑用能（不包括北方地区的供暖），以及农村住宅用能[9]。将四部分建筑规模、运行用能强度和总量表示在图9-5的四个方块中，横向表示建筑面积，纵向表示每一类的单位平方米建筑能耗强度，四个方块的面积即是建筑能耗的总量。从建筑面积来看，城镇住宅和农村住宅的面积最大，北方城镇供暖面积约占建筑面积总量的1/4弱，公共建筑面积仅占建筑面积总量的1/5弱，但从能耗强度来看，公共建筑和北方城镇供暖能耗强度又是四个分项中较高的。因此，从用能总量来看，基本呈四分天下的局势，四类用能各占建筑能耗的1/4左右。近年来，随着公共建筑规模的增长及平均能耗强度的增长，公共建筑的能耗已经成为中国建筑能耗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


  2.二氧化碳排放


  一般而言，建筑运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其中直接碳排放指建筑在运行过程中直接燃烧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在建筑末端使用锅炉以满足北方城镇集中采暖需求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城镇住宅、农村住宅使用天然气或燃煤以满足采暖、炊事、生活热水需求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碳排放主要包括建筑用电，以及北方城镇消耗的与热电联产热力相关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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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5　2017年中国建筑运行能耗总量及强度[9]

  


  建筑能耗总量的增长、能源结构的调整都会影响与建筑运行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建筑运行阶段消耗的能源种类主要以电、煤、天然气为主，其中，城镇住宅和公共建筑这两类建筑中70%的能源均为电，以间接二氧化碳排放为主；而在北方城镇采暖和农村住宅分项中，使用燃煤的比例更高，在北方城镇采暖分项中使用燃煤的比例超过了80%，农村住宅中使用燃煤的比例约为60%，这些都会导致大量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2017年中国建筑运行产生的直接碳排放约为10亿吨，如图9-6所示。如果加入使用电力和热电联产热力所造成的间接碳排放，那么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达到2010亿吨，其中，与电力相关的间接碳排放为8.6亿吨，约占42%；热电联产热力相关的间接碳排放为1.7亿吨，约占8%。2017年中国建筑运行相关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折合人均指标为0.7吨/cap，折合单位面积平均建筑运行碳排放指标为17千克/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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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6　建筑运行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9]

  


  3.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由于臭氧损耗潜值为零，HFC类物质曾被认为是理想的臭氧层损耗物质替代品，被广泛用作冷媒。但由于其全球变暖潜值较高，目前也成为建筑部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HFC在建筑领域主要用于空调制冷设备中制冷剂的制造，由此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是中国占比最大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根据北京大学的研究，2017年中国由于家用空调和商业空调造成的HFC温室气体排放约为0.6亿tCO2-eq[10]。


  值得注意的是，冷媒的实际泄漏量并不等于产出量。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30%以上的空调制冷产品出口，冷媒随之出口；另一方面，安装在国内的空调制冷设施的当年冷媒泄漏量也小于当年的总充灌量。这是由于中国建筑的空调制冷装置安装量仍在逐年增加，泄漏量应为总安装量达到平衡之后的年充灌总量。目前，中国产出的制冷剂80%充灌在新生产的制冷设备中，只有约20%是作为补充制冷剂，而实际制冷设备的冷媒排放应当主要来源于运行设备的泄露以及废弃设备的排放。


  随着中国家用空调和冰箱增量的减少和更新换代率的降低，以及使用期制冷剂泄漏问题的改善，未来建筑部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将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为了减少排放总量，有如下三方面需要努力：


  一是积极发展低全球变暖潜值（GWP）的替代工质。目前此领域已成为西方世界抑制中国制冷空调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需要研究领域和生产企业结合，各大生产企业合作，共同发展出适合我国资源、技术特点的新型环境友好制冷工质。


  二是提高工艺水平和维修水平，大幅度减少制冷剂泄漏，加大维修过程中制冷剂回收率。这是在现有制冷剂系统下实现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途径，近10年来中国制冷工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泄漏量大为减少。通过政策机制，包括大幅度提高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税收，可以有效降低这类泄漏。


  三是发展低制冷剂充灌量和非压缩式制冷与热泵技术，大幅度减少对具有温室效应的制冷工质的需要量。例如，在干燥地区的直接和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中外建筑用能发展历史及对比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已逐渐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如图9-7所示，2017年中国的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接近40平方米，已经与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接近。而目前公共建筑面积相对处在低位，低于上述发达国家15平方米的人均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尽管中国建筑部门用能增长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建筑用能强度尚处于低位。从图9-8中可以看出，目前，从人均能耗来看，中国约为美国的1/4，不到欧洲一些国家及日韩的一半；从单位平方米指标来看，约为美国的1/3，约为欧洲一些国家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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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7　中外建筑面积对比（2017年）[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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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8　中外建筑用能对比（2017年）[11,12,13,14,15,16]

  


  从人均能耗发展历史来看，如图9-9所示，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建筑能耗都经历了先快速增长、后趋于平稳或稳中有升的发展过程，但各国人均能耗最终的平台期数值有较大差别。目前，中国人均建筑能耗尚处于低位，接近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与日本、意大利等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相当，并且中国仍处在经济相对较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未来建筑能耗还存在极大的增长可能。或者说，中国现在正处在建筑节能发展路径选择的关键点。在下一阶段，选择不同的用能模式以及建筑节能发展路径，会带来整体趋势的较大差别，进而直接影响中国总体能耗与碳排放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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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9　各国人均建筑能耗变化

  


  低碳发展路径分析


  能源转型路径对建筑部门的影响


  中国能源体系面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的三重压力，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是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唯一途径，即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与核能为主的低碳能源结构，大比例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要实现这一转型目标，需要从供给侧、需求侧共同发力，多部门联动，以低碳能源转型为主要的最终目标之一，制定各部门的发展路径。


  对应到建筑部门，结合中国建筑用能现状，需要实现用能总量控制与用能结构优化两个方面的转变，以匹配中国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这些转变需求即为中国建筑部门未来低碳发展的主要目标。


  从总量控制的角度来看，建筑用能需要将总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目前，中国建筑规模还在不断增加，居民生活质量、服务业等都存在提升空间，因此中国建筑用能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建筑用能强度处于低位，但考虑中国低碳能源转型目标，中国建筑用能不能参照这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合理控制能耗总量、确定节能途径。


  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建筑用能结构需要匹配未来的低碳能源供应。首先，考虑到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输出形式均为电，电力在建筑用能中的占比需进一步加大；其次，生物质是唯一的低碳燃料，需要更合理充分地利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同时，考虑到中国北方地区还有较大的供热需求，秉持充分利用能源品位的原则，应该充分挖掘火电厂余热、核电余热以及部分低品位工业余热作为冬季供热热源。此外，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未来电网对需求侧的负载特性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提升建筑的用能柔性，以减少其对电网的冲击，并通过需求侧响应的用电模式形成更大的对风电光电的接收能力。


  建筑运行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建筑运行中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直接碳排放和使用电力、热力造成的间接碳排放。目前，城镇建筑除北方冬季采暖外，直接碳排放主要源于居民炊事、生活热水；农村碳排放则源于大量的燃煤取暖和炊事。随着电炊事装置的不断发展，用电解决炊事和生活热水制备的制约既不是能源供应设施的限制，也不是成本和经济性问题，而完全是生活习惯的惯性。只要通过文化宣传和适当的政策机制（如提高居民用气价格），就可以实现城镇居民生活全部电气化，取消燃煤燃气。而北方地区城镇建筑供暖则可以通过热源方式的改造完全取消分散的化石燃料热源。技术措施可以是热电联产热源通过集中供热提供供暖热量，以及热泵或电热方式解决不能连接集中供热的建筑以实现分散取暖。而如何降低电力和集中供热的间接碳排放，则要与电力系统减排一同论证。农村低碳方式则可用生物质能、风能、光能和电网系统提供的电力形成农村的新能源系统，也可以完全消除直接碳排放。


  实现上述城乡直接碳排放清零的关键问题是停止“煤改气”活动，避免大量投资建成的煤改气工程在20年后又全部废除，并使参与的城乡居民产生抵触情绪。


  建筑中长期能耗与排放情景分析


  低碳能源转型为中国建筑发展提出了新目标，同时中国目前正处于建筑用能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不同的发展路径会在未来造成截然不同的建筑能耗与排放。因此，本小节在前述章节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前文能源转型对中国建筑部门的要求，对中国建筑部门中长期能耗及排放的发展建立不同情景进行讨论，分析不同路径的发展情况。


  1.情景设定


  根据研究需要，本章共设置了4种情景：


  （1）政策情景。在这一情景下，假定中国建筑规模、用能强度基本维持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建筑规模向日本和欧洲各国靠拢，能耗较高的居民生活方式占比明显增加。各项建筑节能政策基本以“十三五”期间的力度持续推进。


  （2）强化政策情景。在这一情景下，假定中国建筑规模、用能强度还会有一定发展，但增速有一定放缓。人均住宅与公共建筑面积有一定增加，能耗较高的生活方式占比明显减少，建筑节能政策将考虑相关约束提出更严格的措施。


  （3）2℃情景。在这一情景下，假定中国服务水平有一定增长，能够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同时由于各项政策以较强的力度全面推进，建筑用能以符合低碳能源转型的方向稳步发展，建筑总碳排放预计在2030年前后达峰，以达到我国2℃温升控制目标。


  （4）1.5℃情景。这一情景为在2℃情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各项节能政策力度，推进电气化进程。建筑预计在2050年前后无直接排放，以达到我国1.5℃温升控制目标。


  2.情景结果


  基于以上假定，对中国建筑部门至2050年的建筑规模、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使用CBEM进行情景分析，主要结果如图9-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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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0　不同情景下的预测结果

  


  在政策情景下，建筑规模保持增长趋势，到2050年约为820亿平方米；电力消耗持续快速增长，2050年超过4万亿千瓦时，接近目前水平的3倍；化石能源消耗2025年后进入平台期，峰值约为5.1亿吨标准煤，之后缓慢下降，到2050年约为4.7亿吨标准煤；总商品能消耗（发电煤耗法）持续增长，2050年约为17亿吨标准煤，接近目前水平的2倍；此外，生物质用能显著下降至0.4亿吨标准煤，农村居民大部分改用电力或天然气作为主要的能源品种，到2040年后新型生物质燃料有所增长；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热力排放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约为9.4亿吨二氧化碳。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建筑规模增速有所放缓，到2050年约为780亿平方米；到2050年，电力消耗约为3.7万亿千瓦时，化石能源消耗约为3.6亿吨标准煤，总商品能消耗约为15亿吨标准煤；生物质能耗前期快速下降，之后由于新型生物质的发展，到2050年约为0.6亿吨标准煤；碳排放下降至6.8亿吨二氧化碳。


  在2℃情景下，建筑规模、电耗、商品能耗总量等均存在增长；到2050年，建筑规模约为720亿平方米，用电约为3.2万亿千瓦时，化石能源消耗2.2亿吨标准煤，约为目前水平的一半；能源消耗总量自2025年进入平台期，稳定在12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这一情景下会大力鼓励发展高效生物质利用，到2050年，新型生物质燃料消耗迅速增加，约为0.7亿吨标准煤，碳排放降至4.1亿吨二氧化碳。


  在1.5℃情景下，中国将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与电气化，建筑规模、商品能总量均与2℃情景下接近，但电力占比、高效生物质利用量显著增高。到2050年，建筑耗电约为3.7万亿千瓦时，化石燃料消耗约为60万吨标准煤，生物质燃料约为0.9亿吨标准煤，碳排放降至1500万吨二氧化碳。


  3.分析与结论


  情景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发展路径的差异会带来近1倍的商品能耗以及近10亿吨的碳排放（直接与间接热力部分）差别。结合我国低碳转型要求与情景分析结果，归纳得到未来路径中存在以下三个关键点：建筑规模的控制、建筑节能的推进以及能源结构的改变。


  建筑规模直接影响建筑采暖、空调、照明等负荷，同时还会间接影响建筑建材等建造相关的碳排放。在本章中，未进一步采取建筑规模控制的政策情景与采取了较强措施的2℃情景相比，到2050年，建筑规模差别约为100亿平方米。因此，有必要通过合理规划，将建筑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建筑节能的持续推进能够明显降低建筑用能增速。情景分析的结果表明，通过各项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可以在较低的能耗增长下实现居民的美好生活目标，同时实现碳排放的显著下降。因此，建筑节能也将是中国建筑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1.5℃情景下的结果表明，在实施建筑节能的基础上，配合用能结构调整，能够实现到2050年的近零排放。用能结构调整包括大力推进建筑电气化、积极利用各种余热解决北方城镇采暖、高效合理利用生物质燃料等，从而显著降低化石燃料在建筑用能中的占比。


  本章的情景分析仅考虑建筑运行阶段的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而结合中国低碳发展要求，对于建筑发展路径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建筑消纳可再生电力的能力、降低建筑运行的非二氧化碳排放等。后文中，将在三个关键点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对中国低碳转型路径下的建筑发展路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北方清洁采暖路径的情景分析


  1.情景设定与分析结果


  在目前的建筑用能中，最依赖直接燃料的是北方冬季采暖，它的能耗总量最大，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最大，所以其节能潜力也最大，是中国建筑节能工作的重点。同时，北方冬季采暖也是决定中国建筑部门未来碳排放的关键领域。


  目前就减少北方采暖碳排放而言，有两个方案。


  方案一，继续采用集中供热，以热电联产及工业、核能的余热作为主要热源。热电联产是利用发电余热作为供暖热源。热电联产工艺不同，输出热量的能耗也不同。目前我国大多数热电联产电厂是抽凝机组，抽取部分原本进入低压缸继续发电的0.5兆帕左右的蒸汽把热网循环水从50~60℃加热到110~125℃。剩下的部分蒸汽仍进入低压缸发电，其冷凝热量在20~40℃的温度下由冷却塔或空冷岛排出，排出余热为机组总热量的20%~30%。近年来，部分电厂进行多种形式的背压改造，消除了冷端损失，但同时也减少了发电量。按照火用分摊方法把电厂消耗的燃煤分摊给输出的电力和热力，这两种方式输出热量的煤耗为14~30千克标准煤/吉焦，具体煤耗取决于取热流程和返回到电厂的回水温度。与直接燃煤锅炉的40千克标准煤/吉焦相比，节能25%~50%。


  方案二，采用可再生电力作为主要能源，以热泵作为主要热源，极严寒地区采用直接电热。目前，采用热泵在寒冷和严重地区供热，COP（能效比）已经可以达到3，可以覆盖北方约80%的地区。其余不到20%的地区无法使用热泵，可以采用直接电热。当热泵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时，这种方式实质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比燃煤锅炉低30%；当热泵的电力来自热电联产燃煤电厂时，该方式的能耗与碳排放低于燃煤锅炉40%；当热泵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时，则可以实现零碳。


  在两种方案下，分别分析到2050年建筑部门的能耗消耗和碳排放，电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由电力供应结构决定，此处不计，热电联产热力消费导致的间接碳排放按照火用分摊的方法计算。情景分析的结果如下，见图9-11和图9-12。


  方案一：3.2万亿千瓦时电+1.5亿吨标准煤燃料+1亿吨标准煤生物质（农村），直接碳排放约为0.33亿吨。


  方案二：4万亿千瓦时电+1亿吨标准煤生物质（农村），直接碳排放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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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1　北方采暖热源选择的能耗情景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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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2　北方采暖热源选择的排放情景分析结果

  


  2.分析与结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方案一与方案二都可以在2050年实现较低的建筑部门排放，那么到底如何选择未来北方采暖的热源？这就需要综合考虑中国未来能源系统中燃煤火电厂的功能、必要性，基于未来整体能源系统转型路径来做出判断。因此，必须回答未来中国将保留多少燃煤电厂，同时还要考察这些热源的地理位置是否与需要热量的城镇位置相匹配，热量输送成本是否可接受。


  中国北方采暖区域内目前已有热电厂装机超过8亿千瓦。未来大规模发展风电、光电，需要有足够的蓄能能力和灵活电源，以适应风电、光电的大幅度日波动和电力负荷侧的日变化。为了实现电力低碳化，除2亿千瓦核电外，中国的风电、光电装机容量将在25亿~35亿千瓦，为使其得到充分利用，至少需要60%容量的调峰电厂，即15亿~21亿千瓦的调峰电厂，或者是其他具有同等蓄电容量的蓄电装置。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是最好的蓄能和灵活电源，然而中国的地理资源决定了水电和抽水蓄能电站总量很难超过4亿千瓦，这样调峰电源的缺口达10亿千瓦。即使考虑到电动汽车、具有柔性用电能力的直流建筑等可以提供约4亿千瓦的蓄电和电力调峰能力，也还需要6亿千瓦以上容量的热电厂作为调峰电厂，才可能与风电、光电互动，满足未来中国的电力需求。此外，北方冬季受枯水期限制和黄河冰凌的影响，水力发电能力大幅下降，也需要额外1亿千瓦火电来补充冬季水电的不足。这样，中国北方冬季应有5亿千瓦以上的火电和核电运行，才能在大比例发展风电、光电、水电的前提下满足未来的电力供应，大于供热所要求的4亿千瓦火电的装机容量。


  然而，这些冬季按照热电联产方式运行的火电和核电必须同时承担电网的快速峰谷调节任务，而不能按照传统的“以热定电”模式运行。当进入电厂的热网回水温度低于20℃时，通过在电厂配备大容量的蓄热装置和电动热泵，可以在需要发电时全功率发电，用蓄热罐的热量供热并蓄存发电余热；而在电力需求低谷期最大量抽气并开启大容量电动热泵，以提升电力高峰期蓄存的低品位余热。通过工艺流程优化，可以使热电厂全天的综合热效率高于95%，输出电力在35%~100%的范围内快速调节，而全天输出电力与输出热量之比不低于45%。


  对于沿海修建的核电和火电，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发电余热进行海水淡化，从而通过改变抽气量、蓄热量和使用电动热泵提升低温余热的品位，使得全年都可以实现大范围的电力峰谷调节和高效余热利用。北方沿海地区同时也是淡水资源匮乏区，热、电、水联产可以实现全年的电力灵活调节和余热的充分利用。


  我国北方90%的县以上城镇都已建成较完善的城区供热管网，这是发展余热供热的必备条件，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具备。具体考察北方各县以上城镇地理位置，可以发现80%的城镇都能在10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找到足够的具有潜在可利用的余热资源。当把输送距离提高到150公里时，则热源与热负荷的匹配度高于90%。采用低回水温度技术，热量输送的经济距离可增长50%。同时，单位热量的输送成本也随容量增大而下降，单位热量管道热损失亦与管径成反比，输送5000兆瓦热量管网的经济输送距离是500兆瓦热量管网的3倍。实现大温差输送，输送容量可达几千兆瓦，经济输送距离是常规温差、容量为几百兆瓦管网的4~5倍。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建设了不少输送距离达30~40公里的热网，至今仍在安全运行。由此，采用大温差和大容量技术，可接受的输送距离就是100~150公里，目前北方大多数城镇在这个半径内都可以找到与建筑规模相匹配的热电联产或工业余热热源。近年来，我国已在太原、银川、石家庄等地相继建成40~60公里的大容量长距离热网，其建设和运行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又有多地正在规划、设计和建造规模更大、距离也更长的热网，并都将在未来2~3年内完工投运。


  冬季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以单一的工厂或电厂为热源为一个区域供热，很难达到高安全、高可靠。实现区域大联网，多个热源联合供热，再加上终端的天然气调峰，就可以实现多源互补、优化运行，保证系统的可靠与安全。完善地建成覆盖北方大多数城镇的区域热网，全面采集各种余热资源，相互补充，并实现发电、调峰、供热、供气之间的协同，将是在低碳的要求下中国未来城市能源系统的最适模式。这需要统一规划，分散建设，在中央统一规划协调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依靠市场机制调动逐步实施，还需要相应制定合理的定价机制，均衡热、电、气价格，并充分考虑各种调峰对系统的贡献。


  建造相关的节能减排


  建筑建造引起高能耗和高排放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民用建筑建造能耗也迅速增长。大规模建设活动的开展导致大量使用建材，建材的生产进而导致了大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产生，这是中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7年，中国钢铁、水泥、铝材、玻璃、建筑陶瓷五类工业产品的生产能耗约为14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能耗的1/3，占工业生产能耗的1/2。这其中，房屋建造是这几类工业产品的主要用途之一。从2004年到2017年，与中国民用建筑建造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从6.8亿吨增长到18.2亿吨，增长约2倍。在这其中，与能源消耗相关的排放约占70%，水泥生产工艺过程的排放约占30%（见图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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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3　历年竣工民用建筑建造排放[8,9]

  


  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建造需求不仅直接带动建造能耗的增长，还决定了中国以钢铁、水泥等传统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这也是导致中国目前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的主要原因。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业部门的单位增加值能耗都在0.1千克标准煤/2010年不变价美元之下，而中国则超过0.3千克标准煤/2010年不变价美元，是多数发达国家的3倍以上，全球平均水平的近2倍。


  在中国的工业用能中，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生产用能占到了工业总用能的67%，而多数发达国家钢铁、建材、化工的用能之和都低于50%，部分国家如英国、美国仅在30%左右。钢铁等五大高耗能产业单位工业产值增加值对应能耗是机电产业平均单位工业产值增加值对应能耗的10倍以上，是第三产业单位产值增加值对应能耗的15倍左右。中国工业生产碳排放高，其主要原因是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能耗产业在工业总量中的比例过大，而这一过大比例完全是由国内巨大的时长需求所致。在中国，有70%的钢铁、90%的建材、20%的有色金属用于建筑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耗材生产用能占到了中国工业总用能的约42%。可见，我国快速城镇化导致的大量建设用材需求，使得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在中国现有的工业生产结构中占比很高，进而导致中国工业单位增加值偏高。


  合理规划建筑规模


  建筑规模总量是影响建筑部门能耗与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规划和控制未来建筑规模总量，减少新建建筑规模，是实现建筑部门低碳发展的必要条件[17]。


  要减少建筑建造相关碳排放，一方面要控制建筑规模总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居民从农村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需求下，都会推动城镇住宅和公共建筑大面积建设。从目前建筑竣工面积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城镇化新增人口对建筑的需求。目前，中国人均建筑面积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甚至已经超过部分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即使考虑未来城镇化率的继续增长，按照现有人均建筑面积水平，需要新增的房屋规模也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新开工房屋，控制住宅套内面积。目前全社会已有建成民用建筑约600亿平方米，人均约为40平方米。按照亚洲其他发达国家的状况，人均50平方米民用建筑（包括住宅、商建和公建）已完全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中国未来按14亿~15亿人口计算，建筑总规模达到720亿平方米应该可以完全满足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样，建筑总量仅还有100亿~120亿平方米的增长空间，如果继续以每年20亿平方米的速度建设，仅还有不到8年的建设空间。如果逐渐从20亿平方米竣工的速度减缓到每年15亿平方米（2025年）、10亿平方米（2030年）和5亿平方米（2035年），每年相关碳排放量也会逐渐减少到5亿吨以下。


  另一方面需要抑制房屋的大拆大建，发展建筑维修技术，增加建筑维修与功能提升的比例。在过去20年中，中国开展了大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建筑的拆除。如图9-14所示，近10年间，中国建筑年竣工面积都在25亿平方米左右[7,18]，但同时每年的建筑拆除面积在15亿平方米左右，并且呈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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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4　中国民用建筑新建及拆除面积[9]

  


  在下一阶段，中国将由大规模建设逐渐转为大规模维修、改造和功能提升，因此如何实现城镇化任务由“大拆大建”转为“延寿升质”，是下一阶段的重要议题。建筑修缮和拆除新建相比，人工费用高，但建材的用量、能耗和碳排放会大幅减少，以“结构加固+精细修缮”模式对建筑功能提供改造，碳排放量是拆除重建的十分之一。如果每年有3%的建筑需要大修和改造，就对应着每年20亿平方米的维修改造量，因此对既有建筑是“大拆大建”还是科学修复与功能提升，将对应着两个差别巨大的碳排放结果。如果是大拆大建模式，其结果就是巨大的钢铁、水泥和建材的需求与每年15亿吨以上的碳排放量；反之，则可以大幅度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碳材料的需求，实现建造业的低碳发展。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关的政策机制，也要加速科学研究，探讨低碳的建筑延寿和功能提升途径。为此，大力发展精细修缮模式所需要的技术，例如建筑物寿命监测、诊断与评估，全寿命期演变与控制，改造技术提升将是促进建筑建造领域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


  运行相关的节能路径


  中国建筑部门的节能政策路径


  实际上，目前中国建筑部门能耗与排放发展面临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将这两条路径放到建筑服务水平与建筑能耗的曲线上，如图9-15所示。路径一是以服务标准作为硬约束，先确定统一的服务水平，在此服务水平下，建筑节能低碳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各类提升能效的措施来尽量降低能耗；路径二是以能耗的总量和强度目标作为硬约束，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过这个总量目标，通过建筑节能工作的技术创新来尽量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选择不同的路径会导致未来建筑部门截然不同的能耗和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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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5　中国建筑节能工作的路径选择

  


  在路径一下，建筑的室内服务标准是硬性约束，而建筑能耗总量的控制是建筑节能工作追求的引导发展的柔性目标。在这样的技术路径下，建筑的设计者按照统一的建筑室内服务标准来进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较低的不满意率，就必须按照最高的服务水平和最大的服务量来进行供应，从而导致服务量的过量供应。而从能耗的角度来说，为了保证系统的运行效率，就需要鼓励高效的建筑节能技术，例如保温、密闭的围护结构和集中、大规模的用能系统。


  而在路径二下，建筑能耗总量是硬性约束，建筑服务水平的提高和不满意率的降低是建筑节能工作追求的引导发展的柔性目标。在这样的技术路径下，首先要根据建筑能耗总量目标，一方面进行建筑规模的总量控制，另一方面在合理建筑规模的规划下确定各类建筑的能耗强度标准。实际上，不同的服务模式和技术系统都可以提供较高的服务水平，将不满意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在这样的技术路径下，鼓励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消费倾向来自主选择满意的服务模式和技术系统。


  上述两条路径所代表的不同的建筑用能理念，也正是导致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建筑用能差异的核心因素。目前，美国住宅户均年用电量超过1万千瓦时，日本为6000千瓦时，而中国城镇住宅户均年用电量不到2000千瓦时，80%以上的居民户均年用电量小于3000千瓦时。公建和商业建筑在美国、日本的单位面积年用电量超过150千瓦时/平方米，而我国目前平均值在70千瓦时/平方米左右。这一巨大差别主要源于建筑及其机电系统使用模式的巨大差别。在美国，无论是居住建筑还是商业建筑，其基本的使用模式是一切依靠机械系统，全空间、全时间运行室内环境控制系统；而中国则是以自然环境为主，机械系统为辅，即使运行机械系统，也是“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室内环境系统调控模式。尽管这一模式所提供的服务水平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全时间、全空间”模式，但用电量却有2~5倍之差。如果放弃这一传统的绿色使用模式，代之以美国目前的建筑使用和运行模式，中国建筑运行用电量就会从目前的每年不到1.6万亿千瓦时增加到5万亿~6万亿千瓦时，这将给中国发展低碳电力系统带来极大的困难，并增加巨大的投资。


  因此，选择以建筑能耗总量为硬约束的发展路径，维持中国现有的绿色用能模式，在此基础上提高服务水平和用能效率，是中国未来建筑节能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19]。


  引导适宜的建筑形式和系统设计


  是选择完全依靠机械系统营造和维持要求的人工环境，还是选择依靠外界自然环境相通来营造室内环境，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依靠机械系统的人工环境，是公共建筑设计的两条不同路径，其具体差异体现在对建筑的要求、室内环境参数控制、谁是室内环境状态的维持和调节者、提供服务的模式等方面，并最终导致不同的建筑运行能耗，如表9-1所示。


  在营造人工环境的理念下，建筑尽可能与外环境隔绝，避免外环境的干扰，采用高气密性、高保温隔热，挡住直射自然光。室内环境参数都维持在要求的设定值周围，由运行管理人员或自动控制系统调节室内环境状态，尽可能避免建筑使用者的参与；机械系统按“全时间、全空间”模式运行，24小时提供服务，进而建筑能耗也较高，单位面积照明、通风、空调用电量可达100千瓦时/平方米。


  
  表9-1　同室内环境营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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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营造与室外和谐的环境理念下，室内外之间的通道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既可以自然通风，又可以实现良好的气密性；既可以通过围护结构散热，又可以使围护结构良好保温；既可以避免阳光直射，又可以获得良好的天然采光。室内环境参数根据室外状况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室外热时室内温度也适当高一些，室外冷时室内温度也有所降低，室外空气干净适宜则新风量加大，室外污染或极冷极热则减少新风；由使用者控制室内环境状态，管理人员和自控系统起辅助作用，按“部分时间、部分空间”模式维持室内环境，只有当室内有人并且不能通过自然方式实现室内要求的时候才开启机械系统。在这种模式下，建筑能耗远低于前者，大多数情况下单位面积照明、通风、空调能耗不超过30千瓦时/平方米。


  因此，对于公共建筑，应当以合理的理念去引导建筑形式和系统形式的设计，对于新建建筑要尽量营造与室外和谐的室内环境，并应当注意特殊类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与运行。对于既有建筑，应当以《民用建筑能耗标准》为基础开展全过程能耗定额管理，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不能盲目提高服务水平，加大系统供应。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与适宜技术


  对比中美两国典型居民家庭除住宅、采暖和生活热水以外的用电量可以发现，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年总用电量小于3000千瓦时，而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年用电量通常要达到约10000千瓦时。这其中的差距来源于家庭用电设备类型以及使用方式的不同。


  中国绝大多数居民家庭采用分体空调+“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空调使用模式，也即仅在人在的时间和空间开启空调设备，因而用能强度较低，年空调用电量仅为300千瓦时左右。而户式中央空调是美国居民家庭常见的空调形式，其使用方式往往是“全时间、全空间”的，空调开启时长以及制冷面积要远大于中国家庭。相关实测表明，使用中央空调系统的住宅空调能耗是其他使用分散式空调的10倍以上，这就是由于不同空调设备导向不同的使用方式，进而造成了巨大的能耗差异。另外，干衣机、大容量冰箱冰柜等高电耗家电是美国家庭常见的用电设备，但目前在中国这类家电的拥有量还比较低，这也是导致用电量差异的重要原因。例如，有烘干功能的洗衣机每个洗衣周期的用电量要远远高于没有烘干功能的常规洗衣机，使用有烘干功能洗衣机的美国家庭洗衣年耗电量可高达1000千瓦时，是中国家庭的7倍。


  然而，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开始广泛使用电热饮水机、电热马桶圈等，这些常开的用电设备70%以上的用电量是由备用过程中的散热消耗的。如何规范这类产品的性能，避免这类产品进一步广泛使用后带来的居民用电总量的上涨，注意这些“常处在通电备用状态”下的装置的待机电耗，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因此，维持中国居民现有的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实现中国住宅建筑节能低碳的重要途径，在建筑中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坚持节约传统和“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空调使用模式，追求适度的建筑服务水平和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节能技术，才可以在提升居民服务水平的同时，使建筑能耗不出现大幅增长。


  能源转型


  彻底改变建筑用能模式和用能系统形式


  1.全面实现建筑用能电气化


  基于前述讨论，在继续推进建筑节能，实现建筑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基础上，实现建筑用能的全面电气化，以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适应未来能源供给侧的低碳发展，是建筑部门未来低碳发展的重要要求。


  目前，城镇建筑主要的用能形式以及实现电气化的途径如下：


  （1）冬季的建筑采暖：这是建筑用能中的燃料需求最主要的用能目的，也是建筑全面实现去燃料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2）制备生活热水以及医院消毒、洗衣等的蒸汽需求：可以通过电驱动热泵，或者直接电热来替代分散的和集中的燃气锅炉。实践表明，即使采用分散的电热方式制取热水或蒸汽用于医院等对蒸汽的特殊需求，由于减少了输送过程中的热损失，其能耗也低于集中的燃气锅炉（按照1立方米天然气折合5千瓦时电力计算）。


  （3）炊事：实际上，电炊事设备早已进入千家万户，除了中式炒菜，其他各种方式的电炊事完全可以替代燃气。而电炒锅器具现在也可以满足炊事要求，不能实现完全替换的原因更多的是文化因素。当把绿色低碳能源作为目标来推广电炊事装置时，可以很快实现这一替换。除了采暖、生活热水、炊事，其余各类建筑用能设备，例如照明、空调、电梯、黑白家电等均已基本实现电气化。


  2.大力发展光伏建筑，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和垂直外表面


  在未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的背景下，东部地区也应当结合建筑特点发展光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建筑对外界能耗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第一，目前我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光伏电池投资已从2004年的60元/Wp降低到2元/Wp以下，大规模发展光伏建筑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第二，在光伏电池投资成本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土地和空间资源就变成了太阳能光伏发展重要的约束条件，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紧缺，因此更应该充分利用建筑表面的空间以吸收太阳能资源，减少从西部长途输送可再生能源的需求；第三，目前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已较为成熟，我国在单晶和多晶光伏器件、各类透明和不透明的新型薄膜型光伏电池等方面都建成巨大产能，可分别适应于屋顶、外立面和透明里面等建筑外围护结构，与其在建筑建成之后再加装光伏电池等设备，不如在建筑设计阶段就实现建筑与光伏的一体化，以保证光伏利用的高效和建筑的美观[20]。


  发展光伏发电，关键的问题已经从器件成本转为安装空间。建筑屋顶和可以获得较多太阳辐射的垂直外表面是安装光伏的最佳场所。我国城市建筑的外表面约有50亿平方米的空间资源，全部安装可形成5亿千瓦的装机容量，年发电量可达到5000亿千瓦时；农村及农用设施（猪场、鸡场等）可安装面积约200亿平方米，全部安装可形成20亿千瓦的装机容量，形成2万亿千瓦时的发电能力。建筑表面的光伏发电可优先用于建筑的自身用电，这就要解决蓄电问题并发展与其相适应的建筑配电系统。应对这一需求并考虑电力电子技术的突飞发展以及用电器具的电子化、智能化，已经到了改变建筑内交流220/380供配电系统为350/48直流配电系统的时候。由于城市建筑大多为高层，并存在严重的相互遮挡现象，光伏发电量与自身用电量之间的比例与建筑形态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无必要追求“全光伏供电”或“零能耗建筑”，而是希望尽可能利用建筑用电器具的特点，发展更大容量的柔性负载，提高电网的接受可再生电力的能力。反之，农村建筑多为低层，依靠光伏解决全部用电需求成本并不高。由于农村用电负荷低、地理分布稀疏，集中的农电供应方式空载率高，供电的实际成本高于城市。目前，北方多地开展农网扩容改造工程，电网公司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增加农网容量，而这将使农网运行利用率更低。如果能利用这一资金，再结合社会资金与农民自有资金，建立完全不同的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系统，实现农村电力自给，多余部分还可以反向出售到电网，则可以使农村大量的空闲建筑表面空间资源得到利用，并彻底改变农村能源状况，实现高可靠、高质量的低碳能源系统。


  3.城镇建筑发展“直流配电+分布式蓄电+光伏+智能充电桩”的柔性用电建筑


  （1）通过建筑直流配电和分布式蓄电技术实现建筑的柔性用电


  建筑外表面安装的光伏电池输出直流电，如果通过逆变器转为同步的交流电力再接入建筑内配电网，既增加成本又形成损耗。根据前面的讨论，目前建筑内大部分用电设备本质上都已经使用直流电，然而这些设备都是通过整流器把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环节多、损耗大，如果改为直接以直流供电，即可简化并减少转换损耗。


  建筑物实行直流母线供电，再根据不同的电压要求，通过DC/DC转换产生所要求的电压。在DC/DC转换装置中增加智能环节，就可以根据直流母线的电压及所驱动的用电设备的性质确定输出电压或交流频率（对变频器来说），从而根据母线电压调节用电功率，使建筑用电从目前的“刚性用电”转为“柔性用电”。根据初步分析，居住建筑改为这样的直流柔性用电方式后根据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用电功率可自行在±20%~30%的范围内调节，办公建筑可在±10%~20%的范围内调节。如果再进一步在建筑内不同空间布置一些蓄电池，电池的接入也通过智能的DC/DC进行调控，则建筑用电功率可根据母线电压状况，自行在±50%的范围内调节。直流母线电压由建筑入口的AC/DC控制，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三种模式进行功率调节：一是恒功率模式，二是按照峰谷不同电价的最小电费模式，三是直接响应电力调度命令，实现“需求侧响应”的模式。这三种调控模式都使建筑用电由目前的刚性负载转为柔性负载，从而缓解了目前电网用电侧负荷大幅度变化带来的问题，并有利于大比例接受可再生电力。同时，这样的变革也大幅度减少了建筑接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减少了变压器和楼外电网的损耗，并提高了建筑供电的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图9-16为光伏建筑一体化、直流建筑+分布式蓄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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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6　光伏建筑一体化、直流建筑+分布式蓄电示意图

  


  在这一技术背景下，城镇建筑可发展“直流配电+分布式蓄电+光伏+智能充电桩”的柔性建筑用能系统。分布设置蓄电池，用于吸纳光伏发电和接收电网低谷电，并提高建筑用电可靠性；同时，制冷和供暖充分利用建筑围护结构自身的热惯性，其他部分用电设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可充分利用自身灵活用电的特性，实现柔性用电和需求侧响应。此外，该系统还可以与充电桩相连接，利用汽车电池智能充放电协调建筑用电变化。如果未来城镇75%的居住建筑和40%的公共建筑实现“直流+分布式蓄电”的用电模式，就可以有效接纳2.5亿千瓦的光伏发电，同时形成12亿千瓦的柔性负载。在农村，也可以在充分开发建筑和农业设施表面光伏的基础上，形成需求侧响应的用电模式，建成柔性直流微网，使农村地区电力以自发自用为主，少部分向电网取电或供电。


  （2）发展直接接入建筑内配电网的智能充电桩


  未来交通将以电力为主要能源方式，汽车全面“油改电”势在必行。而大力发展纯电动小轿车，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充电服务系统。如果通过专门的变压器把停车场充电桩接入电网，则按照目前“即插即充”的模式，100个充电桩的配电功率就可达到2兆瓦以上，远远大于为300个人提供办公场所的3000平方米办公建筑的配电容量，将给城市供电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需要发展慢充系统并实现充电系统与建筑内部配电一体化，使汽车电池成为建筑柔性用电系统的一部分，在居住建筑、办公建筑等居住和工作场所周边配备智能充电桩，吸收居住建筑夜间空余电力，并在需要的时候为办公建筑等提供峰值用电，同时在商场、体育场、高速路等处设置极少的快充桩，解决紧急时的汽车充电需求。


  4.农村全面发展光伏屋顶，利用直流微网接纳光伏发电和风电


  农村的非生产用能的其他部分应依靠电力。进入21世纪以来，风电、光伏发电装置的成本已大幅下降，如果不包括对应的土地或空间成本，风电、光伏发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煤电。从21世纪初开始，光伏就被作为扶贫方式，通过上网高价售电，补贴贫困户。农村未能普遍推广光伏电池，是受限于光伏元件的高成本和上网权。现在，光伏元件本身的成本已不是障碍，如果有低成本安装的方式，并且自用而不是上网，就有可能迅速发展。风电也早就是边缘地区获得电力的方式[21]。


  目前农村发展风电、光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蓄电和微电网系统。如果每户LED照明和晚上需要家电功率为300瓦，每晚使用4小时，则每户只要有2千瓦时的蓄电池就可保证基本需求，车辆充电、其他家电和农机具都尽可能在白天使用，搭建分户的全直流系统，则每个农户蓄电和配电微网投资可以在1万元以内。加上光伏或小型风电，每户也可以在2万元内解决基本问题。目前农村电网扩容，各地的扩容标准是每户5~8千瓦，为实现这样的容量，户均农网改造费都高于2万元。改造后为了实现“煤改电”，再把谷间电价降低到每度0.1元，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和电力部门的补贴。如果取消这样的补贴电价，同时把电网改造费用投向农村微网改造，在农村建成分布式电力系统，而大电网在现有基础上承担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仅承担农村用电的20%~50%。这种“分布式、半自给”的电力模式，就是我们希望的从集中转为分布式的未来农村建筑电力系统模式。


  能源革命的核心是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系统。化石能源系统依赖矿产资源，而发展风电、光电和生物质能源依赖土地空间资源。相比高密集的城市，我国农村拥有这些资源，农村建筑屋顶、农业设施表面以及不能耕作的空地都可以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在不影响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下，也可以零星布局风力发电装置，一些山区还有发展小水电的条件。而作为农林牧畜业的副产品所产出的生物质材料，是唯一的零碳燃料资源。能源产业是资源依赖型产业，对低碳能源系统来说，农村恰恰可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丰富的资源。


  能源革命的另一特征是从集中的生产、运输和转换方式转变为分布式生产、产与用同地。农村的可再生能源正好符合这一特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农村的电力系统开始，探讨怎样实现基于可再生电力的分布式发电、分散式蓄电、就地用电新模式。农村用电负荷稀疏，集中的电力输配方式投资高、效率低。长途输送天然气，成本高、效率低、安全性差；继续使用燃煤，高污染、低效率，积攒的炉灰还会成为公害。采用新的分布式模式，依赖自身资源，建立起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农村新能源系统，正好与农村的资源环境条件相符，又是未来能源发展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在农村先行先试，先迈出这一步呢？


  实现北方城镇的清洁供暖


  在目前的建筑用能中，最依赖直接燃料的是北方冬季采暖热源。目前北方城镇仍约有一半建筑的供暖热源由燃煤燃气锅炉提供。由于采暖只是维持室内温度不低于20℃，因此从原理上来说，任何可向20℃以上环境释放热量的热源都可用来充当供暖热源，而燃煤燃气锅炉都是用化石燃料提供几百摄氏度的热量，再最终传递到20℃的室内，所以造成巨大的热量品位损失，完全不符合“温度对口、梯级利用”的原则。


  在未来，水电将成为匹配风电、光电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水电总的装机容量为3.5亿千瓦，未来加上抽水蓄能电站，总的调蓄能力很难超过4.5亿千瓦，远低于我国未来20亿~30亿千瓦以上风电、光电需要的调峰15亿~21亿千瓦的能力，除发展空气压缩等蓄能方式外，还需要一定的火电用于调峰。因此，未来供暖的合适的低品位热源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燃煤燃气火电厂，二是大量高用能的工业企业。上述环节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低品位热量，而且为了保证发电和工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往往还要消耗大量的工业用水通过冷却塔蒸发排热，或者消耗电能驱动风机通过空冷岛排热。充分回收这些热量既可满足供热需求，还可以减少冷却塔的水耗和空冷岛的电耗。


  因此，未来的燃煤燃气火电厂冬季要实现双重功能：一是为电网电力调峰，二是为城市建筑供热。根据风电、光电的变化，火电厂在一天内输出的电功率应能迅速在35%~100%范围内调整变化，同时又要满足供热需求，因此现有的高背压方式并不能满足要求，而是需要新的工艺流程，其目标包括：能够实现输出电力的35%~100%范围内的快速调节；能够全额回收冷端余热，使热效率在92%以上；保证足够的输出电热比，日均输出的电力与热力的比应不低于0.5。这将是对未来燃煤燃气热电厂的基本要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与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共同提出“中国清洁供热2025”新的技术框架，由五大特征（见图9-17）、四个改变、三个效果组成。


  五大特征：第一，低回水温度供热，把返回到热源厂的回水温度降低到10~20℃，以充分回收利用热源厂的低温余热；第二，回收利用热电联产和工业余热的低品位余热，包括北方核电厂排出的低品位余热，在为城市供热的热源中，冬季累计有60%~70%的热量来自原本会排放到外界的废热，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冬季供热能耗；第三，长距离输热，通过拉大供回水温差，大容量地（千兆瓦以上）进行热量输送，可以使输送距离超过100公里时其经济性仍然优于燃气锅炉热源，这就解决了在地理位置上热源与需要大量采暖热量的建筑密集区的不匹配问题；第四，燃气末端调峰，这一技术又可以避免远距离大容量的集中热源调节缓慢，难以应对末端各种不同需求的问题，使快速与精细调节的问题主要由终端燃气调峰解决，同时还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并且使大容量的热源与长距离输送管网可在整个冬季稳定地全负荷运行，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第五，热电协同，这一特征是使热电厂得以在低碳能源环境下保留的关键，通过在热源厂建立大容量蓄能装置和热泵等电热转换装置，实现在热电联产工况下在发电侧仍具有很好的灵活性，从而在冬季承担起电力调峰和为供热提供基础热负荷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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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7　中国清洁供热2025技术方案五大特征

  


  四大改变：第一，变燃烧化石能源的热源为回收各类低品位余热作为供热热源；第二，变热源与用热终端直接连接的同步供热方式为通过蓄能和热泵提升技术，使热源与终端之间热量并非同步的柔性供热；第三，变单纯换热功能的热力站或热入口为具有热量变换和降低回水温度功能的能源站；第四，变目前的城市热网+小区热网的二级供热网模式为跨区域输热、城市网、小区网三级模式。


  三个效果：第一，降低北方城镇采暖能耗；第二，减少冬季由于供暖导致的污染物向大气的排放；第三，实现总的投资和运行成本与以燃煤锅炉为主要热源的方式相同。


  我国未来北方城镇总的供暖面积将达到200亿平方米，燃煤与核电热电联产可提供140亿平方米建筑的基础供热负荷，坐落在北方的各类工厂所排放的工业低品位余热可为约20亿平方米建筑提供基础负荷，这样采用前面的“中国清洁供暖2025”模式可以为160亿平方米建筑解决供暖需求，其余约40亿平方米难以接入城市热网的建筑则可以采用分散式燃气锅炉或多种方式的热泵满足供热需求。这样，可以使城镇供暖基本满足未来低碳的要求。


  北方未来约100亿平方米的农村建筑的供暖则需要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除了少数农村临近区域或城市的集中供热网可以如城市建筑一样接入集中供热系统，大多数农村建筑相对稀疏，采用集中供热方式投资高，运行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农村居住建筑每户房间多、面积大，但使用率并不高。大多数家庭仅少数成员平时在家，仅需要2~3个房间，而春节或周末则全家团聚，所有房间都要使用。采用集中供热就会长期连续为这些平时不用的房间供热，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分户、分室的分散供暖方式应该是这种建筑使用模式下供暖的优先选择方式。在当地具备足够的生物质能源时，可以采用生物质成型颗粒的采暖炉。当生物质资源不足时，可以采用分散的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实现分户分室采暖，并能根据使用需要快启快停。当电力供应来源大比例源自可再生电力时，农村全面采用分散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和空气源热泵热风机这两种方式，可以满足供热需求，同时也实现对大气的低排放和零碳目标[22]。


  加大力度开发和利用生物质能源


  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绝大多数的能源产出形式是电力，目前唯一以燃料方式出现的零碳能源就是生物质能源。因此，怎样开发利用好这一宝贵的零碳燃料，满足用能领域的燃料需求，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生物质能包括农业秸秆、林业枝条、牲畜粪便、城市绿化需要排除清理的枯叶枝条以及餐厨湿垃圾等。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这些生物质资源每年可提供7亿~8亿吨标准煤的能源，而目前作为能源利用的还不到2亿吨标准煤，利用率低于欧洲、南美的许多国家。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材料与化石能源不同，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就是减少开发化石能源，将其继续留在地下。而每年产出的生物质材料是各类生产活动的副产品，不论是否将其作为能源利用，都必须将其消纳。以往较多是将这些生物质材料堆积发酵制备绿肥，或者直接填埋于地下自然发酵。这样的发酵过程会释放大量甲烷等温室气体，其全球变暖潜值是二氧化碳的几十倍。因此，只有将其作为燃料燃烧，仅释放二氧化碳，才可认为是零碳排放的消纳方式。把各类生物质材料作为能源利用，既可作为零碳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又可以避免这些生物质转变为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对缓解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


  生物质材料的能源利用有两个路径：一是压缩成型为生物质颗粒状燃料，二是转化为生物质燃气。目前已有成熟的生物质压缩成型技术和装置，压缩成型的生物质燃料便于储存、运输，并可以实现高效清洁燃烧。现在已经开发出各类使用压缩颗粒的燃烧器、炉具、锅炉，可以分别用于炊事、采暖等。燃烧效率可以从秸秆散烧时的不到10%提高到接近40%。除氮氧化合物外，各类生物质燃烧器排放水平也已经接近天然气的排放标准。因此，农村生活用能应首先选用当地自产的颗粒压缩成型生物质燃料，再由电力补充，实现农村的零碳能源目标。在满足当地农民生活用能的基础上，多余的生物质压缩成型燃料还可以进入能源商品流通市场，成为优质的零碳燃料。


  另一种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方式是用生物质材料产生沼气，再进一步分离出其中的二氧化碳，制备成高质量的生物燃气。几十年来，在农村推广沼气并不能持续，其主要原因是推广的是户用小沼气，由于维护管理不善，这些小沼气都不能持久。目前成功的经验是建立大型沼气池，按照工业化生产方式生产生物燃气。这已经在北方很多粮产区和畜牧业基地（养猪场、养鸡场）取得成功，所产出的生物燃气可以直接成为汽车燃料，也可罐装后进入燃气流通市场，成本与常规天然气接近。生物燃气的副产品沼渣、沼液又可以作为优质肥料替代化肥。


  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使其占我国的能源总量由目前的不到4%提高到15%以上，是实现能源低碳转型中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目前我国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迎头赶上。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应该和目前北方农村开展的清洁取暖行动充分融合，“煤改生物质”可能是最宜的选择。生物质材料消纳的能源化，还会为改善农村经济状况、改善农村大气与水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政策建议


  对建筑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以“修缮”代替“大拆大建”


  一是合理控制建筑总量规模，减少过量建设。尽量将全国民用建筑总量控制在720亿平方米之内是合理的目标。在此目标下，各地政府应当在未来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建筑规模总量，制定控制规划并严格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应严格控制新开工房屋面积，将这一指标列入新建房屋节能论证体系，控制住宅套内面积与人均公共建筑面积。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当持续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基本理念，通过房产税等经济手段，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避免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以遏制投机性住房投资。


  二是要避免大拆大建，由大规模建设转入既有建筑的维护与功能提升。在对总量进行合理规划的基础上，逐年减少新建建筑量，稳定建筑业及相关产业市场，实现软着陆。抑制房屋的大规模拆除与新建，发展建筑寿命监测、诊断、评估、维修改造等技术，增加建筑维修与功能提升的比例。合理规划并逐步实施全国范围内对老旧小区、既有市政基础设施等的改造升质，实现未来每年30亿平方米左右的修缮以匹配对建筑功能的需求。


  构建和完善“以建筑实际用能为核心评价指标”的建筑节能政策体系


  一是修订建筑节能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应以控制建筑实际用能作为建筑节能工作的核心目标。目前，在《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修订稿）》中已经增加了相关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应当尽快落实这一规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以控制用能总量与强度为核心的建筑节能规划与工作方案，将建筑实际用能作为考核指标，并制定与落实相关措施。


  二是修订并完善《民用建筑能耗标准》，并以此标准为母标准，制定配套的标准体系。《民用建筑能耗标准》作为效果性标准，给出了建筑实际运行的能耗目标，对最终效果进行了约束；其他设计、调适、运维等标准为指南性标准，提出合适的措施，使建筑在根据自身情况达到相应标准的要求时，其能耗能够符合能耗标准的要求。下一步应当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增加医院、学校等建筑类型的能耗指标；优化指标取值，使标准能够更好地反映建筑的用能水平；同时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编订地方标准，细化相关指标，使得标准落地更易推动。


  三是建立清晰统一的建筑用能数据统计体系，此为实现以建筑能耗数据为导向的建筑节能工作的基础。改进建筑部门能耗统计制度，增强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与适用性；建立并完善能耗数据公开发布制度，使能耗数据更好地发挥作用；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借助大数据平台，在2030年前后建成实时的全国建筑运行能源管理系统，动态掌握全国的建筑用能实时数据，对其进行有效的量化管理。


  将建筑用能模式和系统形式的低碳转型纳入建筑节能专项发展目标


  一是全面推进用能电气化，大力推广光伏建筑，并提升对可再生电力的消纳能力。目前已经存在成熟的技术，可以用电力满足各项建筑终端需求，因此需要对居民生活方式与理念进行引导，尤其是促进传统炊事方式的转变，以推动建筑电气化率的提升。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和可接受阳光的垂直外表面，大力发展光伏建筑，增加建筑自身的可再生发电量。同时，为了更好地消纳可再生电力，建议在城镇大力发展“直流配电+分布式蓄电+光伏+智能充电桩”的柔性建筑用能系统，以解决电力实时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在农村可以全面发展光伏屋顶，并利用直流微网接纳风电与光电，改变用电方式。


  二是充分利用热电联产与工业生产所产生的低品位余热用于北方城镇供热。目前，绝大多数城市的大型热电厂仍然存在大量余热尚未得到利用，潜力巨大，应当优先挖掘这部分余热资源，使之成为北方供热的基础热源。除以调峰为目的的燃气锅炉和燃气热泵外，停止各种以天然气锅炉为主要方式的清洁供暖改造。同时，改变热电厂“以热定电”的运行模式，通过在热源厂建立大容量蓄能装置、热泵等电热转换装置等，实现热电协同。


  三是鼓励农村地区大力开发和高效利用生物质能源，发展生物质能采集、加工、销售体系。充分挖掘当地的生物质资源，通过发展压缩成型固体燃料、规模化沼气等技术，使生物质能源在满足当地的炊事、生活热水需求的基础上，同时满足一定的采暖需求。避免堆肥、秸秆还田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催生生物质采集、加工、应用的产品和产业。逐步建成农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以电网电力为辅的新能源系统，实现农村用能现代化。为此，应停止目前在农村开展的“煤改气”行动，集中资金和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的新能源系统建设。


  发展适宜的建筑节能技术，科学对待“被动房”等节能概念


  从技术角度来看，被动房仅适用于我国以采暖能耗为主且夏季不炎热的地区。被动房通过加强围护结构保温与气密性来降低采暖能耗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我国节能工作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卓有成效的行动，例如对既有建筑外墙保温的改造等。但是，由于我国和欧洲国家在气候条件、能源结构、用能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被动房在我国并非处处适用。在供暖能耗为主且夏季不炎热的地区，采用被动房技术，通过加强围护结构保温和气密性，进一步降低供暖能耗，这应该是进一步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有效方向；然而，对于建筑制冷需求大于采暖需求的区域，例如，在以空调能耗为主的南方和全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室外处于温和天气范围的长江流域，对于建筑围护结构的要求则以通风、遮阳为主。推行“高保温、高气密”的被动房技术会造成“过度保温”，不利于室内热量排出，反而会增加制冷能耗。因此，在这些区域被动房不是进一步降低建筑能耗的有效途径。


  从市场发展角度来看，由于被动房政策中存在对被动房项目的各种补助和奖励，并且奖励和补助往往与建成建筑实际的能耗水平无关，因此往往会导致政府为改善建筑性能降低能耗出了钱，但并未使建筑的使用者得利，也没有使建筑部门的能耗降低。建筑项目将以取得“被动房”标签获得奖励或补助为目标，从而出现“节能建筑不节能”的现象，不利于中国建筑节能市场发展。


  总体而言，“被动房”“超低能耗建筑”只适合中国寒冷及严寒地区，并不适合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因此不宜作为中国建筑节能低碳工作中大力推广的技术措施和发展方向。


  积极推动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创建


  一是坚持绿色节约的使用模式。“部分时间、部分空间”的使用模式是目前中国建筑能耗强度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应引导居民保留这一绿色行为模式，避免对奢侈型生活模式的盲目跟从。呼应《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在绿色社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中进一步强化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导。


  二是在建筑系统设计过程中优先考虑与绿色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技术。不同的行为模式需要不同的节能技术，同时各类技术也会作用于行为模式，对其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需要在倡导居民维持绿色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建造与中国居民传统的节约用能模式相适应的建筑与系统。坚持“自然环境为主，机械系统为辅”的建筑设计理念，倡导分散优先的空调系统形式。在进行技术评估时，使用与绿色生活方式相匹配的行为模式作为参考模式。


  第十章 交通运输部门：低碳排放战略与途径研究


  为主动适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新形势、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新使命、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新要求，迫切需要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交通部门低碳排放战略与途径。本章在全面分析交通运输部门低碳发展现状与趋势、总结借鉴典型发达国家经验与启示的基础上，运用情景分析等方法，进行了以下的研究：


  （1）探讨不同情景下交通运输碳排放趋势。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手段，才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达峰。


  （2）系统提出了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到205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控制在4.7亿吨以下。交通运输终端能源消费量控制在4.3亿吨标准煤左右，油品消费总量控制在1.6亿吨以下，电力能源占比达到44%以上。


  （3）在战略路径上要着力推动“五大变革”。即：运输方式结构变革，建设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消费理念变革，打造绿色出行服务体系；低碳技术能源变革，提升交通运输综合能效和减排效率；智慧交通模式变革，构建高效运输模式；交通运输治理变革，实现低碳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其减排效果，为科学制定中国交通运输部门低碳发展战略提供决策支撑。


  低碳发展现状与形势


  交通运输部门低碳发展成效


  1.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集约化和投资绿色化趋势明显


  （1）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及运输能力快速提升，网络集约化水平明显提高


  “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全面贯通，中国基本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构成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2005—2019年，高速铁路从无到有，所占比重提高了25个百分点；高速公路、内河三等级以上航道、万吨级以上泊位所占比重也均有明显提升，分别提高了0.9、4.0和8.1个百分点，综合交通网络结构明显优化，高速化、集约化趋势明显。详见表10-1。


  
  表10-1　2005—2019年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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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等


  （2）绿色投资为低碳交通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9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2451亿元，其中绿色投资（铁路、水运）占比达28.2%，同比提高8.5个百分点。2019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2318亿元[1]，其中约11%的募集资金投向了清洁交通领域；绿色贷款余额10.2万亿元，其中41.3%投向了绿色交通项目，基本覆盖了铁路、港口、内河航道、航空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2.综合运输结构绿色化水平呈现先降后升趋势


  全国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增长迅速，但铁路、水运占比持续下降，如图10-1、图10-2所示。2005—2019年，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153%和172%，公路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占比分别从2005年的72%、46%，上升至2019年的78%、61%。同时，尽管铁路货运周转量绝对量在增加，但占比在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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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2005—2019年全社会货运量及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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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2005—2019年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全国城际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均呈快速增长态势，如图10-3、图10-4所示。2005年以来，城际公路客运量[1]占比有所下降，公路旅客周转量及其占比呈先升后降的趋势，铁路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稳步增长，民航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及其占比呈较快增长趋势。


  城市出行客运总量不断上升。其中，私人乘用车出行客运量增长最快，从2005年的69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736亿人次，增长了近10倍。城市公共汽电车出行呈现先增后降趋势，轨道交通出行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19年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238亿人次，同比2005年增长2.8倍。2005—2014年，城市巡游出租车客运量[2]稳步增长，2015年后受“网络预约出租车（网约车）”的冲击，巡游出租车客运量及其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如图10-5所示。2005—2019城市客运中主要运输方式的出行分担率见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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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2005—2019年城际客运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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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2005—2019年城际旅客周转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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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2005—2019年城市客运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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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6　2005—2019年城市客运中主要运输方式的出行分担率

  


  3.交通运输装备技术现代化和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


  （1）交通运输装备大型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明显提升


  交通装备制造技术水平显著提升[2,3]。目前，中国已掌握了高速铁路成套技术，并已进入350公里/小时的高铁时代。铁路重载运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型油轮、集装箱货船建造水平大幅提高，大飞机研发取得显著成效。


  如图10-7所示，2019年中国专用货车为50.5万辆，较2005年增长106%，营运货车平均吨位11.7吨/辆，较2005年增长179%。2019年大型专业客车30.3万辆，较2005年增长120%，平均载客位25.8客位/辆，较2005年增长80%；标准船型呈现大型化趋势，2019年平均净载重量1951载重吨/艘，较2005年增长2.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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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7　交通运输装备大型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铁道统计公报》《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2）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应用比例逐步提升


  一是铁路电气化比例明显上升。2019年铁路电气化比例达72%，较2005年提高42个百分点。


  二是新能源汽车增速迅猛。交通运输部积极推广应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支持新能源装备的推广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推动电动汽车普及应用。2019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81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5%，年均增长率达62%。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发展较快，2019年已在81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建成充电桩7629个。特别是在公共汽电车领域，新能源车辆推广应用尤为突出。2019年在全国69.3万辆公共汽电车中，新能源公交车超过41万辆，占比超过58%；而同期柴油车和天然气车占比则分别下降至17.4%和21.5%。


  三是水运领域新能源推广应用成效逐步显现。2017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港口岸电布局方案》，计划重点对493个既有大型专业化泊位进行岸电改造。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建成岸电设施5400多套，覆盖泊位7000余个。此外，为大力推进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LNG），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委联合发布了《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大力推进LNG清洁燃料在水运行业的应用，截至2019年已建成LNG动力船舶280余艘。


  4.交通运输低碳技术进步与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政策制度和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中国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机制和绿色低碳管理体系日益健全，形成了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的大部门管理体制架构；低碳交通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不断完善，用最严格的制度与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铁路法》《公路法》《港口法》《航道法》《民航法》等法律；低碳交通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国务院和相关综合部门制定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等相关制度文件；绿色交通标准规范体系不断完善，交通运输部制定发布了《绿色交通标准体系（2016年）》，从节能降碳、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监测、评定与监管等方面制定相关标准，印发了《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2020年）》，着力推进公路工程、航道建设的资源节约与生态环保。


  （2）绿色交通科研创新成果丰硕


  交通运输部制定发布了《交通运输行业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鼓励引导交通运输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的节能低碳技术。遴选行业先进节能低碳新技术，收录进入《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强化推进绿色交通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的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加快科研平台建设，在船舶和港口节能减排与污染防治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应用方向建设了6家行业研发中心，在生态安全屏障区交通网设施管控及循环修复方面建设了3家行业重点实验室，不断加大绿色交通科技成果研发及推广应用力度。


  （3）绿色低碳交通试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


  深入开展了绿色交通省、绿色交通城市等区域性试点，以及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绿色交通运输装备等主题性试点示范工程建设，有效地调动了全行业推进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与典型模式；持续开展了“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充分发挥了重点企业作为交通运输节能低碳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示范引领。2016—2019年，完成了62个试点示范工程，形成节能减排投资47.39亿元，年节能量约63万吨标准煤，替代燃料量约213万吨标准油，减少碳排放约621万吨。表10-2为中国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现状。


  
  表10-2　中国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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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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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现状


  1.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占比呈上升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社会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大幅增长，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从2005年的4.6亿吨增长到2019年的9.5亿吨，增长了107%，年均增长率达5.3%。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7.2%上升为2019年的9.2%。如图10-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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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8　2005—201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量及占比

  


  资料来源：本章课题组测算结果


  如图10-9所示，货物运输是交通运输部门中碳排放量最多的领域[4]，城际客运碳排放量自2005年起持续增长，但增速相对较慢。城市客运的碳排放量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且增速较快。


  2.货物运输碳排放持续增加，公路货运碳排放总量最大且增速较快


  2019年公路货运碳排放占比达83.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货物运输需求显著提升，我国货物运输主要以公路为主，2005—2019年公路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8.5%，导致公路货运碳排放量增长2.4倍，如图10-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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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9　2005—2019年交通运输分领域的碳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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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0　货物运输碳排放情况

  


  3.城际客运碳排放增长迅速，民航碳排放占比最高


  居民城际出行方式逐步转向以铁路、航空出行为主。铁路实现了较为全面的电气化改造，铁路客运碳排放强度较低，碳排放量呈逐渐下降态势。航空客运碳排放从2005年的0.2亿吨增长到2019年的0.81亿吨，增长3.1倍，占比达到56.3%，如图10-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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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1　2005—2019年城际客运碳排放情况

  


  资料来源：本章课题组测算结果，私人乘用车数据来自《中国高速公路运输量统计调查分析报告》


  4.私人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成为城市客运碳排放最多的方式


  2005—2019年，私人乘用车保有量从2005年的0.24亿辆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2.07亿辆，年均增长率为15.4%，导致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如图10-12所示。2013年，私人乘用车超越出租车成为城市客运中碳排放最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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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2　2005-2019年城市客运碳排放情况

  


  交通运输部门低碳发展面临的战略形势


  1.面临形势与要求


  交通运输部门低碳发展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源革命与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的必然选择。


  2.主要问题与挑战


  一是交通运输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铁水联运、水水中转、空铁联运等高效组织模式有待进一步发展[5,6]。相当比例的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仍然依靠公路运输来完成，沿海港口集装箱铁路和水运疏港比例明显偏低，铁路、水运等节约能源资源、长距离大宗货物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综合运输组织化水平不高，经营主体过于分散，企业经营的综合优势难以发挥，交通运输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


  二是绿色生产消费理念和绿色出行发展模式尚未形成，绿色交通分担率有待提升[5-7]。城市公共设施与交通系统规划衔接性不够，“职住分离”的城市布局增加了城市出行需求，导致了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慢行系统建设相对滞后，自行车、步行分担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有待改善，旅客联程运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与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出行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三是技术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运输装备标准化、清洁水平和配套设施仍需提升[5,6]。老旧和高耗能、高排放交通工具更新缓慢；以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为燃料的运输装备设备应用缓慢，目前新能源车主要应用于公交、出租、城市配送等场景，在货物运输、班线客运等应用较少，加气、充换电等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四是交通低碳治理基础能力薄弱，绿色交通治理能力和推进手段有待提升[5,6]。一些地区，特别是县区级有关部门，对交通运输绿色低碳发展的认识不高、能力不强、行动不实。交通部门信息化、智能化进程缓慢，相关法规制度仍不完善，绿色交通标准较为缺乏，统计监测等基础能力薄弱。


  
    [1]本章中城际公路客运包括公路营运性客运、私人乘用车城际出行客运。

  


  
    [2]交通运输部公布的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城市出租车营运量不包含“网约车”运量。本章在历史数据中将网约车客运量数据纳入私人乘用车客运量分类中。

  


  碳排放情景分析


  情景描述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新能源汽车、储能技术、自动驾驶等技术突破，“互联网+”渗透到交通运输各领域，推动了交通运输发展业态创新，给交通运输格局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我国GDP、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人口、收入水平等宏观经济社会因素，共享出行、电子商务、城市配送、自动驾驶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消费理念、工作方式的转变等因素，都将对未来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5-14]。


  如图10-13所示，本章选取6个方面共19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将对应的量化数据作为本项研究模型开发的重要参数。考虑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中的GDP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人口、城镇化率，绿色出行中的共享出行、定制公交、轨道交通，模式转变中消费理念、汽车租赁等因素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和结构变化两方面的影响；游轮、私人游艇对交通运输需求变化单方面的影响；智能化中智能交通技术应用、智慧物流，新能源化中新能源车、新能源船舶、生物质能飞机对交通运输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自动驾驶应用对交通运输需求及能耗和碳排放的影响；基础设施中货运、客运通道对交通运输结构的影响[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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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3　交通运输碳排放影响因素

  


  本章设置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以及1.5℃情景共4种情景。


  政策情景：考虑现有政策手段和技术水平的城市交通碳排放趋势，中国产业布局、客货运结构、不同交通模式的能效改进、替代燃料技术的发展没有大的变化或重大技术突破。


  强化政策情景：在政策情景的基础上，考虑优化运输结构，交通节能减排技术不断应用，绿色出行比例提升，新能源车船普及率上升。


  2℃情景：为实现《巴黎协定》中温升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在强化政策情景基础上，交通运输部门在运输结构、燃油经济性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新能源车船普及加快，绿色出行比例上升幅度加大。


  1.5℃情景：探索为实现温升控制在1.5℃的目标，在2℃情景基础上，交通运输部门在运输结构、低碳技术等方面出现跨越性、突破性发展，绿色出行比例大幅上升，新能源车船成为绝对主流。


  情景分析主要结论


  1.需加快创新技术应用和采取有力政策措施保障交通运输达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手段，才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达峰。从4种情景的对比分析来看，强化政策情景下，2035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峰值比政策情景峰值下降10.2%；2℃情景、1.5℃情景下，203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峰值比政策情景峰值下降12.5%，如图10-14所示。


  在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2030年达到11.1亿吨，2040年达到峰值11.5亿吨，2050年下降到10.7亿吨。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随着交通运输装备结构的优化、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将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约在2035年前后达峰，峰值为10.3亿吨；2050年下降到7.8亿吨，相比政策情景下降27.1%。


  在2℃情景下，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衔接协调，加强区域和城乡交通一体化，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加强“互联网+交通运输”应用，推进智能交通建设；优化运输结构，合理配置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客货运输；改善运输工具燃料结构；通过采用更为激进的新能源车辆渗透率等措施，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为10.1亿吨，相比政策情景峰值下降12.5%。2050年碳排放量下降到5亿吨，较政策情景下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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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4　2015—205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情景结果

  


  在1.5℃情景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持续优化、新能源载运工具大规模普及，自动驾驶成为乘用车的主流，铁路和水运承担绝大部分大宗货物运输，交通运输现代科技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共享交通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并得到大规模应用。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有望于2030年前后达峰，峰值为10.1亿吨，2050年下降到1.5亿吨，较政策情景下降85.7%。


  2.车辆用油占比将持续下降，清洁能源占比不断上升


  交通运输消耗最多的能源品种是柴油、汽油。在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能耗将在2040年达峰，峰值为6.26亿吨标准煤。到2020年、2030年、2050年，车辆用油占比分别为84.7%、81%、78.6%。电力增幅最大，从2020年的4.3%增长到2050年的6.8%，如图10-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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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5　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结构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有望在2038年达峰，峰值为5.76亿吨标准煤，较政策情景下降8%。油品占比持续下降，从2020年的84.7%下降到2050年的67.9%，下降17个百分点。同时，受到铁路电气化、车辆电动化的推动，电力占比从2020年的4.5%上升到2050年的14.4%，如图10-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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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6　强化政策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结构

  


  在2℃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将在2033年达峰，峰值为5.68亿吨标准煤，较政策情景下降9.3%。电力逐步成为主要能源品种，从2020年的4.4%增长到2050年的24.2%；氢能使用量也有所提升，到2050年氢能占比达0.5%。车辆用油占比高速下降，从2020年的84.7%下降到2050年的56.9%，下降28个百分点，如图10-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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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7　2℃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结构

  


  在1.5℃情景下，清洁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能源，电力占比高速增长到2050年的56.7%，生物质能占比达13.3%，占航空能源的80%。车辆用油主要集中在公路货物运输和特殊场景下的长途客运，占比下降到19.6%。同时，氢能源车也将承担一部分公路长途货运、长途客运及内河水路货运，2050年占比达5.2%，如图10-18所示。


  3.公路货运碳减排是货运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驱动力


  在政策情景下，公路货运碳排放量2030年占货运碳排放总量的82.3%，2030年前占比持续增长，2050年占比下降至77.9%。在强化政策情景下，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是未来货运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的重点方向。从运输方式来看，公路货物碳排放量是未来行业碳排放增长的重点，占货运能耗的70%以上。在2℃情景和1.5℃情景下，通过各种运输方式结构调整，继续发挥铁路和水路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在满足货运运输需求的基础上，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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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8　1.5℃情景下交通运输能源消费结构

  


  4.航空客运碳减排是城际客运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驱动力


  在政策情景下，城际客运碳排放量会保持增长。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对交通运输服务水平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高端出行比例增加。另外，我国航空客运依然处于发展期，航空客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城际客运的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2035—2050年增长放缓。在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随着客运结构的逐步优化，以及各种运输方式能效的不断提升，城际客运总体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到2050年，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下碳排放量分别比政策情景下碳排放量下降9.4%和15.8%。


  5.新能源车占比将会决定城市客运碳排放的结构和趋势


  在政策情景下，如果依然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到2050年，全国城市客运碳排放总量将持续增加，私人乘用车依旧是最主要的增长源。通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私人汽车出行比例、进行技术革新和推广电动汽车，到2050年，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碳排放量分别比政策情景下降22.6%、40.8%和82.9%。


  战略思路与目标


  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2050）》等战略部署，以调结构、转方式、重创新、强治理为主线，形成绿色低碳导向的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更好地服务交通强国和美丽中国建设[5,19]。


  战略目标


  1.2030年目标


  到2030年，努力实现交通运输碳排放达峰，总量控制在10.1亿吨以下。交通运输终端能源消费量控制在5.3亿吨标准煤左右，油品消费总量控制在3.9亿吨标准煤以下，电力能源占比达到10%以上。绿色低碳的综合运输结构和出行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结构减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低碳交通技术创新能力和总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节能低碳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得到广泛推广应用，智能交通体系建设达到世界前列；低碳能源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明显提升；基本实现交通运输低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适应并适度超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和交通强国的需要，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充分发挥支撑保障和先行引领作用。


  集约低碳的综合运输结构基本形成。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基本实现“宜水则水、宜陆则陆、宜空则空”；重要港区基本实现铁路进港全覆盖，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比例显著上升，铁路、水运的货物周转量承运比例达54.5%，沿海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比例达到10%以上，结构减排效应与贡献得到充分挖掘。


  绿色出行方式和消费模式基本形成。公交分担率在大型城市达到63%，中型城市达到50%，小型城市达到35%，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8000公里，共享出行比例占比达到15%，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达到6000万人次，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零售比例达到40%。


  交通运输低碳能源和技术革命基本实现。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成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最重要途径。轻型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18.5%，货运车辆中新能源货车占比达10%；智慧交通、智慧物流在大部分城市得到广泛应用。


  交通运输低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基础设施网络综合覆盖度进一步提升，国内通达、通畅性显著提高，私人乘用车保有量控制在260辆/千人以下。


  2.2050年目标


  到205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控制在4.7亿吨以下。交通运输终端能源消费量控制在4.3亿吨标准煤左右，油品消费总量控制在1.6亿吨以下，电力能源占比达到44%以上。全面实现交通运输低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中国和交通强国相适应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集约低碳的综合运输结构全面形成。绿色运输方式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各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优势和组合效率显著提升，实现“宜水则水、宜陆则陆、宜空则空”。铁路、水运承担货运周转量比例达40.3%，沿海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比例达到30%以上。


  便捷优质的绿色出行体系全面形成。公交分担率在大型城市达到65%，中型城市达到55%，小型城市达到40%，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2500公里，共享出行比例占比达到50%，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8000万人次，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零售比例达到70%。


  交通运输电动化、智能化和共享化革命全面实现。新增运载工具绝大部分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通过技术、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形成交通运输全过程各环节的清洁低碳，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绿色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能源汽车占全部轻型车比例达到85.5%，新能源货车占全部货车比例达到50%，智慧交通、智慧物流得到全面普及应用。


  交通运输低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全面建成资源节约、衔接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全面形成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发展模式，私人乘用车保有量控制在300辆/千人以下。


  战略重点与路径


  战略途径


  实现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在战略路径上要着力推动“五大变革”，即运输方式结构变革、交通消费理念变革、低碳技术能源变革、智慧交通模式变革、交通运输治理变革，在科学谋划和有序推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加快构建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5,19]（见图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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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9　未来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场景

  


  资料来源：本章课题组根据研究结果整理


  1.推动运输方式结构变革，建设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坚持把调整交通运输结构作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主攻方向，以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为统领，按照“宜水则水、宜陆则陆、宜空则空”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加快发展水运、铁路等绿色运输方式，实现结构减排效应的最大化[20,21]。


  （1）加快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充分发挥结构性减排效应


  积极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推进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和水运有序转移。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铁路、物流园区及大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等建设，加大“公转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货运铁路建设投入，加快完成蒙华、唐曹、水曹等货运铁路建设。显著提高重点区域大宗货物铁路、水路的承运比例，提高沿海港口集装箱铁路集疏港比例，大力推进环渤海、山东、长三角等地区的沿海主要港口，以及唐山港、黄骅港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2,23]。


  （2）积极推进运输方式创新，打造绿色高效现代物流体系


  推进电商物流、冷链物流、大件运输、危险品物流等专业化物流发展，促进城市末端配送有机衔接，鼓励发展集约化配送模式；持续推进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引领和带动物流转型升级，提高物流业整体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利用移动互联网手段，实现资源集约整合和高效配置，支持大型龙头骨干物流企业以资产为纽带，构建跨区域的物流运输服务网络。积极推进运输方式创新，加快推进多式联运、江海直达运输、甩挂运输、滚装运输、水水中转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提高运输及物流效率；推进多式联运型和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加快推进集装箱多式联运；建设城市绿色物流体系，提高海铁联运比例。


  （3）着力优化旅客运输结构，构建便捷优质的客运服务体系


  着力提升客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便捷舒适、优质高效的客运服务系统。积极构筑以高铁、航空为主体的大容量、高效率区际快速客运服务，提升主要通道旅客运输能力。鼓励开通连接机场、铁路站点等重要枢纽的快速客运班线，提高运输接驳水平；加大省际班线、市际线路、县际线路运力投入，建立以高速公路、国省道为依托的快速客运网络。


  （4）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合理引导交通运输需求


  统筹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布局，科学编制交通运输规划，充分衔接协调国土空间规划，促进国土综合开发和优化利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运输服务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深度融合。统筹考虑区域间、区域内产业布局、资源条件及发展需求，合理确定交通运输大通道的结构与规模，提升完善通道功能，节约集约利用线位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提高综合交通枢纽衔接转换效率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TOD模式，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从源头上合理控制、科学引导交通运输需求。到2025年，形成内外互联互通的“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到2050年，建成布局完善、规模合理、结构优化、资源集约、衔接高效、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5）运输结构方式变革减排的短中期效果显著，应长期坚持、持续推进


  本章研究关于运输结构的减排路径设计的量化分析参数为：货运结构方面，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货运占比2030年为20.7%、42.5%、33.8%、0.2%、20.8%，2050年达到21.5%、46%、30%、1%、2.5%；城际客运结构方面，铁路、公路（含私人乘用车）、水路、航空客运占比2030年为39.2%、37.6%、0.3%、22.9%，2050年达到44%、29%、26%、1%。综合测算，到2030年、2050年，可分别减少碳排放5612万吨和2055万吨。初期随着公路货运向铁路和水运转移，货运结构调整的减排效果明显。从中长期来看，受公路运输技术水平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等因素影响，运输结构调整力度减弱，减排效果有所下降，见图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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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0　运输结构方式变革的减排效果对比

  


  2.推动交通消费理念变革，打造绿色出行服务体系


  坚持把倡导绿色交通消费理念、完善绿色出行体系作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深入实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发展完善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租赁等共享交通模式，从需求源头上促进交通运输系统减排[20,21,24-26]。


  （1）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深入实施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实现公共交通的规划优先、用地优先、资金优先和路权优先，加快快速公交（BRT）、公交专用道、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优化公交线网布局，通过新开辟和延伸公交线路，提高线网覆盖率，加快推进符合不同城市发展实际的大容量、快速化城市公交方式发展。着力打造高品质、快捷化、多样化的城市客运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公交都市”创建示范工程，落实票价优惠政策，强化智能化手段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中的应用；推广品质公交，推出商务公交、旅游班车、定制公交等车辆类型，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使公共交通成为民众出行的优先选择，不断提高公交出行分担率。推动轨道交通健康快速发展，持续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的承运比例[27-30]。


  （2）大力发展慢行交通和共享交通，构建多层次城市出行系统


  积极推进“网约车”发展，不断提升网约车车辆运营效率和服务精细化水平，2020—2025年网约车客运量还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2030年后有望成为城市出租汽车的主流，不断满足城市出行个性化需求。积极推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让自行车回归城市，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带，鼓励城市居民倾向于骑行而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来解决短途交通；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外围，积极推进共享单车出行，增加人们使用公共交通的频率，为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带来新改变。推进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制定分类步行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或规范，并将其纳入国家相关城市规划体系；城市内部因地制宜建设温馨舒适的步行、自行车系统，重视独立设置的绿道，推进慢行系统与城市公交系统的衔接，促进公共交通、高铁系统与电动汽车、慢行出行相结合。


  （3）推动消费理念变革，改变未来交通需求结构


  未来消费理念将从产品、服务、体验三个方面出现升级趋势，进而带来多元化、个性化的交通运输需求。以小汽车为代表的个体出行大幅度增长，对交通运输体系提出了规划设计、运行管理、停车管理甚至信号控制等新要求。随着城乡消费转型升级，以特色蔬菜、新鲜水果、水产海鲜和花卉苗木等为代表的高端农村消费将会提升，亟须推进冷链物流、绿色运输和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发展。消费将更注重体验性和参与性，无论是文化教育、休闲购物还是餐饮娱乐，都需要亲身参与，而交通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派生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城乡居民休闲娱乐、购物餐饮等出行需求的增多，会带来出行目的多样化，这就要求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多元差异化的服务。随着大众旅游和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交通运输网络的通达性和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4）消费理念变革的减排贡献逐步增加，且潜力巨大


  本章研究关于消费理念变革减排的路径设计参数为：到2030年，城市客运的公共交通出行占全机动车出行分担率达到49.5%，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8000公里，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6000万人次，共享出行比例达到15%，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零售比例达到40%，预期相比政策情景可减少碳排放量4497万吨；到2050年，城市客运的公共交通占全机动车出行分担率达到56.3%，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12500公里，共享单车日均使用量8000万人次，共享出行比例达到50%，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零售比例达到70%，预期同比政策情景可减少碳排放量16510万吨（见图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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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1　消费理念变革的减排效果对比

  


  3.推动低碳技术能源变革，提升交通运输综合能效和减排效率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低碳交通技术创新与能源转型作为重要着力点，推广应用清洁能源，着力加强节能与新能源装备设备的研发创新，充分挖掘交通运输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的技术减排潜力。


  （1）加快交通能源系统清洁化和低碳化


  一是加快推广普及新能源汽车，逐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和使用成本，使其发展成为市场的绝对主流[28]。


  二是稳步推进氢燃料汽车发展，重点在长距离货运和城际公交等领域，充分挖掘释放氢能汽车的发展潜力。


  三是积极推广应用清洁能源船舶，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LNG加注码头体系，为加快LNG燃料动力船舶推广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积极推进我国电动船舶在渡轮、游船、集装箱船、货船、工程船等船舶中的应用。


  四是积极推进生物质能源在民航飞机中的应用，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相关规划和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30年、2050年，全球航空生物燃料将分别占总用量的30%和50%。


  （2）推广应用先进适用低碳交通技术


  铁路运输方面，加快推动铁路电气化进程，力争到2050年实现电气化率达到99%以上；大力推进运输设备轻量化，包括车辆轻型化、转向架轻量化和电器设备的轻量化等；在城际轨道交通等停站较多的列车运行模式中，推广再生制动技术，可降低能耗15%~30%；不断发展重载运输技术，重点在蒙陕甘宁等能源富集地区与鄂湘赣等华中地区，加快建设长距离重载铁路运输通道。


  道路运输方面，积极推动燃油经济性和运输装备技术等应用，大幅提高车辆装备制造技术，大力提升运输装备专业化、标准化和大型化水平。


  水路运输方面，积极推进船舶大型化和标准化，可节能减碳潜力达10%~25%；大力推进船体防污技术发展，可降低船舶燃料消耗5%左右。


  航空运输方面，加快航空生物质燃料的应用技术开发应用，推动航空生物燃料的应用技术；加快新型发动机/飞机的研发应用，提升发动机/飞机的燃效水平，积极推进国产“大飞机”及新型发动机的应用[31]。


  （3）低碳技术能源变革的减排贡献效果显著，是低碳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途径


  本章研究关于低碳技术变革和能源转型减排路径的关键因素量化参数为：未来新能源车将加快普及，轻型乘用车领域新能源车逐步成为主流，2030年、2050年新能源汽车（轻型车）保有量分别达到6500万辆、3.5亿辆，占全部轻型车的比例分别为14.2%、85.5%，其中私人乘用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分别为5200万辆、2.5亿辆。2030年、2050年货运车辆（轻型货车、中型货车和重型货车）中新能源车保有量分别为300万辆、1500万辆，占比分别为10%、50%。其中，2030年氢燃料电池车在特定场景、特定线路中实现商业化发展，特定线路客车（城市公交、产业园区）达到10万辆，长途客车达到1万辆，重型货运车辆达到10万辆；2050年氢燃料电池车继续快速发展，特定线路客车将达到25万辆，长途客车达到15万辆，重型货运车辆达到100万辆。2030年、2050年城市轻型物流车中，新能源车占比分别达到60%和100%。2030年、2050年内河新能源船舶占比分别达到15%，40%，其中，纯电动船舶数量分别达到1000艘和1万艘。综合测算，2030年、2050年相比政策情景分别减少碳排放量6191万吨和24308万吨（见图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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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2　低碳技术能源变革减排效果对比

  


  4.推动智慧交通模式变革，构建高效运输模式


  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交通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智慧交通。


  （1）强化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模式应用，提高交通减排效率


  将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作为未来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的核心内容，在公共交通、快递物流等领域，率先推广自动驾驶技术，逐步拓展自动驾驶应用，以建设“智慧的路”为重要途径，最终实现智能交通换道超车。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具体目标及实现路径如图10-23所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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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3　推进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目标及实现路径

  


  （2）智能交通、智慧物流连接用户与场景，提升出行效率


  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物流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形成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与现代物流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不断提升物流的及时响应、定制化匹配能力。积极推进物流运作模式革新，促进物流行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智慧物流需求提升，不断适应物流企业在物流数据、物流云、物流设备三大领域对智慧物流发展的需求。2018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元。此外，要大力推进大数据、无人技术、智慧物流等现代信息技术研发应用。无人机、机器人与自动化、大数据等技术已相对成熟，即将商用；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卡车、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未来10年左右逐步成熟，将广泛应用于仓储、运输、配送、末端等各物流环节。未来智慧物流的场景如图10-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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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4　智慧物流技术发展全景图

  


  资料来源：《中国智慧物流发展报告》，德勤中国，本章课题组整理


  （3）智能交通模式变革对减排贡献逐步增大，是未来减排的主要方向


  本章研究关于智慧交通模式变革路径的关键因素量化参数为：到2025年，完成自动驾驶测试标准、事故处理标准及车路协同系统建设标准；到2030年，实现半自动化以及有限场景下（高速公路客货运和城市公交）的高度自动化示范，完全自动驾驶的占有率达到5%以上，部分城市实现智慧物流的大范围应用；到2050年，实现高度自动化，客货运长途运输及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自动驾驶常态化推广，完全自动驾驶的占有率达到50%以上，全部城市均实现智慧物流的应用。到2030年、2050年，相比政策情景能够分别减少碳排放量968万吨和8596万吨（见图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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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5　智慧交通模式变革的减排效果对比

  


  5.推动交通运输治理变革，实现低碳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把强化低碳交通治理、提升交通运输效率作为实现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强化交通需求管理，合理抑制私人小汽车的过快增长和过度使用，科学引导交通运输需求。


  （1）实施差别化的交通管理，减缓私人乘用车保有量增长


  一是加强交通需求管理（TDM）政策创新，因地制宜探索实施限行限购政策、差别化停车收费、智能停车管理、交通拥堵收费、错时上下班等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措施，保障城市交通顺畅运行，有力促进碳减排。


  二是通过燃油税等经济手段引导小汽车发展，通过制定合适的燃油税率，提高燃油使用成本，促进消费者选择燃油经济性高的车型、改变出行行为或方式，以减少车用燃料消耗，降低城市交通碳排放水平。


  三是实施差别化交通管理，研究小汽车停驶相关配套优惠措施，探索建立与机动车保险优惠减免相挂钩的长效制度。


  四是在供需失衡、交通压力大的区域或者路段，探索实施小汽车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通行管控措施，提高城市核心区小汽车使用成本，引导降低小汽车出行总量。


  （2）完善低碳交通治理体系，提升低碳交通治理能力


  加强低碳交通发展的顶层设计，健全低碳交通制度标准，加快完善低碳交通监督管理体系，完善低碳交通统计及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低碳交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鼓励重点省份或区域先行开展低碳交通考核评价试点。积极推进交通运输能耗统计监测体系建设，加强交通运输碳排放统计核算平台和监测网络建设，建立标准统一的行业能耗及碳排放统计数据库。积极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应用，加快制定交通运输行业参与碳交易的技术路线，明确交通运输行业参与碳交易主体范围、时间节点、准入退出门槛等，积极研究并制定适用于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碳配额分配方法。


  （3）低碳治理变革的减排贡献相对较小，但不可或缺


  本章研究关于交通运输治理路径的关键因素量化参数为：到2030年，私人乘用车保有量达到260辆/千人；到2050年，私人乘用车保有量达到300辆/千人。在此情况下，2030年、2050年相比政策情景减少碳排放量2454万吨和5251万吨（见图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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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6　交通运输治理变革的减排效果对比

  


  行动计划


  1.交通运输碳强度降低行动


  切实增强交通运输低碳转型的紧迫感，把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理念全面融入国家、地区和企业的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长期坚持把交通运输碳强度控制作为重要指标。积极开展交通运输综合能效提升行动，加快提升运输装备设备的专业化、标准化和大型化水平，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老旧运输车辆，提升交通运输装备设备能效水平。加快推进物流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行动，加快货运规模化发展和连锁化经营，发展精益物流、共同配送等多样化专业化城际货运服务体系，推进现代化物流网络建设。


  2.运输结构调整行动


  积极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行动，加快推进港口集疏运铁路、物流园区及大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等“公转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推进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向铁路有序转移。大力开展内河航运振兴行动，加快畅通重要航段和运输通道，补齐内河航运短板，提升内河航运干支联动能力。大力推广应用集装化运输装备，推进内河运输船舶、江海直达船舶的标准化。


  3.绿色出行行动


  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创建工程，加强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积极构建完善的绿色出行客运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加快构建以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为主体的大容量快速客运城际系统，推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积极开展全民绿色出行宣传教育活动，面向政府、企业等社会单元深入开展绿色出行常态化教育和培训。


  4.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


  加快促进交通能源动力系统的电动化和高效化，大力推进新能源车辆的推广应用。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应用，积极推动无人驾驶技术在城市普通公交、消防车、物流车、出租车、智慧高速、景区无人摆渡、清扫等不同类型车辆上的应用。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共享化应用，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分时租赁、网约车、综合出行服务等商业模式发展，满足未来个性化出行需求。


  5.低碳交通科技创新行动


  加快提升低碳交通技术研发能力，集中优势资源，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专项中设置绿色低碳交通相关研究，着力突破制约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相关技术瓶颈。加快推进低碳交通成果转化与推广，编制交通运输行业重点节能低碳技术目录，加快节能、环保、生态、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加快完善低碳交通的科技创新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交通科技投入机制，逐步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社会和中介机构积极参与的交通科技投入体系。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


  6.低碳交通示范引领行动


  强化低碳交通试点示范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周密部署，充分发挥试点示范的引领带动作用，广泛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各专业领域层面的全面参与和实践。大力推进低碳交通示范区域示范，积极组织开展以绿色交通省区、城市（群）、区（县）乡镇等为主的区域性绿色交通示范重大工程。注重打造低碳交通示范企业，密切配合国家企业节能低碳专项行动，深入开展交通运输行业低碳交通运输企业示范行动。着力建设绿色交通示范工程，积极推进绿色铁路、绿色公路、绿色港口、绿色航道、绿色机场、绿色场站、绿色枢纽等重大示范工程建设。


  7.低碳交通能力提升行动


  建立健全低碳交通战略规划体系，强化低碳交通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加快完善低碳交通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体系，着力完善低碳制度体系，提升低碳治理效能。积极推进交通碳排放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建设，继续完善交通运输能耗统计监测制度，加快在线监测平台建设。积极推进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积极探索和制定市场调节政策，设置合理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加强低碳交通财税等政策研究与储备，研究完善促进低碳交通发展的财税、金融、土地、贸易、保险、投资、价格、创新等激励政策。


  政策建议


  1.强化战略协同


  要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大倡议和战略协同，统筹推进交通强国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与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战略协同。统筹协调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有机统一，特别是注重推动绿色革命与低碳转型、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科技革命与能源革命的同频共振，切实强化碳减排与大气污染减排之间的协同效应。统筹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协调发展，强化协同发力。在组织实施层面，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协作、上下联动，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左右互动，充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2.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统筹领导，充分发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强化交通运输部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定位。严格落实目标责任，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低碳交通发展的任务落实情况督导和第三方评价机制。强化智力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等国家高端智库对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工作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帮助。


  3.培育低碳文化


  强化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意识，在交通运输规划、建设、运行中充分考虑绿色低碳发展需求，结合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成果，探索建设一批交流推广科普展示平台。加强低碳交通宣传引导，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低碳宣传、培训、交流与实践活动，组织“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等活动，培育低碳交通文化。


  4.强化人才保障


  加强低碳交通人才发展战略规划的顶层设计，加快培养造就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具有国际视野的低碳交通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精尖缺”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低碳交通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大力加强低碳交通国际化人才培养，把低碳交通与应对气候变化专业人才作为国际交通组织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的重点之一，制订国际化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建立国际交通组织后备人才库。


  5.加强合作交流


  加强国内合作交流，继续加强与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工信、科技等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加强国内相关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研究咨询机构、交通运输企业等的交流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运输论坛（ITF）、世界交通运输大会（WTC）、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TRB）年会、世界道路协会（PIARC）、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大会等国际会议。着力推进低碳交通“国际拓展计划”，大力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深入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空间，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提高利用全球人才资源、汇聚全球智慧的能力。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国际海事组织（IMO）及其他国际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积极参与海运业、航空业减排全球治理。


  第十一章 中国能源基础设施转型与投资战略研究


  展望中长期，大国能源竞争将从资源成本比拼向提升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转变。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应深刻认识当前我们所处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基础的重要历史阶段。立足新中国成立70年的关键节点，距2050年仅余30年时间，甚至短于部分能源基础设施的设计寿命。因此，新时代能源基础设施部署需要有穿透历史、引领未来的眼光，以更长尺度的产能周期视角审视中长期发展趋势和当前问题，既要防范当前投资方向与2035年、2050年发展目标脱节而带来较大资产沉没的风险，也要顺应能源发展大势，及时开启高水平、保长远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为伟大时代造就伟大工程。


  本章主要从能源需求驱动下的能源基础设施产能变化审视投资需求，探究中长期低碳发展可能带来的新增投资机遇、存量改造投资需求和资产搁浅风险，进而探索适应于绿色低碳要求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方向，加快走出一条“投资于绿色、投资于增长”的转型路径。需要说明的是，低碳转型影响深远，能源基础设施仅是受其影响的一大领域，该领域投资体量不能等价于转型成本，特别是本章暂未考虑该领域投资所带来的社会效益。


  能源基础设施的内涵


  研究背景


  1.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显著


  在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关于工业、创新以及基础设施的SGD 9指出，对基础设施和创新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基础设施投资巨大、产业链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显著，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需要在长周期内体现价值。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经济起步和腾飞阶段均经历了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当前已进入更新换代期，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成为引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从能源基础设施来看，拉动经济和培育市场的作用突出（见图11-1）。一方面，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对相关产业投资的带动效应也较为显著；另一方面，稳定盈利的能源基础设施对培育消费市场的作用尤为突出，带动大量滚动投资并持续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2.基础设施发展仍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中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自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社会经历了瓶颈制约、被动适应到基本缓解各阶段。以能源基础设施为例，经过多年建设发展，中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告别了拉闸限电，取得了全面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大中城市天然气推广使用覆盖超过90%等一系列成绩。但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战略安排，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基础设施全球竞争力来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仍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二十国集团（G20）旗下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测算，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强劲，2016—2040年，全球交通、电力（仅包括发电和电网）、信息、水利等四大类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每年需投资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需求为28万亿美元，占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近30%[1]，详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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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能源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和培育市场——以电网和天然气管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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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中国基础设施及电力基础设施投资趋势与需求展望

  


  资料来源：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s 50 countries, 7 sectors to 2040, 2017.


  3.加快推动能源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且更为迫切


  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等产业特征和高沉没性、长周期性等技术特征。我国长期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发展、投资要适度超前的战略定位，“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等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迈过基础设施为主要瓶颈制约的初级阶段后，基础设施投资所面临的环境趋于复杂，需立足中长期发展大势制定基础设施战略和规划，防止基础设施投资的路径锁定效应。显著区别于交通、信息等其他类基础设施，传统能源基础设施直接和间接导致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体量庞大，且煤、油、气、电等不同能源品种需要构建不同的基础设施体系来支撑，在推动能源革命的进程中既要满足当前需求，也要兼顾长远转型，还需做好各能源品种的统筹协调和能源代际更替的衔接过渡。在交通、信息等其他类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贯彻绿色低碳要求，更多的是不但要以绿色低碳的方式建设，还要以绿色低碳的方式运营，而对于能源基础设施则可能将是重大路径的抉择。


  能源基础设施框架


  1.总体框架


  （1）顺应能源发展大势，再定位能源基础设施


  从传统观念来看，能源基础设施一般专指能源输送基础设施，如铁路输煤通道、油气管网、输配电网等，以上设施一般以网络形态呈现，在能源系统内属于受到严格监管的部分，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更需要在长周期内体现价值，既是能源设施具有重资产、专用性、系统性等特征的集中体现，也是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保障性定位的具体表现。但随着能源转型的不断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呈现出三方面的新特征：一是从能源输送的狭义概念向能源输送、转化、存储等多种角色拓展；二是从能源通道的基本定位向联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枢纽转变；三是在涵盖传统的煤油气电输送通道的基础上，正与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深度融合，承担起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支撑引领作用。表11-1为主要国际机构对能源基础设施边界的划定。


  
  表11-1　主要国际机构对能源基础设施边界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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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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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立足国内能源新形势，再审视能源基础设施


  近年来，随着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的不断提升，能源产供储销、发输配用协同的必要性越发凸显，仅将能源基础设施局限于网络型能源设施的认识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5]，其中能源领域可概括为补四大短板，分别为清洁能源短板、区域不平衡短板、环境质量短板、能源安全短板。上述指导意见所指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局限于传统能源基础设施，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角度出发，立足能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定位，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时俱进划定能源基础设施体系边界。图11-3为能源基础设施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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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能源基础设施体系示意图

  


  2.分领域框架


  煤炭基础设施体系涵盖了煤运通道、煤炭接卸港口等煤炭专用设施（见图11-4）。其中，煤运通道是煤炭领域的核心基础设施，对连接煤炭产需两端、决定需方用煤成本、协调输电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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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煤炭基础设施框架图

  


  石油基础设施体系涵盖了原油管网、成品油管网、加油站等石油专用设施，以及炼厂等与化工领域相交叉的基础设施（见图11-5）。其中，随着炼化一体化的大力发展，当前炼厂正从燃料型向油化结合型加速转型，从产出成品油向成品油、基础化工品并重的方向发展，对成品油管网布局调整也将带来重大影响，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较长时间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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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5　石油基础设施框架图

  


  天然气基础设施体系涵盖了天然气输送、接收、存储等多种定位的设施（见图11-6），以天然气输送、接收基础设施为核心、天然气存储基础设施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天然气输送基础设施是指各级天然气管网，天然气接收基础设施是指LNG接收站，天然气存储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储气库等各类储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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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6　天然气基础设施框架图

  


  电力基础设施体系涵盖了电力生产、输送、存储等多种定位的设施（见图11-7），以电力生产和输送基础设施为核心、电力存储基础设施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电力生产基础设施包括火电、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等，电力输送基础设施是指输电网和配电网，电力存储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储能设施。而充电桩则属于能源、交通、市政基础设施跨界融合的典型代表。


  热力基础设施体系通常包括热源、热网以及热力用户配套设施（见图11-8）。考虑到与热力用户相关的热力站、热网一般属于市政基础设施的范畴，本章重点考虑清洁供暖要求下以跨区域热力管网为核心的余热供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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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7　电力基础设施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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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8　热力基础设施框架图

  


  投资分析方法学


  模型概述


  本章构建了中国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分析模型（见图11-9），以能源中长期供需数据为输入参数，其中包含终端能源需求、一次能源需求和一次能源供给等，并在给定宏观参数的基础上结合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布局调整和流向优化，给出不同情景下支撑保障能源需求、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能源基础设施产能规模、投资资金需求、资金来源结构，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的搁浅资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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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分析模型框架图

  


  产能分析框架


  1.基本产能规模分析


  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是能源基础设施的第一要务，基础性、保障性是能源基础设施的基本属性。因此，本章在给定能源中长期供需数据的基础上，按照“能源需求—能源供给—能源盈亏—能源流向”的分析框架（见图11-10），根据能源基础设施各自的特点将其分为需求导向、供给约束、托底责任和资源调配等四大类别，分步骤明确承担不同功能的各类能源基础设施在不同时段的基本产能规模需求。


  2.转型发展产能优化分析


  立足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在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的基础上，还将面临越来越紧迫的转型发展需求。


  （1）提升电力基础设施体系的灵活性


  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是世界和中国电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可再生能源电力成为电力系统的主导时，电力系统需要配置大容量高效的调峰机组和储能设施，以保障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有效利用。本章暂不考虑需求侧各类灵活性资源，主要以发电侧和电网侧灵活性基础设施推动电力基础设施体系转型发展。其中，发电侧灵活性基础设施包括灵活性煤电、可调节水电、调峰气电等，电网侧灵活性基础设施包括抽水蓄能、网级储能等。图11-11为提升电力基础设施体系灵活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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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0　能源基础设施基本产能规模分析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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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1　提升电力基础设施体系灵活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2）提升天然气基础设施体系的韧性


  以提升韧性为导向的天然气基础设施体系，就是既要防止因突发事件等导致全国或局部地区天然气供应中断或大幅减少，还要在季节性需求波动的影响下保障供需平衡、平抑价格。本章暂不考虑调峰气田、煤制气厂对提升天然气系统韧性的作用，主要以地下储气库和LNG接收站作为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体系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并同时考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系统韧性提升的影响。


  （3）提升石油基础设施体系的平衡性


  考虑到我国炼油产能过剩风险不断积聚，烯烃和芳烃等基础化工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但项目集中上马将导致产能过剩风险，因此推动炼化一体化及向原料型炼厂转型成为解决我国石化产业供需结构不均衡矛盾的努力方向。为了确保中长期“炼油—乙烯—芳烃”均衡发展，本章主要以炼厂作为推动石油基础设施体系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考虑了燃料型炼厂、油化结合型炼厂和原料型炼厂。图11-12为提升石油基础设施体系平衡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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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2　提升石油基础设施体系平衡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4）提升煤炭基础设施体系的适应性


  煤炭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能源，是发电、供热、冶炼建材等工业领域的主要能源。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就是建立在消费大量煤炭的基础上，相比其他能源品种，经济发展依靠煤炭已形成发展惯性。未来，东中部地区仍将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对能源的需求仍是刚性的，但对标双碳目标要求，煤炭消费应逐步减量，意味着今后将改变传统用能模式。结合我国“西煤东调”和“北煤南运”的大背景，本章按照煤运通道港口一体化的思路分析煤炭输送基础设施的适应性。图11-13为提升煤炭基础设施体系适应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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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3　提升煤炭基础设施体系适应性的产能需求分析示意图

  


  投资成本演化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变化主要受技术进步和外部成本两大因素驱动。在技术进步驱动下，能源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初始投资成本呈下降趋势，这在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代表的电力生产设施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外部成本驱动下，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受到土地、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约束，初始投资成本不断上升，这在以油气管网、输电线路为代表的资源调配型基础设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技术进步驱动下的能源基础设施，其投资成本演化趋势主要采用当前已有项目数据和模型测算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外部环境驱动下的能源基础设施，其投资成本演化趋势主要采用当前已有项目数据和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式，如表11-2所示。


  
  表11-2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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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需求测算


  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主要按新增投资、存量改造投资和资产搁浅三个方面来测算。其中，新增投资和存量改造投资是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带动的投资增量，资产搁浅则是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对已有投资带来的资产减值。三个方面的投资合计为不同转型情景下的能源基础设施直接投资成本。


  从基础设施新增投资来看，主要以电力和油气领域为重点。一是根据不同类型发电设施的成本变化和其在不同阶段的规模需求，分别测算各个时期的新增投资资金需求；二是以发电设施投资与输电设施投资的经验关系为基础推演各时期对应的常规电网设施投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将可再生能源接入的额外成本、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跨区输电等作为衔接发电与电网设施的额外新增投资需求；三是在天然气需求、供给、盈亏和流向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测算天然气管网、储气库、LNG接收站的新增投资资金需求。


  从基础设施存量改造投资来看，主要从适应低碳转型新要求和低成本满足新需求两大方面来考虑。一是为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存量煤电设施灵活性改造，主要包括存量煤电、气电碳捕集改造；二是为满足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化石能源发电设施碳捕集改造；三是为满足新增天然气需求和储气能力的现有LNG接收站扩建。


  从基础设施资产搁浅来看，主要考虑在能源系统快速向低碳转型下受到冲击最大的煤电、煤运通道，以上设施均属于国有资产，产能规模难以根据市场供需变化灵活调整，何时搁浅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为了更为直观地量化搁浅资产，本章将未到退役年限即封存的煤电资产价值等价为煤电搁浅资产规模，将被挤出煤炭运输市场的煤运专线剩余价值等价为煤运通道搁浅资产规模，如表11-3所示。


  
  表11-3　能源基础设施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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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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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情景分析


  中长期低碳情景设计


  本章主要依据既定政策对2030年前，特别是“十四五”时期的能源基础设施布局思路进行总体把握。而对于宏观情景设计，则主要依据中长期低碳转型的整体要求，分别根据“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及转型路径”项目给定的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碳排放总量建议方案，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展望2019》给出的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的已有研究成果[6]，并根据该研究成果设定的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分阶段的终端能源总量及结构、一次能源总量及结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减排量，作为分析能源基础设施产能规模和投资需求的基础。表11-4为情景总体说明，图11-14和图11-15分别为不同情景下一次能源需求变化趋势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化趋势。


  
  表11-4　情景总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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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4　不同情景下的一次能源需求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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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5　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变化趋势

  


  投资成本演化


  对于技术进步驱动下的能源基础设施，其投资成本演化趋势主要采用当前已有项目数据和模型测算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电力基础设施成本演化主要是综合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拉扎德公司（Lazard）、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与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等机构对不同发电技术平准化电力成本（LCOE）的分析结果，并结合中国各类发电技术特有的成本发展趋势对电源侧基础设施中长期平准化电力成本变化进行分析。炼厂投资成本则主要参考当前项目数据。其中，油化结合型炼厂主要参考恒力石化已建成的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原料型炼厂主要参考埃克森美孚、巴斯夫有投资意向的项目信息。对于外部环境驱动下的能源基础设施，其投资成本演化趋势主要采用当前已有项目数据和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天然气管网投资主要参考业内专家意见，天然气储气库及接收站投资主要参考建成项目和国际平均数据。图11-16为电力生产基础设施新增及改造投资成本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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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6　电力生产基础设施新增及改造投资成本变化趋势

  


  产能规模分析


  1.电力基础设施


  总体来看，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电力装机规模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大体呈逐步提升趋势，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前提下，主要通过电源结构调整来实现减碳目标。2050年，不同情景下的电力装机规模分别为38.8亿千瓦、53.0亿千瓦、64.2亿千瓦和65.0亿千瓦。其中，在政策情景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为86%，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78%；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为8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80%；在2℃情景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为91%，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为83%；而在1.5℃情景下，保留了更多经过碳捕集改造的煤电设施，因此与2℃情景相比，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略微降至90%，但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同样为83%。图11-17、图11-18分别为强化政策情景与2℃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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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7　强化政策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变化趋势

  


  
    [image: ]

    图11-18　2℃情景下的电力装机变化趋势

  


  从煤电设施来看，预计“十四五”时期煤电难以改变发展惯性，增量将超过1亿千瓦，在不同情景下，2025年煤电装机将达到12亿~12.5亿千瓦，2025年后的煤电装机规模将更多地由电力系统保供托底的基本需求和煤电服役年限来决定。而在1.5℃情景下，考虑到碳捕集技术的高能耗将导致机组出力显著下降，从系统安全和挖掘存量价值的角度考虑，适宜在系统中留有比2℃情景相对较多的煤电装机。图11-19为不同情景下的煤电装机走势。


  从各个情景来看，在不考虑电力需求侧响应的前提下，仅从电源侧和电网侧发力来提升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装机占比将面临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对标当前电力转型走在前列的发达国家，将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装机占比稳步提升并力争达到30%~40%以上的水平，在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的基础上，还将不得不加大电化学储能和光热发电的部署，以便较好地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图11-20、图11-21分别为强化政策情景与2℃情景下的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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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9　不同情景下的煤电装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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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0　强化政策情景下的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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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1　2℃情景下的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规模变化趋势

  


  2.天然气基础设施


  从LNG接收站来看，“十四五”时期将是LNG接收站的加速建设期。如图11-22所示，在政策情景及强化政策情景下，到2025年，LNG接收站产能规模将从2019年的8410万吨扩建为14000万吨，但LNG接收站产能利用率仍将呈持续上升趋势。2025年后，随着产能的进一步释放，LNG接收站承担保供托底的压力将逐步缓解，产能利用率将呈现下行趋势。从2035年开始，按服役周期30年考虑，随着区域统筹调配资源能力的提升，早期投建的LNG接收站将逐步退出市场，从而维持存量设施的产能利用率保持在相对合理水平。而在2℃情景及1.5℃情景下，由于天然气需求的峰值将提前至2035—2040年，这也使得“十四五”时期建设的LNG接收站产能基本能满足中长期需求。2040年后，受天然气需求下行的影响，在服役期满的LNG接收站逐步退出的情况下，整个LNG接收站的利用率仍呈不断走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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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2　不同情景下的LNG接收站产能变化趋势

  


  从储气设施来看，“十四五”时期将会是地下储气库、LNG接收站储罐与小型LNG储罐齐头并进的快速发展期，三大类储气设施的储气能力均将获得实质性提升。如图11-23所示，在政策情景及强化政策情景下，2025年地下储气库产能相比当前水平将增加一倍多，LNG接收站储罐产能将增加3倍，建设灵活的小型LNG储罐产能则将增加多达19倍。受制于建设周期，地下储气库产能将在2025—2030年迎来飞跃，2030年产能将在2025年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多，储气能力接近500亿立方米，地下储气库的集群式开发将加速小型LNG储罐的退出。此外，储气设施产能规模的快速提升将显著改变中国天然气系统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主要表现为韧性的提升（本章将韧性指标量化为最主要进口气来源中断时能够提供的最大供应量与消费量之比）。本章选取天然气消费峰值的冬季典型日，对假设出现的规模最大的管道气量或者50%的海上LNG气量出现断供的情况分别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十四五”时期仍将是我国天然气系统韧性提升的攻坚期，储气能力的倍增并没有使天然气系统的韧性得到显著提高，这也是由当前中国储气能力建设缺口较大所致，预计“十四五”末期仍与西方主要用气国家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同时，产能快速提升的小型LNG储罐在极端断供风险下的响应能力也较为有限，2025年后，随着地下储气库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为了迅速提升储气能力而建设的小型LNG储罐将会快速退出。2℃情景及1.5℃情景下储气设施规模、结构及韧性变化如图11-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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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3　政策情景及强化政策情景下的储气设施规模、结构及韧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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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4　2℃情景及1.5℃情景下的储气设施规模、结构及韧性变化趋势

  


  3.石油基础设施


  从原油生产基地来看，目前已有原油管道总体可以适应“十四五”及以后原油流向与规模，所需的新增投资相对较小。在这一前提下，原油供需格局将推动未来我国炼油能力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炼厂将是石油基础设施体系转型发展的关键。预计2020年一次炼油能力将超过9亿吨，产能利用率将降至70%左右。随着目前正在建设和计划投资的炼化一体化项目逐步投产，国内炼化产能的集中释放将使烯烃、芳烃的对外依存度显著降低。在加大燃料型炼厂淘汰力度的前提下，预计2025年炼厂产能将达到9.5亿吨。2025年后，受需求下行影响，炼厂结构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燃料型炼厂的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预计2040年前后将基本退出市场。而在2℃情景及1.5℃情景下，石油需求在达峰后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下降，2020—2030年炼厂产能利用率将呈持续下降趋势，这不但将加快燃料型炼厂的退出速度，也将对炼化一体化项目的产能扩张形成一定抑制。图11-25、图11-26分别为不同情景下炼油设施规模、结构及产能利用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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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5　政策情景及强化政策情景下的炼油设施规模、结构及利用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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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6　2℃情景及1.5℃情景下的炼油设施规模、结构及利用率变化趋势

  


  4.煤炭基础设施


  当前围绕晋陕蒙地区已形成庞大的“西煤东调”“北煤南运”基础设施体系。从煤运专线与对应煤运码头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当前煤炭供需区域性时段性紧张的主要短板在于煤运专线。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西煤东调”的通道运力约为13亿吨；随着浩吉铁路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预计“北煤南运”的通道运力将逐步超过4亿吨。“西煤东调”和“北煤南运”的合计通道运力可以满足晋陕蒙地区的煤炭调出需求。考虑到我国铁路运输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及季节性需求波动，本章提出需求导向下的理论通道运力配置需求，即在保供应要求下铁路运力需预留一定裕度，可以发现当前“西煤东调”和“北煤南运”都难以达到要求，但随着能源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二者都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理论运力配置的要求。2030年后，两大煤炭基础设施体系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运力闲置，届时瓦日、唐呼等投运不足20年的高成本煤运通道将可能面临资产搁浅的风险。图11-27、图11-28分别为政策情景下“西煤东调”与“北煤南运”运力需求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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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7　政策情景下的“西煤东调”运力需求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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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8　政策情景下的“北煤南运”运力需求变化趋势

  


  5.热力基础设施


  从清洁供暖需求来看，仅我国北方地区就有超过200亿平方米的需求。其中，城镇地区约有120亿平方米，略高于农村地区，是集中供热方式的主战场。本章简化对热力基础设施的需求和结构分析，以1.5℃情景下北方城镇地区基本实现余热清洁供暖为目标，用于简单核算不同情景下的跨区域热网投资需求。图11-29为不同情景下余热清洁供暖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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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9　不同情景下的余热清洁供暖规模变化趋势

  


  6.其他


  氢能、生物液体燃料、生物天然气、地热能和海洋能等技术的投资也是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氢能既是零碳能源，也是储能载体，可弥补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间歇性等短板。氢能投资包括制氢、储氢和运氢等多个环节，目前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单位投资成本较高。随着氢能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氢能成本有望实现大幅下降。生物液体燃料包括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煤油等，投资成本主要体现在生物液体燃料制备过程中的投资。以农林业剩余物为主要原料的先进生物液体燃料技术的成本目前相对较高，未来随着生物液体燃料产业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单位投资成本具有一定下降空间。


  投资需求分析


  不同情景下的投资差距


  加速向低碳转型将显著增加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如图11-30所示，从总量来看，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20—2050年累计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从55万亿元逐步攀升到150万亿元，1.5℃情景下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政策情景下的2.7倍。分新增投资、存量改造投资和资产搁浅来看，不同情景下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均以新增投资为主，且随着碳排放约束趋严，新增投资与存量改造投资均将呈上升趋势（见图11-31）。其中，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新增投资从54.5万亿元增加至124.3万亿元；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存量改造投资从3200亿元小幅上升至5700亿元，而在1.5℃情景下，存量改造投资将飙升至24.5万亿元，部分煤电机组的封存备用还将带来1.3万亿元的资产搁浅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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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0　不同情景下2020—2050年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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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1　不同情景下2020—2050年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分新增与存量改造）

  


  不同情景下的搁浅资产


  若不能及时预见低碳转型情景，则将在能源基础设施的诸多领域带来资产搁浅风险。从整体来看，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趋严，电力基础设施将对其他领域基础设施形成较大规模的替代，在有效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领域新增投资的基础上，还将对以上领域的存量资产形成挤压。分领域来看，加速向低碳转型将对存量煤电、煤运通道产生极大冲击，1.5℃情景下将带来1.3万亿元搁浅资产；在天然气领域，为了避免出现搁浅资产，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提升韧性为出发点，在满足系统应急调峰能力的同时，还要积极适应中长期能源转型进程，逐步实现基础设施升级融合，在政策及强化政策情景下天然气基础设施规模化投资需提前到2040年前，2℃情景及1.5℃情景下需进一步提前到2035年前；在石油领域，虽然产业内部竞争是颠覆现有燃料型炼厂的核心因素，但加速向低碳转型将使竞争进一步加剧，这一变化也将对围绕炼厂布局的成品油管网带来一定影响。


  不同情景下的投资重点


  从政策情景转向强化政策情景和2℃情景，需要充分调动社会投资，而转向1.5℃情景需要国家加强战略性投资布局。如图11-32所示，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到1.5℃情景，国有资本均为能源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主力。但从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到2℃情景，国有资本投资占比呈下降趋势，社会资本投资占比从30%提升到39%，对推动能源系统加速向低碳转型的贡献不断提升。而在1.5℃情景下，对电力基础设施深度脱碳的一系列改造则需要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投资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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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2　不同情景下2020—2050年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

  


  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好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引领和统筹作用。如图11-33所示，不同情景下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均高于75%，且投资需求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约束趋严而增长最为显著，对其他领域基础设施形成较大规模的替代，推动了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减少，并有助于从根本上更为迅速地缓解煤炭供需区域性、时段性紧张，不必再增加大型煤炭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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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3　不同情景下2020—2050年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分能源领域）

  


  不同情景下的投资难点


  中长期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带来新投资领域和新投资风险。从电力领域来看，围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打造新一代电力基础设施，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将成为新的投资方向，但也可能因需求不足而成为转型发展的制约。从天然气领域来看，储气设施在未来面临从并行发展向结构优化、区域协同的快速转变，难以推动天然气系统韧性显著提升的设施将被快速淘汰。从石油领域来看，炼化一体化是全球石油化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若在补上基础化工品缺口后随即迎来我国石油需求峰值，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十四五”时期能源基础设施保持惯性发展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从能源基础设施的各个领域来看，均存在一些设施面临“十四五”发展格局基本定型、调整难度极大的现象。例如，到“十四五”时期末，煤电装机容量基本为12亿千瓦左右，还需新增至少6000亿元投资；政策驱动下的小型LNG储罐产能可能将增加19倍，与“十四五”时期地下储气库的投资需求基本相当。此外，还有炼化设施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将使得“十四五”时期全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偏低。


  投资思路与建议


  总体思路


  推动中国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需立足中长期能源需求走势加强战略谋划，加快从注重投资规模的“铺摊子”转变为强化投资可持续性的“上台阶”，应在坚持以绿色低碳为引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效益优先、合理布局、融合创新、开放共享、以人为本等原则（见图11-34），从优质量、提效率、升活力、降风险、增效益、促公平等多个方面发力，全面适应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对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需求和不断增加的外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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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4　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投资战略的总体思路

  


  坚持绿色低碳，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有效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立足中长期低碳转型要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发展理念，从满足需求的适度超前向顺应绿色低碳的适度超前转变，推动由“经济发展、能源先行”向“美丽中国、能源先行”转变，以建设美丽中国的中长期战略目标锚定“十四五”规则方向和重点，加快形成“投资于绿色、投资于增长”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新格局。


  坚持效益优先，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提高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转变能源基础设施以放大冗余保供应的片面要求，更加注重做好能源基础设施冗余度与经济性的平衡，更加重视通过盘活能源基础设施存量来降低实体经济用能成本。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价格信号合理引导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回归顺应市场之道，降低能源基础设施资产搁浅风险。


  坚持合理布局，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促进，破解能源基础设施路径锁定。改变单一依靠大基地、大通道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突出分布式、更多考虑区域与市场平衡的发展方式，全面适应能源基础设施向消费端贴近的趋势，加强能源流向优化统筹，加快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相互协同的可靠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坚持融合创新，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与基础设施体系高质量发展相衔接，激发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活力。加快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从基于资源禀赋转向创新驱动。推动能源基础设施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融合联动发展，摆脱商业模式单一且各自为政的不足，合力应对去补贴、降成本的要求，以多基础设施协同融合促进加速实现爬坡过坎，加快形成智慧用能方式。


  坚持开放共享，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融入共建“一带一路”，降低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坚持国家能源安全与企业经营效益并重的投资理念，紧抓“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巩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管网互联互通、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强化与“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地区在绿色能源开发、能源可及性等领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降低国内高成本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发展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城乡基本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以改善民生和普遍服务为导向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与市政、水利基础设施的融合衔接，更加注重做好能源可及性与经济性的平衡，因地制宜推动民生相关能源基础设施部署。


  分领域思路


  电力基础设施投资需及早围绕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开展前瞻性部署。我国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将长期处于兼顾新增需求和存量优化的阶段，未来围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打造新一代电力系统将带动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但前期“轰油门”式的煤电投资透支了中长期煤电产能有序优化的空间，部分投资将难以改变资产搁浅的命运，能否通过持续性的改造在电力灵活性基础设施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挑战大于机遇。克服中长期电力灵活性不足不能仅局限于电力行业、局限于电力基础设施硬件，需在保障电源侧和电网侧灵活性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寻求需求侧灵活性资源提供极为必要的支援，并探索与其他领域基础设施协同解决方案。


  低碳转型对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主要在于增量，天然气基础设施转型发展的重点在于结合天然气定位做好增量投资优化。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布局还有未来10~20年的时间，但关键是把握好当前至2030年的窗口期，合理把握投资节奏、确保投资质量效益是中长期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需考虑的重点，这要求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要与天然气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定位紧密结合，与非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协同互补、与氢能基础设施融合共享等思路需提早研究。


  低碳转型对石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既有存量也有增量，存量优化的压力更大，转型发展的重点在存量资产处置。我国原油基础设施基本满足中长期需求，技术创新和进口替代下加速升级的炼化设施是石油基础设施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方面，需结合石油需求达峰时间开展前瞻性部署，避免宏观层面快速转型与企业层面战略趋同的同向叠加效应放大，难以适应供需形势的快速反转；另一方面，还需在深化炼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有长远布局，对燃料型炼厂的改造及退出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煤炭基础设施转型发展的重点在于流向优化，投资需高度重视长期经济性。当前以“西煤东调”“北煤南运”为主的煤炭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可满足中长期需求，化解区域性、时段性煤炭供需矛盾不能盲目上基础设施，防范煤炭基础设施投资风险需加强与建设交通强国下的高速铁路发展的统筹，从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衔接发展的方向来推进，坚持以存量挖潜为主的投资思路，对涉及关键节点的煤运通道、港口以及煤炭储备设施进行优化。


  相关建议


  1.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型能源基础设施新战略，防范设施落伍于时代


  研判能源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要求和自身发展需求，处理好当前发展和长远转型的关系，转变以大型能源基础设施稳投资、“拉郎配”确定消费市场的传统思路，加快推动能源基础设施由基于资源禀赋的资源调配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提高创新驱动型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深化有助于培育创新驱动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鼓励传统能源企业向技术驱动型能源企业转型，构建善于投资于“小快灵”项目并适应市场风格快速切换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提升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抗压性和非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抗风险、降成本、促转型的综合能力提升。


  2.加强送受两端基础设施统筹，有效衔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在推进跨区域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多考虑区域间平衡和地方利益补偿，探索以市场机制共商共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方式推动形成省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设施发展路径。立足既有设施加强输煤输电优化，对送端能源基地要有明确合理的定位，避免不同能源品种的产能敞口式扩张、流向粗放式累加。优化畅通“北煤南运”体系，充分利用高铁建设释放的既有铁路闲置运力，避免再上马煤炭运输专线。高度重视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上升带来的流向调整，加强管道气、LNG流向统筹，推动储气设施规模化集群式开发，推动管网等基础设施发展适度超前适应天然气流向的变化。在东中部地区，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分散式风电，推动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融合发展。加强东部沿海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厂址资源保护，为东部地区引领非化石能源跨越发展奠定基础。推动城市群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动域内电网、油气管网、热力管网互联互通，统筹安排LNG接收站、储气库、电力调峰资源建设和布局，减少重复投资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加快构建能源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推动发展方式创新


  立足绿色发展要求，以降低能源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为落脚点，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在规划阶段，以是否符合绿色低碳方向为能源基础设施战略谋划的根本考量，以是否适应绿色低碳要求为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决策的基本条件；在建设运营阶段，推动能源基础设施以绿色低碳化的方式建设并以绿色低碳化的方式运营。研究能源基础设施稳投资、补短板与降成本的优化解决方案，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存量价值挖掘，推动既有能源基础设施加快适应经济能源发展新要求。建立价格合理、灵活响应的定价机制，促进能源基础设施与能源产销两端联动，探索构建能源基础设施东西帮扶机制，推动软硬件能源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带动能源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融合发展。适时优化调整政府的能源基础设施调控模式，由传统模式下的总量、结构和布局调控，向以重点领域、关键短板为主的方向引导转变。


  第十二章 中国消费方式转型和低碳社会建设


  居民消费是生产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最终主体，其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都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能耗物耗总量直接相关，将生活质量提升与碳排放量增长脱钩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一。公众是否具有低碳化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产端运营与供应链绿色化的形成，因此，提升需求侧的低碳消费能力将推进供给侧低碳发展。


  本章阐述了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低碳消费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领域的碳减排潜力和低碳消费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了2030/2050年的低碳消费发展战略和促进居民低碳消费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简约低碳生活方式选择、生活用能结构转型、引导绿色出行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管理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以期为国家层面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创新提出了引导公众消费低碳化选择的传播策略和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指南，以推动全社会形成低碳消费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通过消费领域低碳化实现对生产领域低碳化的引导和倒逼作用。


  本章所强调的需求侧所需减排水平，要求对可持续性治理和新商业模式的需求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两者都在改变和完善社会基础设施、经济体系以及塑造消费者选择和模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发展社会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不仅要了解变革的必要性，而且要设计出满足当前需求的替代品。


  低碳消费的深远意义


  气候变化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低碳选择刻不容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各次评估报告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是当前关于气候变化方面最受各方关注的科学信息来源[1]。2018年10月，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是一项艰巨任务，地球升温超过1.5℃乃至2℃，可能会产生可怕后果。要达到并保持升温1.5℃的目标，在2030年前，净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比2010年的水平下降45%；全球碳排放量必须控制在2017年的49%以内，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2019年1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警告称，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20—2030年不能以每年7.6%的水平下降，世界将失去实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规定的1.5℃温控目标的机会。报告还指出，即使《巴黎协定》中的所有无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从而带来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气候影响。


  中国碳减排压力持续增加，应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与行动


  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总量在2005年超越美国，升至全球第一。2018年，全球新增排放总量中有超过1/4来自中国[2]。中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并且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因而不少人主观地认为排放总量大主要是因为人多，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并不高。但事实是，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至世界第一时，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也开始超越全球平均水平，并且保持着高于全球水平的增速。2010年，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升至G20国家的平均水平[3]；2016年，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为8.8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比G20国家平均值高出17%（见表12-1）。


  
  表12-1　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单位：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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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中，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包括：积极推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谈判；推动资金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做好2020年前行动和力度盘点，国际社会应清晰梳理2020年前发达国家在减排力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等方面的差距，针对进一步弥补差距做出明确安排，确保不在2020年后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坚定发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强烈政治信号。


  低碳消费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低碳消费是全民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直接途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消费规模持续快速扩张，居民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居民消费已从温饱向小康转型升级，消费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快速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消费领域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消费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1]，过度型、浪费型等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环境问题，消费领域成为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4]。


  居民消费是生产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最终主体，其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都对碳排放产生着重要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能耗物耗总量直接相关，将生活质量提升与碳排放量增长脱钩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一。公众是否具有低碳化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产端运营与供应链绿色化的形成，因此，提升需求侧的低碳消费能力，将推进供给侧低碳发展。


  一是低碳消费本身能够直接带来碳排放量减少。研究显示，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7亿吨，农村居民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89亿吨。预测2037年中国城乡居民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6.73亿吨），之后缓慢下降，至2050年仍有4.41亿吨。消费领域低碳化转型将有效降低居民生活方式中的直接碳排放，为国家自主减排做出直接贡献。


  二是低碳消费能够有效促进低碳生产和社会绿色转型。目前，消费领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整体绿色转型的重要方面。而绿色低碳消费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信息传导、共存机制，倒逼生产领域的绿色转型。通过消费者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变化，间接推动生产端的绿色转型，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产生巨大带动力。


  三是低碳消费为政策制定提供抓手，有助于培养有更高环境素养的新公民。消费领域碳排放已经成为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管理创新的重点领域，迫切需要把低碳消费纳入政府决策层面，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消费战略与行动计划。通过消费观念的创新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引导消费由增量型向高质型转变，以较低碳排放水平奋力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2亿吨标准煤，较2017年的44.9亿吨增长2.9%，增速持平。其中，非化石能源占比14.3%。2020年，15%的消费占比目标有望如期甚至提前实现。2018年，中国发电量达6.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其中，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30%左右。

  


  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空间


  概念界定


  1.关于消费的界定


  在中国统计体系中，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包括农村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和城镇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主要包括8个大类：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基于这8个大类的统计，将支出法GDP的居民消费统计口径和投入产出表中的居民消费分类统一起来。


  2.关于低碳消费的界定


  “低碳消费”以“低碳”为导向，强调当代消费者必须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本章中所述的低碳消费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购买、使用和处置低碳产品及服务时，尽可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并且降低能耗的节约型消费。低碳消费模式的宗旨是人文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和气候，主张适度消费、低碳化的消费，提倡消费者以低碳产品和低碳服务的购买、使用、处置为主，并将消费行为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


  3.关于消费碳排放的界定


  在本章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潜力是使用基于消费的核算，而不是基于生产的核算。基于消费的核算（碳足迹）既包括直接排放，也包括因生产和销售产品和服务（包括进口产品和服务）而产生的嵌入式碳排放，这反映了最终消费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全球影响。


  中国居民消费规模扩张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


  1.中国居民消费规模持续快速扩张


  近年来，中国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1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8万亿元，年均增速为11%。不过，即使这样，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截至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为40%，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占比。2018年，中国人均家庭最终消费支出约2800美元，仅是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平均水平（20000美元）的14%，中长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预计2015—2020年消费年均增长7.2%左右，2021—2035年消费年均增长5.3%，到2035年年底中国居民消费规模达到135万亿元；2036—2050年消费年均增长3.5%，2050年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将接近340万亿元（见图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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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2015—2050年中国居民消费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政策研究报告》


  2.居民消费对社会整体能源消费和排放影响显著


  在后工业经济社会，部分发达国家的居民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已超过包括工业、商业、交通部门在内的产业部门，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因而与由居民消费产生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相关的研究逐渐受到政策制定者、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居民消费已取代工业部门，成为最大的能源需求和消费单位[5]。Schipper等的研究表明，美国45%~55%的能源消费由消费者的行为活动产生。韩国消费者产生的能源需求和相关碳排放占全国的比重是52%。在英国，居民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74%。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碳排放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例如印度就面临这样的趋势：从消费需求侧的角度，居民能源消费占总体能源消费的75%。在我国，居民能耗的增速连续多年超过工业能耗增速，居民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0%以上。居民碳排放将是国家碳排放的重要构成部分。


  居民消费的碳减排量潜力预测


  居民消费碳排放比重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总结部分居民消费碳排放占国家碳排放比重的有关研究结果，将中国的居民消费碳排放比重与之进行比较，结果如表12-2所示[6]。


  
  表12-2　居民消费碳排放比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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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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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可知，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过程，其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已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可以高达60%~80%；中国居民碳排放水平与1970年瑞士的水平接近，略低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预计未来工业化进入后期，居民碳排放在国家碳排放的占比会不断加大，可通过此发展特征预计中国未来的居民碳排放发展趋势。


  在1.5℃全球人均碳减排目标下的居民消费碳排放研究


  1.研究基础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阿尔托大学和D-mat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1.5℃生活方式：减少生活方式碳足迹的目标和选择》技术报告[7]对生活方式改变与基于IPCC等给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明确目标之间建立了量化关系，从营养、住房、交通、消费品、休闲和与服务有关的消费等生活方式角度，审视了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潜力。[1]


  按照《巴黎协定》1.5℃的温升控制目标下的排放情景，在不依赖广泛使用负排放技术的情况下，需要将生活方式碳足迹的目标定为2030年的2.5（单位：吨CO2e，下同）和2050年的0.7；如果考虑到负排放技术，2030年和2050年的目标上限可提高到人均3.2和1.5。基于中国2017年的数据分析，得到年人均年生活方式碳足迹的估计值4.2（见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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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案例国家生活方式碳足迹（基于2017年的数据）

  


  2.重点消费领域碳减排潜力


  在消费领域，营养、居住和交通往往对生活方式碳足迹的影响最大（约占75%），因此，这些领域具有很大的干预潜力。


  （1）营养：在大多数情况下，肉类消费是一个人碳足迹最大的贡献者。在中国，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约为60千克，其中主要是猪肉（占肉类消费的63%）和家禽（占肉类消费的22%）。中国年人均营养碳足迹为1050千克，其中肉类占44%，鱼和蔬菜各占10%以上，谷物占比不到10%。如图12-3中的虚线矩形所示，目前中国人均碳足迹已经超过2030年的目标，但还需要在2050年前大幅减少与营养相关的碳足迹。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改变营养来源，减少碳强度或身体消耗量，有助于减少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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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中国居民生活方式中营养领域碳足迹（基于2017年数据）

  


  注：彩色矩形表示每个组件的平均生活方式碳足迹。面积的宽度、高度和大小分别代表实际消耗量、碳强度和碳足迹。黑色虚线矩形显示了截至2017年的平均强度和总物理消耗。红点矩形表示到2030年1.5℃的目标，蓝点矩形表示2050年的目标。红色和蓝色虚线矩形的水平和垂直比例仅指示。如果数量不能减少，就需要减少强度。但是在营养领域，这部分数量是居民生存必需量，很难减少。


  （2）居住：中国人均每年居住碳排放1350千克CO2e，单位面积的碳排放量为39千克/平方米。其中，家庭用电量占住房碳足迹的1/3以上。与2030年和2050年的1.5℃目标相比，中国已经超过2030年的目标（见图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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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4　中国居民生活方式中居住领域碳足迹（基于2017年数据）

  


  注：彩色矩形表示每个类别的平均生活方式碳足迹。面积的宽度、高度和大小分别代表实际消耗量、碳强度和碳足迹。黑色虚线矩形显示了截至2017年的平均强度和总物理消耗。红点矩形表示到2030年1.5℃的目标，蓝点矩形表示2050年的目标。红色和蓝色虚线矩形的水平和垂直比例仅指示。如果数量不能减少，就需要减少强度。


  （3）交通：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交通占其生活碳足迹的约1/4，人均每年行驶6000公里左右（包括步行），贡献了1090千克CO2e（见图12-5），其中一半以上是由于汽车使用所致。中国人陆基公共交通的使用率更高，达到31%~49%。摩托车使用率超过20%，虽然摩托车的碳排放强度比汽车低，但仍远高于公共交通。与2030年和2050年的1.5℃目标相比，中国目前的碳足迹已经超过2030年的目标，这意味着国家迫切需要开始在交通系统和消费模式方面的低碳转变。表12-3为不同交通工具出行的人均百公里碳排放量比较数据。


  
  表12-3　不同交通工具出行的人均百公里碳排放量比较 （单位：千克/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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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朱翔，贺清云，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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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5　中国居民生活方式中交通领域碳足迹（基于2017年数据）

  


  注：彩色矩形表示每个类别的平均生活方式碳足迹。面积的宽度、高度和大小分别代表实际消耗量、碳强度和碳足迹。黑色虚线矩形显示了截至2017年的平均强度和总物理消耗。红点矩形表示到2030年1.5℃的目标，蓝点矩形表示2050年的目标。红色和蓝色虚线矩形的水平和垂直比例仅指示。如果数量不能减少，就需要减少强度。


  （4）小结：基于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报告对2017年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均年营养碳足迹为1.05吨，在1.5℃情景下，到2030年中国年人均营养碳足迹应降低为0.7吨，到2050年应降低为0.3吨；基于2017年的数据分析，在1.5℃情景下，中国人均年居住碳排放为1.35吨，到2030年中国年人均营养碳足迹应降低为0.6吨，到2050年应降低为0.12吨；基于2017年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均年行驶6000公里左右（包括步行）贡献约1.09吨，在1.5℃情景下，到2030年中国年人均营养碳足迹应降低为0.4吨，到2050年应降低为0.07吨。


  
    [1]此处不包括政府消费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形成所产生的排放。生产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归为家庭消费造成的间接排放。

  


  低碳消费的制约因素


  政策制度方面的制约


  1.相关立法不能适应低碳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流通


  低碳生产经营与消费的众多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性法规文件及配套的实施细则，使得低碳消费的市场规则无法可依。


  2.低碳消费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低碳产业政策、低碳税收政策以及低碳消费政策等滞后。


  3.缺乏规范性和长期性的低碳税收、信贷鼓励政策


  提供低碳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与同类企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而国家在低碳生产和消费方面的鼓励和补贴政策相对单一，且存在不稳定性。


  市场机制方面的制约


  市场方面存在低碳产品流通服务以及市场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管理体制不健全、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的制约。绿色低碳消费产品供给不足，无论是绿色食品、节能产品、绿色建筑、公共交通还是环境标志产品，规模都较小，远未成为衣食住行必需消费品的主流，相关可持续消费选择的资源环境的规模效益有限。


  首先，低碳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行业标准和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其次，国家层面推进的低碳产品主要还是集中于工业产品，而消费端产品的制造和生产还远远落后。最后，低碳产品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


  企业方面的制约


  目前，中国企业在低碳产品研发推广方面还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市场推广能力不够的问题。


  1.企业研发低碳产品能力不足


  低碳产品研发难度大、成本高、风险大、获利不稳定，在与非低碳产品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企业出于赢利的目的以及利润最大化的考虑，短时期内可能会选择放弃生产和开发长期前景好但眼前利益低、能长期增加社会收益的低碳产品。此外，低碳产品研发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情况以及消费水平，进而明确低碳产品的定位，以利于销售。


  2.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不够


  我国目前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还不够，缺乏对低碳技术研究开发的中长期规划，研究开发与产业发展脱离，转化能力比较弱，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研究开发与推广普及相结合的体系。


  消费者方面的制约


  消费者对低碳消费认知不足，低碳消费意愿不强，低碳消费能力较弱，低碳消费规模不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心理扭曲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国代代传承。这些朴素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消费行为，防止了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生态的恶化。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扭曲了人们的消费观念，误导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导致人们过度追求物质消费。


  2.低碳消费知识缺乏


  消费者对绿色低碳消费品选择的意愿增长较快，但由于缺乏环保知识，消费者不能将产品服务对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生活需求建立密切联系，环境因素往往不在消费者选择消费品时的考虑范围之内，或仅关注对自身健康的直接影响，这些都不利于低碳消费品的市场推广。


  3.消费者存在感知障碍


  低碳产品价格高昂、低碳产品使用和处置较为麻烦、消费者无法识别低碳产品、消费者对低碳消费的益处没有直观感知（认为低碳似乎离个人生活比较远，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这些都是导致消费者感知障碍的因素。


  4.消费水平的制约


  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只有在基本需求得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重点路径和方向性建议


  重点路径


  当前，低碳消费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着力点、居民为主体、社会为支撑，全方位参与和推进的一种全新消费方式。政府部门应该从战略层面出发，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及价格机制引导企业开展绿色生产，加强宣传工作，同时带头推进低碳消费；企业应该从清洁生产、低碳产品研发、低碳市场模式的建设等方面铺开，主动参与到低碳社会的建设中来；广大居民应该树立低碳消费观念，积极学习低碳知识，以实际行动实践低碳消费；社会应依靠其布局优势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全方位保障低碳消费的建设[8]。


  1.以政府为主导引领低碳消费


  推进路径：政策支持—广泛宣传—示范引导。政府应以现有法律法规为基础，健全低碳消费法律法规，完善低碳消费激励政策，专门出台关于提升居民低碳消费水平的法律法规或条例；必须加强低碳消费宣传力度，培育全民低碳消费意识，营造低碳消费理念氛围；创建绿色节能政府机关，发挥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中的引领、示范和表率作用，建设节约型低碳政府。


  2.以企业为着力点推动低碳消费


  推进路径：清洁生产—开发低碳产品—建设低碳市场模式。企业一方面要在内部推行清洁生产，加强节能降耗，另一方面应当加大低碳消费产品的研发力度，尽可能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3.以居民为主体实现低碳消费


  推进路径：改变观念—积极学习—自觉实践。树立正确的低碳消费观念，广大居民要从思想上摒弃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价值观，坚决杜绝面子消费、奢侈消费习俗，树立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养成日常低碳消费习惯，自觉养成节约用水、垃圾分类、随手关灯等良好的消费习惯，选择公交、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自觉选购、使用低污染、低消耗的生态洗涤剂、环保电池、绿色食品等绿色日常用品；自觉减少一次性餐具、一次性日用品等产品的使用。


  4.以社会为支撑保障低碳消费


  推进路径：舆论引导—加强监督—全方位参与。广大社会组织及媒介应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同时加强低碳消费监督管理；广大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开展低碳消费宣传活动，发挥共青团、工会、妇联、居委会等群团组织及各级消协组织的作用，在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参与低碳消费建设。


  方向性建议


  1.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当前推进消费低碳转型的历史机遇期


  中国目前推动消费低碳转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5月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党的十九大也明确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为推动形成低碳生活方式和低碳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指南[9]。


  （1）将低碳消费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点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现阶段，中国消费正不断转型升级，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社会公众的低碳消费意愿不断提升，消费市场上低碳生态产品溢价率不断增长，互联网消费中的低碳渗透率不断提高，可以说，低碳消费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着眼和适应当前及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大力推动低碳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力支撑。同时，消费的低碳转型升级可以引领低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新，通过低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造新的低碳消费需求，这种低碳生产与消费、低碳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循环不仅是经济的新动能和引擎，也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内生条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当前低碳消费的短板之一是低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需要顺应社会低碳消费升级的趋势，围绕吃、穿、住、行、用等消费环节，满足居民分层次多样性的低碳消费需求，构建更加成熟的低碳消费细分市场，加大低碳、环保、节能产品和技术的认证和营销推广力度，提高低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社会覆盖度，大力提高低碳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真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


  （2）将低碳消费作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系统转型以及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首先，将低碳消费作为经济低碳转型的基本内容，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经济的低碳转型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低碳化，消费的低碳化对生产的低碳化发挥着引导和倒逼的作用。经过低碳理念和措施引导的消费规模、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质量、消费偏好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生产领域，左右着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向、生产方式的改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其次，将低碳消费作为社会低碳转型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低碳消费是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全民行动的有效途径。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等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及相关方面，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低碳消费活动可将低碳理念与要求传递、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带动公众积极践行低碳理念和要求，形成低碳生活全民行动，改善社会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


  （3）把低碳消费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低碳消费是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消费具有上下游传导效应，减少消费能成几何级数地减少资源能源投入，还可以减少数十倍以上的污染排放；消费又具有弹性效应，消费数量的增加，往往会抵消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资源投入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效果。因此，合理适度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消费必然对减少污染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乃至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领域，中国目前的环境政策多集中在生产领域，且以约束和监管为主要方式、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建立引领低碳消费模式的制度机制，一是可以将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从生产环节拓展到消费环节，拓展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增加激励和自愿领跑的方式，有助于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制度体系；二是消费是社会公众的基本行为选择，低碳消费可以促使公众真正进入环境治理过程，用其低碳消费行为以及低碳生态产品选择倒逼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增加低碳生态产品和绿色生产收入，是切实的、自发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三是消费端的低碳转型通过低碳供应链实践传导至生产端，可以引导产业链条中的“低碳先进”企业管理“低碳落后”企业，开辟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途径，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4）将低碳消费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并制订国家推进低碳消费的专门战略或行动计划


  中国正处在推动消费绿色转型的机遇期、窗口期，居民消费方式和意愿在发生明显变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参与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明显提升，对享有良好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日益增长，形成了推动绿色消费的社会基础。在准确把握低碳消费对推动低碳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战略定位和作用之后，中国政府需要把推动低碳消费纳入日常的工作日程之中，在零散的实践和政策基础上，将强烈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全面推动消费低碳转型的系统战略部署、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全民的社会实践。


  因此，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应将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相关目标、任务，以及考核或评价指标。同时，针对目前相关政策及实践分散、效果不显著等问题，借鉴德国、瑞典等国经验，中国应研究制定专门的推进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从目标任务到体制机制创新、评估方法与评价指标等方面都要做出系统安排，提高推进绿色消费行动的整体性和效果。


  2.理顺并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


  （1）协调低碳消费与经济目标的利益关系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低碳消费与经济目标并不矛盾，实质上，两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推广低碳消费要真正树立起低碳目标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意识。一方面，我们应在全社会倡导低碳意识和低碳化原则，在经济活动中明确树立起低碳环保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并将其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作为一切低碳化创新活动的指导观念，在现实工作中将利用新能源技术、提高现有能源和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等低碳减排的要求与经济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与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等方面利益的最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努力破除作为传统经济模式主导思想的利润价值观，正确认识和把握好低碳目标。


  （2）协调低碳发展与大众消费的利益关系


  要成功地推广低碳消费，必须具有广大消费者对低碳技术、低碳产品较大的市场需求，即要使广大社会公众都成为低碳消费、低碳消费的主体，这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市场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大众消费一般都属于高碳排放型消费，目前低碳消费的市场受众还是少数，这显然与低碳发展所要求的低碳消费构成矛盾。要解决目前低碳发展与大众消费的矛盾，必须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努力使低碳需要成为广大消费者的自觉需要，同时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居民节能减碳。一方面，政府、企业、文化教育部门等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来引导社会大众的低碳消费需要，营造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绿色文化氛围，使全体国民都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真正主体，积极支持和参与低碳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对居民消费行为，要综合利用税收、补贴和价格政策（能源价格与低碳产品价格）等经济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能源、家电、汽车、服饰、五金等市场的供求关系，以达到引导居民减少高碳消费需求的目标。


  3.建立并出台低碳消费的奖惩机制


  政府、企业、居民等都是低碳生活的实践者，有效推进低碳生活，应对各主体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1）政府低碳政务奖惩办法


  充分参考国外出台的相关奖惩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初步建立并实施政府低碳生活工作问责制，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建立政府低碳生活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负责制定考核指标与考核标准，以及政府部门低碳生活的具体考核工作。对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的责任单位，政府予以通报表彰；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单位责任人，则可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考核为“一般”的责任单位，政府责成责任人提出整改措施；对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的单位，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2）企业低碳生产奖惩办法


  建立健全企业低碳生产奖惩办法，充分调动企业从事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政府可通过经济、社会、奖惩等手段激励企业推广低碳生产。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并扶持企业研发低碳产品。建立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对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禁止投产；对于污染物的转移排放，要实施严格的环保立法和标准；强化现有收费制度，按规定对企业排放的范围、数量征收排污费，超标处罚。在此基础上，转变排污费的使用处理方式，改变无偿拨款或贴息贷款给企业进行治污的形式，采用商业模式运作，促使企业采取措施，积极防治污染。


  （3）建立健全低碳运行机制


  强化政府和企业责任，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完善政策体系，健全保障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一是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完善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二是建立新建项目准入制，严格执行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项目核准程序。三是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大力淘汰行业落后产能，继续开展小矿山冶炼、小水泥、小火电、小造纸以及城市污水等专项治理工作。四是建立节能减排的市场化机制，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和环境容量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五是建立节能减排投入机制，做大节能减排专项引导基金，通过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六是积极推广清洁能源机制、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新机制，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七是强化高耗能行业和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实施重点企业能源审计和能源利用状况月报制度。


  （4）居民低碳生活奖惩办法


  制定系统可行的评比标准，深入开展“低碳生活示范家庭”“低碳生活示范社区”等系列评选活动。“低碳生活示范社区”注重考核环境监督体系、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环境质量、社区文化氛围、居民环境意识等。对于成绩靠前的社区，除颁发荣誉证书外，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激励全体居民争创低碳生活社会；而对于成绩靠后的社区，不仅要通报批评，还要给予一定的罚款。


  4.培育低碳生活理念，形成低碳生活社会氛围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全方位推行低碳生活、践行低碳生活的合力。加大低碳宣传力度，全面普及低碳理念，积极引导和鼓励居民低碳生活，形成可持续的低碳生活方式，为整个社会低碳转型奠定基础。多领域践行低碳生活，大力推行绿色公务、清洁生产、绿色商务，全方面引导社会低碳转型，多层次践行低碳生活。


  （1）强化政府的低碳引导功能


  政府是低碳生活的引导者，不仅要出台一些正面激励的政策，以引导人们的低碳生活行为，还应考虑采用适当的惩罚措施(如对消费后产生的多余垃圾进行收费，征收环境税)，以强化企业和居民的低碳生活意识，鼓励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一方面，要健全低碳消费社会宣传教育机制，构筑低碳文化传播的经济社会条件。通过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平台，公共部门联合相关企业、专家学者等，组建低碳消费问题研究机构，发展低碳消费支持技术，提供低碳消费问题解决方案，协助各种组织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要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建设低碳文化传播所需的专业团队，如政府宣传机构、各类媒介、非政府组织等。可采用专项资金形式，通过政府投资、企业运行的方式，鼓励和支持低碳文化传播队伍能力建设，为大众传媒提供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低碳消费信息来源。


  （2）发挥绿色大学和绿色社区带头试点作用，带动全社会共同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建议在中国重点高校，比如清华大学（曾被授予绿色大学称号），创建入校共享电动车优惠停车试点应用项目，倡导绿色出行。首先，当一辆电动车内乘坐人数为三人及以上时，可由校园入口处设置自动识别系统，自动放行，快速通行。其次，校园可单独设置共享电动车停车位，免收或收取部分停车费用。这样共享电动车停车的便利和价格的优惠能够凸显。鉴于清华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以及校内往来进行办公、互访、交流的人数众多，共享电动车优惠停车试点应用项目的影响力会快速扩大，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进而成为带动全社会践行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力量。


  建议选取部分居民小区作为试点，对居民家庭的能源消费状况实行一个可量化、可比较、可鼓励的措施。比如，在台湾地区，夏季用电高峰时段，为了减少用电高峰的峰值，台湾电力部门在夏季的4个月，以家庭为单位将上一年和今年的用电量做比较，若今年用电量比上一年低了一定比例，这户家庭便可以得到奖励，奖励会根据用电减少量进行相应的设置。同样，如果可以在若干个城市的小区开展类似的活动，逐月比较家庭用能消耗量，给予减量化的家庭一定奖励，会是一项很好的激励措施，逐渐让这些低碳转型所带来的内在变化和外部变化带动居民在日常行为中做出一些改变。


  （3）发挥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媒体，加大低碳公益广告力度，采取专题讲座、研讨会、成果展示会等形式，加大低碳理念宣传力度，组织开展低碳理念宣传活动和科普活动。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全社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低碳发展的重要性；鼓励居民使用低碳产品，举行低碳消费义演晚会或活动，募集捐款；开展一年一度的“低碳消费示范家庭”“十大绿色生产杰出企业”“十大低碳消费杰出个人”等网络或电视评选活动；逐步提高居民的低碳消费意识，培育低碳消费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文化，形成较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使低碳消费理念成为每一个居民的自觉行为；成立低碳消费宣传组织，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要推广志愿者，促进绿色产品的推广和绿色文化的广泛传播。


  （4）加强低碳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公众低碳意识


  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开展低碳教育。鼓励中小学校创新开展低碳教育，开展各种形式的低碳专题活动，普及低碳知识，树立低碳理念，倡导低碳消费，培育低碳消费习惯，强化公众低碳意识。这是居民低碳消费意识建立的重中之重，要通过政策鼓励、产品支撑、教育与引导并行的手段改变居民的固有消费观念。在消费中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节约每一度电，节约每一滴水，朝着低排放、低消耗、自然化、健康化、可持续化的方向努力。


  创新引导手段


  针对不同低碳能力人群的策略干预方式，即综合利用“教育、宣传、科普”“政策和社会规范”“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部门协同”“企业产品与服务提供”五种干预手段，针对不同消费类型人群的特征，采取不同策略提升其低碳能力。


  创新低碳消费的传播要素


  1.低碳消费的传播主体


  低碳消费的传播主体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政府及环境保护相关部门。低碳消费的传播首先需要政府及环境保护相关部门进行主导和推进。


  二是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各环保组织、环保人士。低碳消费的传播需要舆论领袖的作用，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各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具有社区性、区域性乃至跨国性特点，能利用自身网络辐射广、影响大的效应，通过交流、学习、宣传等手段克服信息的不对称状况，从而有效传播低碳消费，形成良好的低碳环保氛围。


  三是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是低碳消费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市场主体树立低碳意识、低碳责任，在现实消费中减少污染和排放，并加强对低碳科技、低碳产品的研发，这本身就是对低碳消费的传播。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公众摆脱了新闻传播的被动地位，他们能主动参与低碳消费的传播，社会公众的消费状态、消费方式、消费习惯都会影响低碳消费的传播并反映传播效果。


  2.低碳消费的传播媒介


  媒介是信息传递或接受及受众信息反馈过程中的载体和中介，是消费传播的主渠道。一般而言，信息的传播媒介主要分为四大类：大众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户外媒介以及实物媒介。低碳消费的传播需要充分把握四大传播媒介来连接传播内容与传播受众。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及新媒介（手机、微信、微博、交互网络电视等）。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所拥有的全民传播、全域传播、全时传播、全速传播的特点使得新媒体传播更容易调动受众积极性，因此新媒体对低碳消费的传播具备超越传统媒介的优越性。人际传播媒介是指“介于从事传播活动的个体之间的物理中介形式”[10]，比如面对面的语言和肢体语言，非面对面的电话沟通、书信等形式，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并且反馈迅速。人际传播媒介的运用具有广泛性，它能让低碳消费的传播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让每个公民都明白低碳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责任。此外，要让低碳消费传播逐步稳定下来，让社会公众共同传承，以便低碳意识得到延续，这需要将低碳消费的传播程式化，类似于民风民俗的传承。户外媒介和实物媒介在低碳消费传播中也应充分运用，户外媒介主要是指存在于公共空间的一种传播介质，包括路牌、电子屏幕、社区走廊等，而实物媒介主要包括低碳产品及低碳象征物。


  3.低碳消费的传播受众


  分析和研究大众传播的受众，对增强传播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在传播学中，受众是指“对社会信息传播接收者的群体总称”[11]。媒介的一切传播活动均以受众为中心，受众是传播系统的主体，传播系统的其他要素均围绕受众展开。因此，受众并不是被动消极接受传播信息，而是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对信息进行选择。由此，在低碳消费传播过程中需要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出发点，特别是要最大限度维护受众利益，传播受众喜闻乐见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让低碳消费得到受众的认同，甚至作为一种优秀的消费形态得以传承。低碳消费能不能形成一个群体的消费特征和传统，关键在于能不能使这个群体的人们找到一种共享的、群体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而形成代代传承的对这种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


  在低碳消费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主要包括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在持续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积累资本，“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因此，市场主体是制造生态污染、高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应唤起市场主体低碳环保的自觉意识与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社会公众既是生态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又是保护生态环境、低碳减排的主力军。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来参与并落实，形成广泛的管理、监督环境保护的条件和氛围。低碳消费的有效传播，能进一步推进社会公众形成低碳减排意识，养成低碳环保习惯，并逐步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监督。


  4.低碳消费的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就是信息，信息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通过信息，两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按照传播学中信息符号的类别进行划分，低碳消费的传播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低碳消费传播的语言符号包括介绍低碳消费的文字、对低碳消费的解说以及广告宣传中的文字性内容等。而视觉性符号、行为性符号、听觉性符号及嗅觉性符号等则属于非语言符号的范畴，比如关于低碳消费传播的图像、影像、动作、符号、活动等。按照传播内容的类型进行划分，低碳消费传播内容主要涉及政策信息、休闲娱乐及实用知识两部分。政策信息主要涉及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消费建设的最新政策法规及最新决策资讯；休闲娱乐及实用知识主要是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教育活动来对低碳消费进行传播。


  积极调动低碳消费文化传播主体，创新低碳消费的传播策略


  1.政府


  政府作为低碳消费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可以围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个主题，主动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制订一个完整的居民绿色消费行动方案。


  一是构建一个指标体系。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市民代表研究制定出一个低碳消费指标体系与标准。


  二是出台一个行为守则。建议结合实际出台《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守则》，以有效引导居民低碳消费转型。


  三是颁布一个指导手册。收集、整理国内外居民低碳消费的小窍门和实用方法，按餐饮、服饰、交通等要素分门别类地总结形成便于居民学习、操作的《居民低碳消费指导手册》。


  四是发出一个倡议书。为提升居民低碳消费水平，提高居民低碳消费意识，加快居民低碳消费转型，发布低碳消费倡议书。


  五是做好一批试点居民。低碳消费水平的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广泛涉及餐饮的绿色化、交通的绿色化等多个方面，加之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这些客观情况决定了提升居民低碳消费发展水平必须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如先期速选若干低碳生活示范学校、低碳生活示范社区等，从而逐步建立起一批有带动性、示范性和辐射性的低碳生活示范点。


  2.企业


  作为低碳消费产品供应主体，企业应积极践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商务，应着力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工艺和装备，积极在企业内部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环保生产工艺，从源头上减少固废的产生；开展绿色商务活动，在产品推介、营销、售后服务及回收利用等各环节融入绿色低碳理念，提倡目录销售和电子商务，鼓励发展网上交易、虚拟购物中心等新兴服务业态；搭建绿色物流体系，鼓励物流企业共享第三方物流平台，实施一批共同配送示范项目；完善绿色市场服务，加强对绿色产品流通销售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限塑”行动，系统开展限制过度包装工作。


  3.居民


  传播策略着重作用于如何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消费建设必须将低碳理念引入居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推进居民整个生活系统的低碳化。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尽量减少，从而降低碳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尽量减少使用消耗能源多的产品，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积极引导合理选购、适度消费、简单生活等低碳生活理念成为社会时尚，形成低碳消费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


  4.社会


  发挥舆论引导的组织功能，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低碳消费上来，使可持续发展始终成为舆论引导的主旋律。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作用，靠主流媒体组织宣传并引导舆论，靠网络媒体抢占先机并互动参与；认真关注大众需求，积极回应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宣传人民群众从低碳消费中得到的好处，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低碳消费实践；加强对舆论监督导向的引导，有针对性地提高其监督素质，积极引导其客观、正确地进行监督，提高监督质量，避免由于监督不当对低碳消费的推进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设计低碳消费行为指南


  全球一体化的形成、不断出现的新媒体以及纷至沓来的各路信息，使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购买决策会给全球气候变化、地球环境、人类社会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消费者，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会对自己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人们希望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对消费者来说，能够进行知情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2020年年初发布的《家庭低碳生活与低碳消费行为研究报告》，从侧面证实了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报告发现网购的便利和快捷催生了36%的不必要购物，有61%的不必要购物与网购有直接关系。过度消费现象加剧了过度浪费，容易使社会进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再大量生产”的恶性循环。因此，低碳生活需要打破人们对物质消费的依赖，并由此开启一种新的可持续生活方式。


  设计低碳消费行为指南，旨在提供一份清晰明了的清单或者指导手册，明确地告知公众，为什么要低碳消费，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是低碳消费，选择何种消费方式既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和未来发展需求还能够实现减碳效益，通过现实案例引导人们主动选择低碳消费。


  第十三章 非二氧化碳气体减排与农林业的减排增汇技术


  本章对非能源活动的温室气体减排及农业、林业与草原的减排增汇技术进行了评估。从工业过程、农业活动、废弃物管理、森林及草原碳汇等多个方面对这些非能源活动涉及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现状、减排技术和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情景研究。情景研究表明，政策情景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不会出现峰值，并将在2050年继续增长约50%；强化政策情景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可以与二氧化碳同步达峰，但2050年仍比2015年增长约10%；2℃情景下可以提前于2025年达峰，且比2015年减排约20%；1.5℃情景下则可以在2020年实现绝对下降，到2050年比2015年减排40%。


  根据以上研究，建议中国在低排放发展战略及未来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更新中，适时纳入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建议提出的非二总体控制目标如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2030年同步达峰，并在达峰后尽快稳定并下降，到2050年将非二氧化碳排放相对基准线减排25%~40%，控制在不超过2010年的排放水平上；森林碳汇在2035年达到210亿立方米，2050年达到265亿立方米。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现状


  人为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导致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可进一步划分为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和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以下简称“非二气体”）两大类别。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对人为源温室气体种类给出明确界定，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对《京都议定书》中的温室气体种类进行了拓展，增加了三氟化氮（NF3）。其中，非二气体是对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的统称。为简便起见，进一步将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归类为含氟气体（F-gas）。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非二气体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的占比稳定在25%左右。2016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不包含LULUCF[1]）约为460亿吨CO2e（二氧化碳当量，下同），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约340亿吨，非二氧化碳排放约为120亿吨。2014年中国温室气体总排放（不包含LULUCF）约为123亿吨，其中非二气体排放约为20亿吨，约占中国温室气体总排放的16%。


  若不对非二气体加以管控，未来非二气体排放将持续增长，并可能抵消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努力。已有研究表明，与二氧化碳减排相比，非二气体减排具有成本低、灵活度高、响应迅速和协同效益等优势。对《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履约进展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实现其减排承诺的主要贡献来自非二气体减排。例如，2012年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非二气体减排对其温室气体减排贡献率分别为28.7%、45.2%和53.2%，对欧盟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率接近1/3。因此，非二气体的减排在温室气体总减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缩小全球减排力度与2℃目标之间的排放差距，非二气体减排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受到的关注度也在日益提升。


  中国非二气体排放近年来逐渐增加，已经从1994年的约10亿吨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20亿吨，增长了约1倍（见图13-1）。2014年非二气体约占中国总温室气体排放的16%。本章考虑的非二气体排放包括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涉及的排放源主要为能源系统的煤炭开采、油气系统、生物质燃烧和交通，农业部门的水稻种植、肠道发酵、粪便管理和农用地，废弃物处理中的固体废弃物、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以及工业部门的硝酸生产、己二酸生产、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生产、半导体制造、电力系统、ODS（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与使用（家用空调、汽车空调制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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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1　中国历年非二气体排放（不含工业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

  


  在三种主要的非二气体中，甲烷是排放的主要来源。2014年中国的甲烷排放量为11.25亿吨，占非二气体排放的56%。甲烷排放主要来自能源活动（5.20亿吨）、农业活动（4.67亿吨）和废弃物处理部门（1.38亿吨）。此外，甲烷还是典型的短寿命温室气体，减排甲烷的短期气候效益十分明显。氧化亚氮是排放量第二大的非二气体，2014年的排放为6.10亿吨，主要来自农业活动（3.63亿吨）、能源活动（1.14亿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硝酸和己二酸生产（1.14亿吨）以及废弃物处理（0.37亿吨）。


  2014年中国含氟气体的排放总量约为2.91亿吨，主要包括氢氟碳化物（2.14亿吨）、全氟化碳（0.16亿吨）和六氟化硫（0.61亿吨）。氢氟碳化物目前主要用作制冷剂、发泡剂、灭火剂、气雾剂和化工产品的原料，涉及多个工业领域。全氟化碳的主要排放源来自电解铝生产和半导体制造，其中95%以上来自电解铝生产。六氟化硫排放主要涉及4个部门：电力传输和分配设备（以下简称“电力设备”）、镁冶炼、半导体生产、六氟化硫生产。目前中国半导体生产和镁生产中已经基本停止使用六氟化硫气体，电力设备是六氟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


  从排放部门来看，2014年中国最大的非二气体排放部门是农业活动，其后依次是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和废弃物处理。2014年，中国农业活动排放的非二气体总量为8.3亿吨，占非二气体总排放的40%以上。其中，农业甲烷排放4.67亿吨，农业氧化亚氮排放3.63亿吨。2014年，中国能源行业非二气体排放总量为6.34亿吨，其中主要为甲烷（5.2亿吨），其余为氧化亚氮（1.14亿吨）。2014年，中国工业生产过程中非二气体排放为3.87亿吨，其中，氢氟碳化物排放2.14亿吨，氧化亚氮排放0.96亿吨，六氟化硫排放0.61亿吨，全氟化碳排放0.16亿吨。2014年，中国废弃物处理非二气体排放总量为1.75亿吨，其中，甲烷排放1.38亿吨，氧化亚氮排放0.37亿吨。


  
    [1]LULUCF，即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未来排放情景


  非二气体的排放大多与消费行为相关，例如，由于食品消费引起的农业活动排放、由于煤炭消费引起的煤矿甲烷排放和由于建筑及汽车空调消费引起的氢氟碳化物排放等。为分析和评估未来非二气体的排放和减排潜力，本章重点对能源活动中煤炭开采、油气系统、交通部门、生物质材料燃烧，农业生产中水稻种植、动物肠道发酵、动物粪便管理、农用地，废弃物处理部门中固体废弃物、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以及工业生产过程中硝酸生产、己二酸生产、铝冶炼、半导体制造、ODS生产及使用等环节进行了情景分析。


  以煤炭开采为例，情景分析过程覆盖的活动环节包括地下开采、露天开采和废弃矿井，其中，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过程的产出为煤炭，废弃矿井与煤炭产量相关但关联度较弱。针对煤炭开采过程的情景分析框架如图13-2所示。本章设计了如下4种情景：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各情景的基准年均设定为2015年，目标年为2050年，每5年作为一个间隔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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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2　煤炭开采甲烷排放建模思路

  


  各情景的定义如下：政策情景包含了中国目前已经采用的非二气体减排技术和政策，因为包含了现有政策，所以也可称为现有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主要考虑在现有减排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非二气体的减排技术与政策；在2℃情景中，考虑了可预见的非二气体的减排政策与技术潜力，并主要考虑了各行业成本可接受的减排技术和措施；1.5℃情景考虑了采用所有技术可行的减排技术与政策，以实现非二气体最大的减排潜力。


  不同情景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需求消减、需求替代、末端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分解等这些环节关键技术假设的差异。从政策情景到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后一种情景均假设了比前一种情景更加积极的减排目标与减排技术及措施。各种情景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活动水平和减排技术两个方面：通过消减和需求替代，低排放情景比高排放情景的活动水平均有不同程度降低；此外，低排放情景也假设了更高的末端回收利用和处置分解技术的比例，进一步减少了非二气体的排放。例如，随着中国控煤政策的不断加强，煤炭的生产不断下降，进而会导致煤矿开采的甲烷排放不断下降。而通过对煤炭甲烷的回收和利用，则可以进一步通过末端回收和处置分解减少甲烷的散逸性排放。


  在政策情景下，中国非二气体的排放将从2015年的21亿吨，增加到2050年的32亿吨，约增长50%，年均增长率约为1%（见图13-3）。在2050年前并没有出现排放峰值。2015—2050年中国非二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主要来自氢氟碳化物的使用以及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在政策情景下，我国废弃物领域的非二气体排放基本保持稳定。在能源领域，能源相关的甲烷排放由于煤炭消费达峰也不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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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3　政策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的部门分布

  


  甲烷


  在政策情景下，2015年甲烷排放量约为12.2亿吨，2030年排放量达到峰值13.85亿吨，比2015年增长14%，2015—2030年年均增速为0.85%。2030年后甲烷排放逐年下降，2030—2050年，甲烷排放量年均下降0.7%左右，2050年回落至12亿吨。


  从部门分布来看，煤炭开采一直是甲烷排放最主要的来源，但其排放总量随着煤炭消费量的下降而一直下降。煤炭开采的甲烷排放量在2015—2020年基本稳定在5.4亿吨左右，随后排放逐年下降，至2050年达到3.1亿吨。农业部门中的动物肠道发酵和水稻种植也是十分重要的甲烷排放源。农业甲烷排放在政策情景下缓慢增加，从2015年接近4.7亿吨，到2030年增加至5.8亿吨，2050年进一步增加到6.3亿吨。农业甲烷排放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并未在2050年前达到峰值。废弃物处理部门中的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方式对甲烷排放也有一定贡献，其排放量保持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2015年为0.8亿吨，所占份额为6.8%；到203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1.04亿吨和0.8亿吨，排放占比在2030年进一步提高到7.5%。


  从甲烷排放的部门分布来看，农业是甲烷排放的第一大部门，且其排放占比逐年增加；能源相关的甲烷排放占比则逐年下降；废弃物处理的甲烷排放占比基本保持稳定。2015—2020年，煤炭开采过程的甲烷排放占甲烷总排放量的比例为38.8%~44.2%。2020年后煤炭开采过程的甲烷排放占甲烷总排放的比例逐步降低，到2050年减少至25%。农业甲烷排放占甲烷总排放的比例在2015—2030年基本稳定在38.5%~42.4%，至21世纪中叶提高到52.8%，相对基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废弃物处理的甲烷排放在2015—2050年大致稳定在7%左右。


  从排放增量构成来看，2015—2030年甲烷排放增量约为1.65亿吨，其中最主要的增量来自农业活动中的肠道发酵、能源领域的油气逸散和固体废弃物填埋等部门。上述部门分别贡献了甲烷排放增量中的1.18亿、0.35亿和0.2亿吨。甲烷排放在2030年达峰后开始下降，2030—2050年甲烷排放总净减少1.84亿吨，但农业活动中的动物肠道发酵甲烷排放仍然在持续增加，增量为0.43亿吨。2030年后的甲烷排放减少主要源于煤炭开采甲烷排放的持续下降，煤炭消费量下降导致开采过程甲烷排放量持续下降，2050年相对2030年降低约1.83亿吨。


  氧化亚氮


  在政策情景下，氧化亚氮排放在2030年前缓慢增加，并在2030年后进入平台期。2015年氧化亚氮排放量约为4.94亿吨，2030年增长44.0%达到7.1亿吨，在此期间，年均增速为2.4%。2030—2050年，氧化亚氮排放进入平台期，不再显著增加，2050年排放量维持7亿吨左右。


  从排放部门来看，农用地管理过程中的氮肥和粪肥施用是氧化亚氮排放最主要的来源。在政策情景下，氮肥施用氧化亚氮排放从2015年的3.6亿吨稳步上升，至2020年达到峰值水平（4.5亿吨），随后进入缓慢增长的平台期，并一直延续至2050年。在这一情景下，基本满足我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2020年后农业氮肥使用零增长要求。氧化亚氮排放源具有明显的分散性，除最主要的农用地排放源外，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硝酸与己二酸生产、废弃物处理中的废水处理以及农业部门中的动物粪便管理对氧化亚氮排放均有贡献，其中己二酸的贡献最大。


  从排放增量构成来看，2015—2030年氧化亚氮排放增量约为2.2亿吨，其中最主要的增量来源依次为己二酸、氮肥及粪便管理和粪肥，分别贡献了1.28亿和0.8亿吨。2030—2050年，由于氧化亚氮排放进入平台期，净增量明显减少至0.17亿吨，在此阶段增量主要来源为粪便管理、能源活动和粪肥。


  含氟气体


  在政策情景下，2015年的含氟气体排放量约为4.52亿吨，之后快速增长，到2030年增长到8.7亿吨，在此期间年均增速为4.51%，是增速最快的非二气体排放。2030—2050年，含氟气体排放量增速显著放缓至1.88%左右，但仍然高于其他非二气体。2050年含氟气体的排放量相对2015年增加181%，达到12.7亿吨。


  从排放部门来看，HCFC-22生产过程和空调制冷环节的氢氟碳化物是含氟气体最主要的排放源。在2015年，HCFC-22生产过程的排放量约为1.1亿吨，随后稳步上升，于2025年达到峰值水平（1.6亿吨），随后进入平台期。与此同时，房间、汽车和商用空调制冷的氢氟碳化物排放量则呈现出迅猛增长势头，2015年排放水平为2.2亿吨，至2030年相对基年水平增长近一倍，达到4.3亿吨，在此期间年均增速约为4.5%。2030—2050年，排放增速放缓回落至2.3%左右，相对基年增幅高达213%，增长至6.9亿吨。氢氟碳化物排放从2015年的1680万吨逐渐增加到2025年的2092万吨。全氟化碳排放在202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下降，2050年下降到1824万吨。六氟化硫排放从2015年的7840万吨开始增长，一直增长到2050年的3.8亿吨，这期间并没有出现峰值。六氟化硫排放一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均电力增加驱动电力装机总量增加，进而需要更多的电气设备及六氟化硫作为绝缘气体。


  在排放增量构成方面，2015—2030年，含氟气体排放增量为4.2亿吨，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为空调制冷和HCFC-22生产，分别贡献了2.9亿吨和0.4亿吨，占总增量的89.2%，其中空调制冷贡献度达到77.8%。2030—2050年，含氟气体排放增量为3.9亿吨，在此阶段最主要的增量来源为空调制冷，增量为2.2亿吨，其次是六氟化硫排放，增量为1.7亿吨。在空调制冷环节，房间空调是最重要的增长点。


  非二气体排放增量分析


  图13-4给出了政策情景下2010—2030年和2030—2050年非二气体总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有助于我们识别潜在的重点减排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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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　非二气体总排放增量主要来源

  


  2010—2030年，非二气体排放增量约为9.2亿吨，分部门来看，贡献较高的领域依次为家用空调（21.4%）、煤炭开采（15.2%）、己二酸生产（10.2%）、动物肠道发酵（8.5%）、汽车空调（7.6%）、其他能源活动（甲烷，6.4%）、固体废弃物填埋（5.1%）和HCFC-22生产（4.7%）等，这些排放源的累计排放贡献率超过90%。2030年后，非二气体排放增量约为5.1亿吨，分布更集中在空调制冷和农业领域，房间空调、汽车空调、动物肠道发酵、动物粪便管理、粪肥施用等排放源对增量的贡献率达到89.9%。


  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技术与减排潜力


  非二气体的减排技术


  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本章针对非二气体减排技术的划分方式，考虑了不同的减排技术。按照减排行为发生的阶段和方式，本章将各类减排措施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以及完全消减需求、替代原有需求、生产方式改良、提高利用效率、末端回收利用和末端处置分解等6个类型（见表13-1）。


  前期代表非二气体排放产生前，该阶段的减排措施主要包括两类，分别为完全消减需求和替代原有需求。所谓消减需求，是指从源头控制并减少相应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例如能源系统转型降低了煤炭消费量，从而减少煤炭开采过程的活动水平；引导改善居民饮食结构，减少对红肉的消费量，由此间接导致对应牲畜品种存栏量的降低；对固体废弃物而言，将填埋处理的废弃物改为焚烧处理，从根本上减少了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处理量，进而在填埋气产生前即实现了排放量的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原有需求或活动水平的替代，典型代表是在汽车空调领域利用低GWP（全球变暖潜能值）的HFO-1234yf物质替代具有较高GWP的HFC-134a作为制冷剂，以及在家用空调中利用R290工质替代R410a作为制冷剂等。


  中期代表非二气体产生的过程，该阶段的减排措施包括生产方式改良和提高利用效率。生产方式改良的典型措施为在水稻种植过程中推广湿润灌溉和间歇灌溉、生长期间歇式排水与烤田相结合；牲畜饲养过程中合理搭配日粮精/粗料比；在铝冶炼行业中采用自动熄灭阳极效应、无效应铝电解工艺替代原有阳极效应较为明显的生产线。提高利用效率的措施主要是在氮肥施用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以提升氮肥的使用效率。


  后期代表非二气体产生后的阶段，此时非二气体的减排措施主要为末端的回收利用和处置分解，其中煤炭开采、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等环节的甲烷排放均可回收用于发电，而HCFC-22、硝酸和己二酸生产等环节的排放需要采用热分解处理或催化分解处理方法予以消除。


  实现非二气体减排在近中期需要重点关注末端回收和处理措施的推广利用，例如煤层气回收、工业部门尾气排放的催化分解处理等；而从长期来看，非二气体减排的加强则需要稳步推进前期需求消减或替代进程，例如倡导健康饮食结构、新型低GWP制冷剂替代等。


  
  表13-1　非二气体减排措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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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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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排情景下非二气体的排放路径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甲烷排放于2030年达峰，峰值水平为13.7亿吨；在2℃情景下，甲烷排放达峰时间提前到2020年，峰值水平降至12亿吨；在1.5℃情景下，甲烷排放达峰时间大幅提前至2015年前后，峰值水平为12亿吨。2050年，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以及1.5℃情景下，甲烷排放量分别为11.8亿吨、8.1亿吨和5.2亿吨，相对政策情景的减排率分别为2%、32%和57%。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氧化亚氮排放于2020年达峰之后进入缓慢下降的趋势，2030—2050年排放量维持在5.6亿~6.5亿吨；在2℃情景下，氧化亚氮排放达峰时间为2020年，峰值水平为6.5亿吨，2050年降低到4.5亿吨；在1.5℃情景下，氧化亚氮排放达峰时间仍为2020年，但峰值水平小幅回落至5.8亿吨，2050年排放降低到3.2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30年氧化亚氮排放量分别为6.3亿吨、5.7亿吨和4.2亿吨，相对政策情景的减排率依次为11%、19%和40%。在这三种减排情景下，2050年的氧化亚氮排放相比政策情景的减排率分别为22%、35%和54%。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含氟气体排放大约在2035年后开始缓慢下降，而在2℃情景和1.5℃情景下基本上是在2030年后增速放缓，峰值水平为7.3亿吨。相对政策情景的减排率为16.3%；而2050年，含氟气体排放量分别为5.1亿吨和4.4亿吨，减排率进一步提高到60%和65%。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预计非二气体大约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后进入平台期并缓慢下降，其峰值水平约为27亿吨，至2050年缓慢下降到24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非二气体的排放可以与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同步实现达峰。相比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峰值可以提前于2025年前后实现，峰值排放水平约为24.8亿吨，2050年的非二排放可以大幅度下降到17亿吨，比政策情景下降约44%。而1.5℃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可以在2020年达到峰值，峰值水平约为23.8亿吨，2050年非二气体排放比政策情景下降约60%，即2050年下降到12.2亿吨，约为峰值的一半水平。


  虽然非二气体减排潜力巨大，但由于非二气体难以实现零排放，随着社会经济能源转型的加速，二氧化碳会实现大幅度减排甚至达到近零排放或负排放，而非二气体的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会进一步增加。2015年非二气体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20%左右，在2℃情景下，预计非二气体的排放占比会增加至36%，而在1.5℃情景下，非二气体的排放占比则会增加至58%。图13-5为不同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比较。


  非二气体的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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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5　不同情景的非二气体排放比较

  


  从减排潜力的领域分布来看，相比政策情景，在2℃情景下，2030年含氟气体减排量为1.4亿吨，其中贡献度最高的领域依次为家用空调、HCFC-22生产和汽车空调，减排量分别为0.84亿吨、0.28亿吨和0.28亿吨。2050年，含氟气体减排量提高至7.6亿吨，主要来自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的制冷剂替代，产生的减排量分别为4.7亿吨和2.9亿吨。在1.5℃情景下，2030年、2050年的减排量分别上升到1.45亿吨和8.3亿吨。比较后发现，2030年含氟气体减排量增量主要由HCFC-22生产过程贡献（1.2亿吨），而2050年减排量增量主要来自HCFC-22生产（20%）、家用空调（19%）和汽车空调（19%）等方面。


  2030年，在2℃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相对政策情景减少4.86亿吨，减少量主要由完全消减需求、替代原有需求、末端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分解措施实现，占比分别为37.6%、17.6%、21.5%和10.9%。在1.5℃情景下，非二气体减排量相对2℃情景提高了5.43亿吨，减排增量来源为末端处置分解、回收利用措施普及程度的提高，以及前期需求消减与替代力度的加强，带来的减排量分别为28.5%、23.0%、27.6%和13.3%。


  2050年，在2℃情景下，非二气体减排量的技术类型构成与2030年较为接近，完全消减需求、替代原有需求、末端回收利用、末端处置分解产生的减排占比依次为55.2%、19.9%、11.6%和6.5%。与2030年不同的是，在1.5℃情景下，非二气体减排量增量来源主要为前期的需求消减和需求替代，末端处置分解措施的增量水平有明显回落，上述三类技术产生的减排增量分别为1.5亿、2.1亿和1.6亿吨，此时对应的减排量占比分别为47.1%、26.6%和14.8%。


  非二气体减排的关键领域


  非二气体减排的关键领域包括煤炭开采、HCFC-22生产、家用空调、动物肠道发酵、氮肥施用及汽车空调等，这些领域的累计减排量占到了非二气体总减排潜力的80%左右。图13-6所示为1.5℃情景中按照部门加总的2030年和2050年非二气体减排量。其中，煤炭开采、HCFC-22生产、家用空调、动物肠道发酵、氮肥施用、汽车空调等6个方面的减排努力对非二气体总减排量的贡献最大。2030年，上述关键减排领域分别贡献了4.1亿吨、2.0亿吨、0.9亿吨、0.6亿吨、0.6亿吨和0.3亿吨的减排量，累计占比达到82.6%；2050年分别减排5.2亿吨、1.7亿吨、3.0亿吨、2.2亿吨、1.1亿吨和1.6亿吨，累计占比78.3%。


  从这些领域的减排技术和措施看，近中期的非二气体减排需要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并重，而在长期和深度减排的情景下，由于末端治理措施已经达到极限，因此只有从源头控制入手才能实现深度减排。


  从减排量（相对政策情景）的部门分布来看，在2℃情景下，2030年甲烷减排量为2.0亿吨，其中贡献度最高的部门依次为煤炭开采、固体废弃物处理、水稻种植、动物肠道发酵和动物粪便管理，减排量分别达到1.4亿吨、0.2亿吨、0.2亿吨和0.2亿吨。在2℃情景下，2050年甲烷减排量进一步提高为4.0亿吨，主要来自煤炭开采、动物肠道发酵和水稻种植、固体废弃物处理，部门减排量依次为1.9亿吨、1.7亿吨和0.12亿吨。在1.5℃情景下，非二气体减排力度得到加强，2030年和2050年的减排量分别上升到5.9亿吨和6.8亿吨。情景结果比较发现，2030年减排量增量部分来自煤炭开采过程，而2050年减排量增量主要来自煤炭开采、动物肠道发酵和固体废弃物处理过程的额外减排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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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6　我国非二气体减排关键领域

  


  从减排量的部门分布来看，在2℃情景下，2030年氧化亚氮减排量为2.4亿吨，其中贡献度较高的部门依次为氮肥施用、动物粪便管理和粪肥施用，减排量分别为0.77亿吨、0.23亿吨和0.2亿吨；2050年氧化亚氮减排量为1.5亿吨，主要来自氮肥施用和生物质材料燃烧与移动源等能源活动，减排量分别为0.8亿吨和0.64亿吨。在1.5℃情景下，氧化亚氮减排力度有所加强，2030年和2050年的减排量分别上升到2.8亿吨和3.8亿吨，增量部分主要由己二酸生产和氮肥施用等环节的减排努力实现。


  非二氧化碳气体的减排成本


  非二气体减排的成本可以通过如图13-7所示的减排边际成本曲线表示。这一曲线给出了非二气体减排边际成本（即额外增加一单位减排量的减排成本）与减排率之间的关系。首先，非二气体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呈现前半部分平缓、后半部分非常陡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表明，非二气体在减排初期减排成本较低，只需较低成本即可实现大幅度减排，因此成本曲线前半部分平缓。但一旦超过一定的减排率，非二气体的减排难度就会大幅增加，减排成本也随之快速上升。其次，非二气体减排受到减缓技术的物理限制，难以实现零排放。减排曲线的结果显示，非二气体低成本可以实现的减排率在2030年为40%~50%，2050年为50%~70%。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技术突破，超过这一减排率后，减排边际成本将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减排技术的限制，非二气体难以实现零排放，1.5℃情景下仍然有大约40%的非二气体难以减排。


  从不同情景下的减排总成本来看，非二气体的减排成本总体可控。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当年）减排成本为38.5亿元，2050年为160.5亿元；而在2℃情景下，2030年减排成本为105.8亿元，2050年为30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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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7　非二气体的减排边际成本曲线

  


  非二气体减排曲线的特点是在前期有大量低成本的减排潜力，因此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有助于部分缓解碳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减排目标下，与仅靠二氧化碳减排相比，二氧化碳与非二气体联合减排策略将大幅降低减排成本。与仅靠二氧化碳减排的策略相比，2030年联合减排策略的减排成本将下降23.1%~45.2%，2050年减排成本下降16.7%~56.7%。因此，通过联合减排策略，能够在同样的碳价下实现更高的减排量。换言之，可以利用较低的碳价、付出较小的减排成本实现预定减排目标。


  针对非二气体减排潜力的情景研究表明，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三类非二气体的减排潜力和实现难度差异显著。因此，本章建议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设置抵消机制时采用渐进方式对各类非二气体及其排放源实行逐步纳入，研究探讨在“十三五”末期优先纳入减排潜力大、实现难度低且监控方法丰富的气体与排放源，如煤炭开采过程甲烷排放、己二酸生产过程氧化亚氮排放、HCFC-22生产过程HFC-23排放等；2020—2025年，紧密追踪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低GWP制冷剂研究进展，合理解决R290工质安全性问题，妥善应对HFO-1234yf制冷剂的专利保护事项，通过技术标准等政策在2025年前将空调制冷环节含氟气体减排纳入减排范围；针对氮肥施用过程氧化亚氮排放等分散源，以及动物肠道发酵与粪便管理等主要通过膳食结构调整以实现减排的甲烷与氧化亚氮排放源，本章仍建议采用政策管制和政府引导等方式促进其实现减排。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政策情景下，甲烷及氧化亚氮在2030年前后达峰后缓慢下降。含氟气体特别是氢氟碳化物气体快速增加，2050年比2015年增长约3倍。非二气体排放从2015年的21亿吨增加到2050年的32亿吨。在政策情景下，2015—2050年的非二气体排放增量主要来自制冷剂氢氟碳化物、工业过程以及农业活动，废弃物领域的非二气体排放基本稳定，能源相关甲烷排放由于煤炭达峰也不再增加。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非二气体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后进入平台期并缓慢下降，峰值水平约为27亿吨，2050年缓慢下降到约23亿吨。在强化政策情景下，氢氟碳化物排放在2050年相比2015年大幅下降，非二气体排放的主要增量来自工业和农业领域。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下的减排潜力主要来自氢氟碳化物、工业非二气体排放及工业二氧化碳减排；农业废弃物领域减排总量相对有限；由于天然气消费增加，能源行业甲烷排放有轻微增加。


  在2℃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的峰值和2050年排放量均大幅下降。非二气体排放峰值下降到约24.8亿吨，2050年下降到17.6亿吨，比政策情景下降低约44%。而在1.5℃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2020年达峰，峰值约为23.8亿吨，2050年下降到12.2亿吨，约为峰值的一半。相比政策情景，1.5℃情景下2050年非二气体排放约减排60%。


  总体而言，政策情景下非二气体排放不会出现峰值，并将在2050年继续增长约50%；强化政策情景下非二气体可以与二氧化碳同步达峰，但2050年仍比2015年增长约10%；2℃情景下可以提前于2025年达峰，且比2015年减排约20%；1.5℃情景下则可以在2020年实现绝对下降，2050年比2015年减排40%。


  根据以上研究，建议中国在低排放发展战略及未来的国家自主贡献更新中，适时纳入非二气体减排目标。建议提出的非二气体总体控制目标如下：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在2030年同步达峰，在达峰后尽快稳定并下降，到2050年将非二气体排放相对基准线减排25%~40%，控制在不超过2010年的排放水平上；森林碳汇在2035年达到210亿立方米，2050年达到265亿立方米。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非二气体减排，本章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强化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数据基础，降低非二气体排放测量、报告与核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国家信息通报和两年更新报告中的非二气体排放测算数据基础较为薄弱，测算结果不确定性远高于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和2012年的不确定性范围分别为±5.61%和±5.92%，而各类非二气体排放不确定性高达±55%~60%，最低也在±15%左右。国家排放清单结果与国际排放数据库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于甲烷排放方面。显著的不确定性是非二气体减排目标制定及后续核查过程中的重要障碍，因此本章建议在煤炭开采、HCFC-22生产、硝酸生产、己二酸生产等重点排放领域优先试点非二气体排放量直报工作。为提升排放清单编制准确度，建议在活动水平方面，尽快完善统计体系以完全覆盖非二气体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信息，替代或完善现有的样本调研或专家判断方式；针对排放因子，虽然样本检验、实地测量方法已被采用，但限于开展范围和持续时间，测算结果的典型性需要进一步增强。


  2.在非二气体排放源中，合理运用政策管制与市场机制等手段，因地制宜推进非二气体减排


  当前，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已经投入运行，其交易对象仍为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暂未纳入非二气体。非二气体的主要减排潜力来自煤炭开采、HCFC-22生产、家用空调、动物肠道发酵、氮肥施用和汽车空调等领域，而各排放源自身属性和减排实现方式差异化明显。本章建议针对不同类别和来源的非二气体排放，在“政府+市场”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合理运用政策管制与市场机制手段，实施有效率也有区别的减排规划方案，因地制宜地实现非二气体减排。对于排放集中、减排潜力大、实现难度低、监测方法成熟且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经验丰富的领域，如煤炭开采中的甲烷排放、己二酸生产中的氧化亚氮排放、HCFC-22生产过程中的HFC-23排放等，建议可考虑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减排；对于有一定CDM减排项目经验积累、减排潜力相对优先、减排难度较高的领域，如固体废弃物与废水处理等，建议通过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等方式实现与碳市场的连接；对于排放源分散特征明显、减排实现难度较低的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制冷剂排放，建议密切关注低GWP替代制冷剂的研究进展，以较严格的技术标准推进低GWP制冷剂空调的推广利用；对于排放源分散程度较高、减排难度较大的农业部门水稻种植、农用地管理等环节，建议沿用政策管制和加强信息引导的方式推进减排工作。


  3.兼顾非二气体排放源前端需求管理与末端回收利用及处理，多措并举实现非二气体减排


  研究表明，针对特定非二气体排放源的前端需求管理措施与末端回收利用及处理措施在近中期能够实现显著的非二气体减排，而中长期减排则主要来自前端需求管理。高碳化能源消费结构支撑了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进而带来对高碳型生活方式、出行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偏好。因此，应当对通过降低非二气体排放源活动水平实现减排的可行途径予以高度关注。本章建议，针对牲畜源排放需进一步加强关于居民膳食结构调整的政策引导力度，以期实现我国人均红肉消费量的下降，进而从源头上降低动物肠道发酵、粪便管理过程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在空调制冷环节，依托政府绿色采购目录加大低GWP制冷剂空调市场占有率，制定和实施新的汽车空调标准和监管体系以准备迎接新的市场形势；加大力度推广垃圾分类，为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理的大规模应用提供重要基础；在半导体制造和电力系统中，尽快明确行业标准，加速对六氟化硫气体使用的替代进程；对于HCFC-22、硝酸和己二酸生产等主要通过尾气分解处置措施实现减排的环节，应在已有CDM减排项目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减排基金来源渠道，以确保相应末端处置设备的持续平稳运行。


  4.在中国中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中加强非二气体管控力度，初步构建非二气体与二氧化碳综合减排策略的整体框架


  相对二氧化碳单独减排策略而言，非二气体减排的多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具备减排成本低、灵活性强和存在协同效益等优势。对非二气体实施针对性的管控，也能够避免非二气体照常排放持续增长趋势抵消二氧化碳减排努力的正面效果。研究指出，2030年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能够满足60%~65%的强度下降目标；2050年的强度降幅进一步扩大至90%~95%，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回落至接近2005年水平。在加强非二气体减排的政策情景下，中国可以实现非二气体排放在2020年达峰，进而带动温室气体在2020年实现全面达峰。本章建议在中国中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中进一步加强非二气体排放的管控力度，在充分研究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未来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力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可以考虑将非二气体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纳入达峰目标并相应提前达峰时间，从而以鲜明的显示度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引领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发展。


  第十四章 中国未来排放情景：温室气体减排与环境治理


  我国当前空气质量距美丽中国愿景和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本章设计了中国2030年和2050年的清洁空气总体目标，结合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措施构建了中国未来排放情景，评估了不同情景的环境与健康效益。


  研究表明，在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和“蓝天保卫战”政策的强化作用下，中国基本可以在2030年达到35μg/m3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难以实现未来中长期（2030—2050年）的根本性改善。与2℃全球温升控制目标相适应的能源转型对中国在2050年实现15μg/m3的环境目标起到关键性作用；1.5℃下的能源转型则有助于将全国平均暴露水平进一步降低至10μg/m3以下。相较于现有政策情景，同时开展深度能源转型（2℃和1.5℃）和最佳可行末端治理，可分别在2030年、2050年避免24万~37万人和136万~164万人的过早死亡，有效缓解未来人口变化导致的健康负担。


  大气污染防治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历程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1970—1990年对工业点源的悬浮颗粒物控制，1990—2000年对燃煤和工业源的二氧化硫（SO2）和悬浮颗粒物的控制后，于2000年进入对多污染源导致的区域复合型污染的控制阶段。2000—2018年，我国加快了大气污染防治进程。2001—2005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综合目标是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10%，并将“两控区”[1]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20%以控制全国的酸雨污染。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将二氧化硫排放量纳入国家约束性总量控制目标，要求以火电厂建设脱硫设施为重点，确保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较2005年下降10%。“十二五”期间，我国进一步将氮氧化物（NOx）排放纳入国家约束性总量控制目标，要求到2015年全国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较2010年降低10%和8%。


  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以颗粒物浓度为约束对各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举措，是第一次以环境质量为目标约束的战略行动。2018年，继“大气十条”之后，生态环境部发布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制定了未来三年内，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任务、目标及计划，以期大幅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中国当前的大气污染


  近年来，我国大气PM2.5（细颗粒物）污染显著改善。2018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为39μg/m3，相较2013年降低了45.8%。从重点区域的变化来看，表14-1展示了2013—2018年全国及京津冀、汾渭平原、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及降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作为“大气十条”中的重点区域，2013—2017年PM2.5污染显著改善，且京津冀的改善幅度最大，PM2.5年均降幅达到11.9%。2017年，汾渭平原成为全国PM2.5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PM2.5年均浓度达67μg/m3，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64μg/m3、44μg/m3和34μg/m3，珠三角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已达到全国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017—2018年，作为“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PM2.5污染得到明显改善，相较2017年的PM2.5年均浓度分别降低了14.1%和10.8%，远高于全国的平均降幅，但浓度值仍高达55μg/m3和58μg/m3，距离国家二级空气质量标准（35μg/m3）和世界卫生组织第三阶段过渡限值（15μg/m3）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14-1 全国及重点区域2013—2018年年均PM2.5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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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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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展示了2013—2018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年均PM2.5浓度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各省级行政区的PM2.5浓度均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浙江、湖北和湖南等省区市的PM2.5浓度在这6年间的降幅在40%以上，吉林、黑龙江、四川和青海等省的PM2.5浓度降幅则达到50%以上。至2018年，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贵州、云南、西藏和青海等省区的PM2.5年均浓度已达到国家二级空气质量标准。


  不同于PM2.5污染的显著改善，近年来全国臭氧（O3）污染日益凸显。2013—2018年各省市臭氧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如图14-2所示。2013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为72~190μg/m3，平均为139μg/m3，日均值超标天数比例为5.9%。2017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上升至117~218μg/m3，平均为167μg/m3，较2013年上升20.1%。继2017年后，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大气臭氧浓度持续走高。全国338个城市的臭氧轻度污染天次比例达到7.2%。考虑到全球大气臭氧背景浓度在持续升高，加之颗粒物污染的持续改善，未来臭氧污染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并成为影响大气环境、公众健康、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应给予高度关注，并加强臭氧和颗粒物污染的协同控制，制定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多污染物非线性协同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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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　2013—2018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区PM2.5年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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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2　2013—2018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臭氧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

  


  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党的政治思想中心，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当前“美丽中国”的愿景已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已经纳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当中，要在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更好地实践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描绘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蓝图，也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环境的愿望，特别是对于改善空气质量的诉求。


  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结构性污染问题仍然突出。一方面，我国当前PM2.5浓度与发达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存在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92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4以上。《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1]指出，1901—2018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近20年是20世纪初以来的最暖时期。1951—2018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气候系统变暖趋势进一步持续。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相比2005年下降65%左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措施等方面具有协同效应，协调相关政策和行动将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因此，在中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应推进节能、碳强度减排和污染物减排目标的紧密结合。


  
    [1]“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清洁空气总体目标设计


  中国空气质量标准演变历程


  图14-3展示了我国空气质量标准的演变历程。我国自1979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之后，对大气环境质量保护工作有了明确的要求。1982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 3095-82），对总悬浮颗粒物、飘尘（参考）、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光化学氧化剂等6种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规定。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增加了二氧化氮、铅、苯并芘和氟化物的浓度限值，并且将飘尘改为PM2.5，光化学氧化剂改为臭氧。2008年，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下达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1996）项目计划。随后，2012年颁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增加了PM2.5年均、日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收严了PM10和二氧化氮的浓度限值，同时提高了数据的有效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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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3　我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演变历程

  


  虽经过多次修订，中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污染物浓度限值[2]相比仍有一定差异。表14-2展示了我国当前各类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和相应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值，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大部分污染物浓度限值在一级、二级水平上与世界卫生组织各阶段目标值并非完全匹配。以二氧化硫为例，我国当前的浓度限值中设置年平均、24小时平均和1小时平均，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浓度准则中，出于健康最大化的考虑，最新的标准分为1小时平均值和10分钟平均值。此外，我国当前的空气质量标准浓度限值较为宽松，如我国PM2.5年均浓度为35μg/m3，相比美国15μg/m3、欧盟25μg/m3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值10μg/m3，还存在较大差距。总结欧美的污染防治历程可以发现，曾饱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国家通过积极立法、加严标准、科学管控，基本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根本性改善。未来我国也需要通过逐步推行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实现清洁空气的目标。


  
  表14-2　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限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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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长期清洁空气总体目标设计


  通过对比中国空气质量标准与发达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差距，本章制定了中国中长期清洁空气总体目标，如图14-4所示。中国中长期空气质量目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30年前后全国所有地区基本实现35μg/m3的国家标准，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阶段，到21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提升，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国所有地区基本实现15μg/m3的世界卫生组织第三阶段过渡时期目标（IT-3），尽可能地保护居民健康。


  
    [image: ]

    图14-4　中国中长期清洁空气总体目标

  


  从重点区域来看，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汾渭平原地区的PM2.5年平均值分别为60μg/m3、44μg/m3和58μg/m3，均高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设立为三个重点区域，本章同样将上述三个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设置为重点区域。对于长三角地区，由于当前44μg/m3的PM2.5年均浓度与35μg/m3的国家标准相距不远，同时近年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减排幅度，因此，将长三角地区第一阶段目标设定为在2025年达到35μg/m3的国家标准。对于京津冀及周边和汾渭平原地区，2018年这两个地区的PM2.5平均值尚未达到的国家标准，所以第一阶段标准设定与全国标准一致，在2030年前后实现35μg/m3的目标值。到2050年，全国所有地区都应实现15μg/m3（世界卫生组织IT-3）的空气质量目标，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可进一步推进实现10μg/m3（世界卫生组织AQG）的目标。


  减排路径探究


  研究方法学框架


  本章的方法学框架如图14-5所示，为探究我国中长期污染物排放、空气质量演变和健康影响，本章耦合了GCAM-China综合评估模型[3]、DPEC排放预测模型[4]、WRF-CMAQ空气质量模型、IER综合暴露评估模型[5]。首先，依据不同的空气质量目标和气候目标设立不同的清洁空气情景，在不同的清洁空气情景下设置具体的能源气候政策与污染防治政策。不同的能源气候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途径相结合，共同驱动综合评估模型GCAM-China，生成不同情景下中国未来分省、分部门的能源消费情况。以MEIC历史排放清单为基础，排放预测模型DPEC在污染防治政策约束和未来能源驱动下，动态演替中国未来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变化，生成不同情景下的中国未来排放，作为人为源排放清单输入到CMAQ空气质量模型。多尺度区域空气质量模型CMAQ的气象场由WRF模型模拟提供，边界场由全球化学模式GEOS-chem模拟提供。为合理体现全球未来排放变化对中国空气质量的影响，GEOS-Chem模型由不同RCP情景下的全球未来排放驱动。CMAQ模型模拟生成中国区域未来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一方面，结合未来的人口分布情况，分析不同情景下中国未来的PM2.5暴露情况，并利用IER暴露响应方程计算不同情景下的过早死亡人数，量化能源与污染防治政策带来的健康效益；另一方面，基于各城市的观测站点，分析不同情景下中国未来的PM2.5达标情况，量化相应的环境效益。此外，通过设置不同的敏感性实验，进一步分析气候能源政策和污染防治政策对实现空气质量目标的相对贡献，为我国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战略制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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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5　研究的方法学框架

  


  实现清洁空气目标的减排路径设计


  以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源头治理和以除污技术升级、排放管理强化为主的末端治理，是实现我国中长期清洁空气战略的两个主要方向。本章从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末端控制升级两个方面出发，结合中国已发布的能源与环境政策、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政策、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欧美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在省级层面构建了四组中国未来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如表14-3所示）。


  
  表14-3　排放情景的定义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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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气候能源政策方面，为更好体现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和影响，本章选取了IPCC报告中的几组不同典型浓度路径RCPs，代表在2100年时可以实现不同的碳排放浓度和辐射强迫目标。RCP1.9和RCP2.6路径下辐射强迫均在2100年之前达到峰值，至2100年时分别下降至小于2.6W/m2和2W/m2，已有研究表明，RCP1.9和RCP2.6的排放路径可以大概率将2100年的全球升温控制在2℃和1.5℃以内，也常被应用作2℃路径和1.5℃路径[6]。在其他RCP情景中，RCP3.4与RCP2.6较为接近，均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且在2100年时碳排放下降水平逐步接近RCP1.9。RCP4.5是气候政策相对较弱的排放情景，辐射强迫在2100年分别稳定在4.5 W/m2，2100年后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稳定在860 ppm左右[7]。


  在排放控制政策方面，本章构建了现有排放控制、强化排放控制、最佳排放控制三种情景。其中，现有排放控制政策全面考虑迄今为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规划，包括电力行业的超低排放、“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等。强化排放控制政策以2035年建成美丽中国为目标，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分地区、分行业进一步推行超低排放治理升级。深度减排情景在确保2035年可以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基础上，逐步采用欧美发达国家的最佳污染治理技术，以期在2050年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第三阶段过渡目标，末端控制措施依据《环保部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欧盟的BREFs和美国环保局的Air Control NET等设定。


  未来污染物排放和空气质量演变


  不同路径下的污染物排放变化


  根据MEIC模型测算，2015年时，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NMVOCs）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分别为1741.0万吨、2369.6万吨、913.9万吨和3104.9万吨。图14-6显示了不同情景下上述主要污染物在未来分部门的排放变化情况；图14-7、图14-8、图14-9进一步显示了不同情景下全国主要污染物在2030年和2050年时的减排比例。


  政策情景刻画了在现有政策约束下我国未来的污染物排放变化。如图14-6所示，该情景下各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5—2020年显著下降，尤其是二氧化硫在2025年时已降至1094.9万吨，较2015年降低了37.1%；至2030年时进一步降低至831.1万吨。2030年时，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分别排放了1252.5万吨和496.7万吨，较2015年分别降低了28.1%和73.0%。较快的污染物排放下降趋势反映出我国自2015年以来持续有效的污染防治政策，过去及未来5年也将是我国二氧化硫、一次PM2.5等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最快的时段。2030年后，由于没有额外的控制政策约束，各污染物的减排力度大大变缓，2030—2050年的排放趋于平稳，这一时期主要污染物的减排幅度都在2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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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6　不同情景下主要污染物各部门的排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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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7　2030年时主要污染物较2015年的减排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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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8　2050年主要污染物较2015年的减排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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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9　2050年主要污染物较2030年的减排比例

  


  强化政策情景进一步考虑了更为严格的控制政策，刻画了在加严现有政策执行力度、前置现有减排目标完成时间的假设下我国未来污染物的排放演变情况。该情景下各主要污染物在2015—2030年呈现出更加稳定快速的减排趋势。至2030年时，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分别降低至697.4万吨、1250.6万吨、485.1万吨和2149.9万吨，较2015年分别降低了59.9%、47.2%、46.9%和30.8%。相较政策情景，得益于钢铁、水泥、冶炼等高污染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和工业部门的电气化转型，额外的减排主要由工业部门主导。此外，全国范围内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再次升级也对氮氧化物减排有较大贡献。至2050年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进一步降低至480.8万吨、978.4万吨、361.0万吨和1865.6万吨，较2015年的排放水平分别降低72.4%、58.7%、55.1%和33.6%。


  2℃情景和1.5℃情景与国际2℃和1.5℃的温升目标、15μg/m3和10μg/m3的空气质量目标相适应，刻画了在深度能源转型和最佳污染防治下中国未来污染物的排放演变。2030年，2℃情景和1.5℃情景下的末端控制水平略强于强化政策情景，额外的减排量主要得益于更加彻底的能源低碳转型，表明能源转型在中短期污染排放控制中同样有重要作用。2030年后，深度减排情景下中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各个行业都得到本质改善，污染物末端控制逐步达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农业氨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也得到有效管控。污染物排放水平相较前述政策情景大幅降低。至2050年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在2℃情景下分别降至198.5万吨、594.1万吨、168.9万吨和1247.6万吨，较2015年分别降低了89%、77%、82%和60%；在1.5℃情景下进一步降低至111.7万吨、183.4万吨、83.3万吨和1118.1万吨，较2015年分别降低了94%、89%、90%和62%。2030—2050年的污染物排放降幅也非常显著，2℃情景下达到50%，1.5℃情景下除非甲烷挥发性有机物外其他污染物较2030年的降幅均达到70%以上。


  不同路径下的空气质量演变


  2015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高达53.1μg/m3，超出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NAAQS，35μg/m3）51.7%，较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空气质量第三阶段过渡值（IT-3，15μg/m3）和指导值（AQG，10μg/m3）更是有明显差距。除西部地区受沙尘天气影响外，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是三个PM2.5污染最严重的区域，部分高值区的PM2.5浓度甚至高达150μg/m3以上。


  图14-10量化了在不同情景下全国及重点区域未来人口加权PM2.5浓度的变化，表14-4则进一步细致统计了不同情景下未来城市及站点PM2.5浓度变化及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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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0　不同情景下全国及重点区域未来人口加权PM2.5浓度变化

  


  
  表14-4　不同情景下未来城市及站点PM2.5浓度变化及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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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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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情景下，全国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普遍好转，汾渭平原和长三角2030年将不再是PM2.5污染的重点区域，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如京津冀及周边）无法实现NAAQS目标。但2050年全国多数区域较IT-3仍有较大差距，而且在京津冀及周边的部分高PM2.5污染区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全国仍然有部分区域无法实现NAAQS目标；2050年多数区域基本可以实现IT-3的空气质量目标值，但在京津冀仍然有一部分PM2.5污染热值区，对人群健康仍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2℃情景和1.5℃情景下，全国大部分区域2025年即可实现NAAQS目标，并在2030年进一步降低。2050年，2℃情景下全国绝大部分区域可以实现IT-3的空气质量目标值，1.5℃情景下大部分区域可进一步实现AQG指导值。


  从PM2.5的人群暴露水平变化来看，图14-11展示了不同情景下未来中国人群PM2.5暴露曲线的变化，图14-12进一步展示了全国及重点区域人群暴露水平变化。2015年，全国大部分人群分布在35~75μg/m3的PM2.5浓度区间。在一定的能源结构转型和末端控制政策下，人群PM2.5暴露曲线显著向低浓度区间偏移，到2030年，即使在政策情景下，全国大部分人口也基本暴露在35μg/m3的PM2.5浓度下；但2050年主体人群仍暴露于15μg/m3的PM2.5浓度之上。在2℃情景和1.5℃情景下，人群PM2.5暴露水平显著向15μg/m3以下的低浓度区间偏移，全国PM2.5暴露水平得到根本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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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1　不同情景下未来中国人群PM2.5暴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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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2　不同情景下全国及重点区域人群PM2.5暴露水平变化

  


  从具体的人群暴露水平变化来看，2015年全国有近85%的人群暴露于35μg/m3的浓度之上，高于75μg/m3的人群暴露比例达到15%。在当前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全国暴露水平高于35μg/m3的人群比例分别下降至6%和4%以下，但政策情景下2050年暴露水平低于15μg/m3的人群比例不足65%。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全部人群基本暴露在35μg/m3以下；在2℃情景下，2050年暴露水平低于15μg/m3的人群比例高达91%；在1.5℃情景下，这一比例提升至97%，且有75%以上的人群暴露于10μg/m3以下。京津冀及周边的人群暴露水平高于全国。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有99%以上的人群暴露于35μg/m3之上，高于75μg/m3的人群暴露比例达到74%。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京津冀及周边暴露水平高于35μg/m3的人群比例分别下降至31%和23%以下，但2050年暴露水平低于15μg/m3的人群比例不足25%。在2℃情景下，2030年京津冀地区仍有近9%的人口暴露于35μg/m3以上，2050年有34%人口暴露于15μg/m3以上，表明该区域需要更强有力的能源转型才能实现空气质量的根本改善。


  从表14-4统计的站点达标情况来看，在政策情景下，2030年全国有97%的城市可以实现35μg/m3的目标，且有89%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可以达到25μg/m3以下，不达标的城市和站点主要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该区域2030年的城市和站点PM2.5年均浓度达标率仅分别为68%和62%；2050年全国有76%的城市可以实现15μg/m3的空气质量目标，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的达标情况不容乐观，两区域仅4%和64%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可以达到15μg/m3以下。在1.5℃情景下，2030年时基本所有的城市和站点均可以实现35μg/m3的目标，且2050年时99%和96%的城市和站点可以实现15μg/m3的目标，但有13%和16%的城市与站点PM2.5年均浓度无法降到10μg/m3以下。


  气候政策与清洁空气目标


  气候与环境政策对污染物减排的贡献


  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是实现清洁空气目标的重要途径。我国自1990年即开始了长达30年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并在不同阶段针对各自主要的污染源和污染特征制定了相应的控制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1990年，煤炭、石油的消费量占比分别为76.2%和16.6%，到2010年，煤炭、石油的消费占比仍高达69.2%和17.4%，末端控制在这一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自“大气十条”实施以来，通过淘汰燃煤锅炉、落后产能、民用燃料清洁化等一系列措施，我国能源结构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2017年，煤炭消费比重降低至60.4%，石油消费比重为18.8%，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转变。有研究表明，末端治理升级仍是近10年污染物减排、PM2.5污染改善的关键。下面将重点讨论若要实现我国中长期清洁空气目标，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污染物减排的相对贡献。


  在现有的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政策推动下，我国的能源结构和末端控制均得到一定优化。图14-13展示了相较于政策情景，2050年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污染物深度减排的贡献。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若要进一步实现污染物的长期深度减排，能源转型将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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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3　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污染物减排的相对贡献

  


  到2050年，相较于政策情景，能源转型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深度减排的贡献分别达到72%~77%、66%~75%、75%~83%。在政策情景下，电力部门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超低排放标准已接近国际上最强的电力排放限值，末端治理升级的减排空间已大幅压缩，因此电力部门的进一步减排基本由能源转型主导。在2℃情景下，能源转型对电力部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分别达到92%、83%和85%；在1.5℃情景下，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94%、84%和89%。对工业部门而言，政策情景下钢铁等高污染行业逐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但一方面工业超低排放改造后距国际最先进的排放限值仍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重污染行业，如有色金属、砖瓦石灰等尚未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因此末端治理升级仍有一定的减排空间。在2℃情景下，末端控制对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占比分别为43%、39%和20%；在1.5℃情景下，随着工业能源转型的进一步加剧、电气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末端控制对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占比降低至36%、35%和16%。对民用部门减排而言，在2℃情景下，能源转型对民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占比已高达78%、86%和67%，得益于民用部门电气化比例的大幅提升和民用燃煤与传统生物质消费的削减，末端控制的贡献则主要得益于燃煤硫份、灰分含量的进一步降低和民用炉灶的升级改良。在1.5℃情景下，民用燃煤和传统生物质基本被完全替代，能源转型的减排贡献进一步提升至84%、91%和84%。对交通部门而言，在2℃情景下，由于交通能源转型仍较为滞后和不足，末端控制贡献仍占有较大比重，对交通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占比分别为71%和94%。在1.5℃情景下，交通部门能源结构得到显著优化，电力、燃气和氢能使用比例在2030年之后明显提升，能源转型对交通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减排贡献占比达到63%和66%。


  总体而言，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能源转型将主导电力、工业、民用部门污染物的长期深度减排，对交通部门深度减排也将发挥关键作用。末端控制仍有一定的减排潜力，2050年末端控制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减排的贡献分别为23%~28%、28%~34%和18%~25%。


  气候与环境政策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


  图14-14展示了在2℃情景与1.5℃情景下，相较于政策情景，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我国长期空气质量改善的相对贡献。


  相较于政策情景，能源转型对实现我国PM2.5空气质量中长期的根本改善将起到重要主导作用。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和末端控制水平基础上，若要在2050年实现15μg/m3的目标值，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PM2.5浓度的削减量分别为8~9μg/m3和3~4μg/m3，能源转型对PM2.5浓度下降的贡献将在69%以上。若要进一步实现10μg/m3的目标值，能源转型对PM2.5浓度的削减量将达到11~12μg/m3，贡献占比进一步增加，达到75%以上。


  
    [image: ]

    图14-14　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对PM2.5污染改善的贡献

  


  从空间分布来看，能源转型导致的PM2.5浓度下降同PM2.5浓度下降总量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性。这表明在当前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政策下，京津冀等主要污染区域的能源结构仍以高碳高污染的化石燃料为主，高污染区域的能源转型力度明显不足。同时，这也凸显了当前政策对高污染区域的污染治理仍以末端控制为主，能源转型对这些区域空气质量的根本好转有巨大潜力，并将发挥关键主导作用。空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同样应是未来能源转型力度最大的区域之一。相较于能源转型，末端控制导致PM2.5浓度下降的空间分布性相对较低，各区域呈现出相似的改善水平。这表明在当前政策下，各区域的末端控制水平逐渐趋于一致；在未来逐步向最佳控制技术过渡发展的过程中，末端控制水平的区域差异将进一步减小。


  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


  空气污染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章进一步量化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我国未来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图14-15展示了不同情景下全国及重点地区未来由于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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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5　各情景下2030年、2050年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

  


  从全国来看，在政策情景下，2030年和2050年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162.9万和242.4万，相比2015年的137.9万增加18.2%和75.8%。大幅增长的过早死亡人数一方面是因减排力度匮乏、PM2.5污染暴露严重所致，另一方面未来人口老龄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根据SSP1的情景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加剧，5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15年的28.7%增加到2030年的41.2%和2050年的58.1%。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的过早死亡人数达到154.1万，相比政策情景避免了8.8万人的过早死亡，凸显了减排的贡献。相较于政策情景，2050年减排带来的健康效益进一步提升，PM2.5相关过早死亡人数减少了54.5万。但相较于2015年，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在2030年和2050年的过早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表明现有强化政策下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健康效益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健康损失。在2℃情景和1.5℃情景下，2030年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为138.7万和126万，相比2015年减少了0.8万和11.9万，相比政策情景则下降了14.8%和22.6%；2050年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至106.5万和78.2万，与2030年相比减少了23.2%和37.9%。这表明随着能源结构的深度转型和末端控制措施的加严，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健康效益可以抵消大部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分布变化带来的健康损失。


  从各重点地区来看，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由于PM2.5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24.5万、5.5万和15.2万，占全国的32.8%，与上述区域严重的PM2.5暴露和密集的人口分布有关。在政策情景下，2050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和长三角地区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46.0万、9.1万和21.0万，相比2030年分别增长了53.3%、46.9%和52.3%；而在1.5℃情景下，上述区域2050年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18.3万、3.5万和6.2万，相比2030年分别减少了23.6%、29.9%和40.9%，相比2015年则分别下降25.5%、36.4%和58.7%。这表明，同时实施强有力的末端控制和深度能源转型可以避免大量的过早死亡人数，空气质量改善效益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损失。同时说明了2030年空气质量达标后持续改善的重要性，弥补人口老龄化情况下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


  研究进一步核算了未来不同情景下全国各省的PM2.5相关过早死亡人数。2015年全国PM2.5暴露致死人数最多的是河南、山东和河北，分别为11.7万、11.5万和9.5万。最少的3个省份是西藏、海南和青海，分别为0.3万、0.5万和0.6万。


  从分省的健康效益来看，未来各省区与PM2.5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各省由于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健康效益存在较大差异。如图14-16所示，在政策情景下，各省PM2.5暴露致死人数迅速增加，2050年过早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仍然是山东、河南和河北，分别为34.2万、33.2万和27.5万。在强化政策情景下，所有省份在2030年、2050年的PM2.5致死人数较政策情景均有所降低，山东、河北、河南、广东、四川和江苏6省在2050年相较于政策情景避免的过早死亡人数均超过2.5万，贡献了全国41.6%的PM2.5致死人数下降量。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相对清洁地区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带来的公共健康效益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增加。如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四省，2050年政策情景的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0.7万、1.3万、1.4万和2.4万。在1.5℃情景下，上述省份在2050年相比政策情景可分别避免0.5万、0.4万、0.3万和0.8万的过早死亡人数。这说明当前相对清洁的地区通过继续加强空气质量控制同样能够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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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6　不同情景下未来各省区的PM2.5相关过早死亡变化

  


  主要结论


  我国当前空气质量距美丽中国愿景和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本章设计了中国2030年和2050年的清洁空气总体目标，结合能源转型和末端控制措施构建了中国未来污染物排放情景，评估了不同情景的环境与健康效益。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结合发达国家与我国PM2.5浓度变化趋势、PM2.5暴露的健康影响，设计了我国中长期的清洁空气总体目标：2030年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实现35μg/m3标准；2050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15μg/m3的世界卫生组织IT-3目标值，部分城市可进一步实现10μg/m3的世界卫生组织AQG指导值。


  （2）在政策情景和强化政策情景下，203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排放相较于2015年分别降低49%~60%、34%~47%和41%~47%，但2030年后减排幅度下降。在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较2015年分别下降89%~94%、77%~89%和82%~90%，较2030年的降幅分别达到66%~76%、48%~71%和55%~72%。


  （3）在政策情景下，我国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难以在2030年实现35μg/m3的目标。在现有政策的强化作用下，中国基本可以在2030年达到35μg/m3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仅依靠末端控制难以实现未来中长期（2030—2050年）的根本性改善。与2℃全球温升目标相适应的能源转型对中国在2050年实现15μg/m3的环境目标起到关键性作用；1.5℃情景下的能源转型则有助于将全国平均暴露水平进一步降低至10μg/m3以下。从协同效益来讲，实现2℃情景或1.5℃情景目标下的能源结构深度调整优化，才能使我国空气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实现10~15μg/m3的环境目标，使人群暴露水平显著降低。


  （4）相比政策情景，2030年2℃情景和1.5℃情景可分别避免24.2万和36.9万人的过早死亡；2050年则分别避免了135.9万和164.2万人的过早死亡。因此，需要同时强化能源和末端深度减排，才能有效缓解未来人口变化导致的健康负担。


  （5）在现有政策基础上，若要实现15μg/m3的目标值，能源转型将发挥重要主导作用，对PM2.5浓度下降的贡献在69%以上；若要进一步实现10μg/m3的目标值，能源转型的贡献占比将进一步增加至75%以上。


  第十五章 中国低碳发展政策保障体系建设


  低碳发展既要依靠技术，又需要制度和政策支撑，制度和政策可以为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重要保障。目前，中国低碳发展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甚至存在缺口和短板。因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挑战下，中国“十四五”及中长期低碳转型和发展需要在制度与政策方面统筹布局，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为此建议：


  （1）研究和制定中国低碳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探索未来实现近零乃至净零排放的方式和路径。


  （2）在“十四五”期间制定更有力度的温室气体减排约束性目标和总量控制管理制度，渐进更新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3）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根据减排目标统筹制修订相关法规标准，为长期低排放战略的部署提供法律保障。


  （4）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进程，推动碳交易市场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研究碳定价及碳税政策的可行性。


  （5）利用经济激励手段促进低碳技术创新，通过绿色复苏推动低碳结构性调整。


  （6）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多元化资金来源。


  （7）低碳政策应继续由生产端向消费端延伸，完善和创新推动低碳消费的制度和政策。


  （8）打好“气候外交”牌，将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加强国际绿色低碳转型合作、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趋明显，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均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处在生态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的“十字路口”。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能够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降低污染和能耗，增强企业供给有效性和市场竞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此外，2018年3月以来，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挑起贸易战，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更应坚持低碳发展路线，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与外部环境演变复杂形势下赢得更大的主动。


  近年来，中国虽已经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非化石能源、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养护森林增加碳汇、发展碳市场等各方面政策措施，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政府以不当方式干预市场、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制度机制缺陷等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导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效果。从中国可持续发展总体形势和未来情景的各种研究来看，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只有在今后20~30年内超越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进行一系列重大的体制和制度机制变革，中国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状况才能够出现根本性转变。这必须要有一系列重大的创新型体制和制度机制以及政策的引导和支撑，才能达到所谓的“绿色低碳发展情景”。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逐步解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二是有效解决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面对这一多重的发展转型和体制与制度变革的需求，仅仅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视角去考察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与制度保障问题，已经远远不够。


  本章借鉴国外低碳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建设经验，通过研究中国低碳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现状，分析了低碳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而结合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政策保障建议。


  从国际看国内


  通过分析研究国际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得出以下四点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加快推动低碳领域立法进程


  法律作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是调节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总结了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有益经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对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都将发挥积极作用。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旨在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但仍缺乏一部具有能源领域母法作用的法律，来为我国低碳发展路线提供法律框架。


  制定发展低碳经济规划与政策体系，引导低碳经济的发展


  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法律手段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职能使低碳发展之路沿着法制方向前进。然而，立法过程往往由于各种利益的博弈、各种因素的考虑而进展缓慢。相对于法律手段，由政府来制定规划以引导社会走向低碳发展则更为有效，因此，规划引导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近年来，我国政府提出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不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的政策，在客观上为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低碳制度的创新要求相比，这些政策措施还远远不够，应在以下方面着力强化：其一，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通过经济、法律等途径引导和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其二，大力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其三，加快推进中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


  重视低碳产业发展，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鼓励低碳经济发展


  提高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创新理念。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低碳领域的研发工作起步较晚，投入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新能源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但相关领域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仍被发达国家垄断。在低碳发展过程中，英美等发达国家先后提出“低碳经济”“碳足迹”“碳标签”“碳认证”等先进理念，并实施了多项创新性的能效政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而中国在低碳理念和制度研究上的创新不足，对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获取话语权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完善低碳发展市场机制


  进一步降低对行政手段的依赖。目前中国各项低碳政策的贯彻实施仍依赖于行政命令，政府主要通过推行严格的节能减排问责制等手段来促使地方政府完成本地区的节能减排目标。这些行政手段在短期内可能收到一定成效，但对长期的节能减排工作并非十分有利。广大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其低碳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采取多种财政税收政策来鼓励各个产业部门较好地参与到节能减排的工作中来。中国在未来低碳发展的过程中，应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起完善的全国层面的低碳市场运作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的有效结合来实现低碳发展的总体目标。


  中国低碳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现状


  中国低碳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以约束性目标为引领，抓大放小，突出重点行业和地区，包括规划、法律、行政命令、试点、市场、财税等多方面政策保障体系。从“十二五”开始，碳排放强度目标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形成了一套包括能源总量、能源强度、碳强度的多维度约束目标体系。在政策类型方面，从行政命令型逐渐过渡到行政命令和市场型政策并重的局面。初步探索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融资和市场机制，并注重试点示范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积极参与气候合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我国当前的低碳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不能满足当前高质量发展以及未来实现长期低排放战略的政策需求，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1.缺少低碳发展中长期战略


  现阶段，我国有2020年短期目标和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但仍缺乏低碳发展长期规划战略。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2050年，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因此，要以2℃目标和1.5℃目标的全球减排路径为导向，制定我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对于促进我国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实现绿色经济转型进而配合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国家层面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缺位


  现有能源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不利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并容易抑制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关键是控煤，用碳排放总量控制代替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煤炭使用增量及其占比，而且不限制清洁能源尤其是零碳能源的增长。另外，碳排放总量控制也给地方政府更多的选择空间，在控煤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之间寻求平衡，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同步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3.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缺位


  目前，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节能法》《循环经济法》等低碳相关法律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有限；同时，中国缺乏能在温室气体核算和碳排放交易方面提供必要法律基础的、统领气候变化全局的法律，温室气体管理领域目前仍存在法律空白。


  4.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进展缓慢，行业纳入范围较小


  相比于预期，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发展比较缓慢。在碳交易试点运行过程中，各试点之间的碳交易规模和碳交易价格有明显不同。此外，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虽已开启，但仅涉及电力领域，其他过去预期纳入碳交易市场的如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由于多种因素还没有被纳入，因此，中国现有碳市建设步伐慢于预期，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


  5.地方低碳发展政策执行能力不足


  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转隶后，地方的低碳发展政策执行能力面临不足，部门间制度体系配合不畅，各部门协同作用未充分发挥。我国近年来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转隶行动，因此同中央层面一样，地方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应职能也从过去的发改委部门转向地方的生态环保部门。然而，在低碳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方面，地方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能力还远不如发改部门，因此地方层面的低碳发展政策执行能力面临着不足。此外，由于目前我国低碳发展的行政管理体系还存在着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利益切割明显、政策执行效率低等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职能转隶并没有完全解决政策执行不畅的问题，而且还带来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协同的问题。


  6.气候投融资体系不健全


  我国气候投融资体系不健全，社会资金主动性和投入不足，尤其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存在明显的资金短板。相比于政府投资，社会投资突显不足，而且对私营企业、中小企业投入太少；此外，当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融资渠道狭窄，还未形成市场撬动效应。从应对气候变化类别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80%的气候资金投向了减缓领域中的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领域，用于适应、能力建设、国际合作领域的资金投入不足。若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来自碳市场、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传统金融市场、自有资金、私有资金的需求缺口巨大。


  7.公众对低碳发展认知水平不足，参与度不够


  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的社会参与水平有较大差距，公众对我国低碳发展的概念内涵、目标体系、具体行动以及公众自身定位都缺乏系统理解。由此导致公众对我国低碳发展的参与度不够，而公众的低碳理念和行动是中国最终实现高质量低碳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公众低碳理念培育和具体做法是十分必要的。


  8.对低碳发展的消费端重视不足


  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排放结构过度针对重点行业的生产层面，对低碳发展的消费端重视不足。由于当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我国的行业低碳发展体系主要面向生产领域，而对于引致生产类碳排放的消费领域重视不够。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势必要将低碳发展的关注重点，由生产转向消费。


  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正面临深度变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盟领导乏力，中国继续推动低碳发展势必会有助于取得道义优势，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全球话语权与影响力，但同时也会面临全球治理引领者的责任压力，全球气候治理提出的新定位对中国将是一个新挑战。而在国内方面，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理念，旨在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并落实到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把应对气候变化职能从国家发改委转隶到生态环境部；在面对众多国内外变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把绿色发展作为新的机遇，努力走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培养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增效。


  政策建议


  研究和制定我国低碳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探索未来实现净零排放的方式、路径和具体措施


  把实现深度减排作为完成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提出更有力度的中长期目标。强化非二气体排放控制目标的战略导向作用，将非二气体排放逐步纳入温室气体排放量化管控范围，落实相应的政策与行动。以制定和实施“世纪中叶战略”为契机和抓手，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产业提效升级、能源低碳转型的部门协调机制，形成有效的统筹手段，具体体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并将之与党的十九大部署的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路径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编制实现2030年《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的行动方案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方案联系起来，与“十四五”规划的编制联系起来；在基础设施投资、重大低碳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相关投融资精准配套政策与体制安排、利益相关者行为转变战略等重大中长期问题上，将中国的长远愿景与近中期规划和行动联系起来。


  “十四五”期间制定更有力度的温室气体减排约束性目标，强化中国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和行动落实


  “十四五”期间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分解落实和考核制度，目标的分解落实要体现时空差异，为中国未来的低碳发展提供重要制度抓手。“十四五”时期要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包括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加快碳减排和提前达峰速度、促进低碳经济转型。


  在减排力度上，建议设置高中低三套方案：高方案，碳强度降低幅度相比“十三五”进一步增加，建议下降幅度大于20%，并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取代能源消费总量制度，积极推动有条件地区和行业率先达峰，将非二气体、NBS等纳入国家自主贡献更新文件中；中方案，保持“十三五”碳强度降低力度，推动地方、行业开展达峰行动；低方案，保持“十三五”碳强度降低力度，确保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现。


  在目标的分解落实上，延续“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方案，继续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通过中央和地方协商来制定总量目标，并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分地区实施“碳排放增量总量控制”和“碳排放减量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甄选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和重点行业，制定“十四五”规划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和路线图。“十四五”规划要结合中长期战略，重点关注三个领域：避免锁定化石燃料模式的基础设施投资，加速低碳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以及打造低碳未来的国家政策体系。


  加快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顶层设计，为长期低排放战略的部署提供法律保障


  迄今为止，应对气候变化法始终未能进入实质性立法程序，这给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造成了上位法缺失的遗憾。


  从近期来看，要加强与立法机构的深度互动，推动气候变化议题在更高政治决策层的显示度和影响力，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互动，建立多渠道的立法建议机制。在当前立法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可考虑通过修订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应对气候变化内容融入其中，特别是环境保护与能源发展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例如环境保护法或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加强同常规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等角度提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最大限度地优先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有法可依。


  从长期来看，一部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是有必要的。充分参考国际立法及制度创新经验，并总结吸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践和制度建设成果，将温室气体管理的“评价考核制度”“统计核算制度”“标准化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总量控制制度”“核算报告制度”“排放权交易制度”“预测预警制度”“保险制度”等核心制度纳入立法视野。


  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推动碳交易市场配套制度体系建设，择机推动碳税政策落实


  1.继续完善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预期


  碳市场的顶层设计与阶段性建设目标需要长期视野，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阶段目标相匹配。这就需要更高决策层针对碳市场发出更加清晰和明确的政治意愿。同时，制定和颁布清晰可靠的路线图以及配套政策框架与体系，告诉市场随着未来我国碳排放控制目标愈加严格，碳市场未来会通过确保配额总量的稀缺性、包含碳金融在内的市场机制设计以及严格的市场监管来使碳价保持在一定水平，从而实现市场主体对碳价格的长期稳定预期，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导机制实现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推动企业加强低碳技术与产品的创新。


  2.夯实碳市场建设的法律基础，加快碳市场的立法进程


  在立法过程中，明晰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包括碳排放权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赋予财产权属性，以及如果要确认碳排放权具备财产权属性的话，以何种方式进行确认。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晰碳市场产权，避免碳排放权的分配和交易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同时对于违约的严格执法也有法律依据，可以有效地保障碳市场的顺利运行，也有利于碳市场引入配额有偿拍卖、开发碳金融产品、链接资本市场等，从而更好地完善碳市场的建设，使碳市场能够发挥其基本功能。


  3.制定碳市场国际合作路线图，设定分阶段目标与重点任务


  加强碳市场国际合作，不仅对我国碳市场的长期发展有利，还可以使碳市场有潜力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甚至有可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继续加强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通过借鉴国际碳市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完善我国碳市场的顶层设计，预判市场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结合现有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基础建设碳市场的路径，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既有条件下发展碳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是我国开展南南合作的潜在重点领域。


  4.开展碳交易的同时，中国仍有必要为开征碳税预留政策窗口，并择机推动碳税政策落实


  中国作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减排任务艰巨，仅靠碳交易机制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作为碳减排的两种政策手段，碳税与碳交易各有优缺点。相比碳交易机制，碳税的覆盖面更广，更为公平，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可操作性强。同时，在中国的国情下，开征碳税具有独特的优势：立法效力更高，开征更为灵活。碳税的制度设计建议：明确限定征收范围，采用简易计税方式，合理选择征税环节，选择低税率起步，合理选择开征时机。在碳税和碳交易同时实施的情况下，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合理构建二者调控范围的协调机制、调控力度的协调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碳减排目标，同时避免对企业造成过重负担。


  把握低碳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为实现低排放战略、占领未来绿色市场超前布局


  基于国家推进“能源革命”的路线图和工作部署，借助国家加快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东风，把握以低碳技术发展为基础的低碳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从中国发展阶段和能源资源禀赋等基本国情出发，着眼于形成、保持和提高整体技术体系的竞争比较优势并将之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一是强化对减排技术成本—效益的多维度、系统性研究，传统的仅考虑技术成本和减排潜力的成本效益分析难以支撑中长期减排技术战略和部署方案的制定。综合考虑技术的就业、环境、生态、健康影响及公众可接受度等因素，可以改进技术的潜力、成本有效性和空间布局等评估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促进碳减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二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重大专项针对性，着力解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关键“卡脖子”难题，形成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三是系统持续地建设需求端管理和能效提升技术的创新体系，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合同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政府等公共机构执行节能产品强制采购制度。


  四是加快实现清洁能源和低碳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氢能、电化学储能、负排放技术等重大能源科技研发及工程示范，提高核心技术成熟度与关键能源装备自主化水平，构建针对战略性技术研发的多元投融资保障机制和针对储备性技术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来促进技术发展与技术扩散。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1.出台《关于促进气候投融资工作的指导意见》，逐步构建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将气候因素纳入现有的绿色投融资体系，从源头上确保气候友好的投融资导向。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完善投融资政策”的要求，尽快出台《关于促进气候投融资工作的指导意见》[1]，明确气候投融资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意义、适用范围、支持重点、信息披露和组织保障，为引导市场主体开展气候投融资活动和规范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提供标准依据。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促进形成政策合力，推动构建有利于气候投融资工作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从高碳排放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气候友好型企业和绿色低碳产业。


  2.尽快启动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工作


  尽快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启动第一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鼓励和引导试点城市探索差异化的气候投融资发展路径和模式，创新组织形式、融资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制度，营造有利于气候投融资的政策环境，持续推动地方投融资结构的调整，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和最佳实践。生态环境部应切实加强对地方气候投融资的指导力度，引导地方政府合理调整投融资结构、积极培育气候机构投资者，提升地方管理和决策能力，为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稳定的金融支持和资金保障。


  3.推动建立气候投融资专业研究，开展广泛交流合作


  组建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凝聚各职能部门共识，推动气候投融资的基础研究和政策创新，力争形成一批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国内金融机构、企业、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平台，通过调查研究、学术交流、学习培训、管理服务等方式，为气候投融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4.鼓励开展气候投融资产品和工具创新


  大力发展气候信贷，针对气候友好型项目出台信贷优惠政策和相关税收减免政策。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加大相关投入，降低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气候友好型项目的风险成本。推动发行气候债券，探索开展气候保险，鼓励金融机构在服务模式、金融产品、风险管控等方面不断创新实践。结合碳市场建设，在保证碳市场稳步发展、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进行碳金融产品的开发研究，做好相关政策储备。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围绕气候投融资开发金融科技业务，利用“互联网+金融”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气候投融资产品，助力气候投融资方式的创新，更好地帮助中小型企业开展绿色低碳项目。


  5.推动制定气候投融资标准，助力“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


  总结多边金融机构、政策性和商业银行、企业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实践，分析其面临的绿色低碳投资风险，开发适用、高效、先进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完善多元资金的治理结构，规范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取向，降低“一带一路”投资的气候风险，帮助东道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绿色低碳的“一带一路”建设。


  低碳政策应继续由生产端向消费端延伸，完善和创新推动低碳消费的制度、政策和行动


  1.强化宣传教育，提高低碳消费意识


  在全社会积极开展低碳消费宣传教育是培育低碳消费的基础性工作。降低低碳消费成本的基本前提是扩大低碳产品生产的规模，这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政府可以从加强低碳消费价值观的培养和引导方面采取系统的措施来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态度，从而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意愿和行为。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低碳或低碳消费信息和知识，从而转变消费者的低碳消费态度和增强其低碳购买意愿。


  2.扩大低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一是尽快推进低碳产品认证工作。低碳认证和低碳标识是提高消费者认知的重要手段，应尽快推进现有低碳产品的认证工作，降低消费者甄别低碳产品的成本，提高低碳产品在市场中的识别度和占有率。


  二是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要率先垂范，优先采购和使用绿色低碳产品。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低碳学校、低碳社区、低碳医院等。


  三是科学规划城市建设，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分区，发展低碳化的公共休闲娱乐设施和文化消费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为低碳出行提供便利。


  3.加大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力度


  推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构建企业和社会绿色低碳供应链，把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通过生命周期管理促进低碳生产和消费。


  4.建立并完善低碳消费的治理机制


  明晰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绿色消费中的职能定位，在促进低碳消费的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把低碳消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分阶段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低碳消费。强化消费者协会推动绿色消费的职能作用，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环境社会责任，同时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激励和惩戒制度。


  始终打好“气候外交”牌，将全球气候治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1.注重规则制定，加强在重要议事和科学研究平台中气候议题的设置和引导能力


  在双边外交中，中国应把气候变化议题列为必选项，在双边合作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与行动，以“中国+”的双边治理模式与多边治理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国应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气候科研合作，构建气候科研合作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并通过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机制平台，与世界各国共同为落实《巴黎协定》中的各项实施细则提供科学理论和数据支撑，确保实施路线图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加强对IPCC的参与，改变其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促使其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保证其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实现开放共赢，推动与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市场合作


  从国家外交大局出发，避免战略误判，保持与美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敦促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做好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或重新“二次谈判”的两手准备。加强与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在技术开发和市场机制方面。


  3.坚持义利相兼，百分之百落实南南合作承诺


  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研究和变化认识，特别是处理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关系，正视可能存在的分歧，坚决维护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坚决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依托。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引导基金，鼓励、引领我国社会各界参与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对外援助的可持续性。强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系统思维”和“协同效应”，关注受援国民生，加强对外援助的宣传和人文交流。


  4.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实施《巴黎协定》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气候合作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制定，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评估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打造“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多双边合作平台。加强“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第三方国际合作。


  5.建立“统一战线”，调动非国家主体的积极性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深化和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以外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开始日益凸显。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和积极作用予以重视，结合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因势利导，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非国家行为体组成多种多样的联盟，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成效。


  
    [1]2020年10月21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印发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编者注

  


  第十六章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受到政治、经济、科学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全球气候治理愿景明确，但模式和路径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中国如何在大变局中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并把握其带来的机遇，在确保自身发展的同时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并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清晰、坚定的全球气候治理长期战略。


  本章梳理了全球格局变化趋势及中国的定位，通过回顾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演变，评估《巴黎协定》主要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总结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新局面与新特征，就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的战略和对策得出以下结论：


  （1）国际气候条约仍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条约外机制的作用不容忽视。


  （2）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科学话语权缺乏、本国排放居全球第一、低碳转型压力巨大、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困难等关键挑战。


  （3）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基本原则，全面落实《巴黎协定》各项规定，确保低排放发展实施效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赢。


  （4）从短期来看，中国应坚定支持基于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善意履行《公约》和《巴黎协定》，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完善统筹协调、信息统计和披露、评估机制、公众参与、融资机制等工作并加强“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国际环境长期变化趋势和中国定位


  全球格局长期变化趋势和中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在这一大变局中，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将发生变革。气候变化虽然是近40年才引起全球各界关注，近30年才成为全球治理的内容，近20年才率先由一部分国家开始全球治理的实践，近10年才成为全球治理和各国国内政策的重点领域，然而应对气候变化是科学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的属性，使其在大变局中必然占据重要地位，也必然受到政治、经济、科学、治理结构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愿景明确，但模式和路径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近年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不断变化，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科学性认识进一步增强，随着《巴黎协定》的生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篇章。回顾历史形势，并结合新形势对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体思路进行系统性梳理，将帮助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制定更清晰、坚定的长期战略。


  1.政治格局变化


  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催化下，全球格局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各国对于国际形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主权意识、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另一方面，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长，新兴大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也得到了增强。美国企图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欧盟和欧洲各国则希望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国也在秩序变革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的崛起与中美之间的博弈备受瞩目。近年来，中美博弈不断升级，甚至有演化成对抗的趋势。在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和“重返亚洲战略”后，美国的动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中美贸易战、美国借知识产权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向中国抹黑也愈演愈烈。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国际竞争的国内基础，科学分析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开放、合作、包容的思路发展国际关系，积极应对，谋篇布局，力争在国际战略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2.经济格局变化


  低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格调。从2000年至今，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92%。21世纪之初，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33.6万亿美元，2018年达到85.5万亿美元。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贸易作为联系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在21世纪初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0年，全球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2018年达到39万亿美元。其中，2018年中国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美国以10.87%紧随其后。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由于2018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同比上年下降了13%，仅占当年GDP的1.52%，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1.3万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是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经济预计萎缩6.1%；亚洲地区经济预计在2020年停滞在零增长，但情况仍好于其他地区。2019年国际贸易将进一步放缓，2020年后，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需求逐渐复苏，预计贸易增长基本保持2018年的速度。1990—2018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如图16-1所示，2005—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如图1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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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1　1990—2018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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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2　2005—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2]


  3.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


  《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计全球人口将在未来30年再增加20亿，即从2019年的77亿增加至2050年的97亿，并于21世纪末继续增长至约110亿[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已达到13.93亿人，比上年度增加634万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8.37%[4]。目前，中国人口主要呈现四个特征，分别是总量上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低生育率程度增加，以及生育率和育龄人口下降。根据联合国中性情景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达到峰值14.64亿，从2032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4.02亿，2065年减少到12.95亿[3]。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势必给社会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4.技术竞争格局


  当今全球正在迎来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5G、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也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本次工业革命中更加注重前沿技术的研发，因为前沿技术是各国保持制造业优势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元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在2018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美国的竞争力排名第1，在12项竞争力支柱因素［创新能力、商业活力、市场规模、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技能、卫生、宏观经济稳定、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基础设施、制度建设］中，8项排在前10名，其中，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和商业活力3项指标排名第1。新加坡、德国、瑞士、日本的竞争力列第2—5位（见表16-1）[5]。


  
  表16-1　2018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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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5]


  中国的竞争力排第28位，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名列前茅，领先于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从竞争力支柱的角度具体来看，中国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ICT应用、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都占据优势，但在劳动力市场、技能、制度建设上仍处于弱势。


  5.能源格局变化


  继电气化、高效化之后，当前世界能源发展已呈现出智能化、低碳化甚至零碳化趋势。在能源政策变化和新技术发展的影响下，世界正进入第四次能源转型阶段——逐渐替代以煤炭与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转而广泛利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探索利用氢能和新式核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能源供应成本和能源保障安全的结构性变化，将决定全球能源多样化发展的格局，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变革。然而，这种转型和变化的速度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随着能源创新力量的不断积蓄，以及国家能源政策的倾斜与变化，世界能源体系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时期。从勾勒世界能源未来图景的关键指标来看，各主要能源展望报告的预测数据皆表明，未来世界能源需求量将继续增加，从现在到204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25%~40%。研究显示，清洁能源将成为满足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主体，除煤炭外的其他燃料消费量均呈增加态势。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能源行业发生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跃升世界首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据预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城市化稳步推进，能源需求的重心将由生产用能逐步转向生活用能，工业用能占终端用能比重将逐步回落，交通和建筑用能则将稳步提升。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增强，天然气发电技术提升，以及核电安全更有保障，清洁发电可基本满足2035年前的发电增量需求。2035年后，清洁能源将替代部分存量煤电。随着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技术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应用场景有望进一步创新，商业模式也可能发生变革，这将助推世界能源体系的低碳清洁转型。


  6.碳排放格局变化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自1950年以来，气候系统观测到的许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而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巴黎协定》确定了“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的目标。IPCC认为，要实现2℃目标，205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减少40%~70%，到2100年实现零排放[6]。然而，在大多数能源展望的情景中，全球能源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远远超过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控制幅度[7]。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约占全球排放量的1/4。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85%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燃烧，而其中大部分源于工商业活动。中国在依据《巴黎协定》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将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目前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在2030年前后具备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条件，能够顺利实现达峰承诺。


  中国海外战略和议程潜在发展趋势


  1.“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逐年增加。截至2019年7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9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洲、欧洲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经济走廊和通道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自由度，以及资金融通、产业合作等领域成效显著。随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生态保护合作也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一项重点工作。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还将以互联互通为重点，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致力于加强生态环保合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增进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绿色共识及相互理解与支持，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2.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指中国与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关系，也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开展与发达国家或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8]。


  中国以援外为主的南南合作经过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涵盖了双边、多边、地区和地区间等多个层级规模。近年来，中国帮助部分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实际困难的中小型项目，如中国援建马尔代夫的“安全岛”民用住宅工程，保护当地居民免受海啸及海水侵蚀之苦；分别帮助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建立了极端天气预警系统，提升两国对气候自然灾害的预警能力等。国家海洋局设立了“南海及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将“海洋与气候变化”“海洋防灾减灾”列为主要合作领域，联合周边国家开展了“中—印尼热带东南印度洋海—气相互作用与观测”和“印度洋季风爆发观测研究项目”等。中国还加强了与非洲的科技合作，实施了100多个中非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从2012年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援助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利用与海洋灾害预警研究及能力建设、LED照明产品开发推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示范、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研究推广利用、滴灌施肥水肥高效利用技术试验示范等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OL].中国军网，2018-06-23.

  


  战略和对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沿革和演化


  自《公约》诞生至今30来年，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人们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长期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立即行动但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国际气候谈判为主线，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可以按照《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德班平台”、后《巴黎协定》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世界科学、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与各个阶段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相互作用。全球气候治理的趋势与世界科学、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将共同塑造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


  1.1990—1994年《公约》诞生和生效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一个政府间谈判机构（INC）来拟定《公约》文本；自1991年2月开始，历经15个月、5次会议之后，INC确定了《公约》最终案文；1992年6月，《公约》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开放签署；1993年12月22日，《公约》生效的条件满足；1994年3月21日，《公约》正式生效。《公约》体现了各方极高的政治智慧，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为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公约》取得的最重要的三项成果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全球气候治理的原则和各缔约方义务。作为框架性的条约，《公约》尚未给各缔约方设定量化、定期需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同时《公约》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为作为附件一缔约方的发达国家和经济体设定了与非附件一缔约方“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9]。


  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的问题高度关注[10]。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88年IPCC发布了《气候变化第一次评估报告》；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83个国家代表团、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达成了包括《公约》在内的“环境三公约”。这个时期的科学研究基础和政治力量的推动是开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最重要的力量。


  2.1995—2005年《京都议定书》诞生和生效


  在1994年《公约》生效后，1995年3月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上，各方通过了“柏林授权”，决定启动进程强化附件一缔约方的承诺。为此成立的“柏林授权特设工作组”在1995年8月至1997年10月期间组织召开了8次会议，最终各方在1997年年底《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与此前《公约》的诞生和生效阶段不同，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困难进行了重新评估，与此前过于乐观的态度不同，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更加务实。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增加，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强减排行动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3.2005—2010年“巴厘岛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坎昆协议”


  《京都议定书》虽然经各方谈判达成，但美国参议院以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可比的义务为由拒绝批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热情遭受打击。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气候合作，各方于2005年《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新的授权，启动“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对话”，包括四个主题：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气候变化，全面实现技术潜力，以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007年《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巴厘岛路线图”谈判授权，要求在2009年达成包括长期愿景、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在内的一揽子平衡结果。其中在减缓方面，要求属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或限排承诺，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在《公约》下承担可比的全经济范围量化减排承诺，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公约》下承担国家适当减缓承诺。


  2009年举世瞩目的《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因事前磋商不足和组织程序失误，导致谈判未能取得预期结果，最核心的谈判结果仅以不具有任何效力的“哥本哈根协定”记录，未能完成“巴厘岛路线图”谈判授权。各方又经过一年的谈判和完善，“哥本哈根协定”的主要内容在2010年以《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1号决定形式通过，成为“坎昆协议”。“坎昆协议”和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一道，形成了各方2020年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依据。


  4.2011—2015年“德班平台”进程和《巴黎协定》达成


  2011年《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1号决定启动了“德班平台”谈判进程。“德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是“巴厘岛路线图”进程的延续[11]。由于“坎昆协议”仅是缔约方会议决定，不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约束力，各方根据“坎昆协议”做出的2020年前减缓承诺与实现2℃目标的路径也距离甚远，因此2011年，在《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南非和欧盟等其他缔约方的推动下，“德班平台”谈判进程启动。谈判的授权包括达成一个2020年生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以及提高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


  2015年《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近200个缔约方和非政府组织、各方人士出席了会议。大会的重点是要达成关于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安排。在各缔约方共同努力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最终达成[12]。基于《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巴黎协定》进一步提出了量化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和定期通报机制，强化了各方履约透明度、遵约和全球盘点安排，认可了对气候变化造成损失与损害的关注[13]；然而，《巴黎协定》并未在适应气候变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提出新的、强化的目标和机制安排[14]。《巴黎协定》对缔约方义务和行动的规定，形成了与《公约》不同的格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不再按照《公约》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缔约方设定义务，全文以所有缔约方、每个缔约方、发达国家缔约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其他缔约方等为主体，设定义务和规定行动，打破了《公约》的“二分法”。


  5.2016—2020年《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及后续安排


  2015年在《巴黎协定》达成的同时，各方授权建立“《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并在《公约》附属机构下设立其他与《巴黎协定》实施相关的议题，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进行谈判。这一谈判自2016年启动，2018年年底完成。2018年12月《公约》第二十四次缔约方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闭幕，会议达成了包括《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在内的一揽子成果，为复杂形势下的国际气候多边进程重新注入了信心和动力，也向全球再次释放出多边主义、绿色发展的坚强决心，用行动宣示了人类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不可逆转，共同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15]。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中与第六条相关的内容未能在卡托维兹达成，各方同意延期一年，以期谈判达成。然而，在2019年12月的智利—马德里气候大会上，由于主席国智利在主题设定、议题安排和组织形式上出现的偏差，各方无法在会议上形成相互谅解，最终谈判在延时40多个小时后仍未能就第六条问题达成一致，谈判被迫再次延长授权。


  2020年《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英国计划将完成《巴黎协定》第六条等实施细则未尽事宜作为最重要议题，同时同步、平衡推进减缓、适应、资金等各方关注的问题，以期为2020年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画上圆满句号，为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英国和《公约》秘书处不得不宣布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延期至2021年举行，相应地，原本计划在2020年6月举行的《公约》附属机构会议谈判也延期举行。面对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马德里大会（COP25）给各方互信造成的打击，新冠肺炎疫情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治理和各国内政中优先度的冲击，英国必须一鼓作气重振全球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除了主权国家，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6]。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组织、城市、原住民社区、智库、高校、知名人士等非国家利益攸关方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后续实施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17]。在2017年6月1日美国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并于2019年11月4日正式启动退出的法定程序后，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在“后巴黎”时代与缔约方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将导致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进一步演变。


  《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国家自主贡献模式及其效果


  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制度之一，是最终实现全球长期目标的“国家贡献+全球盘点”序贯累进机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自主贡献最大的特征是自主性和渐进性，即依据缔约方自身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自主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的贡献目标和实现方式，同时参考较为宽泛的通用信息导则和核算规则，以及全球盘点提供的总体信息，来不断调整、更新并序贯提出下一阶段提高力度的贡献方案[18]。


  以条约规定的“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模式，解决了缔约方广泛参与的问题[19]。相比在“坎昆协议”下只有44个发达国家缔约方“自下而上”做出全经济范围量化减排承诺，以及58个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做出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承诺，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只有38个缔约方做出“自上而下”量化减排或限排承诺，在《巴黎协定》下做出国家自主贡献承诺的缔约方更加普遍。截至2020年4月30日，《巴黎协定》共有189个缔约方，其中185个缔约方按照《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要求，通报了共157份第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欧盟与其28个成员国共同提交1份国家自主贡献，7个缔约方更新了第一轮国家自主贡献，2个缔约方通报了第二轮国家自主贡献。


  然而，国家自主贡献模式无法解决全球集体承诺目标与IPCC给出的全球减排路径之间差距的问题。如图16-3所示，从已经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中分析指出，与2℃情景相比，完全实施无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2030年全球排放差距预计在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20亿~18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完全实施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将使这一差距缩小20亿~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与2℃情景相比，差距在1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90亿~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


  与此同时，有127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提出实施贡献的条件，尤其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53份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需求数额，总额约为4.4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约为3000亿美元。各国提出资金需求的数量级从百万美元到万亿美元不等，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行动对于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迫切需求。例如，印度的资金支持需求为2.5万亿美元，南非约为800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为1500亿美元，巴基斯坦为1450亿美元，摩洛哥1275亿美元，津巴布韦980亿美元，坦桑尼亚748亿美元，孟加拉国670亿美元，赞比亚500亿美元，肯尼亚400亿美元。《巴黎协定》既有机制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所需的这些支持，因此，该协定的实施效果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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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3　不同情景下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到2030年的排放差距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20]


  2.全球盘点机制的潜在影响


  全球盘点是《巴黎协定》“国家贡献+全球盘点”序贯累进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欧盟等缔约方推动建立提高力度“棘轮机制”的信息反馈环节。全球盘点虽然是《巴黎协定》建立的新机制，但实际上《公约》在第10条第2（a）款就规定要对全球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及其效果进行评估。全球盘点机制设计源于《巴黎协定》和巴黎会议决定（第1/CP.21号决定）。《巴黎协定》第14条对全球盘点机制的目的、原则、范围、时间和盘点结果的应用做出了规定，巴黎会议决定（第1/CP.21号决定）第99段列出了盘点的初步信息来源（见表16-2），为全球盘点机制的落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16-2　《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对全球盘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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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协定》建立的全球盘点虽然是一种程序性机制，但并不是要求单一缔约方履行的义务。全球盘点旨在通过每5年一次收集气候变化科学、目标、政策与行动、实施效果与进展等方面的信息，汇总评估得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概貌，帮助全球气候治理各行为主体了解全球趋势，从而做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更佳决策，共同推动各缔约方努力向前推进，逐步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


  全球盘点的理念十分有益，但实践面临信息滞后和前景不明两大挑战。全球盘点，第一要盘点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了解全球所处的状态；第二要盘点科学认知，了解各国共同的目标和距离目标的差距；第三还应该盘点各国的优良做法与经验、科技发展的进展和趋势，识别未来达到目标应该遵循的路径。然而，一方面，由于透明度机制有天然的时滞性，使全球盘点的第一项任务同样存在时间滞后。例如，在2022—2023年开展的第一次全球盘点，按照现有透明度规则的产出，盘点只能基于全球2020年前的行动效果。要达到为各国在2025年通报新一轮针对2035年或204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参考的目的，实际上很牵强。另一方面，科学评估对未来全球排放量、温升情景的认知主要基于模型计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模型无法预知未来科技发展的状态，如果模型假设科技迅猛发展、科技应用的成本快速降低，那么就可能得出各国有望大幅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实现《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的结论；反之，可能得出悲观结论。因此，如果全球盘点因为信息输入的时滞性和对未来预期的偏颇，得出各国行动进展缓慢、可能实现不了既定目标的结论，必须加大行动力度，但又不知道可行的技术和可供调动的资金何在，这种结论只会打击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无益于全球气候治理。


  3.透明度和遵约机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为落实国际环境法为缔约方规定的义务，法律条约根据一般程序性规定和本身所适用的环境领域特征，构建了不同的机制促进缔约方履约。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先后建立了国家报告、国际专家审评、遵约委员会和缔约方多边审议的机制，来督促和帮助缔约方履行条约义务。基于这些经验，《巴黎协定》第13条和第15条分别建立了透明度机制、促进履行和遵约机制。


  以信息报告和审评为主要内容的透明度体系是《巴黎协定》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强化透明度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成为主要国家的政治共识。近年来，气候谈判主要缔约方均对透明度原则持接纳态度，改变了以往在此问题上的对立态势。在2015年9月达成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11月达成的《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美国、法国确认了在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系下强化透明度安排的立场。最终，《巴黎协定》建立了“强化的透明度框架”，并由各缔约方按照授权在卡托维兹完成了实施细则的谈判。


  这一体系建立在既往透明度履约实践基础上，针对缔约方在《巴黎协定》下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履约灵活性和支持的情况下，遵循通用的模式、程序和指南。该规则体系有利于提高缔约方履约报告质量和可比性，督促各方履行条约义务，增进全球气候治理多边机制互信。然而，相比既往实践，这一体系在给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化要求的同时尚未落实强化的支持，且体系本身的运行效率还有待观察。


  《巴黎协定》建立的促进履行和遵约机制同样也只是条约的程序性机制，而不是缔约方的义务。与全球盘点不同的是，促进履行和遵约规则分析评估的重点是单一缔约方履行协定的努力。然而，由于《巴黎协定》确立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要求各国自己提出行动目标，并且各国的目标并不是国际条约的组成部分，因此是否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目标，不能成为促进履行和遵约规则评估的对象。根据缔约方达成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促进履行和遵约规则评估和处理的主要包括四类问题：第一，缔约方书面提出的关于自身履约的任何问题；第二，缔约方是否履行了《巴黎协定》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如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第三，在当事缔约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其在《巴黎协定》第13条第7款和第9款的报告所出现的严重性、持续性问题进行审议；第四，多个缔约方都出现的系统性履约问题。其中，处理第四类问题是《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没有的功能。


  透明度机制与促进履行和遵约机制之间的联系如图1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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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4 　《巴黎协定》透明度机制与促进履行和遵约机制的联系

  


  资料来源：高翔、Christina Voigt根据《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自制


  4.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在条约外的磋商与合作


  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中国参与并形成了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基础四国集团以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MoCA）等合作机制，同时也与美国、欧盟等主要缔约方开展了务实合作和交流，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集团，于2009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标志着面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现状，发展中大国开始有意识地团结、协调并坚持自身立场，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这对现有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而言是一个新变量。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是2012年5月在《公约》附属机构会议期间自发形成的谈判集团，成员国分别来自阿拉伯集团、非洲集团、印度、中国、部分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和部分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维护《公约》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21]，要求发达国家为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负责，要求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共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小多边合作方面，2009年由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提议成立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MEF）及其后继者“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具有典型意义。MEF由中国、美国、欧盟等17个主要经济体组成，通常开展部长级对话，以期识别全球气候治理和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并提供政治层面的解决思路。MEF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还举行了首脑峰会，为哥本哈根会议提供了政治动力。随着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并且不再组织MEF，2017年，中国与欧盟、加拿大共同召集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旨在为主要经济体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其他关键缔约方部长提供交流平台，为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和全球气候行动提供部长级指导和政治推动力。


  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与美国已经有30多年的合作历史。2013年到2016年期间，两国元首就气候变化发表了四次联合声明，同期建立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小组推动了能效、电动汽车、绿色港口、数据监测等领域的合作。两国合作还推动成立了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和中国达峰先锋城市联盟，加强了两国在地方政府层面开展的气候合作。中美的密切合作也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中国与欧盟在碳市场、低碳城市、适应等相关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在贡献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同时，也增进了中欧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互信。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长期影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已影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仍未止息，不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也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相应地也影响到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1.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受到削弱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各国经济，对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势必使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地位降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各国资源分配中的优先度也将下降，发达国家也将借口削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的意愿和力度。疫情是短期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气候变化则是中长期国际生态安全和环境危机，尽管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足以使各国像应对疫情一样共同行动，但从全球应对疫情危机的历程来看，迅速蔓延的疫情对于应对全球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可能是一次严峻挑战，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国际合作应对的互信危机。应对疫情还影响了一些国家通报或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的力度和进度，截至2020年4月30日，仅有马绍尔群岛和苏里南通报了第二轮的国家自主贡献，挪威、瑞士、摩尔多瓦、新加坡、日本、智利和新西兰等7个缔约方更新了第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示因受疫情影响，原本应该获得用于支持研究和编制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难以到位，人员也无法安排，预计将推迟提交国家自主贡献。


  2.全球低碳转型进程将延缓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短期停滞状态，而且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可能由此遭到巨大冲击。同时，各种短期救灾、恢复和刺激措施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低碳转型进程。根据摩根大通对2020年各国GDP的预测，如果2020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复苏，那么202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可能会从2019年的水平下降0.5%~2.2%，出现短期的、不可持续的V形反应。


  根据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初步分析，受疫情影响，能源需求可能出现急剧下降，主要国家近期将能源安全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碳价格也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从而降低节能的经济效益，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竞争力。特别是随着疫后复苏和刺激政策的集中出台，将推动阶段性的经济反弹和报复性消费，全球碳排放量短期内将可能再次上升。如果当前各国政府和投资主体因疫情而忽视对低碳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全球低碳转型的目标脱轨，最终阻碍绿色经济的转型。


  受疫情影响，欧盟已经宣布推迟“欧洲绿色新政”的部分内容，捷克总理提出放弃“绿色新政”以便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应对疫情，波兰国有资产部副部长则建议暂停欧盟碳排放交易计划，或将波兰豁免，以便集中精力和资金应对疫情。美国特朗普政府2020年3月末发布了新的汽车排放标准，要求到2026年前，将汽车的燃油效率由奥巴马政府时期规定的每年提高5%降至每年提高1.5%，这项政策虽在短期内有利于刺激美国低迷的汽车产业，却提高了车辆的碳排放水平。


  3.逆全球化加剧将恶化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导致许多国家的国际交通、人员、资金、物流中断，疫情期间的救灾和民生物资保障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难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加剧部分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同时，为了保障本国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一些发达国家将加快恢复那些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关系到重大民生和战略物资生产的基础制造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重大变化，有可能使各国在全球联通、产业链合作等方面趋于保守，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合作和治理博弈中进一步处于劣势地位。逆全球化，尤其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单边主义抬头，将促使美国政府继续重弹疫情老调，在自身不作为的同时，抹黑中国的努力与成效，并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甩锅给中国。欧盟等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可能趁机分化发展中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大国提高减排力度和出资的施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关系到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可能做出妥协，以获取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上支持的可能性增加。


  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新局面、新特征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全球有力度的气候行动。2018年10月，IPCC发布了关于全球温升控制1.5℃的特别报告，从科学上进一步凸显了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其他很多国际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报告也都表明，各方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和1.5℃全球长期目标，国际社会面临提高减排力度的压力。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的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6月是人类140年观测史上最热的6月，国际社会也普遍意识到气候变暖的现实。


  国际多边环境越发复杂，全球气候治理面临领导力缺乏等多重挑战（潘家华，2014）。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转向消极，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阻碍了经济增长。美国的不作为给各国气候行动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带来了巨大冲击[22]。欧盟虽然在2019年年底由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了“欧洲绿色新政”，试图重塑欧盟在引领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中的地位。然而，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民粹运动等一系列内部问题，欧盟在担当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旗手”角色方面逐渐呈现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局面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态消极，受此影响，巴西政府撤回了举办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申请。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经济增长、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多方面挑战，在缺乏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兼顾各项发展议程。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最严峻和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各国利益交汇点大于矛盾分歧的领域，也是最具有合作空间和潜力的领域，更是最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凝聚共识、协调行动的领域。在近年来全球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通过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方式，面临来自不同国家、群体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卡托维兹会议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进步力量，然而智利—马德里会议又打击了这一多边互信。中国应当坚定倡导通过多边主义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欧盟、英国等积极方面共同为多边进程注入更多正能量，平衡并充分照顾各方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中的关切，进一步巩固和维系多边进程的有效性，尽可能将美国带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当中，恢复并巩固来之不易的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主流的国际秩序。


  在中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创性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次提出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论断，这是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作用的历史性认识。这一重大论断既指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明确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定位，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工作的高度肯定，也回应了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展现领导力的舆论声音，更为在新时代开启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征程、树立为全球生态安全做贡献的新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梦想指明了方向。


  战略和对策：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是当下全球瞩目的热点议题，其全球性、潜在性、长期性、危害性决定了只有通过最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其影响和危害[15]。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政治进程在过去近30年内不断发展和完善，基于《公约》，各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坎昆协议”、《巴黎协定》等一系列成果，并建立了相关机制、机构和一系列技术规则。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基本形成了以《公约》和《巴黎协定》为核心、其他多边和双边进程为补充的基本体制，要求各国政府在“自主决定”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充分调动气候资金，激励技术创新，加强能力建设，鼓励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中国将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国际气候条约仍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条约外机制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主要以《公约》体系下的谈判、规则制定和合作为主，包括《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通过气候资金支持、气候友好技术的开发与转移、加强能力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与进展分享等方式展开。


  在气候资金合作方面，《公约》第4.3条明确提出了资金由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这一流向；《巴黎协定》进一步演化为发达国家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同时鼓励其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IPCC第五次评估有关结论显示，在实现2℃目标的情景下，全球2010—2029年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增量需求约为每年1470亿美元，对提高能效的投资增量需求约为3360亿美元。与《公约》外其他双边资金合作机制相比，《公约》下气候资金机制更透明、公平，各国可通过缔约方大会决定审议资金支持并施加影响，能够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气候友好技术的创新突破、大规模扩散和应用是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关键，因此，气候友好技术合作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容。气候友好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与一般技术有共性也有区别。与其他技术一样，气候友好技术要经历研发、示范、商业化应用等环节，部分减缓技术可以且正在通过商业途径按照一般性技术的过程，实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让。其中，《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可再生能源等现代化减排技术并提供必要的配套资金，提供了有效的运作方式。《公约》正是出于寻求维护国际技术市场秩序和加快气候友好技术开发与转让步伐平衡的目的，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技术的要求。


  《公约》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也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活动首先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切实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需求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深入实施而发生动态变化，能力建设活动应按照国别不断跟踪评估各国的具体能力建设需求，并反映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和行动规划。图16-5展示的是《公约》下涉及能力建设活动的议题机构及其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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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5　《公约》下涉及能力建设活动的议题机构及其活动内容

  


  《公约》建立的透明度机制在督促和约束各方履约的同时，也为各方分享信息和行动进展提供了平台，有利于鼓励各方相互学习和建立互信[23]。透明度机制中的报告规则，要求各方报告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国情、气候变化观测与科学研究、遭受的气候变化风险和危害、采取的适应措施、实施的减缓政策与行动及其效果、参与国际碳市场合作、提供或收到应对气候变化支持等信息。国际专家审评可以帮助缔约方提高报告质量。多边审议则提供了缔约方之间相互交流讨论、分享经验的机会。报告信息的披露和多边审议，有助于其他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理解当事缔约方采取气候政策的出发点、面临的困难、对未来的规划、希望得到的帮助、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等，既可帮助各方建立互信，也为各方寻求新的合作领域提供了权威信息。


  除《公约》体系外，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非国家行为体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以及其他多边机制下的气候合作等多种机制，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委员会之一。该委员会负责协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DAC在发展援助环境指标Rio markers的基础上，针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指标。DAC成员需要根据该套评价指标体系汇报每一项开发性金融活动或援助活动的类别和涉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要素，以供评估。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南南合作将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巴西、印度、南非及中国组成的“基础四国”是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代表，在区域事务和国际气候合作中有重要的影响力。四国依托自身优势和发展需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在20余年中，非缔约方行为体逐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转向“多层治理”与“利害关系交织的网络治理”的趋势已较为清晰。传统的“国家中心”范式已出现新变化，很多行动已经超越政府间的多边协定，权力分散在社会组织和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层面。国际航空和航海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虽然纳入《公约》下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但并不计入国家排放总量，因此各方在国际航空和航海组织下发起减排行动，国际航空和航海组织在主导国际航空和航海相关的减排谈判、引领节能和减排技术升级、促进国际合作方面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效率，在一些大国的推动下也涌现了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小多边”机制，包括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等。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关键挑战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形成科学认知—政策建议—条约规制—各国落实—国际合作的实践链。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都顺应这一链条而行，对任何一个环节的抵制和破坏，都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比如美国、巴西等一些国家领导人对气候变化科学的质疑，加拿大不落实《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转而退出，美国拒绝在《公约》和《巴黎协定》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合作支持等。与此同时，还形成了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风险—损失与损害的科学逻辑链。中国未来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必须关注这两个链条，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在每个环节上做好战略部署。从当前的实践看，中国未来主要面临四个关键挑战。


  第一，缺乏科学话语权，无法扭转全球气候治理的错误决策方向。IPCC给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科学逻辑链中，最根本的科学事实是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造成了气候变化。然而，自《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结束以来，这一最根本的科学事实并未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各国制定气候政策的依据。根据这一科学事实，各国为了实现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应当对一段时期内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限制，这也是《京都议定书》按承诺期设立整个承诺期内排放许可限制的科学依据。然而，依据这一科学事实决策的《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自2009年至今尚未生效，而修正案设定的第二承诺期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所有国家在设定和落实排放控制目标时，都以某单一年份为目标设定，偏离了科学事实；而全球气候治理也逐渐不再以历史累积排放衡量各国责任，不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衡量公平，而只看当前和未来某一年份各国排放总量。中国的科学家应当深入研究并引导学界、舆论和政策决策者重新回归这一科学事实，维护中国公平发展权益。不能任由科学界完全顺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话语体系推进，并要求各国设定高强度的减排目标，给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施加外部压力。


  第二，中国如果在近中期无法实现净零排放，将长期保持全球第一排放大国地位，甚至成为历史累积排放第一大国。尽管中国已经明确建设生态文明，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当前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100多亿吨，而碳汇吸收的二氧化碳大约10多亿吨，不可能通过天然的碳汇来抵消排放。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在短期内实现商业化应用的前景尚不明朗，因此实现90%规模的减排，只能依托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费、零碳能源技术和工业制造过程的免温室气体排放工艺革新。能源和工业低碳及零碳技术虽然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但在中国大规模应用以实现能源和工业部门零碳发展的时间尚难以预期。与此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下降。从现在到2050年，欧盟、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果通过产业转移、能源革命、工业技术革新等措施，持续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以碳汇和国际减排指标抵消排放，从而实现净零排放，发达国家在百年内历史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可能低于中国。届时，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将毫无疑问承担最大责任。


  第三，作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是否要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买单。根据气候变化科学逻辑链，气候变化最终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与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因果关系。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以国家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则历史累积排放温室气体多的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这一因果链在科学上没有改变，而中国又成为历史累积排放最多的国家，则摆在中国面前的不仅是承担减排责任，更是道义谴责的问题。可以想象，届时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极力借机煽动全球对中国的对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孤立和压垮中国。改变这一结果的根本是要扭转中国碳排放趋势，尽快实现低碳转型和向净零排放发展。同时，也应当在学术、道义和全球治理中探讨气候变化影响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问题，对如何更好地平衡一些人群合理正当发展需求与其他一些气候变化脆弱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给出更合理的逻辑和更好的解决方案。


  第四，如何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出于国家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博弈将持续存在。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是中国外交的战略依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越发困难。而不团结的发展中国家在与相对团结的发达国家博弈时，将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少量资源和空口许诺，挑起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相互争斗，将发展中国家各个击破，并将责任转嫁到发展中大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根本是要通过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长期战略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多边主义国际法治，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领域寻求定位时，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既要尊重科学要求，体现责任和能力，妥善应对关键挑战，也要以我为主满足本国可持续发展需求，并兼顾国际预期和国际形象。


  第一，坚持《公约》基本原则，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公约》确立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基石[23]。实现低排放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但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历史、路径各不相同。实现全球低排放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同的历史责任[24]，以及在发展上不同的起点和现处阶段，任何“一刀切”的做法都有违公平。各国应当遵循《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制定符合本国历史责任、发展路径的低排放发展战略，承担符合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的国际义务。


  第二，全面落实《巴黎协定》各项规定，确保低排放发展实施效果。《巴黎协定》是实施《公约》的重要阶段性安排，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坚守[19]。《公约》目标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各国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也不可能一天完成。各国应当系统盘点2020年前减排承诺的进展、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善意、全面履行《巴黎协定》的各项规定，通过《巴黎协定》建立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全球盘点机制，不断巩固在符合本国国情的低排放路径上取得的成果，确保不断实现新的进展，最终达到本国战略目标，进而集体实现《公约》目标。


  第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精神，更是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以避免“碳泄漏”、确保公平竞争为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只会导致全球气候治理丧失互信，为国际合作制造人为障碍，并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从而继续陷入贫困。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注定会失败。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坚持真理、不计较付出，通过深化务实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发展转型、产业升级、能源革命、技术创新、成果共享，应对气候变化才能实现。


  第四，中国将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欢迎各国搭乘中国低排放发展“顺风车”。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持之以恒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国内政策，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届时中国将有更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同时为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气候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近期策略


  1.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近期策略的要素


  坚定支持基于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善意履行《公约》和《巴黎协定》。中国应坚持以《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为核心和主渠道，致力于在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基础上，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各方全面准确理解和实施《巴黎协定》，特别是其目标、原则，以及“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基础上，扎实落实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与各方一道推动减缓、适应，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等实施手段支持的行动和力度，不断提高履约透明度，积极参与全球盘点，促进履行和遵约进程，全面深入落实《巴黎协定》。


  中国在近期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具体领域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变化研究与系统观测、气候灾害预警预报、气候友好技术研发、适应气候变化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交通、绿色建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


  中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应遵循以下原则选取合作的区域：一是应先考虑生态环境脆弱、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较差的地区；二是应关注低碳发展需求较大、减排潜力较大的区域；三是要选取有互补优势的区域；四是将有益经验与最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分享。


  为了支撑中国开展更广泛和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还应完善加强以下几个领域的机制和政策：


  第一，国际发展合作的统筹协调机制。应对气候变化贯穿于发展的各个方面，涉及产业发展、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健康等，这使气候合作不仅局限在低碳能源等特定领域，而且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经济和公共部门，需要统筹协调。


  第二，信息统计和披露机制。数据和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应加强国际气候合作的统一信息报告机制。


  第三，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机制。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将涉及更多的国家，需要通过双边磋商、考察等多种形式了解各国真正的诉求，也需要与国际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合作进行资源优化管理和调配。


  第四，公众参与机制。要促进双方的公众参与，可以从加强对企业、民间组织的支持入手，建立针对企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增加对民间组织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五，灵活多样的融资机制。建立灵活的筹资和捐赠机制，有效撬动私营部门资金，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及与政府开展合作，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加强政策引导，确保资金流向与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方向一致。


  2.强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将绿色作为“一带一路”的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些年来，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众多领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据测算，如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继续传统增长模式，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可能会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6%；到203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至少要进行12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才能确保与《巴黎协定》的目标路径相一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作为中国全方位海外发展战略重要部署，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而“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参与国的互联互通。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本身能够形成新的增长点，激发区域内各国的潜力，更可以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实现气候友好型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绿色产能合作是实现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径。绿色产能合作发展的目的是要保护公众身体健康，维护生态环境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支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绿色低碳和包容性发展。习近平提出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其中绿色排在最前面。“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虽然还是基础设施建设，但中国在支持这些区域基础设施和相关行业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发挥行业领先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相关行业的绿色产能合作发展。


  绿色投融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下，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计划考虑、开始发展绿色金融。巨大的绿色投融资空间不断得到极大激发，为新一代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提供了资源投入和广阔市场，绿色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绿色投资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新动能，也必将成为“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支撑。


  第十七章 中国中长期低碳排放战略情景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进行重大变革。需要研究如何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承诺目标，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本章系统性梳理世界主要国家低碳排放政策及全球和主要国家低碳发展现状，利用中国—全球能源模型（C-GEM）分析面向2050年的四种中国低排放战略情景，并结合三个自下而上的技术模型分别对电力、交通和建筑三大重点排放部门进行校核验证。研究结果显示：


  （1）中国低碳能源经济转型的力度与深度对中国未来的碳排放总量和达峰时间及能源总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2）能源结构优化是实现低排放路径的重要任务和长期目标。


  （3）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是实现低排放路径的必要手段。


  （4）低排放路径不能自发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推动，包括配套的法律法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天然气利用等专项政策、碳市场等市场机制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


  （5）低排放路径的社会福利影响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针对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出如下五点政策建议：


  （1）实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减排二氧化碳多方共赢的协同对策。


  （2）加强技术创新，为推动能源革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开放互利与合作共赢。


  （4）完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加强法治保障。


  （5）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价格信号低碳绿色发展导向作用。


  世界主要国家低碳排放政策


  欧盟


  就欧盟而言，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和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制订战略规划，主要是指设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及相关战略目标；二是测量、报告和核实体系建设；三是建立排放交易体系；四是出台技术、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等针对性的政策，包括碳捕集与封存、低碳交通、含氟气体管理等。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具有全球领先意义的新绿色增长战略——《欧洲绿色新政》。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欧洲气候法》草案出炉，提出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性的目标，要求欧盟所有机构和成员国都采取必要措施以实现上述目标，还规定了采取何种措施来评估成果，以及分步实现2050年气候目标的路线图。2020年3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欧盟“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文件，欧盟委员会总秘书处代表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正式承诺欧盟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设定排放目标的政策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欧盟整体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二是欧盟整体排放控制目标在各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三是欧盟中长期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除了低碳发展规划和体系建设，欧盟还制定了一些具有技术、部门、温室气体针对性的政策，包括碳捕集与封存、低碳交通、含氟气体管理等。


  英国


  英国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造低碳经济》中提出了四项低碳转型的目标：一是减排温室气体，到2050年减排60%，并且在2020年取得显著进展；二是确保能源安全；三是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生产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四是确保居民享用足够的、可负担的能源。自2003年以来，英国陆续推行了许多有特色的低碳转型政策，主要包括碳预算管理、碳排放权交易和气候变化税、节能政策体系等。2019年，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CCC）发布的报告Net Zero—The UK’s contribution to stopping global warming发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目标符合英国在2015年《巴黎协定》下的承诺。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于2019年6月27日生效，正式确立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即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方式抵消碳排放。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以法律形式确立这一目标的国家。


  德国


  尽管民主德国地区政治和经济体制剧变对德国整体1990年以来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趋势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德国确实通过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实现了低碳转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化改革等措施促进经济转型、效率提高；二是制定和实施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一体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包括2007年的“能源与气候保护综合方案”，2010年的“能源方案”、2011年的“能源转型一揽子方案”和2017年的《2050气候行动计划》，德国在2016年提交并于2017年修订了《2050气候行动计划》，提出2050年温室气体较1990年减排80%~95%，并以实现2050年大范围温室气体排放中性为指导原则，同时给出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的行业分解目标[1]；三是传递价格信号引导低碳转型，一方面以税收手段为主，对能源资源使用、环境保护、碳排放管理进行调控，另一方面也对外部性显著存在的领域进行政府干预，采用可交易的排放权手段控制碳排放。


  美国


  奥巴马发布的一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发布的最为全面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全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保护美国免受日益严重的气候影响。这一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前提是多个经济部门必须联合开展进取行动。其中，减排的最大机遇存在于四个领域：电厂、能源效率、氢氟碳化物和甲烷，这些领域都已被明确列入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同时，该计划的内容还涉及应对气候影响和鼓励增强参与国际进程。2016年，美国提交的《2050深度脱碳战略》提出其长期减排目标为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较1990年减排80%，近中期目标为2020年和2025年分别较2005年下降17%和26%~28%（陈怡，2019）。此外，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主要的政策行动还包括：清洁空气法案，发动机和机动车标准，能源效率标准，全经济范围减少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


  2017年特朗普就职后，白宫网站删去“气候变化”所有内容，并发布了不含“气候变化”一词的“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同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于2019年11月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巴黎协定》。2020年11月，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2018年，美国联邦环保署宣布特朗普“廉价清洁能源规则”，取代“清洁能源计划”，该政策对煤电厂的严格程度更低，对可再生能源的激励程度也较低。尽管美国是唯一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但通过各州的努力美国仍有可能达成《巴黎协定》设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纽约市市长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发起“美国承诺”倡议，美国50个州、上百个城市和上千家公司已经绕开联邦政府，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日本


  日本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低碳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在2014年4月日本颁布的《能源基本计划》最新修订版中，将环境友好与能源安全、能源的稳定供应、经济效率并称为“3S+E”方针，并将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贡献列为主要政策方向。该计划将可再生能源置于首位，定位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低碳能源，并确定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20%的战略目标，同时还将核能重新定位为稳定、低碳、高效的重要基荷电源，将天然气定位为地缘风险小、温室气体排放少、在发电领域具有核心作用的能源。2019年，日本提交了长期低排放战略，提出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13年下降80%，同时提出了2036年氢氟碳化物控制的中期目标，对包括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三氟化氮等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明确将维持现有的措施和行动[1]。


  日本其他低碳发展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太阳能及可再生能源电力固定价格收购制度，发布《2014年能源白皮书》，绿色汽车购买补贴制度，日本燃料电池汽车扶持补贴政策，绿色住宅生态返点制度，出台《日本节能技术战略2011》等。


  印度


  自2008年“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印度制定和更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政策与行动，逐步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行动计划”设定了8项国家行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能源开发、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在“行动计划”公布后，印度政府逐步调整和完善其气候政策，设立了“国家清洁能源基金”、制定了“汽车燃油目标与政策2025”，并在推动太阳能利用方面做出了多项调整。2012年印度向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提交了《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2]，明确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20%~25%，并进一步在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到2030年使国家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33%~35%[3]。可以说，印度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


  全球和主要国家低碳发展现状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根据《巴黎协定》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了已经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截至2018年11月26日，共有166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或国家自主贡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上公布，覆盖192个国家/地区。


  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自主贡献减排承诺目标见表17-1。


  
  表17-1　主要国家/地区自主贡献减排承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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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和主要国家/地区减排进展


  自1990年以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的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均发展平稳并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全球主要五个国家/地区（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总和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0%，其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如图17-1所示。从1990年到201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4倍以上，尤其是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提速、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以及重化工业的发展，使得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加快，并直接带动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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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　主要国家/地区1990—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人均排放来看，2016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1990年增长了14%，贡献主要来自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2.0吨增长到2016年的7.4吨，增长了约2.7倍。类似地，从1990年到2016年，印度的人均排放增长了155%。同期，美国和欧盟的人均排放分别下降了21%和26%；日本的人均排放上升了4%。1990年与2016年全球以及主要国家/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如图1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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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2　1990年与2016年全球以及主要国家/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

  


  从单位GDP碳排放（也称“碳强度”）来看，2016年全球碳强度相比1990年下降率了32%，体现了碳生产率的提高。1990—2016年，全球前五大排放国家/地区的碳强度均有所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中国，下降58%，其次是欧盟（49%）、美国（46%）、印度（27%）和日本（17%）。1990年与2016年全球以及主要国家/地区碳强度如图1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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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3　1990年与2016年全球以及主要国家/地区GDP碳强度

  


  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低排放路径与战略


  中国—全球能源模型开发


  1.模型概述


  中国—全球能源模型（China in Global Energy Model, C-GEM）是全球多区域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该模型是在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球变化科学与政策联合项目（MIT Joint Program on the Science and Policy of Global Change）共同开展的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CECP）[1]下合作开发的，用于开展中国与全球低碳减排政策的经济、贸易、能源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评估研究。该模型涵盖全球19个区域与21个经济部门，注重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性表述，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能耗较高的工业部门细节与对能源系统低碳化转型十分重要的多种能源技术做出详细刻画。模型以2011年为基年，随后从2015年起以5年为一个周期运行到2050年。目前已应用该模型就“中国贸易隐含性碳排放及政策影响”[4]、“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能源经济影响”[5]以及“建立全球跨区域碳市场的能源经济影响”[6]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2.中国经济转型在模型中的刻画


  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在模型里进行表达是进行情景模拟和分析的前提。在CGE模型中，各部门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通过刻画常替代弹性（CES）函数实现。理论上，产业结构的改变应该通过改变生产行为，由价格内生驱动产生。但是CES函数的自身结构决定了其难以有效刻画该种经济结构转型[7,8]。因此，我们采用外生调节需求的方法，对最终消费结构、生产部门中间投入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行了调节。我们参考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最终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以及各部门的最终消费占比，尤其是农业、食品加工和服务业等部门的最终消费占比，对中国未来的消费模式进行了外生调节。同时，比较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各部门的投资结构，对中国未来的投资结构进行外生调节。另外，参考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部门如钢铁、机械、装备制造、交通等部门的投入产出结构，采用外生调节的方法对中国相关行业的投入产出结构进行调整。


  3.中国电气化进程在模型中的刻画


  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历年终端电力消费部门和比例进行比较，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电气化程度的关系，总结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电力消费水平变化趋势，对中国中长期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水平进行了研判。研究发现，中国自2012年以来电气化水平持续提高，除2015年外，各年用电增速都显著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可以预见中国电气化水平持续提高，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清洁低碳化。参考发达国家的电气化程度和经验，考虑中国未来电气化的几个重要领域，通过动态调整各部门不同要素间的替代弹性来有效刻画未来电气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1）在轻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调整了劳动力与电力的替代弹性，以更好模拟劳动力与电力机械间的替代关系；（2）在重工业部门、交通部门、服务业和居民部门，调整了化石能源与电力的替代弹性，以更好模拟化石能源需求与清洁电力需求间的替代关系。


  自下而上技术模型概述


  1.交通部门分析模型


  关于交通部门的情景分析验证，采用清华大学综合交通能耗和碳排放模型。该模型可以耦合中国分省车用能源分析子模型和中国EV市场渗透子模块，实现长时间尺度综合交通模式—技术—能源—二氧化碳分析，也精细刻画了分省区、分车型的道路交通和EV消费者决策因素分析。通过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综合交通分析模型可以刻画中国未来交通部门的发展。其中，自上而下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外生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广义交通成本，采用弹性的方法预测中国未来交通客运和货运的服务总需求情况；在这样整体的客、货运服务需求下，再通过自下而上对交通技术的刻画和描述，运用离散选择的方法以及对相关技术的发展预测，计算未来各种交通技术所承担的交通服务份额，并测算总的能源消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清华大学综合交通能耗和碳排放模型的分析框架如图1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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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4　清华大学综合交通能耗和碳排放模型框架

  


  2.建筑部门分析模型


  关于建筑部门的情景分析验证，采用基于中国建筑用能模型（China Building Energy Model, CBEM）框架的建筑用能分析模型。搭建模型的基本思路为：以大量统计、调研与实测数据为基础，构建典型建筑库；基于建筑全性能仿真平台，得到不同室外气象、建筑本体、设备性能及行为模式下的建筑全性能情况（能耗、碳排放、污染物、室内环境）；基于多源数据分析得到不同典型建筑在中国的整体分布情况，从而获得中国建筑用能现状与历史；通过文献分析与趋势判断，研究不同驱动因素在不同假设下如何变化，从而得到不同情景下的建筑部门发展情况。建筑部门分析模型总体框架如图17-5所示。模型中的典型建筑全性能分布模块通过构建典型建筑库、气象参数库、行为模式库、设备系统以及主要成本库，采用建筑全性能仿真平台DeST进行模拟仿真。DeST为清华大学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模拟工具。典型建筑库主要基于文献调研与实际数据分析，其中各类建筑、设备、行为模式等覆盖中国实际总量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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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5　建筑部门分析模型框架

  


  3.电力部门分析模型


  关于电力部门的情景分析验证，采用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及运行（REPO）模型。REPO模型是反映中国电力系统运行特征和省际差异的分省电力系统规划模型，框架如图17-6所示。该模型涵盖32个电网区域，在省级尺度上表达了电力和热力需求、资源潜力、已有装机容量和传输线容量信息。模型以2015年为基年，5年为优化步长，可优化至2050年。在每个优化年份，模型选取12个典型日、每典型日6个时段代表全年电力运行情况进行优化。模型已涵盖燃煤发电、燃气发电、核电等常规发电技术，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燃煤CCS、燃气CCS、生物质CCS等带碳捕集的发电技术，以及抽水蓄能、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储能技术。REPO模型可以模拟未来中国电力系统容量扩张和电力运行情况并分析能源、气候政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研究中国电力系统转型路径，为我国低碳转型路径研究提供电力部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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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6　REPO模型框架

  


  面向2050年的中国低排放战略情景分析


  1.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假定


  C-GEM模型中未来人口增长预测采用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发布的《2015世界人口展望》中的中等人口情景假设，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假定主要来自对其他经济发展研究的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调研（见图17-7），本章设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速如表1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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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7　各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

  


  
  表17-2　C-GEM模型中GDP增速的设定
[image: ]


  自“十二五”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工业部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下降，服务业的贡献在上升。在对发达经济体经济结构演变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如图1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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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8　2015—2050年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我们假定中国经济未来的投入产出关系也会有明显的改变（见图17-9）（圆环由内向外依次代表2015年、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


  2.情景模拟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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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9　2015—2050年中国全行业投入产出结构变化

  


  本章从碳排放总量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碳强度下降与碳排放达峰等目标角度入手，开发了面向2050年中国低碳转型的四种情景，分别为：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来比较研究不同政策措施对中国中长期碳排放和能源需求的影响。


  （1）政策情景


  在政策情景下，考虑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经济政策，考虑国家自主贡献碳减排目标，以及综合的低碳发展转型政策（节能、可再生能源、碳市场）。假定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4.5亿左右；2014—2018年年均GDP增速约为6.7%，2018—2020年GDP增速约为4.5%，2020—2025年GDP增速降至约5.8%，2025—2030年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约4.8%，而后GDP增速缓慢下降至2050年的约2.9%。未来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率持续保持在大约4%的水平，中国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在2030年达峰。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当前的低碳技术推广、节能标准、可再生能源鼓励政策、天然气鼓励政策、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


  （2）强化政策情景


  强化政策情景的人口假定与当前政策情景相同，2025年及以后在政策情景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的碳减排政策，促使经济进一步加速向低碳转型，未来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率从2020年的4.5%逐渐增加至2050年的6.5%，2020—2050年年均GDP碳排放下降率约为5%。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较高的低碳技术推广比例、严格的节能标准、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鼓励政策、更多行业被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比较严格的碳市场配额总量等。


  （3）2℃情景


  2℃情景的人口假定与政策情景相同，2020年及以后在强化政策情景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的碳减排政策，民众节能减排意识明显加强，2040年及以后采用BECCS等负排放技术。未来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率从2020—2030年的5.5%逐渐增加到2030—2040年的7.0%和2040—2050年的12%。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更高的低碳技术推广比例、进一步严格的节能标准、更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鼓励政策、严格的碳市场配额总量，加快工业电气化进程，发展BECCS技术等。


  为实现2℃温控目标，需对全球碳排放额度进行总量控制，因而必须对有效的全球碳排放轨迹进行识别，通过测算全球碳强度年均下降率来反推中国减排力度和雄心。对于全球能源燃料使用过程的碳排放轨迹，McCollum等人联合6个国际知名能源经济模型课题组在2018年于《自然—能源》（Nature Energy）杂志发表文章[9]，研究减排（2020年后）发生在最具成本效益的地点和时间，没有任何分担减排负担制度的机制下获得的全球最优减排曲线，且为了以大于66%的概率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需要使2011—2100年的累计碳排放控制在1000吉吨以内。尽管不同模型组对未来技术的假定不同，碳排放轨迹也存在差异，但是整体排放趋势比较接近。由图17-10可见，当全球自2020年起以8%的碳强度下降率进行减排（其轨迹如图17-10橙色曲线所示），该轨迹位于灰色区域的下方并与之相切。这意味着，全球在2020—2050年以8%碳强度下降率减排，可以保证以大于66%的概率实现2℃温控目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综合考虑现有“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近期碳强度下降强度不宜过大，应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增强。本情景假设中国从2020年的6%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12%，同时平均碳强度下降率为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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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0　2℃情景下不同碳强度下降率下的全球排放轨迹

  


  （4）1.5℃情景


  1.5℃情景的人口假定与政策情景相同，2020年及以后在2℃温控情景的基础上实行更加积极的碳减排政策和碳减排技术，民众节能减排意识和行动大幅提升，未来单位GDP碳排放年均下降率从2020—2030年的7.5%逐渐增加到2030—2040年10%，2040年后快速增加到2050年的27.5%。随着碳约束进一步增强，碳价大幅提高，航空航海电气化技术、航空航海氢气化技术、氢能炼钢技术等一系列革命性低碳技术得到突破并应用，BECCS等负排放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对于1.5℃情景，采用类似于2℃情景的倒逼机制进行预测分析。Luderer等人联合GCAM等7个模型组于2018年在《自然气候改变》（Nature Climate Change）上发表了关于1.5℃路线的文章[10]。研究显示，2050年全球碳排放在—29亿~56亿吨的区间，平均为8.72亿吨。为了以大于66%的概率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需要使2011—2100年的累计碳排放控制在400吉吨以内。不同模型组对未来技术的假定不同，特别是负排放技术应用程度的判断差异很大，导致碳排放轨迹存在较大差异。由图17-11可见，若全球以15.5%的碳强度下降率减排（蓝色轨迹），2020—2050年排放轨迹在其他课题组排放轨迹的包络线偏下区域，并于2040年与灰色区域下边界相切（灰色区域为主要模型组研究所得的“以大于66%的可能性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的碳排放轨迹）。这意味着，全球在2020—2050年以15.5%碳强度下降率减排，很可能以大于66%的概率实现1.5℃温升控制目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综合考虑现有“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近期碳强度下降强度不宜过大，应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增强。本情景假设中国从2020年的6%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8%，2020—2050年年均碳强度下降率为15.5%，于2050年基本实现净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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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1　1.5℃情景下不同碳强度下降率下的全球排放轨迹

  


  3.情景分析结果与讨论


  （1）二氧化碳排放路径


  四种情景下2015—2050年碳排放路径如图17-12所示。随着碳排放约束的不断增强，达峰时间不断提前，达峰水平不断下降。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温控情景和1.5℃温控情景下，达峰时间分别为2030年、2030年、2050年和2050年前后，达峰水平分别为108亿吨、103亿吨、97亿吨和97亿吨，2050年总排放量分别为90亿吨、59亿吨、23亿吨和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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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2　2015—2050年不同情景下中国碳排放路径

  


  （2）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按照发电煤耗法，四种情景下2015—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对比如图17-13所示。随着碳排放约束的不断增强，达峰时间有所提前。政策情景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2040年后基本保持在64亿吨标准煤。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能源消费达峰时间均为2035年，达峰水平分别为63亿、58亿和55亿吨标准煤，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58亿、51亿和47亿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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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3　2015—2050年不同情景下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3）分品种一次能源消费


  按照发电煤耗法，四种情景下2015—2050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比如表17-3所示。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逐步提高，分别为36.7%、50.6%、67.2%和82.6%。特别地，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煤电CCS在2045年可以得以应用，在2℃温控情景和1.5℃温控情景下，煤电CCS和BECCS技术得以推广应用的时间分别为2040年和2035年。


  
  表17-3　四种情景下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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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情景下，能源消费总体呈现出“煤炭消费短期增加后不断下降，石油消费先增后减，天然气消费逐年增高，非化石能源消费不断升高”的趋势。如图17-14所示，煤炭消费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约30亿吨标准煤），而后随着煤电被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直接用煤减少，煤炭消费量不断下降至2050年的22.7亿吨标准煤左右。石油消费从2020年的8.6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35年的10.3亿吨标准煤的消费达峰后，逐渐回落到2050年的9.1亿吨标准煤。随着开采技术的提升、页岩气和可燃冰的开发以及进口，天然气消费在未来年份不断增加，从2020年的3.9亿吨标准煤逐步增加到2050年的8.9亿吨标准煤。对于非化石能源，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从2020年的13552亿千瓦时、3662.43亿千瓦时、4665亿千瓦时、2605亿千瓦时和1326亿千瓦时提高到2050年的20648亿千瓦时、24342亿千瓦时、15528亿千瓦时、14676亿千瓦时和3761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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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4　当前政策情景下2015—2050年中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在强化政策情景下，能源消费呈现出“煤炭消费短期上升后大幅下降，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先增后减，非化石能源消费不断升高”的趋势。随着碳价的提升，在2045年后配置有碳捕捉与封存装置的火力发电技术变得成本有效。如图17-15所示，煤炭消费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而后不断下降至2050年的13.6亿吨标准煤左右。通过加强电动车研发投入、电动车优先上牌、限制燃油车上牌数等多种“支持电动车发展、限制燃油车”的政策组合，石油消费增加到2035年的10.4亿吨标准煤峰值后，逐渐回落到2050年的8.5亿吨标准煤。由于碳约束的增强，天然气消费从2020年的3.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40年的7.2亿吨标准煤水平，此后逐步降低到2050年的6.5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发展速度加快，其占比不断增长至2050年的51%，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逐步发展到2050年的21301亿千瓦时、24733亿千瓦时、24915亿千瓦时、24189亿千瓦时和3839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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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5　强化政策情景下2015—2050年中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在2℃情景下，能源消费趋势与强化政策情景类似。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主导型结构转变的同时，随着碳价的提升，在2040年后配置有碳捕捉与封存装置的火力发电技术和生物质发电技术变得成本有效。如图17-16所示，煤炭消费在2020年达峰后，大幅下降至2050年的6.5亿吨标准煤左右。随着交通部门电气化和个人“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意识的提升，石油消费在2035年达到峰值后，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6.6亿吨标准煤。由于碳约束进一步增强，天然气消费在2030年达峰（6.5亿吨标准煤），此后逐步降低，2050年达到3.6亿吨标准煤，2050年时占比仅为7%。非化石能源发展速度加快，其占比不断增长至2050年的67%，2050年非化石电力占比达到85%以上，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快速发展到2050年的22413亿千瓦时、26984亿千瓦时、30059亿千瓦时、29284亿千瓦时和9457亿千瓦时，其中BECCS达到5546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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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6　2℃情景下2015—2050年中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在1.5℃情景下，不仅2035年后配置有碳捕捉与封存装置的火力发电技术和生物质发电技术作为负排放技术变得成本有效，在2040年后非化石电力占比达到85%以上，而且能源消费总量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如图17-17所示，2050年，煤炭消费仅有3.8亿吨标准媒。交通电气化的大规模应用使得2050年石油消费量仅有3.4亿吨标准煤。同时，BECCS技术和居民消费电气化等技术应用使得天然气消费在2030年达峰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9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其占比增长至2050年的83%，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大幅发展到2050年的23191亿千瓦时、27197亿千瓦时、36980亿千瓦时、36687亿千瓦时和12538亿千瓦时，其中BECCS达到8583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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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7　1.5℃情景下2015—2050年中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4）二氧化碳价格


  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深度脱碳路径，要加大政策力度，也需投入较大资金。对经济系统而言，深度减排二氧化碳需要付出一定成本。需要注意的是，本章的碳价激励机制反映了整个能源经济系统为实现减排目标而要实施的除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天然气利用的专项政策外的其他所有政策。这里的碳价表示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的边际减排成本，反映不同目标下的政策力度大小。四种情景下2020—2050年碳价水平如图17-18所示。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碳价分别从2020年的7美元/吨逐步增加到2050年的40美元/吨、77美元/吨、206美元/吨和861美元/吨。2050年，2℃情景和1.5℃情景下的碳价水平分别是政策情景的5倍和21倍，是强化政策情景的3倍和11倍。由此可见，要实现最严格的排放控制目标，全社会将会承担相当高的成本。值得说明的是，以上评估没有考虑应用空气碳捕集技术，若推广该技术，我国全社会减排有望下降至300~4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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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8　2020—2050年中国二氧化碳价格

  


  （5）不同情景的经济影响


  四种情景下2025—2050年GDP损失如图17-19所示。在碳排放约束性最强的1.5℃情景下，2050年宏观福利损失大约3.8%，几乎是强化政策情景的5倍；2℃情景下，2050年宏观福利损失仅1.5%，大约是强化政策情景的2倍；强化政策情景下，2050年宏观福利损失不超过1%。由此可见，要实现最为严格的排放控制目标，中国将会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值得说明的是，以上评估没有考虑应用空气碳捕集技术，若推广该技术，我国经济损失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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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9　2025—2050年不同情景下的GDP损失

  


  四种情景下2020—2050年非化石电力投资量如图17-20所示。随着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发展，相应投资额也随之增加。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2050年资本量分别从2020年的859亿美元（2011年美元不变价）提高到2081亿美元、2446亿美元、3316亿美元和3993亿美元。并且，政策情景与1.5℃情景下资本量差异随着时间而逐步增大，从2030年相差1.3倍增加到2050年相差1.9倍。进一步从非化石能源所需资本量占该情景下GDP比例的角度比较，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非化石能源所需资本量占该情景下GDP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0.5%、0.6%、0.8%和1.0%。在2℃情景和1.5℃情景下，非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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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20　2020—2050年不同情景下的非化石电力投资

  


  与非化石能源相比，四种情景下2020—2050年火电（包括常规火电及煤电CCS）发展所需的资本量如表17-4所示。在政策情景下，火电资本量在2030年前持续增加并达到峰值422亿美元，在2030年后火电资本量逐年降低至2050年的373亿美元。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火电资本量在2040年前变化趋势与当前政策情景类似，即先增后降，且2030年火电资本量水平略低于政策情景。但是，随着2045年后煤电CCS得到发展，火电总资本有所上升。2050年火电总资本量为524亿美元，其中常规火电为254亿美元，煤电CCS为270亿美元。而在2℃情景和1.5℃情景下，煤电CCS分别在2040年和2035年提前得到发展。受煤电CCS投资影响，2050年2℃情景和1.5℃情景下火电总资本量可以分别达到664亿美元和639亿美元，其中煤电CCS占主导地位，分别为536亿美元和616亿美元。


  
  表17-4　火电所需资本量 （单位：10亿美元，2011年美元不变价）
[image: ]


  
    [1]具体可查阅网站：http://globalchange.mit.edu/CECP/

  


  结论与建议


  中国自“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提出节能减排目标以来，多种减排措施并举，减排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未来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进行重大变革，由依靠资源大量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价值创造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减排承诺目标，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需要对中国未来低碳能源经济转型进行情景分析，研究实现减排承诺的不同路径和方法，明确中国低排放路径的条件，本章旨在通过模型模拟转型所需付出的经济代价，比较分析提出实现转型所需的政策支持以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研究结果显示：


  1.中国低碳能源经济转型的力度与深度对中国未来的碳排放总量和达峰时间及能源总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2050年，与政策情景相比，强化政策情景下碳排放减少35%，2℃情景下碳排放减少74%，1.5℃情景下碳排放减少98%。在政策情景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2040年后基本保持在64亿吨标准煤。在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能源消费达峰时间均为2035年，达峰水平分别为63亿吨标准煤、58亿吨标准煤和55亿吨标准煤，2050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58亿吨标准煤、51亿吨标准煤和47亿吨标准煤。


  2.能源结构优化是实现低排放路径的重要任务和长期目标


  2050年，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分别大约为37%、51%、67%和83%。在强化政策情景下，煤电CCS在2045年得到应用；在2℃情景和1.5℃情景下，煤电CCS和BECCS技术得以推广应用的时间分别为2040年和2035年。


  3.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是实现低排放路径的必要手段


  中国难以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探索新的生产方式，培育新的现代化发展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能够大幅降低低排放路径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只有增强关键低碳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应用，才能大大降低实现低排放路径的难度。


  4.低排放路径不能自发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推动


  中国低碳能源转型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推动，包括配套的法律法规、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天然气利用等专项政策、碳市场等市场机制以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将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天然气利用的专项政策外的其他政策用碳价激励机制代表。在政策情景、强化政策情景、2℃情景和1.5℃情景下，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从2020年的7美元/吨逐步增加到2050年的40美元/吨、77美元/吨、206美元/吨和861美元/吨。要实现最严格的排放控制目标，全社会将承担相当高的碳价成本。


  5.低排放路径的社会福利影响能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四种情景下的2050年宏观福利损失最高不超过3.8%，强化政策情景下损失均不超过1%，2℃温控情景损失不超过1.5%。如果考虑低排放路径所能带来的协同效益，比如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等，会进一步抵消其福利损失。


  针对至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


  1.实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减排二氧化碳多方共赢的协同对策


  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与《巴黎协定》所倡导的实现气候适宜型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相契合。走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关键在于推动能源体系变革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将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内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目标和措施相一致，有广泛的协同效应。要统筹部署，协同推进，在立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强化长期低碳发展和减排二氧化碳的目标导向。


  2.加强技术创新，为推动能源革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实现能源供给和消费体系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战略目标，必须推动能源技术的革命，以先进技术创新支撑能源体系的革命。夺取先进能源技术的竞争优势和制高点，是大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博弈的重要动因和战略目标。中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的力度，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大的优势，打造能源企业先进技术的竞争优势，在世界能源体系变革的技术竞争中争取先机，实现跨越式发展。除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氢能技术、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外，中国应特别重视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和先进核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3.扩大国际合作，实现开放互利与合作共赢


  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施新形势下全方位“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国际资源的获取和掌控能力，同时打造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国际化能源企业，扩大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安全体系的建设。加强绿色低碳资源开发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通过推动跨国天然气管道建设、跨境水利资源合作开发等途径，获取和利用国际资源，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同时，还要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提升核心技术竞争能力，在全球能源变革趋势中占据主动地位。消除贸易壁垒，不断增加高效节能技术产品供给和需求规模，推动节能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高效节能和可再生技术产品在全世界加快推广应用。


  4.完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加强法治保障


  建立和完善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及实施运行机制，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深化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改革和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调整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同时，应从以行政和经济手段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法治手段为主的阶段。要将节能低碳相关的约束性目标、强制性标准、设计规范等内容尽快纳入法规保障。应加快完善碳市场等相关法律，建立稳定的市场预期。要严格法规标准的落实执行，通过维护法治的权威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落到实处。


  5.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价格信号低碳绿色发展导向作用


  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的过程中，要突出减排二氧化碳的协同效应和对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要从实际出发，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在抑制不合理消费、促进节能的同时，保障低收入家庭公平获得优质能源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特别是要加强能源市场机制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公正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政府主导下以市场机制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促进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的重要制度保障，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围绕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所发展的碳排放统计、监测、上报和核查体系，也是中国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主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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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从510亿吨到零排放


  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


  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境况。[1]


  “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


  这听起来很难，实施起来也确实不容易。我们从未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全球行动，每个国家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种植、制造和出行）都涉及温室气体排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转向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当然，这是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如果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将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气候必将持续恶化，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一个大的假设，我相信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我们需要的工具，至于那些现在还没有的，以我个人对气候和技术的了解，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发明它们，并对它们加以部署。如果我们的行动足够迅速，那么气候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讲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一灾难，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20年前，我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公开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别提写这么一本书了。我学的专业是软件工程，而不是气候科学。我现在的专职工作是和妻子梅琳达一起经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在这个高度聚焦的机构，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问题。


  我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能源贫困问题，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的。


  21世纪初，在盖茨基金会刚刚起步时，我开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旅行，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儿童死亡率、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他一些我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的心思也并不总是放在疾病上，我常飞去大城市，伫立窗前，眺望窗外，我就会想：“为什么那里一片漆黑？我在纽约、巴黎或北京看到的灯光都去了哪里？”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我走过没有灯光的街道，看到人们就蜷缩在用旧油桶改装后点燃的炉火旁。在偏远的村庄，梅琳达和我遇到过一些妇女和女童，她们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捡拾木柴，以便在家中生火做饭。我们见过借着烛光做作业的孩子，因为他们家里没有电力照明（见图0—1[2]）。


  我了解到，全球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而这其中有一半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在的情况较彼时已略有改善。今天，全球约有8.6亿人还没有用上电。）我想到了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然而如果你所在地区的诊所因冰箱不能运转而无法做到疫苗的冷储存，那么要过上健康的生活又谈何容易。如果你所在的办公室、工厂和呼叫中心没有规模庞大的、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电力供应，那么那里就绝无可能构建一个人人都拥有就业机会的社会。


  
    [image: ]

    图0-1 借着烛光做作业的9岁男童乌卢贝·奇纳奇，梅琳达和我在拉各斯经常见到像他这样的孩子

  


  大约在同一时间，已故科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给我看了一张图（见图0—2[3]），它展示了居民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国人均收入与该国国民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的横轴标示着各国的人均收入状况，纵轴标示着各国的能源消耗情况，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随着所有这些信息的积聚和沉淀，我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怎样才能让贫穷国家的民众用上可靠的、可负担得起的能源。让盖茨基金会去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它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使命，但这时我开始同一些发明家朋友讨论我的想法，并进一步阅读了与该问题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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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0-2 人均收入和能源消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资料来源：IEA；World Bank

  


  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我认为这已经足够。在我看来，我要做的就是发起倡议，帮助贫困群体用上他们可负担得起的可靠能源。


  首要的一点是，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拥有更廉价的能源不仅意味着他们在夜晚可以开灯，而且意味着他们种田时可以用上更廉价的肥料，建房时可以用上更廉价的水泥。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贫困者是最大的输家，他们大多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经受不起更多的旱灾和洪灾。


  2006年年底，我遇到了微软的两位前同事，当时他们正着手成立专注于能源和气候问题的非营利组织。正是从那时起，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开始发生变化。他们邀请了两位非常精通能源和气候问题的科学家，一起向我展示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数据。


  我知道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但我以为周期性变动或其他因素会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阻止真正的气候灾难发生。另外还有一点是我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只要人类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全球温度就会持续不断地上升。


  我多次带着后续问题跟这个四人组会面，最终达成共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能源，才能使贫困群体走上富裕道路，但在提供这些能源的同时，我们不能以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代价。


  现在，问题看起来更棘手了。仅仅为贫困群体提供廉价、可靠的能源还不够，我们也很难保证这都是清洁能源。


  我不断学习一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我会见了气候、能源、农业、海洋、海平面、冰川、电力输送等领域的专家，翻阅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正是在该委员会的推动下，全球达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我观看了《地球气候变化》（Earth’s Changing Climate），这是理查德·沃尔夫森（Richard Wolfson）教授在“伟大课程”（Great Courses）平台推出的一系列精彩视频讲座。我阅读了《天气傻瓜书》（Weather for Dummies），我现在依然认为它是关于天气问题值得称道的著作之一。


  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有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我们在部署这些能源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4]


  另外还有一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仅靠可再生能源，我们并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风不会一直吹拂，太阳不会一直照耀，而我们也没有可负担得起的、可长时间存储大量能源（比如足够供一个城市使用的能源）的电池。再者，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即便我们在电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仍需要减掉另外的73%。


  几年下来，我确认了这样三件事情。


  
    1.要避免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2. 我们需要以更便捷、更聪明的方式部署已有的工具，比如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


    3. 我们需要开发和推广突破性技术，并借此走完剩余的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零排放都具备坚实的逻辑基础。除非我们不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否则全球温度会一直上升。这里有一个特别有用的类比：气候就好比一个正在被缓缓注水的浴缸，即便我们把水调到涓涓细流的程度，浴缸早晚也会被注满，而浴缸水满之后，水自然会流到地面上。这就是我们必须阻止的灾难。设定一个仅仅减少而不是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不够的，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0”。（关于零排放目标及气候变化影响的更多内容，参见第一章。）


  但在我了解到这一切之后，我并没有打算投身其中，担起解决这个议题的责任。早前，梅琳达和我已经选择了两个领域——全球健康及发展和美国教育。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要聘请专家团队，还要把我们的资源投出去。另外，我也看到很多名人把气候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


  虽然我对这个问题的介入越来越深，但我并没有把它作为我的首要任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参阅了相关资料，并会见了该领域的专家。我投资了一些清洁能源公司，同时斥资数亿美元成立了一家致力于设计下一代核电站的公司，力求在开发清洁电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核废料的产生。我在TED大会发表了题为“创新到零排放”的演讲。但大多数时候，我重点关注的是盖茨基金会的工作。


  然后，到2015年春，我决定多做多讲。我看新闻报道说，美国各地大学生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要求学校从化石燃料项目中撤资。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英国《卫报》发起了一项活动，呼吁盖茨基金会撤出投在化石燃料公司的资金。实际上，这部分投资在盖茨基金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在《卫报》拍摄制作的视频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要求我撤资。至于《卫报》为什么单单把盖茨基金会和我拎出来，我理解其初衷，我也很钦佩活动人士的热情。我见过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后来也见过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学生，我知道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能看到这样一种力量是令人鼓舞的。


  另外，我也一直在想我在旅途中目睹的一切。比如，印度有大约14亿人口，极端贫困人口规模庞大。如果跟印度人说，他们的孩子不能在电灯下学习，或者告诉他们，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死于热浪是应该的，因为安装空调对环境不利，我想无论是谁，说这样的话都有失公平。我能想出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开发廉价的清洁能源，廉价到让每一个国家都优先选择清洁能源而不是化石燃料。


  尽管我欣赏抗议者的热情，但我不认为撤资行动能阻止气候变化，也不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到贫困国家的人。通过公司撤资行为来对抗种族隔离制度是可行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确会对经济压力做出反应，但仅仅靠抛售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就想改变世界能源体系是不现实的，要知道能源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而且这个行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


  时至今日，我依然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找到其他理由，这使我不再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换句话说，我不想看到这些公司的股价因我们没有开发“零碳”替代能源而上涨，我也不想因此获利。如果利益的获取是以延迟实现零排放为代价的，那我会觉得这很糟糕。所以，2019年，就像管理盖茨基金会捐助款项的信托基金一样，我也撤出了我在油气公司的所有直接投资。（我已经多年没有投资煤炭公司了。）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恰好是我能自己做主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这并不会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实现零排放需要一个更大规模的策略：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推动彻底的变革，包括政府政策、现有技术、新发明、私人市场向广大民众交付产品的能力等。


  2015年年底，我们迎来了一个有利于创新和新投资的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 21）。这是联合国2015年11—12月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大型气候变化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会见了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对邀请私人投资者参加会议很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是把创新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我们彼此都看到了机会。他认为我可以帮忙拉到投资者。我说这可以，但如果各国政府也承诺加大能源研究投入的话，那么事情会好办得多。


  这件差事未必轻松。即便在美国，能源研究领域的投资也远低于其他重要领域，比如卫生和防务。尽管有些国家适度加大了研究力度，但整体水平仍然很低。他们不愿增加投入，除非他们知道私营部门有足够的资金把想法带出实验室，进而转化成实实在在能帮到国民的产品。


  但到2015年，私人资本趋于枯竭。很多先前投资绿色技术的风险资本公司选择了退出，因为这个领域的回报太低了。他们习惯投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在这类领域，成功往往来得很快，需要应对的政府监管也相对较少。清洁能源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私人资本已经在退场。


  显然，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金及一种专门为清洁能源定制的新策略。2015年9月，也就是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两个月，我给二十几位熟识的投资人发去电子邮件，希望说服他们投入风险资金，弥补政府新增研究经费的不足。他们需要做长期投资——在能源领域取得突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还要承担高风险。为避免风险资本家重蹈覆辙，我承诺帮助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焦点小组，对相关公司进行审查，并助力他们应对能源行业的复杂局面。


  我对后续的回应感到高兴。不到4个小时，第一位投资者就回复我表示同意。两个月后，也就是到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时，另有26位投资者加入了我的倡议计划。我们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突破能源联盟”。时至今日，突破能源联盟已经通过其所发起的慈善项目、倡议机构和私募基金投资了40余家富有创意的公司。


  政府也站了出来。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20个国家的首脑齐聚一堂，承诺将研究经费增加一倍。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推动这一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印度总理莫迪的提议，这项倡议被命名为“创新使命”（见图0—3）。今天，“创新使命”包括24个国家和欧盟委员会，每年新增清洁能源研究资金达46亿美元，短短几年时间增长就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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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0-3 世界领导人在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启动“创新使命”倡议

  


  这个故事的下一个转折点，对本书的每位读者来说都非常熟悉。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灾难随之发生。对任何了解流行病史的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破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基于我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兴趣，我对疫情暴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深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准备，比如1918年那场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2015年，我在TED大会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此后多次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用于监测和应对大规模疾病暴发的体系，包括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内的很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自“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期间，虽然我没有放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梅琳达和我已经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列为盖茨基金会的优先事项，同时把它列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每天，我都会跟高等院校和初创公司的科学家、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政府首脑交谈，看看盖茨基金会在病毒检测、疾病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能提供哪些帮助。到2020年11月，我们对这场疫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4.45亿美元，我们还开展了数亿美元的财务投资，确保疫苗、检测试剂和其他关键产品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低收入国家。


  因为经济活动大幅放缓，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少于2019年。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降幅可能在5%左右。按实际值计算，这意味着全球将排放480亿或4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5]，而不是510亿吨。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降幅。如果我们每年都能以这样的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美好。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做不到。


  不妨想一想，这5%的降幅是怎样取得的？10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继续或重复的境况。再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降幅可能只能达到5%，甚至可能低于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此次降幅有多大，而是它有多小。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小幅降低表明，只靠少坐飞机和少开车，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甚至都无法实现大规模减排。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测试手段、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疫苗。同样，在同气候变化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新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以“零碳”的方式发电、制造产品、种植粮食，以“零碳”的方式为建筑物保温降热，以及以“零碳”的方式转移人员、运送物品，等等。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种子，需要开展多种创新活动，帮助这个世界上的极端贫困人口（其中很多都是小户农民）适应不断变暖的气候。


  当然，这里还存在其他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与科学或资金扶持毫无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因为政治问题，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已经被边缘化。有时候，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人看不到希望。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我更像一名工程师而非政治学家。对于气候变化中的政治问题，我没有解决方案。相反，我想要做的就是把对话的重点放到如何实现零排放上：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的热情及它的科学智商，部署到现有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上，并投资新的解决方案，进而阻止温室气体排放。


  



  我知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信使。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既有钱又有想法的人。对于其他人该怎么做，他们有很好的想法，或者他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而我自己住着大房子，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其实我就是坐私人飞机去巴黎参加气候变化大会的，我有什么资格在环境问题上对他人说教呢？


  我承认这三宗罪。


  首先，我不否认我是一个有钱、有自己想法的人，同时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见地的，而且我一直在学习。


  其次，我是一个技术爱好者。别人给我一个问题，我会寻找技术手段来解决它。就气候变化而言，我知道创新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但若没有创新，我们就无法继续维持地球的宜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技术解决方案却是万万不能的。


  最后，我个人的碳足迹[6]出奇的高。这是事实。长久以来，我对此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已经意识到我个人的碳排放量有多高，撰写本书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有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对像我这样担心气候变化并公开呼吁人们采取行动的人来说，减少碳足迹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我从2020年开始购买可持续航空燃油，到2021年，这将完全抵消我和我的家人的航空碳排放量。在非航空碳排放方面，我正通过一家公司购买这方面的抵消量。该公司目前在运营一种消除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设施（关于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四章）。我还资助了一家非营利机构，它在为芝加哥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安装清洁能源升级设备。另外，我也在寻找各种方法，力求减少个人的碳足迹。


  我还投资了“零碳”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种投资当作另外一种补偿措施，用以抵消我个人的碳排放量。在该领域，我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我希望帮助这个世界实现零排放，我的投资覆盖可负担的、可靠的清洁能源以及低排放的水泥、钢、肉类食品，等等。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方面，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投资最多的人。


  当然，这些企业投资并没有减少我的碳足迹，但我的任何一项减排投资的成功，其所带来的减排效果都将远超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减排努力。再者，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让一个人补偿他的碳排放量，而是为了避免气候灾难。所以，我支持清洁能源早期阶段的研究，投资富有前景的清洁能源公司，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有助于实现相关技术突破的政策，并鼓励其他拥有资源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下面是要点：虽然像我这样的重度排放者应该减少能源消耗，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更多地使用基于能源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更多的能源并没有错，前提是不产生碳排放。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清洁能源变得跟化石燃料一样廉价和可靠。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借此实现这一目标，也希望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将每年510亿吨的碳排放量逐步减少至0。


  本书给出了一条前行的道路，以及一系列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便于人类最大限度地避开气候灾难。具体来说，它分为五个部分。


  为什么是0？在第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目标，包括我们已知的（以及未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


  坏消息：实现零排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有望取得成就的计划，首要一点就是要对面临的障碍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所以，在第二章中，我会就当前所需应对的挑战展开讨论。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开展有见地的对话？在第三章中，我会剖析一些你可能听过但又让人感到困惑的统计数据，并与大家分享我每次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避开歧途，而我希望它们对你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好消息：我们可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第四章到第九章，我会逐一讲述当前技术可以发挥效力的领域，以及需要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这是本书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因为所要讲述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一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部署，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并将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


  我会在书中介绍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技术，但对于很多公司，我不会提及具体的名称。一方面，因为我投资了其中一些公司，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在支持那些于我有经济利益的公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人们把关注点放到这些创意和创新本身，而不是特定的业务。有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走向破产。如果你从事的是尖端技术工作，就会理解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但它未必就是失败的标志。关键的一点是，你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将这些教训应用于新的创业项目，就像我们在微软所做的那样，也好比我认识的每一位创新者所做的那样。


  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不仅因为我看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因为我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无论面对何种重大挑战，我们都已经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两个：第一，我们有战胜挑战的雄心，这源于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运动的热情，而这项运动是由深切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年轻人领导的；第二，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宏大目标，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致力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实现目标的具体计划。


  就如我们的雄心是由气候科学驱动的一样，任何切实可行的减排计划也必然是由其他学科驱动的——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政治、经济、金融等。因此，在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依据所有这些学科专家的指导给出一个计划。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会重点讨论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在第十二章，我会给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采取的、有助于全球实现零排放的措施。无论你是政府领导人、企业家，还是忙于生计、几无自由时间的选民（或上述全部），你都可以贡献力量，帮助这个世界避开气候灾难。


  以上，是为前言。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


  
    [1] 510亿吨是根据最新数据得出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在2020年略有下降，幅度可能在5%左右。但由于我们尚不知道2020年的确切数字，所以我使用“510亿吨”作为一个总排放量。在本书中，我们会时不时地谈到新冠肺炎疫情。

  


  
    [2] 图片来源：James Iroha.

  


  
    [3] 该图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数据，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data.worldbank.org/。收入指标采用的2014年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按当前国际美元计算。能源使用指标采用的是2014年人均千克石油当量，依据《世界发展指标》中的国际能源署数据。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4] 水电，即通过大坝水位落差产生的电力，是另外一种可再生能源，实际上也是美国可再生能源中的最大构成部分。但问题是，现在大多数可用的水电资源都已经被开发，增长空间有限。因此，要想获得更多的清洁能源，我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5] 二氧化碳当量，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编者注

  


  
    [6] 碳足迹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编者注

  


  
    第一章

    为什么是“0”？


    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净零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

  


  我们需要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温室气体捕获热量，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温室气体越多，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幅度越大，一旦进入大气，温室气体就会存留很长时间。今天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万年之后仍会存留大约20%。


  我们持续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碳，这个世界却不再变热——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地球温度越高，人类的生存越艰难，因而很难再谈人类的繁荣发展。对于某一给定幅度的温度上升所造成的破坏，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表示担忧。而且，温室气体会长期留存在大气中，所以即便实现了零排放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球还是会处于暖化状态。


  我承认，使用“0”是不准确的。我应该把我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在前工业化时代，也就是在18世纪中期以前，地球上的碳循环可能处于大体平衡的状态——植物和其他物体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同全球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基本相当。


  但自18世纪中期起，我们开始燃烧化石燃料。化石燃料是由储藏在地下的碳构成的，这得益于远古时代死去的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压缩和演化，它们转变成石油、煤或天然气。当我们把这些燃料从地下挖出来燃烧使用时，我们排放了额外的碳，增加了大气中的碳总量。


  通过完全放弃化石燃料，或停止其他所有会产生温室气体的活动（比如生产水泥、使用肥料或燃气电厂的甲烷泄漏），达到零排放的目标，并不现实，而且没有可行的路径。相反，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在“零碳”的未来，我们仍然会排放一定量的碳，但我们有办法消除它。


  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实现“0”的目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而是“近净零排放”。这不是一场要么及格要么不及格的考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想：如果实现100%的减排，一切都会很棒，但如果只实现了99%的减排，一切都是灾难。当然，减排越显著，效益就越大。


  减少50%的排放量并不能阻止温度上升，它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只会延迟而不会阻止气候灾难的到来。


  假设我们减少了99%的排放量，哪些国家和经济部门可以使用剩余1%的配额？诸如此类问题，我们如何做决定？


  其实，要避免最糟糕的气候状况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而且需要切实行动起来，着手消除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个步骤被称为“净负排放”。它意味着，最终我们从大气中消除的温室气体将多于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遏制地球温度的上升。回到前言中提及的浴缸类比：我们不仅要关掉流入浴缸的水，还要打开排水阀，让水流出去。


  对于不能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而产生的风险，我想你不会是在本章中第一次看到。毕竟，气候变化的问题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新闻中。原本就该如此，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配得上每一个头条位置。但媒体的报道可能会令人困惑，甚至其中还存在相互矛盾的内容。


  在本书中，我将设法消除这些噪声。多年来，我有幸跟随一些世界顶尖的气候和能源科学家学习。对话永无止境，因为研究人员对气候的了解是不断深化的，而这又得益于新数据的出现及用于预测不同情景的计算机模型的改进。我发现，这对判断什么有可能发生及什么不太可能发生大有助益，而且这也让我深信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方式就是实现零排放。在本章中，我想分享一些我学到的东西。


  小变化，大影响


  当得知全球温度的小幅上升（升高1或2摄氏度，也就是33.8或35.6华氏度）确实会造成很多麻烦时，我感到很惊讶。[1]但这是真的，在气候领域，仅仅是几摄氏度的变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上一个冰河时代，全球平均温度只比今天低6摄氏度。在恐龙时代（中生代），全球平均温度比今天高大概4摄氏度，那时北极地区还生存着鳄鱼。


  这些平均数字可以掩盖相当大的温度变化，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虽然现在全球平均温度只比工业化时代之前高1摄氏度，但有些地方的温度增幅已经超过2摄氏度，而全球20%~40%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有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热呢？在一些大陆的内部地区，土壤更干燥，这意味着土地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凉下来。基本上，大陆不会像过去那样潮湿了。


  那么，地球变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见图1—1[2]）？让我们从基础知识说起，二氧化碳是最常见的温室气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温室气体，比如一氧化二氮和甲烷，你可能在牙科诊所用过又被称为“笑气”的一氧化二氮，甲烷则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从单一分子的对比来看，很多温室气体造成的暖化效应都超过二氧化碳。以甲烷为例，其在大气中的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20倍，但它不会像二氧化碳那样长期存留在大气中。


  
    [image: ]

    注：图上三条线展示了未来地球温度在三种情况下的可能变化：如果排放量大幅增加（高）、如果排放量减少（低），以及如果我们消除的碳逐渐超过排放的碳（负）。


    资料来源：KNMI Climate Explorer

  


  为简便起见，大多数人会使用单一度量单位，也就是“二氧化碳当量”，来表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温室气体。（你可能见过它的缩写，即CO2e。）我们之所以使用“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术语，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温室气体在捕获热量方面的能力高于二氧化碳，但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又短于二氧化碳。令人遗憾的是，二氧化碳当量不是一个完美的度量标准：从根本上来讲，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是升高的温度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在这方面，像甲烷这样的气体要比二氧化碳糟糕得多，它会使温度迅速上升，而且升幅很大。但使用“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术语，无法完全解释这种重要的短期效应。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用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佳方法，而且它经常出现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讨论中，所以我在本书中也使用了这一术语。我不断提到的510亿吨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你在别处可能会看到370亿吨或100亿吨等数字，前者只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没有将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计算在内，后者则只是单纯的碳排放量。为了体现表达上的多样性，因为读100遍“温室气体”会让你变得目光呆滞，我在本书中有时会使用“碳”来替代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比如燃烧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大幅增加。如图1—2所示，左图是185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情况，右图则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情况。[3]


  
    [image: ]

    图1-2 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也在上升


    注：在左图中，你可以看到1850年以来，由于工业生产和化石燃料的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在右图中，你可以看到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也在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19；Berkeley Earth

  


  温室气体是如何导致全球变暖的？简单来说，它们会吸收和捕获大气中的热量，因其工作原理跟温室一样，故称“温室气体”。


  当你把车停到太阳底下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另外一种迥然相异的温室效应：阳光透过挡风玻璃射入车内，车内气体会捕获一些能量，这就是车内温度远高于车外温度的原因。


  但这一解释只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太阳的热量能够穿过温室气体抵达地球，怎么又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捕获了呢？二氧化碳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就像一面巨大的单面镜？就此而言，如果二氧化碳和甲烷可以捕获热量，那么氧气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一些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你可能还记得曾在物理课上学到的：所有分子都是振动的；分子振动得越快，它们的温度越高。当特定类型的分子在特定波长范围内受到辐射时，它们就会屏蔽辐射，吸收辐射的能量，并加快振动速度。


  但并不是所有辐射的波长都能产生这种效应。比如，阳光就可以直接穿过大多数温室气体，其热量不会被它们吸走。大多数阳光都能抵达地球，并温暖这个地球，自远古以来就是如此。


  问题在于地球无法永远留存所有这些能量，如果能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星球的温度之高，早已变得无法忍受了。相反，地球会把部分能量辐射回太空，而这其中的一部分能量会在合适的波长范围内被释放出来，进而被温室气体吸收。这些未能以无害方式遁入太空的能量转而撞击温室气体分子，加快这些分子的振动速度，使得大气升温。（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感谢温室效应。如果没有它，地球会变得寒冷无比，将不适于人类居住。问题是，这些额外的温室气体已经导致温室效应过度。）


  为什么不是所有气体都这样呢？因为由两个相同原子组成的分子（比如氮气分子或氧气分子）会让辐射直接穿过它们，只有由不同原子组成的分子（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组成方式）才具有吸收辐射并在辐射的作用下开始升温的结构。


  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就是问题答案的第一部分：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任何一点点碳都会强化温室效应。物理是绕不过去的。


  这个问题答案的第二部分涉及所有温室气体对气候及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对于气候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变化，科学家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比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全球温度上升的幅度和速度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而升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至今也不完全清楚。


  问题之一是计算机模型远不是完美的，气候异常复杂。我们对气候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比如云是如何影响全球变暖的，再比如额外的热量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哪些影响，等等。研究人员已经在研究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


  目前，科学家对气候的了解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如果我们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以下是几个关键点。


  地球正在暖化，这种暖化源于人类活动，并且会产生糟糕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恶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到某个时间点，这种影响会演变成灾难。这个时间点是30年之后还是50年之后，我们并不清楚。但考虑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50年之后，我们也需要现在就行动起来。


  相比于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平均温度已经因人类行为升高了至少1摄氏度。如果我们不着力减少排放，那么到21世纪中叶，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会上升1.5~3摄氏度，到21世纪末将上升4~8摄氏度。


  额外的热量会导致各种气候变化。在我解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之前，我必须先提醒一下：虽然我们可以预测总体趋势，比如“炎热的天气将会增加”“海平面将会上升”，但对于某些特定事件，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变化。举例来说，当热浪来袭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它是不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但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概率。就飓风而言，目前尚不清楚升温的海洋是否导致了风暴次数的增加，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导致风暴更“潮湿”，发生强风暴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极端事件之间会不会发生作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我们还知道什么？


  首先，异常炎热的天数将会增加。我可以给出美国各个城市的统计数据，但在这里，我挑选的是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因为我跟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正是在这里，保罗·艾伦和我于1975年创办了微软。（“Micro-Soft”才是创立之初完全准确的拼写。创办微软几年之后，我们明智地去掉了中间的连字符，并将大写的字母S改成了小写s。）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们创业的起步阶段，阿尔伯克基平均每年约有36天温度超过90华氏度。到21世纪中叶，该市每年温度超过90华氏度的天数将是之前的两倍。到21世纪末，这样的高温天气每年可能会达到114天。换句话说，当地居民每年经受炎热天气的时长将从1个月增加到3个月。


  不是每个人都会同等程度地遭受更炎热和更潮湿的天气，比如西雅图地区（保罗和我在1979年把微软迁入该市）可能就不会遇到很多麻烦，到21世纪晚些时候，这里每年温度超过90华氏度的天数可能为14天，而在20世纪70年代，如此炎热的天气每年也就一两天。有些地方实际上可能受益于气候变暖。比如，在寒冷的地区，死于低体温症和流感的人数将会减少，家庭或企业采暖方面的支出也会减少。


  但从整体趋势来看，气候变暖是弊大于利的，而且额外的热量会产生连带效应，比如风暴会越来越猛烈。风暴是否会因这些热量而变得更频繁，科学家在这方面仍存在争论，但总体而言，风暴似乎越来越强。我们知道，随着平均温度的上升，更多的水从地表蒸发到大气中。水蒸气是一种温室气体，但与二氧化碳或甲烷不同的是，它不会在大气中存留很长时间。最终，它会以雨或雪的形式降落回地面。在冷凝成雨的过程中，水蒸气会释放大量的能量。任何经历过雷暴雨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即便是最强劲的风暴，通常也只会持续短短几天，但影响长达数年之久。它会造成人员伤亡，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幸存者会因失去亲人而悲痛不已，灾难往往也会使他们一无所有。飓风和洪水还会破坏那些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建起的建筑物、道路和电力线路。当然，这些设施都可以重建，但重建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原本是可以用于新的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的。我们总是试图回到原点，而不是迈步向前。据一项研究估计，2017年的飓风“玛利亚”致使波多黎各的基础设施建设倒退了至少20年（见图1—3[4]）。[5]下一次风暴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又会让所到之处的基础设施建设倒退多少年？我们无从知晓。


  
    [image: ]

    图1-3 飓风“玛利亚”让波多黎各的电网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倒退了约20年

  


  强风暴正在制造一种奇怪的景象——“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有些地方的降水越来越多，另外一些地方则经历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旱灾。空气温度越高，其所容纳的水分越多。随着温度的升高，空气变得愈加干渴，进而从土壤中汲取更多水分。到21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地区土壤中的水分将减少10%~20%，遭遇旱灾的风险概率将至少增加20%。旱灾还会危及科罗拉多河，这条河不仅为近4 000万人提供饮用水源，还灌溉了全美超过七分之一的农作物。


  全球气候变暖意味着山火的发生会变得更频繁、更具破坏性。暖空气从植物和土壤中吸收水分，使得一切都易于燃烧。世界各地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因为每个地方的条件变化都很大，但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是一个代表未来趋势的显著例子。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在加利福尼亚发生山火的频率是那时的5倍。究其原因，主要是山火季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森林中易燃的枯木干柴也越来越多。美国政府表示，这其中一半的增长要归咎于气候变化，到21世纪中叶，山火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将是现在的两倍，甚至更多。[6]对记得美国2020年毁灭性山火季的人来说，这不免让人感到忧虑。


  额外的热量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海平面上升，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极地冰的融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海水升温后会膨胀。（金属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如果你的戒指摘不下来，可以将手指伸入温度较高的水中轻松摘下来的原因。）全球海平面整体的平均上升幅度听起来并不是很大——到2100年可能会比现在高几英尺[7]，但对某些地方来说，涨潮的影响会非常显著。海滨地区首当其冲，这并不意外；渗水特别严重的城市也会受到威胁。以迈阿密为例，即便在不下雨的时候，海水也会从排水通道里涌出来，这被称作“干季洪水”。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会有所好转。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等情景，到2100年，迈阿密周边海平面将上升近2英尺。另外，该市的一些地方正在下陷，这可能还会增加1英尺的水位。


  对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海平面上升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更严重。孟加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贫困国家，它在脱贫的道路上已经取得良好的进展。但是，这个国家经常受恶劣天气的困扰：它在孟加拉湾有长达数百英里[8]的海岸线，大部分国土位于地势低洼、易发洪水的河流三角洲，每年都会遭遇强降雨。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使当地人的生活难上加难。在气旋、风暴潮和河流洪水的冲击下，孟加拉国20%~30%的国土经常被淹没，在这些淹没区，农作物绝收，居民家破人亡。


  最后，额外的热量和导致额外热量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对动植物产生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引用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升温2摄氏度会让脊椎动物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8%，植物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16%，昆虫的地域分布范围缩小18%。[9]


  至于我们吃的粮食，情况更为复杂，形势异常严峻。一方面，空气中存在大量的碳时，小麦和其他很多植物生长得更快，需要的水分会减少。另一方面，玉米对热量特别敏感，而玉米又是美国的主要农作物，每年产值超过500亿美元。[10]仅在艾奥瓦州，玉米的种植面积就超过1 300万英亩[11]。[12]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将对我们从每英亩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需要区分来看，因为这里面存在多种可能。北方地区的收成可能会增加，但大多数地区的收成会下降，下降幅度从几个百分点到50%不等。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欧洲南部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减产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可能缩短20%，另有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将出现严重的干裂现象；在贫困地区，粮食价格可能上涨20%甚至更多，而在这些地区，很多人原本就已经将超过50%的收入花在了吃饭上。中国的极端干旱可能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粮食危机。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体系在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小麦、稻米和玉米。


  额外的热量对那些我们可食用的动物以及能够为我们提供奶产品的动物来说也会产生副作用，降低它们的生产能力，甚至缩短它们的寿命。反过来，这一情况会进一步抬升肉、蛋和奶的价格。依赖于海产品的地区同样会遇到麻烦，这不仅仅是因为海水变暖了，也是因为洋流出现了分岔：各海域氧气含量不一，导致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被迫迁移到不同的海域，否则就会灭绝。如果温度上升2摄氏度，珊瑚礁可能完全消失，这相当于破坏了10多亿人的一个主要海产品来源。


  要么不下雨，要么倾盆大雨


  你可能觉得1.5摄氏度和2摄氏度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气候科学家对这两种情景进行模拟运行后得出的并不是好消息。在很多方面，全球升温1.5摄氏度和升温2摄氏度所造成的影响远不是33%的差别，而是近100%。与升温1.5摄氏度相比，在升温2摄氏度的情况下，受清洁水短缺影响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在热带地区，玉米将减产50%。


  在气候变化引发的所有这些效应中，每一种都非常糟糕，而且一个人不会只遭受其中一种而不遭受其他，比如仅仅遭受炎热的天气或洪水，这不是气候的运行机制，气候变化的效应是叠加的——一种摞着一种。


  比如，在气候变暖之后，蚊子开始寻找新的生存环境（它们性喜潮湿，所以会从干燥的地方飞往潮湿的地方），结果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先前从未出现过的疟疾和其他虫媒病[13]病例。


  中暑将会是另一个主要问题，首先它跟湿度有关。空气中只能包含一定量的水蒸气，达到上限（也就是饱和湿度）之后，它就无法再吸收更多水分。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人体的降温能力取决于空气吸收蒸发的汗液的能力。如果空气无法吸收汗液，那么无论你分泌多少汗液，你的体温都不会降下来。因为汗液无处可去，所以你的体温会一直处在高水平状态。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小时之内，你就会死于中暑。


  当然，中暑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如果天气越来越热，空气越来越潮湿，那么中暑将演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最危险的地区，比如波斯湾、南亚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年将有数亿人面临死亡威胁。


  这些效应叠加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气候变化对个体的影响。假设现在是2050年，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农场主，在内布拉斯加州种植玉米和大豆，还养牛。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你和你的家人呢？


  你生活在美国中部地区，远离海岸，所以海平面上升不会对你造成直接伤害，但高温会。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你还是一个孩子，这里每年大概有33天的温度超过90华氏度；而今，这样的高温天气已经多达65天或70天。降水量也变得极不稳定：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年降水量约为25英寸[14]；而今，年降水量或少至22英寸，或多至29英寸，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


  或许，你已经按照炎热的天气和不可预测的雨量调整了先前的业务结构。多年前，你投资了耐热的新品种农作物，也采取了变通方法，可以让自己在一天中最糟糕的时段待在屋里。你不想在这些农作物或变通方法上投入更多资金，但问题是你找不到比它们更好的替代方案。


  一天，一场强风暴不期而至，河水漫过几十年前修筑的堤坝，淹没了你的农场。在你父母的那个年代，这被称作百年一遇的洪水，但现在，你觉得这样的洪水能十年一遇就非常幸运了。大水冲走了你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你存储的谷物也完全被浸泡腐烂，你不得不把它们处理掉。理论上，你可以通过卖牛弥补这些损失，但问题是所有牛饲料也被冲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继续饲养它们。


  最终，洪水退去。这时，周边的道路、桥梁和铁轨已被冲毁，不能再用。如此一来，你不仅无法将保留下来的谷物运出去，而且很难找到运输车运来下一个种植季所需的种子——当然前提是你的田地还可以继续耕种。洪灾造成的这些因素的叠加可能结束你的农场主生涯，迫使你卖掉家族几代人赖以生存的土地。


  你可能觉得我挑选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尤其是那些贫困的农民，他们已经在遭受类似的灾害，几十年之后，必将有更多的人因此受到冲击。尽管这听来很糟糕，但从全球视角来看，你会发现世界上10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情况更糟糕：他们终日为生活苦苦挣扎，艰难度日，随着气候变化，他们的生活无疑将更加艰难。


  现在，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印度农村地区，你们夫妻俩是仅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民，这意味着你们一家人几乎会吃掉你们种的所有粮食。遇到收成好的年景，可能会剩下足够多的粮食，卖掉这些粮食之后，你就可以为孩子买药或送孩子去上学了。不幸的是，热浪一波接着一波。由于这种情况太常见，你所在的村庄已经不适合居住和生活——温度连续几天超过120华氏度已是见怪不怪。除了热浪，现在田地里又多了你从未见过的害虫，两者叠加导致你种的那些农作物很难存活。虽然雨季的降水淹没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但你所在区域的降水量远低于正常年份。这样一来，获取生活用水又成了新的问题，你只得靠一条一周只开几次水的管道过活，而那里的水只是稀稀拉拉地流。现在，要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难上加难。


  你早就把家中长子送到几百英里外的大城市打工，因为家里已经养不起他了。你的一个邻居因不堪生活重负而自杀。你们是应该留下来继续种地，还是应该抛弃土地搬往市区并在那里谋生？


  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决定，但世界各地面临这种选择的人不在少数，最终的结果令人悲伤。2007—2010年，叙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约150万人被迫离开农区，前往城市，为始自2011年的武装冲突埋下了隐患。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地发生旱灾的概率较早前高出了3倍。[15]截至2018年，约1 300万叙利亚人为生计背井离乡。


  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有人专门研究了天气冲击与欧盟庇护申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即便是中等程度的升温，到21世纪末，欧盟收到庇护申请的数量可能增加28%，至每年近45万份。该项研究还预计，到2080年，受农作物减产影响，2%~10%的墨西哥成年人会试图穿越边境进入美国。[16]


  现在，全球正在经历新冠肺炎“大流行”。让我们把这一切放入与这场疫情相关的语境，如果你想了解气候变化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那么你可以看看这场疫情，然后把它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时间（也就是它的流行期）进一步拉长。如果不消除碳排放，那么我们所要承担的后果会跟这场疫情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灾难一样。只不过，在气候变化的世界里，这样的后果会定期出现。


  先从生命损失说起。有多少人会死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又有多少人会死于气候变化？因为我们想要比较的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事件——比如2020年的疫情和2030年（或其他时间）的气候变化，但到那个时候，全球人口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无法比较绝对的死亡人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用死亡率这一指标，即每1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


  使用1918年西班牙流感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数据，然后按照一个世纪的长度计算平均值，我们可以估算出全球流行病导致的全球死亡率：每年每10万人中约有14人死亡。


  与气候变化相比如何呢？到21世纪中叶，全球升温预计会使全球死亡率增加同等比例，即每10万人中约有14人死亡。到21世纪末，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量继续维持在高水平，那么每10万人中，气候变化可能会额外造成75人死亡。


  换句话说，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可能变得跟新冠肺炎一样致命。而到2100年，它的致命性可能达到该流行病的5倍。


  就经济领域来看，形势也很严峻。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可能性影响，基于你所使用的经济模型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但结论很清楚：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相当于每10年爆发一次与新冠肺炎规模相当的流行病。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仍延续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模式，那么到21世纪末，情况会更加糟糕。[17]


  如果你一直关注气候变化新闻，那么对于本章中的很多预测，你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但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这些问题都会更频繁地出现，它们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也会波及更多的人口。另外，也有可能发生相对突然的灾难性气候变化，比如，在受到足够高的温度影响时，地球上的大部分永久冻土层会融化，进而将原本贮藏于其中的巨量温室气体（主要是甲烷）释放出来，引发气候灾难。


  尽管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我们非常清楚，等待我们的并不是好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


  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可以设法把已经出现的和已经预见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降到最低。因为气候变化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而且极端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农民，所以适应气候变化是盖茨基金会农业团队的工作重点。比如，我们资助了大量的农作物研究项目，旨在培育抗旱耐涝的新品种，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旱涝灾害的发生会更频繁，而且造成的损失将更严重。我会在第九章进一步解释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并给出一些我们在该问题上需要采取的措施。


  减缓气候变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而是关于另外一件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不再向大气中增排温室气体。为避免灾难的发生，世界上的碳排放大国（一些富裕国家）必须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其他国家最终也需要实现这一目标。


  富裕国家应率先实现净零排放。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过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首当其冲的必须是我们？”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是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尽管这是事实），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遇：那些建立起伟大的“零碳”企业和伟大的“零碳”产业的国家，无疑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引领全球经济。


  富裕国家具备开发创新型气候解决方案的最佳条件：它们有政府资金，有研究型大学，有国家实验室，也有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初创公司，所以它们需要率先行动起来，引领发展。无论是谁取得重大能源突破，只要证明这些突破性技术能以一种可负担的价格推广到全球，那么它都会在新兴经济体中找到很多有需求的客户。


  我了解很多可帮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目标的路径。在就此展开详细探讨之前，我们需要估量一下实现这一目标有多么艰难。


  
    [1] 大多数气候变化报告都采用“摄氏度”来表示温度的变化，我在本书中也遵循这个惯例，因为大多数新闻报道使用的都是“摄氏度”。但由于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使用“华氏度”，在提及日常温度时，我会使用“华氏度”。摄氏度= （华氏度–32）÷1.8。

  


  
    [2] 荷兰皇家气象局“气候探索者”模拟计算的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五阶段（CMIP5）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情况。温度的计量单位为摄氏度。

  


  
    [3] 与1951—1980年的平均温度相比，以摄氏度为计量单位的气温变化数据出自伯克利地球组织，参见berkeleyearth.org；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计量单位为公吨，出自勒凯雷、安德鲁等人的《2019年全球碳预算》，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essd.copernicus.org/articles/11/1783/2019/。

  


  
    [4] 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5] Solomon M. Hsiang and Amir S. Jina, “Geography, Depreciation,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2015.

  


  
    [6] Donald Wuebbles, David Fahey, and Kathleen Hibbard,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4: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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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 Warren et al., “The Projected Effect on Insects, Vertebrates, and Plants of Limiting Global Warming to 1.5°C Rather than 2°C,”Science, Ma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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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olin P. Kelley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Syrian Drought,”PNAS, March 17, 2015.

  


  
    [16] Anouch Missirian and Wolfram Schlenker, “Asylum Applications Respond to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Science, Dec. 22, 2017.

  


  
    [17] 我们来看计算方法，最近的模型表明，203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占到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5%~1.5%。而按当前的预计，2020年，新冠肺炎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占到美国GDP的7%~10%。如果我们假设类似的破坏活动每10年发生一次，那么平均下来，每年造成的损失将占美国GDP的0.7%~1%——这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大致相当。

  


  
    第二章

    艰难之路


    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请不要因本章的标题而感到压抑。我希望我现在已经说清楚了，那就是我相信零排放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将试着向你说明为什么我这样认为，以及我们怎样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但是，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及我们需要克服哪些困难方面，如果不讲求会计诚信，我们是无法解决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的。因此，带着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的想法，其中包括加快从化石燃料到清洁能源过渡的方法，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障碍。


  化石燃料如同水资源。我是已故作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的忠实粉丝，我正在看他的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慢慢品读他写过的所有文字。2005年，华莱士在凯尼恩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现已广为人知的精彩演讲。在演讲开头，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条小鱼在水里游，碰巧遇到一条迎面而来的年老的鱼。那条年老的鱼朝它们点了点头，然后说：“小朋友们，早上好，水怎么样啊？”两条小鱼听后继续游了一会儿，其中一条终于忍不住问另一条：“水到底是什么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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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水到底是什么东西[2]

  


  华莱士解释说：“在关于鱼的这个故事中，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那些显而易见、普遍存在和至为重要的事实往往最难以觉察，也最难以言表。”


  化石燃料就是这样，它们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都难以全面了解它们（以及其他温室气体来源）对人类生活的种种影响。我发现，要在这方面讲清楚，最好还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说起。


  你今天早上刷牙了吗？牙刷的主要材料是塑料，而塑料是由化石燃料石油制成的。


  你早餐吃的面包、喝的麦片，其谷物原料是使用肥料种植的，而生产肥料的过程会释放温室气体。收割谷物的拖拉机是用钢制造的，炼钢的过程会排放碳，而且拖拉机行驶烧的是汽油。再看你午餐时吃的汉堡，我中午偶尔也会吃汉堡，其所用牛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因为牛在打嗝和放屁时会释放甲烷；制作汉堡胚要用小麦，在种植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也会排放温室气体。


  你穿的衣服可能是棉质的，种植和采摘棉花会使用肥料和机器；也可能由聚酯纤维制成，聚酯纤维是用乙烯制造的，乙烯则来自石油。你使用的卫生纸，涉及树木的砍伐，而这一过程也会释放碳。


  如果你今天上班或上学乘坐的是电动交通工具，很棒——尽管这些电力可能也是用化石燃料生产的。你乘坐的火车的运行轨道是用钢制造的，在隧道的修建过程中也会用到水泥，水泥的生产同样会用到化石燃料，也会释放碳。你驾驶的汽车或乘坐的公交车是由钢和塑料制成的，跟你在周末骑行的自行车的制造材料相同。铺设你开车走的道路会用到水泥，也会用到沥青，而沥青也源于石油。


  如果你住的是公寓楼，那么你四周可能都是水泥；如果你住的是木屋，那么木材的砍伐和修剪会用到气动机器设备，而这些设备是由钢和塑料制造的。你家中或办公室里可能装有供暖系统或空调系统，它们不仅会耗费相当多的能源，而且空调设备的冷却剂也是一种强力温室气体。如果你坐的是由金属或塑料制造的椅子，那么还会造成更多排放。


  另外，这些物品（从牙刷到建材）几乎都是用卡车、飞机、火车或轮船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的，这些运输工具本身都是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源，而且在制造过程中也用到了化石燃料。


  换句话说，化石燃料无处不在。仅以石油为例，全球每天至少消耗40亿加仑[3]石油。无论是哪种产品，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下，人类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停用。


  更重要的是，化石燃料之所以无处不在，背后有很好的理由支持——价格低廉。正如人们所说，石油比软饮料还便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还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的。我们来算一下：一桶石油大约42加仑，2020年下半年，每桶石油的平均价格约42美元，所以每加仑石油的价格约1美元。同一时期，在Costco超市，8升装苏打水售价6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每加仑2.85美元。[4]


  即便把油价波动考虑在内，结论也是一样的：作为一种产品，全球日消耗量高达40余亿加仑的石油，其价格还不及健怡可乐。


  化石燃料的价格如此之低，并非没有道理。它的储量非常大，而且易于运输。我们已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全球性产业，用于化石燃料的钻探、开采、加工和运输，并通过运用不断开发的创新成果维持它的低价。显然，它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所造成的危害，也就是在提炼和燃烧过程中对气候变化、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第十章中详细讨论。


  就化石燃料而言，光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广度，就已经让人眩晕了。不过，它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束手无策的地步。一方面，我们要部署已有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我们要在“零碳”能源领域实现突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找出有助于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这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使之变得和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一样低，或者两者大致相当。


  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因为……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富裕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人都比以前活得更长，也更健康。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对汽车、道路、房屋、冰箱、计算机和空调的需求日益增长，对维持它们正常运转的能源的需求量也更大。因此，人均能源使用量将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生产我们所需的能源，需要建造相应的基础设施，比如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核电厂、电力存储设施，甚至在这个建造过程中也会涉及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每个人都将使用更多的能源，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全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21世纪末将迈上100亿的台阶，而这其中的增长大多数来自高碳排放城市。城镇化的步伐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到2060年，世界建筑存量（与建筑物数量及面积相关的一个指标）将翻一番，相当于连续40年，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见图2—2[5]）。究其原因，主要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有关（见图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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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这相当于连续40年，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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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按地区划分的排放量


    注：美国、欧盟等先进经济体的排放量基本处于持平状态，甚至有所下降，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很快，部分原因是富裕国家将高排放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UN Population Division；Rhodium Group

  


  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来说，这自然是好消息，但对气候来说无疑是坏消息。想想看，世界上最富裕的16%的人口产生了全球近40%的排放量（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地区生产但在富裕国家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的排放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像最富有的那16%的人一样生活，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到205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加50%，而如果其他的一切未有改变，那么全球碳排放量也会增加大致相同的比例。即便富裕国家今天就能神奇般地实现零排放，也无济于事，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是会越排越多。


  试图阻断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人的上升通道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见图2—4[7]）。我们不能因为富裕国家已经排放太多的温室气体就要求贫困群体一直穷下去，更不要说即便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也做不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创造条件，在不加剧气候变化问题的情况下，让低收入群体沿着经济阶梯向上攀爬。我们需要尽快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甚至要生产比现在还要多的能源，但前提是必须不再向大气中增排任何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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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注：很多农民仍采用古老的耕作方式，这也正是他们身陷贫困泥潭的原因之一。他们应该得到现代化的装备和技术，但从当下情况来看，使用这些工具意味着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

  


  不幸的是……


  历史并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仅从早前能源转型所用的时间来看，“尽快”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从依赖一种能源转向依赖另一种能源，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持续几十年。（关于这个话题，我读过的最好的书是瓦科拉夫·斯米尔的《能源转型》和《能源神话与现实》。）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是我们自己的肌肉，是可以帮我们干活的动物——比如那些用来拉犁的，以及我们燃烧的植物。19世纪90年代末之前，化石燃料在世界能源消耗中的占比还未超过50%。中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完成这一能源转型。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地方，这一转型甚至还没开始。[8]


  你可以想一下，石油在人类能源供应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花费了多长时间。[9]要知道，石油的商业化生产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


  半个世纪之后，它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比例仅为10%。这之后又过了30年，这个数字才达到25%。


  天然气也经历了类似的轨迹。1900年，它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为1%，而把这一数字提升到20%，用了70年。核裂变比它要快得多，从无到有，到占比10%，总共用了27年。[10]


  图2—5显示了人类生活中的不同能源在60年间的增长情况：1840—1900年，煤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从5%上升到近50%；1930—1990年，天然气在世界能源供应中的占比才达到20%。[11]简而言之，能源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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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新能源的采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资料来源：Vaclav Smil， Energy Transitions

  


  燃料源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在采用新型交通工具方面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内燃机是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而让50%的城市家庭拥有汽车用了多长时间呢？美国用了三四十年，欧洲用了七八十年。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能源转型是由先前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的东西驱动的。过去，我们之所以从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能源，是因为新能源的价格更低廉，因此转换动力更大。比如，我们不再燃烧数量庞大的木柴转而开始大量烧煤，原因就在于1磅[12]重的煤提供给我们的光和热远超1磅重的木柴。


  举一个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例子，美国电力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天然气，煤的用量则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新的钻探技术大大降低了开发天然气的成本。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环境问题。其实，天然气和煤孰优孰劣，取决于二氧化碳当量的计算方式。部分科学家宣称，天然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大于煤，这与天然气在加工过程中的泄漏程度有关。[13]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然会转向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放任其自行发展，我们就无法达到期望的转型速度。再者，我们会在第四章中看到，如果没有创新驱动，人类也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用强有力的手段，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能源转型。这就在公共政策和技术等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恰恰是我们从未应对过的。


  为什么能源转型需要如此漫长的过程？


  燃煤电厂跟计算机芯片厂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听说过摩尔定律——戈登·摩尔在1965年预测微处理器的能力每隔两年会提升一倍。事实证明戈登是对的，而摩尔定律也是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一路腾飞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处理器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可以开发更好的软件，它驱动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对计算机需求的增加又为硬件公司提供了持续改进机型的动力，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持续开发更好的软件。如此循环往复，也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环。


  摩尔定律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硬件公司一直在寻找制造晶体管（驱动计算机的微型开关）的新工艺，以不断缩小它们的尺寸，这样就可以在单一芯片上封装更多的晶体管。人们今天制造的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是1970年制造的计算机芯片上晶体管数量的100万倍，因而其性能也强大了100万倍。


  你有时会听到人们引述摩尔定律作为理由，认为人类在能源领域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指数级进步。如果计算机芯片可以以如此快的速度取得如此大的进步，那么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不能呢？


  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确不能。计算机芯片是个例外，它们的性能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可以把更多晶体管封装在单一芯片上的方法，但我们无法通过技术突破让汽车的耗油量降到先前的百万分之一。我们来看一下亨利·福特的生产线：第一台T型车是1908年下线的，每加仑汽油行驶里程约为21英里。在我撰写本书时，市场上顶级的混合动力汽车，每加仑汽油可行驶58英里。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燃油经济性的提升不到此前的3倍。


  太阳能电池板的性能也没有提升100万倍。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时，其光电转换率约为15%，今天这个数字大概是25%。进展很大，但你很难说它符合摩尔定律。


  能源行业无法像计算机行业一样实现快速变革，技术只是原因之一，还涉及规模问题。能源行业规模巨大，也是全球最庞大的业务之一，其每年的市场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任何大而复杂的事物都会抗拒变革，自觉或不自觉地，我们在能源行业内养成了很强的惰性。


  我们对比看一下软件行业是如何运营的。在软件行业，你的产品不需要任何监管机构批准。即便你发布了一款不甚完美的软件，但只要它的净效益足够高，客户依然会对其给予热烈回应，并积极给出改善意见。而且，在这个行业，成本几乎都是预付成本，完成一款产品的开发之后，生产更多该产品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我们再看看药品和疫苗行业。新药上市远比新软件上市难。事情本就应该这样，如果药品损害身体健康，那么其后果比存在缺陷的应用软件要严重得多。一种新药在最终被用到病人身上之前涉及基础研究、药物开发、药物测试的监管批准等诸多步骤，这一路下来需要很多年。然而，一旦证明新药是有效的，那么在之后的成药制造过程中，其成本极其低廉。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行业同能源行业进行比较。首先，在能源行业，你要投入庞大的资本成本，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设你花10亿美元建了一座燃煤电厂，那么接下来你再建一座燃煤电厂，其成本不会有丝毫的减少。你的投资者拿出这些钱是期望建起来的电厂能运营30年乃至更长时间，如果在该厂运营到第10个年头时有人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技术，你是不会打算就此关掉旧厂进而再建一座新厂的。你至少没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比如巨大的财务回报或政府监管机制的强制要求。


  其次，我们这个社会对能源行业的风险容忍度很低。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可靠的电力。在用户每次按动开关时，电灯最好立刻就能亮起来。我们还担心灾难，事实上，对安全的担忧几乎扼杀了美国新建核电厂的计划。自三里岛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以来，美国仅建设了两座核电厂——尽管一年之中死于燃煤污染的人比死于所有核事故的人的总和还要多。


  在坚持固有事物方面，人类有着强烈且可以被理解的动机，尽管我们知道这一事物是致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些动机，进而打造一个能源体系，使之全面涵盖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比如可靠性和安全性），并摒弃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这并非易事，因为……


  我们的法律法规已经严重过时。“政府政策”这个词并不会让人产生一种火烧眉毛的紧迫感。但毋庸置疑，政策（从税收条例到环境法规的一切政策）对人类和企业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除非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我们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这里讲的是美国的情况，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很多国家。）


  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今很多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在起草时并没有把气候变化考虑在内，它们的施行是为了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试图用它们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好比用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尝试开发人工智能。


  比如《清洁空气法》，这是美国政府制定的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最知名的法律，但它几乎没有提及温室气体。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它最初是在1970年通过的，目的是减少当地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而不是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全球温度。


  再比如被称作“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该标准是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因为当时油价大幅飙升，美国人希望开上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燃油效率高是好事，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大电动车的推广力度，在这方面，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它不是为此设计的。


  过时的政策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应对气候和能源问题的策略一直在围绕选举周期变化。每隔4~8年，入主华盛顿的新政府就会提出自己的能源优先事项。优先事项的改变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每届新政府都会这样做。问题是，这会严重影响那些依靠政府拨款的研究人员，也会严重影响那些依赖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家。如果每隔几年就不得不停下手上的工作，再从头开始另外的研究，那么不管是什么项目，都很难取得真正的进展。


  另外，选举周期还在私人市场中创造了一种不确定性。政府提供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旨在推动更多公司开展突破性的清洁能源研究。但这些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因为能源创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修成正果。为了一个创意，你可能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在新政府上台之后，你原本指望的激励政策却全被废除了。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当前的能源政策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把所有有案可查的联邦政府政策和州政府政策汇总起来，然后把它们在2030年前可贡献的减排量相加，看看它们的影响有多大。合计起来，这个数字是3亿吨，约为美国2030年预计排放量的5%。这没有什么可嘲讽的，但话说回来，仅仅依靠现有的政策，并不足以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14]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拿出可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和《清洁空气法》均发挥了它们所应发挥的作用：汽车燃油效率提高了，空气也变得更清洁。目前，在与排放相关的领域，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些颇为有效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之间并不具有关联性，从整体效果看，它们也还不足以对气候问题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


  虽然我相信我们可以改变现状，但这必然是一条艰难之路。首先，修改现有法律比引入一部重要法律容易得多。从新政策的制定到公众意见的获取，从与法律挑战相关的法院裁定到政策的最终实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不用说现在还存在这样一种实际情况……


  人们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大约97%的科学家的共识——在他们看来气候正在因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确，仍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被科学说服，而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强有力的声音，甚至是与政治相关的声音。但即便你接受气候变化的事实，也未必就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应当大规模投资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突破性技术。


  比如，有人会说：“是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但这不值得我们花那么多钱去阻止或适应这种变化。相反，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到那些对人类福祉影响更大的事项上，比如健康和教育。”


  对于这样的论调，我的回应是：除非我们迅速实现零排放，否则糟糕的事情（或许有很多）极有可能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则会在下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即便气候没有恶化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它也会让大多数人的境况变得更糟，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更甚，他们会更加穷困。在我们停止向大气中增排温室气体之前，这种情况会持续恶化。因此，它理应受到与健康和教育同等程度的重视。


  我们常听到的另一个论调是这样的：“是的，气候变化是真的，它的影响也是糟糕的，但我们有阻止它的一切手段。凭借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其他一些工具，我们足以应对气候变化。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是看我们有没有意愿部署这些工具。”


  在第四章到第八章中，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不认同这一观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我们是具备一些所需的工具，但还远远不够。


  在建立气候共识方面，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众所周知，国际合作是个大难题，无论涉及什么事情，要让世界各国达成一致很难，特别是当这些事情会产生新的成本时，比如控制碳排放的开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为碳减排买单，除非其他国家都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就此而言，《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简称“巴黎协定”）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超过190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旨在限制排放的协定。之所以说它意义重大，并不是因为现有的承诺将实现大幅度减排（如果各国都兑现了各自的承诺，那么到2030年，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可减少30亿~60亿吨，尚不及当前总排放量的12%），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起点——一个证明全球合作存在可能性的起点。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的事实表明，维持全球契约跟当初建立全球契约一样困难重重。新一任美国总统拜登后来又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15]


  



  总之，我们需要以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完成一项从未遇到的艰巨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实现众多突破。我们需要着手建立新的共识，并制定新的公共政策，推动若非如此就不会出现的转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能源体系，既能阻止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又能帮助我们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换言之就是在不变中寻求彻底改变。


  切勿绝望。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些的，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们已经有很多想法，其中也包括一些很有前景的想法。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会解释我是如何区分这些有前景的想法的。


  
    [1] 可以通过网站搜索阅读这篇题为“这就是水”的演讲稿，内容非常棒。

  


  
    [2] 图片来源：dem10/E+ via Getty Images and lessydoang/RooM via Getty Ima 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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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gov.

  


  
    [5] 图片来源：Paul Seibert.

  


  
    [6] 温室气体的计量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公吨，数据来自荣鼎咨询。该图采用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数据，其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https://www.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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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气候对话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

  


  在刚开始研究气候变化时，我总是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事实。一个问题是各种数字太大了，大到令人难以想象。谁知道510亿吨气体是什么样子？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看到的数据往往缺乏上下文，没有相关背景可查。比如，有一篇文章称，欧洲的一项碳交易计划每年可使航空部门的碳足迹减少1 700万吨。1 700万吨听起来的确很多，但果真如此吗？它在总量中的占比是多少？这篇文章并没有说，类似的遗漏情况可谓司空见惯。


  最终，我为我正在学习的知识建起了一个思维框架，这个框架让我明白了多少是很多、多少是很少、某个东西可能有多贵，等等。它帮我梳理出最具前景的想法。我发现这个方法大有助益，对于我深入探讨的每个新话题几乎都有帮助：我先试着掌握了整体情况，因为这可以让我获得相关的背景知识，便于我理解新的信息。另外，这也让我更容易记住这些信息。


  我提出的这个包含5个问题的框架至今仍派得上用场——无论是听取能源公司的投资计划还是跟朋友在后院烧烤时讨论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读到有关气候解决方案的评论性文章，肯定也会听到政客兜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这些都是可能让人感到困惑的复杂问题。我的这个框架会帮助你厘清思路、直抵要害。


  1.我们谈论的吨数在510亿吨中占多大比例？


  每当读到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关的数字时，我都会迅速换算一下，看看它在总计510亿吨的年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于我而言，这比那些经常看到的其他类型的比较更明确、直观，比如“这么多吨相当于在路上少开一辆车”，谁知道一开始路上有多少辆车？或者，为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少开多少辆车？


  我更喜欢把一切同一年消除510亿吨温室气体的主要目标联系起来。你不妨想一想我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航空部门的例子，那项计划一年可减少1 7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用这个数字除以510亿吨后换算成百分比，这一幅度的减排量约占全球年排放量的0.03%。


  这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答案取决于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还是保持不变？如果该项目的起始点是1 700万吨，后续还有巨大的减排潜力，这是一回事；如果该项目只能维持1 700万吨的量，而且之后也不会发生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令人遗憾的是，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我阅读有关这个航空项目的文章时，我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为突破能源联盟资助的技术项目设定了门槛：在相关技术项目研发成功和全面实施之后，每年至少可以减少5亿吨的排放量，约为全球年排放量的1%。减排幅度永远都达不到1%的技术，不应该占用我们为实现零排放目标而安排的有限资源。对于这类技术的研发，可能还有其他很好的理由，但其中并不包括可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顺带提一句，你可能看到过用以表述温室气体量的单位——千兆吨（gigaton），1千兆吨是10亿吨（如果你更喜欢科学计数法，那这个数就是109 吨）。我不认为大多数人能直观地了解1千兆吨气体是什么概念。另外，消除51千兆吨听起来比消除510亿吨要容易——尽管这两个数字一样大。我会继续使用10亿吨这个单位。


  
    小贴士：无论何时，当看到与温室气体相关的吨数时，你都要把它转换成占年总排放量510亿吨（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的百分比。

  


  2.你在水泥方面有什么计划？


  在谈论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时，你需要考虑人类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方方面面。有些东西（比如电力和汽车）会受到较多关注，但它们只是话题谈论的浅层次。乘用车在交通运输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不到50%，交通运输排放总量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的占比仅为16%。


  相比之下，钢和水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的比例达到10%左右。因此，在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时，问“你在水泥方面有什么计划”只是一个提醒，让你知道你要考虑的远不止电力和汽车。


  表3—1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有人类活动的细分情况。[1]不是每个人都会采用与之完全相同的分类，但我认为这种细分是最有帮助的。这也是突破能源联盟所采用的细分方法。


  
  表3-1源于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占比
[image: ]


  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意味着所有这些类别都要归“0”。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电力生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刚刚超过四分之一。在最初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也吃了一惊：因为我读过的大多数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都把重点放到了发电上，这也让我觉得它一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罪魁祸首。


  好消息是，尽管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27%，但它所代表的解决方案的作用远超27%。有了清洁电力，我们就可以不再用碳氢化合物作为燃料。要知道，燃烧碳氢化合物会释放二氧化碳。想一想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我们家中和公司里的电力供暖系统和电力制冷系统，以及用电力而不是天然气生产产品的能源密集型工厂。仅靠清洁电力本身，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清洁电力是关键一环。


  
    小贴士：记住，温室气体排放源于5种不同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领域，我们都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3.我们谈论的电能有多大？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与电力有关的文章中。你可能会看到某座新建的电厂发电量将达到500兆瓦，这个产能规模很大吗？兆瓦到底是什么？


  1兆瓦等于100万瓦特，而1瓦特等于1焦耳每秒。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知不知道焦耳无关紧要，记得它是个能量单位就行了——就是一点点的能量。你可以这样想：如果要测量厨房水龙头的水流大小，可能会计算每秒流出了多少杯水。电力测量与之大同小异，只不过测量的是能量的流动，而不是水的流动。在这里，瓦特相当于“杯每秒”。


  1瓦特是非常小的，一枚小小的白炽灯的功率为40瓦特，电吹风的功率为1 500瓦特。一座电厂可能会生产数亿瓦特。世界上最大的发电站——中国的三峡大坝，可以生产220亿瓦特。（记住，1瓦特的定义中已经包含了“每秒”，所以不存在瓦特每秒或瓦特每小时等说法。瓦特就是瓦特。）


  因为这些数字增长很快，所以使用一些简略的表达方式是很方便的。千瓦（KW）表示1 000瓦特，兆瓦（MW）表示100万瓦特，吉瓦（GW）则表示10亿瓦特。你经常会在新闻中看到这些缩写，所以我在本书中也采用了这种表述方式。


  表3—2是一些粗略的对比，有助于提供一种直观印象。[2]


  
  表3-2它需要多少电能
[image: ]


  当然，无论是以天还是以年为时间单位，这些类别当中都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有的家庭的用电就是比其他家庭多。在有的季节，美国纽约市的用电超过12吉瓦。人口超过纽约市的日本东京平均季度用电为23吉瓦，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甚至超过50吉瓦。


  假设你想给一个需要1吉瓦的中等规模城市供电，就建设1吉瓦的发电站，你能保证这个城市的电力供应正常吗？不一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用的电源是什么，因为有的电源的波动性大于其他电源。核电厂可以连续24小时运营，只有在维修保养和换料时才会关闭。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在吹，阳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风电厂和太阳能发电厂的有效容量可能只有30%，甚或更低。平均而言，它们会生产你所需的30%的电力。这意味着你还需要利用其他电源才能将这1吉瓦的可靠电力的缺口补齐。


  
    小贴士：当你听到“千瓦”的时候，想一想“住宅”；听到“吉瓦”的时候，想一想中等规模城市。听到“100吉瓦”或“超过100吉瓦”的时候，想一想“富裕大国”。

  


  4.你需要多大的空间？


  有些电源比其他电源更占空间，所以考虑这个问题很重要，原因也很明显：全球土地和水资源有限。当然，空间远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我们应该经常谈论的重要问题。


  在这里，功率密度是一个相关数，是指在给定数量的土地（或水域，如果你在海上装有风力涡轮机的话）上不同电源可产生的功率（见表3–3）。


  
    表3-3每平方米土地（或水域）所能产生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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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讲，太阳能的功率密度可达到100瓦特/平方米，不过至今还没有实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太阳能的功率密度远高于风能。如果想使用风能而不是太阳能，那么同等条件下需要更多的土地。这并不是说孰优孰劣，而是说使用它们有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小贴士：如果有人告诉你某种电源（风电、太阳能电力、核电等）可以供应全世界所需的能源，那么你要计算一下，生产这么多能源需要多大空间。

  


  5.这需要投入多大成本？


  全球之所以会排放如此多的温室气体，原因就在于现有的能源技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当然前提是忽略了它们造成的长期损害。所以，要将庞大的能源经济从造成污染的、产生碳排放的技术转向零排放技术必然要投入一些成本。


  成本有多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给出差价。如果分别有一个造成污染的能源技术和一个清洁的能源技术，两者本质上又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它们的价格。


  相比于化石燃料解决方案，大多数“零碳”解决方案成本投入更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化石燃料的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使它们看起来比“零碳”解决方案更经济。（我会在第十章中进一步探讨碳定价及其挑战问题。）这些额外的成本，即我所称的“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s）。[3]


  在每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对话中，绿色溢价都会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时常提到这个概念，所以我想先在这里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绿色溢价不止一种，它包括很多种：针对电力的溢价，针对各种燃料的溢价，针对水泥的溢价，等等。绿色溢价的规模取决于你要替代的是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来替代它。比如，“零碳”航空燃油的成本同太阳能电力的成本并不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绿色溢价是如何在实践中运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国内航空燃油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2.22美元，在可获得的情况下用于飞机的先进生物燃料的平均售价为每加仑5.35美元，那么“零碳”燃料的绿色溢价就是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额，即每加仑3.13美元，溢价幅度超过140%。（我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解释。）


  也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情况，绿色溢价为负值，也就是说，转向绿色能源可能比坚持使用化石燃料成本更低。比如，依据居住地的不同，用电热泵系统取代天然气炉和空调系统可能会让你省钱。在奥克兰，采用电热泵系统可帮你节省14%的开支，而在休斯敦，这个数字是17%。


  你可能会想，绿色溢价为负值的技术肯定早已经被世界各地采用。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在新技术的引入和新技术的部署之间通常存在滞后性，尤其是像家用炉一类的设备，居民更换频率并不是很高。


  在计算出所有重大的“零碳”选项的绿色溢价后，就可以在各类物品的权衡取舍方面展开严肃的对话了。我们愿意为绿色环保投入多大成本？我们会购买价格是航空燃油的两倍的先进生物燃料吗？我们会购买价格是传统水泥的两倍的绿色水泥吗？


  顺便说一句，当我问“我们愿意投入多大成本”时，这里的“我们”是指全球意义上的我们，并不仅仅提问美国人和欧洲人能够承担什么。你可以设想一下，对于一种绿色溢价极高的能源，美国可能愿意也有能力支付，但发展中国家呢？未必有支付能力。我们需要的是非常低的溢价，低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脱碳”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可否认，绿色溢价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指标，对它们的估算涉及很多假设。比如在本书中，我就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合情合理的假设，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会给出不同的假设，进而得出不同的数值。比具体价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种特定的绿色技术的成本是否与其基于化石燃料的同等技术的成本相近，而对于那些成本相差太大的技术，要想一想怎样才能通过创新的方式压低它们的价格。


  我希望本书中的绿色溢价能为一场关于“零碳”能源成本的长篇对话拉开序幕，希望大家各自计算一下绿色溢价。如果结论是某些绿色溢价并没有我计算得出的那么高，我会特别高兴。我在本书中计算的绿色溢价是一个用于成本比较的非完美工具，但即便它不完美，也总比没有工具强。


  就像一个神奇的透镜，绿色溢价在决策领域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通过了解各种不同的绿色溢价，我们可以决定现在应该部署哪些“零碳”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应该在哪些领域追求突破，因为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的成本在这些领域内还不够低廉。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


  
    哪些“零碳”解决方案是我们现在应该部署的？


    绿色溢价低的或根本就没有绿色溢价的“零碳”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还没有部署这类解决方案，就说明成本并不是推广壁垒，阻碍我们做出大规模部署的障碍在其他方面，比如过时的公共政策或缺乏应有的意识。

  


  
    我们的研发投资、我们的早期投资者、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发明家应该专注于哪些领域？


    绿色溢价过高的领域。这些领域存在的额外绿色成本会阻碍我们的“脱碳”行动，因而需要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擅长研发的国家可以创造新产品——可负担的新产品，然后把它们出口到无力支付当前溢价的国家和地区。这样一来，在避免气候灾难问题上就不会有人争论是否每个国家都在尽自己的责任。相反，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将加大竞争，着力创造和推广可负担的创新产品，进而推动零排放目标的实现。

  


  关于绿色溢价理念，我再讲最后一个好处：它可以作为一个测量体系，展示人类在阻止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进展。


  同时，绿色溢价让我想起了梅琳达和我刚开展全球健康工作时遇到的一个问题。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每年有多少儿童死亡，但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儿童死于痢疾，但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患上痢疾。如果我们不知道儿童的死亡原因，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创新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呢？


  为此，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道资助各种研究，力求找出导致儿童死亡的原因。最终，我们追查到了与儿童死亡相关的更多信息，而这些信息为我们实现重大突破指明了道路。比如，我们发现肺炎是造成每年大量儿童死亡的原因之一。虽然市面上已经有肺炎疫苗，但由于它的价格过高，贫穷国家不会采购它。（他们几无采购动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死于这种疾病。）不过，在看到相关数据及捐助者同意支付大部分费用后，这些国家马上将该疫苗列入其卫生计划。之后，我们又资助研发了一种更便宜的疫苗，现已被世界各国采用。


  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绿色溢价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计算得出各种能源的绿色溢价后，我们可以从排放量的原始数据中得出不同的洞见。如果单看这些数据，那么我们只知道人类距离零排放的目标还有多远，而无从得知实现这个目标有多么艰难。使用现有的“零碳”工具要负担多大的成本？哪些创新对排放量的影响最大？针对这些问题，绿色溢价给出了答案，并对各部门实现零排放的成本进行测算，着重指出了我们需要开展创新的领域——就像相关数据显示我们需要大力推广肺炎疫苗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我前文中提到的航空燃油的例子，估算绿色溢价的直接方法其实很简单。但如果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并非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有直接绿色当量，比如“零碳”水泥（至少现在还没有）。如果缺乏直接绿色当量，我们该如何弄清“零碳”解决方案的成本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思想实验：“直接从大气中把碳吸走，需要付出多少成本？”这个想法其实有一个名字，前文也提到过，即“直接空气捕获”。（简而言之，直接空气捕获就是让空气吹过一个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设备，然后再把二氧化碳作为浓缩气体收集起来。）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是一项昂贵的技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尚未得到验证的技术，但如果它能被大规模应用，那么无论二氧化碳在何时何地产生，我们都可以捕获它。目前，在瑞士投入运行的一座直接空气捕获设施，可能正在吸收10年前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座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


  要计算这项技术的成本，我们只需要两个数据点：一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是利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吸收温室气体的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510亿吨，至于从空气中消除1吨碳的成本，还无法完全确定下来，但清除每吨碳至少要花费200美元。通过某种创新，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降到100美元，这是切实可行的。所以，我在这里使用每吨100美元这个数字。


  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等式：


  
    510亿吨/年×100美元/吨 = 5.1万亿美元/年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还在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如果要利用直接空气捕获技术解决气候问题，每年至少需要投入5.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与关闭各经济部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相比（就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做的那样），采用这一理论上的技术，我们付出的成本其实低得多。荣鼎咨询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所承担的消除每吨碳的成本为2 600~3 300美元；在欧盟，该成本超过4 000美元。也就是说，它的成本是我们期望达到的每吨100美元的25~40倍。[4]]


  正如前文提到的，基于直接空气捕获的“脱碳”技术其实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在现实中，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尚未做好在全球部署的准备，即便做好了这种准备，在解决全球碳问题方面，它也是一种极为低效的方法。我们能否安全地存储数千亿吨碳，不得而知。另外，我们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筹集每年高达5.1万亿美元的资金，或确保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是在责任分担问题上，也会引发严重的政治斗争）。仅是为应对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我们就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超过5万座直接空气捕获工厂。再有就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并不适用于甲烷或其他温室气体，它只能用于处理二氧化碳。这很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在源头就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成本会低得多。


  即便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最终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要知道，在技术问题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一点也几乎是肯定的，其开发和部署速度并不足以阻止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可怕损害。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我们不能仅仅坐等某种未来技术来拯救我们，就比如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我们现在就要为拯救自己行动起来。


  
    小贴士：牢记绿色溢价，同时要问它们是否已经低到让中等收入国家愿意支付的水平。

  


  以下是上述全部5个小贴士的总结：


  
    1.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吨数转换为占总排放量510亿吨的百分比。


    2. 记住，我们需要为5种产生温室气体的活动寻找解决方案：电力生产与存储、生产和制造、种植和养殖、交通运输、取暖和制冷。


    3.千瓦 = 住宅，吉瓦 = 中等规模城市，数百吉瓦 = 富裕大国。


    4.考虑一下你需要多大的空间。


    5. 牢记绿色溢价，同时要问它们是否已经低到让中等收入国家愿意支付的水平。

  


  
    [1] 这些百分数代表的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占比。对不同来源的排放量进行分类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对于那些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均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要采取何种计算方法。比如，炼制汽油时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后期燃烧汽油时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在本书中，我把生产和制造部门产生的所有排放量放入了“生产和制造”一类，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则被归入各自相应的类别。由此，炼制汽油就被归入“生产和制造”，燃烧汽油则被归入“交通运输”。对于汽车、飞机和轮船，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分类，制造它们所用的钢的排放被归入“生产和制造”，它们使用燃料过程中的排放则被归入“交通运输”。

  


  
    [2] 表中数字为平均用电量，高峰需求会更高。比如，2019年，美国的用电高峰需求达704吉瓦。更多信息参见the U.S. Energy Administration website (www.eia.gov)。

  


  
    [3] 我同很多人探讨过绿色溢价问题，包括荣鼎咨询和进化能源研究公司的专家，以及气候科学家肯·卡尔代拉（Ken Caldeira）博士等人。关于本书中绿色溢价的计算，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breakthroughenergy.org。

  


  
    [4] Taking Stock 2020: The COVID-19 Edition, Rhodium Group, https://rhg.com.

  


  
    第四章

    电力生产与存储


    [image: ]


    “零碳”电力的十大创新举措。

  


  我们热爱电力，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电力。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确保路灯、空调、电脑和电视时刻都能工作；它为各种工业工艺提供动力，而对于这些工艺，我们大多数人平时并不在意。然而，就像生活中有时发生的那样，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重要。在美国，断电非常罕见，以至于人们都还记得自己10年前因停电而被困电梯里的场景。


  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多么依赖电力，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它是多么重要。我真的很感激人们为实现这一奇迹付出的一切。其实，平心而论，我对所有的物质基础设施都感到敬畏，因为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电力价格如此低廉、如此普遍地存在又如此可靠。在富裕国家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打开开关，灯就会亮起来，而这只需要支付极少的费用。说它神奇，一点儿也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讲，在美国，一个40瓦的灯泡持续亮一个小时，只需要支付0.5美分。


  在我们家中，我并不是唯一对电力有此感触的人：我和儿子罗里经常参观发电厂（见图4–1[1]），这纯粹出于兴趣，我们就是想知道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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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2015年，我和家人前往冰岛的瑟利赫努卡吉格尔火山观光。随后，我陪罗里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厂

  


  我很高兴自己投入那么多时间来学习电力知识。首要的一点是，这是一项很棒的亲子活动。（我是认真的。）另外，要想避免气候灾难，弄清楚如何在不释放温室气体的情况下获得廉价而可靠的电力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力生产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获得了“零碳”电力，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帮助处理其他很多活动的碳排放，比如交通运输和生产制造。我们如果不使用煤、天然气和石油，那么势必会失去一部分能源，而要想把它们补回来，清洁电力将是主要来源。这就是我首先论述电力的原因，尽管制造业部门产生的排放量超过了电力部门。


  此外，应该有更多的人获得和使用电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家中用上可靠电力的人口尚不足总人口的一半（见图4–2[2]）。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电可用，那么即便是给手机充电这种看似简单的任务也很难达成，而且花费高昂。你必须去外面的商店，支付25美分乃至更多，才可以给手机充电，而这个价格是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手机充电所支付的金额的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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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全球有8.6亿人没有用上可靠的电力


    资料来源：IEA

  


  我并不期望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对电网和变压器感兴趣。（我想，如果你写出了“我对物质基础设施感到敬畏”这样的句子，那你一定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书呆子。）但我认为，如果人们都停下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是如何获得的，那么自然会更珍视这些服务，而且也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放弃这些服务。未来，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实现“零碳”电力，它们都必须跟当前我们所用的方法一样——既可靠又让我们负担得起。


  在本章中，我想要解释的是，在不产生碳排放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继续从电力这种廉价且随时可用的能源中获取我们想要的所有服务，并让更多的人享有这些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未来的发展之路讲起。


  时至今日，电力已是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在进入20世纪几十年之后，它才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早期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煤、石油或天然气，而是水——以水力发电的形式获得。


  水力发电有很多优势，比如价格相对便宜，但也存在一些重大弊端，比如修建水库涉及当地社区的搬迁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且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如果土壤里存有大量的碳，那么它会转化成甲烷，最终逃逸到大气中。[3]有研究表明，一座大坝在修建之初的50~100年可能是一个比燃煤更糟糕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当然这还取决于修建大坝的地点。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大坝需要运行多长时间才能抵消修建过程中排放的所有甲烷。[4]另外，大坝的发电量受季节影响，因为雨季和旱季的河流水流量大小不同。当然，水力发电站的选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在有河流的地方建大坝。


  化石燃料则不会受到这样的限制，从地下开采出煤、石油或天然气后，运送到发电厂作为烧水的燃料，然后利用沸水的水蒸气驱动涡轮机发电。


  基于化石燃料发电的优势，在美国，当电力需求在“二战”后爆发式增长时，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石燃料的发展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新建的发电厂装机容量中，化石燃料占了大头——总计约700吉瓦，是“二战”前发电厂装机容量的近60倍（见图4–3[5]）。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价越来越低。一项研究发现，1900年的电价至少是2000年的200倍。今天，美国电力部门的开支仅占美国GDP的2%。想一想我们对电力的依赖程度，相比之下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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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化石燃料发电占全球发电量的三分之二，实现清洁电力并非易事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电价之所以如此低廉，主要是因为化石燃料便宜。它们是广泛可用的资源，而且人类已经具备更好、更高效的开采和发电技术。另外，政府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维持化石燃料的低价格，并鼓励加大生产。


  美国自建国之初就一直采取这种做法：国会于1789年率先推出了有关煤炭进口的保护性关税政策。19世纪初，在意识到煤炭对铁路行业的重要性之后，美国开始免除部分税收，并采取措施激励煤炭生产（见图4–4[7]）。在1913年确立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美国允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在收入所得中扣除特定费用，而这其中就包括钻探成本。1950—1978年，美国用于支持煤炭和天然气生产企业的各项税式支出总计约420亿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计），而且这些税收优惠措施至今仍在施行。[8]另外，在租赁联邦土地方面，煤炭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也享有政策优惠。


  
    [image: ]

    图4-4 宣传页上的煤炭设施


    注：地点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康奈尔斯维尔，时间可追溯到1900年左右。

  


  美国并非特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维持化石燃料的低价格。据国际能源署估算，2018年全球政府在化石燃料消费领域的补贴总计多达4 000亿美元，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化石燃料在电力供应中一直占有稳定的比例。[9]燃煤发电量在全球电力供应中所占份额（约40%）已经30年没有发生变化，石油和天然气发电量占比约26%，同样是30年没有发生变化。总之，化石燃料提供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电力。与此同时，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占比约7%。


  截至2019年年中，全球在建燃煤电厂总装机容量约236吉瓦。煤和天然气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选燃料，其需求在过去几十年里呈急剧上升趋势。2000—2008年，中国的煤电装机容量增加了两倍，总装机容量超过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总和。


  我们能否扭转这一局面，在不产生任何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所有电力？


  这取决于你说的“我们”指谁。如果采取合适的政策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并大力推动相关领域的创新，那么美国可以很快接近这一目标，但全世界都能得到“零碳”电力吗？这就难得多了。


  



  让我们从美国电力部门的绿色溢价说起。这实际上是个好消息：只需要一个适度的绿色溢价，我们就可以消除温室气体排放。


  就电力而言，绿色溢价是指从非排放源中获得所有电力的额外成本，这里的非排放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装备有碳捕获设施的燃煤电厂和燃气电厂，等等。（记住，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只使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而是实现零排放。这也是我把其他一些“零碳”选项包括在内的原因。）


  绿色溢价是多少？若把美国的整个电力系统转变为“零碳”来源，每千瓦时的平均零售价将增加1.3~1.7美分，与当前大多数人所付的电价相比，上涨幅度约15%。对普通家庭来说，每月的绿色溢价总计18美元——这是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金额。当然，对低收入的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们已经把十分之一的收入花在能源上面了。


  （如果你付公用事业费账单的话，你对千瓦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是家庭用电的计费单位。但如果你感到疑惑，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千瓦时是一个能量单位，用以衡量你在一定时间段内所用的电量。如果1千瓦用1个小时，那就是你用了1千瓦时。典型的美国家庭，每天用电为29千瓦时。平均而言，包括美国所有类型的客户和各州在内，每千瓦时的费用约10美分。不过，在有些地方，电费可能是这个数字的3倍。）


  美国的绿色溢价这么低，自然是好事。欧洲也处于类似的有利位置。欧洲一家行业协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就电网而言，“脱碳”90%~95%会导致电费平均上涨约20%。[10]（该项研究使用的计算方法与我计算美国绿色溢价的方法不同。）


  令人遗憾的是，其他国家很少有这么幸运。美国有庞大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水、中西部地区的强风、西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长年不断的太阳能，等等。有些国家可能有一些太阳能而没有风能，也可能有一些风能而常年缺乏太阳能，或者两者皆缺。另外，有些国家的信用评分可能比较低，难以获得融资，因而缺乏建立新电厂所需的数额庞大的资金。


  非洲和亚洲的处境最为艰难。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之一——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这一成就部分得益于廉价建造的燃煤电厂。中国企业大幅降低了燃煤电厂的建设成本，降幅达到惊人的75%。现在，它们想要更多的客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在不遗余力地吸引下一波发展中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以及整个非洲地区的国家。


  那些潜在的新客户会怎么做呢？是建造燃煤电厂，还是转向清洁电力？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目标和选项。对贫困农村地区的人口来说，小型太阳能项目是一个可选项，因为他们需要给手机充电，也需要夜间照明。但对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永远无法为其提供启动经济所需的规模庞大、廉价且随时可用的电力。它们希望效仿中国的做法——通过吸引制造业、通信服务业等产业助推经济发展，但问题是这类业务所需的电力规模及可靠性是时下小型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无法提供和保证的。


  如果这些国家选择建造燃煤电厂——就像中国及世界上每个富裕国家所做的那样，那么必将迎来一场气候灾难。但就目前来看，这的确是对它们来说最经济的选项。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出台绿色溢价之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燃气电厂只要运转就必须不断购买燃料，而太阳能发电厂、风电厂和水力发电站的燃料是免费的。再者，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一项技术应用越广泛，它的成本越低廉。那么，为什么发展绿色电力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呢？


  原因之一是化石燃料太便宜了，它们的价格中并没有计入气候变化的真实成本（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清洁能源难以与之竞争。而且，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涵盖从地下开采化石燃料并利用化石燃料生产和输配能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成本都很低。


  还有一个原因是前文提到过的：世界上有些地区根本没有合宜的可再生资源。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比例要实现近100%，需要把大量清洁能源从其生产地（阳光充足的地区，最好是赤道一带，以及多风的地区）输送到需求地（多云、无风的地区）。这需要架设新的输电线路——一项成本高昂且极耗时间的工作，特别是当它涉及跨越国界的时候。而且，我们架设的输电线路越多，电力的价格就越高。事实上，在电力的最终成本中，输配电成本占比超过三分之一。[11]另外，在电力供应方面，很多国家也不想依赖其他国家。


  但廉价的石油和昂贵的输电线路并不是电力部门推高绿色溢价的最大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出在我们对电力的可靠性要求及可再生资源的间歇性问题上。


  阳光和风都属间歇性资源，也就是说，它们很难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连续发电。我们对电力的需求却是非间歇性的，希望时时刻刻都有电可用。所以，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结构中占据重要比例，为避免发生重大断电事故，在没有阳光、没有风的时候就需要其他选项。我们要么把过剩的电力存储在电池中（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讲到，但其成本极其高昂），要么增加其他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比如建造以备不时之需的燃气电厂。无论哪种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都不站在清洁电力这一边。在我们接近100%地使用清洁电力时，间歇性会转变成一个更麻烦、更昂贵的问题。


  在间歇性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阳落山之后，太阳能电力供应会中断。对于这个问题，假设解决方案是将白天生产的多余的一千瓦时电力存储起来，留待晚上使用（你需要的远不止这点儿，我在这里使用一千瓦时是为了计算方便），那么我们的电费会因此增加多少呢？


  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电池的成本，二是电池的使用寿命。就成本而言，假设使用一千瓦时的电池要花费100美元（这是一个保守估计，我暂时先不考虑其他情形，比如为购买该电池而不得不贷款）。至于电池的使用寿命，我们假设充放电循环为1 000次。


  所以，这个一千瓦时的电池的资本成本是100美元除以1 000次充放电循环，即每千瓦时为10美分。这是发电成本之外的费用，利用太阳能发电，每千瓦时成本约5美分。换句话说，与日间用电成本相比，购买存储起来供夜间使用的电力需多付两倍的价钱——5美分的电力生产成本和10美分的电力存储成本，总计15美分。


  我认识一些研究人员，他们表示可以制造出5倍于上述使用寿命的电池。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成功，但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原本10美分的额外费用将降到2美分，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降幅。总之，只要你愿意支付一笔高额费用，那么太阳能电力供应的夜间用电问题在今天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通过创新研发活动，我相信我们可以降低这一额外费用。


  令人遗憾的是，夜间间歇性并不是我们所要应对的最大难题，夏冬之间的季节变化是更严重的障碍。当然，这个问题也有诸多解决方案，比如通过核电厂或装备有碳捕获设施的燃煤电厂来增加电力供应。任何现实场景都将包含这些选项。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本章后面谈到，在此为简便起见，我仅使用电池来说明季节变化的问题。


  假设我们想存储一千瓦时电力，但不是为了供一天使用，而是为了供一个季度使用。我们在夏季存储电力，然后在冬季用来驱动一个空间加热器。这次，电池的生命周期不再是问题，因为每年只需要给它充一次电。


  但假设我们需要通过融资来购买电池。现在，我们已经占用了100美元的资本。（显然，你不会为100美元的电池融资，但如果你想购买足可存储数吉瓦电力的电池，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融资了。）如果我们需要为资本支付5%的利率，那么在电池成本为100美元的情况下，存储一千瓦时则需要额外付5美元。这里还要记住，我们为日间太阳能电力所支付的成本仅5美分。谁会花5美元存储价值5美分的电力呢？


  季节间歇性和高昂的电力存储成本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对太阳能的大用户来说尤为明显：夏季产能过剩，冬季产能不足。


  由于地球的自转轴是倾斜的，所以任何一个地点的日光量都会因四季的变化而不同。日光强度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个变化的幅度有多大，取决于该地离赤道有多远。在厄瓜多尔，日光的变化幅度几乎可以忽略；在我居住的西雅图地区，一年中日照最长的一天的日光量是一年中日照最短的一天的两倍；在加拿大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该差值会达到12倍之多。[12]


  为什么这种变化很重要？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西雅图附近有一个城镇想发展太阳能，希望每年生产一吉瓦电力。我们姑且称它为“日光城”。那么，日光城的太阳能阵列要有多大呢？


  选项之一是安装足够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充裕的夏季生产一吉瓦电力。但到了冬天，日光城就不那么走运了，因为这个季节的日光量只有夏季的一半。如此一来，也就出现了产能不足的情况。（对于电力存储的高昂成本，当地议会非常清楚，所以排除了电池选项。）另外，在日短夜长的冬季，日光城需要安装更多的太阳能电池板，以生产足可满足冬日需求的电力。显然问题是，随着夏季的到来，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产能又会过剩。由于电价非常便宜，所以对日光城来说，要收回安装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压力很大。


  在电力产能过剩问题上，日光城可以选择在夏季时关闭部分太阳能电池板，但这样做意味着资金投到了一年只使用一半时间的设备上，这会进一步推高该地居民和企业的用电成本。换句话说，这将提升日光城的绿色溢价。


  日光城的处境并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命题，类似的情况已经在德国出现。通过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项目，德国计划到2050年将使用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到60%。在过去10年里，德国投入数十亿美元，大力推广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装机容量在2008—2010年增加了650%。但是，德国在2018年6月生产的太阳能电力是2018年12月的10倍左右。[13]事实上，在夏季，德国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生产的电力实在太多，以至于整个国家都用不完。出现这种情况时，德国会把一部分过剩的电力输送给邻国波兰和捷克，而两国领导人抱怨说这给他们本国的电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同时造成了不可预测的电力成本波动。[14]


  间歇性还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日常或季节性变化问题更难解决。如果发生极端事件，一座城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任何可再生能源可用，那么它靠什么坚持下去？


  假设将来东京的电力生产完全依赖风能。（日本确实有相当丰富的陆上和海上风力资源。）假设在8月的气旋高峰期，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东京，由于风力强劲，若不关停风力涡轮机，它们则会悉数被毁。该市领导人决定关掉风力涡轮机，同时寻找性能最好的大容量电池存储电力，希望以此应对这场风暴。


  问题在于他们需要多少电池才能满足东京整座城市3天的电力需求？因为风暴要持续3天，也就是3天后他们才能重启风力涡轮机。


  答案是至少1 400万块电池，其存储容量超过全世界10年的产能，购买价为4 000亿美元。考虑到电池的生命周期，这些电池平均每年的成本超过270亿美元。[15]而这还仅仅是电池的资本成本，不包括电池的安装和维护费用。


  这个例子完全是假设的，没有谁会真认为东京应该百分之百依赖风电或将所有电力存储在时下的电池中。我举这个例子是为说明至关重要的一点：大规模存储电力极其困难，而且成本高昂，但在未来几年，如果我们依赖间歇性资源提供相当比例的清洁电力，那么这将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且，在未来几年，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清洁电力。大多数专家认为，随着我们对其他碳密集型流程进行电气化改造，比如钢铁制造电气化和汽车动力电气化，到2050年，世界电力供应需要增加一倍乃至两倍。而这甚至还没有把人口增长因素考虑在内，也没有考虑人们会逐步走上富裕道路并会使用更多电力的情况。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的电力将是我们现在所生产电力规模的3倍以上。


  由于太阳能和风能是间歇性资源，所以电力生产能力需要进一步扩大。（装机容量是指在太阳照射最强或风力最大时能生产的电力。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值。发电量是实际生产的电力，这当中计入了资源的间歇性、电厂因维修和保养而暂时关闭的情况，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发电量通常小于装机容量，而在资源不稳定的情况下，比如依靠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大。）


  算上我们将使用的额外电力，并假定风能和太阳能将发挥重要作用，那么要想在2050年以前实现美国电网完全“脱碳，”需要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年增加约75吉瓦的装机容量。


  这个数字大吗？在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增加了22吉瓦。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倍以上的装机容量，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保持这一步伐。


  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制造成本越来越低，而且效率越来越高。换言之，我们发明了新的方法，可以从给定数量的太阳能或风能中获得更多电力。（时下最好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将不到四分之一的照射阳光转化为电力，而市面上常见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理论上限为33%左右。）随着转化率的不断提高，在同等面积的土地上获得的电力更多，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应用这些技术。


  但仅有更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还不够，因为美国在20世纪所建造的设施与21世纪的需求不匹配。地理位置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电网运营伊始，公用事业公司就将大多数发电厂建在了美国高速增长的城市周边，因为这可以相对容易地利用铁路和管道将化石燃料从开采地运送到发电厂。结果就是，美国电网依赖铁路和管道进行长距离的燃料输送（将燃料运至发电厂），然后再依赖输电线路进行短距离的电力输送（将电力输送到各个用电城市）。


  这个模式并不适用于太阳能和风能，我们不可能用轨道车把阳光运送到某个发电厂，阳光必须在现场被转化为电力。但美国的大部分太阳能都在西南地区，大多数风能集中在北美大平原地区，远离多个大都市圈。


  简而言之，在我们越来越接近“零碳”电力的道路上，间歇性是推高成本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试图走绿色环保路线的城市仍在用其他电力生产方式补充太阳能电力和风电，比如可按需生产电力的燃气电厂。而这些所谓的“尖峰负载发电厂”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零碳”的。


  事先澄清一点：太阳能和风能这类间歇性能源在实现零排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我们也的确需要它们来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在任何经济上合算的地方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在过去10年里，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降幅令人惊讶。比如，2010—2020年，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已经降到接近先前的十分之一，而整套太阳能系统的价格仅在2019年就降了11%。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一个主要原因是“边学边做”：道理很简单，就某种产品而言，我们生产的次数越多，生产它的熟练程度越高。


  我们确实需要消除那些阻碍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障碍。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电网是单一连接网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美国的电网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它们极度分散，因而基本不可能将电力输送到生产地以外的地方。亚利桑那州可以把过剩的太阳能电力卖给临近的州，但对于输送到那些相距遥远的州就无能为力了。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全国范围交叉架设数千英里的特种长途输电线路，用以输送高压电。该技术早已存在，事实上，美国已经架设了一些这样的高压输电线路。（最长的输电线路从华盛顿州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州。）但要对电网进行大规模的升级改造，现在还面临相当大的政治障碍。


  想想看，如果要架设输电线路，让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客户用上西南地区的太阳能电力，那么需要把多少土地所有者、公用事业公司、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召集到一起？仅仅是选择路线和确立道路通行权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如果你想架设穿越公园的大型输电线路，往往还会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跨西部快速传输电力项目（TransWest Express）计划于2021年开工，该项目旨在将怀俄明州的风电输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和西南地区各州，预计2024年开始运营——这与最初的规划时间相比延后了大概17年。


  但如果能圆满完成这个项目，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目前，我资助了一个项目，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美电网的计算机模型。通过这个模型，专家研究了西部各州如何才能在2030年以前赶上加利福尼亚州、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60%的目标，以及东部各州如何在2030年以前赶上纽约州、实现清洁能源占比70%的目标。他们发现，除非强化电网建设，否则上述东西部各州根本不可能实现目标。该模型还显示，在电力输送方面，若采取统一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策略，而不是让各州自行其是，那么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每个州都可以节省多达30%的可再生能源。换句话说，在最佳地点建造可再生能源设施，建立统一的国家电网，并在全国范围内按需输送“零碳”电力，可以降低成本。[16]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电力在整体能源消费结构中将占据更大的比重。对世界各地的电网来说，这样的模型是大有助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下问题：在某一给定地区，哪种清洁能源组合最高效？应该在哪里架设输电线路？哪些规定会成为障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总之，我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项目。


  再看另外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家庭将更少地依赖化石燃料，转而依赖电力（比如电动车和冬季用电取暖）。届时，每个家庭都需要进行电气服务升级——成本较先前至少增加一个量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远不止于此。很多街道会被挖开重新铺设线路，电线杆上会安装更粗的电线、更重的变压器及其他各种设备。因此，几乎每个社区都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而政治影响也将下沉到地方层面。


  技术或许有助于克服一些与上述升级相关的政治障碍。比如，如果把输电线路铺设在地下就不会那么碍眼了。但就目前来看，把输电线路埋到地下，成本将增加5~10倍。（问题在于热量的散发：在电力输送过程中，输电线路在电流通过时会发热。如果输电线路架设在地上，这不成问题，因为热量会随之消散在空气中，但若在地下，热量则无处散发。如果温度过高，输电线路在地下就会熔化。）部分公司正在研发下一代输电技术，该技术将解决输电线路的发热问题，以大幅降低在地下铺设线路的成本。


  部署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并提升输电技术是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整体上显著升级电网，而是让各州自己去做，那么绿色溢价可能就不是15%~30%了，它可能是100%甚至更高。除非我们大规模使用核能（我会在下一节谈这个问题），否则在美国，任何实现零排放的路径都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在美国的电力结构中，最终会有多少来自可再生能源，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那就是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必须以比当前更快的速度（5~10倍的速度）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


  另外要记住，在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美国幸运。事实上，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力供应结构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虽然我们一直在不停地部署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及传输设备，但这个世界仍需要一些新的清洁电力发明，原因就在于此。


  



  很多伟大的研究已经在开展。如果问我为什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的回答是它让我有机会见到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并向他们学习。多年来，在投资突破能源联盟及其他项目的过程中，我见识了一些潜在的技术突破，而这些突破可能就是可在电力部门实现零排放的革命性技术。目前，它们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有些已经相对成熟且经过了多方面的测试，而其他一些，坦白地说，一文不值。但在一些“疯狂”的想法上，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不敢下注。要知道，这是保证我们至少有一些突破的唯一方法。


  生产“零碳”电力


  核裂变。关于核能的一句话概括：它是唯一能够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提供可靠电力的无碳能源，几乎可在地球任何地方建厂，并已被证实可大规模应用。


  没有任何一种清洁能源的发电规模能够接近核能。（这里讲的核能是指核裂变——通过分裂原子获得能量的过程。在下一节中，我会讲解与之相对的核聚变。）美国有大约20%的电力是由核电厂提供的。在法国，核电占比高达70%，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相比之下，太阳能和风能总共才为全球提供了7%左右的电力。


  可以预见，如果未来不扩大核电规模，我们将很难以可负担的方式推进电网“脱碳”行动。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实现零排放的近1 000种场景。所有成本低廉的路径都涉及随时可用的清洁能源，比如核能。如果没有像核能这样的能源，实现“零碳”电力的成本将居高不下。


  在有效使用材料方面，比如水泥、钢和玻璃，核电厂也是首屈一指的。图4–5显示了不同能源生产单位电力所使用的材料[17]。相比之下，核电厂非常高效，其每单位发电量所使用的材料比其他能源（除天然气）少得多。


  这意味着投入核电厂建设和运营的每一磅材料都能获得更多的能量。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生产这些材料的过程也会排放温室气体。（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第五章中详细说明。）另外还有一些事实没有考虑进去：与核电厂相比，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通常需要占用更多土地；核电厂可以在90%的时间里发电，而太阳能发电厂和风电厂只能在25%~40%的时间里发电。所以，它们之间的差距比图4–5显示的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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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建造和运营不同类型的发电厂需要使用的材料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Energy

  


  核能也有其自身问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核电厂的建设成本非常高，人为失误会造成事故，核电厂所用的燃料铀可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核废料非常危险且难以存放。


  美国三里岛、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发生的备受瞩目的核事故，将这些风险都推到了公众面前。在这些灾难的背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着手解决它们，而是停下了在这一领域前进的步伐。


  假设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说：“汽车会撞死人，它们太危险了。让我们停止驾驶并放弃这些车吧。”当然，这会让人觉得荒谬可笑。我们不仅不会这样做，相反，我们还会通过创新提升汽车的安全性。为防止人们因撞破挡风玻璃而飞出去，我们发明了安全带和安全气囊；为保护乘客免受交通事故的伤害，我们为汽车开发了更安全的材料，并采用了更安全的设计；为保护停车场内路人的安全，我们为汽车安装了后视摄像头系统。


  死于核事故的人远比在车祸中丧生的人少得多。就此而言，核事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少于任何一种化石燃料（见图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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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6 各类能源每太瓦时造成的死亡人数


    注：如果按照每单位电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计算，核能并不危险。图中数字涵盖了作为能源的燃料从开采到发电的整个过程，以及它们造成的环境问题，比如空气污染。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因此，我们应该对核能加以改进，就像我们对待汽车一样：逐一分析问题，并通过创新方法解决它们。


  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非常看好泰拉能源给出的方法，泰拉能源是我于2008年创建的一家核技术公司，它会聚了全球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和计算机模型专家，致力于设计下一代核反应堆。


  因为没有人会让我们在现实世界建造实验反应堆，所以我们在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设立了一个超级计算机实验室。在那里，团队成员对不同的反应堆设计进行数字模拟。通过利用一种名为“行波堆”的设计，我们认为我们创建的模型可以解决所有关键问题。


  泰拉能源的反应堆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燃料，其中也包括其他核设施的废料。该反应堆产生的废料将远少于今天的核电厂。它可以全自动运行，从而消除了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可建在地下，免受攻击威胁。而且，该反应堆的设计非常安全，同时采用了创新技术控制核反应。比如，放射性燃料会被保存在燃料细棒中，温度过高时，燃料细棒会膨胀，进而放缓核反应的速度，避免出现过热现象。物理定律完全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到目前为止，泰拉能源的设计还仅存在于超级计算机中，我们离真正动工建设新厂还有很多年。但我们正在与美国政府合作，共同打造首台样机。


  核聚变。在核能利用方面，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有前景，但要用它来为消费者提供电力至少还需要10年。跟核裂变分裂原子获取能量不同，核聚变涉及原子的聚合，或者说融合。


  核聚变所依赖的基本过程与为太阳提供能量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你首先要从一种气体开始——大多数研究专注于某种类型的氢气，让它变得非常热，温度远超5 000万摄氏度，同时使其处于一种被称为“等离子体”的带电状态。在超高温下，粒子飞速移动，并在相互碰撞中聚合到一起，其过程就跟太阳中的氢原子的聚合一样。氢粒子发生聚合后会转变成氦，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可被用来发电。（科学家已经掌握许多约束等离子体运行的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强磁体或激光来约束。）


  核聚变虽然仍处于实验阶段，但前景广阔，因为它使用的是氢等常见的可用元素，所以燃料廉价且充足。在核聚变中，常用的氢可从海水中提取，其储量足可满足全球数千年的能源需求。核聚变产生的废料的放射性会持续数百年，而核裂变的废料钚和其他元素的放射性长达数十万年之久。核聚变产生的废料的危险程度（与放射性医疗垃圾相当）远低于核裂变的。另外，在核聚变中不会出现失控的连锁反应，因为只要停止供应燃料或关闭约束等离子体的装置，核聚变就会停止。


  然而，在实践中，形成核聚变异常困难。在核科学家中流传着一个经典的笑话：“距离核聚变还有40年，而且永远都是40年。”（我承认，在这里用“笑话”这个词有些随便。）最大的障碍是启动核聚变需要大量的能量，而最终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投入的能量通常大于从中得到的能量。对于另一个障碍，你可能也已经想到，那就是温度问题，这对建立核反应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挑战。在现有的核聚变反应堆中，无一是为客户提供电力而设计的，它们只是用于研究。


  目前在建的最大项目是位于法国南部的一座实验设施——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这是欧盟和6个国家参与的合作项目，工程始于2010年，至今仍在建设中。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ITER有望产生第一束等离子体；到21世纪30年代末期，有望产生剩余能量——10倍于其运行所需的能量。这将是核聚变的“小鹰号”[19]时刻，而这一重大成就也将推动人类走上建设商用示范核聚变反应堆的道路。


  而且，随着更多创新技术的涌现，核聚变也将更加实用。比如，目前一些公司正在利用高温超导体制造用于约束等离子体的强磁场，如果这种方法奏效，就可以建造规模远比现在小的核聚变反应堆，其成本不仅会大幅降低，工程速度也将大大加快。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哪家公司拥有核裂变或核聚变领域所需的唯一突破性理念，而在于人类要再一次认真对待发展核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极有前景的领域，容不得任何忽视。


  离岸风电。在海上或其他水域安装风力涡轮机有很多好处。因为美国许多大城市都靠近海岸，所以我们可以在离它们更近的地方发电，这样也就避免了很多电力输送方面的问题。另外，相比于陆上风力，离岸风力更稳定，所以其间歇性问题也不突出。


  尽管存在这些优势，但离岸风电目前在全球总装机容量中只占很小的份额——2019年这个比例是0.4%左右。离岸风电多分布在欧洲，其中北海[20]地区最为集中。美国只有一个海上风电项目，位于罗得岛州，总装机容量为30兆瓦，要知道美国人的用电量约1 000吉瓦，所以离岸风电仅为这个国家提供了1/32 000的电力。


  对离岸风电行业来说，只有加快发展这一条路可走。行业公司正在寻找制造更大尺寸风力涡轮机的方法，这样一来单台风力涡轮机就可以生产更多电力。他们还致力于解决一些工程挑战，比如如何更好地在海洋中安放大型金属物体。这些创新降低了成本，各国也开始安装更多的风力涡轮机。在过去3年里，离岸风电年平均增长率达25%。英国是当今世界离岸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这得益于其政府明智的补贴政策，受此鼓励，各公司纷纷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地投资离岸风电，到2030年，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离岸风电第一消费大国。


  美国拥有丰富的离岸风能，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及五大湖地区，理论上可以依此生产2 000吉瓦的电——足够满足全美当前的需求。[21]但如果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潜在资源，那就必须打破与项目开发相关的条条框框。今天，要想拿到政府许可，不得不接受严峻的官僚主义考验：要购买数量有限的联邦租约，要花几年时间拿到环境影响报告书，然后再去申请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许可证。而且，在这条路上的任何一步都可能遭到海滨地区业主、旅游业部门、渔民和环保组织的反对。当然，有些反对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则不然。


  离岸风电行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它越来越便宜；二是在许多国家的“脱碳”行动中，它可以发挥关键的助力作用。


  地热。地下深处（从距离地面数百英尺到一英里）埋着可用来生产“零碳”电力的热岩。我们可以用高压把水注入这些岩石，注入的水会吸收岩石的热量，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口排出，其所获能量可用来驱动涡轮机发电，或以其他方式发电。


  但开发地下热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它的能量密度很低，所谓“能量密度”，是指每平方米储存能量的多少。戴维·麦凯在出版于2009年的精彩著作《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中，估测地下热能仅能满足英国不到2%的能源需求。[22]虽然占比不高，但要完全获得这些能量需要开发这个国家的每一平方米土地，而且钻井还得是免费的。


  地热的开发需要钻井，但问题是我们很难提前知道某一口井会不会产生我们需要的热能，或者产生热能会持续多长时间。在地热钻探方面，成功打出地热的井约占60%。另外，地热仅存在于全球的某些特定地区，最佳钻井地点往往位于火山活动地带。


  这些问题意味着，地热在全球电力消费中只会占较小的比例，即便如此，逐一解决它们也是值得的，就像我们逐一解决汽车的安全问题一样。相关公司正在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在过去几年里，这些活动所依赖的技术进步也大大提升了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效率。比如，有些公司研发的先进传感器有助于确定有前景的地热井的位置；有些公司采用水平钻井技术，可以更安全、更高效地开发地热资源。这充分说明，原本为化石燃料行业开发的技术，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电力存储


  电池。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在有关电池的知识方面投入那么多的学习时间。（我也从没想到自己会在电池类初创公司上面亏掉那么多的钱。）让我惊讶的是，锂离子电池（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用的就是此类电池）存在局限性且改进空间非常小，发明家研究了可用来制造电池的所有金属，但目前看来，要想找到可大幅度提升电池性能的制造材料似乎不太可能。就电池性能的提升而言，我认为可实现的是提升3倍，而不是50倍。


  当然，绝对不能低估优秀的发明家。我遇到过一些杰出的工程师，他们正在研发可为一座城市存储足够电能的经济适用型电池，也就是电网级电池，而不是用于手机或电脑的小型电池。此外，电网级电池还能长时间储存电能，足可确保城市度过可再生资源的季节间歇性阶段。我很钦佩的一位发明家正在研究一种使用液态金属的电池。这背后的理念是液态金属可以快速存储和输送更多能量，如果你想为整座城市供电，这正是你所需要的。该技术已经在实验室得到验证。这位发明家的团队正在想方设法降低电池成本，使之足够经济实惠，同时验证其在现实场景中的工作状况。


  另外还有一些发明家正致力于研究液流电池，即把液体存储到不同的容器中，然后通过泵送系统使液体流到一起，进而产生电力。储液容器越大，可存储的能量越多，而电池尺寸越大，其经济性就越明显。


  抽水蓄能。这是一种可满足城市需求的大规模储能方式，其工作原理是：在电力便宜的时候（比如一股强风大大加快了风力涡轮机的转速），把水抽到山上的水库里，在电力需求加大的时候，再把水库里的水放出来，利用水力驱动涡轮机，使之产生更多电力。


  抽水蓄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网级电力存储形式。令人遗憾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说说而已。美国十大抽水蓄能设施的储能总量尚不及全国一小时的用电量。你可能会猜到这个行业还没有真正起飞的原因：把水抽到山上，需要一个储量庞大的水库，当然，还需要一座山。缺少任何一项，都是无米之炊。


  多家行业公司已经在寻找替代方案。比如，一家公司正在研究能否把水以外的物体移到山上，比如卵石。另外一家公司则在研究一种不利用山体的方法：把水抽到地下，使之保持压力状态，待需要驱动涡轮机时再将水释放出来。如果这个方法奏效，那可以用神奇来形容了，因为这几乎不涉及地面设备，减少了后顾之忧。


  热能存储。这背后的理念是，在电力供大于求的时候，用它加热某种材料，然后在需要更多电力的时候，再通过热机将这些热能转化为电力。使用这种方法，发电效率可达50%~60%，还是不错的。工程师知道，很多材料都能长时间保持高温且不会损失太多能量。目前，最具前景的方法是将热能存储在熔盐中，一些科学家和相关行业公司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泰拉能源正在努力寻找利用熔盐的方法，如果后期能成功建厂，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争用白天产生的太阳能电力。这背后的理念是，把白天产生的热能存储起来，然后在夜间（也就是在无法使用廉价太阳能电力的时候）将其转化成电力。


  廉价氢气。我希望人类能在存储领域取得一些重大突破，但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随着某种创新的出现，这些存储理念都会变得过时。比如，个人电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让打字机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电力存储方面，廉价的氢气可能会扮演这一角色。


  原因在于，氢气是燃料电池的关键原料之一。燃料电池从两种气体（通常是氢气和氧气）的化学反应中获取能量，而其唯一副产品就是水。我们可以用太阳能电力或风电制造氢气，再以压缩气体的形式或以其他形式将其存储起来，并置入燃料电池中，待有需求时用来发电。实际上，我们是用清洁电力制造无碳燃料，而这些燃料可以存储多年，并且随时可以重新转化为电力。这样一来，将解决前文提到的地点问题：虽然不能用轨道车运送阳光，但可以先把阳光转化为燃料，转化成燃料后，想把它运到哪儿就运到哪儿。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在零排放的情况下制造氢气的成本高昂。它不像把电力直接存储于电池中那样高效，因为你得先用电力制造氢气，再用制造的氢气发电，这意味着每一步都在损失能量。


  另外，氢气是一种非常轻的气体，很难存储于常规尺寸的容器。如果对氢气进行增压处理（在同等容量的容器中充入更多氢气），它会更易于存储。但由于氢原子实在太小了，一旦受到压力，它就会透过金属迁移出去。这就好比加满了的气罐，虽然加满了，但里面的气体会慢慢逃逸出来。


  最后，制造氢气的过程（即电解）还需要各种成本高昂的材料（即电解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燃料电池的汽车已经上市，氢燃料的成本转化为每加仑汽油的价格约等于5.6美元。所以，科学家正在试验可用来制造电解槽的廉价材料。


  其他创新


  碳捕获。我们可以继续像现在这样用天然气和煤发电，同时可以在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前把它吸收掉，这被称作“碳捕获和封存”（CCS），涉及在化石燃料发电厂安装特别装置，用以吸收排放物。这些排放点捕获装置已经存在几十年，但它们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都很高，通常也只能捕获所涉及的90%的温室气体，而电力公司安装这类装置并不会给自身带来任何收益，因而使用者甚少。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明智的公共政策鼓励安装碳捕获装置。关于这个话题，我将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谈到。


  前文提到过一项名为“直接空气捕获”的相关技术。正如该技术名称的隐含意指出的，该技术的作用是直接从空气中捕获碳。相比于排放点捕获技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更为灵活，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它。在实现零排放的道路上，直接空气捕获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1世纪中叶，美国每年需要消除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而到21世纪末，这个数字是每年约200亿吨。[23]


  但直接空气捕获技术面临的技术挑战远大于排放点捕获技术，主要是因为二氧化碳在空气中的浓度很低。在燃煤电厂的排放物中，二氧化碳浓度很高，约为10%，但其一旦进入大气，也就是直接空气捕获技术的应用领域，二氧化碳就会广泛分散开来。在大气中随机挑选一个分子，其是二氧化碳的概率只有1/2 500。


  相关公司正在研发可以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的新材料。若研发成功，这些材料将降低排放点捕获和直接空气捕获的成本，并提升它们的效率。此外，在安全捕获和存储温室气体方面，目前所采用的直接空气捕获技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做功是不可能的。物理定律设定了做功所需能量的最低值，但从最新的技术来看，它们所用的能量远超该最低值，因而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节电。我过去常常嘲讽这样一个理念：以更高效的方式使用电力会减缓气候变化。我的观点是：如果用于减排的资源有限（情况也的确如此），那么取得最大成效的方法就是走零排放之路，而不是花大力气降低对能源的需求。


  到今天，我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观点。但当我意识到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需要用到大面积的土地时，我的立场有所动摇。就占地面积而言，在装机容量相当的情况下，太阳能发电厂是燃煤电厂的5~50倍，风电厂更是太阳能发电厂的10倍。针对实现100%清洁电力的目标，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增加成功的概率，但如果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电力需求，那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会更容易。因此，任何节电措施都是大有助益的。


  这里还有一个相关方法，叫“负荷转移”或“需求转移”，即通过调整用电负荷，增强一天中用电的稳定性。如果负荷转移能够被大规模应用，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用电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现在，我们通常是什么时候用电就什么时候发电，比如启动发电厂为城市夜间照明提供电力。然而，通过负荷转移，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电价最低的时候多用电。


  举例来说，家中的热水器可设定在下午4点而不是晚上7点开启加热，或者，某天你回到家就给电动车插上充电线，但要到凌晨4点才会自动充电，因为这些时段用电需求小，电价低。在工业层面，能源密集型工艺可以在电力最容易获得的时候开展作业，比如污水处理和氢燃料制造。


  如果负荷转移会带来重大影响，那么我们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也需要取得一些技术进步。公用事业公司要全天更新电价，以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举例来说，你家中的热水器和电动车必须足够智能，可依照价格信息及时调整用电时间。在极端情况下，也就是在电力特别难获得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减少需求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要对电力分配实行配给制，优先满足最重要部门的用电需求（比如医院），并切断非必要活动的用电需求。


  请记住，尽管我们需要重视所有这些想法，但在实现电网“脱碳”方面，我们可能并不需要把它们全部付诸实践。有些想法与其他想法存在重叠之处。例如，如果能够在研发廉价氢气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可能就不必过于担心如何获得神奇的电池了。


  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新电网开发计划，以确保随时获得可靠的、可负担的“零碳”电力。如果有精灵给我一个许愿的机会，让我针对影响气候变化的某种活动选一项突破性技术，那么我会选择电力领域内的突破：对实体经济领域的其他部分来说，电力在“脱碳”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五章，我会讲述我们是如何生产和制造产品的，比如钢铁和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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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生产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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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生产材料与生产工艺，实现“零碳”制造的四个路径。

  


  从华盛顿的梅迪纳（梅琳达和我居住的地方）到盖茨基金会的西雅图总部，总共8英里车程。从家到办公室，我要穿过华盛顿湖上的常绿岬浮桥。常绿岬浮桥是正式名称，生活在这里的人从不这么叫它。对当地人来说，它是520桥，是以穿越该桥的520号州道命名的。这座桥的长度超过7 700英尺，是世界上最长的浮桥（见图5–1[1]）。


  有时驶过520桥，我会多花点儿时间欣赏它的神奇之处：它之所以神奇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浮桥，而是因为它是一座浮动的桥。用大量沥青、混凝土和钢建造起来的庞大结构，再加上上面穿梭的数百辆汽车，它还能漂浮在湖上，没有沉下去，到底是为什么？


  答案是：这是神奇材料展现的工程奇迹，这个神奇材料就是混凝土。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沉重的混凝土砌块是不可能浮在水面上的。混凝土是可以用来制造砌块，比如医院的混凝土墙就足够坚固，坚固到可以吸收核辐射，但也可以用来制造空心物，就比如支撑520桥的那77个防水的混凝土充气浮筒，每个浮筒重达数千吨，有足够的浮力让自身浮在湖面，而且足够坚固。它们支撑着桥梁和在桥梁上高速行驶的所有汽车，当然，在每天的交通阻塞时段，则是如蜗牛般行驶的汽车。[2]


  
    [image: ]

    图5-1 位于西雅图的520桥


    注：每次从家开车到盖茨基金会总部，我都会穿过这里。它是现代工程的奇迹。

  


  你不用刻意去寻找，在你身边还有其他很多由混凝土造就的奇迹。因为抗锈、抗腐且不会燃烧，所以大多数现代建筑都用混凝土作为材料。如果你是水电迷，那么应该感谢混凝土，因为正是它的存在才让大坝的出现成为可能。下次见到自由女神像时，你看一看她的基座——那可是用2.7万吨混凝土建造的。[3]


  即便是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也无法抗拒混凝土的魅力。托马斯·爱迪生想把整个家都建成混凝土的，他梦想着打造混凝土家具，比如卧室家具组合，他甚至还尝试设计混凝土唱片机。[4]


  尽管爱迪生的这些想象从未成为现实，但它并没有妨碍我们大规模使用混凝土。每年，为改造或修理现有道路、桥梁和建筑物，或建造新的道路、桥梁和建筑物，仅美国一个国家就生产超过9 600万吨水泥，而水泥正是混凝土的主要组成成分之一。在美国，这相当于人均近600磅。即便如此，美国也算不上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消费国——排名第一的是中国。在21世纪的前16年里，中国的混凝土用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混凝土用量（见图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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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 中美混凝土用量对比


    资料来源：U.S. Geological Survey

  


  显然，人类所依赖的材料并不仅限于水泥和混凝土，还有用来制造各类产品的钢，比如汽车、船舶和火车，冰箱和火炉，工厂机器，食品罐，乃至电脑。钢坚固、便宜、耐用，而且可以无限循环利用。钢和混凝土还是一对完美的搭档：将钢筋置入混凝土，会得到一种神奇的建筑材料，它不仅可以承受极大的重量，而且不会因扭曲而破裂。这就是大多数建筑和桥梁内部使用钢筋混凝土的原因。


  美国人消耗的钢量同水泥量基本相当——每年人均600磅，这还不包括回收后再利用的钢量。


  塑料是另外一种神奇的材料，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产品，从衣服和玩具，到家具和汽车，再到手机，不胜枚举。时下，塑料的名声并不是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评价。但它也有许多优势，所以我们才会广泛应用它。在撰写本章时，我坐在桌前环顾四周，到处都能看到塑料，比如我的电脑、键盘、监视器和鼠标，我的订书机，我的手机，等等。燃油效率高的汽车之所以轻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塑料：塑料约占汽车制造材料总量的50%，其重量却只占汽车总重量的10%。[6]


  再接下来是玻璃——我们的窗户、各种瓶瓶罐罐、绝缘材料、汽车、为我们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光纤电缆等。铝被用于易拉罐、箔、电力线、门把手、火车、飞机、啤酒桶等物品当中。肥料助力增产增收。多年前，我曾预测，随着电子通信越来越普遍、电子屏幕越来越普及，纸会消失，但从目前看，还没有迹象显示这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简而言之，我们生产和制造的材料对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丝毫不亚于电力。我们不会放弃这些材料，相反，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消耗更多的材料。


  这个论断是有大量数据支撑的。比如到21世纪中叶，钢产量将会比现在增加50%。不过，我觉得图5–3中的两张照片[7]也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两张照片看起来像两个不同的城市，对吧？事实并非如此，两张照片拍摄的都是上海，而且是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左边的那张照片拍摄于1987年，右边的那张拍摄于2013年。当我看右边照片中的那些新建筑时，我看到的是成吨的钢、水泥、玻璃和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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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3 1987年的上海（左）和2013年的上海（右）


    注：这两张照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发展，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这样的场景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尽管大多数地方的发展并不像上海这样引人注目。我要重申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这种进步是好事。这两张照片折射出城市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提升，他们赚了更多的钱，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再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死去。对任何关心脱贫事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在这里，让我们重申本书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便是银色的云彩，背后也会有一丝黑暗。在生产和制造所有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事实上，这些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具体到某些材料，我们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零碳”生产工艺，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的工艺，这一点在水泥生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让我们来看看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怪圈。也就是说，如何做到在继续生产这些材料的同时，避免导致气候恶化到人类无法居住的程度？为简便起见，我们将重点放到三种最重要的材料上——钢、混凝土和塑料。同第四章中所讲述的电力一样，我们也将回顾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为什么这些材料会给气候带来如此大的麻烦？然后，我们将计算利用当今技术减少排放量的绿色溢价，并考察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的种种方法及生产这些材料的“零碳”方式。


  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 000年前。从铁器时代到今天我们能用上廉价的、种类繁多的钢产品，这几千年间出现了一系列迷人的发明。但依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多数人不会对高炉、搅炼炉和贝塞麦转炉的炼钢法之间的区别感兴趣。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人们主要应该了解的事情。


  钢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令人满意的硬度及高温下的易塑造性。生产钢需要纯铁和碳。就铁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很坚硬，但只要加入适量的碳（不超过1%，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钢），碳原子就会挤在铁原子之间，从而使钢获得其最重要的属性。


  碳和铁不难获得，前者可以从煤炭中获得，后者是地壳中的常见元素。但纯铁非常罕见，在开采铁这种金属时，你会发现它几乎都是跟氧及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混合物就是铁矿石。


  要生产钢，就得把氧从铁中分离出去，并在铁中加入少量的碳。这两点都不难实现：借助氧气和被称作“焦炭”的煤，只需在高温（1 700摄氏度或3 000华氏度以上）下冶炼铁矿石。通过高温冶炼，铁矿石释放出氧，焦炭释放出碳，少量的碳跟铁结合形成我们想要的钢，剩余的碳则与氧结合，形成我们不想要的副产品——二氧化碳。在这个过程中，二氧化碳的产量巨大。每生产1吨钢，会产生大约1.8吨二氧化碳。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做法？因为成本低廉，导致在我们开始担忧气候变化问题之前，没有动力改用其他方法。铁矿石很容易开采（因而价格不高），煤炭也不贵，因为它在地下的储量丰富。


  所以，这个世界的发展仍保持着马力，并未放缓步伐。尽管美国的钢产量已基本进入稳定期，但全球钢产量还在不断增长。目前，多个国家的粗钢产量已经超过美国，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到2050年，全球每年将生产大约28亿吨粗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气候友好型的冶炼方法，那么到21世纪中叶，仅炼钢这一个领域，每年就会释放50亿吨二氧化碳。


  这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再看看混凝土的生产，其挑战难度更大。要生产混凝土，你需要把石子、沙子、水和水泥混合搅拌到一起。在这些原料中，前面三种带给我们的挑战相对容易解决，对气候造成大麻烦的其实是水泥的生产。


  要生产水泥，就得有钙。要想获得钙，首先得有石灰岩（石灰岩中含有钙，还有碳和氧），然后把石灰岩同其他原料一同放入窑炉中做焚烧处理。


  因为有碳和氧的存在，所以你可能会猜到将发生什么。将石灰岩焚烧之后，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就是用以生产水泥的钙，外加你不想要的东西——二氧化碳。除此工艺外，没有人知道其他生产水泥的方法。这是一种化学反应：石灰岩加上热能等于氧化钙加上二氧化碳。情况就是这样，它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每生产1吨水泥，会产生大约1吨二氧化碳。


  而且，同钢生产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会停止生产水泥。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其水泥产量是全球排名第二的印度的7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总和还要多。[8]2021—2050年，全球水泥年产量将小幅上升（中国的建筑热潮趋于减退，其他小型发展中国家则开始加速），然后回落到每年近40亿吨的水平，大致与当前的产量相当。[9]


  同水泥和钢相比，塑料可以说是这个群体中的“婴儿”。尽管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在使用橡胶等天然塑料，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合成塑料才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盛行起来，而这主要得益于化学工程领域的一些研究突破。今天的塑料有20多个类型，其中既包括你可能比较熟悉的用于制造酸奶容器等产品的聚丙烯，也包括一些你可能想不到的，比如涂料、地板蜡和洗衣粉中的丙烯酸，肥皂和洗发水中的微塑料，防水夹克中的尼龙，或者在20世纪70年代我穿过的那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衣服中的涤纶。


  这些不同类型的塑料都有一个共同点——含有碳。事实证明，碳在制造各类材料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很容易与不同的元素相结合。就塑料而言，碳通常是跟氢和氧结合。


  既然你已经读到这里，那么对于塑料生产企业的碳来源可能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提炼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对炼制品进行加工，以此获得碳。这也解释了塑料价格低廉的原因：同水泥和钢一样，塑料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化石燃料便宜。


  但同水泥和钢相比，塑料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生产水泥或钢时，二氧化碳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被释放出来，而在生产塑料时，大约50%的碳存留在塑料中。（就不同的塑料而言，这个百分比其实差别很大，但50%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值。）碳很容易跟氧和氢结合，它们结合之后通常不易分开，因此塑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


  这是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因为塑料被填埋或进入海洋之后，仍会存在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这也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漂浮在海洋中的塑料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毒害海洋生物。但是，塑料不会导致气候恶化。单就排放而言，塑料中含有碳并不是特别糟糕的消息。因为塑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降解，所以其内部的碳原子不会排放到大气中，也就不会导致温度上升——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这项快速调查仅涵盖我们时下生产的三种最重要的材料，肥料、玻璃、纸、铝及其他很多材料均未包括在内。但关键点是一样的：我们制造了数量庞大的材料，并在此过程中排放出可观的温室气体——占每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510亿吨的近三分之一。我们需要把这些排放量降低到“0”，但并不能简单地停止生产和制造活动。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对替代选项进行考察，看看其绿色溢价到底有多高，然后再看看怎样才能通过技术降低绿色溢价。因为只有绿色溢价降下来了，人们才会有采取“零碳”方法的意愿。


  



  要计算材料的绿色溢价，首先得了解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哪里。在我看来，这包括三个阶段：（1）利用化石燃料为工厂提供其运营所需的电力时；（2）利用化石燃料为不同的制造流程提供热能时，比如钢铁生产中的铁矿石熔化；（3）真正制造这些材料时，比如水泥的生产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看看它们是如何抬高绿色溢价的。


  就第一阶段的电力而言，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讲了该领域的大部分关键性挑战。在计入电力存储和输送因素以及很多工厂一天24小时均需要可靠电力的事实之后，清洁电力的成本大幅飙升。大多数国家的这个升幅远超美国或欧盟。


  再来看第二阶段：如果不燃烧化石燃料，怎样获得热能？如果不需要超高的温度，那么可以用电热泵或其他技术，但如果需要的是几千摄氏度的高温，电力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项——至少从当前的技术水平来看是这样的。你要么利用核能，要么燃烧化石燃料并安装碳捕获装置。令人遗憾的是，碳捕获不是免费的，它会增加制造商的成本，这些成本又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如何处理本身就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过程？要知道，生产钢和水泥是会排放二氧化碳的——这里说的还不是化石燃料的燃烧，而是一些产生二氧化碳的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反应对钢和水泥的生产至关重要。


  就当前情况来看，答案非常明确：除非关闭制造部门的这些部分，否则无法避免排放二氧化碳。若想利用现有的技术消除这些排放，可选项跟第二阶段一样有限。我们必须使用化石燃料和碳捕获装置，而这同样会增加成本。


  在了解了这三个阶段后，再来看利用碳捕获装置生产清洁的塑料、钢和水泥的绿色溢价区间（见表5–1[10]）。


  
  表5-1塑料、钢和水泥的绿色溢价
[image: ]


  除了水泥，塑料和钢的绿色溢价看起来并不是很高。的确，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能根本感受不到价格上涨的压力。举例来说，一辆售价3万美元的汽车，其制造材料中可能包含1吨钢，这种钢每吨的价格是750美元还是950美元，几乎不会对汽车的整体价格产生任何影响。即便是自动售货机里售价每瓶2美元的可乐，其瓶身所用塑料在整体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小的。


  但消费者承受的最终成本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假设你是一名为西雅图市工作的工程师，你正在评估某桥梁修复的投标文件，一份文件中的水泥报价是每吨125美元，另一份文件中的水泥报价是每吨250美元（包含碳捕获的成本）。你会怎么选？在使用“零碳”水泥方面，如果没有激励措施，那么你自然会挑便宜的。


  或者，假设你在经营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你愿意在钢的采购成本上多投入25%吗？可能不愿意，尤其是当你的竞争对手决定一如既往地使用廉价材料时。汽车的整体价格只会上涨一点点这个事实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安慰，你的利润率已经很低了；反之作为消费者，如果你需要的重要的商品的价格上涨了25%，你会乐于接受吗？在一个利润空间很小的行业内，25%的溢价可能就是维持经营和走向破产的临界点。


  尽管少数行业中的少数制造企业可能愿意承担这一成本，以此表明其正在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仅仅靠这些努力，我们永远不可能推动系统性的变革，因而也就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到消费者身上：即便他们要求商家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绿色溢价也不会下降。毕竟，购买水泥或钢的是大公司，不是作为个体的消费者。


  降低绿色溢价，还有其他方法，其中之一是利用公共政策为清洁产品创造需求，比如制定激励政策鼓励购买“零碳”水泥或钢，甚至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人们购买此类产品。如果法律有要求，客户有要求，而且竞争者也遵守要求，那么企业就更有可能为清洁材料支付溢价。关于这方面的激励措施，我会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介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创新生产工艺，需要开发“零碳”制造方法。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机会。


  



  在本章讲述的所有材料中，水泥带给人类的挑战最大。前面讲的那个简单事实是很难绕过的：石灰岩加上热能等于氧化钙加上二氧化碳。不过，有些公司已经有了出色的创意。


  方法之一：把回收来的二氧化碳（可能是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捕获的）重新注入尚未使用的水泥。采用该方法的公司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客户，其中就包括微软和麦当劳。目前，这种方法仅能减少大约10%的碳排放量，这家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达到33%。


  方法之二：这个方法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即利用海水和发电厂捕获的二氧化碳生产水泥。该方法的发明者认为，它最终可以减少超过70%的碳排放量。


  然而，即便这些方法成功了，它们也无法提供100%的“零碳”水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必须依靠碳捕获装置和直接空气捕获技术（如果实用的话）来捕获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对其他大多数材料而言，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大量可靠的清洁电力。在全球范围内，电力在制造业部门所用能源中的占比约为四分之一。要想用电力驱动所有工业流程，不仅需要部署现有的清洁能源技术，还需要开发突破性技术，让我们能以廉价的方式生产和存储大量“零碳”电力。


  很快，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电力，因为我们正在寻找另外一种减排方法——电气化，即在一些工业流程中用电力替代化石燃料。比如，一种非常酷的炼钢法就是用电力取代煤炭。我密切关注的一家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种名为“熔融氧化物电解”的新工艺：不再使用焦炭和熔炉冶炼铁，而是让电力通过一个包含有液体氧化铁和其他成分的电解池，在电的作用下，氧化铁得以从中分离出来，从而获得用来生产钢的纯铁及作为副产品的纯氧。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二氧化碳产生。这是一项很有前景的技术，类似于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铝纯化工艺。不过，同其他生产清洁的钢的想法一样，该技术能否实现工业级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清洁电力还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塑料生产。如果把足够多的步骤组合到一起，那么塑料终有一天会变成“碳汇”——一种消除碳而不是排放碳的方式。


  下面来看我们的做法：首先，需要一种为精炼流程提供动力的“零碳”方法，我们可以使用清洁电力或由清洁电力产生的氢；其次，需要一种不用烧煤就能为塑料提供碳的方法。方法之一：消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提取碳，不过这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工艺流程。方法之二：从植物中获得碳，多家公司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最后，我们需要一个“零碳”的热能来源，这同样可能是清洁电力、氢或装配有碳捕获装置的天然气。


  把所有这些步骤组合到一起，就可以生产净负排放的塑料。事实上，我们会寻找一种从空气中提取碳的方法（利用植物或采用其他方式），然后把获得的碳装入瓶子或其他塑料制品，这样它就会在容器内留存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因而也就不会产生额外的排放。我们保存起来的碳会超过排放的碳。


  除了寻找零排放的生产方法，还可以减少材料的使用。仅仅靠回收更多的钢、水泥和塑料远不足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但至少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回收更多的材料，同时也应该探索新的方法，降低回收过程中所需的能量。由于重复使用物品比回收利用物品所需能量要少，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方法在生产和制造过程中使用各种可改变用途的材料。最后，在建筑物和道路的设计方面，也可以尽量减少水泥和钢的使用。比如，由木材板胶合而成的交叉层压材就非常结实耐用，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可以替代水泥和钢。


  总结来说，制造部门实现零排放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


  
    1.尽可能实现所有工艺的电气化，这需要大量的创新；


    2. 从已经“脱碳”的电网中获取所需电力，这也需要大量的创新；


    3.利用碳捕获装置吸收剩余的排放，这同样需要大量的创新；


    4.更有效地使用材料，这也离不开大量的创新。

  


  要习惯这个主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它会经常出现。第六章要讲的是农业，这里有20世纪伟大的无名英雄，还有满是打嗝的奶牛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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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种植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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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植物施肥、饲养牲畜、减少食物浪费和改变饮食习惯的新方式。

  


  芝士汉堡跟我们家颇有渊源。在我孩提时，跟童子军的伙伴一起远足，回程的路上，他们总想跟我父亲在一起，因为途中父亲会停下来请所有人吃汉堡。很多年后，创办微软时，我在办公室附近的汉堡大师（西雅图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汉堡连锁店之一）吃过无数次的午餐、晚餐和夜宵。


  再后来，在微软取得成功之后、梅琳达和我创办盖茨基金会之前，我父亲开始在家附近的汉堡大师店办公。他把这个餐厅当成了非正式的办公室，一边在那里吃午餐，一边筛选我们收到的关于捐款请求的函件。一段时间后，他的这个习惯被传了出去，父亲陆续收到寄往汉堡大师店的信件：“汉堡大师店转老比尔·盖茨收。”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父亲把办公地点从那家汉堡大师店搬到盖茨基金会也有20年了。我虽然现在依然爱吃汉堡，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吃了——因为我了解到牛肉和其他肉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食用类动物的饲养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专家讲的“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领域，它是排名第一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作为一个涵盖内容广泛的领域，“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包括从动物饲养到农作物种植再到树木采伐的各种人类活动。此外，该领域还涉及多种温室气体排放：就农业而言，主要排放的温室气体并不是二氧化碳，而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8倍，一氧化二氮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65倍。


  合计来看，每年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相当于7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领域总排放量的80%以上。除非采取措施控制它们的排放量，否则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攀升，因为我们需要为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富裕的全球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要想接近净零排放的目标，就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减少并最终消除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种植和养殖并不是唯一的挑战，我们还必须应对森林砍伐及其他土地利用领域的挑战。这些领域每年净排放16亿吨二氧化碳，而且破坏了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1]


  为与一个涵盖如此广泛的领域保持一致，本章的内容也就庞杂了一些，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我会讲到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他是一位农艺师，曾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使10亿人免于饥饿，但在全球开发的圈子之外，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我还将详细讨论猪粪和牛打嗝（氨气的化学反应）的问题，以及植树是否有助于避免气候灾难。但在探讨这些话题之前，让我们先从历史上的一个已经被证伪的著名预言说起。


  



  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其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描述了有关未来的恐怖场景，与《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等小说中的反乌托邦场景颇为相似。“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埃利希写道，“无论现在启动何种应急计划，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将有数亿人死于饥饿。”埃利希还写道：“到1980年，印度不可能养活超过2亿人。”[2]


  所有这些预测，无一成为现实。自《人口爆炸》出版以来，印度人口已经增加了超过8亿——当前人口规模是1968年的2倍多，但印度的小麦和水稻产量是那时的3倍多，其经济规模更是那时的50倍。[3]在亚洲和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当地农民也都见证了类似的生产率收益。


  结果就是，尽管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但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爆发数亿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事实上，食物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不是越来越昂贵。在美国，普通家庭现在的食物支出占预算的比重比30年前低。世界其他地区也陆续显现这一趋势。[4]


  我并不是说营养不良在一些地方不是严重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梅琳达和我的工作日程上，改善极端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但我想说的是：埃利希关于大规模饥荒的预测是错的。


  为什么？埃利希和其他世界末日预言者都错判了什么？


  他们没有考虑到创新的力量，他们没有考虑到像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这样的人。博洛格是一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正是他发起了一场农业革命，最终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受益匪浅。他培育了品质优良的高产小麦品种，以此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就是农民所说的收成。（博洛格发现，虽然他培育出了大穗粒品种的小麦，但麦秆无法支撑它们的重量，于是他又培育出短麦秆的小麦。他培育的品种之所以被称作“半矮秆小麦”，原因就在这里。）


  博洛格培育的半矮秆小麦被推广到世界各地，其他育种学家也培育出高产的玉米和水稻。得益于此，大多数地区的粮食产量都较过去增加了2倍，饥饿人口数量则呈直线下降趋势。今天，博洛格受到广泛称赞，被誉为“拯救了10亿生命的人”。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他所从事工作的影响：全球种植的小麦几乎都源于他培育的品种。（这些新品种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们需要大量肥料才能实现高产，而正如本章后面部分将讨论的，肥料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我喜欢这个事实：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博洛格拥有自己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就是农艺师——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么，诺曼·博洛格跟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到2100年，全球人口规模将接近100亿，要养活这么多人，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因为人口到21世纪末将增加40%，所以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所需的食物也将增加40%，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增加的食物远不止这些。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摄入更多的卡路里，肉类和奶类的消费量增长尤为明显，而肉类和奶类的生产需要我们种植更多的粮食。比如，一只鸡，它要吃相当于2卡路里的谷物才能提供1卡路里的鸡肉，也就是说，生产1卡路里的鸡肉需要2卡路里的谷物。猪肉的产出比例更低一些——生产1卡路里的猪肉需要3卡路里的谷物，牛肉的产出比例最低——生产1卡路里的牛肉需要6卡路里的谷物。换言之，我们从肉类中摄取的卡路里越多，需要种植的农作物就越多。


  图6–1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肉类消费趋势[5]。美国、欧盟、巴西和墨西哥基本保持平稳趋势，中国表现出急剧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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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2000—2008年世界各地的肉类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0

  


  来看看这个难题：我们需要生产远比现在多的食物，但如果继续采用当前的生产方法，那么对气候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假设单位面积产量没有任何提升，那么要养活100亿人，与食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增加三分之二。


  另一个担忧：如果大力推进基于植物的能源开发，那么可能引发农田争夺战。正如我将在第七章中讲述的，利用柳枝稷等植物制造的先进生物燃料可以以“零碳”方式为卡车、船舶和飞机提供动力，但如果把这些植物种在了原本种植粮食的土地上，那么必然在无意之中抬升了粮食价格，进而将更多的人推入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境地，同时会导致更多的森林被砍伐，而毁林造成的后果原本就很危险。


  为避免落入这些陷阱，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实现更多的博洛格式的突破。在了解这些可能的突破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些排放究竟来自哪里，进而探讨利用现有技术消除排放的各种选项。我仍将使用绿色溢价说明为什么在今天消除这些温室气体的成本如此高昂，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一些新发明的原因。


  这让我想起了牛打嗝和猪粪。


  



  观察一个人的胃，会发现它只有一个消化食物的腔室，消化后的食物则会进入肠道。再看牛的胃，它有四个腔室，正是由于这些腔室的存在，牛才可以吃那些人类无法消化的草和其他植物。在被称为“肠内发酵”的过程中，牛胃内的细菌可分解植物的纤维素，然后发酵产生甲烷。牛胃中的大部分甲烷会通过打嗝排到体外，也有一小部分会以肠胃胀气的形式从另一端排出。


  （顺便说一句，在进入这个主题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奇怪的表述。每年，梅琳达和我都会就我们一年的工作发表公开信，在2019年的公开信中，我决定写一写牛的肠内发酵问题。有一天，在审核草稿时，梅琳达和我进行了一场关于健康的争论，而争论的起因是我可以在公开信中使用多少次“放屁”这个词。结果，她让我减到了一次。现在，作为本书的唯一作者，我有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我打算继续使用这个词。）


  在全球范围内，肉牛和奶牛的养殖规模大约为10亿头。它们每年打嗝和放屁所排放的甲烷，就所造成的温室效应而言，相当于20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4%。[6]


  通过打嗝和放屁释放甲烷，这是牛及其他反刍动物（如绵羊、山羊、鹿和骆驼）特有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源中也包括所有动物共有的一个问题——排便。


  粪便在分解时会释放强大的温室气体组合：主要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另加一些甲烷、硫和氨。在与粪便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约有一半来自猪粪，其余来自牛粪。动物的粪便实在太多了。作为一个类别，它实际上是农业中仅次于肠内发酵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


  对于排便、打嗝和放屁这类活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是一个难题。研究人员已经尝试运用各种手段解决肠内发酵问题，比如用疫苗控制牛肠道内产生甲烷的微生物，采用自然饲养方式减少排放，在饲料中添加特殊物质或药物，等等。就这些努力来看，大多无果而终。不过，有一种名为3—硝基氧丙醇的化合物颇具前景，可以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问题是必须每天至少给牛喂食一次该化合物，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在大多数牧场不具备可行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任何新技术出现，即便不存在明显的绿色溢价，依然可以减少此类排放。事实表明，一头牛所产生的甲烷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饲养地。比如，南美洲的牛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是北美洲的牛的5倍，非洲的牛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北美洲和欧洲养殖的牛大多是改良品种，可以更高效地把饲料转化为奶和肉。另外，它们也会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和更高品质的饲料，这意味着它们产生的甲烷量更少。


  如果能够把这些改良的品种和最佳饲养实践推广到世界各地，那么不仅可以减少甲烷的排放，还可以帮助贫困农民提高收入，比如对非洲牛进行杂交改良，以及推广可负担的高质量饲料。在粪便处理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或地区的农民已经掌握多种处理粪便的技术，可以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这些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贫困国家或地区的农民也会引入使用它们，这样一来也就提高了减少排放的可能性。


  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可能会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与其尝试所有这些减少排放的方式，倒不如完全停止饲养牲畜。我看到过类似的呼吁，但我不认为这是可实现的。首要的一点是，肉类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实在太重要了。在世界很多地区，即便是那些食物匮乏的地区，吃肉也是节日和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传统美食，包括头盘、肉或鱼、奶酪和甜点，已被正式列入这个国家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名录是这样介绍的：“法国传统美食强调团聚、味蕾的愉悦及人与大自然产品之间的平衡。”[7]


  其实，我们可以在减少肉类食用的同时仍享受肉的美味。选项之一是植物基人造肉，即以各种方式加工的、以仿造肉类味道为目的的植物产品。我投资了两家生产植物基人造肉产品的公司——超越肉类公司（Beyond Meat）和不可能食品公司（Impossible Foods），而且其产品已经上市。你可能认为我存有私心，但我还是要说人造肉真的不错，只要原料配比得当，它完全可以作为牛肉糜的替代品。而且，市面上的所有替代品都更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它们的生产占用的土地更少，使用的水更少，而且温室气体排放量更少。此外，我们也可以减少在肉类生产方面投入的谷物，进而减轻粮食作物的产能压力，同时减少肥料的使用。就动物福利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被圈养的牲畜会更少。


  不过，人造肉有很高的绿色溢价。平均而言，牛肉糜替代品的价格比真正的牛肉糜高约86%。[8]但随着替代品销量的增长，以及投放市场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我乐观地认为它们的价格最终会低于真正的动物肉制品的价格。


  然而，人造肉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味道。虽然用植物仿造汉堡的原材料相对容易，但要让人们真以为自己吃的是牛排或鸡胸肉，那就难多了。人们是否真的喜欢人造肉并愿意为此做出改变？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为此改变进而产生显著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愿意为此改变的证据。我必须承认，对于超越肉类公司和不可能食品公司取得的经营业绩，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特别是考虑到它们成立初期的种种发展不顺。我参加过不可能食品公司早期举办的一项演示活动，当时汉堡被烤焦，甚至还触发了烟雾报警装置。现在，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真可谓无处不在，至少在西雅图地区和我访问过的一些城市是如此。超越肉类公司于2019年成功上市。让人造肉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10年，但在我看来，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下降，那些担忧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人必将给予支持。


  另一个方法类似于植物基人造肉，但并不是种植植物后把它们加工成肉类的味道，而是在实验室内培育肉类。它有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名字——“细胞培养肉”“培植肉”“清洁肉”等。目前，致力于将该产品推向市场的初创公司有20余家。不过，要想在超市货架上买到它们的产品，最快可能也要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了。


  记住，它并不是假的肉。无论是脂肪、肌肉还是肌腱，培植肉跟任何两条腿或四条腿的动物的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培植肉是在实验室培育的，而不是在农场饲养的。科学家从活体动物身上提取一些细胞，让这些细胞增殖，然后诱导它们形成我们常吃的那种肉的组织。整个培育过程只会产生极少的温室气体，甚至不会产生任何温室气体。当然，驱动实验室运转的电力除外。该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是成本过于高昂，而且现在尚不清楚怎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这两种类型的人造肉都面临另外一个重大难题：在美国，至少有17个州的立法机构试图阻止这类产品在商店出售时被贴上“肉类”的标签，有一个州提议全面禁止销售这类产品。所以，即便技术提高了，即便成本降低了，我们也还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公共辩论环境，以就这类产品的监管、包装和销售方式展开讨论。


  如何减少人类食物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有最后一种方法：减少浪费。在欧洲、亚洲的工业化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超过20%的食物被直接扔掉任其腐烂，或以其他方式被浪费。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0%。对食不果腹的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对经济和气候来说也是如此。废弃的食物在腐烂时会产生大量甲烷，其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相当于每年排放33亿吨二氧化碳。


  最重要的解决方案是改变行为——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除此之外，技术也可以提供帮助。比如，有两家公司正在开发隐形的植物基涂层，用以延长水果和蔬菜的保质期。这些涂层是可食用的，而且丝毫不影响食物的口感。还有一家公司开发了“智能垃圾桶”，利用图像识别技术追踪一个家庭或一家企业的食物浪费情况。它会生成一份报告，显示你扔了多少东西，并附有相应的价格和碳足迹。这个系统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侵犯了隐私，但它的确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几年前，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处仓库，我看到了一个让人兴奋不已的场景：数千吨合成化肥高高地堆在一起，就像风吹聚成的雪堆一样（见图6–2[9]）。该仓库是新建的雅苒化肥配送中心的组成部分，也是东非地区最大的化肥配送中心。在仓库内，我一边和工人攀谈，一边看他们往袋子里装白色的颗粒物。这些微小的颗粒物含有氮、磷及其他营养元素，并将很快施于这个世界上极度贫困地区的农田，帮助那里的农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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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比尔·盖茨在雅苒化肥配送中心


    注：2018年，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参观雅苒国际集团在当地建设的化肥配送中心。那时，我甚至比照片上看起来还开心。

  


  我喜欢这样的旅程。我知道这么说很蠢，但化肥于我而言非常神奇，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庭院和花园变得更美丽。同诺曼·博洛格培育的半矮秆小麦及其他专家培育的玉米和水稻新品种一样，合成化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改变世界的农业革命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据估测，如果我们没有生产出合成化肥，那么世界人口可能比现在少40%~50%。


  全球早已经在大量使用化肥，而贫困国家应该使用更多的化肥。我提到的农业革命（通常被称为“绿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非洲。在非洲地区，一个农民通常从一英亩土地上获得的食物仅相当于美国农民的五分之一（见图6–3[10]）。因为在贫困国家，大多数农民得不到购买化肥的信贷服务，而且当地的化肥价格比富裕国家高得多，因为运送化肥到农村地区的道路实在太糟糕了。如果我们可以帮助贫困农民提高农作物收成，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这样一来，一些贫穷国家的数百万人口就不用再挨饿，也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营养。（我将在第九章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为什么化肥如此神奇？因为它为植物提供了其生长所需的基本营养元素，包括磷、钾以及与气候变化高度相关的氮。氮是一种利弊皆有的元素，它与光合作用密切相关，而植物正是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成能量的。所以，正是由于氮的存在，植物才能生存下去，而只有植物生存下去了，人类才能获得所需的食物。但氮也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讲一讲它对植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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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1961—2017年美国和非洲地区的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对比


    注：农业领域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化肥和其他改良技术的帮助下，现在美国玉米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非洲地区农民的收成与过去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缩小这一差距有助于拯救生命，有助于人们摆脱贫困。但如果没有创新技术，这就会让气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资料来源：FAO

  


  种植农作物需要大量的氮，远超在自然环境中所能找到的氮。施加氮肥可以让玉米长到10英尺高，并大幅提高玉米产量。奇怪的是，大多数植物自身并不能制造氮。它们从土壤里的氨中获得氮，而这些氮是在各种微生物的作用下形成的。只要能够获得氮，植物就会继续生长，而一旦氮被消耗殆尽，它们就会停止生长。这也是施加氮肥能够促进植物生长的原因。


  几千年来，人们通过施用自然肥料（如粪肥和蝙蝠粪）给植物提供额外的氮。重大突破出现在1908年，当时两位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施（Carl Bosch）发明了在工厂中使用氮和氢生成氨的方法。对于他们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再怎么夸奖也不为过。现在被广泛称为“哈伯—博施法”的制造工艺使得合成化肥的生产成为可能，这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种植农作物的数量，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农作物的种植区域。时至今日，这仍是氨的主要生产方法。就像诺曼·博洛格是历史上一位被埋没的伟大英雄一样，哈伯—博施法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最重要的发明。[11]


  我们来看一个难题：在制造氮的过程中，微生物会消耗大量能量，事实上，由于能量消耗实在过大，所以只有在绝对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周围土壤中已经不存在任何氮了，它们才会开动制造机器。如果觉察到有足够的氮，它们就会停止制造过程，以便将能量用在其他地方。所以，施用合成化肥后，土壤中的微生物会觉察到氮的存在，进而停止自我生产。


  合成化肥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之处：首先，为制造合成化肥必须生产氨，这个过程需要热量，热量来自天然气的燃烧，而燃烧天然气会产生温室气体；其次，在把合成化肥从生产车间运送到存储仓库（比如我在坦桑尼亚参观的化肥配送中心）再到农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卡车运输，而卡车需要汽油提供动力；最后，施用到土壤中的合成化肥所含的大部分氮根本不会被植物吸收。事实上，在施用到农田的氮肥中，能被农作物吸收的不足一半，剩余部分要么进入地下水或地表水中造成污染，要么以一氧化二氮的形式逃匿到空气中。前文提到过，一氧化二氮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65倍。


  合计来看，化肥领域于2010年排放的温室气体约为13亿吨。到21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可能增加到17亿吨。拜哈伯—博施法所赐的，已经被哈伯—博施法收回。


  令人遗憾的是，就化肥而言，目前还没有任何实用的“零碳”替代品。的确，我们可以用清洁电力取代氨合成过程中所需的化石燃料，从而消除化肥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但这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工艺，会导致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比如，在美国，用这种工艺生产氮基化肥尿素会使产品成本增加20%。


  这还仅仅是化肥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捕获施肥时产生的温室气体。对于一氧化二氮，还没有相应的碳捕获技术。这意味着我无法为“零碳”化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绿色溢价，而绿色溢价本身又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信息，因为它会告诉我们哪些领域需要重大创新。


  从技术上讲，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以更高效的方式吸收氮，前提是农民要掌握相应的技术，在农作物生长季节仔细监测土壤中的氮含量，并据此施用绝对适量的化肥。这是一个成本高昂又耗费时间的过程，况且化肥价格还很便宜（至少在富裕国家是如此），所以更经济的方法就是多施肥——至少满足农作物生长所需的量。


  有一些公司已经在开发化肥添加剂，帮助植物吸收更多的氮，从而减少进入地下水或逃匿到大气中的氮。目前，使用这类添加剂的化肥仅占全球总量的2%，因为它们的功效并不是很稳定，而化肥生产商也不想投入太多资金来改进现有产品。


  还有一些专家致力于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氮的问题。比如，有些研究人员正在对农作物新品种进行基因研究，希望通过基因技术让农作物“募集”微生物，提高氮的固定性，从而获得生长所需的氮。此外，还有一家公司已经研发出可用于固定氮的转基因微生物。也就是说，不用再通过化肥添加氮，而是往土壤中添加任何时候都会产生氮的微生物——即便土壤中已经包含氮。如果这些方法奏效，那么它们将大幅降低化肥的需求量，也就间接减少了化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你刚刚读过的这一切，即我描述的广义上的农业，占“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所排放温室气体的70%左右。如果让我用一个词组概括另外30%的排放，这个词组就是“森林砍伐”。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全球森林面积至少减少了50万平方英里。[12]（这个面积超过了南非或秘鲁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3%左右。）森林砍伐既会产生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比如，如果林木被烧毁，它们很快就会释放其所含的所有二氧化碳），又会造成难以觉察的损害。当你把一棵树从地里挖出来时，就破坏了土壤的生态环境，而这片土壤恰恰又存有大量的碳。（事实上，土壤中存储的碳的总量超过大气和所有植物中存储的碳的总量。）当你开始移动树木，土壤中的碳就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逃匿到大气中。


  如果各个地方砍伐森林的原因是一样的，那么这种行为就比较容易被制止，但令人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巴西，在过去几十年里，亚马孙雨林被破坏的最主要原因是清理场地，建立养牛牧场。（自1990年以来，巴西的森林面积减少了大约10%。）由于食物是全球商品，所以一个国家消费的食物会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利用。随着全球肉类消费越来越多，拉丁美洲地区森林砍伐的步伐也会进一步加快。任何一个地方汉堡的增加都意味着另外一个地方树木的减少。


  把所有这些排放量加起来，数字非常可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计入土地利用的变化，美国式饮食标准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美国电力、制造、交通和建筑四部门所用全部能源所产生的排放量总和。[13]


  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森林砍伐并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汉堡和牛排。比如，在非洲，毁林是为种植农作物，也是为获取燃料，以满足当地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自1990年以来，其森林面积至少减少了60%。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炭出口国，而木炭是由炭化木生产的。


  与之不同，在印度尼西亚，砍伐森林是为了种植棕榈树——棕榈树产的棕榈油应用广泛，从影院的爆米花到日常用的洗发水，当中都有它的影子。印度尼西亚之所以位列世界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这是主要原因之一。[14]


  我希望能告诉你某种突破性发明可以确保全球森林的安全。事实上，真正能起到帮助作用的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先进的卫星监测技术，这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找到砍伐森林的地点或发生山火的地点，也更容易评估砍伐森林或发生森林火灾后的损失情况。我还追踪了一些正在研发棕榈油替代品的公司：如果能够通过合成方法生产棕榈油替代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砍伐那么多的森林，为棕榈种植园让路。


  但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人类砍伐森林并不是因为人们是邪恶的，只有当伐木的动机比保留树木的动机更强烈时，人们才会去砍树。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包括在森林保护方面为相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强力执行旨在保护某些特定区域的相关规定，为农村地区创造不同的经济发展机会，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完全靠索取自然资源而生存。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与森林相关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植树，让树木捕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它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便宜、技术含量最低的碳捕获措施，而且对所有爱护树木的人来说也极具吸引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至少就目前来看，植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


  就如同全球气候变暖一样，你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一棵树在其一生中可以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不同的树木情况各异。不过，我们也有一条很好的经验法则：40年吸收4吨。


    这棵树会存活多久？如果被烧掉了，那么它存储的所有二氧化碳都会被释放到大气中。


    如果你没有种下这棵树，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一棵树天生就长在那里，那你对碳吸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你会把这棵树种在哪里？总的来说，冰雪覆盖的地区的树木会更多地导致温度上升，因为它们的颜色比树下的冰雪深，而深色物体比浅色物体更能吸收热量。另外，热带森林地区的树木会更多地导致温度下降，因为它们会释放很多水分，而这些水分又会转变成云，反射阳光。在中纬度地区，也就是处于热带和极圈之间的树木，基本上，既不会导致温度上升也不会导致温度下降。


    那个地方还长有别的东西吗？比如，你把原本种植大豆的农场改造成林地，这样一来，大豆的总产量就减少了，进而导致大豆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会砍掉其他地方的树木，然后改种大豆。这至少会抵消你通过植树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经计算，需要在热带地区种植大约50英亩的树，才能吸收掉一个普通美国人一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照这个数字乘以美国人口总数，需要种植160亿英亩的树。这约合2 50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世界陆地总面积的一半。我们必须将这些树保护好，而且必须一直保护下去。另外，这还只是考虑了美国的人口——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排放量都没有被计算在内。


  不要误会，无论是从园艺还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讲，树木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我们应该种植更多的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在树木生长过的地方种树，这有助于抵消森林砍伐造成的损害。但要想通过种植足够多的树解决化石燃料燃烧所造成的问题，目前来看并不现实。就气候变化而言，与树木相关的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停止砍伐现有的大量树木。


  



  重要的是，用不了多久，人类就得多生产70%的食物，同时持续不断地降低排放量直至完全消除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需要很多新的创意，包括给植物施肥的新方式、饲养牲畜的新方式和减少食物浪费的新方式。另外，富裕国家的民众也需要改变一些习惯，比如少吃肉——即便是作为家庭传承的汉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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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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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让我们从快速问答开始——只有两个问题。


  
    1.下列哪一项包含能量最多？


    A. 1加仑汽油


    B. 1根雷管


    C. 1枚手榴弹


    2. 在美国，下列哪一项最便宜？


    A. 1加仑牛奶


    B. 1加仑橙汁


    C. 1加仑汽油

  


  正确的答案分别是A和C——都是汽油。汽油包含着惊人的能量，把130根雷管捆在一起，才能赶上1加仑汽油所含的能量。当然，雷管是立刻释放所有能量，而汽油是缓慢燃烧——这也正是我们给汽车加汽油而不是加雷管的原因。


  在美国，汽油非常便宜，尽管你在加油站加油时可能并不这样认为。除了牛奶和橙汁，还有一些物品的价格比汽油贵（以加仑为单位）：Dasani牌瓶装水、酸奶、蜂蜜、洗涤剂、枫糖浆、洗手液、星巴克的拿铁咖啡、红牛牌功能饮料、橄榄油，以及连锁食品超市Trader Joe’s售卖的著名低价葡萄酒——Charles Shaw葡萄酒。是的，以加仑为单位，汽油比这款售价仅为2美元的葡萄酒还便宜。


  在阅读本章剩余的部分时，记住如下两个与汽油相关的事实：汽油能量巨大和汽油价格低廉。[1]当谈到每花1美元可以获得多少能量时，这两个事实会提醒我们：汽油是黄金标准。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柴油和喷气燃料等类似产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提供如此高的能量。


  我们在为交通系统寻找“脱碳”方法时，每单位燃料所产生的能量和每花费1美元所产生的能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孪生概念。显然你也知道，汽车、船舶和飞机在燃烧燃料时会产生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为了实现零排放的目标，我们需要用其他能量密度相当且价格同样便宜的产品取代这些燃料。


  我在本书如此靠后的位置讲这一问题，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要知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6%，排在生产和制造、电力以及种植和养殖部门之后。在最初了解这一信息时，我也感到惊讶。对此，我想大多数人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人行道上随机拦下几个陌生人，问他们哪些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他们可能会说燃煤发电、驾驶汽车和乘坐飞机。


  这种混淆是可以理解的：交通运输虽然并不是全球最大的排放源，但在美国的确排名第一，而且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略高于电力生产部门。美国人经常开车，也经常坐飞机。


  总之，若想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就必须消除交通运输导致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这里讲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


  这有多难？相当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人类历史99.9%的时间里，出行根本不靠化石燃料。我们步行，骑动物，乘坐帆船。到19世纪初，人类发明了用煤炭驱动机车和轮船的方法，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火车穿越大陆，轮船则横跨大洋，把人和产品运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进入我们的生活，紧接着就是20世纪初兴起的商业航空旅行。如今，它们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化石燃料首次进入交通运输领域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200年，但我们已经对它们产生了根本上的依赖。如果没有同样廉价且可为长途旅行提供动力的替代品，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化石燃料。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消除的并不仅仅是今天交通运输领域产生的82亿吨碳，还有更多的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预测，即便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出行和贸易的影响，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仍持续增长，这一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50年。[2]在该领域，导致排放量增长的是航空、卡车运输和海运，而不是客车。目前，以海运方式运送的货物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在碳排放方面则占全球总排放量的近3%。


  交通运输领域的很多排放来自富裕国家，但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过去10年里已经达到排放峰值，自那时起，排放量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当下，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碳排放的增长基本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购买的汽车数量也越来越多（见图7–1[3]）。中国照旧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1倍，而与1990年相比，增幅更是达到10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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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交通运输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情况


    注：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延缓而不是阻止了交通运输领域排放量的增长。尽管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排放量有所减少，但中低收入国家的排放量大幅增长。整体来看，该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呈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0; Rhodium Group

  


  冒着被抱怨唠叨的风险，我在这里讲一下我对交通运输领域的看法——这个看法跟我对电力、制造及农业领域的看法是一样的：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员流动和货物流通，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是一种个人自由，更不用说贫困国家的农民为了谋生把收获的农作物拿到市场上交易了。国际航班把整个世界联系到一起，而这在一个世纪前还是难以想象的；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有助于我们理解共同的目标。在现代交通出现之前，一年之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食物选择都是有限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喜欢吃葡萄，一年四季都喜欢吃。我能够吃上，完全是靠那些从南美运送水果到美国的集装箱船，而这些船又是靠化石燃料驱动的。


  那么在不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的条件下，我们怎样才能继续享受现代旅行和交通的种种便利呢？我们是否拥有我们所需的全部技术，还是需要一些创新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计算交通运输的绿色溢价。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哪里。


  图7–2展示了汽车、卡车、飞机和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百分比情况。[4]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交通工具都实现净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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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多种交通运输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情况


    注：汽车并不是唯一的重要排放源。在与交通相关的排放中，乘用车排放量占比接近50%。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uncilon Clean Transportation

  


  需要注意的是，乘用车（小汽车、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摩托车等）的排放量占比近50%，从垃圾运输车到18轮大型货车在内的中型和重型车占30%，飞机占10%，集装箱船和其他类型的船占10%，火车占剩余的3%。[5]


  我们来逐一分析，看看当前都有哪些可以消除排放的选项。先从图7–2中占比最大的一块说起。


  乘用车。全世界行驶在路上的汽车约有10亿辆。[6]仅2018年一年就新增了大约2 400万辆，而这还是扣除了报废车辆之后的数字。[7]因为燃烧汽油会不可避免地排放温室气体，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替代品：要么是由空气中的碳而不是化石燃料中的碳制成的燃料，要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能源。


  我们先从第二个选项说起。幸运的是，我们的确拥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能源，而且已经证实它是有效的——当然还远谈不上完美。事实上，可能现在就能在你附近的汽车经销店里买到使用这种能源的汽车。


  今天，许多汽车品牌提供纯电动汽车：奥迪、宝马、雪佛兰、雪铁龙、菲亚特、福特、本田、现代、捷豹、起亚、梅赛德斯–奔驰、日产、标致、保时捷、雷诺、斯玛特、特斯拉、大众，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汽车制造商，其中也包括中国和印度的汽车公司。我自己也有一辆电动车，而且很喜欢它。


  尽管过去电动车比燃油车贵很多，而且现在仍有一些偏贵的电动车车型，但它们在价格上的差距近年来已经大幅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电池成本大幅降低——2010年以来下降了87%，以及政府为推动零排放汽车发展而出台多项税收减免政策和由此发起的承诺等。但电动车仍保持着适度的绿色溢价。


  我们以雪佛兰公司生产的两款车型为例：燃油车迈锐宝和纯电动车博尔特EV（见图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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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3 汽油驱动的迈锐宝和纯电动的博尔特EV


    资料来源：Chevrolet


    ① 1立方英尺约为0.03立方米。——编者注

  


  从发动机动力和乘坐空间（人数）等方面看，这两款车大致相当。虽然博尔特EV的售价（未计入任何可能使其价格下降的税收激励因素）高14 000多美元，但不能仅用汽车的购买价计算绿色溢价。重要的不是购车成本，而是购车和养车的总成本。你必须考虑实际情况，比如电动车所需保养较少，电动车是用电而不是用汽油来驱动的，等等。另外，由于电动车售价更高，所以需要支付更多的汽车保险费用。


  在充分考虑所有不同因素后，我们再来看拥有车辆的总成本：博尔特EV每英里的行驶成本比迈锐宝多10美分。[9]


  每英里10美分意味着什么？如果每年行驶1.2万英里，那么就会产生1 200美元的年度绿色溢价，这尽管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金额，但对很多汽车购买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是美国国内的平均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绿色溢价，主要因素在于电价和油价之间的差距。（电价低或油价高会降低绿色溢价。）在欧洲一些地区，由于油价过于高昂，电动车的绿色溢价早已经降到0。即便在美国，随着电池价格的持续下降，我预计到2030年，大多数电动车的绿色溢价也会降为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应该让更多的电动车上路，因为它们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在本章结尾部分，我会进一步讲述这方面的内容。）但即便到2030年，电动车跟燃油车相比还是会有一些弊端。


  首先，汽油价格变化很大，而只有在油价高于一定水平时，电动车才是更便宜的选择。2020年5月，美国国内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降到了每加仑1.77美元。在油价低的时候，电动车难以与燃油车竞争——电池的价格过于高昂。就目前的电池价格来看，只有在油价超过每加仑3美元时，电动车车主才会省钱。


  其次，电动车充满电通常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给燃油车加满油所需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再次，就避免碳排放而言，只有当我们使用来自“零碳”能源的电力时，开电动车才有意义。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那些突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如果电力仍来自燃煤电厂，那么用它给电动车充电，无非就是用一种化石燃料替换另一种化石燃料而已。


  最后，要让所有的燃油车不再上路也是需要时间的。平均而言，一辆车从装配线正式下线到最终走进汽车报废厂需要至少13年的时间。这样一个漫长的生命周期意味着，如果想在2050年以前让美国所有的乘用车都以电力驱动，那么在接下来的15年里，电动车销量占比需要接近汽车总销量的100%。今天，这个数字还不到2%。


  正如前文提到的，第一种实现零排放的方法是转向由大气中的碳制成的替代性液体燃料。燃烧这些燃料时，不会给空气增加额外的碳——只是把先前制造燃料时所用的碳归还了而已。


  看到“替代燃料”这个词时，你可能会想到乙醇——由玉米、甘蔗或甜菜制成的生物燃料。如果你在美国，那么你可能已经使用过这种生物燃料，因为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汽油大多含有10%的乙醇，而这些乙醇几乎全是由玉米制造的。在巴西，有些车100%使用由甘蔗制造的乙醇。目前，一点儿也不使用乙醇燃料的国家屈指可数。


  问题在于：由玉米制造的乙醇并不是“零碳”的，而依照制造工艺的不同，它甚至都不是低碳的。农作物的种植需要化肥。把植物转变成燃料的炼制过程也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燃料类作物的种植可能会抢占原本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甚至可能迫使农民砍伐森林，垦荒种粮。


  然而，替代燃料并不是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先进的第二代生物燃料，这类燃料不会面临常规生物燃料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们所用的原材料并不是粮食作物——除非你特别喜欢柳枝稷色拉。另外，它们还可以用农作物残留物（比如玉米秆）、造纸的副产品，乃至厨余垃圾和庭院垃圾生产。因为原材料不是粮食作物，所以它们不需要施肥或者只需要施用很少的化肥。另外，它们不是种在农田里的，因而也就不会挤占用以生产粮食或动物饲料的土地。


  有些先进的生物燃料将成为专家所称的“可直接使用燃料”，也就是说，无须改进常规发动机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燃料。另外一个好处是这些燃料可以通过油轮、管道及其他基础设施运输，而在这些基础设施领域，我们早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建造和维护费用。


  尽管我对生物燃料持乐观态度，但这的确是一个困难重重的领域。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深知在这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异常艰难。几年前，我了解到一家美国公司开发了一项专有制造工艺，可以将树木等生物质转化为燃料。于是，我去参观了这家公司的工厂，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一番尽职调查之后，我向这家公司投了5 000万美元，但这项制造工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种技术挑战意味着工厂无法以经济合算的方式大规模投入生产，最终只得关门。虽然5 000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儿，但我不后悔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探索各种不同的方式，尽管我们知道其中有很多想法会以失败告终。


  令人遗憾的是，在先进生物燃料领域，现在依然存在研发资金不足的情况，而且这些燃料无法得到大规模配置，因而也就无法帮助我们实现交通系统“脱碳”的目的。如此一来，使用它们替代汽油将是一个非常昂贵的选择（见表7–1[10]）。对于这些先进生物燃料及其他清洁燃料的确切成本，专家有不同的意见，但这方面有一个估算范围，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多项研究结果的平均值。


  生物燃料从植物中获取能量，但这并不是制造替代燃料的唯一方法。我们还可以利用“零碳”电力将水中的氢和二氧化碳中的碳结合，进而合成碳氢燃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电力，所以这些燃料有时也被称作“电燃料”。电燃料有许多优势：它们是可直接使用燃料，而且由于制造原料是从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所以燃烧时不会增加总排放量。


  
  表7-1使用先进生物燃料替代汽油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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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电燃料也有一个弊端：价格高昂。你需要用氢来制造电燃料，而正如第四章所讲的，以“零碳”方式制造氢的成本非常高。你还需要使用清洁电力来制造电燃料（否则就没有意义了），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电网中还没有足够便宜的清洁电力可供经济合算地生产燃料。这些都会拉升电燃料的绿色溢价（见表7–2[11]）。


  
  表7-2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汽油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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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美国家庭通常每年在汽油上的支出约为2 000美元。[12]所以，如果价格上涨1倍，那么就会多付2 000美元的溢价；如果价格上涨2倍，那么美国公路上行驶的每辆常规乘用车都要多付4 000美元。


  垃圾运输车、公交车和18轮大型货车。令人遗憾的是，对长途客车和卡车来说，电池是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选项。车体越重，续驶里程越短，用电力作为动力源的难度就越大。因为电池很重，存储能量又有限，而且一次只能向发动机输送一定量的能量。（相比于轻型掀背车，重型卡车需要更大功率的发动机，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电池。）


  垃圾运输车和市内公交车等中型车较轻，电力驱动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它们的行驶路线较短，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停在相同的地方，所以建立充电站也就比较容易。在中国，拥有1 200万人口的深圳市已经实现公交车的全面电气化[13]（超过1.6万辆纯电动公交车，见图7–4[14]）以及近三分之二的出租车的电气化。随着中国电动公交车销量的不断增加，我认为在未来10年内，中国国内公交车的绿色溢价将降为0，而这也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能够实现公交车的电气化。


  但如果你想增加续驶里程、提高运载能力，比如你要驾驶一辆满载货物的18轮大型货车横穿全国，而不是驾驶一辆满载学生的校车沿着街区环行，那么你就要装载更多的电池。然而，增加电池就是增加车身的重量，而且是增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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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4 中国深圳的纯电动公交车队

  


  同等重量下，目前最好的锂离子电池存储的能量是汽油的1/36。换句话说，要获得1加仑汽油的能量，需要相当于36加仑汽油重的电池。


  我们来看看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机械工程师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续驶里程为600英里的电动载重卡车需要大量的电池，而受这些电池重量的影响，卡车的载重量将减少25%；续驶里程为900英里的电动卡车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它需要更多的电池，而计入这些电池的重量后，它基本上就不能载货了。[15]


  要知道，一辆典型的以柴油为燃料的卡车加一次油可以行驶1 000英里以上。所以，要实现美国卡车车队的电气化，货运公司将不得不转向使用载重更少的车辆，更频繁地停车充电，并且要花上几个小时给车充电，而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可能很长时间都遇不到一个充电站。当然，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就短程行驶来看，电动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对重型长途卡车来说，使用电力并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由于我们无法实现的目前仅有的两种电气化解决方案是使用电燃料和先进生物燃料，令人遗憾的是，若应用于载重卡车，它们的绿色溢价都很高（见表7–3[16]）。


  
  表7-3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柴油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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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和飞机。不久前，我和我的朋友沃伦·巴菲特谈起了飞机“脱碳”的可能性问题。沃伦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电池为大型喷气式客机提供动力？”他早就知道，飞机在起飞时所载燃料重量占其总重量的20%~40%。所以，当我告诉他那个惊人的事实，也就是你需要36倍于航空燃油重量的电池才能获得相同的能量时，他马上就明白了。需要的动力越多，飞机就越重，到最后它可能会重到根本无法起飞。沃伦笑着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啊”。


  当你尝试为集装箱船或喷气式客机等超级重的交通工具提供动力时，前文提到的那条经验法则就会成为定律：车体越重，续驶里程越短，用电力作为动力源的难度就越大。除非实现一些不太可能的突破，否则电池永远都不会轻到且强大到可以为飞机和船舶提供长距离动力源的程度。


  我们来看看当前最先进的水平。市场上最好的纯电动飞机可以搭载两名乘客，最高时速为210英里，充一次电可以连续飞行3小时。[17]相比之下，中等载客量的波音787客机可以搭载296名乘客，最高时速为650英里，加一次油可以连续飞行近20个小时。[18]换句话说，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源的客机的飞行速度比当前市场上最好的纯电动飞机快3倍以上，飞行时长为纯电动飞机的6倍以上，搭载乘客数量更是达到后者的近150倍。


  尽管电池的性能越来越好，但这一差距依然难以逾越。幸运的话，电池的能量密度可能会较现在提高2倍，但即便如此，那也只是汽油或航空燃油能量密度的1/12。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用电燃料和先进生物燃料替代航空燃油，但这涉及极高的绿色溢价（见表7–4[19]）。


  货船也是如此。相比于两艘目前投入使用的电动船，目前最好的常规集装箱船的货物运量比它们中的任何一艘都多200倍，而续驶里程更是它们的400倍以上。[20]对需要穿越整个大洋的船来说，这些都是重要优势。


  
  表7-4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航空燃油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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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集装箱船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除了液体燃料，我认为其他任何能源都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转向替代燃料的确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因为仅是海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占了全球总排放量的3%，使用清洁燃料会显著减少排放。遗憾的是，集装箱船使用的燃料（即船用燃料）非常便宜，因为它是用炼油过程中的残渣制成的。由于当前的船用燃料价格极低，所以船舶的绿色溢价非常高（见表7–5[21]）。


  
  表7-5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船用燃料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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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来看，表7–6[22]是本章中的所有绿色溢价。


  
  表7-6使用“零碳”替代燃料替代当前燃料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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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类价格上涨，目前还不清楚。但你要知道，美国上一次提高联邦汽油税是在1993年，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一直没有变化。我不认为美国人会乐意为汽油多付费。


  目前有4种方法可以减少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一是减少交通活动，比如少开车、减少飞行次数和减少海运。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出行替代模式，比如步行、骑行和拼车。有些城市正通过“智慧城市计划”推动低碳出行，这种做法很棒。


  二是在汽车生产过程中少用碳密集型材料——尽管这不会影响本章中讲的基于燃料的排放。正如第五章中提到的，由钢和塑料等材料制成的汽车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排放温室气体的。因而，这类材料在汽车中使用得越少，碳足迹就越少。


  三是更高效地使用燃料。这个议题得到了立法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至少在乘用车和卡车上是如此。大多数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制定了有关这类车的燃油效率标准。在推动汽车公司加大工程研发投入和制造高能效发动机方面，这些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只有这些标准还远远不够。比如，在国际海运和航空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排放的建议标准，但它们几乎没有强制执行效力。试想哪个国家的管辖权可以覆盖大西洋上一艘集装箱船的碳排放量呢？


  另外，虽然生产和使用更高效的交通工具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仅靠这些仍无法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因为尽管你烧的汽油少了，但总归是在烧汽油。


  这就引出了第四个减少此类排放的方法，而这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转向电动车和替代燃料。正如本章中所论述的，这两个选项目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绿色溢价。让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可以降低绿色溢价。


  如何降低绿色溢价


  乘用车的绿色溢价正一路走低，最终必然降为0。诚然，随着高燃油效率的汽车和电动车逐步取代常规汽车，汽油税收入将下降，进而减少用于道路建设和维护的资金。就美国而言，各州可以在电动车车主更新车辆牌照时向其收取一笔额外费用，以弥补损失的汽油税收入——在我撰写本章时已经有19个州在这样做了。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拥车成本方面，电动车要多花一两年的时间才会变得跟燃油车一样便宜。


  电动车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美国人对大排量、高油耗皮卡车的热爱。2019年，美国人购买了超过500万辆小汽车以及1 200万辆皮卡车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而在这当中，电动车占比仅为2%。[23]


  要扭转这种局面，我们需要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政府政策。比如，出台激励人们购买电动车的政策，还要创建充电站网络、提升电动车的实用性等。国家层面的承诺有助于增加电动车的供应并降低电动车的成本，中国、印度及欧洲的多个国家都公布了未来几十年淘汰燃油车（主要是乘用车）的目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承诺从2029年起只购置电动公交车，到2035年则全面禁止燃油小汽车的销售。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希望拥有的那些电动车跑起来，而这需要大量的清洁电力。我在第四章中讲述大力部署可再生能源、致力于实现电力生产及存储技术突破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我们还应该探索核动力集装箱船。尽管这方面存在非常现实的风险（如果船沉了，必须确保核燃料不会泄漏），但很多技术挑战都已经被突破，毕竟核动力潜艇和核动力航空母舰服役已久。


  最后，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探索各种制造先进生物燃料和廉价电燃料的方法。行业公司和研究人员已经在尝试不同的开发路径，比如利用电力或太阳能制氢，或利用微生物制氢，因为有些微生物本身就能产生氢。我们探索得越多，实现技术突破的机会就越大。


  



  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但在交通运输领域，“零碳”的未来基本是这样的：利用电力驱动我们能驱动的所有交通工具，并以廉价替代燃料为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第一个类别包括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轻型和中型卡车以及公交车；第二个类别包括长途货运卡车、火车、飞机和集装箱船。至于成本，电动乘用车的拥车成本很快就会降到比燃油车更低的水平，这是好消息；替代燃料依然很贵，这不是好消息，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手段压低它们的价格。


  本章讲述的是我们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方式，接下来将讨论我们身处的地方（家、办公室和学校）以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这些地方的宜居性。


  
    [1] 当然，对那些依赖汽车的人来说，汽油比我列出的其他产品更为重要。如果你留意自己的支出，就会更容易感受到汽油涨价带来的压力，这比橄榄油等产品涨价更为明显，因为对于后者，你完全可以选择不买。关键的一点是，在我们日常消费的商品中，汽油是相对便宜的。

  


  
    [2]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3] 历史排放量采用荣鼎咨询的数据。预测排放量基于国际能源署《2020年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www.iea.org/statistics。版权所有；比尔·盖茨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修改。

  


  
    [4] 该图数据来自Beyond road vehicles: Survey of zero-emission technology op tions across the transport sector by Hall, Pavlenko, and Lutsey，其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协议文本（CC BY-SA 3.0）（https://creative commons.org/licenses/by-sa/3.0/）进行许可，相关内容参见https://theicct.org/sites/default/fi les/publications/Beyond_Road_ZEV_Working_Paper_2018 0718.pdf。

  


  
    [5] 提醒一下，我只是计算了不同交通工具燃烧燃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制造这些交通工具时产生的排放被归入了生产和制造领域，比如钢和塑料的生产工厂的运营，相关内容参见第五章。

  


  
    [6] OICA, www.oica.net.

  


  
    [7] 据OICA数据，假设每年增加6 900万辆车，报废约4 500万辆车，汽车生命周期为13年。

  


  
    [8] 雪佛兰迈锐宝和纯电动车博尔特EV的相关参数，采用2020年车型数据。https://www.chevrolet.com. Illustrations ©izmocars — All rights reserved.

  


  
    [9] 每英里行驶成本：假设车主支付的价格为汽车平均购买价，拥车7年，年均行驶1.2万英里。Rhodium Group.

  


  
    [10]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1]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 .gov.

  


  
    [13] Michael J. Coren, “Buses with Batteries,” Quartz, Jan. 2, 2018, www.qz.com.

  


  
    [14] 图片来源：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15] Shashank Sripad and Venkatasubramanian Viswanathan, “Performance Metrics Required of Next-Generation Batteries to Make a Practical Electric Semi Truck,”ACS Energy Letters, June 27, 2017, pubs.acs.org.

  


  
    [16]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17] 空速通常以节为计量单位，但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并不知道一节是多快。总之，你只要知道节跟英里/小时大致相当就可以了。

  


  
    [18] Boeing, www.boeing.com.

  


  
    [19]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0] Kyree Leary, “China Has Launched the World’s First All-Electric Cargo Ship,” Futurism, Dec. 5, 2017, futurism.com; “MSC Receives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Ship MSC Gulsun from SHI,” Ship Technology, July 9, 2019, www.ship-technology.com.

  


  
    [21]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2] Rhodium Group, Evolved Energy Research, IRENA, and Agora Energiewende.零售价为2015—2018年美国国内的平均价格，“零碳”选项为当前预估价格。

  


  
    [23]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

  


  
    第八章

    制冷和取暖


    [image: ]


    实现电气化、发展清洁燃料和更高效利用能源的解决方案。

  


  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关注每年导致4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的疾病——疟疾。盖茨基金会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推进根除疟疾的行动。不久之前，我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疟疾也帮助催生了一个不错的“副产品”：空调系统。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同高温做斗争。古波斯的建筑物装有通风设施，又称“捕风塔”，以帮助保持空气流通和室内凉爽。[1]但已知最早的产生冷风的机器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发明者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医生约翰·戈里（John Gorrie）。[2]戈里认为，凉爽宜人的温度有助于疟疾患者的身体康复。


  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疟疾是由瘴气引起的（所以又称瘴气病），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由寄生虫引起的。戈里发明了一台机械装置，让空气流过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巨型冰块，从而达到为病房降温的目的。但这台机器的用冰量很大，而冰又是从北方各州运来的，所以成本高昂。为此，戈里自己设计了一款制冰机，并成功申请了专利。之后，他离开医疗行业，全力推销这项发明。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商业计划无果而终。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之后，戈里于1855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但他的想法就此生了根。空调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性进展出现在1902年，当时一位名叫威利斯·卡里尔（Willis Carrier）的工程师被公司派往纽约的一家印刷厂，帮助解决杂志印刷过程中纸张起皱的问题。卡里尔发现纸张起皱是因为当地环境湿度过大，随后他设计了一款能够在降低室内湿度的同时降低温度的机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空调产业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私人住宅首次安装空调设备算起，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3]如今，90%的美国家庭都安装了某种类型的空调。如果你曾经在圆顶体育场看过比赛或听过音乐会，那么你应该感谢空调。如果没有空调，很难想象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这样的地方会成为时下退休人士的向往之地。


  空调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让人们舒适地度过炎炎夏日的奢侈品，现代经济也依赖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数千台计算机组成的服务器场（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今天的计算机技术进步才成为可能，比如存储音乐和照片的云服务技术）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如果不能保持凉爽的温度，服务器是会熔化的。


  如果你生活在典型的美国家庭中，那么你会发现空调是用电最多的家用电器——超过照明设备、冰箱和计算机的用电总和。[4]尽管第四章中讲过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提一下，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空间冷却系统都是非常关键的排放源。另外，虽然空调设备用电最多，但在美国的家庭和企业中，它并不是耗费能源最多的，耗费能源最多的是暖炉和热水器。（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很多地区也是如此。）我会在下一节阐述暖风和热水系统的问题。


  美国并不是唯一喜欢及需要冷气的国家。尽管全世界在用的空调设备有16亿台之多，但它们的分布并不均匀。[5]在美国等富裕国家，90%以上的家庭都装有空调设备，而在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中，这个比例还不到10%（见图8–1[6]）。


  这意味着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形势日趋严峻的高温天气，我们这个世界将需要更多的空调设备。2007—2017年，中国国内增加了3.5亿台空调。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空调市场。全球范围内，空调销量仅2018年一年就增加了15%[7]，其中相当一部分增长来自温度上升得尤为明显的4个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到2050年，全球在用空调数量将超过50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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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各国拥有空调的家庭占比


    注：在用空调数量正在逐渐增多。在有些国家，大多数家庭都已经安装了空调，但在其他一些国家远未普及。未来几十年，图上下半部分的国家会变得越来越热，也会越来越富裕，这意味着它们将购买更多的空调，也会更多地使用空调。


    资料来源：IEA

  


  讽刺的是，为了在一个不断温室化的世界中生存，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使用空调）可能会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因为空调是靠电力运行的，所以我们安装的空调越多，其运行所需要的电力就越多。事实上，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制冷的电力需求将增加两倍。届时，全世界空调的用电量将相当于中国和印度现在的用电量总和。


  在用空调数量增加对遭受热浪侵袭的人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气候来说是坏事，因为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电力生产仍属于碳密集型。建筑物用电量（空调、照明设备和计算机用电等）产生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4%，其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空调对电力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所以计算制冷的绿色溢价比较容易。要想给空调“脱碳”，就得给电网“脱碳”。我在第四章中讲过一些电力生产和存储方面的技术突破，而这就是我们需要这类突破的另一个原因。否则，排放量将持续增加，我们将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我们的家中和办公室里越凉爽，气候就越炎热。


  幸运的是，我们不用等待那些突破，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减少空调的用电量，进而减少制冷导致的排放。这也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购买最具节能优势的空调。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市场上在售空调的平均能效仅为在售的高能效空调的一半，只有最佳机型能效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在挑选空调时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比如，一台低能效空调的售价可能会低一些，但长期使用成本很高，因为它耗电更多。然而，如果产品能效标识不清，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就无从知晓这些信息。（对于此类标识，美国有强制性要求，但并非全球所有国家都是如此。[8]）另外，很多国家也没有为空调设立最低能效标准。国际能源署发现，只要出台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全世界空调设备的平均能效就可以增加一倍，而到21世纪中叶，制冷领域的能源需求增长则将减少45%。


  不幸的是，空调对电力的需求并不是它成为问题的唯一原因。空调还含有制冷剂（制冷剂因为含有氟，所以又称氟化气体），而随着设备的老化和分解，这些物质就会一点点地泄漏。如果你更换过汽车空调中的冷却剂，那么你一定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氟化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它们造成的温室效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数千倍。如果你没怎么听说过氟化气体，那也正常，因为它们在温室气体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在美国，氟化气体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3%左右。


  但氟化气体并未因此而被忽视。2016年，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承诺，到2045年将某些特定氟化气体的生产和使用至少减少80%。他们之所以能做出这一承诺，是因为许多行业公司都在开发新的空调技术，可以用危害性更低的冷却剂取代氟化气体。目前，这些方法尚处于开发初期，给它们标价还为时过早，但它们无疑是创新的典范，而只有通过这些创新，我们才能在不导致气候变暖的情况下享受室内冷气。


  



  在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中，讨论如何保暖似乎有些奇怪：外面已经很热了，为什么还要打开恒温器呢？首要一点：当我们谈论热量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谈论气温的上升，还谈论水的加热——无论是淋浴、洗碗还是工业流程，都会用到热水。最重要的是，冬天不会消失。即便全球温度整体上升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会结冰、会下雪。而对任何依赖可再生能源的人来说，冬天都是特别艰难的日子。比如，在德国，可利用的太阳能最多可能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还会出现没有风的日子。但人们依然需要电，没有电就会冻死在自己家中。


  暖炉和热水器两项相加，占建筑物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不同于照明设备和空调设施，暖炉和热水器大都依赖化石燃料而不是电力。（至于是用天然气、取暖油还是丙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地。）这意味着仅仅给电网“脱碳”，还无法实现热水和取暖的无碳排放。我们需要从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能源上获得热能。


  供暖的“零碳”路径实际上和乘用车的路径颇为相似：第一，尽可能地实现电气化，淘汰燃气热水器和暖炉；第二，发展清洁燃料，解决热水器和暖炉以外的其他所有热源问题。


  好消息是，在电气化方面实际上是可以实现负绿色溢价的。与售价普遍高于同规格燃油车的电动车不同，纯电动取暖和制冷设备可以为你省钱——它们既适用于新建建筑物又适合翻新后的老旧建筑物。在大多数地方，如果你放弃使用电动空调和天然气暖炉（或燃油暖炉），然后代之以电动热泵，那么整体成本将会降低。


  对于热泵这个概念，你乍一听可能会觉得很怪。虽然我们可以抽水或抽气，但到底怎样才能抽热量呢？


  热泵实际上利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气体和液体在遇到温度变化时会膨胀和收缩。热泵的工作原理是：让冷却剂通过闭环管道，利用压缩机和特殊阀门改变沿途压力，使得冷却剂在某一区域吸收热量，在另一区域释放热量。冬天，把热量从室外引入家中（除了气候极端寒冷的地方，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夏天，反其道而行之，把家中的热量排到室外。


  这听起来有些神秘，实则不然。你的家中早就有了热泵，而且现在可能正在运行，它就是冰箱。正是冰箱底部散发的暖空气，把冰箱内食物的热度带走了，从而使它们处于低温状态。


  一台热泵可以为你省多少钱？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城市，因为要看当地的寒冷程度、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以美国多个城市的新建建筑物为例，我们来看看热泵安装并运行15年的成本（见表8–1[9]）。


  
  表8-1美国部分城市安装空气源热泵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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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翻修老旧建筑物，那么热泵为你省下的钱可能没那么多，但在大多数城市，使用热泵仍是经济合算的选择。比如，在休斯敦，这会为你节省17%的开支；在芝加哥，成本实际上还会增加6%，因为那里的天然气价格异乎寻常的低。另外，有些老旧房子没有安装新设备的空间，所以可能也无法进行升级改造。


  然而，这些负绿色溢价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热泵如此合算，那么为什么只有11%的美国家庭安装了这种设备？[10]


  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每隔10年左右才会更换一次暖炉，大多数人手上又没有足够的闲钱，所以也就不会用热泵来替换尚可正常工作的暖炉。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解释：过时的政府政策。20世纪70年代爆发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人一直试图减少能源的使用，所以各州政府出台种种激励措施，鼓励使用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来取代能效低下的同类电动产品。有些州还更改了建筑规范，使得房主更难将他们的天然气类设备换成电动产品。很多重视高能效而非低排放的政策仍在发挥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减排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你无法把天然气暖炉换成电动热泵——即便这样做会给你省钱。


  这种“愚蠢的监管”令人沮丧，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好消息。这意味着除了给电网“脱碳”，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技术突破就可以减少该领域的排放。电动替代产品已然存在，而且可以广泛使用；它不仅具有价格竞争优势，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便宜。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政府政策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从技术上讲，我们可以通过电力手段实现取暖方面的零排放，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我们解决了前文提到的自缚手脚的监管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换成同类电动产品。这就好比让全世界的乘用车一下子都变成电动车，是不现实的。从时下暖炉的使用寿命来看，如果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到21世纪中叶淘汰所有的天然气暖炉，那么到2035年就得停售此类产品。目前，在美国国内销售的暖炉中约有一半是使用天然气的。全世界范围内，化石燃料提供的热能总量比电力多6倍。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需要先进生物燃料和电燃料的另一个原因。关于这些燃料，我在第七章中论述过。实际上，它们可以用于我们现在的暖炉和热水器，无须对产品进行改造，也不会增加大气中的碳。但就目前而言，这两个选项的绿色溢价都非常高（见表8–2[11]）。


  这些绿色溢价对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该家庭原本用取暖油取暖，那么改用先进生物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至少多支付1 300美元；改用电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至少多支付3 200美元。如果该家庭原本用天然气取暖，那么改用先进生物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多支付840美元；改用电燃料后，每个冬季需要多支付近2 600美元。[12]


  
    表8-2使用“零碳”替代品替代当前取暖燃料的绿色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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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撒姆天然气的体积约为2.74立方米。——编者注

  


  显然，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替代燃料的价格，而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七章已经论述过。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给取暖系统“脱碳”。


  
    尽可能地实现电气化，淘汰天然气暖炉和热水器，用电动热泵取而代之。在有些地区，政府要更新现有政策，允许和鼓励进行电气化升级改造。


    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加快部署现有清洁能源，同时加大投资，致力于在电力生产、存储和传输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进而实现电网“脱碳”。


    更高效地利用能源。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儿矛盾，因为刚刚我还抱怨政府政策重视高能效而非低排放。事实是，这两者我们都需要。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波巨大的建筑浪潮。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到2060年，我们将增加2.5万亿平方英尺的建筑物——正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这相当于每个月都再建一个纽约市，而且是连续40年不间断。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很多建筑物将不会按照节能标准设计，在建成后的几十年里，它们只能以低效的方式利用能源。


  好消息是，我们知道如何建造绿色建筑——只要我们愿意支付绿色溢价。位于西雅图的布利特中心就是一个极端例子（见图8–2[13]），作为世界最佳绿色商业建筑之一，布利特中心原本就是按照冬暖夏凉的要求设计的，这样可以降低其对暖气和冷气的需求，同时它也采用了其他节能技术，比如超高能效的电梯。得益于楼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有时它产生的能源比其消耗的能源还要多60%。即便如此，布利特中心还是接入了城市电网，因为在夜间及阴雨天，它仍需要外部电力供应，而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在西雅图很常见。[14]


  尽管布利特中心的很多技术现在推广起来成本高昂（这也是它自开放起就被称作世界最佳绿色商业建筑之一，而且在之后的7年里一直保有这一头衔的原因），但我们仍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提高住宅和办公楼的能源利用效率。比如，可以采用开发商所称的超密闭围护结构设计，尽量隔绝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同时使用高品质的保温隔热材料、三层玻璃窗和节能门等。我对装有“智能玻璃”的窗户也很感兴趣，这种玻璃会依照室温要求自动变色：若室内温度过高，它就会变暗；若室内温度过低，它就会变亮。新的建筑规范有助于推广这些节能理念，进而扩大相关产品的市场并推动其成本下降。我们可以建造很多高能效的建筑物，尽管它们不可能座座都像布利特中心一样节能。


  
    [image: ]

    图8-2 位于西雅图的布利特中心

  


  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温室气体排放的5个主要来源：电力生产与存储、生产和制造、种植和养殖、交通运输，以及制冷和取暖。我希望以下3点已经讲清楚了：


  
    1.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涉及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


    2. 我们手头已经有了一些现在就应该部署的减排工具。


    3. 但我们还没有掌握所需要的全部工具。我们必须降低各个部门的绿色溢价，而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发明。

  


  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我会给出具体的行动步骤。我认为，在开发和部署所需的工具方面，这些步骤会为我们提供最大可能性。但首先我想直面一个让我夜不能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本书所讲的内容全都是关于如何减少排放，以及怎样才能把温度控制在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对于已然发生的气候变化，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特别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帮助极端贫困人口？要知道，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负的责任最小，遭受的损失却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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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金融市场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我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以及为什么需要很多创新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前文讲的那些绿色产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已经在遭受某种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适应不断暖化的世界。随着海平面和冲积平原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把家和企业安在哪里。我们需要强化电网建设，需要加固海港和桥梁。我们需要种植更多的红树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红树林，请继续往下看），需要改进风暴早期预警系统。


  我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些我最先想到的、会在气候灾难中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以及最需要帮助的人。在电网、海港或桥梁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忧虑。他们是我在开展全球健康及发展工作中遇到的低收入群体，同时也是气候变化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同时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比如，2009年，我去肯尼亚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对象是耕地面积少于4英亩的农民，或者用开发领域的术语来讲——小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塔拉姆一家——拉班·塔拉姆、米丽娅姆·塔拉姆以及他们的3个孩子。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农场（见图9–1[1]）：沿着肯尼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埃尔多雷特郊外的一条土路出发，走几英里就到。塔拉姆一家并没有多少钱，除了几间带茅草屋顶的圆形泥屋和一个畜棚，几无其他财产。他们的农场面积约为2英亩，比一个棒球场还小。然而，就是这一小片土地吸引了方圆几英里的数百名农民前来参观和学习。


  拉班和米丽娅姆在他们家大门口迎接我，然后跟我讲起了他们的故事。两年前，他们还是从事自给农业的小农户，同大多数邻居一样，他们家也曾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种植玉米和蔬菜，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拉班还会外出打零工，以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为增加收入，他买来一头奶牛。这对夫妇一天挤两次牛奶，早上挤的牛奶卖给当地的商人，换取一些现金，但数额不多；晚上挤的牛奶留着给全家人喝。总共算下来，这头奶牛每天可以产3升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五口之家，每天卖出和喝掉的牛奶还不足1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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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注：2009年，我在肯尼亚卡比耶特的一处农场见到了农场主人米丽娅姆·塔拉姆和拉班·塔拉姆，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功故事，但气候变化可能毁掉他们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塔拉姆一家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现在有4头奶牛，每天可产奶26升，其中20升出售、6升自用。这些奶牛每天可以给他们带来近4美元的收入，在肯尼亚这一地区，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够他们重建房子、种植专用于出口的菠萝，也足够他们供孩子上学。


  他们说，生活之所以好转，是因为附近新开了一家牛奶冷却厂。塔拉姆一家及周边的农民可以把他们挤的牛奶卖给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则通过冷却设备将牛奶冷却存储后运送到全国各地，从而让牛奶卖出更好的价格。此外，这家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培训基地的角色。当地的奶农可以来这里学习养殖技术，了解怎样饲养更健康、更高产的牲畜，怎样给奶牛接种疫苗，以及怎样对牛奶进行污染检测以确保产品卖出好价钱，等等。如果牛奶不符合标准，他们还会获得关于提升质量的建议。


  在肯尼亚，也就是塔拉姆一家生活的这个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全世界有5亿个小农农场，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尽管从业人口庞大，但由小农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没钱使用那么多涉及化石燃料的产品和服务。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一个肯尼亚人仅相当于一个美国人的1/56[3]，肯尼亚农村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少。


  但如果你记得第六章中讲到的牛的问题，你就会立刻意识到这里的困境：塔拉姆一家买了更多的牛，而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过其他牲畜。


  就塔拉姆一家而言，他们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很多贫困农民在赚了钱之后都会投资高价值的资产，比如购买鸡、山羊和奶牛，因为这些动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通过卖奶、卖蛋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这是明智的决定，任何关心脱贫行动的人都不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问题难就难在这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做的事情会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原因，即帮助贫困人口在不加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一个极其不公的残酷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基本没有做任何导致气候变化的事情，其所承受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却最大。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气候变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些麻烦，而对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来说，气候变化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旱灾和洪灾的发生会越来越频繁，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牲畜可吃的少了，产的肉和奶也就少了；空气和土壤失去了水分，植物赖以生存的水也就少了。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千万英亩的农田将处于严重干旱状态。各种农作物害虫泛滥成灾，因为它们要寻找更适于生存的环境。农作物生长季也会变得越来越短，如果升温4摄氏度，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长季会缩短20%，乃至更多。


  当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时，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积蓄，而种植的农作物又全部死了，那么你没有钱再买多余的种子，等待你的将是一条绝路。再者，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使得穷人更难以承受。受气候变化影响，数亿人将面临物价飙升的挑战，而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原本就有超过一半花在了食物上面。


  随着食物越来越匮乏，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本来就已存在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拉大。目前，就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而言，乍得是芬兰的50多倍。受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将无法获得成长期所需的全部营养，这将导致其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他们就更有可能死于腹泻、疟疾或肺炎。研究发现，受升温影响，到21世纪末，因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每年可能多达1 000万（大致相当于现在每年死于各种传染病的人数总和），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贫困国家。而在贫困国家侥幸活下来的儿童则更有可能罹患发育障碍类疾病，也就是说，身体或智力无法得到充分发育。


  因此，气候变化对贫困国家造成的最糟糕的影响是降低其国民健康水平，使得国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向极端贫困人口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营养不良儿童的生存率。这意味着要改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疟疾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以及继续为腹泻和肺炎等疾病提供疫苗。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知道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比如，作为一个疫苗项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2000年以来已经挽救了1 300万人的生命，这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4]（为这项全球事业提供捐助是盖茨基金会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们不能让气候变化打乱这一进程。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加快进程，为其他疾病研发疫苗，比如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并让每个需要疫苗的人都能够接种。


  其次，我们还需要从源头着力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随着人口的增长，全球贫困地区的食物需求量可能会增加一倍，乃至两倍。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贫困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即便是在旱灾和洪灾来袭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将在下一节做进一步论述。


  我跟富裕国家负责监督对外援助预算的人打过很多交道，他们之中一些非常好心的人甚至曾告诉我：“我们过去资助疫苗，而现在需要建立气候敏感型援助预算。”他们这番话的意思是要帮助非洲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我告诉他们：“请不要把资助疫苗的预算拿去生产电动车。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非洲仅占2%的比例。你真正应该资助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我们能帮助贫困人口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他们足够健康，确保他们能在气候变化中生存，并实现繁荣发展。”


  你可能从未听说过CGIAR[5]，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组织大概是在10年前，那时我正着手研究贫困国家农民面临的问题。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在确保家庭，尤其是极端贫困家庭获取营养食物方面，没有哪个组织比CGIAR出力更多。在开展创新以帮助贫困农民适应未来气候变化方面，也没有哪个组织比它所处的位置更好。


  CGIAR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研究组织，简单来讲，它致力于帮助培育更好的动植物基因。正是在墨西哥的一家CGIAR实验室，诺曼·博洛格（你可能还记得我在第六章讲过他）在小麦培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而引发了绿色革命。受博洛格启发，CGIAR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成功培育出了高产抗病水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组织在牲畜、土豆和玉米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帮助减轻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同时改善了他们的营养水平。


  很多人都不知道CGIAR，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细想也不奇怪。首先，它的名称常被人误以为是“cigar”（雪茄），觉得它与烟草行业有关。（事实并非如此。）另外，CGIAR不是一个单一组织，而是由15个独立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其中大多数都使用令人难以分辨的首字母缩略词来指代，它们包括CIFOR（国际林业研究中心）、ICARDA（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CIAT（国际热带农业中心）、ICRISAT（国际半干旱地区热带作物研究所）、IFPRI（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ITA（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LRI（国际家畜研究所）、CIMMYT（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P（国际马铃薯中心）、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IWMI（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和ICRAF（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等。


  尽管CGIAR偏爱“字母汤”[6]，但在为世界贫困农民培育新的气候智能型农作物和牲畜方面，它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最爱举的例子之一就是该组织研究人员培育的抗旱玉米。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玉米产量低于世界其他地方，但那里有超过2亿个家庭靠种植这种农作物维持生计。天气越是反复无常，农民面临玉米减产的风险就越高，而在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


  为此，CGIAR的专家培育了数十种适于非洲不同地区种植的抗旱玉米新品种。起初，许多小农不敢尝试种植新品种。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你也不会冒险种先前从未种过的种子，要是它们死了，那你就没有任何后路可退了。但在专家向当地农民和种子经销商说明了新品种的种种优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改良的玉米品种。


  很多家庭的生活由此发生改变。比如，在津巴布韦的干旱地区，相比于种植传统玉米品种，种植抗旱玉米后每公顷多收600多千克（即每英亩增产500多磅，足以维持一个六口之家9个月的生活）。对那些选择出售玉米的种植户来说，所获收入足够他们供孩子上学，也足以满足家庭其他需求。CGIAR的专家还致力于培育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品种，以及抗病、抗虫害或抗杂草的玉米品种。他们帮助当地农民把作物产量提高了30%，同时也在帮助他们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


  CGIAR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玉米种植领域，在该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新型抗旱水稻正在印度快速推广，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即便是雨季，干旱期也越来越长。CGIAR还培育了一种绰号为“潜稻”（scuba rice）的水稻品种（见图9–2[7]）。正如该名称巧妙所示，这种水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两个星期。一般来说，洪灾时，水稻会把叶子伸展到水面之上；如果被淹没时间过长，它们就会在试图逃离水下环境的过程中耗尽能量，最终因能量枯竭而死。“潜稻”不存在这一问题，它们被植入了一种抗洪涝的基因——SUB1，因此在遭遇洪涝灾害时，它们会停止伸展叶子，进入休眠状态，直至洪水退去。


  CGIAR的工作重点除了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其旗下科学家还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便于农民使用手机上的相机识别危害木薯（非洲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的各种病虫害。他们还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利用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帮助农民确定农作物所需的浇水量和施肥量。


  
    [image: ]

    图9-2 一片种植“潜稻”的农田


    注：作为新培育的水稻品种，“潜稻”一次最长可在水下生存两个星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因为洪灾将越来越频繁地爆发。

  


  贫困农民需要更多类似的进步技术，但要提供这些服务，CGIAR和其他农业研究机构需要更多的资金。农业研究长期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加大对CGIAR的资助，从而使它帮助更多的农民，正是全球适应委员会[8]的主要建议之一——该委员会由我本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共同领导。[9]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样的钱花得值：就CGIAR的研究而言，每1美元的投入会产生大约6美元的收益。即便是沃伦·巴菲特，对这种回报率的投资也会举双手赞成，况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拯救生命。


  除了帮助小农提高农作物收成，全球适应委员会还提出了3项与农业相关的建议。


  第一，帮助农民应对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带来的风险。比如，政府可以帮助农民种植更多种类的农作物，饲养更多种类的牲畜，这样即便某个领域出了问题，他们的生活也不会陷入困顿。政府还应该探索如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与天气相关的农业保险，帮助农民挽回相关损失。


  第二，重点关注最弱势的群体。虽然妇女并不是唯一的弱势群体，但她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等，农村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艰难。比如，她们可能无法获得土地权，无法获得用水的平等权利，无法获得购买肥料的资金，甚至无法获得天气预报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推动女性财产权的实现，并为她们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建议，等等。这些做法的回报是巨大的：联合国下属某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多的资源，那么在同等的土地上，她们能多收获20%~30%的粮食，从而使全世界饥饿人口减少12%~17%。[10]


  第三，将气候变化纳入政策决策。用于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非常少：2014—2016年，政府花在农业部门的5 000亿美元资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政府应该拿出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帮助农民在种植更多粮食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概括来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富裕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极端贫困人口所负的责任最小，但其所受的冲击最大。他们理应得到世界的帮助，也需要得到世界的帮助，而且是比现在更多的帮助。


  * * *


  我在过去20年里开展了一系列与全球贫困相关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贫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气候变化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因为我痴迷于植物育种背后的科学。


  然而，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适应气候变化这幅拼图的其他拼块上，比如城市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或生态系统会受到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得益于我刚才提到的全球适应委员会，以及我在该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以下是我从科学、公共政策和产业等领域的数十位专家那里获取的一些洞见，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该如何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


  大致来说，你可以把适应气候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


  第一阶段是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相关措施包括建设气候适应型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保护湿地并将其作为防洪屏障，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鼓励人们永久迁离已不适于居住的地区。


  第二阶段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天气预报和预警系统，以便更好地掌握风暴的相关消息。而在灾难爆发时，我们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应急救援队伍，以及处理临时疏散工作的应急体系。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灾难发生后的恢复期。我们需要为流离失所的人制订服务计划，比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计划；为各收入阶层的人提供灾后重建保险，同时设立建筑标准，确保灾后重建设施比先前的设施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


  以下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点。


  第一，城市需要改变发展方式。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且这个比例在未来几年还会上升。城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三。在扩张过程中，许多高速发展的城市最终会将建筑工地扩张到冲积平原、林地和湿地上，而这些地方原本是用于调节水资源的：洪涝时排水，干旱时蓄水。


  所有城市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海滨城市遭遇的问题最严重。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风暴潮的加剧，数亿人可能要被迫离开家园。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每年给全球海滨城市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仅仅说这会加重大多数城市原本就面临的问题，比如贫困、无家可归、医疗保健和教育，那显然是轻描淡写了。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城市规划者需要掌握最新的气候风险数据和基于计算机模型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数据。（当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许多城市的领导者甚至连标示哪些地区最易遭受洪水袭击的基础地图都没有。）在掌握了这些最新信息之后，他们就可以在相关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如何规划居民区和工业中心，如何建设或扩建防波堤，如何保护城市免受日趋猛烈的风暴的袭击，如何强化雨水排水系统，以及如何建设高水位码头平台以使其免受不断上涨的潮汐的侵袭，等等。


  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准备在本地河上建一座桥，那么桥面高度应该规划为12英尺还是18英尺？从短期看，建一座更高的桥的建筑成本也更高，但如果你知道未来10年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洪水，那么建更高的桥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肯定宁愿建高成本的桥一次，也不愿意建两次低成本的桥。


  这还不仅仅是翻新和改建城市已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气候变化还会迫使我们全面考虑城市的新需求。如果城市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而很多人又无力负担空调费用，那么它就需要建立“降温中心”——供居民避暑的设施。不幸的是，使用空调越多，温室气体排放就越多，而这也是我在第八章讲的突破性制冷技术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


  第二，我们应该强化自然防御体系。森林有蓄水和调节水的功能；湿地可以防止洪水，又可以为农民和城市提供水资源；珊瑚礁是海滨社区赖以生存的鱼类的栖息地。但这些以及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正在迅速消失，仅2018年一年，遭破坏的原始森林就近900万英亩，而如果全球升温幅度达到2摄氏度——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地球上的大多数珊瑚礁都将会退化、消失。


  从另外的角度看，恢复生态系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通过恢复森林和水域等生态环境，世界最大规模城市的水务部门每年合计可节省8.9亿美元。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尼日尔，农民发起的一项植树造林活动不仅提高了农作物收成、增加了森林覆盖率，还将妇女拾柴的时间从原来的每天3小时减少到30分钟；中国已经把大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划为关键自然资产，并将在这些地区优先推进保育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墨西哥对境内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实施了保护措施，以确保4 50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为榜样，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帮助更多的国家行动起来，那么我们将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中获益。


  这里还有一项更容易获取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红树林。红树是一种适应咸水环境的低矮树种，生长在海岸线一带，它们可以帮助减缓风暴潮的冲击，阻止沿海洪灾，并保护鱼类栖息地（见图9–3[11]）。总之，红树林每年可帮助全球避免800亿美元的洪灾损失；在其他方面，它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数十亿美元。种植红树林远比修建防波堤便宜，而且这些树木可以改善水质。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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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3 红树林

  


  第三，全球饮用水的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随着湖泊和地下蓄水层的不断缩小或被污染，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饮用水将越来越困难。全球大多数特大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如果再不改变，那么到21世纪中叶，每月至少有一次无法获得足够饮用水的人数将会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超过50亿。


  在这方面，技术带来了一些希望。我们已经掌握了使海水析出盐从而把它转化为饮用水的方法，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能量，因为你需要把海水从海洋运到海水淡化厂，再把淡化处理后的饮用水送到需要的人手中。（这也就是说，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能源问题：只要有足够便宜的清洁能源，我们可以生产出足以满足每个人需求的饮用水。）


  在我密切关注的技术中，有一种是从空气中提取水，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聪明。这基本上就是一台配有先进过滤系统的太阳能除湿机，之所以配有过滤系统，是为了避免你喝到空气中的污染物。目前，这种装置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其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对贫困群体来说实在是太贵了，然而在水资源短缺问题上，贫困群体是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该方法变得足够廉价之前，我们需要采取更切合实际的行动：通过激励政策降低用水需求，同时加大努力提升供水能力。这包括从废水回收利用到按需灌溉（一种灌溉系统，它既能大幅减少用水量又能提高农民的收成）在内的一切措施。


  第四，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金，用以资助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外援助——当然我们也需要国外援助资金，而是公共资金怎样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并让他们支持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这里有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人们先期支付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可能都无法获得经济回报。比如，你现在可以采取防洪措施保护自己的企业，但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你所在的地区可能都不会出现重大洪涝灾害，你的防洪投入不会产生有利可图的现金流，客户也不会因你的防洪投入（比如你采取了措施，确保污水不会在洪灾期间倒灌进地下室）而为你的产品支付额外费用。如此一来，银行也就不愿意为你的项目发放贷款，而即便发放贷款，也会向你收取高额利息。总之，你必须自己消化一些成本，结果可能就是你直接放弃了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把这个例子扩延到整个城市、整个州或整个国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公共部门必须在为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融资以及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了。我们需要把这类项目变成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


  这首先需要公共和私人金融市场把气候变化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并对这些风险进行相应定价。一些政府和企业已经在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事实上，所有政府和企业都应该这样做。政府还可以在适应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并为未来的投资数额设定目标，同时制定政策，消除私人投资者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在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回报日趋清晰后，私人投资应该会有所增长。


  你可能想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不可能为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但我所在的全球适应委员会列出了5个关键领域的花费情况（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建设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提高农作物产量，管理水资源和保护红树林），并发现在2020—2030年投入1.8万亿美元，将产生超过7万亿美元的收益。换言之，在10年的时间里，投入全球GDP的0.2%，将产生近4倍的投资回报。


  你可以用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坏事来测算这些收益：因用水权而发生冲突，旱灾或洪灾导致农民绝收，城市因飓风而被破坏，以及因气候变化而逃难，等等。你也可以用一些一定会发生的好事来测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所需的营养，家庭摆脱了贫困并成功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以及即便全球温度越来越高，企业、城市和国家依然实现了繁荣发展。


  无论你采用哪种测算方法，经济上的回报都是很明显的，从道德上看也是如此。在过去25年里，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从1990年占全世界人口比例的36%降到2015年的10%，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阻碍了这一发展进程。[12]但与之相比，气候变化更甚，它可能会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13%。


  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的其他人渡过危机。这是我们欠他们的。


  * * *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多加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气候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很多可显著加快气候变化速度的引爆点，比如，洋底含有大量甲烷的冰状晶体结构开始变得不稳定并最终喷发。在较短的时间内，灾难可能就会蔓延全球，使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而全球温度越高，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引爆点。


  如果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朝着某一个引爆点迈进，那么你将会听到一系列大胆甚至疯狂的想法，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到一门名为“地球工程学”的学科下。这些方法尚未得到证实，还会引发棘手的伦理问题。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大把时间进行研究和讨论。


  地球工程是一个尖端的、“在紧急情况下打碎玻璃”式的工具，其基本理念是对地球上的海洋或大气层采取干预措施，对其进行临时改变，从而达到降低全球温度的目的。这些改变并不是为了免除我们的减排责任，而是为我们采取共同行动赢得时间。


  近年来，我资助了一些与地球工程学相关的研究项目（与我支持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相比，这些资助可以说微不足道）。在地球工程学领域，大多数方法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要抵消我们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升温，就需要把照射到地球的阳光量减少约1%。[13]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是在大气上层散布极细颗粒物——颗粒物的直径仅为百万分之几英寸。科学家知道，这些颗粒物可以散射阳光，从而起降温的作用，因为他们见过这种情况的发生：超级火山在爆发时，也会喷射类似的颗粒物，并会显著降低全球温度。


  地球工程的另一个方法涉及提高云层亮度。因为阳光在照射云层顶部时会被散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云层亮度来散射更多的阳光，从而达到降低地球温度的目的，比如使用盐雾使云层散射更多阳光。实际上，这并不需要大规模提高云层亮度。要减少1%的入射阳光，我们只需要把覆盖地球面积10%的云层提高10%的亮度即可。


  除此之外，地球工程学领域还有其他降低全球温度的方法，它们在3个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第一，与所应对问题的规模相比，这些方法相对便宜，其前期投入成本不到100亿美元，而且运营费用极低；第二，对云层的影响会持续一周左右，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启动或停用，不用担心造成长期影响；第三，这些方法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问题，但在它们必定面临的政治障碍面前，这些问题显得不值一提。


  一些评论人士抨击地球工程是就地球开展的大规模实验，然而正如地球工程的支持者所指出的，我们早已经在地球上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实验——排放巨量的温室气体。


  平心而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工程在地方层面的潜在影响。这是一个合理关切，我们甚至在考虑在现实世界中开展大规模地球工程实验之前，就应该就此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大气层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地球工程实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达成一些共识。


  目前，我们很难想象世界各国能在人为设定地球温度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里，要想在降低全球温度的同时避免经济严重受损，地球工程是我们唯一已知的方式。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我们最好从现在就开始，为那一天做好全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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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政府应全力做好的七件大事。

  


  1943年，在“二战”战况最为激烈之际，一股浓浓的烟雾笼罩了洛杉矶。浓烟的毒性很大，居民先是感到眼睛刺痛，然后开始流鼻涕，司机无法看到3个街区之外的道路。一些当地人怀疑是日本军队使用化学武器攻击了这座城市。


  洛杉矶并没有受到攻击——至少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攻击。真正的元凶是雾霾，这是由空气污染和天气条件共同造成的一起不幸事件。


  在近10年后的1952年12月，伦敦也遭到了雾霾的严重侵袭，持续时间长达5天（见图10–1[1]）。公交车和救护车全部停运。即便是在建筑物内，能见度也非常低，以致电影院都不得不关闭。抢劫犯猖獗一时，因为无论是哪个方向，警察都只能看到几英尺以内的东西。（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网飞剧集《王冠》的忠实观众，那么你一定会记得第一季中有一集正是以这一糟糕事件为背景的，剧情扣人心弦。）“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至少造成了4 000人死亡。


  
    [image: ]

    图10-1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期间，警察不得不靠火把来指挥交通

  


  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空气污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和欧洲民众的广泛担忧，政策制定者也据此迅速行动。1955年，美国国会开始拨款，用于资助空气污染及修复方案等方面的研究。次年，英国政府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排烟控制区，区域内只允许使用更清洁的燃料。7年后，美国出台的《清洁空气法》为国内空气污染控制确立了现代监管体系——迄今为止，在监管危及公众健康的空气污染方面，它仍是美国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法律之一。1970年，美国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帮助推进法律的施行。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清除空气中的有毒气体，1990年以来，美国的二氧化氮排放量下降了56%，一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77%，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了88%，铅排放在美国已经基本绝迹。虽然我们仍需为此付出努力，但不可否认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的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


  明智的政策可以帮助解决空气污染之类的问题，这类例子甚至都没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因为现在就有一个：自2014年起，为应对各大都市市区不断恶化的雾霾问题和飙升的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国政府发起了多项行动计划，包括为降低空气污染设定新的目标，禁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以及对大城市内非电动车的使用施加限制，等等。短短几年时间，在特定类型污染方面，北京降低了35%，拥有1 100万人口的保定降低了38%。


  虽然空气污染仍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可能有超过70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但如果没有我们实施的那些政策，这个数字无疑还会更大。[2]（相关政策也帮助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这并不是它们最初的目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们也清楚表明了在避免气候灾难方面，政府政策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我承认“政策”是一个含糊的、听上去无趣的词。一项重大突破，比如新型电池的发明，可能比推动化学家发明该电池的那些政策更让人感兴趣。但如果政府没有通过税收资金资助该项研究，没有出台旨在将该项研究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政策，没有制定旨在创造市场并使其易于大规模应用的法规，那么这项突破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


  在本书中，我一直强调实现零排放所需的各种发明的重要性，比如存储电力和炼钢的新方式等，但创新并不仅仅是开发新设备，还包括制定新政策的问题，政策能让我们尽快在市场上展示和推广那些新发明。


  幸运的是，在制定这些政策时，我们并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我们在能源监管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事实上，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能源都是经济中受监管最严格的部门之一。除了更清洁的空气，明智的能源政策还给予了我们以下益处。


  电气化。1910年，在美国，家中能用上电的人仅占12%，而到195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0%。这主要得益于联邦政府对大坝建设的资金支持，为能源监管而专门设置的联邦机构，以及政府大规模实施的乡村电力发展计划。


  能源安全。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着手提升各种能源的国内产量。联邦政府于1974年推出首批重大研发项目，次年颁布与节能相关的重要立法，其中就包括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等。1977年，美国能源部成立。20世纪80年代，由于油价大幅下跌，我们放弃了之前的很多努力，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油价再次开始上涨为止。21世纪初的油价上涨引发了新一轮投资热潮，政府监管也随之收紧。通过这些投入及其他各种努力，2019年美国能源总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这是近70年来的第一次。[3]


  经济复苏。2008年“大衰退”以来，各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力基础设施和铁路等领域加大投入，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投资。2008年，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绿色项目。2009年，美国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利用税收减免、联邦拨款、贷款担保和研发资助等方式提振经济，减少排放。这是美国历史上在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所做的最大单笔投资，但这只是一时的资金注入，而不是长期的政策改变。


  



  现在该是把我们的政策制定经验拿出来应对眼前挑战的时候了：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


  世界各国领导人需要阐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零碳”转型的愿景。反过来，这个愿景又可以成为世界各地的人和企业的行动指南。政府可以制定相关规则，规定电厂、汽车和工厂的最高碳排放量；可以出台监管政策，塑造金融市场，明确气候变化给私人和公共部门带来的风险；可以作为科研的主要投资者——就像现在所做的一样，并制定有关新产品多久可以上市的规则；还可以帮助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碳排放产品对环境和人类造成的隐形成本等。


  就这些决策而言，很多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州和地方政府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很多国家，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当地电力市场，并制定建筑物能源使用标准。它们负责规划当地的大型建筑项目，比如大坝、轨道系统、桥梁和道路等，同时负责项目的选址，并规定所用建材类型。它们购买警车和消防车、学校的午餐和灯具。其中的任何一步，都将有人决定是否使用绿色替代方案。


  我是在呼吁更多的政策干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讽刺。在打造微软期间，我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乃至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保持着距离，因为我认为他们只会妨碍我们做好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针对微软发起的反垄断诉讼使我意识到我们自始至终都应该和政策制定者打交道。我也知道，在大型事业项目上，比如建设全国高速公路系统、给全世界儿童接种疫苗或为全球经济“脱碳”等，我们需要政府创建合理的激励机制，并确保整个系统惠及所有人。我们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然，企业和个人也需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我将提出一个实现零排放的计划，涵盖政府、企业和个人可采取的具体步骤。但由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过于重要，所以我在这里先列出它应当全力做好的七件大事。


  1. 弥补投资缺口


  首款微波炉产品于1955年上市，换算成现在的物价水平，每台售价将近1.2万美元。如今，你花上5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非常好的微波炉。


  为什么微波炉会变得如此便宜？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微波炉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用它来加热食物所需的时间远远少于传统烤箱。随着微波炉销量的快速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进而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


  要是能源市场也能这样就好了。电力不同于微波炉，后者完全靠产品性能取胜。“肮脏”的电子和“清洁”的电子一样，都可以驱动照明设备。因此，在缺乏政策干预（比如建立碳定价机制或要求市场上特定比例的电力为“零碳”电力等）的情况下，无法保证输送清洁电力的公司能够赚钱。投资清洁电力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能源是一个受高度监管的行业，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


  能源研发领域之所以普遍存在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平均而言，能源行业公司用于研发的资金仅占其收入的0.3%。相比之下，电子行业和制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例分别约为10%和13%。


  我们需要政府政策和融资来填补这一缺口，特别是那些急需发明新的“零碳”技术的领域。当一个想法还处于早期阶段时，要有合适的政策和融资确保这个想法得到充分的落实，而这里所谓的早期阶段，是指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无法确定它是否有效，或它走向成功的时间超出了银行或风险投资者愿意等待的时间。这可能是一项重大突破，但也可能无果而终，所以我们需要包容某种意义上的彻底失败。


  总之，在私人投资者因看不到获利方式而不愿开展研发活动时，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率先开展研发投资。一旦获利前景明朗，私人投资者就会接过政府的投资接力棒。事实上，你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产品几乎都是这么来的，包括互联网、拯救生命的药物，以及智能手机中用以帮助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等。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资金研发尺寸更小、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那么个人电脑行业公司永远都不会有成功之日，其中也包括微软。


  在数字技术等部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种交接比较快。在清洁能源部门，这要花更长的时间，甚至需要政府做出更多的财政承诺，因为科研和工程工作既耗费大量时间也耗费大量资金。


  政府投资研发还有一个好处：帮助一国建立生产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产品的企业。比如，A国研发了一种成本低廉的电燃料，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可以出口到B国。B国即便缺乏减排的雄心，最终也会朝着减排的方向发展，因为其他国家发明了更实用、更便宜的燃料。


  最后，尽管研发本身会产生效益，但只有把它同需求侧的激励政策结合，其最大效力才能发挥。没有哪家企业打算把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想法转变成产品，除非它有信心找到购买者，特别是在产品价格高昂的早期阶段。


  2.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正如我一再声明的（你可能已经听得厌烦了），我们需要降低绿色溢价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绿色溢价的降低，一是可以通过我在第四章至第八章所讲的那些创新来实现，二是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把化石燃料造成的损害计入销售价格。


  今天，无论是企业制造产品还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他们都不承担任何额外的碳成本，即便所涉及的碳对社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个人或企业对社会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确保责任人至少承担一部分外部成本，比如推行碳税或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措施等。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制造更便宜的“零碳”产品来降低绿色溢价（涉及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提高碳排放产品的价格来降低绿色溢价（涉及政策创新），或者两种手段兼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惩罚人们排放温室气体，而是为了创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发明者研发具有竞争力的“零碳”替代品。政府可以逐步提升碳的价格，使其反映碳的真实成本，以此推动生产商和消费者做出更具效力的决策，同时鼓励开展创新活动，进而达到降低绿色溢价的目的。如果你知道你在使用一种新型电燃料时不会因异常低廉的油价损失利益，那么你可能更愿意去发明这种电燃料。


  3. 破除非市场壁垒


  为什么房主不愿意放弃化石燃料驱动的暖炉转而支持低排放的电动替代产品呢？因为他们不了解替代产品，也因为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合格的经销商和安装服务商，还因为这样做在有些地方是违法的。


  为什么房东不把家用电器换成能效更高的产品呢？因为能源账单是由租户支付的，而租户通常不被允许变更这些设备，而且他们租住的时间可能不长，即便允许更换，租户也难以获得长期效益。


  你会注意到，这些壁垒跟成本没有太大关系。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缺乏信息、专业技术人员或激励措施，而在这些方面，合适的政府政策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4. 紧跟时代步伐


  有时候，减排的重大壁垒并不是消费者意识或市场失调，反而是政府政策本身增加了“脱碳”的难度。


  如果你想在建筑中使用混凝土，建筑规范会非常详细地说明混凝土的性能要求：它必须具备的强度是多大，它能承载的重量是多少，等等。这些规范可能还会就混凝土的化学成分做出详细规定，而这些成分标准往往会把你想使用的低排放水泥排除在外，即便这些水泥完全符合相关性能标准。


  没有人愿意看到建筑物和桥梁因劣质混凝土而坍塌，但我们要确保这些标准能反映最新的科技进步，能反映我们致力于实现零排放目标的紧迫性。


  5. 规划“公正转型”


  转向“碳中和”经济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程，在转型过程中注定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在美国，经济上严重依赖化石燃料钻探及开采的州（比如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等）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以弥补转型过程中消失的就业岗位，还要保持原有的薪酬水平；它们需要新的税收，以弥补开采行业的税收损失，继续用于当前的教育开支、道路开支及其他基本服务开支。如果人造肉取代了传统肉类，那么养牛业发达的州也会陷入同样的处境，比如内布拉斯加州等。低收入人群将会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绿色溢价带来的压力，因为在他们的收入中，原本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花在了能源上面。


  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被轻松解决。显然，在有些社区，高薪酬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作岗位会被太阳能等行业领域的工作岗位顺势取代。但其他很多社区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因为人们需要转到化石燃料以外的行业领域谋求生计。由于解决方案因地而异，所以它们将需要由地方管理者来主导。不过，作为实现零排放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联邦政府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比如提供资金和技术建议，或者把全国各地面临相同问题的社区聚到一起，以便它们共同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煤炭或天然气开采占经济大头的社区，人们担心转型可能会让他们入不敷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表达这种担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气候变化否定论者。你不必成为政治学家就能知道，对倡导实现零排放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理解生计将会受到冲击的那些家庭和社区的担忧，并认真对待那些担忧，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将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6. 迎难而上


  在气候变化方面，很多工作都集中在相对容易的减排方法上，比如驾驶电动车以及更多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表明进展和展现早期成果有助于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动计划。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在所需的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相对容易的减排行动，所以现在有取得重大进展的巨大机会。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易于实现的目标上。现在，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峻，我们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到难啃的骨头上：电力存储、清洁燃料、清洁水泥、清洁钢材和清洁肥料等。这就需要一种不同的政策制定方法，除了部署现有的工具，还需要加大关键领域的研发投资力度，同时利用专门制定的政策，深入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因为在我们的道路和建筑等物质基础设施中，这些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技术、政策和市场三管齐下


  除了技术和政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方面：创造新发明并创立确保这些发明会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公司，以及寻找为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的投资者和金融市场。由于未能找到更好的表达术语，我宽泛地把这个组别称为“市场”。


  市场、技术和政策就像是三根杠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需要三管齐下，而且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


  如果只是出台了一项政策，比如为汽车设定零排放标准，却没有消除碳排放的技术，或者根本就没有公司愿意生产和销售符合这一标准的汽车，那么该政策并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拥有低排放技术，比如从燃煤电厂的废气中捕获碳的设备，却没有通过财政激励措施来鼓励电力企业使用这项技术，那么也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行业竞争对手在化石燃料产品的销售上享有价格优势，那么很少会有公司下注开发零排放技术。


  这就是市场、政策和技术必须协同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加大研发投资之类的政策可以帮助推动新技术的开发，塑造市场体系，进而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政策也应受到我们所开发的技术的影响。如果我们发明一种突破性的液体燃料，那么政策就应聚焦于投资和融资策略，把它推广到全球市场。这样一来，在能源存储等方面，也就不用过于担心了。


  我来举几个例子，看看它们协同发挥作用时会发生什么，以及未能协同发挥作用时又会发生什么。


  要想知道政策落后于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就来看看核电行业。核能是唯一可以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运转的“零碳”能源，而且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目前，包括泰拉能源在内的多家公司正在研发先进反应堆技术，旨在解决现在存在的那些反应堆的设计问题——要知道那些设计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新的设计方案更安全、更便宜，而且产生的核废料更少。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政策和合适的市场推广方法，这些先进反应堆的科研和工程成果将无用武之地。


  除非设计能够得到验证，供应链可以确立，而且能够建立一个试点项目来演示新的方法，否则任何先进的核电站都很难建成。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可行方法。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现在正直接投资国家扶持的先进核能企业。如果政府愿意共同出资，帮助建立和运行示范项目，那么必然起到推动作用。美国政府最近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我知道我这么讲可能会让人觉得存有私心，因为我拥有一家先进的核能企业，但话说回来，这是推动核能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方式。


  生物燃料的例子则是另外一种挑战：确保我们知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据此调整政策。


  2005年，鉴于不断上涨的油价和国家减少石油进口的意愿，美国国会通过了《可再生燃料标准》，为未来几年美国国内生物燃料的使用量设定了目标。仅仅是通过这样一项法规就向交通运输行业传递了强有力的信号。随后，行业大举投资当时已经存在的生物燃料技术——玉米基乙醇。对汽油来说，玉米基乙醇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原因有二：一是汽油价格不断上涨，二是乙醇生产商从几十年前的一项税收减免政策中受益。


  《可再生燃料标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乙醇生产量很快就超过了国会原本设定的目标；今天，美国国内销售的汽油中，每加仑可能含有高达10%的乙醇。


  2007年，美国国会决定利用生物燃料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关注点不仅在上涨的油价，还有气候变化。政府提高了生物燃料使用量的目标，同时要求美国国内所售的所有生物燃料中要有大约60%来自玉米之外的其他淀粉质原料。（在减少碳排放量这方面，以这种方式制造的生物燃料是传统生物燃料的4倍。）尽管生物燃料提炼商很快就完成了传统的玉米基生物燃料的目标，但在先进替代生物燃料的生产方面离既定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先进生物燃料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要想实现突破并不容易。再就是当时油价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规模投资生产成本更高的替代品并不划算。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些可能生产先进生物燃料的公司以及那些可能对这些公司提供支持的投资者对市场确定性缺乏信心。


  由于行政部门已经预料到先进生物燃料的供应会出现不足，所以一再降低使用量目标。2017年，使用量目标从既定的55亿加仑降到3.11亿加仑。有时候，新的年度目标会拖到当年很晚才公布，以致生产商都不知道这一年能卖出多少。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由于预料到供应不足而降低配额，配额的降低又引发了持续的供应不足。


  这里的教训就在于，政策制定者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想要推广的技术是什么。就减少美国所需的石油进口量而言，设立生物燃料目标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有一种现成的技术产品（玉米基乙醇）可以填补这个缺口。正是如此，这项政策激发了创新，开拓了市场，并扩大了技术的应用规模。但就降低排放量而言，设立生物燃料目标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考虑所适用的技术（先进生物燃料）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个事实，而且他们没有建立市场所需要的确定性，也就无法实现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现在我们来看政策、技术和市场配合得当的一个成功案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美国和欧盟就开始为太阳能发电的早期研究提供资助。到20世纪90年代初，太阳能技术已经得到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制造太阳能电池板，但该项技术仍未被广泛采用。


  德国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用户提供低息贷款，并为输送到电网的多余太阳能电力提供上网电价补贴。[4]所谓上网电价补贴，是指政府为每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所支付的固定补贴金。2011年，美国利用贷款担保为其国内5个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提供融资支持。[5]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并通过创新手段大大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成本。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太阳能发电成本自2009年起已经下降了90%。


  风电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10年里，风电装机容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现在风力涡轮机提供了全世界约5%的电力。风电行业持续增长的原因很简单：成本越来越低。中国是世界风电大国，而且所占全球份额仍在不断增长。中国已经表示将停止补贴陆上风电项目，因为它们的电力生产成本已经降到了跟传统能源电力一样的水平。


  再看看丹麦（见图10–2[6]），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丹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广风能，同时减少石油进口。此外，丹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可再生能源研发。尽管丹麦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在俄亥俄州开始研发公用事业规模的风力涡轮机），但它采用的方法颇为不同：它把研发支持同上网电价补贴结合，后来又引入了碳税。


  随着西班牙等国的跟进，风电行业开始进一步发展。公司现在有了开发大型转子和高装机容量机器的动力，所以新的涡轮机可以生产更多电力，由此也推动了产品销量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力涡轮机的成本大幅下降。风力发电的成本随之下降，比如在丹麦，风电成本在1987—2001年下降了50%。今天，丹麦约有一半的电力来自陆上和海上风电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出口国。


  
    [image: ]

    图10-2 丹麦萨姆斯岛上的风力涡轮机

  


  澄清一点：这些故事的重点并不是说太阳能和风能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电力需求。（它们是解决我们电力需求的两种方式，详见第四章。）重点在于，当我们同时聚焦于技术、政策和市场这三个要素时，我们就能鼓励创新，推动新公司的创立，快速把新产品推向市场。


  任何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都需要了解这三者是如何协同发挥作用的。在第十一章中，我将提出一个这样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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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山火是一个单独却相关的问题，比如2020年发生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那场山火。2020年美国西部山火的浓烟引发了一系列安全问题，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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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零排放计划


    203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策略和实践路径。

  


  2015年，我在参加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时，禁不住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齐聚一堂，几乎每个国家都承诺削减碳排放，这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场景。然而，一项又一项的民调显示，气候变化是一个边缘政治问题（往好了说），我担心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解决这一重大难题的意愿。


  我很高兴地讲一点：公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兴趣增长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预期。在过去几年里，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对话已经显著好转。由于世界各地的选民纷纷要求采取行动，所以各级政府的相关政治意愿呈不断强化趋势，各个城市和州也承诺大幅减少碳排放，以支持国家目标。在美国，各个城市和州致力于填补空缺的国家目标。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目标同实现它们的具体计划结合。举个例子，在微软创建初期，保罗·艾伦和我设立过一个目标——“让每张办公桌上和每个家庭中都有一台电脑”，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制订出具体的计划，并付诸行动。对于我们为微软设定的目标，人们起初都觉得我们疯了，因为这个目标实在太大了，但相比于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要付出的努力，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因为后者是一项规模更加庞大的事业，涉及全世界的人和机构。


  第十章讲述了政府在实现零排放目标上需要扮演的角色。在本章，我会提出一个如何才能避免气候灾难的计划，并把重点放在政府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上。（要想了解下面所讲的各个要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breakthroughenergy.org。）在第十二章，我将阐述作为个体的我们该如何支持零排放计划。


  我们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科学告诉我们，要想避免气候灾难，富裕国家应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你可能听说过我们甚至还可以更快地实现深度“脱碳”——在2030年之前完成。


  不幸的是，从我在本书所列的种种原因来看，2030年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化石燃料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根本不可能在10年内广泛停用它们。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可以做的和需要做的就是采取相关政策，找到一条可以在2050年前实现深度“脱碳”的路径。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尽管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明显。“在2030年前减少排放”和“在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的确会给人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2030年难道不是通往2050年途中的一站吗？


  未必。若在2030年之前以错误的方式减少排放，那么它很有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为什么？因为在2030年之前减少排放量和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成功衡量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为2030年设定目标确实很好，但前提是要让它成为里程碑——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道路上的里程碑。


  我们来看看原因。如果只是打算在2030年之前减少一定量的碳排放，那么我们就会集中力量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即使这些努力会使零排放的终极目标更难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


  举例来说，如果在2030年之前减少一定量的碳排放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那么燃气电厂取代燃煤电厂就会有相当大的诱惑力，毕竟这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建的所有燃气电厂，到2050年时仍会处于运营状态——它们需要运营数十年才能收回建设成本。再者，燃气电厂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如此一来，虽然我们可以实现2030年的目标，但要想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则几乎没有希望。


  另外，如果2030年的减排目标是通往2050年零排放目标的里程碑，那么花费大量时间或金钱把燃煤电厂改成燃气电厂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相反，我们最好同时推进两个策略：第一，竭尽所能地提供便宜、可靠的“零碳”电力；第二，尽可能广泛地实现电气化——从交通工具到工业流程再到热泵在内的一切，即便是当前依赖化石燃料电力的地方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实现2030年的减排目标，那么这个方法将会走向失败，因为它在10年内的减排效果可能非常有限。我们着眼的是长期目标，我们需要在清洁电力的生产、存储和传输等方面实现突破，从而助力我们一步步接近零排放目标。


  如果你想通过一把量尺测量哪些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哪些没有取得进展，那你不仅要看其减排量，还要看其是否为自己设立了零排放的目标。与先前相比，尽管它们现在的减排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如果有着正确的减排路径，那么也是值得称赞的。


  对于那些倡导设立2030年目标的人，我同意他们的一个观点：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今天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处境，就跟多年前我们在大流行病问题上的处境一样。那时，卫生专家告诉我们，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一再发出警告，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突然之间它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弥补错失的时间。我们不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在2050年之前，我们需要实现众多突破，还要开发和部署新能源，所以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利用科学和创新的力量，同时制订有利于极端贫困人口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能避免重蹈疫情应对失误的覆辙。


  创新和供求定律


  正如我一开始就讲到的，任何全面的气候计划都必然涵盖众多不同学科。在经过前面各个章节的进一步论述之后，我希望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清晰。气候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应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在如何应对方面，我们需要用到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学科。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每一门学科，就像保罗和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擅长市场营销、企业合作或政企合作一样。微软所需要的以及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都是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不同的学科会引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能源、软件及其他几乎所有领域，仅以严格的技术意义来定义创新是一种错误观念。创新并不仅仅是指新机器或新工艺的发明，它还包括与商业模式、供应链、市场和政策相关的新方法的提出，这些新方法有助于催生新发明，并将发明成果推广至全球。创新既是设备的创新，也是做事方式的创新。


  基于所讲的这些附带条件，我把我的计划中不同的要素分为两个类别。如果你学过经济学基础课程，那么你就会比较熟悉这些类别：第一个类别涉及扩大创新供应（经过验证的新创意的数量），第二个类别涉及增加创新需求。这两个类别相互推动，协同共进。如果没有创新需求，发明者和政策制定者就不会有任何推陈出新的动机；如果没有稳定的创新供应，购买者就买不到这个世界为实现零排放所需要的绿色产品。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商学院的理论，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盖茨基金会拯救生命的整套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那就是我们需要推动创新，使其服务于贫困人口，同时增加创新需求。在微软，我们建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大型团队，而这也是我到现在都一直引以为豪的。他们的职责基本上就是扩大创新供应。我们还花了大量时间倾听客户心声，了解他们对我们的软件产品的需求反馈。这是创新的需求侧，它让我们获得了有助于调整研发努力的关键信息。


  扩大创新供应


  扩大创新供应的第一步是经典研发，即由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构思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解决方案，但就实现全球零排放而言，我们还未掌握所需的全部技术。在第四章到第九章，我提到了我们还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技术，为便于参考，我在这里重列一份清单（你可以在该清单的每一项技术前面加一个限定语——“便宜到中等收入国家也负担得起的”）（见表11–1）。


  为尽快获得这些技术并让它们发挥作用，政府需要做以下事情。


  1.未来10年将与清洁能源和气候相关的研发投入增加4倍。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对研发活动进行直接公共投资，但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整体来看，各国政府每年在清洁能源研发上的投入约为220亿美元，仅占全球经济规模的0.02%左右。美国人单月的汽油开支就超过了这个数额。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研发投资国，美国每年的投入才70亿美元。


  我们应该投入多少？我认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对象。年预算约为370亿美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美国人乃至全球所有人研发他们每天都依赖的救命药物和疗法。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模式，同时也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需要这样的雄心。将研发预算增加4倍，听起来像是很大一笔钱，但同这个挑战的规模比起来，它就相形见绌了。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能表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视程度。


  
  表11-1我们还需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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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高风险、高回报的研发项目上大力下注。这不仅仅是政府花多少钱的问题，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


  先前，政府因投资清洁能源而一直备受指责（需要提示的话，不妨查一查“索林德拉”），而政策制定者也不想让人觉得他们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对失败的忧虑让研发投资组合变得急功近利，政府倾向于投资更安全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原本可以由私人投资者投资，也应该由私人投资者投资。在研发领域，政府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冒险在那些可能失败以及可能不会立即带来回报的大胆创意上下注。这一点在科技企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第十章所讲的，由于风险太高，私人投资者并不愿意投资这类企业。


  要想知道政府以正确方式大举下注的结果，就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由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导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共同参与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计划，旨在绘制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并向公众公布结果。该计划历时13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它为数十种遗传疾病的检测或疗法指明了新的方向，其中就包括遗传性结肠癌、阿尔茨海默病和家族性乳腺癌等。[1]一项关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独立研究显示，联邦政府在该项目中每投入1美元，就能给美国经济带来141美元的回报。[2]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需要政府承诺为那些可以推动清洁能源科学发展的超大型项目提供资助（资助金额从数亿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特别是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方法和技术。政府还需要承诺提供长期资助，这样研究人员就知道他们在未来几年里会得到稳定的支持。


  3.把研发同我们的最大需求结合。探索新颖科学概念的“蓝天研究”（bluesky research，又称“基础研究”）和推动运用科学发现的研究（即所谓的应用研究或转化研究）之间存在实质的区别。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不同，但这并不是说基础研究就不会给我们带来有用的商业产品。有些纯粹主义者认为把基础研究同商业联系起来是对基础研究的玷污，这是不对的。其实，就一些最好的发明来看，科学家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到了它们最终的用途。比如，路易·巴斯德开展的生物学研究就给我们带来了疫苗和巴氏杀菌法。在那些急需突破的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政府项目。


  在这方面，美国能源部的“射日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1年，该计划的负责人定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在10年内把太阳能电力的发电成本降到每千瓦时0.06美元。除了专注于早期阶段研发，项目团队还鼓励私人公司、高等院校和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削减太阳能电力系统的制造成本，打破官僚壁垒，以及降低太阳能电力系统的融资成本，等等。通过这一综合方法，“射日计划”项目团队在2017年实现了目标，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年。


  4.从一开始就与产业合作。这里还有一个人为的区分：早期阶段的创新是为了政府，后期阶段的创新是为了产业。事实并非如此，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能源领域面临的重大技术挑战。对于任何一个创意，衡量其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得到推广应用。在早期阶段就与产业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为创新项目招揽专业人才。政府和产业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克服障碍，并缩短创新周期。企业可以帮助制造原型产品，提供市场洞见，以及参与项目投资。另外，企业是技术成果商业化的主力，所以提早把它们引入创新项目是合乎情理的。


  增加创新需求


  与供应侧相比，需求侧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它实际上涉及两个阶段：验证阶段和规模化阶段。


  当一种方法在实验室经过测试之后，还需要把它拿到市场上进行验证。在技术领域，这个验证阶段既快又便宜，不用太长时间，就能证明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是否好用以及是否会对客户产生吸引力。但在能源领域，市场验证困难得多，相关成本也高昂得多。


  你必须弄清楚在实验室里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是否依然有效。（比如，你原本想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的农业废弃物的湿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所用的材料，那么它产生的能源可能就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你还必须降低早期采用的成本和风险，建立供应链，测试商业模式，并帮助消费者适应新技术的运用。目前处于验证阶段的想法包括低碳水泥、下一代核裂变、碳捕获和封存、离岸风力发电、纤维素乙醇（一种先进生物燃料）和肉类替代品等。


  验证阶段是一个“死亡之谷”——各种好想法的葬身之地。一般来说，对新产品进行测试并将其引入市场的过程所涉及的风险都非常大，投资者会被吓退。这一点在低碳技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的开发需要规模庞大的资本，而且可能需要消费者从根本上改变先前的行为。


  政府（以及大公司）可以帮助能源初创公司走出“死亡之谷”，因为它们本身都是消费大户。政府和大公司如果优先采购绿色产品，为初创公司创造确定性，同时帮助它们降低成本，那么就可以推动更多的产品走向市场。


  运用采购权。各级政府（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会购买数量庞大的燃料、水泥和钢，它们制造和使用飞机、卡车和汽车，还消耗数量庞大的电力资源。如此一来，在以较低的成本推广新兴技术方面，它们就占据了一个极佳位置；如果再把这些技术实现规模化后的社会效益考虑进去，那么这种优势就更明显了。国防部门可以承诺购买部分低碳液体燃料，供飞机和船舶使用；州政府可以在建筑项目中使用低排放的水泥和钢；公用事业公司可以投资能源的长时存储技术。


  任何拥有采购决策权的官员都应该尽可能地采购绿色产品，同时还要知道如何计算第十章中讨论的那些外部成本。


  顺便说一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想法。早期的互联网就是以这种方式崛起的：当然，首先是利用了研发方面的公共资金投入，但另一端也有一个正在等待的承诺型消费者——美国政府。


  出台有助于减少成本和降低风险的激励措施。除了购买产品本身，政府还可以为私人投资者提供各种激励政策，鼓励他们采用绿色产品。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工具可以帮助降低绿色溢价，推动对新技术的需求。由于很多绿色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比较昂贵，所以潜在客户需要长期融资服务，同时也需要信心——源于一致的、可预测的政府政策的信心。


  政府可以采取“零碳”政策，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方式，进而发挥更大作用。下面是三项原则：一是政府政策应当是技术中立的（能使任何有助于减少排放的解决方案受益，而不仅仅是少数受欢迎的解决方案），二是政府政策应当是可预测的（而不是像现在常见的那样，一项政策动不动就到期，然后延期），三是政府政策应当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这样一来，各种不同规模的公司和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这些政策，而受益者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支付高额联邦所得税的大企业）。


  打造有助于将新技术推向市场的基础设施。如果基础设施一开始就不到位，那么即便是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技术也无法抢占市场份额。各级政府需要帮助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风电和太阳能电力的输送线路、电动车的充电站，以及捕获二氧化碳和氢的管道等。


  改变规则，为新技术的竞争创造条件。在基础设施建成后，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以增强新技术的竞争力。针对20世纪的技术设计的电力市场，通常会让21世纪的技术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大多数市场，投资长时存储技术的公用事业公司并没有因为它们在电网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合理补偿。现行监管规则使得先进生物燃料难以广泛应用于小汽车和卡车。另外，正如第十章中提到的，由于过时的政府规则，某些新类型的低碳混凝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


  



  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章主要讲的是技术的开发阶段——鼓励开发能源突破技术的政策以及鼓励采用这些技术的政策。现在，让我们把内容转向技术的规模化阶段——快速、大规模的技术部署。只有在技术成本已经降到足够低，供应链和商业模式已经非常完善，而且消费者已经表现购买意愿的时候，才能到达这个阶段。陆上风电、太阳能和电动车目前都处于规模化阶段。


  但实现规模化并非易事。在短短几十年里，我们需要增加至少两倍的电力供应，其中大多数将来自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形式的清洁能源。在供应充裕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尽快采用电动车，就像当年我们购买烘干机和彩色电视机一样。我们需要转变生产和制造及种植和养殖方式，同时继续建造和提供人人依赖的道路、桥梁和食物。


  幸运的是，我在第十章提到过，在推动能源技术规模化方面，我们并不是门外汉。通过结合政策和创新，美国推动了乡村的电力发展计划，扩大了国内化石燃料的产量。对于其中的一些政策，比如给予石油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化石燃料进行补贴，实际上，在部署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技术方面，它们是非常有效的工具。要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才首次被引入国家层面的辩论，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现在，我们可以从化石燃料的目标性增长中吸取教训，然后应用清洁能源。


  如何实践呢？


  第一，给碳定价。无论是实施碳税还是推行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系统（公司可通过该系统买卖碳排放权），为碳排放定价是我们在消除绿色溢价方面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短期来看，碳价的价值在于通过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向市场表明那些排放温室气体的产品是有额外成本的。至于碳价收益的用途，并不及碳价本身所传递的市场信号重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笔钱可以返还消费者或企业，以覆盖能源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成本，但也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它应该被用于技术研发和其他激励措施，以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长远来看，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净零排放，碳价可以根据直接空气捕获的成本来设定，收益则可以用来支付从空气中捕获碳的费用。


  尽管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认为的商品定价方式，但碳价的概念已经被许多学派的、有着不同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接受。然而，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讲，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都是很难的。人们会愿意为汽油和生活中其他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吗？要知道，这加起来可是一笔高额支出。我不打算在这里就相关解决方案给出一个“处方”，但核心目标是，确保每一个人都担起责任，为其碳排放支付应有的价格。


  第二，采用清洁电力标准。美国的29个州和欧盟已经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的绩效制度，其理念是要求电力公用事业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获取一定比例的电力。这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比如，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多的公用事业公司可以向生产少的公司出售碳排放配额。但这一方法在实施中存在问题：它规定公用事业公司只能利用某些经批准的低碳技术（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有时也包括水力发电），核电和碳捕获等选项则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提高了减排的总体成本。


  在美国，目前越来越多的州正考虑采用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清洁电力标准。这个标准并没有特别强调可再生能源，在达标问题上，它允许公用事业公司采用包括核电和碳捕获在内的任何清洁技术。由此来看，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第三，采用清洁燃料标准。这里的理念是：富有弹性的绩效标准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部门，以减少汽车、建筑物和发电厂的碳排放。比如，一项应用于交通运输部门的清洁燃料标准会加快电动车、先进生物燃料、电燃料和其他低碳解决方案的部署。像清洁电力标准一样，清洁燃料标准也将是技术中立的，同时允许受监管实体交易碳排放配额，而这两者都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成本负担。加利福尼亚已经出台《低碳燃料标准》，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美国已经有了制定此类政策的底本——《可再生燃料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内容修订，解决第十章提到的局限性问题，同时包括其他低碳解决方案，比如电力和电燃料等。如此一来，它就会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强有力的工具。欧盟的《可再生能源指令》也为欧洲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机遇。


  第四，采用清洁产品标准。绩效标准还可以帮助加快低排放的水泥、钢和塑料以及其他碳密集型产品的部署。政府可以通过设定采购标准、创建标识项目等方式，向所有购买者提供有关供应商“清洁”程度的信息，并以此启动清洁产品标准。然后，我们可以将市场上所有在售的碳密集型产品纳入标准，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采购的物品。进口商品也必须符合标准，这一规定将有助于消除出口国的后顾之忧：制造部门的减排行动会增加产品成本，从而使得它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五，淘汰旧事物。除了快速部署新技术，政府还需要尽快淘汰效率低下的、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设施或设备——无论是发电厂还是汽车。发电厂的建设成本高昂，而它们生产的能源的价格却很低，这是因为它们的建设成本被分摊到了能源的整个生命周期之中。由此，公用事业公司及其监管机构并不愿意关闭那些运营良好且还能正常运营数十年之久的发电厂。建立在政策基础之上的激励措施，比如通过税法或公用事业法规等手段，可以加快这一淘汰进程。


  谁先行动？


  对于我概述的这种计划，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府机构可以全面实施，政府决策权实在是太分散了。我们需要各级政府统一行动起来——从地方的交通运输规划部门到全国立法机关和环境监管机构。


  尽管具体计划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在这里，我想谈一谈目前大多数地方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


  地方政府在决定建筑物如何建造以及可以使用什么类型的能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是否采购电动公交车和电动警车、是否为电动车建造充电基础设施，以及如何管理废弃物，等等。


  大多数州政府或省政府在电力监管、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规划、基础设施项目建筑材料使用要求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般来说，国家政府对跨越州界或国界的活动拥有决策权，所以它们制定可塑造电力市场的规则，出台污染法规，并为车辆和燃料设立标准。它们还拥有极大的采购权，是财政激励措施的主要源头，而且资助的公共研发项目通常多于其他任何一级政府。


  简而言之，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将零排放定为目标：富裕国家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中等收入国家在2050年之后尽快实现零排放。


  第二，为实现这些目标制订具体计划。要想在2050年之前实现零排放目标，需要在2030年之前确定政策和市场结构。


  第三，任何有能力为能源研发项目提供资助的国家都要确保项目的目的是生产可负担的清洁能源，即竭尽所能地降低绿色溢价，让中等收入国家有能力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关于各级政府是如何协同工作的，我们来看看美国加快创新的“全政府”模式。


  联邦政府


  在推动能源创新供应方面，美国政府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它是能源研究与开发的最大资助者和执行者，参与研究的联邦机构达12家之多（到目前为止，能源部所占资金比重最大）。它拥有管理能源研发方向及速度的各种工具：研究补助金、贷款项目、税收激励、实验室设施、试点项目、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合作等。


  联邦政府在推动绿色产品和政策需求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修建的道路和桥梁提供资助，对跨州基础设施（如输电线路、管道和高速公路等）进行监管，同时帮助制定州与州之间的电力及燃料市场的规则。再者，联邦政府征收的税最多，这也意味着联邦财政激励措施将是推动变革最有效的工具。


  在推动新技术规模化方面，联邦政府发挥着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它监管州与州之间的商业活动，同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方面掌握着最重要的决策权，这意味我们需要联邦政策来降低超越州界或超越国界的排放源。（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如果把美国消费的、产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产品计算在内，那么美国的排放量将增加8%。就此而言，英国的排放量将增加约40%。）尽管州级政府都应该采用碳定价政策、清洁电力标准、清洁燃料标准和清洁产品标准，但如果把这些政策和标准上升到国家层面，那么实施起来会更有效力。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会需要为研发项目、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还需要为绿色政策及产品制定或修改财政激励措施，或延长这些措施的有效期。


  与此同时，在行政部门，能源部需要开展自有项目研发，同时资助其他机构的研究项目；在实施联邦清洁电力标准方面，它将发挥关键作用。环境保护局将负责设计和实施扩大的清洁燃料标准。负责监督管理电力批发市场以及州际输电线路和管道项目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将需要对计划中的基础设施和市场要素进行监管。


  这份清单还可以继续罗列。农业部开展土地利用和农业排放的关键研究，国防部采购先进的低排放燃料和材料，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交通运输部为道路和桥梁建设提供资助，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为这项致力于实现零排放的行动计划融资。实现零排放这个目标到底需要花费多少资金，我们无法给出准确数字。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这取决于创新的成功率、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部署效力，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笔规模极其庞大的投资。


  幸运的是，美国有着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资本市场，可以抓住伟大的想法，然后迅速开发和部署。我在前文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联邦政府可以帮助推动资本市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以新的方式同私人投资者合作。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及很多欧盟成员国等）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私人市场，但仍可以为气候变化项目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世界银行以及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机构也在寻求更多的参与渠道。


  这里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为实现零排放目标以及为适应我们已知的、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灾害所投入的资金，累计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是长期投入。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政府和多边银行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利用私人资本，仅靠它们自己金库里的钱远远不够。


  第二，气候变化项目需要长期投资，而且风险很高。所以，公共部门应该利用其财力延长投资期限——这反映了可能很多年都不会看到投资回报这个事实，同时降低这些投资的风险。如何将庞大的公共和私人资本结合起来，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但也极为必要。我们需要融资领域最强的头脑来解决这个问题。


  州政府


  在美国，很多州已经率先采取行动。24个州和波多黎各已经加入了跨党派的美国气候联盟，承诺按照《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至少削减26%。虽然这远未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全美减排量，但至少已经行动起来。在展示创新技术和创新政策方面，州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它们可以利用公用事业和道路建设项目将长时存储和低排放水泥等技术推向市场。


  在全美统一实施碳定价、清洁电力标准和清洁燃料标准等政策之前，州政府也可以先行试点。它们还可以结成地区联盟，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西部州正考虑把它们的电网连到一起，而东北部的一些州已经在实施碳排放总量限制及交易计划，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美国气候联盟及其加盟城市占美国经济规模的60%以上，这意味着它们拥有创建市场的非凡能力，同时表明我们可以推动实现新技术的规模化。


  州立法机关将负责通过州级的碳定价系统、清洁能源标准和清洁燃料标准。它们还将指示州立机构及州立公用事业委员会或公共服务委员会更改采购政策，优先购买先进的低排放技术。


  州立机构负责推动实现州立法机关和州长定下的目标。它们监督能源效率和建筑相关政策，管理州级交通运输相关政策及投资，执行污染标准，并监管农业及其他用地。


  万一有一天有人走到你面前问：“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哪家机构的影响力最容易被低估？”对你来说，最好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或“我们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该机构名称因州而异。）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公用事业委员会或公共服务委员会，但美国的很多电力相关法规都由它们负责。比如，电力公用事业公司提出的投资计划由它们来审批，消费者支付的电价由它们来确定。随着电力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它们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地方政府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市长正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美国12个主要城市已经确立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另有超过300个城市承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虽然城市在减排问题上的影响力赶不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但它们并非无能为力。比如，虽然它们不能设定机动车排放标准，但可以购买电动车，可以资助建设电动车充电站，可以利用土地使用分区法来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减少人们的通勤时间，甚至还可以限制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车辆上路，等等。它们也可以出台绿色建筑政策，推动实现车辆的电气化，制定采购指导原则，以及为市政建筑物设定能效标准，等等。


  有些城市，如西雅图、纳什维尔和奥斯汀等，拥有自己的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可以监督电力是否来自清洁能源。这类城市还允许在城市土地上开展清洁能源项目。


  市议会可以像州立法机关或美国国会那样采取行动，为气候政策优先事项提供资助，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行动起来。


  同州立机构和联邦机构一样，地方机构也负责监督各种政策优先事项。建筑部门执行能效标准要求；交通运输部门可以推动实现电气化，亦可对道路和桥梁所使用材料施加影响；垃圾管理部门运营着数量庞大的车队，而且可以影响垃圾填埋场的碳排放。


  



  让我们回到联邦层面讨论最后一点：富裕国家如何帮助消除搭便车的问题。


  零排放的实现不是免费的，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且需要通过政策来推动市场朝着有利于清洁能源产品的方向发展。要知道，目前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高于产生温室气体的同类产品的成本。


  但以提高当前成本来换取日后更好的气候条件并非易事。绿色溢价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拒绝削减碳排放的重要原因。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加拿大、菲律宾、巴西、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民众通过选举投票或其他方式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意为汽油、取暖油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支付更高的费用。


  问题并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想让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他们担心的是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会让他们付出多大代价。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搭便车的问题呢？


  方法之一是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就像2015年世界各国在《巴黎协定》上所做的努力一样。嘲讽国际协定很容易，但它们的确是推动进步的一部分：如果你庆幸现在还有臭氧层，那么你可以感谢《蒙特利尔议定书》。


  一旦设定了这些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之类的论坛就会把世界各国聚集起来，让各国报告行动进展，并分享切实可行的做法。作为一种机制，国际协定推动国家政府担起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当世界各国政府就减排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后，那么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都很难再以局外人的心态说“我不在乎，我就是要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拒绝合作的国家，我们该怎么办呢？众所周知，在碳排放这类问题上，要让一个国家切实担起责任非常难，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比如，实施碳定价政策的政府可以设立“边境调整税”，确保产品价格中包含碳价，无论这种产品是产自国内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它们还需要为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产品留出配额，因为那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减少原本就非常少的碳排放量。）


  即便是那些没有设立碳税的国家也可以明确表示，它们不会同任何不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首要任务且不采取任何减排政策的国家签署贸易协定，也不会加入有这类国家参与的多边伙伴关系协定（同样，要在这方面为低收入国家留出配额）。其实，各国政府之间可以相互表示：“你如果想跟我们做生意，那么就必须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降低绿色溢价。要想降低中低收入国家的减排难度并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这是唯一的路径。只有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率先行动起来，绿色溢价才有可能降下来。毕竟，世界上的大多数创新成果都来自这些国家。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降低全世界的绿色溢价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美国等国家不应仅仅将清洁能源研发投资视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它们也应该把这看作实现科学突破的机会，而这些科学突破将会催生由大型初创公司组成的新产业群，它们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不妨想一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医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科研结果的确惠及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其所资助的科研项目也提升了美国大学的科研实力，反过来，这些大学又推动了初创公司和大公司的创立与发展。结果就是：美国先进医疗技术的出口不仅在国内创造了大量高薪工作岗位，而且拯救了世界各地的人的生命。


  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国防部的早期投资不仅催生了互联网，也催生了驱动个人电脑革命的微芯片。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清洁能源领域。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正等待人们去发明低成本、低排放的水泥或钢，或净零排放的液体燃料。正如我一再提到的，实现这些突破并将它们推广到世界各地非常难，但机遇如此巨大，值得我们去努力，并走到世界前列。总会有人发明这些技术，这无非是一个由谁发明以及什么时候发明的问题。


  从地方层面到国家层面，个人在推动气候变化议事议程方面也可以做出很多贡献。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1] Human Genome Project Information Archive, “Potential Benefits of HGP Research,” web.ornl.gov.

  


  
    [2] Simon Tripp and Martin Grueber, “Economic Impact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www.battelle.org.

  


  
    第十二章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面对气候变化这种规模庞大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无力感。但你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你不成为政治家或慈善家，也一样能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民、消费者、雇员或雇主，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作为公民


  当你问自己怎样才能减缓气候变化时，你会很自然地想到要开电动车或少吃肉之类的事情。这类个人行为很重要，因为它们会向市场传递信号——我会在下一节详细讲述这一内容，但更多的碳排放来自我们日常生活所处的大系统。


  早上想吃烤面包片时，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但又可以提供面包、烤面包机以及为烤面包机供应电力的系统。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气候问题就告诉人们不要吃烤面包片。


  要把这样一个新能源系统落实到位，需要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在帮助避免气候灾难问题上，参与政治进程是各行各业的人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原因就在这里。


  根据我自己跟政客打交道的经历，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一点：气候变化并不是他们唯一关注的事项。政府领导人还关注着教育、就业、医疗保健、外交政策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也应该这样做——这些事情都需要关注。


  但政策制定者一次所能处理的事情有限，他们会根据选民的呼声决定做什么以及优先做什么。


  换句话说，如果选民提出要求，民选官员将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计划。多亏有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我们不必再提出要求——数百万人已呼吁采取行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行动呼吁转化为压力，促使政客做出艰难选择和必要取舍，以兑现他们的减排承诺。


  无论你有没有其他资源，你都可以用你的呼声和选票来影响和促成改变。


  打电话、写信、参加市民会议。你要做的就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对他们来说，关注气候变化这一长期问题和关注就业、教育或医疗保健等问题同等重要。


  尽管听起来有些老套，但给民选官员写信或打电话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参议员和众议员办公室经常会向他们提交选民舆情报告。但你不要简单地说“为气候变化做点儿事吧”，要知道他们的立场、问他们问题，并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的投票结果。你应该要求为清洁能源研发提供更多资助，要求出台清洁能源标准，要求实施碳定价政策或第十一章提到的其他任何政策。


  放眼全国的同时也要着眼本地。很多相关决定都是在州级或地方级由州长、市长、州立法机关和市议会做出的，而公民个人在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影响大于在联邦层面产生的影响。比如，在美国，电力部门主要由州级公用事业委员会监管，而委员会成员要么是选举产生的，要么是任命的。要知道你的代表是谁，并跟他们保持联系。


  竞选公职。竞选国会议员过于苛求，但你不必从那里开始。你可以竞选州级或地方级的公职，在这些职位上，你同样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集聚政府部门所有的政策智慧、勇气和创造力。


  作为消费者


  市场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作为消费者，你对这个等式的需求侧有巨大影响。如果所有人都在物品的购买及使用上做出个人的改变，那么就会聚沙成塔，最终促成有意义的改变。如果你有能力安装智能恒温器（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它会自动降低能源消耗），那么就一定要安装。这不仅可以减少你的公用事业账单支出，还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但减少你自己的排放量并不是你所能做的最强有力的事情。你也可以向市场传递信号，表明人们想要“零碳”替代品，并愿意为它们付费。当你多花钱购买电动车、热泵或植物基人造肉汉堡时，你就是在说“这种商品是有市场的，我们会买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传递了同样的信号，那么公司就会做出回应，而且从我的经验来看，这种回应会很快做出。它们会把更多资金和时间用于生产低排放产品，这将会推动同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并有助于它们被大规模采用。另外，这会让投资者更有信心资助那些正在研发突破技术、帮助世界实现零排放的新公司。


  如果没有消费者的需求信号，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创新成果将会被束之高阁，或者，它们一开始就不会得到开发，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刺激。


  以下是你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


  第一，与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签署绿色定价计划。有些公用事业公司允许家庭和企业为清洁能源电力支付额外费用。在美国的13个州，公用事业公司需要提供这一选项。（想要知道你所在的州是否已经推出绿色定价计划，可登录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网站查看，http://www.c2es.org/document/green-pricing-programs。）参加绿色定价计划的客户会在电费账单中支付一笔溢价，用以覆盖可再生能源的额外成本。平均来看，每千瓦时需多支付一两美分，对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每月多支付9~18美元。参加绿色定价计划就相当于对公用事业公司说，你愿意支付更多费用帮助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


  但这些计划并不能抵消碳排放，也不会显著增加电网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唯有政府政策和投资增长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减少家中的碳排放量。根据个人资金情况和时间安排，你可以把家中的白炽灯换成LED（发光二极管）照明灯具，安装智能恒温器，对窗户进行保温隔热处理，购买高能效电器，或将取暖和制冷系统更换为热泵（只要你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适于热泵运行即可）。如果你目前租住房子，那么你可以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做一些改变，比如更换白炽灯等，然后劝说房东进行其他节能减排改造。如果你正在建新房或装修旧房，你可以选用再生钢材，并通过结构绝缘板、保温混凝土模板、阁楼或屋顶辐射屏障、反射隔热板和基础隔热板等材料提高住宅能效。


  第三，购买电动车。就成本和性能而言，电动车已经取得长足进展。虽然它们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电动车不太适用于长途旅行，也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在家中充电），但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这是消费者行为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之一：如果人们购买更多的电动车，那么公司就会生产更多的电动车。


  第四，尝试植物基人造肉汉堡。我承认素食汉堡并不总是很好吃，但新一代植物基蛋白汉堡无论是在味道上还是在肉的质感上，都较先前产品有了极大改善。你可以在很多餐厅、食品商店甚至快餐连锁店买到植物基汉堡。购买这类产品会传递一个明确信息：生产植物基汉堡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另外，每周吃一两次肉类替代品（或者干脆不吃肉）会减少你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奶制品也是同样的道理。


  作为雇员或雇主


  作为雇员或股东，你可以推动公司履行减排责任。当然，在很多领域，大公司都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不过小公司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并且如果它们通过当地商会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那么作用会更明显。


  事情有易有难，即便是容易做的事也很重要，比如，无论是从环境还是从政治角度看，通过植树来抵消排放都是一件好事。它展现了你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但只做容易的事并不能解决问题。私人投资者也要勇于向前，知难而进。


  首先，这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比如，为有可能失败但也有可能推动实现清洁能源突破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必须愿意分担这一风险，并明确向管理层表示他们支持明智的投资，即便这些投资会以失败告终。公司及其领导者需要获得奖励，因为他们下注的投资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其次，公司之间也可以相互合作，共同识别和努力解决最难克服的气候挑战。这意味着要找出那些最大绿色溢价，然后不遗余力地把它们降下来。就私人投资者而言，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材料产品（钢或水泥等）用户能够联合起来，要求提供更清洁的替代产品，并承诺投资产品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那么这就能加快相关领域的研发速度，推动市场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后，私人投资者可以倡导解决重大挑战，比如，同意利用自身资源开发市场，要求政府设立有助于推动新技术成功的监管框架，等等。政府领导人是否在关注最大的排放源和最难克服的技术挑战？他们是否在谈论电网级的能源存储技术、电燃料、核聚变、碳捕获以及“零碳”钢和水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到2050年，他们将无法帮我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以下是私人投资者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


  第一，设立内部碳税。现在一些大公司已经在内部实施碳税政策，这些公司在减排问题上并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落到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它们帮助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因为内部碳税收入会直接流入那些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以及有助于创建清洁能源产品市场的活动，而这些能源产品正是它们自己所需要的。雇员、投资者和客户可以联合倡导这种做法，为负责实施该项行动的高管提供支持。


  第二，优先开发创新型低碳解决方案。投资新创意原本是大多数行业的骄傲所在，但企业研发的光辉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平均来看，目前航空航天、材料和能源等行业领域的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到5%。（软件公司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15%。）公司应该重新开始重视研发工作，特别是低碳创新活动，因为其中的很多创新都需要长期投入。大型公司可以与政府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将实践中的商业经验引入研发活动。


  第三，做早期采用者。同政府一样，企业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的产品采购加快新技术的采用进程，包括建立由电动车组成的公司车队，购买低碳材料用以建造或装修公司办公楼，承诺使用一定数量的清洁电力，等等。世界范围内，很多公司已经承诺在运营中广泛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迪士尼等。航运公司马士基已表示到2050年将净排放量降低为零。


  即便这些承诺很难实现，但至少它们向市场发出了重要信号，表明开发“零碳”技术的价值。在看到这些需求后，创新者就会知道有一个市场正等着购买他们的产品。


  第四，参与政策制定进程。企业不要害怕跟政府合作，就像政府不应该害怕跟企业合作一样。企业应该倡导实现零排放，并为那些有助于实现零排放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鉴于企业研发投入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下降，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建立联系。企业应该为政府的研发项目提供建议，使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转化为产品的创意上。（一个项目有没有可能成功，心里最清楚的莫过于那些整天研发和营销产品的公司了。）加入行业顾问委员会和参与项目规划活动，是影响政府研发项目的低成本方式。


  企业也可以通过成本分摊协议和联合研究计划等方式为研发项目提供资助，即推动燃气涡轮机和先进柴油引擎研发成功的那种公私协作模式。


  第六，帮助早期创新者穿过“死亡之谷”。很多研究人员从未把他们富有前景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因为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险，而且成本高昂。老牌企业可以伸出援助之手，通过提供测试设施及成本指标等数据，助力他们走向成功。如果企业想多出一把力，那么它们还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和孵化项目，投资新技术、设立专注于低碳创新的事业部，以及为新型低排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最后一个想法


  不幸的是，气候变化对话已经呈现毫无必要的极化趋势，更不用说笼罩在该话题之上的那些相互冲突的信息和令人费解的报道了。我们需要就气候变化议题开展更具思想性和建设性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那些有助于推动实现零排放的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上。


  我真希望有一种神奇的发明，能把气候变化对话转到更富有成效的方向上。当然，这样的装置并不存在。相反，决定权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里。


  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跟我们生活中的人（家人、朋友和领导等）分享事实来改变这种对话局面。我们要分享的不仅仅是那些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的事实，还有那些向我们展示我们的行动将为这个世界带来最大利益的事实。而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激发更多富有成效的对话。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共同支持那些弥合政治分歧的计划。正如我试图表明的，这听起来似乎很幼稚，实则不然。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解决方案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处于市场垄断地位。无论你是私人投资者、政府干预、行动主义这三者当中谁的信仰者，还是它们之中某种组合的信仰者，你总会有自己支持的想法。对于那些你不会支持的想法，你可能会有很多话不吐不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你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所支持的而不是你所反对的事务上。


  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我们难以对未来抱有希望。但正如我的朋友、已故的全球健康倡导者和教育家汉斯·罗斯林在其超级棒的《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所写的：“当我们有了立于事实的世界观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它看上去的那么糟糕，而且我们会知道怎样做才能让这个世界不断变好。”[1]


  当我们有了立于事实的气候变化观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助于避免气候灾难的工具，但并不是全部。我们会发现是什么在阻碍我们部署已有的解决方案，以及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开发所需的突破技术。我们还会发现我们怎样做才能克服所有障碍。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知道技术的力量，也因为我知道人类的力量。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为我所见的热情而备感鼓舞，特别是年轻人身上的热情。如果我们继续着眼于零排放这个宏大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认真制订计划，那么我们是可以避免气候灾难的。我们可以让气候维持在人人都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帮助数亿贫困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保护好这个星球。


  
    [1] 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with Ola Rosling and Anna Rosling Rönnlund (New York: Flatiron Books, 2018), 255.

  


  后记

  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是在一个动荡的年尾写完本书的，而在最近的记忆中，这也是最动荡的一年。2020年11月，也就是在我撰写后记的时候，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40万人死亡，并进入下一轮的病例和死亡高峰段。这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


  与此同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2020年也为我们带来了保持希望的新理由。在拜登当选总统后，美国已经做好了在这一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中国宣布了要在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2021年，联合国将在苏格兰举办另一场重大的气候变化峰会。当然，这些都不能保证我们取得进展，但机会是存在的。


  2021年，我预计会花很多时间同世界各地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我会向他们表明，这场疫情的很多教训，以及指导我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和原则，也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尽管前文已经讲过，但我在这里还是要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句话很容易被斥为陈词滥调，但事实就是事实。当政府、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新冠肺炎时，这个世界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疫苗的研发和测试速度均创下纪录。而当我们不相互学习，反而妖魔化其他国家，或拒绝佩戴口罩、拒绝保持社交距离以减缓病毒传播时，我们就延长了苦难的持续时间。


  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如果富裕国家只想着降低自己的排放量，而不是致力于让每个人都切实用上清洁技术，那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来讲，帮助他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也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都有实现零排放的理由，也都有帮助他人实现零排放的理由。除非印度的排放量停止增长，否则得克萨斯州的气温不会停止上升。


  其次，我们需要让科学（实际上是很多不同门类的科学）来指导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新冠肺炎而言，我们要用到生物学、病毒学和药物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疫苗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像流行病学会告诉我们新冠肺炎的危险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阻止它一样，气候科学会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转变方向，但不会告诉我们如何转变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工程学、物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及其他多门科学来应对气候变化。


  再次，我们的解决方案应当满足受冲击最严重的人口的需求。就新冠肺炎而言，受罪最多的是那些可选项（比如可不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或者请假照顾他们的亲人等）最少的人。而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者。


  在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群体感染与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口比例出奇的高[1]，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也不太可能像白人学生那样普遍有条件上网课。在联邦医疗保险的参保人中，贫困群体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整体死亡率的5倍。[2]弥合这些差距将是美国控制病毒蔓延的关键。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摧毁了我们几十年来在消除贫困和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随着各国政府着手应对疫情，它们不得不将人员和资金从其他优先事项上撤出，其中就包括疫苗接种项目。美国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2020年的疫苗接种率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3]在大约25周的时间里，我们失去了25年的努力成果。


  在全球卫生问题上已经伸出慷慨援助之手的富裕国家需要付出更加慷慨的努力，才能弥补这一损失。在强化全球卫生系统方面，它们的投入越多，我们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就能做得越充分。


  同样，我们需要规划通往低碳未来的“公正转型”。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讨论的，贫困国家的人们需要得到帮助，以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富裕国家需要认识到能源转型对那些依赖当前能源体系的社区（以采煤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以及生产水泥、炼钢或制造汽车的地区）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此外，很多人的工作都间接依赖这些产业，随着煤炭和燃料运输量的减少，卡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会减少。届时，相当数量的工薪阶层人员将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提前为这些社区落实转型计划。


  最后，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激发创新，以避免气候灾难。比如，政府投资清洁能源研发，有助于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就研发开支而言，其所产生的长远影响自然最大，但短期也是立竿见影的：这些资金能迅速创造就业机会。2018年，美国政府在所有部门的研发投资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超过160万个工作岗位，为工作者带来了1 260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为联邦和各州增加了390亿美元的税收。[4]


  研发并不是经济增长与“零碳”创新存在关联关系的唯一领域。通过发布可降低绿色溢价以便绿色产品更容易同化石燃料类产品竞争的政策，政府也可以帮助推动清洁能源公司的发展。政府还可以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救助计划资金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建造一体化电网等基础设施。


  2020年是给世界带来巨大挫折的一年，也是充满悲剧的一年。但我乐观地认为，我们会在2021年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我也乐观地认为，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也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因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在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急剧下降。人们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应对两场危机。


  这次不同了。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拖累了全球经济，但公众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力度与2019年相比依旧不减。在未来前行的道路上，碳排放似乎不再是一个我们想一脚踢开的问题。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势头？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在未来10年里，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关键的技术、政策和市场结构，因为它们会让我们走上“到2050年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道路。对于悲惨的2020年，除了在未来10年致力于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很难再想出其他更好的回应方式了。


  
    [1] “Race, Ethnicity, and Age Trends in Persons Who Died from COVID-19—United States, May–August 2020,”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ttps://www.cdc.gov.

  


  
    [2] “Preliminary Medicare COVID-19 Data Snapshot,”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https://www.cms.gov.

  


  
    [3] “Goalkeepers Report 2020,”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

  


  
    [4] “Impacts of Federal R&D Investment on the U.S. Economy,” Breakthrough Energy, https://www.breakthrough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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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将此书献给克里斯蒂安娜的女儿奈玛和伊哈娜、汤姆的女儿佐伊和儿子阿瑟，以及将要生活在我们选择的未来的子孙后代。


  我们不要祈求躲避危险，


  而要在面对危险时无所畏惧。


  ——泰戈尔


  译者序　从气候变化中见世界，见草木，见你我


  2018年12月的最后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叫“家园归航”的项目，去南极学习考察，在穿越德雷克海峡的风浪中完成了跨年，和来自20多个国家的90位不同学科的女性科学家一起摇摇晃晃地走进2019年。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也在这艘船上。


  在南极与世隔绝的三周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在世界尽头拥抱内心的真实自我和彼此，找到照亮人生前路的北极星。


  从南极回来，我找到中信出版社，想和队友们合写一本书，通过分享20个投身于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女性科学工作者的自我探索与成长的故事，帮助更多人看见人生的更多可能。有一天，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反过来问我：“认识菲格雷斯吗？有没有兴趣翻译她的新书？”我的第一感觉是缘分真是妙不可言，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因为个人能力、人格魅力和杰出领导力而赢得世界各国尊重的人不多，菲格雷斯是其中之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文简称“《公约》”）秘书处是协调190多个国家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开展国际谈判的机构，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没有达成期待中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使气候治理跌落谷底。菲格雷斯临危受命，从2010年起执掌《公约》秘书处，凭借她对世间的大爱和对事业的激情，一点点沟通、协调、推进，付出巨大的耐心，尝试不同的方式，把各国代表重新请回谈判桌前，于2015年推动达成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


  使命既达，菲格雷斯于2016年卸任。


  我是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谈判开始跟进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2010-2016年，我与菲格雷斯有多次交集。她引用我的数据，我引用她的金句，我们真算是全球气候治理大战壕里的“老战友”了。菲格雷斯学的专业和能源气候无关，而是人类学。这不但没有影响她的专业性，相反，正是她的人类学背景帮助她在复杂的国际谈判中保持清醒，从人性出发与他人建立联结，懂得表达爱与尊重，感受对方的情绪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反应。


  在南极的三周里，我们有机会长谈，铿锵玫瑰自有温暖的花香。我从当时的日记里找出下面这些对话：


  问：在你执掌《公约》秘书处的6年里，我看到你好几次流泪，作为公众人物，你怎样做到保持真实自我呢？


  答：不能总是公私分开啊，我们是整合的人，应该过整合的人生。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失败后，我的目标就是让气候旗帜还飘在那里，应对气候变化是我的使命、我的热情。虽然我知道人们在谈判桌上还是僵持着，我知道还有很多艰难的任务，但这不代表我不可以暴露我的脆弱性。事实上，我是联合国高级别代表里哭得最多的那一个，但我的眼泪都是关于气候事业的。比如谈到气候变化对儿童和下一代的影响时，我会哭。没有人质疑过我为什么哭，每次我哭，现场都一片寂静。我就在寂静里平复自己的情绪。我也学会在眼泪中组织自己的语言，学会含着眼泪讲完自己的观点，学会控制自己的眼泪和情绪。只要你肯定自己可以控制住眼泪，能流着眼泪讲完自己的话，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暴露自己的脆弱。


  我知道自己是公众人物，但这只是个符号，只是我的角色。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人，我可以把真实的脆弱一面展现给大家，大家可以理解和接受，并且会更加支持我。


  问：你在《公约》秘书处管理500人的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当初到联合国上任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来我办公室，告诉大家我面前有一个巨大的任务需要他们齐心协力完成，请他们保证，在团队的每一次会议上，我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没有人愿意让团队成员用自己不喜欢的方式来合作，所以我需要直接与大家相处，听大家的所思所想，讨论、交流，而不是直接给出结论。


  巴黎谈判的最后几天，我的团队每周工作70个小时，不睡觉，没有加薪。怎样动员他们呢？首先，大家都是人，都有大脑、身体、家庭、个人情感。我的办公室的门基本都是开着的，不管是清洁工还是保安，他们只要想进来谈就都可以进来。我想我得有多荣幸，才能让他们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我认识了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压力，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应对气候变化是我的激情所在，它可以不是你的激情所在，但大家要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而且是我们的全职工作。对内，我会利用每个机会去建立好的关系；对外，我有法律顾问，我会尽力扩大圈子，认识我能认识的人，和他们做朋友。


  问：怎么协调那么多国家的人走到一起呢？


  答：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说你是我的敌人，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对话。我们都喜欢人类和谐发展，男人和女人应该一起往前走，不应该只是男人当领导，或者只是女人当领导。女人更擅长讲故事，关心人类，关心孩子，这是我们的长项。男人也有他们的长项。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全球治理，我都是执着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不是结果，而是一种选择。


  问：怎么能让化石能源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呢？


  答：如果有50年时间来改变气候变化，我可以说，来，我们先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绝对没有50年。我很荣幸与很多私营部门合作，但真正承诺为可持续发展努力的，当时确实不多。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每家企业都希望能生产更好的产品，招聘更好的员工。因为25~30岁的人很希望找到真正有责任感的公司，这些公司如果想招聘真正有能力的人，就要认真承诺并履行职责。化石能源企业确实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不光明的，所以它们转型最快，正在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问：你最自豪的是什么？


  答：是我的女儿们啊。2015年巴黎谈判，我带她俩一起去了，我们住在一起，但我每天只能凌晨回房间快速洗个澡换身衣服。我每次回去时，她们都睡了，但我的床头会有心形蜡烛、鼓励的卡片和“妈妈，我们爱你”的留言，每次都不重样。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是她们的支持让我挺了过来。


  问：有什么事让你觉得挺好玩儿？


  答：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局限性，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有很多动力继续去探索和完善自我。哈，你知道吗？我正在学四弦琴呢！


  看，这就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温暖可爱的、活生生的菲格雷斯。


  不过，一位人类学家怎么甘心写一本干巴巴的科普书呢？所以，这本书可不是只告诉你什么是气候变化，什么是碳中和，而是在科学之间见世界，见草木，见你我。


  我们在阿根廷乌斯怀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


  现在，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这本书读下去时，你会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对了，菲格雷斯在卸任执行秘书后可没闲着，她和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汤姆联合创办了一家名为“全球乐观”的组织，并且开通了一档全球广播节目《乐观与愤怒》，继续在不同的平台上积极发声，呼吁人们参与气候事业。她拿出宝贵时间写了这本书，我猜也是想以书会友，希望读完这本书，气候事业里能多一个心有正念的你吧。


  如果你看完手头这本《我们选择的未来》意犹未尽，我推荐你去看这本书的“姊妹篇”《我们选择的自己》。对，就是开头我提到的和南极队友们一起出的书。菲格雷斯在那本书的推荐语里说：


  这是一本“转型之书”。通过书中的人物故事，你可以学到新知，收获勇气。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会启发你的自我认知之旅，使你发现你的人生也有更多可能。


  谢谢菲格雷斯，你给我们的推荐语，正是我们想推荐你的书的理由。


  通往碳中和世界的大门已然开启，我们选择的自己，将携手走向我们选择的未来。


  另一个世界不仅存在，而且就在前方。


  是为序。


  王彬彬


  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执行秘书长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2021年4月9日


  序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俩是好朋友，也是同行者，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我们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地质时期。克里斯蒂安娜生于1956年，那是一个长达1.2万年的全新世[1]结束的年代，气候稳定，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汤姆则出生在1977年，是人类世[2]开始的年代，而它的特征是，人类正在毁灭曾让我们繁荣的环境。


  我们来自地缘政治地图的两边。克里斯蒂安娜来自哥斯达黎加——一个长期以来依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的国家。汤姆则来自英国——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高度依赖煤炭。


  克里斯蒂安娜来自一个深度政治化的家庭，他们全家是移民到哥斯达黎加的。她的父亲曾三次担任哥斯达黎加总统，被认为是“现代哥斯达黎加之父”。他不仅启动了一些影响世界的最深远的环境政策，而且至今仍是唯一一位废除了国家军队的国家元首。汤姆则来自一个沉浸于英国历史、植根于私营企业的家庭。他是东印度公司创始董事长的直系后裔，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是历史上唯一一家拥有私人军队的公司。汤姆最早的记忆是和作为石油地质学家的父亲一起寻找石油的经历。


  克里斯蒂安娜有两个已成年的女儿；汤姆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个孩子都不到10岁。


  可以说，我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我们都高度关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未来。2013年，我们决定为了给孩子们争取更好的世界而一起开展工作。


  2010-2016年，克里斯蒂安娜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执行秘书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枢纽协调机构。在2009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参会国不欢而散之后，克里斯蒂安娜认为谈判责任重大，坚信达成全球协议还是有可能的。


  2013年，克里斯蒂安娜听说了汤姆的故事。汤姆那时候是美国碳信息披露项目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还曾是佛教僧侣。克里斯蒂安娜被汤姆非同寻常的丰富经历吸引，邀请他到纽约，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她在联合国的工作。


  二人在曼哈顿漫步结束时，克里斯蒂安娜对汤姆说：“我非常清楚，你没有这份工作所需要的相关经验，但是你有一些更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培养集体智慧的谦逊和在异常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工作的勇气。”


  为此，她邀请汤姆作为她的首席政治战略官加入联合国推动《巴黎协定》谈判的努力。他设计并领导了高度隐蔽的“海啸倡议”，动员了国家政府以外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支持《巴黎协定》的宏大目标。几年后，最深远的气候变化国际协议——《巴黎协定》——终于达成了。


  2015年12月12日晚上7点25分，当《巴黎协定》通过时，现场5 000多位各国代表欣喜若狂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地庆祝这一历史性突破。195个国家一致接受用《巴黎协定》来指导其未来40年的经济发展。新的全球发展路径被绘制出来了。


  但是，路径只有被实际运用，才有价值。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拖延了太久，现在我们要走上应对之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要跑步前进了。这本书描绘了这条跑道，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同起跑！登录www.GlobalOptimism.com加入我们吧。


  
    [1]全新世是最年轻的地质时代，从11 700年前开始。根据传统地质学观点，全新世一直持续至今，但也有人提出工业革命后应该另为人类世。——编者注

  


  
    [2]人类世是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人类世并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编者注

  


  前言　决定性的十年


  疫情后的思考


  本书是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前写的。事实上，我们只完成了计划为期一年的巡回售书活动的前三站，就各自匆匆赶回哥斯达黎加和英国开始居家隔离了。从那时起，我们惊讶地发现这本书中许多描述反乌托邦和理想社会的内容突然变得明朗起来，并彼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引导人们谨慎选择未来生活，而不至于茫然失措。


  这十年刚刚开始，我们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无论是孤独、恐惧、悲伤、兴奋、希望还是感激，我们都要适应这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两个相互矛盾的现实在争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其中一个现实是人们的健康和福祉所依赖的全球公共资源——森林、海洋、河流、土壤和空气——在不断地被消耗和退化。我们看到，虽然人们的活动正在改变大气层的化学成分，使地球升温，以致将地球的生态系统推向崩溃边缘，但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人们仍在无节制地开采和燃烧化石燃料。这十年从最初开始就不顺利，新冠疫情、学校停课和工作场所封锁暂时转移了人们对长期挑战的注意力。然而，事态依然严峻，长期挑战仍然存在。虽然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明显减少，但同时这一年也打破了纪录，成为地球上最热的一年。


  虽然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地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程度，甚至有些人选择对其视而不见，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物种灭绝、超级风暴、热浪、干旱、火灾及其为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经济损失，都已然成为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使数个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和人权暴行日益加重。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实际上它们相互关联。


  人们不能对痛苦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或者说，如果人们依然不思悔改，那么人类就可能会走向灭亡。人们依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对自然栖息地的逐渐破坏与我们能否确保后代子孙的健康和安全、继续生存、居住在海岸线地区、保护家园的完整性之间的联系。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但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如果不勇敢面对，就无法理解许多人无法摆脱这种绝望的心情。


  已做的努力


  同样地，我们必须勇敢地坚定信念：尽管现实如此，但我们确实要反省自己，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得益于令人震惊的科学数据，以及各行各业对做出改变的迫切需求，现在社区、公司、城市甚至国家政府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和地球危机。我们依然记得，某个星期五上午10点，一个12岁的女孩和她的朋友们举着一个地球被红色火焰笼罩的手绘标志，在华盛顿特区第16大街游行。我们依然记得，在英国伦敦，身着黑衣、头戴警用防暴头盔的成年示威者在皮卡迪利广场组成了一条人链，阻断了交通，而英国石油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也聚集着众多游行示威者。我们依然记得，在韩国首尔，街上挤满了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的小学生，他们手举用英文写着“气候罢工”的横幅，来吸引媒体的注意。我们依然记得，在泰国曼谷，数百名青少年学生走上了街头，他们态度坚决，心情沉重，跟随在抗议领袖身后，这个领袖是个11岁的女孩，手中举着写有“海平面上升，我们要抗议”的牌子。


  从印度寻求独立到美国的民权运动，公众的反抗往往在不公正的统治让人忍无可忍时爆发，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正是如此。新冠疫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令人无法接受的代际不公平，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不友好已经打开了抗议的闸门。通过网络或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年轻人、不断变化的客户和股东要求、诉讼、抵制、投票的选民等发起的抗议正把气候行动和意识推向新的高度。此外，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使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具吸引力，有力促进了政策制定者思考和进一步实施符合人们需求的政治和系统变革。


  2015年12月，世界各国政府历史性地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多数政府以创纪录的时间将其批准生效。《巴黎协定》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统一战略，如今世界上各个大国已经计划将其能源系统完全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包括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拜登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将气候问题作为其政府议程的重中之重，并承诺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同时还有超过一千家巨头公司已做出净零排放承诺。一些公司和政府计划争取在2050年前达到这一目标，而实际上一些公司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石油天然气公司不得不在之前无法想象的时限内重新考虑未来发展，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低迷，以及替代方案风险迅速减小且越来越有竞争力。大多数主要投资者认为，煤炭投资已然不合时宜，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利用最便宜的新型能源——太阳能和风能来进行发电。高碳投资正在向低碳投资转型。人们正坚定地走在彻底改变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的发展道路上，这种改变尽管才刚刚开始，但已经对工业、运输和农业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人认为，这种转型姗姗来迟，而且考虑到危机的规模，应对危机的目标、指标未能得到有效、逐级的设定。毕竟，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们就意识到了发生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球化学家查尔斯·基林检测到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逐年上升时，这种可能性被进一步确定了。[1]大多数政府还在对是否采取应对措施犹豫不决时，环保人士和气候活动家已经在努力推动实施必要的应对措施，直至全球各国积极采取措施，迅速推动解决方案的制订。变化通常是逐渐产生进而爆发的过程，而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同样也是如此。全球各国“突然”一致采取气候行动方案，这是迄今为止最激动人心的经济转型。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现实——反乌托邦的现实和可再生的现实——以及它们各自的潜在发展趋势正在齐头并进，不过目前大多数人更认同第一个发展趋势。如果把这两种现实想象成图表上的时间线，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即这关键十年的开始就是我们最终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此刻，人们保护和恢复全球公共资源的觉醒意识逐渐超越了破坏速度。正是这两种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这种独特地令人兴奋而倍感荣幸、令人困惑而又振奋的时刻。


  此刻，我们要为自己想要的未来做出改变，而且现在我们身后有无数人在支持我们。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成功，拥有所需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技术，拥有必要的资本，并且知道最有效的政策。因此，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我们所需要做出的巨大改变。


  转折点


  当我们站在未来，回首这十年时，就像历史学家看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数字革命一样，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我们（在理性、科学、技术和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有机会利用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彼此互助实现独立，并有意识地直接改变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这种下降可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人们的健康，提高能源和食品安全，使人们能呼吸更清洁的空气，并促进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发展。这是人们最终意识到我们足够热爱生命、自己和其他人来拯救自己的时刻。


  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一个愤怒，另一个乐观。我们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为仍然可以实现的事情而感到兴奋。我们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面对面前的两个现实，并通过强乐观思维，为实现我们所需的变革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已经写了一整章的篇幅来阐述如何保持强乐观思维）。


  如何在一颗欣欣向荣的星球上实现每个人的福祉，将是这本书中最感人的一章，也是我们共同书写这一令人振奋的篇章的动力。


  
    [1]Charles Keeling, “The Concentration and Isotopic Abundances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ellus 12, no.2(1960): 200–203,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2153-3490.1960.tb01300.x.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记录了1958年以来的全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值，并更新了基林曲线：https://scripps.ucsd.edu/programs/keelingcurve/。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New York：Mariner Books，1962）第一次把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公之于世，引发了全球气候运动。1963年，卡森参加参议员小组委员会并提交政策建议。关于这本书的影响，参见Eliza Griswold, “How ‘Silent Spring’ Ignite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21 September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9/23/magazine/how-silent-spring-ignited-the environmental-movement.html。

  


  第一部分　两个世界


  我们正在创造的世界，会导致温升超过3摄氏度，生物多样性遭到毁灭性破坏，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活会非常悲惨。我们必须创造的世界，需要把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是我们能够也需要塑造的世界。


  第一章　最后的窗口期


  地质时期是漫长而缓慢的，或者至少说它之前是这样的。以冰期为例，在这一时期内，广阔的冰川覆盖着北纬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中，冰川缓慢地来来去去。上一个冰河期持续了约260万年。由于地球气候的自然影响，地球上的气温开始慢慢升高，我们慢慢离开了冰期，来到了跨越1.2万年的全新世。在全新世，气温条件相对稳定，温度仅在平均值上下波动1摄氏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1]


  在那个地质时期，温度、降水及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达到了有利于人类繁衍和健康的自然条件的“甜蜜点”。稳定的环境使生活在小部落里的约10 000人得以开始过定居的生活，进化出农耕文明和定居者，并最终发展出以工业和机械制造为支撑的城市。环境还使人类生生不息，人口增长到目前的77亿。[2]


  在全新世，“生命创造了有利于生命的条件”。[3]我们本可以在那个地质年代继续生活，但是我们没有。[4]


  在过去50年里，我们严重破坏了这个蓝色星球的环境整体性，并对人类自己的永续生活构成了威胁。后工业革命的生活方式已经导致人类对自然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主要是因为对化石燃料的无节制开采使用和大量的毁林行为。今天大气中聚集的温室气体浓度超出了冰期之前的任何时候的情况，[5]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频繁：洪水、热浪、干旱、野火和飓风。世界上一半的热带雨林已经消失了，而剩下的以每年1 200万公顷的速度在消失。以目前的速度，在40年内，10亿公顷土地会消失，这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6]在过去50年里，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数量平均已经下降了60%。有人认为，我们在经历第6次物种大灭绝。[7]最近的研究显示，有12%的现存物种正在受到威胁，气候变化会加剧这些威胁。[8]海洋已经吸收了超过90%的我们在过去50年里产生的额外热量。[9]结果，世界上一半的珊瑚礁已经死亡。[10]北极夏季的海冰有反射能力，能帮助稳定全球的温度，现在这些海冰正在迅速减少。[11]从大陆冰架上消融的海冰使海平面上升了超过20厘米，导致大量海盐倒灌进蓄水层；风暴潮恶化，严重威胁低海拔岛屿。[12]简而言之，过去50年，我们直接把人类和地球从友好的全新世拽到了人类世。这是一个新的地质时期，其特点是生物地球化学条件不再只受自然进程影响，而且明显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大规模气候变化的主要推手。[13]


  所有我们能读到的关于人类世的研究都指出，过去短短50年，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14]这些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抛弃了自己的命运，日益严重的破坏将是人类世这一整个地质时代的主旋律。


  对此，我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破坏无疑会日益加剧，但这还不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虽然这段人类历史的开端无法被抹除，已经被痛苦地标记下来，但是整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笔还在我们手上，我们仍然有书写的机会。事实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地握着这支笔。我们可以选择写一个自然和人类精神再生的故事，前提是我们必须这么做选择。


  我们要决定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没有多少选项——事实上只有两个。这两个都被列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在这里提出来供你考虑。请记住，相比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现在已经使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9摄氏度。根据《巴黎协定》，所有国家承诺通过减排努力及每五年的加强行动将温度升高的程度（后文简称“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理想情况下不超过1.5摄氏度。为了启动这一进程，2015年，184个国家提交了第一个五年减排计划，并同意每五年更新强化一次。第一轮承诺是通往实现长期净零排放目标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将陈述两种情景，其中之一会成为现实。


  2050年实现净零


  情景一


  我们正在创造的世界，会导致温升超过3摄氏度。[15]


  第一种情景是假设我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灾难中。如果政府、公司和个体不做比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更进一步的努力，到2100年，温升会大于3.7摄氏度。更糟糕的是，如果没有兑现《巴黎协定》的承诺，那么我们能预见的温升为4或5摄氏度（参见本书第171页附录）。提前警告一下，这个画面是黑暗的。即使最差的情景到21世纪下半叶才会成为现实，但显然到21世纪中叶，人类就会非常悲惨，生物多样性遭到毁灭，我们和子孙后代可能生活在一个持续恶化、永远无法恢复的世界。


  情景二


  我们必须创造的世界，把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16]


  我们不能调整时钟，把过去的排放收回去。但是，即使在这个后期阶段，我们也能争取并达到一个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更美好的世界。科学家已经明示，1.5摄氏度的控温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这个窗口正在迅速关闭。要想达到至少50%的成功率（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高风险水平），我们就必须在2030年之前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现在水平的一半，到2040年减少到2030年的一半，最迟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17]这个数量级的改变需要我们在生活和工作的很多领域进行重大转型，从大规模的重新造林到新的农业实践；从2020年停止煤炭生产和不久之后停止油气开采，到彻底放弃使用化石燃料甚至内燃机。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详细阐述我们究竟需要怎么做。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未来并共同创造它。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确保一个更好的未来不是有可能的，而是很有可能的；不是很有可能的，而是可以预见的。


  伟大的棒球运动员尤吉·贝拉（Yogi Berra）有句名言：预测是非常难做到的，特别是关于未来的预测。在构建这两种情景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预测这个世界未来30年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这两种情景里假设的任何事都正由最好的科学预测。[18]事实上，很多科学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把阅读对每个情景的分析当成对可能发生的事的警示，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我们就有改变的机会。


  
    [1]有关冰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Michael Marshall, “The History of Ice on Earth,” New Scientist, May 24,201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18949-the-history-of-ice-on-earth/。

  


  
    [2]世界人口预计将于2050年之前达到98亿。United Nations De 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Growing at a Slower Pace,World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9.7 Billion in 2050 and Could Peak at Nearly 11 Billion around 2100,” June 17,2019,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population/world-population prospects-2019.html.

  


  
    [3]Daniel Christian Wahl, “Learning from Nature and Designing as Nature:Regenerative Cultures Create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Life,” Biomimicry Institute, September 6,2016, https://biomimicry.org/learning-nature designing-nature-regenerative-cultures-create-conditions-conducive-life/.

  


  
    [4]工业革命和石油燃料消费的激增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History.com, “Industrial Revolution,” July 1,2019(updated September 9,2019),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industrial-revolution/industrial-revolution,了解工业革命史；以及Hannah Ritchie and Max Roser, “Fossil Fuels,” Our World in Data,https://ourworldindata.org/fossil-fuels，了解石油燃料的使用和发展情况。

  


  
    [5]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Changes in the Carbon Cycle,” NASA Earth Observatory, June 16,2011, https://earth observatory.nasa.gov/features/CarbonCycle/page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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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大崩溃——当下的世界


  现在是2050年。在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后，各国没有做进一步的努力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正朝着一个2100年会升温3摄氏度的世界奔去。


  空气问题


  迎面而来的就是空气问题。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空气是热的、沉重的，污染颗粒浓度每天都在变化。你的眼睛经常流泪，你还经常咳嗽。想想在一些国家，生病的人习惯戴着口罩来避免他人受到传染。现在你也经常戴着口罩来保护自己免受空气污染的危害。你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去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地球上已经不存在新鲜空气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早上打开门窗之前，你需要看看手机软件显示的空气污染情况。一切看起来还不错，阳光明媚，视线通透，但是你知道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当风暴和热浪重叠、聚集的时候，你必须戴定制口罩（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出门，否则你就会因空气污染和地表臭氧含量升高而陷入危险。[1]


  东南亚和中非在空气污染中丧命的人比欧洲和美国的多。[2]现在很少有人在户外工作，但即使在室内，空气闻起来还是有点儿酸，有时令人作呕。最后一个煤矿在十年前就关门了，但这对全世界的空气污染于事无补，因为你仍旧在呼吸数百万辆家用轿车和公共汽车排出的尾气。一些国家已经试验了播种雨云——人工降雨的过程——希望把污染从天空中冲走，但是结果不如预期。用播种雨云的方法人为地制造更多雨水是困难且不稳定的，甚至在一些富裕国家也无法达到与自然雨水一致的成效。[3]在欧洲和亚洲，这类行为还引发了国际事件，因为即使是最精通技术的专家也不能控制雨落到哪里，更别说控制不好的酸雨，酸雨会破坏庄稼，引发食物供应危机。[4]结果，粮食在空气污染的笼罩下持续生长，这个趋势还会继续。[5]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热。相关预测告诉我们，在未来二十年，一些地方的温度还会更高。人类对这个无法挽回的进度彻底失去了控制。海洋、森林、植物和土地已经持续多年吸收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占排放总量的一半。地球上现在剩下的森林不多了，大部分被野火烧光，永冻土层也在释放温室气体，让已经负担过重的大气层更加不堪重负。[6]


  越来越热的地球让我们窒息，再过5~10年，这个星球的大片地区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我们不知道澳大利亚、南非、美国西部在2100年的适宜居住程度。没人知道我们子孙的未来会怎样：一个又一个临界点到达后，人们对未来文明的形式产生了怀疑。有人说，人类将再次被抛弃，聚集在小部落里，蜷缩着身子，生活在任何一块可以维持生存的土地上。[7]


  通过临界点已经很痛苦了。第一个临界点是珊瑚礁的消失。有些人还记得在绚丽的珊瑚礁中潜水的情景，身边有大小和形状各异、五颜六色的鱼。珊瑚礁正在消失。澳大利亚大堡礁成了最大的海洋墓地。人们也曾努力在赤道南北海水较凉爽的海域人工种植珊瑚礁，但是这些努力大多都失败了，海洋生物没有复活。很快，海洋里的任何地方都将看不到珊瑚礁——最后10%的消亡仅需数年。[8]


  海岸线问题


  第二个临界点是北极冰盖融化。因为北极海域的温升比其他海域高6~8摄氏度，北极夏季的海冰全部消失了。消融静悄悄地发生在最北端的寒冷地带，但其影响很快就能被注意到。巨大的消融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进程。白冰会反射太阳的光和热，但它现在消失了，所以黑暗的海水吸收了更多热量，扩大了水体，把海平面推到了更高处。[9]


  空气中更多的水分和更高的海平面温度，导致极端飓风和热带风暴激增。最近，孟加拉国、墨西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沿海城市遭遇了残酷的破坏和特大洪水，这造成上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种情况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了。[10]每天，由于水位上升，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必须撤离到高地。每天的新闻在播报：母亲们背着婴儿涉过洪水，房屋被猛烈得像暴发的山洪一样的急流冲毁。新闻报道还讲述道：因为无处可去，人们只能住在水没到脚踝的房子里；床上长了霉菌，导致孩子不停咳嗽，大口喘气。保险公司宣布破产，剩下的人完全没有重建生活的资源。水源受污染、海水倒灌和农田流失是一天中的常态。因为各种灾害经常同时发生，人们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把基本的食物和水送到受洪水侵袭的地区。在这些地方，疟疾、登革热、霍乱、呼吸道疾病、营养不良等疾病肆虐。[11]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南极西部的冰盖。[12]如果它确实消失了，就会有很多淡水注入海洋，致使海平面上升5米。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像迈阿密、上海和印度的达卡这样的城市将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像被淹没的古城亚特兰蒂斯一样，在各大洲的海岸线上，这些城市会像幽灵一样游荡，当地的摩天大楼将被吞噬，市民会被疏散或面临死亡。


  因为海岸线附近的地区是很多人的家园，世界各地还有很多选择留在那里的人。对他们来说，对家园的留恋比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和洪水更重要——他们现在不得不目睹以捕鱼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消亡。由于海洋吸收了二氧化碳，海水变得更具酸性，现在的酸碱度对海洋生物非常不利。为了保护不多的鱼类，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捕鱼，即使在国际水域也是如此。[13]许多人坚持认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鱼应该在它们还能再生的条件下被人类享用——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争论很难被挑出错，它也适用于正在消失的其他东西。


  极旱、极热与抢水之战


  内陆的干旱和热浪与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具有相同的毁灭性，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特别的地狱。广大地区已陷入严重的干旱，有时还伴随着进一步的荒漠化。[14]野生动物在这些地区成了遥远的记忆。[15]这些地区的地下蓄水层已经干涸，不再适宜人类居住。马拉喀什[16]、伏尔加格勒[17]等城市即将成为荒漠。中国香港、巴塞罗那、阿布扎比等许多城市多年来一直在淡化海水，尽力支持那些从已经完全干涸的地区移民过来的人。


  极端炎热也出现在游行的标语里。如果你住在巴黎，你就要忍受夏天的温度经常飙升到44摄氏度。这已不再是30年前的头条新闻。每个人都待在房间里，喝着水，梦想着有空调的生活。试想你躺在沙发上，脸上敷着一条冰凉的湿毛巾，尽管干旱和野火不断，那些住在城郊的贫困农民却仍在忙着种葡萄、橄榄或大豆——那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不是你能享用的。


  你试图不去想那些生活在最热地区的20亿人，在那些地方，每年有45天温度会飙升到60摄氏度。在这个温度条件下，人在户外待6个小时，身体就会失去自动调节功能。印度中部这类地区正因为越来越多的高温挑战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有一段时间，人们还在努力，想继续在那里生活，但当你不能再在户外工作，只能在凌晨4点入睡且只能睡几个小时，只因为这是一天中最凉快的时段，除了离开，你别无选择。大量移民到温度较低的偏远地区的人遭遇的是难民问题、内乱和缺水导致的流血事件。[18]


  世界各地的内陆冰川正在迅速消失。依靠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冰川来调节全年水资源供应的几百万人处于持续紧急状态：冬天山顶上几乎没有积雪，因此春季和夏季不再有雪融水。现在，要么是暴雨导致洪水，要么是长期干旱。资源最少的最脆弱的社区已经看到当水资源短缺时会有什么接踵而至的后果，那就是宗派暴力、大规模移民和死亡。


  即使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在水资源方面也会有激烈的冲突。富人当中会有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水而愿意支付更多钱，但其他人则要求平等地获得生命所需的资源。几乎所有公共的水龙头都被锁上了，厕所里的水龙头是投币式的。在联邦一级，国会在水资源的再分配上一片哗然：水资源较少的各州，要从拥有更多水资源的各州争取它们认为公平的份额。多年来，政府领导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阻碍。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每过一个月都会进一步萎缩。[19]因为不再能够从枯竭的康求河和格兰德河获取水，美国与墨西哥的抢水之战随时都会打响。[20]秘鲁、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争端。


  经济崩溃与内乱


  粮食产量每个月、每个季度的变化幅度很大，这与你住在哪里有关。挨饿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气候区已经改变，所以一些新的地区变得适合种植农作物（比如阿拉斯加和北极），[21]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经干涸（比如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还有一些地区的气候因为酷热而不稳定，更别提还有洪水、野火和龙卷风。这使得食品供应变得不可预测。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有机会。灾难和战争肆虐扼杀了贸易路线。因为食品越来越少，食品供需矛盾进一步加深；由于日益稀缺，食物变得非常昂贵。收入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从未如此严重和危险。


  很多地区的人都出现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的症状。生育速度已经总体放缓，但这些国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严重短缺。婴儿死亡率飞速上升，大量的国际援助证明，政治在大规模贫困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在一些地方，不能获得麦子、大米或高粱等基本的粮食作物导致了经济崩溃和内乱，其出现速度超出了此前最悲观的专家们的想象。科学家努力开发各种能经受干旱、剧烈波动的气温和倒灌的海水的作物，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填饱所有人的肚子。结果，粮食暴乱、政变、内战把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从煎锅中扔进了火里。当发达国家忙着封锁边境防止大量移民入境的时候，它们也觉察到此情况带来的后果：股票市场正在崩盘，通货膨胀严重，欧盟已经解体。[22]


  无人幸免


  各国致力于将财富和资源留在其境内，但它们决心将人们留在境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在边境地区安排了密集巡逻。封锁是目标，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完全成功。绝望的人总能找到办法。一些比其他国家更乐善好施的国家现在也关闭了它们的边境、钱包，选择视而不见。[23]


  赤道带开始变得不宜居住以来，移民源源不断地从中美洲向北边的墨西哥和美国移动。还有大批人正在向智利和阿根廷的最南端移动。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欧洲和亚洲。北方和南方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要么欢迎移民，要么把他们隔离在境外。一些国家允许移民进入，但是是在让他们近乎成为契约奴的条件下。滞留的移民要过几年才能找到被庇护场所或定居在沿边境形成的新的难民城市。


  即使你生活在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区，如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你也仍然非常脆弱。严重的龙卷风、暴发的山洪、野火、泥石流和暴风雪常常在你的脑海里盘旋。当然，这也取决于你住在哪里，如果你有一个储备齐全的防风暴地窖，汽车里有一个用于紧急撤离的背包，或者有6英尺[24]的“护城河”围绕着你的房子，那么龙卷风这类问题可能不会让你太焦虑。人们都在关注天气预报。只有傻瓜才在晚上关闭手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你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做出响应。政府设置的警报系统只是最基础的配置，警报系统是否会出现故障和不规范情况，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富人们有私人订制的可靠的卫星警报系统，所以能高枕无忧。


  天气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最近关于边境发生的糟糕情况的新闻更是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由于自杀人数惊人地激增，在公共卫生官员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情况下，新闻机构减少了有关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和难民疾病暴发的报道的数量。你不能再相信媒体了。社交媒体长期以来是灾难报道的信息源，现在充斥着阴谋论和被篡改的视频。总的来说，新闻已经转向一种奇怪的、扭曲现实的虚假叙述。


  生活在稳定国家的人可能是安全的，是的，但他们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随着一个个新的临界点被突破，他们感到失去了希望。由于不可能阻止地球变暖，毫无疑问，人类正在缓慢但肯定地走向崩溃。因为地球太热了，融化的永久冻土层也释放了古代微生物，今天的人因从未接触过它们而对它们没有丝毫抵抗力。[25]蚊子和虱子传播的疾病十分猖獗，这些物种在变化的气候中茁壮成长，蔓延到地球上曾经安全的地区，使我们不堪重负。更糟的是，因为适宜居住地区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气温也在持续上升，抗生素耐药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持续加剧。[26]


  人类物种的消亡问题正被越来越多地讨论。对许多人来说，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我们还会存活多久，还有多少代人能看到光明。自杀是绝望情绪普遍化的明显表现，但还有其他迹象：一种无底的失落感，难以忍受的负罪感，以及对前几代人的强烈怨恨——他们没有做必要的事来抵御这场势不可挡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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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碳中和——必须创造的世界


  现在是2050年。2020年以来，我们成功地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每十年减半的水平。我们正朝着一个至2100年温升不超过1.5摄氏度的世界前进。


  控温行动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即使在城市里，空气都是潮湿和新鲜的，比工业革命之前更清洁。这种感觉很像穿过森林，并且这很可能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要感谢周围的树木。现在，它们无处不在。[1]


  这不是我们所需的唯一解决方案，但树木的净化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战胜碳排放所需的时间。企业捐款和公共资金资助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最开始的时候，这纯粹是出于实用目的，是一种通过碳转移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树木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把碳转移回土壤里。这当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但其中的好处远远比这大。在感官层面上，生活在这颗再次变成绿色的星球上，特别是在城市里，人的感觉是变革性的。城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适宜居住过。树木增加、汽车减少让街道变成了城市农场和儿童游乐场。每一处空地、每一条脏乱的没被使用的小巷都被功能优化，变成阴凉的树林。每个屋顶都被改建成菜园或花园。曾经被涂鸦的无窗建筑现在被郁郁葱葱的藤蔓包围。


  西班牙的绿化运动开始于对抗气温上升的努力。基于纬度原因，马德里是欧洲最干燥的城市之一。尽管现在已经控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但马德里曾面临荒漠化的风险。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建筑物储存了热，深色路面吸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有600多万人的马德里比几英里[2]外的乡下地区暖和好几度。此外，空气污染曾导致早产率上升，[3]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致死率也攀升。因为登革热、疟疾等亚热带疾病的到来，马德里的医疗保健系统曾一度紧张。政府官员和市民因此聚集起来做出努力，减少车辆的数量，创建了一个围绕城市的“绿色外壳”来帮助降温、制造氧气，并过滤污染。人们用多孔材料重新铺设广场以收集雨水，所有的黑色屋顶被漆成白色，植物无处不在。植物可以减少噪声，释放氧气，隔离朝南的墙壁，为路面遮阴，并把水蒸气释放到空气中。大规模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马德里经验在世界各地被复制。马德里的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因为专业性将这座城市置于新产业的前沿。


  大多数城市发现，较低的温度提高了生活水平。虽然还有贫民窟，但能够对抗气温上升的树木使城市变得相对宜居了。


  重新构想和重组城市对于解决气候挑战难题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意味着全球再野化[4]工作必须远远超出城市范围。现在全世界的森林覆盖率是50%，农业已经发展到更加依托树木。[5]结果是很多国家发展到脱胎换骨。没有人怀念空旷的平原或单一的文化。现在，我们有阴凉的坚果园和水果园，林地中可以穿插着放牧区，公园区蔓延数英里，成了传粉昆虫们新的避风港。[6]


  去化石燃料


  75%的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幸运的，新的电气铁路纵横交错，构成了新的内陆景观。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高速铁路网络已经取代了大多数连接东海岸与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的国内航班。为了提升航班的燃油效率，飞机的速度降了下来，而乘坐子弹头火车变得更加快速、便利且没有什么排放。[7]“美国火车倡议”是一个十年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的伟大的公共项目。新的交通系统取代了州际公路，为火车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他们设计并修建了高级铁路来避开洪泛区。这一巨大努力帮助重新教育和重新训练了许多因垂死的化石燃料经济而流离失所的人。它还引领新一代工人进入了生机勃勃的新的环保经济领域。


  伴随着这项大型市政工程而来的是，人们越来越自信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来重新提供能量。向净零排放转型的一个主要部分聚焦在电力上。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改革，而且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局部事实证明分解电网和分散电力是容易做的。我们不再燃烧化石燃料了。有些国家因能够负担昂贵的技术而使用核能，[8]但是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是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水能这类可再生能源。所有家庭和建筑物都能自己发电——每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表面都覆盖着含有数百万个纳米粒子的太阳能涂料，这些粒子从阳光中收集能量；[9]每一个风点都有风力涡轮机。如果你生活在阳光充沛或多风的山上，那么你的房子收获的能量可能比你实际需要的多，多余的能量就会流回智能电网。因为没有燃烧成本，能源基本是免费的，而且可以比以往更加丰富，同时能更高效地被使用。


  智能技术


  智能技术可防止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因为人工智能设备会关闭那些不处在使用中的设备和机器。该系统的效率意味着，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在许多方面，情况甚至有所改善。


  对发达国家来说，向可再生能源的大范围过渡有时候让人不太舒服，因为它往往需要以新的方式做事，还要改造旧的基础设施。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新时代的一道曙光。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所需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要符合新标准——低碳排放和具备高韧性。在边远地区，21世纪初没有电的10亿人现在拥有自己的屋顶太阳能组件或社区内的风力发电小型电网所产生的能源。这种新通道打开了更多可能性的大门。所有人在卫生、教育和医疗方面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那些曾为获得清洁水而挣扎的人现在可以给家人提供清洁水。孩子们可以在晚上学习。远程诊所可以有效运作。


  全世界的家庭和建筑都可以给自己提供远超实际所需的电力。例如，所有建筑物现在能收集雨水并管理自己的用水。可再生的电力来源使地区性的海水淡化成为可能，这意味着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按需生产清洁饮用水。我们还用它来灌溉水培花园、冲马桶和淋浴。[10]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重建、重新组织和重构了我们的生活，以更本地化的方式生活。虽然能源价格已经大幅下跌，但我们依旧选择本地生活而不是长途通勤。由于更强的连接，许多人在家办公，从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时间来照顾自己和家庭。


  更健康的食物


  我们正在使社区更强大。小时候，你可能只在路过的时候能看到你的邻居。现在，为了让商品更便宜、更清洁、更可持续，你在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更加本地化。过去人们单独做的种植蔬菜、收集雨水和堆肥这类事情，现在都是集体完成的。如今，资源和责任是共享的。起初，你抵制这种团结，因为你习惯于在私密的家里自己做事。但很快，友谊和意想不到的新网络支持开始让你感觉良好，觉得集体做事是值得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新的生活方式被证明是更好的幸福处方。


  粮食生产和采购是公共努力的一大部分。当我们很明显地需要重新实现农业工业化的时候，我们要迅速过渡到再生农业的实践，包括种植混合多年生作物、进行可维持的放牧，以及改善大型农场的作物轮作，增加社区对小农场的依赖。[11]你可以从当地小农场主和生产者那里购买大部分食物，而不用再去大型杂货店购买从数百英里（如果不是数千英里）外空运来的食物。建筑、社区和大家庭组成了一个食品购买小组，这是现在大多数人购买食物的方式。作为一个单位，大家报名参加了每周的送餐，然后在小组成员之间分发食物。分发、协调和管理是每个人的责任，这意味着你可能会与楼下的邻居合作分发一周食物，而楼上的邻居则会负责分发下一周的食物。


  虽然这种社区食品生产方式更可持续，但食品价格仍然很高，最高可占家庭预算的30%，这就是为什么自己种植食物非常有必要。[12]社区花园、屋顶、学校，甚至悬挂在阳台上的垂直花园，食物似乎随处可见。


  通过自己种植食物，我们逐渐认识到食物昂贵是有道理的，因为种植食物需要消耗水、土壤、汗水、时间这些宝贵的资源。[13]出于这个原因，像动物蛋白和奶制品这类消耗资源最多的食物实际上已经从我们的饮食中消失了。[14]不过，植物类的替代品吃起来感觉还不错，所以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肉和奶的缺失。很多孩子甚至无法相信我们以前是靠杀死动物来获取食物的。鱼还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是饲养的鱼，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提高产量。[15]


  我们对不好的食物做出了更明智的选择，这些不好的食物已经成为我们饮食中日益减少的一部分。政府对加工肉类、糖和高脂肪食品征税有助于我们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其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助于我们的集体健康。由于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减少，人们有更长的寿命，世界各地的卫生服务成本也越来越低。事实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成本出自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节余。[16]


  共享汽车


  除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高额开支，汽油和柴油车也是不合时宜的。大多数国家在2030年禁止生产这类车，[17]但又花了15年才让内燃机汽车完全离开公路，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我们只能在交通博物馆或在特殊的拉力赛上看到它们。经典汽车的车主们只需支付一笔抵销费用，就可以在赛道上驾驶自己的车行驶短短几英里。当然，它们都是由巨大的电动卡车运到现场的。


  在推进这种转型时，一些国家已经走在了前面。像挪威这种科技驱动型国家和荷兰这类自行车友好国家成功地提前实施了汽车禁令。不出所料，美国最难办。首先，美国限制了汽车的销售，然后禁止汽车出现在城市超低排放区这类特定区域。[18]电动车的电池存储能力有所突破，[19]通过寻找可制造电池的替代材料，以及最后完成对充电和停车基础设施的全面修整来降低成本。[20]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获得使用廉价电力的电动汽车。更妙的是，汽车电池现在与电网双向连接，因此它们可以从电网中充电，也可以在未驱动时为电网供电，这有助于在可再生能源上运行的智能电网的发展。


  电动汽车的普及和易用是诱人的，而且我们对电动车速度的追求终于也得到了满足。[21]据说，要改掉一个坏习惯，你就必须用一个更有益或至少一样令人愉快的习惯来代替它。起初，中国主导了电动汽车制造业，但不久，美国公司就开始生产比以往更理想的电动汽车。甚至一些经典汽车也升级了，从内燃机到电动发动机，在3.5秒内从零到每小时60英里。[22]奇怪的是，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意识到电动马达是给汽车充电的更好办法。它能提供更大的扭矩、更快的速度，在刹车重启时有更强的动力，而且不需要做太多维护。


  当人们从边远地区搬到城市的时候，他们对电动车没什么需求。[23]在城市，交通是连通的，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当你乘坐电动火车时，你不需要笨手笨脚地找交通卡或者排队付钱，因为系统已经跟踪了你的轨迹，所以它知道你在哪里上车，去往哪里，会从你的账户中自动扣除相应的费用。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共享汽车。事实上，共享无人驾驶汽车的规范化和安全保障是最大的交通障碍。2050年在主要大都市消除私家车所有权是我们的目标。[24]我们还没达成目标，但我们在积极努力。


  我们也减少了陆路运输的需求。三维（3D）打印机随处可见，减少了人们外出购买东西的需求。[25]空中走廊里的无人机正被组织起来运送包裹，这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车辆的需求。[26]所以，我们窄化道路，减少停车场数量，投资城市规划类项目，使其更便于人们在城市步行和骑行。停车场仅用于拼车、电动汽车充电和储物，以前那些丑陋的混凝土堆放系统和建筑如今被绿色包裹着。城市现在似乎是为人与自然共存而设计的。


  国际航空旅行也发生了改变。生物燃料取代了喷气燃料。通信技术已经非常先进，我们几乎无须旅行就可以参加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会议。航空旅行仍然存在，但人们对它的使用更谨慎，并且它非常昂贵。由于现在工作越来越分散，而且人们通常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人们就可以节省时间，以及计划进行“慢速旅行”——持续数周或数月而不是数天的国际旅行。如果你住在美国，想游览欧洲，那你可能会计划在那里待上几个月或更久，使用当地的零排放交通工具穿越欧洲大陆。[27]


  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成功地减少了碳排放量，但我们仍在处理大气中创纪录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后遗症。长期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充满大气，无处可去，因此它们仍然在使天气状况越来越极端——尽管它不像我们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时那么极端。冰川和北极冰仍在融化，海平面仍在上升。美国西部、地中海和其他一些地区正在发生严重的干旱和荒漠化。持续的极端天气和资源退化继续使人们的收入、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和水供应方面的差距成倍增加。但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因素带来的加倍威胁。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预测下游问题，并在它们成为人道主义危机之前阻止它们。[28]因此，尽管很多人每天都处于危险中，但情况并没有太极端或混乱。[29]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意想不到的全球联盟已经基于新的信任感形成。现在，当一个国家需要援助时，社会上就有政治意愿和资源来满足这种需要。


  难民局势数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现在仍然是冲突和纷争的主要来源。但在约15年前，我们不再称之为“危机”了。各国就管理难民涌入的指导方针——如何平稳地接受人口、如何分配救助和资源以及如何分担特殊地区的任务达成了一致。这些协议大多数时候能够发挥作用，但当一个国家在一两次选举中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这又会打破平衡。


  机构与个人正在行动


  科技和商业部门也加快了工作进度，抓住订立政府合约的机会就分配粮食和向新出现的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住所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一家公司发明了一个巨型机器人，它可以在几天内自动建造一所供四个人居住的房子。[30]自动化和3D打印使为难民建造高质量住房成为可能。私营部门在水运技术和卫生解决方案方面不断创新。越来越少的帐篷城市和住房短缺问题减小了霍乱发生的概率。


  每个人都明白，我们是在一起的。一个国家发生的灾难很可能在短短几年后在另一个国家发生。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意识到，如果今年我们能想办法拯救太平洋岛屿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那么在下一个五年我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拯救鹿特丹。将所有资源用于解决全球问题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首先，明智之举是为气候挑战创建创新的解决方案并在使用它之前几年对其加以测试。其次，我们正在培养善意。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期待别人挺身而出。


  时代精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对彼此的感觉也是一样。


  当2020年警钟敲响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青年运动），我们意识到过度消费、竞争和贪婪自私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以及对利润和地位的推崇，使我们开始破坏环境。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失去了控制力，结果就是我们的世界几乎崩溃了。当抛弃再造、合作和社区时，我们就再也无法避免在有形的地球物理层面上看到破坏即将发生。


  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思维方式和优先事项，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要做对人类、对地球好的事情，我们就不可能从自我毁灭中解脱。最根本的变化是公民、公司和政府要一起坚守一个新的底线——不管是否盈利，对人类好就行。


  21世纪初的气候危机使我们从昏迷中惊醒。当我们努力重建和关心我们的环境时，很自然地，我们也更加关心和关注彼此。我们意识到，人类物种的延续远远不仅关乎我们要拯救自己免受极端天气的影响，还关乎我们要成为土地和彼此的好管家。当我们开始为人类的命运而战时，我们只考虑了人类物种的生存，但在某些时候，我们明白，保护我们的环境和保护我们人类的命运一样重要。我们从气候危机中走出，成为生命共同体中更成熟的一员，我们不仅能够恢复生态系统，而且能够解锁休眠的人类力量和辨识潜力。人类相信自己注定灭亡，就会真的走向灭亡。战胜这个想法是我们可以留给后代的真正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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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三种思维方式


  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明白自己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过程中，三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即强乐观思维、充裕型思维和再生型思维。


  第四章　我们选择的未来


  未来正在被我们书写，我们今天选择的要成为的那个自己将塑造我们的未来。


  正如我们在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的过程中学到的，如果不控制挑战的复杂性（事实上人们很少这样做），我们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就是改变其中的行为方式。我们自己就是整体变革的催化剂。所有人在面对任务时，常常会迅速转向“行动”，而不是先反思“个体存在”——个人会给任务带来什么影响，其他人又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能引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圣雄甘地提醒我们要朝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去改变。我们付诸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在行动之前培养的思维方式决定。当我们面对紧急任务的时候，我们习惯了马上行动，而第一时间向内审视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旧有的思维方式占主导时，我们所尝试的变革将导致不充分的渐进式进展。为了打开转型的空间，我们必须改变思想，从根本上改变自我认知。毕竟，如果未来几个世纪的人类生活质量将受到威胁，那么深刻理解自己就是值得的。


  矛盾的是，系统性的变革是个人努力的更深刻的表现，因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产物。


  例如，我们的经济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可以无节制地攫取资源，低效利用它们，随意地破坏它们，以超过自然可再生的速度让它们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以远快于我们能清理的速度去污染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展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掠夺思想，这成为我们行为的基础。


  这么做已经过时。


  自然科学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到达临界点。超出这些极限，地球生态系统将不能维持运转。地球上很快就没有什么可供我们提取和利用的了。社会科学家非常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发展可再生经济，一种与自然和谐同存的经济，重新利用已用的资源，减少浪费，补充枯竭的资源。我们必须回归自然与生俱来的智慧，成为所有资源的终极再造者和循环利用者。


  不太被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达到了个人主义竞争方式的极限。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往往把自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我们需要加深对我们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理解，当然还需要加深对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因为自然的供养，人类才得以生活在地球上。


  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要求我们彻底转变思维方式。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明白自己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深厚而持久的维护这种联系的意识。这种转型是从个体开始的。我们是谁及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定义着我们如何与他人合作，我们如何与周围环境及我们最终共同创造的未来产生互动。


  我们相信，在我们共同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有三种思维方式是我们所有人的根本，在有意的刺激下，我们称之为强乐观思维、充裕型思维和再生型思维。这些思维方式并不新鲜。我们可以在著名的历史人物中找到闪光的例子，但我们想要的未来要求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这些思维方式。这些品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是人类在日常严酷的考验中被推动、培育和发展出的价值观。


  意识的转变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宏伟，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不够的。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意识到外部和内部世界之间是亲密联系的时代。正如作家乔安娜·梅西指出的：“过去，改变自我和改变世界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努力。现在，从任何方面来看，情况都已经不是这样的了。”[1]科学理解和精神洞察正会聚在人与自然互相关联的现实中。


  这三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力量不仅在于它们自身，也在于每种思维方式的指向。由于我们依附于生活中许多形式化的现实（比如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等），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地说它们是永久的。事实是，没有什么是永久的。无论我们多么坚定地想站立不动，想握住转瞬即逝的时刻，事实都是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做出期望中的改变总是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朝着既定方向前进。


  新的有意识的方向必须使我们从失败主义走向乐观主义，从索取走向再生，从线性经济转向循环经济，从个人利益走向共同利益，从短期思维转向长期思考和行动。通过培养这三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提供更清晰、更有力的指引，为共同创造我们想要的世界奠定必要的基础。


  
    [1]Joanna Macy and Chris Johnstone, Active Hope: How to Face the Mess We’re in Without Going Crazy (San Francisco: New World Library,2012),32.

  


  第五章　强乐观思维


  2 500年前，后来成为佛陀的广为人知的乔达摩·悉达多就理解了乐观主义。他多次表示，心灵的光明是启蒙之路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第一步。聪明的头脑决定了你前进的方式。没有这样的头脑，你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佛陀也明白，我们不会被动地受制于自身的态度，而是会积极地参与塑造它们。神经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我们天生的倾向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都有责任做必要的事。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要有意识地对我们的思想进行重新编程。


  心理学研究显示，态度首先可以被我们的思维方式塑造，然后我们会有意地培养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这种做法包括意识到这些模式，找出无意识的假设，并在它们不为你服务的时候向它们发起挑战。[1]


  这并不复杂，但也不容易。从本质来讲，我们都会对周围的不良事物产生内化的反应。从令人震惊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报告到错过公共汽车，我们对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现象都有了习以为常的反应，这些习以为常的反应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应对特殊情况。当谈到气候变化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无助。当我们看到世界的走向时，我们会摊摊手说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是的，我们认为气候变化很可怕，它是如此复杂、如此庞大、如此具有压倒性，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阻止它。


  这种习得的反应不仅不是事实，而且从根本上说明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想帮助应对气候变化，你必须让自己学会给出一个不同的反应。


  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切换你的焦点，这种转变产生的影响会让你感到震惊。你不需要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当然也不需要且不应该逃避真相。当你面对严酷的现实时，你要清楚地审视它们，但也要知道，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你是如此幸运，你能够为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带来转型式改变。


  你不是无力的。事实上，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有意义，你是历史上人类成绩的伟大篇章的一部分。请把这当成你的精神口头禅。要注意，你的头脑在面对挑战时会习惯性地坚持认为你是无助的，要拒绝接受这种暗示。你要注意到它，并反驳它。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当你的头脑告诉你现在改变为时太晚时，记住，气候的每一点儿额外变暖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任何排放量的减少都会减轻未来的负担。


  当你的头脑告诉你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你无法处理时，你最好专注于自己可以直接施加影响的事情，提醒自己，为更大的代际挑战去做动员工作会更加激动人心，这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意义和关联。


  当你的头脑告诉你让世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不可能的时，记住，英国人使用的能源中已经有50%以上是清洁能源，[2]哥斯达黎加已经100%使用清洁能源，[3]加州也有个计划——到今天蹒跚学步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时，包括家庭轿车和卡车在内实现100%使用清洁能源。[4]


  当你的头脑告诉你，问题是破碎的政治体系造成的，我们无法解决它，所以也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时，提醒自己，政治制度仍然会对人民的意见做出回应。回顾历史也能看到，人们为实现政治变革成功地克服过巨大的困难。


  当你的头脑告诉你，你只是渺小的个体，不足以带来改变，所以你没必要自寻烦恼时，提醒自己，临界点是非线性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系统最终会改变，所有小的行动叠加起来就会是一个新世界。每一次你做出个体的选择，成为负责任的地球卫士，你都为重大转型贡献了力量。


  你可能没有宗教或精神信仰，但想想中世纪欧洲的很多石匠参与建设了最伟大的大教堂的例子。因为不能靠一个人的努力去建整座大教堂，石匠本可以选择扔下他的工具，但他却耐心而认真地做好了他的工作，他知道他是升华几代人心灵的伟大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乐观，培养乐观心态不仅是推进人类故事发展的关键一步，也将改善人类今天的生活。


  瓦茨拉夫·哈维尔恰当地将乐观描述为“一种心境，而不是一种现实状态”。[5]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型有三个关键要素：有超越眼前视野的意愿，能从容面对终极目标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所促成的坚定。


  要成为乐观的人，你就必须面对在科学报道、媒体新闻、社交账号和厨房餐桌上随处可见的哀叹世风日下的坏消息。对任何程度的改变来说，更加困难但又必要的一步就是，认清困难后仍然能够看到创建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而且这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不否认坏消息的情况下，你必须关注有关气候变化的所有好消息，例如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在2050年或在这之前实现净零排放，多个城市禁止内燃机车辆行驶，以及资本从旧经济转投新经济。这一切还没有在必要的规模层面上发生，但它们正在发生。乐观就是能够有意识地去明确和规划期望中的未来，并积极拉近与它的距离。


  坚持确定性总是比为仅知道其是正确的和好的却不知道能否成功的某个目标而努力更容易。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仍需要进一步发展成熟，没有人能保证最终的成功。我们不知道哪些可再生能源（如果有）将占主导地位，或哪些更可能被迅速推广。电动汽车的电池问题（重量、成本、回收利用）仍须解决，充电网络仍需要大幅扩展才能成功。金融工具必须更有效地管控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让我们从单一拥有房屋和汽车转向共享所有权的市场模式必须聚集动力，并与监管规则保持协调。


  当你从广阔而不是狭窄的视角看未来时，你就必须采取这些有不确定性的步调，否则你会停留在过去的已知中。你必须愿意冒犯错误、拖延和失望的风险，否则你只能在勇于尝试和直面真实的人的怜悯中面临最终的危险。


  一旦你意识到过去的习惯、实践和技术只会导致生态消亡和人类痛苦，这种思维方式就更加重要了。乐观地看待现实意味着你能认识到，另一种未来是可能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承诺层面。面对气候变化，我们所有人都要乐观，不是因为成功是有保证的，而是因为失败是不可想象的。


  乐观能给你一种力量，它驱使你参与、贡献和有所作为。它会让你一早就从床上跳起来，因为你同时感受到了挑战和希望。它让你看到正在出现的变化，使你想要成为变化中的积极部分。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说得很清楚：“希望是你在紧急情况下用于破门的斧头……它会把你推出门外，让你将所有的力量用于引导未来远离无休止的战争，远离地球宝藏的毁灭和贫瘠带来的磨难……希望就是把你自己献给未来，这个对未来的承诺使现在的环境变得宜居。”[6]


  换句话说，乐观是一种可以让你创造崭新现实的动力。


  乐观并不是我们完成既定任务的结果。这是一种庆祝。乐观是迎接挑战的必要条件。


  乐观主义是指我们在迎接巨大挑战时要抱有坚定的信心，是指我们选择坚持不懈地工作以让当下的现实变得更好。


  乐观主义是指通过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去积极地证明我们有能力设计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座监狱的黑暗中，马丁·路德·金一直号召人们追求一个锲而不舍的梦想，不管它的前景多么黯淡。在历史上，许多人也这样做过：约翰·肯尼迪拒绝认可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调；甘地长途跋涉到海边去收集被英国垄断的盐。


  在这些情况下，关键的人物相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是可能的，他们愿意为之斗争。他们没有忽视困难，也没有以一种虚假的方式来歪曲事实。相反，无论此刻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他们都坚定地面对现实，并相信变革会发生。


  在通往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的路上，我们了解到乐观主义对推进变革是多么重要。克里斯蒂安娜在2010年接管联合国一年一度的气候谈判之时，正是哥本哈根谈判彻底破裂一年后。


  哥本哈根谈判就是一场灾难。经过多年的准备和两个星期24小时连轴转的痛苦谈判，唯一的结果是一份政治上不能被接受、法律上无足轻重的无力又不充分的协议。美国过早地宣布成功令其处于尴尬境地。中国和印度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是一场充满挫折、愤怒和分歧的政治混战。


  这远非东道国所宣传的“有希望的哥本哈根”。


  事实上，当时发生了流血事件。


  当时，委内瑞拉代表克劳迪娅·萨勒诺被排除在小房间之外，房间里只有少数领导人在闭门谈判。她非常生气，坚决表示要参与其中，不停地把她的国家的金属铭牌敲在桌子上，直到她的手开始流血。


  “我必须流血才能引起你的注意吗？”她对着丹麦主席尖叫道，“国际协定不能由一个排他的小集团左右！你正在支持针对联合国的政变！”


  她的每句话都伴随着铁和血的倾诉。


  如果这就是拯救地球的样子，我们就注定要完蛋了。


  6个月以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克里斯蒂安娜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负责人以推进谈判。他没有抱太多希望：从政治的垃圾桶里捡起碎片，做点儿什么吧。


  从联合国的高层到政府代表，再到在家远程办公的气候活动家，没有人相信这个世界还有机会达成可行的协议。每个人都认为它太复杂、太昂贵，也太迟了。


  因此，克里斯蒂安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让每个人相信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在考虑最终协议的政治、技术和法律参数之前，她知道她必须致力于改变人们对待气候问题的情绪。不可能的事必须变成可能。


  第一步是要改变她自己的态度。


  作为最近被任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举行了她的第一次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德国波恩的马里蒂姆饭店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坐在40名记者面前，发出了整个国际进程的新声音。


  在人们问了一些乏味的问题之后，有人问了最重要的问题：“菲格雷斯女士，您认为达成全球协议还有可能吗？”


  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


  克里斯蒂安娜本能地为成千上万个参与哥本哈根谈判的人和数百万个在网上关注其进展的人发了声。希望消失了，痛苦更深了。她的话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情绪，也直接撕扯着她自己的内心。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态度正是问题所在。如果她屈服于绝望，并因此让整个政治进程屈服于绝望，那么今天数百万脆弱人民的生活质量就不会提高，人类后代的命运将受到恶劣影响。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不可能”不是事实，而是一种态度。


  当克里斯蒂安娜走出那天的记者会会场的时候，她知道她的主要任务是成为让每个人都能找到一起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那座灯塔。她不知道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但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其他选择。


  实现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的转变，就像和上千人一起编织一条精心设计的挂毯，而这些人从来没有编织过任何东西，甚至从没见过挂毯的样式。谈判涉及近200个国家、5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5条（有时是交叉的）谈判轨道上进行的60多个谈判议题，成千上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谈判。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人类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一旦你的目标落到解决具体问题上，所有内容——从协商一场工作会议的议程，到讨论像政策中如何反映科学这样有争议的话题——就都要不断经过谈判。可以预见的是，挫折和阻碍很快会成为常态。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关注潜在的挑战性力量，引导它们进入一个有建设性的空间，使创新的解决方案能够从集体参与和集体智慧的肥沃土壤中显现。谨慎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必须重复很多遍，以确保有前进的势头，但又不能过于霸道。干预的目的是不断疏通被压抑的能量，以推动下一步的工作。如果从控制的期望上看，复杂的动态系统可能会令人生畏，但如果它们被视为精心培育的盆栽景观，问题花朵可以在其间找到解决的办法并让共同协商这块土壤更加肥沃，那这个系统就是令人激动的。


  2015年12月，195个国家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数以亿计的人广泛承认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毫无疑问，许多因素及成千上万的个人促成了这一巨大的成功，但其关键是导向集体智慧和有效决策的思维方式。当时在场的所有人，还有数百万个线上关注其进展的人，都对未来感到乐观，而事实上，乐观已经成为这段旅程的起点。它必须是这样的，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但是我们要记住，在未来的挑战中，只有乐观是不够的。在2015年，只有乐观的话，我们也不会达成《巴黎协定》。让我们度过漫漫长夜，最终达成那份协定的，是一种特殊的在完成大多数艰巨任务时都需要的乐观——强乐观思维。


  乐观不是软弱，而是坚韧不拔。每一天都会有坏消息出现，数不尽的人告诉我们世界将成为地狱。走下坡路就是屈服。走上坡路就是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保持坚定。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障碍，这不应该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看到气候条件恶化，这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必须选择大胆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用坚定的决心和最大的努力克服障碍，向前迈进。


  我们需要进行系统转型和个人行为转变。若失去同行者，我们就无法以必要的速度达成必要的变革规模。我们是社会中的各个点：家庭成员、社区领袖、首席执行官、决策者。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且必须履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没有人是无关紧要的。


  特别是在人类面临巨大挑战时，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是保护人类和其他的生命，将地球生命的历史进程引向更好的境地。我们现在改变方向还来得及，但是一定要有共同的意图和强大的乐观主义，从而把我们自己从目前建立的常规路径中推出去。


  《巴黎协定》达成前五年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就像我们现在必须发动的进程一样。今天的大多数人认为，它不可能在十年内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但是我们不能认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即刻可以改变方向的行动上。不管是什么挑战，它始于我们对待挑战的方式、坚定的态度和感染有相同信念的人的能力。这就是强乐观思维。


  人类的进化是一个关于适应时代挑战的故事。我们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艰巨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挑战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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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充裕型思维


  我们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或自认为需要的东西，就要与他人竞争——这种观点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大多是在令人窒息的零和观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谓零和观念是指：如果有一个人赢了，那就一定有另一个人输了（一个人的得是靠另一个人的失来“平衡”的，因而得与失的总和为零）。零和观念已将竞争融入了我们的世界观。假如没有竞争，我们就无法取得数百年来已经取得的许多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今后，我们仍需要一种健康的竞争优势，以便开发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但是，如果我们让竞争成为我们做决策的主导因素，那我们就会丧失根本，将充裕误以为稀缺。


  我们几乎都感受过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时跑到众人前面抢占座位的急迫性和决心。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以至于在一些国家，客运公司会通过广播提醒人们先下后上。但有时人们抢占座位的劲头很足，广播并不能阻止人们争先恐后地抢占座位。


  在上述情形下的狂乱并非始于人们的竞争冲动，而是始于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稀缺感，即无论现实如何，主观上都认为某种东西是有限的。以乘车抢座为例，我们认为车上只有一个好座位，因此我们想要先于他人抢占该座位。我们对稀缺的恐惧引发了我们的竞争反应，无论这种恐惧是否基于客观现实。而我们的竞争反应反过来又加剧了我们对稀缺的恐惧，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稀缺感将我们置于一个非常狭小的精神牢笼中。我们可用两种方法扩大该牢笼。第一种方法是，我们要认识到，稀缺感通常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只要我们意识到火车或公共汽车上还有其他座位，而且几分钟后还会有下一辆公共汽车到来，我们就能摆脱这种精神牢笼。


  第二种方法是摆脱零和观念这种颇为怪异的思维方式。诚然，公共汽车上的座位是有限的，但他人的得不一定就是我的失。也许我将自己的座位给予他人会使我开始一段意想不到的愉快的交谈，也许这个简单的行为会改善他人当天的心情或增加我的快乐。众所周知，给予会使人更加愉快，因此我的失实际上可成为我的得。事实上，“我的失↔你的得”可成为“我们的得”。


  这完全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思维方式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使我们相信稀缺是存在的，使我们陷入不必要的竞争，从而在客观上制造出我们当初恐惧的稀缺现象。举例来说，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是一个位于沙漠中的居民点，多年来，其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终年流经该居民点的圣克鲁斯河已干涸。这里的年降水量只有28厘米。也许是人们认为该地区长期缺水的缘故，不断增加的人口对水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人们拼命抽取地下水，致使地下水位下降了91米以上。圣克鲁斯河两岸的树木和其他植被也随着该河流的干涸而死亡。缺水感导致对水的过量使用，进而造成更大程度的缺水，因为光秃秃的（或铺砌的）地面很难吸收为数不多的降水，大部分降水都白白流走了。


  有意思的是，图森每年28厘米的降水量实际上高于它每年消耗的市政供水。[1]这里从未明显缺水，只是被认为缺水。如果从整个水循环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仅关注某一口水井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水量，图森的水量则是充足的。如果某种资源被认为是稀缺的，但实际上是充足的（例如，公共汽车上有充足的座位或气象上有充足的降水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对其做出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偏执竞争，另一种是广泛合作。我们做出怎样的反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的深刻，比如我们的自我意识程度；有的简单，比如我们那天碰巧有什么感受。我们的态度不会改变任何事实（例如，公共汽车上有多少座位，或某地有多少降水），但它对我们的个人体验有巨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选择合作，会获得更为丰富而非更为浅显的体验。


  不过，在资源实际上很稀缺且变得越来越稀缺时，我们做决策就会面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与我们最初认为的相反，在真正的（而不仅仅是被认为的）稀缺情形下，我们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合作。幸运的是，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相反，合作是人类通常会采取的选择——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的。


  面对飓风、地震、恐怖袭击等灾难时，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会相互团结起来。人们在新奥尔良飓风“卡特里娜”、菲律宾台风“海燕”，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灾难发生后进行的研究表明，群体最初会在共同的痛苦下本着团结利他的精神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然后又合作进行重建和恢复。[2]在这些时候，我们的给予倾向战胜了竞争倾向，我们给予的东西可以是时间、技能、金钱、爱情，也可能仅是一顿便饭。从竞争转向合作的关键在于给予使我们快乐，因此，在非常艰苦的时候，尽管我们主要服务他人，但事实上我们也是在服务自己。[3]


  2015年11月13日，即《巴黎协定》谈判最终回合开幕前两周，巴黎遭受了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袭击者袭击了市内6个人员密集的地点，杀死130人，致伤近500人。[4]在随后几天里去过共和广场的人绝不会忘记整整齐齐排列在广场上的数千双鞋子，包括教皇方济各遗留在那里的一双朴素的黑色鞋子。各国领导人并未对此袖手旁观，短短两周后，约1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巴黎并在那里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盛会。之所以要举办这场盛会，部分是基于达成全球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同时各国也是想通过这种大规模集会显示各国与法国团结一致。


  面对这种深刻的苦难和急切的需要，我们迎难而上，肩并肩站在一起相互支持。我们要把这种团结起来相互关心的精神发扬光大，将其推广到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中。


  最近发生的诸多灾难及由此激发的合作与团结很可能仅在当地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们面对的全球性稀缺状况的挑战比它们大得多。从全球范围看，我们目前拥有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显著少于50年前，森林覆盖率也低得多。土壤不像以前那样肥沃，海洋不像以前那样浩瀚。我们难以看到但其后果更有威胁性的是我们正在用尽的容纳温室气体的大气空间。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大气想象为一个浴缸，只不过这个浴缸中装的并不是水：50年来，温室气体一直在不断增加，正接近这个浴缸容量的极限，即科学测定的大气所能容纳的温室气体的最大限量，我们将其称为“碳预算”。如果容量超过碳预算，这个浴缸中的气体就会不可控制地“溢流”。我们正处于可怕的不可预测且不可逆转的大气临界点附近。世界上任何地方排放的任何一点儿二氧化碳都有可能触发灾难。我们正在迅速地用尽这个浴缸中的空间，这是一种终极的稀缺。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承担最主要的历史责任，因为其基于化石燃料的工业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对此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微不足道，但其实际承受的破坏性影响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相比是不成比例的。这并不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时，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看到，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脱贫，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这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化石燃料的使用。因此，发达国家也在敦促发展中国家承担起更大的减排责任。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断然拒绝这一要求，认为这会妨碍其经济增长，尽管它们必须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


  人们就碳预算剩余部分的公平分配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有些人的建议规定了发达国家的排放限额，以便为发展中国家预留排放空间，但发达国家不同意；有的人建议发达国家逐步减排，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增加进行管控。毫不意外，大家没有找到人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还有一种建议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每人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定为2吨。鉴于各国的年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别很大（范围从0.04吨到37吨以上），那些年度人均排放量远远高于2吨的国家是不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的。


  事实证明，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分配方案，试图对剩余大气空间进行公平分配都是徒劳的。我们只要还沉溺于稀缺和竞争的思维定式，就无法实现公平的结果。


  鉴于地球的现状，这种思维定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稀缺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我们赖以生存且有助于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量保持在安全水平的各种生态系统当中，有许多已经到了生存的临界点。比如，一旦亚马孙雨林遭到破坏，大气中的碳排放量就会升高到致使全球而不仅仅是巴西承受后果。同理，如果北极的永冻层融化，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北极附近的国家，而是整个地球。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船的某一端有了漏洞，遭遇沉没的就不仅仅是坐在漏洞附近的人，而是船上所有的人。我们的成败是一体的。


  这种新型的零和模式要求我们将合作而不是竞争作为促进生物圈再生和创造美好未来的必要动力。


  时间接近午夜，我们正处于崩溃边缘。


  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在最初几天进展很快，但和预想的一样，当时各国在减排责任问题上陷入僵局。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会出现，但这次后果很严重，因为它关乎2015年巴黎谈判的成败。


  在每次重大的国际谈判期间，每当我们陷入难以挣脱的僵局时，办公室门口就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这通常发生在午夜以后。紧接着，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解振华先生就会走进来。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他这次也是带着明确的意见来的。谈判草案并未恰当体现各方在气候变化责任及未来应对能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在当前的利马谈判或来年的巴黎谈判中达成在它们看来并不公平的协定。解振华指出，美国和中国最近达成的协定已从根植于竞争和稀缺的思维方式转向着眼于合作和繁荣的思维方式。该协定并未专注于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也未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而是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鼓励各国单独和共同寻求减排利益，这是一种超越了零和思维的新模式。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采用与我们正在寻求共同点的其他问题一致的方式将这种新模式用于促进包括195个国家的全球协定的达成。首先，我们对托德·斯特恩及休·比尼阿兹领导的美国代表团和解振华团长领导的中国代表团达成的协定文本中的每个词和每个标点符号进行了反复磋商。我们不得不迅速而谨慎地穿梭于各代表团之间，以免给成千上万名筋疲力尽且对目前的僵局忧心忡忡、担心所有努力毁于一旦的代表留下任何慌乱的印象。但经过多次对双方的良好意愿的申述，我们终于敲定了新文本，各方承诺敦促其影响下的国家接受该新文本。


  新观点认为，减排确实是每个国家的责任，这首先关系到它们自身的利益，当然也关系到全球的利益。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协定文本中的相关新语言——从竞争转向共赢，各方都会从新的繁荣中获益，互相没有侵害——为来年在巴黎签订全球协定打下了基础。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它们在21世纪的发展能够且应该是清洁的；经济去碳化可为它们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更清洁的空气、更高效的运输、更宜居的城市和更肥沃的土地。这种以创造繁荣为导向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不否认低碳经济的局限性，而是使各国更有理由单独和共同将其活动限定在低碳指标范围内。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努力推行清洁技术和清洁政策时，其他国家将会效仿，从而逐渐形成潮流，以加快全球去碳化的进程，达到保护地球的目的。


  我们一旦有了渴望合作的动机，就会从盲目寻求“我想要的或我认为我需要的东西”的狭隘视野中解放，以宽阔的视野充分利用各种现有和可能的资源，这里所说的“现有”包括我方现有，但并不仅限于我方，还包括他方现有。实现繁荣并非人们所想象的物质资源的增加，而是意识到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使人人满意。这样一来，资源得到了保护和补充，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多样化了。


  要做到持续繁荣。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要加强合作，培养充裕型思维。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不像听起来的那样困难。举例来说，来自太阳、风、水、海浪和地热的能源是无限充裕的，我们利用它们发电，它们是不会被用尽的。对再生的土壤、森林和海洋均应妥善管理，以保障其持续充裕，而不是肆意挥霍，很快使其枯竭。事实上，生态系统就是本着充裕原理运行的——它们依靠废弃物等内部成分提供生长所需的养料，而这些内部成分自然是充裕的。


  我们还可利用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创造性、团结性、创新性和其他特性，而这些特性是无限充裕的。


  互联网上用户集体创建和自由分享的知识库现在仍面临着亟待克服的数据挑战，但它使人逐渐熟悉了合作系统和持续充裕的概念。维基百科、领英或位智（Waze）就是这样的知识库。系统内的每个用户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所有用户通过不断壮大的系统相互联系了起来。每个用户都对知识库有所贡献，但整个知识库大于所有用户的总和。系统在不断变化，对一些地方加以扩充，而对另一些地方则加以纠正，逐渐发展为前所未知的空间。竞争在此发挥了作用，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个不断壮大的整体中，每个人都在做贡献，每个人都在受益，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一模式注重合作，追求源自持续繁荣的利益共享。


  下一步，我们可想象出一个“处处开源”的世界，即在人类奋斗的每个领域都采取开放性方式，以合作而不是竞争为活动原则。该方式遵循我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遵守的原则，在整个系统中明确推崇学习和成长理念。它使我们得以不断相互教导，从而极大地增强我们以开放的途径共同创造知识及分享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途径可供每个人使用，并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


  着眼于充裕的行为始于思维的转变，即从我们主观认为的稀缺转向我们共同创造的充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将会更多地关注他人，更多地意识到我们能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地意识到我们能与他人分享的东西。我们将会更加自觉地抑制我们的竞争冲动，并就怎样实现共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我们要向那些为共同任务做贡献的人表示赞赏，随时随地鼓励更高程度的合作。我们要与所有参与者分享劳动成果，他们可将其用在自己的工作中，我们不会向其索取知识产权费用。他人的成功并不是我们的失利，而是我们不断壮大的集体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正步入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新阶段。人类（以及其他许多动物和植物种类）必须适应我们造成的自然资源稀缺和地球大气容纳温室气体的空间急剧缩小的状况。为此，我们要将合作置于优先地位。面对终极稀缺，我们必须真正领会新型零和观念（若不能共赢，则必然共输），将充裕型思维应用于我们此前留下来的东西，以及我们能够共同创造和分享的东西。


  
    [1]Brad Lancaster, “Planting the Rain to Grow Abundance,” lecture at TEDxTucson, March 6,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x DZlpI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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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herese J.Borchard, “How Giving Makes Us Happy,” Psych Central,July 8,2018, https://psychcentral.com/blog/how-giving-makes-us happy/.

  


  
    [4]Wikipedia, “November 2015 Paris Attack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vember_2015_Paris_attacks.

  


  第七章　再生型思维


  在联合国期间，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后，筋疲力尽的我们在办公室附近的小餐馆静静地享用晚餐，谈论着我们已做和待做的工作。坐在我们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吃完了饭，在喝第三杯啤酒时谈论着他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我们试图专注于我们要做的事，但他们的谈话把我们吸引了过去。


  “但你为什么想离开？”


  “因为这里再也没有需要我做的事了。”


  “那么，你想去哪里？”


  “我不知道。能在哪里做更好的事情就去哪里吧。”


  我们相互看着对方，扬起了眉毛。此人表达的意思，我们此前听到过多次——当在某处无事可做时，就到了前往别处做事的时候。


  此人专注于“做更好的事情”，这不仅是其个人的癖好。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是这样的。来自遥远之地的征服者劫掠殖民地的金属、矿物和奇异的食物，在大多数情况下留给当地的无非混乱、传染病。作为肥沃土壤的管理者，人类非常有效地攫取了生长在大地上的树木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留下的仅是日渐枯竭的表层土。


  这些本能本身并没有错。它们有助于我们成长，从而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但我们的成长，无论是个人本身的还是职业上的，都是一条由给予和索取组成的双向轨道。但人类习惯于索取这一单向交易，通常看不到索取留下的空白。


  我们居住的星球再也不能支撑这种单向成长了。我们已经走到人类索取之路的尽头。单向索取时代结束了，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巨大的红色警示牌，上面写着：“停住！前面是悬崖。”


  攫取是人类行为中根深蒂固的恶习。为脱离攫取和穷竭行为，我们要充分利用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内在特性，即支持再生的能力。我们要关心自己和他人；要与大自然结合；要相互合作，补充我们用掉的东西，确保为将来留下充裕的资源。这些倾向本来是我们的第二天性，但在现代社会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培育。该将其提上日程了。


  注重再生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如果你有子女，请想想在他们经历深深的怀疑的时候，你是怎样支持他们的，请回忆一下你是怎样耐心地倾听他们诉说其担忧并帮助他们保持希望的。你也可以想想当你的朋友在职业上陷入低谷时，你是怎样鼓励他们的，你为增强其自信，进而使其在职业上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有时，以再生的方式帮助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甚至帮助远在地球另一侧的陌生人，比将这种方式用于我们自身更容易。前者是高尚的，但最有效的是将它用于我们自身。


  在气候危机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迫切的责任，那就是补充自己和保护自己，避免让自己心力交瘁。为避免出现这种难以为继的情况，多年来，在极端压力之下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我们的一些同事，有时会明智地抽出一些时间在大自然的怀抱或能提供心灵关怀的组织的关爱中恢复体能。他们当中最明智的人将冥想和禅修行为纳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们从自身的体验中认识到，持续的个人修行是加强对因各种坏消息而接连受到打击的抵御能力的关键。没有这种个人修行，你就会像在风中摇摆的叶子——来自任何方向的力量都会使你茫然失措。就好像直立的大树一样，你需要坚守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同样是度过一天，经过冥想的一天和未经冥想的一天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的差异。冥想无疑是有好处的，多年的冥想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其实这种好处也是你每天都能察觉到的。也许你不喜欢冥想，也许你对这种精神活动没有任何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关心自己。做园艺、做手工、画画、演奏或听音乐、进行体育锻炼、在公园漫步、在河上划船，凡是能使你的身体和心灵感到放松和愉悦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并将其长期地、有意识地坚持下来。


  我们的第一个责任是注意我们是怎样、在什么时候心力交瘁的，并寻求恢复体能的方法。我们的第二个责任是坚持发挥并强化我们向家人和朋友展示的再生能力。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的第三个责任是跳出我们最亲密的圈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自然界中，“再生”一词最严格的含义是使生物体受伤的部分恢复到其最初的健康状态的自我生长性愈合过程。举例来说，蝾螈、蜥蜴和海星都有将身体失去的部分重新生长出来的能力。就人类而言，成年人的肝脏在被部分切除或受伤后能够重新生长到原尺寸。我们都看到过我们的皮肤在擦破或受伤后自我修复的奇迹，有时甚至不会留下任何瘢痕。


  广义上的“再生”是指某个物种或生态系统在人类撤除其施加的压力后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鲸鱼种群和退化的土地的再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深受19世纪商业捕鲸活动摧残的灰鲸和座头鲸现在几乎完全恢复到了原来的数量。从禁止捕鲸一事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消除这种一味向大自然攫取的压力，动物种群是能够恢复的（当然，这仅适用于尚未被迫走向灭绝的种群）。生态系统也是如此，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被人类废弃的古代遗迹已被周围的绿色植被覆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废墟附近繁盛的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随着人类的离开，植物开始生长，这为滋养土壤的蠕虫和真菌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现在那里到处是鸟鸣，甚至野猪、熊等大型哺乳动物也回来了。如果我们消除以前施加于大自然的压力，大自然就会逐渐恢复到健康状态。


  鉴于气候变化、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和海洋酸化共同形成的综合性危机，我们已经到了不能幼稚地依赖地球自我恢复的韧性或能力的阶段。大自然本身是能够进行自我恢复的，但这种再生并不总能完全靠其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现在，我们几乎摧毁了大自然自我再生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生态系统的恢复有赖于人类的有意识干预，比如再野化，即我们不仅要消除放牧或不可持续的收割等破坏性压力，还要引进当地原生动物，帮助大自然进行自我修复，逐渐恢复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退化或砍伐了森林的土地上种植乔木和灌木是一种有意识的再生活动，有助于土壤恢复健康，提高其肥沃程度，稳定地下含水层。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著名的苏格兰高地造林活动中，研究人员注意到，如果土地失去了树木的庇护，树木附近的土壤中常见的真菌也会消失。事实证明，菌根真菌对在退化的土地上造林是非常有益的，因此，为加速和加强喀里多尼亚森林的再生，人们在新栽的树苗根部撒了一些原生蘑菇孢子。


  珊瑚养殖也是一个有意识促进再生的良好例子。它是从珊瑚礁中收集珊瑚碎片，将其进一步打碎，放置于苗圃中，这些珊瑚碎片在苗圃中的成熟速度远远快于在海洋中的成熟速度。然后，将珊瑚种植到待恢复的受损珊瑚礁上。随着创新型珊瑚养殖方法的出现，科学家们不久就能大规模恢复处于危险中或已经死亡的珍贵珊瑚礁了。大自然是能够进行自我恢复的，但人类有意识的帮助可以促进和加速其恢复进程。在我们的支持下，再生将成为地球未来演变的主导方向。


  我们数次将自然界逼到它无法靠自身力量进行恢复的危险边缘。大自然的生长就像一条松紧带，正常情况下可以拉伸和收缩，但如果拉伸过头就会断裂。毫无疑问，大自然的再生现在需要在一定规模上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我们并不能恢复一切。许多物种已经灭绝，再也回不来了；一些生态系统的损伤程度已经超过其恢复能力的极限。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能积极回应我们的呵护和关心的相对坚韧的自然环境。有明确意图和良好规划的再生活动将使我们的生态系统得以恢复，也许这无法将其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可以恢复到其重获健康且有高度韧性的全新状态。


  要实现着眼于再生的思维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承认并深入领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直接依靠大自然。没有氧气，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我们呼吸的氧气来自陆地上的树木、青草和其他植物，以及海洋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我们喝的每一滴水来自降水、冰川、湖泊和河流。没有土地，我们就没有可吃的食物，没有水果、蔬菜或粮食，也没有牛、鸡或羊；没有河流和海洋，我们就没有可消费的鱼类或其他海鲜。没有水，人类活不过一周；没有食物，人类则活不过三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吸气、饮用的每一滴液体和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来自大自然，它们将我们与大自然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但我们通常倾向于忽视它或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仅我们的直接生存依赖于正常发挥作用的生态系统，而且我们的身心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与周围的自然界的直接接触。这种接触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和我们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不断增加而受到威胁。久坐不动的室内生活——通常体现为有限的自然光、糟糕的空气质量、封闭的环境和不断增加的屏幕盯视时间——不仅导致了肥胖和体力下降，还造成了孤立感和压迫感。这些症状被广义地诊断为“自然缺失症”。[1]反之，研究表明，经常在自然环境中锻炼和花时间与自然接触的人的死亡率、压力和患病概率会大大减小。在自然环境中做游戏、做园艺和观赏自然景观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同时强化我们对不断变化的光线、天气和季节的敏感性。


  亲近大自然是缓解焦虑和压力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抗身体疾病的一剂良药。日本保健系统开发了shinrin-yoku健康疗法——其字面含义为“森林浴”（而非水浴），或在树林中一边漫步一边思考。这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因为它加强了免疫系统，降低了血压，有助于睡眠，改善了心情，增强了体能。这种疗法成为日本预防性医护和治疗的基石。


  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要求儿童尽可能多地在自然环境中自由活动，以消除儿童肥胖症，同时激发儿童的新奇感及其对当地野生动植物和特定地方的热爱。事实上，有些医生认为，观看有关濒危动植物和遥远生态系统的纪录片，并不能替代在家里亲自照看植物，或直接观察蝴蝶、鸟类和蜻蜓的飞翔。


  公众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对地球上生命支持系统的依赖，以及我们与该系统的相互联系，同时也日益意识到恢复生态系统和地球健康的必要性。世界各地的人正在进行种种努力，包括植树，保护红树林和泥炭地，重建湿地，通过收集雨水、种植多年生谷物、种植青草和农业林来恢复退化的土地。但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解决方案，还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只要有意识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再生型思维就会非常有效。这既是一种严酷的心理约束，也是一种需要培养的温和精神。它关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将超越从他人那里取得我们需要的东西的认知，把自我恢复并帮助他人恢复到更高的体能和获得更高的认知作为我们的重要责任。它还关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将超越从自然界中攫取和收获我们需要的东西的认知，把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提高地球繁育生命的能力作为我们的重要责任，这也是我们保护自身利益的明智方法。个人目标和环境目标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强化的，二者都需要我们的关注。


  再生型思维在大自然的运行方式（再生）和人类组织生活的方式（攫取）之间架起了桥梁。[2]它使我们得以在人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地球的强烈热爱等因素的推动下“重新设计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形式”[3]。


  大卫·爱登堡爵士是当代最著名的自然学家之一，他警告我们“伊甸园不会再有了”。我们同意这种说法，而这正是我们致力于打造“意向园”的原因，所谓“意向园”是指我们特意打造的再生人类世。


  请想象一下：数百万个再野化项目打造了超过十亿公顷的森林，重建了湿地和草地，恢复了所有热带海洋中的珊瑚养殖场，它们取代了露天采矿的山脉、被破坏的森林和渐趋枯竭的海洋。


  再生的人类世是坐等不来的，它有赖于我们的设计和创造。有了目标和方向，我们就能从目前的攫取型增长社会转向奉行再生性理念、原则和行为的生命支持型社会。


  我们能够开启旨在确保人类成为对所有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都具有生命支持型影响的再生型人类文化。我们不仅需要政策专家，也需要艺术家；不仅需要行业领袖，也需要农民；不仅需要发明家，也需要祖母/外祖母；不仅需要科学家，也需要本土的带路人。


  我们能够将再生选定为我们生活和活动的根本性设计原则。我们能够恢复土地和社区的韧性，同时治愈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企业战略会议和家庭团聚除了要确保碳中和，还要推行再生型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我们通过利用土壤或水，共同采取恢复而不是破坏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的行动。


  我们须将行动指针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与大自然一致。我们须通过重要的压力测试检查每项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相当严格地执行。在考虑一项行动时，我们应该发问：它能否积极服务于人类与自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地球上的共存共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合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不合格。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不是遥远的梦，而是已经在进行中的事情。和著名作家阿兰达蒂·洛伊一样，我们也能够说：“另一个世界不仅存在，而且就在前方。也许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会去专门迎接它，但当我在某个安静的日子里非常仔细地倾听时，我会听到它的呼吸声。”


  
    [1]Richard Louv,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 Deficit Disorder (New York: Algonquin,2005).

  


  
    [2]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

  


  
    [3]Daniel Christian Wahl, Designing Regenerative Cultures (Charmouth,UK: Triarchy Press,2016),267.

  


  第三部分　十大行动


  十项行动涉及的不仅仅是用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和投资于技术解决方案，还有建立避免进一步挤压社会系统的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形成人人尽责的强有力的政治参与方式，抛弃对过去的留恋，指出重建这样的过去的危险性。


  第八章　气候危机下的个人行动方案


  在2015年12月巴黎谈判的第一个周末即将到来之时，正当我们在克里斯蒂安娜的办公室忙活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联合国安全部部长凯文·欧汉伦走了进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因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挂在他脸上的焦虑。


  “我们发现了一枚炸弹。”


  这是让我们一直以来深感恐惧的噩梦。


  鉴于巴黎最近接连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我们让东道国安全部队承担了联合国会场进出口区域的安保工作。根据法律，联合国谈判会场在会议期间被视为“域外区”，因而不属于东道国主权所辖区域。但为了筹办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我们简直把巴黎布尔歇机场变成了一个大型会议中心，加之来自195个国家的25 000人聚集于此，显然，这里很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我们深知，我们需要法国执法队伍，特别是法国专业反恐警察及其嗅弹犬的协助。


  30 000名警察被部署在全法各地，另外设立了238个安检站。安全等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我们在联合国会场要完成的工作也将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置身于这场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气候变化谈判已经5天了。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巨大的。


  凯文解释说，这枚炸弹是在客运枢纽布尔歇地铁站的一个垃圾袋中被发现的。而这个地铁站对这次大会来说算是一个主要车站——25 000名与会者每天往返于此。克里斯蒂安娜的两个女儿每天在这里上下车至少两次。汤姆家里有两个孩子，每天等着他回家。我们对视了片刻，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三个星期前发生在巴黎和圣丹尼的一幕：碎玻璃、鲜血、尸体和哭泣的家人。


  这枚炸弹最终被拆除了，但我们无从断定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爆炸装置。


  一切都处于未定状态。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拟定了全球气候协定草案。我们有实现净零碳经济的长期目标，有保护脆弱生态系统的话语体系，甚至有定期强化减排、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制动机制。这些宏远目标都已被列在草案中，但我们无法保证这些目标能在多国政府要求将其删除的政治压力下安然无恙。不仅如此，我们想要达成更多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份协定，实现将气温上升最大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如果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那么它造成的基础设施破坏、生态破坏，以及危及生命的热浪、饥饿和缺水现象的程度将是目前的三倍。反之，我们如果将其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就可以挽救数百万条生命，甚至地势较低的岛屿和沿海低地也有可能幸存。如果取消了这次大会，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达成协定的机会——可怕的政治障碍依然存在，各种抵制力量开始聚集起来阻碍世界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我们的机会。


  现在正是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刻。


  假如我们终止这次大会，我们就会失去达成全球气候协定的机会；假如我们把这次大会进行下去，与其有关的全部风险也会存在下去吗？克里斯蒂安娜曾多次做出艰难的选择，但这次的事件并不是一个母亲应该去做的选择。


  此刻，所有的风险、恐惧和损失一起向我们袭来。这是一个可怕的境地，我们不能长时间滞留于此。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


  你也面临着选择，你也深知其中的风险。


  你去做那种选择并为此采取行动的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我们讨论了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的有助于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思维方式，但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变化成为变革，我们就必须将思维方式的变化付诸行动。


  我们希望选择可再生的未来，而打造可再生的未来所必需的行动有十项。关于这十项行动，有的是我们熟悉的，有的则是陌生的。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努力创造的世界，还有这种努力所蕴含的风险。


  从某个层面来看，解决气候危机的基本方法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们要停止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寻求诸多更为具体的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饮食、出行等生存活动的直接结果。我们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与正在毁灭这个星球的力量纠缠在一起，这不是拧一下开关就能停下来的事情，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绝非易事。[1]请权衡一下这方面的利弊：在想象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立即停止使用一切化石燃料，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我们剥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怕是过不了几周（如果不是几天）就会发生一场全球性革命。


  另外，如果政府不尽力，对危及年轻人和子孙后代生活的情形的恶化听之任之，大规模暴动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也许现在就已经在酝酿中了。[2]


  我们需要变革性的变化，其速度是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其方式是符合民主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希望陷入暴政或无政府状态，我们就必须这样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以更大规模、更致命的方式呈现，导致发生更多的被迫性迁徙、农业产量变化和极端天气。日益民粹化的领导人试图通过主张保护其统治下人们的短期利益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而这可能妨碍人们为消除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做出努力，从而进一步加深危机。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能看出，这种风险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叙利亚长达5年的干旱堪称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它摧毁了叙利亚的农业，迫使许多农村家庭迁移到城市。此前已有大量难民从战火中的伊拉克涌入，这种复合性的紧张局势引发了叙利亚内战和巴沙尔·阿萨德的暴行。随后，主要来自叙利亚的大量难民流入欧洲，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最终允许他们进入德国。[3]这导致德国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得票率从3%跃升到16%，现已成为德国重要的政治力量。[4]这削弱了当时欧盟事实上的领导人默克尔的势力，进而影响了欧洲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局势。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拒绝极端主义政治，就要做好远远超过今天的准备。我们在此阐述的十项行动试图说明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减排的问题，还包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该如何加强抵制极端主义潮流的韧性，因为这种潮流只能将我们拉向错误的方向。


  我们呼吁的十项行动涉及的不仅仅是用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和投资于技术解决方案，还有建立避免进一步挤压社会系统的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形成人人尽责的强有力的政治参与方式，抛弃对过去的留恋，指出重建这样的过去的危险性。其他内容可能会让人觉得与气候变化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这些内容是我们的回应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走出指责和惩罚的怪圈，奉行我们极度需要的协同精神。我们不能再挤压社会保障网络、继续扩大不平等程度了，否则我们的民主体制就无法允许经济领域发生进一步的变动。我们要同时注意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


  我们即将对你提出的要求意义重大。这并非只对你的生活方式做出些许改变——尽管这些改变可能也是重要的——而是对我们选定的诸多当务之急进行变革，以期创造一个人人茁壮成长的未来。这将涉及发展和利用我们在上一节谈到的思想品质，并利用它们采取更大的步骤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没人能完全掌控世界最终选择的道路及我们的未来的样子，但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这十项行动，在这场创建再生世界的变革中献计献策。


  我们共同造就了绚丽多彩的历史。当我们将思绪投向那些生活在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的人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期，那我们一定是那些做出高尚选择的人，而不是随波逐流、一事无成的人。毕竟，这是我们的机会。这些行动无一不是你能够身体力行的，即使它们最后被归结为敦促他人认真看待气候变化。我们希望你在读完这本书后会认识到，你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沉溺于无能为力的感觉中不能自拔。


  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国家、地方政府、某些公司或个人独自承担的责任。这是一个人人随时随地都能有所贡献的使命，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我们都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你在生活中扮演着许多角色——父亲/母亲、配偶、朋友、专家、信徒或不可知论者。你可能拥有巨额财富，也可能一无所有；你可能是某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也可能领导着一个城市、省份或国家。无论你是谁，你扮演的每个角色都需要你的投入。


  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但这还不够。我们恳请你尽力专注于行动。首先选取这十项行动中的一项或两项行动起来。请选取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领域，然后挑战自己，让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得更多。要知道，我们的讨论仅能指出方向（当然，在这个特定时刻，对我们的思考指点迷津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们都能做更多的事情，做出实实在在的改变。[5]如果读完这本书后，你决心投身于这一事业，那么你就要做出超越我们所列出的那些内容的行动了。


  想必你已经知道炸弹故事的结局了。


  无论代价如何，我们一定要做那些必做之事。


  我们知道，真正保护我们子孙后代的唯一办法是将保护全人类和地球家园的工作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地铁站仍是敞开的，会议仍在进行中。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但是我们无一对此感到后悔。我们希望，十年以后，我们也能对我们所做的共同行动说出同样的话。


  做我们能做之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必须做那些必做之事。


  
    [1]即使我们努力了，全球变暖的步伐也不会停止。参见Ute Kehse,“Global Warming Doesn’t Stop When the Emissions Stop,” Phys.org, October 3,2017, https://phys.org/news/2017-10-global-doesnt emissions.html。

  


  
    [2]Caitlin E.Werrell and Francesco Femia, “Climate Change Raises Con flict Concerns,” UNESCO Courier, no.2(2018), https://en.unesco.org/courier/2018-2/climate-change-raises-conflict-concerns.

  


  
    [3]“Germany on Course to Accept One Million Refugees in 2015,”Guardian (U.S.edition), December 7,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08/germany-on-course-to-accept-one-million refugees-in-2015.

  


  
    [4]Benedikt Peters, “5 Reasons for the Far Right Rising in Germany,” Süd deutsche Zeitung, https://projekte.sueddeutsche.de/artikel/politik/afd-5reasons-for-the-far-right-rising-in-germany-e403522/.

  


  
    [5]Drawdown项目是重要的额外资源，它概括了100个抑制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

  


  行动1　放手旧世界，与他人面对面拥抱希望


  为应对气候危机的挑战，保护我们珍视的一切，保持民主、社会公正、人权和其他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必须与那些威胁到它们的生存的事物分道扬镳。现在正是我们使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彼此相处的方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候。为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明确意图的行动。


  第一项行动是缅怀过去，然后任其逝去。


  化石燃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对它的持续使用对我们的健康、生态系统和气候造成了非同寻常的损害，因此它是难以被继续容忍的。现实可行的替代方式更为安全。现在正是我们感谢化石燃料，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然后继续前进的时候。


  目前我们要进行的诸多深刻转变也处于这种情况。当今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我们现在意识到存在某些危害的能源、运输和农业系统，势必要经历彻底的变革。


  让我们都认识到要有所改变并非易事。我们往往会依恋熟悉的事物，而抗拒陌生的事物，即使在陌生事物给我们带来巨大利益时亦是如此。英国出现的反对陆上风力涡轮机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陆上风力现已成为价格最低廉的能源[1]（比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低廉），但农村土地拥有者对此强烈抵制，他们更热衷于保持农村的本来面貌。保守党（其支持力量有许多来自农村社区）在上台后削减了陆上风力发电的补贴，并改动了这方面的规划法案，致使新装机容量缩减80%。[2]直到现在，随着英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的迅速提高，英国公众对陆上风力发电的支持才超过对昔日农村风光的留恋。


  但我们仍要警惕有些个人和行业对我们为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要进行的变革的竭力反对。他们散播恐惧和迟疑，资助反对者，诱使我们陷入毫无建设性的相互指责游戏，我们需要很好地对这些现象进行抵制。


  变化使我们很容易成为部落意识和确定性幻觉的俘虏。在我们向再生世界过渡的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政治核心定力不足，人们很容易对政治谱系中任何一端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轻率承诺感到迷惑。历史和目前的早期迹象表明，这也许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现实，民主转为暴政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重返造成当今气候危机的生活方式，但从政治层面来说，踏入新领域颇具挑战性。目前横扫世界各地的政治冲击仅仅是个开端。


  变化还会引发指责。有些声称站在气候变化争论正确方的人的说辞中充斥着不少排斥或指责之词。指责现已成为我们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中的一股颇为汹涌的潮流，其矛头指向的是发达国家、石油行业、资本主义及公司、特定国家和老一代人。愤慨无可厚非，尤其是目前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有些公司为谋取经济利益，几十年来一直在隐瞒气候变化的真相。[3]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一直在呼吁公正和走正当程序，同时我们应当将其付诸实施。


  但指责对我们来说确实无益。指责让我们有一种得到补偿的错觉，但实际上它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补偿。指责吞噬着我们，使我们本应采取建设性行动的多年时间白白流逝。历史非常明确地表明，人类一旦开始相互指责，就很难停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诸盟国羞辱德国，迫使其接受全部战争责任，向其索取严重损伤其国力的赔款。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进而导致二十年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全球冲突的发生。[4]


  以下是我们为弃旧图新和抑制冲动能做的事情。


  专注于前进的方向，而不是长期以来熟悉的一切。无论如何，你都要培养并坚守你对未来的建设性愿景。当看清脚下的道路时，你就不会再害怕放手过去。


  加强对恋旧情绪的免疫力。要认清并体会到我们所处世界的固有无常性，养成不执迷的行为方式。我们都很容易沉湎于重建过去的渴望，但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深刻变化之际，我们的恋旧情绪有可能发挥反作用。它有可能分散我们对当前紧迫工作的注意力，政界领导人有可能利用我们对过去的依恋来操控我们的情绪，骗我们同意去做不道德的事。


  打破幻想的泡沫。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和接受彼此深藏的价值观和合理的关切，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社会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出于某种理由而继续抵制变化，我们如果在没有理解它们的情形下就强行有所作为，就会遭遇挫败。2018年，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试图通过提高燃料税实现减排和减少空气污染的目的，但他未能获得所有人，特别是那些挣扎着勉强维持生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勤费用上涨的人的支持。结果人们发起了愤怒的抗议，使政府完全措手不及。法国“黄背心运动”中的活动人士迫使马克龙放弃了原定计划。[5]为什么这种彼此分裂的现象会发生？部分原因是我们日常接触的媒体类型让我们变得越发分裂。我们往往倾向于阅读那些反映和支持自身观点的内容，以强化我们希望听到和已经相信的东西。巧妙设计的算法强化了我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视听内容。[6]


  这意味着我们通常对他人内心真正看重或思考的东西一无所知。


  请从互联网中走出来，试着认识一下你的邻居、在食品杂货店排队的人或上下班时一起乘车的人吧。你不妨质疑一下自己的那些你一向自以为正确的想法，同时警惕那些错误和虚假的信息。请与他人面对面地分享你的希望和恐惧，倾听他人的想法，并做到真诚和尊重他人。


  1990年的一天，南非总统F.W.德克勒克告诉在狱中度过了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他将在24个小时内获释。第二天，曼德拉走出了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走入历史。他要走过一个院子，走出院子后就成了自由人。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他知道，如果他在走出外墙前不原谅那些抓捕他的人，他就永远走不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那些。之后他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帮助南非摆脱种族隔离、告别过去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允许任何曾经是暴力受害者的人在正式场合发出他们的声音。另外，曾犯有暴行的人也可以当庭供述，并请求控方赦免。曼德拉的成就及其建立的程序极大地促进了南非的转型——从种族隔离国家转变为与此截然不同的新国家。


  过去终究被丢弃了，未来也终于获得了成长的空间。


  我们也必须放弃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过去，且不应就此相互进行指责。这种放手是至关重要的，也必须是有意为之。我们为放手旧世界并自信地走向未来所做的越多，我们开辟前进道路的能力就越强大。


  
    [1]Reality Check team, “Reality Check: Which Form of Renewable Energy Is Cheapest?” BBC News, October 26,2018,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5881551.

  


  
    [2]Michael Savage, “End Onshore Windfarm Ban, Tories Urge,” Guardian(U.S.edition), June 30,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jun/30/tories-urge-lifting-off-onshore-windfarm-ban.

  


  
    [3]Shannon Hall, “Exxon Knew About Climate Change Almost 40 Years Ago,”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26,2015, https://www.scientific american.com/article/exxon-Knew-about-climate-change-almost-40years-ago/.

  


  
    [4]Sarah Pruitt, “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nd German Guilt Led to World War II,” History.com, June 29,2018(updated June 3,2019),https://www.history.com/news/treaty-of-versailles-world-war-ii-german guilt-effects.

  


  
    [5]S.P., “What, and Who, Are France’s ‘Gilets Jaunes’?” Economist,November 27,2018, https://www.economist.com/the-economist explains/2018/11/27/what-and-who-are-frances-gilets-jaunes.

  


  
    [6]Alex Birkett, “Online Manipulation: All the Ways You’re Currently Being Deceived,” Conversion XL, November 19,2015(updated Feb ruary 7,2019), https://conversionxl.com/blog/online-manipulation-all the-ways-youre-currently-being-deceived/.

  


  行动2　憧憬新世界，给孩子创造可再生的未来


  我们记忆中的春夏秋冬和干湿季节的变化与我们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将会截然不同。现在50岁以上的人普遍感受到他们记忆中童年时代的天气形态正在发生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冰川和湖泊在迅速退化，海洋在塑料垃圾的覆盖下走向窒息。[1]年代久远的尸骨和疾病浮现在永冻层上。[2]我们亲身经历着气象和景观的变化，作为千年指示标的大自然节律消失了，我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解体了，万物在过去是什么样的对现在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无法逃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子孙后代因贫困而产生的痛苦。我们必须切身感受这一全新现实的强大威力。有一种力量促使我们有意识地目睹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无处躲藏。与直觉相反的是，当你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某种现实时，你的实际感觉反而会更好。我们还要放眼未来，着眼于我们仍有能力实现的一切。即将发生的变化比我们经历的历史更令人迷茫，这就如同走路一样，我们如果无法看清目标所在，那么就很容易失足。我们要对这一现实负起应有的责任，鼓起全部勇气直面不确定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理解为什么现在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此。


  多年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一直在试图达成一份全球气候变化协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任务竟变得包罗万象，我们努力去完成的事业与我们选择完成这项事业的原因融为一体：达成一份全球协定是愿景，而这份全球协定是强大且重要的，但实际上这份协定是一个服务于愿景的目标，这个愿景就是建立一个人类和大自然欣欣向荣的再生世界。


  愿景与目标这两个概念很容易被混淆。目标是我们在实现愿景的道路上设定的具体目的，包括我们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设定目标极为重要，但我们还需要用愿景去激励我们培养赖以克服未来困难的专注力和干劲。如果没有愿景，只有目标，我们就可能缺乏实现愿景所必需的灵活性。


  如果我们忽略大局，只是执着于其实现方法，那么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前进的步伐停滞下来，最差的结果则是我们陷入纷争。


  不过，对那些迫切想要采取行动的人来说，执着于实现愿景可能给人不负责任和脱离现实的错觉。当今世界问题重重：被日益狂暴的气象模式摧毁的社群；不可弥合的贫富鸿沟；只顾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价值的唯利是图的跨国公司；热衷于利用国家间（和国内）分歧获利的政界领导人。在我们深陷于这些问题的时候，怀有愿景可能让人看起来天真幼稚和一厢情愿。绘制美好世界的愿景与同心协力将其实现截然不同，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时可能看起来是不可跨越的。


  虽然心怀愿景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采用新方式做事。因此请坚守你的愿景，但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要具备恰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实现愿景的途径可能会因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愿景则犹如恒定的北极星，为我们完成目标提供指引。


  首先要问为什么。坚持对愿景的追求，并不一定要求你相信愿景很可能会实现，或认为实现愿景的道路畅通无阻。


  鉴于本书开头部分列举的几种情况，你可能会断定，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及时掉头，我们就会碰壁，愿景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毫无道理的是假想我们建设美好未来的理由会受到蔑视。我们每天都要用坚定的乐观态度激励自己，要始终记住为什么你觉得未来是值得奋斗的。这个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应当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我们做出为遏制气候变化的一切努力。


  想象必不可少。我们建构这个世界的思想意识和方式看起来非常根深蒂固，但它们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受到重大破坏。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及其领导的妇女参政运动仅用了略多于十年的时间就迫使英国政府给予了妇女投票权。[3]苏联看上去是那么坚不可摧，真有点儿万世永存的样子，但裂缝一旦出现，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大国就解体了。[4]1939年，通用汽车公司向前来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的来宾展示了其颇具想象力的对未来的愿景。这一愿景被称为“未来奇观”，它是一个巨大的模型，包含无数的高层建筑、广阔的郊区及将其连接起来的高速公路，当然，这些都离不开汽车。[5]


  我们要将目前无序蔓延的市区打造成适合未来的形式，那么想象力必不可少。一些未来学家预计，在未来十年里，无人驾驶的共享型随叫随到电动汽车的兴起意味着我们出行所需的汽车数量将比现在减少80%。[6]而这将使目前用作停车场的城市空间大面积解放。


  举例来说，就伦敦而言，这意味着目前用来停放汽车的70%的空间——相当于5 000个体育场——可用来种植农作物、恢复自然风光或建造可持续住宅。[7]


  在我们所想象的能长期存在的事物中，有许多事物的存在时间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为短暂。想象力有时可能显得天真幼稚，但不要小看这种畅想的力量。历史一再证明，每当需要某种新事物问世时，社会总能将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东西变成现实。


  专注于新生事物。有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失败。无论我们的进步有多大，我们总会看到环境和社会出现一些恶化。令人沮丧的是，会有人死于气候变化，我们赖以生活的土地会变得不适合居住，有些物种将先后灭绝，这都会使我们感到痛苦，而这些痛苦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请为这无法避免的悲伤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并向你所在的社群寻求支持——这二者都极其重要。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逃避痛苦。我们应当将令人心碎的痛苦化为采取更大行动的力量，而不是陷入指责、绝望或失望的泥潭，不能自拔。


  正如玛雅·安吉罗的雄辩：“你可能会遭遇许多失败，但你绝不能被击败。事实上，遭遇失败也许是必要的，因为这会使你真正认识到你是谁，你赖以崛起的东西是什么，你该怎样从失败中走出来。”[8]


  富有吸引力的愿景就像悬在未来世界的钩子，将你与正在显现的诸多可能性连接在一起，并帮助你将其拉到现实中。请守住愿景。对于你认为可能实现的世界的样子，你要坚定不移地去守护。对那种认为我们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的想法，这就像是给了它一记耳光。


  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时，美国种族关系的前景黯淡无光。就在那之前几个月，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站在亚拉巴马州议会大厦外宣称：“今天有种族隔离，明天有种族隔离，永远都有种族隔离！”为了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警察放出警犬并使用高压水枪对付抗议者，甚至不放过年仅6岁的儿童。即使是那些支持民权的人也认为变革遥遥无期，希望渺茫。在这一背景下，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犹如黑暗中的一道亮光。他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但他依然坚守着那个使人们不分种族都能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社会的梦想。第二年，他的坚持促成了《民权法案》的通过。即使在他去世后，其梦想也仍延续在人们心中，鼓舞着世界各国人发起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并将非暴力抗议作为政治抗议运动的基石嵌入其中。[9]


  在愿景和想象的积极作用下，世界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是生机勃勃、激动人心、充满欢乐的。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我们常常感叹我们缺少一些能够为我们指明道路并指导我们前进的世界领袖。这些人的存在颇为重要。但我们都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是值得拯救的，一个再生的未来也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归根结底，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制度可以造就开明的领袖，但问题并非仅靠他们就能解决。他们也许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人类的生存不能依赖于壁垒分明的选民和他们党同伐异的狂热。恰恰相反，只有人人怀有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景，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再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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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3　筛选优质信息，谣言比病毒更可怕


  三个世纪前，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写道：“谎言满天飞，真相跛足行。”[1]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睿智之言啊！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开展的一项分析表明，谎言的扩散速度一般比真相快6倍，真相永远达不到同等水平的传播程度。[2]而社交媒体则是促进谎言产生和散布的引擎。


  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对我们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危机等错综复杂的长期威胁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诋毁科学已成为一种潮流。


  科学的方法体系日渐被磨损，科学的客观性正受到攻击。一些政界领导人选择对客观现实视而不见。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这些领导人掩盖事实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这种趋向主观性的做法成为滋生压迫和暴政的温床。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认清并消灭这种对真相的攻击，因为如果任其继续发展，我们就会永远失去我们赖以扭转气候危机的这扇小小的机会之窗。


  确实，历史上并未出现过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的时代，但现在，谎言正以一种超越以往的严重程度在政治领域肆虐。


  人类在“后真相”世界中变得脆弱是有原因的，我们天生倾向于就我们已经相信的事物寻求证据，而不是寻求基于客观现实的证据。[3]


  当我们的信念得到确认时，那种感觉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好了，我们总是会以积极的情绪回应任何给我们带来这种美好感觉的人。因此，如果某位领导人使我们认为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或气候变化是个骗局，或他证实了其他任何我们自以为正确的事情，我们就会激动得浑身颤抖。有大量的文献充分研究并证明了这种现象，它被称为“确认偏见”。[4]


  气候变化会导致灾难，而且是如汹涌的波涛般向我们袭来的灾难，如大城市被淹没、岛屿沉没、移民潮不断高涨等。在这些使我们变得极度脆弱的时刻，具有专制本能的领导人却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巩固其权力。民粹主义的专制统治者谋求的并非采用长远方案解决错综复杂的气候危机，而是寻找替罪羊。我们坚决不能允许他们利用未来灾难来加剧危及我们所有人的悲剧。


  以下是我们为捍卫真相所能做的事。


  解放思想。在“后真相”世界里，你最终要对自己选择相信的事情负责。不要误解，这个问题并不是气候危机引发的后续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就某件已被证明是事实的事情达成一致，在遇到大问题时，我们就会束手无策，因为气候变化就是个大问题。


  气候变化的现实最终激起了公众真正的愤怒，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只要我们还能在社会中保持以客观真相为依据，我们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对我们的诉求充耳不闻。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进入自我反思状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有意识地选择只相信那些并不挑战我们立场的信息。举例来说，你正在读这本书这一事实也许就是一个体现你自身确认偏见的例子。还有，你总是热切地相信你所赞同的政界领导人，而选择不相信那些你不赞同的领导人。你要努力强制自己用自己不习惯的思考方向和方式进行思考。跳出常规的既有思考模式是我们保护集体自由的根本行动。请做好这件事。


  学会区分真科学与伪科学。2017年，由默瑟家族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保守派智库哈特兰研究所向全美国的30万名中小学教师寄送了装帧精美的气候学课本。这本书最初的目标读者为政策制定者，出版于2015年，与巴黎气候谈判不谋而合。这本书名为《为什么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现象意见不一》，该书一开始就提到：“在这场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中，人们传诵最广的观点很可能是‘97%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且是危险的。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其在争论中的存在就是对科学的侮辱。”这本署名为“杰出气候学家”的课本是寄送给教师的，并附函敦促其在课堂上使用此书和附赠的DVD（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哈特兰研究所倡导否定传统气候学，鼓励人们“向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超脱于金融和政治利益冲突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而不是依赖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科学建议。


  对收到这本书的一些人来说，要确定这本书是真正的科学还是无意义的闲扯，以及其作者是否为名副其实的杰出气候学家极其困难。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曾任皮博迪能源公司（已破产的煤炭企业）环境科学主任。该作者拥有地理学而非气候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他的重要身份之一是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诸多报告的首席作者。请注意，这个委员会的名称和联合国支持的IPCC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二者很容易被混淆。NIPCC实际上是哈特兰研究所主持的项目。许多教师立即意识到该课本的性质为非科学宣传，但那些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将该课本用于课堂的教师则对其学生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即使一份文件看起来很“官方”，装帧很精美，而且出自真正的科学家之手，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其内容。至关重要的是，你要做出额外的努力，以确定你的意见是基于事实还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你要核查你的信息来源。如有必要，还要跟踪资金流向。确定相应研究的资金来源，无论该研究是气候学文件、报告还是文章。查明该研究是否由知名大学或其他知名学术机构委托进行。最简单的方法是查明该研究是否经过“同行评议”，即是否由本领域其他专家进行过审查和评估。举例来说，IPCC于2018年10月发表的关于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报告就是40个国家的91名作者和编审合作的结果。大多数主流报纸拥有旨在确保来稿通过同样评议或符合类似标准的编辑方针，以确保其内容的可靠性，但你在阅读相关内容之前进行核查仍必不可少。


  不要对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失去耐心。随着我们完全进入“后真相”时代，对真相的渴望和对思想意识的坚持之间的割裂成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有些人虽然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某个观点，但对真相有更深切的渴望，而另外一些人则无视事实，一味盲从于某个观点。事实上，处于后一个极端的人已经脱离现实，再也看不到事实所起的作用。许多人甚至在其家庭中也是如此。只有事实并不足以改变气候变化否定论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向他们展示统计数据和信息来源无济于事。我们只有真诚倾听他们的意见，努力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我们只有关心、关爱和关注每个人，才能克服那些将我们分割的力量。


  对那些在柏林墙倒塌和双子塔坍塌之间的年代里步入成年期的人来说，当今世界确实显得很陌生。在那些年代，人们对人类进步的方式达成了普遍共识。一些人可能希望回到那个在各方面都相对简单的年代，这使其很容易被那些试图带领我们后退而不是着眼于将来的领导人的承诺蛊惑。


  未来将是另一番模样且错综复杂，而社交媒体这个魔鬼是不可能被收入瓶中而消失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人类希望控制其制造出来的魔鬼，就必须努力抓住真相并对其进行妥善处理。如果我们希望同心协力应对气候危机，阻止目前迅速加剧且规模越来越大的物种灭绝，我们就必须认清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捍卫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都要对我们认为真实的事物负责，并在它受到攻击时坚决捍卫它。我们的成功有赖于以彻底批判的方式对待左右我们观点、意见和行动的信息。我们的成功还有赖于对谎言的消灭，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左右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为方式的谎言。一旦这种做法成为习惯，一旦我们能熟练地确定哪些东西是真实的，我们就更容易驱散目前笼罩着我们的虚假信息迷雾，和克服竞相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日常干扰。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捍卫并推进基于事实的现实时，我们所向往的再生未来及我们走向未来的途径就会异常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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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4　把自己看作公民，而不是消费者


  南印度猴捕捉器是一个看似精巧实则冷酷的装置。它的运作机制是把一只椰子用桩子插到地面上，并在椰子上凿一个洞，洞中放一个糯米团。猴子在嗅到糯米团的味道后，会走过来把手伸到洞中去抓糯米团。但因洞口太小，它手握糯米团的拳头无法从洞口缩回，而出于本能，猴子会一直手握糯米团。可以说，使其陷入罗网的是其本能，而非外物：假如它放弃糯米团，它就能获得自由。


  我们与消费（购买、使用、丢弃等行为）的关系亦是如此：我们知道消费套住了我们，但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灵魂，达到了几乎成为我们的本能的程度——我们已经不可能舍弃它了。


  我们想买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为凸显我们的身份而设计的。在设计时，特定品牌的服装、肥皂、曲奇饼、电视机和汽车就是以某个群体为目标客户的，而这些商品的属性是由销售这些产品的消费品企业精心培育的。人们的身份与消费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举例来说，在英国，一个普通人每年会消费65磅[1]以上的衣物，相当于大约5台洗衣机的容量。[2]人们之所以购买这么多衣物，主要是因为时尚品位每季都在变。这种变化因其本身的性质而要求我们定期清理衣橱，然后到商店排队购买新衣服。


  但时装业隐匿着巨大的碳消耗足迹。在污染方面，纺织品生产导致的污染仅次于石油行业。它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国际航空和海运业排放的总和还要多。据估计，时装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竟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0%，[3]随着我们对快速时装消费量的增加，相关排放注定会迅速攀升。


  经济增长的引擎有赖于我们持续的支出。20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人担心很容易感到满足的新一代正在形成，而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赫伯特·胡佛总统的近期经济变革委员会在1929年断定，广告是必要的，以创造“新的需求，它们一旦得到满足，就会为永不停歇地更新的需求迅速让步”。[4]


  当今消费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将我们固着于上述消费周期。这些企业的营销和广告预算颇为巨大。在美国，2019年超级碗赛事（电视转播观看人次最多的体育赛事之一）期间，一则30秒的广告价格在500万美元以上。[5]在线商城亚马逊仅2018年的广告收入就高达100亿美元。[6]在一个充斥着消费品和快速消费主义的世界中，每年的广告投入超过5 500亿美元。[7]


  更为重要的是，无数商品是被有意设计为定期淘汰型的，以便届时用新产品取代它们，这促进了更大的经济增长。一次性塑料制品就是其典型代表。事实上，几乎所有消费品都被设计为定期淘汰型，即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过时并被淘汰。某些商品的保质期很少超过三年，因为这些商品很可能在超过该期限后就不再适合使用了。购买新产品的价格通常比更换零部件还要低。更新的软件无法被安装到旧电脑中，这意味着你必须换掉旧电脑。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实在令人郁闷。结果，修补、维修、复原等工艺都在逐渐凋零。


  在全球经济中，供应链通常会延伸到全世界，然后返回本地。每个环节代表着一个不同于其他环节的生产阶段，通常由不同的企业运转。举例来说，你的智能手机就涉及从在玻利维亚进行的贵金属开采到在中国进行的最终产品的包装。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大公司供应链中的哪些部件符合可持续性要求，哪些部件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因子。


  以下是你能做的事。


  重新界定美好生活。消费主义成了美好生活的普遍定义：你对现有的手机、衣服或汽车的各方面永不满足，处于永无止境的追求升级当中。旨在获得满足感或归属感而不是满足实际需要的购物会逐渐让人上瘾，进而导致人们对自身身份和生活方向产生怀疑和困惑。[8]把自己定位为某种商品或某个品牌的消费者意味着我们处于被动状态，也意味着消费该商品的这种行为本身即满足了我们自身的需求。


  消费主义使我们陷入我们误以为能够购买到自身个性标签的陷阱之中。它还吞噬了我们的精神空间，致使我们的视野变得局促狭隘，致使我们将自身的价值和身份建立在一次性废弃物激增的基础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规模消费在我们的生活中凿开了越来越大的洞，而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填塞它。[9]随着我们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逐渐养成的购物习惯强化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把大规模消费的发动机开动得越来越快，它驱使我们一步步走向灾难的边缘。


  尽管文化习俗以各种方式驱使我们在盲目的消费主义方向上狂奔，但我们可以开始有意识地后退。我们可以加强精神自律，以抵制消费主义引发的冲动。我们可以改变消费习惯，以自身的购物选择扶持那些具有可持续性的商品。


  再者，我们可以改变将自身视为消费者的方式，重建我们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从广告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体验，也是一种彻底的政治行为。


  成为一个更好的消费者。短期来看，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消费模式来改善有关情况。所有购物行为不尽相同。购买用有机棉制成的经久耐穿且可转送他人的高质量衣物，不同于购买穿用几周后即丢弃到填埋场的廉价一次性衣物。如果你可以用你的钱“投票”，请对你确实需要购买的商品做出更为合理的决定。你在购物时要选择那些公开表明其理念，承诺致力于寻求可持续性，并且所在行业协会证实其一直在履行自身承诺的企业的品牌。这种做法将颇具影响力。


  用你的钱来“投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废弃物。将长期提倡的减少、再利用和回收理念付诸实践。需要购物时，我们应当在充分掌握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选择。


  去物质化。请回顾我们实现从黑胶唱片、盒式磁带和CD（激光唱盘）到下载或在线听音乐的变化历程。在许多情况下，技术使我们无须借助实物即能实现相同目的，同时仍能享用其提供的服务。少即是多。在不久的将来，个人拥有汽车可能也不再是主流模式，我们的出行所需也许会由共享车辆提供，这种车辆很可能是无人驾驶的，当然也将是电力驱动的。[10]也许有一天，消费者不再把自己定义为商品的拥有者，而是服务提供系统的受益人。世界上最大的过夜住宿服务提供商爱彼迎不再拥有房舍；世界上最大的个人乘车服务提供商优步不再拥有汽车。[11]这种从所有权到照管职责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与消费主义的关系。我们要适应并张开双臂迎接这种转变，从而促进这种转变的发生。


  幸福的渔夫的故事最初是由保罗·科埃略广为传颂的。这个故事有若干版本。一个渔夫在捕了几条大鱼后心满意足地在小村子中的海滩上惬意放松。这时一个商人走过来，他看到这些鱼，问渔夫捕这些大鱼用了多长时间。渔夫说，捕鱼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商人问他，既然他捕这些鱼没用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在海上多待些时间，以便捕到更多的鱼。渔夫回答说，他捕的鱼足够全家吃了，他在收网后就可以回家陪孩子们玩耍，然后和妻子睡个午觉，晚上则与朋友们一起喝酒和创作音乐。


  商人向渔夫建议说，他可以借给渔夫一些钱，使其把事情做得更进一步。这样渔夫就可以在海上多待些时间，还可以买一艘更大的船，以便捕到更多的鱼，赚到更多的钱。他还可以投资购买更多的船，并建立一家大型捕鱼公司。过一段时间后，这家捕鱼公司就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这可以为渔夫带来巨额财富。


  “然后怎么样呢？”渔夫问道。


  商人自豪地解释说，然后渔夫就可以退休了。他终于可以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了：上午捕几条鱼，接着陪孩子们玩耍一会儿，然后与妻子睡个午觉，晚上则与朋友们喝酒和创作音乐。


  人们常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自寻烦恼。我们如果像科埃略笔下的渔夫那样学会知足常乐，也许就能摆脱消费和拥有的思维定式，有意识地避开那些助长这种思维定式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生活，我们的幸福指数就会更高，而我们对地球的榨取就会大幅度急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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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5　去化石燃料，拥抱100%可再生能源


  那种认为我们永远需要化石燃料的想法源自我们对过去的精神依恋。为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必须放弃将化石燃料视为人类未来繁荣的必需品这种观念。只有当这种思维定式受到考问时，我们才有可能将我们的思路、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对新能源的开发。


  化石燃料企业在有意地减缓这种过渡。化石燃料目前仍是充足且强劲的能源，因而这些企业拥有强大且迅猛增长的实力，今天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且广泛的。


  许多企业在游说方面投入巨资，试图减缓旨在帮助经济摆脱化石燃料、进行转型的新政策出台。[1]但一些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士则希望正视这个问题并促使企业进行转型。这种愿望是真诚的，而我们正是通过亲身体验知道这一点的。但目前这些企业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企业转型如果程度太大、速度太快，就会动摇其企业模式，投资者就会对其进行相应惩罚；如果转型拖延的时间过长，其企业价值就会崩塌。一些企业玩起了危险的“观望”游戏，想成为“最后离开者”，以便继续从那些放弃化石燃料的企业留下的市场空间中谋取利益。


  如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仍在补贴化石燃料行业。化石燃料行业人士可能对这个说法持有异议，但其确实取得了丰厚的政府拨款。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每年会花费6 000亿美元，通过人为干涉将化石燃料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2]而这大约是政府为新能源提供的补贴的三倍。[3]政府可能宣称它们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行政方面的支持，但在它们停止补贴化石燃料之前，在该方面仍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除非我们从目前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顺利过渡到将来全面非碳化的经济，否则我们会在某个时刻“深陷困境”，[4]即高碳资产突然大幅贬值。卡尼敦促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当你意识到我们的经济有多少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对他的预言感到吃惊了。如果我们将转型拖延到引发危机的程度，那么整个行业、企业和政府都会破产或突然损失大量财富。


  如果我们听任上述进退维谷的情况发生，它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政府依靠来自化石燃料的税收维持正常运转。许多退休金都被投入化石燃料及依赖化石燃料的企业。金融服务系统的整体性意味着大幅贬值一旦发生，很快就会波及其他许多看起来与其无关的主体。这种深陷困境的状况有可能使得2008年金融危机相形见绌。


  有鉴于此，旨在摆脱化石燃料的紧迫转型必须有计划、有节制地进行，而不是出于恐慌而草率行事。2017年，各国央行行长会聚一堂，协商建立了绿色金融系统网（NGFS），现正团结一致，共同警惕着气候变化对全球货币稳定的影响。[5]在与以往有着根本性不同的未来之中，国家和企业应该怎么办？有关这一问题的金融研究和信息越来越多，这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理解这种风险。举例来说，穆迪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和国家风险评估机构之一）现在对从事气候变化有形风险计量的RiskFirst公司拥有控股权。[6]投资者正在重新分配其从现在所称的“搁浅资产”中撤回的资本。这种重新分配推动着市场发展并吸引着企业管理者的注意，但它的进行需要走得更远、更快。


  拥护100%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几年里，可再生能源发电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增长。预计到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满足30%的电力需求；到2030年，则为50%。我们正为此目标而努力。[7]法人实体走在了前列。近200家企业，包括苹果、宜家家居、美国银行、达能集团、易趣、谷歌、玛氏公司、沃尔玛等知名企业，已经或正在实现让其所需电力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8]在欧洲和北美洲，有75%的人支持政府为实现所需电力全部来自可再生能源而采取强有力的行动。[9]为使其成为现实，可再生电力应由具有相应权威性的政府机构领导人在整体层面上进行交付。这些领导人代表的是其选民的优先权。因此，让我们为支持清洁能源的领导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有权力、有影响的人如果希望人们真心将其视为对人民负责的忠实公仆，就必须以更明晰的愿景来看待未来。我们的选票只应投给那些勇往直前且有真正洞察力的领导人。


  我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因为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而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前几年几乎无人相信。鉴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90%，可再生能源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和煤炭进行着价格上的竞争，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天然气进行着这方面的竞争。[10]陆上和海上风力发电也发生着类似的情况。用以稳定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波动的电力存储技术也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上可行的选择。


  随着成本的下降，创新者们正在重新构思未来电网的运行方式。高度智能化和连通性的电网在相继出现。


  制订时限性的宏伟计划。我们计划用十年将全球碳排放量削减一半，再用至多二十年将其削减到零。法人实体和国家对引领此项努力负有巨大责任，但我们也要各负其责，做好自身的减排工作。如果我们思路明确并在必要时行动起来，那么上述时间足以让我们达成相关目标。[11]要在未来十年将碳排放量削减50%，我们现在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目标上。这是一个全球性指标，但该指标可通过下述方式加以适当调整：那些使用量远超我们的人应减排50%以上。我们不妨将其设定为最低60%，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在一年内能取得的成绩，而低估在十年内能取得的成绩。


  在未来十年里，如果你的化石燃料使用量比现在减少至少60%，十年后你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你目前的碳排放大部分很可能来自飞行、驱车出行、房间加热和制冷，而其罪魁祸首往往是我们不能轻易丢弃的昂贵物品，如汽车、锅炉、空调等。一旦买了汽车，你就会使用它。尽管你可能试着少开，但你在一年内能达成的目标是有限的。请考虑在未来十年转向电动汽车一事。电动汽车提高的效率和可行驶里程，加之价格下降和富有创新性的融资模式，使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现在，即使是可行驶中等里程的车型在充电后一次也能行驶150英里，充电站数量也比过去多。[12]另一些人可能考虑购买无人驾驶汽车，甚至不想实际拥有汽车，这种选择越来越现实可行了。


  至于房间加热和制冷，你可通过电网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并在家里自行发电。在提高保温性能的同时采用电力加热，这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但无妨，你可以一次只做一件事。你可以首先在家里进行电能核查，以查明漏电和低效情况。这有助于你对各个发电升级投资项目排定优先顺序。举例来说，如果某个锅炉需要更换，你可以首先进行比较低廉的电能改进工作，然后规划未来几年的分期投资。一段时间后，你就会达到节省资金和减少排放的目的。


  如果你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减少飞行很可能是取得成效的最佳方法。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世界的精彩纷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到很多地方游览、进行文化交流，以及亲眼见到精彩绝伦之地。那些有幸乘飞机从世界上某个地方起飞，十个小时后到达另一个地方的人太令人羡慕了，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乘飞机出行是令其难以置信的特权。如果你乐于享受旅行中的刺激、不得不进行商务旅行或探望身处海外的家人，你就会认为放弃飞行并不那么容易。


  世界上只有6%的人登上过飞机。[13]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就有责任明确立场并制订计划。也许你决定再也不登上飞机——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会赞许并祝贺你。但在现实中，这可能不容易做到，不过你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你可以承诺不乘飞机去度假，或去距家500英里范围内的地方时选择乘火车前往。你可以承诺每年乘机旅行的具体次数，或通过视频电话参加会议。


  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为实现到2030年减排60%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中，空运是我们将要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无论是这个问题还是这里探讨的其他变化都没有任何骇人之处。在想到这种生活方式会发生变化时，人们可能会感到惊恐，会觉得属于自己的珍贵之物被人拿走了。不过，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可能会抵制变化，但现实情况是，浪费型经济使用资源的速度、规模和草率程度使我们感受不到什么幸福。在我们致力于谋划已久的变革，以期保护那些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时，找到目标感通常可提高生活质量。你不妨一试，看看能发现什么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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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6　绿化地球，选择植物性饮食和环保产品


  我们必须选择的未来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自身与大自然的契约。亘古就有的充满生机的树木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从渐趋枯竭和贫瘠的土壤中榨取越来越多的东西就等同于自我毁灭。我们如果想在地球上长期繁荣发展，就要找到促使大自然再生的最佳着力点，这是大自然本身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应以我们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为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种平衡现在仍是可能实现的，而我们能够成为将其变成现实的一代人。


  森林会为其自身创造条件，这是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它们蒸发的水分凝聚在空中，形成云雨，使森林里的一木一草都能受到水的滋润。在绵亘数千英里的广阔范围内，庞大的地下菌丝网络中极其微小的真菌栖息在树木之间并将其连接在一起，使其共同汲取土壤中的营养成分。土壤为现在和未来的树木的生长集聚了丰富的营养成分，形成利于树木生长的营养基床。不过，这种共生性的相互作用也造成了森林的脆弱性。如果我们把森林破坏到一定程度，或将其分割成数个部分，从而损害了森林内部的相互关联性，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溃。正如一则古老的谚语所说，人在走向破产时，最初速度很慢，但后来就会很快。我们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地球上的森林。


  农业出现以来，人类砍伐了近3万亿株树木，相当于地球上从古到今全部树木的一半。结果，地球上近一半的土地发生了严重退化，远非当初的自然状态。仅2018年，就有1 200万公顷的森林被夷为平地，其中原始雨林占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每分钟失去了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森林。[1]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剩余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会彻底被毁灭。即使我们扭转了这一命运，我们的后代也会震惊于我们竟如此接近于森林毁灭，以及我们竟如此愚蠢地近乎抛弃全部森林。


  对热带地区森林的破坏几乎全部是对以下四种产品的需求导致的：牛肉、大豆、棕榈油和木材。肉牛造成的森林破坏是其他三种产品共同造成的森林破坏的两倍以上。在亚马孙地区，为饲养肉牛提供草地直接造成的森林破坏占80%以上。[2]另外，大量的大豆用作养鸡、养猪和养牛的饲料，这种情况极其糟糕，而且将进一步恶化：巴西废除了之前通过的森林保护政策。[3]


  工业型农业和食品业通常热衷于生产经济效益高的食品而不是有营养的食品，这几乎与化石燃料一样，同为导致重大气候变化的推动因素。然而其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食品并未进入人们口中。这些食品甚至不一定能到达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在南半球，由于缺乏公路和贮藏设施，这些食品通常在未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里时就已经腐坏，即使这些食品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及时到达有需要的人所在之处，这些人也可能无力购买。在北半球，食品通常会在家庭和冷库中被缓慢消耗，直到超过保质期，或直到吃完饭时仍在盘子里一动未动，最后人们只好将其丢弃。而这种浪费又推动了更大规模的食品生产。


  我们能够实现保障人人有饭吃的食品供应。至少有两位杰出的生态学家测算，只要有选择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减少食品浪费，改变膳食结构，[4]一如健康专家的建议，[5]我们就足以保障世界上人人有饭可吃。我们能够在不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破坏的前提下达成这些目标。


  植树。世界上有大片的土地可用来植树造林。一项研究表明，地球上有9亿公顷土地是可以在不对人类栖息地或农业造成任何干扰的前提下被用来植树造林的，[6]这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国土面积。新生森林一旦长成，不仅有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和进一步美化地球，还能吸收并储存2 050亿吨碳，这相当于吸收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释放的近70%的二氧化碳。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行动像植树一样重要、紧迫或简单。这种古老的碳吸收技术并不需要任何高科技，它绝对安全，并且成本颇低。植树彻底扭转了导致气候变化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树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质）在生长过程中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将碳送回其本该归属之处，即土壤中。另外，树木提供了城市极度渴望的绿地，降低了大气温度，有的树木还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并稳定农村和城市的地下含水层。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5~10年里，我们将植树造林视为对排放温室气体的补过，甚至视作为遮掩碳排放行为而进行的所谓的善意之举。“弥补”一词在一些环保主义者心中已经声名狼藉。现在，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每个人都应种一棵、十棵或二十棵树。其实植树并不应该被视为补过，植树本身就是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极其重要的贡献，而这并不需要精密复杂的能源技术。当然，我们也要开发这些技术，但我们即便在依靠这些技术的时候，也仍需要依靠树木吸收大气中的碳，从而达到净零排放的目的。


  简而言之，我们仅靠植树就能将气候状况恢复到几十年前。[7]


  大规模的造林和森林恢复为人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大面积的土地开始变得和美国中西部尘暴区一样，但中国及时遏制了这种迅速退化的现象。它确定了通过直接向植树农民付款的方式造林一亿公顷的计划。该计划现正在进行，推行得非常成功。该计划的推行使降水更加稳定，土壤更加肥沃，同时提高了农田产量。[8]


  森林覆盖率一度下降到仅占国土面积4%的埃塞俄比亚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造林运动，计划在全国1 000个地点植树3.5亿株，大部分地方在一天内就完成了植树目标。[9]当然，这些树未必能全部存活，但那些存活下来的树必将在改善生态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植树并非仅惠及农村或农业地区。树木可使城市气温最高下降10摄氏度。[10]这个数字足以抵消城市在任何气候状况下不得不忍受的额外高温。鉴于印度的诸多城市气温达到50摄氏度以上，这个温差对数百万人来说意味着生死之别。树木还能过滤微尘、吸收污染物，从而达到净化城市空气的目的。树木还能调节水量，减缓洪水的冲击，提高市区的生物多样性。树木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有树木环绕的市区房产价格比没有树木环绕的房产价格高20%。[11]我们要想朝着能为大自然的欣欣向荣提供足够空间的城市生活过渡，就要把大自然移植到城市中，并使二者达到前所未有的融合程度。


  让大自然欣欣向荣。“再野化”一词是为描述听任土地重返自然状态而造出的新词。再野化有可能彻底改变大气中的碳平衡，保护生态系统。众多规模不一的再野化举措竞相在世界各地被推出。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奈普荒野项目。2001年，该项目获得了3 500多英亩[12]土地。这片土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就一直进行着集约化耕作，由于土地严重退化，农民获利甚微。奈普荒野项目的主旨是听任自然演变，而不设定任何目的或结果。自由漫步的食草动物——牛、马、猪和鹿——推动着这个以自然演变为主导的再生过程，宛如数千年前的食草动物再现于这片土地。它们各不相同的食草偏好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栖息地，从草地和灌木丛到野生林地和有林草地，应有尽有。这些动物的生活几乎无须进行人为干预。它们以低廉的价格为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提供天然草地散养环境中慢慢生长的动物性有机肉。在略长于十年的时间里，奈普荒野项目在恢复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这里现已成为紫色帝王蝶、斑鸠和夜莺的乐园，其中夜莺数量占英国夜莺总数的2%。


  转型植物性饮食。如果少吃些肉和奶，你的碳足迹就会减少，健康状况就会改善。肉和奶少吃为好，不吃最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让人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是极少吃肉的。[13]


  许多国家已经转向植物性食物。你如果觉得不能完全放弃肉和奶，可采用灵活性食谱，在一周中的某些用餐时段或其他时候吃别的东西，即使这样也会发挥很大作用。事实上，这很可能是未来几年膳食领域的最大变化所在。在许多国家，打算成为纯素食者和普通素食者的人相对较少，但在美国，足有50%的人乐意少吃些肉食。植物性人造肉已做到价格更低廉，营养更丰富，味道也更鲜美。预计到2040年，这种产品将占市场份额的60%，而目前其占有份额仅为10%。[14]市场现已开始认识到植物性食品的未来，而你将有机会加入这场食品革命，采纳植物性食物占比更高的食谱并将其日常化。


  抵制助长破坏森林的产品。我们日常消费的产品中有太多成分来自毁林开垦的土地。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一则办公室职员打开奇巧（Kit Kat）牌糖棒的视频广告。不过，这根糖棒并非用巧克力制作而成，而是用猩猩的手指！广告中办公室职员在糖棒上咬了一口，顿时鲜血溅满了键盘。[15]这则视频触及了人们的痛点，使得人们情不自禁地把糖棒的成分与猩猩自然栖息地的大范围破坏联系起来。人们向雀巢公司发送了20多万封电子邮件，还在其办公场所外围举行了抗议活动。此后6周内，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彻底改变了其策略，转而使用对森林零破坏型的棕榈油。[16]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我们在选择运用这种力量时对此也并不那么清楚。如果某家企业采取破坏土地的行为，我们可以设法公之于众。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可以取消对该企业的支持，并拒绝购买其经营的产品。


  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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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Nestlé Promise Inadequate to Stop Defor estation for Palm Oil,”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4,2018, https://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press-release/18400/nestle-promise-in adequate-to-stop-deforestation-for-palm-oil/.有关雀巢的困境及其应对措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ileen Ionescu-Somers and Albrecht Enders,“How Nestlé Dealt with a Social Media Campaign Against I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3,2012, https://www.ft.com/content/90dbff8a-3aea-11e2b3f0-00144feabdc0。

  


  行动7　关注清洁经济，这将成为下一个投资风向标


  线性增长模式的后果是榨取和污染。我们需要从这种模式转向促进自然系统再生的新模式。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清洁型经济：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运行，对使用过的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积极补充枯竭的资源。


  这种新型经济模式需要更好的政策和强有力的制度的支持，以便投资和创业精神这两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得以为再生而非榨取发挥作用。金融和投资将发挥关键性作用。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较好地驾驭着资本主义，在法律、税收、慈善等方面拥有较为成熟的制度，但我们尚未对其加以完善，而现在正是我们对其加以完善的时候。


  我们习惯于把经济视为衡量业绩的主要指标。经济增长幅度较大就是好事，增长幅度不大则是坏事，经济负增长或衰退更是灾难。政客们千方百计地利用其权力保持这方面的数字上升，大多数政客将该数字的增长视为其主要目标。


  经济增长目前以GDP进行衡量，GDP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即一年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人们普遍认为，永无休止的GDP增长是负责任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观点已经牢牢嵌入我们的文化，并自我持续，而媒体、政客、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屡屡提及它，这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1]


  但就人类繁荣所需之物而言，GDP并不是一个良性标志，因为它所涉及的完全是榨取、使用和丢弃资源。作为一个用以衡量成功的标志，它并未恰如其分地考虑污染或失衡的影响，也并未将健康、教育，甚或幸福的价值置于优先地位。它也没有对促使退化土地再生和促使病态海洋恢复健康的行动给予应有的重视。现举例说明这一点：如果你每天用一次性杯子喝咖啡，GDP将会上升，但也会造成森林的消失和碳排放量的上升。如果你用可重复使用的陶瓷杯喝咖啡，GDP将会下降；反之，如果你每天丢弃用过的陶瓷杯，再买新陶瓷杯，GDP将会飙升。


  在目前的转型过程中，严格的线性GDP增长不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更多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事实上，它反而是造成我们的生存危机的因素之一。我们不再看重可购买商品的数量，我们必须以生活质量为目的重新定位基本的价值观，包括在地球生态系统范围内对其重新进行定位。根据诸项增长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贡献确定其优先顺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17项相互联系的目标旨在可持续地促进全球的繁荣、平等和幸福。[2]


  将你的资金用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资本总是会流向过去表现良好的投资对象，就好像未来会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将过去再现一样。世界上的资本由极其谨慎的人守护，他们希望得到良好的回报，而他们的首要目标通常是避免价值损失的风险。当然，这从技术层面来看无可厚非，但这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我们所希望拥有的未来，不可能不存在风险。


  2019年6月，挪威议会将其有关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1万亿美元的资产）的新计划上升为法律。它将撤回对化石燃料的逾130亿美元的投资，而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高达200亿美元的资金，首先投资成熟市场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3]


  你可以参与促进资本分配方面的类似的重大转型。2012年，比尔·麦吉本和350.org发起了群众呼吁撤资运动，旨在推动金融机构停止向继续加剧气候变化诱因的项目和企业投资。[4]它已经发展成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之一。总资产逾8万亿美元的诸金融机构撤回了对化石燃料的股权投资。这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了资金，并向那些仍执着于过去的机构发出了警示信号。2016年，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企业皮博迪公司将撤资列为导致其破产的原因之一。[5]壳牌公司将撤资列为其未来业务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6]


  目前我们的应做之事是从代表过去的领域撤资，转而投资未来前景良好的领域。你的资金用于毁灭还是建设全在你的一念之间，而无视这个事实已经不可接受了。如果你拥有养老基金或储蓄账户，那么请查明你的资金投向了哪里。不要低估定型养老金计划默认选择的威力——如果你就职于拥有该养老金计划的公司，请要求它从化石燃料领域撤出。向你的养老基金托管人写信，查明其是否从旧经济领域撤资，或其是如何建议其投资的公司为促进清洁型经济的形成而改变行为的。鼓励你的朋友和同事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一旦资本开始以不断增加的数额流向致力于推进未来的企业和项目——我们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负重爬山般的艰苦努力到达顶峰的时刻就会到来，此后就可以更容易地向着正确的方向自动前行。我们已经意识到肮脏的、有污染性的、不负责任的投资项目在业绩表现上远远逊色于新型投资项目。一味逃避思考地球未来的企业难逃客户（持续向其发问！）和投资者向其提出的令其难堪的问题，而且难以招聘明智的年轻人为其工作。在持续的压力下，资金和运势就会开始转向致力于建设清洁型经济的企业。


  再生经济的建设要素在全世界展现了方兴未艾的强劲势头。2019年1月，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宣布其政府即将出台旨在衡量各项政策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幸福预算”。她说：“我们需要着眼于我们国家的社会幸福，而不仅仅是经济幸福。”阿德恩指出，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摆脱短期性周期视角，学会通过“友爱、共情和幸福”的视角看待政治。[7]这正是我们被号召去做的事业，因为我们正致力于建设惠及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并撤除那些不利于我们的事物。


  经济增长能产生巨大的利益。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模式相比，经济增长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但是，我们过去看重的是从地下开采资源，然后将其变成垃圾的速度有多快，这个时代必须结束了，而这并不是出于思想意识或政策的原因，而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在旧模式下进行的减贫，其效果很可能是短暂的，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我们优先安排机制的短视性和对GDP的片面强调很可能使许多人重返残酷无情的贫困。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认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明智的。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的建设能使我们在相互强化的体系中相互协调，共同实现可持续目标、落实减排和减贫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哥斯达黎加，克里斯蒂安娜的父亲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总统在1948年做出了废除军队的决定。他投资于教育，扩大了森林覆盖面积，而在此之前，该国森林覆盖率极低，处在20%以下。现在，哥斯达黎加是拉丁美洲地区人口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8]其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9]全国的电力几乎全部由可再生能源供给。哥斯达黎加以GDP和有助于政府进行幸福最大化的决策的双重指标衡量其进步。在“幸福星球指数”排行榜上，哥斯达黎加在2009年、2012年和2018年均作为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名列第一。[10]


  
    [1]有关该主题的两篇文章，参见Jonathan Rowe and Judith Silverstein,“The GDP Myth,” JonathanRowe.org, http://jonathanrowe.org/the-gdp myth, 最初出版于Washington Monthly, March 1,1999; 以及Stephen Letts, “The GDP Myth: The Planet’s Measure for Economic Growth Is Deeply Flawed and Outdated,” ABC.net.au, June 2,2018,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6-02/gdp-flawed-and-out-of-date-why-still-use it/9821402。

  


  
    [2]United Nations,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这些目标是：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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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World Bank, “Accounting Reveals That Costa Rica’s Forest Wealth Is Greater Than Expected,” May 31,2016,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6/05/31/accounting-reveals-that-costa-ricas-forest wealth-is-greater-than-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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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8　科技向善，技术突破是气候之路的最佳盟友


  不断发展的新科技拥有实现减排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谨慎却迅速地接纳这些新技术，但不能盲目依赖它们，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良方。随着我们越来越适应机器作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以负责的态度运用技术，警惕其力量和影响，确保有恰当的管控制度可供遵循。


  如果我们能安然度过气候危机，在保障人类和地球毫发无损的前提下顺利到达彼岸，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与技术和谐相处。


  由传感器（用于收集数据）、机器人（可自动进行体力活动）及被称为“物联网”的智能装置网络共同支撑的人工智能（AI）极有可能成为我们在生存斗争中最强大的盟友。[1]但这些技术也有可能是摧毁我们美好未来的罪魁祸首。举例来说，自动驾驶型电动汽车有可能使我们对汽车的非必要私人拥有模式不复存在，但其不利的方面在于，其有可能任由无视公德的管理机构进行跟踪并控制每个公民的行踪。


  在寒冷夜晚的火苗带着善意和温暖，但吞噬房子的烈火则使人觉得卑劣和可憎。


  同样，从本质来看，技术并无好坏之分，但我们应对其妥善进行管理。


  今天在世的许多人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遇到几乎在各方面都比现在更加智能化的机器。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世人在2017年初步领略了人工智能可能的面貌。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推算出了如何在中国围棋中胜出的方法。中国围棋是一种古老的策略游戏，而且出了名地难学，但阿尔法狗完全是靠自己学会的，实际上它汇集了数千年积累的人类知识并对其加以改进，而完成这一切仅用了40天。[2]


  阿尔法狗的开发者DeepMind公司表示，该技术并不仅限用于在策略游戏中胜过人类的机器，还拟用于为对社会有积极影响的新技术提供信息。[3]但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开发企业的承诺，而要确保该技术符合我们促使大自然再生并寻求有助于人类繁荣的条件的目标。


  虽然我们未必能准确预见人工智能将被用于何种目的，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新事物是很快的。机器可能更善于为控制它的所有者提取并囤积地球上的资源，而这正是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保护措施从一开始就应被纳入政策监督与管控行为的原因。


  政客们和企业首席执行官们不愿在应对气候危机中带头，或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他们通常将未来技术吹嘘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我们听任尚未成为现实的未来技术遮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视目前亟待行动的规模和紧迫性，那将成为一种可怕的风险。不仅创新可能无法及时到来，而且新技术只有在已经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社会中才能很好地被应用。对创新的信心不能成为缺乏计划的借口。


  确实，我们需要依靠技术扭转气候灾难，但技术也极有可能加剧社会中已经拉大的贫富差距。在当今世界，全球人口的70%仅靠全球财富的2.5%维持生存。[4]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自动化的兴起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状态，还会致使推进气候变化之类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复杂化。


  对某些政治圈子有关移民使本国公民丧失工作机会的所有言论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是自动化造成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丧失的。[5]而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恶化。同样，植物性食品和实验室栽培植物取代部分肉类而造成的肉类消费下降必将彻底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巴西，有逾2 0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6]其中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在饲养肉牛，或种植大豆作为牛饲料。为向更加可持续的农业转型，他们可能会将耕地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因为他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对这种燃料的需求将会增加。从牛肉向先进生物燃料的转型，从生态角度来看存在巨大的利益，但如果对这种转型管理不当，没有提供支持性转岗培训或工作岗位，数百万人突然失业就会造成巨大的人类灾难，从而使极端主义政客扩大影响力。即使我们开发出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所有技术，人类也可能会受到转型的影响，以致我们选出迎合民粹主义冲动的领导人，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通向再生未来的仅存的狭窄入口。


  如果管理得当，机器也许有助于我们及时应对气候危机。几乎所有需要产生突破以便打造再生未来的领域都得益于机器学习的巨大帮助。举例来说，与在电网上取得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的重大难题之一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非连续性，因为只有在阳光照射或刮风时才能进行发电。


  人工智能算法的出现，使得对现有的统一电网进行彻底重新设计成为可能。人工智能传送信息型电网可以进行广泛的分散化，作为神经网络发挥作用，并可动态预测在何时需要何种类型的电力。人工智能传送信息型电网可“本能地”安排电力供需，在电力储存与流动之间灵活切换，以便生产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从而减少天然气和煤炭的使用，也许有一天能够彻底消除对它们的依赖。[7]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我们在其他许多领域的去碳化努力。机器学习正被用于防止甲烷从输气管道中泄露，加速太阳能燃料（直接/间接来自太阳能合成化学燃料）的开发，改进电池蓄电技术，优化电力传输以提高传输效率，减少建筑物中的能源使用，利用无人机进行造林，等等。[8]现有迹象表明，人工智能还显示了有望提高我们预测极端天气，甚至直接从大气中消除温室气体的明显迹象和良好前景。


  《巴黎协定》的达成极其复杂，而达成人工智能的全球共同管控可能更为复杂。现在，各国竞相改善其在这一新领域的技术和条件，以期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而不同人群对人工智能介入我们生活的接受程度所持态度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尼日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乐于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大型手术，但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则并非如此。[9]各国政府在制订人工智能管理方针方面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这样就导致部分管理方针非常宽松，部分管理方针异常严格。[10]


  上述情况的出现无可厚非，但对应对气候危机这种重要的事情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法国和加拿大政府在成立国际人工智能专家委员会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11]


  查明本国政府、当地政府或所在企业是否投资于人工智能，以及它们将其用于什么目的。负起责任，想方设法敦促其向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的共同努力看齐，并推出相应政策，以确保其支持的人工智能可促进再生未来的形成，而不是妨碍其成功。


  再过几十年，将有超过90亿人生活在地球上，也有可能超过100亿。如果那时我们对大气的人均影响还像今天一样，那么这么多人根本无法在地球上生活。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长期困扰着我们的诸多问题，包括我们怎样以环形而不是线形方式有效利用自然资源，都有可能最终得到解决。


  在阿尔法狗学习下围棋和最终胜出的过程中，开发者注意到，它在自学专业棋手经过几代人努力而完善的技巧时，偶尔会舍弃某些技巧，而代之以人类尚没有时间研习的新技巧。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中，如果部署和管控得当，人工智能的学习速度会具备非同寻常，甚至不可思议的潜力，可被用来加速气候问题的解决。


  2016年，一个傲视群侪的人工智能展示其威力的实验在谷歌数据中心发生。十多年来，谷歌的工程师们在优化其数据系统方面一直处于最前沿。他们的服务器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服务器之一，这使得此后进行的任何改进看起来微不足道。随后，他们推出了DeepMind算法，使得制冷所需能源持续性缩减了40%。[12]这只是体现人工智能将人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目前，我们对应用人工智能解决气候危机方面的投资低于其应该达到的水平。未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将以谨慎的态度支持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用，迅速投资在减排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可能是我们在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上携手并进的最强大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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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9　释放女性领导力，让更多女性参与决策


  我们必须确保社会各层面上的决策会吸纳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因为当女性成为领导者时，各方面就会焕然一新。这是人们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毫无疑问的结论。女性通常拥有能使自己对广阔视野更开放、更敏锐的领导风格，她们善于合作，具有长远眼光。而这些特点对应对气候危机来说必不可少。[1]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早期证据已经得到搜集。处于女性领导下或有较高比例的女性处于决策职位时，企业、国家、非政府组织和金融机构都会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气候方面的行动。[2]重塑我们的社会，使女性在各个层面（包括家庭、社区、职业、政府等层面）上的决策中发挥至少与男性平等的作用现已成为关系到我们生存的问题。


  在许多国家，性别歧视已被视为陈年旧事。但研究表明，所有行业仍强烈倾向于高估男性的业绩表现，而低估女性的业绩表现。虽然女性意识到了这种差异，但男性却倾向于无视这个事实。绝大多数典型的领导职位仍以男性为主——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照片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广为知晓的工资差异（同样的工作，女性比男性的工资低20%）是性别差异的另一种体现，这表明社会中的许多看法仍带有主观性和歧视性。[3]


  在我们着手解决权力和决策的不平衡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上述问题的存在，它通常但并非始终基于结构层面的无意识偏好。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过，许多女性已经意识到她们的境遇对气候变化的独特重要性。英勇无畏的领导人，如纳塔莉·艾萨克斯、伊斯拉·希尔西、纳卡布耶·弗拉维娅、格蕾塔·桑伯格和佩内洛普·莉，动员了数百万名年轻人，他们强烈要求采取紧急气候行动，并身体力行，将其付诸实践。面对变化中的气候，女性走在了相互支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前列。在许多国家，女性对土地的亲近和熟悉程度意味着她们敏于发现环境变化并从中学习，并在必要时寻求适应方法。女性是其所在群体中探索创新性气候解决方案的先锋，她们天生善于倾听、产生共情和汇聚集体智慧，在过渡时期尤为如此。而这些特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和必要。


  一个真正实现了性别平等的世界，肯定会不同于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些人似乎认为这看起来并没有差别，不过是前者实现了倾斜性的性别权力平衡而已。但是，性别平等最吸引人的要素，除了毋庸赘述的道德正义性，还包括它为全人类提供了共同创建其赖以共同繁荣的再生世界的机会。女性在权力职位中拥有较大代表权的国家，其气候中的碳足迹也较少。执行董事会中有女性成员的企业更有可能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领域，并开发有助于解决气候危机的产品。立法机构中的女性成员投票赞同环境保护的频次几乎是男性成员的两倍。领导投资机构的女性根据企业对待其员工和环境的方式而进行投资决策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4]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给予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接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但具有工作能力，在经济上也更有价值，还能帮助社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极其重要的是，教育有助于女性独立，并赋予其自行选择的能力，特别是生殖健康方面的自主性选择。把女孩儿留在学校里让其继续接受教育意味着减小她们早婚和多生多育的概率。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料显示，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相较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女孩儿，一个受过12年教育的女孩儿在其一生中比前者少生最多5个孩子。[5]


  现在，有1.3亿名女孩儿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成年前多次怀孕，将越来越多的孩子带到这个难以养活他们的世界上。按这种方法推算，如果目前女孩儿的入学率是100%，那么2050年全球人口将比目前预计的少8.43亿，[6]而这对抵御气候危机来说意义颇大。


  如果你是女性，现在正是你考虑竞选公职或强烈要求升职的时候；如果你是男性，现在正是你支持和鼓励你的女性同事、同伴、朋友和家庭成员这样做的时候。女性可能觉得加入拥有共同目标的大规模运动或团体会使她们感到充满力量。美国的“全新国会”运动就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7]它在促成创纪录的女性人数被选中参加2018年大选初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女性候选人，包括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现已成为在气候行动中颇有影响的领导人），与其他女性并肩战斗，在其巨大自信的驱动下竞选公职。[8]如果我们能提高气候变化管理问题决策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现在已经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刻：你要么成为决策者之一，要么支持你认识的女性成为决策者之一。


  在位于印度最西端的古吉拉特邦被太阳炙烤的遥远沙漠中，女性正在积极行动，利用可再生能源改善她们的生活。印度全国食用盐的近76%来自古吉拉特邦，但该邦基本上与电网无缘。几十年来，4万多个盐工家庭依靠柴油机泵进行生产，而这种日常支出占其年收入的40%以上。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全面发生变化。利玛本·纳纳瓦蒂（Reemaben Nanavaty）是古吉拉特邦当地人，她领导的自主就业妇女协会拥有200万名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正规劳动者工会。在她富有远见的领导和支持下，盐工们转向了使用太阳能。最早转型的1 000名妇女的收入翻了一番，实现了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社会独立，并有能力将其子女送进初中和高中。就在盐场工作的15 000名会员而言，该项目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15 000吨，相当于公路上减少了近25 000辆汽车。[9]


  在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运作的社会公益组织“太阳能姐妹”招募并培训妇女销售经济适用的可再生能源用具，如太阳能灯和清洁灶。森林破坏和气候变化意味着妇女必须比过去走得更远才能取到水，或找到做饭用的木柴。她们如果找不到足够的水或木柴，就很可能遭受家暴。而如此繁重的劳动也意味着她们用于接受教育或外出工作的时间十分有限。“太阳能姐妹”组织招募和培训了4 000名妇女，她们现在拥有自己的事业，为非洲160万人带来了清洁能源解决方案，为当地妇女减轻了一些压力。[10]


  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它们被用来表明女性一旦得到其需要的资源和自由，就能改善自己及其姐妹的生活和境遇。


  而这种潜力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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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10　参与政治，将重塑世界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是最后一项行动，归根结底，我们认为这项行动最为重要。民主面临着气候危机的威胁，必须进行自我改进，才能应对这一挑战。为帮助做到这一点，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其中。


  只要我们拥有稳定的政治体制，能够迅速回应地球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公民不断变化的期望，那么就有可能向再生世界过渡。气候变化威胁着政治安全本身，[1]而稳定既是进行这种过渡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成功过渡的结果。


  如果说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人民，那么，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我们一直习惯的民主并没有发挥其职能。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威胁，其严重程度的恶化速度很可能会比人们想象的更快。如果我们的政府系统不能保护我们免于这种现实存在的威胁，那么其最终会被取代。但替代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逐渐建立健全的体制，且未必能在现有的时间框架下在再生未来推进方面做得更好。


  在当今许多国家，利益集团绑架了民主。正如在烟草业发生的情况一样，一小部分企业利用相对有限的金钱买通了立法机构中的政界要人，通过他们阻挠民选代表保护人民。而这种事情通常是通过行业协会进行的，因此，有时企业本身并未为达到某种结果而进行直接性游说，但企业就是幕后主使。[2]


  这已成为一项重大问题。举例来说，在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经过长期争斗，终于在2016年取得了胜利，成功地推迟了《清洁电力计划》的实施。2017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支持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微软、宝洁、康宁、英特尔等公司均为该协会成员，但它们都声称支持《巴黎协定》下强有力的气候行动。[3]


  在国家层面上，选民的行动（或不行动）和意图左右着全球行动。在过去二十年里，气候变化逐渐成为选民的关注重点之一。[4]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真正把气候变化作为其首要重点的选民所占比例并不高。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新任总统真正实施重要举措的时间非常短暂。举例来说，巴拉克·奥巴马在就职时非常坚定地表示要在气候领域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他在参众两院拥有多数拥护者。他本应该将具有宏伟目标的气候立法置于优先位置，而且当时很可能会通过该立法。但是，他最终决定进行医保改革，这是他在竞选中的另一个承诺，也是美国国内重点事务。为促使医改方案通过，奥巴马消耗了其很大一部分政治资本，也在共和党内引发了一股反对力量，他们强烈抵制奥巴马的其他政策，甚至发展到最后坚决反对其提出的任何议案。结果，直到第二任期，他才得以将政治关注点转向气候变化。即使在这时，他也只是动用其行政权力才取得进展的，而非通过立法机构。


  我们不能坐等事态恶化，而必须在各政治层面上积极参与。我们必须将其视为最迫切的责任之一。我们必须向每个政客问责。我们必须选择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把气候变化领域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视为其绝对第一要务，并准备在上任第一天就付诸实践。我们应使越来越多的人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投票，并将其视为第一要务。我们正处于最严重的紧急状态下，必须紧急要求政府高层人士提供与该问题规模相称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政治纲要必须具备严格的科学依据。


  只要有可能就积极参与非暴力政治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2019年4月，“反抗灭绝”组织在诸多非营利组织、一些政界人士和其他活动人士多年来的工作基础上抓住这个机会，掀起了一系列全球抗议活动。他们首先以非暴力抗议方式接管了伦敦中心地带长达10天。首次参加活动的人有成千上万名，他们之前从未参加过游行或者在请愿书上签过名，如今却行动起来封堵公路，或者互挽胳臂，或者在滑铁卢桥上植树。在首次抗议后的两个月内，英国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通过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低于“反抗灭绝”组织呼吁的目标，但仍是一大进步），并成立了监督该目标实现的公民大会。[5]


  公众的民间抵制有可能胜过政治精英为实现激进变革所做的努力。这并非越轨，而是变革的发生方式，它通常发生在主流社会中的不公正性过分巨大的情况下。


  公众抵制不仅是一种出于道德层面的选择，也是塑造世界政治的最强大方式。[6]纵观历史，系统性的政治转向有赖于大规模的公众抵制。如果没有公众抵制，几乎什么变化都不会发生。公众抵制所要求的人数可能很多，但这样的人数并非遥不可及。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近3.5%的人口参与非暴力抗议活动，成功就是必然的结果。[7]只要达到所需的参与人数，非暴力抗议活动就一定会成功。在英国，参与人数最低为230万，美国则为1 100万。


  形成上述人数规模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格蕾塔·桑伯格和她领导的“未来星期五”运动一举成名，这说明世界已经为下一阶段的直接行动做好了准备。[8]格蕾塔发起的民间抵制属于独一无二的公然抗命行为，每个星期五从学校发起，它抓住了时代精神。她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起了这场和平抗议行动，点燃并利用了多个国家数百万名年轻人的愤怒，并将他们纳入定期的气候活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负责人为成功的撤资运动（大量资金撤离与化石燃料有关的资产）增添了新动力：2019年，他把时下大规模动员反对石油的运动视为本行业面临的最大威胁。[9]这一大规模动员以跨越代际和大洲的社会各阶层人民为原发动力。每个选择参与其中的新成员的加入都会使我们向成功的临界点靠近一步。


  我们承认，参与学校罢工或公众抵制运动并不总是切实可行的。在世界上那些没有民主的社会，甚至在某些民主社会，这种运动也并不总是安全的。重要的是，希望参与这一政治进程的你要评估可供你选择的参与途径，并找到你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除了直接与政府对峙，我们也必须开展其他政治行动。鉴于企业和行业协会总是资助和参与反对气候变化领域公民行动的政治游说，我们要撤回对这些企业的支持，最简单的方式是“用钱投票”：停止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形下停止购买其产品和服务。向你的开户银行表明意见，向管理你的保险产品或债券的机构表明意见。查明你的资金是否被投向这些企业，并要求其做出新的选择。一些金融机构正在采取保护性行动，但其他金融机构可能尚未感觉到客户施加的要求其在资本分配上做出重大转变的所需的足够压力。


  那些目前稳定且努力寻找恰当方式以应对这一挑战的政府是我们应该合作的对象而不是反对的对象。我们都有责任运用我们在传统权力系统中掌握的任何可利用的工具，并竭尽所能尽快将其发挥到极致。在系统内外施压推动早应实行的政治变革的同时，我们还应警惕那些机构的反作用——阻挠我们行使基本权利和压制我们在转型时期共克时艰的能力。数百年来——在有些情况下则是数千年来——我们的执政、教育、宣传、法律和宗教机构一直将我们束缚在规范中。有时甚至可以说，它们是阻碍我们前进的力量，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事实确实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在我们暴怒和失去理智的时刻，它们确实给予了我们应有的保护，避免我们在最糟糕的本能下做出愚蠢之事。我们要警惕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并在恰当的情形下寻求保护它们的方式。它们一旦消失，就将难以被替代。


  气候变化不同于人类曾经面临的其他挑战，对于目前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但有许多出色的例子可资借鉴。历次公民抵制运动，从20世纪早期的争取妇女参政运动到甘地发起的争取印度独立运动，到马丁·路德·金及其领导的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到格鲁吉亚2003年“玫瑰革命”，无一不振奋人心，因为这些运动都曾动员无数人投身于其事业。一个开放、包容的进程和一种同心协力改变历史进程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进，使他们比事先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说：“在事情未成功之时，一切总看似不可能。”


  我们参与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要参与学校、企业、社区、城镇和国家事务，以确保这场解决气候危机的斗争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运动。这并非改换政府或政治领导人就可以完成的事业，而需要我们致力于持久的整治行动和政治参与。实现我们目标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有走上街头呼吁变革的数百万人的支持，这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城市、投资者和政府为实现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采取了精心筹划、协调一致的行动，并以开放性的态度倾听来自公众的声音。


  民主要在21世纪实现生存和繁荣，气候变化是其成败与否的最大考验。


  
    [1]Laurie Goering, “Climate Pressures Threaten Political Stability—Security Experts,” Reuters, June 24,2015,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climatechange-security-politics/climate-pressures-threaten-political stability-security-experts-idUKL8N0ZA2H220150624.

  


  
    [2]Laura McCamy, “Companies Donate Millions to Political Causes to Have a Say in the Government—Here Are 10 That Have Given the Most in 2018,” Business Insider France, October 13,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fr/us/companies-are-influencing-politics-by-donating millions-to-politicians-2018-9.

  


  
    [3]Influence Map,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https://influencemap.org/influencer/National-Association-of Manufacturing-NAM.

  


  
    [4]关于美国的情况，可参见Andy Stone, “Climate Change: A Real Force in the 2020 Campaign?” Forbes, July 25,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andystone/2019/07/25/climate-change-a-real-force-in the-2020-campaign/。

  


  
    [5]有关“反抗灭绝”组织的更多详情，请访问他们的网站：https://rebellion.earth/。Brian Doherty, Joost de Moor, and Graeme Hayes, “The‘New’ Climate Politics of Extinction Rebellion?” openDemocracy, Novem ber 27,2018,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new-climate-politics-of extinction-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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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一个崭新的故事


  我们希望大家了解两件事情。


  第一，即使迟至今日，我们对未来仍然是有选择权的。因此，从现在起，我们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有意义的。


  第二，我们能够就我们的命运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并非注定走向毁灭性的未来，只要我们行动起来，人类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类能够应对重大问题。


  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回顾此刻时，很可能将此刻视为从设想转向行动的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我们选择的道路并不平坦，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未来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正处于真正的黑暗中，但我们绝对不会回头。我们可能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实际上这是关键时刻，正如我们读到的那些好的故事一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坚定不移地专注于这一任务，并认识到失败是不可接受的。


  艺术、文学和历史也能像科学那样丰富我们的头脑。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成为人类奋斗与复兴新征程的一部分。


  现在，有关气候危机的流行说法已经没有多大的感召力了，但一个崭新的故事可以提振我们的奋斗热情。


  当陈述方式发生变化时，一切也随之发生变化。


  1957年10月，美国人仰望着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飞越他们国家的上空。[1]天空中首次出现了卫星，而他们的“敌人”在这一方面赢了他们。那天晚上，从宾夕法尼亚到堪萨斯，再到科罗拉多，无数家庭沮丧地意识到“敌人”能看到他们，而且正在看着他们。


  美国是怎样回应的？几年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发表了要在十年内将人送往月球的著名演讲，这是一个挑战性远超发射卫星的创举。[2]他在讲这番话时并不知道结果如何，也没有具体的预算、计划或时间表。他只是寻回话语权，将美国人置于一种充满希望且他们能够占上风的语境中。


  这一演讲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它就按新目标的要求完成了自我重组。每个团队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进行创新，这尤其令年轻人感到振奋和激动。负责“阿波罗号”飞船任务的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3]每个人都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努力让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


  肯尼迪在首次造访NASA任务控制中心时，遇到一名正在打扫控制室的清洁工。他问道：“你在这儿的职责是什么？”


  “总统先生，”他回答说，“我正在把一个人送往月球。”[4]这种强烈的愿景使他感到自己是这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他确实是。必须有人使该房间保持洁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可能将人送往月球。请想象一下，假如他为某政府部门打扫控制室，而该政府部门已被其对手压制，正处于下风，他会有怎样的感受？可以说，正是那种话语激发他行动了起来。


  试想一下英国在1941年经历闪电袭击的故事。迟至1939年，英国人在怎样对付希特勒的问题上仍众说纷纭，分为多个不同派别。其中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坚持绥靖政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有相当多的人极力逃避现实，不敢正视希特勒不择手段地征服欧洲这个现实问题。后来，张伯伦下台，温斯顿·丘吉尔接任。丘吉尔做了许多事情而被人们铭记，虽然这些事情并不都是积极的，但他在那一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在其国民心中铭刻了一段旨在让人们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的全新陈述：一座仅存的孤岛，一个最伟大的时刻，在沿海、山地、街道反击敌人的最伟大的一代人，一个决不投降的国家。


  对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人进行的无数采访表明，当时有一种共同奋斗的精神贯穿一切行动，从不列颠之战中的飞行员到将其花园和绿地转变为大规模食品生产场地的市民无一不体现了这种精神。从泥土中刨土豆这一简单工作成为支持所爱的人在前线战斗的行动，这是赢得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


  很长时间以来，即使对于《巴黎协定》，流行的说法也是，气候变化是个过于复杂的问题，要使所有国家同意是不可能的，联合国的结构决定了这样的协定是不可能达成的。对于谈判，很多人会花费很多时间非常详尽地解释为什么不能越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达成协定。改变这种思维定式是我们迈出的最艰难但却最关键的一步。从在哥本哈根失利到在巴黎达到高峰，这是一个声势逐渐强大的进程。随着声势逐渐强大，故事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仅有少数人相信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是可能的，他们将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点。随着每个国家先后做出承诺，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太阳能板的价格下降，城市担当起其领导角色，人们在大街上游行，法人机构采取行动，投资者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这都是新故事旅程中的重要步伐。


  在地球支撑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达到极限的今天，我们也达到了限定我们生活方式的故事的极限。通过个人竞争实现的个人成功，持续的消费，对人类能够团结起来的怀疑，以及看不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地球有更深刻的影响——这些都不再是有益的了。


  现在，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我们在地球上的共同存在，这并不是因为它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目前对再生未来的追求比当年美国将人类送上月球或英国打败希特勒更为复杂，对未来的影响更大。


  这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追求，而是我们所有人、地球上所有国家和族群的责任。无论我们的分歧多么复杂或深刻，我们都要从根本上分享所有重要的东西，以期为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请想象一下我们实现这种愿景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对你来说可能显得牵强，甚至有点儿乌托邦的味道，但鉴于人类的生存正处于危急关头，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奋起应对这一挑战的机会比以往更大，人类是能够团结起来做到这一点的。我们能否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只需短短几年就会见分晓。


  我们想通过这本书将新故事中的某些要素编织在一起。


  我们可以重新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作为人类，我们有幸在这个经历着深刻变化的时代生活在这颗星球上。


  当我们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直视着我们并问我们“那时你们在干什么？”时，我们的回答不应该仅是我们做了我们能够做的任何事情。


  我们应该回答得更好一些。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


  我们做了必须做的所有事情。


  今天，让我们开始讲述这些事情：我们是怎样不畏惧这个看起来不可克服的挑战的，以及我们是怎样没有因我们遇到的诸多挫折而感到气馁的。让我们讲述我们是怎样做出从危险边缘撤回的选择的，以及我们严肃地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做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便从危机中奋起，同时重新建立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各种自然系统的关系。


  让我们共同成就这个伟大的冒险故事，逆袭的故事。


  一个奋力谋求生存的故事。


  一个繁荣发展的故事。


  
    [1]有关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人造地球卫星的更多信息，参见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putnik and the Dawn of the Space Age,” October 10,2007, https://history.nasa.gov/sputnik/。

  


  
    [2]有关《五十年后》演讲的详情，参见Marina Koren, “What John F.Kennedy’s Moon Speech Means 50 Years Later,” The Atlantic, July 15,2019,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9/07/apollo-moon landing-jfk-speech/59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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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关“刺杀肯尼迪和看门人”事件及其灵感和动机，参见Zach Mercurio, “What Every Leader Should Know About Purpos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20,2017,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what-every leader-should-know-about-purpose_b_58ab103fe4b026a89a7a2e31。

  


  即刻开始行动


  这份行动计划是强乐观思维主义者在一场逐渐壮大的运动中承诺实现的全球再生目标的一部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一起行动。希望你可以打开这个网站加入我们：www.GlobalOptimism.com。


  现在


  ·首先做一次深呼吸，然后决定我们要共同去做这件事，你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将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有远见的人，能够透过目前的黑暗看到人类的美好前景。从现在起，结束绝望，开始讲求策略。


  ·下定决心积极参与未来政治。你将为倡导减排的候选人投赞成票、竞选助威和提供支持。拒绝怀旧政治。在未来十年里，这将是你在政治上的第一选项。


  ·承诺到2030年，你对气候的影响在现有水平上减少一半以上，争取减少60%。因为现在你并不知道将来应该怎样做才不会致使你半途而废。我们都在学习。


  今天或明天


  ·确定你支持的主要执政官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就你的承诺向他们写信，以便他们知悉。告诉他们你在观察他们。


  ·每周至少有一天选择素食，并决定何时增加素食天数。


  ·从大处着眼。你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你将为实现再生未来做哪些大事？


  ·将你的承诺亲自或通过社交媒体告诉他人。不要害羞！邀请他人效仿。你的示范作用将激励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本周


  ·与你的同伴、孩子和朋友分享你减排一半以上的个人计划，并邀请他们也这样做。保护全部生命的未来应该是快乐的。开心地做这件事吧。


  ·采取某些行动并坚持下去——它会赋予你做下去的动力。减少日常能源消费，以自行车代替汽车，将你的能源来源转向100%的清洁能源。这都是很好的，也是需要你做的事情。想想你还能做什么事情，同时要记住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出门随便看看。世界遭到破坏，令人心痛，但它也是美丽的和完整的。关注你忘掉的东西，如春天生长中的叶子或冬天枯叶上的冰霜。体味我们对地球的感恩之情，感谢她的丰富与美丽。


  ·请收听我们的播客《乐观与愤怒》。我们将在节目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特邀嘉宾和专家讨论气候问题。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播客或登录网站https://globaloptimism.com/podcasts/收听《乐观与愤怒》。


  本月


  ·找出你周边组织中参与气候变化政治活动的人士。出席其会议并会见有关市民。敞开胸怀，让自己被那些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团体所创造的奇迹激励。


  ·与对气候变化问题不积极的人士交谈，了解他们的立场，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温和地强化其危机意识。


  ·将你的承诺付诸行动：今年你将做些什么？它将怎样影响你和你的家庭？你将怎样着手应用你计划做出的改变？


  ·计算你的碳足迹，这样就能知道你的碳排放来源。网上提供了几种不同的计算工具，请选择合适的计算工具，以此了解如何降低碳排放以实现最佳效果。


  ·登录网站www.count-us-in.org，写下你的承诺，然后加入一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不断壮大的社区，与他们一起减少碳排放。·挑战你的消费观。看看你买的东西，自问它们是否给你带来了快乐。质疑你购物贪多的冲动，体会减少购物给你带来的轻松感。


  ·开始正念修炼，也可以做感恩性呼吸练习。每天坚持，即使只持续几分钟也可以。学会在你本人、世界和你的反应间创建光隙。·植树。尽量多植树。寻找当地植树团体。尽量亲自到现场植树，如本人不能亲自到场，应支持他人前往。


  ·了解你有哪些优先于他人的特权，致力于帮助相关人士建立一个对所有人公平的活动环境。


  本年


  ·在日常生活中讲求策略。寻求推进减排事业的集体活动机会。这会启发你并帮助你感受到你是共同奋斗的一分子。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在你生活的地方经常参加直接行动，比如投票！


  ·始终如一。你可以将你的电力来源转为100%的可再生能源，重新选择你的上下班交通方式，改变你的飞行习惯，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如果你能将这些努力坚持一年，每年坚持就很容易了。要认可你的行动。


  截至2030年


  ·实现你减排一半以上的计划。预祝你成功。


  ·资助他人进行更多的植树活动，以此表明你对这一活动的支持。树木是有益的，世界需要更多的树木。


  ·确保你在国家或地区级选举中根据这些优先选项投票，并公开宣称你就是这样做的。


  ·继续践行你养成的其他新习惯。


  ·鼓励你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和所爱的人——加强气候意识。


  ·开始计划在未来十年实现再次减排一半以上。


  2050年之前


  ·实现净零排放，成为为所有人选择美好未来的一代新人的一分子。


  附录


  气温变化趋势


  [image: ]


  来源：气温变化趋势，改编自《气候行动跟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global/temperatures/)。


  注①：GtCO2e，gigtonnes of crbondioxide equivlent，10亿吨二氧化碳。——编者注


  致谢


  首先，我们要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塑造和引导着我们世界观的家人和导师，特别是何塞·菲格雷斯·雷尔、科菲·安南、一行禅师、比·里维特-卡纳克、奈杰尔·托平、安东尼·特纳、保罗·迪金森、弗雷泽·德拉姆、霍华德和休·兰姆夫妇、薇薇恩和迈克尔·扎米特·库塔加夫妇、真奉献比丘尼、僧侣派普·莱和派普·林。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起草2015年《巴黎协定》的各位同人的工作成果，也是那时以来致力于确保我们应对时代挑战的种种努力的结晶。


  一大批深受信任的友人和顾问对本书中观点的形成和完善给予了直接性协助，我们感谢他们的耐心审阅和睿智建议，尤其感谢下列人士：娜塔莎·里维特-卡纳克、杰西·艾布拉姆斯、斯蒂芬妮·安东尼亚、罗西娜·伯鲍姆、阿曼达·艾歇尔、尼克·福斯特、托马斯·弗里德曼、萨拉·古迪纳夫、卡勒姆·格里夫、戴夫·希克斯、安德鲁·海厄姆、约翰·霍尔德伦、萨拉·亨特、默林·海曼、拉杰·乔希、安迪·卡斯纳、萨提什·库玛、格雷厄姆·莱斯特、林塞·莱文、托马斯·林加德、托马斯·洛夫乔伊、马克·莱纳斯、迈克尔·曼、马里纳·曼西利亚·赫尔曼、马克·马斯林、比尔·麦吉本、珍妮弗·摩根、朱尔斯·佩克、马修·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普雷斯顿、夏伊拉·拉格哈弗、克洛艾·雷维尔、迈克·里维特-卡纳克、比尔·夏普、尼古拉斯·斯特恩、贝奇·泰勒、安妮·托平、帕特里克·维科金、史蒂夫·韦古德、丹尼尔·沃尔、马丁·温斯坦和克雷姆·依马兹。对佐伊·特克拉克-安蒂什、劳伦·哈姆林和维多利亚·哈里斯，则给予特别感谢。


  更有无数友人和同事和我们风雨同舟，我们共同起草《巴黎协定》，在世人为应对气候危机和审慎选择美好未来而采取的重大行动中共同奋斗。这样的友人和同事数不胜数，我们很遗憾在这里无法提及他们所有人，但我们需要特别提及亚力扬德罗·安盖格、洛雷娜·阿圭勒、法赫德·阿尔·阿提亚、阿里·阿尔-奈米、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克萨达、肯·亚历克斯、克里斯蒂娜·阿曼普尔、克里斯·安德森、马茨·安德森、莫妮卡·阿拉亚、约翰·阿什福德、戴维·阿滕伯勒、奥萝拉、玛丽安娜·阿瓦德、彼得·巴克、薇薇安·巴拉克里什南、阿杰伊·邦加、格雷格·巴克、埃科门尼科尔·帕特里亚克·巴索洛缪、凯文·鲍默特、休·比尼阿兹、法提赫·比罗尔、尼科莉特·巴特利特、奥利弗·贝特、马克·贝尼奥夫、杰夫·贝索斯、迪安·比亚莱科、迈克尔·布隆伯格、梅·博夫、盖尔·布拉德布鲁克、皮尔斯·布拉德福德、理查德·布兰森、杰斯珀·布罗丁、汤姆·布鲁克斯、杰里·布朗、莎伦·伯罗、费莉佩·考尔德伦、凯茜·卡尔文、马克·坎帕纳尔、米格尔·阿里亚斯·卡内特、马克·卡尼、克莱·卡尼尔、安德烈亚·科雷亚·多拉戈、安妮-索菲·赛瑞索拉、罗宾·蔡斯、萨加瑞卡·查特吉、皮莉塔·克拉克、海伦·克拉克森、乔·康菲诺、阿伦·克拉默、戴维·克兰、托马斯·安克·克里斯滕森、约翰·丹尼洛维奇、科尼尔斯·戴维斯、托尼·德布鲁姆、博纳迪塔斯·德卡斯特罗·穆勒、布赖恩·迪斯、克劳迪奥·德斯卡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葆拉·狄佩娜、埃利奥特·迪林格、桑德林·迪克森·德克里夫、阿哈默德·多赫拉弗、克劳迪娅·多布尔·卡玛戈、阿利斯特·多伊尔、何塞·曼努埃尔·恩特里坎纳尔斯、埃尔纳尼·埃斯科巴、帕特里西娅·埃斯皮诺萨、伊曼纽尔·费伯、内森·法比安、劳伦特·法比乌斯、埃米莉·法恩沃思、丹尼尔·费格、詹姆斯·弗莱彻、方济各、盖尔·加利、格蕾丝·格尔德、克丽丝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科迪·吉尔达特、珍·古道尔、阿尔·戈尔、基莫·格里、埃利·古尔丁、马茨·格兰瑞德、杰里·格林菲尔德、欧拉夫·格里姆森、萨莉·格罗弗·宾厄姆、伊曼纽尔·格林、卡夫·吉兰普、斯图尔特·格利弗、安杰尔·古里亚、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威廉·黑格、托马斯·黑尔、布拉德·霍尔、温尼·哈尔瓦克斯、西蒙·汉佩尔、凯特·汉普顿、尤瓦尔·诺亚·赫拉利、雅各布·希特利-亚当斯、朱利安·赫克托、希尔达·海因、内德·赫尔姆、芭芭拉·亨德里克斯、杰米·亨恩、安妮·伊达尔戈、弗朗索瓦·奥朗德、埃玛·霍华德·博伊德、斯蒂芬·霍华德、阿里安娜·赫芬顿、卡拉·赫斯特、杰伊·英斯利、纳塔莉·艾萨克斯、玛丽亚·伊万诺娃、莉萨·杰克逊、莉萨·雅各布森、丹·詹曾、米歇尔·杰拉德、莎朗·约翰逊、凯尔西·朱莉安娜、尤兰达·卡卡巴德斯、利拉·卡巴西、凯欧·科克-威瑟、马辛·克罗拉克、伊恩·基思、马克·肯伯、约翰·克里、肖恩·基德尼、吉姆·金、潘基文、金丽飒、理查德·金利、贾扬蒂·基帕拉尼修女、伊莎贝拉·科克尔、拉里·克雷默、凯利·克雷德、基尚·库玛辛格、蕾切尔·凯特、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菲利普·兰伯特、丹·拉肖夫、吉尔赫姆·利尔、佩妮洛普·利娅、伯尼斯·李、杰里米·莱格特、托马斯·林加德、安德鲁·利夫里斯、亨特·洛文斯、明迪·露伯、米格尔·安吉尔·曼塞拉·埃斯皮诺萨、斯特拉·麦卡特尼、吉娜·麦卡锡、比尔·麦克唐纳、凯瑟琳·麦肯纳、索尼娅·梅迪纳、贝尔纳黛特·米汉、约翰尼斯·迈耶、玛丽亚·门迪鲁斯、安托万·米琼、戴维·米利班德、埃德·米利班德、阿米纳·穆罕默德、珍妮弗·莫里斯、托西·姆帕努-姆帕努、诺兹弗·姆扎卡托-狄塞科、库米·奈都、妮科尔·吴、迈特·恩科阿纳-马沙巴内、英德拉·努伊、迈克尔·诺思罗普、蒂姆·纳托尔、比尔·奈、雷夫·奥弗、琼·厄尔旺、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欣杜·奥马鲁·易卜拉欣、莫·易卜拉欣、凯文·奥汉隆、勒内·奥雷拉纳、瑞肯·帕特尔、乔斯·佩尼多、夏洛特·佩拉、乔纳森·珀欣、斯蒂芬·佩特里科恩、斯蒂芬妮·菲弗、香农·菲利普斯、伯特兰·皮卡德、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约翰·波德斯塔、保罗·波尔曼、伊恩·庞斯、卡尔·波普、乔纳森·波里特、帕特里克·普亚恩、曼努埃尔·普尔加·维达尔、特雷西·拉奇克、贾伊拉姆·拉梅什、柯蒂斯·拉夫尼尔、罗宾·雷克、吉塔·雷迪、丹·莱夫斯奈德、菲奥纳·雷诺兹、亚历克斯·里维特-卡纳克、克里斯·里维特-卡纳克、本·罗兹、尼克·罗宾斯、吉姆·罗宾逊、玛丽·罗宾逊、克里斯提姆·罗德里格斯、马修·罗德里格斯、凯文·拉德、马克·鲁法洛、阿图尔·朗格-梅茨格、弗雷德里克·萨玛玛、卡斯滕·塞奇、克劳迪娅·萨勒诺·卡尔德拉、理查德·萨曼斯、M.桑杰安、史蒂夫·索耶、杰罗姆·施米特、柯丝蒂·施尼伯格、克劳斯·施瓦布、阿诺德·施瓦辛格、杰夫·西布莱特、马罗斯·塞夫科维奇、利娅·塞利格曼、彼得·塞利格曼、奥利格·沙马诺夫、凯文·希基、塞思·舒尔茨、费克·西耶贝斯马、纳特·西蒙斯、保罗·辛普森、迈克尔·斯凯利、埃尔娜·索尔贝格、安德鲁·斯蒂尔、阿奇姆·斯坦纳、托德·斯特恩、汤姆·斯戴尔、艾琳·苏亚雷斯、穆斯塔法·苏莱曼、特里·塔米宁、拉丹·塔塔、阿斯特洛·泰勒、特莎·特恩特、苏珊·蒂尔妮、哈尔多·索尔吉森、格蕾塔·桑伯格、斯文特·桑伯格、哈拉·托马斯多蒂尔、劳伦斯·图比亚纳、基思·塔弗雷、乔·廷德尔、汉迪·乌鲁卡亚、本·范·伯登、安迪·维西、吉诺·范·贝金、马克·沃茨、多米尼克·瓦雷、梅里迪思·韦伯斯特、斯科特·韦纳、海伦·威尔史密斯、安莎·威廉姆斯、德西玛·威廉姆斯、马克·威尔逊、贾斯廷·温特斯、马丁·沃尔夫、法尔哈纳·亚敏、张越、穆罕默德·尤努斯、约亨·蔡兹、解振华等人士。


  感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各位优秀同事、始终谨慎勤勉的联合国安全人员和堪称典范的“使命2020”团队。


  本书的定稿离不开我们有幸合作的克诺夫和邦尼尔公司的编辑埃罗尔·麦克唐纳和玛格丽特·斯特德及他们各自的团队的倾情付出。


  我们曾为撰写本书酝酿了整整两年，但几乎毫无进展，直到2018年9月我们遇到道格·艾布拉姆斯，事情才发生了转机。道格及创意建筑师图书和媒体开发代理机构的团队彻底颠覆了我们的做法，奇迹般地将这项酝酿中的计划变成了现实。没有他们，这简直无法想象，也无法实现。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团队；除了道格，我们同样感谢文字大师拉拉·洛夫和效率极高的泰·吉迪恩·洛夫。我们还要感谢卡斯皮安·丹尼斯、桑迪·维奥莱特和艾伯纳·斯坦出版社的整个团队，以及卡米拉·费里尔、杰玛·麦克多纳和马什出版代理机构的整个团队。


  最后，我们特别感谢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始终支持我们的挚友和家人。在撰写本书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历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诸多人生大事，可谓悲喜交集：令我们悲伤的是，克里斯蒂安娜的两位兄弟马里亚诺和马蒂、汤姆的岳母艾琳·沃尔特、道格的父亲理查德·艾布拉姆斯先后去世。但值得高兴的是，克里斯蒂安娜的女儿伊安娜喜结良缘。我们深切感谢在此期间始终慷慨、耐心支持我们的友人，特别是奈玛·里特、伊安娜·里特、柯尔斯滕·菲格雷斯、马里亚诺·菲格雷斯、查科·德尔加多、戴维·霍尔、罗恩·沃尔特、戴安娜·斯特赖克、萨拉·里维特-卡纳克和娜塔莎·里维特-卡纳克。


  你们伴我们走过昨天，陪伴着我们的现在，还将伴我们一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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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讲话时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这是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气候雄心峰会、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领导人气候峰会等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了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一个时间点达到峰值后由升转降的历史拐点。碳中和是指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循环利用以及用技术手段对二氧化碳进行捕获与封存等，使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增量为零，从而达到二氧化碳的相对“零排放”。


  传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高碳经济，带来了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我国是在人口数量巨大、人均收入低、能源强度大、能源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给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透支。要不断降低碳排放量，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


  中国历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是最早制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主动承担相应责任，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努力推动全球气候谈判。我国早在1994年就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07年制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13年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4年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2016年签署了《巴黎协定》，2016年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021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正在编制过程中。在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同时，中国还通过切实行动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已经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9%，大幅超额完成到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如既往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持续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气候行动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能实现协同增效。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能源体系的低碳转型，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为了普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知识，本书作者在分析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从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出发，分析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碳达峰、碳中和对生态系统、产业、社会生活的影响，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碳达峰、碳中和技术的研发，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这对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到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相信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一定能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使我国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贡献者和引领者。


  是为序。


  解振华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


  2021年7月


  
    [1] 中国减排承诺激励全球气候行动[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2/content_5550452.htm，2020-10-12.

  


  第一章

  在历史变局中世界迎来碳达峰、碳中和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环境领域一直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领域，维系着人类的兴衰和各国的发展前景。碳达峰、碳中和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


  气候变暖的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指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是美国气象学家詹姆斯·汉森于1988年6月在美国参众两院听证会上首先提出的。


  全球变暖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使地球大气升温。


  国际岩石生物圈计划和斯德哥尔摩环境调节力中心联合实施的一项研究，在2009年发布了一份关于人类安全利用“地球极限”报告的扩充。该扩充报告评估了9个地球极限，认为人类已经越过气候变化、物种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化肥污染4个极限。而作为地球九大极限之一的气候变化已非常严重，二氧化碳（主要温室气体）的浓度达到了397ppm（1ppm=0.0001%，即百万分比浓度），已经超过350ppm的安全界限。[1]


  认为全球正在变暖的科学家指出，20世纪后半叶是北半球1300年来最为暖和的50年。在过去的100年间，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全球范围内冰川大幅度消融，世界各地洪水、干旱、台风、酷热等气象异常事件频发。到20世纪中期，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17厘米。中国《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1909—2011年，中国陆地区域平均增温0.9~1.5℃，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而近60年来变暖尤其明显，地表平均气温升高1.38℃，平均每10年升高0.23℃，几乎为全球的两倍。近50年来中国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西藏冻土最大减薄了4~5米。据预测，未来50—80年，中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3℃。


  21世纪初的前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幅为2.7%。排在前6位的分别是中国（29%）、美国（16%）、欧盟（11%）、印度（6%）、俄罗斯（5%）、日本（4%），森林火灾等生物质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还未包括在内。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显示，目前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约升高1.2℃，2020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3个年份之一，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15年以来的6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和2020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202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仍在上升。


  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不仅会造成自然环境和生物区系的变化，而且对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健康都将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但也有科学家对全球变暖提出疑问。一些科学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并非人类活动所致，主要是自然原因引起的，未来的气温将随太阳辐射强度的回落而下降，温室效应和人类工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地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地球所处的大生态期决定的，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构不成主要因素；从短期看，太阳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太阳辐射与积融雪速率的关系影响着气候的变化，而人类在冰盖消融和冰雪融化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来自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臭氧（O3）、氟利昂或氯氟烃类化合物（CFCs）、氢代氯氟烃类化合物（HCFCs）、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其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臭氧是自然界中原来就有的成分，而氟利昂或氯氟烃类化合物、氢代氯氟烃类化合物、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产物。


  工业革命以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平均值约为280ppmv（ppmv表示百万分之一体积单位），变化幅度约在10ppmv内。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使碳循环的平衡被打破，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燃烧量不断增加，海洋和陆地生物圈不能完全吸收多排放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目前，每年全世界燃烧化石燃料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折合成碳大约是60亿吨，森林破坏和土地利用变化释放二氧化碳约15亿吨。每年大气中碳的净增量大约是38亿吨，37亿吨会被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海洋约20亿吨，陆地生物圈约17亿吨），约有50%的二氧化碳留在了大气中。


  甲烷是大气中含量丰富的有机气体，主要来自地表，可分为人为源和自然源。人为源包括天然气泄漏、石油煤矿开采及其他生产活动、热带生物质燃烧、反刍动物、城市垃圾处理场、稻田等；自然源包括天然沼泽、多年冻土融解、湿地、河流湖泊、海洋、热带森林、苔原、白蚁等。甲烷的产生和排放的领域主要包括废物处理、农业、燃料逸出性排放以及与能源相关或无关的工业、土地变化和林业等。全球甲烷排放量约为5.35（4.10~6.60）亿吨/年，其中自然源为1.60（1.10~2.10）亿吨/年、人为源为3.75（3.00~4.50）亿吨/年，人为源约占70%。人类排放源可分为与化石燃料有关的排放源和生态排放源。


  氧化亚氮来源于地面排放，全球每年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约为1470万吨。其中自然源（主要包括海洋以及温带、热带的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为900万吨，人为源（主要包括农田生态系统、生物质燃烧和化石燃烧、己二酸以及硝酸的生产过程）大约为570万吨。大气中氧化亚氮每年的增加量约为390万吨，其产生和排放的领域主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生产和转换、土地变化和林业等，其中农业过量施氮是一个重要因素。人类主要通过施用氮肥增加农作物产量，而以氮肥所代表的活性氮一方面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当活性氮以氧化亚氮的形式存在时，它还是增温效应最强的温室气体。目前氧化亚氮的温室效应贡献为二氧化碳的1/10，但单个氧化亚氮分子的增温效应大约是二氧化碳的300倍。要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工业要低碳、农业要低氮、生活要生态。


  气候变化引发巨大自然灾难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的灾难包括冰川消融、永久冻土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咸潮入侵、生态系统突变、旱涝灾害增加、极端天气频繁等。


  1980—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速率。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的冰川面积退缩约10.1%，冻土面积减少约18.6%。如果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较高的温度将使冰川雪线上升、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使一些海岸地区被海水淹没，部分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变暖也可能影响降雨和大气环流的变化，使气候反常，易造成旱涝灾害，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被破坏。联合国的《非洲的弱点和改进》报告指出，如果气温持续上升，到2085年，海平面将上升15~95厘米，造成30%的沿海建筑被海水淹没，同时非洲大陆1/3的生物种类将灭绝；在5000多种植物中，约有80%会因为气候变暖而退化。覆盖着格陵兰岛的170万平方千米的冰原一旦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涨7米。科学家估计，被誉为“地球之肺”的贝伦—亚马孙河三角洲，在几十年内，会因气候变化使亚马孙森林变成萨瓦纳稀树草原……


  气候变暖加剧将造成中国境内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大，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消失，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海平面持续上升。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2018年发布的《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1980—2018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3毫米/年，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有分析表明，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如果海平面上升30~50厘米，全球超过10万千米的海岸线将受其影响，珠江三角洲和孟加拉国的恒河三角洲处境尤为堪忧；如果海平面升高大于50厘米，超过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将受到影响，斐济和马尔代夫等国的领土将所剩无几，孟加拉国、印度和越南的部分领土也将被淹没；当海平面上升超过1米时，威尼斯、纽约、伦敦、上海等城市将被淹没，一些人口集中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黄河—海河三角洲）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沿海将有12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海水吞噬。据中国《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预测，到21世纪末，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比20世纪高出0.4~0.6米。


  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经济损失巨大


  《气候脆弱性监测》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正在使世界经济每年遭受约1.6%的损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将升至每年2800亿~5000亿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则显示，到2030年，将有4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会受到全球变暖的直接影响，亚、非国家所受经济损失将尤其明显。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


  全球气候变化会使全球气温和降雨形态迅速发生变化，造成大范围的森林植被破坏，使许多地区的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无法适应或不能很快适应气候的变化，进而影响粮食作物的产量和作物的分布类型，使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性影响。气候变化能够使小麦和玉米平均每10年分别减产约1.9%和1.2%，1961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已经使全球农业生产力下降了21%。


  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全球变暖会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主要因素，表现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加巨大的压力。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2030—2050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疟疾、痢疾、热应激和营养不良将造成全球每年25万人死亡。气候变暖还会使高山冰川融化，出现生态难民。


  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近年来，气候问题已从一个自然的问题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各国之间为此争吵不断。发达国家掌握了经济上的主导权和国际话语权，其利用气候问题树立新的经济霸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最早提出征收碳关税，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征收特别的进口碳关税，以避免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竞争，特别是其境内的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中规定从2020年起，对进口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美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对碳关税进行立法的国家。2009年底，法国也通过了从2010年起在法国国内征收碳税的议案。这说明：一方面，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来应对目前全球变暖及解决减排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将利用碳关税这个新武器来构筑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推行碳关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与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自然比较大，征收碳关税将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遭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2007年出版的第1期《国际生态与安全》杂志发表了由美国五角大楼“战略大师”安德鲁·马歇尔担任主要作者的气候变化报告。该报告称，气候变暖将导致地球陷入无政府状态，气候变化将成为人类的大敌，其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过恐怖主义。


  
    [1] 报告称地球9个极限人类已越过4个：破坏巨大[EB/OL].http://tech.hunqiu.com/discovery/2015-01/5504581.html，2015-01-26.

  


  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


  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警告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专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状况及其影响等。1991年，联合国就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了多边国际谈判。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共有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70多个国际组织和团体的代表、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15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4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一个里程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1995年3月底至4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通过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履行公约的决定》，要求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开展最广泛的合作”，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


  1996年7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呼吁各国加速谈判，争取在1997年12月前缔结一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以减少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首开人类历史上在全球范围内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


  1998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促使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早日生效，同时制订了落实议定书的工作计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


  1999年10月底至11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通过了商定《京都议定书》有关细节的时间表，但在《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三个重大机制上未取得重大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


  2000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由于美国坚持要大幅度减少减排指标，致使会议无法达成预期的协议。2001年3月，美国政府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由，正式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


  2001年10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会议通过了《马拉喀什协定》，通过了有关《京都议定书》履约问题的一揽子高级别政治决定，为《京都议定书》附件1所规定的缔约方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使其生效铺平了道路。会议结束了“波恩政治协议”的技术性谈判，为具体落实《京都议定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


  2002年10月底至11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通过了《德里宣言》，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明确指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途径，敦促发达国家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并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帮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


  2003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会议在推动《京都议定书》尽早生效并付诸实施方面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


  200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议程主要涉及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做的具体工作，在几个关键议程上的谈判进展不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


  2005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达成了40多项重要决定。其中包括启动《京都议定书》新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以进一步推动和强化各国的共同行动，切实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势头。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


  2006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二次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大会达成了包括“内罗毕工作计划”在内的几十项决定，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在管理“适应基金”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具体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


  从“巴厘岛路线图”到《巴黎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


  2007年12月3—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192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176个《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共1.1万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2012年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安排等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巴厘岛路线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波兹南举行。会议总结了“巴厘岛路线图”的进程，正式启动了2009年气候谈判，同时决定启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基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2009年12月7—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共有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115位国家领导人出席，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会议达成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决定延续“巴厘岛路线图”的谈判进程，推动谈判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同时提出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会议成为全球走向生态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


  2010年11月底至12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会议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保了2011年的谈判继续按照“巴厘岛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会议还就适应、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等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


  2011年11月底至12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举行。会议同意延长5年《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效力，就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达成了一致。会议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德班平台），在2015年前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大会确定绿色气候基金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在德班大会期间，加拿大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


  2012年11月26日—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议通过了《多哈修正案》，最终就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及第二承诺期以8年为期限达成一致，从法律上确保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实施。大会还通过了有关长期气候资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工作组成果、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多项决议。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明确不参加第二承诺期。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


  2013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华沙举行。会议主要取得三项成果：一是德班平台基本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二是发达国家再次承认应出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三是就损失损害补偿机制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开启有关谈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


  201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大会就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协议草案的要素基本达成一致，进一步细化了2015年协议的各项要素，为各方进一步起草并提出协议草案奠定了基础。


  《巴黎协定》开启全球合作新时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有3.6万多名来自政府、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参会的国家和地区达195个，约150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会上184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标志着解决全人类面临的气候问题开始进入了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二次缔约方会议


  2016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二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次缔约方会议、《巴黎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这是《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的第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万名相关人士参加。本次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议题和意义是将《巴黎协定》的承诺转化为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三次缔约方会议


  2017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大会的核心议题是2018年促进性对话、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适应和资金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


  2018年12月2—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十四次缔约方会议、《巴黎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第三阶段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召开，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为2020年以后全球气候行动的落实奠定了制度和规则基础。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2019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峰会取得了务实的成果，展现了各国在共同政治决心方面的飞跃，展示了为支持《巴黎协定》在实体经济领域开展的大规模行动，为2020年关键气候行动期限前实现国家目标和推动私营部门行动做出了重要努力。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2019年12月2—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巴黎协定》第二次缔约方大会及相关边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众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的2万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进行了谈判。大会通过的《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文件指出，各方“迫切需要”削减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会未能就核心议题《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共识。


  国际社会开启全球气候行动


  2020年，在全球碳排放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当前，中国正处于“平台期”，新兴工业化国家碳排放还在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还未开始。


  尽管目前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尚有不同看法，但气候变化超出气候问题的范畴而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更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环境领域一直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领域，维系着人类的兴衰，影响着各国的发展前景。


  当前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众多议题上分歧严重，各个领域竞争激烈，但在应对气候危机以及相关问题上态度一致。2021年4月15—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会后双方发表了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强调了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的重要性，同意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共同为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成功做出努力。


  2021年4月7—8日，第三十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联合声明肯定了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四国根据本国国情所实施的有力度的气候行动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基础四国已经提出了反映最高雄心的气候政策和贡献，并致力于采取有力度的行动实施其国家自主贡献（NDCs）。


  2021年4月16日，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举行。三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坚持多边主义，全面落实《巴黎协定》，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强气候政策对话和绿色发展领域合作，将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成中欧合作的重要支柱。


  2021年4月22—23日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强调，世界主要经济体迫切需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之前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确保气候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能够实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强调各国须立即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呼吁各国开征碳税，停止化石燃料补贴，增加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停止新建煤炭发电厂，确保富裕国家在2030年前、所有国家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并实现公平的绿色转型。美国承诺，到2030年使全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2005年减少50%~52%；中国重申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并强调将“严控煤电项目”，同时支持部分地方和行业企业“率先达峰”；加拿大致力于到2030年，使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减少40%~45%；日本承诺，到2030年使碳排放量比2013年减少46%；英国宣布，计划到2035年使碳排放水平比1990年减少78%；韩国宣布将停止所有针对煤炭的外部融资，并将在今年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巴西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截至2021年5月，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宣布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近100个国家正在研究各自的目标。


  2021年5月6—7日，第十二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视频会议召开，德国在开幕式上表示，德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将从2050年提前到2045年。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四大重要里程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154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的一项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1994年3月21日生效。


  其核心内容包括：一是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将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可持续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二是确立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三是明确发达国家应承担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义务；四是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它们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一是“共同而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三是各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测、防止和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四是尊重各缔约方的可持续发展权；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它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共有28个条款和2个附件，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以及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2008—2012年，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排放量可以与1990年排放量基本相当，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可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减排多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多哈修正案》将三氟化氮（NF3）纳入管控范围。


  《京都议定书》首开全球范围内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河。为了使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第一种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第二种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第三种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第四种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欧盟内部的国家可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削减、有的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任务。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成为《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清洁发展机制规定了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实施该机制下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林业领域内的唯一合作机制。由于森林与气候的变化关系密切，森林生长可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的吸收汇、贮存库和缓冲器，但如果森林遭受破坏、生病或是死亡，蓄积在这些森林里的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使森林变成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因此，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措施，可增强陆地碳吸收量。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地控制森林灾害，可减少陆地碳排放量。以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生物能源，加强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可减少能源和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指出：“这是全世界迎战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挑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所有国家从现在开始，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不要让气候拖住我们的后腿，使我们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巴厘岛路线图”


  “巴厘岛路线图”是2007年12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共有13项内容和1个附录。


  “巴厘岛路线图”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路线图指出气候变暖是不争的事实，拖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只会增加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危险；二是路线图强调了国际合作，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将考虑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他相关因素，缔约方的共同行动包括一个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全球长期目标，以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三是路线图确定通过谈判达成减缓全球变暖新协议的框架，美国这个仍在《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唯一工业大国将被纳入新协议的框架之内；四是路线图规定所有缔约的发达国家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尽管没有具体确定减排目标和具体哪些国家应当减排及减排的数量，但规定了到2020年将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降低25%~40%的目标和到2050年实现全球排放量减少50%的目标；五是路线图规定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不设定具体目标，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在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支持问题等方面的帮助；六是路线图包括为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毁林和森林退化提供可能的财政支持，毁林与森林退化问题将最终被纳入法律的框架之中；七是路线图规定谈判将于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结束，协议在2012年年底生效，以接替《京都议定书》。


  “巴厘岛路线图”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中的一座新里程碑，确定了加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领域，为进一步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明了方向。


  《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的，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共29项条款，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巴黎协定》坚持公平原则、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显著低于2℃的水平，并向升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1.5℃努力；在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促进气候恢复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的发展；使资金流动与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恢复力的发展相适应。[1]


  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量控制400亿吨，2080年实现净零排放，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继续提出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目标，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逐步向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或限排目标迈进；发达国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建立“强化”的透明度框架，重申遵循非侵入性、非惩罚性的原则，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灵活性；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


  到2017年11月，共有197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些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例接近100%。


  《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把国际气候谈判的模式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奠定了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巴黎协定》的达成为解决气候危机打下了基础，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里程碑，标志着解决全人类面临的气候问题开始进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1] 夏堃堡.国际环境外交[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43.

  


  第二章

  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基础


  针对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我国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制订了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30年碳达峰是二氧化碳的达峰，206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包括全经济领域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只是二氧化碳，还有甲烷、氢氟化碳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等全部温室气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这就需要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有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的技术路线。[1]


  
    [1] 本章仅涉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当代思想基础、哲学和伦理学基础，以及当下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政策依据，但陈新华在2021年4月14日《中国能源报》上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物理学基础、能源系统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进行了创新性的总结。

  


  碳达峰、碳中和的思想基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指出，“下决心停掉矿山，这些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后，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升华，形成了一套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发展之路，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之中，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并逐渐在全国广泛推广，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完整地表述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生存与发展、生态与财富的关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


  第一，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就是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环境和发展问题在新时代的科学定义。


  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绿水青山是生存之本，金山银山是发展之源”，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内容，两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排斥的。只要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就能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巨大动力源，在实现“绿水青山”常在的同时，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第二，正确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就是正确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科学判断。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沛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人类离开了清新的空气、洁净的饮用水、生态的土壤以及大自然提供的资源，一刻也不能生存，发展更是无从谈起。人类要生存就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发展，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求生存。“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就是彻底否定破坏生态环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正确处理好生存和发展关系。


  第三，正确处理生态与财富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正确处理生态与财富的关系，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生态与财富及其增长问题的重新定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财富的稳步积累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必须将环境与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来分析研究，构建生态环境经济系统。在生态环境经济系统内，绿水青山的首要使用价值就是维持、修复生态系统和从整体上支持人类的生存。所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遏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是保护绿水青山。从这个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是另一层含义上的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增值金山银山。同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态产品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通过开发利用转化为金山银山，这就是生态经济化的过程。在生态环境经济系统中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态产品的消费，要走经济生态化发展之路。只有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有机统一，才能维护“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层含义。


  习近平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论述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2]


  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义务，已提前完成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和设立自然保护区相关目标。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作出艰苦卓绝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作出更大努力和贡献。[3]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上致辞时指出：“绿色经济是人类发展的潮流，也是促进复苏的关键。中欧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不久前，我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方将为此制定实施规划。我们愿同欧方、法方以明年分别举办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自然保护国际会议为契机，深化相关合作。[4]


  2020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变暖不会因疫情停下脚步，应对气候变化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要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中国愿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称的国际责任，继续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艰苦努力。我不久前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将说到做到！[5]


  2020年11月22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时指出：“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二十国集团要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导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不久前，我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言出必行，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6]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讲话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中国为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今年9月，我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我愿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7]


  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特别致辞时指出：“中国将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已经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我们认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中国正在制定行动方案并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实现既定目标。中国这么做，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8]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9]


  2021年3月22—25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省建设布局，科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0]


  2021年4月2日，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努力引领世界发展潮流。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11]


  2021年4月16日，习近平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再次重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12]


  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此外，中国已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13]


  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要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要坚决拿下来。[14]


  2021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加强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衔接，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发挥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导向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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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达峰、碳中和的哲学和伦理学基础


  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哲学基础


  生态文明观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身与心（我与非我、心灵与宇宙）的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观、具有建设性的人类生存与发展意识的理念和发展观，它跨越自然地理区域、社会文化模式，从现代科技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来发展生产力，并从以人类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关系。生态文明观的核心内容是共生和谐。


  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正逐步走向世界。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二十七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的决心和成效。


  生态文明观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取向，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信息文明为手段，把以当代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调整到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为中心的发展上来，从根本上确保了当代人类的发展及其后代持续发展的权利。


  生态文明观的内容


  第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天然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于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必将损害人类本身。生态危机自古有之，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危机产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虽然湮灭了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几大古代文明，但总体上说，其影响还是区域性和小时空的，因此即使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也无法引起主流社会的足够重视。工业化以来，人类的生态意识还未做出适应性调整，区域性的生态灾难就已经酿成，进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只有重新定义生产力的内涵，重建生态意识，普及生态伦理，建立和谐的“自然—人—经济”复合系统，才能化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代内生态公正和个体间生态公正；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代际生态公正。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一方面会造成人类社会本身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畸形效应会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应的关系上。最典型的是工业化时代对资源的占有和污染的转移，由于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得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输出污染，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这种污染通过全球性循环反过来又影响发达国家的环境，这也是生态文化被颠覆而危及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只有重建全球生态文化，才能给科学技术重新定向，才能发展生态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第三，正确处理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关系。自然界有数百万种植物、动物、微生物，各物种所拥有的基因和各种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就是生态系统。自然界生物之间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正是这种动态平衡产生的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人类忽视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关系，它们间的动态平衡一旦被打破，能否延续下去就会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四，正确处理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人工自然是人利用或改造天然自然，创造天然自然中所不存在的人类文明，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人工自然物。人工生态系统包括人造森林、人造牧场、农田生态系统、水产养殖场、城市生态系统、村镇生态系统等，人工自然物是人类利用自然材料制造的各种物品。工业文明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反过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又把工业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处理与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的关系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现代生物技术及核能等的发展与利用将对人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人类不能正确地利用它们，那么这些现代科学技术将会危害人类本身。


  第五，正确处理人的身与心、我与非我、心灵与宇宙的关系。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界生物之间、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最终归结到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当代社会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根源在于人的身与心存在严重分裂、人的心灵与宇宙存在巨大差异，来源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思维指导下的行为使“天人”“人地”关系全面失衡。只有弘扬中国古代崇尚治身与治心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白人的内心比宇宙更广大，不断地开发与开阔内心的空间，生态文明理念才会在全社会形成。


  生态公正


  生态公正理念是碳达峰、碳中和的伦理学基础


  生态公正是指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相关关系时，不同国家、地区、群体之间拥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必须公平对等，体现了人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对其权利和义务、所得与投入的一种公正评价。


  生态公正是社会公正理念在生态领域的表现，是针对生态领域所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破坏问题及权责混乱现象而提出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的200多年时间里，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总量的47%，人均排放量更是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国家或地区在生态权益的享受和生态责任的承担上不匹配。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行动中，要承认并尊重生命及自然界的独特价值，尊崇持续良性发展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生态权益。


  生态公正的内容


  第一，种际生态公正。种际生态公正是指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生态公正，强调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应该保持一种适度的开发与保护关系，既不能为了人类的利益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也不能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罔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构建一种共生共荣、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的关系，在能量和物质交换上达到动态平衡，使人类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种际生态公正要求人类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第二，群际生态公正。群际生态公正是指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态公正，主要包括代内生态公正和代际生态公正。


  代内生态公正指同处一个时代的不同民族及地域群体、不同性别之间的生态公正。代内生态公正强调同一时空下不同群体生态权益和生态责任的对等，任何群体既不能只享有或多享有生态权益而不承担或少承担生态责任，也不能只承担或多承担生态责任而不享有或少享有生态权益。代内生态公正又可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生态公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域际生态公正、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群际生态公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性别生态公正。


  代际生态公正指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生态公正。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在生态资源的利用上要实现动态的平衡，既不能为了当代人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子孙后代无自然资源可用，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使当代人不能使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合理的状态应该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既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不会对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供利用的生态资源和发展条件。


  第三，个体间生态公正。个体间生态公正是指特定时空之下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生态公正。个体间生态公正落脚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强调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生态权益和生态责任上的对等。个体间生态公正构建着眼于生态权益和生态责任的个体化，通过构建个体间生态公正，形成一个由生态公民构成的社会，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奠定社会基础。


  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政策依据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201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1]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包括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7个一级指标和56个二级指标。


  资源利用｜权重为29.3%，包括14个二级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4个能源消费指标，用水总量、万元GDP用水量下降、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4个用水指标，耕地保有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降低率3个用地指标，资源产出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3个资源循环利用指标。


  环境治理｜权重为16.5%，包括8个二级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氨氮排放总量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4个约束性指标，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3个污染物治理指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1个环境治理投入力度指标。


  环境质量｜权重为19.3%，包括10个二级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2个空气质量指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地表水劣V类水体比例2个地表水质量指标，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3个水质指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3个耕地质量指标。


  生态保护｜权重为16.5%，包括10个二级指标：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自然岸线保有率、湿地保护率、陆域自然保护区面积、海洋保护区面积、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增长质量｜权重为9.2%，包括5个二级指标：人均GDP增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绿色生活｜权重为9.2%，包括8个二级指标：公共机构人均能耗降低率、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率、绿色出行（城镇每万人口公共交通客运量）、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公众满意程度｜包括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程度1个二级指标，涉及公众对空气质量、饮用水、公园、绿化、绿色出行、污水和危险废物及垃圾处理，以及噪声、光污染、电磁辐射等环境状况的满意度。


  绿色发展指数由除“公众满意程度”之外的55个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而成，计算公式为：


  [image: ]


  式中Z为绿色发展指数，Yi为指标的个体指数，N为指标个数，Wi为指标Yi的权数。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2016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还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2]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包括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年度评价结果、公众满意程度、生态环境事件5项目标类别和23个子目标。


  资源利用｜总分值为30分，包括8个子目标（含分值）：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4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4分）、能源消费总量（3分）、万元GDP用水量下降（4分）、用水总量（3分）、耕地保有量（4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4分）。


  生态环境保护｜总分值为40分，包括12个子目标（含分值）：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5分）、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5分）、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份为3分，其他省份为5分）、近岸海域水质优良（Ⅰ类、Ⅱ类）比例（2分，为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份）、地表水劣Ⅴ类水体比例（5分）、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2分）、氨氮排放总量减少（2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2分）、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2分）、森林覆盖率（4分）、森林蓄积量（5分）、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3分）。


  年度评价结果｜总分值为20分，包括1个子目标：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的综合情况，采用“十三五”期间各地区年度绿色发展指数，每年绿色发展指数最高的地区得4分，其他地区的得分按照指数排名顺序依次减少0.1分。


  公众满意程度｜总分值为10分，包括1个子目标：居民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的满意程度，通过每年调查居民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比例，并将5年的年度调查结果算术平均值乘以该目标分值。


  生态环境事件｜此项目标类别为扣分项，包括1个子目标：地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环境污染责任事件、严重生态破坏责任事件的发生情况，每发生1起扣5分，该项总扣分不超过20分。


  根据各地区约束性目标完成情况，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对有关地区进行扣分或降档处理：仅1项约束性目标未完成的地区该项考核目标不得分，考核总分不再扣分；2项约束性目标未完成的地区在相关考核目标不得分的基础上，在考核总分中再扣除2项未完成约束性目标的分值；3项（含）以上约束性目标未完成的地区考核等级直接确定为不合格。其他非约束性目标未完成的地区有关目标不得分，考核总分中不再扣分。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2018年6月，国家标准委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制修订核心标准100项左右，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达到3~5个；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点标准实施进一步强化，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相关标准化试点示范80个以上，形成一批标准化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优良实践案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标准外文版翻译50项以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化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深化。[3]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框架包括空间布局、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4个标准子体系，标准体系框架根据发展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空间布局｜包括4个指标：陆地空间布局（自然资源确权赋权活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绿色矿山、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城市化地区综合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生态功能区综合整治、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综合整治等），海洋空间布局（海岸带保护与利用、海岛保护与利用、海洋灾害风险区划、围填海管理、海洋权属管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等），生态人居（生态城市、生态小镇、生态社区、美丽乡村等），生态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给排水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环保环卫基础设施、新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等）。


  生态经济｜包括4个指标：能源资源节约与利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资源节约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生态农业（生态农林产品、生态农林业生产设施、生态农林业生产技术、农林产品流通等），绿色工业（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等），生态服务业（节能环保评价、绿色金融、绿色物流、生态旅游等）。


  生态环境｜包括4个指标：环境质量（环境监测技术方法、环境健康与安全评价、污染物排放、环境质量评价与分级、环境管理技术等），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控、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控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辐射防护、海洋污染防治等），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保护修复管理与技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等），应对气候变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低碳评价、碳捕获与储存等）。


  生态文化｜包括3个指标：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生态文化教育。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2020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指标体系包括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5类指标，分类细化提出22项具体指标。[4]


  空气清新｜包括3个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水体洁净｜包括3个指标：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地表水劣Ⅴ类水体比例、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土壤安全｜包括5个指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化肥利用率、农药利用率。


  生态良好｜包括5个指标：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水土保持率、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


  人居整洁｜包括6个指标：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综合利用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在评估实施过程中，由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的第三方机构可根据有关地区的不同特点，选取各地区美丽中国建设的特征性指标进行评估，体现各地区差异化的特性。


  由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综合考虑我国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现状以及对标先进国家水平，分阶段研究提出2025年、2030年、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预期目标，并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定位、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禀赋等因素，同地方科学合理分解各地区目标，在目标确定和分解上体现地区差异。


  绿色GDP核算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和规范绿色国民经济总值（绿色GDP/GGDP）或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EDP）核算工作，定量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补充和扩展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保证环境经济核算过程中核算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制定了《绿色GDP（GGDP/EDP）核算技术指南（试用）》。[5]


  绿色GDP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GDP）的基础上，扣除人类在经济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损失后剩余的生产总值。


  GGDP=GDP-EnDC-EcDC-EaC


  式中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EnDC为环境退化成本，EcDC为生态破坏成本，EaC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损失。


  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建立生态效益评估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部署，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指导和规范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工作，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2020年9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发布了《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6]。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生态系统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不包括生态支持服务价值。根据不同的核算目的，核算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核算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时，核算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之和：


  GEP=EPV+ERV+ECV


  核算生态保护成效与生态效益时，核算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GEP=ERV+ECV


  式中，GEP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EPV为生态系统物质产品价值，ERV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ECV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指标体系由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服务构成，其中物质产品主要包括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生态能源等；调节服务主要包括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碳固定、氧气提供、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和物种保育；文化服务主要包括休闲旅游、景观价值。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物量核算包括三大类：物质产品实物量核算、调节服务实物量核算、文化服务实物量核算。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核算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确定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核算生态服务价值。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价值量核算中，物质产品价值主要用市场价值法核算，调节服务价值主要用替代成本法进行核算，文化服务价值使用旅行费用法。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保障经济生态生产总值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指导和规范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工作，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制定了《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技术指南（试用）》。[7]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是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人类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生态系统给经济系统提供的生态福祉，即在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上，增加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的生态福祉。其中，生态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成本，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福祉用GEP表示，因GEP中的产品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价值已在GDP中进行了核算，需予以扣除。GEEP是一个有增有减、有经济有生态、体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价值的综合指标。


  经济生态生产总值的概念模型为：


  GEEP=GGDP+GEP-（GGDP∩GEP）


  =（GDP-EnDC-EcDC-EaC）+（EPS+ERS+ECS）-（EPS+ECS）


  =（GDP-EnDC-EcDC-EaC）+ERS


  式中，GGDP为绿色GDP，GEP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GDP∩GEP为GGDP与GEP的重复部分，GDP为国内生产总值，EnDC为环境退化成本，EcDC为生态破坏成本，EaC为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损失，ERS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EPS为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服务，ECS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


  在核算结果的政策应用中，可通过绿金指数（GGI）和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PTR）两个指标对区域“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化关系进行分析。


  [image: ]


  式中，GGI为绿金指数，GGDP为绿色GDP，PTR为生态产品初级转化率，EPS为生态系统产品供给服务，ECS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标准


  温室气体量化标准


  ISO 14064系列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06年发布，2018年、2019年修订，规定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统一标准。ISO 14064-1是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性指南，ISO 14064-2是项目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和清除增量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性指南，ISO 14064-3则是温室气体申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性指南。


  PAS 2050｜《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是英国标准协会于2011年发布，用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评价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GHG Protocol｜《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由世界资源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发布，2009年发布修订稿、2012年发布最终版，是专门针对企业或项目的温室气体报告准则，规定了计量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


  ISO 14067｜国际标准化组织2013年发布，用以解决产品碳足迹具体计算方法，ISO 14067-1为量化/计算，ISO 14067-2为沟通/标识。


  碳中和标准


  PAS 2060｜英国标准协会2010年推出了PAS 2060碳中和承诺，提出了通过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还原和补偿来实现和实施碳中和的组织所必须符合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实体和个人以及标的物。


  ISO 14068｜国际标准化组织2020年2月启动了《碳中和及相关声明实现温室气体中和的要求与原则》（ISO 14068）的制定，预计2023年正式发布，将用于规范组织、企业、政府、产品、建筑、活动和服务等各类对象的碳中和活动。


  《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2019年5月由生态环境部发布，规定了在特定时间和场所内开展的较大规模聚集行动的碳中和计划、实施减排行动、量化温室气体排放、碳中和活动以及碳中和评价。


  《乘用车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技术规范》｜2021年7月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发布，规范了中国境内销售的乘用车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核算指标为乘用车单位行驶里程的碳排放量，通过生命周期单位行驶里程平均碳排放、原材料获取阶段碳排放量、生产阶段碳排放量、使用阶段碳排放量核算，实现乘用车的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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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结合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实际，制订科学的行动方案，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改变能源结构推进节能减排、降低投入减少排放、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利用资源、倡导共享经济节约资源，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


  传统发展模式使二氧化碳排放失衡


  全球“高碳经济”带来碳排放的大量增加


  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显示，175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超过1.65万亿吨，其中美国累计排放约0.41万亿吨、欧盟经济体约为0.28万亿吨、中国约为0.22万亿吨、俄罗斯约为0.11万亿吨、英国约为0.08万亿吨，分别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约25%、17.4%、13%、6.9%、4.7%。


  19世纪以前，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据了全球的绝大部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增加。2019年，全球排放二氧化碳约为364亿吨，其中中国约为102亿吨、美国约为52.8亿吨、印度约为26亿吨、俄罗斯约为17亿吨、欧盟经济体约为29亿吨，分别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约27.9%、14.5%、7.2%、4.6%、8%。现阶段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4亿吨，占全球排放量的约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约为16.1吨、韩国约为11.9吨、日本约为8.7吨、中国约为7.1吨、英国约为5.5吨。在1900—2019年的120年里，全球的人均累计碳排放约为209.62吨，中国约为157.39吨。


  从行业看，在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电力和热力生产行业约为140亿吨，约占40%，其中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电力和热力生产行业分别约为18.5亿吨、14.1亿吨和49.2亿吨；全球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61.6亿吨，约占17%，其中美国约为4.6亿吨、欧洲约为5.5亿吨、中国约为26.7亿吨；全球交通运输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2.6亿吨，约占23%，其中美国约为17.6亿吨、欧洲约为11.1亿吨、中国约为9.3亿吨。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约17%，但能耗约占全球的24.27%，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的28.76%。


  能源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导致碳排放量巨大


  中国的经济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高碳经济”，近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在人口数量巨大、人均收入低、能源强度大、能源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实现的，它使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严重透支。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消费主要依靠煤炭。《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准煤，比2019年增长2.2%，煤炭消费量增长0.6%，原油消费量增长3.3%，天然气消费量增长7.2%，电力消费量增长3.1%。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


  中国能源以燃煤为主，不仅燃料消耗量大、消耗强度高，而且能源利用率低。而在美国，水能资源开发比重已经达到了70%~80%，在欧洲的冰岛、挪威等国，水能资源利用比例已达到90%以上，而中国水能资源的开发比重还不到30%。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显示，2017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高的4个省区是山东、江苏、河北和内蒙古，分别达到8.06亿吨、7.36亿吨、7.26亿吨和6.39亿吨，海南、青海和北京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低，分别为0.42亿吨，0.53亿吨和0.85亿吨。


  单位产值能耗高增加碳排放量


  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中国平均能源利用率仅为33%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平均为55%，比发达国家低10%~25%。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高达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倍。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因为单位GDP的能耗、物耗和水耗过高，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发达国家的8~9倍。农业用水量大且效率低下，灌溉水利用率仅为43%，发达国家则为70%~80%。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中国能源利用率低，目前能源利用率仅为30%左右，而西欧、日本和美国的能源利用率达到42%~51%。中国生产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商品需要2.67千克标准煤，而欧盟只需要0.38千克标准煤；同一指标，世界平均水平为0.52千克标准煤。同能源利用率高的国家相比，中国相当于1年要多耗用2亿吨标准煤。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显示，2017年单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碳排放强度）最高的4个省区是宁夏、内蒙古、新疆和山西，分别为5.1万吨/亿元、4.0万吨/亿元、3.7万吨/亿元和3.1万吨/亿元，北京、广东、上海和福建最低，分别为0.3万吨/亿元、0.6万吨/亿元、0.6万吨/亿元和0.7万吨/亿元。


  产业结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


  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当前产业结构的最大问题是落后产能大，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泥、平板玻璃、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等工业行业。这些行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如果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产业重组，就能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预防污染的产生。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及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六大高耗能行业。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显示，2017年电热气水、金属制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三大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46.6%、19.7%和13.2%。


  应对气候变化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21年7月，在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文明建设”主题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0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19年以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及取得的成效。[1]


  强化顶层设计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2020年，习近平对碳达峰、碳中和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碳达峰、碳中和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加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研究制订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开展努力争取2060年前碳中和战略研究，开展实现碳中和的重大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业、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研究。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生态环境部起草了“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编制大纲，自然资源部研究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并制定印发了《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国家林草局制订印发《2019年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作安排与分工方案》，民航局推进“十四五”民航绿色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和编制工作，铁路局积极将铁路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铁路相关发展规划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编制《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


  启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编制工作｜生态环境部牵头开展《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编制各项相关工作，组建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并研究提出提升自然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强化经济领域适应气候变化韧性、增强社会领域气候变化适应水平的任务要求。


  减缓气候变化


  调整产业结构｜2016年以来，中国持续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扩张，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节能提高能效｜各部委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推进了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推进建筑领域节能、交通领域节能、公共机构领域节能，以及推广节能技术与产品。


  优化能源结构｜“十三五”期间，通过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利用、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能源结构得到极大优化。


  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农业领域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减少农业领域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废弃物领域稳步有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补齐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处理设施短板，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后再生资源的管理和规范；工业领域积极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开展智能光伏应用试点示范工作，持续开展高全球增温潜势含氟气体管控工作，发布《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积极推动《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的批约，推进氧化亚氮、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研究。


  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增加森林与草原碳汇，2019年全国共完成造林1.06亿亩、森林抚育1.14亿亩，种草改良草原472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3390万亩，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371万亩，新增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8个，新增封禁面积120万亩，封禁总面积达2610万亩；增加湿地等其他碳汇，开展泥炭沼泽碳库调查，深化二氧化碳地质储存与资源化利用调查研究，实施多井组规模化二氧化碳驱水、驱油与地质储存全流程工程；增加农田土壤碳汇，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2019年有机肥施用面积超过5.5亿亩次，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印发《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增效。


  低碳试点与地方行动｜持续推进低碳试点示范工作，截至2020年6月，34个低碳省市试点编制“十三五”时期的低碳发展相关规划36份，17个低碳省市试点开展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及实施路线图研究；开展地方性自主低碳发展创新行动，建设绿色交通体系。


  适应气候变化


  农业领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19年全国新增高标准农田8150万亩，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推广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在华北、西北等旱作区建立220个高标准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水资源领域｜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提升了流域区域水安全保障程度；完善水资源配置，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继续加强农田灌排设施改造建设，推动海水淡化在沿海严重缺水城市高耗水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由水利部出台《关于做好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两批次跨省重点河湖保障目标，2019年全国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6.68万平方千米；推动河长湖长制“有名有实”，各地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30多万名，村级河长、湖长90多万名；提升水利信息化水平，由水利部印发实施《智慧水利总体方案》，启动水利网信水平提升三年行动（2019—2021年）。基本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水资源监控能力、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水利安全生产监管等信息化工程建设。


  森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加强资源保护与修复，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印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全国19.44亿亩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完成森林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达2.82亿亩；推动湿地保护和恢复，国家林草局出台《国家重要湿地认定和名录发布规定》，编制黄河流域湿地保护修复实施方案，2019年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项目387个，安排退耕还湿30万亩，恢复退化湿地110万亩，全国湿地保护率达到52.19%；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将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精准落地。


  海岸带和沿海生态系统｜开展沿海生态修复工作，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推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探索开展蓝色碳汇研究及试点工作，组织开展红树林碳汇监测，推进红树林生态修复碳汇交易试点。


  城市领域｜开展了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梳理，推进了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不断完善，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深入推进城市园林绿化，有力保障了能源安全。


  人体健康领域｜开展健康影响监测响应，持续开展空气污染（雾霾）天气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与风险评估，制订洪涝、干旱、台风等不同灾种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方案，加强气候变化条件下媒介传播疾病的监测与防控，开展气候敏感区寄生虫病调查和处置；组织健康影响研究，开展区域人群气象敏感性疾病专项调查，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策略和技术研究，加强气候变化对寄生虫病传播风险影响评估研究。


  综合防灾减灾｜编制完成《“十四五”解决防洪薄弱环节实施方案》，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提升海洋灾害防范和应对能力，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能力不断加强，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稳步推进，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不断加强。


  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立了全球适应中心中国办公室，延续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良好势头。


  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立法和标准制定｜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相关性研究，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草案，推动地方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工作，研究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标准体系，组织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等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研究制定乘用车等碳排放标准，引导相关行业低碳转型。


  推进绿色制度建设｜从加快构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点面结合以不断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三个方面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同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推进气候投融资，组织开展国家自主贡献重点项目库设计、国家自主贡献重点项目评估标准等气候投融资重点问题研究；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自201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由财务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完善税收政策支持；制修订绿色产品认证、标准，指导认证机构开展碳足迹、碳中和、减碳产品认证试点。


  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保持市场平稳运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改革有序开展。


  加强基础能力


  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体系建设｜市场监管总局下达了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公开征求《农作物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草案的意见。国管局印发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调查制度》（2019年版）。国资委积极引导中央企业开展温室气体统计核算，部分中央企业建立了碳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涵盖营运客货车能效及二氧化碳排放、营运客货车能耗限制及在线监测等68项标准。民航局组织完成了我国运输航空公司监测计划审核、排放报告系统建设和各航空公司2019年度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审核，会同港澳民航主管部门完成了2019年度我国民航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编制，完成了6家具备航空排放核查资质机构认可工作。国家林草局印发了《2019年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第二次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已进入成果汇总分析阶段，制订了第三次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优化技术方案，并发布了《竹林碳计量规程》等行业标准。


  强化科技支撑｜多部门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科学研究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开展了基础科学研究；开展了低碳相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工作，有力地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水平；推进气候变化对金融风险影响的前瞻性研究，人民银行组织完成高碳企业对实体经济和银行压力传导路径的深入研究，在长三角区域承接了超低能耗数据中心建设示范工程等绿色技术转移转化项目；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科学国际合作，助力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的国际合作。


  拓展学科建设｜推进气候变化相关专业建设，多所高校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增气候变化相关本科专业；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教育部鼓励高校建设了百余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类在线课程。


  开展全民行动


  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强引导，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鼓励企业和公民积极行动，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不断提升，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绿色低碳发展格局。


  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动联合国框架下气候多边进程｜建设性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判进程，与各方一道积极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谈判；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渠道下有关线上活动，积极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和主席国的信息交流活动，积极参加“六月造势”“气候变化对话”等线上系列活动，与各方广泛交流，完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第二次促进性信息分享，并积极参加主席国举办的重点议题系列视频磋商会议，参加“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等谈判集团内部视频协调会。


  参与其他多边气候谈判及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其他气候相关多边会议与磋商，在国际气候合作倡议与项目中做出“中国贡献”，组织开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政府审评工作。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双边对话｜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外双边高级别外交的重要内容；应对气候变化双边合作成果丰硕，继续推进与德国、俄罗斯、日本、欧盟及国际能源署的能效双边合作。


  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南南合作”低碳示范区建设项目取得新突破，老挝低碳示范区项目正式扬帆启航，塞舌尔低碳示范区于2020年完成招标采购工作，柬埔寨低碳示范区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南南合作”物资援助项目打开新局面，完成交付的援智利电动大巴车项目首次将低碳交通纳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范围，援埃塞俄比亚微小卫星项目于2020年完成交付……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等积极探索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南南合作”的可能性。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总体要求。[2]


  到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3]


  推进工业绿色升级｜加快实施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纺织、造纸、皮革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推行产品绿色设计，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加强再制造产品认证与推广应用。建设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依法在“双超双有高耗能”行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完善“散乱污”企业认定办法，分类实施关停取缔、整合搬迁、整改提升等措施。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危险废物管理。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鼓励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强农膜污染治理。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推进退化耕地综合治理。发展林业循环经济，实施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建设工程。大力推进农业节水，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推行水产健康养殖。实施农药、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依法加强养殖水域滩涂统一规划。完善相关水域禁渔管理制度。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服务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商贸企业绿色升级，培育一批绿色流通主体。有序发展出行、住宿等领域共享经济，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加快信息服务业绿色转型，做好大中型数据中心、网络机房绿色建设和改造，建立绿色运营维护体系。推进会展业绿色发展，指导制定行业相关绿色标准，推动办展设施循环使用。推动汽修、装修装饰等行业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倡导酒店、餐饮等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建设一批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推动形成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培育市场主体，鼓励设立混合所有制公司，打造一批大型绿色产业集团；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和以环境治理效果为导向的环境托管服务。进一步放开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领域节能环保竞争性业务，鼓励公共机构推行能源托管服务。适时修订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水平｜科学编制新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依法依规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严格准入标准，完善循环产业链条，推动形成产业循环耦合。推进既有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推动公共设施共建共享、能源梯级利用、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安全处置等。鼓励建设电、热、冷、气等多种能源协同互济的综合能源项目。鼓励化工等产业园区配套建设危险废物集中贮存、预处理和处置设施。


  构建绿色供应链｜鼓励企业开展绿色设计、选择绿色材料、实施绿色采购、打造绿色制造工艺、推行绿色包装、开展绿色运输、做好废弃产品回收处理，实现产品全周期的绿色环保。选择100家左右积极性高、社会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制度体系。鼓励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范、咨询服务、行业自律等方式提高行业供应链绿色化水平。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4]


  打造绿色物流｜积极调整运输结构，推进铁水、公铁、公水等多式联运，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加强物流运输组织管理，加快相关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共享，发展甩挂运输、共同配送。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淘汰更新或改造老旧车船，港口和机场服务、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等领域要优先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加大推广绿色船舶示范应用力度，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加快港口岸电设施建设，支持机场开展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替代设备建设和应用。支持物流企业构建数字化运营平台，鼓励发展智慧仓储、智慧运输，推动建立标准化托盘循环共用制度。


  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鼓励地方建立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心。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引导生产企业建立逆向物流回收体系。


  鼓励企业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废物回收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培育新型商业模式，打造龙头企业，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广典型回收模式和经验做法。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加强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废金属、废玻璃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率。


  建立绿色贸易体系｜积极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从严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出口。加强绿色标准国际合作，积极引领和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合格评定合作和互认机制，做好绿色贸易规则与进出口政策的衔接。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拓宽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技术装备和服务合作。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5]


  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逐步将绿色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加强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引导，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奖励等方式促进绿色消费。推动电商平台设立绿色产品销售专区。加强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管理，完善认证机构信用监管机制。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引领全社会提升绿色电力消费。严厉打击虚标绿色产品行为，有关行政处罚等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因地制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开展宣传、培训和成效评估。扎实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进过度包装治理，推动生产经营者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提升交通系统智能化水平，积极引导绿色出行。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整治环境脏乱差，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


  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6]


  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坚持节能优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提升电网汇集和外送能力。增加农村清洁能源供应，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用，继续提升大容量、高参数、低污染煤电机组占煤电装机比例。在北方地区县城积极发展清洁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稳步推进生物质耦合供热。严控新增煤电装机容量，提高能源输配效率。实施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智能升级计划，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开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


  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厂网一体化”，加快建设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设施，因地制宜布局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减少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加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建设，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水平，严格执行经营许可管理制度。提升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能力。做好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沿海缺水城市推动大型海水淡化设施建设。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将生态环保理念贯穿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集约利用土地等资源，合理避让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积极打造绿色公路、绿色铁路、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色空港。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应用温拌沥青、智能通风、辅助动力替代和节能灯具、隔声屏障等节能环保先进技术和产品。加大工程建设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力度，推动废旧路面、沥青、疏浚土等材料以及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相关空间性规划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城市发展和安全，优化空间布局，合理确定开发强度，鼓励城市留白增绿。建立“美丽城市”评价体系，开展“美丽城市”建设试点。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建立绿色建筑统一标识制度，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动社区基础设施绿色化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立乡村建设评价体系，促进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乡村绿化美化等。继续做好农村清洁供暖改造、老旧危房改造，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村庄环境。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7]


  鼓励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创新基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等力量建立市场化运行的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牵头或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强化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及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深入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8]


  强化法律法规支撑｜推动完善促进绿色设计、强化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污染治理、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扩大绿色消费、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法律法规制度。强化执法监督，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和问责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配合。


  健全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按照覆盖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和污泥处理处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合理制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实行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完善节能环保电价政策，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继续落实好居民阶梯电价、气价、水价制度。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继续利用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支持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能源高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继续落实节能节水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合同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方面的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做好资源税征收和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工作。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评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推动国际绿色金融标准趋同，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


  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开展绿色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形成全面系统的绿色标准体系。加快标准化支撑机构建设。加快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建设，培育一批专业绿色认证机构。加强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统计监测，健全相关制度，强化统计信息共享。


  培育绿色交易市场机制｜进一步健全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加快建立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市场交易、纠纷解决、配套服务等制度，做好绿色权属交易与相关目标指标的对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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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加快经济绿色转型


  我国要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低碳经济是一种通过发展低碳能源技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产业结构、低碳技术体系，倡导低碳消费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以低碳排放、低消耗、低污染为特征，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低碳经济的核心。低碳经济将打造全新的生态系统，对政府行为、企业活动、民众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当前看，低碳经济是要造就低能耗、低污染的经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长远看，低碳经济是打造一个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重要途径。欧盟持续引领向低碳经济的转变，2018年《BP世界能源展望》显示，到2040年，欧盟通过渐进转型，碳排放将比2016年下降超过35%，单位GDP碳排放是世界平均值的50%，所消费的能源约为其在1975年的消费量，而GDP规模是1975年的3倍，非化石能源能满足40%的能源需求，高于世界平均的25%。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从外部因素看，是为了履行《巴黎协定》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在政治上体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对世界应负起的责任；从内部因素看，发展低碳经济，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使有限的能源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先进的低碳技术作为支撑。要使化石能源得到清洁高效利用和大力发展新能源，实现传统产业低碳化，实现工业热电联产和工业余热、余压、余能的综合利用，大力发展生产工艺节能技术，建设低碳城市，建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十三五”期间，在28个城市开展了气候适应城市试点工作，开展了3批共6个省区81个城市低碳省市试点建设，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统筹协调。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重大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近零碳排放、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重大项目示范。


  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提出，将碳排放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满足碳排放达峰目标。


  “十四五”期间，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方面，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以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1]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当前，许多国家承诺要大幅度消减碳排放量并在未来实现“净零排放”。虽然全球碳排放仍将继续，但不会增加，排放可以被大气等量吸收而达到平衡。欧盟、日本、韩国以及其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国将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21年4月16日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中国宣布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优先发展低碳农业


  现代农业是高碳农业，发展低碳农业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幅度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降低农业生产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农业的路子。如以粪肥和堆肥作为化肥的替代品，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肥力。要通过秸秆还田、深耕与中耕轮作，引入蚯蚓、微生物等共同熟化土壤，增加根系营养能力。二是充分利用农业剩余能量，如秸秆资源用作饲料、肥料、培养料等原料，也可以利用秸秆发酵生产乙醇燃料。三是在农村推广普及太阳能和沼气技术，在规模化养殖的基础上，获取生物质能。


  积极发展低碳工业


  提高高碳产业准入市场门槛，通过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坚决把那些高碳产业挡在中国制造业门槛之外。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将高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钢铁、石化、印染等产业均加快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这些产业转移进来，短期内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对转移国的相关产业产生“锁定”效应，再转出去，就会对其就业及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在这一点上，一定要保持定力，坚持发展标准不降低、发展低碳经济不动摇。就中国国内而言，中西部地区要对承接东部地区的高碳产业梯度转移慎之又慎，要着眼于长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为绿色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制定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这里的先进制造业除了技术先进之外，也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设计、制造、品牌”三大环节，仅仅关注中间制造环节是不够的，我们要向制造业两端发力，既要做好前端产品技术设计与开发，又要做好后端品牌建设，促使先进制造业向低碳产业转型。


  大力发展低碳型第三产业


  从目前来看，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一般都具有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点，大多属于低碳产业。比如信息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低碳产业，软件制造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特征，其功能则越来越强大，其附加值越来越高。互联网、物联网作为人类社会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应该成为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54.5%，尽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占比相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金融、保险、物流、咨询、广告、旅游、养生、新闻、出版、医疗、教育、文化、科研、技术服务等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通过发展低碳型的第三产业，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开展低碳技术创新


  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先进的低碳技术作为支撑。


  首先，要使化石能源得到清洁高效利用，需要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应用先进节能降耗技术、清洁技术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高效化、清洁化改造，实现工业热电联产和工业余热、余压、余能的综合利用。要大力发展生产工艺节能技术，发展工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


  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绿色能源，推广水力发电、超导临界发电、第二代和第三代核电、单/多/非晶硅光伏电池、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生物质利用，继续向风力发电、薄膜光伏电池、太阳能热发电、电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分布式电网耦合技术、第四代核电的发展，逐步实现氢能规模利用和发展高效储能技术、超导电力技术，向核聚变、海洋能发电和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中获取新能源。


  再次，建设低碳城市，在建筑上推广热泵技术、围护结构保温，开展太阳能热利用，实现区域热电联供和采暖空调、采光通风系统节能，发展LED照明技术，逐步实现低碳建筑的低碳化。


  最后，建立低碳交通运输系统，在近期发展燃油汽车节能技术，实施混合动力汽车和新型轨道交通，发展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和利用生物质液体燃料，逐步向燃料电池汽车、第二代生物燃料和第三代生物燃料过渡。


  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要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必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要不断降低能耗、节约能源和资源，实行资源的集约循环利用。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1.0%，比2015年下降18.8%，完成“十三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目标。


  “十三五”期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截至2019年底，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2%，提前完成了“十三五”约束性目标。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8.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3%，提前完成了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目标。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累计下降超过15%，相当于节能4.8亿吨标准煤，节约了能源成本，大约节约了4000亿元。我国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达到60%，通过城镇既有居民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提升建筑运行效率，有效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惠及2100多万户居民。2010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的55%，目前我国也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2019年与2016年相比，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由81立方米降至60.8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52.8立方米降至3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542提高到0.559。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坚持节能优先方针，深化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推动5G、大数据中心等新兴领域能效提升，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实施能量系统优化、节能技术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能耗限额、产品设备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鼓励再生水利用，单位GDP用水量下降约16%。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大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盘活城镇低效用地，支持工矿废弃地恢复利用，完善土地复合利用、立体开发支持政策，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950万亩以内，推动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稳步下降。提高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水平，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


  要实行资源的集约循环利用，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为特征。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约束性问题，中国正在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10多年来，中国的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在企业层面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集中地区或开发区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同时有计划、分步骤地在一些地方开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截至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有关部门已经累计确定了5批100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6批49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5批100个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区）。2005—2013年，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全国资源消耗强度改善34.7%，废物排放强度改善46%，污染物处置率上升74.6%，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从2005年的基数100上升到2013年的137.6。


  “十三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与2015年相比，202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了约26%，单位GDP能源消耗继续大幅下降，单位GDP用水量降低了28%。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6%。再生资源利用能力显著增强，2020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50%；废纸利用量约5490万吨；废钢利用量约2.6亿吨，替代62%的品位铁精矿约4.1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1450万吨，占国内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23.5%，其中再生铜、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为325万吨、740万吨、240万吨。[2]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全面推行循环经济理念，构建多层次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补齐和延伸产业链，推进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置。加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规范发展再制造产业。加快发展种养有机结合的循环农业。加强废旧物品回收设施规划建设，完善城市废旧物品回收分拣体系。推行生产企业“逆向回收”等模式，建立健全线上线下融合、流向可控的资源回收体系。拓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覆盖范围。推进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循环化。开展60个大中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围绕工业、社会生活、农业三大领域，提出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推行重点产品绿色设计、强化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推进园区循环化发展、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推进城市废弃物协同处置，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完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促进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资源循环型社会；通过加强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强废旧农用物资回收利用、推行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深化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循环型农业生产方式。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循环经济领域的重点工程和行动，包括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园区循环化发展、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创新五大重点工程，以及再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六大重点行动。到2025年，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再生资源对原生资源的替代比例进一步提高，循环经济对资源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其中，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约20%，单位GDP能源消耗、用水量比2020年分别降低约13.5%、16%，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86%以上，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60%，废纸、废钢利用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3.2亿吨，再生有色金属产量达到200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


  发展共享经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资源，这种资源在不用时会闲置，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共享经济将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重新配置、整合和优化，使其发挥最大作用，有效地减少碳排放。


  共享经济作为未来经济的三个趋势（共享经济、社群经济、虚拟经济）之一，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人们通过互联网共享能源、信息和实物，使用权代替了所有权，共享价值代替了交换价值。


  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区块链打造新型平台经济，开启共享经济新时代。从资源节约的角度看，共享经济能大幅提高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率、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当前，共享经济正逐步渗透包括知识、技能、信息资源等服务领域。


  共享经济的崛起，在产品、空间、知识、劳务、技能、资金、生产能力等方面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和联动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对个人闲置资源、企业闲置资源、公共闲置资源的不断分享，共享经济跨领域、多层次整合资源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突破资源、环境的困境，将闲置资源与外部市场的有效需求对接起来，大幅提升综合承载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带来巨大的商业变革和社会变革。[3]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为32828亿元，位居前三的生活服务、生产能力、知识技能领域规模分别为17300亿元、9205亿元和3063亿元。


  《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创新消费理念，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发展就业新形态。


  扩大碳汇潜力


  增加碳汇以提高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也是减排的重要途径。增加碳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增加森林碳汇。森林碳汇是最有效的固碳方式，应通过植树造林、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管理等提高林地生产力，进而增加森林碳汇。要通过减少林木砍伐、采伐措施改进、木材利用效率提高、森林灾害防治加强等措施来保护森林碳贮存。要通过使用其他清洁能源替代薪柴、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木材深加工、木材循环利用等措施来实现碳替代。


  二是增加耕地碳汇。耕地碳汇是陆地生态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之一。我国农田土壤有机碳较低，南方约为0.8%~1.2%，华北约为0.5%~0.8%，西北大都在0.5%以下，而美国为2.5%~4%，所以我国增加耕地碳汇有着很大的空间，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以增加耕地碳汇。


  三是增加草原碳汇。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防止草原退化和开垦，要降低放牧密度、围封草场，实施人工种草和退化草原修复。此外，加大优良牧草引入和优化畜牧业管理也是改善草原碳汇的重要方法。


  四是重视海洋碳汇。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其固碳能力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对应陆地的“绿色碳汇”，海洋碳汇是“蓝色碳汇”，是海洋生物吸收和存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能力或容量。要重视海洋碳汇的作用和核算，在深入研究海洋碳汇的基础上，在碳交易中引入海洋碳汇交易，进一步扩大碳汇潜力。


  
    [1] 章轲.“十四五”生态环保如何规划？环境部敲定十大政策着力点[EB/OL].https://www.yici.com/news/100841851.html，2020-11-18.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7/t20210707_1285527.html，202107-07.

  


  
    [3] 倪云华，虞仲轶.共享经济大趋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周颖，张遥，王存福等.生产要素分享激发经济新增长点[N].经济参考报，2016-09-28；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2016.

  


  第四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系统


  传统工业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出现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使气候变化控制在人类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是一种通过气候行动来带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性举措。世界各国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修复生态，就能尽早使各国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与资源


  碳达峰、碳中和与水资源


  地球上的水资源总量约为13.86亿立方千米，淡水资源仅占水资源总量的2.5%，约为3500万立方千米，真正能够供人类利用的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中的一部分资源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约0.25%，且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不到10个国家集中了全球约65%的淡水资源，严重缺水的国家和地区有80个，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


  中国的水资源严重短缺。《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年水资源总量为30963亿立方米。2020年，中国的人均占有量约为219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80%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以南，16个省份重度缺水，有6个省份处于极度缺水状态，600个城市中缺水的有近400个，严重缺水的有108个。


  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世界银行指出，目前水资源丰沛的地区可能会面临缺水，已经缺水的地区缺水状况会进一步恶化，淡水资源减少和水资源的不安全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干旱引起的粮价暴涨则有可能激发潜在的冲突。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节约用水，在维护全球水生态平衡的同时，也能有效减少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与能源、矿产资源


  能源和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所需能源的97%来自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20世纪以来，人类对矿物能源的消耗量一直呈指数增长，油气储量日趋枯竭，一些重要矿产资源严重短缺。


  发达国家从1980年以来GDP增加了两倍多，占世界总值的比例也从70.8%增加到了79.7%，而能源总量仅增加了11.03亿吨。但高收入国家人口仅增加了1.2亿，并从1980年占世界人口的14.9%降到了12%。发达国家占世界能源的消费比例并无多大变化，基本保持在60%左右。在人均能耗上，发达国家超过不发达国家的4倍多，而美国是不发达国家的8倍。全球能源消费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煤炭探明储量约为10547.82亿吨，可开采约132年；石油探明储量约为2441亿吨，可开采约50年；天然气探明储量约为196.9万亿立方米，可开采50.9年；钴储量约为569.9万吨，可开采42年；天然石墨储量约为3.07亿吨，可开采342年；锂储量约为1391.9万吨，可开采225年；稀土金属储量为1.17亿吨，可开采701年。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煤炭探明储量为1388.19亿吨，可开采38年；石油探明储量为35亿吨，可开采18.7年；天然气探明储量为6.1万亿立方米，可开采37.6年；天然石墨储量约为7300万吨，可开采116年；锂储量约为100万吨，可开采125年；稀土金属储量为4400万吨，可开采367年。


  据估算，中国40多种主要矿产探明储量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0%。许多矿产品位低，在45种主要矿产中已有10多种探明储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中15种支柱性矿产有6种（石油、天然气、铜、钾盐、煤、铁）后备探明储量不足。


  由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支撑，资源濒临枯竭的状况已难以继续支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对全球能源安全、资源安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应节约能源和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使资源能维系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与森林资源


  森林与人类息息相关。森林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平衡着大气的二氧化碳比例。据估计，世界上的森林和植物每年产4000亿吨氧气。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不仅保留大量的物种，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资源，而且在大气平衡、地球气候变化、水循环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乱砍滥伐对蒸发和降雨过程有严重影响，大规模地砍伐森林会导致大气中水平衡失调，对气候产生直接的影响，还将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衰减。


  在人类历史发展初期，全球森林总面积达76亿公顷，占陆地面积的1/2。1万年前，森林面积减少到62亿公顷，19世纪减少到55亿公顷。科技部发布的《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9年度报告》显示，到2018年年底，全球森林总面积为38.15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5.6%。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显示，5个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和中国）拥有的森林资源占森林总面积的50%以上，10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完全没有森林，54个国家或地区的森林面积不到其国土总面积的10%。无节制的砍伐和自然灾害正在导致全球森林面积逐年减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超过470万公顷的森林（面积大于丹麦国土面积）被砍伐，相当于每3秒就有“1个足球场”的森林消失。


  4000年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0%以上，战国末期森林覆盖率为46%，唐代为33%，明初为26%，1840年前后降为17%，20世纪初期降为8.6%。《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显示，2018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2.96%，森林面积2.2亿公顷，森林蓄积量175.6亿立方米。中国的森林面积虽占世界第5位，但人均森林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约12%，居世界第119位，森林蓄积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6%，居世界第104位。


  森林破坏带来了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导致水土流失从而改变地貌，加剧温室效应，造成气候失调，增加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破坏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通过碳达峰和碳中和为抓手的气候行动，保护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对于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与草地资源


  草地拥有多年生长草本植物，可供放养或割草饲养牲畜。全球草地总面积约为32亿公顷，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0%，草地上生产了11.5%的人类食物量，以及大量的皮、毛等畜产品，还提供许多药用植物、纤维植物和油料植物，并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对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生存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草地资源是草食动物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活动场所，能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净化环境、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和防风固沙。同时，草地资源还是人类宝贵的生物基因库，对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8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天然草原3.928亿公顷，约占全球草原面积的12%。尽管中国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一，但90%以上的天然草原面临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累计开垦了1334万公顷草原，至今草原生态总体恶化局面尚未发生根本扭转。


  草地退化的原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种：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引发的干旱化，是草地退化的重要自然因素；人口的急剧增加加剧了对草地资源的需求，进而出现对草地资源进行掠夺式利用的局面，草地面积大幅度减少；长期超载过牧，过度使用，牧草生长受到制约；人为采樵、滥挖药材、搂发菜、开矿和滥猎，破坏草地植被，致使草地严重退化。


  草地退化导致草地生产能力明显下降，使牲畜失去“粮食”，进而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化；草地退化使草地面积不断减少，反过来加快了草地退化的速度；草地退化使土壤持水保水能力下降，影响生态环境，会导致各种自然灾害，如水土流失、江河湖泊断流干涸、草原荒漠化、沙尘暴的发生；草地退化使草原植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物种丰富度、均匀度大为降低，草原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草地退化还会使虫鼠灾害频发，影响畜牧业生产。


  据统计，中国草原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约为427.3亿吨，主要集中在草原土壤中，草原植被每年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约21.7亿吨，年均碳汇约1300万吨，草地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固碳库”。要加大保护草地资源、修复草原生态力度，在实行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空气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草地碳汇功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与湿地资源


  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人们把湿地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


  湿地是全球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联合国环境署的研究数据表明，1公顷的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的价值高达1.4万美元，是热带雨林的7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160倍。每公顷湿地每年可去除1000多千克的氮和130多千克的磷。中国的若尔盖湿地面积为80万公顷，储存的泥炭高达19亿吨，对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数据，全球湿地总面积约为5.7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的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20世纪全球失去了约50%的湿地。


  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湿地总面积为5360.2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为5.58%，2003—2013年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滩涂湿地面积已减少50%。全国湿地面积近年来每年减少约34万公顷，900多种脊椎动物、3700多种高等植物受到生存威胁。


  湿地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净化水源，由生物和泥土对污染物进行吸附、分解。但现在由于环境污染，许多湿地植物因承受不了严重污染而死亡，使湿地净化水源的作用几乎丧失殆尽，污染物质积存在底泥中。


  有效地保护和修复湿地，使湿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住植物残存体中的大部分碳，避免湿地中的碳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去，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碳达峰、碳中和与土地荒漠化


  荒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某些半湿润、湿润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土地退化，包括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1/4的土地严重荒漠化，全球每分钟会增加11公顷荒漠，每年变为荒漠的土地约有600万公顷，50亿公顷的干旱、半干旱土地中受到荒漠化威胁的有33亿公顷。受土地荒漠化威胁的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10亿多人，全球每年因土地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20亿美元。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1.16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27.20%；沙化土地面积为172.12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17.93%；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为30.03万平方千米，约占国土面积的3.12%。


  荒漠化使土地生物和经济生产潜力下降和丧失，这意味着土地退化、生态恶化、经济衰退和人们生活质量的倒退，造成了可利用土地被蚕食、土壤贫瘠、生产力下降等，进而加深贫困程度、加剧自然灾害发生、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土地退化带来的植被退化会严重削弱生态系统的碳汇，有效防治土地荒漠化对气候行动具有重要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与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据统计，全球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0%，每年损失的耕地达500万~700万公顷，每年流失有生产力的表土有250亿~400亿吨，每年损失谷物约有760万吨。联合国《世界土壤资源状况》预计，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到2050年世界谷物总损失量将超过2.53亿吨，相当于减少了150万平方千米的作物生产面积，几乎相当于印度的全部耕地。


  2018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273.69万平方千米，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115.09万平方千米、风力侵蚀面积为158.60万平方千米。我国现有严重水土流失县646个，每年水土流失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2.25%左右，流失的氮、磷、钾肥约为4000万吨，相当于上一年全国化肥施用量。


  产生水土流失有多方面的原因，自然原因主要是由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造成的，人为原因是经济建设活动（如陡坡开荒、不合理的林木采伐、草原过度放牧、开矿、修路、采石等）和其他人为活动（如战乱等）。


  水土流失不仅极大地破坏农业生产条件，使土地生产力下降甚至丧失，造成水土资源承载能力降低，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洪涝和干旱灾害，淤积河道、湖泊、水库，污染水质，影响生态平衡，而且还严重影响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加剧贫困。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实行水土保持措施，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碳达峰、碳中和与环境


  碳达峰、碳中和与大气污染防治


  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的有害气体总量为5.6亿吨，其中一氧化碳2.7亿吨、二氧化碳1.46亿吨、碳氢化合物0.88亿吨、二氧化氮0.53亿吨。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因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而死亡，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监测空气质量的城市中，80%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标准，美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5.3万多，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正在呼吸着严重颗粒物污染的空气。欧洲环境局2016年11月发布的报告称，欧洲空气污染每年导致46.7万人过早死亡，每10个城市中就有9个城市的居民呼吸着有害气体。


  2017年，中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875.4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1258.83万吨、烟（粉）尘排放量为796.26万吨。目前，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已由二氧化硫（SO2）和总悬浮颗粒物（TSP）的污染转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的污染，污染程度十分严重的区域有东北、西北、整个华北地区以及长江以南和四川盆地的部分地区，其中以华北地区最为突出。


  现代城市家庭的室内空气污染远比室外严重。装修后的室内空气中可检测出500多种挥发性有机物，其中20多种是致癌物。室内空气污染列为继煤烟型光化学烟雾型污染后的第三代空气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既危害人体健康，又影响动植物生长，而且破坏经济资源，会改变地球的气候，造成全球变暖、臭氧层耗损、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大气污染物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还会通过接触和刺激体表进入人体。有效防治大气污染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其中的一方面达到目标时，对另一方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1987年8月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开始，我国持续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十三五”期间，围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决策部署，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成效，能源结构进一步清洁化、低碳化，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绿色化，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整治。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0%，20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的59.9%，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为56微克/立方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城市大气质量达标管理，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下降10%，有效遏制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持续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因地制宜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业窑炉治理、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综合整治，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0%以上。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火电、钢铁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全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装机容量达9.5亿千瓦，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9%，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体系。“十四五”期间，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技术、资金等条件成熟、污染物排放量大的水泥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避免超低排放泛化、明确超低排放内涵、严把超低排放改造质量关、加大超低排放支持力度是重点。[1]


  碳达峰、碳中和与水污染防治


  全世界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各类污水约4260亿吨，造成径流总量的14%被污染，污染5.5万亿立方米的淡水。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其中大多数上儿童）死于与饮水不洁有关的疾病。在全世界的自来水中，测出的化学污染物有2221种之多，其中有些被确认为致癌物或促癌物。


  2018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750亿吨。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在全国118个大中城市中，较重污染的城市占64%，较轻污染的城市占33%。25%的城市地下水体遭到污染，地表水中有68种抗生素、90种非抗生素医药成分。


  水污染危害极大，污染物会通过饮水和食物进入人体，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水污染破坏水体中的生态平衡，影响水生动植物，从而进一步影响人类的生存；水污染还会破坏工农业生产，严重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意味着水污染造成了环境的严重透支，给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水污染防治一直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有效的水污染防治表明节能减排工作开展有成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能有效防治水污染。


  从1984年5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开始，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实施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水生态治理与保护、水污染防治取得了巨大成绩。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地表水监测的1937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水质断面（点位）占83.4%，劣Ⅴ类占0.6%。大江大河干流和重要湖泊（水库）水质稳步改善。监测的90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断面（点位）中852个全年达标，Ⅰ类水质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96.8%，近岸海域优良（Ⅰ、Ⅱ类）水质海域面积比例为77.4%。此外，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1.90亿立方米/日，污水处理总量为559.2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为97.08%，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98.2%。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水污染防治流域协同机制，加强重点流域、重点湖泊、城市水体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下降8%，基本消除劣Ⅴ类国控断面和城市黑臭水体。开展城市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推进重点流域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


  碳达峰、碳中和与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出现于发达工业国家。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日本就发生了很多土壤污染事件。土壤污染是一种“看不见的污染”，不像大气污染、水污染被公众特别关注，它具有累积性、隐蔽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土壤污染不仅对生产和生活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治理周期较长、成本高。


  原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土资源部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有1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受到污染，有近20万平方千米耕地被污染，超出林地、草地被污染面积的一半，经济发达地区的污染问题尤为突出，长三角地区至少有10%的土壤丧失生产力。中国农村每年产生90亿吨污水、2.8亿吨垃圾，绝大部分没有得到处理。中国年化肥施用量约为6000万吨，农药用量达337万吨，它们中的90%都会进入生态环境。


  土壤保存了至少1/4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为生态系统和人类提供多种服务，帮助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土壤污染导致生产能力退化，影响食品安全，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可引起大气、水的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破坏，从而使整体环境污染加剧，对全球生态安全构成威胁。有效保护土地资源，防治土壤污染，可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持，而通过全球气候行动也能保持“地绿”。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1995年）等近50项由五大类标准组成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就防治土壤环境污染提出了措施。


  201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完善了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有利于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影响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其中镉为首要污染物，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受污染耕地和建设用地管控修复，实施水土环境风险协同防控。


  碳达峰、碳中和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物（带电池或插头的废物）总量达到5360万公吨，其中亚洲为2490万吨、美国为1310万吨、欧洲为1200万吨、非洲为290万吨、大洋洲为70万吨，全年只有17.4%的电子垃圾被收集和回收。到2030年，全球电子垃圾将达到7400万吨。


  世界银行的《垃圾何其多2.0》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产生的塑料垃圾为2.42亿吨，占固体垃圾总量的12%。现在全球每年生产的塑料中超过50%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大部分不能得到有效处理。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6》显示，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800万吨。


  2017年，中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31592万吨，综合利用量为181187万吨。2019年，全国196个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3.8亿吨，综合利用量为8.5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达4498.9万吨，综合利用量为2491.8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但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1979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508万吨，2006年增加到1.48亿吨，2014年达到1.79亿吨。《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23560.2万吨。


  近年来，固体废物污染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内容。固体废物污染和垃圾泛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固体废物中有害气体和粉尘会污染大气；固体废物中的有害成分会向土壤迁移，进而污染土壤，对植物产生了间接污染；固体废物还会使水体遭受污染，富营养化进一步加剧；通过大气、土壤、水的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降低固体废物污染，一是要减少固体废物数量，在节约资源的同时也减少了碳排放；二是加大固废利用力度，直接或间接减少碳排放。因此，我们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也可以有效促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从1995年10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开始，我们在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生活垃圾分类、建筑垃圾和农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环境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实施后，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等，统筹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为89.77万吨/日，无害化处理率为99.32%；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超过90%。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能力超过1.1亿吨/年。2020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6.7%，农膜回收率为80.0%。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


  2021年5月印发的《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将提升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与安全风险。


  
    [1] 王珊.“十四五”如何推进超低排放？[N].中国环境报，2021-04-30.

  


  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


  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系统保护


  生态系统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实现动态平衡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稳定的生态系统能使碳循环正常进行，保持地球上的碳平衡。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增加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显示，修复生态系统能带来巨大的惠益，为生态修复投入1美元，至少可以为社会带来7~30美元的回报，还能为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破坏和污染加剧的威胁，2021年6月，“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启动，重新造林并保护现有的森林、清理河流和海洋、绿化城市，不仅有助于保护地球资源，到2030年还将创造数百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每年产生超过7万亿美元的回报，有助于消除贫困和饥饿。[1]预计到2030年，通过生态系统修复，能从大气中吸收13~26种温室气体，从大气中去除温室气体26千兆吨。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值为51.7，生态质量一般，与2019年相比无明显变化。生态质量优和良的县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6.6%，一般的县域面积占22.2%，较差和差的县域面积占31.1%。


  截至2018年底，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5位，森林蓄积量居世界第6位，人工林面积长期居世界首位，草原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水土流失及荒漠化防治效果显著，河湖、湿地保护修复初见成效。


  我国近年来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完善生态保护和修复用地用海等政策。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评估。重要生态系统和保护工程包括：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202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实施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修复，开展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行耕地养护、修复、休耕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


  “十四五”时期，通过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增加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碳达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


  生物多样性是环境好坏的指示灯，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环境越稳定，受破坏的机会越少。


  近百年来，由于人口的剧增和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地球上大约有11046种动植物面临永久性消失的危险。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物种，按此速率，2200年就会再度出现生物大灭绝。1970—2000年，物种的平均数量丰富性持续降低了约40%。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地球上将有1/4的物种陷入绝境，到2050年约有半数动植物将从地球上消失。


  2019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更新版《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名录中收录的105732个物种中，有28338个濒危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发表在美国《科学》周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主要关注物种丰富程度的变化的“生物完整性指标”的安全范围是90%~100%，目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已降至这个阈值以下，仅为84.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保护地球报告》（2020）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有65.5%的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部分或全部被自然保护地和保留地覆盖。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丧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结果显示，34450种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为3767种，加上绝灭的共约占植物总数的10.9%；4357种脊椎动物中，受威胁脊椎动物共计932种，加上灭绝的共占被评估物种总数的21.4%。


  生物多样性减少将严重破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气候、土壤肥力、空气、水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及其他活动，并直接影响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良好和完整的生物多样性系统是碳汇的基础，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能有效地预防未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维护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在当前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生态保护红线包括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禁止开发区生态红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环境质量达标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红线和环境风险防控红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能源利用红线、水资源利用红线、土地资源利用红线等）。


  2014年1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印发，2015年4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印发后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2017年5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印发，2019年8月《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印发，这些对我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四五”期间，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我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25%，我国绝大部分重要物种和重要生态系统在红线内得到了有效保护。其中，各类自然保护地总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提前实现“爱知目标”提出的到2020年达到17%的目标。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活动中，中国提出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成功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全球15个精品案例。


  碳达峰、碳中和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


  自然保护地一般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自然保护地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保留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为后代留下天然的“本底”，还能为研究、休闲旅游等活动提供场所，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保护地球报告》（2020）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记录在案的陆地自然保护地和保留地覆盖率达16.4%，受到保护的陆地和内陆水域面积达2250万平方千米；得到统计的全球海洋保护地和保留地覆盖率达7.74%（低于2010年设定的“到2020年实现10%的覆盖率”的目标），受到保护的海岸和海洋面积达2810万平方千米；达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标准的自然保护地和保留地数量达59个。


  《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处，面积为98.34万平方千米；建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44处，总面积约为10.66万平方千米；建立国家地质公园281处，总面积约为4.63万平方千米；建立国家海洋公园67处，总面积约为0.737万平方千米；共有东北虎豹、祁连山、大熊猫、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神农架、普达措、钱江源和南山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超过22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的2.3%。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提出努力将三江源国家公园打造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名片，《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成中国特色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地保护范围及功能分区，加快整合、归并、优化各类保护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生态活动，稳妥推进核心区内居民、耕地、矿权有序退出。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1] 重构，重建，重塑！“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启动[EB/OL].https://www.unep.org/zh-hns/xinwenyuziyun/xinwengo/zhonggouzhongjinzhongsu-linheguoshengtixitonghuifushininchngyiqidong，2021-06-05.

  


  第五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产业


  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就要优先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技术升级、产业链转型等措施，使碳排放达到峰值，经济以低碳的方式增长。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建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


  碳达峰、碳中和与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碳排放与碳汇功能


  第一产业碳排放涵盖农业纵向产业链（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直接或间接带来的排放），横向产业范围（包括农、林、牧、渔业带来的排放）。第一产业的碳汇功能主要通过人为调节和支配第一产业系统中绿色植物（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作物、森林、草地等）的自然碳封存和土壤自身的碳储量来发挥作用。


  农业


  农业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作用的界面，在参与碳循环过程中显示出碳汇和碳排放双重特征。


  农业碳排放是指农业种养过程中，资源（能源）投入使用、种养生长过程及各类废弃物处理所产生的排放活动。农业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比重高达14%，我国农业碳排放在全国碳排放中占比高达17%。农业碳排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植物需要部分呼吸消耗碳水化合物放出二氧化碳，以维持生理活动；二是农业化学制品生产使用、农业机械动力能源消耗以及农地利用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排放；三是废弃物处理排放，包括秸秆焚烧及动物粪便处理等带来的排放。


  农业中粮食作物生产节能减排和土壤固碳潜力巨大。农作物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生产力较高的系统，生物量（干重）很高。生物量中含碳达到43%~58%，农业生态系统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碳水化合物，这部分同化物以生物量、废弃物等形式存在，都可以暂时捕捉；农用地生态系统亦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土壤中储存着大量有机碳，农业有机肥将二氧化碳固定到了耕地的土壤中，农作物秸秆还田可将部分碳“永久”埋藏在地下。


  林业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贮存库和缓冲器。森林由于生长周期长、光合作用面稳定的特点，碳汇功能呈现显性化。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了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减缓了温室效应，其固碳功能是自然碳封存的过程，相对于人工固碳不需提纯二氧化碳，从而可节省分离、捕获、压缩二氧化碳气体的成本。因而，植树造林成为增加碳汇、减少排放成本较低且经济可行的主要方式。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平均吸收约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森林植被区的碳储量几乎占到陆地碳库总量的一半。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表明，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已达91.86亿吨。林业碳汇就是通过森林的储碳功能，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畜牧业


  畜牧养殖业是环境污染和碳排放极其严重的行业，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5%。畜牧业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比交通运输业的影响还大。2020年我国碳排放中农业碳排放约为20亿吨，基本是畜牧业产出的。


  畜牧业通过呼吸排碳所占的比例很小，更多的是间接地以反刍动物的肠发酵和蠕动以及从动物粪便分解释放出甲烷等温室气体，以饲料及动物产品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的使用，动物产品机械化屠宰、冷冻、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化石燃料的使用，伐林取地用于饲料生产或者放牧导致土地退化等方式排碳。


  渔业


  渔业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产业化水平和机械化效率，是农业中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领域之一。渔业生产对能源的消耗、资源的依赖以及环境的影响相对较高，不同养殖方式、不同种类之间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差距较大。无论是渔业生产，包括渔具、养殖场所、渔业种苗的培育和投放、渔业的日常管理等的投入，还是渔业捕捞以及水产品加工利用等产出，都是渔业主要的碳排放来源。


  渔业的碳汇功能是指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吸收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并通过渔业捕捞收获把这些碳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凡不需投饵的渔业生产活动，都能形成生物碳汇，如藻类养殖、贝类养殖、滤食性鱼类养殖、人工鱼礁、增殖放流以及捕捞渔业等。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对农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空间，实现最大的绿色覆盖率，减少土壤侵蚀，提高农业土壤的固碳量，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高碳排地区普及科学施肥与农资的利用回收；低碳排地区征补结合、恢复森林覆盖面积、提高绿化水、保证耕地水平。


  找准农业产业发展定位｜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兼顾区域农业碳减排的公平性与协同性，有利于推动全国范围内区域差异化低碳农业的发展。对于理想型与一般型地区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料技术配置，对于劣质型地区通过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增加其附加值、细分产品市场、提高品牌溢价，抵御低价冲击。要重视区域整合，搭建农业碳减排区域协同推进平台。


  应用碳汇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精准农业投入模式、农业废弃物处理和利用模式、水稻田温室气体减排模式、有机农业生产模式，改善土壤质量，提高农田固碳增汇能力。


  发挥农业政策导向作用｜实施农业碳排放权奖惩和农业碳汇补贴制度，构建保障农业碳减排补偿机制，完善农业碳汇交易市场。对涉农的低碳生产以及种植业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宽松信贷政策，对积极采用低碳型农业生产资料（有机肥等）或执行低碳生产行为（秸秆还田等）的各类生产主体予以适当的价格补贴。通过税补方式，提高对高碳排产业和产品的征税，以及对高碳汇产业和产品的补贴。


  对林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就是要通过对持续造林、缓解森林退化、利用生物能源、减少毁林、做好森林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努力，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汇。


  碳达峰、碳中和对林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一是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水平，加快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天然林资源保护、湿地保护与修复等重点工程；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林业补贴政策，为推动建立地方财政森林经营补贴制度提供支持；三是有利于建立健全林业减排增汇金融支持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与林业减排增汇项目特点相适应的金融产品。


  对畜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推进畜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以集约经营引领现代畜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性的技术制约，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利用模式，实现种植业和畜牧业系统两个要素的双向流动，促使资源高效利用，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对渔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大力发展绿色渔业，降低渔业生产能耗，实现渔业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一是更好地发展蓝色海洋经济，增加蓝色碳汇；二是依靠科技促进低碳渔业技术发展模式创新；三是通过养殖品种的选择与组合、养殖技术的提升，有效提高渔业生产效率；四是实现渔业养殖业由分散养殖向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养殖方式转变，海洋捕捞业向配额和船只低碳化方向发展，实现海洋捕捞业低碳化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第一产业的发展愿景


  创新碳汇农业发展路径，推进种植业低碳发展


  大力推广种养结合技术，实现有机肥和饲料在植物生产和动物养殖之间的平衡，合理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产业。从技术研发、推广示范、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统筹发力，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推进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以解决农业经营规模过小与发展低碳农业的矛盾。


  创新生态养殖模式，发挥渔业的碳汇功能


  实行立体化综合养殖，通过各层生物的有机互动，实现渔业生态环境平衡，增强生物碳汇功能。发展海洋牧业，提高碳汇渔业水平，推动海洋森林工程建设，培育高效集约型的海洋牧场，有效实现固碳目标和蓝色粮仓的战略结合。将蓝色碳汇渔业列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蓝碳交易，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以蓝碳基金和生态补偿基金为核心的渔业碳汇市场和碳平衡交易制度，实现养殖渔业碳汇生态服务的有偿化，支持与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增殖放流，以及海洋牧场的特色化建设。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法律法规和激励考核机制


  加快制定颁布碳达峰、碳中和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建立低碳消费制度，通过法制化、制度化、标准化确保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稳定与可持续，制定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政策和考核制度。将碳达峰、碳中和与面源污染防治一起纳入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的考核指标中，逐步形成减碳控污协同的考核激励机制。


  加强科技支撑，引领产业低碳示范


  开发工厂化农业、规模化养殖、农渔机械、屠宰加工及储存运输的节能装备。创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技术体系。集成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固碳技术模式，在农业绿色先行区、区域典型村镇、大型种养企业，开展减排、固碳、能源替代等示范工作。


  碳达峰、碳中和与第二产业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给第二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包括各类专业工人和各类工业或产品，而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工业和建筑业是碳排放的重要领域，是碳中和的重要责任主体，钢铁、化工、电力、石油和采掘业等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近90%的碳排放量。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碳达峰目标和措施。


  要实现“双碳目标”，第二产业走低碳式发展之路仍面临许多挑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使经济欠发达区域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经济发达区域则面临着落后产能淘汰、土地要素限制等其他方面的难题。低碳技术创新能力有待加强，核心技术普遍缺乏，开发出的节能技术还面临着难选择、难普及、难融资以及难落地等诸多挑战。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对工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消耗了全国70%的能源，贡献了全国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化石能源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从碳排放角度看，“双碳”目标对石化、煤炭以及冶炼等传统重工业影响巨大。传统产业存在碳排放量过高、发展空间有限、污染问题难以治理等实现目标的阻碍，需要重点突破。碳中和目标能够为创新技术、设施更新以及产业高度关联创造全新的机遇。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实施“双碳”目标必将带动工业制造业产业链升级，也将推动新能源行业向外扩展，能源体系转向含碳为零的光伏、风力以及水能等新能源体系。


  采掘业｜采掘业产业内部碳减排主要关注燃料能源开采、金属生产锻造以及含碳氢化合物的提取等温室气体重点排放行业的工作效率，产业外部需提高各行业资源使用效率以减少采掘需求。碳税、碳交易以及环境约束等政策，在对能源开采企业施加成本约束的同时，也会对能源开采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推动作用。


  制造业｜制造业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都是高耗能行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需要明确制造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而找寻制造业碳排放的有效减排路径。碳减排政策实施要通过调整经济活动和能源强度、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较低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活动效应是制造业碳排放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造成制造业子行业间碳排放差异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有利于提高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代表的高排放强度行业能源利用效率。


  电力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电气化率，实施电力低碳发展转型战略，加快推进火电“高效化、清洁化、减量化”发展，探索“电热为主、多能互补”发展模式，逐步摆脱电力行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开展火电技术改造，加快火力发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通过负荷调整管理用电需求解决用电时空差异，有效衔接碳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等。


  对建筑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建筑施工每年形成的碳排放约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11%。我国建筑能耗约占整个社会能耗的1/3，降低建筑能耗将显著改善社会整体能耗状况，同时对节能减排以及环境保护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建筑领域碳减排已成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环。碳减排意味着行业内生产方式、技术水平、材料选择、商业模式等均将面临革新，绿色建筑及绿色金融等为建筑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背景下第二产业的发展愿景


  构建完善现代绿色低碳工业体系


  现代绿色低碳工业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以较低碳排放水平维持较高工业增速的高质量工业体系。建成现代绿色低碳工业体系是工业碳中和的基础，应实施高标准绿色工厂生产体系，控制和减少六大高耗能行业的碳排放，以“绿色智造”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优化工业产能空间布局


  构建合理的工业空间布局，处理好区域之间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不同区域碳中和的时间节点应综合考虑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和空间尺度等因素，合理组织优化工业产能的空间布局和产业转移。


  建立工业低碳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大力研发应用各类减污降碳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采掘业要加快更新采掘工艺和采掘设备技术，加工制造业要不断优化创新技术模式与方法，发电业要推动电力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和大力发展新能源发电技术，建材业要加快推广低碳前沿技术，要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积极探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构建国内生产与国际贸易新格局


  碳中和将成为塑造和构建国际贸易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随着欧盟、日本等大型经济体先后开启碳中和进程，碳关税也将因此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议题。全面贯彻落实“双碳目标”，将增强我国工业产品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低碳竞争优势以及现代工业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整体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


  推动工业制造业产业链升级


  实施“双碳目标”，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加速制造业产业链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提升产业配套水平，使产业链条分别向研发和市场两个方向延伸；另一方面应在不影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为集中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攻关总部经济环节创造条件，从根本上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碳达峰、碳中和与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碳排放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也称服务业。服务业碳排放占所有产业总排放的比重较低，自200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碳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增速放缓趋势。在工业节能减排成果边际效应递减越发明显的形势下，服务业将成为潜力巨大的节能减排新领域。


  在服务业的行业分类中，煤炭消费比例最大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石油消费比例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天然气消费比例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热力、电力消费比例最大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19年5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指导大型活动实施碳中和，倡导低碳举办大型活动的理念。该指南提出，在大型活动筹备、举办和收尾阶段应当尽可能实施控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并确保控排行动的有效性，规定大型活动组织者需要先控排和减排，再实现碳中和。大型活动组织者应通过购买碳配额、碳信用的方式或新建林业项目产生碳汇量的方式来抵消大型活动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鼓励优先采用来自贫困地区的碳信用或在贫困地区新建林业碳汇项目。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显示，交通运输部门是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仅次于能源供应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2013—2019年，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年均增速保持在5%以上，已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快的领域。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占全国终端碳排放的约15%。


  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一是要继续推广交通运输减排技术应用，综合运用电、氢等新能源运输装备替代，加快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推广，提高运输装备燃油效率，应用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提高运输效率等。要协同推进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完善绿色产品的标准体系。二是加快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组织实施交通运输结构性减排工程，提高铁路、水路货运比重，引导城市出行选择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出行，系统性降低交通运输碳排放。三是制定和健全交通运输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建立交通运输能耗和碳排放监测评价体系，编制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指南，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领域能耗与排放在线监测平台，设立交通运输碳减排产业基金，用于低碳能源转型和实现碳减排的技术研发、技术示范和市场推广。


  对金融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绿色金融驶入快车道，包括碳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在内的绿色金融业务将迎来巨大机遇。


  金融机构通过绿色融资服务和排放权金融服务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一方面为企业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方面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为客户参与碳交易各个环节提供综合服务，以及为推进国内碳交易市场平台建设研发配套的碳金融产品及服务。


  在“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全面规范发展，既要夯实产业基础和现货市场，也要构建和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


  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信息传输是从一端将命令或状态信息经信道传送到另一端，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污染和碳排放。电脑在所有IT（信息技术）设备产生的碳排放中占的比例最大，1台电脑每年可制造约0.1吨的二氧化碳。互联网技术设备所消耗的巨大能源值得重视，信息传输过程、计算机服务软件的使用，都存在碳排放的问题，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不可避免地会给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带来影响。要建立和完善行业低碳政策法规，坚持进行技术创新，不断开发绿色电脑产品，推行虚拟化、云计算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实现行业环保运营。


  对批发和零售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批发和零售、物流配送的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费量、汽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及电力消费量占有较大的比重，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对这些行业必将带来影响。要构建低碳式零售业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激励政策与约束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零售业节能减排措施。


  对住宿和餐饮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宾馆、酒店、餐厅是公众消费场所，每天都要向外界排放大量的烟尘、废水、废气，以及消耗大量的能源。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必然影响到住宿和餐饮业。住宿和餐饮业要达标运营，就必须进行整顿和整治，以达到减少和控制粉尘及污水排放的目的。治污减排需要环保投入，必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促进住宿和餐饮业低碳发展，要通过制定酒店低碳控制程序、制度，有效实现低碳经营和管理的监督机制，创新低碳型绿色酒店的管理机制。要加强低碳餐饮、文明用餐宣传，使低碳餐饮成为饮食活动的时尚，倡导低碳旅游饮食、低碳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


  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势必会形成更加严格的、具有约束性的行业减排目标。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及其价值链相关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将承担全产业链的节能减排重任。


  要全力推动房地产行业的供应链减碳，制定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标准，将低碳理念贯穿设计、施工运行及经营管理、维修服务各阶段，促进建筑相关供应链行业（如钢筋、水泥、玻璃、家电等行业）为客户提供更多的绿色低碳产品。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背景下第三产业的发展愿景


  提高服务业碳生产率


  以服务业碳生产率为重点指标，构建服务业低碳增长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充分发挥空间互动效应来促进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地适当优化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促进服务业稳步增长。


  挖掘服务业碳减排潜力


  注重服务业领域去碳化的政策性引导，调整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强化服务业能耗、碳排放与经济增加值良性脱钩。深化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发展综合型绿色交通系统，倡导绿色消费，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节能型和低碳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优化排放权交易


  通过平衡各行业交易后的经济效益与减排效益，优化服务业排放权交易模式，探寻减排成本最低的服务业绿色均衡发展路径。流通服务业能耗和排放量较大，但减排的边际成本较低，在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倾向于出售排放权。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减排的边际成本较高，在排放权交易过程中倾向于购买排放权。将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碳普惠制金融探索来构建碳账户，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


  调整能源投入结构


  通过调整能源投入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质量，在服务业中需要提高热力、电力和天然气等低碳能源的比重，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比重，降低化石能源比重，大力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六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政策


  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即2030年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在碳减排途径、技术、机制和政策上开拓思路、积极创新，开展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更需要有一套系统、完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行业机构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积极推进战略提升与政策强化，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基础上，开启了一场新的能源革命。


  国家发展战略与政策规划


  国家发展战略：逐步进入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


  从“八五”计划开始到“十一五”规划，每一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都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要求：“十二五”规划提出健全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提出要“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十三五”规划强调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环保国际合作。


  政策规划：驱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2007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


  2008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


  201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组织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并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为第一批国家低碳试点。


  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围绕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大力开展节能降耗，优化能源结构，努力增加碳汇，加快形成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2013年9月，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提出，经过5年努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要明显好转，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全面改善。


  2014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印发的《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加快治理重点污染源，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保障清洁能源供应，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形成清洁、高效、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014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全面完成，低碳试点示范取得显著进展，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大幅提升，能力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国际交流合作广泛开展等。


  201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加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城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强调细化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进一步促进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201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强调了用能权交易制度，明确节能管理手段，建立健全节能监察体系，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重点抓用能大户。


  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首次清晰界定了绿色产业的具体内容，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了2025—2035年的阶段发展愿景，明确了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减少碳排放。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到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


  202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提出，要坚持清洁低碳导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把清洁低碳作为能源发展的主导方向，推动能源绿色生产和消费，优化能源生产布局和消费结构，加快提高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遵循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思路，从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度体系、试点示范、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安排，推进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


  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顶层设计：“1+N政策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1+N政策体系”是在各个主要领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转型和创新。[1]


  优化能源结构，控制和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的增长，“十五五”时期要逐步减少，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发展水电，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发展绿色氢能。2030年要建成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要达到12亿千瓦，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系统，推进工业电动交通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推动产业和工业优化升级｜遏制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盲目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绿色制造体系。


  推进节能低碳建筑和低碳设施｜加快发展超低能耗、净零能耗、低碳建筑，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材，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落实绿色低碳理念，建设低碳智慧型城市和绿色乡村。


  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优化运输结构，推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发展电动氢燃料电池等清洁零排放汽车。要建设加氢站、换电站、充电站。


  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循环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污染排放脱钩，减缓气候变化的治本政策，加强相关领域的立法，坚持生产责任延伸制度，推动静脉产业、动脉产业的发展，鼓励推广再制造，建立完善让所有参与方都能够受益的方式。


  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研究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智能电网、储能、绿色氢能、电动和氢燃料汽车，实现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链接技术，具有推广前景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


  发展绿色金融｜以扩大资金支持和投资，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出台配套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善财政、税收、价格等鼓励性经济政策，明确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引导资金、技术流向绿色、低碳领域。


  建立完善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全社会减排目标，要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


  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既有助于增加碳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助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要大力推动植树造林，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联合国及有关国家继续推动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的倡议。


  国家和省（区、市）“双碳”目标和规划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加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各省（区、市）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了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制定了各自的“十四五”发展目标与任务，实现碳达峰目标成为当前和未来的一项重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80多个低碳试点城市研究提出达峰目标。在省级层面，上海、福建、海南、青海等提出在全国达峰之前率先达峰，天津、上海、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陕西、辽宁、湖北、海南、四川、甘肃、西藏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2021年制订实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1] 解振华.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即将发布，十大领域要创新转型[EB/OL].https://finnce.ifeng.com/c/888bLtyqdm5，2021-07-25.

  


  财税与金融专项政策


  财税政策


  财税环境保护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978年12月，《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首次提出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的设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8条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1984年颁布的《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明确了环境保护资金的8条渠道；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标志着我国资源税正式建立；1985年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所征税款用于城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1986年颁布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制定了主要的节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并制定了一系列节能优惠政策；1988年7月发布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将分散使用的环境保护补助资金，集中其一部分进行使用；1989—1990年，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地方税种也均制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税收优惠措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主动运用税收政策调节资源与环境消费，标志着环境财税政策体系开始形成；1995年印发了《关于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的通知》；1996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1996年8月印发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发布了《关于在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开展征收二氧化硫排污费扩大试点的通知》；2003年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2005年12月印发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印发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13年设立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6年4月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应尽可能地探索构建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扩大补偿涉及的范畴，科学合理地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并提出相应的目标；2018年12月印发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截至2020年，已基本形成包括大气、水、土壤、农村等要素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财政体系。


  政府通过加大投入、制定排污收费政策、减免税等多项直接和间接措施，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环境污染趋势，而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激励约束体系，加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财税政策改革促进治污减排约束机制形成


  改革开放后，根据气候、环境变化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国家不断更新完善财税政策，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征税｜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属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也是资源税最早实施“从价计征”的改革对象。我国在对成品油征收消费税的基础上，于2009年实施了成品油税费改革，其后还通过多次提高成品油单位税额，对化石燃料的征税，以及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起到调控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


  对机动车的征税｜对小汽车和摩托车征收消费税，对机动车征收车辆购置税，对机动车船征收车船税，以及根据乘用车的排气量设置差别税率，对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车辆和节能车船给予优惠政策的做法，有力地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替代和低碳交通发展，减少了来自流动源的碳排放。


  征收环境保护税｜我国从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在全国范围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四大类污染物的117种主要污染因子进行征税，明确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使能源资源的产品价格体现环境成本，理顺稀缺资源的价格，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速度，促进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环保税约束了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积极促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生态环境修复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治污减排内在约束机制的形成。


  实施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优惠政策｜实施对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对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对节能设备和节能项目，以及对资源综合利用等实施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调整能源结构、引导化石燃料替代能源发展；通过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整体减少资源消耗，发挥促进碳减排、保护环境的作用。


  完善财税法规，确保碳政策下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主要行业产业政策和多数地区发展规划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许多高碳项目计划，对现有大量高碳设施没有明确的淘汰和改造计划，对低碳改造缺乏技术储备和大规模投入规划。应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通过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企业环保成本，遏制农村地区“小而散”的污染源对环境的破坏，加大对环保监测服务、环保技术研发和环保设备生产政策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逐步健全促进低碳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应继续发挥现已实施的税收政策的作用，同时在环境保护税中增设二氧化碳税目，确立专门的碳税制度，更好地与碳交易制度相协调、配合，做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金融政策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加快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2019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开展了绿色银行评价工作，21家主要银行绿色金融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绿色银行总体评价整体明显提升。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通过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生态环境部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组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组织建设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居世界首位。


  加大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重在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政府、部门、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个市场主体要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首先在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相关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等，继续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如通过利率优惠，碳减排专项再贴现、再贷款以及长期资金的信贷工具支持碳减排项目；对高碳排放企业和低碳排放企业实行差别化的财税征收政策，增强企业的碳减排动力；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和深化国际合作等，强化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


  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应推动包括碳中和债券、碳中和信贷、低碳指数、低碳基金、碳交易等绿色融资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探索支持碳减排创新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中，把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列为重点，确立了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的“三大功能”以及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金融引导，金融业可以在碳减排支持工具、碳中和融资工具和碳排放定价交易上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自2011年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与之息息相关的碳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完善的政策制度和法律体系是碳金融市场高效运作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仍不完善，相关标准尚未统一，各地的管理条例和暂行办法无法为碳金融市场提供有效的政策保障。制定与碳金融市场配套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碳排放权的归属和交易主体的法律地位势在必行。需要在充分考虑国情和减排目标的基础上，明确在市场交易准则、违规碳排放处罚、碳现货、碳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交易规则，进一步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提高市场透明度，做好信息公开，实现对碳金融市场的运作进行严格的监管和交易管理。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需要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针对绿色金融搞好顶层设计和规划，统一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填补金融政策空白，全面提升金融政策实施空间，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产业政策


  煤炭工业政策


  为促进煤炭资源全生命周期实现安全绿色开发、清洁低碳利用、产业链现代化，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奠定基础，2021年5月，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印发了《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1]


  在“绿色低碳开发与清洁高效利用相结合”的发展原则上提出：推动绿色开采，增强矿区生态功能；加强节能降碳技术创新，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统筹煤与非煤能源，促进煤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优势互补；推动清洁利用，拓展煤炭消费空间；统筹煤炭生产、加工与消费全过程。


  在“推动矿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因地制宜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共伴生资源共采等绿色低碳开采技术，鼓励原煤全部入选（洗）。做好黄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和矿区规划，实现煤炭资源开发、建设、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实施，提高矿区生态功能，建设绿色矿山。统筹考虑煤炭矿区建设历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生态功能区范围设计，对生态功能区与煤炭矿区重叠区域的保护性开发与关闭退出进行科学评价，实现煤炭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在“推动煤炭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任务中提出：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积极推动实施煤炭行业碳减排行动。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严格限制劣质煤销售和使用。健全商品煤质量监管体系，建立完善煤炭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质量跟踪监测和管理机制。支持煤炭低碳化和分质分级梯级利用，积极发展绿色循环产业，大力推进节能降耗，从产品全生命周期控制煤炭资源消耗。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煤炭碳排放技术研发和示范推广。培育建设一批行业低碳产业示范基地，探索研究煤炭原料化材料化低碳发展路径，打通煤油气、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链，推动煤炭由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建立健全行业低碳发展推进机制，促进煤炭生产和消费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电力产业政策


  电力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而发展电力信息化、智能电网及电力物联网等产业是实现我国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的重要手段。2016年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力争取达到50%。2019年3月发布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大纲》，明确了“三型两网、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提出到2021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到2024年基本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2021年3月公布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进一步支持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利用，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给。


  2021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推进碳减排，明确了推动能源电力转型主要实践、研究路径以及行动方案。在能源供给侧，将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大规模储能装置，加快光热发电技术推广应用，推动氢能利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技术研发。在能源消费侧，将全面推进电气化和节能提效，强化能耗双控，把节能指标纳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绩效评价体系，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将燃煤发电列入必须坚决遏制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要求积极推进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环评试点工作，衔接落实有关区域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清洁能源替代、清洁运输、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要求。在环评工作中，统筹开展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源项识别、源强核算、减污降碳措施可行性论证及方案比选，提出协同控制最优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探索实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和碳捕集、封存、综合利用工程试点与示范，推动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要以建立一个低碳乃至近零碳的电力系统为发展方向，通过发展智能电网，创新低碳能源及运输技术，改变终端用能部门消耗模式，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从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石油化工产业政策


  2013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提出，构建循环工业体系，在石油石化工业推动废渣、废气、废水资源化利用，加强炼制各环节余热余压的回收利用，构建石油石化行业循环经济产业链。


  2016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确定了我国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和规划目标。


  202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制定绿色低碳转型路径，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努力建设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全面融合发展的“低碳能源生态圈”。


  2021年1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了《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四五”发展指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石化绿色工艺名录（2020年版）》。


  《石油和化学工业“十四五”发展指南》提出了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十四五”期间，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为重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战略、人才强企战略。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倡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创建低碳发展体系。


  交通运输产业政策


  自2015年以来，财政部等部门先后印发《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审批责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文件，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交通运输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政策规定。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以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完善基础设施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


  交通运输部正在部署《交通运输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的研究和编制。交通运输行业是能源消耗、碳排放大户。对于交通行业及全产业链条来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包括交通制造、能源供给、超级计算、数字交通，都将纳入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范畴之中。未来以“双碳”为牵引，将激发交通各要素的迭代升级，到碳达峰乃至碳中和实现的时候，整个交通系统将迎来颠覆性变化。


  建筑材料产业政策


  2010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水泥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研发低碳技术，逐步降低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大力支持工业废渣的再利用，减少水泥生产的过程排放，加强水泥熟料低温煅烧技术研究。开展水泥生产二氧化碳分离、应用技术及其碳捕集、封存的可行性研究。逐步建立水泥行业碳排放的基础数据库，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降低。


  2015年印发的《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建筑发展。


  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抓住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无序竞争等关键问题，在供给侧截长补短、压减过剩产能，有序推进联合重组，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扩大新型、绿色建材的生产和应用，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和组织结构，有效提高建材工业的质量和效益。


  2021年1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布《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提出推进建筑材料行业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优化工艺技术，研发新型胶凝材料技术、低碳混凝土技术、吸碳技术以及低碳水泥等低碳建材新产品。


  2021年3月发布的《建筑材料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明确了建筑材料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分为燃料燃烧过程排放和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两部分。


  钢铁和有色金属产业政策


  钢铁行业是我国碳排放最高的制造业，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


  2005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提出，按照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理念，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节能降耗，最大限度地提高废气、废水、废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力争实现“零排放”。


  2019年4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提出了严格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准入、积极有序推进现有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依法依规推进钢铁企业全面达标排放、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生产设施、加强企业污染排放监测监控五项重点任务和采取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有关税法、给予奖励和信贷融资支持、实施差别化电价政策、实行差别化环保管理政策、加强技术支持五项政策措施。


  2021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提出，大幅提高钢铁置换比例，扩大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明确置换范围，严守不新增产能红线。


  2021年4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的公告》，宣布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调整包括生铁和还原铁、钢坯钢锭、再生钢铁原料和铬铁等四大类钢铁产品进口关税为零。这些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交易权政策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地方试点的方式，开启了我国建立碳排放机制的第一步。2013年6月，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随后深圳、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先后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形成了全国七大碳排放交易试点。2016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确保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同年，福建碳市场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扩展至8个。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各试点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约为4.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近100亿元。


  由于各试点碳市场规则不统一、政府干预程度不一、碳配额价格差异较大等因素，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迫在眉睫。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通过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生态环境部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组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组织建设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2021年2月，生态环境部正式施行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从国家层面对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做出明确规定。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大势所趋，而眼下我国碳排放权政策体系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重构也正处于关键节点。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尚未成熟、完善。近日，《国务院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将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这将成为一段时间内我国碳排放权交易领域位阶最高的法律规范，标志着碳排放权交易已经进入上位立法阶段。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基本路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扎实推进、稳步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工作将会得到进一步更新完善。


  其他领域


  2021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绿色发展为核心，加强系统治理，创新利用模式，实施专项行动，促进大宗“固废”实现绿色、高效、高质、高值、规模化利用，提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建设50个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培育50家综合利用骨干企业，实施示范引领行动，形成较强的创新引领、产业带动和降碳示范效应，进而实现产业布局集聚化、利用方式低碳化、技术装备先进化、模式机制创新化、运营管理规范化。


  
    [1] 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EB/OL].http://www.colchin.org.cn//uplodfile/2021/0603/20210603114439221.pdf，2021-06-03.

  


  第七章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可使碳排放权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发生流动和交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优化生产结构，增大减排力度。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建立了相对适用的体系。对于我国而言，不断完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不断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重大意义。


  碳排放交易的发展


  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是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它是运用市场经济来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允许企业在碳排放交易规定的排放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可用减少的碳排放量，使用或交易企业内部及国内外的能源。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提出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类，碳配额和碳减排，其中碳配额是强制实施，碳减排是自愿执行。碳配额交易是由主管部门向纳入试产的企业发放配额，当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时，需要向有配额富余的企业购买，而配额富余的企业则可以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碳减排即CCER交易，是指符合规定的减排项目可以申请签发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用于出售获得额外收益，即自愿减排。


  碳交易业务流程主要包括：第一，企业进行碳排放数据申报，重点排放单位参照排放报告核查指南报送年度碳排放报告；第二，第三方核查，重点排放单位委托认证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第三，配额分配，政府主管部门依据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报告及核查报告，按照配额核定方法进行配额分配；第四，买卖交易，重点排放单位在获得配额后通过碳交易平台进行配额交易；第五，履约清算，重点排放单位在规定时间上缴其经核查的与上年度排放总量相等的配额量，用于抵消上年度碳排放量。


  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率先开展碳排放权交易。2005年1月，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开始运行，包括所有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覆盖了该区域约45%的温室气体排放，涉及超过1.1万家高耗能企业及航空运营商。按照“总量交易”原则，欧盟统一制定配额，各国为本国设置排放上限，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中的产业和企业，向其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配额，可以将剩余配额出售；反之则需要在交易市场上购买。[1]2019年，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覆盖的排放量较上一年下降9.1%，是10年来最大降幅；同年，欧盟拍卖的配额量同比减少36%，收入增加4.47亿欧元，成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重要来源。欧盟排放交易计划是世界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安装级‘总量控制与交易’”系统。[2]


  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是碳定价的两种形式，碳定价对碳达峰和碳中和有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表明，截至2020年，全球共有61项已实施或者正在规划中的碳定价机制，包括31个碳排放交易体系和30个碳税计划；覆盖46个国家和32个次国家级司法管辖区，涉及120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2%。要通过不断完善碳定价机制和市场体系，用市场力量调整高碳产业结构，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趋低碳化。


  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发展


  根据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缔约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我国提出了多项自主贡献目标：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并争取提早达到峰值；相比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60%；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


  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在积极履行签署的关于碳减排国际公约的同时，加紧构建了国内的碳排放政策体系，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了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16年，又先后出台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法规条文，这些法规条文成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法制基石。[3]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碳排放权市场的正式启动。2020年11月，生态环境部下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表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一步加速。


  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实践工作也在逐步推进。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环境交易所成立。2011年10月，我国碳市场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2年，我国碳交易政策框架建立，同时北京环境交易所推出了我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并发布了石化行业、有色金属、化工等行业的节减排方式方法及政策。2013年6月，深圳碳排放交易所正式开市，随后试点碳市场陆续启动；2014年6月，重庆碳市场开市。至此，我国试点碳市场全部启动，建立碳市场的第一阶段任务完成。2015年我国提出预计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2014—2016年，我国政府相继做了建成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出台配套行政法规等大量工作，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配套细则和技术标准，审查企业历史温室气体的排放数据，初步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4]据统计，自2013年深圳碳排放市场率先正式启动以来至2016年底，7个试点的碳排放交易覆盖了热力、电力、石化、钢铁、水泥、制造业及大型公建等行业，碳排放交易数量累计高达1.6亿吨，交易总值高达25亿元人民币。[5]第二阶段的任务是2017年12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贯彻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进行部署。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就此拉开帷幕，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成功完成。[6]2018年，四川和福建碳排放交易市场亦完成开市，9个区域市场已开展交易。


  为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来控制碳排放：一是从增量方面加以抑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提高清洁能源及非化石能源的比例，从而抑制碳排放的增长；二是从存量方面加以控制，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完善，通过碳交易市场化机制促进全社会减排目标早日实现。正是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中国2019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了48.1%，提前实现了最初制定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


  我国的碳交易涉及行业主要以发电行业为主，2019年发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的46%，因此我国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逐步扩大参与碳市场的行业范围，增加交易品种，不断完善碳市场。而在实际执行中，各试点区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继发电行业之后，分批次分阶段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几大行业逐步纳入碳市场。


  2020年11月发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要求，一旦新版管理办法确定实施，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不重复参与相关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的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等活动。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配套的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我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初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全球最大碳市场的启动铺平了道路，中国碳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截至2021年6月，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为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为114亿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建立，交易于7月16日启动，碳配额开盘价为48元/吨，首笔成交价为52.78元/吨，第一个履约周期从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碳市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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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碳排放交易权体系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自身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但是这些交易体系内部存在差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配额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另一种是基于项目的碳排放交易体系。[1]基于配额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采用总量管制与交易的方法，由管理者制定并分配碳排放配额，又可细分为强制性碳交易制度和自愿性碳交易制度；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可细分为联合实施项目（即一国可以从其在另一国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获取减排信用）和清洁发展机制（指发达国家投资者可以通过在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改造活动，进而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2]


  目前世界范围内正在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共21个，覆盖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0%。近年来，全球碳市场建设不断加快，从配额限制到配额出售的市场运作，从出台法规到执法检查的监督管理，市场交易机制日渐完善。


  国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跨国二氧化碳交易项目，涵盖欧盟成员国半数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目前全球最成熟、交易规模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范围内涉及排放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影响力最强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


  欧盟成员国需要制订详细的分配计划上报欧盟委员会审查，分配计划中需要列出本国涵盖的目标企业名单以及本国的减排目标，然后排放量配额会被分配给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3]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实施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试运行阶段（2005—2007年），针对的目标主要为能源生产和能源使用密集行业，包括能源供应、石油提炼、钢铁、建筑材料和造纸行业，大部分的排放量配额被免费分配给排放企业，未使用的并不能累积到下一个阶段；二是实现《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关键时期（2008—2012年），这一阶段其范围除了欧盟27个成员国，还覆盖了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重点管制行业除了能源密集型行业以外，也包括航空业，排放量配额仍然以免费分配为主，但是配额数量比上期降了6.5%；三是2013—2020年，此阶段拍卖成为默认的发放形式，仅在工业领域有免费配额，且免费配额占比最高不超过43%；2021年起为第四阶段，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范围从电力热力部门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航空业，未来可能继续扩展到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温室气体种类从单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扩展到一氧化二氮、全氟化碳，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也逐渐从免费发放向拍卖过渡。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和严密的分层计划保证了这一制度能够在欧盟成员国落地实施，其交易机制灵活，允许多种交易方法和多个交易市场并存，增强了市场流动性。[4]


  2020年，欧洲碳排放量约为13亿吨，交易量达80亿吨，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约为2290亿欧元，欧洲市场约占90%，涉及电力、工业以及航空部门的11000多个排放设施。


  欧盟交易体系核心机制是总量控制和交易，区分行业和阶段、调整免费配额与有偿配额占比，现货、期货、远期等多种排放权交易形式并存，发展至今已较为成熟和完善。


  美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美国的碳排放与欧盟的迥然不同，没有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只有区域性的减排计划。这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西部倡议和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5]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是美国第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强制减排体系，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涵盖美国7个州，针对的仅是电力行业，目标是2018年区域内电力行业的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10%。在具体运作方面，每个州先根据自身在此项目内的减排份额获取相应的配额，然后以拍卖的形式将配额下放给州内的减排企业。这些拍卖所得60%以上将用于改进能效，还有10%将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监督与报告机制，各州需要选定一个独立的市场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企业的市场活动；企业要按照规定安装二氧化碳排放跟踪系统以记录相关数据，并在规定日期前以季度为期限向管制机构报告。


  2007年发起的西部倡议，是个跨国的区域行动计划，参与对象涵盖加拿大4个省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其目标为2020年该区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下降15%。在具体实施方面，它以3年作为一个履约期，初期针对的行业只包括电力行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以后将逐步把居民、商业和其他工业纳入考虑范围之中。


  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是西部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2012年，涵盖炼油、发电、燃料运输等行业。2021年1月，美国加州碳市场立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内容包括调整配额价格控制机制以及在2030年之前更大幅度地降低排放总量等。


  美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带有鲜明的特征：并无全境统一的交易系统，各区域自行选择合适的减排计划。区域性的交易体系自由度较大，各州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然而这种交易方式难逃各自为政的局面，交易量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并且交易区之间也存在兼容性等问题。


  2020年美国汽车企业特斯拉出售碳排放积分，获得了15.8亿美元的营业收入，预计2021年特斯拉的碳排放交易收入有望达到20亿美元，这得益于美国加州的碳市场建设。加州的碳市场目前已覆盖该州85%的温室气体排放。[6]


  韩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2010年1月，韩国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目标，要在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基准排放量减少30%。2012年5月，韩国国会正式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拟定于2015年全面开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7]


  韩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方式从大类上分属于基于配额的交易制度，主要涵盖发电等23个产业525家公司。先后经历了2015—2017年所有碳排放配额全部免费分配阶段，2018—2020年97%配额免费分配、3%有偿分配阶段，以及免费分配的比例将下降到90%以下阶段。[8]根据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企业总排放高于每年1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以及单一业务场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5万吨，都必须纳入该系统。根据韩国交易所数据，2020年，韩国各种排放权交易产品总交易量超出2000万吨，同比增加23.5%。2021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进入第三阶段，实施更加严格的排放上限，将有偿配额比例提高到10%，覆盖的行业将继续扩大。韩国政府致力于引导企业自发减排，还引入第三方交易制度，增加金融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参与。[9]


  韩国的制度设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推行主体方面，政策由政府主导实施，执行力有所保障；在金融创新方面，借鉴美国碳交易金融化的特点，组建了碳基金和碳金融公司；执行层的妥善考虑是韩国制度的一大亮点，韩国政府部门从多渠道宣传政策内容，帮助企业适应变化。在减排的同时，韩国注重环保的另一面，重点扶持绿色产业，将环保文章做到更深处。[10]


  新西兰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新西兰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国家。2008年开始实施碳交易制度，开始时只针对林业，后来化石燃料业、能源业、加工业等行业也陆续进入交易体系，农业最后进入。早期新西兰90%以上的配额被免费发放给减排企业，随后免费配额的比例逐步降低。除了专注于国内市场，它还注重与其他交易体系的协调和衔接，允许本国企业在国际碳排放市场进行交易，允许使用国际碳信用额度。超过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制度购买交易的配额，也可以通过海外交易购买国际碳信用额度，有盈余的企业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未使用的配额而获利。新西兰建立了完善的交易制度，并设计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内、国际双市场接轨，兼容多种交易方式，保证了市场的灵活性。[11]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全国交易系统和试点地区交易所相结合。2013—2014年全国已建成7个试点地区交易所，现如今正逐渐从试点地区走向全国性碳市场。2021年2月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及其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从重点行业电力行业开始，与各试点地区的碳市场逐渐衔接。交易所虽有差异，但碳排放权交易均为场内交易行为，必须向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信息报告，并接受其核查。配额交易也多采用公开竞价、协议转让等方式。此外，各个交易所对相关主体在一个履约周期内最多可使用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约定了比例上限。二是交易的主体是行业要求与排量要求相结合。目前只有满足两个条件（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且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当量）的排放单位，才可被列入国家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并由国家分配碳排放配额，参与交易。此外，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构和个人，也可通过申请及审核，成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三是交易标的采用的是排放配额和自愿减排量相结合。排放配额由生态环境部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分配到各重点排放单位。分配也以免费的行政划拨为主，也可根据国家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自愿减排是中国境内的碳减排项目经政府批准备案后所产生的资源减排量，需要经过项目审定、注册、评审、检测、核查核证、签发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方可进入市场交易。目前，我国已备案的相关项目多为农村沼气利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12]


  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公开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这是加快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重要举措。一是明确了重点排放单位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主体责权；二是在生态环境体系下衔接和融合温室气体管理手段和传统污染手段；三是明确了各级主管部门责任，强化了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四是细化了责任追究情形，多手段加大惩戒力度；五是鼓励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减排。[13]


  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进一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活动。根据国内外试点省市碳市场建设经验，碳交易立法及有关配套制度文件的出台是碳市场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碳排放权登记、交易和结算是全国碳市场运行的重要环节，但此前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上述环节和全国碳市场监督管理的政策文件，亟待从制度层面对全国碳市场登记、交易、结算的基本要求和各方权责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次登记交易结算三大规则的出台终结了这一历史，表明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入了冲刺阶段。[14]


  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启动后，市场规模覆盖排放量或超40亿吨，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根据2020年年底发布的《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2225家进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的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成为全国碳市场纳入的首批企业。目前，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基本完成配额预分配工作。[15]


  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运行后，由于不产生碳排放，水电、新能源电站等清洁能源可以通过售卖自愿减排量来获利。但是交易额度有限制，最多只能占买家总耗煤量的5%。这样的市场机制，使得碳排放成为企业发展规划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和市场两方面倒逼企业进行减排。同时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环境友好型企业和地方生态也将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起步时间晚，经验相对不足。中国会根据本国国情，不断改革、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规定，不断吸纳和借鉴国外的相关实践经验，不断发挥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功效，加速相关控排行业实现碳达峰，以科技创新助推2060年碳中和目标实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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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


  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


  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MRV）是生产设备层面、利用实验室等手段进行准确监测，确保符合抽样和分析要求，报告年排放总量，并由独立的、有资质的机构核查报告，且核查机构需要有国家认证部门认可的资质。[1]


  建立完善有效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是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运行的重要基础工作。作为构建碳市场环境的重要环节，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是企业对内部碳排放水平和相关管理体系进行系统摸底盘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可以为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法规提供数据支撑，可以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为配额分配提供重要保障，同时有效支撑企业的碳资产管理。[2]2013—2014年，我国地方试点碳市场建设迅速开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为全国碳市场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一个健全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对于碳市场的有效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的内容


  有效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既需要活跃的参与主体，也需要合理透明的组织结构。其中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及第三方机构。这三类主体在相关法律法规、指南和标准的指引下，按照一定的流程和规范，各司其职并有序合作，是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得以运转的基础。


  一个成熟完善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流程。作为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运行的基础，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流程是参与主体都需要计划和准备好这项工作的资金及人力支撑。二是统一的数据填报与核查系统等硬件设施对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运行至关重要。建设统一的电子报送数据平台，实现数据的在线填报与核查，可以大大提高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运行效率。三是人才保障。人才是碳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无论主管部门、企业，还是第三方机构，涉及这项工作的技术人员都需要熟悉掌握相关工作流程、要求以及技术规范，相关主体需要对这些工作人员开展必要的培训。四是技术标准。需要制定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第三方核查指南以及监测计划模板，明确数据监测、报告与核查的详细、具体的技术要求，统一度量衡，做到“一吨碳就是一吨碳”，数据可追溯、可信赖、可比较。五是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碳市场法律制度框架，需要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同时制定发布《企业碳排放报告管理办法》《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法》等配套细则，进一步规范报告与核查的工作流程、要求相关方责任以及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


  我国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发展现状


  2017年12月，我国宣布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发布了3批共24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虽然这24个企业归属不同的行业，但具有一定共性，主要体现于每个重点行业的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均包含了适用范围、引用文件与参考文献、术语与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方法、质量保证与文件存档、报告内容与格式规范7个部分的内容。核算指南的发布，规范了企业与核查机构碳排放数据核算，确保了碳市场基础数据的准确性。2019年，我国大部分省份已组织开展完成了2016—2017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3]


  2021年3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2020年核查和2019—2020年度配额清缴。该通知既加入了配额分配和清缴的内容，指导碳市场交易履约的具体工作，也修订了碳市场覆盖范围、电力行业核算方法等技术要求。具体包括：电网退出，钢铁化工扩大；发电行业以设施为层级开展核算；完善数据获取要求，保障数据质量；规范报告流程、格式和方法；信息公开，数据更加透明；融合排污许可管理要求。[4]这标志着全国碳市场诸多细节的进一步明确，也为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算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建设主要借鉴了欧盟、美国加州及国内试点碳市场的做法经验。虽在具体规则和标准方面有所差异，但在大的思路和操作流程方面基本大同小异。受限于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在试点碳市场，地方政府无法出台法规明确第三方机构的资质要求并对第三方机构开展资质认证与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第三方核查机构能力参差不齐。


  随着我国碳市场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包括法律和制度支撑薄弱、相关技术指南和标准仍不完善、第三方核查机构能力参差不齐以及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5]


  一是法律、制度支撑薄弱。中国碳市场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形式，建立完备的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把相关工作的工作流程、技术要求、参与方的权责等制度化。执行主体从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到企业，再到第三方机构，都需要以制度的形式固化这项常规化的工作。目前，对于重点排放单位历史碳排放数据的报送、核算与核查工作并没有完全制度化。由于未形成惯例或制度，地方和企业对国家推进相关工作缺乏明确的预期，导致准备不足或工作步调与国家不一致，在实践中给地方和企业开展工作带来不少挑战。在技术层面，由于缺乏法律制度以及技术标准的支撑，很多数据的采集只能依托现行的统计法及企业传统的数据收集体系开展工作，而碳市场的运行需要更加细化到设施、工序、产品层面的数据。


  二是相关技术指南、标准仍不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的核心目标是获取企业真实、可信、可量化、可追溯、可核查的碳排放数据。在数据的核算、报告与核查方面，必须基于统一的标准，才能确保市场公信力。首先，我国碳市场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相关的指南和技术标准仍未形成完整体系。目前已经完成了24个行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针对第三方机构核查和数据的监测等，仍需进一步制定相关技术指南和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已经制定的指南和标准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临时适用的指南和模板，由于化工、石化、钢铁等许多行业情况复杂，涉及的产品多，工序复杂，在实际运用中已发现这些指南和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随着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案的制订发布，对数据报告与核查指南、标准和监测计划将提出修改要求。再次，针对同一个指南和标准，行业内不同的企业、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在实践中也有可能存在解读的偏差和数据处理的不一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指南和标准在执行中出现偏差。


  三是第三方核查机构能力参差不齐。国家碳市场建设初期，有经验的核查机构和核查人员的数量并不充足。尽管生态环境部下发文件公布了核查机构遴选的参考条件，但在实践中，各地为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不得不自行确定条件并采用招标形式开展核查机构的遴选。有的机构为占有市场，不惜采用低价竞争策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导致各地选定的核查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在第三方核查质量控制方面，对核查机构仍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虽然部分地区组织复核或专家评审，但缺少对核查机构的有效考核，对于在核查中存在质量问题的机构也没有到位的惩处机制，核查质量的控制缺乏机制化的保障。因此，需要加强对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规范化管理。


  四是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碳排放监测、报送与核查工作涉及很多细致、具体的技术要求，这就要求核查员不仅要熟悉行业背景、工序和技术，也要熟练掌握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的规则、指南与相关标准；同时企业工作人员也需要熟悉数据监测、核算与报告的要求。这就需要既对从业人员开展注重实用性的技能培训，也要让从业人员能得到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升的机会。


  做好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6]


  注重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的顶层设计


  控制碳排放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的管理和监督体系，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成熟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推进碳减排工作，也是顶层设计的最终目的。


  因此，首先要从立法上构建完整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的监管体系，形成多层次的碳交易市场监管机制。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对不按照规范进行碳排放监测、不按标准格式进行报告和不配合监管机构核查、未减排达标的企业，坚决予以处罚，杜绝排放单位、核查机构以及人员的违规行为。其次要明确主管、监管部门。我国目前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均由当地发展改革委作为碳交易主管部门，如果引入第三方协同监管机构就可以保证专业性，那么需要从源头上保证企业排放量监测的准确性、报告的合法性和核查的公平性。行业协会是连接企业和政府的桥梁，熟悉产品生产和工艺特点，有收集、识别企业碳排放数据的专业基础，其特殊地位便于对企业排放活动进行检查，能够协助监管部门从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各个阶段对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和结果验证。要引入具有资质的、独立的第三方核证机构，提供验证、公示、宣传和协调等工作，协同生态环境部共同对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及核查等进行监督，确保核查过程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建立双重控制碳排放总量与单位强度


  总量控制手段作为碳减排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国际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则中占据重要地位。总量控制有绝对量控制和相对量控制，我国至今没有公开承诺过碳减排总量绝对值，仅有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减排率的目标。我国各省市的具体情况和减排目标存在差异，仅在国家层面对碳减排总量进行控制是不够的，在国家、省市和行业都需要设定减排控制目标。结合经济结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碳强度减排目标等参数，设定能够反映企业实际工业排放、兼顾企业发展以及有效控制行业碳排放的目标。


  明确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的边界


  我国碳排放规则与国际碳排放规则的较大差异在于，我国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机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基本是基于企业层面的，而不是基于设施层面，因此需要在法规上明确相关企业监测计量、报告和核查二氧化碳排放的边界。


  完善行业碳排放核查技术、建立集成系统


  原料替代、燃料替代和协同处置废物等过程，是核查技术的难点。核查阶段需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和一致性，因此如何有效准确识别影响相关企业碳排放的关键参数，并进行数据验证，成为核查技术的主要内容。目前，我国对相关企业碳排放数据的核查技术还缺少较为完善的方法，缺乏适用于相关行业的、统一认可的核查方法以及核查软件。建立一种全国性、可操作性强的企业碳排放在线监测、报告与核查集成系统，便于相关企业自行填报碳排放数据，并根据实时反馈排放数据开展碳减排工作，可以帮助企业和监管部门精确确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测算及预测某个区域的碳排放总量，并依据关键参数对监测结果进行核查，具有数据验证和预测的功能，通过对企业的多个监测数据和报告内容，根据统计学原理进行抽样调查，保证碳排放核查阶段的数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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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碳达峰、碳中和技术


  人类在各个发展阶段上能利用的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地开发出足够的替代资源，以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厦。在既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下，必须以技术创新之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们在加快经济绿色转型、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发展共享经济、扩大碳汇潜力、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过程中，要全面围绕低碳技术创新这一中心不动摇，在普及推广“适用性”低碳技术的同时寻求突破“颠覆性”低碳技术。


  清洁煤技术


  清洁煤技术应用范围


  清洁煤炭技术主要包括煤炭加工、清洁煤气化、煤炭转化以及污染控制与废弃物处理等。[1]


  煤炭加工是指在燃烧前对煤炭进行前端处理（包括洗煤、型煤、配煤、水煤浆），对可能的排放污染物进行有效控制。目前主要的清洁燃煤技术是循环流化床锅炉加工技术，它通过一系列的燃煤净化、分离，达到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和降低污染的目的。


  清洁煤气化是以煤或煤焦为原料，以氧气等为气化剂，在高温条件下通过化学反应将煤或煤焦中的可燃成分转化为气体燃料的过程。煤气化技术主要有固定床气化炉、流化床气化炉与流床气化炉3种。


  煤炭转化主要包括煤炭气化和煤炭直接液化，其中煤炭气化是将煤炭形态转化，有利于运输与提高燃烧效率，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也包含地下气化。


  污染控制与废弃物处理是指在煤炭燃烧后对生成的污染物进行处理与净化。


  此外，煤炭的资源化利用也日益兴起，主要包括煤矸石综合利用、矿井水与煤泥水的净化和利用、煤层气的开发利用等。


  清洁煤技术分类


  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离不开清洁煤技术。清洁煤技术从技术工艺上划分，主要分为直接燃煤洁净技术和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2]


  直接燃煤洁净技术主要包括燃烧前净化加工技术、燃烧中净化技术和燃烧后净化处理技术。其中燃烧前净化加工技术主要包括选煤、型煤加工及水煤浆技术，其中以选煤为主。与其他方式相比，选煤是清洁煤技术的前提，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最大程度地除去煤炭中大部分的矸石、灰分，部分硫分和其他有害杂质，从而减少燃煤对大气的污染。燃烧中净化技术主要包括流化床技术和先进燃烧器技术。流化床技术具有燃烧温度低、燃烧效率高、燃料使用范围广、脱硫效率高以及有效控制氮氧化物排放等优点。先进燃烧器技术能有效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燃烧后净化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消烟除尘和脱硫脱氮技术。在消烟除尘方面，电厂一般都采用静电除尘；而脱硫分干法和湿法，脱硫效率都可达90%。干法脱硫是用浆状石灰喷雾与烟气中二氧化硫反应，生成干燥颗粒硫酸钙，用集尘器收集；湿法是用石灰水淋洗烟尘，最后生成浆状亚硫酸排放。


  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主要包括煤气化技术、煤液化技术、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和燃煤磁流体发电技术。其中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发电技术在洁净煤发电领域中被普遍认为是最具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燃煤发电技术之一。[3]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内外能源形势的转变，洁净煤技术已经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上。


  目前阶段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主要是指煤气化、煤液化和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技术，我国在这些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技术进步和优秀的技术成果，其中煤液化技术取得的成果尤为卓著。


  我国清洁煤技术的现状和发展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供应体系，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的超低排放标准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燃煤发电已不再是我国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我国的煤炭产业及技术总体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随着技术的进步，我国清洁煤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成果。我国在煤直接、间接液化等成套关键技术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工业示范工程也已实现安全、稳定、长期满负荷运行；开发了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成本煤气化技术，彻底摆脱了大型煤气化技术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研发建设了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商业装置，并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开发了400万吨/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并实现商业化运行，目前煤制油年产能已达921万吨；建成了世界首套年产60万吨煤制烯烃工业化生产装置，首次实现由煤化工向石油化工原料的转换，目前年产能超过1300万吨。此外，我国在煤制乙二醇、煤制天然气等技术发展和产业应用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4]


  要继续稳步推进以煤制油、煤制烯烃为代表的现代煤化工发展，加强技术创新，逐步推动煤化工产品高端化、高值化，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推进废水近零排放、“固废”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现代煤化工项目建设只有在规模条件下，技术经济效能和环保性能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要积极推进煤化工产业大型化、园区化和基地化发展，结合资源禀赋，稳步有序推进大型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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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兴起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是中国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的商业化部署对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确保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对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中国更具有特殊意义。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发展，是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基础上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对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再利用。这在减少碳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的同时，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能产生经济效益。


  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如果没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绝大多数气候模式都不能实现减排目标。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减排成本将会成倍增加，估计增幅将高达138%。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气候变暖的警告场景都需要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在能源低碳领域，我国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发展极为重视，在一系列重大科技规划中，均将其列为重点支持、集中攻关和示范的重点技术领域，“发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被正式写入《国家“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目前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全球正大规模的推动。据统计，2020年全球共有65个商业设施（其中中国6个），其中26个正在运行，37个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初步预计，全球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产业规模可达数万亿美元，其中2060年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目前已经有较好的基础，已经建成35个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并积累了较好的技术和项目经验。[1]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环节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包括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和封存3个环节。


  碳捕集


  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分3种，主要有燃烧前捕集、富氧燃烧捕集和燃烧后捕集。


  第一种是燃烧前捕集技术，就是在没有燃烧之前，先把二氧化碳进行分离，具体的方法是将化石燃料气化生成氢气和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转化为二氧化碳，氢气作为能源燃烧转化为水，二氧化碳则被分离捕集出来。[2]这种技术的优点是采用控制的氧气把煤炭、天然气转换成合成器一氧化碳和氧气的混合物，能源损耗低；缺点是不能作为技术改造使用，只能在新建设施中使用，由于新建电厂受限制，会影响其使用。[3]


  第二种是富氧燃烧捕集技术（又称为氧气/二氧化碳燃烧技术）。化石燃料在纯氧或富氧中燃烧，烟道气中以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为主，然后将水蒸气冷凝，这样只剩下二氧化碳，最后将二氧化碳分离出来。[4]其优点是没有氧化氮污染物产生，缺点是在新电厂中需要空气分流，前期投入大。目前这种技术因制氧成本太高而无法在实际应用中大规模使用，未来随着化工技术的发展，制氧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富氧燃烧捕集技术也会被广泛使用，目前该项技术大多数还处于研发阶段。


  第三种是广为采用的燃烧后捕集技术，是化石燃料在空气中燃烧所产生的烟道气中直接将二氧化碳分离捕集[5]，应用最多的是发电厂，最常采用的捕集分离方法有化学吸收法、物理吸收法和膜分离等方法。该项技术的优点是适用范围广，系统原理简单，应用技术比较成熟；缺点是碳捕集的设备投资、运行成本较高，消耗较多的溶剂和燃料，脱碳、碳捕捉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较大，也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6]我国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典型的燃烧后捕集示范项目，主要有北京高碑店电厂（二氧化碳捕集能力3万吨/年）、上海石洞口电厂（二氧化碳捕集能力3万吨/年）和华润电力海丰碳捕集测试平台（二氧化碳捕集能力达到2万吨/年）。


  碳运输


  目前最成熟的碳运输技术主要有管道输送和罐装运输。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以提高密度，从而达到降低运输成本的目的，也可利用绝缘罐把液态二氧化碳装在罐车中运输。公路、铁路罐车是切实可行的方案，适合短途、小量运输；管道运输是运输二氧化碳最常用的方法，运输量大，运输距离远，但一次性投资较大。运输成本主要取决于管道直径及其长度，由于碳捕集的成本较高，运输成本在整个成本中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为获取其他收益或较低的捕集、封存成本，许多国家不惜远距离输送二氧化碳。[7]


  碳利用


  当前，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必须加快碳循环再利用技术创新，开发先进高效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完善合成高纯一氧化碳、烟丝膨化、化肥生产、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饮料添加剂、食品保鲜和储存、焊接保护气、灭火器、粉煤输送、合成可降解塑料、改善盐碱水质、培养海藻、油田驱油等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生物质燃料或合成燃料技术、人工光合成技术、生物制造技术、甲烷化技术、吸碳建材技术等，以不断推动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


  碳封存


  碳封存就是将捕集、压缩后的二氧化碳运输到指定地点进行长期封存。二氧化碳封存的方式主要有地质封存、海洋封存、矿石碳化和生态封存等。其中地质封存是主流，海洋封存中的深海封存则最具应用潜力。[8]


  地质封存包括强化采油（EOR）、天然气或石油层、盐沼池构造、提高煤气层（ECBM）等技术。其中强化采油技术已有成熟化的市场，天然气或石油层及盐沼池构造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可行，而提高煤气层技术大多还处于示范阶段。目前，我国使用强化采油/提高煤气层技术的驱油驱煤层气工程主要围绕东北的松辽、华北渤海湾盆地、西北鄂尔多斯盆地等油气盆地展开，多在计划部署阶段，总体动态或静态封存规模从不到1万吨到接近35万吨不等。不同于二氧化碳驱油、驱煤层气和天然气等利用过程中的动态封存，咸水层封存是真正意义上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神华集团位于鄂尔多斯的“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工业化示范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规模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咸水层的全流程项目。截至2019年，该项目已经完成30万吨二氧化碳的封存量。


  二氧化碳驱水（二氧化碳地质封存联合深部咸水开采利用）技术，是将二氧化碳封存于深部咸水层，同时开采咸水并进行淡化处理的新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一方面可通过合理的抽水井位控制和采水量控制释放储层压力，达到安全稳定大规模封存的目的；另一方面采收的地矿化度咸水经过处理后可用于中国西部缺水严重地区或东部地面沉降较严重地区的生活饮用或工农业生产，而采收的高矿化度咸水或卤水可以用来提取各种战略液体矿产资源。


  海洋封存主要是指用管道或船舶运输将二氧化碳储存在深海的海洋水或深海海床上。海洋封存的技术主要包括溶解型、湖泊型两种。溶解型海洋封存是将二氧化碳输送到深海中，使其自然溶解并成为自然界碳循环的一部分；湖泊型海洋封存是将二氧化碳注入至3000米的深海中，由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海水，会在海底形成液态二氧化碳湖，从而延缓二氧化碳分解到环境中的过程。[9]


  二氧化碳矿化技术主要利用地球上广泛存在碱性矿物（如橄榄石、蛇纹石及钾长石等）与溶解于水的二氧化碳反应，将其转化为稳定的碳酸盐产物，并联产出高附加值工业产品的技术。[10]作为新兴的具有较大碳封存潜力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之一，由于矿物开采与运输困难、矿化率低、能耗大及工艺成本较高等原因，该技术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近年来，以碱性工业固体废弃物为原料的二氧化碳矿化利用研究已逐渐成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领域的研究重点，如高炉炼铁产生的碱性副产品高炉渣就是最具二氧化碳封存潜力的矿化原料之一。


  二氧化碳生物储存主要是指陆地与海洋生态环境中的植物、自养微生物等通过光合或化能作用来吸收和固定大气中游离的二氧化碳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向有机碳的转化，从而达到储存二氧化碳的目的。[11]在二氧化碳生物储存同时，也可获得高营养、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气肥、生物饲料、燃料、食品或化学制品等，其应用前景广阔。


  加快发展二氧化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12]


  加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投入


  引导各类投资加速开展全流程示范项目，加快降低成本及能耗。针对碳捕集、运输、利用、封存及监测等各环节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争取到2035年前第二代捕集技术实现商业化应用，新型利用技术实现商业化推广；开展大规模全链条集成示范工程，争取在“十四五”时期建成3~5个百万吨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全链条示范项目，到2030年前建成千万吨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促进中心；超前部署新一代低成本、低能耗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发展与新能源耦合的负排放技术，使驱动技术成本显著下降。


  推进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商业化应用进程


  紧抓早期机会加速商业化推广，将目前已商业化的捕集技术应用于高浓度排放源，并与地质、化工、生物等较为成熟的利用技术相结合，推动形成种类多样化、附加值较高的终端商业产品；把握2030—2035年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电厂改造的最佳改造窗口期，争取最大减排效益；按照改造成本最优原则，要在最佳改造窗口期内完成技术代际更替，从而避免技术锁定。


  探索制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激励政策及标准体系


  借鉴欧美国家税收法案，探索制定适合我国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税收优惠和补贴激励政策，形成投融资增加和成本降低的良性循环；给予超前部署的新一代低成本、低能耗技术以及与新能源耦合的负排放技术同等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市场等方面）激励；制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行业规范、制度法规以及科学合理的建设、运营、监管、终止标准体系；大幅提升新建电厂的碳排放标准，明确在役电厂改造的技术适用性标准；不断完善输送管道的设计及安全标准，分类制定二氧化碳利用或封存的品质标准。


  加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建设研究能力，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基础设施（围绕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利用封存的技术标准、封存场地选址和安全评估标准）的投资力度，优化设施管理模式，建立合作共享机制；注重与已有资源整合，立足于正在建设的新产业促进中心，逐步升级完善现有设施；以基础设施合作共享带动形成新的产业促进中心，减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早期投资成本。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深化多边机制合作与知识共享


  通过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英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进一步创新引领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创立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知识体系，缩短研发周期；在国际能源署、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碳捕集领导人论坛、油气气候倡议组织等框架下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与知识共享。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经验服务国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研发与示范，加快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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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技术


  工业节能技术


  根据《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0）》，工业节能技术主要包括流程工业节能改造、余热余压节能改造、重点用能设备系统节能、能源信息化管控等五大类59项。


  建材行业节能改造技术9项｜包括外循环生料立磨技术（适用于水泥等行业的原料立磨节能技术改造），钢渣/矿渣辊压机终粉磨系统（适用于建材等行业的微粉制备工艺节能改造），陶瓷原料连续制浆系统（适用于建筑及卫生陶瓷原料生产工艺节能技术改造），带中段辊破的列进式冷却机（适用于水泥生产线节能技术改造），卧式玻璃直线四边砂轮式磨边技术（适用于玻璃深加工领域节能技术改造），新型水泥熟料冷却技术及装备（适用于水泥行业节能技术改造），利用高热值危险废弃物替代水泥窑燃料综合技术（适用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废弃物等领域节能技术改造），钢渣立磨终粉磨技术（适用于钢铁、建材等行业的钢渣微粉制备工艺节能改造），低导热多层复合莫来石砖（适用于水泥行业的回转窑过渡带节能技术改造）。


  冶金行业节能改造技术5项｜包括宽粒级磁铁矿湿式弱磁预选分级磨矿技术（适用于冶金行业的磁铁矿磨矿工艺节能技术改造），高能效长寿化双膛立式石灰窑装备及控制技术（适用于冶金行业节能技术改造），焦炉加热优化控制及管理技术（适用于冶金行业焦炉节能技术改造），铜冶炼领域汽电双驱同轴压缩机组技术（适用于铜冶炼领域节能技术改造），汽轮驱动高炉鼓风机与电动/发电机同轴机组技术（适用于冶金领域高炉节能技术改造）。


  化工行业节能改造技术4项｜包括机械磨损陶瓷合金自动修复技术（适用于使用润滑油/脂的机械设备的节能降耗），升膜多效蒸发技术（适用于化工、制药等行业的节能技术改造），炉窑烟气节能降耗一体化技术（适用于锅炉烟气处理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大型清洁高效水煤浆气化技术（适用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


  纺织及轻工行业节能改造技术2项｜包括高效节能等离子织物前处理技术（适用于纺织印染行业节能技术改造），新钠灯照明节能技术（适用于户外照明领域节能技术改造）。


  电机系统节能技术7项｜包括多模式节能型低露点干燥技术（适用于流程工业用压缩空气供气系统的节能技术改造），异步电机永磁化改造技术（适用于异步电机节能技术改造），特制电机技术（适用于电机系统节能技术改造），智能磁悬浮透平真空泵综合节能技术（适用于造纸行业真空干燥工艺节能改造），卧式油冷型永磁调速器技术（适用于工业传动系统节能改造），循环水系统节能技术（适用于化工行业循环水系统节能技术改造），低温空气源热泵供热技术（适用于各行业生活供热节能改造）。


  锅炉及制热节能技术5项｜包括旋转电磁制热技术（适用于供热行业节能技术改造），中央空调热水锅炉（适用于空调设备的节能技术改造），超大型四段蓄热式高速燃烧技术（适用于热处理行业加热炉的节能改造），电极锅炉设计技术开发及制造（适用于核电、火电行业的启动锅炉节能技术改造），燃煤锅炉智能调载趋零积灰趋零结露深度节能技术（适用于工业燃煤锅炉节能技术改造）。


  抽油机等用能设备节能技术2项｜包括电缸驱动游梁式抽油机技术（适用于油田地表采油设备节能技术改造），汽轮机变工况运行改造节能技术（适用于汽轮机节能技术改造）。


  余热节能技术3项｜包括锅炉烟气深度冷却技术（适用于锅炉烟气余热利用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微型燃气轮机能源梯级利用节能技术（适用于微型燃气轮机能源梯级利用节能技术改造），工业燃煤机组烟气低品位余热回收利用技术（适用于工业燃煤机组烟气余热利用领域节能技术改造）。


  余压节能技术2项｜包括工业循环水余压能量闭环回收利用技术（适用于工业循环水的节能技术改造），电厂用低压驱动热泵技术（适用于热电厂节能技术改造）。


  微电网及储能节能技术3项｜包括园区新能源微电网节能技术（适用于园区微电网节能技术改造），园区多能互补微网系统技术（适用于园区能源信息化节能技术改造），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系统（适用于退役电池梯次利用领域）。


  能效分析及诊断节能技术3项｜包括能效分析管理与诊断优化节能技术（适用于能源系统诊断与优化节能技术改造），工厂动力设备新型故障诊断及能源管理技术（适用于工业企业能源信息化管控节能改造），能耗数据采集及能效分析关键技术（适用于能源信息化管控领域节能技术改造）。


  智慧能源管控系统节能技术8项｜包括基于大数据的船舶企业智慧能源管控信息系统（适用于船舶行业能源信息化管控领域节能改造），工业企业综合能源管控平台（适用于工业企业能源信息化管控节能改造），中央空调节能优化管理控制系统（适用于空调系统节能技术改造），能源消耗在线监测智慧管理平台（适用于能源信息化管控领域节能技术改造），钢铁企业智慧能源管控系统（适用于钢铁行业能源信息化管控节能技术改造），企业能源可视化管理系统（适用于能源信息化管控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基于工业互联网钢铁企业智慧能源管控系统（适用于钢铁行业能源信息化节能改造），磁悬浮中央空调机房节能改造技术（适用于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技术改造）。


  轨道交通等其他工业节能技术6项｜包括铜包铝芯节能环保电力电缆（适用于输配电线路节能技术改造），介孔绝热材料节能技术及应用（适用于隔热保温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双源热泵废热梯级利用技术（适用于低温热水供应领域节能技术改造），城轨永磁牵引系统（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等行业节能技术改造），地铁再生制动能量回馈关键技术与应用（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等行业节能技术改造），板管蒸发冷却式空调制冷技术（适用于工业制冷领域节能技术改造）。


  建筑节能技术


  绿色节能建筑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综合考虑我国各地的气候特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节能技术体系。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技术｜通过改善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达到夏季隔绝室外热量进入室内，冬季防止室内热量泄出室外，使室内温度尽可能接近舒适温度，以减少通过采暖、制冷设备来达到合理舒适室温的能源负荷，最终达到节能的目的。该项成套技术有：高效外墙外保温技术；外窗节能技术，采用中空低辐射玻璃的平开塑钢窗；根据房屋朝向和日照规律，采用高效的内、外遮阳技术；采用倒置式保温和种植屋面相结合的屋面保温体系。


  能源利用技术｜通过转换装置将太阳能、地热能转化成热能和电能，能有效地解决建筑物内热水、采暖、空调和照明等相关问题。该项成套技术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太阳能聚热技术、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地源热泵空调技术。


  环境与环保技术｜在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降低环境负荷、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环境。主要的技术有：建筑物立体绿化技术；绿色建材技术，旨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采用可减量使用、可重复使用和可再生使用的建材环保材料；节水综合技术，包括采用节水器具、雨污水收集回用技术和地保水技术；模拟建筑物周边的风环境和日照规律，进行高效的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设计。


  照明节能技术


  照明节能属于建筑节能及环境节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范畴包括照明光源的优化、照度分布的设计及照明时间的控制，以达到照明有效利用率最大化的目的。照明节能技术主要通过3种方式来达到节能的目的。一是自然光的充分利用。通过充分利用窗户、阳台和天棚的自然采光，采用电动遮阳控制技术，实现对自然采光的有效利用。二是节能光源的优选。采用节能的LED光源，在相同照度和色温的前提下，可以大幅度降低光源的能耗比。三是照度分布及照明时间的自动控制。采用智能照明控制技术，通过对有效的照明区域、照度需求和照明时间的自动控制，提高人工照明的效率。目前国内照明节能具体措施有：一是合理选型，提高照明效率；二是推广高效率节能灯具；三是推广节能镇流器。[1]而高效节能照明技术是采用高频镇流器降低灯的耗电率，采用稀土荧光粉吸收紫外线并变为可见光，提高发光效率。


  电力节能技术


  电力节能技术主要包括功率因数补偿技术、闭环控制技术、能量回馈技术、相控调功技术、稳压调流技术、电能质量治理技术等，与工业节能存在交叉。


  锅炉节能技术


  锅炉节能技术是把高新材料技术、燃烧技术和锅炉综合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使燃烧煤达到强化燃烧、充分燃烧、完全燃烧的一种全新燃烧方式。主要包括冷凝式余热回收锅炉技术、锅炉尾部采用热管余热回收技术、防垢除垢技术、富氧燃烧技术、旋流燃烧锅炉技术、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替换技术等。


  家用节能技术


  家用节能主要是家庭生活中的节水（涉及的设备包括节水喷淋设备、节水龙头、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节水热水器、节水洗车装备等）、照明节能、家用燃气节能、家用电器节能（包括空调、电冰箱、显示器等）等。


  节油节气技术


  节油节气主要是对燃油、燃气设备，通过先进技术、工艺改善燃烧性能，提高燃油燃气效率，降低油耗、气耗，主要包括锅炉节油技术、柴油机节油技术、发电机节油技术、汽车节油技术、航空航天节油技术，以及民用节气技术、锅炉节气技术、油田集输系统技术等。


  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余热是指在某一热工过程中未被利用而排到周围环境中的热能。按载体形态可将余热分为固态载体余热、液态载体余热和气态载体余热。据统计，我国各行业余热占其燃料消耗总量的17%~67%，其中约有60%可以回收。余热回收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热电联产技术、热泵技术、热管技术。


  节水技术


  节水技术主要包括工业节水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城镇生活节水技术、服务业节水技术等。


  工业节水技术是指可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和效益、减少水损失、可替代常规水资源等的技术，包括直接节水技术和间接节水技术。直接节水技术是指直接节约用水，减少水资源消耗的技术。间接节水技术是指本身不消耗水资源或者不用水，但能促使降低水资源消耗的技术。工业用水主要指冷却用水、热力和工艺用水、洗涤用水，主要包括用水重复利用技术、冷却节水技术、节约热力和工艺系统用水、洗涤节水技术、给水和废水处理、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及快速堵漏修复技术等。


  农业节水技术主要包括节水工程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和节水治理技术。其中，节水工程技术有渠道防渗技术、低压管道输水浇灌技术、喷微灌技术、雨水利用技术、抗旱节水技术及各种地面浇灌改进技术等。


  城镇生活节水技术及方法措施主要有水表安装与计量、采用节水型器具、城市节水灌溉、城市污水回用技术、减少管网的漏损率，利用价格杠杆调整水价促进节水工作，发展城市供水管网的检漏和防渗技术，开发和应用管网查漏检修决策支持信息化技术，推广应用城市居住小区再生水利用技术。


  服务业节水技术主要是生活服务业领域，加强洗涤、洗车、洗浴、高尔夫、滑雪场等行业的节水技术开发和利用。


  
    [1] 照明节能具体措施[EB/OL].https://www.cecol.com.cn/nyjy/zmjn/201202/259.html，2012-02-07.

  


  智能监管技术


  碳排放行业监管背景


  碳排放监管存在问题


  传统碳足迹、碳核算的方式，普遍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碳种类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完备以及虚构、造假、丢失，监管过程中行为与信息的溯源查证问题等。例如：2020年12月30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将2019年排放报告所附的2019年全年各12份检测报告中部分内容篡改后，虚报给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的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


  碳排放监管走向科技化


  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碳监测核算技术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碳监测核算行业也不断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做结合，碳监测核算正不断走向科技化、智能化、自动化。


  我国在绿色低碳技术上相较于欧美国家有领先性，但却沿用了国际上现在看来已经落后的标准，所以，在碳排放的核算上不宜再采用统计上报和摸清估计的方法，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碳排放的高密度实测，为碳排放交易和标准制定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数据支撑。


  区块链智能技术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10月24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1]


  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我国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素。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例行在线新闻发布会，正式明确“新基建”范围，区块链技术作为新技术基础设施被纳入“新基建”范围内。


  区块链技术赋能碳排放监管


  第46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将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一并列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5年10月的封面文章《信任的机器》中介绍区块链，称其为“比特币背后的技术有可能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式”。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解决信任问题、降低信任成本的信息技术方案。区块链依靠的是一套完整配套的算法，包含以下几个核心的技术特征：


  分布式记账，信息数据存储更安全；


  哈希算法实现数据的可信、不可篡改；


  隐私加密算法保证链上数据的私密性；


  基于智能合约的物联网设备共识计算，确保全环节流程公平透明、自动执行；


  定制私有链设置监管节点，或混合联盟链设计共识，保证链上数据和行为的监管穿透，赋予其可信背书。


  整体来说，区块链技术所包含的“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溯源”、“公开透明”、“多方协作维护”等核心特征，可以与碳排放行业中的计量、核算、交易、监管等行为进行有机结合。


  通过碳排放监管平台，为参与协作的多方提供基于区块链的数据采集接口，通过整合碳排放源头碳数据采集设备所采集的碳监测数据，与核查流程中关键环节的各个角色如企业、核查机构统计并上传的碳核查数据；同时，进一步整合相应监管覆盖范围内行政机构提供的交通流量、燃油燃气、电力能源、植物排放等碳排放相关的数据（该数据需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中的具体要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碳排放监管平台中行为、信息、数据的可信生产、可信计算、可信存证，并通过赋予监管方区块链系统的最高权限，可以实现监管方对于碳监测数据采集处理、碳核算处理计算、碳数据存储存证每个环节的信息数据和参与方行为的有效监管。


  综上所述，区块链智能技术将赋能碳排放监管全流程，解决碳计量和核算流程中存在的数据虚构、造假、丢失，以及核查核算与存证过程中的透明可信、溯源验证等问题，最终实现对于碳排放全流程的有效监管。


  
    [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 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EB/OL].https://www.xinhunet.com//2019-10/25/c-1125153665.htm，2019-10-25.

  


  第九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低碳能源


  低碳能源是指利用过程中产生较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能源。发展低碳能源是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我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产业，以此奠定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低碳能源产业的崛起


  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历程


  国外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历程


  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掌控，是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获取及维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随着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引起的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国均将大力发展低碳清洁能源作为一项重要能源战略。


  作为全球最早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统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全方位能源战略》《清洁电力计划》等大量战略性的能源政策，有效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发展。


  2013年，韩国建成了世界上首条无线充电公交车车道。201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建设了一个全校性的能源转换系统，用电网供电以及首创的热能回收系统取代了纯化石燃料的发电厂。能源系统的革新使斯坦福大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68%、化石燃料用量减少65%、用水量减少15%，每年减少15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每年减少了3.2万辆汽车。2016年，法国在诺曼底启用全球首条光伏公路。2017年，美国高通公司实现电动汽车速度100千米/小时条件下的无线充电。


  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市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倡导者。随着“欧洲所有人的清洁能源”一揽子计划的实施，目前欧洲已经通过了能源转型的重要立法。2020年，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占欧盟27个成员国总发电量的38%。在欧盟成员国中，丹麦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以及电力和供暖系统转型方面被广泛认为是先锋，2020年，丹麦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已占到该国总发电量的61%。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旨在实现经济脱碳的高度工业化国家，202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33%。


  疫情后“经济绿色复苏”已成为广泛共识，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均出台了绿色复苏计划。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数据2021》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2799吉瓦，比2019年增长10.3%，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过260吉瓦。太阳能和风能在新增可再生能源中占主导地位，占比达到91%，其中，太阳能发电占新增装机容量的48%以上，达127吉瓦，同比增长22%；风力发电增长18%，达111吉瓦。与此同时，水电装机容量增长20吉瓦，涨幅为2%；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增长2吉瓦，涨幅同样为2%；地热装机容量达到164兆瓦。截至2020年底，水力发电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中所占份额最大，达到1211吉瓦。随着水力发电继续呈现增长态势，加之太阳能和风能的广泛推广使用，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年增长率创下新高。


  我国低碳能源产业发展历程


  随着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低碳能源的发展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国对环境与发展提出10条对策和措施，明确要“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发布，1998年《节约能源法》开始实施，2005年2月《可再生能源法》诞生，为中国的能源建设走向法制化轨道奠定了基础。


  2010年以后，低碳能源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2014年，国家能源局表示，从新能源方面解决环境问题；2016年4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印发2016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2017年，我国新能源（并网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36.6%，占发电总量的比重达到6.5%。2018年两者装机比重占全部电力装机比重达到18.89%。


  随后，《“十三五”规划纲要》和能源行业的“十三五”规划及政策先后颁布，从全局和各个领域提出了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能源，实现经济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2020年4月，国际能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指出国家调整和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原则性地规定了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政策；2020年9月，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国和一号”完成研发，单机功率达到150万千瓦，代表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核电水平。2020年12月，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器二号M装置在成都正式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标志着我国自主掌握了大型先进核聚变装置的设计、建造、运行技术。在电力行业，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其中水电3.7亿千瓦、风电2.8亿千瓦、光伏发电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2952万千瓦。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一次电力生产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8.8%，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


  2020年《气候透明度报告》指出，中国一方面逐步推进火电设施的去功能化，另一方面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低碳经济发展在二十国集团（G20）中处于领先地位，预计碳排放峰值有望在早先预期的2030年前出现。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的趋势逐渐明朗，推进低碳能源转型，推动低碳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必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时期。


  低碳能源产业的划分


  按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低碳能源产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下的4项二级分类、32项三级分类。从三次产业划分看，低碳能源产业还是属于生态工业的一部分。


  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包括风力发电装备制造、太阳能发电装备制造、生物质能利用装备制造、水力发电和抽水蓄能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非常规油气勘查开采装备制造、海洋油气开采装备制造、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造、燃气轮机装备制造、燃料电池装备制造、地热能开发利用装备制造、海洋能开发利用装备制造。


  清洁能源设施建设和运营｜包括风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生物质能源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大型水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核电站建设和运营、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地热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海洋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氢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热泵建设和运营。


  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包括清洁燃油生产、煤炭清洁利用、煤炭清洁生产。


  能源系统高效运行｜包括多能互补工程建设和运营、高效储能设施建设和运营、智能电网建设和运营、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性改造工程和运营、天然气输送储运调峰设施建设和运营、分布式能源工程建设和运营、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运营。


  低碳能源产业发展战略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要求下，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第一，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改变现阶段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低碳能源在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气，着力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全面落实节能优先战略，指导能源产业结构合理优化。


  第二，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促进能源供给结构低碳转型，着力提高能源供给质量和效率，立足多元化能源供应，促进多能互补、协调发展。一方面，通过价格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从供给和消费两方面，综合调节供求两端，促进能源供给结构低碳转型。另一方面，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可再生能源消纳、能源流转成本等因素，调整能源发展布局，将风电、光伏布局向东中部转移。


  第三，推动能源技术革命。能源技术革命是能源革命的动力和核心支撑，着力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低碳能源结构优化以及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重要基础和技术支撑。


  第四，推动能源体制革命。着力加快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积极推动能源投资多元化，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完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能源统计制度，推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


  第五，全方位巩固能源领域多边合作，协同畅通国际能源贸易投资，协同促进欠发达地区能源可及性，推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建设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能源互利合作。


  低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风能


  风能是指地球表面大量空气流动所产生的动能，是太阳能的一种转化形式。在自然界中，风能是一种可再生、无污染且蕴藏量巨大的能源，它的蕴藏量是水能的10倍，且分布广泛、永不枯竭，对交通不便、远离主干电网的岛屿及边远地区尤为重要。但风能资源受地形的影响较大，世界风能资源多集中在沿海和开阔大陆的收缩地带，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和北欧一些国家，我国的东南沿海、内蒙古、新疆和甘肃一带。


  风能是最具商业潜力、最具活力的可再生能源之一，使用清洁、成本较低、取用不尽。风力发电具有装机容量增长空间大、成本下降快、安全、能源永不耗竭等优势。在各类新能源开发中，风力发电是技术相对成熟，并具有大规模开发和商业开发条件的发电方式。


  风电产业始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示范风电场，成为电网新电源。此后，风电发展一直保持着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地位。2019年，全球市场累计装机650吉瓦。


  我国风能储量很大，分布面广，可开发风能资源约10亿千瓦，开发利用潜力巨大。1986年，我国第一座风电场——马兰风力发电厂在山东荣成并网发电。2010年我国首座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上海东海大桥102兆瓦项目全部并网发电。截至2020年底，我国风电累计装机规模达到28172万千瓦。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30年中国的风力发电可满足所有的电力需求。


  太阳能


  广义的太阳能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大，地球上的风能、水能、海洋温差能、波浪能和生物质能以及部分潮汐能都是来源于太阳，即使是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从根本上说也是远古以来贮存下来的太阳能；狭义的太阳能则限于太阳辐射能的光热、光电和光化学的直接转换。太阳能发电既是一次性能源，又是可再生能源。它资源丰富，无须运输，对环境无任何污染。太阳能的利用有光热转换和光电转换两种方式。


  20世纪70年代，由于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光伏发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1973年，美国制订了政府级阳光发电计划，1980年又正式将光伏发电列入公共电力规划；1992年日本启动了新阳光计划；1997年美国和欧洲相继宣布“百万屋顶光伏计划”；2000年全世界太阳电池的产量达到287.7兆瓦；到2003年，日本光伏组件生产占世界的50%，世界前十大厂商有4家在日本。而德国新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大大推动了光伏市场和产业发展，使德国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光伏发电发展最快的国家。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等国，也纷纷制订光伏发展计划，并投巨资进行技术开发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截至2020年底，全球累计光伏装机760.4吉瓦，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增光伏容量超过了1吉瓦，中国、欧盟和美国分别以48.2吉瓦、19.6吉瓦和19.2吉瓦的规模位列全球前三。


  在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真正迅速发展是在80年代，1983—1987年先后从美国、加拿大等国引进了7条太阳电池生产线。到2007年年底，全国光伏系统的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0兆瓦，从事太阳能电池生产的企业达到50余家，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达到2900兆瓦，超过日本和欧洲，并已初步建立起从原材料生产到光伏系统建设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完整产业链。2015年，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在国内数据中心的首例应用。2020年，全国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25343万千瓦，同比增长24.1%，占全部装机容量的11.52%。


  海洋能


  海洋能指海洋中所蕴藏的可再生自然能源，主要为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潮流能）、海水温差能和海水盐差能。海洋通过各种物理过程接收、储存和散发能量，这些能量以潮汐、波浪、温度差、海流等形式存在于海洋之中，所有这些形式的海洋能都可以用来发电。海洋能具有蕴藏量大、可再生、不稳定及造价高、污染小等特点。海洋能属于清洁能源，在海洋总水体中蕴藏量巨大，具有可再生性，且海洋能的开发对环境污染影响很小。


  大规模的海洋能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便迅速衰落。然而进入21世纪后，人类对于可再生清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海洋能开发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海洋能中有效开发利用的是潮汐能，潮汐发电技术成熟、利用规模最大。浩瀚的海洋和漫长的海岸线使欧洲各国拥有大量、稳定、廉价的潮汐资源，在开发利用潮汐能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在潮汐发电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保持领先优势。美国已经利用海水温差发电。2010年，全球的海洋温差发电站就超过了1000座，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2019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接近29.1吉瓦。


  我国拥有长达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千米的岛屿海岸线，1万多个大大小小的海岛和岛礁，潮汐能资源蕴藏量约为1.1亿千瓦，可开发总装机容量为2179万千瓦，年发电量可达624亿千瓦时。波浪发电是继潮汐发电之后，发展最快的一种海洋能源利用形式。中国波浪能的理论存储量为7000万千瓦左右，可开发利用量3000万~3500万千瓦，建立波浪能发电系统有较大发展潜力。


  中国的波浪能开发利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于1975年制成并投入试验了一台1000瓦的波浪能发电装置。在波浪能发电站建设方面，广州能源所在1989年建成3000瓦的多振荡水柱式波浪能电站，并于1996年试发电成功，该电站升级成为一座20千瓦的波浪能电站。广东省汕尾市在2005年建成了世界上首座独立稳定的波浪能电站。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推进海水淡化和海洋能规模化利用。


  天然气


  天然气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类可燃性气体，是一种化石燃料，包括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中各种自然过程形成的气体（包括油田气、气田气、泥火山气、煤层气和生物生成气等）。天然气蕴藏在地下多孔隙岩层中，包括油田气、气田气、煤层气、泥火山气和生物生成气等，也有少量出于煤层。天然气是优质燃料和化工原料，主要用途是做燃料，可制造炭黑、化学药品和液化石油气，由天然气生产的丙烷、丁烷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


  天然气和煤、石油都属于化石能源，而且是非再生能源，但天然气燃烧后无废渣、废水产生，相较煤炭、石油等能源具有使用安全、热值高、洁净等优势，且不含一氧化碳，也比空气轻，一旦泄漏，会立即向上扩散，不易积聚形成爆炸性气体，绿色环保、经济实惠、安全性较高。


  采用天然气作为能源，可减少煤和石油的用量，因而大大改善环境污染。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能减少近100%二氧化硫和粉尘排放，减少60%的二氧化碳排放和50%的氮氧化合物排放，并有助于减少酸雨形成，减缓地球温室效应，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


  天然气产业大规模发展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技术的改革和创新，越来越多的新型天然气产业出现并不断发展。截至2019年年底，世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为198.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年产量为3.99万亿立方米。其中，北美地区天然气年产量为11280亿立方米，中东地区天然气年产量为6953亿立方米，俄罗斯—中亚地区天然气年产量为8465亿立方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开采、应用天然气的国家。2019年，全国天然气（含非常规气）产量达1773亿立方米，其中常规气产量为1527亿立方米、页岩气产量为154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为55亿立方米、煤制气产量为36.8亿立方米。2019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3064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达8.1%。


  随着技术的发展，液化天然气将会被更加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推动力。除取暖锅炉、商业服务和家庭炊事的使用外，天然气已广泛应用于发电、化工、车用燃料和电池燃料、空调及家庭自动化等方面，利用和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地热能


  地热能是从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这种能量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并以热力形式存在，是引发火山爆发及地震的能量。地球内部的温度高达7000℃，而在80~100公里的深度，温度会降至650~1200℃。透过地下水的流动和熔岩涌至离地面1000~5000米的地壳，热力得以被转送至较接近地面的地方。高温的熔岩将附近的地下水加热，这些加热了的水最终会渗出地面。地热能是可再生资源，地热发电的过程就是把地下热能首先转变为机械能，然后再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的过程。地热能是来自地球深处的可再生性热能，其储量比目前人们所利用能量的总量多得多。


  地热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全球5000米以内地热资源量约为4900万亿吨标煤，目前开发的地热资源主要是蒸汽型和热水型两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报告，如果开发美国大陆地表下3000~10000米中2%的地热资源，就可以供应相当于全美年总耗电量2500倍的电能。


  2019年，地热装机容量排前5位的是美国（18.3%）、印度尼西亚（15.3%）、菲律宾（13.8%）、土耳其（10.9%）、新西兰（6.9%）。世界上装机容量在10兆瓦以上的地热发电站有73座，装机容量为13931兆瓦。


  我国地热资源蕴藏丰富。336个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为7亿吨/年，地热资源量可折合1.25万亿吨标准煤，已探明地热流体可采热量相当于1.17亿吨标准煤/年，高温地热资源发电潜力为846万千瓦。我国大陆3000~10000米深处的干热岩资源总计相当于目前年度能源消耗总量的26万倍，约等于860万亿吨标准煤，提取其中的2%就相当于我国2014年能源消耗的4040倍。


  我国地热资源约占全球资源量的1/6，现每年可利用浅层地热能资源量3.5亿吨标准煤，减排5亿吨二氧化碳，每年可利用中深层地热能资源量6.4亿吨标准煤，减排13亿吨二氧化碳，利用干热岩资源正处于研发阶段。在我国的地热资源开发中，除地热发电外，直接利用地热水进行建筑供暖、发展温室农业和温泉旅游等利用途径也得到较快发展。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北方地区地热供暖面积累计约4.52亿平方米。


  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储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即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再生的碳源。


  生物质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性、低污染性、广泛分布性、广泛应用性、总量十分丰富的特点，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估算，地球陆地每年生产1000亿~1250亿吨生物质，海洋年生产500亿吨生物质，生物质能源的年生产量远远超过全世界总能源需求，相当于目前世界总能耗的10倍。


  2017年，全球生物质能发电量为495.4吉瓦时。2018年，全球生物质能装机容量为117.8吉瓦，全球秸秆发电装机量为18.68吉瓦，沼气发电装机量为18.13吉瓦，垃圾发电装机量为12.60吉瓦。中国、巴西、美国是全球排名前三的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国家。


  我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依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将适合于能源利用的生物质分为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木采伐及森林抚育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畜禽养殖剩余物、城市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工业有机废弃物和高浓度有机废水等。我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资源量每年约6.9亿吨，林业剩余物和能源植物每年约3.5亿吨，适合人工种植的30多种能源作物（植物）资源潜力可满足年产5000万吨生物液体燃料的原料需求，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可利用资源量约9300万吨，酒精、制糖、酿酒等20多个行业每年排放有机废水43.5亿吨、废渣9.5亿吨，可转化为沼气约300亿立方米，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资源每年约8.4亿吨，生产沼气的潜力约为400亿立方米。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吨标准煤，目前已利用量约2200万吨标准煤，还有约4.4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


  2019年上半年，我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214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995万千瓦，生物质发电量529亿千瓦时。


  《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全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生活垃圾与有机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吨标准煤。《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我国生物质资源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5亿吨标准煤，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生物质资源转换为能源的潜力可达10亿吨标准煤。在传统能源日渐枯竭的背景下，生物质能源是理想的替代能源。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开发利用生物质能等可再生的清洁能源资源对建立可持续的能源系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核能


  核能（原子能）是通过转化其质量从原子核释放的能量。核能发电是利用核反应堆中核裂变所释放出的热能进行发电的方式，与火力发电极其相似，只是以核反应堆及蒸汽发生器来代替火力发电的锅炉，以核裂变能代替矿物燃料的化学能。核能发电利用铀燃料进行核分裂连锁反应所产生的热，将水加热成高温高压蒸汽，利用产生的水蒸气推动蒸汽轮机并带动发电机。核反应所放出的热量较燃烧化石燃料所放出的能量要高百万倍，所需要的燃料体积比火力电厂小得多。


  核能有明显的优点，核能发电不像化石燃料发电那样排放巨量的污染物质到大气中，因此核能发电不会造成空气污染，不会产生加重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核燃料能量密度比起化石燃料高几百万倍，运输与储存都很方便，燃料费用所占的比例较低。但核能电厂会产生高低阶放射性废料，核发电厂热效率较低，热污染较严重。核电厂的反应器内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如果在事故中释放到外界环境，会对生态及民众造成伤害。核能是满足能源供应、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核能发电在技术成熟性、经济性、可持续性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时相较于水电、光电、风电，具有无间歇性、受自然条件约束少等特点，是可以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的清洁能源。尽管核电是清洁能源，但在“高放废物”处理未能解决之前，还需审慎发展。


  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装机容量为5兆瓦（电）的奥布宁斯克核电站，此后英国、美国等国也相继建成各种类型的核电站。截至2015年7月，全球核电总装机容量337吉瓦。全球核电发电量在2014年为2410太瓦时。2014年全球核电份额为10.8%，核电占全球商业一次能源的份额为4.4%。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和中国是全球五大核电国家，其发电量占全球核电发电量的69%，而美国和法国核电发电量占全球核电发电量的50%。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国共有16座核电厂，运行核电机组共51台（不含台湾地区），装机容量为53274.95兆瓦（额定装机容量）。2021年1—6月，全国累计发电量为38717.0亿千瓦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1950.91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5.04%。与燃煤发电相比，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5517.17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4454.98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46.90万吨，减少排放氮氧化物40.83万吨。在安全利用核电的前提下，发展核电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氢能


  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是氢能源。氢是宇宙中分布最广泛的物质，构成了宇宙质量的75%，氢能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氢能是指以氢及其同位素为主体的反应中或氢的状态变化过程中所释放出的能量，包括氢核能和氢化学能两部分。氢能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二次能源。


  作为一种低碳、零碳能源和理想的新的合能体能源，氢能具有减少温室效应、能再次回收利用、无毒、利用率高、重量最轻、导热性最好、发热值高、燃烧性能好、利用形式多、形态多、耗损少等特点，因此世界各国对氢能非常重视。用氢燃料电池给汽车提供动力，能够解决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氢气是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氢的使用可以使精炼等行业达到基本无碳排放；运用氢能微型热电联产机组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节能环保型建筑。但氢是一种二次能源，它的制取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而且目前制氢效率很低，由于氢易气化、着火、爆炸，运输、贮存不方便，在使用中存在安全隐患。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就开始了氢能研究，但至今还未形成氢能源应用体系，氢能源应用主要局限在个别领域。美国把液氢作为航天飞机的燃料，我国也用液氢作为长征2号、长征3号的燃料。氢能在燃料电池领域的应用是发展氢能清洁利用的关键，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使氢燃料电池汽车、分布式发电、氢燃料电池叉车以及应急电源的应用已接近产业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氢能源发展加速，中国、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都制订了氢能发展规划。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国家不断加大对氢能源研发、产业化的扶持推动力度。


  在氢能领域，目前中国已取得多方面的进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重点发展氢能的制造、运输、储存等技术。中国在氢能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很多重要成果，是国际公认的最有可能首先实现氢燃料电池和氢能汽车产业化的国家之一，燃料电池、燃料汽车技术都已成熟。


  可燃冰和页岩气


  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作为一种环保新能源，是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条件下混合而成的如同冰雪一样的固态物质。可燃冰中甲烷占80%~99.9%，1立方米的纯净可燃冰可以释放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具有使用方便、燃烧值高、清洁无污染等特点。据现有的科技水平测算，这种世界公认的地球上尚未开发的储量最大的新型能源，其所含天然气的总资源量为1.8亿亿~2.1亿亿立方米，其含碳量是全球已知煤、石油、天然气总碳量的两倍，仅海底可燃冰的储量就可以供人类使用1000年，与等热值煤炭相比，每千立方米气可分别减排二氧化碳约4.33吨、二氧化硫约0.0483吨，而且基本不含铅尘、硫化物、细颗粒物。我国可燃冰地质资源储量约为102×1012立方米，比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多约400×108吨标准煤，2030年前后可实现商业化开发，有望成为我国未来主流的清洁能源。


  作为清洁能源，页岩气的开发利用改变了能源产业结构。世界上对页岩气资源的研究和勘探开发最早始于美国，1981年美国第一口页岩气井压裂成功，2013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3025×1018立方米，改变了美国的能源格局，提高了其在能源外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主导权，对其经济复苏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指出，中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潜力为25.08万亿立方米（不含青藏区），2016年中国页岩气产量列美国、加拿大之后，达到78.82亿立方米。煤层气也是一种清洁能源，燃烧后很洁净，几乎不产生任何废气，全球煤层气资源量为256.3万亿立方米，其中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五国占90%。中国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为36.81万亿立方米，与国内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2017年，我国首次在青海共和盆地3705米深处钻获236℃的高温干热岩体，干热岩是地热资源中最具应用价值和利用潜力的清洁能源。


  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产业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目标。随着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模式的转变以及新发展理念和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全面贯彻实施，我国的能源革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20年12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快速扩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推进以电代煤。有序放开油气勘探开发市场准入，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能。提高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率。加快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高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智能调节能力，加强源网荷储衔接，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完善煤炭跨区域运输通道和集疏运体系，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完善油气互联互通网络。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一方面建立健全清洁能源参与市场化交易机制，积极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能源品种特点，搭建共享清洁能源平台，扩大市场化交易规模，最大化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目前，已成立国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让市场决定价格，是我国能源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成果。此外，相继建立市场主体准入退出机制和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售电公司和分布式电源、电储能企业等新型市场主体加入市场化交易，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竞争格局。


  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方面，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加强自主创新，重点围绕氢能等新能源生产消费、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集中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降低清洁能源生产成本，加速清洁能源技术转化，激发能源开发与利用活力；另一方面，建立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2018年，我国成功研发制造全球最大单机容量100万千瓦水电机组。2020年7月，我国自主研发首台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福清市成功并网发电。这是目前单机容量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海上风电机组，单台机组每年输送的清洁电能可满足2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减少燃煤消耗1.2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3.35万吨。


  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追求绿色GDP的发展模式，以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为核心，构建清洁能源结构，坚持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油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升级高效节能设备，以市场化手段倒逼提升能效；另一方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把节能优先方针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大力培育节能文化，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构建现代低碳能源产业治理格局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下，推动能源革命既要立足眼前，满足现阶段的能源安全需求、配合抵达能源消费峰值，又要放眼长远，积极开启指向碳中和目标的机制创新、技术探索，探索从规模发展向技术进步转型的能源治理体系，以治理体系转型带动能源低碳转型。


  加强能源法规制度体系建设｜通过顶层设计、系统治理，完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激励能源低碳转型政策，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低碳能源产业领域的投资。


  加快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发展低碳能源｜这是能源供给侧改革、能源结构转型、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现代化水平，推进清洁生产向低碳、零碳生产转型，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优化、能源科技创新驱动、多种能源互补与系统融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协调发展的低碳能源发展格局，进一步形成资源效率型、环境质量型、气候友好型生产生活方式。


  推动能源资源高效配置、高效利用｜一方面，严格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多措并举、多领域协同，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低碳能源开发利用，着力提升新基建能效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技术服务机构，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低碳、零碳技术开发和使用提供数字化、智慧型服务，形成以智慧科技推动能源发展新动能的发展格局。


  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水平，统筹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的关系｜从技术、政策以及金融等多层面进行创新，通过增加能源系统的“储、调”能力、加快终端电气化应用，大力发展氢能以及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等手段提升可再生能源高效友好发展。通过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数字化以及氢能的发展，实现储能成本大幅降低、储能系统安全可靠以及储能控制系统智能化发展模式。通过风电、光伏、水电、火电和氢能及储能相融合，火电、化工、建筑、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和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等新兴产业相结合，助推低碳能源产业增长动力，实现可再生能源“扩容降本增效”。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能源革命进入新时代


  2020年12月，《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能源安全发展战略的主要政策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能源革命，低碳能源逐步实现规模发展，能源生产和消费利用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基本形成了多轮驱动的能源稳定供应体系，建立了完备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首位，以能源消费年均2.8%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7%的增长。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逐步取代传统的煤炭火力发电，太阳能、氢能等低碳能源深入城市农村，深入家家户户，逐步代替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明显改善，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推动我国能源革命进入新阶段。就能源供给端来看，以电力为主的低碳能源结构将逐渐取代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结构。目前我国新能源发电在全网总装机中的占比持续提高，由于风电、光电等新能源具有地域性特点，运输端的特高压、智能电网等设施将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需求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新能源产业链的崛起。我国通过逐步建立完善低碳能源“生产—传输—利用”循环体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高于平均消费水平的能源供应，最大限度降低了低碳能源的单位成本与系统成本，逐步实现能源结构“清洁化—节约化—低碳化”转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立足长远发展规划，以低碳思维和发展的视角部署未来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先进材料和工程技术研发以及智能化、大数据的应用，提高技术进步和成本效率，以增量促改革，以改革转存量，进一步提高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共同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推进能源产业绿色转型，促成这场更高效、更经济、更低碳的能源变革。


  第十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新型城镇化


  碳排放的大量增加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密切关系，在全球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按照城乡的“生态位”进行合理优化布局，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同时保护与提升城镇生态系统碳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城镇化空间布局


  “两横三纵”城镇化空间格局


  “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明确要求，这样的城镇化空间布局，有助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两横三纵”是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主要的城市群为支撑，以轴线上的城市和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化战略格局。


  “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有助于降低东部沿海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帮助西部地区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打造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能使东部地区继续引领全国经济的发展。环渤海经济圈是以首都圈为核心、以山东半岛和辽中南地区为两翼的经济圈，是我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科技力量雄厚，资源、市场和政治比较优势明显，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起服务、集聚、辐射和带动的作用；东海经济圈依托长三角经济圈和海峡西岸经济圈，是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新兴产业的聚集区，经济实力全国领先，教育科技发达，社会发展均衡，引领着全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南海经济圈包括珠三角经济圈和北部湾经济圈，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制造业基地，新兴产业发达，城乡差别小，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北部湾经济区是区域合作中心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其进一步发展对推动沿海经济有重要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国土面积约21.6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2.25%。截至2020年，京津冀常住人口1.1亿，约占全国的7.65%，地区生产总值8.64万亿元，约占全国的8.5%。北京的政治地位突出，文化底蕴深厚，科技创新领先，人才资源密集，国际交往密切，天津的港口优势明显，制造业发达，发展潜力大。河北的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人力资源相对充沛，发展空间广阔。三地的优势能够互补。


  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降低人口密度，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北京市要建成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要建成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要建成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第三代新城区的代表，雄安新区定位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紧抓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牛鼻子”，构建功能疏解政策体系，实施一批标志性疏解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加快启动区和起步区建设，推动管理体制创新。高质量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与河北省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市的一体化发展。推动天津市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持河北省张家口市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高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基本建成轨道上的京津冀，提高机场群、港口群协同水平。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强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及地面沉降综合治理。


  近年来，京津冀发展取得巨大进展。轨道交通的发展使三地空间的“一体化”向时间的“同城化”转变，生态保护协同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获得成功，有效地实现了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了北方腹地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国土面积35.8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3.73%，截至2020年，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2.35亿，约占全国的16.3%，地区生产总值24.47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4.1%。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提出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一极三区一高地”）。通过强化区域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跨界区域共建共享，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通过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协同推进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省际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通过共同加强生态保护、推进环境协同防治、推动生态环境协同监管，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通过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共享高品质教育医疗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合作发展、共建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通过共建高水平开放平台、协同推进开放合作、合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通过建立规则统一的制度体系、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完善多层次多领域合作机制，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通过打造生态友好型一体化发展样板、创新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制度、加强改革举措集成创新、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打造更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完善配套制度和监管体系、带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标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到202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能力显著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水平明显提高。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加有效。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面实现，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整体达到全国领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长三角地级及以上城市高铁全覆盖，推进港口群一体化治理。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强化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放型经济集聚功能，深化沪苏浙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加快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优化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2020年9月，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体化实施，开启了“三省一市”生态环境协同监管、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在生态环境领域首先突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省一市”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加快，“数字长三角”领跑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模式”正在推广，沪苏浙毗邻区域的“联合河长制”步入常态化运行，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日益成熟；“三省一市”一些行政审批事项跨省（市）“秒办”。2021年2月19日起，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合肥）的户籍居民在长三角区域内跨省迁移户口时，实现“一地办理、网上迁移”。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总面积5.6万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7264.92万，其中珠三角九市6446.89万人、香港750.07万人、澳门67.96万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GDP总量达11.6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级的制造基地，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成熟度最高的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通过构建极点带动和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大湾区发展格局；通过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打造生态防护屏障、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共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拓展就业创业空间、塑造健康湾区、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通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携手扩大对外开放，紧密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优化提升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功能、打造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发展特色合作平台，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产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大湾区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各类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粤港澳产学研协同发展，完善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两廊两点”架构体系，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加快城际铁路建设，统筹港口和机场功能布局，优化航运和航空资源配置。深化通关模式改革，促进人员、货物、车辆便捷高效流动。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深入推进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学就业创业，打造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


  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水系，方便的水上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内连中原、外接世界的大动脉，是横贯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轴线。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23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21.4%。截至2020年，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约6.06亿，约占全国的42%，地区生产总值约47.16万亿元，约占全国的46.42%。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综合实力较强、生态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巨大。


  上游的成渝经济圈是我国西部人口最为稠密、产业最为集中、城镇密度最高的区域，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型装备制造、国防科技工业、互联网技术、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基地；长江中游经济区包括武汉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和昌九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深加工工业基地和原材料、汽车工业和交通设备工业基地；下游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上海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更使长三角经济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提升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经济区功能，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才能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有效促进上、中、下游地区之间互补互促的横向经济联系，实现流域经济一体化，带动和促进整个流域经济的发展。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推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这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基础；“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打造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增长极；“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建成衔接高效、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培育形成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战略格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全面建立，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引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带。到2030年，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水脉畅通、功能完备的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全面建成，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建立，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格局全面形成，生态环境更加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


  2017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就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增长做出部署；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等三部门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规划。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协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样板。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推动长江全流域按单元精细化分区管控，实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工业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尾矿库污染治理等工程。深入开展绿色发展示范，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长江10年禁渔。围绕建设长江大动脉，整体设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加快沿江高铁和货运铁路建设。发挥产业协同联动整体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建立以黄河为纽带、以新亚欧大陆桥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区对于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作用。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流域面积约79.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的8.4%。截至2020年，黄河流域省份常住人口约4.2亿，约占全国的29.2%，地区生产总值约25.4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5%。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黄河上游经济区（以兰州、西宁、银川3个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资源丰富、区域科技实力较强、农业条件较好、工业基础相对雄厚；黄河中游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天然气、水能、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等基地；下游的黄河三角洲石油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建设黄河经济带，对于发挥其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产业合作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生态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和区域平衡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大上游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筑牢三江源“中华水塔”，提升甘南、若尔盖等区域水源涵养能力。创新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旱作梯田和淤地坝建设。推动下游二级悬河治理和滩区综合治理，加强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和修复。开展汾渭平原、河套灌区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清理整顿黄河岸线内工业企业，加强沿黄河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实施深度节水控水行动，降低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合理控制煤炭开发强度，推进能源资源一体化开发利用，加强矿山生态修复。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格局，统筹沿黄河县城和乡村建设。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是全国面积最小的省，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全省陆地总面积3.54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千米。截至2020年，海南省常住人口1008.12万，约占全国的0.7%，地区生产总值5532.39亿元，约占全国的0.54%。海南省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8年4月，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同时成立。2010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海南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海南全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把海南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2018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发挥海南岛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紧紧围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等11个方面、共39条具体政策，把海南岛打造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到2025年，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为方向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开展跨境证券投融资改革试点和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制定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初步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首个市场准入特别措施落地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不断推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正在完善，原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等三类商品的“零关税”清单均已出台实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突破60%，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到62.7%；海南同时开放客运和货运第七航权，海南博鳌机场升级为国际口岸；2020年，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97.3%，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实现100万标准箱的历史性突破……


  城市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的形成，推动了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和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建立了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通过把城市群建设作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主体形态，构筑绿色、高效、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构筑生态和安全屏障，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


  生态文明试验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生态示范创建工作就已经开始。从生态示范区到生态村、环境优美乡镇、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的生态示范系列创建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广泛开展。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将各部门自行开展的综合性生态文明试点统一为国家试点试验，各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予以指导和推动。《“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提出，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为目标，以体制创新、制度供给、模式探索为重点，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被列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2017年9月—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含原环境保护部）共发布了4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共有262个市县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87个地区被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019年9月，生态环境部修订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管理规程》，制定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管理规程（试行）》。2020年，浙江省通过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验收成为中国首个生态省。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积极推进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生态工业园区等“绿色细胞”工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化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新型城镇化要重新定位城乡的生态位


  城乡“生态位”的重新定位


  现代城市、城镇、乡村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城镇、乡村有所不同。在“自然—社会—经济”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城市、城镇、乡村的“生态位”各不相同，有着其不同的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要更具各自的特点，建设生态环境良好、安全指数高、生活便利舒适、社会文明程度高、经济富裕、美誉度高的城市、城镇和乡村。


  城乡“生态位”不同，碳排放的方式也各异，要依据生态学意义上的治理路径，使城市、城镇、乡村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截至2020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6.11%。


  城市是以服务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人工生态系统，主要功能是管理、服务、创新、协调、集散、生产。中心城市具有综合、主导功能，引领全国或区域的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


  城镇是具有一定规模工商业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和工业产业园区。城镇居民点以居住为主，主要功能是管理、服务、协调等，作为城乡交流的平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产业园区是一种新型的城镇，汇集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各类经济开发区等，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服务、集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镇。


  乡村的主要功能是生产和服务，一方面作为农业生产的基地为人类提供食物和休闲服务，另一方面作为农业人口的聚居区域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的结合体。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和乡镇服务农民功能。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发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整体筹划城镇和乡村发展，科学有序统筹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优化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布局，逐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只有准确把握城乡“生态位”，才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通过加快城镇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提升城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推动城镇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减少碳排放总量和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智慧城市有效降低碳排放


  智慧城市是智能化的数字城市，是数字城市功能的一种延伸、拓展和升华，它通过物联网把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无缝联结起来，利用云计算技术对实时感知的大数据进行处理并提供智能化服务。当前，智慧城市的应用项目主要是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城市综合体、智慧政务城市综合管理运营平台、智慧安居服务、智慧教育文化服务、智慧服务应用、智慧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和智慧交通。


  2012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两个文件，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2014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新型智慧城市评价工作务实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通知》，同时下发《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评价指标包括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智能设施、信息资源、网络安全、改革创新、市民体验8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54个二级指标分项。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


  目前，全球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达1000多个，中国已制订智慧城市建设计划或正在开展相关工作的城市约有500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武汉等城市成为2017—201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智慧城市。


  世界银行的预测显示，建成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如果投入一定，城市的发展红利将因实施全方位的信息管理增加2.5~3倍，用持续发展的目标建设智慧城市发展红利将可达4倍左右，智慧城市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重要管理手段，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不仅可以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经济结构向信息服务业的低碳转型，催生和带动新产业发展。


  生态城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城镇上连中心城市，下接乡村，对承接产业资本转移、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大中城市所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城镇化是“以城带镇”“以镇带村”，其生产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乡村的生态环境。传统城镇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一条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发展之路。当前，对城镇化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城镇化=进城”的错误导向不仅给环境与生态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使转嫁城市危机的乡土社会出现没落，农业开始衰退，农民陷入贫困。


  工业化的城镇化在中国已日见疲态，必须赋予城镇化新的内涵，走生态城镇化之路。生态文明的城镇化是要对工业文明下的城镇化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在中国的广大城镇形成一条超越传统模式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城镇化之路。生态城镇的建设，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城镇型的工业产业园区中，利用现代科技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


  生态城镇建设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在公正的制度下享受公共产品，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城镇不是追求城镇的扩大，而是符合自然生态循环的规律，建立一个区域生态循环系统和智慧城镇，带动传统乡村社会的回归进而向生态农村的发展。当前，城镇化的重点是将“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环节重新贯通起来，形成一种“低耗高效”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农业的推广。尤其要注意承接产业资本转移的城镇型工业开发区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生态工业，走清洁生产之路，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减少碳排放，用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破解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规律。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等，就新型城镇化、特色村镇建设提出了规范性的意见。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相关空间性规划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按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包括都市圈建设、城市更新、城市防洪排涝、县城补短板、现代社区培育、城乡融合发展。


  秀美乡村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乡村生态经济体系的构建是秀美乡村建设的关键，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


  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程度，全面转变乡村经济增长方式。要发展集多种产业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休闲产业的场所，要促进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大力推广集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旅游、农产消费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旅游区——国家农业公园，以拓展第一、二产业市场，并为其他服务业发展带来机遇。田园综合体建设是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探索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农民能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能为乡村的发展奠定好经济基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措施。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立乡村建设评价体系，促进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乡村绿化美化等。继续做好农村清洁供暖改造、老旧危房改造，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村庄环境。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化乡村建设的规划引领，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优势特色资源为依托，支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挥农村资源和生态优势，支持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手工业、绿色建材、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和乡村物流、电子商务等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支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村创业园、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的建设，发展乡村产业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环境保护的要求；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中国乡村自古以来以美著称，但由于工业文明的侵袭，造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瓦解，进而造成乡村文化的凋敝。要使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绿色发展的轨道，必须重建乡土社会。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文明在当代的价值和功能，重构乡村文明的理论体系；保护日益萧条的村庄和关怀乡村文明的留守者，恢复和保护集传统智慧、文化和技术为一体的生产方式，发展自然社区组织拓展乡村公共服务的渠道，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通过提升农业文明中的优秀生态文化，构建和谐的乡村文化体系，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培育乡村文明新风。通过实施生态人居提升工程，提高村民生活品质。


  当前，乡村污水和垃圾的治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治理乡村水环境，开展生活污水处理，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减少农业生产废弃物污染。


  城镇生态系统碳汇保护与提升


  城镇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提升


  城镇绿地生态系统是城镇的建成区或规划区中以各类绿地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建设良好的城镇绿地生态系统对于发挥绿地系统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和景观文化功能，具有重大的作用，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行业标准，绿地可以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内的绿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外的绿地，前者是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和附属绿地，后者是区域绿地。[1]


  公园绿地｜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景观、文教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公园绿地可分为：（1）综合公园——内容丰富，适合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具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施的绿地，规模宜大于10公顷；（2）社区公园——用地独立，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服务活动的绿地，规模宜大于1公顷；（3）专类公园——具有特定内容或形式，有相应的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专类公园分为动物园（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移地保护野生动物，进行动物饲养、繁殖等科学研究，并供科普、观赏、游憩等活动，具有良好设施和解说标识系统的绿地）、植物园（进行植物科学研究、引种驯化、植物保护，并供观赏、游憩及科普等活动，具有良好设施和解说标识系统的绿地）、历史名园（体现一定历史时期代表性的造园艺术，需要特别保护的园林）、遗址公园（以重要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形成的，在遗址保护和展示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并具有文化、游憩等功能的绿地）、游乐公园（单独设置，具有大型游乐设施，生态环境较好的绿地，绿化占地比例应≥65%），以及其他专类公园（除以上各类专类公园外，具有特定主题内容的绿地，主要包括儿童公园、体育健身公园、滨水公园、纪念性公园、雕塑公园以及位于城市建设用地内的风景名胜公园和森林公园等，绿化占地比例宜≥65%）；（4）游园——除以上各类公园绿地外，用地独立、规模较小或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绿地，带状游园的宽度宜大于12米、绿化占地比例应≥65%。


  防护绿地｜用地独立，具有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护功能，游人不宜进入的绿地。主要包括卫生隔离防护绿地、道路及铁路防护绿地、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公共设施防护绿地等。


  广场用地｜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绿化占地比例宜≥35%，绿化占地比例≥65%的广场用地计入公园绿地。


  附属绿地｜附属于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除“绿地与广场用地”）的绿化用地，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用地中的绿地。附属绿地可分为：（1）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居住用地内的配建绿地；（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内的绿地；（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内的绿地；（4）工业用地附属绿地——工业用地内的绿地；（5）物流仓储用地附属绿地——物流仓储用地内的绿地；（6）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内的绿地；（7）公共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公共设施用地内的绿地。


  区域绿地｜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城乡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游憩健身、安全防护隔离、物种保护、园林苗木生产等功能的绿地，不包括耕地。区域绿地可分为：（1）风景游憩绿地——自然环境良好，向公众开放，以休闲游憩、旅游观光、娱乐健身、科学考察等为主要功能，具备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可分为风景名胜区（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森林公园（具有一定规模，且自然风景优美的森林地域，可供人们进行游憩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绿地）、湿地公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化的湿地景观资源为基础，具有生态保护、科普教育、湿地研究、生态休闲等多种功能，具备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郊野公园（位于城区边缘，有一定规模、以郊野自然景观为主，具有亲近自然、游憩休闲、科普教育等功能，具备必要服务设施的绿地），以及其他风景游憩绿地（除上述外的风景游憩绿地，主要包括野生动植物园、遗址公园、地质公园等）；（2）生态保育绿地——为保障城乡生态安全，改善景观质量而进行保护、恢复和资源培育的绿色空间，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区、公益林、水体防护林、生态修复地、生物物种栖息地等各类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的绿地；（3）区域设施防护绿地——区域交通设施、区域公共设施等周边具有安全、防护、卫生、隔离作用的绿地，主要包括各级公路、铁路、输变电设施、环卫设施等周边的防护隔离绿化用地，区域设施指城市建设用地外的设施；（4）生产绿地——为城乡绿化美化、培育、引种试验各类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花圃、草圃等圃地。


  保护和提升城镇绿地生态系统，一是要关注基因、物种多样性保护，最大限度减少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城镇绿地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能有效保证物种的活力；二是要广种乡土植物，推行生态绿化，乡土植物特定的地区经历漫长的演化，生理、遗传、形态特征等符合当地的生境条件，利用本地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生态系统的碳吸收和储存能力，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三是在保护和提升城镇绿地生态系统中，正确处理好城镇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开展城镇绿化行动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楔形绿地系统，发展森林城镇，发展都市农业，形成城镇碳汇和碳库；四是推进绿廊、绿环、绿楔、绿心等绿地建设，构建完整连贯的城镇绿地系统，优化绿地布局，均衡布局公园绿地，根据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入园”的要求，拓展绿色空间，提高城镇绿化效果，提升存量绿地品质和功能，更好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服务。


  城镇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提升


  湿地公园是城镇建设用地外的绿地，但与城镇化相关的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善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地理景观遥感学科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2010年中国的城镇用地扩张直接占用了2883平方千米的湿地，约占我国湿地损失总面积的6%，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滨海地区占了大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水平的提升，城镇用地扩张占用湿地的趋势明显增强。


  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湿地生态系统的含碳量占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的18%~30%。保护和提升城镇湿地生态系统，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上，发挥城镇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碳汇潜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保护与提升城镇湿地生态系统。一是要强化城镇湿地资源保护。《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提出，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实行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健全湿地用途监管机制，建立退化湿地修复制度，健全湿地监测评价体系，完善湿地保护修复保障机制；《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出，到2035年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湿地保护率提高到60%；《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提出，全面指导和规范各地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推动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着力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各地在城镇化发展中，必须精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城镇湿地进行规范性、全面性保护。二是加强城镇湿地生态修复，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仅重视湿地提供物质产品、旅游服务和教育科研的功能，当前更重要的是关注湿地的碳汇、调节气候、净化水质、调洪蓄洪及栖息地功能。三是重视小微湿地建设，小型、微型湿地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海绵城镇建设理念，恢复小微湿地的生态系统结构，不仅可以净化水质、美化景观、调节小微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四是倡导城镇湿地保护的公众参与，新型城镇化要求构建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新格局，城镇湿地作为城镇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众的共享绿色空间，同时公众也要承担起保护城镇湿地的责任，营造维护城镇湿地的良好氛围。


  发展城镇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


  城镇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是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在城镇各种建筑物和其他空间（如屋顶、墙面、阳台、门庭、廊、柱、栅栏、立交桥、坡面、河道堤岸等）上栽植攀缘植物或其他植物的一种城镇绿化方式。


  北京市园林科研所的调查显示，屋顶绿化每年可以滞留粉尘2.2千克/公顷，建筑物的整体温度夏季可降低约2℃。根据一项实验的测试，夏天时有攀缘植物攀附的墙面，温度能降低5~14℃，室温可降低2~4℃。如果一个城市将住宅小区的屋顶全部绿化，在高大建筑物屋顶建立草坪或空中花园，增加的绿化覆盖面积是巨量的，有研究表明这种绿化方式可使整个城市的最高温度降低5~10℃、建筑顶层温度降低3~5℃，这还没有计算在建筑物墙面栽植攀缘植物等。因此，推广普及城镇建筑物的空间立体绿化，在提高城镇空气质量、节约能源、缓解热岛效应的同时，还能提升城镇有限的碳汇水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城市的屋顶绿化率达到70%以上，城市上空二氧化碳含量能下降80%，热岛效应会消失。


  立体绿化在我国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已经将发展城镇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作为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因子。《上海市绿化条例》就规定，新建公共建筑以及改建、扩建中心城内既有公共建筑的，应当对高度不超过50米的平屋顶实施绿化；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以及独立工业区、经济开发区等城市化地区新建快速路、轨道交通、立交桥、过街天桥的桥柱和声屏障，以及道路护栏（隔离栏）、挡土墙、防汛墙、垃圾箱房等市政公用设施的，应当实施立体绿化。鼓励适宜立体绿化的工业建筑、居住建筑以及其他建筑，实施多种形式的立体绿化。北京市《屋顶绿化规范》也提出了屋顶绿化建议性指标，规定花园式屋顶绿化的绿化面积占屋顶总面积≥60%、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85%、铺装园路面积占绿化面积≤12%、园林小品面积占绿化面积≤3%，简单式屋顶绿化的绿化面积占屋顶总面积≥80%、绿化种植面积占屋顶总面积≥80%、铺装园路面积占绿化面积≤10%。随着立体绿化模式的推广，很多省市也制定了屋顶绿化的地方标准。


  当前，城镇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的方式主要有屋顶绿化、墙面绿化、阳台绿化、室内绿化、坡面绿化、棚架绿化和篱笆绿化。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要结合建设低碳城镇的要求，根据当地实际，采用点缀式、地毯式、花园式和田园式等建筑物空间立体绿化类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1]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

  


  第十一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公众生活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培养公众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利用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促进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经济的优化升级，有助于碳排放达峰行动的开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绿色生活方式降低碳排放


  工业文明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大机器生产的推动下，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成为一种时尚，勤俭节约反而成了阻止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出现了为消费而大量浪费资源的局面。不良的生活方式，对碳排放的增加起到了促进作用。


  绿色生活方式是指在生态文明观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适度消费、节俭消费、低碳消费、安全消费的良好习惯，使绿色饮食、绿色出行、绿色居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还要满足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安全和健康。而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总量。


  绿色生活方式的兴起


  绿色生活运动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兴起。在欧洲市场上，40%的人更喜欢购买绿色商品；在美国，77%的人表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望；77%的日本消费者愿意购买符合环保要求的商品。


  为改变居民消费方式、推动清洁的出行方式、促进生态转型、保护空气质量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发布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法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实施13项重要变革，包括法国境内禁止销售部分一次性塑料产品，加大支持民众购买新型电动汽车和氢动力汽车的力度，调整对尾气排放量和污染程度最大的汽车的罚款规定，设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等。


  人们要节制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追求，改变目前过度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的提出，就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替代，推崇简朴节约的生活，推崇以保证获得基本的人类需求为标准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努力的目标。绿色生活方式倡导消费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减少碳排放、不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向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方向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是工业污染物排放，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也放在对工业行业的监管上。但现在生活污染已成为重要的污染源，在2015年全国废水排放量统计中，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占72.8%，工业废水排放量占27.1%。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使中国步入历史上环境污染最严重时期，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地球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在绿色价值观缺失背景下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等更加剧了碳排放强度和环境污染的程度。


  1992年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明确指出，全球环境不断退化的主要原因是非持续性消费和生产模式。该议程提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标准，减少对地球有限资源的依赖，并与地球的支撑能力取得更好的协调。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倡导合理消费，使生活方式绿色化、低碳水平上升。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提出，通过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绿色商场、绿色建筑等创建行动，广泛宣传推广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建立完善绿色生活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推动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发展。


  《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循环发展引领行动》《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绿色消费。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十四五”时期，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


  绿色生活方式促进产业转型


  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影响生产，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方向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导向，合理的消费需求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实现持续健康高效协调发展。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将极大地促进产业转型的进程，这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


  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使用没有受到污染且不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绿色产品”既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又能保证身体健康。“绿色”是“无污染”“无公害”“环境保护”的代名词，是“生命”“健康”“活力”的象征。诸如不施化肥、农药种植的蔬菜，用不含抗菌素、生长激素和其他添加剂的饲料饲养长成的鸡肉，不含有害物质、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洗衣粉，能够自行降解而安全回归大自然的塑料制品，用回收纸制作的文具用品，用不含氯氟烃的物质作制冷剂的冷藏柜，既节省燃料又极易拆卸、回收、再利用的汽车，完全用木、石、土等天然材料建造的住宅等，都属于绿色产品。正是这种消费，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提供了市场。


  低碳生活方式避免高碳商品和服务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实行生活方式转型，尽可能避免消费那些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商品和服务，以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


  国外有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能耗巨大，占到了总能耗的60%~65%，制造业的能耗不足40%。其根源在于广大消费者的关注点放在消费领域，而不在生产领域。


  中国目前的消费状况也呈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我们高喊要原生态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煤炭消费每年增长2亿吨、汽车每年增加2000万辆。良好的愿望与消费的陋习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人们普遍追求不健康、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如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一次性日用品、豪华住宅、大排量汽车、奢侈品等，造成了超出人类生理需求的过度消费，这是一种高碳化、病态化的消费方式，不仅引发了当前诸多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的流行，也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


  2019年，我国的化石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为98.26亿吨，消费端所占比重为53%，超过了发电端占比47%。可见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在消费端降碳意义十分重大。


  启动消费领域的生活方式革命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具有紧迫性和现实可行性。当前，全社会关注点重点放在工业企业的“三废”治理上，我国应该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契机，破除环境治理上的僵化思维，同时把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作为工作重点，倡导低碳生活，用消费影响生产，通过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进而建立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结构。


  《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等提出，通过各种方法用绿色生活方式促进产业转型。


  2017年11月，在联合国波恩气候大会上，“公众参与”“落实行动”成为会议的两大关键词，许多国家认为消费者能促进企业行为，进而实现低碳转型，引导企业走向更绿色的未来。


  培养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2021年2月，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1]，提出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全社会自觉行动。


  生态库意识


  生态库是指能为主体生态系统贮存、提供或运输物质、能量和信息，并与该系统的生存、发展和演替密切相关的系统。生态库对主体生态系统起着哺育、促进和抑制的作用。生态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重视和周围生态库的相互关系，重视生态库的价值、生态库的容量、支撑能力以及生态库的建设。


  只有全球生态文化意识才能给科学技术定向并发展生态化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与绿色发展相应的社会体制，才能消除全球生态危机。为了人类的持续发展，只有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给科学技术以生态化取向，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才能实现人类对整体性的把握，在全球生态文明意义上进行交流，理解和建立生态文明新理性。


  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在研究了世界有史以来的各种文明体例后，盛赞中国文化的世界精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正是启迪人类确立全球生态文明观的深层哲学基础。


  和谐共生意识


  大力开展生态意识教育，使全人类更新思想观念，建立一个生态型新世界观。其主要内容是让全人类都明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生命的摇篮，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的生命构成的一部分，要尊重自然界的固有规律。苏联学者维纳茨基把科学的智慧管理下的人类生存环境称为智慧圈，其关于人类自养性的观点是这一思路的集中概括，主张依靠科学创造新能源、合成材料和食品，探索出一条使人类成为相对不依赖生物圈的特殊生物的途径。美国所建的“生物圈2号”就是智慧圈理论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人类自养性观点的检验，但“生物圈2号”的实验最终失败了。尽管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但如果没有现存的遗传基因，人类至今连一粒粮食、一棵蔬菜也合成不了，更不用说猪马牛羊等肉类食品了。人类操纵着巨大的能量，操纵着先进的机器，但一回到餐桌上，人类的食品永远是原始、自然的。“民以食为天”就是人类最同一的东西，就是人类共同的“根”。


  全球意识和发展意识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由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全人类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各国人民在开发利用其本国自然资源的同时，要负有不使其自身活动危害其他地区人类和环境的义务。因此，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不仅要关注小范围的环境污染，还要关注大范围的全球环境问题；不仅要关注日常生活中“小我”和近期影响范围上的环境问题，而且要关注“大我”和远期影响范围上的环境问题，关注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未来发展。


  传统发展战略以谋取国民生产总值或工农业总产值高速增长为目标，资源和能源消耗大、污染环境、严重破坏生态、经济效益低，破坏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意识是要采取新的途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达到有机统一。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目标不能仅以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要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不仅要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外在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人的活动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涵容能力，不能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人均水平意识、国情意识和人口教育意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是基本国情。我国人均环境资源占有量相当低，不但低于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钢铁、煤炭、石油、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也较低。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上，要牢固地树立起人均水平与国情意识，要养成全民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把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道德风尚扎根于广大公民的心中。


  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要把人口增长与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提高人口素质，既把人口总量控制在地球资源适合的范围内，又要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


  环境资源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和环境法制意识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无价值的、可以无偿使用。环境资源意识则强调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加以保护和珍惜使用；它是有价值的，必须有偿使用；它是有主的，属于全民财产。为此，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社会物质生产中通过资源的分层利用、循环利用使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减少排放；在社会生活中摒弃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追求过简朴的生活，过“绿色消费”的生活，达到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环境道德作为人类绿色生活的道德，是一种新的道德观。该观点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要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上，确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制定和实施新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原则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环境道德问题既涉及前人、当代人、后人，也涉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界。


  要使每个公民、法人和组织都享有利用环境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公民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都有检举、控告的权利，遭受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环境科技与经济意识


  人类要依靠科技进步、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强调整体性思维，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认识和对待。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使整个科学技术沿着符合生态保护的方向发展。通过采用绿色技术进行清洁生产，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达到提高经济效率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这样的经济同传统浪费型经济有区别，是一种节约型经济。


  公众参与意识


  生态文明教育是“学中做”的教育，需要通过公民的亲身经历来发展其对环境生态的意识、理解力和各种技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全民性事业，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公民自觉参与，是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公民在生态意识提高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保护、改善和建设生态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因此，需要提高公民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要求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自觉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活动，为尽早碳达峰、碳中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关于印发《“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EB/OL].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102/t20210223_822116.html，2021-02-23.

  


  全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制定完善的低碳消费法律法规


  低碳消费靠倡导，更需要法律法规的强制。我们要借鉴国外低碳消费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对低碳消费对象、消费行为实施有效的激励与监督，协调各方利益矛盾。首先要完善居民低碳消费方面的强制性标准等政策配套措施，使广大居民的低碳消费有法可依、有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完善信用体系建设，通过低碳消费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消费者自觉实施低碳消费的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通过政策优惠，给予节能产品和低碳能源开发技术以政策上的扶持，使其扩大市场份额。政府鼓励风能、水力、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加大对节能环保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扶持力度，以便生产出更多的低碳产品供消费者选择。


  企业承担起更多的低碳发展责任


  企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户，要在低碳消费中承担起技术革新、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重任。实现企业生产低碳化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企业具有强烈的减排责任并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企业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最终实现低碳化生产和产品的低碳化。企业要认清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大势，主动迎接这次低碳革命，加大投入，加大产品更新换代力度，以更新更高的技术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低碳产品，从而为低碳消费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社会营造践行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


  从社会层面讲，生活方式绿色化是一个社会转变过程，需要从改变消费理念、推动全民行动和完善保障措施等多方面协调推进。


  要大力倡导低碳消费理念，引导社会大众形成低碳消费光荣、奢侈性高碳消费可耻的理念，加大对环境知识的科普力度，使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低碳消费的强烈重要性，自觉形成节约、低碳的消费方式。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部分人炫富夸富的行为，他们沉醉在高碳消费之中而不自知，严重败坏了社会节俭之风。对于这些现象，政府、社会、媒体要同时发声，制止、批评、引导他们改正行为，共同助力形成全社会低碳节俭之风。


  要在全社会营造绿色生活方式的氛围，加强制度建设，加大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采取激励引导与惩戒相结合的策略，形成全社会热爱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按照绿色生活的要求，制定推行绿色城市、绿色社会、绿色企业、绿色校园、绿色家庭的标准，限制过度包装，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服务业，通过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促进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把被所谓的现代消费抛弃的“分解—还原—再生”三个环节重新纳入自然生态循环的链条之中，通过相应的表彰、奖励、处罚措施，对公民的生活行为予以引导。


  要建立绿色公共服务体系。如建立和完善对城乡居民绿色生活的支持体系，帮助人们实现绿色生活的目标。在农村大力推广沼气利用，在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开展全民绿色教育活动。提倡崇尚节俭、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养成节约、环保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遏制浪费、减少浪费。


  《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已明确提出，要引导绿色饮食，推广绿色服装，倡导绿色居住，鼓励绿色出行，同时要求各地全面构建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全民行动体系，将生活方式绿色化全民行动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内容，将每年6月设为“全民生态文明月”，培养绿色公民。


  培养公众低碳消费行为


  思想决定行为，转变公众消费意识是推行低碳消费的重中之重，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养成节约、低碳、环保的行为。绿色生活意味着衣食住行更环保，要把低碳消费落实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从衣、食、住、行、游、娱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把低碳消费落到实处。


  衣服要选择低碳面料衣服，饮食方面要尽量选择低碳饮食、环保食品，购物时支持可循环使用的产品，选择低碳建筑，大力提倡低碳出行，娱乐要选择节能型娱乐设施和场所，每个公民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遵循“消耗最少的资源满足更多人的生存和人类发展的需求”原则，适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节约消费。通过实际行动，形成低碳消费的巨大社会力量，为建成低碳社会尽到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第十二章

  碳达峰、碳中和与全球治理


  传统工业化以大量消耗资源、排放大量废弃物为特征，以征服和掠夺自然为生存发展理念，导致了全球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不是区域性的，必须全球互动并进行国际合作，各个国家共同采取各种措施才有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断加深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使中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实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心的环境治理，通过推进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合作水平，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做出贡献。


  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


  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生态环境问题也跨出国界，一国的生态环境灾难有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比如，国际性河流，上游国家的截流、溃决和污染物排放，都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安全。近年来，越境环境污染的情况日益增多。当前环境污染已经由区域性问题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这种环境污染与破坏不仅降低了大气、水、土地等环境因素的质量，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安全与生存，而且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枯竭与退化，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与破坏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流动性、广泛性、持续性与综合性的特点，当发生全球性的相互联系时，各国都要承受污染危害，并导致全球共有财产——环境的破坏，威胁全人类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在空间上表现为无处不在，在时间上表现为无时不在，在程度上表现为已不堪重负，在后果上表现为已经影响到人类的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正渗入到各国的政治、国家安全领域，环境外交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构造未来国际格局的重要途径。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工业增长的利益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国家保护环境的舆论压力日益增大，致使不少政党在竞选中也争相打出环保牌。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安全的保障愈来愈多地依赖环境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假如这些基础退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其社会组织会锐变，政治结构也随之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冲突，或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在环境外交方面，20世纪后期，国际上出现了将环境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倾向。进入21世纪，环境问题引起的国际冲突将更加频繁。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纠纷、“环境移民”“环境难民”引起的国际冲突，以及诸如中东的水源等资源的争夺等，使环境问题日益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增加了解决的难度。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也在不断加剧，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加剧成为20世纪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体现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次上，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公司把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通过“合法贸易”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在本国被法律所禁止销售的有毒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却受限于技术、经济水平低下，只能作为主要的资源输出国与初级生产品输出国，并要承担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带来的主要后果。这种不平等的经济交往，更加剧了环境危机，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会让它陷入贫困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


  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


  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有识之士就组建了国际组织，开始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组织是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是世界上唯一的由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平等参加的国际环境组织；1961年成立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描写了因过度使用以杀虫剂为主的化学农药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情况，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绿色运动。


  1972年是绿色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年。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会议建议联合国将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幕这天定为“世界环境日”。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上：一是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报告始终将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并特别指出，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所采纳，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环境法的重要根据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指导方针。人类环境会议首开国际社会共同重视环境问题的先河，将环境问题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唤醒了世人的警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各国开始把环境问题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统一审视，寻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之路。


  1987年，联合国委托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一篇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从保护和发展环境资源、满足当代和后代的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行动建议，把环境与发展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指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持久、稳定的支承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解决，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于1979年在日内瓦召开。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时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等重要文件，并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社会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开始共同商讨全球环境与发展战略。至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共召开了25次缔约方会议。


  2002年8月24日—9月4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主要议题是“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会议涉及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里约+20”峰会主要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两大主题展开，并重申了各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承诺。从2014年开始到2019年，联合国共召开了4次环境大会，使联合国193个成员共同在部长级层面商讨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议题并做出决策，为生态环境的全球治理搭建了一个框架。


  1972年12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理事会”“环境基金会”，极大地促进了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45年成立）、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945年成立）、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成立）、联合国人口委员会（1946年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年成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66年成立）等国际机构也承担着生态环境管理与协调职能，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也在区域环境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


  1971年，当今世界最活跃、影响最大、最激进的国际性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成立。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呈全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国家的“绿党”逐步进入政坛，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各地的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环保NGO）也大量涌现，其数目远远超出政府间组织。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指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6000家，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501家。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建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其作用随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


  随着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作为调整国际自然环境保护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国际环境法陆续制定，这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产物。


  国际条约规定了国家或其他国际环境法主体之间在保护、改善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国际环境法规范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渊源。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最常见的法律手段就是签订国际环境条约。目前，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国际环境条约有近200项，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核安全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迄今为止，我国已批准加入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2018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开启《世界环境公约》的谈判进程。


  在已经签订的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条约中，有些原则是作为国际惯例发生作用的，也是国际环境法规范的一个渊源。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及国际组织的宣言、决议，对制定新的国际环境法规范，对确认、固定、发展和解释现有的国际环境法规范，作用也十分显著。相关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对各国都有极强的约束作用。各种国际组织就自然环境某些部分的保护而通过的许多具体纲领和决议，也被认为是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如《人类环境宣言》《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我们憧憬的未来》《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构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体化


  生产力发展到当今时代，发达国家已经从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一般而言，资本总是流向有利润的地方，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从而吸引发达国家进行资本注入。同时，一些公司出于减小国际金融风险、获取较廉价劳动力等考虑，也纷纷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值得强调的是，一些国家还出于生态环境因素考虑，为了减少自己的环境风险而有意识地鼓励一些企业将高环境成本的产业转移出去。这样，一些发达国家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将环境恶化风险强加给了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异地污染状况。为了消解这一状况，发达国家应树立全球意识，在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勇担生态责任，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将环境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而不是通过产业布局的方式转嫁出去。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树立生态忧患意识，在吸引投资时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考虑，还应考虑环境因素，最大程度地杜绝环境污染的全球扩散。


  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界的非政府性生态组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这些组织应在争取政府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积极宣传自己的生态理念，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与参与。各国政府都要在政策、场地甚至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进一步促进现有的国际环保组织发展的同时，动员更多的民众组建更多的生态环保组织。


  在生态维护与环境保护问题上，世界各国要形成全球性生态共识，改变推脱生态责任的做法，打破各自为政的治理格局，着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生态管理与实践能力的“地球政府”。这样的“地球政府”的打造可以通过对联合国的改造而实现。当前的联合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的“冷暖”，但毕竟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国际组织，对世界的正常运转是不可或缺的。生态治理的全球一体化结构建构可以以其为依托，强化其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职责与权力，通过决策共议、经费公担的方式，将其改造为一个至少在生态问题上名副其实的“世界政府”。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不断加深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生态环境保护的延续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领域之一。我国在积极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解决新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也积极务实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国际生态环境和发展领域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成为国策，纳入国家高层政务和外交活动的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活动逐年增多，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的焦点后，我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行动。


  10多年来，我国的多边环境合作与国际公约谈判和履约工作不断加强，参与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安全议定书》《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核安全公约》《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环境公约的缔约方大会重要谈判，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与环境谈判，批准加入了30多项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多边公约或议定书，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生态环境保护交流，与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近150项生态环保合作文件。《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于2021年10月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这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全球性会议。


  我国保持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署、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并与它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同一些国际环保类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卫士奖”、世界银行将“绿色环境特别奖”、全球环境基金将“全球环境领导奖”授予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我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合作，以周边国家为重点的区域合作框架初步形成。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中亚环境合作、亚欧环境部长会议、地区性环境合作计划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环境合作等区域性国际生态环境合作机制均取得积极进展。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不断推动绿色“一带一路”走实、走深，共同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家机构成为联盟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共建国家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智库和企业等70余家外方机构；启动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报告》《“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等联合研究项目；建立了“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以聚焦产业发展优势资源，促进环境技术创新发展与国际转移；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利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专项财政资金，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还与有关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巴黎协定》的落实。


  我国的双边生态环境合作保持良好态势，加大了双边交流力度，双向部长级互访、双边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人员出境培训等活动十分活跃。比如稳步推进中柬环境合作中心、中老环境合作办公室等重点平台建设，积极推动生态环保能力建设活动和示范项目等。


  我国在核安全国际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强。在多边核安全合作方面，我国积极参与《核安全公约》缔约方大会并提交国家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在核安全方面的最新进展，已同11个国家的核安全部门签署了双边核安全合作协议或备忘录。


  作为我国政府高级咨询机构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机制日益完善，继续发挥着高层政策咨询作用。


  我国的环境保护对外经济合作取得新进展。通过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及欧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引进资金、先进理念、管理思想、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专项金融机构及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等国际性基金的带动引领作用，加大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绿色环保项目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环保企业开始走出国门，以先进技术、工艺、产品及人才引进为目标，针对外资优秀企业入股并购，通过与当地企业深度合作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等形式，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力。环保产业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组成领域，我国已与德国、新加坡、法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开展了不同层次的探索与实践。


  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主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努力推动全球气候谈判。


  我国是最早制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1994年3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07年6月制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10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13年11月发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4年9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6月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就——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2016年4月签署了《巴黎协定》，2016年9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在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同时，我国还通过切实行动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2020年召开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国宣布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强调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订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2021年4月，我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在上海举行会谈，发表的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强调中美两国要与其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在2021年4月举行的第三十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我国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如既往地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持续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在2021年4月举行的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上，我国再次重申中方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庄严承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方言必行，行必果。


  在2021年4月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我国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系统治理、多边主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正在制订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


  在2021年5月举行的第十二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视频会议上，我国提出各方必须摒弃重减缓、轻适应的老路，将适应摆在和减缓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尽快制定全球适应目标，切实加大对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特别是在气候资金支持中进一步体现适应与减缓之间的平衡，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增强适应行动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促进韧性发展；中方积极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等工作，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积累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并正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中方愿与各方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必须发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领导作用，坚定不移地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通过加强环境治理、发展绿色经济、宣传生态文化、建设节约型社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成为全球气候行动典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发展打造原生性的动力；要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在气候行动中的作用，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科技现已被列为最值得关注的科技之一，要不断用生态技术的发展解决全球共同的环境问题；必须时刻紧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面对气候变化下南北极出现的新情况，要将其提高到控制全球战略制高点的视角考虑。


  建设绿色低碳“一带一路”


  建设绿色低碳“一带一路”的总体要求


  2013年9月和10月，我国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是根植于我国历史上所主导的“古代全球化和区域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现代版。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专门强调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4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对于实现沿线国家区域经济绿色转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年5月，环境保护部印发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明确提出“一带一路”环境保护合作的总体要求。[1]


  合作思路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为导向，有力有序有效地将绿色发展要求全面融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中，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环保合作格局，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合作水平，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做出贡献。


  基本原则


  理念先行，绿色引领｜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一带一路”建设，切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提高绿色竞争力。


  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发展需求，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推动达成生态环境保护共识，共同参与生态环保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完善政策支撑，搭建合作平台，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发挥市场作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承担、社会参与的生态环保合作网络。


  统筹推进，示范带动｜加强统一部署，选择重点地区和行业，稳步有序推进，及时总结经验和成效，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


  发展目标


  到2025年，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生态环保合作基础，形成生态环保合作良好格局。以六大经济走廊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保合作平台建设，提高人员交流水平；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保合作支持政策，加强生态环保信息支撑；在铁路、电力等重点领域树立一批优质产能绿色品牌；一批绿色金融工具应用于投资贸易项目，资金呈现向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趋势；建成一批环保产业合作示范基地、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科技园区等国际环境产业合作平台。


  到2030年，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深化生态环保合作领域，全面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深入拓展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合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惠及沿线国家，生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共建绿色、繁荣与友谊的“一带一路”。


  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保政策沟通[2]


  分享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充分利用现有多双边合作机制，深化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推动共同制定实施双边、多边、次区域和区域生态环保战略与行动计划。


  分享绿色发展实践经验｜归纳总结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呼应绿色发展需求，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推动将生态环保作为沿线国家绿色转型新引擎。


  构建生态环保合作平台


  加强生态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开展政府间高层对话，充分利用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澜沧江—湄公河、欧亚经济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亚信等合作机制，强化区域生态环保交流，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建设政府、企业、智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合作平台。


  推进环保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提升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咨询服务能力，推动生态环保信息产品、技术和服务合作，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综合环保信息支持与保障。


  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和智库交流与合作


  推动环保社会组织交流合作｜积极为环保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并提供政策指导。支持环保社会组织与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开展公益服务、合作研究、交流访问、科技合作、论坛展会等多种形式的民间交往。


  加强生态环保智库交流合作｜构建生态环保合作智力支撑体系，提高智库在战略制定、政策对接、投资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参与度。推进国内和国际智库、智库与政府部门、智库与企业以及智库与环保社会组织之间的生态环保合作，推动科研机构、智库联合构建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平台。


  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化[3]


  发挥企业环境治理主体作用


  强化企业行为绿色指引｜落实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共同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落实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共同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以及19家重点企业联合发布的《履行企业环保责任，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企业自觉遵守当地环保法规和标准规范，履行企业环境责任。推动有关行业协会和商会建立企业海外投资生态环境行为准则。


  鼓励企业加强自身环境管理｜引导企业开发使用低碳、节能、环保的材料与技术工艺，推进循环利用，减少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在铁路、电力、汽车、通信、新能源、钢铁等行业，树立优质产能绿色品牌。指导企业根据当地要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措施，做好生态恢复。


  推动企业环保信息公开｜鼓励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定期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公布企业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计划、措施和环境绩效等。倡导企业就环境保护事宜及时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落实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规范的生态环保要求，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行业的环保标准和实践，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和维护过程中的绿色化、低碳化水平。


  强化产业园区的环境管理｜以企业集聚化发展、产业生态链接、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共同推进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与循环再利用及示范。发展园区生态环保信息、技术、商贸等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发展绿色贸易[4]


  促进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便利化


  加强进出口贸易环境管理｜开展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投资相关研究，探讨将环境章节纳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自贸协定的可行性。推动联合打击固体废物非法越境转移。推动降低或取消重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退税，适度提高贸易量较大的“两高一资”行业环境标准。


  扩大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分享环境产品和服务合作的成功实践，推动提高环境服务市场开放水平，鼓励扩大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防治、危险废物管理及处置等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探索促进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方式。


  推动环境标志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开展环境标志交流合作项目，分享建立环境标志认证体系的经验。推动沿线各国政府采购清单纳入更多环境标志产品。探索建立环境标志产品互认机制，鼓励沿线国家环境标志机构签署互认合作协议。


  加强绿色供应链管理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制定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政策工具，从生产、流通、消费的全产业链角度推动绿色发展。开展供应链各环节绿色标准认证，推动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探索建立绿色供应链绩效评价体系。


  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积极推进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建设，支持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在国际贸易中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动建立绿色供应链合作示范基地。加强沿线国家绿色供应链建设工作的交流和宣传，鼓励发布政府间绿色供应链合作倡议。鼓励行业协会、国际商会等组织开展宣传和推广。


  加大支撑力度，推动绿色资金融通[5]


  促进绿色金融政策制定｜开展沿线国家绿色投融资需求研究，研究制定绿色投融资指南。以绿色项目识别与筛选、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等为重点，探索制定绿色投融资的管理标准。


  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推动设立专门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基金，重点支持沿线国家生态环保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绿色产业发展项目。


  引导投资决策绿色化｜分享绿色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在“一带一路”和其他对外投资项目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筹集资金，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并使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等工具开展环境风险管理。


  开展生态环保项目和活动，促进民心相通[6]


  加强生态环保重点领域合作


  深化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合作，实施一批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推进生态保护合作｜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积极开展东南亚、南亚、青藏高原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范项目，推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建设。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合作｜分享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良好实践，积极参与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深入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署等国际组织的各类活动。推动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帮助有需要的国家提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


  加强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开展生态环保领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环保组织的作用，推动环保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


  推进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推进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多边环境协定，构建环境公约履约合作机制，推动履约技术交流与“南南合作”。


  加大绿色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


  推动绿色对外援助｜以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技术与产业以及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等领域为重点，探索制定绿色对外援助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将生态环保合作作为“南南合作”基金等资金机制支持的重要内容，优先在环保政策、法律制度、人才交流、示范项目等方面开展绿色对外援助，提高环保领域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水平。


  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深化完善“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实施方案，以政策交流、能力建设、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为主要路线，加强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互动与交流，提升沿线国家的环保能力，提高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


  开展环保产业技术合作园区及示范基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推动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开展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试点示范工作。引导优势环保产业集群式发展，探索合作共建环保产业技术园区及示范基地的创新合作模式。


  加强能力建设，发挥地方优势[7]


  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位优势，编制地方“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及实施方案。重点加强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云南、广西等边境省区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江苏、广东、陕西、福建等省份提升绿色发展水平；鼓励各地积极参加多双边环保合作，推动建立省级、市级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形成上下联动、政企统筹、智库支撑的良好局面。


  推动环境技术和产业合作基地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一带一路”环境技术创新和转移基地，建设面向东盟、中亚、南亚、中东欧、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推动和支持环保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主要工业行业、环保企业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珠三角、中原城市群等支持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项目落地，支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绿色“一带一路”重大项目[8]


  政策沟通类｜包括“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国际高层对话，“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政策、标准沟通与衔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交流，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伙伴关系，“一带一路”环境公约履约交流合作。


  设施联通类｜包括“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绿色化研究设施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工业园污水处理示范，“一带一路”重点区域战略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估，“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建设示范。


  贸易畅通类｜包括“一带一路”危险废物管理和进出口监管合作，“一带一路”沿线环境标志互认，“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示范。


  资金融通类｜包括“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研究，绿色“一带一路”基金研究。


  民心相通类｜包括“绿色丝绸之路使者”计划，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平台，中国—柬埔寨环保合作基地，“一带一路”环保社会组织交流合作。


  能力建设类｜包括“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地方“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一带一路”环保产业与技术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环保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中国—东盟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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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2015年11月30日，我应邀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在巴黎的13天里，我亲身感受到中国气候外交跨上了新台阶，也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担当和责任。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2]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碳达峰、碳中和也成了当下一大热点话题，但有些地方、行业和企业对碳达峰碳中和认识不足、了解不深，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着力点“跑偏”、目标设定过高、脱离实际、“抢头彩”心切的现象，公众对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问题的理解也不够深入，在社会上对气候行动还存在一些误区，认为只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简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建立碳交易市场、增加森林碳汇、全社会大干快上，就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为了让社会各界正确理解碳达峰、碳中和问题，在气候行动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梳理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编写了《碳达峰、碳中和知识解读》，主要介绍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理论基础、实现路径，以及与碳达峰、碳中和密切相关的问题，以不长的篇幅、通俗的语言，把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知识传播给读者。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解振华给予了指导，并欣然为本书作序；我的恩师、著名环境外交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首任代表夏堃堡，还有长期从事热能动力工程、环境工程、新能源和节能减排低碳等领域研究的东南大学电力设计院书记（原院长）、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许红胜，给了我们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隆重推荐本书；我的好朋友、远在欧洲考察访问的著名生态文明专家、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文明北京俱乐部副主任贾卫列，在本书的前期策划、体系结构的确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提供了大量生态文明研究方面的资料。


  我还要特别感谢王文有，他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大力帮助，为本书的资料搜集做了有益的贡献。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资料，众多专家学者、奋战在生态文明建设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也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和支持。中信出版社的领导和策划编辑黄维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由于作者的水平、经验和时间所限，本书的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建初


  2021年9月于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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